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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在做什么？跳舞？空手道？悬空？照片里的这名女性是在寻找什么人，还是在指向什么事？玻璃幕后面的那些人又在做些什么？他们是不是隐藏着什么事情？他们是不是正面向着错误的方向？

通过系统化的观察以及测量人们在不同情境下的反应，我们能够理解许多人类的行为。但是，人类大量的思维、情绪、行为以及背后驱动的影响因素，这些都是我们看不到的，也发生在他人所见之外的（至少绝大多数人们最感兴趣的那些事物是这样）。心理学家业已发展出了很多的方法，打个比方说就是能够做到“窥见玻璃之后”，出自RJ·穆纳之手的这张照片极为传神地表达了这层意义，因而它“霸占”住了我们的眼球。不但如此，这张照片也突显了人类行为之美，以及令人兴奋之处，而这些正是当初吸引我们每一个人投身心理学的原因。






1.2 健康人和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大脑的PET扫描图。








图1.3 心理学的主要领域。








图3.19 躯体感觉和运动皮层。








人在被观察与不被观察的情况下，其行为大不相同。








穿孔会增加还是减少一个人的魅力？








图4.7 看见颜色。








图4.8 颜色混合。








自我意识既是福祉也是祸因。








图5.6 白日梦时活跃的静息网络








图4.27 嗅觉解剖图。








图5.12 在快速眼动睡眠中激活和没有激活的脑。








为什么孩子们喜欢转圈直到头晕并摔倒








图5.14 催眠期间的大脑活动。








图7.19 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激活不同的脑区。








图8.6 恐惧的快通路和慢通路。








图8.10眯着的眼睛。








图8.11 测谎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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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人类在探索自身的道路上历来都是孜孜不倦，永无止境！

心理学是人类探索自身的一门科学，研究人类的心理和行为。她确实比数学、物理之类的科学更容易使人产生极大的亲切感和好奇心，因而倍受公众青睐。但是，心理学毕竟是一门严肃而系统的科学，对于无意深究的普通大众来说，依然犹如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因此，市面上、媒体上出现了很多所谓的通俗“心理学”，其中，尤以“星座”和“血型”最为流行。书店中所谓“读心”和“洞察人心的十种策略”等畅销书屡见不鲜，网络上所谓“攻心术”和“心理学解剖缘分”等帖子被疯狂转载。此类书籍神乎其神的名字，把自己包装得仿佛社交秘籍一般，似乎可以教会人一眼看穿别人的心思，猜透他人的性格，使人做到“左右逢源”，应对得宜。

真的是这样吗？如今的心理学，虽然看似一派“红红火火”的景象，实则被深深误解。


■ 误解一：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这是第一个误解，也是最经常被提及的误解。心理学家也是人，人们面对的难题与困扰，心理学家同样要面对，同样也会困惑。再聪颖的心理学家也不太可能具有所谓的“读心术”，一眼便洞察别人的心理。


■ 误解二：心理学只是研究人们的情感体验。


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其实很广，除了情感体验，还包括人类的感觉、知觉、注意、学习、记忆、思维和决策等；心理学，并非只把“眼睛”盯在人们的“爱恨情仇”之上。


■ 误解三：心理学是研究精神病和心理有问题的人，心理学家就是看病。


对心理异常与心理障碍的研究与干预，只是心理学的一部分。必须指出，精神病学不属于心理学，心理学也不是精神病学。心理咨询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应用分支。但是，心理学家和心理咨询师是不同的职业，心理咨询师与医生也是不同的职业。


■ 误解四：心理学就是使人成功，或者使人更快乐。


的确，有些心理学派以此为目标，然而，这也只是心理学中的一部分。遗憾的是，当前横溢着的各种打着心理学旗号的是“鸡汤”，而非科学。本书的第二作者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教授在幸福研究领域可谓权威，也许我们应该听听他怎么说“快乐”（见第8章）。


■ 误解五：心理学就是做测试。


测试，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心理测验，是心理学下属的心理测量分支。换句话说，这也还只是心理学的一个部分而已。网络上常常见到的选一下“咖啡、茶、可乐，还是水”就能知道你的性格或者你的恋爱类型，这样的“测试”不但粗糙，而且毫无科学根据，不是心理学的产物。


■ 误解六：心理学研究的是潜意识，梦境是主要研究对象。


弗洛伊德流派只是一个流派，精神分析学说不能代表心理学，弗洛伊德名气虽大，却也不是所有心理学家的“代言人”。本书的第三作者丹尼尔·韦格纳（Daniel Wegner）教授是人的意识与意志研究领域的翘楚，也许我们可以“兼听则明”，看看除了精神分析之外，其他心理学家是如何研究意识的（见第5章）。

这时候，你需要一本书来告诉你有关心理学的真相！

虽然误解重重，但这不是恰恰说明了我们整个社会对心理学的巨大热情与渴望吗？作为心理学研究者、工作者和学习者，我们深深爱着这门科学，希望能够尽自己绵薄之力消除误解，“拨云见日”——传播科学的心理学知识。所以，当此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教育心理分社彭呈军社长邀请我组织翻译哈佛大学《心理学》（第三版）时，我欣然应允。

第一次接触到这本《心理学》（第三版），我第一眼看到的是封面上哈佛大学四位杰出心理学家的名字：丹尼尔·夏克特（Daniel Schacter）教授、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教授、丹尼尔·韦格纳（Daniel Wegner）教授以及马修·诺克（Matthew Nock）教授。虽然在本书“关于作者”部分有所介绍，我仍然希望在此向读者更多地展示一些这四位作者出色的工作。


■ 丹尼尔·夏克特教授


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心理学系前主任。夏克特教授是内隐记忆和内隐学习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并在该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也是哈佛大学的心理学讲座教授。讲座教授是一所高等大学具有最高学术地位的学者。在一所高等学府里，讲座教授不但数量稀少而且是真正的“牛人”。如果大学里的某个专业或学院拥有一位讲座教授，这个专业或学院在学校一定赫赫有名。夏克特教授便如是。


■ 丹尼尔·吉尔伯特教授


社会心理学家，被人们称为“快乐教授”。吉尔伯特教授进入心理学领域也算是机缘巧合。19岁时，他从高中退学。当时吉尔伯特教授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科幻小说作家。为了提高写作水平，他想去当地的社区大学报名写作课程。可惜，注册的老师告诉他：写作课已经满员了，唯一还有名额的就是“心理学导论”了。就这样，他与心理学结缘。在成为一名心理学家之后，吉尔伯特教授可谓全球知名，他领导着一个研究人类快乐本质的实验室，他的著作《撞上快乐》（又称《哈佛幸福课》）被译成25种语言，曾经是《纽约时报》评出的畅销书之一，上榜时间长达23周之久。


■ 丹尼尔·韦格纳教授


社会心理学家。在2000年执教哈佛大学心理学系之前，他在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便已是讲座教授。韦格纳教授获奖众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人类思维抑制和心理控制方面的研究。在本书的第5章“意识”中，读者可以看到韦格纳教授经典的“白熊实验”。可惜天妒英才。2013年7月，韦格纳教授在马萨诸塞州自己的家中去世。为了纪念他，与他相识三十年的至交好友也是本书的第二作者吉尔伯特教授写道：“我相信，丹是现代心理学领域最具有原创精神的思想者。大多数研究者都是沿着前人脚步，使用前人提出的理论，将该领域向前推进。而丹所做的是开辟一条条新路径，指出一个个新方向，一次又一次打开全新的大门！成为一名心理学家并不单单是他的工作，而已经成为了他的全部。他是一位7乘24的全天候心理学家！”


■ 马修·诺克教授


临床心理学家，曾经获得美国麦克阿瑟奖。这一奖项俗称“天才奖”，是美国跨领域最高奖项之一，旨在表彰在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创造性人才，每年评选各领域20名至25名杰出人士。

优秀的作者成就了优秀的著作。正如原书序中所说，《心理学》（第一版）在2008年出版之后便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巨大的成功与四位作者的写作理念以及对心理学的理解息息相关。他们曾说过，学生们在离开大学之后，很少再去翻看教科书，但是他们继续会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遭遇”心理学。正是抱着这种想法，《心理学》（第三版）不但展示了心理学当今的研究进展，而且在传播心理学知识的同时格外关注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作者利用人们生活中常见的场景和实例，首先指出人们有关心理学的错误想法与概念误区，再以此为契机，传递心理学知识，并激发学生思考，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此外，作者诙谐、口语化的语言风格成就了本书的第二大特色。他们说：“我们在这本书里用了自己的语调（同样的语调我们会在课堂上和自己的学生说，在家里和自己的伴侣、孩子和宠物说），去讲述心理学的故事。将复杂变为简单，将严肃变得有趣。”在他们的心中，心理学是这个世界上最让人感兴趣的学科，于是他们把这本《心理学》变成了世界上最让人感兴趣的心理学书籍！

以上种种，让我对彭呈军社长的“欣然应允”变得并不轻松，时刻担心会“辜负”了这样一本好书。我希望《心理学》（第三版）的中文翻译版能够做好，也许不能与原著比肩（但我们希望做到这一点），但定当尽我之所能，尽本书翻译团队之所能，将一本优秀的教材展示给所有的中文读者。出于这种考量，我邀请并集合了15位国内具有较高学术水平且活跃在心理学教学科研一线的青年心理学家，组成了本书的翻译团队，由我担任翻译主编，共同完成这本书的翻译和审校工作。这15位译者均拥有心理学博士学位，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各有所长，并负责翻译相应的章节。这本教材的翻译是我与他们共同工作的成果，是整个团队的心血与智慧的结晶。这15位译者以及负责翻译的章节分别是：

■ 陈雪峰 博士 中科院心理所 副研究员，第1章“心理学的科学之路”

■ 刘 烨 博士 中科院心理所 副研究员，第2章“心理学研究方法”

■ 邱 香 博士 中华女子学院 讲师，第3章“神经科学与行为”

■ 禤宇明 博士 中科院心理所 副研究员，第4章“感觉与知觉”

■ 付秋芳 博士 中科院心理所 副研究员，第5章“意识”

■ 汪 波 博士 中央财经大学 副教授，第6章“记忆”

■ 邓 园 博士 中科院心理所 副研究员，第7章“学习”

■ 尚俊辰 博士 燕山大学 讲师，第8章“情绪与动机”

■ 李晓庆 博士 中科院心理所 副研究员，第9章“语言与思维”

■ 王思睿 博士 中科院心理所 工程师，第10章“智力”与第11章“发展”

■ 陈文锋 博士 中科院心理所 副研究员，第12章“人格”

■ 孙慧明 博士 南京政治学院 讲师，第13章“社会心理学”

■ 吴健辉 博士 中科院心理所 副研究员，第14章“应激与健康”

■ 龙 迪 博士 中科院心理所 教授，第15章“心理障碍”

■ 陈 晶 博士 中科院心理所 副研究馆员，第16章“心理障碍的治疗”

为了确保本书的翻译质量，我们的翻译工作分成了五大步骤。步骤一：制定规则。首先，在每一位译者着手翻译之前统一团队使用的工具书，例如，对人名的翻译我们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修订第三版）为首要参考工具，以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上、下卷）》为次要参考工具。其次，统一全书多个章节中多次出现的术语，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混淆，例如，我们将“mind”一词统一翻译为“心智”。第三，由于每一章节包含的图表、术语解释以及专栏较多，我们在翻译前统一了翻译的格式及相关细节，力求做到标准化。步骤二：正文翻译。具体细节不做赘述，仅在此感谢每位译者细致的工作与大量的时间投入。翻译是一项需要严肃态度与严谨方法的工作，我们的译者团队在这方面做得十分投入。步骤三：第一轮审校与修改。为了保障质量，我为本书制定了详尽的审校与修改流程。在每位译者提交初稿后，审阅前一章译者的稿子。例如，负责翻译第3章的译者，在第一轮时负责审校第2章初稿。每位译者在拿到审阅稿之后，对初稿进行修改。步骤四：第二轮审校与修改。在这一轮，每位译者审阅后一章译者的修改稿。例如，负责翻译第3章的译者，在第二轮时负责审校第4章修改稿。每位译者在拿到审阅稿之后，对修改稿进行修改，然后向主编提交准定稿。步骤五：主编审校。在以上四个步骤后，我再对全书准定稿做第三轮审校。每位译者根据我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准定稿进行修改并定稿。2015年2月15日，我向彭呈军社长呈交了全书翻译定稿，这距2014年4月14日我收到他的翻译邀请，历时整整10个月。

在组织翻译和审校该书的这10个月里，我感触良深！心理学，几乎是伴着人类的文明史成长的。“心理学有着漫长的过去，但只有短暂的历史”，艾宾浩斯这样评价心理学。1879年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后百余年来，心理学经历了无数的坎坷，实现了初步数据积累，理论流派纷呈。近数十年来，认知神经科学、基因组学、生物信息学、脑成像技术、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等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多学科交叉融合进而揭示人类心理与行为的机制创造了契机，心理学不仅已经确立了自己的科学地位，而且成为现代科学体系中的支柱学科之一，是人类科学知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在国家发展战略和基础科学研究发展战略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我作为一名心理学“门内人”所看到的。

然而，正如开篇所言，大量对心理学有着种种误解的“门外人”还在门口徘徊着。巨大的社会需求与求知无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每每思及于此，便更觉得我们的工作与付出是有意义的，是值得的！

最后，我要对翻译团队的每一名成员表达我最真挚、深切的感谢！我自知一贯对工作极为细致，甚至是严苛。因而，在此更要感谢整个翻译团队全程的支持、配合、付出与不厌其烦的审阅及修改。没有他们的努力工作，便没有今天呈现给大家的这本《心理学》（第三版）中文翻译版。

值此本书中文版出版之际，再次感谢彭呈军社长的邀请、支持、帮助与指导；感谢所有译者们付出的辛勤、细致与耐心的工作；感谢《心理学》（第三版）原书作者为本书写序；感谢段红霞、霍云贞、李楠、李英倢、宁丽、王皓宇、吴慧中以及夏金燕（以姓氏为序）为本书在文字审校、资料查询与核对等方面付出的努力；特别感谢王思睿不仅翻译了第10章和第11章，还翻译了原书中的“序”和“关于作者”以及原书作者为该中文版写的序，并参与起草译者序。与此同时，感谢所有为《心理学》（第三版）中文版出版付出努力的人，以及所有在这个过程中给予我们帮助的人！

最后，我要预先感谢所有翻阅本书的读者。倘若翻阅本书，使您对心理学有了新的认识，进而愿意深入学习心理学、研究心理学或应用心理学，那么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就又多了一份力量！为此，我和本书所有译者都将深感荣幸。

傅小兰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2015年5月26日




中文版序（附原文）



2008年3月，重要的国际心理学组织之一美国心理科学协会（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以下简称APS）组成了一个代表团访问中国。代表团一行在中国期间，访问了中国顶尖大学的心理学系与心理学研究机构，并与众多心理学教授及学生进行了交流。随后不久，访问的详情被发表在了APS的期刊《观察者》（Observer
 ）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给代表团成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代表团中的一位心理学家说，“我高兴地看到了心理科学在中国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另一位心理学家则说，“毋庸置疑的是，心理学在中国扎下了根，并且在迅速地茁壮成长着”。

第三版《心理学》中文版的出版让我们感到万分欣喜，为能在中国心理学的快速发展中尽我们的绵薄之力而感到与有荣焉。我们希望，这本教科书能够让中国的读者感受到我们对心理科学的热忱，点燃学生们对心理学兴趣的火花，并且希望能够为中国心理学的持续发展尽上我们的绵薄之力。

丹尼尔·夏克特（Daniel L.Schacter）

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T.Gilbert）

马修·诺克（Matthew K.Nock）

2015年2月，于剑桥

In March 2008，a delegation of psychologists from one of the maj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f psychology，the 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visited China.The group met with students and professors in the psychology departments of several leading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As reported in an article published in the 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s Observer
 soon after the visit，the visitors were impressed by what they saw.“I was excited to see the amazing development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China，” said one psychologist，and another concluded that “One thing is clear: Psychology in China is happening and happening fast.”

We are extremely pleased that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edition of our textbook，Psychology
 ，we can be part of these exciting developments.We hope that our text conveys to Chinese readers our passion for the field of psychology，helps to spark the interest of students，and contributes in a small way to the continuing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y in China.

Daniel L.Schacter

Daniel T.Gilbert

Matthew K.Nock

Cambridge，Februar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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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阅读序言？这本书的正文从第10页


[1]



 才开始，你为什么在阅读这几页而非其他处？你是那种不能忍受错过一点儿内容的人吗？你是否为了让买这本书的钱物有所值而一个字也不放过？你是因为阅读习惯而翻开这一页的吗？你是否已经开始觉得犯下一个大错了？

自从记事起，我们就对以下这些问题不停地追问求索：关于我们自己，关于我们的朋友，关于那些由于跑得不够快而被我们看到的人。正是对于人类思维、感受和行为原因的好奇心推动我们走进心理学入门课程的大门，虽然我们可能会记得扑面而来的讲座内容，但是课程结束后，教科书的大部分内容都“还了回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在于教科书本身，也许这些教科书只是以琳琅满目的百科全书式的方式堆砌了一些事实、人名和日期。所以，期末考试一结束，我们立马到二手书店处理了这些教科书，便不足为奇了。

成为心理学教授之后，我们和其他心理学教授一样：讲课、做研究，在毛背心已经不再流行的很长一段时间后，我们依旧还在穿着它。我们也写了一些人们确实很喜欢读的文字，这让我们觉得挺奇怪：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去写一本学生真正喜欢读的心理学入门教材？毕竟，心理学是这个已知世界里最让人感兴趣的一门学科，那么，为什么心理学教科书不能成为学生背包里最有趣的东西呢？我们找不出任何理由，所以，我们坐了下来，把自己当作是读书的学生，开始写作这本书。《心理学》在2008年出版，这本书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我们此前从未写过教科书，我们也不知道心里究竟该期待些什么，即便是最大胆的想象，我们也不会设想本书会为我们赢得普利策奖！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甚至（比获奖）更棒：我们开始收到来自全美各地学生的信件和电邮，学生们向我们表达了他们是多么喜欢读这本书。当然，他们喜欢这本书的内容，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心理学是这个已知世界里最让人感兴趣的一门学科。然而，他们之所以喜欢这本教科书还因为这本书看上去并不像一本教科书——文字表述并不枯燥乏味得就像我们在七年级生物课上看到的自然纪录片的背景解说词（“看一看海獭，自然界中毛茸茸的小清道夫”）。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在这本书里用了自己的语调——同样的语调我们会在课堂上和自己的学生说，在家里和自己的伴侣、孩子和宠物说（这就是为什么第一版第19章的题目是“赶紧从沙发上起来！”）。我们致力于去讲述心理学的故事——去整合内容而不是单纯地罗列，去展示想法而不是单纯地描述。我们意识到，因为科学是一件复杂而严肃的事，所以很多老师就认为一门科学的教科书也应当是复杂而严肃的。但我们并不这样认为。我们认为，写作是一门艺术，一门将复杂变得简单、将严肃变得有趣的艺术。给我们写来热情洋溢信件的学生们似乎也是这样认为的（尽管普利策奖委员会似乎不是这么想的）。

这本书的上一版取得了成功——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用新版替代它？两个原因。第一，我们实在是疲于回答“封面上那两个穿着国际象棋盘花纹紧身衣辗转腾挪的人是谁”。现在，他们消失了。我们只是再说一次：不是，他们不是作者中的任何两个；是的，他们这个姿势可能确实用了强力胶。第二，也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我们推出了新的一版是因为，世事变迁。科学在变（心理学家们现在了解了关于心智和大脑的方方面面，然而就在几年前，他们还并不了解这些），世界在变（当我们写第一版的时候，还没听说过iPad或者巴拉克·奥巴马），我们也在变（研究和阅读让我们对心理学各个领域有了新视角，写作和教学让我们有了帮助学生学习的新方法）。随着我们所处的环境在变，我们自己也在变，我们感到，这本书也应当有所改变。


第三版变化的内容



对批判性思维的新关注


正如科学会不断带来新的证据，发展出新的理论，科学家也在随之改变自己的思维。学生们在一门科学课程中学到的事实性知识，有些在接下来的十年当中依旧会是事实性知识，而另一些需要重新论证，或者被证明是谬误。这就是为什么学生们不仅需要学习事实，同时也需要学会如何对这些事实加以思考
 ——如何去检验它们、质疑它们，如何去权衡科学研究提供的各种证据。当然，贯穿整本书，我们都在强调批判性思维，但是在第三版中，我们特意设置了一个新的版块，专门用来帮助学生思考人类在试图思考各种证据时曾经犯下的错误（见第2章心理学研究方法中“批判性地看待证据”，第66页）。我们希望这部分内容能够帮助学生学会如何在实证证据的基础上形成论据充分的观点——这不仅限于心理学领域，同时希望也能够渗透到学生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课堂学习”新章节


就像心理学其他教科书一样，本书的前两个版本涵盖了多种学习的类型，从经典的条件反射到观察学习。这些内容在第三版中依旧有所体现。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在绝大多数心理学教科书（包括本书的前两个版本）的学习章节中都没有涉及与我们的读者最为相关的那种学习方式：在课堂里的学习。我们认为现在是改变这种莫名情况的时候了，于是就有了“课堂学习”这部分。现在，在第7章课堂学习的新章节中，我们对该领域令人兴奋的一些新进展进行了总结，包括对最有效的学习方法与技术的评价，对可能导致学习效率低下的认知误区的审视，如何在课堂里提升注意力和学习的研究，以及对在线学习的探讨。“学习”这一章应当和学生们的日常学习密切相关，我们也在尽力做到这一点。


新科研进展


诚然，一本教科书应当为学生提供这一学科经典内容的完整画面，但是，一本教科书同时也应当带着学生在这一学科发展的最前沿地带翩翩起舞。我们希望学生们能够意识到，心理学不是博物馆里的一件展品——心理学并不只是对过去事件的收集，心理学同时也包含了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件——在这门年轻而不断前进着的科学中，学生们如果愿意，心理学里就会有他们的一席之地。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在第三版里吸纳了在当今心理学领域正在发生的事。这种想法不但体现在本书超过400条的新参考文献中，同时也体现在每一章都会出现的“科学热点”专栏里，专栏将向读者介绍最热门的新发现。


全面升级覆盖DSM-5


一个有着很多新的研究——同时也有着很多新的变化——的领域是关于心理障碍的研究。正如你将会在本书学习到的，心理学家使用一本名叫《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
 ）的手册来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可以被确定为“障碍”。举例说来，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感到悲伤，但是什么时候极度悲伤能够被诊断为心理障碍，并接受治疗？DSM就是用来回答这类问题的。DSM的第四版（DSM-IV）在使用了将近20年之后，心理学界现在有了更新后的第五版（DSM-5），第五版刚刚于2013年出版。在过去20年中，心理学家对于心理障碍的了解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们这本书的第三版包括了这方面更新后的内容：心理学家如何思考、定义以及分类各种心理障碍。


新架构


此外，我们还重新安排了本书的内容，以更好地适应心理学教学的最新理念。具体而言，我们将“应激与健康”这一章挪到了“心理障碍”与“心理障碍的治疗”这两章之前。我们认为，这种变化有助于让本书的内容架构更加流畅，原因如下。第一，你随后会学到，应激的体验、人际交往事件和人们对这类事件如何应对有很大的关系，你将会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章学习到人际交往的相关内容。第二，当前关于心理障碍的各种模型将心理障碍视为人的一些潜在素质（例如，基因或其他）与应激生活事件之间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事先学习过机体对于应激的反应，就会对这类模型产生更加直观的感受。第三，在“应激与健康”这一章中提供了一些提升健康水平的行为建议，这些建议可能会在考试期间发挥作用——所以，我们把这章放到前面来，先告诉你这些，而不是让你在学期快结束时才学到这部分内容！


“其他声音”专栏的新特点


在心理学家出现在地球上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探讨人性的“主力军”是诗人、戏剧作家、评论员、哲学家，以及其他一群由P打头的职业群体。时至今日，依旧如此，他们依旧对人类行为的方式和原因有着深入而独具一格的洞察力。在本书的第三版，我们决定请他们来分享自己的思想，这体现在本书的特色版块，我们称其为“其他声音”专栏。在本书的每一章，读者都会读到一些短文，我们对这些短文的作者进行甄选的标准有三：其一，他们的思想深刻；其二，他们的文笔优美；其三，他们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内容。例如，读者会读到一些优秀记者的文章，包括：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特德·噶普（Ted Gup）、蒂娜·罗森伯格（Tina Rosenberg）以及戴维·尤因·邓肯（David Ewing Duncan）；畅销小说作家爱丽丝·兰达尔（Alice Randall）；教育奖获得者，如琳达·摩尔（Linda Moore）、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H.Frank）；知名法学学者，如古斯廷·莱辛巴赫（Gustin L.Reichbach）与埃琳·萨克斯（Elyn Saks）；著名科学家，如生物学家格雷格·汉普伊基安（Greg Hampikian），以及计算机科学家达芙妮·科勒（Daphne Koller）。兼听则明，为了确保读者听到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声音，本书还收录了蒂姆·威尔逊（Tim Wilson）、克里斯·查布里斯（Chris Chabris）、丹尼尔·西蒙斯（Daniel Simons）以及查尔斯·费尼霍（Charles Fernyhough）的文章。这些杰出的人士中的每一位都叙述了有关人性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我们也非常高兴地看到，他们愿意借本书展示自己的思想。这些专栏不但鼓励学生批判性地思考心理学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展现了心理学与日常生活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这门科学在公共生活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转变观念




1.你所在国家的一名参议员正在支持一项议案。如果该项议案通过，将会对闯红灯的攻击性驾驶员处以数额巨大的罚款。你的一个同学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教科书已经教给了我们很多关于惩罚和奖励的知识。这很简单。如果我们惩罚了攻击性驾驶员，开车闯红灯的数量将会下降。”你同学的观点是正确的吗？新的法规会适得其反吗？有没有另外一种促进安全驾驶的行之有效的措施？



第13章中的“转变观念”


“转变观念”中的新问题


784位讲授心理学导论课程的教授的共识是什么？那就是，当学生们第一次来到心理学课堂时，他们通常都带着一些关于心理学的想法，然而，这些想法绝大多数都是错误的。在沃思出版社（Worth Publisher）的那些奇妙的人士的协助下（是他们让我这么写的），我们对讲授心理学导论课程的784位教师做了调查，请他们列出学生们关于心理学最常见的误解有哪些。以此为基础，我们策划了“转变观念”中的一系列问题，读者会在每一章的最后看到这些。这些问题首先会设定一个误解可能出现的日常情境，然后要求读者使用本章刚刚学到的科学知识来纠正这些谬误。我们希望这些练习能够帮助读者应用所学——或者也许可以改变读者关于心理学的一些观念（从而让我们这部分的标题“实至名归”）。


对学习者更多的支持手段



当人们知道自己正在被观察时，他们会如何反应？


第2章中的“线索问题”


实践


➢ 线索问题（cue questions）：鼓励读者使用批判性思维，并在正文每一个重要段落处提示读者本处最重要的概念。

➢ 汇总列表（bulleted summaries）：在重要的段落之后强化关键概念，并让学生的复习备考更加容易。

➢ 关键概念小测试（key concepts quiz）：在每一章结尾处的用于学生自测本章内容的掌握情况。

➢ 批判性思维问题（critical thinking questions）：贯穿于所有章节的大量图片及说明文字，为学生提供应用所学内容的机会。


实践应用


如果离开了对现实世界的应用价值，那么心理学的各种事实和概念又算是什么呢？在第三版中，我们提供了将本书内容应用于现实世界的大量范例，这些例子都是读者平常有切身体会的。例如，在每一章都包含了“现实世界”专栏，就是为了能够把书内的概念与读者在书外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我们对自己这个创意倾心不已，以至于在序言部分我们都插入了一个“现实世界”专栏！再翻几页你就会看到它。）除此之外，由于文化的影响已经渗入了心理学的各个角落——从人们对线条长度的知觉到人们会排多长的队——在本书的第三版中，我们仍然重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纵观本书，这一点体现在“文化与社区”专栏，具体如下。




第4章中的“批判性思维问题”图文



根据自然选择理论，能提供生存优势的遗传特性会在一代又一代的群体中扩散。为什么进化出感觉适应？对于躲避捕猎者的小动物来说，它能带来什么好处？对试图捕猎的捕猎者来说呢？




现实世界 加入心理学“俱乐部”！




很久很久之前，西方科学只是富有的欧洲绅士们的兴趣爱好。所幸的是，心理学领域的面目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至今仍在继续。





与其他绝大多数的学科相比，社会变迁给心理学所带来的开放性与多样性更加显著。例如，2006年，虽然女性在工程和物理科学领域可谓凤毛麟角，但是在心理学领域超过71%的博士学位授予了女性（Burrelli，2008）。正如数据所示，虽然女性在所有科学领域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例一直在增加，然而对于心理学而言，女性绝对是主力军。此外，美国心理学博士中，2005年时西班牙裔、非洲裔以及印第安裔学生的比例已经比1985年时翻了一倍有余，来自亚洲和太平洋诸岛的学生数量更是1985年时的三倍（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Board，2008）。这是现在的数据，放眼未来，心理学是属于每一个人的科学。





随处可见心理学开放性的印记。只需看一看一些大学生心理学俱乐部——或者Psi Chi（心理学本科生与研究生荣誉团体），或者Psi Beta（心理学社区大学与专科学校学生荣誉团体）。现在，心理学专业中女生的数量远远多于男生（77%；Planty et al.，2008），在心理学中，来自少数派群体的代表随处可见。在这些心理学社团和荣誉团体中，心理学研究的大门敞开着，欢迎所有群体：任何年龄、性别、性取向、民族、不同能力、肤色、宗教，以及不同的国籍与种族。请加入我们！








新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比例在增加，心理学领域的增速高于其他领域（Burrelli，2008）。




关注学习效果



以APA学习目标与成果为导向的教学


为了让心理学本科教学目标与学习成果具有更强的统一性，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Association，简称APA）专门组成了一个工作组，来为心理学本科专业能力（Undergraduate Psychology Major Competencies）建设提供教学框架。随后，APA发布了综合性建议《心理学本科专业APA指南》（The APA Guidelines for the Undergraduate Psychology Major
 ），2013年5月本书出版了新的2.0修订版。针对心理学专业学生从基础课与整个心理学专业学习期间应当掌握的内容，2.0修订版提出了硬性要求。要求由五个目标组成，具体如下：

目标1：心理学基础知识

目标2：科学探究和批判思考方式

目标3：多元化社会中的伦理与社会责任

目标4：沟通

目标5：职业发展

APA工作组的目的是为心理学系的学生与教师提供最终的全局目标，而不是给出既定的发展路径。在这种思路之下，沃思出版社为学生与教师提供了多样化的支持资源，以帮助他们达成APA的目标。最重要的是，《心理学》（第三版）符合APA目标的额外资源可以从LauchPad下载，网址http://www.worthpublisher.com/lauchpad/schacter3e。为了便于测验，沃思出版社把所有与《心理学》（第三版）内容对应的条目在题库中都做了相应标记；此外，讲师资源（Instructor’s Resource）与LauchPad学习系统提供了多种活动与额外的学习内容，帮助学生达成APA的五个目标。所有这些资源综合在一起，为讲师提供了一系列有效的工具，帮助课程达成预期效果。


为MCAT 2015做准备





从1977年至2014年，医科院校入学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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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cal College Admission Test，简称MCAT）的科目包括了生物学、化学以及物理学，但是从2015年起，MCAT考试25%的题目将涵盖“行为的心理—社会—生物基础”，这些题目中绝大多数都是心理学导论课程所涉及的内容。《2015年MCAT考试预览指南》（Preview Guide for the MCAT 2015 Exam
 ）第二版中增加了这样的内容，“认识到健康问题的社会—文化与行为决定因素的重要性”。在新MCAT考试中的心理学相关内容在本书中均有所涵盖，上一表格以本书“感觉与知觉”一章为例，展示了本书内容与《2015年MCAT考试预览指南》中内容的准确对应。本书内容与MCAT心理学考纲内容对应的完整版可以在LauchPad资源区下载，网址http://www.worthpublisher.com/lauchpad/schacter3e。此外，鉴于MCAT代表了一种对科学信息推理能力评估的全球化标准，因而《心理学》（第三版）每一章的题库也新加入了一些以数据为基础的题目，目的就是为了训练学生的量化推理能力。这些问题可以在LauchPad预览中看到。


学生额外补充材料



➢ CourseSmart电子书
 是《心理学》（第三版）完整的简易使用格式。学生可以将CourseSmart电子书作为购买的备选，可以在线使用，也可以将它下载到自己的个人电脑或移动媒体播放设备上，如智能手机或iPad。《心理学》（第三版）配套的CourseSmart电子书可以在如下网址预览并购买：www.CourseSmart.com
 。

➢ 《追寻人类的优势：积极心理学指南
 》（Pursuing Human Strengths: A Positive Psychology Guide
 ），本书由加尔文学院（Calvin College）的马丁·博尔特（Martin Bolt）所著，这是一本帮助学生了解积极心理学的迷人之处以及洞察自身优势的绝好著作。

➢ 《心理学导论中的批判性思维
 》（Critical Thinking Companion for Introductory Psychology
 ），由西佛罗里达和辛西娅·格雷·毕洛伊特学院（West Florida and Cynthia Gray Beloit College）的简·洛宁（Jane S.Halonen）所著。书中包含了批判性思维策略指南，以及诸多练习：模式识别、实践问题解决、创造性问题解决、科学问题解决、心理学推理以及换位思考。

➢ 沃思出版社很荣幸地向读者推荐若干选自《科学美国人》的文章。《科学美国人读者：与心理学为伴
 》（第三版
 ）以获奖科学新闻为基础，由丹尼尔·夏克特（Daniel L.Schacter）、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T.Gilbert）、丹尼尔·韦格纳（Daniel M.Wegner）以及马修·诺克（Matthew K.Nock）编著，其中包含了心理学领域最前沿的研究工作。基于这些作者本人的进一步选取，本集锦通过这些为普通的非专业民众撰写的文章，帮助读者更为深入地了解心理学。

➢ 《心理学与现实世界：描述对社会实质贡献的文集
 》（Psychology and Real World: Essays Illustrating Fundamental Contributions to Society
 ），这是一本收录了杰出科学家及其里程碑式研究的优秀文集。本书由非营利性组织FABBS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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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BBS Foundation）联合出版，其中收录了伊丽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关于错误记忆的研究，埃里奥特·阿伦森（Eliot Aronson）的拼图教室研究，以及丹尼尔·韦格纳关于思维压制的研究。部分收入捐赠给FABBS基金会，用以资助认知、心理、行为与脑科学协会。


演示报告



➢ 互动演示幻灯片（Interactive Presentation Slides
 ）是另一项将沃思出版社丰富的媒体资源引入课堂的方式，并且无需大量的事先准备工作。其中每一个演示课件都包含着重要的心理学议题并整合了沃思出版社高质量的视频与动画，从而打造出引人入胜的教学与学习体验。这些互动式演示文档是对《心理学》（第三版）用户的奖励，非常适合技术新手和专家们使用。


➢ 讲师资源（Instructor’s Resources
 ）是由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杰弗瑞·昂里格斯（Jeffery Henriques）开发，能够为新老教师提供多种资料。除了能够为课堂教学提供章节背景阅读资料以及建议之外，手册还为学生的多模式学习提供了丰富的活动资源。讲师资源能够在网上下载，网址是http://www.worthpublisher.com/lauchpad/schacter3e。


➢ 心理学导论的沃思视频选集
 （Worth Video for Introductory Psychology
 ）包含了300多条独家视频，将心理学带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是给《心理学》（第三版）用户的又一项福利，丰富的视频选集涵盖了临床心理学影像、访谈、动画，以及新闻片段，生动地展示了心理学课程中的各个主题。


➢ 教师休息室
 （Faculty Lounge
 ），是由沃思出版社提供的在线论坛。在这里，教师们能够发现并共享自己喜欢的教学点子和教学资料，包括视频、动画、图片、PowerPoint幻灯片、新闻故事、文章、网络链接以及课堂活动。您可以登陆网站并上传您喜爱的心理学教学资料，网址是http://www.worthpublisher.com/faultylounge。


致谢


看到我们几个人的照片之后，无论你会做何猜测，我们都找到了愿意嫁给我们的女人。感谢苏珊·麦浩礼（SuanMcGlynn）、玛丽琳·奥列芬特（Marilynn Oliphant）以及卡莎·诺克（Keesha Nock）让奇迹发生，在常年累月忙于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感谢她们的爱与支持。

虽然我们几个的名字出现在本书的封面，但是这本书是团队工作的结晶，我们是无比幸运的，拥有一支出色的专业团队在身边。在此，我们特别要感谢他们的支持：马丁·安东尼（Martin M.Antony）、马克·鲍德温（Mark Baldwin）、米歇尔·巴特勒（Michelle A.Butler）、帕特丽夏·山克（Patricia Csank）、丹妮丝·康明斯（Denise D.Cummins）、伊恩·迪尔尼（Ian J.Deary）、霍华德·艾亨鲍姆（Howard Eichenbaum）、山姆·高斯林（Sam Gosling）、保罗·哈里斯（Paul Harris）、凯瑟琳·梅尔斯（Catherine Myers）、茂弘大石（Shigehiro Oishi）、亚瑟·雷伯（Arthur S.Reber）、摩根·萨蒙斯（Morgan T.Sammons）、丹·西蒙（Dan Simons）、艾伦·斯文克尔斯（Alan Swinkels）、理查德·温斯拉夫（Richard M.Wenzlaff）、史蒂芬·杨缇斯（Steven Yan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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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BBS 基金会，全称行为与大脑科学协会基金会（Federation of Associations in Behavioral & Brain Sciences），成立于2004年，旨在提升对人类心智、大脑与行为的研究与理解。——译者注





第1章 心理学的科学之路



19世纪60年代发生了很多事。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当选为美国总统，波尼快递（Pony Express）开始在密苏里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之间递送信件，一位名叫安妮·凯洛格（Anne Kellogg）的女士刚刚生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长大后发明了玉米片。但是，对于正值18岁、聪明、沉默寡言、对未来生活还没什么想法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来说，这些事都无所谓。他喜欢绘画，但觉得自己没有成为一名真正艺术家的天赋。他对在学校学习的生物学挺感兴趣，但又担忧研究自然科学拿到的薪水不足以养家糊口。于是，就像所有对未来犹豫不决的年轻人那样，威廉放弃了他的梦想，选择了做自己不怎么感兴趣但家人热衷的事情。然而进入哈佛医学院没几个月，他对医学的“不怎么感兴趣”发展成“毫无兴趣”，于是在几位老师的鼓励下，他暂停学习医学，加入一支前往亚马逊河流域进行生物学考察的探险队。尽管探险过程中他学到了大量关于水蛭的知识，但这次探险并没有使他的兴趣集中起来。当他回到医学院后，他的身心健康都开始恶化。大家都认为威廉·詹姆斯不适合去掌控手术刀或管理一堆麻醉药品。

如果詹姆斯后来成为一名艺术家、生物学家或内科医生，也许我们现在就不会对他这么了解。幸运的是，他虽然是一个经常陷入困惑的年轻人，却可以讲五种语言，当他变得非常抑郁以至于不得不再次离开医学院的时候，他决定去欧洲旅行。在那里，他至少没有语言沟通的障碍。在交谈和倾听的过程中，他了解到一门新的学科——心理学
 （心理学的英文psychology来自于希腊语的psyche和logos，前者指灵魂，后者指学习）。他发现这个逐渐兴起的领域正在尝试用一种现代的、科学的方法，去回答关于“人的本质”的古老问题。这个问题在他探寻人生意义的过程中如影随形，他对此既熟悉又痛苦，而这个问题之前只有诗人和哲学家在尝试回答（Bjork，1983；Simon，1998）。对这门新学科的强烈兴趣驱使詹姆斯返回美国并很快完成医学专业的学习。但他从来没有从事过医学工作，也没尝试去做。他成为了哈佛大学的一名教授并从此终生致力于心理学。他的划时代著作《心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时至今日仍被广为阅读，仍是心理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James，1890）。

之后又发生了很多事。亚伯拉罕·林肯的头像出现在一便士的硬币上，波尼快递被电子邮件（e-mail）和推特（Twitter）取代，家乐氏公司（Kellogg Company）每年的玉米片销售额大约是90亿美元。如果威廉·詹姆斯（1842—1910）还活着，他一定会为此而震惊。但如果他能够看到他参与创立的科学领域的巨大进步，他一定会更震惊。

心理学是
研究心智和行为的科学

 。心智（mind）
 指
感知、思维、记忆、情感等个体

 的内在体验，是人的意识的全过程。行为（behavior）
 指
人和动物的可以观察到的活动

 ，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在后续章节中你会看到，心理学使用科学方法去研究千百年来困扰人们的关于心智和行为的基本科学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一定会让威廉·詹姆斯很震惊。我们看看三个例子：



1.什么是知觉、思维、记忆、情感的基础？或者说，我们的主观感受的基础是什么？



几千年来，哲学家们试图认识身体这一客观、生理的世界如何与心智这一主观、内在的世界之间相互联系。今天，心理学家知道我们所有的主观感受都是大脑的电活动和化学活动。就像你在本书中将要看到的，心理学研究中最让人兴奋的发现主要集中于人类知觉、思维、记忆和情感与大脑活动的关系。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使用一些新技术去揭示这个关系，而这一切在20年前都像是科幻小说。

比如，
功能磁共振技术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使得科学家可以扫描人的大脑，从而确定当人在阅读单词、看到面孔、学习新技能或回忆个人经历时，大脑的哪个部分被激活。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科研人员扫描了正在进行复杂手指运动（如弹钢琴）的钢琴家和初学者的大脑。结果显示，与初学者相比，钢琴家大脑中负责手指运动的区域激活程度更低（Krings等，2000）。这个结果说明，长期强化的钢琴演奏改变了钢琴家的大脑，负责手指运动区域的脑功能比初学者效率更高。在“记忆”和“学习”等章节中对此还有更多介绍，你会看到在研究中使用fMRI和其他相关技术是如何改变心理学的一些研究领域的。



2.心智如何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出各种有效行为？



科学家们有时会说功能决定形式，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知道一个东西是怎么工作的（如一个引擎或一个温度计），我们首先需要知道这个东西是用来做什么的（如驱动交通工具或测量温度）。威廉·詹姆斯经常提到“思考的目的是行动”，心智的功能是帮助我们完成那些高等动物生存繁衍所需要做的事情，如获取食物、获得栖身之处，以及择偶。心理过程被认为是具有“适应性的”（adaptive），意思是心理过程能够使生物体更好地生存和繁衍。知觉使得我们能够识别我们的家人，在猎食者发现我们之前先发现它们，避免撞到迎面而来的车辆。语言使得我们能够组织我们的想法，跟别人沟通，从而使我们能够建立社会群体并进行合作。记忆使得我们不需要一次又一次地解决同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可以记住自己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情绪使得我们在面对具有生存或死亡意义的重要事件时能够迅速做出反应，使我们能够建立强大的社会关系。这个清单可以无限地列下去。

由于心理过程有适应性，因此在这些方面存在缺陷的人往往会遭遇一些非常艰难的时刻，这就不足为奇了。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1994）讲述了埃利奥特（Elliot）的案例，他是一位中等年纪、拥有很好职业的丈夫和父亲，但是当外科医生在他的大脑中发现一个肿瘤之后，他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外科医生能切除肿瘤以挽救他的生命，他在刚做完手术的那会儿看上去还挺不错。但是，后来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最初，当埃利奥特的功能恢复到可以自己做决策时，他所做的决策比以前糟糕。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做的决策越来越糟糕。工作中，他无法确定应该优先完成的工作，因为他不知道什么事情最重要。而且当具体做事情的时候，他总是会做错。于是他被解雇了。随后他又做了很多很危险的商业冒险，所有这些尝试都失败了。最后他花光了所有积蓄，妻子与他离婚，他又再婚，而第二任妻子最后也离开了他。

是什么毁了埃利奥特的生活？给他做检查的神经科学家并没有发现他的认知功能有什么损伤。他的智商没有下降，语言能力、思维能力、解决逻辑问题的能力与生病之前一样好。但是，当神经科学家给他做了进一步检查后，发现了一件让人吃惊的事情：埃利奥特丧失了情绪体验。比如，当他的老板把解雇通知书给他、把他逐出办公室时，他不会感到悔恨或愤怒；当他把全部积蓄投入到一项非常愚蠢的商业投资中时，他不会感到焦虑；当他的两任妻子先后收拾行李离开他时，他不会感到难过。我们很多人都期望我们能够做到如此淡定从容，那么，到底谁需要焦虑、难过、悔恨和愤怒？答案是：我们都需要。



3.为什么有时候心智能力的表现不那么有效？



心智是一架神奇的机器，可以迅速完成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在开车的同时与乘客聊天、看路牌号、回忆收音机里正在放的这首音乐的名字。但是，就像所有机器那样，心智也经常通过降低准确性来换取速度和功能的多样性。这会使心智系统产生“漏洞”，偶尔也会引发我们高效的心智加工出现一些运行故障。心理学令人着迷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发生各种各样错误和错觉的倾向。事实上，如果思维、情感和行为不会犯错，人的行为就会永远有秩序、可预测，但却很无趣。显然我们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充满意外，这些意外恰恰来自于我们总是在错误的时间做错误的事情。

有一项探究日常生活中思维错误的研究，以下是一些参与这项研究的人所记录的日记（Reason和Mycielska，1982，第70—73页）：

➢ 我想把车开出来，但是当我经过通向车库后门的走廊时，我停下来，穿上靴子和园丁服，就像要去院子里干活。

➢ 我向邮票自动售卖机里投币买邮票，邮票出来后，我说了声“谢谢”。

➢ 离开客厅去厨房时，客厅里还有人，我就把灯关掉了。

如果这些失误让人觉得可笑，那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可笑的。同时，它们对研究人的本质是非常重要的线索。比如，请注意，一个人用邮票自动售卖机买邮票后说“谢谢”，而不是说“请问地铁怎么走”。换言之，这个人不是做了一件完全错误的事情，这件事情如果在一个真正的社交场合，是非常正确的。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的，人们经常会自动做一些事情，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并没有认真考虑，完全是习惯使然。如果我们没有积极地关注我们的所言所行，这些习惯就会被错误触发。威廉·詹姆斯（1890）认为这种习惯的影响可以解释人们心不在焉时的奇怪举止。他在《心理学原理》一书中写道：“……心不在焉的人……本来是为了出席晚餐，走进卧室去换衣服，结果却脱掉衣服上床睡觉去了……”


现实世界 拖延症的危害




威廉·詹姆斯知道人的心智和行为之所以让人着迷，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人会犯错误。大脑的错误之所以有趣，在于它们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心智活动和行为，同时也具有实际意义。让我们看看一种对生活有非常大影响的“故障”：拖延症。





或多或少，我们都曾有过逃避或推迟完成一项任务的经历。也许任务本身让人生厌，也许任务很困难，也许它没有我们同时想做的别的事情好玩。对大学生而言，拖延症会对学习产生很多影响，比如影响完成学期论文或准备考试。学习拖延症并不少见，超过70%的大学生报告他/她们有某种类型的拖延症（Schouwenburg，1995）。晚上与朋友一起出去玩的确很开心，但是为即将到来的历史考试担心三天，或考试那天一直复习到凌晨4点却并不是件开心的事。马上学习，或者每天学习一点，可以让拖延症的影响小一点。





有些拖延症患者会为自己辩护，宣称他们在压力下会工作得更好，或强调只要一项工作完成了，就没必要在意是不是在截止时间快到之前才完成。这些借口合理吗？或者这些借口仅仅是给事与愿违的行为找的软弱无力的理由吗？





一项对60名心理学系大学生所





做的研究为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些有意思的回答（Tice和Baumeister，1997）。学期伊始，研究人员告诉学生，他们需要在某个时间点之前完成学期论文。如果不能如期完成，可以宽限一段时间。一个月后，学生们完成了一项拖延症测试。同时，在这个月最后一周，记录学生们在过去这周里的身体健康状况、感受到的压力，以及过去一个月内去卫生保健中心（health care center）的次数。





在拖延症量表上得分高的学生更倾向于延迟交论文。开学后的一周内，这些学生报告的压力和身体疾病症状比非拖延症者报告的更少。但是，到学期末，他们报告的压力和疾病症状超过了非拖延症者，而且去卫生保健中心的次数也更多。而且，他们学期论文和课程考试分数更低。近来有很多研究报告拖延症与学业成绩差相关（Moon和Illingworth，2005）。因此，除了运用“现实世界”栏提供的提升学习能力的技巧外，在学习这门课以及其他课程时避免拖延症的影响也是明智之举。



詹姆斯认识到心智发生的错误不但有趣，而且给我们带来启示。当代心理学发现研究心智所犯的错误对人类非常有帮助。当一个物体作为一个整体良好运作时，通常不会给我们留下线索去分析它是如何运作的。汽车只要运转良好，它们在高速公路上飞驰的样子就像魔毯一样，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魔力”在驱动它们。只有当车出故障了，我们才会知道引擎、水泵和其他精细的零部件，以及所有这些部件一起驱动车辆行驶的运行过程。故障和失误不仅仅是破坏或失败，它们更是通往知识的途径（参阅“现实世界”栏中一个普遍发生的例子：拖延症）。同样，了解人类的走神、失误、错误，以及偶尔表现出来的让人觉得迷惑的行为，有助于我们理解正常状态下的思想活动和行为。因大脑手术而变得行为迥异的埃利奥特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充分说明情绪在引导人们做出正常的判断和行为中所起的作用。

心理学令人振奋，因为这门学科解决关于人的经验和行为的最基础的科学问题，我们前面提到的三个问题仅仅是心理学这座巨大冰山的一角。这本书就像是一个向导，引导我们去探索冰山的其他部分。但是，在我们穿起防寒服和抓住丁字斧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为什么会有这座冰山。想了解21世纪的心理学，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心理学的历史。




心理学的起源：成为一门研究心智的科学



19世纪60年代，年轻的威廉·詹姆斯中断医学学业前往欧洲旅行，他想知道人的本质是什么。但是，当时他所面对的情境比今天同样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学生所面对的情境要困难得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心理学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如詹姆斯不客气地所写的“我听到的第一节心理学课正是我讲的第一课”（Perry，1996，第228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之前没有人思考过人类本质的问题。两千多年来，胡子拉碴、牙齿歪斜的思想家们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且事实上当代心理学承认自身源自哲学。我们将从分析这些源头开始，描述早期通过把心智与大脑相连接，从而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的历程。随后，我们将了解心理学家是如何形成不同的阵营（或流派）：结构主义试图通过把心智细分为最基本的元素来分析它，而机能主义关注心理能力是如何让人们适应环境。


心理学的先驱：伟大的哲学家们


自古人类就期望了解自身。古希腊哲学家如柏拉图（公元前428—公元前347）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是最初尝试回答心智如何工作的人（Robinson，1995）。古希腊哲学家们辩论的很多问题，时至今日心理学家们仍在辩论。例如，认知能力和知识是生而有之，还是只能通过经验获得？柏拉图赞成先天论（nativism）
 ，
该理论认为人固有或天生具有某些知识

 。各种文化下的儿童都能发现有些声音有意义，可以组合成词，进而组合成句子。儿童在学会应该在何处排便之前，没有经过任何正式训练就已经掌握了基本的语言。是否学习语言的习性是“天生”的（儿童与生俱来的）？或者，学习语言的能力依赖于儿童的经验？亚里士多德认为儿童的心智就像一块白板，在白板上留下痕迹的是经验。他支持经验主义哲学（philosophical empiricism）
 ，
该理论认为所有知识都是通过经验获得的

 。


困扰哲学家们几千年的基本问题是什么？


尽管当代心理学家很少有人认为先天论或经验论是绝对正确的，但是仍然在争论一个问题：特定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受先天影响，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后天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讲，古代哲学家们在没有科学证据的基础上能够提出这么多心理学中的重要问题，并且给出了一些非常有见地的解释，这是多么神奇的事情。他们的想法来自于个人观察、直觉和猜测。尽管他们很擅长辩论，但是他们通常会发现要解决争议几乎不可能，因为他们提供的证据并不能够支持他们的理论。在“心理学研究方法”那一章，你会看到，去验证一个理论的能力是科学的基石和当代心理学研究能够形成确定结论的基础。


从大脑到心智：法国的联结主义


我们都知道大脑和身体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存在，而我们心智中的主观内容，如知觉、思维、感受等，不是客观存在。内在感受非常真实，但它们到底在哪儿？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1596—1650）认为身体和心智根本不是一回事——身体是由客观物质构成的，而心智（或灵魂）是由非物质的，或者说是精神物质构成的。但是，如果身体和心智由不同物质构成，那它们是怎么相互作用的？心智是怎么命令身体向前走的？身体碰到钉子时，心智是怎么说出“哎呀”的？这就是二元论的问题，即心理活动是如何与身体行为协调合作的。


最早对二元论的解释是什么？


笛卡尔认为心智是通过大脑底部一个非常小的结构——松果体来影响身体的。他提出的这个观点在当时是很孤立的，那个时代的其他哲学家不是反对他的解释，就是提出其他解释。比如，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认为心智和身体并非不同的东西，事实上，心智就是大脑在工作。从霍布斯的观点来看，在大脑中寻找一个心智与身体的联结点，就好似在电视上寻找一个图像和显示器的联结点。

法国物理学家弗朗兹·约瑟夫·加尔（Franz Joseph Gall，1758—1828）认为大脑和心智是通过体积大小而非腺体被联系在一起的。他研究了动物的大脑以及因病去世者、健康成年人和儿童的大脑，发现随着大脑体积增大，心理能力往往增加；随着大脑受损害，心理能力降低。加尔的发现被广泛接受（关于大脑损伤的内容时至今日仍被接受）。但是，加尔发展出了一个他的证据远远不足以证实的心理学理论，即后来为我们所知且已消亡的学说——颅相学（phrenology）
 （见图1.1）。
该学说认为典型的心理能力以及心理特征，从记忆到快乐的能力，都能够定位到大脑的特定区域中

 。大脑的特定区域与特定的心理能力有关，这一点是正确的。本书后文会讲到，大脑的海马与记忆有关，杏仁核与恐惧有关。但是颅相学的解释过于极端。加尔断言，头盖骨上的凸起或压痕的大小能够反映大脑中相应区域的大小，通过感受这些凸起，能够判断一个人是否友好、谨慎、坚定，以及理想主义等。加尔没有意识到，头盖骨上的凸起不一定能够揭示大脑内部的形态。






图1.1 颅相学。





弗朗兹·约瑟夫·加尔（1758—1828）提出一个理论叫颅相学，该理论认为心理能力（如友好的能力）和心理特征（如谨慎和欢乐）都可以定位于大脑的特定部位。一个人拥有的这些能力越多，相对应地，头盖骨上的凸起就越多。



颅相学的框架搭得很漂亮，还给了年轻人一个互相爱抚的好借口，但归根到底这个理论仅仅基于很薄弱的证据就形成了一系列过于肯定的言论。毫不奇怪，加尔收到的批评和嘲弄非常多。尽管颅相学在其诞生之初曾很受追捧，但它很快就消亡了（Fancher，1979）。

加尔忙于研究颅相学的同时，其他法国科学家们在试图用更可信的方式来研究大脑和心智的关系。生物学家弗洛朗（Marie Jean Pierre Flourens，1794—1867）认为加尔的结论太泛化，方法太草率，于是他做了一些手术实验，如取走狗、鸟和其他一些动物大脑的特定部位，他发现这些动物的动作和行为异于大脑未受损的动物。


对大脑受损病人的研究是如何帮助人们理解心智和大脑关系的？


法国外科医生保罗·布洛卡（Paul Broca，1824—1880）研究了一位大脑左半球受损的病人（该受损区域即布洛卡区）。病人的名字叫莱沃尔涅（Monsieur Leborgne），他丧失了语言能力，只能发出一个单音节“tan”，但他能够听懂别人对他说的话，并且能够通过手势来交流。布洛卡据此形成一个关键认识：大脑特定区域受损会导致特定心理功能的丧失，由此可以肯定大脑和心智是紧密相连的。这个发现对于19世纪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时很多人接受了笛卡尔的理论，认为心智与大脑和身体彼此分离，仅仅是相互作用而已。布洛卡和弗洛朗是最早解释心智来源于大脑这一客观物质的人。他们的研究启动了对心理过程的科学探索。






莱沃尔涅（Leborgne）外号叫“tan”，因为这是他能说出来的唯一一个词。1861年他去世后，保罗·布洛卡（Paul Broca）解剖了他的大脑，发现他的大脑左半球受损。保罗·布洛卡认为正是这个区域受损导致了tan的言语功能障碍。如今，莱沃尔涅的大脑仍然被保存在法国巴黎迪皮特朗博物馆（Musee Dupuytren）的一个瓶子中。时至今日，已无人知道他的全名。




结构主义：将生理学方法应用于心理学


19世纪中叶，心理学从德国科学家的工作中获益颇丰。这些科学家所从事的领域是生理学（physiology）
 ，
这是一门研究生理过程的学科，特别是人体的生理过程

 。生理学家发展出很多方法，可以测量神经放电速度等诸如此类的事情，其中有些生理学家开始用这些方法来测量心理能力。威廉·詹姆斯被两位生理学家的研究所吸引，这两位生理学家分别是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1821—1894）和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威廉·詹姆斯在1867年访问柏林期间写的一封信中称：“看起来，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的时机到了……亥姆霍兹和海德堡的一位叫冯特的人正在为此而努力。”这两位科学家所做的什么工作吸引了詹姆斯？



亥姆霍兹测量反应时



作为一位兼具生理学和物理学背景的优秀的实验科学家，亥姆霍兹发明了一种方法，可以测量青蛙腿的神经冲动速度，随后他把这种方法用于研究人。亥姆霍兹训练参加者对腿的不同部位接收到的刺激（stimulus）
 ——
来自外界环境的感觉输入

 ——做出反应。他会记录参加者的反应时（reaction time）
 ，
即记录对不同刺激做出反应的时间长短

 。亥姆霍兹发现，通常人们在脚趾受到刺激后做出反应的时间要长于大腿部位受到刺激时做出反应的时间，而这两个反应时之间的时间差可以用于估计腿部不同位置接受刺激后形成的神经冲动到达大脑的时间。这些发现震惊了19世纪的科学家们，因为当时每个人都认为心理活动是在一瞬间发生的。当你在眼前挥舞双手时，在你看到双手之前并不会感受到手在动。真实的世界并不像那些午夜电影一样，图像和声音之间总是有一点点时差。科学家们以为心理活动的神经过程是同步的，而亥姆霍兹的实验证明这是不对的。而且，他的研究也说明，反应时很可能是研究心智和大脑关系的一个有效方法。


亥姆霍兹的研究结果有什么应用价值？




冯特和结构主义的发展



尽管亥姆霍兹的贡献非常重要，历史学家还是把心理学的诞生归功于亥姆霍兹的研究助理——威廉·冯特（1832—1920；Rieber，1980）。1867年，冯特在海德堡大学开设了生理心理学课，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门生理心理学课程，这门课的讲义于1874年正式出版，书名是《生理心理学原理》。冯特称此书是“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的一次尝试”（Fancher，1979，第126页）。1879年，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的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实验室创建伊始，有很多研究生在实施冯特设计的一系列研究，很快这个实验室就吸引了全世界想要了解冯特创建的这门新学科的年轻学者。


化学家的研究对早期心理学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冯特认为科学的心理学应该聚焦于研究意识（consciousness）
 ，
即个体对世界和心智的主观体验。

 意识覆盖了很广的主观体验。我们可能对景色、声音、味道、气味、身体感觉、思维、感受有意识。冯特想要寻找一条研究意识的科学道路，他发现化学家在尝试把自然物质分解为最基本的元素并进行研究。于是他和他的学生提出了“结构主义”
 学说，
即对构成心智的基本元素进行分析

 。这个学说认为可以把意识分解为基本的感觉和感受，你可以坐在椅子上原地不动地进行一系列结构主义的分析。

想想我们自己的意识内容。就在此时，你可能在想这些词是什么意思，书上这些字母的视觉呈现特点，钥匙环压着大腿的不舒服感，兴奋或无聊的感觉（大概是兴奋），咖喱鸡沙拉的味道，或者1812年第二次独立战争是否真的达到了预期目的这类问题。在每一个特定时刻，所有这些事情都进入意识流，冯特尝试用一种系统的方法去研究意识，该方法称为内省（introspection）
 ，
即对个体自身体验的主观观察

 。在一个典型的内省法实验中，给观察者（通常是学生）呈现一个刺激（通常是颜色或声音），然后让其报告自己内省的结果。观察者描述的是颜色的亮度或声音的响度。他们根据没有经过加工的最初感觉经验来进行报告，而不是根据他们对这种感觉经验所做的解释。比如，给观察者呈现这张纸，观察者不会报告“看到纸上有字”（这被称为是对感受的解释），而可能是报告“看到一些黑色的标记，有些是直的，有些是弯的，背景是白的”。冯特也在尝试谨慎地描述与最基本的知觉相关的感受。比如，当他听到节拍器发出的敲击声时，感到有些节奏听起来比另外一些节奏更悦耳。通过分析感受和感知觉之间的关系，冯特和他的学生希望揭示意识体验的基本结构。

冯特尝试把亥姆霍兹发明的反应时技术应用于研究意识过程的主观测量中。冯特使用反应时去测量知觉刺激与对刺激做出解释之间时长的差异。他让实验参加者在听到声音后就按下按钮。要求其中一部分参加者集中注意力听声音然后再按钮，要求另一部分参加者把注意力集中于按压按钮。那些集中注意力听声音的被试，反应时比集中注意力按压按钮的被试慢十分之一秒。冯特认为，这两组被试都需要意识到声音，但是反应时慢的那一组还需要对声音和按压按钮之间的关系作出解释。反应快的那一组只需要关注他们将要做出的反应，因为不需要完成“进行额外解释”这一步骤，所以他们可以对声音做出自动反应（Fancher，1979）。这类实验开辟了新领域，说明心理学家可以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微妙的意识过程。事实上，在后面的章节中你会看到，在当前心理学研究中，反应时仍然是非常有用的方法。


铁钦纳把结构主义引入美国


冯特实验室的开创性工作使得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且对19世纪的后来者们产生了深远影响。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心理学家去莱比锡向冯特求教。其中的杰出人物之一是生于英国的爱德华·铁钦纳（Edward Titchener，1867—1927），他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跟随冯特学习了两年多。随后返回美国，在康奈尔大学建立了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如果你愿意，可以在康纳尔大学心理学系看到保存下来的他的大脑）。铁钦纳把冯特的一些学说引入美国，同时他也进行了一些调整（Brock，1993；Rieber，1980）。例如，冯特强调意识的基本元素之间的关系，而铁钦纳关注的是确立基本元素本身。在他1896年出版的著作《心理学大纲》中，铁钦纳列出了大约44 000种意识体验的基本元素，其中大部分是视觉（32 820种）和听觉元素（11 600种；Schultz和Schultz，1987）。


内省法有什么问题？


后来结构主义的影响日渐式微，主要原因来自于内省法本身。科学需要重复观察，如果每位科学家通过显微镜看到的都不一样，那我们就没法确定尘螨的DNA结构或生存期。让人叹息的是，即便很有经验的研究者，对他们的意识体验所做出的内省表达也总是不一样（“我看到了一朵像鸭子的云”——“不，我看到的像马”），因此，不同的心理学家对意识体验的基本元素的看法不一样。事实上，有一些心理学家已经开始质疑是否仅通过内省方法就可以确认意识的基本元素。最著名的质疑者之一，就是我们之前已经认识的脾气不好、拥有一个没用的医学学历的年轻人威廉·詹姆斯。


詹姆斯和机能主义


詹姆斯带着从欧洲游学中得到的可对心理学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灵感回到美国。他接受了哈佛大学的教职（主要因为大学校长是他家邻居和好友），而且这个职位允许他购买教学实验所需的设备。于是，詹姆斯凭借冯特和德国同行们开创的实验心理学，在美国大学开设了第一门心理学课程（Schulzt和Schulzt，1987）。


机能主义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论有何关系？


詹姆斯同意冯特的某些观点，包括强调内部经验的重要性以及内省法作为一种技术的有效性（Bjork，1983），但他不同意冯特认为意识可以分解为独立元素的观点。詹姆斯认为，尝试去孤立地分析一个特定时刻的意识（即结构主义者所做的事情）曲解了意识的基本特质。他认为，意识不是一堆分离的元素，而更像是一条溪流。因此，詹姆斯决定从一个全然不同的视角去研究心理学，并开创了后来为我们所知的“机能主义”（functionalism）
 ，
即研究人类适应环境过程中的有意识的心理过程

 。与研究心理过程结构的“结构主义”不同，机能主义着重研究心理过程所发挥的功能。（见“现实世界”栏中有关提升心理能力之一的策略：学习。）

詹姆斯的想法受到了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的启发。达尔文提出了“自然选择论”（natural selection）
 ：
有助于生物体生存和繁衍的特征更有可能遗传给后代。

 根据这个观点，詹姆斯推论因为心理能力具有适应性，也就是说因为心理能力可以帮助人们解决问题、增加生存机会，所以它肯定是逐步进化的。像其他动物一样，人类也需要逃避猎食者、寻找食物、建造栖身之所和吸引异性。应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论原理，詹姆斯（James，1890）提出，意识提供非常重要的生物功能，心理学家的任务就是理解这些功能。冯特和其他结构主义者在实验室开展研究，而詹姆斯认为这些研究结果不足以解释我们的意识在自然环境中如何发挥作用。反过来，冯特认为詹姆斯并没有足够关注他和其他结构主义者在实验室里得出的最新研究结果。冯特评价《心理学原理》一书，认为詹姆斯是个一流的作家但不赞成詹姆斯的学说：“这是文学，虽然很美，但不是心理学。”（Bjork，1983，第12页）

由于冯特的理论不乏反对者，詹姆斯的机能主义心理学很快有了拥戴者，尤其是在北美，达尔文的学说在那里影响了很多思想家。斯坦利·霍尔（G.Stanley Hall，1844—1924）先后师从冯特和詹姆斯，并于1881年在北美的霍普金斯大学建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霍尔的工作主要关注发展和教育，并且受到进化论的巨大影响（Schultz和Schultz，1987）。

霍尔认为儿童发展的过程是在重复人类进化的过程。因此，儿童的心理能力与我们祖先的心理能力相似，儿童的毕生发展过程与人类千百万年来的进化历程相似。霍尔于1887年创办了《美国心理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其后在创建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美国第一个心理学家的国家组织）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担任学会第一届主席。

詹姆斯和霍尔的努力为机能主义发展成为北美地区心理学思想的主要流派创造了条件。信奉机能主义的心理学系在很多有影响力的美国大学建立起来，并且为生存下去而奋斗（达尔文一定会为此而自豪），慢慢地机能主义的影响超过了结构主义。到20世纪20年代末，机能主义成为北美心理学最主要的学派。


现实世界 提高学习能力




为了更高效地学习这门课，你需要做一些看起来有点奇怪的事情：为难自己。但是，通过正确地“为难自己”，最后你会发现学习这门课对你来说并不难，而且你会学到更多。什么是“正确地为难自己”？我们的心智并不像录像机那样被动记录所有的事情并忠实地存储起来。为了记住新信息，你需要通过复述、解释、自测等方法来积极学习。这些方法看起来很难，但事实上心理学家把这些方法称为“可预期的困难”（desirable difficulties）（Bjork和Bjork，2011）：在学习的关键环节通过主动投入来增加难度会有效提升记忆力和学习效率。以下是一些重要建议：





◎

 

复述


 
。一个有效学习方式是复述：自我重复学到的信息。心理学家发现一个很有效的学习策略是间断式复述（spaced rehearsal），即不断延长复述信息之间的时间间隔。比如，假设你想记住刚认识的一个人的名字埃里克（Eric）。马上复述一遍，几秒钟后再复述一遍，间隔一段时间（比如30秒）后再复述一遍。然后，以间隔1分钟，以及间隔几分钟的节奏进行复述。不断进行难度提高的复述有助于提升记忆力。研究显示，相比没有间隔的复述，这种间断式复述方法能够有效提升长期学习效果（Landauer和 Bjork，1978）。你可以尝试用这种方法记忆名字、时间、定义和其他类型的信息，包括这本书上介绍的概念。





◎

 

解释


 
。简单复述有一定作用，但是心理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通过思考信息的意义可以更有效地掌握知识。事实上，我们几乎不需要专门去记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深入思考本身就可以加深记忆。比如，假设你想学习斯金纳的行为主义的基本内涵（见第19页）。你可以问自己以下这些问题：行为主义与当时的其他心理学流派有何区别？像斯金纳这样的行为主义者对一些心理学问题的思考是如何引发你的兴趣的，比如精神失常的个体是否要为所犯罪行负责，或者影响你选择专业或职业的因素是什么？要想尝试回答这些问题，你需要回顾所学到的关于行为主义的知识，把这些知识与你已有的经验相结合。看起来这一步比较难，但如果能够把新学到的知识与已有的经验联系起来，学习新知识会容易得多。本书中的批判性思考题目（critical thinking questions）将帮助你回顾和解释学到的知识，然后你会愉快地发现，那些引发你思考的题目会帮助你更好地记忆相关知识。





◎

 

建构


 
。定期思考和回顾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课后就开始回顾，并做好常规“强化”的时间表。不要到最后一秒钟再狼吞虎咽，就像在复述环节中提到的，研究发现间断式回顾和背诵更容易形成长时记忆。





◎

 

测验


 
。不要仅仅只是看笔记或课本，尽可能多地进行自测。在“记忆”和“学习”等章节你将会学到，研究发现，相对于一遍一遍地看，主动自测新学到的知识更有助于记忆。自测还有助于回避经常发生的一个陷阱——回顾几遍以后你会觉得已经熟知这些知识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已经掌握这些知识并且可以去解决问题。自测有助于提醒自己还需要学习更多。在本书中你还会看到提示性题目（cue question）（蓝色问号标记的题目），目的就是用于自测和帮助学习及记忆。一定要利用好这些技巧。学习曲线（Learning Curve Study）技术会帮助你自测和学习（见序言中对学习曲线的进一步讨论）。





◎

 

直击要害


 
。减轻记忆负荷，有效地记笔记和列大纲。学生们往往会在听课时潦草、杂乱地记笔记，以为课后这些笔记能够帮助回忆，但真正到了复习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内容已经无法回忆，笔记也不再清晰。要记住，你不可能记下所有内容，尝试去记录课堂上提到的最主要的内容、案例和人。





◎

 

组织


 
。制作一个清晰标注主要内容的大纲有助于你更好地回顾和记忆新知识，也为你提供了一个进行自测和温习的参考资料。再次强调，这些步骤看起来比较难，但都有助于加深记忆并最终使得学习更容易。





◎

 

把问题留待第二天再解决


 
。前面我们强调了如何“为难自己”，而这一条则是告诉你如何“放过自己”：去睡一觉。在“记忆”那一章的“科学热点”栏目（Hot Science Box）中会报告，研究显示睡眠有助于形成长时记忆。事实上，研究发现，对于记忆重要的、有意义的事情而言，睡眠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别忘了把睡眠也列入学习和自测的准备事项中。



小 结



▲ 哲学家们几千年来都在思考和辩论人的本质，但囿于哲学研究方法的性质，他们无法对自己所持的理论提出实证依据。





▲ 早期尝试科学研究心智与行为关系并获得一定成功的是法国科学家弗洛朗和保罗·布洛卡，他们的研究表明脑区受损会导致行为和心理能力的缺失。





▲ 亥姆霍兹发明了测量反应时的方法，推动了对心智的科学研究。





▲ 威廉·冯特被誉为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他提出的结构主义强调分析意识的基本元素。冯特的学生铁钦纳把结构主义引入美国。





▲ 威廉·詹姆斯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论应用于对心智的研究。他提出的机能主义强调研究人类适应环境过程中的有意识的心理过程。





▲ 斯坦利·霍尔建立了北美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第一本心理学专业杂志和第一个心理学专业学术组织。






临床心理学的发展



结构主义者和机能主义者在实验室里忙碌的同时，在诊所里工作的心理学家们正在研究心理障碍。他们开始意识到，可以通过研究某物为何失灵来理解其如何运作，并且他们对心理障碍的研究影响了心理学的发展。


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道路


法国内科医生让·马丁·沙尔科（Jean-Martin Charcot，1825—1893）和皮埃尔·雅内（Pierre Janet，1859—1947）报告了他们通过访谈癔症（hysteria）
 患者所得到的惊人发现。
癔症是一种通常由于情绪紧张烦乱而导致的认知或运动能力的暂时性丧失现象

 。尽管没有任何器质性原因，但是癔症患者可能会失明、瘫痪、丧失记忆。然而，如果让患者进入催眠状态（通过暗示而改变的意识状态），他们的症状就会消失：失明的患者可以重见光明，瘫痪的患者可以走路，失忆的患者可以重拾记忆。从催眠状态中苏醒后，患者想不起来在催眠状态下发生了什么，并且又表现出原有的症状。患者在清醒状态和催眠状态下的表现判若两人。

冯特、铁钦纳和其他实验心理学家忽略了这些典型的心理障碍，他们认为这不是科学心理学应该研究的主题（Bjork，1983）。但是威廉·詹姆斯认为研究这些问题对理解心智本质有很重要的作用（Taylor，2001）。他认为，研究这些严重心理问题的现象是理解正常心智运转的重要方法之一。在我们通常的意识体验中，我们只能意识到一个“我”或“自己”，而在沙尔科和雅内等人描述的分裂状态下，大脑会构造出多个意识中的“自我”，而且这些“我”之间并不会意识到彼此的存在（James，1890，第400页）。这些惊人的发现点燃了一位来自奥地利维也纳的年轻内科医生的想象力，他曾于1885年在巴黎求学于沙尔科。他的名字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


对癔症患者的研究是如何影响弗洛伊德的？


从沙尔科的巴黎诊所返回维也纳后，弗洛伊德继续他的治疗癔症患者的工作（癔症hysteria一词来源于拉丁文hyster，意指子宫。一度认为只有女人才会患癔症，认为该病发作是由于子宫失常）。与内科医生约瑟夫·布鲁尔（Joseph Breuer，1842—1925）合作一段时间后，弗洛伊德开始自己观察癔症患者，并尝试提出解释患者奇怪行为和症状的理论。弗洛伊德认为这些患者的大部分问题可归因于可能已经遗忘的童年痛苦经历。他认为这些似乎消失了的记忆揭示了无意识心智的存在。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无意识（unconscious）
 是指
虽然不在意识觉察范围内，但可以影响意识状态中的思想、感受和行为的那部分心智

 。这一想法促使弗洛伊德提出了精神分析理论（psychoanalytic theory）
 ，该理论强调无意识心理过程在构建感觉、思维和行为方面的重要性。从精神分析的视角来看，揭示一个人的早期经历，以及阐释其在无意识状态下的焦虑、冲突和欲望非常重要。精神分析理论成为弗洛伊德发明的心理治疗方法“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
 的基础，
该疗法强调把无意识状态下的想法引入意识状态，从而更好地理解心理障碍

 。在精神分析过程中，患者回忆过去的经历（“刚开始学走路的时候，我被一个骑着黑马的戴面具的人吓到了”），并与他们的梦和幻想联系起来（“有时我会闭上眼睛想象可以不付钱就来接受这个时段的治疗”）。精神分析学家运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去解释患者所言。

20世纪早期，弗洛伊德和他不断增加的追随者们一起发起了精神分析运动。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和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在这场运动中的表现都很突出。但是，他们都是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人，而弗洛伊德很显然并不能忍受有人质疑他的理论。没过多久，弗洛伊德和这两个人断绝了关系，这样他可以自己来塑造他所期望的精神分析运动（Sulloway，1992）。因为该学说认为要想了解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需要深入挖掘这个人的早期性体验和无意识的性渴望，所以精神分析理论引起了很大争议（尤其是在美国）。在那个年代，这些主题对科学讨论而言过于前卫。

弗洛伊德的大部分追随者，就像弗洛伊德自己，接受的都是内科医生的训练，而没有完成心理学实验室实验的经验（尽管在弗洛伊德职业生涯的早期，他在鳗鱼性器官的研究中做过一些很好的实验室实验）。总体上，精神分析家们没有争取到大学里的职位，他们发展理论的过程与冯特、铁钦纳、詹姆斯、霍尔等人基于研究的取向相互独立。弗洛伊德曾与当时顶尖的心理学家们见过几次面，其中一次是在1909年霍尔于克拉克大学组织的一个心理学家大会上。那是威廉·詹姆斯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第一次见面。虽然詹姆斯是在学术机构工作而弗洛伊德的工作对象是临床患者，但他们都认为心理失常是理解心智本质的重要线索。


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以及人本主义的反应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弗洛伊德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两三位思想家之一，精神分析运动影响了从文学和历史到政治和艺术等各个领域。在心理学内部，精神分析对临床实践有非常大的影响，但在随后的40年里，该影响日益消退。

一部分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弗洛伊德对人性的看法，他认为人性是黑暗的，他强调人性的局限性和问题，而不是可能性和潜力。他认为人被遗忘了的童年经历和原始性冲动所绑架，他的观点中与生俱来的悲观主义使得那些对人性抱有积极态度的心理学家们很灰心。美国在二战后的那几年是积极和充满活力的：技术的发展正在战胜贫穷和死亡，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标准大幅提升，人类实现了登月。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是成功，而不是衰败。弗洛伊德对人性的看法落后于时代精神了。


为什么弗洛伊德的理论现在不具有影响力？







人本主义心理学对人性的积极态度与1960年代的时代精神相吻合。



此外，弗洛伊德的理论很难去验证，而不能验证的理论在心理学或其他学科中都没什么市场。尽管弗洛伊德对于无意识过程的重视对心理学的发展产生过长久的影响，心理学家们还是开始认真地质疑弗洛伊德理论的许多内容。

这一时期，一些心理学家如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1908—1970）和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1902—1987）掀起了一场称为人本主义心理学（humanistic psychology）
 的运动，
该取向在研究人性的过程中强调人的积极潜能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关注人们对自身的热切渴望。相对于把人看作过去经历的囚徒，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人是自由的个体，具有发展、成长、发挥其所有潜力的内在需求。20世纪60年代，当“花之子（嬉皮士）”的那代人发现可以把心理世界看作是一种精神的绽放时，人本主义运动达到了顶峰。人本主义治疗师帮助人们意识到自身潜能，事实上，人本主义治疗师把求助者称为客户而不是病人。在这种关系中，治疗师和客户（而不是精神分析师和病人）之间是平等的。人本主义视角的兴起是弗洛伊德学说影响日益消退的更主要的原因。

小结



▲ 心理学家把对心理障碍患者的研究作为理解人类行为的途径之一。临床医生沙尔科和雅内研究了一些异常病例，这些患者在催眠状态下的表现与平常状态判若两人，由此推断我们每个人都不止一个“自我”。





▲ 在治疗癔症患者的过程中，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发展出精神分析理论，该理论强调无意识以及童年经历对形成思想、情感和行为的重要影响。





▲ 让人高兴的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提出了一种积极看待人的研究视角，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有成长的渴望，在朋友的帮助下可以获得全部的潜能。






对客观测量的探索：行为主义成为主流



我们讨论临床心理学的发展，一直讨论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有一些超前——我们需要把注意力后推几十年，去看一下其他一些重要发展。

20世纪早期发展出来的一系列心理学学派如结构主义、机能主义、精神分析等，相互之间都非常不同。但这些学说之间有一个共同点：每个学说都尝试通过检验意识状态下的知觉、思维、记忆和情感，或通过试图抽取之前无意识的内容从而理解心智的内部运作，而且所有这些结果都是由实验的参与者或诊所里的患者主观报告的。由于方法学的不可靠性，每种学说都难以确切地说明人的心智过程。进入20世纪之后，由于一些心理学家对“心理学应该关注心理世界”发起挑战，一个新的流派诞生了。这个新流派就是行为主义（behaviorism）
 ，
该流派主张心理学家应该严格限定在对客观的、可观察的行为进行科学研究

 （见“其他声音”：心理学是科学吗？对心理科学的现代讨论）。行为主义与之前的心理学流派相当不同。


华生和行为主义的诞生


约翰·布罗德斯·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1878—1958）认为个人的体验太具个性且含糊不清，不能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科学需要重复验证，每个研究者都应该可以对现象进行客观测量，而结构主义者和机能主义者使用的内省法相对而言过于主观。因此，华生认为心理学家不应该描述意识体验，而应该集中全部精力去研究行为——研究人们做什么，而不是人们体验到什么——因为行为可以被每个人观察到，而且可以被客观测量。华生认为，研究行为不仅可以终结那些没完没了且心理学家们也被卷入进去的哲学争论，而且也可以鼓励心理学家去开展应用研究，如在商业、医疗、法律以及教育领域的应用。华生认为，科学心理学的目标就是预测和控制人的行为从而造福社会。


行为主义如何帮助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


为什么有人想把心智从心理学研究中扔掉？如果你没注意到华生对老鼠和鸟类等动物的研究，你会觉得这种提法看起来有些极端。在这些研究中，心智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可以说狗有心智而鸽子没有吗？如果鸽子有心智，那蠕虫有没有？动物行为学家们密切关注着这个领域的问题。1908年，沃什伯恩（Margaret Floy Washburn，1871—1939）出版了《动物心理》一书，在该书中她回顾了当时已有的对于不同种类动物的知觉、学习和记忆的研究结果。她认为非人动物跟人类一样，也具备有意识的心理体验（Scarborough和Furumoto，1987）。华生对此观点嗤之以鼻。因为我们无法问鸽子有什么样的内心体验，华生认为研究动物如何学习和适应的唯一办法是研究动物行为，他认为对人类的研究也应该以此为基础。


其他声音 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吗




虽然没人会质疑你选了一门心理学课程，但你选学的是一门科学吗？一些批评家坚持认为心理学不满足作为一门科学的标准。蒂莫西·威尔逊（Timothy D.Wilson），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基于科学文献这一恰当的信息来源，来应对这些批评（Wilson，2012）。





在我们大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一位生物学家称他是唯一一位来自“科学”系的参会者。当我纠正他的这一说法时，我说自己来自心理学系，而他轻蔑地摆着手，仿佛我在告诉纽约洋基队的队员我也玩棒球一样。





长期以来科学界存在这样一种看法，认为某些硬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比另外一些所谓软科学（如心理学、社会学）“更科学”。因此无需奇怪在公共领域也有这样的看法。但是近来对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的质疑到了一个很可笑的程度。美国众议院最近投票削减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政治学的预算。紧随其后，一个为《华盛顿邮报》写评论文章的作家认为众议院做得还不够，这位名叫查尔斯·莱恩（Charles Lane）的作家称：“美国科学基金会根本不应该支持社会科学研究，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假设不像硬科学的研究假设那样，可以通过实验进行验证或推翻。”





加里·古廷（Gary Gutting）在《纽约时报》评论博客中引用了莱恩的评论，他认为：“物理学可以做出具体而精确的假设，而社会科学不可以，因为要做出这些假设，首先需要对实验进行随机控制，而只要涉及人，就几乎不可能实现这种控制。”





这些说法对于像我这样的社会科学家来说真是新鲜，因为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都是在通过精心控制的实验室或非实验室实验来研究人类行为。使这些批评更让人抓狂的是，发出这些批评声音的人们正在一边蔑视这些学科，一边享受这些学科研究带来的好处。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听说过有人正在承受抑郁症的痛苦，在寻求心理治疗。他/她可能接受了认知行为治疗，而这种疗法就是通过临床的随机对照实验来验证的。





虐童和青少年早孕等问题是当前社会面临的严肃问题，而心理学家通过实验方法研究开发的干预技术可以有效地降低虐童和青少年早孕问题。





你是否听说过“刻板印象”的威胁？这指的是当一个人属于一个带有消极刻板印象的群体时可能会遇到双倍的困境。比如，当非洲裔美国学生在参加一项难度较大的考试时，他们担心的不仅是自己成绩好坏，同时也会担心如果自己考不好，可能意味着非洲裔美国学生这个群体表现不好。在严格控制的实验中，这种额外的心理负担屡次出现，降低了学业成绩。幸运的是，实验也提供了一些能够有效降低这种威胁的方法。比如，在一所中学进行的干预实验使得学业成绩的差距减小了40%。





你是否认识一个不幸被无辜被捕的人？他也可能因社会心理学实验而受益，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在嫌疑犯甄别和审讯中得以应用，因此降低了无辜受审的可能性。





实验方法还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优点，就是证明什么东西没有用。比如心理学家揭穿的三个曾经流行的项目的真相：用于预防直接受害者和目击者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关键事件压力报告（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在美国很多学校中使用的D.A.R.E禁毒项目，以及用于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惊吓辅导项目（Scared Straight Program）。





通过精心设计的实验，发现这三个项目要么不起作用，要么在某些案例中甚至起到了反作用。据此，这些项目变得不那么受欢迎，或者对其方法进行了改进。由于发现了这些项目没有作用，社会心理学家为国家节约了几百万美元的预算。





公平地说，社会科学家并非总是尽其所能地发挥实验方法的作用，比如有很多教育项目在广泛使用但没有进行足够的实验验证。但是，越来越多的教育研究者正在尝试使用更好的方法。比如，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将一些教师随机分配到一个名为“我的教学伙伴”（My Teaching Partner）的教学项目中，或者被分配到一个控制组中，前者被设计来提高教学能力。接受该教学项目教师的学生成绩显著好于控制组教师的学生。





那么，社会科学就是完美的吗？当然不是。人类行为非常复杂，不可能通过实验去全面验证人们的行为和为什么表现出这种行为。但是，对于人类行为的实验研究，是有严格控制且符合实验伦理道德的完整的学科体系。很多人因此获益，包括蔑视社会科学，认为科学仅限于研究分子的那些人。





威尔逊关于心理学研究对社会实践发挥积极作用的例子非常精彩，但或许更重要的是他的观点，即认为心理学是基于随机过程所进行的严格控制的实验，而对社会科学的批评正是错误地认为这种实验不可能用于研究人的行为。本书的下一章将介绍心理学家如何运用科学方法研究意识和行为。本书的作者无疑认为心理学是一门科学。但是，心理学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见“科学热点”栏：心理学是一门枢纽科学）。心理学是否应该努力争取像物理学那样符合通常意义上的“科学法则”，或应该尽量像所谓的“硬科学”一样去做出精确的预测？心理学家应该更关注实验室实验，还是应该花更多时间去研究日常行为？你认为哪种方法是心理学研究中最有前途的工具？对于心理学是哪种科学的争论还有很大空间，希望你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思考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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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的工作受到了俄国生理学家伊万·巴甫洛夫（Ivan Pavlov，1849—1936）的影响。巴甫洛夫是最早开展消化的生理学研究的科学家。研究过程中，巴甫洛夫在他研究的狗身上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Fancher，1979）。狗不仅仅在看到食物的时候分泌唾液，而且在看到喂食者时也会分泌唾液。喂食者并没有穿狗粮外套，为什么他们的出现会触发狗的最基本的消化反应？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巴甫洛夫开发了一套流程，每次喂狗前都发出一种声音，不久之后他发现，只要听到这种声音，不管是否喂食，狗都会分泌唾液。在巴甫洛夫的实验中，声音是刺激物（环境输入的刺激），影响了狗的唾液分泌，狗的行为就是反应（response）
 ——
被刺激物诱发的行为或生理改变

 。华生和行为科学家基于这两个概念构建了自己的理论，因此行为主义学说曾被称为刺激—反应心理学（Stimulus-response S-R psychology）。

华生把巴甫洛夫的技术用于研究人类婴儿。在一项著名的、有争议的研究中，华生和他的学生罗莎莉·雷纳（Rosalie Rayner）教会一个叫“小阿尔伯特”、后来广为人知的小孩对一只无害的白鼠（和其他有白色毛皮的动物或玩具）产生强烈的恐惧感，而小孩之前对这些并不害怕。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在本书的“学习”那一章会了解更多关于这项研究的内容。简言之，华生认为人类行为会受到环境的巨大影响，小阿尔伯特实验证明可以在生命的早期阶段去施加影响进而改变行为。华生和后来的行为主义者都承认环境并不是唯一对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Todd和Morris，1992），但他们认为这种影响是最主要的。与这个观点如出一辙，华生受到了他所处环境的重要影响：他爱上了罗莎莉·雷纳。他拒绝结束这段关系，并由于这一丑闻而失去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职。他在纽约一家广告公司找到工作，并在这里把行为主义的原理应用于市场和广告（的确是通过环境来影响行为）。他也写了一些畅销书，把行为主义介绍给普通读者（Watson，1924，1928）。所有这些工作（巴甫洛夫的实验室实验、华生和雷纳在人类行为上的应用，以及华生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的结果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行为主义成为了科学心理学中的主流。


斯金纳和行为主义的发展


1926年，伯勒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k Skinner，1904—1990）从汉密尔顿大学毕业。像威廉·詹姆斯一样，斯金纳也是个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的年轻人。他想成为一名作家，他对文学的爱好间接地把他引向心理学。斯金纳想知道小说家是否可以在并不了解一个人物为什么要有某些行为的情况下虚构这个人物。当他接触到华生的书，他觉得自己找到了答案。斯金纳从哈佛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Wiener，1996），开始发展新的行为主义学说。在巴甫洛夫的实验中，狗是被动地参加实验，必须固定地站在那里，听声音，然后流口水。斯金纳认识到在日常生活中动物不是固定站在一个地方，它们往往是在做着一些事情。为了寻找住处、食物或配偶，动物在环境中表现出各种行为。斯金纳在想，他是否可以发展出一些行为主义原则，能够用于解释动物如何学习与环境互动。


斯金纳通过观察饥饿的大鼠的行为，发现了什么？


斯金纳制作了一个他称为“条件操作箱”（conditioning chamber）的装置，这个装置后来以“斯金纳箱”闻名于世。这个箱子里有一个杠杆和一个食物槽，饥饿的大鼠可以通过压杠杆来获得食物。斯金纳观察到，把大鼠放进箱子之后，它会四处走、到处闻和探索，碰巧碰到了杠杆后，就会有一粒食物掉进食物槽。这种情况发生后，大鼠压杠杆的频率就会显著提高并一直持续到大鼠吃饱。斯金纳观察到的这一现象成为他提到的一项行为原则“强化”（reinforcement）
 的客观证据。强化指行为的结果决定该行为在未来出现更多或更少。强化这一概念成为斯金纳的新行为主义学说的基础（见“学习”一章），他在标志性著作《生物的行为：实验分析》（The Behavior of Organism
 :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一书中明确表达了这一概念（Skinner，1938）。

斯金纳开始尝试运用他的强化理论去改善日常生活。他参观了他女儿所在的四年级的课堂，发现可以把一个复杂的教学任务细分为一些较小的环节，运用强化的原则去一点一点教会孩子，以此来改善教学方式（Bjork，1993）。他研制出一个称为教学机器的自动化装置（Skinner，1958）。这个教学机器可以提出一系列难度越来越大的问题，提问的难度取决于学生对前一个较简单问题的回答情况。比如，在学习一个复杂的数学问题的过程中，先问学生一个相关的比较简单的问题。然后，教学机器会告诉学生答案是否正确，如果答案正确，教学机器就会提出难度增大的问题。斯金纳认为如果学生知道自己做出了正确回答，会得到强化并更好地学习。


斯金纳的什么言论引发强烈抗议？


如果四年级学生和大鼠们都被训练得很成功，那么为什么新行为主义学说会最终会没落呢？在一些很受争议的书中，如《超越自由和尊严》（D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
 ，1971）以及《瓦尔登湖（二）》（Walden II
 ，1948，1986）中，斯金纳构想了他认为的乌托邦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行为因强化理论的明智应用而受到合理的控制（Skinner，1971）。在这些书中，他提出了看似简单但令人震惊的说法，他认为我们对于自由意志的主观感受是虚幻的，我们以为自己是在行使自由意志，实际上我们是在对现在和过去的强化做出反应。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因为过去受到了奖赏，我们对于选择做这些事情的感受只是幻觉。斯金纳引用了哲学家贝内迪克特·斯宾诺莎（BenediCTSpinoza，1632—1677）在几个世纪前所言：“人们误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只有这么想，他们才会觉得自己可以对行为负责，忽视了他们是被什么决定的。至于他们所说的行为基于意志，这只是文字，除此之外毫无意义。”（1677/1982，第86页）

斯金纳辩称自己的理论可以提高人类福祉和解决社会问题。毫不奇怪，这一宣称引发了批评者的强烈抗议，批评者认为斯金纳的理论正在抛弃人类最宝贵的东西——自由意志，他的理论呼唤的是一个强权社会，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控制人民。批评甚至蔓延到电视指南（TV Guide），他们制作了一期对斯金纳的专访，称他的理论“通过训狗学校的体系来驯化人类”（Bjork，1993，第201页）。由于斯金纳理论的本质，批评家们的攻击很容易得到理解——斯金纳严重低估了人们对自由意志的重视——但是从现在来看，批评家们对此过分渲染了。斯金纳并不想把社会变成“训狗学校”，或者是剥夺人们的自由。实际上，他想表达的是可以通过理解人们的行为规则来改善社会福利，比如，政府通过发布广告来鼓励人们喝牛奶或不要吸烟。这些争议的结果使斯金纳的声望达到了极少心理学家们可以企及的高度。一本流行杂志列出有史以来最有影响的100人，斯金纳位列第39名，排在耶稣后面（Herrnstein，1977）。

小结



▲ 行为主义认为应该研究可以观察的行为和反应，认为内部心理过程是个人化的事件，不能被科学研究。巴甫洛夫和华生研究了刺激和反应之间的关系，强调环境对塑造行为的重要影响。





▲ 受华生行为主义的影响，斯金纳使用斯金纳箱发展出强化理论。他解释说动物和人类会重复能够带来好结果的行为，会逃避带来坏结果的行为。斯金纳拓展了华生关于环境塑造行为的观点，认为自由意志是虚幻的，强化原理可以用于改进社会。






回归心智：心理学的拓展



华生、斯金纳和行为主义者在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统治着心理学。心理学家乌尔里克·奈塞尔（Ulric Neisser）回忆20世纪50年代早期，他尚在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学习时的气氛：



当时，行为主义成为几乎所有心理学的基本框架。你能学到的只有行为主义心理学。当时的主流看法是，如果你不能使用大鼠来解释，那么这个心理现象就不存在（引自Baars，1986，第275页）。



但是，行为主义学说的统治地位并没有延续很久，并且奈塞尔自己在提出一个替代理论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什么行为主义会被取代？尽管行为主义可以使心理学家去测量、预测和控制行为，但行为主义的确忽视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首先，行为主义忽视了曾经让冯特和詹姆斯等心理学家着迷的心理过程，由于忽视了心理过程，使得行为主义无法解释一些非常重要的现象，比如儿童如何学习语言。其次，行为主义忽视了生物的进化历程，因此无法解释一些问题，如相对于在声音或光与食物之间建立关系，大鼠可以更快地学会在厌恶与食物之间建立关系。就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即将取代行为主义的新学说，正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认知心理学的先行者



为什么人们可能看到的并不是实验者真实呈现的东西？


即便在行为主义统治的年代，仍然有一些充满改革精神的人专注于研究心理过程，并发表文章。德国心理学家马克斯·韦特海默（Max Wertheimer，1880—1943）致力于研究错觉（illusions）
 ，
即知觉、记忆和决策过程中发生的主观体验与客观实际之间的偏差

 。在韦特海默的一项实验中，以先后顺序给人快速呈现两道光。一道光是透过垂直的裂缝呈现，另一道是透过对角线的裂缝呈现。如果呈现两道光之间的间隔时间足够长（五分之一秒或更长），观察者会认为出现的是两道光。但如果间隔时间降低到二十分之一秒左右，观察者会认为只看到了一道光并且这道光发生了移动（Fancher，1979；Sarris，1989）。韦特海默以此推论，不能根据独立的元素（如两道闪现的光）导致错觉来解释知觉到的运动，而是把运动的光知觉为是一个整体，并非独立部分的总和。这种一致性的整体表达构成了知觉体验，德语中称之为格式塔（Gestalt）。韦特海默对错觉的解释引领了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
 的发展，
该学派强调我们往往知觉的是整体，而不是部分的总和

 。换句话说，心智使得知觉到的东西有机组织起来，于是人们看到的并不是实验者实际提供的客观物体（如两道独立的光），而是一个整体（一道移动的光）。






从这张图中你看到了什么？为什么你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些随机放置的标记？



另一位专注于研究心智的先行者是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爵士（Sir Frederic Bartlett，1886—1969），他是一位对记忆感兴趣的英国心理学家。巴特利特对当时已有的研究不满意，尤其是对当时德国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1850—1909）的研究不满意，后者于1885年在记忆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实验（见“记忆”一章）。艾宾浩斯将自己作为被试，尝试研究他自己如何才能快速准确地记忆和回忆一些没有意义的信息，如三个字母组成的没有意义的词dap、 kir以及sul。巴特利特认为研究人们如何记忆日常生活中每天都需要面对的信息更重要，于是他给人们提供一些故事，让他们记住并且过一段时间后请他们回忆，在这个过程中仔细观察这些人回忆的偏差。巴特利特发现了一些艾宾浩斯用无意义音节做实验时不可能发现的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艾宾浩斯发现人们更容易记住他们认为应该发生或期望发生的事情，而不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诸如此类的偏差使巴特利特认为记忆并不是对过去经验的照相机式的复制，我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回忆会受到我们的知识、信念、期盼、渴望以及欲望的影响。






让·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主要研究儿童的心理发展并提出了相关理论。他的研究方法如何明显地脱离行为主义者的研究方法？



让·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是一位瑞士心理学家，主要研究儿童的知觉和认知偏差，目的是想知道人类心智发展的本质。比如，他在一项研究中给一个三岁大的小孩一大堆粘土和一小堆粘土，让小孩做成两堆一样大的粘土。皮亚杰把其中的一堆粘土分成几小堆，然后问小孩哪堆粘土更多。尽管粘土还是本来那么多，但是，三岁大的小孩往往都会认为被分成几小堆的粘土更多。但是到了6—7岁，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错误了。就像你在“发展”一章中将要看到的，皮亚杰提出的理论认为年纪小的孩子缺乏一种典型的认知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让年纪大一点的孩子知道即使某事物被分成几小份，它仍然保持相同的数量。皮亚杰认为这类偏差是深入研究儿童心理世界的关键（Piaget和Inhelder，1969）。

德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1890—1947）也是一位先行者，在他研究思维的那个年代，思维已经从心理学研究中被摒弃了。勒温（1936）认为人对客观世界的主观体验能够很好地预测人的行为。除非人们思考人物角色的体验（如凯伦对布鲁斯有什么感觉，伊万打算怎么向凯西说艾米丽的事，琳达的姐姐南希是不是很恨她妈妈，因为妈妈总是干涉她的婚姻，等等），否则，一部肥皂剧就仅仅是一些没有意义、没有关联的肢体动作。勒温认识到人对外部刺激的解释决定了人们随后的行为，而不是外部刺激本身。轻轻捏一下脸颊令人开心还是不开心，取决于谁干的、在什么情况下以及脸颊的什么部位。勒温使用一个数学概念“拓扑”（tepology）对人的主观体验进行建模。尽管他的拓扑理论不是非常有影响，但他尝试对心理活动进行建模，以及对心理学家应该研究人们如何建构对世界的认识等观点，对心理学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计算机的出现如何改变了心理学？


尽管有这些先行者的努力，在1950年之前心理学家还是忽视了对心理过程的研究，直到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计算机出现了。计算机的诞生对生活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对心理学的理论和概念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人和计算机不同，但两者都可以看作是输入、存储和提取信息的过程，这使得心理学家开始思考计算机是否可以成为研究人类心智的模型。计算机是信息加工过程，信息通过电路传输的过程并不是神话。如果心理学家可以把心理活动如记忆、注意、思考、信任、评价、情感和估算等心理活动，看作信息在大脑中的流动，那么人们就可以科学地研究心智过程。计算机的出现掀起了心理学各个学科领域对心智过程研究的新热潮，并催生了一个新学科——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
 ，
即科学研究知觉、思维、记忆和推理等心理过程的学科

 。






库尔特·勒温认为人们根据自己如何认识世界来做出反应，而不是因为世界本身。




认知心理学的技术与发展


尽管韦特海默、巴特利特、皮亚杰以及勒温等心理学家作出的贡献提供了可以取代行为主义的早期学说，但他们并没有真正实现这个目的。这项工作需要军方来帮助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方向心理学家求助，想知道怎样才能让战士们更好地学习新技术，如雷达。雷达操作者需要长时间集中注意力观察屏幕，判断屏幕上出现的光点是友军飞机、敌军飞机，还是一群队列排得很整齐的野天鹅（Ashcratf，1998；Lachman，Lanchman和Butterfield，1979）。怎样才能训练雷达操作者更快更准确地做出反应？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不可能是给雷达操作者的食物槽里多放一些子弹。这需要设备的设计者思考和讲清楚认知过程，比如知觉、注意、识别、记忆以及决策。由于行为主义者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否认这些认知过程，因此一些心理学家决定否定行为主义并提出新的学说。


二战期间心理学家从飞行员那里学到了什么？


英国心理学家唐纳德·布罗德本特（Donald Broadbent，1926—1993）是最早尝试回答人们如何在同一时间注意多项事物的科学家之一。布罗德本特发现飞行员不能同一时间注意多个设备，必须不断地把注意力从一个设备转向另一个（Best，1992）。布罗德本特（1958）认为这种应对信息的能力有限性是人的认知过程的基本特征，这种缺陷可以解释很多飞行员犯的错误。与此同时，美国心理学家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1956）指出了人类在多种情境下的认知有限性具有惊人的一致性：我们可以注意并且记忆7（±2）个组块的信息。认知心理学家开始做实验和设计他们的理论，关注于行为主义者忽视了的“人类心智的有限性”这一问题。

如你所知，20世纪50年代计算机的出现对心理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计算机由硬件（如芯片和硬盘，半个世纪前是磁带和电子管）和软件（存储在光盘里，半个世纪前叫穿孔卡片）构成。如果把大脑比作计算机的硬件，那么心智过程就好像计算机软件程序。这种类比思考使得认知心理学家开始写计算机程序，看哪种程序可以模拟人类的语言和行为（Newell，Shaw和Simon，1958）。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认知心理学的出现也受到了斯金纳1957年出版的新书《语言行为》的推动。这本书是行为主义者对人类语言的分析。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b.1928）发表了对该书的致命批判。乔姆斯基认为斯金纳坚持只研究可以观察的行为，使得他忽视了语言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特征。乔姆斯基认为，语言依赖于一定的心理规律，从而允许人们理解和产生新的单词和句子。即便是儿童，也具有创造他从未听到过的新句子的能力，这显然与行为主义者宣称的儿童通过强化来学习语言的理论背道而驰。乔姆斯基给语言提供了一个充满智慧的，详细、彻底的认知理论，解释了很多行为主义理论无法回答的问题（Chomsky，1959）。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b.1928）指出，即使是小孩也可以说出他从未听到过的话，因此不可能通过强化来学习语言。对斯金纳理论的这一批评标志着行为主义在心理学中统治地位的终结，推动了认知心理学的兴起。



20世纪50年代的这些发展促成了60年代认知心理学研究的爆发。认知心理学家没有使用19世纪使用的内省研究方法，而是发明了一种新的精巧的方法来研究认知过程。一本标志性专著《认知心理学》中总结了这一新学科兴起时引发的兴奋，这本奈瑟尔（1967）所著的新书为认知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引发了随后认知心理学的发展和繁荣。


当大脑遇到心智：认知神经科学的兴起


如果说认知心理学家研究的是心智的软件，那么他们对于大脑这一硬件则所知不多。然而，正如计算机科学家们所知，硬件和软件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需要软硬件的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工作。我们的心理活动过程看上去如此自然且不需要付诸努力——如注意到某个物体的形状，遣词造句，识别一张熟悉的面孔——但我们忽视了一个事实：这些都取决于大脑内部复杂系统的运作。这一依赖性被很多戏剧性的案例揭示，这些案例中，由于特定脑区受损而导致人丧失了某种特定的认知能力。回忆一下19世纪，法国生理学家保罗·布洛卡描述的一位患者，由于左侧脑区受损，致使他一个单词也说不出，尽管他能够很好地理解单词的意思。在本书后面你还会看到，大脑其他区域受损也会导致一些丧失某种特定心理能力的症状（如面孔失读症，患者没有办法识别面孔），或者是表现出奇怪的行为或信念（如卡普拉格综合症，患者认为亲人被一个陌生人冒名顶替）。这些令人惊讶、有时候让人震惊的案例提示我们，即便是最简单的认知过程也首先依赖于大脑。

心理学家卡尔·拉什利（Karl Lashley，1890—1958）曾跟随华生学习，他做了一系列著名的实验，先训练大鼠走迷宫，然后手术破坏大鼠的部分脑区，再看它们是否还能够走迷宫。拉什利希望找到大脑中负责“学习”的精确位置。遗憾的是，似乎没有哪个脑区可以独自可靠地负责学习（Lashley，1960）。当然，拉什利发现了他从大鼠大脑中取走的脑区越大，大鼠走迷宫的成绩越差。拉什利因为没有发现负责学习的特定脑区而倍受打击，但他的尝试激起了其他科学家迎接这一挑战的兴趣。他们发展出新的研究领域，称之为生理心理学（physiological psychology）。当前，这个领域已经发展成为行为神经科学（behavioral neuroscience）
 ，这门心理学分支学科
研究心理过程与神经系统和其他躯体活动之间的关系

 。为了解大脑和行为的关系，行为神经科学家观察动物在完成结构化任务时的反应，比如穿过迷宫去获得食物。神经科学家可以记录完成任务过程中大脑的电反应或化学反应，然后取走大脑中的特定区域，看是否会影响任务成绩。

当然，因为伦理原因，不能在人体上进行大脑手术实验，因此心理学家只能依靠各类自然造成的脑功能损伤或不十分精确的实验来研究人类大脑。出生缺陷、事故或疾病通常会导致特定脑区受损，如果这种损伤破坏了某种典型的能力，心理学家可以据此推断该脑区可能与形成该能力有关。比如，在“记忆”一章你会了解到一位由于特定脑区受损导致完全丧失记忆的患者，你还会看到这个悲剧是如何使得心理学家据此得出一条关于记忆存储的非常有价值的线索（Scoville和Milner，1957）。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技术突破推动了非侵入性脑影像技术的发展，使得心理学家可以看到当人在完成一项诸如阅读、想象、倾听和记忆等任务时大脑中发生了什么。脑扫描是一项无与伦比的技术，可以使我们观察大脑活动状态，看到进行某项操作时哪些脑区参与了活动（见“神经科学与行为”一章）。


通过观察大脑运作，我们学到了什么？


比如，研究人员运用扫描技术确认了大脑左半球的一些脑区与言语有关，如理解或产生单词（Peterson等，1989）。后来的扫描研究显示天生聋人通过学习使用美国手语（American Sign Language，ASL）沟通，而使用ASL时依赖的是大脑右半球的特定区域（就像左半球一样）。与之相反，听力正常的人们青春期后学习ASL，在使用ASL时依赖的仍然是左半球脑区（Newman等，2002）。这些发现提示我们，口语和手语通常依赖大脑左半球，虽然大脑右半球也可以参与认知活动，但是仅仅只在特定时期才是这样（也许在青春期之前）。这个发现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说明心理学家可以使用扫描技术来研究具有各种各样认知能力的人们，然后通过这些发现来揭示大脑和心智的奥秘（见图1.2）。事实上，这个研究领域有专门的名称，即认知神经科学（cognitive neuroscience）
 ，
这个领域尝试去理解认知过程和大脑活动的关系（Gazaaniga，2000）

 。






图1.2 健康人和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大脑的PET扫描图。





PET扫描是诸多脑成像技术的一种，心理学家用PET观察活动的大脑。上方四张脑影像图来自阿尔兹海默症患者，下方四张图来自同龄的健康人。红色和绿色区域代表大脑活动处于较高水平，蓝色区域代表大脑活动处于较低水平。每张图中，上方代表脑前部，下方代表脑后部。可以看到，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脑前部的低激活水平的区域显著多于健康人。（见插页）




大脑可塑性：进化心理学的诞生


心理学重新唤起了对心理过程的研究兴趣，而且对大脑的研究兴趣也与日俱增，这两种发展变化使得心理学家远离了行为主义。除此之外，还有第三条道路也给心理学家指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行为主义的一个关键论点认为生物生来就像一张白纸，经验在白纸上作画，因此每一项经验都可以像其他经验一样画上去。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进行的实验中，心理学家约翰·加西亚（John Garcia）和他的同事发现，相对于在呕吐反应和光之间建立联系，大鼠可以更快地学会在呕吐反应和食物之间建立联系（Garcia，1981）。这是为什么？在真实的丛林、下水道和垃圾桶里，呕吐反应通常都是由变质食物引起的，而不是由光引起的，尽管做实验的大鼠是在实验室出生，可能从未离开过鼠笼，但几百万年的进化使得它们的大脑在学习自然相关的东西时比学习人为制造的关系更快。换言之，这并不是因为大鼠的学习经验，而是由于大鼠的祖先的学习经验决定了大鼠的学习能力。

尽管这些事实不符合行为主义的学说，但这却是另一门新兴的心理学分支学科的信条。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
 
通过研究自然选择过程中延续下来的能力的适应性来研究心智和行为的关系

 。进化心理学基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正如前文所述，该理论认为有助于生物生存和繁衍的特质更有可能遗传给后代。

自然选择理论曾鼓舞威廉·詹姆斯和斯坦利·霍尔等提出机能主义学说，因为该理论使得他们开始关注心理能力如何帮助人们解决问题进而提高生存几率。但是，直到1975年生物学家威尔逊（E.O.Wilson）出版《生物社会学》一书，进化思想才在心理学中真正体现出来，而且其影响不断持续增加（Buss，1999；Pinker，1997a，1997b；Tooby和Cosmides，2000）。进化心理学家认为心智是一些专门的“模块”的组合，这些模块被用于解决我们祖先几百万年来所面对的觅食、求偶以及繁衍的问题。进化心理学家认为大脑并不是一台通用电脑，可以完成或学习每一件事情。实际上，大脑是一台可以很好地处理一些事情但在其他一些事情上完全不起作用的电脑，带有一套内置应用程序，其设计主要用于完成先前版本的电脑需要完成的事情。

比如，想一想进化心理学家怎么研究嫉妒情绪。所有曾经有过一段浪漫爱情关系的人都有过嫉妒体验，有时候仅仅是因为我们的爱人多看了别人一眼。嫉妒也许是我们都想避免的一种强有力的、不可抗拒的情绪，但是按照进化心理学家的说法，这种情绪体验之所以一直延续到现代依然存在，是因为这是我们的适应能力之一。如果我们的始祖中有人曾体验过嫉妒，那么更有可能去保护自己的配偶、向竞争对手发起攻击，进而更有可能把这种“嫉妒”的基因遗传下去（Buss，2000，2007；Buss和Haslton，2005）。

进化学说的批评者指出，现代人类和动物所拥有的某种特质，在进化过程中可能是服务于其他功能，而不是现在表现出来的功能。比如，生物学家认为鸟类的羽毛在进化过程中最初的作用可能是调节身体温度或帮助捕食，到后来才进化为服务与之完全不同的飞行功能。同样，人们擅长于学习驾驶汽车，但是没人会认为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这种允许我们成为熟练的汽车驾驶员的学习能力也许是在进化过程中用于满足其他功能的。


哪些证据表明一些特质可以遗传？


这些复杂情况使得批评家们开始好奇进化心理学是否可以通过实验去验证（Coyne，2000；Sterelny和Griffiths，1999）。我们没有对祖先的想法、情感和行为的记录，化石也不可能提供关于人类心智和行为进化的信息。对心理现象的进化起源进行验证的想法的确是一个极具挑战性但并非不可能的任务（Buss等，1998；Pinker，1997a，1997b）。

首先让我们从进化的适应性可以增加繁殖率这一假设开始。如果某个特定的特质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那么就有可能找到证据表明拥有这一特质的生物会繁衍更多的子孙后代。比如，假设因为女性更倾向于与男中音结成伴侣，而不是与男高音，所以男性倾向于拥有低沉的声音。为了检验这一假设，研究者研究了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原始部落，坦桑尼亚的哈扎人（Hadza）。与进化理论的假设相似，研究者发现男性的音高的确可以预测他的后代数，而女性的音高则没有预测力（Apicella，Feiberg和Marlowe，2007）。这类研究提供的证据使得进化心理学家可以去验证自己的想法。虽然不是所有的进化假设都可以得到验证，但进化心理学家正在开始进行越来越多的新尝试。

小结



▲ 韦特海默、巴特利特、皮亚杰、勒温等心理学家都对行为主义学说提出挑战，并且转而研究心智的内在工作机制。他们的努力，以及后来者如布罗德本特等，为认知心理学的诞生铺平了道路。认知心理学关注知觉、注意、记忆和推理的内在心理过程。





▲ 认知心理学的诞生起源于电脑的发明、心理学家为提高军队作战效率所做的努力，以及乔姆斯基关于语言的理论。





▲ 认知神经科学尝试通过研究大脑受损的个体（在受损脑区与丧失某种特定能力之间建立联系），或利用脑扫描技术研究健康个体，去揭示大脑与行为之间的关系。





▲ 进化心理学关注大脑和行为的适应能力，尝试从自然选择的角度去解释心理过程的本质和起源。






超越个体视角：社会和文化的视角



我们之前所描绘的心理学研究更像是20世纪50年代科幻电影中的一幕：主角是一个活着的大脑，被放置在地下实验室里的一罐粉色胶状物中，既会思索、会感受，又有希望、会担忧。尽管心理学家经常关注个体的大脑和心智，但并没有忽视一个事实，即人是社会动物，是家庭、朋友、教师或同事等搭建起来的一个社会网络中的一部分。不考虑这个事实去研究人，就好比不考虑蚁穴或蜂巢的影响而去研究蚂蚁和蜜蜂。既然人是我们每个个体遇到的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生物，那么人们的行为受到周围人的影响就毫不奇怪。有两个心理学的分支领域非常强调这一点，即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的发展



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
 研究的是社会交往的形成原因和结果。正如该定义所言，社会心理学家关注的研究主题五花八门。历史学家认为社会心理学的诞生标志是1895年心理学家和自行车狂热爱好者诺曼·特里普利特（Norman Triplett）所做的一个实验。特里普利特注意到自行车手在跟别人一起骑车时比自己单独骑车时速度更快。他被这个发现激起了好奇心，之后他做了一个实验，发现当有别人在场的情况下儿童给鱼竿缠鱼线的速度更快。当然，特里普利特的研究目的不是为了提高美国儿童的钓鱼能力，他的研究证明，仅仅是他人在场的情况就可以影响到人们的工作绩效，即便完成的是非常普通的任务。


社会事件如何影响社会心理学的发展？


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始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且受到了一些社会事件的影响。纳粹的出现导致一些非常优秀的德国科学家移民到美国，其中有一些是心理学家，如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1907—1996）和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这些心理学家都受到了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这个学说认为“整体优于局部之和”。尽管格式塔心理学家只是在讨论物体的视知觉现象，但是社会心理学家认为这个概念同样抓住了社会团体以及构成社会团体的人们之间关系的本质。哲学家们几千年来都在思索社会关系的本质，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也在通过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生活。但最早对社会行为提出类似于自然科学家提出的理论和假设的是这些德国难民。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最早通过实验方法去验证这些社会理论的人。比如，勒温（1936）引用了中世纪物理学家提出的“场论”概念，认为社会行为是内部力量（如人格、目标以及信念）和外部力量（如社会压力和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阿希（1946）用实验室实验检验“心理化学反应”，可以让人们把对别人的零散信息组合成为对别人个性特征的整体印象。

其他一些事件也在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早期起到了推动作用。比如，大屠杀引起了对一致性和服从的强烈关注，于是一些心理学家如阿希（1956）开始研究在什么情境下人们会互相影响并作出非人道或非理性的行为。民权运动和非洲裔美国人与美国白人之间不断紧张的关系使得心理学家如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1897—1967）开始研究刻板印象、歧视和种族主义，并且得出一些震惊心理学界的结果。他的研究认为歧视是一种知觉错觉的结果，这种知觉错觉就像视错觉一样自然和无法避免（Allport，1954）。奥尔波特认为，同样是这种知觉错觉，可以帮助我们高效地对社会和物理世界中的信息进行分类，但也使得我们对不同的人群做出错误分类。与前人相比，当代社会心理学家研究的主题更广泛（从社会记忆到社会关系），使用的研究技术更多样化（从民意测验到脑扫描），但这个心理学领域依然致力于把大脑看作社会器官、把心智看作社会适应、把个体看作社会生物去进行研究。






社会心理学家研究他人的存在对个体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有何影响。现代足球比赛经常会有上万球迷甚至上十万球迷汇聚到体育场，为自己喜爱的球队加油。他们中的大多数相互并不认识，也有相互认识但支持不同球队的；有时会发生球迷骚乱。这类社会事件对个体具有非常大的影响。




文化心理学的诞生


北美和西欧人有时会很惊讶地发现这个星球上大多数人的文化与他们两者的文化完全不同。尽管我们之间的相同之处多于不同之处，但是在社会实践、习俗以及生活方式方面不同人种之间的差异仍是非常大的。文化指的是一个特定群体所共有的价值观、传统以及信仰。尽管我们经常在国家或种族层面思考文化，文化还可以因年龄（青年人的文化）、性取向（同性恋文化）、宗教（犹太文化）或职业（专业文化）而不同。文化心理学（cultural psychology）
 
研究的是文化如何影响和塑造身处其中的人们的心理过程

 （Shweder和Sullivan，1993）。文化心理学家研究的现象很广泛，从视知觉到社会交往，他们想知道哪些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哪些是随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变化的。

也许会让人奇怪，最早注意文化影响的心理学家是现在被称为实验心理学创始人的威廉·冯特。他认为完整的心理学应该既包括实验室研究取向，也包括更广泛的文化视角（Wundt，1900—1920）。但是冯特的想法并没有引起其他心理学家的兴趣，当时那些心理学家正在全身心地解释实验室实验的结果，试图研究人类行为的普遍规则。在心理学领域外，人类学家如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和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1904—1980）通过在世界各地不同区域旅游和仔细观察养育儿童的方式、仪式、宗教纪念等，来研究文化的影响。这些研究揭示了习俗——从北美人的视角来看多少有些怪诞——在文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新几内亚山区部落的身体自残仪式，以及放血，标志着开始把年轻小伙子训练成勇士（Mead，1935/1968；Read，1965）。


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家如何影响了心理学？


但是，那个时候，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彼此间并不关注。文化心理学直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才在心理学界形成一股力量，这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互相交流想法和方法（Stigler，Shweder和Herdt，1990）。直到这时心理学家才重新发现冯特在这个领域是一位多么智慧的前辈（Jahoda，1993）。


文化与社区 西方和东方文化下的分析观和整体观




过去十年关于文化对心智和行为影响的研究显著增加。一系列很有意思的研究揭示了来自西方文化的人（如北美和欧洲）和来自东方文化的人（如中国、日本、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在认识世界时的差异。一个比较一致的发现是，西方文化下的人倾向于使用分析观进行信息加工，关注的是客体或人本身，而不太关注其所处的环境，而东方文化下的人更倾向于使用整体观进行信息加工，关注的是客体或人及其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








其中一项研究很好地展示了这一差异。在该研究中，请美国和日本参加者完成一项被称为画线测验（framed-line test）的任务，该测试评估的是当参与者对一个简单的线条刺激进行判断时，整合或忽略背景信息的能力（Kitayama等，2003）。如下图所示，让参与者看正方形方框中的一条线。要求参与者在一个新方框内画一条新线，其中一个任务是要求在新方框中画的线与刺激中呈现的线一样长（绝对任务），另一个任务是要求参与者在新方框内画的线距离边框的比例与刺激中呈现的线与边框的比例一样（相对任务）。绝对任务涉及分析观，相对任务涉及整体观。研究者发现，居住在美国的美国参与者在绝对任务中的精确性好于相对任务，而居住在日本的日本参与者完成相对任务时的精确性好于完成绝对任务。有意思的是，居住在日本的美国人完成任务的情况与日本人更相似，而居住在美国的日本人完成任务的情况与美国人更相似。但是，我们尚不清楚在一种文化中，从分析模式转变为整体模式，或者反之需要多长时间。关于文化影响的研究在快速发展，甚至已经有研究发现了东西方文化差异可以在大脑中体现出来（Kiayama和Uskul，2011）。



物理学家假设E=mc

2


 ，无论m在克利夫兰、莫斯科或在猎户座星云中，这个公式都成立。化学家假设水是由氢气和氧气组成，在1609年或其他时候都是这样。物理学和化学的原理是通用的。心理学历史上，也有这样的假设被认为是人类行为的原则（Shweder，1991）。绝对论（absolutism）认为文化对大多数心理现象的影响很小或没影响，“诚实就是诚实，抑郁就是抑郁，不管谁去观察”（Segall，Lonner和Berry，1998，第1103页）。但是，正如一些周游世界的旅行家所知，令人兴奋的、美味的、令人恐惧的方式的确存在文化差异，某种情况可能符合某种文化，但却不一定符合另一种文化。相对论（relativism）认为心理现象可能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应该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去研究（Berry等，1992）。尽管几乎在所有文化中都可以观察到抑郁现象，但是其症状可能在不同地方有完全不同的表现。比如，西方文化中非常强调认知相关的症状，如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而在东方文化中却更强调疲惫和躯体疼痛（Draguns和Tanaka-Matsumi，2003）。


为什么心理学的结论总是与个体、区域或文化相关？


现在，大部分文化心理学家的观点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文化会影响很多心理现象，甚至决定一些心理现象，但有些心理现象可能完全不受文化影响。比如，个体早期记忆的年龄因文化而显著不同（MacDonal，Uesiliana和Hayne，2000），而对面孔吸引力的判断则不受影响（Cunningham等，1995）。正如我们在讨论进化心理学时所提到的，很多具有一致性的心理现象更多地与人类最基本的生物基础相关。相反地，很不一致的那些心理现象往往植根于不同文化下的不同社会实践中。当然，唯一能够证明某个现象具有跨文化多样性或一致性的方法就是设计研究去检验这种可能性，这也是文化心理学家正在做的事情（Cole，1996；Segall等，1998）。我们会在本书以及书中的“文化与社区”栏中着重介绍文化心理学家的工作，本章的“文化与社区”栏分析了不同文化下信息加工过程的分析观和整体观。






一些心理障碍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症状表现非常不同。文化心理学研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人的心理过程的共性和差异。



小结



▲ 社会心理学认为人处于其他人构成的网络中，并探索人们之间是如何互相影响和交互。社会心理学的先行者是德国移民，例如库尔特·勒温，他致力于解释社会现象和问题。





▲ 文化心理学关注与个体有关的更广泛的文化影响，以及不同文化中人们的共性或差异。在该领域中，绝对论者认为文化对大部分心理现象几乎没有影响，而相对论者认为文化的影响很大。





▲ 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一起拓展了心理学只研究个体的视野。这些心理学的分支学科在人际交互的更广阔的背景中研究人类行为。






心理学职业：过去和现在



如果你在飞机上发现邻座是一位喋喋不休、吵得你无法看杂志的人，那么你可以做两件事情。你可以平静而友好地对那个人说：“你知道吗，我已经被一种古怪和愤怒的细菌包围了！”如果这样做看起来有点极端，你也可以这样说：“你知道吗，我是一个心理学家，你说话的时候我正在分析你。”这种情况往往会帮你解决面对的问题，而你也不会因为行为极端而被捕。事实是大部分人不知道心理学是什么或者心理学家在干什么，但他们往往有一种模糊的认识，即最好不要跟心理学家交谈。现在，我们已经对心理学的历史有所了解，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心理学的现在，特别是心理学职业的现状。首先我们会看看心理学从业人员的组织，然后再看心理学家在干什么，最后介绍成为一名心理学家所需要接受的训练。


心理学家联盟：美国心理学会


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提到威廉·詹姆斯的时候，他正在大波士顿区游荡，解释一门新学科——心理学的价值。1892年7月，詹姆斯和另外五位心理学家到克拉克大学参加由斯坦利·霍尔组织的一个会议。这些参会者都在大学教授心理学课程、做实验、写书。仅仅这几个人几乎不可能组织一个队伍，甚至组织一个曲棍球队都不够，但是这七位心理学家认为是时候组建一个组织，代表心理学是一门职业。于是，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成立了。这七位心理学家绝对想不到这个小小的俱乐部如今已经发展为拥有15万成员的大组织，这个人数相当于美国一个相当规模的城市的人口。虽然APA的创建者都在大学工作，但现在其成员中只有20%从事科研工作，大约70%的成员在临床或健康相关的机构工作。由于APA已经不再像初建时那样聚焦于科学研究，于是1988年，450位心理学科研工作者组建了美国心理科学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Society，APS），这些成员希望APS聚焦于正在从事心理学科学研究人员的特殊需求上。2006年，APS改名为心理科学协会（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发展也很迅速，六个月内吸引了5 000余名成员，现在大约有1.2万名心理学家会员。



妇女和少数族群的角色日益重要



1892年APA仅有31位成员，全都是白人男性。现在，APA近一半的成员是女性，非白种人的成员数量不断增加。近期对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调查数据也显示人种多样性不断增加。从1959年到2010年，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女性人数比例从15%增加到70%，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少数族群人数比例也从极少的比例增长到24%。显然，心理学领域也越来越能够反映出美国社会的多样性。

女性和少数族群参与APA和心理学的现状可以追溯到心理学早期的开拓者和追随者们。1905年，玛丽·卡尔金斯（Mary Calkins，1863—1930）成为APA首位主席。卡尔金斯在希腊卫斯理学院（Wellesley college）教书的过程中对心理学产生兴趣。她在哈佛大学跟随威廉·詹姆斯学习，随后成为卫斯理学院的心理学教授，直到1929年退休。在她担任APA主席期间，她构建了自己关于“自我”在心理功能中的理论。卡尔金斯对冯特和铁钦纳认为心智可以区分为基本元素的结构主义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自我是一个独立的结构，不能被打破成更微小的基本元素。卡尔金斯在她辉煌的职业生涯中撰写了4本专著，发表了100多篇文章（Calkins，1930；Scarborough和Furumoto，1987；Stevens和Gardner，1982）。现在，女性在心理学的各个领域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当年APA的创始者一定会因为女性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而感到吃惊，但是威廉·詹姆斯可能不会吃惊，因为他是玛丽·卡尔金斯强有力的支持者。


心理学诞生以来，从事这项职业的人群构成发生了什么变化？


就像第一次APA会议中没有一位女性一样，当时也没有一位非白种人参会。首位成为APA主席的少数族群心理学家是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1914—2005），他于1970年当选。克拉克在非洲裔美国儿童的自我形象领域做了大量研究，认为种族隔离对心理的伤害非常大。克拉克的研究结果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很大，并且对最高法院在1954年的裁决（裁决布朗教育基金会进行非法种族隔离）做出了贡献（Guthrie，2000）。克拉克在哈佛大学读本科期间，选修了弗朗西斯·塞西尔·萨姆纳（Francis Cecil Sumner，1895—1954）的心理学课程，克拉克对心理学的兴趣产生于这个时候。萨姆纳于1920年在克拉克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是首位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的非洲裔美国人。萨姆纳的主要研究兴趣是对非洲裔美国儿童青少年的教育（Sawyer，2000）。






玛丽·惠顿·卡尔金斯（Mary Whiton Calkins，1863—1930）是APA首位女性主席。她一生中饱受性别歧视。尽管面对各种学术阻碍（如哈佛大学拒绝为女性颁发正式的博士学位），卡尔金斯在卫斯理学院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仍然非常杰出。




心理学家在做什么：研究事业


在描述心理学家做什么之前，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大部分主修心理学专业的人并没有成为一名心理学家。心理学已成为一个学术、科研和专业化的重要学科，与很多学科和职业道路相关（见“科学热点”栏）。那么，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心理学家，你应该做什么？如果你不想成为一名心理学家，那你不应该做什么？你有很多条道路去成为一名心理学家，自称为心理学家的人往往拥有各种不同的学位。通常，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在大学毕业后会进入研究生院学习，以争取在心理学的某个研究领域（例如，社会、认知或者发展心理学）获得博士学位（doctor of philosophy，Ph.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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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究生院学习期间，学生通过上课和与导师合作开展研究，从而深入某个研究领域。威廉·詹姆斯能够涉足心理学的每一个领域，因为在他生活的时代，心理学研究领域非常少，但是现在的学生花费将近十年时间，可能只能精通一个专业领域。

获得博士学位后，你可以通过在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科学家的研究领域开展合作研究而争取一个博士后职位，或者在大学或学院争取一个教职，或者在政府机构以及企业中争取一个科研职位。学术生涯往往是教学和科研的结合，而在政府或企业机构中的工作往往只涉及科研。



多样化的职业道路



正如前面所说，科研并不是心理学家唯一的职业选择。很多自称为心理学家的人既不教学也不做科研，他们更多的是评估或处理人们的心理问题。这些临床心理学家通常在私立机构工作，与其他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通常是医生，或有医学学位，或有处方权）合作。其他临床心理学家可能在医院或医学院工作，也有一些在大学或学院承担教职，有些把在私人机构的业务与学术工作结合起来。大多数临床心理学家会专注于某个特定的问题或障碍，比如抑郁、焦虑，而有的关注于某类特定人群如儿童、少数族群或老人（见图1.3）。超过10%的APA成员是咨询心理学家，致力于帮助人们应对工作或职业问题或变革，或者帮助人们应对一些常见的危机如离婚、失业、丧亲。咨询心理学家可能拥有咨询心理学的博士或硕士学位，或拥有社会工作的硕士学位。





图1.3 心理学的主要领域。




心理学家分布在心理学的各个不同领域。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的人所从事的心理学各分支的比例如图所示。其中，从事临床心理学的博士毕业生约占近一半。来源：2004年心理学毕业生调查，APA研究办公室发布。




科学热点 心理学是一门枢纽学科




本章描述了心理学是如何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而出现，在第17页的“其他声音”栏中描述了心理学的确是一门科学。那么，心理学与其他科学领域之间是什么关系？比如，这个学科领域有多大？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哪些学科受到了心理学的影响？在当代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支持下，研究者可以通过文献检索来绘制科学版图，回答这些问题。科研文章的相关信息、发表在哪些杂志上、一个领域中文章的发表频率以及范式如何被别的领域所引用，当前这些信息完全可以电子化呈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研究者可以通过这些信息来了解不同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





比如，凯文·博亚科（Kevin Boyack）和他的同事2005年发表的一篇名为“枢纽学科的版图”的文章，使用了来自大约1百万篇文章的数据，这些文章有2千3百万篇参考文献、发表在约7 000本期刊上，通过计算不同学科领域之间引用文章的情况，描绘了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相似程度及内在联系。结果非常有意思，如图A所示，共有七个主要领域，称之为枢纽学科，之间相互关联并对其他学科产生影响。这七个枢纽学科分别是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球科学、医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枢纽学科的组织关系也值得分析。如图所示，心理学介于医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物理学介于数学和化学之间。其他领域的位置正如我们所猜测的：公共健康和神经科学位于心理学和医学之间，统计学位于心理学和数学之间，经济学位于社会科学和数学之间。








类似这样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信息图谱：不同的科学领域之间在发展历史中是如何关联的（如过去的引用率）。但是科学是动态和不断变化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当前的科学看起来是什么情况（如果你正在学校，需要决定上什么课以及未来从事什么职业）？另一项研究数据来自 6 000多个期刊的6百万篇引文，勾画出过去5年里发表文章的引用情况（该文指的是2000—2004年，Rosvall和Bergstrom，2008）。在这个分析中，心理学仍然是一门枢纽学科（见图B）。最大的学科领域依次是分子学和细胞生物学、医学、物理学、神经科学、生态学和进化学、经济学、地理科学、心理学以及化学。心理学研究（基于在各领域中期刊文章被引用的频率）与神经科学、精神病学、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市场学、医学、生态学和进化学之间有很强的联接。当前还有很多研究不断为勾画这类科学图谱的整体结构添砖加瓦（Borner等，2012）。








这些研究对大学管理层、基金管理机构以及学生们都有帮助，有助于理解不同学院和系之间的关系，以及一个领域的科学工作与更广泛领域的科学工作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也显示了心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支持了心理学与许多学科领域和职业道路相关的想法。因此，能够学习这门课真是很棒！




心理学通过什么渠道为社会做贡献？


心理学家在教育机构也非常活跃。大约5%的APA成员是学校心理学家，通常为学生、父母和教师提供专业指导。还有相似比例的APA成员是工业与组织心理学家，主要关注工作场所中的问题。这些心理学家通常在商业或企业任职，主要工作包括评价员工潜力、寻找提高生产效率的方法，或者帮助员工及管理者更有效地制定战略，应对变革或期望的组织发展。当然，上述这些并没有覆盖到所有接受心理学训练之后的从业范围。比如，运动心理学家帮助运动员提高成绩，司法心理学家为律师和法官提供帮助，消费心理学家帮助公司开发或宣传新产品。事实上，很难想象一个主流企业中没有雇佣心理学家。

即便只是对APA成员的简单而不太完整的调查，已经可以看到心理学家所从事领域的多样性。你可以认为心理学家作为一个国际化职业群体，主要工作是科学前沿、帮助人们应对心理问题和心理异常，致力于提升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的质量。

小结



▲ 美国心理学会（APA）自1892年初创以来发展非常迅速，目前有15万来自临床机构、学术机构和应用领域的会员。还有一些心理学家的专业组织如美国心理科学协会（APS），致力于心理学的科学研究。





▲ 由于玛丽·卡尔金斯等先行者的努力，妇女在心理学领域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当今已与男性平分秋色。虽然少数族群经历了更长久的努力，但在弗朗西斯·塞西尔·萨姆和肯尼斯·克拉克等先行者的努力下，在心理学中的参与度也日益增加。





▲ 心理学家从事科学研究之前往往需要通过研究生和博士后训练，就业领域很广泛，包括学校、临床机构和企业等。



本章回顾


关键概念小测试


1.19世纪，法国生理学家弗洛朗和外科医生布洛卡进行的研究证明了什么之间的关系？

a.动物与人

b.心智与大脑

c.大脑容量与心理能力

d.头骨凹凸与心理特质

2.赫尔曼·冯·亥姆霍兹实施了一项著名的实验，其主题是什么？

a.反应时

b.儿童学习

c.颅相学

d.大脑特定区域的功能

3.威廉·冯特被誉为：

a.“经验主义哲学”这一短语的创始人

b.确立了先天—后天争论这一术语

c.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

d.实施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

4.冯特和他的学生试图去分析构成心智的基本元素，这一学派被称为____。

a.意识

b.内省

c.结构主义

d.客观性

5.在北美，威廉·詹姆斯和____建立了机能主义，并使其成为心理学主流学派。

a.斯坦利·霍尔

b.勒内·笛卡尔

c.弗朗兹·约瑟夫·加尔

d.爱德华·铁钦纳

6.机能主义的思想受到了哪本著作的启发？

a.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b.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

c.冯特的《生理心理学原理》

d.铁钦纳的《心理学纲要》

7.为了理解人类行为，法国心理学家让·马丁·沙尔科和皮埃尔·雅内研究____。

a.看起来完全健康的人

b.有心理障碍的人

c.大脑特定脑区受损的人

d.永久丧失认知和运动功能的人

8.在沙尔科和雅内的基础上，弗洛伊德发展了____。

a.精神分析理论

b.癔症理论

c.人本主义心理学

d.生理心理学

9.强调人类积极潜力的心理理论是____。

a.结构主义

b.精神分析理论

c.人本主义心理学

d.机能主义

10.行为主义研究涉及____。

a.观察行为和反应

b.人类成长的潜力

c.无意识的影响和童年早期经验

d.人类行为和记忆

11.伊万·巴甫洛夫的实验和华生的实验关注____。

a.知觉和行为

b.刺激和反应

c.奖赏和惩罚

d.意识和无意识行为

12.谁提出了强化的概念？

a.斯金纳

b.巴甫洛夫

c.华生

d.玛格丽特·弗洛伊·沃什伯恩

13.研究诸如知觉和记忆等心理过程的学科是____。

a.行为决定论

b.格式塔心理学

c.社会心理学

d.认知心理学

14.二战期间，认知心理学家发现很多飞行员出现错误的原因是____。

a.计算机处理详细信息过程中发生错误

b.人类处理信息的认知能力有限

c.飞行员没有注意到接踵而来的信息

d.缺乏行为训练

15.运用扫描技术观察大脑活动，来看正在进行的某项任务过程中哪些大脑区域被激活，这一技术发展催生了____。

a.进化心理学

b.认知神经科学

c.文化心理学

d.认知加工和语言形成

16.进化心理学的核心是心智和行为所提供的功能。

a.情绪

b.适应

c.文化

d.生理

17.社会心理学与心理学其他分支学科最主要的不同之处是强调____。

a.人际交互

b.行为过程

c.个体

d.实验室实验

18.文化心理学强调____。

a.所有心理过程都在某种程度上受文化的影响

b.心理过程在所有人身上的表现都是一样的，不需要考虑文化差异

c.文化塑造了某些心理现象，但不是全部

d.对一种文化下个体的研究很难用于解释来自其他文化、具有不同社会认同和礼仪的人

19.玛丽·卡尔金斯是____。

a.威廉·冯特的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里的学生

b.进行了关于非洲裔美国儿童的自我形象的研究

c.参加了第一次APA会议

d.成为APA首位女性主席

20.肯尼斯·克拉克____。

a.所做的研究影响到最高法院对禁止在公共学校进行种族隔离的判决

b.是APA的创建者之一

c.威廉·詹姆斯的学生

d.致力于研究非洲裔美国儿童青少年的教育


关键术语


心理学

反应时

精神分析理论

认知心理学

心智

意识

精神分析

行为神经科学

行为

结构主义

人本主义心理学

认知神经科学

先天论

内省

行为主义

进化心理学

经验哲学

机能主义

反应

社会心理学

颅相学

自然选择

强化

文化心理学

生理学

癔症

错觉

刺激

无意识

格式塔心理学


转变观念


1.你的一位同学说，她学习这门课只是因为她的教育专业有这样的要求，“心理学只不过是研究心理疾病以及怎么治疗。我想成为一名教师，而不是一名心理学家，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学这门课”。为什么你的朋友应该改变这种想法？哪些心理学的分支学科对教育工作很重要？

2.你的一位同学承认他觉得心理学课程有意思，但他不会申请心理学作为自己的专业。他说：“心理学专业无论将来做什么都必须有研究生学历，我不想在学校度过余生，我想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基于你在本章中学到的关于心理学职业的介绍，你会对他说什么？

3.5月6日，你注意到一个新闻称当天是“心理学之父”弗洛伊德的生日。是否可以把弗洛伊德称为心理学之父？学习了关于心理学分支学科的这些知识，你认为还有哪些人与弗洛伊德同样重要，甚至比他更重要？

4.你的一位同学快速翻阅这本书，注意到书中有很多信息，甚至有一整章是关于大脑的。他说：“我不知道我们学的为什么这么生物化，我想成为一所学校的咨询工作者，不是大脑外科医生，我不需要通过了解大脑的各个部分或者化学反应去帮助别人。”大脑和心智之间有什么联系？了解大脑对帮助我们理解心智有什么重要作用？

5.一位同学阅读了斯金纳关于“自由意志只是错觉”的理论后很是受挫：“心理学总是把人当做实验室里行为可以被控制的小白鼠。我不是小白鼠，我有自由意志，我可以决定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你会对你的朋友说什么？理解了心理学基本原理会帮助我们预测每天的具体生活或者人类将要干什么吗？


关键概念小测试答案


1.b；2.a；3.c；4.c；5.a；6.a；7.b；8.a；9.c；10.a；11.b；12.a；13.d；14.b；15.b；16.b；17.a；18.c；19.d；20.a.


如需更多帮助，请点击：


http://www.worthpublishers.com/ launchpad/schacter3e


心理学（psychology）
 
研究心智和行为的科学。




心智（mind）
 
感知、思维、记忆和情感等个体的内在体验。




行为（behavior）
 
人和动物的可以观察到的活动。




先天论（nativism）
 
认为人固有或天生具有某些知识的哲学理论。




经验主义哲学（philosophical empiricism）
 
认为所有知识都是通过经验获得的哲学理论。




颅相学（phrenology）
 
现已消亡的一种理论，将特定的心理活动和特征，从记忆到快乐的能力，都定位于大脑的特定区域。




生理学（physiology）
 
研究生理过程，特别是人体生理过程的学科。




刺激（stimulus）
 
来自外界环境的感觉输入。




反应时（reaction time）
 
对不同刺激做出反应的时间长短。




意识（consciousness）
 
个体对世界和心智的主观体验。




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
 
对构成心智的基本元素进行分析的学说。




内省（introspection）
 
对个体自身体验的主观观察。




机能主义（functionalism）
 
研究人类适应环境过程中的有意识的心理过程的学说。




自然选择论（natural selection）
 
查尔斯·达尔文的理论，认为有助于生物体生存和繁衍的特征更有可能遗传给后代。




癔症（hysteria）
 
一种通常由于情绪紧张烦乱而导致的认知或运动能力的暂时性丧失现象。




无意识（unconscious）
 
心智的一部分，虽然不在意识觉察范围内，但是可以影响意识状态中的思想、感受和行为。




精神分析理论（psychoanalytic theory）
 
强调无意识心理过程在构建感觉、思维和行为方面的重要性的学说。




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
 
一种强调将无意识状态下的想法引入意识状态以更好地理解心理障碍的治疗方法。




人本主义心理学（humanistic psychology）
 
一种在理解人性本质时更强调人的积极潜能的学说。




行为主义（behaviorism）
 
主张心理学家应该严格限定在对行为的客观观察和科学研究的学说。




无意识（unconscious）
 
心智的一部分，虽然不在意识觉察范围内，但是可以影响意识状态中的思想、感受和行为。




精神分析理论（psychoanalytic theory）
 
强调无意识心理过程在构建感觉、思维和行为方面的重要性的学说。




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
 
一种强调将无意识状态下的想法引入意识状态以更好地理解心理障碍的治疗方法。




人本主义心理学（humanistic psychology）
 
一种在理解人性本质时更强调人的积极潜能的学说。




行为主义（behaviorism）
 
主张心理学家应该严格限定在对行为的客观观察和科学研究的学说。




反应（response）
 
被刺激物诱发的行为或生理改变。




强化（reinforcement）
 
行为的结果决定该行为在未来出现更多或更少。




错觉（illusions）
 
知觉、记忆和决策过程中发生的主观体验与客观实际之间的偏差。




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
 
强调我们往往知觉的是整体，而不是部分的总和的学说。




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
 
一门关注知觉、思维、记忆和推理等心理过程的学科。




行为神经科学（behavioral neuroscience）
 
研究心理过程与神经系统和其他躯体活动之间关系的心理学分支学科。




认知神经科学（cognitive neuroscience）
 
尝试理解认知过程与大脑活动之间关系的学科。




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
 
通过研究自然选择过程中延续下来的能力的适应性来研究心智和行为的学科。




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
 
研究社会交往的形成原因和结果的学科。




文化心理学（cultural psychology）
 
研究文化如何影响和塑造个体的心理过程的学科。







[1]

 并非指哲学这一学科的博士，而是指学术型博士，指获得该学位的人对其知识范畴的理论、内容及发展等都具有相当的认识，能独立进行研究，并在该范畴内对学术界有所建树。





第2章 心理学研究方法



《生命的重建》（You Can Heal Your Life
 ）一书迄今为止已经卖出了3千5百万册。该书作者露易丝·海（Louise Hay）


[1]



 提出，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件事情都是由我们自己的想法引起的。她宣称她仅仅通过改变自己的想法而治愈了自己的癌症，并且说其他人也可以通过购买她的书、CD、DVD和参加她的研讨会来学习她的这种做法。在最近的一次电视访谈中，露易丝·海解释了她如何知道自己的这些技巧是行之有效的。



主持人：您如何知道您所说的这些是对的？





海：哦，我内心的叮咚声。





主持人：叮咚声？





海：是的，我内心的叮咚声。它告诉我的。它觉得对或者不对。幸福快乐就是选择那些让你感觉良好的想法。它真的是非常简单。





主持人：但是我听您说道，即使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你所相信的事情，或者即使有科学证据反对它，它都不会改变。





海：是的。我并不相信科学证据，真的不信。科学是非常新生的事物。科学诞生的时间还不太长。我们把科学看得非常重要，但是，你知道，它也仅仅只是一种看待生活的方式。



露易丝·海说她不“相信”科学证据，这意味着什么呢？毕竟，如果海的技巧真的可以治愈癌症，那么甚至她自己肯定会预期那些练习她的技巧的癌症患者比没有练习的癌症患者有更高的治愈比例。这不是“一种看待生活的方式”。这正是简单的、古老的常识——也恰恰是深植于科学深处的常识。

科学告诉我们，想要确切地知道一个陈述是否真实的唯一方式，就是去探寻一番。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例如，你如何去探究露易丝·海的话是真还是假呢？你是否会参加她的某个研讨会，并且询问那里的听众是否被治愈了？你是否会检查那些购买了她的书和没有购买她的书的人们的医学记录？你是否会邀请人们报名参加传授她的技巧的课程，然后等着看有多少人得癌症？所有这些做法听起来都非常合理，但事实是，任何一件都不太可能提供特别有效的信息。有一些方法可以比较好地检验诸如露易丝·海所提出的观点，但也有很多不好的方法。在这一章里，你将学习如何区分它们。科学家发展出了一些强有力的工具，可以用来检验何时内心的叮咚声是对的，何时是错的，而且正是这些工具使科学与众不同。正如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945，第527页）所言：“并不是从事科学的人笃信的东西使他与众不同，而是他如何、为什么相信这些东西才使他与众不同。”当然事实证明，这也适用于从事科学的女性


[2]



 。


我们将先从检验那些指导科学研究的一般性原则开始
 ，这些一般性原则将科学研究与其他认识世界的方式区分开来。接着，我们将认识到心理学方法是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人们做什么，以及人们为什么这样做？心理学家通过观察和测量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他们通过探寻他们所测量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来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将认识到科学研究让我们得出某些结论，而不是另外的结论，并且我们将认识到大多数人在认真地思考科学证据时存在问题。最后，我们需要仔细思考研究人类和其他动物的科学家所面临的独特的伦理问题。





[1]

 露易丝·海于1926年10月8日出生于美国洛杉矶。美国著名作家，杰出的心灵导师。她倡导“整体健康”观念和“自助运动”，揭示了疾病背后所隐藏的心理模式，认为每个人都有能力采取积极的思维方式，实现身体、精神和心灵的整体健康。——译者注




[2]

 罗素的原文中用“man”指代所有人。该书作者特意将“man”引申为特指男性，然后在此处强调罗素的话也适用于女性，使该书行文更加活泼。——译者注





经验主义：我们如何认识世界



当古希腊人扭伤了脚踝、得了流感，或者被意外烧伤，他们必须从两种医生中做出选择：教条主义者（又称教理神学者，dogmatists，来源于dogmatikos
 ，本意为“信念”）与经验主义者（empiricist，来源于empeirikos
 ，本意为“经验”）。前者认为理解疾病的最好方法是提出一套关于人体功能的理论，后者认为理解疾病的最好方法是观察生病的人们。这两个医学流派的对抗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因为那些去看教条主义医生的病人总是以死亡告终，这对医生的生意来说非常糟糕。今天，我们用
教条主义

 这个词来描述人们死守着他们的臆测的倾向性，用经验主义
 这个词来描述
相信可以通过观察来获得准确知识的信念

 。我们可以通过仔细观察来回答有关自然界的问题，这个事实可能对你来说非常显而易见，但是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直到最近才获得广泛认可。在很长的一段人类历史中，人们相信有权威的人可以回答重要的问题，仅仅在刚过去的上一个千年里（尤其是最后的三个世纪），人们才开始更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而不是他们的长辈。


科学方法


经验主义是科学方法的最本质的成分，科学方法
 是
一套通过实证性证据来探寻真相的方法

 。本质上，科学方法这样建议我们：当我们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想法时——例如，关于蝙蝠如何导航，或者月球从何而来，或者为什么人们无法忘记创伤性的事件——我们应该收集与这个想法相关的实证性证据，然后修正我们的想法，使之与证据吻合。科学家通常将这种想法称为理论
 ，它是
对自然现象提出的假设性的解释

 。我们可以从理论上假设蝙蝠通过发出声音来听回声进行导航，月球形成于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或者当大脑对创伤性事件进行反应时，通过产生化学物质来促进记忆。上述每一个理论都是对自然界如何运行的解释。


什么是科学方法？


当科学家着手提出一套理论时，他们一般遵循
简约性原则

 （the rule of parsimony），这个原则认为能够解释所有证据的最简单的理论就是最好的理论。简约性来源于拉丁词汇parcere，意思是“节约”，这个原则通常被归功于14世纪的逻辑学家威廉·奥卡姆（William Ockham），他写下名言“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奥卡姆并不是认为自然界是简单的，或者复杂的理论是错误的。他只是认为从简单的理论开始才有意义，然后仅仅在必须的情况下才使理论更复杂一些。E=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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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理论之所以如此可爱，部分原因就是它仅仅只有三个字母和一个数字。

我们想让我们的理论尽可能地简洁，但是我们也想让它们正确。我们如何确定一个理论是否正确？我们可以基于理论得出我们应该在自然界观察到的特定现象的预期。例如，如果蝙蝠真的通过发出声音并听回声导航，那么我们应该可以观察到聋蝙蝠不能导航。这里的“应该陈述”，学术上称之为假设
 ，它是
基于理论提出的可以被证伪的预期

 。可证伪这个词是这个定义的关键部分。诸如“神创造了万物”之类的一些理论，因为不能确切说明如果它是对的那么我们应该观察到什么现象，所以没有任何可观测的现象能够证伪它们。因为这些理论并不能产生出假设，所以它们永远都无法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错的——这仅仅意味着我们不能通过科学方法来评价它们。


为什么理论可以被证明错误，而不是被证明正确？


那么当我们检验假设时会发生什么呢？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再多的实验也不能证明我正确，但是仅仅一个实验就能证明我错误。”为什么会这样？好吧，来想象一下，如果你观察一些蝙蝠，那么你可以从中了解到关于声音导航理论的什么信息呢？如果你看到聋蝙蝠与听力正常的蝙蝠具有同样好的导航能力，那么声音导航理论立刻就被证明是错的；但是如果你看到聋蝙蝠比听力正常的蝙蝠的导航能力更差，那么你观察到的现象与声音导航理论一致，但是却不能证明它。毕竟，尽管你今天没有看到一只聋蝙蝠表现出完美的导航能力，但是仍有可能其他聋蝙蝠可以很好地导航，或者你明天就会看到一只。我们不能观察每一只蝙蝠过去和未来的所有表现，这意味着尽管这个理论没有被你观察到的现象证明是错误的，但是通过其他一些观察到的现象，这个理论仍然有机会被证明是错误的。当证据与理论一致时，我们对理论的信心增加，但是这永远不能使我们完全确信。下次你再看到报纸的新闻标题写着“科学家证实某理论正确”，你大可以对它翻个白眼不屑一顾。






像欧几里得（Euclid）和托勒密（Ptolemy）这样的古典思想家，他们相信我们的眼睛发射出光线，照射到我们看见的物体上。伊本·海赛姆（lbn al-Haytham，965—1039）据此推理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当我们睁开眼睛时，看到远处的事物要比看到近处的事物花更长的时间。猜猜看？结果不是这样。仅仅通过这一个观察到的现象，一个流行数个世纪的古老理论绝迹了——就在一眨眼间。



科学方法告诉我们，找寻世间真相的最好方法是提出理论，从理论中得到假设，通过收集证据来检验这些假设，然后根据证据来修正理论。但是究竟该如何收集证据呢？


探寻的艺术


人类骑马的历史已有几千年。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下马之后围坐在一起，相互争论着马在奔跑时，四个马蹄是否可能会同时离地。一些人说会，一些人说不会，还有一些人说他们真的非常希望换一个话题讨论点儿别的。1877年，埃德沃德·迈布里奇（Eadweard Muybridge）发明了一种设备可以连续快速地拍照，他拍的照片表明当马疾驰的时候，四个马蹄的确会同时离地。这就是事实。再也不会有两个骑手乐于争论这个问题了，因为迈布里奇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为什么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花这么久的时间？毕竟，人们观察马奔跑已经很多年了，那为什么一些人说他们清楚地看到马可以四蹄腾空而起，而另一些人却说他们清楚地看到任何时候至少有一个马蹄没有离地？这是因为，尽管眼睛非常神奇，但是仍然有很多东西它们看不到，有很多东西它们无法看真切。我们无法看到细菌，但是它们却真实存在。地球看起来非常平坦，但它却是一个不规则的圆球。正如迈布里奇早已认识到的，如果我们想要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我们必须不仅仅是看，而是要做更多调查。经验主义是正确的取向，但是恰当地实践经验主义需要实证性方法
 ，这是一套观察的规则和技巧。

在许多学科中，
方法

 一词基本上都指的是
提高研究检测力的技术

 。生物学家使用显微镜，天文学家使用望远镜，因为他们想要观察的事物是肉眼所看不到的。从另一方面来说，人类行为显而易见，所以你可能会期望心理学方法相对简单。事实上，在所有现代科学门类中，心理学家所面临的实证研究挑战最令人生畏，因此心理学的实证方法在所有现代科学门类里属于最复杂的方法。之所以存在这些实证研究挑战，是因为人具有以下三个特质，使他们异常难以研究：


是什么使人类特别难以研究？


➢ 
复杂性（complexity）

 ：没有任何星系、粒子、分子，或者任何机器像人类大脑一样复杂。科学家可以用精致的细节描述恒星的诞生或者细胞的死亡，但是他们几乎不能说出组成大脑的5亿个


[1]



 相互联结的神经元如何产生出思想、情感和动作，而这些都是心理学关注的核心内容。

➢ 
变异性（variability）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大肠杆菌与另一个大肠杆菌几乎完全相像。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变异很大，就像他们的指纹一样。在完全相同的情境下，没有任何两个个体做事情、说话、思考，或者感受事情的方式是完全相同的，这意味着你不能通过了解一个人来认识所有人。

➢ 
反应性（reactivity）

 ：不管有没有人观察，一个核素为133的铯原子（铯-133）每秒钟都是振动9 192 631 770次。但是当人在被观察时所表现出的思考、感受和行为的方式，往往不同于他们没有被观察的时候。当人们知道他们正在被研究，那么他们的行为总是与通常的行为不同。

事实就是人类非常复杂，个体之间变异很大，行为反应灵活多样，这一事实带给人类行为研究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心理学家已经发展出两类解决方法来战胜这些挑战
：观察法

 （methods of observation）和
解释法

 （methods of explanation）。观察法可以使他们确定人们做什么，解释法可以使他们确定人们为什么这么做。我们在接下来的内容里将仔细讨论这两种方法。① 原著此处的神经元数量有误。人类大脑中（包括大脑皮层和皮下核团）包含的神经元数量大约为1千亿个（该数据参见该书第三章“神经科学和行为”，该数据来源于以下文献：Kandel，E.R.，Schwartz，J.H.，& Jessel，T.M.2000.Principles of neural science
 ，4th ed.New York: McGraw-Hill.p19-20.）。该文献由原著作者丹尼尔·夏克特（Daniel Schacter）教授提供。——译者注






人在被观察与不被观察的情况下，其行为大不相同。例如，如果奥巴马总统意识到一位摄影师（还有边上颇有些顽皮的法国总统萨科齐）正在注视着他，他肯定会抑制住自己扭脖子的冲动。



小结



▲ 经验主义相信理解这个世界最好的方法是直接地观察它。直到最近几个世纪，经验主义才逐渐取得主导地位。





▲ 经验主义是科学方法的灵魂，经验主义认为基于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理论可以推导出可证伪的假设，并且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到的现象来检验这些假设。检验的结果能够否定我们的理论，但是不能证明我们的理论。





▲ 观察并不仅仅意味着“看”。它需要技巧。心理学方法特殊的地方在于，与其他自然现象相比，人类更加复杂，个体之间的变异更大，行为反应更加灵活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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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著此处的神经元数量有误。人类大脑中（包括大脑皮层和皮下核团）包含的神经元数量大约为1 千亿个（该数据参见该书第三章“神经科学和行为”，该数据来源于以下文献：Kandel，E.R.，Schwartz，J.H.，& Jessel，T.M.2000.Principles of neural science，4th ed.New York: McGraw-Hill.p19-20.）。该文献由原著作者丹尼尔·夏克特（Daniel Schacter）教授提供。——译者注





观察：发现人们做什么





观察

 是指使用个体的感官来获取事件（例如，一场风暴或者游行）或者物体（例如，一个苹果或者一个人）的各种属性。例如，当你观察一个圆的红苹果时，你的大脑利用进入你眼睛中的光线模式勾勒出一个关于苹果形状、颜色等特征的指代物。这种非正式的观察对于买水果来说没有问题，但是不能用来做科学研究。为什么呢？第一，众所周知，非正式的观察结果不稳定。同一个苹果在日光下呈现出红色，在夜晚呈现出深红色，或者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圆的，对另一个人来说是椭圆形的。第二，非正式的观察不能告诉我们那些我们感兴趣的所有属性。不管你看了多长时间，看得多努力，仅仅通过注视苹果，你不可能觉察到苹果的清脆程度或者胶质果肉的情况。

幸运的是，科学家发明了一些技巧来解决这些问题。在下面的第一节里（测量，measurement），我们将看到心理学家如何设计工具，以及如何使用它们来做测量。在第二节里（描述，description），我们将看到心理学家一旦得到了他们的测量结果，接下来做什么。


测量



测量需要做哪两件事？


在相当长的一段人类历史里，人们不知道自己的年纪有多大了，因为根本没有记录时间的方法，也没有重量、体积、密度、温度，或者其他种种类似的度量。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尺子、时钟、日历、里程表、温度计和质谱仪的世界。测量不仅仅是科学的基础，它也是现代生活的基础。但是测量到底需要什么呢？不管我们想测量地震的强度，还是分子之间的距离，亦或是一位登记在册的选民的态度，我们必须要做两件事——定义我们希望测量的属性，然后找到一种方式去探测它。



定义和探测



以前你说“我就需要一秒钟”的时候，你大概不会知道你所说的话涉及原子衰变。时间的每一个单位都有操作性定义，操作性定义
 是指用
具体的、可测量的术语对研究对象的属性进行的描述

 。一秒钟的操作性定义是指，当铯-133原子的基态未受外磁场的干
扰时，该原子的超精细能级之间跃迁所吸收或者发射出的9 192 631 770次固有微波振荡周期所需的时间

 （光说完这个定义就需要大约6秒钟）。需要专门的工具来精确地计数铯-133衰减时放射出的光波周期，这个工具
 可以是能够探测操作性定义所规定的条件的任何事物。“原子钟”这个工具可以计数光波的周期，当它计数到9 192 631 770次时，这就是正式的一秒钟所需的时间。

我们测量物理属性所遵循的步骤与测量心理属性所遵循的步骤完全一样。例如，如果我们想要测量一个人的智力、害羞程度或者幸福感，我们必须先确定该属性的操作性定义——也就是说，详细说明一些可以显示出其属性的具体的、可测量的事项。例如，我们可能把幸福感定义为
一个人微笑的频率

 。一旦我们这样来定义的话，我们只需要一个检测微笑的工具，例如计算机辅助的摄像机，或者就用人眼来观察。科学测量的关键是确定待测事物的操作性定义，并且有合适的工具测量它。



效度、信度和检测力




一个好的操作性定义和好的测量工具应该具有哪些特性？


定义和探测一个心理属性（例如幸福感）有很多方法，那么哪种方法是最好的呢？操作性定义的最重要特征是具有效度，效度
 是指
使用具体的测量工具或手段能够准确测量出所需测量属性的程度

 。例如，微笑的频率这个具体的事件是定义幸福感这一属性的有效方式，因为正如我们所知，当人们感到幸福的时候，倾向于更多地微笑。幸福的人是否会吃得更多、更健谈，或者花更多的钱吗？嗯，也许是这样，但也可能不是这样。因此，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可能将食物的消耗量、口语表达或者财务开支视为幸福感的无效测量指标（尽管它们可能是测量其他事物的有效指标）。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对效度的判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大多数人应该同意微笑的频率相对于吃东西、说话或者花钱来说，可以更加有效地、可操作地定义幸福感。

接下来，测量工具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事实上，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一个好的测量工具应该具有信度，信度
 是指
在任何情况下，用相同的测量工具测量同一个事物

 ，
可以得到相同测量结果的倾向性

 。例如，如果一个人星期二与星期三微笑的次数一样多，那么检测微笑的工具在这两天应该测量到相同的结果。如果这个工具得到了不同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工具探测到了实际不存在的差异），那么它就缺乏信度。第二，好的工具应该具有检测力，所谓检测力
 就是
测量工具可以精确地探测出所测量属性的小幅度变化的能力

 。如果一个人在周二微笑的次数只是比周三稍微多一点儿，那么一个好的微笑检测器

应该可以在这两天得到不同的结果。如果它得到相同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它不能检测到实际存在的微小差异），那么这个检测器可能缺乏检测力（见图2.1）。



需求特征



一旦我们有了有效的定义，以及一个可靠、有力的工具，那么我们是否就准备好可以测量行为了？是的，只要我们想要测量变形虫的行为，或者雨滴，或者其他任何不会在意我们是否观察它的事物，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测量。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测量人类的行为，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工作需要做，因为当我们想要发现人们通常的行为时，一般人都会试图按照他们认为的我们想要看到的或者期望的方式来做出行为表现。需求特征
 是指
观察过程中的某些情境因素，这些因素导致人们按照他们所认为的别人期望的方式来做出行为表现

 。我们之所以将其称为需求特征，是因为这些特征似乎是“需要”或者要求人们说出或者做出某些特定的事情。当你的爱人问你：“这条牛仔裤让我看起来胖吗？”恰当的回答总是“不”。如果曾经有人问过你这个问题，那么你就体验过被需要。正如需求特征通常所显示的那样，它使测量行为变得困难起来。






图2.1 测量。





在测量属性时有两个步骤。




当人们知道自己正在被观察时，他们会如何反应？


心理学家避免出现需求特征问题的方法是不带着自己已有的先验知识来观察人们。自然观察法
 是
通过在人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中，采用不干扰他们的方式观察他们，从而收集科学证据的一种手段。

 例如，采用自然观察法发现，在餐馆里，一起聚餐的人数越多，留下来的小费金额越少（Freeman等，1975），在杂货店里，饥饿的购物者购买的冲动性物品更多（Gilbert，Gill和Wilson，2002），高尔夫球手在与多个对手同时打球时更可能作弊（Erffmeyer，1984），在单身酒吧里，男人并不总是去接近最漂亮的女人（Glenwick，Jason和Elman，1978），奥林匹克运动员在赢得铜牌时比赢得银牌时微笑更多（Medvec，Madey和Gilovich，1995）。这些结论都是心理学家在当事人不知道自己正被观察的情况下进行观测得到的。如果这些进餐的人、购物者、高尔夫球手、单身汉和运动员意识到自己正被仔细观察的话，那么心理学家就不太可能观察到与上面相同的结果。

不幸的是，自然观察法并不总是可以有效地解决需求特征这样的问题。第一，心理学家想要观察的一些事情并不会自然发生。如果我们想要知道遭受了感觉剥夺的人完成运动任务（例如打字）的绩效是否更差，我们即使在商场转上很长一段时间，也未必有可能遇到几十个蒙着眼睛带着耳塞的人碰巧路过而且开始打字。第二，心理学家想要观察的一些事情只能通过与一个人的直接互动才能收集到，例如，通过实施调查、进行测验、访谈或者把人放到仪器设备里。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人们担心自己死亡的频率有多高，人们记忆自己高中同学的名字的准确度有多高，人们解决一个逻辑难题有多快，或者当人们感到嫉妒的时候，他们的大脑产生的电活动有多少，那么仅仅躲起来观察他们是不可能获得结果的。

幸运的是，还有一些其他办法可以避免出现需求特征。例如，当人们做出的行为不能被确认为是他们自己做出的，他们就不太会受到需求特征的影响。心理学家经常利用这一点，让人们私下里做出反应（例如，让他们在独自一人时完成问卷）或者匿名地做出反应（例如，不收集个人信息，诸如人名或者住址）。另一个心理学家经常采用的避免出现需求特征的技巧是测量那些不容易伪装的行为。例如，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受他的主观意志的控制，那么这个行为就不会受到需求特征的影响。你可能不希望心理学家知道你对她请你阅读的明星八卦杂志非常感兴趣，但是你不能阻止你的瞳孔放大，因为一旦你对看到的东西感兴趣，瞳孔就会自然放大。当人们不知道研究者期望的东西是什么，什么行为与之相关时，他们的行为也不会受到需求特征的影响。例如，你可能想让心理学家相信你正聚精会神地阅读她请你读的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但是你可能意识不到，当你聚精会神时你的眨眼速度会变慢，因此你不太可能伪装出慢速的眨眼。


为什么被试单盲设计非常重要？


避免出现需求特征的一个最好办法是不让被观察的人们知道观察的真正目的。当人们对观察的目的一无所知时，他们不能按照他们所设想的他们应该如何表现来做出行为，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该如何表现。例如，如果你不知道心理学家正在研究音乐对心境的影响，当音乐响起的时候，你不会感到自己有义务微笑。这就是为什么在研究结束之前，心理学家通常不告诉被观察的人，他们正在进行的观察研究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当然，人们非常聪明和好奇，如果心理学家不告诉他们观察的目的，人们通常都会试图自己弄明白。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学家有时使用
掩饰故事

 （cover stories）或者误导性的解释来故意使人们不能觉察到观察的真实目的。例如，如果心理学家想要知道音乐如何影响我们的心境，他或者她可能会故意告诉你这个研究的目的是考察当播放背景音乐时，人们能够多快地解决逻辑难题。（在这一章的最后，我们将讨论欺骗研究参与者所涉及的伦理问题。）另外，心理学家可能会设计并使用填充项目，或者无意义的测量来误导你，使你无法获知观察的真正目的。所以，有时候心理学家可能会问你好几个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他或者她真正感兴趣的（你现在有多幸福？），还会问你几个他们并不关心答案的问题（你更喜欢猫还是更喜欢狗？）。单从问你的这些问题来看，你很难猜测观察的真实目的。


文化与社区 最乐于助人的地方




加利福尼亚大学弗雷斯诺分校的罗勃.勒范恩（Robert Levine）将他的学生派到23个大型的国际化都市进行一项实地观察研究。这些学生的任务是在自然的环境中观察助人行为。在这个实验的两个版本中，他的学生要么假装是盲人，要么假装受伤，正准备穿过马路，与此同时，另一个学生站在一旁观察是否有人会上前帮助他们。第三个版本的实验中，一名学生丢下一支钢笔，看是否有人会捡起来。





结果表明，不管是哪个城市，人们在这三种情况下都会施以援手，但是不同的城市之间的助人行为却有非常大的差别。在这项研究中，巴西的里约热内卢首屈一指，其总体的助人行为比率为93%，成为最乐于助人的城市。马来西亚的吉隆坡的分数最低，只有40%，纽约市的分数排在倒数第二，为45%。平均来看，拉丁美洲的城市都属于最乐于助人的城市（Levine，Norenzayan和Philbrick，2001）。





观察者偏差



被观察的人并不是唯一能够让测量的结果变得有点儿棘手的人。在一项研究中，要求心理学课上的学生测量老鼠学习走迷宫的速度（Rosenthal和Fode，1963）。一些学生被告知他们的老鼠已经被养殖成了“迷宫迟钝型”的老鼠（即学习走迷宫很慢），另一些学生被告知他们的老鼠被特殊养殖成“迷宫聪明型”的老鼠（即学习走迷宫很快）。尽管所有的老鼠实际上属于同一个品种，但是那些认为自己在测量迷宫迟钝型老鼠的学生报告他们的老鼠学习迷宫的时间长于那些认为自己在测量迷宫聪明型老鼠的学生报告的时间。换句话说，测量的结果精确地反映出学生们期望的结果。


为什么实验者不知道研究目的非常重要？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第一，
期待会影响观测的结果

 。我们在测量老鼠走迷宫的速度时很容易出错，并且我们的期望经常决定了我们犯错误的类型。是否老鼠把爪子越过了终点线就算学会了走迷宫？如果一只老鼠睡着了，是否应该让秒表继续跑着，或者应该把这只老鼠叫醒，并再给它一次机会？如果一只老鼠用18.5秒跑完了迷宫，那么在日志本上记录数据时应如何处理小数点后的数字？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依赖于认为这些老鼠是聪明还是迟钝。这些为老鼠计时的学生们可能尽力做到诚实、警醒、公平和客观，但是他们的期待以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影响他们观察的结果，他们可能既没有觉察到，更没有加以控制。第二，
期待会影响实际发生的事情

 。那些期待自己的老鼠学习得更快的学生可能无意识地做了一些事情，帮助老鼠学习得更好，例如，当聪明的老鼠看向错误的方向时，嘀嘀咕咕地抱怨“哎呀，不要”，或者抚摸迟钝的老鼠时缺乏感情。（我们将在社会心理学那一章更加充分地讨论上面这些现象。）

因此，观察者的期待不但能够影响他们观察到的结果，还会影响他们所观察的人的行为。心理学家使用许多技术来避免这些影响，其中一个最普遍的技术是双盲
 观察法，这指的是
一种隐藏其真实目的，既不让观察者知道，也不让被观察者知道的观察法

 。例如，如果这些学生并没有被告知哪些老鼠是聪明的，哪些是迟钝的，那么他们就不会对他们的老鼠产生任何期待，因而就不可能对测量的结果产生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心理学领域有个常用的做法，就是使观察者和研究的参与者都不知道研究目的。例如，研究助手经常实施测量，如果他们不知道正在研究什么内容或者是为什么研究，那么他们也无法产生对被观察的人们将要或者应该做什么行为的任何期待。事实上，当今的很多研究经常被世界上最盲目的实验者实施——计算机——它可以呈现给人们信息，并且毫无预期地测量人们的反应。


描述


你现在知道如何下一个有效的操作性定义，知道如何设计一个可靠的、具有检测力的工具，知道如何使用工具，并且避免出现需求特征和观察者偏差。那么实施了上述步骤之后你得到了什么呢？你得到了一大张写满了数字的纸。如果你像大多数人一样的话，这张写满数字的纸似乎没有提供多少信息。不要担心，多数心理学家和你的感觉差不多，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用两个方法来使这张写满了数字的纸变得有意义起来：图示和描述性统计。



图示




什么是频率分布？


一图胜千言，但是一图更胜百万数字。正如你将要在“感觉与知觉”一章中所学习的，视觉是我们最复杂的感觉，人类通常觉得视觉呈现的事物比数字呈现或者语言呈现的更加容易理解。心理学家也是人，他们经常将收集到的测量结果进行图示化。最普遍的一种方法是频率分布
 ，这是
通过每个测量值出现的次数分布来对测量结果进行图示的一种方法

 。图2.2呈现了一对代表男性组和女性组在完成精细动作（即用手操作事物）能力测试时的理论假定成绩的频率分布。每个可能的测试分数都标示在横坐标上。每个分数被观测到的次数（或者频率）标示在纵坐标上。尽管一个频率分布图可以呈现出任何形状，但是通常的形状是钟形曲线，其专业的名称是高斯分布或者正态分布
 ，是指
一种测量频率在中间最高，而在两端对称地递减的数学方式定义的分布

 。正态分布的数学定义并不重要。（当然，对你而言也许是这样，不过，对于统计学家来说就比较重要了。）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正态分布是对称的（即左半边是右半边的镜像），在中间有一个峰，并在两端逐渐减小。






图2.2 频率分布



图2.2的图示一览无余，这是一张写满数字的纸根本无法做到的。例如，分布图的形状立即就可以让你看出大部分人具有中等的运动能力，只有少数人具有特别好或者特别差的运动能力。你也可以看到男性分数的分布相对于女性分数的分布向左位移了一点儿，这使你立即就可以看出女性倾向于具有比男性更好的精细运动能力。最后，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分布有大量的重叠，这告诉你尽管女性的运动能力倾向于比男性更好，但是仍然有许多男性比一些女性具有更好的精细运动能力。






平均来说，男性的身高比女性更高。但是，仍然有许多女性（比如克莱尔·格兰特［Clare Grant］）比许多男性更高（比如她的丈夫塞思·格林［Seth Green］）。





描述性统计



频率分布图描述了每一个测量值，因此提供了一幅全面和完整地展示这些测量值的图画。但是，有时一幅全面和完整的图画包含有太多太多的信息。当我们问一个朋友她最近怎么样，我们并不想让她展示给我们她在过去6个月每天的幸福感分数的频率分布。我们只是想知道能够准确反映出这个图所提供的本质信息的一个简略的概述（即“我一直过得挺好”，或者，“我最近生活有些起伏”）。在心理学中，能够准确反映频率分布的本质信息的简略概述叫做
描述统计

 。有两种重要的描述性统计：描述频率分布
集中趋势

 的描述性统计量与描述频率分布
变异性

 的描述性统计量。

集中趋势描述的是那些倾向于靠近中点的测量值，或者频率分布中点的数值。当朋友说她一直“过得挺好”，她是在描述她这段时间的幸福感的频率分布的集中趋势（或者中点的大致位置，见图2.3）。最常用的三个集中趋势的描述指标是：众数
 （
观测频率最高的测量值

 ）；平均数
 （
所有测量值的平均数

 ）；中数
 （
居于所有测量

 值中间的数值，也就是大于或者等于一半测量值，同时小于或者等于另一半测量值）。每个描述性统计量的计算方法如图2.4所示。当你听到一个描述性统计量时，诸如“美国大学生平均每天睡8.3小时”，你听到的是关于频率分布的集中趋势描述（在这个例子里，是平均数）。



这个图显示了假定的男性组和女性组在一个精细动作能力测试上的得分情况。测试得分沿着横坐标呈现，每个得分被观测到的频率沿着纵坐标呈现。








图2.3 两类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被用来描述频率分布的两种重要特征：集中趋势（大多数分数分布在哪里？）和变异性（这些分数与其他分数差别有多大？）。







图2.4 一些描述性统计量。




这个频率分布展示的是15个人在7点计分测试上的得分。描述性统计量包括集中趋势的度量（例如平均数、中数和众数）和变异性的度量（例如全距和标准差）。








图2.5 偏态分布。





当频率分布是正态时（a），平均数、中数和众数都是相同的，但是当分布是正偏态（b）或者负偏态（c）时，这三个集中趋势的测量值就大不一样了。



在正态分布里，平均数、中数、众数都是相同的数值，但是当分布不是正态时，这三个描述性统计量就不一样了。例如，想象你测量40个大学教授和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


[1]



 的净资产。你的测量结果的频率分布就不会是正态的，而是正偏态。你可以在图2.5中看到，正偏态分布的众数和中数比平均数低得多，这是因为平均数更容易受到单个极端测量值的影响（在刚才的例子里，如果你过去几年不是都在睡觉的话，应该知道极端值是马克·扎克伯格的净资产）。当分布变成偏态时，平均数被拉向分布的尾端，众数仍然停留在峰值的附近，中数处于平均数和众数之间。当分布是偏态时，只用单个集中趋势的度量会误导整个测量的结果。例如，你刚才测量的平均净资产可能是每人大约十亿美元，但是这使得那些大学教授看起来比他们的实际情况要富有很多很多倍。如果你提到净资产中数是300000美元，净资产众数是288 000美元，那么你就为人们的净资产状况提供了更好的描述。事实上，当你听到一些关于“平均人”的新闻，但是没有听到任何关于频率分布形状的报道，那么你应该对此心存怀疑。






当马克·扎克伯格走进一间屋子时，他可以戏剧性地大幅增加屋子里人们的平均收入，但是却不怎么会改变中数，而且根本不能改变众数。脸谱网（Facebook）正在致力于改变这个现状。



集中趋势描述的是频率分布中每个测量值所处的位置，而变异性描述的是测量值彼此之间差异的程度。当你的朋友说她“最近生活有些起伏”，她提供了一个简要的概述，描述了她在不同时间测量自己的幸福感时，其结果倾向于彼此不同。变异性最简单的描述就是全距
 ，它是
用频率分布中最大的测量值减去最小的测量值得到的数值

 。相对于全距大时，当全距小时测量值之间的变化较小。全距易于计算，但是就像平均数，它极易受到单个测量值的影响。如果你说你测量到的人们的净资产从40000美元至140亿美元不等，听众可能会以为这些人的净资产在彼此之间都具有非常显著的差异，而事实上，除了一个来自于加利福尼亚的大富翁外，他们都非常相似。


两个测量变异性的统计量是什么？


其他描述变异性的统计量不太受这个问题的影响。例如，标准差
 是
一个描述频率分布中每个测量值与该分布的平均值之间的平均差异的统计量

 。换句话说，指每个测量值与分布的中心点的平均距离有多远。如图2.6所示，两个频率分布可以具有相同的平均数，但是却会有非常不同的全距和标准差。例如，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具有相同的IQ平均分，但是男性的IQ分数的全距和标准差更大，这说明相对于女性，男性中的某些个体更有可能比平均水平更聪明，或者更不聪明。






图2.6 男性与女性的IQ。





男性和女性的IQ平均数相同，但是男性的IQ比女性的变异更大。



小结



▲ 测量包括根据具体条件来定义待测属性，并且设计出可以探测这些具体条件的方法。好的测量应该是有效的（它所测量的具体条件，其在概念水平上与感兴趣的属性相关）、可靠的（不管何时，只要测量相同的事物，它都得到相同的测量结果）、具有检测力（只要具体条件存在，它都能够探测到它）。





▲ 当人们知道他们在被观察时，他们会按照他们所认为的应该做的表现来做出行为表现。需求特征是一些情境特征，这些情境特征建议人们，他们应该按照特定的方式来做出行为。心理学家通过在人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中观察他们或者向人们隐藏研究期待，来试图减少或者消除需求特征。观察者偏差是一种观察者看到他们想看到的结果或者引起别人按照他们期望的方式那样做出行为表现的倾向。心理学家通过双盲观察法来试图消除观察者偏差。





▲ 心理学家经常采用图示的方法来描述他们的测量结果，该方法叫做频率分布图，它通常具有特定的形状，也就是正态分布。心理学家也采用描述性统计量来描述他们的测量结果；最普遍的是描述集中趋势的统计量（例如平均数、中数和众数）和描述变异性的统计量（例如全距和标准差）。







[1]

 美国社交网站Facebook 的创办人。据《福布斯》杂志保守估计，马克·扎克伯格拥有135亿美元身家，是截至目前全球最年轻的自主创业亿万富豪。以上信息来源于百度百科。——译者注





解释：发现人们行为表现背后的原因



快乐的人比不快乐的人更健康吗？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但是如果能够知道为什么，那么将更加有趣。是否幸福快乐可以使人们更健康？是否保持健康可以使人们更快乐？是否富有可以使人们健康和快乐？通常，科学家希望回答这些问题，并且已经提出了一些利用测量手段的聪明方法来解答这些问题。在接下来的第一部分里（相关），我们将仔细讨论那些可以告诉我们两个事物之间是否相互关联的方法。在第二部分里（因果），我们将仔细讨论那些可以告诉我们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是否为因果关系的方法。在第三部分里（得出结论），我们将看到这些方法可以允许我们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最后，在第四部分里，我们将讨论我们大多数人在评判性地思考科学证据时遇到的困难。



相关



你昨夜睡了多久？你能说出多少美国总统的名字？如果你问一打大学生这两个问题，你可能会发现，相对于昨夜熬夜的学生，昨夜睡得好的学生能够说出更多美国总统的名字。类似表2.1中所示的问题答案的模式可能会让你得出结论，睡眠剥夺引起记忆问题。但是，你是基于什么得出这个结论的？你打算如何利用你的测量结果，不但从中得知你所测量的学生的睡眠质量与记忆力的情况，而且也可以从中得知二者之间的关系？



表2.1 假定的表明睡眠与记忆关系的数据







变化模式


测量值反映了物体和事件的属性。我们可以通过比较
一系列测量值的变化模式来获悉

 这些事物之间的关系。当你问大学生关于睡眠和总统的问题时，你实际上做了三件事情：


我们如何知道两个变量是否相关？


➢ 第一，你测量了一对变量
 ，这对
变量的取值能够随着个体或者时间变化

 。（当你第一次上代数课时，你可能惊恐地发现你在小学学习的字母和数字的所有区别都是谎言，你发现数学等式中会包含Xs和Ys，就像包含7s和4s一样，这些字母叫做变量，因为它们可以在不同的情况下被赋予不同的值。这是相同的道理。）你测量了一个变量（睡眠的时间），这个变量的值可以从0至24小时变化，你也测量了第二个变量（说出的总统名字），这个变量的值可以从0至44个变化。

➢ 第二，你一遍又一遍地这样做。也就是你做了一系列的测量，而不是只测量一次。

➢ 第三也是最后，你试图辨别你所做的一系列测量的模式。如果你看一眼表2.1的第二列数字，当你眼睛沿着列往下移动，你会发现这列数值在变化。这一列数值具有特定的
变化模式

 。如果你比较第三列与第二列数值，你将注意到这两列数值的变化模式是同步的：在这个例子里，两列数值都从顶部到底部逐渐增加。这种同步化就是共变或者相关
 模式（来源于“相关性”）。如果
一个变量的数值变化与另一个变量的数值变化同步

 ，那么两个变量被说成是“共变”或者“相互关联”。正如第二列的数值从小到大变化，第三列的数值也是如此。

通过找寻同步变化的模式，我们可以使用测量值发现变量之间的关系。确实，这是
一直以来

 发现变量之间关系的唯一方法，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上的事情都可以被认为是相关的。例如，你知道吸烟的人通常比不吸烟的人死得更早，但是这仅仅是一种便捷的方式去说：随着
香烟的消费量

 增加，
寿命

 减少。相关关系不但可以像这样描述这个世界，它们也允许我们按其趋势去预测这个世界。例如，假如给定吸烟和寿命之间的关系，你可以相对自信地预测一个今天开始吸烟的年轻人的寿命，可能不会像另一个不吸烟的年轻人那样长。简而言之，当两个变量相关时，根据一个变量的具体数值我们可以预测另一个变量的数值。






研究者已经发现心理疾患和吸烟之间存在正相关。你能想出三个表明这一相关可能存在的原因吗？




测量相关的方向和强度


如果你预测拥有良好睡眠的人比睡眠剥夺的人具有更好的记忆力，那么你可能大多数时候都是对的。但是，你不会总是对的。统计学家发展出一套方法，通过测量预测所基于的相关的
方向和强度

 来估计这样的预测将会有多精确。

因为相关的方向要么是正向的，要么是负向的，所以方向易于测量。当两个变量具有“一个增多另一个也增多”或者“一个减少另一个也减少”的关系，那么它们之间存在正相关。因此，例如，当我们说更多的睡眠与更好的记忆相关联，或者更少的睡眠与更差的记忆相关联，我们是在描述正相关。相反地，当两个变量具有“一个增多而另一个减少”或者“一个减少而另一个增多”的关系，那么它们之间存在负相关。当我们说吸烟多与寿命短相关联，或者吸香烟少与寿命长相关联，那么我们是在描述负相关。


如何测量相关关系？


相关的方向易于测量，但是强度就有点儿复杂了。相关系数
 是
相关的方向和强度的数学测量值

 ，用字母r
 表示（来源于“关系”一词）。像大多数测量值一样，相关系数有一个有限范围。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你来测量你家乡每天的日照时间长度，测量的结果可能从0到24小时。诸如-7和36.8这样的数字是毫无意义的。同样地，r
 的取值可以从-1到1，超出这个范围的数字也毫无意义。那么，处于这个
范围之内

 的数字意味着什么呢？




➢ 如果每次一个变量的数值增加一定的量，第二个变量也增加一定的量，那么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叫做完全正相关，r
 =1（见图2.7a）。例如，如果每增加30分钟的睡眠，伴随着多记住两个总统的名字，那么睡眠和记忆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 如果每次一个变量的数值增加一定的量，而第二个变量的数值减少一定的量，那么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叫做
完全负相关

 ，r
 =-1（见图2.7b）。例如，如果每增加30分钟的睡眠，伴随着少记住两个总统的名字，那么睡眠和记忆之间的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 如果每次一个变量的数值增加一定的量，而第二个变量既不系统地增加数值，也不系统地减少数值，那么这两个变量
不相关

 ，r
 =0（见图2.7c）。例如，如果每增加30分钟的睡眠，有时候伴随着记忆力增加，有时候伴随着记忆力减少，有时候记忆力根本没有变化，那么睡眠和记忆之间不相关。

完全相关非常少见。正如你将在“意识”一章中所学习的，睡眠确实增强记忆的成绩，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相关。并不是每增加18分钟睡眠就可以让你确定地多记住三分之一总统的名字！睡眠和记忆之间正相关（也就是一个增加，另一个也增加），但是它们并不完全相关，因此r
 处于0到1之间的某个位置。但是到底处于哪里呢？这取决于有多少不符合“每多X分钟睡眠=多记住Y个总统名字”这一规则的例外情况。如果只有较少的几个例外，那么r
 将处于更靠近1的位置。但是如果例外的数量增加，那么r
 的值会逐渐往0移动。

图2.8展示的四个例子中，都是两个变量为正相关，但是例外的情况数量不一，并且正如你所看到的，例外的数量极具戏剧性地改变了r
 的值。两个变量可以是完全相关（r
 =1）、强相关（例如r
 =.90）、中等强度相关（例如r
 =.70）、或弱相关（r
 =.30）。因此，相关系数是表明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方向和强度的测量值。r
 前的加减符号告诉我们关系的方向，r
 的绝对值告诉我们例外情况的数量，进而告诉我们当使用这一相关来做预测时，我们能够达到多大程度的自信。






图2.8 不同强度的正相关。





图示说明两个变量之间正相关的不同程度。当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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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规则的例外情况比较少时，相关程度比较强，

 

r


 
的值更接近1。当不符合这一规则的例外情况比较多时，相关程度弱，

 

r


 
更接近0。




因果


我们时刻都可以观察到相关关系：汽车与污染、腌肉与心脏病发作、性行为与怀孕。自然相关
 是
我们观察到的存在于周围世界中的相关关系

 ，尽管这些相关可以告诉我们是否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关系，但是它们不能告诉我们这些变量之间是
什么样

 的关系。例如，许多研究发现儿童通过媒体（例如，电视、电影、视频游戏）接触到的暴力场景的数量（变量X
 ）与他们行为的攻击性（变量Y
 ）之间存在正相关（Anderson和Bushman，2001；Anderson等，2003；Huesmann等，2003）。一个儿童接触到的媒体暴力越多，这个儿童的攻击性可能更强。这些变量之间具有清楚明了的关系——它们不完全正相关——但是这是为什么呢？



第三方变量问题




什么是第三方变量相关？


一种可能是接触到媒体暴力（X
 ）导致攻击性（Y
 ）。例如，媒体暴力可以教会儿童，攻击性行为是一种发泄愤怒和解决问题的合理方式。第二种可能是攻击性行为（Y
 ）导致儿童接触媒体暴力（Y
 ）。例如，天生具有攻击性的儿童可能特别倾向于寻找机会来玩暴力视频游戏或看暴力电影。第三种可能是第三个与上述研究问题无关的变量（Z
 ）导致儿童具有攻击性（Y
 ），并且导致儿童接触媒体暴力（X
 ），后两者都不是彼此的原因。例如，缺少成人的监督（Z
 ）会使得儿童有机会欺负别人，有机会看成人通常不允许他们看的电视节目，而且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接触媒体暴力（Y
 ）和攻击性（X
 ）就根本不是互为因果，相反，它们都是缺乏成人监督（Z
 ）引起的后果。换句话说，攻击性行为和接触媒体暴力就是第三方变量相关
 ，这是指
只是因为两个变量都与第三方变量相关，所以这两个变量也相互关联

 。三种可能的原因如图2.9所示。






图2.9 相关的原因。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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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媒体暴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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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性行为）相关，那么至少有三种可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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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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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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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其他因素，例如缺乏成人监管）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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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后两者互为因果。



我们如何仅仅凭着简单的观察来确定这三种可能性中哪种最好地描述了接触媒体暴力和攻击性之间的关系？请你做个深呼吸。答案是：我们不能。当我们观察自然相关时，根本无法排除第三方变量相关的可能性。但是不要不加怀疑地就相信这个说法。我们来试着排除第三方变量相关的可能性，然后看看为什么这些努力都注定会失败。


匹配样本与配对的区别是什么？


确定第三方变量，例如缺少成人监督（Z
 ），是否既导致接触媒体暴力（X
 ），又导致攻击性（Y
 ）的最简单直接的方法是消除成人监督（Z
 ）的影响在一群儿童中的差异，然后看是否接触媒体暴力（X
 ）和攻击性（Y
 ）之间的相关也消失了。例如，我们可以使用匹配样本法来观察儿童，这是
一种根据第三方变量，将两组中的参与者匹配成完全同质组的方法

 （见图2.10）。例如，我们可以只测量被成人监督的确切时间比例为Q%的儿童，这样就可以确保每个接触媒体暴力的儿童与每个没有接触媒体暴力的儿童具有完全一样数量的成人监督时间。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我们可以使用配对
 法来观察儿童，这是一种
根据第三方变量，使每个参与者与另一个参与者完全匹配相同的方法

 。我们可以测量成人监督数量不等的儿童，但是我们可以确保对于我们测量的每个接触媒体暴力、具有Q%的成人监督时间的儿童，我们也测量另一个没有接触媒体暴力、具有Q%的成人监督时间的儿童，这样可以确保那些接触和没有接触媒体暴力的儿童的平均成人监督时间都相同。不管我们使用哪种方法，我们要知道接触和没有接触媒体暴力的儿童成人监督的平均时间相同。所以，如果那些接触媒体暴力的儿童在平均水平上比那些没有接触媒体暴力的儿童有更多的攻击性行为，我们就可以确定缺少成人的监督不是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






图2.10匹配样本与配对。





不管是匹配样本法（左图）还是配对法（右图）都要确保接触和无接触组的儿童具有总体上相同的成人监督时间比例，这样我们观察到的任何两组之间的差异就不会被归因为成人监督的差异。



那么我们把问题解决了，对吗？是的，但并不绝对。匹配样本法和配对法虽然有用，但是它们都没有完全消除第三方变量相关的可能性。为什么？因为即使我们使用这些方法排除了某个特定的第三方变量（例如缺少成人监督），我们不能排除所有第三方变量。例如，就当我们完成这些观察研究时，我们突然发现情绪不稳定可能导致儿童被暴力电视节目或者视频游戏吸引，并且做出攻击性行为。情绪不稳定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第三方变量（Z
 ），我们可能必须设计新的测验来考察它是否能解释接触媒体暴力（X
 ）与攻击性（Y
 ）之间的相关。不幸的是，我们可以整天毫不费力地不断凭空想出新的第三方变量，每次我们凭空想出一个，我们就必须冲出去使用匹配样本法或者配对法做一个新的测验，来确定这个第三方变量是否是导致接触媒体暴力和攻击性之间相关的原因。

你看到问题所在了吗？有无数多个第三方变量，因此X
 与Y
 相关的原因就有无数多个。因为我们不能使用匹配样本法或者配对法来实施无数多个研究，所以我们不能百分百地确定我们观察到的X 与Y 之间的相关是说明它们有因果关系的证据。第三方变量问题是指，
因为经常存在着第三方变量相关的可能性，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从它们之间自然发生的相关关系中推论出来。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关心因果关系，那么自然发生的相关就无法告诉我们真正想知道的东西。幸运的是，还有其他方法可以使用。






我们应该把“注册账号”键放在网页的什么位置？网页开发者经常生成网页的两个版本。一些网页访问者看一个版本，另一些看另外一个版本，开发者测量每个版本引发的访问者的点击数量。开发者称之为“A/B测验”，但是科学家称之为实验法。实验的两个关键特征是什么？



配对法和匹配样本法可以消除两组之间的单个方面的差异：例如，接触媒体暴力组和没有接触媒体暴力组儿童之间在成人监督方面的差异。问题是，它们只能消除一种差异，而无数的差异仍然存在。如果我们能够发现一种可以消除所有各种差异的方法，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接触媒体暴力和攻击性行为之间是因果关系的结论。如果接触媒体暴力的孩子比未接触的孩子更加具有攻击性，并且如果这两组孩子在除了接触媒体暴力之外的任何其他方面都没有差异，那么我们可以肯定他们接触的程度导致他们攻击性的程度。

事实上，科学家有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叫做实验，实验是
一种建立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方法

 。理解实验法如何消除两组之间所有差异的最好方式是仔细考察它们的两个关键特征：
操纵和随机分配

 。



操纵



关于实验，你必须知道的重中之重是，你早已经知道了实验的重中之重是什么，因为你毕生都在做实验。想象一下你正使用笔记本电脑在网上冲浪，这时冷不防你的无线网络连接断开了。你猜测另一个设备——比如说你室友的新手机——不知怎么把你从网络上挤掉了。为了验证你的猜测，你会做什么？观察自然相关不会有什么帮助。你可以仔细地记录你何时能够连接和不能连接网络，你的室友何时使用和不使用他的手机，但是即使你观察到了这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你仍然不能得出结论说手机
导致

 你的网络连接断开了。毕竟，如果你的室友害怕巨大的声响，无论何时，只要有雷电交加的暴雨，他就给他妈妈打电话寻求安慰，如果是雷暴使你的路由器关闭，使你的无线网络连接崩溃，那么雷暴（Z
 ）就可能既是你的室友使用手机（X
 ）的原因，又是你的网络连接问题（Y
 ）的原因。

那么，你将如何检验你的猜测？不是观察手机使用和网络连接之间的相关，而是你可以通过故意给你的室友手机上打电话、挂断、再打、再挂断，观察你这么做时，你的笔记本电脑的网络连接的变化，来尝试主动创造相关。如果你观察到“笔记本电脑网络断开”只和“手机通话中”同时发生，那么你可以得出结论，你室友的手机是你上不去网络的原因。你可以把这个手机在eB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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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卖了，然后被问起时撒个谎了事。你直觉上解决第三方变量问题的这个方法就叫做操纵。操纵是指
改变一个变量的值，以确定它的因果力

 。恭喜！你现在已经是一个专业的操纵者了。

操纵是实验法的关键成分。到目前为止，我们像是参加宴会的宾客一样礼貌地接近科学，拿取提供给我们的事物，并充分利用它。大自然提供给我们不同程度的接触暴力的儿童，以及具有不同程度攻击性行为的儿童，我们忠实地测量这两个变量变化的自然模式，并计算它们之间的相关。这种方式存在的问题是，即使我们做了所有这些事情，我们仍然无法知道我们真正想要知道的东西，那就是，是否这两个变量之间是因果关系。无论我们观察多少匹配样本或配对样本，我们总是无法完全排除第三方变量。但是，实验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同于测量接触暴力和测量攻击性行为，然后计算这两个自然发生的变量之间的相关，实验需要我们完全像你操纵你室友手机的方式来操纵暴力接触。从本质上说，我们需要系统地改变一群孩子是否接触暴力，然后观察他们是否相应地表现出攻击性行为。

有很多方法用来做这个实验。例如，我们可以请一些儿童参加实验，然后让他们中的一半玩一个小时的暴力视频游戏，不让另一半玩。然后，一个小时结束后，我们可以测量两组儿童的攻击性行为，并且比较两组的测量结果。当我们比较测量结果时，我们实质上是在计算我们操纵的变量（接触媒体暴力）与我们测量的变量（攻击性）之间的一家可让网民在网上买卖物品的线上拍卖及购物的国际化电子商务网站，成立于美国。类似于中国的淘宝网。——译者注相关。因为我们是
操纵

 而不是
测量

 接触媒体暴力，我们不需要考虑是否存在第三方变量（例如缺乏成人监督）导致儿童具有相关。因为我们是操纵而不是测量接触媒体暴力，我们不需要考虑是否存在第三方变量（例如缺乏成人监督）导致儿童具有不同的接触媒体暴力程度。毕竟，我们已经
知道

 是什么导致的。是的，我们确实知道！






你如何搞清楚吃60个热狗会不会让你生病？你在第一天里把它们吃了，第二天不再吃，然后看哪天你会呕吐。这就是操纵！顺便说一句，2012年的吃热狗大赛世界冠军乔伊·切斯纳（Joey Chestnut） 通过将热狗折叠起来，在10分钟内吃了68个热狗。这也是操纵！



实验法包含了三个关键步骤（ 以及几个极其令人困惑的术语）：

➢ 第一，我们实施操纵。我们将被操纵的变量称为自变量
 ，因为它处于我们的控制下，所以它独立于实验参与者的言行。当我们操纵一个自变量（例如接触媒体暴力）时，我们至少设置两组参加者：一个实验组
 ，
这组人接受一种特定的操纵

 ，一个控制组
 ，
这组人不接受特定的操纵

 。

➢ 第二，在操纵一个变量（接触媒体暴力）的同时，我们测量另一个变量（攻击性）。我们
将被测量的变量

 称为因变量
 ，因为这个变量的值取决于被测量的人们的言行。

➢ 第三也是最后，我们查看我们操纵的自变量是否引起了因变量的变化。图2.11 具体地展示了操纵如何发挥作用。



随机分配




为什么我们不能任由人们自己选择他们将要参加的实验条件？


一旦我们操纵了一个自变量，测量了一个因变量，我们已经完成了实验法所需的两件事情中的一件。第二件事不太符合直觉，但是同样重要。想象一下，我们通过找一组儿童，并问每个儿童他或者她是否愿意参加实验组或者控制组，以此开始我们的接触媒体暴力和攻击性实验。想象一下，一半儿童说他们愿意玩暴力视频游戏，另一半说他们不愿意玩。想象一下我们让这些儿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一段时间后测量他们的攻击性，并且发现玩暴力视频游戏的儿童比不玩的儿童更具有攻击性。这个实验是否允许我们得出玩暴力视频游戏导致攻击性的结论？绝对不是——但是，为什么不是呢？毕竟，我们控制接触与否，就像是否使用手机一样，并且我们也仔细地观察攻击性行为是否会相应地出现。那么，我们哪里做错了？






图2.11





操纵。自变量是接触媒体暴力，因变量是攻击性。对自变量的操纵产生了实验组和控制组。当我们比较这两组的参与者的行为时，我们实际上是计算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



我们错在让儿童自己决定他们是否玩暴力视频游戏。毕竟，要求玩这些游戏的儿童可能与那些不要求玩的儿童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他们可能年龄更大、更强壮、更聪明，或者年龄更小、更孱弱、更傻，或者被成人监督得更少，或者被成人监督得更频繁。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可以不断地罗列下去。做实验的整个要义是把儿童分成只在一个方面存在差异的两组，那就是接触媒体暴力。当我们让儿童自己选择他们是否参加实验组或者控制组时，我们使这两个组在无数方面存在差异，这无数方面的任何差异都可能成为第三方变量，从而引起我们观测到的攻击性行为出现任何差异。自我选择
 是当由
一个人决定自己是否参与实验组或者控制组时所引起的问题

 。正如我们不能让大自然决定我们研究中的哪些儿童接触媒体暴力一样，我们也不能让儿童自己决定。那好，谁应该来做决定呢？


为什么随机分配如此有用，如此重要？


这个问题的答案有点儿不可思议：
没有人可以做决定

 。如果我们想确定我们研究中接触媒体暴力和不接触媒体暴力的儿童之间存在且只存在一种差异，那么必须是
随机决定

 他们进入实验组还是控制组。如果你掷硬币时，一个朋友问你是什么导致硬币落地时正面朝上，你肯定会准确无疑地说
没有

 什么可以做到。这就是掷硬币的结果是随机的含义。因为掷硬币的结果是随机的，我们可以采用掷硬币的方式来解决自我选择引起的问题。如果我们想要确定一个儿童进入实验组还是控制组既不是由大自然决定的，也不是儿童自己决定的，更不是由无数第三方变量中的
任何一个

 我们只要有时间就可以命名的变量决定的，那么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就是让它由掷硬币的结果来决定——掷硬币的结果本身没有任何原因决定！例如，我们可以走到实验中的每个儿童前面，掷一个硬币，如果硬币是正面朝上落下，那么把这个儿童分到玩暴力视频游戏的组，如果硬币是正面朝下，那么把这个儿童分到不玩暴力视频游戏的组。随机分配
 是
一种靠几率分配人们到实验组或控制组的方法。








草莓沾满巧克力酱后是不是味道更好？如果你把又大又多汁的草莓浸入巧克力酱，而不把又小又干的浸入，那么你就不会知道巧克力酱是否会使味道有所不同。但是，如果你随机分配一些草莓浸入，另一些不浸入，而且浸入的那些总体上味道更好，那么你就科学地证明了每个三岁孩子已经知道的事实。



如果我们采用掷硬币的方式分配儿童，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正如图2.12 所示，我们可以预期的第一件事情是，大约一半的儿童被分配到玩暴力视频游戏的组，大约一半儿童分到另一组。第二——这一点更为重要——我们会预期实验组和控制组有大约数量相同的被大人监督的孩子和不被大人监督的孩子，大约数量相同的情绪稳定孩子和不稳定孩子，大约数量相同的大孩子和小孩子、活跃的孩子、胖孩子、高孩子、有趣的孩子，以及蓝色头发叫拉里·麦克斯威尼（Larry McSweeny）的孩子。换句话说，在任何你能够说的上来和所有你不能说的上来的方面上，我们会预期这两组都有大约数量相同的孩子！因为，这两组孩子总体上来说，除了在我们
操纵的变量

 上有差异之外，在身高、体重、情绪稳定性、成人监督和已知宇宙中的任何其他变量上都没有差异，所以我们可以确定我们操纵的变量（接触媒体暴力）是导致我们测量的变量（攻击性）上出现变化的唯一原因。因为接触媒体暴力是我们开始实验时这两组儿童之间唯一的差异，在实验的最后，只要我们观测到的攻击性存在任何差异，接触媒体暴力一定是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






图2.12





随机分配。有成人监督的儿童用浅蓝色显示，没有成人监督的儿童用深蓝色显示。自变量是接触媒体暴力，因变量是攻击性。随机分配确保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参与者在所有可能的第三方变量上总体来说是同质的。本质上，随机分配确保不存在第三方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





显著性



随机分配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但是就像许多工具一样，它并不是每次用的时候都奏效。如果我们随机分配儿童看或者不看暴力电视节目，我们会预期这两组有大约数量相同的有成人监督和无成人监督的儿童，大约数量相同的情绪稳定和不稳定儿童，诸如此类。这段话中的关键词是
大约

 。当你掷100次硬币，你会期待大约50次正面朝上。但是，在纯属偶然的情况下，100次掷硬币偶尔会出现80次正面朝上，或者90次正面朝上，或者甚至100次正面朝上。当然这并不经常发生，但是它的确会发生。因为随机分配通过使用诸如掷硬币这样的随机化策略得以实现，所以在一长段时间内，每掷一次就可能分配更多的没有成人监督、情绪不稳定的孩子去玩暴力视频游戏，分配更多有成人监督、情绪稳定的孩子不玩。当发生这样的事情时，随机分配就失败了——并且当随机分配失败时，第三方变量问题死灰复燃，就像一个带着曲棍球面罩心怀不轨的家伙一样。当随机分配失败时，我们不能得出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有因果关系的结论。


现实世界 几率无处不在


最近的盖洛普调查


[2]



 发现53%的大学毕业生相信超感官知觉（extrasensoryperception），或者简称ESP。很少有心理学家相信这个。心理学家对概率法则的理解让他们充满了怀疑态度。

想一想那些十分令人惊奇的巧合事件。一天夜里，你梦到一只熊猫驾驶着一架飞机飞越印度洋，第二天你告诉一位朋友，他说“哇哦，我也做了相同的梦！”一天早上，你哼着一首收音机迷乐队


[3]



 （Radiohead）的老歌醒来（也许是“妄想狂机器人


[4]



 ”），然后一个小时之后，你听到商场在放这首歌。你和你的室友正坐在一起看电视，突然你们转向彼此，异口同声地说“想吃披萨吗？”类似这样的巧合可能会使任何人相信超自然的不可思议的心理现象。

但并不是任何人都这么想。诺贝尔奖获得者路易斯·阿尔瓦雷茨（LuisAlvarez）有一天正在读报纸，一个特别的故事令他想起他的一个多年未见的大学老朋友。几分钟后，他翻到报纸的另一页，非常震惊地看到这个朋友的讣告。但是，在得出他具有非常敏锐的超感官知觉这个结论之前，阿尔瓦雷茨决定利用概率论来测定一下这个巧合到底有多么不可思议。

首先，他估算了一般人的朋友数量，然后他估算了一般人有多频繁地想到自己的每个朋友。根据这些估算，他做了一些非常简单的计算，然后测定出某个人在得知一个朋友死亡之前5分钟想到这个朋友的可能性。这个几率大得令人大跌眼镜。阿尔瓦雷茨预测，例如在一个像美国这么大的国家，每天有10个人会遇到这种不可思议的巧合（Alvarez，1965）。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不同意。他认为每天有接近80人会遇到（Charpak和Broch，2004）！

统计学教授欧文·杰克（IrvingJack） 说：“10年有5百万分钟。” 这意味着每个人在他的一生中，都有大量的机会遇到某些不可思议的巧合（引用自Neimark，2004）。例如，2.5 亿美国人每天晚上大约做2 小时的梦（这可是5亿小时的做梦时间！），因此两个人有时做了相同的梦，或者我们有时梦到了第二天真实发生的事情，这些一点儿也不奇怪。正如数学教授约翰·阿伦·保罗斯（John Allen Paulos）所说（引用自Neimark，2004）：“在现实中，能够想到的最令人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的巧合是所有的巧合都完全没有了。”

如果所有这些都让你感到惊奇，那么你并不是唯一一个。研究表明，人们通常低估偶然出现的巧合的发生几率（Diaconis和Mosteller，1989；Falk和McGregor，1983；Hintzman，Asher和Stern，1978）。如果你想从这个事实中捞点好处，那么就召集24个或者更多的人，然后打赌其中肯定有两个人同一天生日。这个事情发生的几率对你非常有利，而且人越多，这个几率越高。事实上，35人时，几率达到85%。开心地敲别人一笔吧！

当随机分配失败时，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不幸的是，我们什么也不能确定。但是我们能够每次都计算随机分配失败的几率。对你来说如何做这个计算并不重要，但是理解心理学家如何解释它的结果对你来说很重要。心理学家每次做实验都会进行这个计算，除非计算结果告诉他们如果随机分配失败，那么只有不到5%的机会他们可能看到这些特定的结果，不然他们不会接受这些实验结果。

如果随机分配失败了，只有不到5%的机会出现某个结果，那么这个结果被称为
统计上达到显著

 。你已经学过描述统计，例如平均数、中数、众数、全距和标准差。还有另外一种统计——叫做
推论统计

 ——它告诉科学家可以从观察到的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差异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或者推论。例如，p
 （概率的缩写）是一种推论统计，它告诉科学家在一个特定实验中随机分配失败的可能性。当科学家报告p
 <.05，他们是说根据他们计算的推论统计，如果随机分配失败的话，他们得到的结果发生的几率小于5%，假如这一结果
的确

 发生了，那么随机分配就不太可能失败。因此，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差异不可能由第三个变量引起。


得出结论


如果我们应用了上述所讨论的各种方法，我们就可以设计一个极有把握建立两个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实验。这个实验就具有内部效度
 ，内部效度是指
可以允许实验建立起因果关系的一种实验属性

 。当一个实验具有内部效度，是指实验内部的所有事情都确切地是按照为了让我们得出因果关系结论的规则而执行。但是这些结论到底是什么？想象一下，如果实验揭示接触和不接触媒体暴力组儿童之间的攻击性存在差异，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针对
我们所研究的被试群体，我们所定义的媒体暴力导致了我们所定义的

 攻击性。注意那些字体不同的短语。每个短语都对应于我们能够从实验得出的这类结论所受的重要约束，因此我们来逐一仔细讨论。



代表性变量



任何实验的结果都部分地依赖于自变量和因变量是如何定义的。例如，当我们把接触媒体暴力定义为“看两个小时的血淋淋的斧头谋杀”，而不是“看10分钟足球比赛”，或者当我们把攻击性定义为“打断另一个人说话”，而不是“用轮胎撬棍把某个人砸晕”，那么我们更可能发现接触媒体暴力会引起攻击性。我们定义变量的方式会对我们的实验发现产生非常复杂的影响，那么什么是正确的方式呢？

其中一个答案是我们应该按照变量在现实世界中的样子来定义实验中的变量。外部效度
 是指
实验的变量按照其在现实生活中正常的、典型的方式来定义的一种实验的属性。

 一般来说，老师和家长所关心的儿童攻击性行为介于打扰别人和突然袭击之间，儿童接触到的典型媒体暴力介于体育运动和虐待之间。如果实验的目的是确定接触这些类型的媒体暴力是否导致社会上普遍关注的儿童攻击性行为，那么外部效度就非常关键。当实验里的变量按照现实世界中的典型样子来定义，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变量对现实世界具有代表性。


为什么外部效度并不是必需的？


外部效度听起来像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以至于你可能会惊奇地发现大多数心理学实验的外部效度很低——并且大多数心理学家并不介意这个。之所以这样，原因是心理学家很少试图通过在实验室创造现实世界的缩微版复制品来了解现实世界。相反，他们通常使用实验来检验从理论中获得的假设，以此来认识现实世界，并且外部效度差的实验经常能做得非常好（Mook，1983）。

想知道实验是如何做到的，我们先来看一个物理学的例子。物理学家有一个理论，认为热量是分子剧烈运动的结果。这个理论引出一个假设，即当组成某物体的分子运动较慢，那么这个物体就变得比较凉。现在来想象一下，物理学家用实验来检验这个假设，用激光使橡皮球里的分子运动慢下来，然后测量橡皮球的温度。你会用“对不起，你的实验不能告诉我们有关现实世界的任何事情，因为实际上没有人会使用激光让橡皮球里的分子运动慢下来”这样的说辞来批评这个实验吗？但愿你不会。物理学家的理论（分子运动产生热量）引出一个
在实验室里会发生什么的假设

 （橡皮球里的分子运动变慢会使它变凉），物理学家在实验室操纵和测量的事件为检验这个理论服务。相同地，一个关于接触媒体暴力和攻击性之间因果关系的深思熟虑的理论，应该引出相应的假设，说明儿童在实验室看过暴力电影后会有什么样的行为表现，而且他们对电影的行为反应可以为检验这一理论服务。如果看过电影《钢铁侠3》的儿童在他们离开实验室的路上更加倾向于彼此推搡，那么任何宣称媒体暴力不会影响攻击性的理论都被证明是错误的。

总而言之，理论使我们可以得到关于在某个特定情境下可能、必须或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假设，实验通常用来创造这些情境，检验假设，从而为引出假设的理论提供支持或者反对的证据。实验并不总是意味着日常生活的迷你版本，因此外部效度并不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请见“科学热点”专栏：暴力电影可以成就安宁的街区？）。




穿孔会增加还是减少一个人的魅力？答案当然完全取决于你给穿孔下的操作性定义是什么。



代表性人群



我们想象中的研究接触媒体暴力和攻击性的实验让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针对我们所研究的人群，我们所定义的接触媒体暴力导致我们所定义的攻击性。“研究的人群”这个短语代表了我们可以从实验中得出的这些结论所受的另一个重要的约束。


总体和样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心理学家研究哪些人呢？心理学家极少观察一个完整的总体
 ，总体是指
可能被测量的所有的全部整体的集合

 ，例如全人类构成的总体（大约70亿人）、加利福尼亚的总人口（大约3 千8百万人）或者唐氏综合症患者的总人口（大约1百万）。相反，他们观察一个样本
 ，样本是
指从总体中抽取的部分个体的集合

 。样本可以有多大？总体的容量用大写字母N
 来表示，样本的容量用小写字母n
 来表示，因此0<n<N。如果你将它们解读为表情符号，它们意味着……哦，还是算了吧。


科学热点 暴力电影可以成就安宁的街区？




2000年，美国儿科学会和其他五个公共健康组织发布联合声明，警告儿童接触媒体暴力存在风险。他们引用心理学实验提供的证据，这个心理学实验表明儿童和青少年接触暴力电影之后，其攻击性行为立即呈现急剧上升的趋势。他们注释道：“超过1 000项研究……一致地指出媒体暴力和攻击性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根据上述实验室结果，我们可能会期待在现实世界中看到，在电影院观看暴力电影的人数与暴力犯罪人数之间存在相关。当经济学家戈登·达尔和史蒂芬劳·黛拉·维格纳（Gordon Dahl和Stefano DellaVigna，2009）分析了犯罪统计数据和票房统计数据后，他们的确发现了相关——只可惜它是负相关！换句话说，当更多的人们在晚上去电影院看暴力电影，暴力犯罪就更少。为什么？研究者认为暴力电影特别吸引那些更可能实施暴力犯罪的人。因为这些人正忙着看几个小时电影，所以暴力犯罪率下降了。也就是说，血腥火爆的电影把罪犯们从街区吸引到了电影院！





实验室实验清楚地表明接触媒体暴力会导致攻击性。但是，正如电影院线数据所提醒的，实验是一个建立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工具，它并不意味着一个迷你版的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中事情要复杂得多。



在大多数研究中，n
 更接近0，而不是N
 ，在一些研究中，n
 =1。例如，有时单个个体非常引人注目，需要详细研究他们，当心理学家研究他们时，采用的是个案法
 ，这是
一种通过研究单个个体来收集科学数据的方法

 。通过研究像原口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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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ira Haraguchi）这样的人（他可以背诵圆周率（π）至小数点后100000位），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记忆；通过研究像亨利·莫莱森（Henry Molaison）这样的人（由于大脑的损伤，他形成新记忆的能力被损毁），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意识；通过研究像14岁的杰伊·格林伯格（JayGreenburg）这样的人（他谱的乐曲已经被美国茱莉亚弦乐四重奏乐团和伦敦交响乐团演奏录制）来更深入地了解智力和创造力。像这样的个案，研究他们本身不仅非常有趣，而且他们也会对研究我们其余人的心理提供重要的启示。


随机取样非常好，但是为什么它并不是必需的？


当然，你将来在这本书中读到的大多数心理学研究包含10人、100人、1 千或者几千人的样本。那么心理学家如何确定哪些人作为他们的样本呢？从总体中选择样本的一个方法是随机取样
 ，这是
一种确保每个总体成员都有相同机会被选为样本的选取实验参加者的方法

 。当我们随机从总体中选取参加者作为样本，这个样本就是这个总体的代表性样本。这允许我们将样本得到的结果推广到总体——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测量整个总体，那么我们在样本上观察到的现象也可以在总体上观察到。你可能早已经对随机取样的重要性有着坚定的直觉认识。例如，如果你到一个农场买一袋樱桃，农场主从袋子里挑选几个给你尝尝，你可能不太愿意把这个样本推广到整个袋子里的樱桃总体。但是，如果农场主请你自己随机在袋子里拿几个，你可能就愿意把这些樱桃作为樱桃总体的代表。


[6]





随机取样听起来像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以至于你可能会惊奇地发现大多数心理学实验采用的是非随机取样——并且大多数心理学家并不介意这个。确实是，实际上你将来读到的每一个心理学实验中的每一个参加者都是志愿者，并且其中大部分都是大学生，他们比总体上的普通人显著地更年轻、更聪明、更健康、更富有，而且白人更多。心理学家研究的96%人群来自于那些仅仅拥有世界上12%人口的国家，其中70%来自于美国（Henrich，Heine和Norenzayan，2010）。

那么为什么心理学家不随机取样呢？他们是别无选择。即使有一个计算机存储管理着世界上所有人类居民的名单，我们可以从中随机选取我们的研究参与者，但是我们该如何找到那位在沙漠上游牧的72岁的贝多因族老太太，然后测量她在观看动画片时的大脑电活动呢？我们如何劝说新德里的一个3个星期大的婴儿，让其完成一个关于他政治信仰的冗长问卷呢？大多数心理学实验由位于西半球的学院和大学的教授和研究生实施，尽管他们非常想随机地从这颗行星上的总体人群中取样，但是现实情况是他们对此束手无策，只能研究那些自愿参加他们实验的当地人。


非随机取样为什么不是致命的缺陷？


那么我们从心理学实验中如何了解任何我们想知道的事情？随机取样失败不是致命的缺陷吗？对，不是的，这有三个原因。第一，有时样本和总体的相似性并不重要。如果一头猪仅仅飞过自由女神像一次，那么这立即就证明了传统的猪的运动方式理论是错的。是否所有的猪都会飞，或者是否其他猪会飞都不重要。只要一只会飞，就足够了。甚至当样本不是总体的典型个例，实验的结果仍然可以说明问题。

第二，当将实验结果向外推广非常重要时，心理学家会采用相同的实验程序但是不同的样本来重新实施实验。例如，测量了非随机选取的一组美国儿童在玩过暴力视频游戏后的行为表现，之后我们会用日本儿童重复我们的实验，或者用美国的青少年，或者用成年的聋人。本质上，我们可以把样本的属性，诸如文化背景、年龄、能力当做自变量，我们可以做实验来确定这些属性是否影响我们的因变量。如果我们的研究结果在这些其他样本上得到了重复，那么我们就会更加自信（但是永远都不要完全自信），这个结果描述了人类的一个基本倾向性。如果结果没有被重复，那么我们就知道文化背景、年龄或者能力会影响攻击性。从不同总体中抽取新的样本来重复研究是一个双赢的策略：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

第三，有时样本和总体之间的相似性仅仅是一个合理的起始假定。我们不是问“我是否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让我相信我的样本可以代表总体？”而是问“我是否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让我不相信？”例如，如果一组非随机抽取的7个参与者组成的样本吃了一种实验性药物，并且死了，那么我们没人愿意吃这种实验性药物。确实如此，甚至这7个参与者是老鼠，我们也可能拒绝吃这种药物。尽管这些非随机取样的参与者与我们在很多方面不同（包括有没有尾巴、胡须），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愿意将它们的经验推广到我们身上，因为我们知道即便是老鼠，也与我们共享足够多的基本生物学属性，因此相信那些能够伤害它们的东西也会伤害我们，这个准没错。同样的原因，如果心理学实验证明一些美国儿童在玩过暴力视频游戏之后表现出攻击性，那么我们可能会问，是否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厄瓜多尔的大学生或者澳大利亚的中年人的行为会与此不同。如果答案是与此不同，那么实验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方式来考察这种可能性。






这只老鼠喝了绿色的东西之后死了。你想喝这种绿色的东西吗？为什么不？你又不是一只老鼠，不是吗？




批判性地看待证据


1620年，弗朗西斯·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出版了一本名为《新工具论》（NovumOrganum）的书，其中他描述了一种发现自然界真理的新方法。他的所谓培根法（BaconianMethod）就是我们现在广为人知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使人类在过去的四个世纪里积累了比之前所有世纪合起来积累到的知识还要多。

正如你在这章里所看到的，科学方法使我们获得实证性的证据。但是实证性的证据只有当我们知道如何思考它时才有用，而事实是我们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使用证据时需要批判性思维，这个过程涉及问我们自己尖锐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是否以一种没有偏颇的方式来解释证据，以及证据是否告诉我们全部真相，而不仅仅是局部的真相。研究表明，大多数人在做这两件事情方面存在困难，并且用来传授和提高批判性思维技巧的教育培训计划并不特别有效（Willingham，2007）。为什么人们在批判性思维方面存在如此大的困难？

我们来仔细想一下犰狳。有些动物当受到惊吓时会变僵硬，有些动物则躲避、逃跑，或者发出咆哮声。犰狳是跳起来。这个自然的反应倾向千百年来帮助犰狳很好地生存下来，因为千百年来，对犰狳生存最普遍的威胁是响尾蛇。唉，但是这个自然反应倾向在今天却不能帮助犰狳很好地生存下来，因为当它们漫步到得克萨斯州的高速公路上，被高速飞驰而过的汽车惊吓时，它们跳起来（就正好）撞到保险杠上。这个错误，一只犰狳不可能犯两次。

人类也有一些曾经很好地帮助过我们的自然反应倾向，但是后来却不管用了。例如，当我们还在非洲大草原上以一小群人聚居，人人都充当捕猎者—采集者的方式生活时，我们自然的、直觉的思考方式还非常有效。但是如今，我们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大规模的复杂社会中，这些自然的思维方式会干扰我们在现代世界进行推理的能力。弗朗西斯·培根爵士深谙这个道理。在提出科学方法的同一本书里，他提出，两个古老的人之常情——看到我们所期望的或者想看到的，以及忽略我们没有看到的——是批判性思维的敌人。



我们看到我们期望和想看到的



当给两个人呈现相同的证据，他们经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弗朗西斯·培根爵士深知这是为什么。“人类对外界事物的认识一旦采纳了某种观点……会把任何其他事情也拿来支持和赞同这个观点”，因此我们的“第一个结论将后来的所有事情都染上它的色彩，为它自圆其说”。换句话说，我们预先存在的信念将我们看到的新证据染上它的色彩，导致我们看到我们期望看到的东西。如此一来，证据只是用来确认了我们长期以来相信的事情。

这个倾向已经在心理科学中被广泛地记载。例如，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都被介绍一个名字叫做汉娜的小女孩（Darley和Gross，1983）。一组参与者被告知，汉娜来自于一个富裕的家庭，另一组被告知汉娜来自于一个贫穷的家庭。所有参与者随后都被呈现一些表明汉娜学习能力的证据（尤其是，他们观看一段汉娜参加阅读测验的视频），然后请他们给汉娜打分。尽管给所有参与者观看的视频是完全一样的，相对于那些相信汉娜来自贫穷家庭的参与者，那些相信汉娜来自富裕家庭的参与者给她的成绩的评分更加正性。而且，两组参与者都通过引用视频中的证据来捍卫他们的结论！类似的实验表明，当我们仔细考虑证据时，我们看到什么取决于我们期待看到什么。

并不仅仅只是我们的信念给我们看到的证据染上它的色彩。我们的偏好和偏见，我们的自负和憎恨，我们的愿望、需要、渴望和梦想也会如此。正如培根所注释的：“人类对外界事物的认识并不是清辉（dry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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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浸泡在愿望和情感之中，愿望和情感导致一厢情愿的科学。因为人们倾向于相信他希望是真的事情。”

研究表明培根的这个看法也是正确的。例如，在一项研究中，呈现给参与者一些关于死刑效力的科学证据（Lord，Ross和Lepper，1979）。一些证据表明死刑可以对犯罪起到震慑作用，一些表明不会。参与者会如何利用这些混合在一起的证据？那些原先支持死刑的参与者变得更加支持死刑，那些原先反对死刑的参与者变得更加反对。换句话说，当呈现给他们完全相同的证据时，参与者看到了他们想要看到的东西，结果更加确信他们起初的观点。后续的研究表明，当请科学家评价一些科学研究的品质，这些科学研究要么证实这些科学家相信的观点，要么推翻他们相信的观点，这时也发现了相同的模式（Koehler，1993）。


我们的信念和愿望如何塑造我们思考证据的方式？


信念和愿望究竟是如何塑造我们对待证据的看法？人们用不同的标准来对待不同的证据。当证据证实了我们相信的或者想要相信的，我们倾向于问我们自己，“我会相信吗？”并且我们的答案通常是“会”；但是当证据没有证实我们相信或者我们想要相信的，我们倾向于问我们自己“我一定相信吗？”并且答案经常是“不一定”（Gilovich，1991）。你会相信拥有大学文凭的人比没有的人更幸福吗？会！有大量的调查表明的确存在这样的关系，一个理性的人研究了这些证据之后可以轻易地捍卫这个结论。现在问你，你一定相信它吗？嗯，不一定。毕竟，这些调查并没有测量地球上每一个人，不是吗？并且如果调查问题的询问方式不一样，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答案，对吧？一个理性的人研究了这些证据之后可以轻易地得出结论，教育水平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还不足以清楚地下定论。

我们的信念和愿望也影响我们优先考虑哪些证据。大多数人都会和那些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人在一起，这就是说我们的朋友和家人非常可能更加肯定了我们的信念和愿望，而不是挑战它们。研究也表明，当有机会搜寻证据时，人们偏向于搜寻那些证实他们信念、满足他们愿望的证据（Hart等，2009）。更重要的是，当人们发现了证实他们的信念、满足他们的愿望的证据，他们一般就停止搜寻，但是当他们发现那些反对的证据，他们会继续搜寻更多证据（Kunda，1990）。

所有这些研究表明，证据为人们理解和解释留下了很大的空间，我们的信念和愿望在这个空间里发挥着作用。因为很容易看到我们期待看到的，或者看到我们想要看到的，所以批判性思维的第一步就是怀疑你自己的结论。一个减少你自己的确定性的最好方法是找到那些质疑你的人，认真倾听他们都说些什么。科学家通过把他们的论文发给那些最有可能不同意他们的同事，或者给那些满是批评者的听众展示他们的研究发现，以此把他们自己毫无保留地给人批评，他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使他们能够从一个更加不偏不倚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结论。如果你想开心，带上你的朋友一起去吃午餐；如果你想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那么带上你的敌人。



我们仔细考虑我们看到的，忽略我们没有看到的



在弗朗西斯·培根爵士卓越非凡的著作中的另一部分里，他详述了一个关于某人探访罗马神庙的老故事。神庙的僧侣给这个人看了几个水手的肖像，这些水手恪守自己的宗教誓约，然后奇迹般地在一次海难中幸存下来，接着僧侣认为这是神的力量存在的明显证据。这个探访者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准确地问出了关键的问题：“但是，那些恪守自己誓言却死掉的人，他们的肖像在哪里？”根据培根的观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想过问此类问题。我们对我们看到的证据深思熟虑，却忘了那些我们没有看到的证据。培根宣称“对看不见的事情，我们根本不注意或者只给予一点儿注意”，并且他辩论道这个自然的倾向是“人类认识的最大障碍和偏差”。

培根宣称的人们很少考虑他们没有看到的事情，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例如，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玩一种游戏，游戏里呈现给他们一套三字铭，也就是三个字母的组合，例如SXY、GTR、BCG和EVX（Newman，Wolff和Hearst，1980）。在每个试次里，实验者指向一套三字铭中的一个，然后告诉参与者这个三字铭是特殊的一个。参与者的任务是弄清楚这个特殊的三字铭的特殊之处是什么。参与者需要经过多少个试次才能弄清楚？这取决于这个三字铭的特殊特征。对于其中一半参与者，如果这个特殊的三字铭总是包含字母T，这些参与者需要看大约34 套三字铭才能弄清楚三字铭的特殊之处。但是，对于另一半参与者，特殊的三字铭总是不出现字母T。这些参与者需要多少个试次才能弄清清楚？他们
永远也弄不清楚

 。永远。这个研究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很自然地考虑那些我们看到的证据，但是从不，即使有的话，也是极少考虑我们看不见的证据。


仔细考虑那些看不见的证据为什么非常重要？


忽略缺失证据的倾向会导致我们得出各种各样错误的结论。我们来看一项研究，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去扮演一个游戏中的两个角色中的一个（Ross，Amabile和Steinmets，1977）。游戏要求“提问者”提出一系列困难的问题，要求“竞答者”回答这些问题。只要你稍微试一试，你就会发现提出那些你会回答，但是其他人不会回答的问题，非常容易。例如，想一下你最近一次去过的城市。然后把你入住的酒店名字告诉别人，接着问他们这个酒店在哪条街上。很少有人知道。因此，那些被随机分为提问者的参与者问了大量听起来很聪明的问题，那些被随机分为竞答者的参与者说了很多错误的答案。下面是最有趣的部分。提问者和竞答者在玩这个游戏时，另一个参与者——观察者——在看他们。游戏结束后，要求观察者猜测一下，游戏的玩家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什么样子的。结果非常清楚：观察者一致地得出结论，提问者比竞答者更富有知识！观察者
看到了

 提问者问尖锐的问题，
看到了

 竞答者说“哦，天呀，我不知道”，观察者只考虑到这些证据。他们没有考虑到的那些他们
没有看到

 的证据。尤其是，他们没有考虑到，如果让那些扮演提问者的参与者反过来扮演竞答者，那些扮演竞答者的参与者反过来扮演提问者，将会发生什么？如果这样的话，可以肯定原来的竞答者将提出聪明问题，原来的提问者将会绞尽脑汁去回答。归根结底？如果批判性思维的第一步是质疑你所看到，那么第二步就是仔细考虑你所没有看到的。






不管竞答者的表现有多好，智力抢答游戏（Jeopardy）的主持人阿力克斯·特里伯克（Alex Trebek）似乎总是舞台上最聪明的家伙。但是，如果给竞答者个机会问他几个问题，你是否还会保留你对他的这个印象？





怀疑的态度



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曾经说过，尽管对任何事情来说，民主都是非常好的形式，但是对政府来说，民主是最差的运作形式。与此相同，科学并不是认识世界的绝对可靠的方式；它只是比其他方法更不容易犯错。科学是人类的事业，而人类容易犯错误。他们看到他们期望看到的，他们看到他们想要看到的，他们极少考虑他们根本没有看到的事情。

科学与其他大多数人类所从事的事业所不同的地方在于，科学积极地发现和补救它自己的偏差和错误。科学家一直都在致力于使他们的观察结果更加准确，使他们的推理更加严谨，他们邀请尽可能多的人来检验他们的证据，挑战他们的结论。就这样，科学是真真正正的民主——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体制，无名小卒可以战胜最负盛名的大牛。当瑞士专利局默默无名的职员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挑战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时，他没有如雷贯耳的名气、引入注目的学位、呼风唤雨的朋友，或者鼓鼓的钱包。他只有证据。而且他获胜的原因只有一个：他的证据是正确的。

因此，把这本书剩下的章节当做来自这个领域的一个报告——这是对心理学家所做工作的一个描述，他们做的所有这些都是在不断经历错误和跌倒去追寻知识。这些章节告诉我们那些信仰弗朗西斯·培根爵士方法的男男女女，使用这一方法摸索到的有关我们人类的一点点真相，我们到底是谁，我们的身体和心理如何运转，我们一起都在太阳系的第三颗行星上做什么。你不但要带着兴趣阅读它，而且要带着批判的眼光阅读它。一些我们将要告诉你的事情有可能不是真的；我们只是现在还不知道到底哪些不是真的。我们邀请你批判性地思考你在这里阅读到的内容，在其他任何地方也是如此。现在，开始怀疑一切。

小结



▲ 为了确定两个变量之间是否为因果关系，我们必须首先确定他们是否相关。相关可以通过测量每个变量许多次，然后比较每个系列的测量结果的变异模式来完成。如果这些结果共变，那么变量是相互关联的。相关使我们可以根据一个变量的已知的值来预测另一个变量。相关的方向和强度通过相关系数（

 

r


 
）来考察。





▲ 当我们观察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我们不能得出它们是因果关系的结论，因为有无数多的第三方变量可能影响这两个变量。实验可以通过操纵自变量、随机分配参与者到实验操纵的实验组和控制组、测量因变量来解决第三方变量问题。因此，这些测量结果是组间的。如果推论统计表明随机分配失败时，这个结论发生的几率只有5%，那么不同组之间测量结果的差异可以认为是由实验操纵引起的。





▲ 针对实验参与者所在的人群，具有内部效度的实验可以建立操作性定义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当实验模拟现实世界，那么这就是外部效度。但是，大多数心理学实验并不试图模仿现实世界，而是检验从理论推理出的假设。





▲人们难以批判性地思考证据，因为人们有一种自然倾向，看到他们所期望看到的，看到他们所想要看到的，并且只深思熟虑他们看到的，而不考虑他们看不到的。







[1]

 一家可让网民在网上买卖物品的线上拍卖及购物的国际化电子商务网站，成立于美国。类似于中国的淘宝网。——译者注




[2]

 盖洛普公司由美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乔治·盖洛普博士于1930年代创立，是全球知名的民意测验和商业调查、咨询公司。——译者注




[3]

 一支英国的乐队，在中国大多被翻译为“电台司令”。——译者注




[4]

 一首收音机迷乐队原唱的歌曲，英文原名为Paranoid Android。——译者注




[5]

 日本东京千叶县人，1946年出生。于2006年10月3日背诵圆周率（π）至小数点后100000位。以上信息来自百度百科。——译者注




[6]

 在大量学术论文和书籍中被称为“病人HM”，生于1926年，2008年12月2日去世。因癫痫治疗成为“世界最健忘男子”，55年中配合科学家做了上百次脑科学研究实验，帮助科学家解开了大脑记忆的许多奥秘，被称为世界大脑科学史上最重要的病人。以上信息来自百度百科。——译者注




[7]

 “dry light”最早来源于赫拉克利特关于火、干燥的灵魂的哲学残篇。培根将其借用来隐喻那些无关个人意志、情感、愿望、习惯的纯粹理性。在培根的中译本文集中，对这个词有多个版本的译法，此处采用的是水天明于2000年修订水天同先生1939年版《培根论说文集》时采用的译法。参考文献：尹穗琼.（2009）“DryLight”理解和翻译浅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172（8）：51—56.——译者注





科学研究的伦理：首要一条，一定没有伤害



也许曾经在某个地方，有人告诉过你把人当做物品来看待并不好。然而，似乎心理学家却偏偏这样做，诸如创设一些引起人们恐惧或悲伤的情境，让人们做令人尴尬或者不道德的事情，或者让他们了解他们压根儿就不想了解的关于自己或者其他人的一些事情。不要被表象迷惑。事实是，心理学家竭尽全力去保护他们的研究参与者的福祉，他们受到一套伦理准则的约束，这套伦理准则就像约束物理学家、律师、会计师的职业守则一样，非常详尽细致、要求众多。这个准则要求心理学家对人、动物和真理要心怀敬重。让我们逐条来讨论心理学家的这些责任。


尊重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医生在人类被试身上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实验，例如器官切除，或者把他们浸泡在冰水里，仅仅是为了看他们多久会死去。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国际社会通过了1947年版的纽伦堡法案（Nuremberg Code），之后在1964年通过了赫尔辛基宣言（Declarationof Helsinki），其中详细说明了对待人类被试的伦理规则。不幸的是，并不是每个人都遵守这些规则。例如，从1932年到1972年，美国公共健康服务部门实施了臭名昭著的塔斯克吉实验（Tuskegee experiment），实验中399名患有梅毒的非洲裔美国男性被拒绝治疗，这样研究者可以观察这种疾病的病情发展。正如一位记者所写的，政府“把人类当做实验室动物一样用于一项长期、低效率的研究，仅仅是为了看梅毒多久会杀死人”（Coontz，2008）。

1974年，美国国会建立了国家保护生物医学与行为研究人类受试者委员会。1979年，美国健康、教育与福利部发布了后来被广为所知的贝尔蒙报告（Belmont Report），其中描述了所有涉及人类被试的研究需要遵守的三条基本原则。第一，研究应该表现出对人的尊重，尊重其在不受影响或者胁迫下为自己做决定的权利。第二，研究应该以慈善为先，也就是说它应该尽量使参与者的收益最大化，尽量减少参与者的风险。第三，研究应该是公正的，这意味着它给所有参与者带来的收益和危险是同等的，没有对特殊个体和群体的偏见。

心理学家必须遵守的特定伦理准则合并和扩充了这些基本原则。（你可以在http://www.apa.org/ethics/code/index.aspx 中找到美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家伦理原则与行为准则（2002）》）。以下是几条心理学研究必须遵守的最重要原则：

➢ 知情同意书：除非参与者签署知情同意书
 ，否则他们可以不参加心理学实验，知情同意书是
一份成人签署的书面同意参加研究的协议，该成人被告知了参加实验可能带来的所有风险

 。这不意味着这个人一定要知道有关研究的所有事情（例如，研究假设），但是这的确意味着这个人必须知道任何可能潜在的伤害或者痛苦。如果有人不能签署知情同意书（例如，因为他们是未成年人，或者心智不足），那么必须从他们的法定监护人那里获得知情同意书。即使人们签署了知情同意书，但是他们仍然有权利在任何时候退出研究，而且不受到任何惩罚。

➢ 完全没有胁迫：心理学家不能胁迫参与者。胁迫不仅仅意味着生理和心理的胁迫，也包括金钱的胁迫。给人们提供大笔的金钱来劝说他们做一些他们本不太愿意做的事情，这是不符合伦理的。大学生可能会被邀请参加一些研究，作为他们心理学训练的一部分，但是通常会提供给他们通过其他方式学习相同东西的多个选择。

➢ 保护参与者免于受伤害：心理学家必须竭尽全力保护他们的研究参与者免遭身体或者心理的伤害。如果有两种同等有效的方法来做研究，那么心理学家必须使用更加安全的方法。如果没有安全的方法可以使用，那么心理学家不能实施这项研究。

➢ 风险—收益分析：尽管可以要求参与者接受一些小的风险，例如轻微的电击或者小的难堪，但是不能要求他们接受大的风险，例如严重的疼痛、心理创伤，或者任何比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承受的更大的风险。此外，即使当参与者被要求承受小的风险，心理学家必须首先证明从这项研究中可能获取的新知识对社会的益处远远大于这些风险。

➢ 欺骗：心理学家只可以在一种情况下使用欺骗手段，那就是研究的科学、教育或者应用的价值足以证明欺骗是正当的，而且没有其他可行的方法来替换。如果研究可能导致参与者生理或者心理伤害或者伤痛，心理学家永远都不能在这些方面欺骗参与者。

➢ 实验后解说：如果参与者在研究开始前或者进行中以任何方式遭受欺骗，那么心理学家必须提供一份实验后解说
 ，这是
一份关于研究本质和目的的口头描述

 。如果参与者在任何方面发生了变化（例如，实验使他感到有些悲伤），那么心理学家必须努力使其不要发生变化（例如，请这个人做一个任务，使其更加快乐），而且使这个参与者恢复到参与实验之前的状态。

➢ 保密：心理学家有义务对研究过程中获取的参与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

这些只是心理学家必须遵守的原则中的一部分。那么这些原则是如何贯彻执行的呢？几乎所有心理学研究由学院和大学的心理学家完成。这些机构有伦理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IRBs），委员会由教师和研究者、大学的职员和当地社区的非专业人员（例如，商业界的领导人或者神职人员）。如果研究受到联邦政府的资助（很多研究都是），那么法律要求IRB 至少包括一名非科学家和一名非该机构工作人员。心理学家只能在IRB 评审和通过了该研究后，才能开始实施这项研究。

正如你所能想象的，伦理准则和申请程序是如此的严格，以至于有些研究就是不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被任何人实施。例如，心理学家很想知道一个人在没有语言的环境中长大会如何影响其说话和思考的能力，但是从伦理上他们不能操纵实验中的这个变量。他们只能研究那些语言接触与说话能力之间的自然相关，因此永远也不能牢固地建立这些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确，因为这样做会需要实施侵犯基本人权的不人道的实验，所以有许多问题心理学家可能永远也不能确定地回答。


尊重动物


并不是所有的研究参与者都有人权，因为并不是所有研究参与者都是人类。其中一些是黑猩猩、老鼠、鸽子，或者其他一些非人类的动物。美国心理学会准则特别描述了这些非人类的参与者的特殊权利，以下是其中一些较为重要的条款：

➢ 所有涉及动物的实验流程都必须在受过心理学研究方法训练，并且具有照顾实验室动物经验的心理学家的监督下实施，心理学家负有责任，要确保适当地考虑舒适、健康和人道地对待这些动物。

➢ 心理学家必须做出合理的努力，以减少动物的不适、感染、疾病和疼痛。

➢ 心理学家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可以使动物遭受疼痛、应激，或者物质匮乏，那就是研究的科学、教育或者应用的价值足以证明这个实验流程是正当的，而且没有其他可行的方法来替换。

➢ 心理学家必须在适当的麻醉下才能实施所有外科手术流程，必须将动物在手术期间和术后的疼痛降到最低。

这很好——但是足够好吗？有些人并不这样认为。例如，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Singer，1975）争论道，所有能够感觉到疼痛的生物都有相同的基本权利，以不同于对待人类的方式对待非人类生物，这是一种物种歧视，这无异于种族歧视或者性别歧视，同样令人憎恶。辛格的哲学鼓舞了一些组织呼吁停止所有涉及非人类动物的研究，例如善待动物组织（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不幸的是，它也鼓舞了一些组织攻击那些从事此类合法研究的心理学家。正如两位研究者（Ringach和Jentsch，2009，第11417页）最近报道的那样：



我们的汽车和我们的家被投掷过燃烧弹或者被人用水淹过，我们收到过装着浸过毒药的剃刀的邮件，以及通过电子邮件或者语音信箱发来的死亡恐吓。我们的家人和邻居受到过带着面具的愤怒抗议者的恐怖袭击，他们投掷石块、打破窗户，并且喊叫着“你应该自己停止或者被人阻止”，他们“知道你夜里睡在哪里”。其中一些攻击已经被归类为企图谋杀。雪上加霜的是，被误导的动物权利激进分子公开煽动其他人在互联网上传播暴力、吹嘘由此产生的罪行，甚至“在道德上师出有名地”挑选暗杀的地点。








有些人认为使用动物做衣服或者做研究不符合伦理道德。另一些人则看到了这两者目的的重要区别。



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人会站在哪一方？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在道义上可以接受在研究中使用非人类动物，并且说他们会反对政府对这类研究实施禁令（Kiefer，2004；Moore，2003）。的确，大多数美国人吃肉、穿皮革，并且支持猎人的权利，这就是说多数美国人看到了动物权利和人权之间的明显区别。科学不属于解决道德争议的领域，每个个体必须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结论。但是，无论你站在哪一个立场，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只有很小比例的心理学家的研究涉及动物，而且此类研究中也只有很小比例的研究会给动物带来疼痛和伤害。心理学家主要研究人类，当他们研究动物时，也主要是研究它们的行为。


尊重事实


伦理审查委员会确保研究者收集数据的过程符合伦理道德。但是一旦数据收集完毕，谁来确保他们分析和报告的过程符合伦理道德？没有人。心理学，就像所有的科学一样，在信誉体系的基础上运行。没有官方负责监督心理学家用他们收集的这些数据干什么，也没有官方负责核查他们宣称的结果是否真实。你可能会发现这有点儿奇怪。毕竟，我们在商店（“把这台电视机搬回家，下次你路过时候再把钱给我”）、银行（“我不需要查询你的账户，你只需告诉我你想取多少钱”）或法庭（“如果你说你是无辜的，那么好吧，我相信你”）时不会使用信誉体系，那么为什么期望它在科学领域能够起作用？科学家是否比其他人更加诚实？

科学家绝对更加诚实！好吧，我们刚刚是假装的。但是，信誉系统并不依赖于科学家特别诚实，而是依赖于科学是一项共同体性质的事业。当科学家宣称他们有重要的发现时，其他科学家不仅仅是鼓掌，他们也会开始研究。当物理学家简·亨德里克·舍恩（Jan Hendrik Schön）在2001年宣布他制造出一种纳米晶体管时，这一发现曾经深深震撼了其他物理学家——直到他们努力重复舍恩的工作，然后发现舍恩伪造了数据（Agin，2007）。舍恩丢了他的工作，博士学位也被撤回，但最重要的是这样的学术造假行为并不能持续太长时间，因为一位科学家的结论将是另一位科学家的研究问题。这不意味着所有的学术造假都会被很快发现：心理学家戴德里克·斯塔佩尔（Diederik Stapel）撒谎、欺骗、伪造数据了几十年，人们才慢慢开始怀疑和调查（Levelt Committee，NoortCommittee，Drenth Committee，2012）。但是这也不意味着
重大的

 学术造假最终都会被揭露。如果一位心理学家用伪造的数据宣称黑猩猩比金鱼更聪明，那么他可能永远也不会被抓到，因为可能没有人会去检验这个非常显而易见的发现，但是，如果一位心理学用伪造的数据宣称相反的发现，那么他很快就需要作出很多解释了。

心理学家以他们的信誉担保，他们究竟应该做什么呢？至少要做三件事情。第一，当心理学家撰写实验报告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时，他们必须如实地报告他们做了什么，以及他们发现了什么。他们不能凭空捏造结果（例如，宣称他们实施了他们根本没有真正实施的研究）或者篡改结果（例如，修改他们实际采集的数据），他们不能通过忽视部分数据而误导结论（例如，只报告那些证明他们假设的结果，而绝口不提那些无法证明他们假设的结果）。第二，心理学家必须通过列出那些对他们工作有贡献的人作为研究报告的合作者，以及在研究报告中引用那些做过相关工作的其他科学家来公平地共享研究成果的荣誉。第三，心理学家必须共享他们的数据。美国心理学会行为准则规定，“如果有其他具有专业资质的科研人员想要得到某位心理学家得出结论的数据来重新分析，从而确认结论的真实性，那么符合伦理标准的心理学家不会阻止他们获取数据”。任何人都能检验任何其他人，这一事实就是信誉系统可以起作用的部分原因。

小结



▲ 伦理审查委员会确保那些参与科学研究的人类参与者的权利是基于对人的尊重、慈善和公正的原则。





▲ 心理学家必须维护这些原则，与参与者签署知情同意书，不胁迫参与者，保护参与者不受伤害，权衡利弊时重视参与者的收益，避免欺骗，对参与者的信息保密。





▲ 心理学家必须尊重动物的权利，人道地对待它们。大多数人们支持在科学研究中使用动物。





▲ 心理学家必须如实地报告他们的研究，恰当地共享研究成果的荣誉，同意其他人获取他们的数据。




其他声音 我们负担得起科学吗？


谁来支付类似这本书中所有研究的费用？答案是你本人。总的来说，科学研究是由政府部门资助的，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该部门给科学家提供基金（也就是钱），让他们做科学家提出的特定研究项目。当然，政府的这些钱可能会花在其他事情上，例如给贫穷的人提供食物，给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宿，照顾病人和老年人，等等。当我们的一些同胞仍然忍饥挨冻时，把纳税人的钱用来资助心理学研究是否有意义？

记者兼作家大卫·布鲁克斯（2011）争论道行为科学研究不是资金消耗——而是对它自身的一种投资，甚至更多。以下是他的原话：

在过去的50年间，我们看到相当多的政策——减少贫穷、无家可归、失学率、单亲家庭和药物依赖的政策——实施的结果令人非常失望。诸如此类的政策失败是因为它们建立在对人性过于简单的认识之上。它们假定人们以一种简单直接的方式来应对激励措施。通常，它们假定金钱可以解决行为问题。

幸运的是，现在我们正处于行为研究的黄金时期。数以千计的研究者正在研究人们真实的行为与我们假定的人们行为之间的差异。他们提出关于我们人类心理和行为更加精准的理论，并评估这些理论在现实世界中应用的结果。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当你去更新自己的驾照时，你有机会登记参加器官捐献计划。在德国和美国这些国家，如果你想参加这个计划，你需要选中一个框。大约14%的人会选择。但是行为科学家发现，默认选项的设置至关重要。所以，在一些其他国家，像波兰或者法国，你必须选中一个框来表示你不想参加。在这些国家，超过90%的人会参加。

这是由一个微不足道的、毫不费力的程序改变引起的巨大行为差异。

尽管我们正处于行为科学的黄金时代，但是国会仍然有条例草案想要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的社会、行为和经济学理事会削减掉。削减支出少但是能够在未来产生巨大效益的事项，这恰恰是调节经费预算最不应该出现的方式。

假如说你想减少贫穷。我们对待贫穷有两种传统的认识。第一种假定人们是理性的。人们高效地追求他们目标，不需要太多的帮助来改变他们的行为。第二种假定贫穷来源于文化或者心理的功能障碍，这种功能障碍导致他们有时做出缺乏远见的行为。这两种理论都没有对提出有效的政策有任何帮助。

普林斯顿大学的艾德尔·沙弗（Eldar Shafir）和哈佛大学的森德希尔·穆莱纳桑（SendhilMullainathan）最近在联邦政府的资助下，提出了第三个理论，认为匮乏导致其特有的认知特质。

问一个简要的问题：你所在的城市出租车的起步价是多少？如果你像大多数中上阶层的人们一样，那么你不会知道。如果你像许多仍为生计奔波的人们一样，那么你一定知道。穷人必须深思熟虑千百件富人不会思考的事情。当他们买一加仑牛奶时，必须做出复杂的权衡：如果我买了牛奶，我就买不起橙汁。他们不得不决定哪项生活费可以不用支出。

这些问题大大增加了认知需求。大脑的容量是有限的。如果你增加了其中一类问题的认知需求，那么它在解决另一类问题时就不会做得很好。

沙弗和穆莱纳桑给印度种植蔗糖农作物的农民做了一系列测验。在他们卖了他们收获的农作物之后，他们的生活相对比较宽裕。在这个季节，这些农民在IQ 测验和其他测验上的得分都比较高。但是在这个季节之前，他们生活拮据，不得不每天仔细考虑上千个决定。在这个季节，同一批农民在这些测验的得分要差很多。他们表现出更低的IQ 得分。他们有更多的麻烦需要他们更多的注意力。他们更加缺乏远见。匮乏催生了它自己的心理学。

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通常不会面对严重的财务短缺问题，但是他们却面临时间短缺的问题。在一项游戏中，他们必须在一系列限时的轮次内回答问题，但是他们可以从未来的轮次借时间。当他们挣扎在时间短缺的阶段时，他们快速地决定借时间，他们几乎都没有注意到游戏组织者会收取高额的利息。这些才华横溢的普林斯顿孩子们义无反顾地扑入工资日贷款


[1]



 的高利贷商人的怀抱，扑入对他们自己长期发展不利的境地。

沙弗和穆莱纳桑明年会有一本书出版，揭示匮乏——不管是时间、金钱，或者卡路里（正在减肥）——如何影响你的心理。他们也研究穷人的自我感受（self-perception）如何塑造行为。许多人因为被领取福利津贴的表格吓住了，而不愿意申领福利津贴。沙弗和穆莱纳桑在特伦顿


[2]



 食物赈济处请一些人重温一段他们曾经感到自己胜任工作的时光（自我肯定组），请另一些人详述一段中性的经历（中性组）。近一半的自我肯定组的人随后选择了一个可以领取的福利套餐。而中性组只有16%人这样做。

人是复杂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多重的自我，这些自我在不同的背景下显现出来，或者不依赖于背景。如果我们打算解决问题，我们需要理解这些背景，以及这些倾向性如何显现，或者不显现。我们需要围绕这些知识来设计政策。如今，削减这类研究的财政预算就像削减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发现新大陆时的航海财政预算一样。

你会怎么想？布鲁克斯说的对吗？资助心理科学是使用公共资金时的明智之举吗，或者心理科学仅仅是一个我们负担不起的奢侈品？

来源于2011年7月7日《纽约时报》。

本章回顾


关键概念小测试


1.可以通过观察来获得准确知识的信念是____。

a.简约性

b.教条主义

c.经验主义

d.科学研究

2.以下哪个选项是对假设的最佳定义？

a.实证证据

b.科学调查

c.可证伪的预期

d.理论观点

3.因为当人们知道他们正在被研究时，他们不会总是像没被研究时那样行为表现，所以心理学研究方法要考虑到______ 这个因素。

a.反应性

b.复杂性

c.变异性

d.老练世故

4.如果一个测量工具无论何时测量同一个事物，都会得到相同的测量结果，那么我们说这个测量工具具有____。

a.效度

b.信度

c.检测力

d.具体性

5.观测的某个方面的环境设置导致人们按照他们设想的自己应该如何表现的方式来行为表现，这称为____。

a.观察者偏差

b.反应条件

c.自然栖息地

d.需求特征

6.在双盲观察中，____。

a.参与者知道研究测量的是什么

b.人们在他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中被观察

c.研究目的被隐藏，既不透露给观察者，也不透露给被观察的人

d.只有客观的统计测量结果被记录

7.在一个特定的分布中，以下哪个选项描述了所有测量值的平均值？

a.平均数

b.中数

c.众数

d.全距

8.相关系数表明了什么？

a.一个特定变量的数值

b.相关的方向和强度

c.相关研究方法的效率

d.自然相关的程度

9.当两个变量相关时，什么使我们无法得出以下结论：其中一个变量是原因，另一个变量是结果？

a.第三方变量的可能性

b.控制组的随机分配

c.假阳性相关的存在

d.相关强度不可能被精确地测量

10.研究者实施一项问卷调查研究，关于全国所有年龄阶段的男性和女性对全球变暖的态度。这项研究中的因变量是参与者的____。

a.年龄

b.性别

c.对全球变暖的态度

d.地理位置

11.实验具有一项特性，可以允许我们得出因果关系的结论，这项特性称为____。

a.外部效度

b.内部效度

c.随机分配

d.自我选择

12.一个实验的变量按照现实生活中的方式来定义其操作性定义，这个实验可以称为____。

a.具有外部效度

b.控制严格的

c.操作性定义的

d.统计显著的

13.研究表明人们通常____。

a.持开放的态度，可以看到一个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

b.不带情绪色彩地理性思考

c.仅仅基于事实来得出结论

d.以上皆非

14.当人们发现证实了他们信念的证据时，他们通常____。

a.倾向于停止找寻证据

b.找寻那些不能证实他们结论的证据

c.找寻可以代表正反两个方面的证据

d.与他们的同事交流

15.当心理学家报告他们的研究结果时，符合伦理道德的做法是什么？

a.如实地报告发现

b.共享研究成果的荣誉

c.使自己的数据可以为未来的研究所用

d.以上皆是


关键术语


经验主义

自然观察法

相关系数

因变量

科学方法

双盲设计

自然相关

自我选择

理论

频率分布

第三方变量相关

随机分配

假设

正态分布

匹配样本法

内部效度

实证性方法

众数

配对法

外部效度

操作性定义

平均数

第三方变量问题

总体

工具

中数

实验

样本

效度

全距

操纵

个案法

信度

标准差

自变量

随机取样

检测力

变量

实验组

知情同意书

需求特征

相关

控制组

实验后解说


转变观念


1.回到“心理学的科学之路”这一章，你已经读过关于B.F.斯金纳（B.F.Skinner）的介绍，知道他研究过强化的原理，该原理是说一个行为的后果决定了这一行为是否更可能或更不可能在未来发生。因此，例如，如果一只老鼠每次按压杠杆都会得到食物强化，那么这只老鼠按压杠杆的比率会增加。当你告诉同学这个原理，她只是耸耸肩。“这很明显。任何养过狗的人都知道如何训练动物。如果你问我，我只能说心理学就只是常识。你不必实施科学实验来检验那些每个人都已经知道的事情。”你如何解释研究类似“常识”这样的事情到底有什么价值？

2.你正在和一位朋友一起看电视，这时一个新闻节目报道：一项研究发现，在欧洲，工作时间长的人比工作时间短的人更不快乐，但是在美国却相反：工作时间越长的美国人越快乐（Okulicz-Kozaryn，2011）。“这是一个有趣的实验，”他说。你指出这个新闻只说了这是一项研究，并没有说是实验。这项研究如果要成为一项实验，它必须具备什么？为什么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是实验？这项研究中无法得出你能够从实验中得到的哪些结论？

3.第一次考试结束后，你的教授说她注意到学生座位的位置与他们考试分数之间的强正相关：“座位位置更靠近教室前方的学生，考试的分数越高，”她说。课后，你的朋友认为你们两个在本学期的剩余时间都应该往前坐，这样可以提高你们的成绩。你已经读过了相关和因果，你不应该对此怀疑吗？有什么可能的原因导致座位与好成绩之间存在相关？你会设计一个实验来检验坐在前排确实会导致好的成绩吗？

4.你的刑事司法学课上的一位同学认为心理疾病是美国暴力犯罪的主要原因。他提到一个在媒体上广为宣传的谋杀案审判，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他把这个案例作为证据。证明他的观点需要什么科学证据？

5.你问你的朋友是否愿意和你一起去健身房。“不，”他说，“我从不锻炼。”你告诉他定期锻炼对健康有各种各样的好处，包括极大地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我不相信那些，”他回答道，“我有一个叔叔一辈子都是每天早上6 点起床去慢跑，但是他仍然在53岁时死于心脏病。”你该如何告诉你的朋友？他叔叔的这个个案到底是否证明了锻炼真的对预防心脏病没有用处？


关键概念小测试答案


1.c；2.c；3.a；4.b；5.d；6.c；7.a；8.b；9.a；10.c;11.b；12.a；13.d；14.a；15.d.


需要更多帮助吗？更多资源请参见


LaunchPad 网站：

http://www.worthpublishers.com/launchpad/schacter3e


经验主义（empiricism）
 
相信可以通过观察获得准确知识的信念。




科学方法（scientific method）
 
通过实证性证据来探寻真相的一套方法。




理论（theory）
 
对自然现象提出的假设性的解释。




假设（hypothesis）
 
基于理论提出的可以被证伪的预期。




实证性方法（empirical method）
 
一套观察的规则和技巧。




操作性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
 
用具体的、可测量的术语对研究对象的属性进行的描述。




工具（instrument）
 
能够探测操作性定义所规定的条件的任何事物。




效度（validity）
 
使用具体的测量工具或手段能够准确测量出所需测量属性的程度。




信度（reliability）
 
不管在任何情况下，用相同的测量工具测量同一个事物，都可以得到相同测量结果的倾向性。




检测力（power）
 
测量工具可以精确地探测出所测量属性的小幅度变化的能力。




需求特征（demand characteristics）
 
观察过程中的某些情境因素，这些因素导致人们按照他们所认为的别人期望的方式来做出行为表现。




自然观察法（naturalistic observation）
 
通过在人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中，采用不干扰他们的方式观察他们，从而收集科学证据的一种手段。




双盲（double-blind）
 
一种隐藏其真实目的，既不让观察者知道，也不让被观察者知道的观察法。




频率分布（frequency distribution）
 
通过每个测量数值出现的次数分布来对测量结果进行图示的一种方法。




正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
 
一种测量频率在中间最高，而在两端对称地递减的数学方式定义的分布。




众数（mode）
 
观测频率最高的测量结果的数值。




平均数（mean）
 
所有测量结果的数值的平均数。




中数（median）
 
居于测量结果中间的数值，也就是大于或者等于一半测量结果，同时小于或者等于另一半测量结果。




全距（range）
 
用频率分布中最大的测量值减去最小的测量值得到的数值。




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
 
一个描述频率分布中每个测量值与该分布的平均值之间的平均差异的统计量。




变量（variable）
 
其取值能够随着个体或者时间变化的量。




相关（correlation）
 
当一个变量的数值变化与另一个变量的数值变化同步，那么说这两个变量相关。




相关系数（correlation coefficient）
 
相关的方向和强度的数学测量值，用字母r 表示。




自然相关（natural correlation）
 
我们观察到的存在于周围世界中的相关关系。




第三方变量相关（third-variable correlation）
 
只是因为两个变量都与第三方变量相关，所以这两个变量也相互关联。




匹配样本（matched samples）
 
根据第三方变量，将两组中的参与者匹配成完全同质组的技术。




配对（matched pairs）
 
根据第三方变量，使每个参与者与另一个参与者完全匹配相同的方法。




第三方变量问题（third-variable problem）
 
因为经常存在着第三方变量相关的可能性，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从它们之间自然发生的相关关系中推论出来。




实验（experiment）
 
一种建立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方法。




操纵（manipulation）
 
改变一个变量的值，以确定它的因果力。




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
 
实验中被操纵的变量。




实验组（experimental group）
 
在实验中，与控制组相比，接受特定操纵的一组人。




控制组（control group）
 
在实验中，与实验组相比，不接受特定操纵的一组人。




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
 
研究中被测量的变量。




自我选择（self-selection）
 
当由一个人决定自己是否参与实验组或者控制组时所引起的问题。




随机分配（random assignment）
 
一种靠几率分配人们到实验组或控制组的方法。




内部效度（internal validity）
 
可以允许实验建立起因果关系的一种实验的属性。




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
 
按照实验变量在现实生活中正常的、典型的方式来定义它的一种实验的属性。




总体（population）
 
可能被测量的所有参与者组成的全部整体的集合。




样本（sample）
 
从总体中抽取的部分个体的集合。




个案法（case method）
 
一种通过研究单个个体收集科学数据的方法。




随机取样（random sampling）
 
一种确保每个总体成员都有相同机会被选为样本的实验参加者选取方法。




知情同意书（informed consent）
 
一份成人签署的书面同意参加研究的协议，该成人被告知了所有参加实验可能带来的所有风险。




实验后解说（debriefing）
 
一份关于研究本质和目的的口头描述。







[1]

 工资日贷款是一种小额、短期贷款，用于贷款人下一次发薪之前临时急用（因此还款日期也就是下次发薪之时）。这种贷款额度往往在100美元到1 500美元之间，通常还款期限是2周，通常年利率在390%到780%。也就是说，每贷款100美元，按期还款的时候（一般是两周左右）需要缴付的利息是15 到30美元。以上信息来自百度百科。——译者注




[2]

 美国新泽西州的州府。





第3章 神经科学与行为



雷·伊斯特林（Ray Easterling）和戴夫·杜尔森（Dave Duerson）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伊斯特林生于1949年，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长大；杜尔森生于1960年，在印第安纳州的曼西长大。但他们年轻时的生活却惊人地相似。他们都喜欢橄榄球，在防守后卫这个位置打得非常好，从而成为大学校队的明星，并最终进入国家橄榄球联盟（NationalFootball League，NFL）


[1]



 。20世纪70年代，伊斯特林效力于亚特兰大猎鹰队，作为“格里茨突袭”


[2]



 的成员创下了国家橄榄球联盟1977年赛季防守位阻击对方使其得分最低的记录。20世纪80年代，杜尔森效力于芝加哥熊队，是那个时代最可怕的防守队员之一，为1986年熊队赢得超级杯冠军做出了重要贡献。不幸的是，伊斯特林和杜尔森之间的相似持续到了他们退役后的那些年。他们都遭受了严重的认知功能衰退和抑郁症的折磨，并且都选择自杀来了却残生：杜尔森死于2011年，伊斯特林死于2012年。他们死后，对其大脑的检验分析表明他们都患有慢性创伤性脑病（chronic traumatic encephalopathy，CTE），这是一种与重复性脑震荡有关的渐进脑损伤（McKee等，2012）。杜尔森和伊斯特林仅仅只是被诊断为CTE的20多个前NFL球员中的2位，在拳击、摔跤、曲棍球和英式橄榄球运动中，多次重复的头部受伤后也能观察到这种病症（Costanza等，2011；Daneshvar等，2011;Lahkan和Kirchgessner，2012；McKee等，2012）。

我们不确定是否是CTE导致了伊斯特林或杜尔森的死亡，但我们确定CTE与那些备受折磨的个体的一系列认知和情绪障碍有关，包括注意缺陷、记忆丧失、易怒和抑郁，并且这些症状通常始于重复脑震荡的第一个十年，然后随着时间逐渐恶化（McKee等，2009）。CTE不只出现在年迈的或退役的运动员中。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一名死于多处头部损伤的17岁橄榄球运动员身上也出现了CTE的迹象（McKee等，2012）。幸运的是，CTE及它的后果已逐渐被专业的体育组织以及大学、高中、其他有年轻运动员的团体意识到，并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CTE的症状及其对患者和家人造成的严重损害警醒着我们：我们的心理健康、情绪健康以及社会幸福主要取决于脑的健康和完整。CTE的后果同样强调了认识神经科学不仅仅是局限在科学实验室里的学术活动：我们对大脑了解得越多，以及越多的人了解大脑，我们找到解决类似CTE这样的问题的机会就越大。


我们将在这一章里讨论大脑如何工作
 ，大脑不工作时会发生什么，以及这两种状态如何决定行为。首先，我们将向你介绍大脑中加工信息的基本单元——神经元。神经元的电活动和化学活动是所有行为、思想和情感的起点。接着，我们将思考中枢神经系统的解剖结构，尤其关注大脑，包括其整体的组织结构、执行不同功能的关键结构以及大脑的进化发展。最后，我们讨论那些我们用以研究大脑并理清有关大脑如何工作的方法，它们包括探测脑损伤的方法和扫描活体健康大脑的方法。





[1]

 国家橄榄球联盟是世界最大的职业美式橄榄球联盟，也是世界最具商业价值的体育联盟。目前联盟由32支来自美国不同地区和城市的球队组成。国家橄榄球联盟是北美四大职业运动之一。——译者注




[2]

 格里茨突袭（Gritz Blitz）：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历史上著名的绰号之一，指亚特兰大猎鹰队的防守位置队员。——译者注





神经元：行为的起源



大约有十亿人会看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杯总决赛。这确实是一大群人，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它只比目前生活在地球上的大约70亿人类的14%略多一点点而已。更可观的数字或许是，在整个赛程中有300亿观众调换电视频道来观看世界杯比赛。其实一个相当相当大的数字正处于你的头骨之下，就在此时，正在帮你读懂你看到的上述那些大数目。在你的大脑中约有1千亿个神经元在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从而使你表现得像一个人类。

人类的思想、情感和行为通常伴有外显的迹象。想象一下你在去见一位好友的路上会有怎样的感受。观察者可能看到你面带笑容或注意到你走得很快；内心里，你可能预演你将跟朋友说什么，并且体验到当你看到她时产生的巨大幸福感。所有这些外显可见的、主观体验上的迹象都伴随大脑细胞的活动。你的预期，你的幸福感，你走路的速度都是大脑信息加工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你所有的思想、情感、行为都源于大脑细胞一天一万亿次的信息输入和输出。这些细胞就是神经元
 ，即
神经系统中通过彼此连接完成信息加工任务的细胞。




神经元的组成







图3.1 高尔基染色后的神经元。





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用高尔基染色法（如图所示）来凸显神经元的外观。他是第一个看见神经元由一个胞体和许多向其他神经元延展的线状物组成的人。他还惊奇地看到，每个神经元的线状物与其他神经元并无真正的接触。



在19世纪的最初十年，科学家们开始将他们的注意从研究四肢、肺、肝转移到研究难以观察的大脑上。哲学家们诗意地描写过一架“施了魔法的织布机”，它能神秘地编织出行为的挂毯


[1]



 。许多科学家肯定了这个隐喻（Coris，1991）。对于这些科学家而言，大脑看起来好像由纵横交错的精细纤维线不断连接而成，因而它是一张硕大的原材料编织网。然而，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西班牙心理学家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SantíagoRamóny Cajal，1852—1934）掌握了一种为大脑神经元着色的新技术（DeFlipe和Jones，1988）。着色突出了整个细胞的轮廓，揭示出神经元拥有不同的形状和大小（见图3.1）。

卡哈尔发现神经元是由三个基本部分组成的复杂结构：细胞体、树突和轴突（见图3.2）。就像身体所有器官中的细胞，神经元也有一个细胞体
 （也叫胞体soma
 ），是神经元最大的组成部分，用于协调信息加工任务并维持细胞存活。像蛋白质合成，产生能量以及新陈代谢等过程都发生在这里。细胞体包含一个细胞核，这里存储着染色体，包含DNA或决定你是谁的基因蓝本。细胞体外周围着多孔细胞膜，允许一些分子进出细胞。






图3.2 神经元的组成。





一个神经元由三部分组成：细胞体，存储携带机体DNA信息的染色体并维持细胞健康；树突，接收其他神经元的信息；轴突，向其他神经元、肌肉或腺体传递信息。



与人体中的其他细胞不同，神经元细胞膜有两种特殊的延伸方式使得它们之间可以相互交流：树突和轴突。树突
 
接收来自其他神经元的信息并将信息传递到细胞体。

 术语
树突

 源于希腊单词“tree（树）”；的确，大多数神经元拥有很多树枝状的树突。轴突
 
向其他神经元、肌肉或腺体传递信息。

 有些轴突很长，甚至可以从脊髓的底端延伸一米到大脚趾。

在许多神经元中，轴突外层覆盖着髓鞘
 ，
是一层绝缘的脂类物质

 。髓鞘由胶质细胞
 构成（此名源于希腊单词“glue（胶水）”），它是
神经系统中的支撑细胞

 。尽管你的脑中已经有1千亿个神经细胞在繁忙地加工信息，但是仍有10至50倍的胶质细胞为各种各样的功能提供服务。一些胶质细胞消化部分死亡的神经元，一些胶质细胞为神经元提供物质和营养支持，还有一些胶质细胞形成髓鞘协助轴突更有效地传递信息。被髓鞘隔离而绝缘的轴突能够更有效地向其他神经元、器官或肌肉传递信息。事实上，肢体感觉丧失、部分失明及认知运动协调困难（Butler，Corboy和Filley，2009）等问题，就是由
脱髓鞘病变

 ，如多发性硬化，髓鞘退化等，减慢了信息从一个神经元到另一个神经元的传递（Schwartz和Westbrook，2000）而引发的。卡哈尔还观察到，神经元的树突和轴突彼此之间并没有真正的接触。一个神经元的轴突与另一个神经元的树突或胞体间有一个小的缝隙。这个缝隙是突触
 的一部分，一个
神经元的轴突与另一个神经元的树突或胞体间汇合的区域

 （见图3.3）。大脑的1千亿个神经元中有很多神经元都有几千个突触连接，所以大多成年人有100至500万亿的突触就不足为奇了。正如你即将看到的，突触间的信息传递是神经元间交流的基础，这个过程使得我们可以去思考、感受和行动。


神经元的主要类型



这三种类型的神经元如何协调工作以传递信息？


神经元主要有三种：感觉神经元、运动神经元和中间神经元。每一种神经元都执行不同的功能，感觉神经元
 
接收来自外界的信息并通过脊髓将信息传递给大脑

 。它们的树突上有特异化的末梢，因而能够接收光、声、触、味和嗅觉信号。例如，我们眼睛中的感觉神经元的末梢对光线敏感。运动神经元
 
将来自脊髓的信息传递到肌肉产生动作。

 这些神经元常常有较长的轴突能够延伸至我们身体远端的肌肉。然而神经系统的大多数是由第三种神经元组成，中间神经元，用于
连接感觉神经元，运动神经元及其他中间神经元。

 一些中间神经元将感觉神经元的信息传进神经系统，另一些中间神经元将神经系统的信息传至运动神经元，还有一些中间神经元在神经系统中执行各种各样的信息加工任务。中间神经元在一些小的回路中协同来完成一些简单任务，如对感觉信号的定位，和一些更复杂的任务，如对熟悉面孔的再认。






图3.3 突触。





突触是一个神经元的树突与另一个神经元的轴突或细胞体之间连接的汇合区域。注意，神经元间彼此并不真正接触，它们之间有一个小的缝隙用于信息传递。




神经元的区域特异化


除了感觉、运动和中间连接的功能特异化，神经元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域特异化（见图3.4）。例如，
浦肯野细胞

 属于中间神经元的一种，能够从小脑向大脑的其他部位和脊髓传递信息。这些神经元拥有像灌木丛一样浓密精致的树突。
锥形细胞

 ，位于大脑皮层，胞体呈三角形，在众多细小的树突中有一个长的树突。
双极细胞

 ，位于视网膜上，是感觉细胞的一种，只有一个轴突和一个树突。大脑要加工各种不同种类的信息，所以在细胞水平上进化出大量特异化细胞来处理这些任务。






图3.4





神经元的种类。神经元由一个胞体，一个轴突和至少一个树突组成。然而，神经元的大小和形状之间的差别十分可观。浦肯野细胞拥有许多树枝样繁复分布的树突[a]。锥形细胞有一个三角形的胞体、许多细小的树突和一个长的树突[b]。双极细胞只有一个树突和一个轴突[c]。



小结



▲ 神经元是神经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对接收到的外界信息进行加工，与其他神经元交流，并向身体的肌肉和器官发送信息。





▲ 神经元主要由三部分组成：胞体、树突和轴突。





▲ 胞体中有细胞核，存储着有机体的基因物质。





▲ 树突接收来自其他神经元的感觉信号并将信息传递到胞体。





▲ 每个轴突将来自胞体的信息传递到其他神经元或身体的肌肉和器官中。





▲ 神经元之间并无真正接触。他们之间由一个小的间隙隔离开来，这是突触的一部分，信号经此从一个神经元传递到另一个神经元。





▲ 胶质细胞通常以髓鞘的形式为神经元提供支持。髓鞘包裹着轴突，可加快信息的传递。在脱髓鞘病变中，髓鞘功能衰退。





▲ 根据功能的不同，神经元分不同的种类。主要有三种神经元，包括感觉神经元（如双极神经元）、运动神经元和中间神经元（如浦肯野细胞）。







[1]

 英国的生理学家查尔斯·谢灵顿在其《人与人性》一书中写道：人脑乃是一台施了魔法的织布机，千百万织梭往复翻飞于斯，织就花纹转瞬即逝，图案寓意何其深远，几曾又有过驻留时刻。小小图案似合若离，此消彼涨，宛如银河舞于九天。对应的英文原文如下：Swiftly the head mass becomes an enchanted loom wheremillions of flashing shuttles weave a dissolving pattern，always a meaningful pattern though never an abiding one;a shifting harmony of sub-patterns ...The brain is waking and with it the mind is returning.It is as if the Milky Wayentered upon some cosmic dance.——译者注





神经元的电化学动作电位：信息加工



我们的思想、情感和动作取决于神经的信息交流，那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神经元内部以及神经元之间的信息交流分为两个阶段：

➢ 传导是指在神经元内部，从树突到胞体，再贯穿轴突的电信号移动。

➢ 传递是指通过突触从一个神经元到另一个神经元的电信号移动。

总之，这两个阶段是科学家们通常所说的神经元的电化学活动。






1939年夏天，生物学家艾伦·霍奇金（Alan Hodgkin）和安德鲁·赫克斯利（Andrew Huxley）发现了静息电位，当时他们在研究海洋无脊椎动物——没有脊柱的海洋生物，如蛤蜊、乌贼、龙虾等（Stevens，1971）。霍奇金和赫克斯利研究乌贼的巨轴突，因为它比人类最大的轴突长100倍。他们先将细电线插入乌贼的巨轴突内部的果酱状液体中。接着将电线的另一端放置在轴突外围的水状液体中。他们发现轴突内部和外部的电荷存在明显差异，并将此命名为静息电位。




电信号：神经元内的信息传导


神经元的细胞膜上有一些小孔，这些小孔是允许带电荷的小分子，即离子，进出细胞的通道。此外，正是穿过神经元细胞膜的离子流产生了神经元内部的电信号传导。那么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



静息电位：神经元电属性的起源



神经元本身携带的电荷叫静息电位
 ，是指
神经元细胞膜内外两侧的电位差（Kandel，2000）

 。20世纪30年代，静息电位第一次被生物学家发现，当时所测到的静息电位大约为-70毫伏。这是比一般的电池都要小得多的电位；一个9伏的电池的电位仅约为9000毫伏（Klein和Thorne，2007）。


神经元细胞膜内外存在什么样的差别，从而造就了静息电位？


静息电位源于神经元细胞膜内外两侧离子浓度差（见图3.5a）。离子能携带正电荷（+）或负电荷（-）。在静息状态，与膜外相比，神经元细胞膜内含有高浓度的正离子，即钾离子（K

+


 ），以及带负电荷的蛋白质分子（A

-


 ）


[1]



 。相比之下，在神经元细胞膜外含有高浓度带正电荷的钠离子（Na

+


 ）和带负电荷的氯离子（Cl

-


 ）。

神经元内外的K

+


 浓度通过细胞膜上允许K

+


 进和出的各种通道来控制。在静息状态，允许K

+


 自由通过细胞膜的通道打开，而刚刚提到的Na

+


 和其他粒子的通道通常是关闭的。由于神经元内原本含有较高的K

+


 浓度，一些K

+


 通过打开的通道外流出神经元，使神经元内侧与外侧的电位差大约为-70毫伏。静息电位是一种势能，它为潜在的电脉冲创造了环境，这就像胡佛水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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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洪门开启之前一直拦截着科罗拉多河。



动作电位：在各个神经元上传送信号



大多时候神经元保持着静息电位。然而，研究乌贼巨轴突的生物学家们注意到，用短暂的电击刺激轴突能够产生一个信号，这导致了电脉冲沿着轴突传导（Hausser，2000;Hodgkin和Huxley，1939）。这样的电脉冲被称为动作电位
 ，是指
电信号沿神经元轴突向突触传导

 。






图3.5 静息电位和动作电位。





神经元本身携带的电荷叫静息电位。电刺激引起动作电位。



只有电脉冲达到一定的水平，或阈限时，才能产生动作电位。当脉冲低于这个阈限值，研究者只能记录到微弱的信号，而且它很快就消失了。当脉冲达到阈限值，就可以观察到一个大得多的信号，即动作电位。有趣的是，加大电击强度不会增加动作电位的强度。动作电位是
全或无的

 ：阈限值下的电刺激不能产生动作电位，而达到阈限值或在阈限之上的电刺激总能产生动作电位。不论电刺激是刚到阈限还是在阈限之上，总是产生特征相同和强度相同的动作电位。


为什么动作电位是全或无的？


研究乌贼巨轴突的生物学家们观察到动作电位的另一个令人惊奇的特性：他们在巨轴突上测量到一个大约+40毫伏的电荷，这远远高于零电位。这表明动作电位的驱动机制不仅仅是简单地失去静息电位的-70毫伏，因为这只能使电位归零。所以，为什么动作电位可以达到一个零伏以上的值？

当轴突膜上的通道状态发生变化时，动作电位就产生了。记住，在静息电位期间，允许K

+


 通过的通道是打开的。然而，当电位上升到阈限值时，这些通道瞬间关闭，并且允许带正电荷的钠离子（Na

+


 ）通过的通道打开（见图3.5b）。我们已经知道轴突细胞膜外聚集的Na

+


 比轴突细胞膜内多得多。当Na

+


 通道打开，这些带正电荷的离子（Na

+


 ）内流进轴突，相对轴突外而言，这增加了轴突内的正电荷。Na

+


 流入轴突内导致动作电位达到它的最大值+40毫伏。当动作电位达到最大值后，细胞膜通道恢复到它们的初始状态，K

+


 外流直到轴突恢复到静息电位。这使得轴突膜内多了许多额外的Na

+


 ，轴突膜外多了许多额外的K

+


 。在各离子处于不平衡状态的这段时间，神经元不能产生新的动作电位，所以这一时期被称为不应期
 ，也就是指
在动作电位之后而新的动作电位还不会产生的一段时间

 。各离子间的不平衡状态最终被细胞膜上活跃的化学“泵”反转，化学“泵”将轴突膜内的Na

+


 移出去，将轴突膜外的K

+


 搬进来（这个泵在动作电位期间不工作；见图3.5c）。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阐述了动作电位如何在神经元的一个点上产生，但电荷又是如何沿着轴突移动的呢？这是一个多米诺效应。当一个动作电位在轴突的起始端产生时，它开始短距离传播，在与其相邻的轴突位置上产生一个动作电位。这个动作电位也可以传播，在下一个相邻的部位激发出一个动作电位，以此类推下去，就这样完成了电荷沿着轴突的传导。这样简单的机制可以确保动作电位传递到整个轴突，并且不管传导的距离远近，每一个位置上动作电位的强度都不变。髓鞘加快了动作电位的传导。髓鞘并非覆盖整个轴突，而是一块一块地包裹轴突，小块之间有一个断点，看起来就像腊肠结，这些断点被称为朗飞氏结，名字取自发现它们的法国病理学家路易斯-安东尼·朗飞（Louis-Antoine Ranvier）（见图3.6）。当电流经过有髓鞘的轴突时，电荷几乎是从一个结“跳跃”到另一个结，而并非穿过整个轴突（Poliak和Peles，2003）。这个过程叫做跳跃传导，它加快了信息沿轴突的传导。






图3.6 髓鞘和郎飞氏结。





髓鞘由一种胶质细胞形成，它包裹着神经元轴突以加快动作电位在轴突上的移动。髓鞘间的间断称为朗飞氏结。电脉冲从一结跳到另一结，因此加快了信息沿轴突的传导。




化学信号：神经元间的传递



一个神经元怎样与别的神经元交流？


当动作电位传递到轴突末端，你可能会认为它就停在那儿了。毕竟，神经元间的突触间隔意味着一个神经元的轴突和另一个神经元的树突彼此并无真正的接触。然而，动作电位的电荷依靠一些化学活动可以通过比较狭小的突触间隔。

轴突通常终结于突触小体
 ，这是一个
由轴突分化出来的球状结构

 。突触小体聚集了许多小囊泡或“包”，这里面含有神经递质
 ，是指
经由突触向接收的神经元树突传递信息的化学物质。

 接收信息的神经元树突上有受体
 ，是指
接受神经递质并产生或抑制新的电信号的细胞膜部分。

 当K

+


 和Na

+


 流经细胞膜时，它们使发送信号的神经元（或称之为位于
突触前的神经元

 ），从静息电位变化到动作电位。动作电位由轴突传递到突触小体，并在这里刺激囊泡向突触间隙释放神经递质。递质在突触间隙流动，与位于相邻的接收神经元（或称之为
位于突触后的神经元

 ）树突上的受体部位结合。一个新的动作电位就在这个神经元上产生，并且继续沿神经元轴突传向下一个突触和下一个神经元。这种电化学活动称为
突触传递

 （见图3.7），它使得神经元间彼此能够传递信息，最终成为你的思维、情感和行为的生理基础。

现在你已经了解了信息如何从一个神经元传递到另一个神经元的基本过程，那么我们可以再精益求精一点儿。你应该还记得一个神经元能与其他神经元形成数千个突触连接，那么又是什么告诉突触后神经元树突应该接受涌进突触里的哪种递质呢？一种答案是神经元倾向于在大脑中形成特定神经递质的通道；一种神经递质可能大量存在于脑的某一部位，而另一不同的神经递质可能存在于大脑的另一不同部位。






图3.7 突触传递。





［1］动作电位沿轴突传递。［2］刺激囊泡释放递质。［3］递质释放到突触间隙，在此流到突触后神经元树突上的受体部位，并与之结合，产生新的动作电位。神经递质以下列形式被清除出突触：［4］被突触前神经元（发送信息的神经元）重新吸收。［5］被突触间隙中的酶降解。［6］与突触前神经元的自动受体结合。



第二种答案是神经递质和受体部位就像锁和钥匙的关系。如同特定的钥匙只能打开特定的锁一样，只有特定的神经递质才能与突触后神经元树突上特定的受体部位结合。神经递质的分子结构必须与受体部位的分子结构相“匹配”。

另一个问题是当化学信号传递到突触后神经元之后，留在突触间隙的神经递质将会怎样？答案是必须有一些物质使神经递质停止作用于神经元；否则，他们将无休无止地发送信号。神经递质通过以下三个过程离开突触间隙（见图3.7）。第一，
再吸收

 ，神经递质被突触前神经元的突触小体重新吸收。第二，
酶解

 ，在这个过程中神经递质被突触间隙中的酶破坏；特定的酶分解特定的递质。最后，神经递质与突触前神经元上被称为“自动受体”的受体部位结合。自动受体能探测有多少神经递质被释放到突触间隙中，并且当神经递质过量时能够提示神经元停止释放递质。



递质的种类和功能



考虑到不同种类的递质能够激活不同种类的受体，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样，你可能会想刚刚你的大脑里有多少种神经递质正流动在突触间隙中呢？今天，我们知道大概有60种化学物质在大脑和身体间的信息传递中发挥作用，并对我们的思维、情感和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中有一些类别尤为重要。我们将其总结如下，在后面的章节里你还会再次看到其中的一些神经递质。

➢ 乙酰胆碱
 （acetylcholine，ACh）是
一种参与实现许多功能的神经递质

 ，其中包括随意运动的控制。乙酰胆碱存在于大脑的神经元及连接肌肉和身体器官的轴突突触中，例如心脏。乙酰胆碱激活肌肉产生动作行为，但它也在调节注意、学习、睡眠、做梦和记忆中发挥作用（Gais和Born，2004；Hasselmo，2006；Wrenn等，2006）。阿尔兹海默症，这种涉及严重记忆损伤的病理症状（Salmon和Bondi，2009），就与生成乙酰胆碱的神经元的退化有关。

➢ 多巴胺
 （dopamine），
一种调节运动行为、动机、愉悦程度和情绪激活程度的神经递质。

 因为它在基本的动机行为（如寻求快乐或与奖赏相关的动作）中发挥了作用，所以多巴胺对药物成瘾有一定的影响（Baler和Volkow，2006）。多巴胺含量高已被认为与精神分裂症有关（Winterer和Weinberger，2004），而多巴胺含量低则与帕金森综合征有关。

➢ 谷氨酸
 （glutamate），是
大脑中主要的兴奋性神经递质

 ，它能增强神经元间信息的传递。相反，氨基丁酸b（gamma-aminobutyric acid，GABA），是大脑中基本的抑制性神经递质，它能抑制神经元的活动。谷氨酸含量过高或氨基丁酸含量过低会引起神经元变得过分活跃，从而导致癫痫。

➢ 影响情绪和觉醒的两种相互关联的神经递质：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
是一种主要参与警觉状态，或提高对环境中危险的觉察程度的神经递质

 （Ressler和Nemeroff，1999）。5-羟色胺（serotonin）d参与对睡眠和觉醒、进食及攻击行为的调节（Dayan和Huys，2009；Kroeze和Roth，1998）。因为这两种神经递质都影响情绪和觉醒，任何一种的含量过低都被认为会导致情绪障碍（Tamminga等，2002）。

➢ 内啡肽（endorphins）
 ， 
作用于大脑痛觉通道和情绪中心的化学物质

 （Keefe等，2001）。内啡肽的术语是体内吗啡的缩写（endorphin=endogenous morphine），这是一个很形象的描述。吗啡是合成麻醉药，具有镇静和令人愉快的效果；内啡肽是一种内部产生的具有相似特性的物质，例如使疼痛体验变得迟缓并提升情绪。许多运动员的“跑步者的愉悦感


[3]



 ”推动他们的身体达到忍受痛苦的极限，这可以用大脑中释放了内啡肽来解释（Boecker等，2008）。


神经递质如何让运动员体验到“跑步者的愉悦感”？


每种神经递质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个体的思维、感受和行为，所以正常的机能包含着每种递质的精细平衡。即使是微小的不平衡——某种递质含量太多或另一种递质含量不足——都会对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这种不平衡有时也会自然产生：例如，当大脑不能产生足量的5-羟色胺，就会导致抑郁或紧张情绪。在其他时候人类可能主动寻求不平衡。一些人吸烟、饮酒、吸毒，这些行为不论合法与否，都改变了他们大脑中神经递质的平衡。例如，致幻剂的结构与5-羟色胺十分相似，很容易和大脑中5-羟色胺的受体结合，对个体的思维、感受或行为会产生与5-羟色胺相似的影响。在下一节中，我们将看到一些药物怎样通过这种方式“欺骗”受体。






德国的桑德拉·沃伦霍尔斯特（SandraWallenhorst）开始112英里自行车比赛，这是2009年夏威夷铁人世锦赛的一部分。当运动员投入极限运动时，如沃伦霍尔斯特，他们可能体验到主观的极大快感，这是由于内啡肽的释放，内啡肽是作用于情绪和痛苦中心的化学信使，能提升情绪水平并延缓痛苦体验。





药物如何模仿神经递质



许多药物通过增加、干扰或模仿神经递质的制造或功能来影响神经系统的运行（Cooper，Bloom，和Roth，2003；Sarter，2006）。兴奋剂
 是
一种增强神经递质活动的药物。

 

拮抗剂


 
是一种限制神经递质功能的药物。

 一些药物改变的是神经递质的产生或释放，而另一些药物拥有与神经递质极其相似的化学结构，从而能够和相似神经递质的受体结合。通过和受体结合，如果药物能够激活神经递质，则属于兴奋剂；如果限制了神经递质的活动，则属于拮抗剂（见图3.8）。






迈克尔·福克斯（MichaelJ.Fox） 在他2009年的日记中生动地描述了他和帕金森综合征斗争的过程。福克斯的描述提高了对此疾病的公众意识，也激发人们更多的努力去寻找其治疗方法。



举例来说，左旋多巴的研发是为了治疗帕金森综合征，这是一种以颤抖和运动困难为主的运动失调，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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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巴胺递质的神经元缺失引起。制造多巴胺的神经元受到一种叫左旋多巴的普通分子的修改。注射左旋多巴，将提高大脑内左旋多巴的含量，并刺激现有的神经元产生更多的多巴胺。换句话说，左旋多巴相当于多巴胺的激动剂。使用左旋多巴已相当成功地减轻了帕金森综合征的症状（Muenter和Tyce，1971；Schapira等，2009）。然而，当使用较长一段时间后，左旋多巴的有效性明显下降，所以许多长期服用者仍有一些该疾病的症状。演员迈克尔·福克斯（Michael J.Fox），1991年被诊断为帕金森综合征，服用左旋多巴治疗，他在日记中描述了尝试刷牙这样的简单动作：



拿起牙刷并不算什么难事，更麻烦的是需要双手协调完成的动作：按住牙刷并把牙膏在毛刷上挤出一条线来。到如今，我的右手又发作了，手腕呈圆周式地来回转动，这对于我下面描述的刷牙过程简直太好了。每当我刷牙时，我只需用左手把我的右手抬到嘴边，一旦欧乐B牌牙刷的背面碰到我上唇内侧，我就不用管了。我的右手犹如绷紧的弹弓释放了其张力，毫不逊色于市场上强大的最新型的电动牙刷。由于这是个只能开无法关的开关，想要停下来就得用我的左手抓着右手手腕，把它按到水池中，这时牙刷还在胡乱来回晃动，就像是解除一个持刀挥舞的进攻者的武装。（Fox，2009，第2-3页）



其他的许多药物，包括一些街头售卖的药物，也会改变神经递质的活动。让我们再来看一些例子。

苯丙胺是一种刺激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分泌的常用药物。此外，苯丙胺和可卡因都能够阻断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的再吸收。增加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的释放和阻断突触间隙中这两种递质的再吸收，都会导致两种神经递质的受体激活增多。因此，尽管苯丙胺和可卡因由于作用于大脑的位置和作用机制存在微小差异，从而导致其表现出的心理效应略有不同，但它们都是强激动剂。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在情绪控制中发挥关键作用，例如增加任一种递质含量会导致亢奋、失眠和能量爆发。然而，肾上腺素同样会加快心率。超剂量的苯丙胺或可卡因会使得心脏收缩太快造成心脏搏动不足无法有效泵血，进而导致人昏厥，有时甚至死亡。

甲基苯丙胺是苯丙胺的一种变体，由于它对神经元轴突间多巴胺、5-羟色胺和肾上腺素的通路都有影响，所以很难弄清楚它的工作机制。它的兴奋和拮抗作用结合起来，能影响那些帮助我们感知和解释视觉图像的神经递质的功能，这有时会使人产生强烈的幻觉。






图3.8 兴奋剂和拮抗剂药物的活动。





兴奋剂和拮抗剂能在突触传递的每一个环节增强或阻碍突触传递：神经递质的产生、神经递质的释放、自动受体、重吸收、突触后神经元的受体及突触本身。





氟苯氧丙胺（又称百忧解）

 是一种治疗抑郁症的常用药物，是另一种神经递质兴奋剂。百忧解能阻断5-羟色胺的重吸收，这使其成为一种叫做选择性5-羟色胺重吸收抑制剂（SSRIs）的药物的成分之一（Wong，Bymaster和Engelman，1995）。临床抑郁症患者经常表现为大脑中的5-羟色胺含量降低。通过阻断5-羟色胺的重吸收，使之能够在突触间隙中停留更长时间，停留的量也更多，使5-羟色胺的受体有更大程度的激活。5-羟色胺可提高情绪水平，这有助于缓解抑郁症状（Mann，2005）。

一种有重要病理作用的抑制剂药物叫
心得安

 ，类属于能阻断心脏上肾上腺素受体的β-受体阻滞剂。因为肾上腺素无法和这些受体结合，心率会慢下来，这对于心跳太快或不正常的患者有帮助。β-受体阻滞剂也是减少激动、心跳加速、怯场引起的紧张的处方药（Mills和Dimsdale，199；对于抗焦虑和抗抑郁的药物治疗的更多讨论，参见“治疗心理障碍”一章）。

小结



▲ 神经元内部电信号的传导发生于静息电位被动作电位的电脉冲翻转时。





▲ 神经元的静息电位来源于细胞膜内外侧的钾离子［K


+



 ］浓度差，这是因为允许K


+



 外流的离子通道开放而允许钠离子［Na


+



 ］和其他离子内流的离子通道关闭。





▲ 如果电信号达到阈限值，将产生动作电位，这个全或无的信号沿着轴突方向往下传递。动作电位产生时轴突细胞膜K


+



 通道关闭而Na


+



 通道开放，这使得Na


+



 流入轴突内。当动作电位达到最大值后，化学泵翻转离子的不平衡状态，使神经元回复到静息状态。在这个短暂的不应期内，动作电位不能再次被激发。动作电位一旦被激发，将沿着轴突方向传递，并跳过神经突触上的朗飞氏结。





▲ 神经元间通过突触传递交流信息，在突触传递中，一个动作电位能激发发送信息的神经元突触小体释放神经递质，这些递质流经突触与接收信息的神经元树突受体结合。





▲ 神经递质与树突的特定受体部位结合。神经递质通过重吸收、酶降解、与自动受体结合离开突触。





▲ 一些主要的递质包括：乙酰胆碱（ACh），多巴胺，谷氨酸，氨基丁酸，肾上腺素，5-羟色胺和内啡肽。





▲ 药物会影响行为，或作为兴奋剂加快或增加递质的活动，或作为拮抗剂阻断递质的活动。消遣性的毒品



[5]




 使用会对大脑功能产生影响。







[1]

 蛋白质分子在溶液中有两性电离现象。假设某一溶液中含有一种蛋白质。当蛋白质等电点（是指由于蛋白质表面离子化侧链的存在，蛋白质带净电荷）pI=pH时该蛋白质极性基团解离的正负离子数相等，净电荷为0，此时的该溶液的pH值是该蛋白质的pI值。某一蛋白质的pI大小是特定的，与该蛋白质结构有关，而与环境pH无关。在某一pH溶液中当pH>pI时该蛋白质带负电荷。反之pH<pI时该蛋白质带正电荷。pH=pI时该蛋白质不带电荷人体内pH=7.4；而体内大部分蛋白质的pI<6；所以人体内大部分蛋白质分子带负电荷。——译者注，引自百度百科http://baike.so.com/doc/3614148.html




[2]

 胡佛水坝（Hoover Dam）是一座拱门式重力人造混凝土水坝，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位于美国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交界之处的黑峡（Black Canyon）。于1931年4月开始动工兴建，1936年3月建成。坝下的科罗拉多河（Colorado）原本是美国最深、水流最湍急的河流，如今缓缓而行，就像一头驯服的野兽。胡佛水坝在防洪、灌溉、城市及工业供水、水力发电、航运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译者注




[3]

 runner’s high是说跑到一定程度，会达到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双腿似乎不是自己的，非常轻松。身心非常愉悦，就想那样一直跑下去。——译者注




[4]

 原文这里用“caused by the loss of neurons that use the neurotransmitter dopamine”，但从上下文背景来看这里应该是指帕金森综合征是由于产生/分泌多巴胺神经递质的神经元缺失引起的。——译者注




[5]

 消遣性毒品又称软毒品，相对于海洛因和可卡因等硬毒品而言，软毒品毒性较小、不容易成瘾，但同样可以达到毒品的致幻的效果。这些毒品一般是在地下酒吧和舞厅多见，包括摇头丸、大麻、冰毒片剂和k粉等。——译者注





神经系统的组织结构



我们已经知道了单个神经元之间如何相互联系。那么更大的宏观图景是怎样的呢？在大脑中，神经元通过形成回路和通路来工作，这反过来又影响身体中其他部分的神经回路和通路。如果没有这种组织结构和“授权”系统，神经元们就可能会毫无目的地在机体内搅动。神经元是神经
 的砖和瓦，神经是由一束束轴突和支撑它们的胶质细胞组成。
神经系统是神经元构成的一个交互网络，用以在整个机体内传递电化学信息。

 在这一节，我们将一起来看看神经系统的主要类型和组成部分。


神经系统的分类


神经系统主要有两个分支：中枢神经系统和外周神经系统（见图3.9）。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
 
由大脑和脊髓构成。

 中枢神经系统从外部环境中获取感觉信息，加工并整合这些信息，然后向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发出行动指令。中枢神经系统的顶部是大脑，大脑包含的脑结构可以支持神经系统最复杂的知觉、运动、情感和认知功能。脊髓从大脑延伸下来；和脊髓相连的神经负责加工感觉信息并传达行动指令到身体。






图3.9人类神经系统。





神经系统被分为外周神经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又可以分为自主神经系统和躯体神经系统。




外周神经系统（peripheral nervous system，PNS）
 
将中枢神经系统和机体器官以及肌肉连接起来

 。外周神经系统本身也分成两种类型，躯体神经系统和自主神经系统。躯体神经系统
 是一群在随意肌和中枢神经系统之间传递信息的神经。人类可以有意识地控制这个系统，用它来知觉、思考、并且协调它们的行为。例如，清晨，伸手端起一杯咖啡这一行为就包括了躯体神经精心组织连贯完成的几个动作：你眼睛内的感受器将信息传到你的大脑，大脑确认杯子是在桌子上；大脑将信号传送到你手臂和手指上的肌肉；手上的肌肉向大脑反馈咖啡杯已被端起等信息。


当你觉得受到威胁时，是什么使你的心跳加速？


相比之下，自主神经系统（automatic nervous system，ANS）
 ，
是一组传递不随意的和自动的指令信息的神经，用以控制血管、身体器官和腺体。

 正如其名所示，这个系统可以自主运作调节身体系统，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我们的意识控制。自主神经系统主要有两个分支，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每一个分支都对机体有不同的控制功能。交感神经系统（sympatheticnervous system）
 是一组让机体为遇到的有挑战性或威胁性情境做出行动准备的神经（见图3.10）。举个例子，想象你正在一条暗黑的小巷中深夜独行，身后传来的脚步声让你很害怕。这时你的交感神经系统就要发挥作用了，它扩张你的瞳孔以接收更多的光，加快你的心跳和呼吸以制造更多的氧气供应给肌肉，输送更多的血液到大脑和肌肉，激活你的汗腺以使身体降温。为了保存能量，交感神经系统会抑制你的唾液分泌和肠蠕动、机体免疫反应及对痛觉和伤害的反应。这些瞬间发生的所有自动反应都是为了提高成功逃跑的概率而做好准备。


副交感神经系统（para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帮助机体恢复到正常的平静状态。当你已远离你的潜在威胁物时，你的身体不再需要保持红色预警状态。这时副交感神经系统就会反转交感神经系统的作用，让机体恢复正常状态。副交感神经系统在功能上大致与交感神经系统相反。例如，副交感神经系统可以收缩瞳孔，降低心跳和呼吸频率，让血液流向消化系统，并且减少汗腺的活动。






图3.10交感和副交感系统。





自主神经系统由两个互补的子系统组成。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会让机体“兴奋”，而副交感神经系统则让机体恢复正常平静状态。



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相互合作共同控制身体的很多功能。性行为就是其中之一，在男人的体内，副交感神经系统使大量血液流向阴茎从而有助勃起，而交感神经系统负责射精。在女人体内，副交感神经系统使阴道润滑，而交感神经系统是性高潮的基础，一次成功的性体验需要这两个系统的微妙平衡；事实上，对自己在性活动中的表现感到焦虑会打破这种平衡。例如，焦虑引起的交感神经系统的兴奋可能会导致男性的早泄和女性阴道润滑的缺失。


中枢神经系统的组成


外周神经系统有许多分支，与此相比，中枢神经系统看起来简单许多。毕竟中枢神经系统只有两个组成部分：大脑和脊髓。但是这两个组成部分可以负责几乎所有的人类行为。

脊髓看起来似乎就像是大脑的无名小卒：因为大脑得到了所有的荣耀，而脊髓只是连接在大脑周围，做着相对简单的任务。但是这些任务举足轻重：它们让你可以呼吸，对疼痛做出反应，收缩或舒张你的肌肉，让你可以行走。另外，如果没有脊髓的话，大脑的任何高级的信息加工都不能付诸行动。

你需要大脑来告诉你让你的手离开滚烫的火炉吗？对于这种非常基本的动作，脊髓根本不需要大脑的指令。脊髓中感觉输入和运动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共同促成了脊髓反射
 ：神经系统中可以快速使肌肉收缩的通路。如果你碰到了滚烫的火炉，负责痛觉的感觉神经元会向脊髓直接输送信号（见图3.11）。虽然脊髓中只有少量的突触连接，但是这些中间神经元仍然可以将感觉输入传递给手臂肌肉中的运动神经元从而使你迅速缩手。






图3.11 痛觉缩回反射。





中枢神经系统的许多活动并不需要大脑给出指令。例如，对疼痛刺激源的回避就是一个由脊髓控制的反射活动。有关疼痛的信息（比如火烤时的高温）直接从感觉系统传到脊髓，然后脊髓会立即向运动神经元发出指令缩回手。



更复杂的任务需要脊髓和大脑协作完成。外周神经系统从感觉神经元发出信息通过脊髓传到大脑。大脑发出自主运动的指令通过脊髓传到连接着骨骼肌的运动神经元。如果脊髓受损会切断大脑与感觉神经或运动神经的连接，进而影响人的感知和运动功能。脊髓损伤的部位往往决定机体功能受损的程度。正如你在图3.12中所看到的，脊髓不同的区域控制身体的不同系统。脊髓的特定区域受损，个体会失去损伤部位以下的触觉、痛觉和对肌肉的控制能力。较高部位的脊髓损伤通常会导致更糟的预后效果，如四肢瘫痪（失去四肢的感觉、运动控制）、需要靠呼吸机辅助呼吸、终身瘫痪等。






图3.12 脊髓的区域。





脊髓被分为四个主要区域，每个区域分别负责身体的不同部分。较高部位的损伤往往意味着更严重的损害。



1995年，在电影《超人》四部曲中扮演超人的已故演员克里斯托弗·里夫（Christopher Reeve）因坠马事故损伤了脊髓，导致脖子以下的感觉和运动能力全部丧失。即使经过多年的努力，里夫的感官知觉能力和运动能力也只恢复了一点点，这说明了我们是多么依赖脊髓从大脑向身体传递信息，也说明想要修复这样的损伤有多么困难（Edgerton等，2004）。遗憾的是，克里斯托弗·里夫由于瘫痪所带来的并发症在2004年去世，享年52岁。从积极面来说，通过关注大脑在应对损伤时如何变化，研究者在对脊髓的认识和相应损伤的治疗上正在不断推进（Blesh和Tuszynski，2009；Dunlop，2008），这些研究进展和大脑的可塑性息息相关，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部分提及。

小结



▲ 神经元组成神经，进而组成人类的神经系统。





▲ 神经系统被分为外周神经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通过身体的其他部分和中枢神经系统相连，其本身可以分为躯体神经系统和自主神经系统。





▲ 躯体神经系统负责和中枢神经系统互通信息，控制随意肌；而自主神经系统可以自动地控制机体的器官。





▲ 自主神经系统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它们对机体的作用可以互补。交感神经系统为机体的应激反应做准备，副交感神经系统使机体恢复正常状态。





▲ 中枢神经系统有脊髓和大脑组成。脊髓可以控制一些基本的行为比如脊髓反射。






大脑的结构



人类的大脑，约重三磅，看起来并不怎么起眼。你已经知道是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的忙碌运转，使你产生一些美妙的想法、意识和感受。但是大脑的哪个部分的哪些神经元控制哪些功能呢？要回答这个问题，神经科学专家们必须找到一个可以让研究者们容易交流的描述大脑的方法。考虑到大脑不同区域负责的是不同的任务，“自下而上”来研究大脑也许会有帮助。总体来说，简单任务由大脑“较低水平”的脑区负责，复杂的任务由“较高水平”的脑区负责（见图3.13）。或者，如你即将看到的，大脑也可以被分成“并排”的两半：虽然两半侧的大脑结构基本上可以类比，但是其中一侧的大脑专门负责完成的一些任务，另一侧的大脑并不能完成。尽管这些划分让我们更容易了解大脑的结构以及它们的功能，但是请记住，大脑中的这些结构和部位都不可能独立存在。它们都是一个大的、交互作用的、相互依存的整体的一部分。

让我们首先按照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来看一看大脑的划分区域，以及每个脑区所负责的功能。采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把大脑分为三个区域：后脑，中脑和前脑（见图3.13）。






人类大脑重量只有三磅，并且看起来不是很大，但是它的功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图3.13 大脑的主要脑区。





大脑结构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自下而上，从简单功能到复杂功能：后脑、中脑和前脑。




后脑


如果你顺着脊髓从尾椎骨到它进入颅骨的地方，你会发现很难找到脊髓终止和大脑起始的分界处。这是因为脊髓延续于后脑
 ，这是
负责协调脊髓的输入和输出的脑区。

 后脑看起来像植物的茎杆，大脑的其他脑区都长在其上，它负责控制机体生命的最基本功能：呼吸、警戒和运动功能。组成后脑的结构有：延髓、网状结构、小脑和脑桥（见图3.14）。


延髓
 
是脊髓向颅腔内延伸的部分，它负责协调心率、血液循环和呼吸。

 始于延髓并继续向上延伸的有一团神经元叫网状结构
 ，它
负责协调睡眠、觉醒和唤醒状态

 。在一个早期的实验中，研究者刺激一只沉睡的猫的网状结构，这使猫几乎立即醒过来并且保持警戒状态。相反地，切断网状结构和大脑其他区域的联系会导致动物进入不可逆转的昏迷状态（Moruzzi和Magoun，1949）。网状结构在人类的警觉状态和无意识状态之间同样维持着微妙的平衡。事实上，许多麻醉剂就是通过减少网状结构的活动，来使病人进入无意识状态。


大脑的哪个部分负责协调身体的各个动作以保证你能稳稳坐在自行车上？


延髓的后面是小脑
 ，这是
后脑中一个较大的结构，负责控制精细运动技能。

 （小脑cerebellum 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小的大脑”，小脑的结构看起来确实像是大脑的小型复制品。）小脑负责协调各个动作的先后顺序，例如当我们骑自行车时、弹钢琴时，同时小脑也负责在我们走路或者奔跑时保持身体的平衡。小脑的作用体现在它对行为的微调上，让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动作之间优雅地转换，但它并不负责发出运动指令（Smetacek，2002）。运动的发起牵扯到大脑的很多其他区域，如前所述，不同的脑区之间是相互协作、相互依存的。






2011年1月29日，高空钢索表演者弗雷迪·诺克（FreddyNock）在瑞士的席尔瓦普拉纳滑雪场、海拔10000英尺的科尔瓦奇峰缆车钢缆上行走，这依赖于他的小脑对行走、动作的协调。诺克当天创造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后脑的最后一个部分是脑桥
 ，它是
在小脑和其他脑区之间传递信息的结构

 。虽然桥脑的许多具体功能目前尚不明确，但是它本质上是小脑和大脑的其他脑结构之间的中继站或桥梁。






图3.14 后脑。





后脑协调脊髓的信息输入和输出，控制维持生命所需要的基本功能，它包括延髓、网状结构、小脑和脑桥。








图3.15 中脑。





中脑对定向和运动有很大作用。它包括顶盖和被盖等结构。




中脑


中脑在后脑的上面，人类的中脑相对较小。如图3.15中所示，中脑主要包括两个结构：顶盖和被盖。顶盖
 
负责机体在环境中的方向定位。

 顶盖从眼睛、耳朵、皮肤等部位接受信息输入后，使机体转向刺激源的方向。例如，当你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学习时，听到背后右侧喀哒一声，你的身体就会转向声音发出的方向，这就是顶盖在起作用。被盖
 
参与机体的运动和觉醒。

 同时它也协助机体在环境中进行方向定位。中脑相对较小，但是此处是汇集涉及觉醒、情绪和动机的神经递质以及依赖这些神经递质的脑区结构的中心地带（White，1996）。如果你只有后脑和中脑你还可以存活。后脑中的结构可以负责机体维持生命所需要的所有功能，而中脑的结构可以让你靠近有利的环境刺激，远离可能产生威胁的环境刺激。但是这些并不算是人类真正的生活，如果要理解那些真正让人称之为人的能力，我们需要考虑大脑的最后一个部分。


前脑


当你在欣赏诗歌之美，发现朋友评论时的话中话，计划下个冬天去滑雪，或者注意到爱人伤心的神情时，你的前脑正积极地运转。前脑是大脑名副其实的最高水平，它控制复杂的认知、情绪、感觉和运动功能。前脑本身分为两个主要的部分：大脑皮层和皮层下结构。


大脑皮层
 是
大脑的最外延肉眼可见的层状结构，分为两个半球。皮层下结构b是前脑中在大脑皮层包围下的位于大脑中心附近的区域

 （见图3.16）。我们将会在下一节详细地介绍大脑皮层的两个半球和它们的功能，把最高级的大脑结构放到最后来讲。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皮层下结构。



皮层下结构



皮层下结构坐落在大脑深处，在这里它们受到很好的保护。想象一下你将两手的食指分别插进左右耳朵里直到它们彼此碰到，这个位置就是丘脑、下丘脑、脑垂体、边缘系统和基底神经节的所在（见图3.16）。每一个皮层下组织都在整个大脑的信息传递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也在执行一些特殊的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任务让我们可以去思考、感受，并表现出人类特有的行为。在这里我们将会对每一个皮层下组织进行简短地介绍，更多详细的内容参见后面的章节。

丘脑、下丘脑和脑垂体。丘脑、下丘脑、脑垂体位于大脑的中心，与其他的几个脑结构有紧密的交互联系。它们将信息传入和传出这些脑结构，并且帮助调节这些脑结构。


丘脑
 
筛选并转达从感官系统传递来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传递到大脑皮层。

 丘脑接收除了嗅觉之外身体各个主要感觉系统的信息输入，嗅觉直接和大脑皮层联系。丘脑的工作就像是互联网系统中的一个服务器，接收各种信号然后将它们输送至不同的地方（Guilery和Sherman，2002）。但是，丘脑并不像真正的服务器那样机械地工作（将信号A传输到位置B），它会主动地筛选感觉信息，加强其中一部分信息，而减弱其他部分的信息。当人体进入睡眠时，丘脑会关闭感觉信息的传递通道，不让信息进入大脑其他部分。


下丘脑
 ，位于丘脑下方（Hypo 这个词根是希腊语中的“下方”），
它调节体温、饥饿感、渴感和性行为。

 虽然下丘脑是大脑的一个很小的区域，但是其中包含的神经群可以监控人类的大多数基本行为，例如维持机体温度、血糖水平，将代谢维持在最佳水平，从而保证人类的正常功能。下丘脑中一些区域的损伤会导致暴饮暴食，另一些区域的损伤会使动物完全丧失食欲，这说明下丘脑对食物摄入平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Berthoud和Morrison，2008）。另外，当你想到性行为时，大脑皮层发出的信息会被发送到下丘脑，从而触发荷尔蒙的分泌。最后，对猫的下丘脑一些区域的进行电刺激会使其发出“嘶嘶”声并作出撕咬的动作，对另一些区域进行电刺激会使其表现出正享受强烈快感的行为（Siegel等，1999）。研究者詹姆斯·奥尔兹（James Olds）和皮特·米尔纳（Peter Milner）发现，对老鼠下丘脑特定区域给予低电流刺激对它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奖赏（Olds和Milner，1954）。事实上，当老鼠可以通过按键引发弱电流刺激自己时，它们通常会一小时按键几千次，直至它们精疲力竭为止！






图3.16 前脑。





前脑是大脑最高水平的脑结构，在复杂认知、情绪、感觉和运动功能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前脑分为两个部分：大脑皮层和位于其下的皮层下结构。大脑皮层是大脑最外延的一层结构，它分为两个半球，两半球通过胼胝体（见图3.18）连接。皮层下结构包括丘脑、下丘脑、脑垂体、杏仁核和海马。



在下丘脑的下方是脑垂体
 ，
机体荷尔蒙产生系统的“主腺”，其释放的荷尔蒙能引导机体其他腺体的分泌活动。

 下丘脑向脑垂体发出荷尔蒙信号，反过来，脑垂体又向其他腺体发出荷尔蒙信号以控制焦虑、消化活动和生殖过程。例如，当一个婴儿吮吸母亲的乳房，乳房内的感觉神经将信号送至下丘脑，随后下丘脑发出信号至脑垂体，使其释放一种叫“
催乳素

 ”的荷尔蒙进入血液（McNeilly等，1983）。催乳素可以促使乳房里积蓄的乳汁排放。另外，垂体还与压力的应对有关。当我们感觉到威胁，感觉神经将信号传至下丘脑，引发下丘脑分泌促肾上腺激素（ACTH），从而使肾上腺（在肾的上部）释放激素激活交感神经系统（Selye和Fortier，1950）。就像你在本章的前面部分所读到的，交感神经系统使机体做好要么战斗要么逃跑的准备。


边缘系统
 。下丘脑也是边缘系统的一部分。边缘系统是
前脑中的一些结构的总称，包括下丘脑、海马和杏仁核（与动机、情绪、学习和记忆有关

 ）（Maclean，1970；Papez，1937）。边缘系统是皮层下结构和大脑皮层交汇的地方。


海马
 （名称源于拉丁语中的“海马”，因为其形状与海马相似）
的作用是形成新的记忆，并将这些新记忆纳入原有的知识系统从而储存在大脑皮层的其他部分中。

 海马损伤的人可以从外界获取新信息并在意识中保持几秒的时间，但是只要他们一分心，就会忘记这些信息和曾经获得这些信息的经历（Scoville和Milner，1957；Squire，2009）。这种现象只会发生在对可以进入意识的新事实和新经验上，那些已经形成的习惯或者情绪反应并不会受到影响（Squire，Knowlton和Musen，1993）。例如，那些海马受损的人可以记得怎么开车和讲话，但是他们不能回忆起刚刚从哪里开车到哪里，或者刚刚和谁进行了怎样的谈话。你将会在“记忆”一章中读到更多关于海马在形成、储存和合并记忆中起到的作用。


杏仁核
 （名源于拉丁语中的“杏仁”，因为其形状和杏仁相似）
位于海马的末端，它在很多情绪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尤其是情绪记忆的形成

 （Aggleton，1992）。杏仁核赋予那些与恐惧、惩罚和奖励相关联的中性事件以重要性（LeDoux，1992）。例如，回想一下最近一次令你害怕或者不高兴的经历：当你正要过马路时，一辆高速行驶的车向你冲来；或者你经过一条小巷时冲出一条凶猛的狗。这些刺激——车或者狗——是完全中性的刺激，因为你不是每次经过二手车停车场的时候都会感到惊吓。这些事件中的刺激所带有的情绪色彩正是拜杏仁核所赐（McGaugh，2006）。当我们处于情绪唤起的情境中时，杏仁核会刺激海马来记住情境中的许多细节（Kensinger和Schacter，2005）。例如，那些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中幸存下来的人们，即使在很多年以后仍可以非常清晰地记得当时他们在哪里、正在做什么以及听到那个消息时是什么样的感受（Hirst等，2009）。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杏仁核与恐惧信息的编码有着尤为紧密的联系（Adolphs等，1995；Sigurdsson等，2007）。有关杏仁核的更多信息可参见“情绪与动机”一章。现在你要记住的就是在大脑深部有一团状如豌豆大小的神经元会帮助你大笑、哭泣，或者在特定的场景下发出惊恐的尖叫。

基底神经节皮层下区域有许多其他的结构，但是我们只再讲一个。基底神经节
 是
一组导引有意识运动的皮层下结构。

 基底神经节位于丘脑和下丘脑附近，它们从大脑皮层接收信息输入，然后再把信息输出传到脑干中的运动中心。基底神经节中有一个部分叫纹状体，与机体姿势和运动的控制有关。就像我们在迈克·福克斯所著的书籍摘录里看到的，那些帕金森综合征的患者通常都会有无法控制的抖动和四肢痉挛的症状，并且无法为了实现某个特定的目标而发起一系列动作。这些症状的发生是因为黑质（位于中脑的被盖中）中产生多巴胺的神经元已开始损减（Dauer和Przedborski，2003）。多巴胺供应不足又影响到基底神经节中的纹状体，从而导致了帕金森病症状的出现。

所以，帕金森综合征的问题在哪里呢？是震颤，或者纹状体导引行为不力，或者黑质和纹状体之间配合糟糕，抑或神经水平上多巴胺的缺乏？所有这些说法都对。这一不幸的疾病为大脑和行为两大主题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阐释。首先，神经水平上肉眼无法看到的活动会对行为水平产生重要的影响。其次，后脑、中脑和前脑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表明各区域之间如何相互依存。





鬼屋的设计就是要刺激你的杏仁核，但强度不大。




大脑皮层



关于大脑的探索之旅带着我们先看了非常小的神经元结构，接着又看了大一些的脑结构——大脑的主要组成部分，然后看到了更大的脑结构：大脑皮层。大脑皮层是大脑最高水平的脑结构，负责认知、情绪、运动和思维中最复杂的功能（Fuster，2003）。它覆盖着整个大脑，就像是一个保护着底部和茎干的蘑菇伞，用肉眼观看，会发现它的表面有很多褶皱。

皮层光滑的表面——凸起的部分——叫脑回
 ，
凹痕或缝隙部分叫脑沟

 。脑回和脑沟代表着进化的硕果。大脑皮层大约和一张报纸面积相当。将这么大面积的皮层塞进人的头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将报纸弄皱，你会发现同样的面积可以紧凑地放入较小的空间中。拥有很多高级脑功能的沟回纵横的皮层刚好紧凑、恰当地位于人的颅骨中（见图3.17）。大脑皮层的功能可以从三个水平来理解：大脑皮层被分割成左右两个半球、每个半球的功能和特定皮层区域的作用。






图3.17 大脑皮层和脑叶。





大脑皮层中四个主要的脑叶分别为枕叶、顶叶、颞叶和额叶。大脑皮层光滑的表面部分叫脑回，凹进的部分叫脑沟。



大脑半球间的结构大脑皮层结构的第一级水平是将其分为左右两个半球。两个半球在形态上多多少少表现出一定的对称性，甚至半球功能也表现一定的对称性。但是，每个大脑半球控制的是对侧身体的功能。也就是说，你的右侧大脑半球接受左侧身体的刺激并且控制左侧的身体，而你的左侧大脑半球从右侧身体接受刺激并且控制右侧身体，这种机制叫“对侧控制”。






图3.18 大脑半球。





胼胝体连接大脑两半球并且支持两半球之间的信息沟通



大脑两半球之间通过
连合连接

 ，连合是一束使左右两半球中平行脑区得以交流的神经元轴突。主要的连合是胼胝体
 ，它将
左右两侧大脑半球中绝大部分连接起来，并且为两侧半球之间的信息沟通提供支持

 （见图3.18）。这表明右侧大脑半球接受到的信息可以通过胼胝体几乎在瞬间就传到左侧大脑半球。

大脑半球内的结构大脑皮层结构的第二级水平是对大脑半球内部的不同区域的功能划分。每个大脑半球都被划分成了四个区域或者脑叶：如图3.17所示的那样，按照从后向前的顺序，它们分别为枕叶、顶叶、颞叶和额叶。我们将会在后面的章节里更为详细地介绍这些脑结构的功能，并说明科学家如何采用各种技术来探索大脑的运作。而现在，我们只对每个脑叶进行简单地介绍。


枕叶
 位于大脑皮层的后部，
它负责加工视觉信息。

 眼睛上的视觉感受器将信息传至丘脑，丘脑将这些信息传送到枕叶上的基本视觉区域，在这里刺激的简单特征——例如物体边缘的位置以及方向（详见“感觉与知觉”一章）——就会被提取出来。这些特征在枕叶上会被进一步加工处理成为一个更为复杂的刺激“地图”，从而使大脑理解所看到的物体到底是什么。你可能可以想象得到，枕叶上的基本视觉皮层的损伤会导致部分或完全失明。虽然信息仍旧可以进入眼睛，眼睛还是完好无损的，但是缺少大脑皮层水平上信息的加工和解读，这些信息与没有出现过没有区别（Zeki，2001）。


顶叶
 位于枕叶的前面，负责的功能包括
加工与触觉有关的信息。

 顶叶上含有的
躯体感觉皮质

 是从大脑顶部延伸到两侧的长条形脑组织（见图3.19）。在每个大脑半球内部，躯体感觉皮质表征了对侧躯体表面皮肤上的感觉。躯体感觉皮质的每一部分都与躯体的特定部位相对应。某一身体区域越敏感，那么它对应的躯体感觉皮质就会越大。例如，对应于嘴唇和舌头的躯体感觉皮质就比对应于脚的躯体感觉皮质的面积大。躯体感觉皮质可以用一个变形人来解释，被称为“小矮人模型”，这个模型的身体结构的每一部分是按照它所占躯体感觉皮质的大小来建构的（Penfield和Rasmussen，1950）。在躯体感觉皮质的正前方，额叶中有一个与躯体感觉皮质平行的长条形脑组织叫
运动皮层

 。与躯体感觉皮质相似，运动皮质中的不同部分也对应着身体的不同部位。运动皮质指挥随意运动，并且将信息传至基底神经节、小脑和脊髓。运动皮质和躯体感觉皮质就像是大脑皮层接受和发送信息的区域，它们接受信息并且在一定情况下发出对应的指令。






图3.19 躯体感觉和运动皮层。





运动皮层是额叶上的一个长条形的脑组织，它表征和控制对侧身体不同的身体部位和皮肤。在运动皮层的正后方，也就是顶叶，是躯体感觉皮层，它与运动皮层相似，表征身体对侧特定部位的皮肤。（见插页）




颞叶
 位于两个大脑半球中较低的位置，它负责
听觉和语言

 。颞叶中的
初级听觉皮层

 和顶叶中的躯体感觉皮层，以及枕叶中的初级视觉区类似：基于不同频率的声音刺激，它会从耳朵接收到感觉信息（Recanzone和Sutter，2008）。然后颞叶中的次级脑区将这些信息加工成有意义的单元，例如话语和词句。颞叶上还含有视觉联合皮质，可以解释视觉信息的涵义，帮助我们识别环境中的一般物体（Martin，2007）。


额叶
 在额头之后，包含有专门
负责运动、抽象思维、计划、记忆和判断的脑区

 。就像你刚刚读过的那样，额叶上有运动皮层，它的作用是将全身的运动肌肉协调起来。额叶上的其他区域负责协调思维过程，帮助我们处理信息，提取那些能帮助我们完成计划和进行人际沟通的记忆。简而言之，额叶让我们拥有不同于其他物种的思维、想象、计划和预见能力（Schoenemann，Sheenan，和Gloztzer，2005；Stuss和Benson，1986；Suddendorf和Corballis，2007）。


发生在额叶上的思维有哪些类型？


特定脑叶内部的结构大脑皮层结构的第三级水平是关于大脑皮层中特定脑叶里的信息呈现方式。从负责处理所有细节信息的初级皮层一直到联合皮层
 ，信息加工过程是层级式的。
联合皮层里的神经元可以为记录在大脑皮层中的信息赋予意义。

 例如，初级视觉皮层中的神经元是高度特异化的：一些神经元检测环境中水平定向的特征，另一些神经元负责检测运动，还有一些神经元负责加工有关人类和非人类形态的信息。次级视觉皮层对那些初级视觉皮层提取的信息（如形状，动作等）进行解释，从而明白所感知到的到底是什么物体。举个例子来说，这个过程就像觉察到有一只形态硕大的猫正向你的脸冲过来。类似的，初级听觉皮层中的神经元对声音的频率进行登记，但其实是颞叶中的联合皮层将这些声音转成你的朋友尖叫声的意义：“小心那只猫！”然后联合皮层将从大脑皮层中各部分获得的信息整合起来，产生出对大脑中已登记信息的整体理解和意义。

联合区的这种属性有一个令人惊诧的例子来源于镜像神经元的发现。镜像神经元
 是
指动物在执行某种行为（比如试图伸手去够某个物体或者操纵某个物体）以及观察其他动物执行同一行为时都会兴奋的神经元。

 额叶（运动皮层附近）和顶叶中已发现存在镜像神经元（Rizzolatti和Craighero，2004；Rizzolatti和Sinigaglia，2010）。鸟类、猿类和人类都被发现存有镜像神经元；镜像神经元这一名字反映出它们具有的功能。对人类的神经成像研究发现，镜像神经元会在人类观察别人进行一个行为时产生兴奋，例如伸手抓握动作。当这些行为有一定目标或语境时，例如抓住一只杯子来喝水，镜像神经元的兴奋更强（Iacoboni等，2005）。而且镜像神经元的兴奋看起来似乎是与认识到行为动作的目的和结果相联系，而不是与做出行为所需的特定动作相联系（Hamilton和Grafton，2006，2008；Iacoboni，2009；Rizzolatti和Sinigalia，2010）。在“学习”一章中，我们将介绍更多关于镜像神经元在学习中的作用。

最后，联合皮层的神经元相较于初级皮层中神经元，通常特异化较少，灵活性更强。正因为如此，它们能够被学习和经验塑造，从而工作起来更有效率。环境对神经元的这种塑造使我们的大脑更具灵活性或可塑性，这是我们的下一个话题。






当一个动物观看另一个动物执行某个特定行为动作时，观察者脑中一些与行为者脑中类似的神经元被激活。这些镜像神经元似乎在社会行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大脑可塑是什么意思？



大脑的可塑性


大脑皮层看起来像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结构，是一大群帮助我们理解外部世界的神经元。但是很明显，感觉皮层并非固定不变。它们能够适应所输入感觉信息的各种变化，研究者们称之为
可塑性

 （即可被塑造的能力）。例如，如果你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了你的中指，那么躯体感觉区域中与该手指相对应的部分开始时也会丧失反应力（Kaas，1991）。毕竟再也不会从中指有感觉输入传到大脑的这个部位了。也许你认为大脑中与该中指对应的部位的神经元会消亡，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躯体感觉


现实世界 大脑可塑性和幻肢感




在截肢很久后，很多病人仍然可以体验到被截部分存在的感觉，这一现象叫做幻肢综合征。患者可以感觉到所失肢体的移动，甚至在像握手这样需要各方协调的动作行为中也是如此。有一些患者甚至报告被截肢的部分还有疼痛感，这是为什么呢？有一些证据表明出现幻肢综合征部分归因于大脑的可塑性。





研究者对截肢和未截肢志愿者的面部、躯干和手臂周围不同区域的皮肤表面进行刺激，观察其大脑活动（Ramachandran和Blakeslee，1998；Ramachandran，Brang，和McGeoch，2010；Ramachandran，Rodgers-Ramachandran，和Stewart，1992）。脑成像技术可以显示出在皮肤受到刺激时躯体感觉区的活动情况。这使研究者能够得到不同身体部位被触摸刺激所激活的躯体感觉区域分布图。例如，当触摸面部时，研究者就可以确定是躯体感觉区哪块最活跃；当触摸躯干时，又是躯体感觉区的哪块区域有反应等等。截肢者的脑成像显示，对面部和手臂的刺激会激活躯体感觉区中原本对应被截手部的区域。在截肢前，躯体感觉区上面部和手臂所对应区域在手部（现在已经被截的部分）对应区域的旁边。对截肢者面部和手臂的刺激会引起幻肢的感觉；他们报告说“感觉”到已失去的手还在自己身上。





大脑的可塑性可以解释这些现象（Pascual-Leone等，2005）。面部和上臂的皮层代表区通常位于手部的皮层代表区的两侧，截肢者的面部和上臂的皮层代表区会比较大，并且已占据了部分原本属于手部的皮层代表区域。事实上，现在新的面部和上臂的皮层代表区已经彼此连接上了，它们填补了被截手部的皮层代表区。这些新的映射功能中有一些是很精确的。例如，一些截肢者，当刺激其面部特定区域时，他们报告感觉到被截手上某一个手指还在自己身上。





这个研究和相关研究为以前知之甚少的现象做出了一个解释。人怎么能感觉到已经不存在的身体部分呢？大脑的可塑性——通过大脑组织自身完成的一个适应性过程——给出了答案（Flor，Mikolajsen和Jensen，2006）。大脑可以建立新的映射网络，并由此产生奇特的新感觉。





这一观点对处理幻肢痛问题也有实际应用价值（Ramachandran和Altschuler，2009）。研究者曾用“镜盒”来教患者形成新的映射来提高其对幻肢的有意识控制。例如，患者会把他完整的右手和幻想的左手放入镜盒，这样当看向镜子时，他就可以看见由他的右手映射出的左手——在他放入幻想左手的地方——从而产生一种他的左手已经恢复了的错觉。这时，这个幻肢似乎就可以对患者发出的运动指令做出反应，经过练习后，患者可以更好地“移动”他的幻肢以应对各种运动指令。这样，当感到握紧的幻肢有剧烈的疼痛时，患者就可以自主地松开幻肢来缓解疼痛。这一基于大脑可塑性的治疗方法已经在大量患者身上得到成功运用（Ramachandran和Altschuler，2009）。举一个令人惊异的例子，研究者曾经利用镜盒来治疗2010年海地地震中下肢被截幸存者的幻肢痛（Miller，Seckel和Ramachandran，2012）。在参与治疗的18名患者中，有17名报告在采用镜盒疗法后疼痛有显著减轻。







截肢者的映射感觉
 （a）
研究者用棉签轻轻触碰截肢者面部，使其感觉到失去的手还在自己身上；（b）触碰面颊的不同部位甚至还能使其感觉到被截手上的某个手指，如大拇指，还在自己身上。



但是，可塑性的发生并不只是补偿丢失的数据或肢体。对一个手指进行额外大量的刺激可以导致通常本应表征其他手指的脑区也来表征它（Merzanich等，1990）。例如，钢琴演奏家的大脑中，与控制手指对应的皮层区域得到了高度发展：来自手指的连续信息输入要求大脑躯体感觉区上有较大的面积来代表它们。与此现象相一致的是，最近的研究显示，音乐家的运动皮层与非音乐家的运动皮层比起来具有更大的可塑性，这可能意味着大量的练习可以增加运动的突触连接数量（Rosenkranz，Williamon，和Rothwell，2007）。在对裁缝和出租车司机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的发现，裁缝的拇指和食指对应的脑区得到了高度发展，因为这两个手指对他们这一职业很重要；出租车司机的海马比较发达，因为进行空间导航时经常需要用到它（Maguire，Woolett，和Spiers，2006）。

可塑性还和一个问题有关，而且你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会出现在心理学中：你最近做了多少运动？虽然我们希望你通过阅读本书度过大量愉快的时光，但是我们也希望你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体育锻炼。在老鼠和其他动物身上进行的大量研究都表明，体育锻炼可以增加突触的数量，甚至可以促进海马新神经元的发展（Hilman，Erikson和Kramer，2008；Van Praag，2009）。最近在人类身上进行的研究也开始验证，心血管运动可以改善大脑功能和认知绩效（Colcombe等，2004，2006）。虽然这些效果通常在老龄人群中最明显（好了，你的教科书的作者们现在该上跑步机锻炼了！），但是研究已证明它对人生各个年龄段都有益（Heritig和Nagel，2012；Hillman等，2008，Roig等，2012）。事实上，一些研究者相信这种活动依赖的大脑可塑性与脊髓损伤（如我们所见，脊髓损伤是一种对人们生活有重大负面影响的疾病）的治疗有关，因为认识到如何通过运动和训练使可塑性最大化，对指导康复训练活动非常有帮助（Dunlop，2008）。大脑的可塑性并不只是一个有趣的理论观点，它在日常生活中也有重要的潜在应用价值（Bryck和Fisher，2012）。






日常形式的锻炼如跑步，不仅对你的心脏有益，而且对你的大脑也有好处。



小结



▲ 大脑可以被划分为后脑、中脑和前脑三部分。





▲ 后脑主要是协调脊髓与延髓、网状结构、小脑和中脑等脑结构之间的信息沟通。这些脑结构分别负责调节呼吸和心率、监控睡眠和觉醒水平、协调精细运动技能，以及就上述信息与大脑进行沟通交流。





▲ 中脑的结构，即顶盖和被盖，主要是协调管理环境中的定位、运动以及维持对感觉刺激的觉醒状态。





▲ 前脑主要是协调管理一些较高级的功能，例如感知、情感和思考。前脑还包含皮层下结构，例如丘脑、下丘脑、边缘系统（包括海马和杏仁核）以及基底神经节；所有的这些结构都执行关于动机和情绪的各种功能。同时，前脑还包括大脑皮层，大脑皮层由左右两半球组成，每个大脑半球又分别包含四个脑叶（枕叶、顶叶、颞叶和额叶），大脑皮层使我们拥有人之为人的各种功能：思考、计划、判断、感知和有目的自主行为。





▲ 大脑中的神经元可以经由环境和经验塑造，这使人类具有惊人的可塑性。






神经系统的发展和进化



令人惊讶的是，人类的大脑很不完美。为什么？人类的大脑远远不像哲学家所诗意般描述的那样，是一个单独的、优美的机器——神奇的织布机，人类大脑事实上是由许多形成于进化过程中不同时间段的组件组成。人类保留了早期版本大脑中工作得最好的那部分，然后在进化的过程中又一点一点加入新的部分直到形成我们现在的大脑。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枢神经系统，我们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发育：产前发育（从受精到出生的发育）揭示神经系统在物种每一个个体内如何发展和变化；进化发育告诉我们人类的神经系统如何从别的物种改变和进化来。


中枢神经系统的产前发育


神经系统是胚胎第一个发育成形的主要机体系统（Moore，1977）。受精后的第3周，当时胚胎还是一个球形结构，神经系统开始发展。最初这个球形结构的一侧隆起，然后隆起物两边的边缘会逐渐增长直至形成一个凹槽。两边缘增长形成的脊状物合抱在一起将这个凹槽围起来，形成名为
神经管的结构

 。随着胚胎逐渐长大，神经管的尾端会一直保持管状，这就是脊髓的原型。神经管的另一端会扩大，当胚胎4周大时，大脑的三个基本部分就肉眼可见了。在第5周时，前脑和后脑进一步分化出更多结构。从第7周开始，前脑扩展得相当大，开始形成大脑两半球。

随着胎儿大脑继续发育，每一个分支结构都会叠合到下一个分支结构上，并且开始形成成人大脑中那些易于观察的结构（见图3.20）。后脑分化成小脑和延髓，中脑分化成顶盖和被盖，前脑的分化更复杂，要将丘脑和下丘脑同大脑半球分开。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脑半球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最终覆盖大脑的几乎所有其他分支结构。






图3.20产前大脑发育。





大脑中比较基础的部分：后脑和中脑，最先发育，然后是相继较高级水平的部分。大脑皮层以及它特有的褶皱缝隙直到怀孕中期才开始发育。大脑半球的发育大部分发生在怀孕的最后三个月。



大脑的
个体发育

 （特定个体内的大脑发育过程）是非常惊人的。在大约半个学期（一个学期约15周）的时间里，大脑的基本结构各就各位并且正飞速发展，这使得初生的婴儿带着一个拥有相当复杂装置的功能结构来到这个世界。相比之下，大脑的种系发展（特定种族内的大脑进化）就显得慢很多。但是，这个过程也让人类可以最大程度地使用已开发的大脑结构，让我们可以完成很多难以置信的任务。


中枢神经系统的进化发展


中枢神经系统的进化，要从简单生物的原始结构进化算起，一直持续到如今人类复杂的神经系统。即使是最简单的动物也有感觉神经元和运动神经元来应对外界环境（Shepherd，1988）。例如，单细胞原生动物在它们的细胞膜上含有对水中食物敏感的分子。这些分子会促进细胞上一些线状物的运动，从而使这个单细胞生物向食物源靠近，这些线状物叫纤毛。世界上第一种神经元出现于无脊椎动物，例如水母；水母触角上的感觉神经元可以感受到潜在的危险猎食者的触碰，这促使水母游向安全地带。如果你是一个水母，这个简单的神经系统就已经足够让你存活下来。世界上第一个能称之为中枢神经系统的结构出现于扁形虫。扁形虫的头部有许多神经元——组成一个简单的大脑——这个简单大脑包含视觉、味觉和运动的神经元以控制捕食行为。从大脑延伸出来一对索状结构形成脊髓。






扁形虫没有特别复杂的大脑，但话说回来，它们也不需要特别复杂的大脑。无脊椎动物身上发现的不成熟大脑逐渐进化成人类身上的复杂大脑结构。



在进化的过程中，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在神经系统的组织上出现了很大的分离。在所有的脊椎动物体内，中央神经系统是按层级水平组织的：大脑和脊髓中较低水平的结构负责较简单的功能，而神经系统中高级水平的结构负责较复杂的功能。就像你之前看到的，在人体内，反射在脊髓中完成。再往上一级，中脑可以执行稍复杂一些的任务，如对环境中重要的刺激进行定位。最后，更加复杂的任务将在前脑执行完成，例如想象20年后你的生活会是怎样的（Addis，Wong，和Schacter，2007；Schacter，Addis等，2012；Szpunar，Watson，和McDermott，2007）。

前脑在脊椎动物身上经历了更进一步的进化。在像两栖动物那样的较低级的脊椎动物身上（例如青蛙和蝾螈），在神经管尾端的前脑只是由少量神经元组成。在较高级的脊椎动物身上，包括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前脑要大得多，并且前脑以两种不同的形式进化着。爬行动物和鸟类几乎没有大脑皮层，相反，哺乳动物拥有高度发展的大脑皮层，大脑皮层又发展出多个区域，可以执行非常多的高级心理功能。到目前为止，人类的前脑已经发育到了它的顶峰。（见图3.21）。

然而，人类的大脑也并非多么卓越非凡的东西。它只是在可供使用的基础结构上一点一点地持续延伸形成。就像其他的物种一样，人类也有后脑，并且和其他物种一样，人类的后脑执行的都是那些用以维持生命的重要任务。对于一些物种来说，这样就足够了。为了维持生存，扁形虫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进食、繁殖和存活足够长的一段时间。但是随着人类大脑的进化，中脑和前脑中的结构需要发展起来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环境需求。牛蛙的前脑只进化到它能在蛙类世界中生存所需的程度。但是，人类的前脑表现出根本性的改良，从而使人类有可能拥有一些独特而非凡的能力，这些能力包括：自我意识、复杂语言运用、抽象推理和想象等。

一些有趣的证据表明，人类大脑的进化比其他物种大脑的进化要快（Dorus等，2004）。研究者比较了小鼠、大鼠、猴子和人类身上由200个与大脑有关的基因组成的基因序列，结果发现灵长类动物中的一些基因进化得更快。而且，他们发现灵长类动物的大脑不仅比其他物种大脑进化得快，而且那些最终会进化成人类的灵长类动物大脑进化得更加迅速。这些研究结果表明，除了进化过程中对环境的一般适应，决定人类大脑的基因尤其受益于发生在进化路程中的各种突变（DNA片段上基因的变化）（Vallender，Mekel-Bobrov，和Lahn，2008）。这些研究结果还表明人类的大脑仍在进化中——变得更大并且更能适应环境需求（Evans等，2005；Mekel-Bobrov等，2005）。






图3.21 前脑的发育。





爬行动物和鸟类几乎没有大脑皮层，而像老鼠和猫这样的哺乳动物则有大脑皮层，但是它们的额叶所占的比例比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小很多。这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只有人类形成了复杂的语言、计算机技术和计算能力。




我们的大脑仍在进化吗？


从宏观、进化角度来看，基因也许指引了大脑的进化，但是它们同时也指引了个体的发展，指引了一个物种的发展。让我们一起看一下基因和环境如何为行为打下其生物基础。


基因、表观遗传学和环境


人的行为主要是由基因（先天）决定还是由环境（后天）决定？当前的研究逐渐得出的结论是：先天和后天对于指导行为都起作用。如今研究焦点已转变为探讨两个因素是怎样相互作用，而不再是探寻任一因素的绝对贡献（Gottesman和Hanson，2005；Rutter和Silberg，2002；Zhang和Meaney，2010）。



什么是基因？




基因
 是
遗传传递的主要单元

 ，历史上
基因

 这个单词曾被用来指代两个相异而又相关的概念。最开始，相对抽象的基因概念指的是遗传特定特征例如眼睛的颜色的单元。近年来，基因被定义为一条DNA（脱氧核糖核酸）链上的片段，这个片段对影响遗传特征的蛋白质分子进行编码。许多基因组织聚合成染色体
 ，相互缠绕的双螺旋结构的DNA链（见图3.22）。我们的染色体中的DNA通过一种叫做信使RNA（核糖核酸、mRNA）分子的活动制造蛋白质分子，在此过程中，信使RNA会将DNA编码的副本信息向生产蛋白质分子的细胞表达。染色体是成对的，每个人有23对染色体。这一对对染色体看起来长得差不多但并不相同：你的一对染色体中的一条遗传自你的父亲，另一条遗传自你的母亲。这里还存在着一个变数：双亲的每对染色体中具体哪一条会遗传给你是随机的。

也许对于遗传的这种随机分配来说，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例子是性别的决定。在哺乳动物中，决定性别的染色体是X和Y染色体；女性有两个X染色体，而男性有一个X染色体和一个Y染色体。你会从你的母亲那里获得一个X染色体，因为她只有X染色体可以遗传给你，所以，你的生理性别取决于你是从你父亲那里得到又一个X染色体还是获得一个Y染色体。






图3.22 基因、染色体和它们的重组。





细胞核中含有染色体，染色体由双螺旋结构的DNA链组成。我们身体的每个细胞都有23对染色体。基因是DNA链上的一部分。



作为同一个物种，我们身上有99%的DNA是相同的（和其他类人猿也差不多有这么高的相似性），但是有一部分DNA在每个个体上都各不相同。孩子和父母在这一部分DNA上的相似度比远系亲属或者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要高。孩子与父母中任一方都有一半的基因是相同的，有四分之一的基因与祖父母的相同，有八分之一的基因与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相同，以此类推。拥有相同基因的比例被称为
亲缘度

 （degree of relatedness）。同卵双生子（monozygotic twins 或identical twins）拥有最高的遗传亲缘度，他们是从同一个受精卵分裂出来的，因此他们的基因之间相似度为100%。而异卵双生子（Dizygotic twins或者Fraternal twins）是由两个不同的受精卵发育而来的，他们之间只有50%的基因相同，这和其他非同时出生的兄弟姐妹一样。






同卵双生子（左）有100%的基因相同，而异卵双生子（右）有50%的基因相同，这和其他非同时出生的兄弟姐妹一样。同卵双生子和异卵双生子的研究帮助研究者估计基因和环境影响行为的相对贡献率。




为什么异卵双生子有50%的基因相同，与其他非同时出生的兄弟姐妹没什么两样？


许多研究者曾努力探寻基因对行为的影响。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将同卵双生子表现出的特性与异卵双生子表现出的同一特性进行比较。这种研究通常招募在同一家庭抚养长大的双胞胎作为被试，因为这样的环境（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机会、亲子教养方式以及环境中的压力）对他们的影响相对保持恒定。相对于异卵双生子，如果发现某一特定特性在同卵双生子身上有更强的表达，就表明了基因对行为的影响（Boomsma，Busjahn，和Peltonen，2002）。

举例来说，异卵双生子中的一个若患有精神分裂症（这是一种心理障碍，我们将会在“心理障碍”一章详细介绍）那么异卵双生子中的另一个会有27%的几率罹患此病。但是对同卵双生子来说，这一统计值就会上升到50%。这一现象就很好地诠释了基因对精神分裂症罹患率的影响。同卵双生子有100%的基因是相同的，如果假设双胞胎的两个人受环境的影响相对恒定的话，那么这个50%的几率就可以归因为基因的影响。在你认识到剩下的50%几率一定是来自环境的影响之前，这个数值听起来高得吓人。总而言之，基因对各种特征的发展、获得率和显现会有影响。但是要想更彻底地理解基因对行为的影响，就必须把环境因素考虑进来。基因性状的表达是其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其单独作用的结果。



表观遗传学的作用



“基因在一定环境中表达”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研究领域中的核心观点，这个领域就是表观遗传学
 （Epicgenetics）：
在不改变DNA序列的情况下，环境可以决定基因是否表达以及基因表达的程度。

 要理解表观遗传的工作机制，不妨将DNA类比成一场戏剧或电影的剧本。生物学家内丝·凯里（Nessa Carey，2012）以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来说明表观遗传学的观点，这部剧在1936年改编成电影，由著名演员莱斯利·霍华德（Leslie Howard）和诺尔马·希勒（Norma Shearer）主演，1996年的另一个电影版本由伦纳德·迪卡普里奥（Leonardo DiCaprio）和克莱尔·戴尼斯（Claire Danes）主演。莎士比亚的剧本为这两部剧提供了基础，但是这两部电影的导演用不同的方式诠释了它，两部电影中的演员也有不同的表演风格。所以，虽然莎士比亚的剧本仍然在那里，这两部电影都有一些偏离莎士比亚的原始剧本，并且彼此之间也不相同。表观遗传中所发生的与这有些相似：在不改变DNA编码的情况下，随着环境的不同基因可能表达或者不表达。

环境可以通过遗传学标记
 （epigenics marks）影响基因的表达，遗传学标记是
对DNA的一种化学修饰，这样就可以“打开”或“关闭”DNA了

 。你可以把这种标记想象成导演在莎士比亚剧本上做的注解，用来决定在特定的电影中如何使用这一剧本。被广泛研究的遗传学标记有两种：

➢ DNA甲基化
 （DNA methylation）


[1]



 指的是在DNA上增加一个甲基群。有一种特殊的酶称为表观遗传改写酶（epigenetic writers）可以在DNA上增加甲基群。虽然增加一个甲基群并没有改变DNA链，但是这样做可以关掉被甲基化了的基因（见图3.23）。这一过程就像是克莱尔·戴尼斯的导演所做的注解，要求她忽略莎士比亚剧本中的某部分。剧本中的这一部分——就像是被甲基化了的基因——仍然是存在的，但是其内容却没有得到表达。

➢ 组蛋白修饰
 （Histonemodification）
指的是对一种参与组装DNA的、称为组蛋白的蛋白质加以化学修饰。

 我们倾向于把DNA想象成如图3.22中那样的自由漂浮的双螺旋结构。可事实上DNA和许多组蛋白紧密地缠绕在一起，就像图3.23中所显示的那样。不管怎样，DNA甲基化负责关掉基因，而组蛋白修饰既可以打开基因也可以关掉它们。和DNA甲基化相似的一点是，组蛋白修饰在影响基因表达时并不改变DNA序列（Carey，2012）。

好了，现在你已经学习了许多陌生的新术语，也许还曾暗想克莱尔·戴尼斯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表演是否为她在《国土安全》中扮演卡丽这一角色奠定了基础（想想看吧，卡丽和布罗迪的关系与莎士比亚剧中一对恋人的关系的确有一定相似度）。但是，表观遗传学与大脑和心理学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事实证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比任何人想象得都要大。以大鼠和小鼠为研究对象的实验已经表明，DNA甲基化和组蛋白修饰留下的遗传学标记会影响学习和记忆（Bredy等，2007；Day和Sweatt，2011；Levenson，和Sweatt，2005）。许多研究，包括近期对人类的研究都已将表观遗传学的改变和压力应对联系在了一起（Zhang和Meaney，2010）。例如，对高压力环境和低压力环境下工作的护士进行比较后发现她们的DNA甲基化有差别（Alasaari等，2012）。在一个以92名加拿大成年人作为样本的研究中，主观压力感和对压力的生理指标都与DNA甲基化水平相关（Lam等，2012）。另一个研究将生长在相对富裕家庭的个体和生长在相对贫困家庭的个体进行比较后，发现早期生活经历和DNA甲基化存在关联，即使是在控制了当前社会经济地位之后结果仍然如此（Lam等，2012）。一个以40名成年英国人为样本的研究中也出现相似的研究结果（Borghol等，2012）。这些发现和科学热点版块中的许多研究结果相吻合，表明人类和老鼠的早期经历之所以（对日后生活）具有长期持久的影响，是由于DNA甲基化和组蛋白修饰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图3.23 表观遗传学。





研究表明DNA甲基化和组蛋白修饰在人类和老鼠的早期经历的长期持久影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环境因素的作用



基因为种群中表现出某种特征的可能性设定了一个范围，在这个可能性的范围内任何一个个体具体表现出的特征则是由环境因素和经历决定的。你可能会喜欢其他物种的一些遗传能力，例如在水下呼吸，但是无论你多么想拥有这种能力，它都在你的基因可能性范围之外。

有了这些参数，行为遗传学家用一些基于关联度的算法来计算行为的遗传性（Plomin，DeFries，等，2001）。遗传度
 （heritability）
指从一组个体身上可观察到的变异中，能由遗传因素解释的比例。

 遗传度是一个比率，它的值域从0到1.00。当遗传度为0时，代表行为特质中的个体差异不能由基因解释；当遗传度为1.00时，代表基因是个体差异的唯一原因。你可能已经猜到0和1.00这两个数值在现实生活中很少出现，它们更多地代表理论上的一种极限而不是实际值。人类行为几乎没有完全是由环境决定或者完全由基因遗传导致的。所以，在0和1.00之间的数值代表个体差异由基因和环境决定的不同程度——也许这种特征更多地由基因决定，而那种特征更多地由环境决定，但是这两种因素经常一起发挥重要作用（Moffitt，2005；Zhang和Meaney，2010）。


科学热点 表观遗传学与早期经验的持续效应


一系列振奋人心的研究显示，表观遗传过程在人类早期经验的持久影响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是来自迈克·米尼（MichaelMeaney）的实验室以及他的麦吉尔大学同事的研究。他们开始是研究老鼠的母性行为，最近延伸到研究童年期虐待的持续效应。

让我们先来看看米尼实验室的早期研究工作，它们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背景（Francis等，1999；Liu等，1997）。这个研究注意到老鼠的育儿风格存在很大的差别：一些母鼠会花很多的时间舔舐（licking）它们的幼崽并为其理毛（grooming）（高LG母亲），这些幼崽很享受这个过程。而另一些母鼠并不会花很多时间来做这些事情（低LG母亲）。研究者发现高LG母亲的幼崽长大后，面对紧张的情境时比低LG母亲的幼崽有更少的恐惧感。这是否可以简单地用鼠崽共享了母鼠的基因特征来解释呢？并非如此，米尼和他的同事证实，当高LG母亲的后代由低LG母亲抚养时，也会得到和上述相同的效应；当低LG母亲的后代由高LG母亲抚养时情况也一样。这些效应还伴随着生理变化。当处于容易诱发恐惧的场景中时，相对于由低LG母亲抚养的成年鼠，由高LG母亲抚养的成年鼠分泌的与压力有关的荷尔蒙水平更低。同时由高LG母亲抚养大的老鼠分泌的海马5-羟色胺含量增加——通过在这一章前面的学习我们知道，5-羟色胺水平的升高与高涨的情绪有关——换句话说，高LG的幼鼠长大后会成为“冷静”的老鼠。但是，这个影响是怎样由婴儿期持续到成年期的呢？这就该轮到表观遗传学出场了。母鼠的高LG行为，使得幼鼠的5-羟色胺含量增加，5-羟色胺含量增加促使负责肾上腺皮质激素受体的基因的DNA甲基化降低（另见“应激与健康”一章中对压力和肾上腺激素的讨论），甲基化作用减小又会引起对应基因的更多表达，进而出现平静面对压力的能力（Weaver等，2004）。被低LG母亲抚养的老鼠负责肾上腺素受体的基因表现出更多的DNA甲基化，这就造成相应基因的表达减少，进而导致平静应对压力的能力不足。因为DNA甲基化很稳定，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这些以老鼠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也为最近人类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表明表观遗传在非常令人不安的童年虐待体验的持续效应中发挥作用。

米尼团队仔细检查了24个在35岁左右自杀的成年人的海马（McGowan等，2009）发现，海马参与应对压力的过程，并且是大脑中接受肾上腺激素最多的脑区。实验参与者中有12人遭受过童年虐待，另外12人则没有。研究者将他们的海马样本与控制组（12名在相同年龄段突然死亡，但是没有童年虐待经历也没有自杀行为的成年人）的海马进行比较。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发现，与控制组比较，那12名自杀并遭受过童年虐待的成年人的海马肾上腺激素受体基因的DNA甲基化水平更高，但是另12名自杀但没有遭受童年虐待的成年人和控制组没有这种差异。更高水平的DNA甲基化抑制了那12名遭受童年虐待的自杀者肾上腺素受体基因的表达，这就与那些由低LG母鼠抚养大的老鼠的情况一样。虽然这个研究无法告诉我们那些遭受过虐待和没有遭受过虐待的人，生前DNA甲基化水平上的差异是否影响或者如何影响他们的行为，但是它确实表明表观遗传在人类和老鼠早期负面经历的中发挥着相似的作用。

研究表明早期经历的效应不局限于单个基因，而是广泛地发生在很多基因上。米尼实验室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高LG和低LG母亲的后代在海马上有上百种DNA甲基化存在差异（McGowan等，2011）。对遭受过童年虐待自杀者的海马样本的重新分析也显示该样本和没遭受过虐待的控制组样本之间在很多DNA甲基化上都存在差异（Suderman等，2012）。虽然老鼠和人类的甲基化也存在差异，但是这也许反应了两种不同物种间环境与各自生理特征的结合（Suderman等，2012），研究结果的整体趋势表明表观遗传非常有助于理解早期经历对后续发展和行为的影响（Meaney和FergusonSmith，2010）。




对于人类行为来说，几乎所有对遗传度的估计都在居中的一个区间范围里：0.30到0.60之间。例如，智力的遗传度为0.50，意味着智力的个体差异有一半是由基因决定，剩下的一半是由环境决定。聪明的人通常（但并不总是）会有聪明的孩子：基因一定会发挥作用。但是聪明的和没那么聪明的孩子，谁进了好学校，谁进了没那么好的学校；谁持之以恒地练习钢琴课上的学习内容，谁没有持之以恒地练习；谁非常努力地学习，谁没有努力地学习；谁遇到了一个好老师和行为榜样，谁没遇到好的老师和行为榜样，诸如此类种种都还难以预料。基因只是影响智力的一个因素，环境影响也对智力的预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见“智力”一章）。

遗传度被证明是一个在理论上非常有用，在统计上也讲得通的概念，它能帮助科学家理解基因和环境对行为的相对影响力。但是，关于遗传度，有四点重要的内容一定要注意。首先，铭记
遗传度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它不能解释具体哪些基因决定了某特征。其次，
遗传度是一个人口学概念：

 它不能解释个体。遗传度帮助我们理解的是群体间产生的差异而不是某一个体的能力。

第三，
遗传度依赖环境。

 就像行为总是在特定环境下发生一样，基因的影响也脱离不了特定的环境。例如，智力并不是个体一成不变的品质：人们的智力与特定的学习环境、社会环境、家庭环境、社会经济地位等有关。所以，只有在设定的环境条件中，计算遗传度才有意义，在另一种环境条件下时，遗传度的计算值可能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最后，
遗传度不是命运。

 它不能告诉我们多大程度的干预可以改变行为特质。遗传度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受基因影响的行为特质，但是它不能帮助我们预测个体在特定环境条件或遭遇中会怎样应对。

小结



▲ 考察神经系统在个体整个生命历程中的发育（个体发生）和在特定物种进化中的发展（种系发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大脑。





▲ 神经系统是胚胎形成的第一个系统，刚开始只是一个神经管，它是形成脊髓的基础。神经管的一端膨大，形成后脑、中脑、前脑，这些结构之间彼此叠合在一起。





▲ 在这些脑区内部，开始分化出特定的脑结构。前脑中的分化程度最大，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大脑皮层是人脑内最发达的部分。





▲ 神经系统从简单动物（如扁形虫）体内的感觉和运动神经元团，进化到哺乳动物体内复杂的中枢神经系统。





▲人类的神经系统的进化可以看成经历如下几个过程：改善、变得更复杂、扩大其他物种的那些脑结构。





▲ 爬行动物和鸟类几乎没有大脑皮层。而哺乳动物拥有高度发展的大脑皮层。





▲ 为了适应更为复杂的环境，人类大脑比其他物种进化得更快。





▲ 基因，或者说遗传传递的单位，是由位于染色体上的DNA双螺旋结构的片段构成的。





▲人类有23对染色体，一半来自父亲一半来自母亲。





▲ 孩子的基因和父母中的任一方有50%是相同的。





▲ 同卵双生子有100%的基因是相同的，异卵双生子和其他兄弟姐妹一样，有50%的基因是相同的。鉴于双胞胎的基因相似度，他们经常成为基因研究的研究对象。





▲ 遗传研究表明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影响行为。基因为人群特征多样性提供一个范围，但不能预测个体特征；经历和其他环境因素也起到重要作用。





▲ 表观遗传是指在不改变基本DNA序列的情况下，影响基因是否表达的环境因素。遗传学标记（例如DNA甲基化和组蛋白修饰）能影响特定基因的打开与关闭。表观遗传被证明在老鼠和人类的早期经历的持续性效应中发挥重要作用。







[1]

 甲基化是蛋白质和核酸的一种重要的修饰，调节基因的表达和关闭，DNA甲基化能关闭某些基因的活性，去甲基化则诱导了基因的重新活化和表达。DNA甲基化能引起染色质结构、DNA构象、DNA稳定性及DNA与蛋白质相互作用方式的改变，从而控制基因表达。——译者注，引自http://baike.baidu.com/view/3853046.htm？fr=aladdin





脑的研究



至今，关于神经系统你已经了解了很多：它是怎样组织的，怎样工作的，它的组成成分有哪些，以及这些成分都能做什么。但有一个问题仍悬而未决：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些的？解剖学家可以解剖人的大脑并区分不同结构，但通过解剖死者的大脑不能确定哪些大脑结构会影响哪些行为的产生。

科学家们采用了各种不同的方法来了解大脑怎样影响行为，我们看看其中三种主要的方法：研究脑损伤患者；研究大脑的电活动；用脑成像技术研究大脑结构并观察大脑活动。下面就让我们一一了解上述研究大脑的三种方法。


脑损伤研究



脑损伤是如何成为大脑特殊区域的主要研究的？


为了更好地了解正常大脑的工作过程，明白当大脑不能正常工作时会发生什么是很具有启发性的。很多神经科学研究将特定的心理功能缺失（如感知，运动，情绪或认知功能缺失）与大脑特定部位的损伤联系起来（Andrewes，2001；Kolb和Whishaw，2003）。通过研究这些病例，神经科学家们能够从理论上推测这些大脑区域正常工作时具有哪些功能。神经科学的现代史可以追溯到保罗·布洛卡（Paul Broca）的研究（详见“心理学的科学之路”一章）。1861年，布洛卡描述了一位由于左侧额叶小部分损伤而不能说话的病人（但仍能理解语言）。1874年，卡尔·韦尔尼克（Carl Wernicke，1848—1905）描述了一位不能理解语言的患者（但仍能说话），其左侧颞上回区域损伤。这两个区域相应地被命名为布洛卡区和维尔尼克区（另见“语言与思维”一章的图9.3），他们提供了大脑定位最早的证据，即言语产生和言语理解是分开的；他们还证明大多数人的左半球主要负责加工和理解语言（Young，1990）。



额叶的情绪功能



正如你已了解的，人类的额叶是非凡的进化产物。然而，心理学第一次得以瞥见额叶的某些功能，还要归功于一个毫不起眼的家伙；他是如此的不起眼，然而在他一生中仅一件事就让他的名字永留在心理学历史年鉴中（Macmillan，2000）。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 Gage），25岁，是一名强壮的铁路工人。1848年9月13日这一天，在佛蒙特州的卡文迪许铁路工地上，正当盖奇将爆破用的炸药和导火线装入石缝中时，炸药就爆炸了，一根3英尺长13英镑重的铁棒高速穿过他的头部（Harlow，1848）。如图3.24所示，铁棒从他的左下颚穿入从头顶中部穿出。难以置信的是，盖奇奇迹般的活下来了，但他的性格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图3.24 菲尼亚斯·盖奇。





菲尼亚斯·盖奇的创伤性事件使得研究者探究额叶的功能以及与皮层情绪中心结构的连接。这里还原了金属棒穿过盖奇颅骨的可能通路。



事故之前，盖奇性格温和、安静、勤勤恳恳并刻苦耐劳。然而，事故发生之后，他变得脾气暴躁、不负责任、优柔寡断并且粗俗无礼。但是，盖奇个性和情绪生活的不幸变故却给心理学带来了意外的收获。他的这个案例第一次让研究者开始探究额叶在情绪调节、计划和决策中的作用。此外，由于额叶和边缘系统皮层下结构的连接受到影响，科学家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杏仁核、海马及相关的脑结构与大脑皮层间的相互作用（Damasio，2005）。



左右半球的分工



你可能还记得大脑皮层分为左右两半球，尽管这两半球通常以整体形式进行活动。然而有些时侯，一旦紊乱症状威胁到大脑的功能运作，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极端的方法解除这些威胁。那些患有严重而不可控制的癫痫病患者有时候就属于这种情况。癫痫


[1]



 始于一侧半球，通过胼胝体（连接左右两半球的较厚的神经纤维）传递到对侧半球，并开始反馈循环，形成脑内的一种风暴。为了减少癫痫发作的严重程度，外科医生们可以切断胼胝体，这个过程被称为割裂脑。其结果是始发癫痫的那侧半球无法再与对侧半球联系，因而也将癫痫隔离在半侧大脑中。这个过程虽然有助于减轻患者的癫痫症状，但同时也导致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异常行为。


胼胝体在行为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诺贝尔获得者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1913—1994）发现切断胼胝体的患者的日常行为似乎并未受到割裂脑手术的影响。他对这个发现很好奇，这是否意味着胼胝体在人的行为中不担负任何作用呢？斯佩里认为如此下结论为时过早，他推理：日常行为的损伤虽然难以由偶然观察把握到，却可能被更加敏感的测试捕捉到。为了从实验的角度检验这个推理，斯佩里和他的同事首次研究了切断胼胝体的猫的学习行为，提供了其学习行为不能从一侧半球迁移到另一侧（Sperry，1964）的证据。之后，斯佩里设计了几个实验来探究裂脑人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揭示了左右半球的很多彼此独立的功能（Sperry，1964）。通常情况下，任何进入左半球的信息同样在右半球有登记，反之亦然：信息进入大脑后沿着胼胝体传递到对侧，使得两个半球都知道发生了什么（见图3.25）。但是对于裂脑人来说，信息进入一侧半球后就待在那里，没有了胼胝体的连接，无法将信息传递到另一侧大脑半球。斯佩里和其同事在一系列实验中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半侧大脑的知觉。例如，他们让裂脑人注视屏幕中的一点，接着在屏幕的左侧（左视野区）或右侧（右视野区）呈现刺激，刺激会被单单投射到对侧的半球（关于信息如何从一侧视野区进入到对侧半球的更多介绍，见“感觉与知觉”一章图4.10）。






图3.25 割裂脑实验。





向割裂脑被试呈现屏幕右侧是戒指左侧是钥匙的图片时，她能够说出戒指但说不出钥匙这个词汇，因为左半球“看到”戒指且言语功能通常定位在左半球。她可以用左手在屏幕后的一堆物体中选择一个钥匙。然而，不能用左手选出戒指，因为左半球“看到”的物体不能与身体的左侧部分产生信息连接。



两半球本身分别负责不同类型的任务。你已经了解了布洛卡区和维尔尼克区，这些区域表明言语加工主要是左半球的活动。所以试想一下，一些信息进入裂脑人的左半球，接着要求她用言语来描述那是什么。没问题：左半球获得了信息，它是负责“说话”的半球，所以她能够毫不困难的用言语描述她看到了什么。但假设要求她把左手放在屏幕后并拿起她看到的物体。记住大脑半球分别控制身体对侧行为的，这就意味着左手是被右半球控制的。但这个人的右半球没有任何关于这个物体是什么的线索，因为信息被左半球接收并不能传递到右半球！所以，仅管她看见了物体并能够用言语描述，但她不能用右半球来完成与这个物体相关的其他任务，例如用她的左手从一些物体中准确地挑选出她所看到的物体（见图3.25）。

当然，向右半球呈现信息可以弥补上述不足。在上述事例中，可以在她的左手中放一个熟悉的物体（如钥匙），她知道那是什么（通过在半空中扭动并旋转钥匙），但是她不能用言语描述手里拿的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右半球的信息不能传递到负责言语产生的左半球。

此外，假设向裂脑人呈现图3.26 中不合常规的人脸，这种人脸通常称为嵌合脸，它是由两张完整脸各取一半重新拼合而成。当要求被试指出呈现的是哪张脸时，她会表示看到了两张脸，因为左侧脸的信息被记录在右半球，右侧脸的信息被记录在左半球（Levy，Trevarthen，和Sperry，1972）。






图3.26 嵌合脸和裂脑人。





［a］当裂脑人看到布拉德·皮特（Brad Pitt）和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Leonardo DiCaprio）的嵌合脸时，她的左半球只意识到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右半球只看到布拉德·皮特。





［b］当问到看到谁时，她回答“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因为言语由左半球控制。





［c］当要求用左手指出看到的面孔时，她指向布拉德·皮特，因为她的右半球只意识到图片的左半部分。



割裂脑的研究揭示了两半球负责不同的功能，并且只要胼胝体是完整的，两半球就能协同工作。如果从一侧半球向另一侧传送信息的途径中断，那么信息只能停留在最初进入的这一侧半球，由此我们对每侧半球的不同功能有了精准的认识。当然，裂脑人也可以通过简单的小范围转动她的眼球来适应这种情况，这样相同的信息就能分别进入左右两半球。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割裂脑研究一直持续进行，并且在人们认识大脑的工作机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Gazzaniga，2006）。






图3.27 EEG。





脑电图（EEG）记录大脑电位活动。意识的许多状态用特定种类的脑电波标识，如觉醒和睡眠阶段。




EEG怎样记录大脑的电位活动？



大脑电位活动的研究


研究脑结构和行为间联系的第二种途径是记录神经元的电位活动模式。脑电图
 （EEG），是
一种用来记录大脑电位活动的设备

 。通常，电极被安放在头皮上，虽然突触中的电位活动源和动作电位距离这些电线较远，但EEG可以将电信号放大几千倍，这就为基本的电位活动提供了视觉记录的可能，如图3.27所示。通过这种技术，研究者能够确定不同意识状态下大脑的活动量。举例来说，正如你在“意识”那一章里了解到的，在觉醒和睡眠状态时，大脑呈现出不同的电位活动模式；事实上，甚至在不同的睡眠阶段也伴随着不同的脑电波模式。EEG记录使得研究者对睡眠和觉醒状态的本质方面取得了的根本性发现（Dement，1978）。EEG也可用于探测清醒个体使用不同心理功能时的大脑电位活动，如知觉、学习和记忆。记录电位活动的另一种新方法使得人们对大脑不同区域的功能有了更精确的了解，这种精确甚至达到细胞水平。诺贝尔奖获得者戴维·休伯（Daid Hubel）和托尔斯滕·维塞尔（Torsten Wiesel）使用一种技术使得电极能被插入麻醉了的猫脑枕叶，从而可以观察到单个神经元动作电位的各种活动模式（Hubel，1988）。休伯和维塞尔放大了动作电位，通过扩音器能够听到电位信号的咔嗒声并在示波器上显示出电位信号。通过让动物看闪光刺激，休伯和维塞尔记录到了枕叶皮层上神经元对此的反应活动。他们的发现并不多：大多数神经元对这样的一般刺激并不反应。这使他们感到沮丧。休伯（1988，第69页）多年后回忆道“我们尝试了我们能想到的所有方法试图让它起反应”，但是，随后他们开始注意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当一系列看似失败的实验临近结束时，他们在猫眼前呈现一张有一个黑色斑点的玻璃片并听到一段急而快的嘀嗒声，这表明猫枕叶上的神经元被激活了！通过仔细的观察，他们认识到黑色斑点并不能激活神经元，但玻璃片边缘投射的微弱却尖锐的阴影反而能激活神经元。他们发现不论何时，只要在视野中存在明暗对比，初级视觉皮层的神经元就会被激活，当视觉刺激是黑色背景下的一细条光线时观察的效果尤其明显。在这个情况下，玻璃片边缘产生的阴影提供了一种对比促使特殊的神经元反应。接着他们发现在特定的方位呈现有边缘对比的刺激时，每个神经元都会活跃地反应。从此以后，许多研究表明视觉初级皮层的神经元表征视觉刺激的特定属性，如明暗对比、形状和颜色（Zeki，1993）。

视觉皮层上的这些神经元被看作是
特征觉察器

 ，因为他们对视觉像的特定方面进行选择性的反应。例如，一些神经元只有探测到视野中央有垂直线条时才激活；另一些神经元在知觉到呈45°角的斜线时才激活；还有一些神经元只对宽线、水平线或视野外周区有线条等等有反应（Livingstone和Hubel，1988）。神经元功能特异化的发现对于我们理解视觉皮层如何工作是一个巨大的突破。特征觉察器能够识别刺激的基本维度（“斜线……其他斜线……水平线”）；接着，这些维度在视觉加工的下一个阶段被捆绑组合，从而使刺激得到知觉，并被识别（“哦，这是字母A”）。

其他一些研究已经确认了由感觉神经元检测的很多不同特征。例如，颞叶上的一些视觉加工神经元只有在检测到面孔时才激活（Kanwisher，2000；Perrett，Roll和Caan，1982）。这个区域的神经元专门负责加工面孔；如果这个区域受损，将导致不能识别面孔。这些补充性的发现（某一大脑皮层区域内的神经元负责某一类信息加工，如果该区域受损，对应的信息加工功能会丧失或被改变）提供了大脑与行为相关的最有力的证据。


采用脑成像来研究大脑结构并观察活动中的大脑


第三种神经科学家们用来窥探人脑工作机制的途径只是在近几十年才成为可能。EEG的数据展示了人类意识水平的整体情况，单细胞记录揭示了特定神经元族群的活动。然而，神经科学的梦想是能够看见行为过程中的大脑运作。得益于
神经成像技术

 （neuroimaging techniques）的广泛使用，这一目标已稳步实现，
神经成像技术

 是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形成生动的、健康的大脑图像（Posner和Raichle，1994；Raichle和Mintun，2006）。
脑结构成像

 （structural brain imaging）提供关于大脑结构的基本信息，并使得临床工作者或研究人员能够看到大脑结构中的病变。相应的，
脑功能成像

 （functional brainimaging）提供人们在完成不同种类的认知或运动任务时大脑活动的相关信息。



脑结构成像



首批神经成像技术之一是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rized axial tomography，CT）。在CT扫描中，扫描器将一个设备绕着人脑旋转，从不同角度采集一系列X射线照片。接着电脑程序整合这些图像并提供各个角度的视图。CT扫描展现了大脑组织的不同密度。例如，在CT扫描中高密度的头盖骨看起来是白色的，皮层则是灰色的，在大脑中密度最低的间隙和脑室看起来是黑色的（见图3.28）。CT扫描被用来定位损伤或肿瘤，这些部分通常颜色较深，因为它们的密度低于大脑皮层。






图3.28 脑结构成像［CT和MRI］。





CT［左］和MRI［右］扫描用于提供脑结构的信息，并能帮助确认肿瘤和其他种类的损伤。这里展示了每种扫描的大脑单张切片的影像。需要注意的是MRI能够比CT扫描提供更清晰、更高像素的成像［有关这些成像如何形成，以及它们描述了什么内容，请参见后续相关论述内容］。





磁共振成像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通过强磁场使大脑组织中特定分子的原子核排列成线。无线电波短暂但强有力的脉冲使得原子核转动无法与磁场方向对齐。当脉冲停止，原子核迅速反弹回到磁场的直线方向中并在此过程中释放少量能量。在反弹的过程中，不同的分子具有各自唯一的能量特征，因而这些特征能够用来揭示大脑结构中不同的分子组成。MRI合成的软组织图片比CT扫描有更好的分辨率，正如图3.28所示。这些技术为心理学家提供大脑结构更清晰的图像并帮助人们对大脑损伤（如中风患者）进行定位，但它们并不能揭示大脑的功能。



弥散张量成像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是新近发展起来的一种MRI 技术，用于白质通路可视化，白质通路是一些将远近不同脑区进行彼此连接的纤维束。DTI测量了水分子沿白质通路运动或弥散的速率和方向。因为水分子的弥散与通路方向一致，水分子弥散方向的信息能够用来确定白质通路的走向。利用测得的弥散速率和方向，科学家们能够评估白质通路的完整程度，这对于神经学和心理学上的失调病症十分有用（Thomason和Thompson，2011）。

由于DTI提供了连接大脑不同区域间的通路信息，因而它在绘制人脑的连通性构图方面是一种重要的工具，并在雄心勃勃的人类连接组计划（Human Connectome Project）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在2009年开始资助的一个合作计划，它的合作伙伴包括了曼彻斯特综合医院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人员，还包括华盛顿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者们。这个项目的主要目标是提供一幅大脑神经通路连接的完整构图：人类脑神经网络体（Toga等，2012）。人类连接组项目的一个独特而令人振奋的特点是研究者将他们的一些结果公布在网站上（www.humanconnectomeproject.org）供人获取，包括一些他们已经发现的一些连接通路的迷人的彩图。



脑功能成像



脑功能成像技术为研究者提供了比仅仅知道大脑的结构多得多的信息，这让我们能够观察活动中的大脑。这些技术所依据的事实是激活的脑区需要更多的能量来维持神经元的工作。这些能量通过增加激活脑区的血流量来提供，而功能成像技术能探测到血流量的变化。
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或PET）

 ，将无害的放射性物质注射进人体血液中，接着在被试完成知觉或认知任务（如阅读或说话）时，用放射性探测器扫描人脑。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被激活的脑区需要更多的能量及更大的血流量，导致这一区域放射性物质含量更高。放射性探测器记录每个区域的放射性物质含量水平，产生激活区域的计算机图像（如图3.29）。需要注意的是PET扫描不同于CT扫描和MRIs，在PET扫描中产生的图像显示了人在完成特定任务时的大脑活动。例如，一个人正在说话时的PET扫描将显示出左侧额叶布洛卡区域的活动情况。


fMRI如何跟踪活动中的大脑？


对于心理学家而言，现在应用最广的功能脑成像技术是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functional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用来探测暴露在磁场下氧合血红蛋白和脱氧血红蛋白间的差异。血红蛋白是血液中的一种分子，它携带氧将其输送至人体各组织，包括大脑。当激活的神经元需要更多能量和血流量时，氧合血红蛋白便集中在这些激活区域；fMRI探测氧合血红蛋白，并提供大脑各个区域氧合血红蛋白活动水平的图像（见图3.29）。就像MRI显著优于CT扫描一样，fMRI代表了我们记录行为过程中的大脑活动的能力向前跨越了一大步。fMRI和PET都能帮助研究者非常精确地记录到大脑活动的变化发生在哪里。然而fMRI还有许多胜于PET的优点。首先，fMRI不需要人体暴露在任何放射性物质的环境下。第二，与PET相比，fMRI能在较短时间内定位大脑活动的变化，这更有助于分析发生极快的心理过程，如阅读单词或识别人脸。使用PET，为了适应PET自身的限制，研究者必须使用和他们在心理实验室中使用的不一样的实验设计。而使用fMRI时，研究者采用的实验设计和他们在心理实验室中使用的非常接近。






图3.29 功能性脑成像（PET和fMRI）。





PET和fMRI扫描通过揭示不同情况下大脑哪个区域的活动增多或减少来提供有关大脑功能的信息。PET扫描显示当人在几秒内记忆一连串字母时，左半球脑区（布洛克区，左侧；下顶叶—上颞叶区域，右侧）激活。fMRI扫描图表明人在听音乐时听觉皮层激活（原版fMRI图片，中文版未获授权）。



功能性MRI也能用来探测大脑区域之间的关系，这就要用上最近发展起来的技术——
静息态功能连接技术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正如其名称所示，这种技术不需要被试完成任务；当进行fMRI检测时他们只需要安静地休息。功能连接测量的是与时间相关的、发生在不同脑区的自发活动的程度；那些在自发活动上高度相关的脑区被认为在功能上也有高度相关（Lee，Smyser和Shimony，2012）。功能连接测量近年来被广泛用于确定大脑神经网络，即一系列彼此之间有紧密联系的大脑区域（Yeo等，2011）。例如，功能连接可以帮助确定默认神经网络（Gusnard和Raichle，2001），这是分布在额叶、颞叶和顶叶中有着内部联系的一组脑区，额叶、颞叶和顶叶本质上主要负责像记住过去的事件、想象未来的事件、白日做梦及心猿意马等等这样的认知活动（Andrews-Hanna，2012；Buckner，Andrews-Hanna和Schacter，2008；参见“记忆”和“意识”相关章节）。功能连接和DTI（用于测量结构连接）被应用于人类连接组计划的研究，它们将为绘制人类神经网络草图提供重要信息。



来自功能成像的洞见



PET和fMRI让我们能够洞悉发生在大脑特定脑区的信息加工类型。例如，当一个人完成一个简单的知觉任务时，如注视一个圆形棋盘，初级视觉皮层被激活。正如你已经了解的，若棋盘呈现在左侧视野，则右侧视觉皮层被激活；若棋盘呈现在右侧视野，则左侧视觉皮层被激活（Fox等，1986）。与此类似，当人们注视面孔时，fMRI显示，位于颞叶和枕叶交界附近被称为梭状回的区域有强烈激活（Kanwisher，McDermott，和Chun，1997）。若这个结构受损，将产生识别面孔障碍——甚至连他们熟知的朋友和家人的面孔也无法识别——尽管他们的眼睛没有问题，并且能识别面孔之外的其他可见的物体（Mestry等，2012）。最后，当人们完成一个有情绪加工参与的任务时（如观看悲伤的图片），研究者发现杏仁核有显著激活，早前你已经学习过，杏仁核与情绪觉醒有关（Phelps，2006）。额叶负责情绪调节的部分脑区也有明显的激活，事实上，在菲尼亚斯·盖奇事件中，这些脑区很有可能受到损伤（Wang等，2005）。

学习完研究方法那一章你应该知道：科学方法的核心是想法和证据间的关系。科学研究没有时间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现代的脑成像技术证实了100多年前源于脑损伤研究的理论。当布洛克和维尔尼克形成他们关于言语产生和言语理解的结论时，他们凭借的只能是一些孤立的个案和较好的直觉。此后，PET扫描证实当一个人在听人说话时、在读屏幕上的文字时、在大声说词句时或在想相关词句时，大脑的不同区域被激活。这表明在执行这些相关但不同的功能时，大脑的不同部分被激活。类似的，那些为菲尼亚斯·盖奇进行检查的医生们很清楚，盖奇大脑受损的部位在盖奇个性和情绪发生巨大变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此后，fMRI扫描证实额叶在情绪调节中扮演中心角色。采用不同的方法（在上述事例中指，非常古老的个案研究方法和最新近的现代技术）得到相同的结论这非常好。正如你将在书中的不同地方看到的那样，像fMRI这样的脑成像技术也能揭示一些新的、令人惊奇的发现，如在现实世界栏目中所描述的脑死亡和植物人。


为什么我们要避免在fMRI的结果上急于下结论？


尽管我们从fMRI所获得的发现令人振奋，但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对此忘乎所以，尤其是媒体报道的fMRI结果（Marcus，2012）。以准确记忆和错误记忆为例，利用“记忆”一章中已经学过的实验范式，fMRI研究已经表明，相对于错误记忆，正确提取时大脑的某些脑区的活动更强（Schacter和Loftus，2013）。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准备在法庭上使用fMRI来判断证人的证词是来自正确记忆还是来自错误记忆呢？沙克特（Schacter）和洛夫特斯（Loftus）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原因之一是，我们仍不清楚实验室中进行的有关记忆的fMRI研究结果（通常使用如字词或图片的简单材料）能否推广到像法庭取证这样相对复杂的日常事件中去。此外，fMRI能够区分正确记忆和错误记忆的证据是从一组被试的大脑活动进行平均得来的。但在法庭上我们需要决定单个个体的记忆准确与否，目前鲜有证据表明fMRI可以做到这一点。总体而言，在仔细思考fMRI证据是如何获得的之后，再来考虑所得证据如何用于日常生活中，这一点非常重要。


现实世界 脑死亡和植物人


1981年，医学、生物医学及行为学研究伦理问题总统委员会将脑死亡定义为大脑所有功能不可逆转的丧失。与你所认为的相反，脑死亡与陷入昏迷或对刺激没反应不是一回事。甚至是EEG的平直线也不能表明所有脑功能已停止，因为负责产生自主呼吸和心跳的后脑网状结构可能仍在活动。

脑死亡因为特拉·史雅芙（TerriSchiavo）获得了全美最高的关注度，在弗罗里达养护院中，特拉·史雅芙凭着人工呼吸装置维持了近15年的生命，在维持生命的进食管被移走后，她于2005年3月31日逝世。像史雅芙这样的人通常被称做脑死亡，但这样的个体应更精确地称之为植物人。一直处于植物人状态是否仍算“活着”呢？神经成像研究的证据表明，被诊断为植物人的个体显示有目的性心理活动的迹象（Monti，2012）。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对一位因车祸导致严重脑损伤的25岁女性采用fMRI观察其大脑活动模式。研究人员对其说一些意思不明确的句子（如咯咯声源于天花板上的横梁）和意思明确的句子（如他的咖啡里加了牛奶和糖）时，fMRI揭示她的大脑里的激活区域与正常被试的脑激活区差不多（Owen等，2006）。此外，当要求她想象打网球或行走穿过自己家的房间时，她的脑区活动再次与正常健康被试的没有差别。

研究者们认为这些发现证明了植物人至少存在着对言语指令的意识理解，或者再好一点，还存在一定意向性。当说“打网球”和“穿过她家房间”时，患者的大脑活动表明她可以理解研究者的话并有按照说的那样去做的意愿。最近的一项fMRI研究使用上述方式和一些相关的心理想象任务，对更大的样本量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54名意识障碍患者中有4名患者的大脑活动表现出有意向性的调节活动（Monti等，2010）。另一些近期研究也表明3个植物人患者中有2个对言语和复杂声音有正常的皮层反应（Fernandez-Espejo等，2008），一个患者对于熟悉的声音比陌生声音有更强烈的情绪反应（Eickhoff等，2008），在另一个患者身上还发现其努力按照指令尝试动一动特定的一根手指（Cruse等，2012）。怎样用这些和其他一些研究结果来影响有关大脑何时算死亡和生命何时算结束的决定？尽管阐述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Laureys等，2006），但科学家和医生们目前就这些研究结果的伦理和临床应用展开了激烈的讨论（Bernat，2009；Monti，2012；Monti，Coleman，和Owen，2009）。


经颅磁刺激（TMS）


早些时候我们注意到科学家通过研究脑损伤患者的行为已经对大脑有了比较多的认识。尽管脑损伤可能与特定的行为模式有关，但这种关系可能是因果关系也可能不是。实验法是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的一种最基本的方法，但从伦理上讲，科学家们不能制造人类的脑部损伤，因此他们不能建立特定部位脑损伤和特定行为模式间的因果关系。功能性神经成像技术，如fMRI，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不能提供由特定大脑活动的特定模式引起特定行为的相关信息。

值得庆幸的是，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一种新兴的技术来模拟大脑损伤，即
经颅磁刺激

 （transcranial magneticstimulation，TMS；Barker，Jalinous和Freeston，1985；Hallett，2000）。如果你曾将磁铁放在一张纸下，并用磁铁将放在纸上的曲别针拖拽来回移动，你便会知道磁场可以穿过绝缘物质，人的颅骨也不例外。TMS发射一个磁脉冲穿过头颅骨，并在短时间内使大脑皮层神经元无法激活。研究者可以给特定脑区发射TMS脉冲（主要是转变方向），接着测量人在运动、观看、思考、记忆、说话或体验时的暂时变化。通过操纵大脑的状态，科学家们能够完成一些实验以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经颅磁刺激（TMS）通过磁脉冲，短暂性模仿大脑损伤，从而使大脑的某些区域处于兴奋状态或抑制状态。




其他声音 神经神话




毫无疑问，你曾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只用了大脑的10%”，你可能好奇这是否是真的。查布里斯（Chabris）和西蒙斯（Simons）（2012）以Dekker等最近的一项研究（2012）为基础，探讨了这句话和其他有关大脑的描述，这些描述在他们看来近乎神话。





突击测验：下面哪些说法是错误的？





1.我们只用了大脑的10%。





2.丰富的环境刺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大脑发育。





3.不论是听觉式学习、视觉式学习还是动觉式学习，只要个体采用自己偏爱的学习方式来接受信息时，学习效果就会更好。





如果你选择了第一个，恭喜你！我们只用了大脑的10%的想法明显是错误的。尽管它充斥在大众文化中，甚至在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之间也有流传，以至于被人们看做是“10%神话”。与流行的理念相反，整个大脑都被使用了——没有使用的神经元会凋亡，而没有使用的神经通路会萎缩。神经成像研究的结果显示，在大脑扫描中仅有少量区域“变亮”可能看起来是支持了这个假说，但这些变亮的区域只是其活动水平高于基线活动水平；并不代表没有变亮的区域就是在休眠或未被使用。





你赞同另外两个说法吗？如果赞同，你就掉入了我们的陷阱。所有这三个说法都是错误的——至少不能用科学证据证实。更不幸的是，你并不是唯一答错的。





桑内·德克尔（Sanne Dekker）和其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们在英国和荷兰进行过一项研究，他们向中小学242名老师呈现上述及其他的“神经神话”，他们的文章发表在《心理学前沿》（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杂志上。结果发现47%的老师认为10%假说是对的。而且有76%的老师认为丰富的育儿环境能强化大脑是正确的。





这些理念可能源于小白鼠的实验证据，与养在空荡荡的笼子里的老鼠相比，养在有练习车轮、管道等设备的笼子里的老鼠显示了更好的认知能力，并且其大脑的结构的发展更好。但这些实验仅仅表明，在确实贫乏的非自然环境比有机会玩耍和互动的自然环境更容易造成不良的发育后果。同样，在壁橱中长大或在其他切断了人类接触的环境中成长确实对孩子的大脑发育有损害，但这不能说明在一个已经比较典型的环境中，再“丰富”其环境（如持续播放“小小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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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节目的DVD）会促进认知发展。





有关学习方式的神话最流行：94%的教师认为当课程以学生更偏好的学习方式呈现时，学生将表现得更好。事实上，虽然对于如何学习，学生确实有自己的偏好，但问题是这些偏好与如何有效的学习并无太大关系……





我们自己对美国大众进行的调查中发现，人们对大脑神经神话有更为普遍的认同。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公民赞同10%神话。许多人也认为记忆的工作机制像视频记录一样或者当有人凝视他们的大脑时，他们能读出里面的内容。





讽刺的是，在德克尔小组的研究中，对神经科学了解最多的老师们也相信大多数神经神话。很明显，老师们急切希望拓展其在有关心智和大脑方面的知识（这点令人钦佩），但是他们很难将事实与他们学到的假说分开。神经神话有很强的直观吸引力，并且在商业和咨询



[3]




 领域传播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从大众意识中根除它们似乎是永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在教室中减少它们的影响将是一个好的开始。





如果由于某些特别的原因，你想惹怒心理课的老师，似乎找不到比声称“我们只用了大脑的10%”更好的方法了。正如查布里斯（Chabris）和西蒙（Simon）（2012）指出的，尽管在荷兰和英国的中小学教师中赞同这个神话的比例高得惊人，但我们不清楚是否有心理学家在教授你所上的课程时会认可这个神话，我们希望没有。这个假说是如何兴起的？事实上没有人清楚。一些人认为这可能源于伟大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的名言“我们正在利用的脑力和生理资源只占可利用资源的一小部分”，或者源于奥尔波特·爱因斯坦试图弄清楚他自己的高智商的意义（Boyd，2008）。





当你听到一个朋友在说或转述从其他人那里听来的这些无根据的说法时，就到了你采用我们在这个栏目里重点介绍的几种重要思考技能，并付诸行动的时候了，就到了你开始提问的时候了：你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你的朋友是否能说出一项或一类特定的研究来支持他的说法？他说的这些研究是否发表在经过同行评审过的科学期刊上？研究中使用了什么类型的被试群体？样本是否足够大得支持一个明确的结论？这样的结果是否能被重复？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目的。像神经神话这样的吹牛大话迎头遇到批判性思维时，它就没多少机会存在下去。



例如，在一项早期的TMS研究中，研究者发现给予视觉皮层磁刺激能暂时性地损伤个体探测物体的运动的能力，但并不损伤再认物体的能力（Beckers和Zeki，1995）。这项有趣的发现，表明运动知觉和物体再认由大脑不同区域完成，但此外，也表明视觉皮层的活动导致运动知觉。最近的研究表明，对视觉皮层上负责运动知觉的特定部位进行TMS，同样损害了人们触摸运动物体的准确性（Schenk等，2005）或损害了在运动视觉背景下触摸静止物体（Whitney等，2007）的准确性。这些发现表明当我们需要对视觉环境中的运动做出反应时，视觉运动区在指导动作上发挥重要作用。

研究者可以操纵大脑活动来探测它的影响，而不是仅依赖脑损伤病人或fMRI或PET扫描的快速成像进行一些观察性研究。科学家们也已经开始将TMS和fMRI结合起来使用，从而对TMS区域的功能进行精确定位（Caparelli，2007）。研究表明TMS没有副作用（Anand和Hotson，2002；Pascual-Leone等，1993），这些新的工具已经使有关大脑如何产生思维，情感和行为的研究领域发生了变化。






在心理学研究方法一章你已经了解到了相关与因果的不同，并且知道即便两个事件是相关的，也并不意味着一个事件引起了另一个事件。假设研究者设计了一个实验：被试看屏幕上的单词，并要求大声读出每个单词，同时研究者用fMRI探测被试的大脑活动。首先，被试在完成这一任务时fMRI显示大脑的哪些区域会活动？其次，研究者能否肯定地下结论说这些大脑活动区域对于人类的单词发音是必需的？



小结



▲ 研究大脑和行为间的关联，主要有三种途径：





▲ 观察大脑损伤后，相应的知觉、运动、智力和情感能力会受到怎样的影响。通过将特定的心理和行为障碍与大脑特定部位损伤谨慎的关联起来，研究者能够更好地了解正常人在产生这些行为时这些大脑区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 探测整个大脑的电位活动和单个神经元的活动模式。通过脑电图（EEG）能够从颅骨外探测大范围脑区的电位活动模式。对特定神经元进行的单细胞记录能够与特定的知觉或行为事件建立联系，表明这些神经元表征特定类型的刺激或控制行为的特定方面。





▲ 在完成不同知觉或智力任务时用脑成像仪器扫描被试的大脑。伴随特定认知和行为事件的特定脑区能量消耗表明这些脑区负责特定类型的知觉、运动、认知或情绪加工。



本章回顾


关键概念小测试


1.下列哪项不属于神经元的功能？

a.信息加工

b.与其他神经元建立联系

c.提供营养物质

d.向肢体器官或肌肉发送信息

2.接收来自其他神经元的信息，并将其传递到胞体的是____。

a.细胞核

b.树突

c.轴突

d.腺体

3.信号如何从一个神经元传递到另一个神经元？

a.通过突触

b.通过胶质细胞

c.通过髓鞘

d.发生在胞体中

4.哪种类型的神经元接受来自外界的信息，并通过脊髓将信息传递到大脑？

a.感觉神经元

b.运动神经元

c.中间神经元

d.轴突

5.电信号沿着神经元轴突传导到突触的过程被叫作____。

a.静息电位

b.动作电位

c.朗飞氏结

d.离子

6.将信息经突触传递到另一个神经元树突受体部位的化学物质是____。

a.囊泡

b.突触小结

c.神经元突触后膜

d.神经递质

7.____自主控制身体的器官？

a.自主神经系统

b.副交感神经系统

c.交感神经系统

d.躯体神经系统

8.后脑的哪一部位调节精细运动技能？

a.延髓

b.小脑

c.脑桥

d.被盖

9.大脑的哪一部分与运动和觉醒有关？

a.后脑

b.中脑

c.前脑

d.网状结构

10.____调节体温、饥饿、口渴和性行为？

a.大脑皮层

b.垂体

c.杏仁核

d.海马

11.下列哪项解释了心血管训练对脑功能和认知行为方面的有利作用？

a.躯体感觉皮质的大小不同

b.大脑皮层的位置

c.联合区域的特异化

d.神经元的可塑性

12.在胎儿大脑生长过程中，____经历了最大的发展？

a.皮层

b.小脑

c.顶盖

d.丘脑

13.第一个真正的中枢神经系统出现在____。

a.扁形虫

b.水母

c.单细胞动物

d.早期灵长类动物

14.在给定的环境中基因决定人的____。

a.个性特征

b.差异性范围

c.环境的可能性

d.行为水平

15.要确定与特定类型的运动、认知或情绪加工有关的大脑区域，最好通过____。

a.记录电位活动模式

b.观察心理障碍

c.心理调查

d.脑成像


关键术语


神经元

细胞体（或胞体）

树突

轴突

髓鞘

胶质细胞

突触

感觉神经元

运动神经元

中间神经元

静息电位

动作电位

恢复期

终端结

神经递质

受体

乙酰胆碱（Ach）

多巴胺

谷氨酸GABA（氨基丁酸）

肾上腺素

5-羟色胺

内啡肽

兴奋剂

拮抗剂

神经系统

中枢神经系统（CNS）

周围神经系统（PNS）

躯体神经系统

自主神经系统（ANS）

交感神经系统

副交感神经系统

脊髓反射

后脑

延髓

网状结构

脑桥

顶盖

被盖

大脑皮层

皮下结构

丘脑

下丘脑

垂体

边缘系统

海马

杏仁核

基底神经节

胼胝体

枕叶

顶叶

颞叶

额叶

联合区

镜像神经元

基因

染色体

表观遗传学

遗传标志

DNA

甲基化

组织蛋白减少

遗传可能性

脑电图（EEG）


转变观念


1.在深夜观看电视节目时，你听到了来自BrainGro产品商的一条广告“众所周知，大多数人只用了10%的大脑”，代言人承诺“使用BrainGro，你可以将百分率从10%提升到99%！”为什么你应该怀疑这条声称我们只用了大脑的10%的广告？如果药物真的可以将神经元的活动提高10倍将发生什么？

2.你的朋友觉得抑郁，就到咨询师那去寻求帮助。她说“他给我开了一种药物说能够增加我大脑中的5-羟色胺的含量，但是我的感觉取决于我，而不是我脑中的一些化学物质”。你将为你朋友提供哪些例子使她相信激素和神经递质确实影响我们的认知、情感和行为？

3.一位同学阅读了本章关于中枢神经系统进化一节。他认为“进化只是一种理论，不是每个人都推崇。即便我们真的都是从猴子进化而来，这和当今人类的心理学也没有任何关系”你朋友对进化的误解是什么？你怎样向他解释进化与现代心理学之间的关系？

4.一项研究报道了这样一个新闻节目（Holzel等，2011），节目说人类若每天进行30分钟的冥想并持续8周，他们的大脑就会发生变化，他们的海马和杏仁核面积会增加。你将这个告诉给一位朋友，结果他表示怀疑：“大脑不会像那样发生变化。基本上，你出生时的大脑和你余生所用的大脑是一样的。”为什么你朋友的说法是错的？大脑随时间变化的特定方式有哪几种？

5.你的一位朋友宣称找到了他学不好数学的原因。“我从一本书上看到的”他说，“左脑型的人是分析型和逻辑型的，右脑型的人是创造性和艺术型的。我的专业是艺术，所以我一定是右脑型，这就是我为什么学不好数学的原因。”为什么你朋友的观点太简单化？


关键概念小测试答案


1.c；2.b；3.a；4.a；5.b；6.d；7.a；8.b；9.b；10.c;11.d；12.a；13.a；14.b；15.d.


需要更多的帮助？更多资源可以查询以下网站


http://www.worthpublishers.com/launchpad/schacter3e


神经元（neurons）
 
构成神经系统的细胞，依靠彼此相互连接完成信息加工任务。




细胞体（cell body or soma）
 
神经元的组成部分之一，用来协调信息加工任务并维持细胞存活。




树突（dendrite）
 
神经元的组成部分之一，接收其他神经元的传入信息并传递到细胞体。




轴突（axon）
 
神经元的组成部分之一，将信息传递到其他神经元、肌肉或腺体中。




髓鞘（myelin sheath）
 
一层绝缘的脂类物质。




胶质细胞（glial cells）
 
支撑神经系统的细胞。




突触（synapse）
 
一个神经元的轴突与另一个神经元的树突或胞体间的汇合区域。




感觉神经元（sensory neurons）
 
接受来自外界的信息并通过脊髓将信息传递给大脑的神经元。




运动神经元（motor neurons）
 
将来自脊髓的信号传递到肌肉并产生动作的神经元。




中间神经元（interneurons）
 
连接感觉神经元，运动神经元或其他中间神经元的神经元。




静息电位（resting potential）
 
神经元细胞膜内侧和外侧之间的电位差。




动作电位（action potential）
 
电信号沿着神经元的轴突向细胞突触传导。




不应期（refractory period）
 
指动作电位传导的这段时间，在此期间不会产生新的动作电位。




突触小体（terminal buttons）
 
由轴突分化出来的球状结构。




神经递质（neurotransmitters）
 
通过突触向接受的神经元树突传递信息的化学物质。




受体（receptors）
 
接受递质并激发或抑制新电信号的部分细胞膜。




乙酰胆碱（acetylcholine, ACh）
 
一种参与实现许多功能的神经递质，包括随意运动的控制。




多巴胺（dopamine）
 
一种调节动作行为、动机、愉悦程度和情绪激活程度的神经递质。




谷氨酸（glutamate）
 
大脑中主要的兴奋性神经递质。




氨基丁酸（gamma-aminobutyric acid 或GABA）
 
大脑中主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




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
 
一种主要参与警觉状态，或提高对环境中危险的觉察程度的神经递质。




5-羟色胺（serotonin）
 
一种参与调节睡眠和觉醒、进食和攻击行为的神经递质。




内啡肽（endorphins）
 
作用于大脑疼痛通道和情绪中心的化学物质。




兴奋剂（agonists）
 
增强神经递质活动的药物。




拮抗剂（antagonists）
 
阻碍神经递质功能的药物。




神经系统（nervous system）
 
由神经元构成的一个交互网络，用以在整个机体内传递电化学信息。




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
 
神经系统的一部分，由大脑和脊髓构成。




外周神经系统（peripheral nervous system，PNS）
 
神经系统的一部分，将中枢神经系统和机体器官以及肌肉连接起来。




躯体神经系统（somatic nervous system）
 
是一群在随意肌和中枢神经系统之间传递信息的神经。




自主神经系统（automatic nervous system）
 
是一组传递不随意的和自动的指令信息的神经，用以控制血管、身体器官和腺体。




交感神经系统（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是一组让机体为遇到的有挑战性或威胁性情境做出行动准备的神经。




副交感神经系统（para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是一组帮助机体恢复到正常的平静状态的神经。




脊髓反射（spinal reflexes）
 
神经系统中可以快速使肌肉收缩的简单通路。




后脑（spinal reflexes）
 
负责协调脊髓的输入和输出的脑区。




延髓（medulla）
 
脊髓向颅腔内延伸的部分，它负责协调心率、血液循环和呼吸。




网状结构（reticular formation）
 
负责协调睡眠、觉醒和唤醒状态的大脑结构。




小脑（cerebellum）
 
后脑中一个较大的结构，负责控制精细运动技能。




脑桥（pons）
 
在小脑和其他脑区之间传递信息的大脑结构。




顶盖（tectum）
 
中脑中负责机体在环境中的方向定位的脑结构。




被盖（tegmentum）
 
中脑中参与机体的运动和觉醒的脑结构。




大脑皮层（cerebral cortex）
 
大脑最外延的层状结构，肉眼可见并被分成两个半球。




皮层下结构（subcortical structures）
 
前脑中在大脑皮层包围下的位于大脑正中心附近的脑结构。




丘脑（thalamus）
 
皮层下结构的一部分，筛选并转达从感官系统传递来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传递到大脑皮层。




下丘脑 （hypothalamus）
 
皮层下结构的一部分，调节体温、饥饿感、渴感和性行为。




脑垂体（pituitary gland）
 
机体荷尔蒙产生系统的“主腺”，其释放的荷尔蒙能引导机体其他腺体的分泌活动。




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
 
前脑中的一些结构的总称，包括下丘脑、海马和杏仁核。参与动机、情绪、学习和记忆活动。




海马（hippocampus ）
 
一种重要的脑结构，参与形成新的记忆，并将这些新记忆纳入原有的知识系统从而储存在大脑皮层的其他部分中。




杏仁核（amygdala）
 
边缘系统的一部分，在很多情绪过程中，尤其是情绪记忆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




基底神经节（basal ganglia）
 
皮层下结构的一部分，导引有意识运动。




胼胝体（corpus callosum）
 
厚厚的一束神经纤维，将左右两侧大脑半球中绝大部分连接起来，并且为两侧半球之间的信息沟通提供支持。




枕叶（occipital lobe ）
 
大脑皮层的一个脑区，负责加工视觉信息。




顶叶（parietal lobe）
 
大脑皮层的一个脑区，负责加工与触觉有关的信息。




颞叶（temporal lobe）
 
大脑皮层的一个脑区，负责加工听觉和语言信息。




额叶（frontal lobe）
 
大脑皮层的一个脑区，专门负责运动、抽象思维、计划、记忆和判断的脑结构。




联合皮层（association areas）
 
大脑皮层的若干区域，这些区域里的神经元可以为记录在大脑皮层中的信息赋予意义。




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
 
动物在执行某种行为（比如试图伸手去够某个物体或者操纵某个物体）以及观察其他动物执行同一行为时都会兴奋的神经元。




基因（gene）
 
遗传传递的主要单元。




染色体（chromosomes）
 
相互缠绕的双螺旋结构的DNA 链。




表观遗传学（epicgenetics）
 
在不改变DNA 序列的情况下，环境可以决定基因是否表达以及基因表达的程度。




遗传学标记（epigenics marks）
 
对DNA 的一种化学修饰，这样就可以“打开”或“关闭”DNA。




DNA 甲基化（DNA methylation）
 
在DNA 上增加一个甲基群。




组蛋白修饰（histone modification）
 
对一种参与组装DNA 的称为组蛋白的蛋白质加以化学修饰。




遗传度（heritability）
 
指从一组个体身上可观察到的变异中，能由遗传因素解释的比例。




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 或EEG）
 
是一种用来记录大脑电位活动的设备。







[1]

 癫痫是慢性反复发作性短暂脑功能失调综合征。以脑神经元异常放电引起反复痫性发作为特征。癫痫是神经系统常见疾病之一，患病率仅次于脑卒中。——译者注，资料来源于http://baike.so.com/doc/5328152.html。




[2]

 小小爱因斯坦（Baby Einstein）系列产品由美国迪士尼公司隆重推出，是专门为婴幼儿设计的DVD，精心设计的画面与音乐可以给宝宝适当的视觉和听觉刺激，并增加亲子互动的机会。——译者注




[3]

 原文是self-help（自助）领域，为了方便我国读者理解才翻译成“咨询”。——译者注





第4章 感觉与知觉



19世纪30年代，一位名叫唐纳德·德斯基（Donald Deskey）的年轻建筑师和设计师赢得了为纽约市的无线电城音乐厅（Radio City Music Hall）做内部设计的机会。德斯基的设计立即获得了好评，随后他藉此创立了自己的图形设计公司。1946年，德斯基为宝洁公司革命性的新洗衣液汰渍（Tide）设计包装。汰渍洗衣液首次使用了合成化合物，而不是一般的老式普通肥皂（Hime，1995）。尽管今天我们已经非常熟悉这个设计，即蓝色字体的“汰渍”嵌在黄色和橘色的公牛眼珠般的圆环上，但在1946年，这是首次在商品包装上使用日光荧光颜色，这样的字体和图案迥异于任何人见过的任何产品设计。人们不可能错过货架上的汰渍产品。该设计的推崇者认为，“包装本身已经非常动态地传达了新产品的特殊功效”。1949年汰渍产品上市，而宝洁从此一往无前。

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那些充斥着热情的、煽动性的、甚至性感的图像的产品促销广告。在电视广告里，这些画面伴随着流行音乐，希冀由此引发有利于产品的氛围。因为这些刺激的画面与声音也有可能让你想起乏味的产品。这种广告称为感觉品牌推广，其核心观念在于采用所有的感觉通道进行产品促销或品牌推广。感觉品牌推广不仅包含画面和声音，而且除视觉和听觉外还囊括了嗅觉、味觉和触觉。试驾时你是否闻到你期待的那种新车的味道？这是一种专门制作的香味，喷洒在车内，试图引起潜在顾客的正性情感。Bang和Olufsen是丹麦的一家高端立体声音响制造商，该公司精心设计了产品的遥控器，让顾客使用遥控器时有种独特的手感。而新加坡航空一直被评为“世界最佳航空公司”，公司为其飞机机舱内的气味申请了专利（称为史蒂芬·佛罗里达水，StefanFloridian Waters）。

如同1946年的宝洁，这些公司认识到感觉和知觉对塑造人们的体验和行为的力量。在这一章中，我们将深入讨论感觉与知觉的本质。感觉和知觉的体验是我们生存和繁衍的基础，如果我们不能准确理解周围环境，人类将迅速消亡。的确，有关感觉与知觉的研究是大部分心理学的基石，是通向理解诸如记忆、情绪、动机或决策等更复杂的认知和行为的途径。不过感觉与知觉有时也表现出各种错觉，在科学博览会或书店中你可能会看到这些错觉。这些错觉提醒我们：对环境的知觉不像表面看来那么简单和直接。

我们将讨论我们的感觉如何编码周围环境中的物理能量，然后传入大脑并进入意识。在我们的感觉中视觉占主导，我们相应地用相当多的篇幅来了解视觉系统是如何工作的。然后我们讨论如何把声波知觉为词语、音乐或噪声。随后是躯体感觉，主要是触觉、痛觉和平衡觉。最后以重要的化学感觉，即嗅觉和味觉结束，这两种感觉让你能够品尝美味佳肴。不过在所有这些之前，我们首先回顾心理学家是如何测量感觉与知觉的，借此审视所有的感觉系统。




感觉与知觉是不同的心理活动



对我们来说，感觉与知觉似乎是同一个东西。但其实两者是不同的心理活动。

➢ 感觉
 是
感觉器官产生的简单刺激

 。它是你的身体与物理世界交互时对光、声、压力、气味或味道的基本记录。

➢ 中枢神经系统记录下感觉后，知觉
 在你的大脑水平上产生。知觉是
为形成心理表征而对感觉的组织、识别和解释

 。


大脑对我们看到和听到的东西起什么作用？


例如，你的眼睛正在快速浏览这些句子。你的眼球里的感受器正在记录由页面反射而来的各种不同的光线模式。而你的大脑将光信号整合加工成为有意义的词的知觉，如“
有意义的

 ”、“
知觉

 ”和“词”。你的眼睛是感觉器官，并不会真地看见了词；它们只是对页面上的不同线条和曲线进行编码。你的大脑是知觉器官，将那些线条和曲线转换成条理分明的词和概念的心理表征。

所有这些听起来有点奇怪，这是因为你的意识经验告诉你似乎你直接阅读了这些词。当你想起“神经科学与行为”这一章中关于脑损伤的讨论，你会发现有时一个人的眼睛能正常工作，但她却无法识别她已熟知多年的面孔。大脑的视觉加工中心受损影响对由眼睛传入的信息的解释，即感觉完好而知觉能力受损。因此，感觉与知觉是相关而又分离的事件。

感受器如何与大脑联系？这完全取决于转导
 过程，即
体内的传感器把环境中的物理信号转换成编码后的神经信号并传入中枢神经系统

 。在视觉过程中，物体表面的反射光将物体形状、颜色和位置的信息传入眼睛。

在听觉过程中，（从声带，或许从吉他弦的）振动导致气压发生变化并在空间传播至听者的耳朵。在触觉过程中，物体表面作用于皮肤的压力表明物体的形状、纹理和温度。而在味觉和嗅觉过程中，扩散在空气中或溶解在唾液里的分子提示这是我们想吃的还是不想吃的东西。在上述每种情况下，外部环境的物理能量转化成中枢神经系统的神经能量（见表4.1）。在本章随后的分节中，我们将更详细地讨论所有五种基本感觉如何进行转导：即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是如何发生的。


心理物理法


了解到知觉发生在大脑中之后，你可能好奇，如果两个人在日落时仰望天空时看到的是否是相同的颜色。人与人之间对光和声音的基本知觉是否可能有显著不同？思考这个问题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我们怎样客观地对此进行测量呢？测量刺激的物理能量，例如光的波长，是很简单的。你只要网购所需设备，自己也许就能完成。但是你怎么量化一个人对光的个人的主观
知觉

 呢？



表4.1 转导







为什么心理物理学家只测量刺激的强度是不够的？


由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和爱德华·铁钦纳（Edward Titchener）倡导的结构主义试图通过内省来测量知觉经验（见“心理学的科学之路”这一章）。糟糕的是他们失败了。毕竟，两个人可以用相同的词（“橘色”和“美丽”）来形容日落的体验，但两个人都无法直接知觉到对方在同一事件中的体验。19世纪中期，德国科学家和哲学家古斯塔夫·费希纳（Gustav Fechner，1801—1887）提出了一种测量感觉与知觉的新方法，称为心理物理法
 ：
该方法既测量刺激的强度又测量观察者对该刺激的敏感性（Fechner，1960，1966）

 。在一个典型的心理物理实验里，研究者要求观察者做一个简单的判断，例如，是否看到了闪光。心理物理学家随后将测量刺激，如闪光强度，与观察者的每个是或否反应关联起来。


测量阈限


心理物理学家测量过程的伊始是呈现一个简单的感觉信号，用以精确确定需要多少物理能量才能让观察者有感觉。心理物理中最简单的量化度量是绝对阈限
 ，即
刚好有50%的试次能检测到某刺激所需的最低强度

 。
阈限

 是一个边界。隔离房子的内、外部的门是一个阈限，同样，两种心理状态（如意识和无意识）的边界也是阈限。要找出感觉的绝对阈限，需考虑的两种状态是
感觉到还是没感觉到

 某刺激。表4.2列出了所有五种感觉的大致感觉阈限。

例如，要测量出听觉的绝对阈限，观察者坐在一个隔音的房间里，戴着与计算机连在一起的耳机。主试会呈现一个纯音（敲击音叉发出的声音），并用计算机改变纯音的响度或持续时间，再记录下观察者在每种条件下报告的是听到还是没听到声音。实验结果如图4.1所示。请注意根据曲线的形状，从没听到至听到的转变是渐变的而不是突变的。






图4.1 绝对阈限。





我们中的有些人比其他人敏感，我们甚至可能在自己的绝对阈限下检测出感觉信号。这里图示的绝对阈限是指随着刺激强度的增加，观察者在50%的试次中检测到刺激的点。随着刺激强度逐渐增加，我们更频繁地检测到刺激。



如果用很多不同的音调来重复这个实验，我们能观测并记录下从很低到很高的音高的音调的阈限。结果表明，人们倾向于对人类交谈时的音调范围最敏感。如果音调足够低，比如管风琴的最低音，绝大多数人根本听不到；我们只能感觉到。如果音调足够高，同样我们也听不到，不过狗和其他很多动物能听到。

在估计我们对模糊刺激的敏感性时，绝对阈限是有用的；但相比于只是刺激的出现和消失，人类的知觉系统更擅长检测刺激的变化。当父母听到小孩啼哭时，能分辨出“我饿了”，“我很烦躁”，“有东西咬我的脚趾头”等不同的哭声是有用的。最小可觉差（just-noticeable difference，JND）
 ，
指刚好可以检测出的刺激的最小变化。




比率对测量最小可觉差有什么重要性？


最小可觉差不是一个常数，而是取决于测量的刺激强度以及测量的感觉通道。以测量光的最小可觉差为例。呈现给暗室中的观察者一束亮度固定的光，称为标准光，旁边是比较光，比标准光稍亮或者稍暗。如果标准很暗，观察者能区别两束光在亮度上非常小的差异，即最小可觉差很小。但如果标准很亮，那么亮度差异很大时才能被区分出来。此时最小可觉差较大。

计算差异阈限时，重要的是刺激之间的比率。1834年德国生理学家恩斯特·韦伯（Ernst Weber；Waston，1978）最早注意到了这个关系。费希纳把韦伯的洞察直接应用到心理物理学中，得出的形式化关系称为韦伯定律
 ：
最小可觉差是一个恒定的比率而与强度差异无关。

 例如，如果你拿起一个1盎司的信封，然后拿起一个2盎司的信封，你可能能觉察到两者的差异；但如果你拿起一个20磅的包裹，然后拿起一个20磅1盎司的包裹，你可能觉察不到两者的差别。



表4.2 大致的感觉阈限







信号检测


测量绝对和差异阈限需要一个关键假设：阈限是存在的！但科学家对生物学的了解却大多表明大脑里不太可能是这样离散的、全或无的变化。人类不会突然快速地在知觉到和知觉不到之间切换；实际上，请记住从感觉不到至感觉到是渐变的（见图4.1）。同样的物理刺激，例如在不同的情况下呈现的一束暗光或一个低音，同一个人可能有时能知觉到，有时知觉不到。请记住，绝对阈限被界定为50%的机会知觉到刺激，这意味着另外50%的机会是知觉不到刺激的。


我们对环境的知觉有多准确和完整？


所以，我们对感觉刺激的准确知觉是有点任意的。不管是在心理物理实验室或是在周围环境，感觉信号都面临很多竞争的噪声，
噪声

 指所有其他来自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刺激。任何时刻，记忆、心境和动机与你所看到的、听到的以及闻到的东西交织在一起。这些内部“噪声”的竞争使你无法以完美的集中注意来检测刺激。环境的其他光、声音和味道一般来说也在竞争注意；你极少有机会撇开其他所有物体只注意一个刺激物。由于噪声，你可能无法知觉到你感觉到的所有东西，你甚至可能知觉到你没有感觉到的东西。回想你上次的听觉实验。毫无疑问，你错过了一些呈现的“哔”声，但你也可能报告你听到了实际上没有呈现的“哔”声。

心理物理学取向之一的信号检测论
 ，
认为对刺激的反应取决于有噪声时人对刺激的敏感性以及人的决策标准。

 也就是说，观察者斟酌刺激诱发的感觉证据并与内部的决策标准相比较（Green和Swets，1966；Macmillan和Greelman，2005）。如果感觉证据超过标准，观察者报告“是，我检测到了刺激”。如果感觉证据低于标准，观察者报告“不，我没检测到刺激”。

信号检测论让研究者能在噪声条件下量化观察者的反应。在信号检测实验里，刺激，如一束暗光，随机呈现或不呈现。如果你曾做过测试你外周视觉的眼科检查，你就知道这样的设置：不同强度的光在视野的不同位置闪现，你的任务是看到闪光就反应。观察者在信号检测实验里必须决定他们是否看到了光。如果呈现了光，观察者做了正确的是反应，这称为
击中

 。如果呈现了光，而观察者说否，这称为
漏报

 。如果没有呈现光而观察者报告是，这称为
虚报

 。如果没有呈现光且观察者报告否，这称为正确拒绝：观察者正确检测到刺激没有出现。

信号检测论提供了一种测量独立于观察者的决策策略的
知觉敏感性

 （知觉系统表征感觉事件的效率）的方法。它直接考虑观察者的反应倾向，例如在没有任何迹象时随意地说是，或仅在明显有刺激时才保守地报告是。即使前者比后者更经常地报告是，两者分辨刺激是否出现的正确率可能是一样的。

信号检测论已经实际应用于家庭、学校、工作甚至驾驶。例如，一个放射科医生需要根据乳腺照影判断一个妇女是否有乳腺癌。放射科医生知道某些特征，如特定大小和形状的阴影，与癌变出现有关。不过非癌变的特征与癌变特征可能有非常相似的外观。放射科医生可能会按照非常宽松的标准来做决策，并通过活体检验核查所有癌症的可能。这个决策策略尽可能减小了错过真的癌症的可能性，但是也导致了很多不必要的活体检验。而一个非常保守的标准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活体检验，但将错过一些能治好的癌症。






如图所示的纽约市的感恩节游行的人群给我们的视觉系统提供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信号检测任务。



另一个例子是，假设警察正在追捕一个疑犯，并有理由相信他现身于一场人头攒动的足球赛。尽管执法机构提供了一个相当好的描述（6英尺高，沙褐色的头发，有胡须，戴眼镜），但仍需要检查成千上万的人。把所有5英尺5 英寸到6英尺5英寸的男子统统抓起来可能能击中（抓到疑犯），但却以极高的虚报（很多无辜的人被拘留和盘问）为代价。

在建立决策标准的时候必须仔细斟酌这些不同类型的错误。信号检测论提供了一种实用的方式以选择不同的标准，并使决策者可以考虑击中、漏报、虚报以及正确拒绝的后果（McFall和Treat，1999；Sweet，Dawes和Monahan，2000）。涉及信号检测的日常生活的常见任务的一个例子请看“现实世界”栏目。


感觉适应


当你走进面包店，新鲜出炉的面包的味道簇拥着你，但几分钟之后这种味道就消退了。如果你潜入冷水中，最初水温让你颤栗，但几分钟之后你就习惯了。当你半夜里醒来想喝杯水，浴室的灯光亮瞎了你双眼，但几分钟之后你就不用眯着眼。这些都是感觉适应
 的例子：
当有机体适应当前环境后，对持续刺激的敏感性会降低。




现实世界 多任务




据估计，驾驶时使用手机发生事故的机会可能增加4倍（McEvoy等，2005）。为了回应高速公路安全专家以及类似这样的统计，州立法部门通过了限制有时甚至禁止驾驶时使用手机的法律。你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对路上的其他每个人来说。然而在驾车时，你当然可以做到同时在手机上按号码、交谈或甚至输入短信，并同时安全有礼地驾驶。对吗？一句话，错。





这里讨论的议题是选择性注意，或者说是只知觉当前与你有关的东西。知觉是对相关或感兴趣的信息的主动的时刻的探索，而不是被动地接收任何发生的信息。驾车时用手机打电话需要你同时在两个独立的感觉输入源，视觉和听觉上玩杂耍。这会造成问题，因为研究发现当注意指向听觉，视觉区的活动会减弱（Shomatein和Yantis，2004）。





这种多任务在你驾车途中需要突然反应时会造成麻烦。研究者们在一个非常仿真的驾驶模拟器里对一些有经验的驾驶者进行了测试，在驾驶者听收音机或用手机谈论某政治议题时，测量了他们对刹车灯和停止标志的反应时以及其他的实验任务（Strayer，Drews和Johnston，2003）。相比于其他任务条件，这些有经验的驾驶者使用手机交谈时的反应显著更慢。这是因为电话交谈需要记忆提取，思考以及计划说什么，而交谈的话题往往还带有情绪色彩。而诸如听收音机等任务则需要较少的注意。





受测的驾驶者如此专注于他们的谈话以至于他们的心思似乎不再在车里。他们变慢的刹车反应导致停车所需的距离变长，这取决于车的速度，有可能导致追尾。手机是手持的还是免提的没有多大区别，而真实驾驶的现场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Horrey和Wickens，2006）。这说明要求驾驶者使用免提手机的法律对减少事故没有什么效果。在驾驶模拟器中边驾驶边使用手机，即使在大量练习之后，使用手机仍然会有破坏性影响（Cooper和Strayer，2008）。在涉及短信输入时这种情况变得更糟：相比于与文本无关的控制条件，在模拟器中不管是发送还是接收文本信息，驾驶者看路面的时间急剧减少，很难保持车道，错过若干变道，也很难与前车保持合适的距离（Hosking，Young和Regan，2009）。近来的一篇综述做了总结，认为驾驶时输入短信堪比酒驾，比吸食大麻更恶劣（Pascual-Ferrá，Liu和Beatty，2012）。





有趣的是，相比于那些报告在日常生活中不常做多任务的人，那些报告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做多任务的人在实验室任务要求在受干扰条件下集中注意时反而遇到了困难（Ophir，Nass和Wagner，2009）。因此，当几千磅重的金属壳在高速上疾驰时，我们做多任务能做多好？除非你有两个头，每个头里有一个大脑——一个说话一个专注于驾驶——你才能很好地注意路面而不是关注于电话。








注意转移





参与者执行任务时进行fMRI扫描，任务要求他们在视觉和听觉信息之间进行注意转移。（a） 专注于听觉信息时，涉及听觉加工的颞叶上部的一个区域表现出活动增强；（b） 与此成鲜明对比，当参与者专注于视觉信息时，视觉区域，即梭状回，表现出活动增强。



感觉适应对大多数有机体来说是有用的。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感觉适应，你的感觉和知觉世界会是怎样？早上穿牛仔裤时，粗糙的衣料摩擦着你赤裸的皮肤，在之后的几个小时之内你依然觉察到这种感觉，如同最初的几分钟。你走入公寓，垃圾的臭味永远也不会消退。如果你总是意识到嘴巴里舌头的感觉，你一定心有旁骛。相对于恒定的刺激，我们的感觉系统对变化的刺激反应更强。不变的刺激通常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你的车可能一直发出一种你已经习惯了的嗡嗡声。但刺激的改变通常提示需要采取行动。如果你的车开始发出不同的噪声，你不仅会注意到它，而且你更可能会为此做点什么。

根据自然选择理论，能提供生存优势的遗传特性会在一代又一代的群体中扩散。为什么进化出感觉适应？对于躲避捕猎者的小动物来说，它能带来什么好处？对试图捕猎的捕猎者来说呢？

小结



▲ 感觉和知觉对生存至关重要。感觉是感觉器官的简单刺激，而知觉是在大脑水平上对感觉的组织，识别和解释。





▲ 我们所有的感觉依赖于转导过程，即将来自环境的物理信号转变为神经信号，由感觉神经元传入中枢神经系统。





▲ 19世纪，研究者们发展出心理物理法，这是一种研究知觉的方法，测量刺激的强度以及观察者对刺激的敏感度。心理物理学家已发展出一些流程以测量观察者的绝对阈限，即刺激刚好能被检测到所需的最小强度，以及测量最小可觉差（JND），即刚好能检测到的刺激的最小变化。





▲ 信号检测理论让研究者能区分观察者对刺激的知觉敏感性和对刺激做决策的标准。





▲ 感觉适应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对长时间刺激的敏感性随时间而下降。








尽管由于其他原因仍有争议，研究者们发现动作射击游戏能改善注意甚至基本的视敏度（Green和Bavelier，2007；Li等，2009）。






视觉I：眼睛与大脑如何将光波转变为神经信号



也许你为你的20/20视力感到骄傲，即使这是经过眼镜或隐形眼镜校正后的视力。20/20指的是用斯内伦视力表（Snellen chart）进行的检查结果，该检查以其发明者，荷兰的眼科专家赫尔曼·斯内伦（HermannSnelle）的名字命名，用于评估视敏度
 ，即
看见精细细节的能力；

 20/20表明一个正常人能从20英尺远看清最小的那行字母。但如果你访问猛禽眼科办公室，你的视觉骄傲荡然无存。鹰、老鹰、猫头鹰以及其他猛禽拥有比人类强得多的视敏度：大多数是强八倍，或者是相当于20/2的视力（即正常人2英尺远能看到的，这些鸟能在20英尺远看到）。进化让你的复杂的视觉系统能将外界的视觉能量转化为大脑内的神经信号。人类的眼睛拥有对不同波长的光能反应的感受器。我们在看人、地方和东西时，光和颜色的模式告知我们哪里某个平面终止而另一平面开始。这些表面的反射光的阵列，保持了它们的形状信息，让我们得以形成场景的心理表征（Rodieck，1998）。因此，了解视觉要从了解光开始。


感觉光


可见光就是电磁光谱中我们能看到的部分，是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见图4.2）。你可以把光看做能量波。如同海浪一样，光波在振幅以及波峰之间的距离，即波长上有差异。光波有三个属性，每个属性有其物理维度以及所产生的对应的心理维度（见表4.3）。换句话说，光的物理维度与人无关：波长、振幅和纯度是光波自身的属性。人把这些属性感知为颜色、亮度和饱和度。

➢ 光的波长决定了其色调，或人感知到的颜色。

➢ 光波的强度或
振幅

 ——峰有多高——决定了我们感知到的光的亮度。

➢ 
纯度

 指的是组成光的不同波长的数量。纯度对应于人感知到的饱和度，或者是颜色的鲜艳程度。






图4.2 电磁光谱。





人眼可见的光波组成了从紫—蓝到红的颜色彩虹，短波端之外是紫外线，蜜蜂能看见，而长波端之外是红外线，夜视装备就是基于红外线来工作的。例如，戴着夜视眼镜的话，一个人能在完全漆黑时检测出另一个人的身体热量。光波是微小的，而图形底部的尺度让我们了解它们的波长差异，以纳米为（nm；1nm=百万分之1米）单位。





表4.3 光波的属性








人类的眼睛



眼睛进化成为检测光的专门器官。图4.3展示了人类眼睛的剖面图。到达眼睛的光，首先通过一个称为角膜的清澈光滑的外部组织，角膜使光波折射并通过瞳孔，那是眼睛有颜色部分的一个孔。有颜色的这部分称为虹膜，是个半透明的炸面圈形状的肌肉，控制瞳孔的大小从而控制了进入眼睛的光的多少。






图4.3人眼的解剖图。





人眼是进化来负责检测光的专门器官



紧挨在虹膜后面，眼睛内部有肌肉控制晶状体的形状，晶状体再次使光折射并聚焦到视网膜
 ，
一个衬在眼球的背部的光敏组织

 。肌肉改变晶状体的形状，以聚焦位于不同距离的物体，对于远处的物体，晶状体变得扁平一些，而对于近处的物体，晶状体变得圆一些。这一过程称为调节（accommodation）
 ，
眼睛籍此在视网膜上维持清晰的影像。

 图4.4a 演示了调节是如何进行的。


眼镜怎样校正视力？


如果你的眼球稍稍有点过长或过短，晶状体就不能把影像恰好聚焦到视网膜上。如果眼球过长，影像会聚焦在视网膜之前，导致
近视（myopia）

 ，如图4.4b所示。如果眼球过短，影像聚焦在视网膜之后，结果是
远视

 （hyperopia），如图4.4c所示。眼镜，隐性眼睛以及手术可以矫正这两种情况。例如，眼镜和隐性眼镜都提供了额外的透镜以帮助更适当地聚焦光，而像激光援助屈光角膜层状重塑术LASIK可以在物理上重塑眼睛现有的晶状体的形状。






图4.4 调节。





眼睛内部的晶状体通过改变形状将近处或远处的物体聚焦到视网膜上。（a）正常视觉的人将近处和远处物体的图像都聚焦在眼睛后部的视网膜上。（b）近视的人能看清近处的东西，但远处的东西会模糊，因为它们的反射光被聚焦在视网膜前面，因此称为近视。（c）远视的人的问题正好相反：远处的物体是清晰的，而近处的物体则是模糊的，因为它们的焦点落在视网膜的后面，因此称为远视。





从眼睛到大脑



光的波长怎样变成有意义的图像？视网膜是身体之外的光世界和中枢神经系统中的视觉世界之间的接口。视网膜上有两种
感光细胞

 ，含有能将光转变为神经冲动的光敏色素（pigment）。视锥细胞
 能检测颜色，
在普通白昼条件下工作，并使得我们可以聚焦到精细的细节

 。视杆细胞
 
在弱光条件下变得活跃并让我们可以夜视

 （见图4.5）。

视杆细胞比视锥细胞敏感得多，但这种敏感性是有代价的。因为所有的视杆细胞含有同样的光色素，它们不提供任何有关颜色的信息，只能感受灰度的深浅变化。下次你半夜醒来前往浴室喝水时，思考一下。只有窗外的月光照亮你的路，你看到的房间是彩色的还是灰度的？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在其他几个方面也有差异，最重要的是数量上的差异。大约有1亿2千万的视杆细胞大致均匀分布在两个视网膜上，除了最中央的区域，即中央凹
 ，
视网膜上的这个区域视觉最清晰，几乎没有视杆细胞

 。中央凹处视杆细胞的缺失使得弱光条件下视觉的清晰度下降，但这可以克服。例如，业余天文爱好者夜里通过望远镜观察昏暗的星星时，他们知道把目标看偏一些，这样影像不会落在无视杆细胞的中央凹，而是落在视网膜的其他区域，那里有高度敏感的视杆细胞。






图4.5 视网膜放大图。





视网膜表面由光感受器细胞，即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组成，上面还有一层透明神经元，由双极细胞和视网膜神经节细胞依次连接而成。所有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轴突汇集在一起形成了视神经。特写的视图是视敏度最高的区域，即中央凹的横切面图，那里聚集了大多数对颜色敏感的视锥细胞，让我们看到细节及其颜色。视杆细胞是在弱光条件下起主要作用的光感受器，分布在视网膜上除了中央凹以外的所有地方。



与视杆细胞相比，每个视网膜只包含约6百万视锥细胞，这些视锥细胞稠密地聚集在中央凹，只稀疏分布于视网膜的其他区域，如图4.5所示。这样的视锥细胞分布直接影响到视敏度并解释了为什么边上的物体落在你的
外周视觉

 ，不是那么清晰。周边那些物体的反射光一般不会落在中央凹，这样形成的影像就不太清楚。视觉系统编码和表征精细细节越多，那么感知到的图像就越清晰。这类似于把6百万和2百万像素的数码相机的成像质量相比较。视网膜上布满了细胞。如图4.5所示，光感细胞（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形成了最里面的一层。它们处在一层透明神经元之下，那是双极细胞和视网膜神经节细胞。
双极细胞

 收集来自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的神经信号，并把它们传递到视网膜的最外层，在那称为
视网膜神经节细胞

 （RGCs）的神经元组织这些信号并将其传入大脑。视网膜神经节细胞——一只眼睛大约有150万——的轴突束形成了
视神经

 ，并通过视网膜上的一个孔离开眼睛。因为这个孔上既没有视杆细胞也没有视锥细胞，所以无法感觉到光，这个孔在视网膜上形成了一个盲点
 ，
视野中的这个位置不会在视网膜上产生任何感觉

 。尝试用图4.6中演示的方法找到你每只眼的盲点。






图4.6 盲点演示。





为了找到你的盲点，闭上你的左眼，用右眼盯住十字。拿着书让书距离你的眼睛约6至12英寸（15至30厘米），将书前后缓慢移动，直至圆点消失。圆点现在落在你的盲点上，因此是看不见的。此时，竖直的线条看起来可能是连续的，因为视觉系统会填补缺失的圆点所占的区域。要测试你左眼的盲点，把书倒过来，闭上你的右眼重复以上步骤。




知觉颜色


大约在1670年，艾萨克·牛顿爵士（Sir Issac Newton）指出，颜色不是光的属性。实际上，颜色只是我们对可见光的波长的知觉（见图4.2）。我们将波长最短的光知觉为深紫色。随着波长的增加，知觉到的颜色逐渐并连续变化成蓝色，然后是绿色，黄色，橙色，最后是波长最长的红色。这一彩虹似的色调以及对应的波长称为可
见光谱

 ，如图4.7所示。






图4.7 看见颜色。





我们能知觉到各种颜色，是因为物体会选择性地吸收某些波长的光而反射其他的光。颜色知觉对应于三种视锥细胞的总体活动。每种视锥细胞只对可见光谱中一段狭窄的波长最敏感——短（蓝光），中（绿光）或长波（红光）。以白线表示的视杆细胞，对中等波长的可见光最敏感，但对颜色知觉没有贡献。（见插页）



你可能记得所有视杆细胞用于暗视觉很理想但分辨颜色很糟糕。相反，视锥细胞分为三类，每一类对红（长波），或绿（中波），或蓝（短波）光的一种特别敏感。红绿蓝是光的三原色；颜色知觉源于视网膜上对应于光的三原色的三种基本元素的不同组合。例如，照明设计者将原色光组合起来，例如在某个表面照射红和绿色聚光灯以形成黄光，如图4.8所示。请注意该图的中心，红、绿和蓝光重叠的地方，看起来是白色的。这说明，白色表面实际上反射了所有波长的可见光。






图4.8 颜色混合。





人类可以知觉上百万种不同的颜色，这些颜色不仅是光的波长产生的，也是刺激吸收或反射的光的波长的混合物。有颜色的探照灯的工作原理是使物体表面反射特定波长的光，刺激视锥细胞的红、蓝或绿感光色素。如果所有波长的可见光都被反射，我们看到的是白光。（见插页）



视网膜上的三种视锥细胞优先对不同波长的光（对应于蓝，绿和红光）反应的事实意味着三种视锥细胞的反应模式对每种颜色进行了独特的编码。实际上，研究者可以从三种视锥细胞的相对放电率反推回去，“读出”进入眼睛的光的波长（Gegenfurtner和Kiper，2003）。遗传疾病中一种视锥细胞缺失，某些罕见情况下两种或全部三种视锥细胞缺失，导致
色觉障碍

 。这种特质与性别有关，影响男性远多于女性。

色觉障碍通常称为
色盲

 ，但实际上，只缺失一种视锥细胞的人仍能分辨很多颜色，只是不如拥有全部三种视锥细胞的人能分辨的颜色多。你可以利用感觉适应的观点产生暂时性的色觉障碍。如同你身体的其余部分，视锥细胞也需要临时的休息。盯着某种颜色太久会导致对该颜色反应的视锥细胞疲劳，形成感觉适应，并导致颜色后效。你自己要演示这个效应，请看图4.9并遵循以下指导语：

➢ 盯着两个色块之间的小十字1分钟。尽量保持你的眼睛不动。

➢ 1分钟后，看下方的十字。你应该能看见生动的颜色后效，持续1分钟或更长时间。请注意后像的颜色。


当你眼睛里的视杆细胞疲劳了会发生什么？


红色块产生绿色的后像而绿色块产生红色的后像，你是否感到困惑？这个结果揭示了颜色知觉的一些重要特点。对此的解释来自颜色拮抗系统
 ，该理论认为
成对的视觉神经元的作用是相反的：

 红色敏感细胞相对于绿色敏感细胞（如图4.9），而蓝色敏感细胞相对于黄色敏感细胞（Hurvich和Jameson，1957）。颜色拮抗系统理论解释了颜色后效。当你看某种颜色，例如绿色，那么对绿色反应最强的视锥细胞将随时间变得疲劳。当你盯着一块白色或灰色时，本来应该同等地反射所有的光，但此时绿色敏感的视锥细胞反应微弱，而相比之下，依旧有活力的红色敏感细胞反应强烈。结果呢？你看到色块被染成红色。






图4.9 颜色后效演示。





遵循正文里的补充指导语，剩下的交给感觉适应。当后像消失后，你可以回去继续阅读本章。




视觉的大脑



左右眼有什么关系？左右视野有什么关系？


包含着视网膜的编码信息的系列动作电位（神经冲动）沿着视神经传至大脑。离开每只眼睛的视神经的轴突有一半来自对右视野的信息进行编码的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另一半来自对左视野的信息编码。这两个神经束分别连接到大脑的左右两个半球（见图4.10）。视神经从每只眼睛传输到位于丘脑的
外侧膝状体

 （lateral geniculate nucleus，LGN）。你可能记得“神经科学与行为”这一章提到，丘脑接收来自除了嗅觉的所有感觉的输入。视觉信号从丘脑传输到脑的后部，一个叫V1区的区域，该区域是枕叶中包含初级视皮层的部分。在此，信息会系统映射成为视觉场景的表征。






图4.10从眼睛到大脑的视觉通路。





右视野的物体刺激视网膜的左侧，而左视野的物体刺激视网膜的右侧。每只眼睛传出一条视神经，这是由视网膜上的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轴突集合而成。在视神经进入大脑之前，在视交叉处，来自一只眼的一半的视神经会交叉到另一只眼。每条视神经的左边一半（代表右视野）通过丘脑进入大脑的左半球，而每条视神经的右边一半（代表左视野）也经过同样的路径进入大脑的右半球。这样，右视野的信息最终传至左半球而左视野的信息最终传至右半球。





负责知觉形状的神经系统



视觉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是知觉物体的形状；如果我们不能区分物体彼此的形状，那么我们的日常生活将会一团糟。要明白这点，只需想象一下，不能有效区分温热的裹着光滑糖衣的炸面圈和笔直的西芹茎会怎样。不能区分形状的话，早餐会成为痛苦的经历。知觉形状依赖于物体边缘的位置和朝向。因此，V1区专门用于编码边缘朝向并不足为奇。你在“神经科学与行为”一章中也读到，视皮层的神经元选择性地对空间中特定朝向的条形和边缘反应（Hubel和Weisel，1962，1998）。实际上，V1区含有神经元群，每种会“调谐”至只对视野中的特定朝向反应。这意味着知觉到物体是竖直朝向时，有些神经元放电；如果知觉到物体是水平朝向的，其他一些神经元放电；当知觉到物体是对角线45°朝向时，另一些神经元放电，以此类推（见图4.11）。所有这些特征检测器协调反应的结果是建构了一个复杂的视觉系统，可以检测出炸面圈在哪里，西芹在哪里。






图4.11 单神经元特征检测器。





V1区包含对特定朝向的边缘反应的神经元。这里展示的是猴子看不同朝向的线条（右图）时记录下的单个神经元的反应（左图）。如果线条是向右倾斜45°，那么这个神经元会持续放电，线条竖直时少很多，而向左倾斜45°时则完全不放电。




腹侧和背侧通路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What，Where和How 通路



两条功能分离的通路，或视觉流，从枕叶皮层投射到大脑其他部位的视觉区域（见图4.12）：

➢ 
腹侧（下）通路

 从枕叶传至颞叶的底部，包括表征物体形状和身份的大脑区域，换句话说，它是什么，本质上是“what”通路（Kravtiz等，2013；Ungerleider和Mishkin，1982）。

➢ 
背侧（上）通路

 从枕叶往上传至顶叶（包含一些颞叶的中上部），连接分辨物体位置和运动的脑区，换句话说，它在哪里（Kravtiz等，2013）。因为背侧通路让我们可以知觉空间关系，研究者最初称之为“where”通路（Ungerleider和Mishkin，1982）。后来神经科学家认为由于背侧通路对指导诸如瞄准，够，或用眼追踪等动作至关重要，“where”通路更宜称为“how”通路（Milner和Goodale，1995）。

我们怎么知道两条通路在哪里？最激动人心的证据来自这些脑区中某一区域的损伤导致的功能障碍研究。






图4.12 视觉通路。





相互联结的视觉系统形成了一条从枕叶的视觉区域到颞下叶的通路。这条腹侧通路让我们可以识别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另一条相互联结的通路从枕叶经过颞上叶传到顶叶区域。这条背侧通路让我们可以定位物体，跟踪物体的运动以及随着它们移动。



例如，一个叫D.F.的女性，其枕叶外侧的一个较大区域永久受损，那是腹侧通路的区域（Goodale等，1991）。她的视觉识别物体的能力严重受损，但她通过触觉识别物体的能力保持正常。这表明，她不是有关物体的记忆受损而是物体视觉表征受损。D.F.的脑损伤属于视觉形状失认症
 这一范畴，即
不能通过视觉识别物体

 （Goodale和Milner，1992，2004）。令人惊讶的是，尽管D.F.不能在视觉上识别物体，但她能准确地通过视觉指导自己的动作，如图4.13所示。用fMRI扫描D.F.时，研究者发现在指导运动过程中，她的背侧通路区域表现出正常激活（James等，2003）。






图4.13 测试视觉形状失认症。





（左图）研究者要求D.F.转动她的手，与测试装置上的槽的方向一致，她无法照做。（右图）但是，当要求她把卡片插入不同角度的这个槽时，D.F.近乎完美地完成了任务。



相反，顶叶（背侧通路的一部分）受损的其他病人，则不能通过视觉指导他们的够和抓握动作（Perenin和Vighetto，1988）。不过，他们的腹侧通路完好，意味着他们能认出物体是什么。

从这两种受损模式我们可以得出腹侧和背侧视觉通路是功能分离的结论；其中之一受损而另一通路可以保持完好。当然，在视知觉中两条通路必须共同作用以整合“what”和“where”信息，研究者们正开始研究它们是如何交互的。最近的fMRI研究提示了一些有意思的可能情况，这些研究发现背侧通路的某些区域对物体的身份属性敏感，例如，对不同大小或不同视角的相同物体的线条图的反应不同（Konen和Kastner，2008;Sakuraba等，2012）。这可能就是使背侧和腹侧通路得以交换信息的机制，从而整合“what”与“where”（Farivar，2009；Konen和Kastner，2008）。

小结



▲ 光通过眼睛的若干层组织到达视网膜。视网膜上有将光转变为神经冲动的两类感光细胞：视锥细胞，在正常白昼条件下工作并感觉颜色；以及视杆细胞，在弱光条件下工作以产生夜视。神经冲动通过视神经传入大脑。





▲ 视网膜分成若干层，最外面一层由视网膜神经节细胞（retinal ganglion cell，RGC）组成，这些细胞收集并传导信号至大脑。RGCs束形成视神经。





▲ 光落到视网膜上引起三种视锥细胞中每种细胞的特定反应模式，这三种视锥细胞是颜色知觉的关键：短波（蓝）光，中波（绿）光和长波（红）光。三种视锥细胞的整体反应模式形成了每种颜色的唯一编码。





▲ 视网膜编码的信息沿着视神经传输至大脑，视神经先传至丘脑处的外侧膝状体，然后传至枕叶初级视皮层，即V1 区。





▲ 两条功能分离的通路从枕叶投射至大脑其他部位的视觉区域。腹侧通路传输至颞下叶，包含表征物体的形状和身份的脑区。背侧通路从枕叶到顶叶，连接识别物体的位置和运动的脑区。






视觉II：识别我们看到的东西



我们视觉系统的旅程已经揭示了它是如何完成一些颇为令人惊奇的伟业。但视觉系统还需要做得更多以让我们能够有效地与我们的视觉世界交互。现在我们来思考，视觉系统如何将单独的视觉特征整合为整个物体，让我们可以识别那些物体是什么，将物体组织成为视觉场景，并检测那些场景中的运动和变化。一路上，我们将发现，研究视觉错误和错觉让我们可以深入了解这些加工是如何进行的。


注意：将单一特征捆绑为整体的“胶水”


位于视觉系统不同部位的特异化的特征检测器能分析视觉物体的多维特征中的每一个特征：朝向、颜色、大小、形状等等。但不同的特征如何组合成一个统一的物体呢？什么使得我们能够轻易又正确地知觉到一幅照片中的年轻男子穿的是红色衬衫而年轻女子穿的是黄色衬衫？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自由漂浮的红色色块和黄色色块，或者是错误的组合，例如年轻男子穿黄色衬衫而年轻女子穿红色衬衫？研究者们把这些问题称为知觉的捆绑问题
 ，
即特征是如何整合在一起，这样我们的视觉世界看到的是统一的物体，而不是自由漂浮或错误组合的特征（Treisman，1998，2006）。





错觉性结合：知觉错误




错觉性结合的研究对我们了解注意在特征捆绑中的作用有什么帮助？


在日常生活里，我们正确地将特征整合为统一的物体是如此自动而又轻松，以至于可能很难理解捆绑居然是个问题。然而，研究者们发现了（人们）在捆绑中的错误，揭示了这一加工如何进行的线索。一类这样的错误称为错觉性结合
 ，即
多个物体的特征被错误组合的知觉错误。

 在一项开创性的研究里，安妮·特瑞斯曼（Anne Treisman）和希拉里·施密特（Hilary Schmidt）（1982）给参与者短暂呈现了两侧为黑色字母中间是彩色字母的视觉排列，指示参与者首先报告黑色字母然后描述彩色字母。参与者经常报告错觉性结合，例如，声称看到了蓝A或红X，而不是实际呈现的红A或蓝X（见图4.14a和b）。这些错觉性结合并不是猜测的结果；错觉性结合比诸如报告未呈现过的字母或颜色等其他错误，发生得更频繁（见图4.14c）。错觉性结合对参与者来说是真的，参与者确信真地看到了，如同正确知觉到的真实的彩色字母。

为什么会发生错觉性结合？特瑞斯曼和她的同事们提出了特征整合理论c试图解释这一现象（Treisman，1998，2006；Treisman和Gelade，1980；Treisman和Schmidt，1982），该理论认为
检测诸如颜色、形状、大小以及字母的位置等组成刺激的单独特征并不需要集中注意，但将这些特征捆绑在一起却需要集中注意。

 从这一角度来说，注意提供了将特征捆绑在一起所需的“胶水”，而当参与者难以全神贯注地注意需要粘合在一起的特征时，就会发生错觉性结合。例如，在我们刚讨论过的实验里，要求参与者先加工彩色字母两侧的字母，因此减少了对彩色字母的注意导致错觉性结合发生。如果改变实验条件，参与者可以全神贯注地注意彩色字母，那么他们就能够正确将特征捆绑在一起，错觉性结合就会消失（Treisman，1998;Treisman和Schmidt，1982）。






图4.14 错觉性结合。





当诸如颜色和形状等特征被错误组合在一起，就发生了错觉性结合。例如，呈现给参与者红A和蓝X，有时他们报告看到了蓝A和红X。其他错误，例如误报字母（如报告字母T但T没有出现过）或误报颜色（报告绿色但绿色没出现过），则很少出现，表明错觉性结合不是出于猜测（基于Robertson，2003）





顶叶的作用



捆绑过程利用了腹侧通路即“what”通路的脑区加工的特征信息（Seymour等，2010；见图4.12）。但由于捆绑涉及将腹侧通路中不同部位对特定空间位置上的特征的加工结果整合在一起，因此捆绑也特别依赖于背侧通路即“where”通路中的顶叶（Robertson，1999）。例如，特瑞斯曼和其他研究者研究了R.M.，他遭受中风从而左右顶叶均受损。尽管他的视觉功能的很多方面完好，但他在注意空间分离的物体时有很严重的问题。如果呈现如图4.14所示的刺激，尽管给予他长达10秒的时间来看那些字母阵列，但R.M.仍会知觉到不寻常的大量的错觉性结合（Friedman-Hill，Robertson和Treisman，1995；Robertson，2003）。最近一些对类似脑损伤个体的研究表明，顶叶的上部和后部的损伤有可能产生类似的问题（Braet和Humphreys，2009；McCrea，Buxbaum和Coslett，2006）。健康个体在完成这些顶叶受损个体不能完成的视觉特征捆绑任务时，相同的顶叶区域会激活（Shafritz，Gore和Marois，2002），搜索组合特征时也会激活（Corbetta等，1995；Donner等，2002）。


视觉识别物体


迅速浏览一下旁边的补充示意图。尽管这些字母彼此差异很大，但你可以轻易地认出它们全都是字母G的样例。现在用你最要好的朋友的面孔来同样演示一下。你朋友可能是一头长发，但有一天她决定剪得令人惊讶的短。想象某一天你的朋友剪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发型，或是戴了眼镜，染了头发，或是戴了鼻环。尽管你朋友现在看起来截然不同，你仍轻易地认出就是这个人。就像那些G的变化，你不知怎地就能抽取出你朋友面孔的基础特征，使你能正确识别你的朋友。

这个思维训练看起来似乎有些无聊，但这是个不小的知觉成就。如果视觉系统对每次出现微小变异就有些为难的话，其低效将会非常显而易见。我们要费劲地加工信息才能发觉出现在不同会议上的朋友是同一个人，更不要说努力地审视才知道一个G到底是不是真的是G。总之，物体识别进行得相当流畅，大部分原因归于我们前面讨论过的特征检测器。






仅匆匆一瞥，你就能认出所有这些字母都是G，它们在大小、形状、角度和朝向的差异本应该让你的识别变得困难一点。物体识别加工的哪一点让我们能毫不费力地完成这个任务呢？



在不同的条件下，特征检测器是如何帮助视觉系统从传入眼睛的立体的光阵列中获取正确的物体知觉，例如你朋友的脸？一些研究者赞成
模块观

 ，认为特异化的脑区，或模块，检测并表征人脸、房子或其他身体部位。使用fMRI来扫描健康年轻成人，研究者们发现，相比于其他物体范畴，颞叶的一个子区域对面孔的反应最为强烈，而附近的一个区域对建筑和风景的反应最强烈（Kanwisher，McDermott和Chun，1997）。这种观点认为，我们不仅有辅助视知觉的特征检测器，还有“面孔检测器”，“建筑检测器”，可能还有其他特异化的神经元用于特定范畴的物体知觉（Downing等，2006;Kanwisher和Yovel，2006）。其他研究者赞成物体范畴是一种更为
分布式的表征

 。这种观点认为，多个脑区的激活模式（共同）识别了某个看到的物体，包括面孔（Haxby等，2001）。每个观点都能比另一观点更好地解释某些数据，研究者们仍在继续争论它们相对的优势。

用于准确测量癫痫的发作位置的实验提供了看待这个问题的另一个视角；这些实验也让我们深入了解人脑内的单个神经元如何对物体和面孔反应（Suthana和Fried，2012）。在一个研究里，基罗加等（Quiroga等，2005）把电极放置在遭受癫痫折磨的病人的颞叶。然后给这些志愿者呈现面孔和物体的照片，同时记录志愿者的神经反应。研究者们发现颞叶的神经元对从不同视角观看的特定物体，对从不同角度拍照的穿不同衣服和不同表情的人都有反应。有时，这些神经元也对代表这些相同物体的词反应。例如，对悉尼歌剧院的照片反应的神经元也对“
悉尼歌剧院

 ”这个词反应，但当“
艾菲尔铁塔

 ”这个词呈现时没有反应。


我们如何认出朋友，即使他们戴着太阳镜？


总之，这些实验表明了知觉恒常性
 原则：
即使感觉信号有些方面发生改变，知觉保持一致性。

 再次回想一下本章前面有关差别阈限的讨论。我们的知觉系统对变化刺激的相对差异敏感并考虑到感觉输入的变异。知觉恒常性原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你仍能认出你朋友，尽管她的头发颜色或发型有变化或是附加了面部首饰。对于变化，你的视知觉系统好像不是反应为，“看起来这是一张新的不熟悉的面孔”。而是似乎是这样反应，“有趣……这张脸跟平时看起来不太一样”。知觉对刺激的变化敏感，而知觉恒常性让我们首先注意到差异。



知觉组织原则



在物体识别起作用之前，视觉系统必须完成另一件重要的任务：将属于相同物体的图像区域组合起来形成物体的表征。在第1章里我们读过，我们倾向于知觉到一个统一的完整的物体，而不是分离部分的集合，这个观点是格式塔心理学的基石。格式塔原则描述了人类知觉的很多方面的特性。其中最重要的是格式塔
知觉组织定律

 ，这些定律决定了事物的特征和部位是如何组成一个整体的。以下是一些示例：

➢ 简单性：科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最简单的解释通常是最好的解释，因此如果对物体的形状有两个或更多的可能解释，那么视觉系统倾向于选择最简单或最可能的解释。在图4.15a里我们看到一个箭头。

➢ 封闭性：我们倾向于填补视觉场景的缺失元素，这样我们能将被缺口分开的边缘知觉为属于完整的物体。在图4.15b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箭头，尽管有缺口。

➢ 连续性：对于有相同朝向的边缘和轮廓，具备格式塔心理学家所谓的良好连续性，我们知觉上倾向于将它们组成一个整体。在图4.15c里，我们知觉到两条交叉的线条而不是两个V 形。

➢ 相似性：在颜色、亮度、形状或纹理上相似的区域被知觉为属于相同的物体。在图4.15d里我们知觉到三列图形——一列圆形，两侧各有一列三角形。

➢ 邻近性：相近的物体倾向于被组织在一起。在图4.15e里，我们知觉到三组或三“簇”点，每组有5或6个点，而不只是16个点。

➢ 共同命运：一起移动的视觉图像的元素被知觉为一个移动物体的组成部分。在图4.15f里，路牌上的系列闪光点被知觉为一个移动的箭头。






图4.15 知觉组织原则。





由格式塔心理学家首先提出的原则现在得到了实验证据的支持，实验表明大脑倾向于对进入的感觉信息赋予规则。知觉的一条神经策略是对刺激中的图案反应以及将相似的图案组织在一起。





图像背景分离



知觉组织对我们的视觉识别物体的能力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辅助。组织也涉及在视觉上分离物体及其环境。用格式塔的术语来说，这是将
图像

 从其所在的背景中识别出来。例如，本页上的单词被知觉为图像：它们从印刷的纸，即背景上凸显出来。类似的，教室里，你的老师被知觉为图像，而其他元素被当作背景。当然你能以其他方式知觉这些元素：单词
和

 纸都是称为
页

 的东西的组成部分，而你的老师
和

 教室一起可被知觉为你的学习环境。但通常我们的知觉系统会集中注意到某些与环境不同的物体上。

大小提供了什么是图像什么是背景的一个线索：较小的区域可能是图像，例如大大一张纸上的小字母。运动也有帮助：（我们希望）你的老师是一位精力充沛的讲师，在静止的环境中到处移动。物体识别的另一关键步骤是
边缘分配

 。对于图像和背景之间的某边缘或边界，该边缘属于图像还是背景？如果该边缘属于图像，那就有助于明确物体的形状，而背景则在该边缘之后延伸。但有时分辨哪是哪并不容易。






图4.16 两可边缘。





鲁宾经典的可逆图像—背景错觉是这样产生的：注视图像的中心，即使感觉刺激保持恒定，你的知觉也会在花瓶和面孔剪影之间交替。



丹麦心理学家埃德加·鲁宾（Edgar Rubin，1886—1951）利用这一两可性，发展出一个著名的错觉，称为鲁宾花瓶，或更一般地称为
可逆的图像背景关系

 。你可以用两种方式观看图4.16 所示的“面孔花瓶”错觉，要么是黑色背景上的花瓶，要么是一对彼此相对的面孔剪影。你的视觉系统可停留在其中一种或另一种解释，但每几秒种就会在两者之间转换。这个现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本来应该正常区分图像和背景的边缘实际上均不属于二者：它对于确定花瓶的轮廓以及面孔的轮廓的作用是一样的。fMRI的证据很好地表明，当人们把鲁宾图像看作是面孔时，我们先前讨论过的颞叶的面孔选择性区域比将图像看作是花瓶时有更强的激活（Hasson等，2001）。



物体识别理论



对于物体识别，研究者们提出了两类宽泛的解释，一种基于物体的整体，而另一种基于物体的部分。


物体识别的模板理论和基于部件的理论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什么？


➢ 根据
基于图像的物体识别

 理论，你以前看过的物体在记忆里被存为模板
 ，即
可与视网膜像中看到的形状直接比较的心理表征

 （Tarr和Vuong，2002）。你的记忆将模板与当前的视网膜像相比较，并选出与当前图像最匹配的模板。基于图像的理论被广泛接受，但它们还不能解释有关物体识别的所有现象。其一是，要正确匹配图像和模板，意味着你必须存有一个正常朝向的杯子模板，一个侧面的杯子模板，一个倒立的杯子模板等等。这导致一个笨拙低效的系统，因此不可能是有效的，然而任何人从侧面看到一个杯子都极少长时间感到困惑。

➢ 
基于部分的物体识别理论

 认为，大脑把看到的物体分解成部分的集合（Marr和Nishihara，1978）。一个重要的基于部分的物体识别理论主张物体是以结构化描述的形式存储在记忆中：物体部分的心理清单以及这些部分的空间关系（Biederman，1987）。部分清单相当于称为几何子（geons）的几何元素的字母表，几何子可以组成物体，如同字母可以组成单词（见图4.17）。基于部分的物体识别不需要为每个看到的物体存储模板，因此避开了一些基于图像的理论的陷阱。但基于部分的物体识别确实有很大的限制。最关键的是，它使物体识别只发生在范畴水平而不是个体水平。例如，基于部分的理论可以解释识别诸如面孔这类物体，但不能有效解释你是如何区分你最要好朋友的面孔与一个陌生人的面孔。

每种理论都有其长处和短处，这使得物体识别成为心理学的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研究者们正在发展混合理论试图利用每种理论的长处（Peissig和Tarr，2007）。






图4.17 几何元素的字母。





基于部件的理论认为诸如（b）所示的物体是由如（a）所示的更简单的称为几何子的3D零件组成，正像字母组合成了不同的词。




知觉深度与大小


环境中的物体是在三维空间中分布的——长度、宽度和深度——但视网膜的成像只有两维，长度和宽度。大脑是如何加工一个平面的两维的视网膜图像，让我们可以知觉物体的深度以及它有多远呢？从一些
深度线索

 中可以找到答案，你在空间中移动时这些线索会不断变化。单眼和双眼深度线索都有助于视知觉（Howard，2002）。



单眼深度线索




单眼深度线索
 是
指只用一只眼睛观看场景时产生的有关深度的信息。

 这些线索依赖于距离和大小之间的关系。即使闭上一只眼，你注意的物体的视网膜像随着物体的远离而变小，随着物体靠近而变大。我们的大脑习惯利用视网膜像大小的这些差别，即相对大小，来知觉距离。

我们的大脑尤其习惯利用称为
熟悉大小

 的单眼深度线索。例如，大多数成人大约都处于一个熟悉的高度范围（可能是5至7英尺高），因此单是视网膜像的大小通常就是他们距离你有多远的一个有效线索。我们的视觉系统会自动校正大小差异并将其归于距离的差异。图4.18 演示了这种心理校正对于熟悉大小来说有多强。






图4.18 熟悉大小与相对大小。





当你看人的图像时，例如左边的照片里的人，或者是看你熟知的物体，你看起来较小的物体显得离你更远。只是做了一点图像操作，在右边的照片里，你知觉到的相对大小差异远比投射到你视网膜上的大得多。在两幅照片里，穿着蓝色马甲的人的图像大小是完全一样的。



除了相对大小和熟悉大小，还有几种其他的单眼深度线索，例如：

➢ 
线性透视

 ，指延伸至远处的平行线似乎汇聚在一起的现象（见图4.19a）。

➢ 
纹理梯度

 ，指当你观看由几乎统一的图案组成的表面时，由于图案元素的大小以及图案之间的距离，随着表面远离观察者，图案会逐渐变小（见图4.19b）。

➢ 
遮挡

 ，指一个物体部分遮挡住另一物体（见图4.19c）。你可以推断遮挡的物体比被遮挡的物体更近。但是，遮挡本身不能提供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信息。

➢ 
图像的相对高度

 ，这取决于你的视野（见图4.19d）。近的物体在视野的下部，而远的物体则在靠上的位置。






图4.19 图像深度线索。





视觉艺术家依赖各种单眼线索来让他们的作品显得活灵活现。即使你戴着眼罩，你也可以根据图像中如线性透视（a），纹理梯度（b），遮挡（c）以及相对高度（d）等这些线索来推测距离、深度以及位置。








图4.20双眼视差。





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三维的，因为我们的眼睛之间有距离，物体在每只眼睛的视网膜上成像的位置略有不同。对于这个双物体的场景，方形和圆形在每只眼睛的成像位置不同。圆形的视网膜像的位置差异提供了强烈的深度线索。





双眼深度线索



我们也可以通过双眼视差a获取深度信息。双眼视差是指
双眼的视网膜像的差异所提供的深度信息。

 因为我们的两只眼睛略有分开，每只眼睛看世界的角度稍有不同。你的大脑计算两个视网膜像之间的差异从而知觉物体有多远，如图4.20所示。从图的上面往下看，稍远的方形和稍近的圆形落在每个视网膜上的位置都不同。

1838年查尔斯·威特斯通爵士（Sir Charles Wheatstone）首先把双眼视差当作深度线索来讨论。威特斯通后来发明了立体镜，尤其是可以装上两个水平方向上不同位置拍摄的一对照片或绘制的画作的支架。（威特斯通不缺乏原创思想；他还发明了手风琴，早期的电报，以及创造了
显微镜

 这个词。）如果每只眼看其中一幅图像，那么两幅图像一起会产生生动的深度感。三维魔景机玩具是威特斯通的发明的现代继承者，而3D电影也是基于这一相同的理念。



深度与大小错觉



我们都很容易受错觉的影响，而你可能记得“心理学的科学之路”一章里提到过，错觉是知觉、记忆和判断的错误，此时主观体验与客观事实有差异（Wade，2005）。大小和距离的关系一直被用来产生精巧的
错觉

 ，主要是通过愚弄视觉系统错判物体的距离。所有这些错觉根据相同的原则：如果你看到的两个物体投射了相同大小的视网膜像，那么你知觉较远的物体会被知觉为较大。一个最著名的错觉是
埃姆斯小屋

 ，由美国眼科专家阿德尔伯特·埃姆斯（Adelbert Ames）于1946年创建。小屋是梯形的而不是方形的：只有两边是平行的（见图4.21a）。站在埃姆斯小屋的一个角落的人在物理上距离观察者是站在另一角落的人的两倍远。但当通过墙上的一个小孔往里看时，埃姆斯小屋看起来像是方形的，因为窗户的形状以及地板的瓷砖都被仔细地制作，使得从观察口
看起来

 小屋是方形的（Ittelson，1952）。

视觉系统知觉远端的墙为竖直于视线方向，因此沿着墙站在不同位置的人看起来是同样的远，而观察者直接根据视网膜像的大小来判断他们的大小。结果是，站在右边角落的人看起来比站在左边角落的人大得多（见图4.21b）。






图4.21 令人惊叹的埃姆斯小屋。





（a）显示埃姆斯小屋的实际比例的示意图揭示了它的秘密。房间的四面构成了一个梯形，有两面平行，但有个后墙偏离方形很远。不均匀的地板使得房间在远端角落的高度比另一角落的高度看起来矮。加上专门设计的窗户和地板等欺骗性的线索，找两个人分别站在远处的角落，你就可以准备骗某个不知情者了。（b）从观察口用一只眼睛观察埃姆斯小屋内部，观察者以为大小距离关系正常，也就是以为两个人在相同远的地方。但是基于熟悉大小的单眼线索，两人在视网膜像的大小差异将导致观察者下结论，其中一个人很矮小，而另一个人很高大。




知觉运动与变化


现在你应该比较清楚地了解我们是如何看到物体是什么和在哪里，如果物体呆在一个地方不动，这个过程是非常简单的。但显然现实世界里充满了移动的目标。物体随时间变换其位置：鸟飞马跑，雨雪菲菲，而树屈于风。理解我们是如何知觉运动以及为什么我们有时知觉不到变化能让我们更能理解视觉系统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工作的。



运动知觉



为了感觉运动，视觉系统必须对空间和时间信息都进行编码。最简单的情况是一个静止的观察者试图知觉一个运动的物体。

当物体移动经过观察者的静止视野时，它首先刺激了视网膜的一个位置，而一小会之后它刺激了视网膜的另一个位置。大脑的神经回路能够检测到这种随时间的位置变化并对特定速度和方向的运动反应（Emerson，Bergen和Adelson，1992）。颞叶中部的一个称为MT的区域（是我们前面讨论的背侧通路的一部分）专门用于运动的视知觉（Born和Bradley，2005；Newsome和Paré，1988），而这个脑区的损伤会导致正常运动知觉障碍（Zihl，von Cramon和Mai，1983）。

当然，在现实世界里，你很少是一个静止的观察者。当你走来走去时，你的头和眼总在移动，此时运动知觉不是那么简单。为了正确知觉物体的运动并且让你可以趋近或避开它们，运动知觉系统必须考虑你的眼睛的位置和运动，从根本上是你的头和身体的位置和移动。大脑通过监控你的眼睛和头的移动并从视网膜像的运动中“减去”这些移动来达成这一点。






颜色知觉和运动知觉都部分依赖于拮抗加工过程，这是为什么我们会受诸如颜色后效与瀑布错觉等错觉的影响。



运动知觉，就像颜色知觉，一部分是以拮抗过程的方式起作用并受感觉适应的影响。一种称为瀑布错觉的运动后效与颜色后效类似。如果你盯着瀑布的下行的激流几秒钟，然后看瀑布旁边的静止的物体，例如树或岩石，你会体验到一种向上运动的后效。这里发生了什么呢？

这一过程与盯着红色块后看到绿色类似。运动敏感的神经元与大脑中的运动检测器细胞相连，而运动检测器对相反方向的运动编码。运动感来自这两种相反的感受器的强度的差异。如果一种运动检测器细胞由于适应一个方向的运动而疲劳了，那么相反的感受器将接管。结果是运动被知觉为往相反的方向。fMRI的证据表明，当人们看着静止刺激并体验到瀑布错觉时，MT区的活动增加，而MT区在运动知觉中起关键作用（Tootell等，1995）。


赌场标志上的闪光如何产生运动感觉？


环境中物体的运动不是唯一能产生运动知觉的事件。拉斯维加斯赌场标志上连续的闪光也能产生强烈的运动感，因为人们把系列闪光看作一个完整的移动物体（见图4.15f）。这种
把不同位置上连续快速交替出现的信号知觉为运动的现象

 称为似动
 。

视频技术和动画也依赖于似动。电影每秒闪过24幅静止的帧（fps）。更慢的速度会产生突变感较强的运动感；而更快的速度将是一种资源浪费，因为我们不能知觉到比24 fps更平滑的运动。



变化盲与非注意盲



运动涉及物体位置随时间的变化，但视觉环境中的物体可以不涉及运动的方式变化（Rensink，2002）。你可能每天都走过一个相同的服装店橱窗，并注意到正在展出一件新的外套或连衣裙，或者是当你看到你朋友的新发型的时候感到惊讶。直觉上，我们认为我们能轻易检测我们视觉环境中的变化。然而，我们的轻松直觉受到了称为变化盲
 的实验演示的挑战。当
人们不能检测出场景的视觉细节的变化时

 ，就发生了变化盲（Rensink，2002；Simons和Rensink，2005）。令人惊奇的是，即使场景的主要细节发生变化，也会发生变化盲，而我们会错误地认为自己不会错过这些变化（Beek，Levin和Angelone，2007）。例如，在一个研究中，参与者观看一个视频，视频中一个年轻金发男子坐在桌子旁，站起来从桌边走开，然后离开房间（Levin和Simons，1997）。场景然后转到房间外面，年轻男子在打电话。所有这一切似乎很清楚，但参与者不知道的是，坐在桌子旁的男子与打电话的男子不是同一个人。尽管两人都年轻、金发，并戴着眼镜，他们显然不是同一个人。但是，三分之二的参与者未能注意到这个变化。

通过剪辑视频来产生变化盲是一回事，那么在真实互动中会发生变化盲吗？另一个研究检验了这一想法，该研究的实验者在大学校园里向一个人问路（Simons和Levin，1998）。当他们正在说话的时候，两个人抬着一扇门走过他们俩中间，门后面还藏着另一个实验者（见图4.22）。两个实验者在门后交换位置，因此当两个人抬着门走过之后，变成另一个人在问路，而不是几秒钟之前在那里的那个人。令人惊奇的是，15个参与者中只有7个报告注意到这个变化。


怎样用无法集中注意来解释变化盲？


尽管人们能够无视这么大的变化令人惊奇，但这些发现再次表明了集中注意对视知觉的重要性（见第146页有关特征整合理论的讨论）。正如集中注意是将物体特征捆绑在一起的关键，它也是检测物体和场景的变化所必需的（Rensink，2002；Simons和Rensink，2005）。变化盲常常发生在人们未能集中注意于变化物体的情景（尽管视觉系统已经登记了该物体），而对于吸引注意的物体则较少发生的（Rensink，O’Regan和Clark，1997）。






图4.22 变化盲。





白发男子正在给一个实验者指路（a），他会在移动的门后面消失（b），由另一个实验者代替（c）。像很多其他人一样，这个人未能发现看起来很明显的变化。见Simon，D.J.和Levin，D.T.（1988）.Failure to detectchanges to people during a real-world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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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密切相关的现象，非注意盲
 ，也有力地说明了集中注意对有意识的视觉体验的作用。非注意盲指的是
不能知觉到注意焦点之外的物体

 。想象下面的场景。你在看一群站成一圈的人在传篮球，一个人穿着大猩猩服走过这个圈，其中大猩猩还停下来捶打了一下胸部。难以置信你会错过大猩猩，对吗？再想想。西蒙斯和查布里斯（Simons和Chabris，1999）拍摄了这样的场景，用两队，每队3名运动员相互传球，而此时穿大猩猩服的人走进来然后离开。要求参与者观看该视频并跟踪球的运动，计算其中一个队的传球数。由于参与者的注意集中在移动的球上，他们当中约有一半人未能注意到捶胸的大猩猩。

该研究结果很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中的很多人总在忙于用手机发信息或打电话，而同时还在做其他的日常事务。我们已经看到使用手机对于驾驶有负面影响（见现实世界：多任务）。艾拉·海曼（Ira Hyman）及其同事们（2010）想知道日常生活中使用手机是否会导致非注意盲。他们招募了一个小丑，在西华盛顿大学的校园中间的一个大广场骑独轮车。在一个宜人的下午，研究者们询问151名走过广场的学生是否看到了小丑。75%使用手机的学生未能注意到小丑，而没使用手机的学生中只有不到50%。使用手机分散了集中注意，导致了更多的非注意盲，再次表明我们对视觉世界的意识体验局限于被集中注意选择的那些特征或物体。


文化与社区 文化会影响变化盲吗？




本章这部分讨论的实验表明变化盲是显著的现象并在很多场合发生。但我们讨论的变化盲的证据来自西方文化，主要是美国的被试。那么来自其他文化的个体是否也发生变化盲？如果是，是否有理由猜测不同文化下的变化盲有所不同？回想一下在“心理学的科学之路”一章中的“文化与社区”栏目里，我们讨论了一些证据，表明来自西方文化的个体依赖于分析型的信息加工（例如，他们倾向于专注于物体而对其周围情境不加注意），而来自东方文化的个体则倾向于采用整体型信息加工（例如，他们倾向于注意物体及其周围情境的关系：Kitayama等，2003；Nisbett和Miyamoto，2005）。





想到这个区分，增田和尼斯比特（Masuda和Nisbett，2006）注意到以往主要使用美国参与者的有关变化盲的研究，表明参与者更可能检测出场景中主要或焦点物体的变化，而不太可能检测出周围情境的变化。他们假设，与西方文化的个体相比，东方文化的个体将会更专注于周围情境，因此更可能注意到周围情境的变化。为了检验这个假设，他们使用静态照片和短小视频进行了三个实验以考察美国（密西根大学）和日本（东京大学）的大学生的变化检测（Masuda和Nisbett，2006）。每个实验里，他们要么改变场景中的主要或焦点物体，要么改变周围情境（例如，场景中背景的物体）。





实验结果与假设相符：日本学生比美国学生检测出更多的情境信息的变化，而美国学生比日本学生检测出更多的焦点物体的变化。这些结果扩展了早先东西方文化的个体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的研究报告，进一步表明，东方人更多关注物体出现的情境而西方人则更关注物体本身。



小结



▲ 分离的物体的特征被错误组合在一起，就发生了错觉性结合。根据特征整合理论，注意提供了将特征捆绑在一起的胶水。顶叶对注意很重要，并且在特征捆绑中起作用。





▲ 枕叶和颞叶的一些区域选择性地对特定物体范畴反应，支持模块说，该观点认为特异化的脑区表征特定范畴的物体，如面孔、房子或身体部位。





▲ 知觉恒常性原则指即使感觉信号变化，知觉仍保持一致。格式塔的知觉组织原则，例如简单性、封闭性和连续性，决定了事物的特征和部分是如何组成一个整体。





▲ 基于图像和基于部分的理论都只解释了一些而不是全部的物体识别的特性。





▲ 深度知觉依赖于：单眼线索，例如熟悉大小和线性透视；双眼线索，例如视网膜视差；以及基于运动的线索，以头部随时间的移动为基础。





▲ 我们根据运动敏感神经元的输出强度的差异来体验运动的感觉。这些加工会产生诸如似动等错觉。





▲ 当我们未能注意到我们环境中可见的甚至是显著的特征时，变化盲和非注意盲就会发生，这表明我们的有意识的视觉体验依赖于集中注意。






听觉：甚于及耳



视觉基于视网膜上光波的空间模式。相反，听觉则均与
声波

 有关：空气压力随时间的变化。很多东西可以产生声波：一棵树倒在森林的地面上，鼓掌时双手的撞击，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中声带的震动，激流金属音乐会中低音吉他弦的共鸣。要了解听觉体验，需要了解我们是怎样把空气压力的变化转变为知觉到的声音。


感觉声音


击打一个音叉会产生一个纯音，这是一种简单的声音，首先增加空气压力然后形成相对的真空。当声波从声源朝所有方向向外传播时，上述周期会每秒重复成百上千次。与光波具有三个（物理）维度并对应于三个视知觉维度类似，声波也有三个物理维度。频率、振幅和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听到的音高、响度和音色（见表4.4）。

➢ 声波的
频率

 ，或其波长，依赖于气压的峰值多久一次传到耳朵或麦克风，以每秒的周期数，或赫兹（Hz）来衡量。对于声波的物理频率的变化，人们知觉到的是音高a的变化，即
声音有多高或多低

 。

➢ 声波的
振幅

 指幅度，与人类听觉阈限（被定为零分贝，即0dBs）有关。振幅对应于响度
 ，或
声音的强度

 。为了说明振幅和强度的概念，叶子在柔和的微风中发出的沙沙声大约是20dB，正常的交谈大约是40dB，大喊大叫则是70dB，超级杀手合唱团音乐会是130dB，而1英里外起飞的航天飞机的声音则为160dB或更高。这个响度足以导致听觉系统永久性受损，也比痛觉阈限高多了；实际上，任何85dB以上的声音足以导致听觉受损，取决于暴露的时间和类型。

➢ 声波的
复杂性

 ，或其混合频率的差异，对应于音色
 ，指
听者对音质或共鸣的体验

 。音色提供了关于声音本质的信息。以同样的响度演奏同样的音调可以产生不同的知觉体验，这取决于是用笛子还是小号来演奏，这个现象完全取决于音色。很多自然的声音也体现了波长的复杂性，例如蜜蜂的嗡嗡声，演讲的音调，小溪的潺潺声。不像音叉的嗡嗡声那么单纯，蝉鸣含有很多不同的声音频率。


为什么同一个音符用笛子和小号奏出来的声音有如此大的差异？




表4.4 声波的属性






大多数声音，例如人声、音乐、风吹动树的声音、刹车的尖叫以及猫咪的咕噜声，由很多不同的频率而不是由一种频率组成。尽管你知觉这种混合物（例如猫咪的咕噜声，而不是咕噜声中的206 Hz 成分）时耳朵首先对声音做的事情就是将其分解——分析它——成为分离的频率成分。大脑然后从这些分离的频率成分中“建构”音高、响度和音色等心理属性，就像视知觉是从视网膜的活动的空间模式“建构”而来。我们关于听觉的讨论焦点，是听觉系统如何编码和表征声音频率（Kubovy，1981）。


人类的耳朵


听觉系统如何将声波转换成神经信号？这一过程与视觉系统差别很大，不过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光是一种电磁辐射，而声音是气压随时间的物理变化：不同形式的能量需要不同的转导过程。人类的耳朵分成三个不同的部分，如图4.23所示。
外耳

 收集声波并将其汇集到
中耳

 ，中耳把振动传至
内耳

 ，内耳镶嵌在头盖骨上，在此声波被转导为神经冲动。

外耳包括伸到头部外面的可见部分（称为
耳廓

 ）、耳道和鼓膜。鼓膜是一块密闭的平整的皮肤，随着被外耳收拢并汇集入耳道的声波而振动。中耳，是鼓膜后一个充满空气的小室，含有人体内最小的称为听
小骨

 的三块骨头。根据形状它们的名称分别是锤骨、砧骨和镫骨。三块听小骨组合成为一个杠杆，可将来自鼓膜的振动机械传递和放大并传入内耳。






图4.23人类耳朵的解剖图。





耳廓汇集声波进入耳道使鼓膜振动，振动的速率对应于声音的组成频率。在中耳，听小骨接收鼓膜的振动，将其放大，并通过振动充满液体的耳蜗表面上的膜传入内耳。内耳中的液体将波动能量传至听觉感受器，听觉感受器将其转导为电化学活动，激活组成听神经的神经元，传入大脑。




毛细胞如何使我们能听到？


内耳含有螺旋状的耳蜗
 （lochlea，即拉丁文的蜗牛），
一个充满液体的管道，是听觉转导的器官

 。沿着耳蜗延伸的方向把耳蜗从中间分开的是基底膜
 ，
当从听小骨的振动传至耳蜗中的液体时，基底膜会在内耳中产生振动

 （见图4.24）。它的波浪式的动作刺激成千上万的毛细胞
 。毛细胞是
嵌在基底膜上的特异化的听觉感受神经元

 。然后毛细胞释放神经递质分子，引起神经信号，并通过听神经传入大脑。你可能没想到让你全身酥软的耳语“我爱你”始于很多盘旋的小毛发，但这确实就是听觉的机制！






图4.24 听觉转导。





在耳蜗内部（这里显示的是耳蜗展开后的视图），基底膜随耳蜗内液体的波动而振动，其顶部振动对应于低频，而底部振动对应于高频，而嵌在那些位置的毛细胞感受器随之弯曲。毛细胞的运动在听神经元中产生冲动，其轴突从耳蜗处形成听神经。




知觉音高


听神经的动作电位从内耳传入丘脑并最终到达称为A1区的大脑皮层，该区是
颞叶中含有初级听皮层的部分

 （见图4.25）。我们大多数人左半球的听觉区域负责分析与语言相关的声音，而右半球的听觉区域专门分析有韵律的声音和音乐。也有证据表明，听觉皮层也由两条分离的通路组成，大致类似于视觉系统的背侧和腹侧通路。空间（“where”）听觉特征让你可以在空间中定位声源，是由听觉皮层的后（尾）部来处理，然而非空间（“what”）听觉特征让你识别声音，是由听觉皮层的下（腹）部来处理（Recanzone和Sutter，2008）。

A1区的神经元对简单音调具有良好的反应，而后继的大脑听觉区域则负责加工越来越复杂的声音（见图4.25，插图；Rauschecker和Scott，2009;Schreiner，Read和Sutter，2000;Schreiner和Winer，2007）。人类的耳朵对大约1000至3500Hz 的频率最敏感。但是，神经信号是如何编码声音的频率的呢？我们的耳朵进化出两种机制来编码声波的频率，一种用于高频，另一种用于低频。






图4.25 初级听皮层。





A1区位于每个半球外侧裂的下方折叠在颞叶里。大多数人左半球的听觉区支配话语功能。A1皮层具有这样的拓扑组织（插图）：低频映射到大脑前部而高频映射到后部，对应于耳蜗内基底膜的组织（见图4.24）。




声波的频率与我们所听到的东西是如何关联的？


➢ 位置编码a，主要用于高频，指
不同的频率刺激基底膜的特定位置产生神经信号

 。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盖欧尔格·冯·贝凯希（Georg von Békésy，1899—1972）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他使用显微镜观察被捐来用于医学研究的尸体的内耳的基底膜（Békésy，1960）。贝凯希发现基底膜的动作像是移动的波浪（见图4.24）。声音刺激的频率决定了波浪的形状。如果是低频，那么基底膜宽的松软的那端（
顶端

 ）振动得最厉害；如果是高频，基底膜窄的、硬的那端（
底端

 ）振动得最厉害。基底膜的振动使得毛细胞弯曲，产生听神经中的神经信号。振动最厉害的基底膜区域的毛细胞的轴突放电最强烈，大脑根据哪些轴突最活跃来帮助判断你“听到”的音高。

➢ 另一种补充的加工过程用于处理低频。时间编码
 ，
通过进入听神经的动作电位的放电率来记录相对的低频（最高约5000Hz）

 。来自毛细胞的动作电位与传入的声波的波峰在时间上同步（Johnson，1980）。如果你能想像一只低音鼓的“嘭
嘭嘭

 ”的节律，那么你也能想像与此节拍相对应的动作电位的“
放电放电放电

 ”。这一过程提供给大脑非常精确的有关音高的信息，是对位置编码提供信息的补充。


定位声源


正如我们双眼的位置不同赋予我们立体视觉，我们位于头部两侧的耳朵赋予我们立体听觉。到达较近的耳朵的声音比到达较远的耳朵的声音要大一些，这主要是因为听者的头阻挡了部分的声音能量。当声源的位置从一侧（最大的区别）移至正中间（没区别）时，这种响度的区别递减。

声音位置的另一线索来自时间：声波到达较近的耳朵会比到达较远的耳朵要快一些。这个时间差异可以短暂到只有几毫秒，但与强度差异一起，足以让我们知觉声音的位置。如果声源比较模糊，你发现你会把头转来转去寻找声源。这样做你就改变了到达你耳朵的声波的相对强度和时间，从而收集到更好的关于声源的可能信息。转动头部也让你能用眼睛来寻找声源——你的视觉系统可比你的听觉系统更擅长精确定位事物。


听力损伤



放大声音对哪一类听力损伤有帮助？


大致来说，听力损伤可以有两类成因。传导性听觉损伤的产生是因为鼓膜或听小骨损伤以至于不能有效地将声波传导至耳蜗。而耳蜗本身则是正常的，因此这是耳朵的活动部件，即锤骨、砧骨、镫骨或鼓膜的“机械问题”。大多数情况下，药物治疗或手术能校正这一问题。用助听器放大声音也能改善声音在耳朵附近的骨头的传导从而直接传入耳蜗。



感觉神经听力损伤

 是耳蜗、毛细胞或听神经的损伤导致的，随着年纪的增加，这种损伤几乎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对于经常性暴露于高噪声（如摇滚音乐家或飞机机械师）的人群，感觉神经听觉损伤会加剧。只是放大声音没什么帮助，因为毛细胞已不能转导声波。在这些情况下，
人工耳蜗

 也许能提供一些帮助。

人工耳蜗是取代毛细胞功能的一种电子装置（Walrzman，2006）。装置的外部包括置于耳后的麦克风和一个大约USB密钥大小的声音处理器，以及一个置于耳后头皮的小而扁平的外部传输器。植入的部分包括头骨中的一个接收器，以及一条插入耳蜗以刺激听神经的含有电极的金属丝。声音处理器实际上就是一台小的计算机，它将麦克风收集的声音转换成电信号。然后电信号被传至植入的接收器，接收器激活耳蜗里的电极。人工耳蜗现在已被常规使用，它能改善听觉至能理解对话的程度。

当人们变老时，常常经历显著的听觉损伤，而婴儿则极少发生。但是，没有学会说话的婴儿则容易受听觉损伤的影响，可能因为听觉损伤而错过语言学习的关键期（见“学习”这一章）。如果这个时期没有听觉反馈，那么正常对话几乎无法达成，而早期使用人工耳蜗，能帮助聋儿改善对话和语言技能（Hay-McCutcheon等，2008）。人们正努力为年幼如12个月或更小的小孩植入人工耳蜗，以使其语言正常发展的机会最大化（DesJardin，Eisenberg和Hodapp，2006；Holman等，2013）。（有关音乐与脑发育的重要性，请见“现实世界”栏目）。


现实世界 音乐训练：值得花时间




你小时候学过弹奏乐器吗？或许对你来说，音乐本身就是奖励（或者不是）。对主要为了让爸爸妈妈高兴的练习者而言，下面是好消息。音乐训练有许多好处。我们从大脑开始。音乐家比非音乐家的运动皮层的可塑性更高（Rosenkranz等，2007）；他们在大脑中的运动区域和听觉区域比非音乐家有更多的灰质（Gaser和Schlaug，2003;Hannon和Trainor，2007）；他们对音乐刺激的大脑反应与非音乐家不同（Pantev等，1998）。而且音乐训练的影响还扩展到非音乐领域的听觉加工（Kraus和Rosenkranz，2010）。例如，听到话语时，音乐家比非音乐家有更强的大脑反应（Perbery-Clark等，2012）。在噪音背景下音乐家也表现出对呈现的话语有更好的检测能力（Perbery-Clark，Skor和Kraus，2009）。在小孩，年轻成人甚至通常在噪声环境下知觉话语会遇到严重困难的老人身上也有此效应（Perbery-Clark等，2011）。





谨记不要将相关和因果关系混淆，你可能会问：音乐家和非音乐家的区别反映的是音乐训练的效应吗？或者首先反映的可能是遗传的个体差异使得某些人成为了音乐家？





或许那些被先天赐予对音乐或其他听觉刺激有更强大脑反应的人，由于其自然天赋，注定会成为音乐家。但近来的一些实验支持了音乐训练的因果作用。一个研究发现，与那些未受训练的小学生相比，经过15个月的音乐训练（学弹钢琴）的小学生的听觉和运动皮层表现出结构化差异（Hyde等，2009）。更重要的是，音乐训练组表现出的大脑变化与运动和听觉技能的改善有关。另一项研究比较了两组8岁小孩，一组受6个月的音乐训练而另一组受6个月的绘画训练。音乐训练改变了大脑对音乐和话语刺激的电反应，而这些变化与音乐和话语知觉任务提高的绩效相关（Moreno等，2009）。最新的一些音乐训练研究也表明了对话语知觉的益处（Fran？ois等，2013），提示童年期的音乐训练引起的神经变化会持续到成年期（Skoe和Kraus，2012）。





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音乐训练对听觉加工有如此广泛影响的全部原因，但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学习弹奏乐器需要注意声音的精准细节（Kraus和Chandrasekaran，2010）。毫无疑问，未来的研究将指出其他的因素，但迄今为止的研究让我们确信你练习乐器花的时间是值得的。



小结



▲ 知觉声音取决于声波的三个物理维度：声波的频率决定了音高；振幅决定了响度；频率的复杂性或混合的差异，决定音质或音色。





▲ 听觉的音高知觉始于耳朵，耳朵包括外耳、中耳和内耳。外耳汇集声波传入中耳，而中耳将振动传至内耳，内耳含有耳蜗。源自内耳的动作电位沿听觉通路通过丘脑到达颞叶的初级听皮层（A1区）。





▲ 听知觉依赖于位置编码和时间编码。我们定位声源的能力主要依赖于头部两侧双耳的位置。





▲ 一些听力损伤可以通过助听器放大声音来克服。当毛细胞受损时，人工耳蜗是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躯体感觉：甚于肤浅



视觉和听觉提供了远处的环境信息。通过对环境中光线和声音能量反应，这些“距离”感让我们识别和定位我们周围的物体和人。相比之下，躯体感觉，也称为本体感觉，则是近距离且个体化的。触觉
 指
用手通过触摸和抓握物体对环境的主动探索。

 我们使用我们肌肉、肌腱和关节里的感受器以及我们皮肤里的各种感受器来感觉我们周边的世界（见图4.26）。


触觉


触觉始于将皮肤感觉转变为神经信号。皮肤表皮下的四种感受器让我们可以感觉压力、纹理、图案或皮肤的振动（见图4.26）。我们触摸物体或试图抓握物体时，这些特异化细胞的感受野一起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触觉体验。此外，
温度感受器

 ，感觉冷和热的神经纤维，在你的皮肤温度变化时反应。当然所有这些感觉在知觉中是无缝融合的，而细致的生理学研究已经成功地分离了触觉系统的不同部分（Hollins，2010；Johnson，2002）。

对身体表面的神经表征有三个重要的原则。首先，身体左侧由右脑表征，反之亦然。其次，就像大脑的视觉区大部分负责视敏度最高的中央凹视觉，大脑的触觉区大部分也是负责空间分辨率较高的皮肤表面的触觉。指尖和嘴唇擅长分辨细微的空间细节，而背部的下面完成这项任务就会比较差。回想一下你在“神经科学与行为”一章中读到的有关小人的内容；你会想起身体不同位置将感觉信号投射到顶叶躯体感觉皮层的不同位置。第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触觉也有类似于我们在视觉和听觉中的划分的“what”和“where”通路。触觉的“what”系统提供有关物体表面属性的信息；触觉的“where”系统提供有关正在触摸的外部空间位置信息或是正在被刺激的躯体位置信息（Lederman和Klarzky，2009）。fMRI证据表明，“what”和“where”触觉通路分别涉及顶叶的下部和上部区域（Reed，Klatzky和Halgren，2005）。


为什么辨别空间细节是指尖和嘴唇的重要功能？







图4.26 触觉感受器。





特异化的感觉神经元形成了不同的触觉感受器，用于检测压力、温度以及对皮肤的振动。触觉感受器对在其感受野内的刺激反应，其轴突通过脊柱或颅神经进入大脑。痛觉感受器栖身于所有能感受痛觉的身体组织内，分布在骨头周围，肌肉和内部器官里面，以及皮肤表皮下面。两种痛觉感受器（快速传导即时的尖锐的痛觉的神经以及传导持久的缓慢的隐隐的痛觉的神经）都是自由神经末梢。



触觉信息对我们的决策和判断可以有很强的影响。例如，最近的研究表明，相比于只是看见但并不触摸该物体，只是触摸我们还没有拥有的物体就会提高我们的拥有感，并导致我们高估物体的价值（Peck和Shu，2009）；触摸物体越久，我们评估其价值越高（Wolf，Arkes和Muhamma，2008）。下次你在商店里考虑购买一件昂贵物品时，你可能会记住这个“只是触摸”效应。也许售货员知道这个效应：2003年假日购物节期间，伊利诺州的首席检察官办公室警告购物者小心那些鼓励他们触摸商品的商家。


痛觉


生命中没有痛觉是不是很吸引人？尽管痛觉可以说是最不愉快的感觉，但触觉的这一方面却是对生存最为重要的：痛觉说明对身体的伤害或潜在的伤害。没有感觉痛觉的能力，我们可能就会忽略感染、骨折或严重的烧伤。先天性的痛觉缺失，一种罕见的特异性损伤痛觉知觉的遗传疾病，更多的是一种诅咒而不是恩赐：遭受这种疾病的小孩经常伤到自己（例如咬伤自己的舌头，或抓痒时划伤自己的皮肤）且在儿童期的死亡风险增高（Nágasako，Oaklander和Dworkin，2003）。

对组织的伤害会被痛觉感受器转导，痛觉感受器的自由神经末梢如图4.26所示。研究者们已经区分了A-δ
纤维

 与C
纤维

 。A-δ纤维反应迅速，一个人突然遭受伤害时感受到的最初的尖锐痛觉就是它传导的。如果你赤脚在外面跑，而你的脚趾碰到了一块石头，你会首先感受A-δ纤维传来的一阵突然的针刺一样的痛觉，并很快消失，接下来的是一种持续的隐隐的由C纤维传导的痛觉。而先天性痛觉缺失时A-δ纤维与C纤维都会受损，这是为什么该病症可能会危及生命的原因之一。你可能记得“神经科学与行为”这一章里提到，痛觉缩回反应是由脊柱来调节的。当你碰到热炉子，你几乎瞬间撤回你的手而不需要大脑的参与。但痛觉的神经信号——例如当你摔倒后因支撑自己而肘部扭伤——会传输至大脑的两个分离的区域并引发两种不同的心理体验（Treede等，1999）。一条痛觉通路将信号传至躯体感觉皮层，识别在哪里疼以及是哪种类型的痛觉（尖锐的，烧伤的，隐隐的）。另一条痛觉通路将信号传至大脑的动机和情绪中心，例如下丘脑和杏仁核，以及前额叶。这方面的痛觉让人不愉快并促使我们逃离或减轻痛觉。

通常感觉上痛觉似乎是来自导致疼痛产生的受伤组织所在的位置。如果你烧伤了自己的手指，你会觉得痛觉来自那里。除了皮肤，我们的痛觉感受器还分布在别的地方：骨头周围、肌肉内部，以及内脏里等等。当痛觉在内部例如在躯体内的某个器官发生时，我们实际上感觉到的痛觉却是在躯体表面。当
来自内部和外部区域的感觉信号汇集在脊柱的相同神经细胞时

 ，这种转介痛觉
 就会发生。常见的一个例子是心脏病发作：受害者通常感觉到痛觉是发自左手臂而不是胸腔内。






艾伦·罗尔斯顿（Aron Ralston）在犹他州一处偏远的大峡谷远足时遭遇不幸。一块1000磅的大石头把他压在一个3英尺宽的地方长达5天，最后他没有办法，只好用一把小刀将自己的小臂截肢。然后他扎上止血带，用绳索下降到大峡谷地面，跋涉到安全的地方。这个故事以及类似的故事说明，伤害的程度与感受到的痛觉强度并不完全相关。自我截肢毫无疑问是极其痛苦的，但幸运的是在这个故事里它没有让人变得虚弱。



痛觉的强度通常不能单单从导致痛觉的损伤程度来预测（Keefe，Abernathy和Campbell，2005）。例如，草皮脚趾伤听起来是最轻的伤；这种痛觉来自大脚趾，是重复弯曲或用力导致的，体育赛事里的跑步者或橄榄球员可能会碰到。这种对躯体的一小块区域的伤害听起来很轻微，却可以让运动员伤停一个月，并且相当的疼。另一方面，你可能听说过一两个关于某人连续几个小时在刺骨的冷水里跋涉，或者是在一次拖拉机事故后拖着伤腿在乡村公路上走了一英里以寻求帮助，或者是不顾剧烈的疼痛和大面积的组织损伤而完成某些其他难以置信的壮举。痛觉类型和痛觉强度之间的相关并不完美，这个事实激发了研究者们的兴趣。

近来的一些证据表明主观痛觉强度在不同种族之间是有差异的（Campbell和Edwards，2012）。例如，一个研究考察了对实验室诱发的不同痛觉的反应，包括热痛和冷痛，发现相比于白人青年，非洲裔美国年轻人对几种痛觉的容忍度较低，他们把相同的痛觉刺激评价为更强烈和更令人不愉快（Campbell，Edwards和Fillingim，2005）。


为什么有时候摩擦受伤部位有助于缓解痛觉？


关于痛觉知觉，有一个理论称为痛觉的阀门控制理论
 ，认为
来自体内的痛觉感受器的信号可以被脊柱的中间神经元通过两个方向的反馈来阻止或控制

 （Melzack和Wall，1965）。例如，通过摩擦受影响的地方，痛觉可以被皮肤感受器控制。摩擦你受伤的脚趾会激活神经元“关闭阀门”来阻止痛觉信号传入大脑。痛觉也可以通过调节传递痛觉的神经元的活动来控制。这种神经反馈是由丘脑深处的活动引发的，而不是由痛觉自身。

神经反馈来自中脑中称为
导水管周围灰质

 （periaqueductal gray，PAG）的区域。在极端条件下，例如高度焦虑，自然产生的内啡肽会激活PAG传递抑制信号给脊柱内的神经元，然后抑制住传往大脑的痛觉信号，这样就调制了痛觉的体验。PAG也可以通过如吗啡等鸦片类药物的作用来激活。

另一种不同的反馈信号可以
增加

 痛觉感受。这个系统可以由感染或习得危险信号等事件所激活。当我们病得厉害时，我们本应体验到中等疼痛但却感觉到非常痛。这种痛觉促进信号大概是进化来促使人们在生病时休息，避免剧烈活动，让能量致力于康复。

尽管有关痛觉的阀门控制理论的一些细节遭到挑战，但理论的一个关键概念——痛觉是双向的——有着广泛的启示。感觉将如痛觉等信息传入大脑，这个过程被知觉心理学家称为
自下而上

 的控制。大脑随后将感觉数据加工为知觉信息，以支持运动，物体识别以及最终更复杂的认知任务，如记忆和计划。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大脑也对我们感觉到的东西施加大量控制。视错觉，格式塔原则使我们填补、塑形、修圆一些实际不存在的图案等提供了一些例子。这种自上而下的控制也解释了大脑是如何影响触觉和痛觉的体验。


身体姿势、运动与平衡


听起来有些奇怪，但感觉和知觉的一个方面是在任何既定时刻了解你身体的部位在哪里。你的身体需要某些方式来感觉其在物理空间的姿势而非总是通过移动眼睛来视觉核实四肢的位置。与姿势、运动和平衡有关的感觉依赖于我们体内产生的刺激。肌肉、肌腱和关节内的感受器提示了躯体在空间中的姿势，而有关平衡和头部运动的信息则源于内耳。

感受器提供了我们知觉我们四肢、头部和躯体的姿势和运动所需要的信息。这些感受器也提供了我们是否正确完成了想做的动作以及手持的物体对运动有多大影响等反馈信息。例如，当你挥动棒球棒，球棒的重量影响你的肌肉移动你的手臂，当球棒击中球时感觉会发生变化。通过学习，肌肉、关节以及肌腱关于你的手臂实际运动的反馈可以用于改善你的表现。

保持平衡主要依赖于前庭系统
 ，该系统
位于内耳紧挨着耳蜗，由三个充满液体的半圆形管道及其附属器官组成

 （见图4.23）。半圆形的管道排列在三个相互垂直的方向上，并与毛细胞相连，当头部移动或加速时，毛细胞将检测液体的移动。毛细胞的弯曲会在前庭神经产生活动，然后被传至大脑。这样检测到的运动帮助我们保持平衡，或者保持我们身体相对于重力的状态（Lackner和DiZio，2005）。


为什么闭着眼睛单脚站立这么困难？


视觉也能帮助我们保持平衡。如果你发现你相对于竖直方向比如房间的轮廓倾斜，你会移动你的腿和脚以防止摔倒。心理学家通过实验考察了平衡的这个视觉特性。他们让参与者处于可以前倾或后倾的房间里（Bertenthal，Rose和Bai，1997；Lee和Aronson，1974）。如果房间倾斜的程度足够大——尤其是测试小孩时——人们会倾斜身体以试图抵消他们的视觉系统告知他们的内容。当视觉线索提供的信息与前庭器官反馈的信息不一致时，可能会导致运动性恶心。下次你试图在行驶中的汽车后座上读书时请记住这一差异！

小结



▲ 身体表面的感受器将神经信号传至躯体感觉皮层，顶叶的一部分，而大脑将信号转变为触觉。





▲ 痛觉的体验取决于沿两条不同通路传递的信号。一条通路将信号传至躯体感觉皮层以提示痛觉的位置和类型，而另一条通路将信号传至大脑的情绪中心导致不愉快的感觉让我们希望逃离。痛觉体验在不同个体间是有差异的，这可以通过痛觉的阀门控制理论的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控制来解释。






化学感觉：提味



躯体感觉都是关于身体内部或表面的物理改变：视觉和听觉感觉环境的能量状态——光波和声波——触觉则由身体内部或表面的物理变化所激活。我们讨论的最后一类感觉具有相同的化学基础，能将远距离和近距离的信息整合起来。
嗅觉

 和
味觉

 的化学感觉对你呼吸时飘入鼻腔内的或溶解在唾液内的物质的分子结构进行反应。嗅觉和味觉结合起来产生我们称之为味道的知觉体验。


嗅觉


嗅觉是我们了解最少的感觉，也是唯一直接与前脑有联系的感觉，并有通路连接到前额叶、杏仁核和其他前脑结构（回想一下“神经科学与行为”一章中提到其他感觉首先与丘脑相连）。这种映射提示嗅觉与涉及情绪和社会行为的脑区有密切的关系。动物的嗅觉似乎进化为一种提示熟悉性的感觉：友好的生物，可吃的食物还是可接纳的性伴侣。

无数物质会释放气味到空气中，而随着我们呼吸的空气，一些
有气味

 的分子进入我们的鼻子。如图4.27所示，位于鼻腔上部的是一层称为
嗅膜

 的粘膜，其中含有大约1千万嗅觉感受器神经元
 （olfactory receptor neurons，ORNs），即
引起嗅觉的感受器细胞

 。有气味的分子会与这些特异化的感受器上的位置结合，如果发生足够多的结合，ORNs会发送动作电位进入嗅觉神经（Dalton，2003）。


人类能闻出多少种气味？


每个嗅觉神经元具有只与某些但不与其他气味分子结合的感受器，似乎感受器是一把锁，而气味是一把钥匙（见图4.27）。一簇ORNs将其轴突从嗅膜延伸至嗅球
 ，这是
一个位于鼻腔上方前额叶下方的脑结构

 。人类拥有大约350种不同的ORN，通过每种气味诱发的独特的神经活动模式，我们可以区分大约10000种不同的气味。这种设置类似于我们依赖视网膜的三种感受器细胞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颜色，而依赖于触觉的四种感受器细胞就可以接受不同的皮肤感觉。

有些狗拥有多达人类100倍的ORNs，因此相应地具备可以检测和辨别上百万种气味的敏锐能力。尽管如此，人类对某些极低浓度的物质的气味也非常敏感。例如，对于添加到天然气中的一种帮助检测天然气泄漏的化合物，0.0003 ppm浓度就可以被闻出来。相反，有些物质如丙酮（指甲油去除剂），大部分人认为是刺激性的，其浓度要高达15 ppm或更高时才能被检测到。






图4.27 嗅觉解剖图。





气味分子溶解在鼻腔的顶部的鼻粘膜里，而鼻粘膜形成嗅上皮。气味分子然后与嵌在嗅上皮的嗅觉感受器神经元（ORNs）结合。ORNs对各种气味反应，并且一旦激活就将发送动作电位至嗅球中的相关嗅小球。嗅小球通过突触连接神经元，这些神经元的轴突形成嗅神经，而嗅神经直接投射到前脑。（见插图）



嗅球的输出传至大脑的不同中心，包括负责控制基本需求、情绪和记忆的部位。气味知觉包括识别气味的身份信息，这涉及将嗅觉输入与存储在记忆中的信息联系起来（Stevenson和Boakes，2003），以及我们对气味是否产生愉悦的情绪反应（Khan等，2007）。这两种加工哪个更早发生？当你走进一所房子，闻到新鲜出炉的巧克力曲奇的美妙香味，你是在识别出香味之前还是之后产生的正性情绪反应呢？根据
物体中心取向

 ，有关气味物体的身份信息被迅速从记忆中提取，并触发情绪反应（Stevenson和Wilson，2007）。而根据效价
中心取向

 ，首先产生情绪反应并以此为基础判断气味的身份（Yeshrun和Sobel，2010）。而最近试图区分这两种观点的研究支持气味知觉首先受记忆引导然后受情绪影响（Olofsson等，2012）。嗅觉和情绪之间的关系解释了为什么气味能对我们有即时的强烈的正性或负性影响。如果吸入一点烘烤的苹果派的味道，让你想起童年的美好记忆；或是不经意闻到呕吐物让你回忆起你曾参加过的一个糟糕派对，你就能理解这一点。幸亏感觉适应也作用于嗅觉，如同它作用于其他感觉一样。不管这种联系是好是坏，几分钟后气味就消退了。嗅觉适应是有道理的：它让我们可以检测可能需要我们采取行动的新气味，只是有了初始的评价之后，最好还是降低我们的敏感性让我们可以检测其他气味。

我们的嗅觉体验不仅依赖于自下而上的影响，例如气味分子与ORNs 的结合，也依赖于自上而下的影响，例如我们先前关于某气味的经验（Gottfried，2008）。与这一观点一致，对于相同的气味，相比于具有不吸引人的文字标签例如体味，具有吸引人的文字标签例如
切达芝士

 ，会使人们将该气味评价为更令人愉悦（de Araujo等，2005；Hert和von Clef，2001）。fMRI证据表明，对于相同的气味，相比于将其当作体味，当人们把它当作切达芝士时，诸如眶额皮层等涉及体验愉悦性的脑区会有更强烈的激活（de Araujo等，2005；有关味道知觉的相关研究发现，请看“科学热点”栏目，自上而下的味觉）。


科学热点 自上而下的味觉




在2008年，一本《葡萄酒试验》（The Wine Trials，Goldstein和Herschkowitsch，2008）的书的出版令不少葡萄酒鉴赏师大动肝火。这本书基于作者和几个同事分析的在17次葡萄酒盲品中对价格不一的葡萄酒采集的6175例观察结果，这些品酒会由主要作者和美食评论家罗宾·戈尔茨坦（Robin Goldstein）组织（Goldstein，Almenberg，Dreber，Emerson，Herschkowitsch和Katz，2008）。总之结果表明，品尝者稍稍更喜欢便宜的葡萄酒而不是昂贵的葡萄酒。





这些研究发现当然不会鼓励普通葡萄酒消费者下次购买葡萄酒时花费更多的钱，但是知道葡萄酒的价格是否会影响其享用这个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就像嗅觉，我们的味觉体验部分受自下而上的影响，例如被食物分子引发的五种味觉感受器的活动模式，但它也受自上而下因素的影响，例如知道我们正在食用或饮用的东西的品牌。





为了研究自上而下因素（价格知识）对享用葡萄酒的影响以及相关的脑活动，研究者们使用fMRI扫描了20个参与者，在他们饮用不同的葡萄酒或控制饮品时扫描（Plassman等，2008）。参与者被告知他们将品尝五种不同的解百纳赤霞珠红葡萄酒，不同的葡萄酒通过价格来识别，他们需要评价他们有多喜欢每种葡萄酒。但是参与者并不知道，实际上只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葡萄酒，两种关键的葡萄酒重复现了两次。一种关键的葡萄酒某次出现时标的是实际价格（5美元）而另一次标为高价（45美元）；另一种关键葡萄酒某次出现时标的也是其实际价格（90美元），而另一次出现时标的是低价（10美元）。这种设计使研究者可以比较当参与者认为实际上相同的葡萄酒是昂贵和便宜时的评价和脑活动。





结果表明，在扫描期间参与者均报告更喜欢标高价时的这两种葡萄酒而不是标低价时。对于fMRI的分析结果，研究者主要关注眶额皮层中部（mOFC）的活动，mOFC是前额叶深处一个已知的涉及愉悦体验编码的脑区（Kuhn和Gallinat，2012）。mOFC的活动水平与以前fMRI研究中味觉愉悦性的主观评价密切相关（Kringelbach等，2003）。如下面的附图所示，对于两种葡萄酒，mOFC 在高价条件下均比低价条件下有更强的活动。这些结果清楚地表明，味觉体验和相关的神经活动可以受自上而下因素例如价格知识的影响。相关工作还揭示了其他的自上而下因素，比如期望，也可以影响味觉体验和脑反应（Nitschke等，2006）。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一个fMRI研究，研究者操纵参与者是否期待将要品尝的饮品是甜的或是无味的（Veldhuizen等，2011）。大多数试次里，参与者的期望得到满足：提示他们预期甜的或无味的饮品，然后拿到的饮品正是提示的类型。但在某些试次里，则违反了他们的预期：提示他们预期甜的或无味的饮品，但随后拿到的是相反的类型。当违反预期时，不管拿到的是甜的还是无味的饮品，大脑的一些脑区的活动会增强，部分反映了一种“惊讶”的反应。然而，当出乎意料的刺激为甜味时，大脑的味觉系统中被称为前脑岛的部分表现出最强的活动，这表明自上而下因素可以影响大脑中已知的涉及味觉体验的脑区的活动。





这些研究的结果应该给那些愿意花钱买昂贵品牌的消费者一些安慰。尽管在盲品条件下他们无法区分昂贵品牌和便宜品牌，但只是知道饮用的是昂贵的葡萄酒就可以产生愉悦的体验。






嗅觉在社会行为中也起作用。人类和其他动物能从信息素
 中检测气味，信息素是
相同物种的其他个体释放的能影响动物行为或生理的生化气味

 。父母能根据气味将自己的孩子与别人的孩子区分开来。婴儿能区分它母亲的乳房的味道和其他母亲的味道。信息素在昆虫和包括老鼠、狗和灵长类等在内的一些哺乳类动物的繁殖行为中也起作用（Brennan和Zufall，2006）。那么人类的繁殖行为是否也同样如此？

有关个体对异性的味道的偏好研究得到了复杂的结果，相比于其他令人愉悦的气味，人们对异性的气味并没有表现出一致的偏好。然而，最近的一项研究提供了对可能包含人类信息素的气味的反应与性取向之间的关系。研究者们使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研究大脑对两种气味的反应，一种气味与男性汗液中分泌的睾丸酮有关，另一种气味与可以在女性尿液中找到的雌激素有关。基于睾丸酮的气味激活了异性恋女性的下丘脑（大脑中控制性行为的部位；见“神经科学与行为”一章），但是同性恋男性则不然，而基于雌激素的气味则激活异性恋的男性的下丘脑，但是妇女则没什么反应。令人惊奇的是，同性恋男性对两种气味的反应与女性完全一样：基于睾丸酮而不是基于雌激素的气味激活了其下丘脑（Savic，Berglund和Lindstrom，2005；见图4.28）。三组人对其他与性唤起无关的普通气味的加工非常类似。一个后续研究发现同性恋女性对基于睾丸酮和基于雌激素的气味的反应与异性恋男性的非常相似（Berglund，Lindstrom和Savic，2006）。总之，这两项研究表明一些人类信息素与性取向有关。






图4.28 嗅觉与社会行为。





在一个PET 研究中，给异性恋女性，同性恋男性，以及异性恋男性呈现了几种不同的气味并对他们进行了扫描 。在呈现一种基于睾丸酮的气味（图中用AND 指代）时，异性恋女性（左）和同性恋男性（中）的下丘脑有显著激活，而异性恋男性（右）则没有（Savic等，2005）。




味觉


化学味觉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识别那些对你有坏处的东西——有毒和致命的。很多毒药是苦的，这是我们避免吃那些让我们恶心的东西的好的根据，因此味觉规避具有明显的适应意义。味知觉的一些方面是遗传的，例如避免那些极端苦的味道，有些是习得的，例如避免那些曾经导致呕吐的特定食物。不管哪种情况，舌头和可能的食物的直接接触让我们预计某些东西是有害的还是可口的。


为什么味觉有进化的优势？


舌头上覆盖着成千上万的称为乳突的裸眼轻易可见的小突起。每个乳突里由成百上千的味蕾
 ，这是
味觉的转导器官

 （见图4.29）。口腔中大约包含5000至10000个味蕾，相当均匀地分布在舌头、口腔顶部以及喉咙的上部（Bartoshuk和Beauchamp，1994;Halpern，2002）。每个味蕾包含50到100个味觉感受器细胞。味觉随年龄而衰退（Methven等，2012）；平均来看20岁的时候人们已经损失了大约一半的味觉感受器。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年幼的孩子似乎总是“挑剔的食客”，因为他们有更多的味蕾使他们能感受更多的味道。

人类的眼睛包含有成百万的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人类的鼻子包含大约350种不同的嗅觉感受器，但味觉系统只有五种主要的味觉感受器：咸、酸、苦、甜和鲜。前四种大家很熟悉，但鲜可能不熟悉。实际上，知觉研究者们还在争论它是否存在。鲜感受器是被日本科学家发现的，他们将其归于诸如肉和奶酪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诱发的味道（Yamaguchi，1998）。如果你是一个肉食者，喜欢抹着黄油的牛排或是干酪汉堡包在你嘴里的味道，你就知道鲜味是什么。






图4.29 味蕾。





味蕾位于舌头的乳突上，口腔的后部，以及两侧和顶部的乳突内。（a） 每个味蕾包含一系列的感受器细胞，对称为促味剂的食物中的各种化学成分反应。（b） 促味剂分子溶解在唾液中并刺激形成味觉感受器细胞末梢的微绒毛。（c） 每个味蕾与一条颅神经的分支在其底部相连。



每个味蕾含有几种味觉感受器细胞，其末梢称为微绒毛，对食物中的味觉分子反应。咸味感受器会被氯化钠（食盐）强烈激活。酸感受器细胞对诸如醋，酸橙汁等酸反应。苦和甜味感受器比较复杂。同等数量的不同的苦味物质会激活苦味感受器上大约50到80个不同的结合点。同样，甜味感受器细胞也由糖以外的很多物质激活。尽管鲜味感受器细胞我们了解最少，但研究者们正在研究其关键特征（Chandrashekar等，2006）。鲜味感受器对谷氨酸，一种存在于含蛋白质的很多食物中的氨基酸，反应最为强烈。

本书“神经科学与行为”一章中提到过，谷氨酸是一种神经递质；实际上它是一种主要的兴奋性神经递质。在亚洲食物中广泛使用的食物添加剂味精（monosodim glutamate，MSG）尤其激活鲜感受器。但有些人在食用味精后会头痛或有过敏反应。当然，味觉的体验远比我们讨论的五种基本感受器丰富得多。任何溶解在唾液里的食物分子都会引发特定的由五种基本味觉感受器组合的活动模式。尽管我们经常认为味道主要源自味觉，实际上，味觉和嗅觉一起产生了这种复杂的知觉。正如所有葡萄酒鉴赏家所宣称的，必须有良好训练的嗅觉才能完全体验葡萄酒的味道，否则无法鉴赏。这是为什么葡萄酒酷爱者被教导要嘴巴含着酒的时候吸气：这使葡萄酒的气味分子得以由这一“后门”进入鼻腔。（葡萄酒的味道也受认知因素的影响，请参见“科学热点”栏目。）

你可以很容易演示嗅觉对味觉的贡献，你可以试着捂着鼻子品尝几种不同的食物，以防止嗅觉系统检测到气味。如果你感冒了，你可能已经知道结果会怎样。你最喜欢的微辣的墨西哥卷饼或你很感兴趣的意大利面可能吃起来平淡无味。

味觉体验在个体之间的差异也是很大的。大约50%的人报告咖啡因、糖精、某些绿色蔬菜以及其他物质有轻微的苦味，而25%的人报告一点苦味没有。前一类人称为美食家，而后一类人称为非美食家。而余下的25%的人则是超级美食家，他们报告这些物质，尤其是深绿色的蔬菜，非常非常苦，简直难以下咽（Bartoshuk，2000）。小孩一开始都是美食家或超级美食家，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们在食物偏好上早期有挑食的倾向。因为超级美食家倾向于避免包含他们体验为非常苦的味道的水果和蔬菜，他们患结肠癌等病症的健康风险可能会增加。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也倾向于避免肥腻的含乳脂的食物，他们也会比较瘦，也可能降低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Bartoshuk，2000）。有证据表明遗传因素也对味知觉的个体差异有影响（Kim等，2003），但所涉及的特定基因仍有待更多的了解（Hayes等，2008；Reed，2008）。

小结



▲ 我们的味觉嗅觉体验与气味分子与特异化的嗅觉感受器上特定位置的结合有关，然后汇集到嗅球内的小球体里。嗅球然后将信号传至大脑控制需要、情绪和记忆的区域，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嗅觉对我们有即时和强烈的影响。





▲ 嗅觉也涉及社会行为，如信息素所展示的那样，它与很多物种的繁殖行为和性反应相关。





▲ 味觉依赖于味蕾，味蕾分布在舌头、口腔顶部和喉咙上部，也依赖于对应于咸、酸、苦、甜和鲜等五种基本味觉的味觉感受器。





▲ 就像嗅觉体验，味觉体验在不同个体之间差异很大，部分依赖于认知因素。




其他声音 幻觉与视觉系统




我们依赖知觉系统提供有关周围环境的可靠信息。但我们也已看到知觉受各种错觉的影响。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的知觉系统还能产生幻觉：知觉到我们周围环境中不存在的光线、声音或其他感觉体验。纽约时报对知觉心理学家V.S.拉玛钱德朗（V.S.Ramachandran）有个访谈，苏姗·克鲁格林斯基（Susan Kruglinski）将访谈写成文章报道。正如拉玛钱德朗在访谈中所言，弱视或者甚至视网膜严重受损的盲人也会产生栩栩如生的视觉幻觉。



几年前的某一天，多丽丝·斯通文斯（Doris Stowens）看见莫里斯·森达克（MauriceSendak）的书《怪物到哪去了》中的怪物闯入了她的卧室。然后怪物变成了传统的泰国舞者，有着长长的黄铜指甲，他们的舞蹈狂野热烈，从地板跳到墙壁，又跳到天花板。

尽管目睹这一幕场面很震惊，85岁的斯通文斯小姐意识到她看到了幻觉，她确信这与她正遭受眼疾黄斑变性有关。

“我马上知道，我大脑和眼睛之间发生了一些什么，”她说。

斯通文斯小姐说，自从她遭受部分视力损伤之后，她每周会有好几次看到粉色的墙和老式的美国被子从眼睛的盲点里飘出来。

实际上，斯通文斯小姐的幻觉是查尔斯·邦尼特综合症（Charles Bonnet syndrome）的结果，一种发生在视觉有问题的人身上的奇怪但相对常见的疾病。由于绝大多数视觉有问题的人都是70岁以上，这种以其18世纪的发现者的名字命名的综合症主要发生在老人身上。由于老人更容易受认知衰退影响，其中包括幻觉或妄想，查尔斯·博内综合症很可能被误诊为精神疾病。

由于害怕被认为是精神病，很多患这种病的病人从未咨询过医生。“这不是一种罕见的疾病，”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神经学家V·S·拉玛钱德朗博士说，他写过关于该疾病的著作。“它相当常见。只是患这种病的人不愿意谈起它。”

研究者们估计视力比20/60差的人大约有百分之10至15患有这种疾病。任何导致盲点或弱视的眼疾都有可能是源头，包括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以及更常见的黄斑变性。幻觉有各种各样的，从简单的色块或图案到栩栩如生的人或风景的图像，到梦里的幻影。幻觉通常是短暂的，不具威胁性，患有这种疾病的人通常也知道他们看到的不是真的……

研究者们认为，在某些方面，定义该综合症的幻觉与幻肢或幻听现象类似。幻肢指的是病人生动地感觉到已被截掉的肢体，而幻听则是指耳聋时却听到了音乐或其他声音。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错误）知觉的产生是由于缺失了通常源源不断传入大脑的感觉信息。

对于视觉，初级视皮层负责接受信息，也负责形成记忆的或想象的形象。拉玛钱德朗博士和其他专家说，这种双重功能提示正常视觉实际上是进入的感觉信息和内部产生的感觉输入的融合，大脑用其习惯看到的或期待看到的来填充视野。例如，如果你希望坐你边上的人穿蓝色衬衣，那么你从侧面迅速一瞥，有可能会将红衬衣错看成蓝衬衣。更直接的注视让更多的外部信息进入以校正这一错误知觉。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一直都在产生幻觉，”拉玛钱德朗博士说，“我们所谓正常的视觉是我们选择的最符合现实的幻觉。”

视力受损的范围越大，可获得的外部信息越少，不足以校正和指导大脑填补感觉缺口。结果可能是泰国舞者或儿童读物里的怪物……

250多年以前，瑞士科学家博内首次描述了查尔斯·邦尼特综合症，邦尼特自己的盲人祖父也体验过类似斯通文斯小姐所报告的幻觉。但是，神经科学家和其他科学家直到最近才开始研究这种疾病。你能根据已学的视觉系统的知识来解释这种疾病吗？一个视力很差或根本看不见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强烈的视觉体验呢？什么脑加工可能负责这些类型的幻觉？对体验视觉幻觉的人的脑成像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线索，研究发现特定类型的幻觉会伴随着负责幻觉的特定内容的大脑反应（Allen，Lar？i，McGuire和Aleman，2008）。例如面孔幻觉会伴随着已知的涉及面孔加工的颞叶的某一部位的活动。我们超越视网膜之外对视觉系统的认识，能为我们深入了解为什么盲人能体验到视觉幻觉提供启示。

本章回顾


关键概念小测试


1.感觉涉及____，而知觉涉及____。

a.组织；协调

b.刺激；解释

c.识别；翻译

d.理解；信息

2.什么过程将环境的物理信号转化为神经信号，由感觉神经元传至中枢神经系统？

a.表征

b.识别

c.传播

d.转导

3.刚刚能检测到刺激需要的最小强度称为____。

a.比例大小

b.绝对阈限

c.最小可觉差

d.韦伯定律

4.身体外光线的世界和中枢神经系统内视觉的世界是通过____联结的。

a.角膜

b.晶状体

c.视网膜

d.视神经

5.光落在视网膜上，使三种视锥细胞产生特定的反应模式，导致我们能够看到____。

a.运动

b.颜色

c.深度

d.阴影

6.大脑的什么部位是初级视皮层？那里的编码信息系统对应于视觉场景的表征。

a.丘脑

b.外侧膝状体

c.中央凹

d.V1区

7.____可以解释我们具备在视觉上组合细节的能力，并因此知觉到统一的物体。

a.特征整合理论

b.错觉性结合

c.联觉

d.腹侧和背侧通路

8.特异化的脑区表征特定类别的物体的观点是____。

a.模块观

b.注意加工

c.分布式表征

d.神经反应

9.____原则认为即使感觉信号改变，知觉保持一致性。

a.似动

b.信号检测

c.知觉恒常性

d.封闭性

10.基于图像和基于部件的理论都涉及____问题。

a.运动检测

b.物体识别

c.图像背景分离

d.判断邻近性

11.相对大小和线性透视是什么类型的线索？

a.基于运动的

b.双眼

c.单眼

d.模块

12.声波的频率决定了什么？

a.音高

b.响度

c.音质

d.音色

13.在头部两侧我们双耳的位置是我们____能力的关键。

a.定位声源

b.决定音高

c.判断强度

d.识别复杂性

14.我们体验的痛觉的位置和类型是由发送到____的信号提示的。

a.杏仁核

b.脊髓

c.痛觉感受器

d.躯体感觉皮层

15.什么能最好地解释为什么嗅觉会具有即时和强烈的效应？

a.情绪和记忆的大脑中枢也涉及嗅觉

b.我们拥有大量的嗅觉感受器神经元

c.我们从信息素中检测气味的能力

d.不同的气味分子形成不同的活动模式的事实


关键术语


感觉

知觉

转导

心理物理法

绝对阈限

最小可觉差（JND）

韦伯定律

信号检测论

感觉适应

视敏度

视网膜

调节

视锥细胞

视杆细胞

中央凹

盲点

颜色拮抗系统

V1区

视觉形状失认症

捆绑问题

错觉性结合

特征整合理论

知觉恒常性

模板

单眼深度线索

双眼视差

似动

变化盲

非注意盲

音高

响度

音色

耳蜗

基底膜

毛细胞

A1区

位置编码

时间编码

触知觉

转介痛觉

痛觉的阀门控制理论

前庭系统

嗅觉感受器神经元（ORNs）

嗅球

信息素

味蕾


转变观念


1.你的一个朋友选了一门医学伦理课。“我们今天讨论了一个棘手的个案，”她说，“这与一个病人有关。他已经处于植物人状态若干年，他的家庭需要决定是否移除他的生命维持设备。医生说他意识不到他自己或周围环境，没有任何恢复的希望。但当光照到他眼睛时，他的瞳孔会收缩。这表明他能感觉到光，因此他一定有某种知觉环境的能力，对吗？”无法得知这个特定个案的任何细节，你如何对你的朋友解释这个病人可能只是感觉到光但知觉不到光？你可以用本章的其他什么例子来说明感觉和知觉的差异？

2.在你的哲学课上，教授让大家讨论“知觉即现实”这一命题。从哲学的观点，现实是事物确实存在的状态，然而知觉是观察者看起来是什么。心理物理学对此有何说法？感觉传导在那三方面能改变知觉，导致知觉会与绝对现实有差异？

3.一个朋友读到了关于一个美国士兵勒罗伊·佩特里（Leroy Petry）的故事，他因为拯救了两个战友的性命而获得了荣誉勋章。士兵们在阿富汗交战，这时一个手榴弹落在他们的脚下；佩特里捡起手榴弹试图将其投掷至远处，但手榴弹爆炸了，炸掉了他的右手。根据新闻报道，佩特里起初一点儿也不觉得疼；相反，他给自己的胳膊扎了止血带同时还大声命令他的士兵，因为战斗还在继续。“真是令人惊讶的英勇，”你的朋友说，“但关于感觉不到疼痛那点——太疯狂了。肯定是他的意志是那么坚强以至他不顾疼痛而继续战斗。”你会跟你朋友说什么？疼痛的知觉是如何被改变的？


关键概念小测试答案


1.b；2.d；3.b；4.c；5.b；6.d；7.a；8.a；9.c；10.b;11.c；12.a；13.a；14.d；15.a.


需要更多的帮助？额外的资源在LauchPad 上：


http://www.worthpublishers.com/lauchpad/schapter3e


感觉（sensation）
 
感觉器官产生的简单刺激。




知觉（perception）
 
对感觉的组织、识别和解释以形成心理表征。




转导（transduction）
 
指体内的很多感受器将环境的物理能量转化为编码后的神经信号发送到中枢神经系统。




心理物理法（psychophysics）
 
测量刺激的强度及其观察者对该刺激的敏感性的方法。




绝对阈限（absolute threshold）
 
在50%的试次中刚好能检测到刺激所需的最小强度。




最小可觉差（just noticeable difference, JND）
 
刚好能被检测到的刺激的最小变化。




韦伯定律（Weber’s law）
 
刺激的最小可觉差是一个恒定的比例而与强度差异无关。




信号检测论（signal detection theory）
 
对刺激的反应不仅依赖于个体对伴随噪声的刺激的敏感性也依赖于个体的反应标准。




感觉适应（sensory adaptation）
 
对持续刺激的敏感性倾向于随时间下降，因为有机体适应了当前情境。




视敏度（visual acuity）
 
看见精细细节的能力。




视网膜（retina）
 
衬在眼球后部的光敏组织。




调节（accommodation）
 
眼睛通过该过程保持视网膜上的清晰成像。




视锥细胞（cones）
 
检测颜色的光感受器，在正常白昼条件下工作，让我们能聚焦于精细细节。




视杆细胞（rods）
 
在弱光条件下活动以产生夜视的光感受器。




中央凹（fovea）
 
视网膜上视觉最清晰，没有任何视杆细胞的区域。




盲点（blind spot）
 
视野中的某个位置，在视网膜上不产生任何感觉。




颜色拮抗系统（color-opponent system）
 
成对的视觉神经元，其作用相反。




V1区（area V1）
 
枕叶中包含初级视皮层的部分。




视觉形状失认症（visual form agnosia）
 
不能通过视觉识别物体。




捆绑问题（binding problem）
 
特征如何结合在一起使我们在视觉世界中可以看到统一的物体而不是自由漂浮或错误结合的特征。




错觉性结合（illusory conjunction）
 
不同物体的特征被错误组合的知觉错误。




特征整合理论（feature-integration theory）
 
该理论认为检测物体的单独特征不需要集中注意但需要集中注意将这些单独特征捆绑在一起。




知觉恒常性（perceptual constancy）
 
该知觉原则认为即使感觉信号的某些方面发生变化，知觉保持一致性。




模板（template）
 
可以与视网膜像中看到的形状直接比较的心理表征。




单眼深度线索（monocular depth cues）
 
当你仅用单眼观看时，场景中提供的深度信息。




双眼视差（binocular disparity）
 
双眼的视网膜像的差异所提供的深度信息。




似动（apparent motion）
 
刺激在不同位置交替快速接连出现导致的运动知觉。




变化盲（change blindness）
 
指人们未能检测到场景的视觉细节的变化。




非注意盲（inattentional blindness）
 
未能知觉到不在注意焦点的物体。




音高（pitch）
 
声音有多高或多低。




响度（loudness）
 
声音的强度。




音色（timbre）
 
听者对音质或共鸣的体验。




耳蜗（cochlea）
 
一个充满液体的管道，是听觉转导的器官。




基底膜（basilar membrane）
 
内耳的一个结构，当听小骨的振动到达耳蜗液体时，基底膜会振动。




毛细胞（hair cells）
 
特异化的听觉感受器神经元，嵌在基底膜上。




A1区（area A1）
 
颞叶中包含初级听皮层的部分。




位置编码（place code）
 
不同的频率刺激基底膜的特定位置，大脑据此判断音高。




时间编码（temporal code）
 
耳蜗根据进入听神经的动作电位的发放频率对低频进行编码。




触觉（haptic perception）
 
通过双手触摸和抓握物体对环境的主动探索。




转介痛觉（referred pain）
 
来自体内和体表部位的感觉信息汇集在脊髓的相同神经细胞时的痛觉感受。




痛觉的阀门控制理论（gate-control theory of pain）
 
痛觉感觉的理论，其基本观点是来自体内痛觉感受器的信号能被脊髓内的中间神经元通过两个方向的反馈来阻止或控制。




前庭系统（vestibular system）
 
三个充满液体的半圆形管道以及附属器官，位于每个内耳的耳蜗附近。




嗅觉感受器神经元（olfactory receptor neurons, ORNs）
 
引起嗅觉的感受器。




嗅球（olfactory bulb）
 
位于鼻腔上方和前额叶下方的大脑结构。




信息素（pheromones）
 
由物种的其他个体散发的生化气味，能影响动物的行为或生理。




味蕾（taste buds）
 
味觉的转导器官。






第5章 意识



无意识通常直到你需要它时，你才会真的感激它。有一天，在手术台上，正当医生为贝尔·里斯金（Belle Riskin）的喉咙插呼吸管时，她清醒了，她需要无意识。她感觉呛着了，但是她看不见，不能呼吸、喊叫或者活动，甚至不能眨一下眼睛。她不能用动作示意外科医生她恢复意识了。“我害怕极了。这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我为什么感觉不到我的胳膊？我能感觉到我的心在头脑内砰砰地跳。那种感觉就像被活埋，有人把东西猛推到你的喉咙上，”之后她解释说，“我知道我有意识了，手术正在进行中。我只能意识到，我在被插入管子（Groves，2004）。”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手术中的麻醉应当使病人失去意识“感觉不到痛”，但在这个病例中——在每1000—2000例手术中约有1例（Sandin等，2000）——病人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意识，甚至记住了这些经历。有些病人记得痛，有些病人记得手术器械在盘子里的叮当声或者医生与护士的谈话。现代手术不应该这样进行，问题源于用来放松肌肉的药物使病人不能随意活动，这样对手术不会产生无益的影响。那时，用于诱发无意识的药物失效，但病人的肌肉会处于极度放松状态，不能示意或者告诉医生有问题。

在手术中清醒本身听起来就相当难熬了，但这还会引起其他混乱。恢复意识的病人在手术中会变得惊慌和情绪化，使血压和心跳升高到危险的水平。清醒还可能会引起后面的情绪问题。幸运的是，已开发出了一种通过测量大脑的电活动来监测清醒度的新方法。这套系统用贴在病人头上的感受器在0（大脑内没有电活动）到100（完全觉醒）的范围上给出读数，提供了一种“意识计量仪”。麻醉师利用这一读数来注射麻醉剂，使病人在手术中保持在一般麻醉所推荐的40—60的范围内；他们发现，这一系统降低了术后报告有意识的情况以及对手术经历的记忆（Myles等，2004），并且为延长麻醉期而使病人在这个读数上低于45会增加术后负面后果包括死亡的危险（Kertai等，2010）。在手术室中有一台这样的仪器可能会帮助贝尔·里斯金进入她非常需要的无意识状态。

当然，大多时候，意识是我们珍爱的东西。要不然，我们怎么能感受特别喜欢的艺术品，老歌中熟悉的歌词，香甜多汁的桃子的味道，或者爱人的手的抚摸？意识a是人对世界和内心的主观经验。尽管你可能认为意识仅仅是“清醒”，意识的定义特征是经验，当你清醒或者在生动的梦境中你会有的经验。意识经验对成为人类意味着什么至关重要。在设法监控贝尔·里斯金的意识时，麻醉师的困境是一个严峻的提示，一个人不可能体验到另一个人的意识。你的意识是完全私人的，个人经验的世界只有你能知道。

怎样才能研究这个私人的世界呢？我们将以直接考察意识为起始点，试图理解意识是什么样的，它如何与心理的无意识加工相对照。然后，我们通过探讨变化了的意识状态来考察违背常态的意识：睡眠与梦，对酒精和其他药物的沉醉，以及催眠与冥想。就像旅行者远途跋涉后学会了家的含义，我们可以通过探讨意识奇异的变化来学习意识的含义。




意识与无意识：心灵之眼的启与合



此刻，什么使你觉得是你？可能的感觉仿佛是你在你头脑的某个地方通过你的眼睛来审视这个世界。你会感觉到你的手在这本书上，并且注意到你身体的位置或者房间里的声音，当你让自己注意它们时。如果你合上双眼，你可能会在心中想起事情，仿佛思想和感受一直来来往往，在你的想象中穿梭。然而，实际上，“你”在哪里？意识的剧院如何使你看到你生活中你心里面的一些事情，而不是别人的？你的心理剧院仅有一个座位，这使得你难以与朋友、研究者分享你心理荧屏上放映的东西，甚至你自己也无法第二次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享有它。我们首先看一下直接研究意识的困难，考察意识的本质（在这个心理剧院中可以看到什么），然后探究无意识心理（什么是心灵之眼看不见的）。


意识的奥秘



意识最大的奥秘是什么？


诸如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其他科学都有奢侈的研究对象，我们都能看见的东西。心理学也有研究对象，即研究人及其大脑与行为，但是它所面临的独特挑战是要弄清对象的含义。物理学家不会关注神经元是什么样的，但是心理学家希望理解人是什么样的；也就是说，他们寻求理解他们所研究的人的主观观点。心理学家希望将现象学
 的理解，事物如何看起来像是有意识的人，纳入到对心理和行为的理解之中。毕竟，意识是非同寻常的人类属性。但是，将现象学纳入心理学也带来了有史以来伟大的哲学家们一直思索的未解之谜。让我们看一下两个较为棘手的意识之谜：他人心理的问题
 和身—心问题。



他人心理的问题



一大奥秘是被称为他人心理的问题，即在
洞悉他人的意识时遇到的主要困难

 。你怎么知道其他人是有意识的？当然，他们告诉你他们是有意识的，并且经常详细地描述他们如何感受，如何思考，他们正在经历什么以及这一切有多好或者多坏。没有明确的方法将一个有意识的人与一个做事或说话与有意识的人相同但却是没有意识的人区分开来。哲学家参照恐怖电影中活着的已死去的生物（Chalmers，1996），将这一假想的无意识的人称为
僵尸

 。哲学家的僵尸可以谈论感受（“灯光太亮了！”），甚至看起来可以对它们做出反应（蹙眉离开），但是可能根本不具有任何内在的感受。没有人知道是否存在这样的僵尸，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他人心理的问题，我们没有人可以确切地知道另一个人不是僵尸。

甚至麻醉师使用的意识计量仪也有不足。它显然不能使麻醉师具体了解手术台上病人会是什么样。它只能预测病人是否会说他们是有意识的。我们根本就缺乏直接洞悉他人意识的能力。简而言之，在经验领域你是唯一一个真正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人。

他人心理的问题还意味着你没有办法说明其他人对事情的感受和你完全一样。例如，尽管你知道红色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但是你不能知道它对其他人也是一样的。可能他们认为你看到的是蓝色，只是在意识层面上称它为红色。如果他们的内在经验“像”蓝色，但是他们说它看起来很热并且是西红柿的颜色，你永远不会说他们的经验与你的不同。当然，多数人在描述他们内心生活时会相互信任，做出了其他人的心理与他们自己的心理非常像的一般假设，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事实，并且不能直接知道它。


人们如何洞悉他人的心理？


人们如何洞悉他人的心理？研究者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在线调查，要求人们比较13个不同对象的心理，如婴儿、黑猩猩、机器人、男人和女人等的18个不同心理能力，如感觉疼痛、愉悦、饥饿和有意识的能力等（见图5.1；Gray，Gray和Wegner，2007）。例如，参与调查者在判断感觉疼痛的心理能力时，会比较成对的对象：狗还是青蛙更会感觉到疼痛？婴儿还是机器人更会感觉到疼痛？当研究者用因素分析（参见“智力”一章）的计算方法来考察不同心理能力上的所有比较时，他们发现了心理知觉的两个维度。人们会根据感受能力（如感觉疼痛、愉悦、饥饿、清醒、生气或害怕的能力）和主体能力（如自我控制、计划、记忆或思考的能力）判断心理。如图5.1 所示，参与调查者将一些对象列为近乎没有感受力或者主体性（女尸），另一些列为具有感受力但是几乎没有主体性（婴儿），有一些既有感受力也有主体性（成人），还有一些被认为是有主体性但没有感受能力（机器人、上帝）。因此，对心理的知觉不只是包含某物是否有心理。人们认为心理既有感受能力又能让我们进行活动。

最后，他人心理的问题是心理科学的一个问题。正如你记得的在“方法”那章提到的那样，科学方法要求一位科学家进行的任何观测，原则上任何其他科学家也可以进行。但是，如果其他人的心理无法观测，那么意识又怎么能成为科学研究的课题呢？一个激进的解决方法是将意识从心理学中完全去掉，通过放弃所有心理的研究来追随其他科学进入完全的客观性。这是行为主义提供的解决方法，事实证明这一方法有它自己的缺陷，正如你在“心理学的科学之路”一章中看到的那样。尽管有他人心理的问题，但是现代心理学还是接受了意识的研究。精神生活惊人的丰富性不容被忽略。






图5.1 心理知觉的维度。





被试在判断13个研究对象的心理能力时，发现了心理知觉的两个维度（Gray等，2007）。被试把心理视为在感受能力（如感觉到疼痛或者愉悦的能力）和主体能力（如计划或者进行自我控制的能力）上的变化。他们认为正常成人（男人、女人、或者“你”，参与调查者）在两个维度上都有心理活动，而其他对象则被认为是具有较弱的感受或者主体能力。例如，处于永久植物状态的人（persistent vegetativestate，PVS，植物人）被认为是仅有一些感受体验而几乎没有主体能力。




感受能力如何不同于主体能力？




身心问题



意识的另一个奥秘是身心问题
 ，即心理与大脑和身体的关系问题。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雷内·笛卡尔（ReneDescartes，1596—1650）因提出人的身体是物质构成的机器而人的心理或灵魂是不同的实体构成的“思想物质”等思想而著名。他提出，心理通过松果体来对大脑和身体施加影响，松果体是位于近大脑中心的一个小的结构（见图5.2）。事实上，松果体甚至不是一个神经结构，而只是一个内分泌腺，因此并不能成为人类意识的中心。我们现在知道，在笛卡尔提出的松果体内心理与脑之间几乎没有联系，而心理和脑之间的连接无处不在。换句话说，“心理是脑的机能”（Minsky，1986，第287页）。

不过，笛卡尔正确地指出了生理与心理协调的困难。多数心理学家认为，心理事件与大脑事件紧密相连，以至于每个思想、知觉或感受都与脑内神经激活的特定模式相关（参见“神经和行为”一章）。例如，想起一个人会伴随神经连接和激活的独特排列。如果神经重复这个模式，那么你一定在想同一个人；反过来，如果你在想这个人，那么神经活动就会是这个模式。

然而，一系列很具说服力的研究表明，脑的活动先于有意识的心理活动。研究者在志愿者头皮上放置了传感器，在他们反复决定什么时候移动手时，测量他们的脑电活动（Libet，1985）。还要求被试在做出决定的时刻，报告在钟表面上快速移动的一个点的位置，来指出他们有意识选择移动手的确切时间（图5.3a）。一般说来，大脑在自发动作开始前约半秒钟（精确地说是535 毫秒）时开始出现电活动。这是讲得通的，因为显然脑的活动似乎是开始一个活动所必需的。






图5.2 灵魂的位置。





笛卡尔设想灵魂——意识——可能位于脑室内的松果体。笛卡尔（1662）独创的绘图说明，松果体（H）正处于脑的中间，是灵魂适宜栖居的位置。




什么先发生：脑的活动还是思维？


虽然这个实验表明，在人有意识地决定手的动作之前，大脑已开始出现电活动。正如图5.3b所示，这些研究发现，在被试报告他们试图有意识移动手的300多毫秒之前，大脑就已经变得活跃起来。似乎你有意识地想去活动的感觉可能是你脑的活动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尽管你个人的直觉是你想到了这个动作，然后去做，但是，这些实验表明，你的大脑在你思考或做之前，就已经在准备思考和行动的方式了。在我们看起来它可能很简单，我们的思维在引导我们的大脑和身体，但事件的顺序可能是另一种形式（Haggard和Tsakiris，2009；Wegner，2002）。






图5.3 有意识意愿的时间。





（a）在本杰明·里比特（Benjamin Libet）的实验中，要求被试随意移动手指，期间观看一个点在钟面上移动，以标记有意识活动开始的时间。同时，EEG传感器测定脑的活动开始的时间，EMG传感器测定肌肉运动的时间。（b）实验表明，大脑的活动（EEG）先于手指的自觉活动（EMG），而且报告有意识移动手指的时间也在脑的活动之后。



意识充满神秘，但心理学家喜欢挑战。虽然研究者可能无法看到其他人的意识或者确切知道意识是如何由脑产生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收集人们有意识经验的报告和了解这些报告如何揭示意识的本质。


意识的本质


你会如何描述你自己的意识？研究人员调查人们的描述发现，意识具有四个基本属性（意向性、统一性、选择性和短暂性），它发生在不同的层次，包括一系列不同的内容。让我们来逐一看一下这些观点。



四个基本属性



意识的第一个基本属性是意向性：指向一个对象的特征。意识总是关于某件事情的。心理学家试图测量意识和它的对象之间的关系，考察这一关系的范围大小和持续时间。意识指向一个对象能多久，以及它一次能承受多少个对象？研究人员发现，有意识的注意（attention）是有限的。尽管你在脑海里看到了所有丰富的细节、景象、声音、情感和思想的万花筒，你的意识对象在任何一个时刻都是它的一小部分（见图5.4）。为了描述这一局限性如何起作用，心理学家提出了意识的其他三个属性：统一性、选择性和短暂性。






图5.4 贝洛托（Bellotto） 的德累斯顿





（Dresden）[ 左]。贝纳多·贝洛托（BernardoBellotto，1720—1780）创作的“德累斯顿圣母教堂的风景”中，在远处桥上的人看起来栩栩如生。然而，当你仔细查看细节时（右图），你会发现，人们仅是由象征人们的笔法来绘制的——这里一只手臂，那里一具躯干。意识产生了类似“填充”的假象，使它看起来具有完备的细节，即使在边缘区域也是如此（Dennett，1991）。



意识的第二个基本属性是统一性，它与多样性相对，是将来自感觉器官的所有信息整合为一个连贯整体的能力。当你阅读这本书时，你的五官都接受了大量的信息。你的眼睛在页面（或屏幕）上浏览到许多黑色字体，同时感受到在你周围的相当多的形状、颜色、深度和纹理的排列；你的手紧握一本厚厚的书（或计算机）；你的臀部和脚感觉到重力使你对椅子或地板的压力；你还可能听到音乐或另一个房间的谈话，同时闻到新出锅的爆米花的味道（或者你室友的脏衣服的味道）。虽然你的身体不断地感受到来自你周围世界的庞大信息，你的大脑将所有这些信息神奇地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意识经验（或者整合为两个，如在“神经科学与行为”一章裂脑患者描述的那样）

意识的第三个属性是选择性，包括某些对象而非其他对象的能力。虽然你把周围的许多感觉结合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但你必须决定哪些信息包括在内，哪些信息排除在外。这个属性是在双耳分听
 研究中表现出来的，在双耳分听实验中，人们戴着耳机，每只耳朵听到的是不同的信息。被试被告知要大声重复他们一只耳朵听到的，同时呈现给另一只耳朵的是不同的信息（Cherry，1953）。专注于他们要重复的话语的结果是，被试很少注意到第二条信息，通常甚至不会意识到在某一刻刻它由英语变成了德语！所以，意识过滤掉了一些信息。同时，当不注意的耳朵的语音由一个男人的声音变成一个女人的声音时，被试确实会注意到，这表明意识的选择性也可以使其听到其他信息。


你的头脑怎么知道让哪些信息进入意识，而哪些要过滤出去呢？


意识是如何决定让什么信息进入而又过滤出去什么信息呢？意识系统最倾向于选择个人特别感兴趣的信息。例如，在所谓的鸡尾酒会现象
 中，人们听到某条信息而同时把附近的其他信息过滤掉。例如，在双耳分听的情景中，在不注意的耳朵中提及被试的名字时，很有可能会被听到（Moray，1959）。或许你也已经注意到，在聚会中当其他人在你听力所及范围内提到你的名字时，无论你正在进行什么样的谈话，你的注意都会突然从谈话中转过来。选择性不仅是清醒时意识的一个属性：其他状态下头脑也以这种方式在工作。例如，即使在睡眠中，人对自己的名字比别人的名字也更敏感（Oswald，Taylor和Triesman，1960）。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试图唤醒一个人时，最好是用这个人的名字。意识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基本属性是短暂性，或变化的趋势。意识摇摆不定，坐立不安，就像在飞机上你座位后面坐着的那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一样。走神不只是有时，而是不断地从一个“此刻”到下一个“此刻”，然后再到下一个（Wegner，1997）。你在之前“心理学的科学之路”那一章节见到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极好地将意识描述为一条河流：“意识……本身似乎不会将自己切成碎片。诸如“链”或“火车”等词都不能去描述它……这没有连接，它是流动的。一条“河”或“流”是隐喻，通过它才得到最合理的描述”（James，1890，第1 卷，239页）。以“意识流”的风格写的书，如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描述了旋转、混沌和不断变化的意识流。以下是摘录：



我希望我可以用手指把那只鸡的每一小块都取来它是那么的美味焦黄鲜嫩只是我不愿吃掉盘子里的所有东西那些叉和煎鱼铲还镀着银我希望我有一些我可以轻易地将一双放入我的袖套然后在我与他们玩乐时总能取出它们在餐馆里当钱用支付你入喉咙的小东西我们必须感谢我们有茶渍的杯子里的茶水它本身就值得大大的赞美如果世界要继续它就是要被分裂首先我至少要另外两件漂亮的女士内衣但是我根本不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士内裤我也不必想难道他会说不行吗直布罗陀（Gibraltar）的一半女孩从不穿它们要么赤裸着如上帝造她们一样安达路西亚（Andalusian）唱她的马努拉（Manola）她并不掩藏她没有的东西是的第二双缎纹袜子出现了抽丝仅穿了一天我今天早上本可以把它们带给卢尔斯（Lewers）大吵大闹让一个人换掉它们不再烦我自己冒险走近他搞砸整件事我要的一种塑身胸衣在报纸淑女（the Gentlewoman）上做了广告便宜且在臀部有彩带他保存了一个我有但那个并不好他们怎么说的他们给出了讨人喜欢的图形6/11线避免了用绕着后腰的不美观的宽面来减少赘肉我的小腹有点太大了我必须在晚餐时节食或者我太喜欢它了（1922/1944，第741页）



意识流这样流动，部分是因为有意识心理的容量有限。毕竟我们人类只能容纳这么多的信息在头脑中，当选择了更多的信息时，当前的一些信息必须消失。因此，我们注意的焦点是不断变化的。意识不可避免地流动，它甚至会改变我们观看一个不变的物体时的知觉，如内克尔（Necker）立方体（见图5.5）。






图5.5 内克尔立方体。





立方体有可逆视角的属性，你可以把一个或其他两个正方形的面放在你心灵之眼的前面。虽然开始时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去翻转图形，一旦人们学会这样做，便可以有规律地翻转它，大约每3秒一次（Gomez等，1995）。即使当目标是一个不变的对象时，意识流也在流动。





意识的水平



意识可以被理解为有不同的水平，从最小意识到全意识到自我意识。在本章开头你读到的外科病人的意识计量仪上，所有那些水平的意识都可能被认定为“有意识”。心理学家所区分的意识的这些水平不是整体大脑活动的程度，而是涉及对外界和自我的不同意识程度。

在其最小意识的形式中，意识只是人与世界的一个连接。例如，当你感觉到阳光从窗户射进来，你可能会转向阳光。这种最小意识是一种低级的感觉意识与反应，当头脑输入感觉信息和可能输出行为时它即发生（Armstrong，1980）。甚至在睡眠时有人拨弄你，你翻了个身，这种感觉意识和反应也可能发生。就好像某件事在你脑子里留下了印象，至少在这个意义上你经历过，但是你可能完全不认为有过这个经历。就此而言，甚至动物或者植物也可以有这一最小意识水平。但因为他人心理的问题以及动植物出了名地不愿与我们交谈，我们不能确切知道是否它们感受到使它们做出反应的事物。至少对人类而言，我们可以确切地认为，存在“感觉像”是它们的事情，并且当我们醒着时它们至少在最小意识
 水平。

当然，人类意识通常不仅仅是最小的，但究竟增加了什么呢？想一想，在春天的一个早晨，阳光照在你的枕头上，你醒来时的美好感觉。不仅是你具有这一经验：全意识意味着你也知道你经历这一经验。伴随全意识的关键要素是你知道并能报告你的心理状态。这是一个微妙的区别：全意识意味着你经历某一心理状态时，你知道具有这种心理状态。例如，当你一条腿受伤了，你无心碰到它时，你的痛可能是最小意识的。毕竟，你感到痛，似乎是因为你动了，也确实碰到了你的腿。只有当你意识到腿受伤了，这痛才变成完全有意识的。你曾经在开车时突然意识到，你不记得过去15分钟里的开车？可能的情况是，你不是无意识的而是最小意识的。当你完全了解并考虑你的驾驶时，你已进入全意识的境界。全意识
 不仅包含思考的东西，还包含想到你在思考事情的事实（Jaynes，1976；见“科学热点”栏目）


什么因素使全意识区别于最小意识？


全意识包括对自己的某种自我意识
 ：人注意到自己所处的特定心理状态。（“我在这里读这句话。”）然而，这与自我意识不太一样。有时，意识是完全被自我淹没。（“我不仅在读这句话，而且今天我的鼻尖上有一个污点，弄得我感觉像玩过雪橇。”）自我意识集中在自我上，排除几乎所有其他事情。

威廉·詹姆斯（1890）和其他理论家已指出，自我意识是另一种不同的意识水平，自我作为一个对象吸引了人们的注意（Morin，2006）。大多数人报告经历过这样的自我意识：当他们感到尴尬时，当他们发现自己处于群体注意的焦点时，当有人用相机对准他们拍照时，或者当他们深刻反思自己的思想、感情或个人品质时。


什么时候人们会费尽心思避免照镜子？


自我意识倾向于使人评价自己和注意到自己的缺点。例如，照镜子会使人们评价自己——不仅思考他们的外表，而且也思考他们在其他方面是好还是坏。当人们做了让自己感到羞愧的事情时，人们会费尽心思避免照镜子（Duval和Wicklund，1972），自我意识无疑可以破坏好心情，以至于长期的自我意识倾向与抑郁相关（Pyszczynski，Holt和Greenberg，1987）。然而，因为镜子会使人进行自我批判，当人们看到自己的镜中像时，自我意识可以使他们在短时间内更乐于助人、更愿与人合作并且有较少的攻击性（Gibbons，1990）。如果人们会拿着镜子把自己当成审查对象仔细审视，也许每个人都会更文明一点。






自我意识既是福祉也是祸因。照镜子可以使人在如诚实等深层品质上也可以在如长相等浅层特征上评价自己。




科学热点 走神




是的，走神。理想的情况下，不会走神那么多，以至于不能完成这个段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确实会游移不定，不仅改变原来的主题，而且有时还会“开小差”。你一定有过这样的阅读经验，突然意识到你甚至还没有加工你所阅读的内容。即使你的眼睛费力地瞄着那些印刷的字，在某一刻你开始想其他的事情——只有到了后来，你才发现自己走神了，也许在想我在哪里？或者，我为什么要到这个房间来？





走神或“独立于刺激的思考”最常发生在我们从事重复性的要求不高的任务时（Buckner，Andrews-Hanna和Schacter，2008）。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我们的日常活动中，无论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近一半（45.9%）的时间都在走神（Killingsworth和Gibert，2010）。事实上，在记录的每个活动中至少30%的时间会发生走神（有一个例外是在做爱时，在这期间显然难得有独立于刺激的思考）。本研究发现，虽然思想经常走神，但是人们在走神时会比他们在思考当下正在做的事情时明显更不高兴。





新的研究表明，走神可以帮助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一个真实的例子是，据说爱因斯坦想到的一些最伟大的突破，不是当他坐在他办公桌边时，而是在散步时。





了解走神与不高兴之间的关系可能会使你感觉……不高兴。但在阅读这个方框的结尾前，请不要走神离开！事实证明，走神可能也有它的好处。几千年来，世界上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注意到，他们最重要的突破来自做白日梦或者走神时。例如，据说，爱因斯坦是在散步时（而不是坐在他的办公桌旁），在他的相对论上取得重大突破。新的研究表明，走神可能确实有助于促进我们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检验了这个想法，他们让被试完成一个创造性的问题解决的测试，要求被试对一些日常用品（例如砖、羽毛）想出尽可能多的用途，之前和之后都从事一个高要求或要求不高的任务（Baird等，2012）。作者假设并发现，进行要求不高的任务时，会促进高水平的走神（确实是这样），并相应地提高其先前测试的成绩（确实是这样），但不是新测试的成绩（再次正确）。这些结果表明，让我们的心灵徜徉，一直保持活跃，可以提高我们创造性思考和解决难题的能力。



大多数动物不会走这条通往文明的道路。一般的狗、猫或鸟，似乎都对镜子困惑不解，不理睬镜中的自己或者把它看作是其他动物在那后面。然而，对着镜子花一些时间的黑猩猩，有时的行为方式表明它们在镜子中认出了自己。为了考察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在一只黑猩猩眉毛上涂了一种无味的红色染料，然后观察被唤醒的黑猩猩对着镜子的表现（Gallup，1977）。如果黑猩猩把镜中像解释为抹着不常见的化妆品的其他黑猩猩，我们预期它只是看着镜子或者接近它。但是黑猩猩在观察镜子时伸向自己的眼睛——而不是镜中像——这表明它认出镜中像映出的是它自己。

这个实验范式已经对许多不同的动物重复了多次，结果发现，黑猩猩和猩猩（Gallup，1997），可能海豚（Reiss和Marino，2001）、甚至大象（Plotnik，de Waal和Reiss，2006）和喜鹊（Prior，Schwartz和Gunturkun，2008）与人类一样可以认出自己的镜中像。狗、猫、猴子和大猩猩也被测试过，但它们似乎不知道它们是在看它们自己。即使人类也不是立刻就能自我识别。婴儿直到约18个月的年龄才能认出镜子中的自己（Lewis和Brooks-Gunn，1979）。正如镜子自我识别测试结果显示的那样，自我意识体验仅限于少数的动物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人类。



意识的内容



在想什么呢？对这个问题，每个人的想法是什么？了解人们在想什么的一个方法是去问他们，很多研究就是要求人们进行出声思维。一个更系统的方法是经验取样技术（experience-sampling technique），要求人们在特定的时间报告他们的意识经验。例如，通过配备电子传呼机或者打手机，要求被试在一天内随机的几个时间段内记录他们当时的思想（Bolger，Davis和Rafaeli，2003）。

经验取样的研究表明，意识是由当前环境主导的——看到的、感觉到的、听到的、尝到的、闻到的——所有都是心理的重点。很多意识超越对环境的指向，转向人们当前关心的事，或者这个人在反复思考的东西（Klinger，1975）。表5.1 显示的是一项明尼苏达的研究结果，要求175个大学生报告他们当前关心的事情（Goetzman，Hughes和Klinger，1994）。研究者将他们关心的事情划分为表中的类别。请记住，这些事情是这些学生不介意报告给心理学家的；他们私下念念不忘的事情可能是不同的，可能会更加有趣。

想一下你自己当前关心的问题。在过去的一两天里在你的脑海里出现最多的主题是什么？你心里“要做的事情”的清单可能包括你想得到的、要保留的、想避开的、要从事的、想记住的等等（Little，1993）。清单上的事情经常在脑海中冒出，有时候甚至带着一种情感共鸣（“明天这门课要考试！”）。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利用测定人的皮肤传导水平（SCL）来评估被试的情绪反应（Nikula，Klinger和Larson-Gutman，1993）。SCL传感器贴在被试的手指上，研究表明，当他们的皮肤出汗时能较好地反映他们在思考一些令人不安的事情。偶尔，SCL会自发地提高，研究者询问了被试在这些时刻他们有意识的思考内容。与SCL正常时相比，这些情绪化的时刻通常与当前关心的事情突然在脑海里冒出来相对应。当自身不带有情绪色彩的观点是当前关心的主题时，它们也会带着情感出现在脑海中。



表5.1 你在想什么？大学生当前关心的事情







研究者怎么研究主观经验？


我们之前谈讨过对我们当前关心的事情的想法，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实际做这些事情时，我们的主观经验是什么？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在忙于自己的日常生活，但很少会考察我们每时每刻的经验是什么样的，或者对经验进行交叉比较。研究人员利用经验抽样的方法，记录了人们日常活动中体验到的情绪，发现了有趣的结果。最近的一项研究收集了超过900个职业女性的数据，通过要求她们回忆过去一天的事情，记录了她们从事每项活动的感受（Kahnaman等，2004）。有些结果和预期一样。例如，如表5.2所示，在上下班、工作或做家务时，人们在正性情绪上得分最低，但不幸的是，这是我们如何度过我们每天的大部分时间的。在这项研究中女性在与他人亲近时，会报告最正性的情绪，尽管她们一天只有12分钟的亲近时间。一些与直觉不太一致的发现是落在二者之间的活动。在调查研究中，父母经常报告他们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时他们最开心；但是当被问到前一天的确切事件时，与孩子们在一起的排名仅比做家务高两个等级，远低于像购物、看电视、造人等其他活动。



表5.2 今天过得怎么样？女性正性情绪和日常活动时间量的等级排列。








白日梦。

 在做白日梦时，当前令人忧虑的事情似乎不再那么令人忧虑了，不过，在这种意识状态下，看似漫无目的的思绪进入了脑海。当思绪以这种方式飘荡时，你似乎只是在浪费时间。然而，即使手头上没有在做的具体任务，大脑也是活跃的。一项磁共振成像研究通过扫描人们在休息时脑的激活状态，来考察白日梦时所进行的心理活动（Mason等，2007）。通常，在大脑成像研究中，人们没有时间做白日梦，因为他们忙于完成心理任务——扫描要花钱，为了他们的钱，研究人员想得到尽可能多的数据。但是当人们不忙时，他们大脑的许多区域仍然表现出广泛的激活模式——现在被称为大脑的静息网络（Gusnar和Raichle，2001）。梅森（Mason）等人的研究表明：当人们在做他们非常了解的心理任务，以至于他们可以一边完成任务一边做白日梦时，这一网络就会被激活（见图5.6）。人们已经知道，静息网络包含思考社交、自我、过去和未来的脑区——这些都是在白日梦中萦绕在心头的（Mitchel，2006）。






图5.6 白日梦时活跃的静息网络。





核磁共振成像的结果显示，在扫描时当没有给人特定的心理任务去做时，被称为静息网络的许多区域是活跃的。（见插页）



思想抑制。有时，意识中当前关心的事情占了上风，把白日梦和日常思考变成沉思和忧虑。反复出现的想法，或者似乎总不能成功的解决某问题的尝试，可能会主宰意识。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人们可能会进行心理控制
 ，
试图改变心理的意识状态

 。例如，有人为经常担心未来而苦恼（“万一我毕业时找不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怎么办？”），可能会选择试着不去想这些，因为它会导致过多的焦虑与犹虑。无论什么时候这个念头冒出来，这个人都会进行思想抑制
 ，
刻意回避某一想法

 。这似乎是一个非常明智的策略，因为它消除了忧虑，让人去想其他的事情。

真是这样吗？俄罗斯伟大的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1863/1988，第49页）这样评论压抑思想的难度：“试着为你自己提出这样一个任务：不去想一只北极熊，你会看到那被诅咒的家伙每一刻都浮现在你的脑海中。”受这种评论的启发，丹尼尔·韦格纳（Daniel Wegner）和他的同事（1987）在实验室中让被试完成这一任务。要求被试在5分钟内尽量不去想白熊，同时把他们大声说出来的所有想法记录在录音机里。另外，要求他们如果在脑海中出现一头白色的熊就按铃。平均而言，他们每分钟超过一次提到白色的熊或者按铃（表示想到了熊）。压抑思想根本不起作用，相反，它会使不想要的想法反复频繁出现。更重要的是，一些被试后来被特别要求改变任务，刻意去想象一只白色的熊时，说来也怪，这时他们会全神贯注于它。在图5.7中他们响铃的图表说明，这些被试在脑海中出现白熊的次数要远远多于那些前期没有压抑的一开始仅被要求去思考熊的被试。这种思想抑制的反弹效应
 ，
压抑的思想更频繁地返回意识的倾向

 ，表明心理控制的尝试真的很难。试图压抑某一思想的行为本身可能导致这一思想以一种更强大的方式返回意识。






图5.7 反弹效应：





先要求被试努力不去想一只白色的熊，然后要求被试去想那只熊，并且只要这只熊在脑海里出现就按铃。相比那些没有前期压抑一开始仅被要求去考虑熊的人们，这些先压抑想法的被试会想到更多的熊，出现了思维增强的反弹。



用反语的监控。和思想抑制相似，引导意识进入其他方面的尝试都会导致恰恰与期望相反的心理状态。多么的具有讽刺意味：努力地刻意去完成一项任务可能产生恰恰相反的结果！在人们受到打扰或者承受压力时，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效应似乎最可能发生。例如，当人们试图拥有一个好心情时，受到打扰往往会变得悲伤（Wegner，Erber和Zanakos，1993）。那些想放松一下的人们受到打扰时竟然会比那些不想放松的人们变得更加焦虑（Wegner，Broome和Blumberg，1997）。同样，试图不要错过一个高尔夫球拉击球，稍不留神，往往就导致了不想要的错过（Wegner，Anslield和Pilloff，1998）。心理控制的反向加工
 理论指出，这样的
反向错误发生，是因为监控错误的心理过程自身会产生错误

 （Wegner，1994a，2009）。例如，努力不去想一只白熊，头脑的一小部分却在反向地寻找那只白色的熊。


有意识地避免令人烦恼的想法是一种明智的策略吗？


这种反向监测过程在意识中不存在。毕竟，如果对抑制过程的监控需要将目标保持在意识中，竭力不去想是没有用的。例如，如果努力不去想白熊，意味着你有意识地不断地给自己重复，“没有白色的熊！没有白色的熊！”然而你从一开始就失败了：尽管你努力消除它，但是它就在你的意识里。相反，用反语的监控是在意识之外发挥作用的心理过程，使我们对所有不要想的、不想碰的、或者不要做的事物更加敏感。因此，如果这些东西回到我们的脑海里，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并有意识地设法再次对它们进行控制。不幸的是，这个无意识的监控一直伴随在背景中，无意识监控提高了对那些特别不想要的想法的敏感性。反向加工是有效的心理控制所需要的心理功能——它们协助在意识中消除某一想法——但是有时它们会导致仿佛命中注定的失败。心理控制的反向效应产生于在意识之外发挥作用的过程，因此，它们提醒我们，心理装置的大部分内容可能隐藏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处于我们经验的边缘之外。






在听到一个简单的问题（4+5是几？）和想出问题的答案之间没有意识的步骤——除非你必须掰着手指头数。




无意识心理


许多心理过程是无意识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感觉不到它们的发生。例如，当我们说话时，“我们真的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搜索词语、将词语联成短语、把短语联成句子……思维的真实过程……实际上是无意识的……只有思维的准备、思维的材料和思维的最后结果是被有意识地知觉到的（Jaynes，1976，第41页）。为了合理地说明意识的作用，想一下简单的加法包括的心理加工。在意识中听到一个问题（4+5是几？）和想出答案（9）之间发生了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有——答案就出现在脑海里。但这是一项计算，必须进行点思考。毕竟，年龄很小的你可能通过数你的手指头来解决这样的问题。现在，你不再需要这么做了（请告诉我你已经不必这么做了），答案似乎在你的脑海里自动冒出来，凭借一个你不需要意识到任何潜在步骤的过程，就此而言，它甚至不允许你意识到步骤。答案就突然出现了。

在20世纪早期，结构主义心理学家如冯特认为，内省法是最好的研究方法（见“心理学的科学之路”一章），研究的志愿者学习描述他们的想法，试图了解当一个简单的问题带给头脑一个简单的答案时发生了什么（Watt，1905）。他们描绘了你也可能描绘的空白。意识似乎不能填补这一空白，但答案来自某个地方，这一空白指向无意识心理。为了探索这些隐藏的角落，我们可以看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出的无意识的经典理论，然后再看看现代认知心理学的无意识心理过程。



弗洛伊德的无意识



无意识真正的倡导者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正如你在“心理学的科学之路”一章中读到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把有意识的想法看作是由无意识加工构成的更深层心理的表层。这远不止是一个隐蔽加工的集合，弗洛伊德称之为动态无意识
 ——
一个活跃的系统，包含终生隐藏的记忆，人最深层的本能和欲望

 ，以及人在控制这些力量时内心的斗争。例如，动态无意识可能包含着一个人对父母或者无法抑制地对一个无助的婴儿隐藏的性想法——这些想法是一个人的秘密不会让别人知道，甚至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无意识是一种受压抑
 检查制约的力量，
是从意识里去除不可接受的思想和记忆，把它们保存在无意识的心理过程。

 如果没有抑制，一个人可能会想、做或者说所有无意识的冲动或动物的欲望，不管多么自私或者不道德。有了抑制，这些欲望被控制在动态无意识的深处进行。


弗洛伊德口误告诉我们有关无意识心理的什么？


弗洛伊德在言语错误和意识的疏忽或者通常被称为弗洛伊德口误中寻找无意识心理的证据。例如，忘了你不喜欢的人的名字似乎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失误。弗洛伊德认为错误不是随机的，而是有一些附加的意义，可能是由聪明的无意识心理形成的，即使人有意识地否认它们。例如，在报道美军杀死了乌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新闻时，福克斯新闻，一个保守的新闻媒体的几个记者和评论员分别报道成奥巴马·本·拉登（Obama bin Laden）已经死了。这一错误甚至出现在一个印刷的新闻节目公告上。

福克斯新闻口误有意义么？一个实验表明，人们当前迫切关注的问题确实会引起言语中的口误（Motley和Barrs，1979）。一组参与者被告知他们可能会接受轻微的电击，而在另一组没有提及这件事。要求每个人快速阅读一系列的词对，其中包括shad bock。那些在小组里被警告电击（shock）的被试在阅读这对词

与在这样的实验中形成的口误不同，许多弗洛伊德归因于动态无意识的有意义的错误是提前不可预测的，因而依赖于聪明的事后解释。这样的解释可能是错误的。指出一系列随机事件的模式与科学地预测和解释一个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原因是不同的。一个事件发生后，任何人都可以对这个事件提供一个合理的、有说服力的解释，但真正的科学工作要提供可以检验的假设，并基于可靠的证据来评估这些假设。弗洛伊德的书《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学》（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
 ，1901/1938）表明，与其说动态无意识会产生错误，不如说弗洛伊德本人是一位在别人看似随机的错误中发现含义的大师。






在乌萨马·本·拉登死后，在保守的福克斯新闻频道几个员工出现口误，报道成奥巴马·本·拉登死亡。





无意识认知的现代观点



与弗洛伊德一样，现代心理学家同样对无意识心理过程对意识和行为的影响感兴趣。然而，不像弗洛伊德把无意识看作一个充斥着动物的欲望和压抑的思想的动物园，现在的研究把无意识心理看作是制造有意识思想和行为产品的工厂（Kihlstrom，1987；Walson，2002）。无意识认知
 包括
某个人没有感受到，却引起了他的思想、选择、情感和行为的所有心理过程。



当一个人的思想或行为被呈现在意识之外的信息改变时，就说明无意识认知在发挥作用。这发生在阈下知觉b 中——由一个人不能有意识报告知觉到的刺激所影响的思想和行为。在1957年首次引发了对无意识潜在影响的担忧，一个市场销售员詹姆斯·维卡里（James Vicary）声称，在新泽西大剧院通过在电影放映期间在屏幕上短暂闪烁词语“吃爆米花”“喝可乐”提高了他的特卖。已经证实他的故事是个恶作剧，许多使用类似方法增加销售的尝试都失败了。正是这种在意识之外影响行为的想法激起了对于阴险的“阈下说服”的一轮惊恐，它依然困扰着人们（Epley，Savitsky和Kachelski，1999；Pratkanis，1992）。

虽然上面的故事是一个恶作剧，但我们意识之外的因素确实会影响我们的行为。例如，一个经典的研究报道，接触“老龄化”的信息会使人走路变慢。约翰·巴格（JohnBargh，1996）和他的同事让学院的学生完成一项调查，要求他们用各种词语造句。没有告知学生大多数词普遍与衰老有关（弗罗里达，灰色，皱纹），甚至之后他们也没有报告意识到这一倾向。在这种情况下，“衰老”的理念不是阈下呈现的，只是不很明显。当这些被试离开实验走入大厅时，对他们开始计时。与那些没有接触到衰老相关词语的人们相比，这些被试走得更慢！正如阈下知觉一样，接触一些理念可以在我们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影响我们的行为。

无意识头脑可能有点像“心理管家”，掌管着背后繁琐的、微妙的或者意识不愿劳神的任务（Bargh和Chartrand，1999；Bargh和Morsella，2008；Bower，1999）。心理学家们一直在争论这个“心理管家”会有多聪明。弗洛伊德把极大的智慧归于无意识，相信它
掩藏着

 复杂的动机和内在的冲突，以一些令人吃惊的思想和情感以及心理障碍来表达它们（见“心理障碍”一章）。当代认知心理学家想弄清无意识是否那么聪明，然而，他们指出一些无意识过程十足的“愚蠢”（Loftus和Klinger，1992）。例如，构成阈下视觉刺激知觉的无意识过程，虽然可以理解单个词，但是似乎不能理解词对的组合含义。例如，对有意识头脑而言，一个词对：“敌人输了”在某种程度上是积极的——让你的敌人输了挺好。然而，阈下呈现这一词对会让人想到消极的事情，好像无意识头脑只是把不愉快的单个词“敌人”和“输了”简单相加（Greenwald，1992）。或许，这个“心理管家”一点儿都不聪明。






选择室友就像玩彩票：你赢了一些，你又输了一些，然后你输得更多。




什么证据表明无意识心理是一个好的决策者？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无意识头脑可以做出比有意识头脑更好的决定。在实验中，要求被试在三个假设有多个不同品质的人中选择一个他们愿意和其做室友的人（Dijksterhuis，2004）。客观上说，有一个候选人比较好，具有更多积极的品质，给被试4分钟让他们做出有意识的决定时，人们通常会选择那一个。要求第二组信息呈现完后立即做出决定，但鼓励第三组做出一个无意识的决定。这一组在信息呈现完毕和给出答案前也给了4分钟（和给有意识组的时间一样），但在此期间他们的有意识头脑在忙于解一组字谜。正如在图5.8中可以看到的，无意识决策组比立即决策组或有意识决策组对好室友有更强的偏好。无意识头脑似乎比有意识头脑更能理清复杂的信息并做出最佳的选择。有时，你凭直觉做出的决定比你冥思苦想的决定更令人满意。






图5.8 决策。





在进行室友的决定时，有时间进行无意识思考的人比那些有意识思考或仓促决定的人选择了更好的室友（Dijksterhuis，2004）。



小结



▲ 意识是心理学的一个奥秘，因为无法直接感知他人的心理，也因为头脑和身体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





▲ 意识具有四个基本属性：意向性、统一性、选择性和短暂性。它也可以被理解为具有不同的层次：最小意识，全意识和自我意识。





▲ 有意识的内容可能包括当前的问题、白日梦和不想要的想法。





▲ 无意识过程有时被解读为弗洛伊德动态无意识的表达，但更普遍地被认为是形成我们有意识思想和行为的无意识认知过程。





▲ 无意识认知起作用时，阈下知觉和无意识决策过程会不知不觉地影响人的思想或行为。






睡眠与做梦：晚安，心灵




为什么睡眠被认为是一种变化的意识状态？


睡着了像什么样？有时它根本什么都不像。睡眠可以产生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心理和大脑关闭了形成经验的功能：你的心理剧院关闭。但这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剧院在夜里会重新开启，放映怪诞狂热的电影——也就是梦。梦的意识包括历经的转变，这种转变非常激进，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变化的意识状态
 ：
一种显著不同于正常的关于外界和内心的主观经验的经验形式

 。这种变化的状态可能伴有思想的变化、时间感的混乱、失去控制的感觉、情绪表达的变化、身体形象和自我意识的改变、知觉的扭曲以及意思或者意义的变化（Ludwig，1966）。本节中的两个主题是睡眠和梦的世界，提供了关于意识的两个独特视角：一个视角是无意识心理，另一个视角是变化的意识状态。


睡眠


想一下一个日常的夜晚。当你开始入睡，错乱的思想和表象以及奇怪的组合取代了忙碌的任务导向的清醒的心理，其中有些近乎梦幻。这一睡前的意识被称为临睡状态。在某些罕见的夜晚，你可能会体验到临睡肌跃症
 ，突然的颤动或者跌落感，仿佛从楼梯上踏空。没有人确切知道它们为什么会发生。最终，你心理的存在完全消失。时间和感受停止了，你是无意识的，而事实上似乎那里没有“你”在那里进行感受。但是，接下来梦登场了，一个对生动的、超现实主义的意识的整体展望，这是你白天无法得到的，这一系列经历的发生有着奇怪的前提条件，你正在经历着的实际都不“在场”。可能会出现更多无意识的拼凑，伴随更多零星的梦境。最后，当你进入后睡眠意识（半睡眠状态）时，清醒意识的曙光以一种朦胧的模糊不清的形式再次回来，然后醒来，经常是头发乱蓬蓬的。



睡眠周期



在晚上睡眠期间事件发生的顺序是人类生命主要节律的一部分，睡眠和觉醒周期。这种昼夜节律
 是
一种自然发生的24小时的周期

 ，源于拉丁文circa（about大约）和dies（day天）。即使人们被隔离在没有钟表的地下建筑里（“没有时间的环境”），他们想睡时就可以睡，他们也往往有一个约25.1小时的休息—活动周期（Aschoff，1965）。这种比24小时略微的偏离不容易解释（Lavie，2001），但这似乎是很多人倾向于每晚都想晚点儿睡，并且每天都想晚点儿起的原因。我们是25.1小时周期的人生活在一个24小时的世界里。

然而，睡眠周期远不是简单的开—合的例行程序，因为在这一节律中许多生理和心理过程都有起有伏。1929年，研究者第一次用EEG（脑电图）对人类大脑进行了记录（Berger，1929；见“神经科学与行为”一章）。在这之前，许多人提供了对他们夜间经历的描述，研究人员知道睡眠期间有较深和较浅的阶段以及做梦的周期。但是不唤醒睡眠者不破坏睡眠，就没有人能对睡眠测量更多的东西。EEG记录的数据表明，伴随昼夜周期，脑电活动中存在一个有规律的变化模式。在清醒状态下，这些变化会在警觉时的高频活动（β波）和放松时的低频活动（α波）之间更替。


EEG记录告诉了我们有关睡眠的什么？


在睡眠期间脑电发生了最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表明，在夜间存在一个有规律的模式，这使得睡眠研究人员确定了睡眠的五个阶段（见图5.9）。在睡眠的第一阶段，EEG的运动频率模式甚至比α波更低（θ波）。在睡眠的第二阶段，这些模式被称为睡眠纺锤或K复合波的短脉冲活动打断，睡眠者变得有些更难被唤醒。睡眠最深的阶段是第三和四阶段，称之为慢波睡眠，在此期间EEG模式显示的是被称为δ波的活动。






图5.9 在不同睡眠阶段中的EEG模式。





清醒的大脑显示的是高频的β波的活动，在困倦或者放松时会变为低频的α波。第一阶段的睡眠表现为低频的θ波，在睡眠的第二阶段伴随的是被称之为睡眠纺锤或K复合波的没有规律的模式。第三、四阶段以最低频的δ波为标志。在快速眼动睡眠中，EEG模式返回到与清醒时的β波相似的高频的锯齿波。



第五个睡眠阶段即快速眼动睡眠阶段
 以
快速眼动和高水平的大脑活动为特点

 ，EEG模式成为高频锯齿波，类似β波，表明此时大脑与醒着的时候一样活跃（见图5.9）。通过睡眠过程的眼电图
 （EOG）
——测量眼动的一种仪器

 ，研究人员发现，在REM期间被唤醒的睡眠者比在非快速眼动期间唤醒的人报告有更多的梦（Ascrinsky和Kleitman，1953）。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脉搏加快、血压升高并有性唤起的迹象。同时，肌肉运动的测量则表明，除了眼球的快速移动外睡眠者是完全静止的。（看某人睡觉，你可能会通过他们闭着的眼睑看到快速眼动。但是在公共汽车站对陌生人这样做你可要当心）。

虽然许多人认为他们不太做梦（就算是这样），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被唤醒的人80%报告在做梦。如果你一直想知道梦实际上是在一瞬间发生的，还是可能像发生他们描绘的事件所需要的时间那样久，那么快速眼动的睡眠分析会为你提供一个答案。睡眠研究者威廉·德蒙特（William Dement）和纳撒尼尔·克雷特曼（Nathaniel Kleitman，1957）叫醒进入快速眼动睡眠5分钟或15分钟的志愿者，要求他们根据所记得的梦中的事件，判断他们做了多长时间的梦。在111例睡眠者中有92例是正确的，这表明梦的发生是“实时”的。快速眼动睡眠的发现对梦提供了许多启示，但不是所有的梦都发生在快速眼动期。在其他睡眠阶段也有报告在做梦的，但是并不多——发生在那些时间的梦被描述得更像正常的思维，而不像在快速眼动期的梦那样狂野。


典型的夜间睡眠有哪些阶段？


把EEG和快速眼动数据合起来描绘了典型的夜间睡眠如何以睡眠阶段循环进行的景象（见图5.10）。在夜晚的第一个小时，你从醒着径直进入睡眠的最深阶段第四阶段，这个阶段以δ 波为标志。这些慢波表示神经放电总体同步，仿佛大脑此时是在做一件事而不是多件事：“电波”的神经元当量穿过一个场的集群，就像许多个体同步移动一样。然后你回到浅睡阶段，最终到达快速眼动期和梦乡。请注意，尽管快速眼动睡眠比那些较低阶段的睡眠轻，但是它也是足够深的，以至于你可能很难被唤醒。然后，每90分钟或者整个晚上，你继续进行快速眼动睡眠和慢波睡眠阶段的更替。随着夜晚时间的推移，快速眼动期变长，浅度睡眠阶段在这些周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第三、四阶段的慢波睡眠在半夜消失。虽然当时你是无意识或者梦-意识，但是你的大脑和心理周期通过每次不同状态的卓越排列使得你有了一晚上的睡眠。






图5.10夜间睡眠的阶段。





在典型夜晚的时间里，睡眠周期先进入较深阶段的睡眠，然后进入较浅阶段的睡眠。在随后的周期中快速眼动期变长，第三、四阶段的深度慢波睡眠在半夜消失。





睡眠需要和睡眠剥夺



人们要睡多少小时？答案取决于睡眠者的年龄（Dement，1999）。新生儿24小时里会睡6到8次，合计起来经常超过16小时。通常在9个月和18个月之间，但有时甚至更晚，婴儿的短期睡眠周期最终统一为“整夜睡眠”。典型的6岁的孩子可能需要11或12个小时的睡眠，睡眠减少的过程持续到成年期，每晚平均睡约7至7.5小时。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甚至可以承受比这更少的睡眠。在一生中，我们大约睡1小时，清醒2小时。

睡眠真的很多。我们可以承受少一点的睡眠吗？在1965年，由威廉·德蒙特（WilliamDement）监督，兰迪·加德纳（Randy Gardner）为一项科研项目坚持264小时12分钟不睡。17岁的兰迪最终真地去睡时，他只睡了14小时40分钟，醒来时就基本恢复了（Dement，1978）。


睡眠与学习的关系怎样？


像这样的壮举表明睡眠也许是可牺牲的。这就是经典的通宵熬夜者背后的理论，为了应对一个困难的考试，你也许试过这一方法。但事实证明，这个理论是错误的。罗伯特·史蒂克戈德（Robert Stickgold）和他的同事（2000）发现，在学习一项复杂的知觉任务时，当人们完成练习任务后坚持通宵学习，他们所学的东西会被抹掉。即使弥补两晚的睡眠之后，他们对最初学习的任务还是没有多少印象。学习之后接着睡眠似乎是巩固记忆所必需的（见科学热点：睡眠巩固记忆，“记忆”一章）。正常情况下，记忆似乎都会逐渐衰退，除非睡眠帮你保持住它们。通宵学习可以帮助你为应对考试而临时抱佛脚，但它不会使学习的材料铭记在心，因为这完全违背了睡眠与学习的规律。

其他方面的事实也证明睡眠是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在极端情况下，睡眠缺失可能是致命的。强迫老鼠去打破兰迪·加德纳（Randy Gardner）的人类醒着的时间记录，甚至要保持更长时间的清醒时，它们很难调节自己的体温，尽管比平常吃得多，但是体重却在下降。它们的身体系统受损，它们平均会在21天死亡（Rechtshaffen等，1983）。莎士比亚把睡眠称为“大自然温柔的保姆”，显然，即使是健康的年轻人，每晚几个小时的睡眠剥夺也会累加不利的影响：降低心理灵敏度和反应时，变得易怒和抑郁，增加事故和受伤的风险（Coren，1997）。

有些研究只要检测到人进入特定的睡眠阶段，就唤醒他们，从而有选择性地剥夺人在不同阶段的睡眠。快速眼动睡眠剥夺的研究表明，这部分睡眠在心理上很重要。只要快速眼动睡眠活动开始就被唤醒，几天后，人或大鼠都会出现记忆问题和过度攻击行为（Ellman等，1991）。大脑一定了解快速眼动睡眠的价值，因为快速眼动睡眠剥夺会导致第二天晚上更多的快速眼动睡眠（Brunner等，1990）。反过来，剥夺慢波睡眠（在三和四阶段）会导致更多的生理效应，只要几个晚上的慢波睡眠剥夺就会使人们感觉困倦、疲劳、对肌肉和骨骼疼痛过分敏感（Lentz等，1999）。

显然，忽视对睡眠的需要是危险的。但是，为什么我们首先有这样的需要呢？所有的哺乳动物似乎都睡眠，但睡眠的需要量有很大的不同（参见图5.11）。长颈鹿的睡眠每天不到2个小时，而褐色蝙蝠每天睡近20小时。很难解释睡眠需要的这些变化以及这种需要的存在。在无意识的睡眠期间发生的复原难道无法在意识状态中实现吗？毕竟，在进化过程中睡眠是有潜在的代价的。睡着的动物很容易被猎获，因此，除非睡眠有显著的益处可以弥补了这一脆弱性，睡眠习惯似乎不会如此广泛地在跨物种间形成。睡眠理论尚未能确定为什么大脑和身体进化到需要再现这些无意识的片段。






图5.11





虽然睡眠的长短不同，但是所有哺乳动物和昆虫似乎都需要睡眠。下次，你睡过头了，有人指责你“睡得像个婴儿”时，你可以告诉他们，你睡得不是像个婴儿而是像老虎或者棕蝠。





睡眠障碍



在回答这个问题“你睡得好吗？”喜剧演员斯蒂芬·莱特（Stephen Wright）说，“不好，我犯了几个错误”。每个人都喜欢睡得好，但很多人却深受睡眠障碍的困扰。困扰睡眠最常见的障碍包括失眠、睡眠呼吸暂停和梦游。


失眠
 即
难以入睡或难以保持睡眠

 ，也许是最常见的睡眠障碍。大约30%—48%的人报告有失眠的症状，9%—15%报告失眠严重以至于导致白天抱怨，6%的人达到失眠的诊断标准，即持久的妨碍睡眠的问题（Bootzin和Epstein，2011；Ohayon，2002）。不幸的是，


安眠药会引起什么问题？


失眠往往是一个持续性的问题，大多数人失眠的经历至少有一年（Morin等，2009）。失眠有许多可能的原因。在有些情况下，失眠是源于选择的生活方式，如夜班工作（自我诱导失眠）；而在有些情况下，失眠的发生是对抑郁、焦虑或其他一些条件的反应（继发性失眠）；在其他情况下，没有明显的诱发因素（原发性失眠）。无论何种类型的失眠，都会因为担心失眠而加重（Borkevec，1982）。毫无疑问，你经历过睡眠很重要的夜晚，如第二天有课堂发言或一个重要的面试，你会发现你无法入睡。睡眠的欲望引发心理控制的反向过程——提高了对无眠迹象的敏感度——这种敏感度干扰了睡眠。事实上，在一次实验中，被试因被告知快速入睡而变得过分敏感，比那些没有被告知要赶紧睡觉的人更难以入睡（Ansfield，Wegner和Bowser，1996）。某些情况下对失眠的反常的解决方法可能是放弃对睡眠的追求而找点别的事情做。

和另一个常见的疗法——使用安眠药相比，放弃努力睡眠的尝试可能会更好。虽然镇静剂对与情感事件相关的短暂睡眠问题是有用的，但长期使用则是无效的。首先，大多数安眠药会让人上瘾。人变得依赖安眠药来睡觉，可能需要增加剂量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即使短期使用镇静剂，也会干扰正常的睡眠周期。虽然药物促进睡眠，但是药物会缩短快速眼动和慢波睡眠的时间（Qureshi和Lee-Chiong，2004），剥夺人们的梦和他们最深的睡眠阶段。因此，使用药物达到的睡眠质量不如不用药物的好，并且可能会有副作用，如疲劳、烦躁。最后，突然停止服用安眠药会导致比以前更严重的失眠。


睡眠呼吸暂停
 是
在睡眠期间呼吸短暂停止的一种疾病。

 因为呼吸暂停包括呼吸道的自然收缩，睡眠呼吸暂停的人通常打呼噜。当呼吸暂停一次超过10秒，并且一晚上发生多次，就可能导致多次觉醒和睡眠缺失或失眠。呼吸暂停症最常发生在中年肥胖的男性中（Punjabi，2008），由于睡眠者不容易注意到，故可能不会就诊。同床的伴侣终于厌倦了打鼾声和睡眠者重新呼吸时吵人的喘气声，或者因为白天过度嗜睡，睡眠者可能最终寻求治疗。治疗包括减肥、药物、推动空气进入鼻腔的睡眠面罩或者解决该问题的手术。


唤醒梦游者安全吗？



梦游症
 （或梦游），当
人睡着的时候起来四处走动

 ，即发生梦游。梦游症多见于儿童，集中于4岁和8岁之间，15%—40%的孩子至少经历过一次（Bhargava，2011）。梦游通常发生在夜间早期，常常是在慢波睡眠阶段，梦游者可能在行走时或者没有清醒地返回床上时醒来，在这种情况下，到了早晨他们可能不记得这些情节。梦游者的眼睛通常是睁着的，眼神呆滞。除了漫画里，一般不是伸展手行走。梦游症通常与任何其他的问题都无关，问题只是在于梦游者有时做一些奇怪的或者不明智的行为，例如，在厕所以外的地方撒尿，睡着觉时离开房子。在睡着时人们走得往往不是很协调，可能被家具绊倒或跌落楼梯。毕竟他们是在睡觉。与流行的观点相反，唤醒梦游者或把他们带回床上是安全的（但最好等到他们做完他们的事情）。






在动画片中，梦游者伸着她们的双臂，闭着眼睛，但这只是动画片。现实生活中的梦游者通常睁着眼睛，正常走路，有时眼神呆滞。



还有其他不常见的睡眠障碍。嗜睡症
 是在
清醒的活动中睡眠突然袭来的一种疾病

 。嗜睡症包括睡眠的梦境状态（和快速眼动一致）闯入清醒阶段，往往伴随着无休止的过度睡眠和无法控制的睡眠发作，持续时间从30秒到30分钟。这种疾病似乎有遗传基础，它在家族中发病，可用药物有效治疗。睡眠瘫痪症
 是
醒来时无法动弹的经验

 ，并且有时与嗜睡有关。这可怕的经验通常发生在你从快速眼动睡眠醒来时，且在你重新获得运动控制之前。这段时间通常只持续几秒或几分钟，可伴有半睡半醒的（觉醒时）或入睡的（入睡时）幻觉，梦的内容好像发生在清醒的世界。最近一系列非常巧妙的研究表明，半醒前幻觉有人物在卧室的睡眠瘫痪症，似乎可以解释许多外星人绑架和性侵犯的记忆恢复（治疗师用催眠来帮助睡眠者 [ 错误地] 把它拼合在一起（McNally和Chancy，2005）的知觉实例。夜惊症
 （或睡惊症），
伴随恐慌和强烈的情绪唤起而突然清醒

 。这些恐惧大多发生在孩子身上，成年人只有约2%（Ohayon，Guilleminault和Priest，1999）。最常发生在睡眠周期早期的非快速眼动睡眠阶段，睡眠者通常不会报告有梦的内容。

总之，在我们晚上闭着眼睛时会有很多事情发生。人类遵循着一个非常规律的睡眠周期，在夜间经历五个睡眠的阶段。无论是睡眠剥夺还是睡眠障碍干扰了这一周期，都会对清醒意识产生影响。但是在夜间睡眠中还有其他事情发生，它们影响着我们睡眠和清醒时的意识。


梦


睡眠研究先驱威廉·德蒙特（William C.Dement，1959）说“梦允许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生命的每个晚上安静地、安全地疯狂”。确实，梦似乎的确有点失常。我们在梦里经历疯狂的事情，但更奇怪的是事实上我们是作家、制片人和我们经历的疯狂事件的导演。只是，这些经历是什么，如何解释它们呢？



梦的意识




梦的意识与清醒状态有何区别？


梦远离现实。你可能梦见在公众场合赤身裸体，从高处坠落，在重要的约会上酣睡不醒，你的牙齿松动、脱落，或者被追逐（Holloway，2001）。这些事情不太可能发生在现实中，除非你的生活特别糟糕。在梦境中意识的特点也与清醒时的意识有重大变化。与清醒状态相比，梦的意识有五个主要特点（Hobson，1988）。

➢ 我们都强烈地感受到
情绪

 ，无论是狂喜或者恐惧或者喜爱或者敬畏。

➢ 梦里的
思维

 不合逻辑：时间、地点和人物的连续并不适用。例如，也许你发现自己在一个地方，中间无需任何旅行，你又到了另一个地方——或人物可能从一个梦境到另一个梦境就改变了身份。

➢ 
感觉

 充分形成而且是有意义的；视觉为主，你也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声音、触摸和运动（虽然疼痛是很少见的）。

➢ 梦的发生伴随着不加批判地
接受

 ，好像人物和事件是完全正常的而不是奇怪的。

➢ 梦结束后我们很
难回想起梦

 。只有从梦中被唤醒时，人们才常常记得梦，即使在

醒来短短几分钟里，也可能丢失了梦的记忆。如果清醒的记忆是这样糟糕，那么

你会大部分时间半裸地站在大街上，忘记了你的目的地、衣服和午餐的钱。

然而，并不是我们所有的梦都荒诞离奇。与弗洛伊德夜间历险的疯狂故事相去甚远，梦一般是平平常常的（Domhoff，2007）。我们常常梦到世俗的主题，反映之前清醒的经历或“白天残留的印象”。当前的意识内容会在最近刚经历的图像中冒出来（Nikles等，1998）。梦可能是睡眠中体验到的混合感觉，就像在一个研究中，在快速眼动睡眠阶段往睡眠者脸上喷洒水滴，会促使他们梦见水（Dement和Wolpert，1958）。白天残留的印象通常不包括情景记忆，也就是，白天完整的事件在心中的重演。相反，反映白天经历的梦往往是从醒着的生活中选择出的感官经验或物体。梦不是事件的简单重播，梦常常包括从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相互交错的经历片段”，我们的心灵将其编织成一个单独的故事（Wamsley和Stickgold，2011）。例如，你与室友在海滩度过有趣的一天之后，你那晚的梦里可能包括跳起的沙滩球或一群海鸥的片段。在一项研究中被试玩电脑游戏俄罗斯方块，发现被试经常报告梦到俄罗斯方块游戏的几何图形落下来——即使他们鲜有报告正在做实验和玩游戏（Stickgold等，2001）。甚至患有严重健忘症的人尽管根本不能记得玩过的游戏，但是也会报告在他们的梦中出现了像俄罗斯方块的图形（Stickgold等，2000）。梦的内容是对白天的事件所拍的快照，而不是复述你所做所见的故事。这意味着，梦的到来常常没有明确的情节或故事主线，所以它们也许没有太多意义。

一些最难忘的梦是噩梦，这些可怕的噩梦会惊醒做梦者（Levin和Nielsen，2009）。一套来自大学生每日梦的日志表明，虽然有些人可能每晚都有噩梦，但一般学生每年大约有24次噩梦（Wood和Bootzin，1990）。儿童的噩梦比成人多，经历过创伤性事件的人倾向于做噩梦，重温这些事件。例如，以1989年旧金山湾地区的地震为例，经历过地震的大学生比那些没有经历地震的人，报告了更多关于地震的噩梦（Wood等，1992）。这种创伤效应可能会产生创伤事件的梦：一般而言，当警察经历了“危机事件”的冲突和危险时，他们往往有更多的噩梦（Neylan等，2002）。



梦的理论



梦是亟待解决的难题。你怎么能不想了解这些经历的意义呢？梦也许是不切实际和令人困惑的，但是它们在情感上引人入胜，充满了你自己生活中的生动形象，它们看起来很真实。对梦的意义的探索可以一直追溯到圣经上的人物，他们对梦进行解析并且在梦中寻找预言。在旧约中，先知丹尼尔（这本书三个作者的最爱之一）通过解释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的梦来讨好他。自古以来，关于梦的含义的问题一直是炙手可热的，主要因为梦的意义通常一点也不明显。

在梦的第一个心理学理论中，弗洛伊德（1900—1965）指出，梦是混乱和模糊的，因为动态无意识创造的梦就是让它们混乱和模糊。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梦象征愿望，这些愿望中有些愿望是不可接受的禁忌或焦虑，使得大脑只能以伪装的形式来表达它们。弗洛伊德认为，许多最不可接受的愿望是有关性的。例如，他会把火车进入隧道的梦解释为性行为的象征。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梦的显性内容（梦的表面主题或浅层意义）是其隐形内容（
梦真正的深层意义

 ）的烟幕。例如，梦见朋友所居住的街对面的公园里一棵树被烧光了（显性内容
 ），可能代表希望朋友死掉的一个伪装的心愿（隐形内容
 ）。在这个案例中，希望朋友死去是不被接受的，所以伪装成一棵树着火了。弗洛伊德的方法的问题是对任何梦都有无数个可能的解释，找到正确的解释靠主观臆测，并且要说服做梦者这种解释优于其他解释。


我们梦到我们压抑的思想的证据是什么？


虽然梦并不代表精心隐藏的愿望，但是有证据表明它们确实以压抑的思想重新出现为特征。研究人员要求志愿者想一个自己的熟人，然后在睡觉前花五分钟写下心里想到的所有事情（Wegner，Wenzlaff和Kozak，2004）。在写的时候，要求一些被试压抑想这个人的念头，要求另一些被试集中想这个人，还有一些被试只是自由地写出任何事情。第二天早上，被试写关于梦的报告。总的来说，所有被试都提到，梦到他们说出名字的人比梦到其他人更多。但是，如果他们是被分配在夜幕降临前压抑想这个人的一组，那么他们会更经常地梦见他们说出名字的人。这一发现表明，弗洛伊德关于梦的猜想是正确的，梦是那些不需要的思想的港湾。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演员梦见忘了台词，旅行者梦见迷了路，球员梦见漏掉了球。

梦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是激活整合模型
 （Hobson和McCarley，1977）。这一理论指出，当
大脑在睡眠中试图将随机发生的神经活动赋予意义时就形成了梦

 。在清醒的意识中，头脑致力于解释很多感觉器官接收的信息。例如，在课堂上你推测你听到的奇怪的噪音是你手机的震动声，或者你意识到你房间外面的奇怪味道应该来自烤糊的爆米花。在梦的状态下，你的头脑不会通达外面的感觉，但是它会继续做它通常做的事情：解释信息。因为现在的信息源于神经活动，这一神经活动的发生没有真实知觉提供的连续性，所以大脑的解释机制可以自由运作。这可能是为什么在梦里，例如，人有时可以变为其他人。没有知觉到的真实的人来帮助大脑保持一个稳定的看法。头脑在努力知觉和对大脑活动给予意义时，你在有关杂货店的梦中看到的人可能看起来像店员，但是当梦的场景移到你的学校时，他变成了你最喜爱的老师。人们在次日清晨解释他们的梦时，最感兴趣的可能是拓展他们在整个夜晚所进行的解释活动。


文化与社区 在世界各地梦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一项最近的研究（Morewedge和Norton，2009）考查了来自三个不同文化的人们如何评价他们的梦。要求被试在1（根本不同意）到7（完全同意）的量表上对不同的梦的理论给出评分。来自美国、韩国和印度相当多数量的学生认同弗洛伊德的理论，即梦是有意义的。只有很少比例的人认同其他的观点，如梦促进学习或者是无关的大脑活动的副产品。附图显示了所有三个文化群体的研究结果。看起来似乎世界多数地区的人们都有一个直觉，认为梦是由某些深层的相关内容构成的。






弗洛伊德的理论和激活整合理论的区别在于，他们将梦的意义放在不同的重要性上。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梦从意图开始，而在激活整合理论中，梦以随机开始——但是头脑在解释梦的过程时可以加入意义。梦的研究尚未确定这些理论中的哪一理论或者另一理论可以最佳地解释梦的意义。






图5.12 在快速眼动睡眠中激活和没有激活的脑。





标为红色的是快速眼动睡眠期激活的脑区，那些标为蓝色的是没有激活的脑区。（a）侧面图表示杏仁核、视觉联合皮层、运动皮层和脑干被激活，前额叶没有激活。（b）背面图表示其他视觉联合区的激活且前额叶没有激活（Schwartz和Maquet，2002）。（见插页）





做梦的大脑



在我们做梦时大脑中发生了什么？几项使用fMRI的研究扫描了睡眠时人们的大脑，关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出现变化的脑区。他们的研究表明，在快速眼动期间脑的变化明显对应于梦中发生的意识的某些变化。图5.12表示的是在做梦的大脑中发现的一些激活或者失活模式（Nir和Tononi，2010;Schwartz和Maquet，2002）。

在梦中，有从高处俯视、潜藏的危险人物、偶尔的怪物、细小的琐事，以及至少会出现过一次的你走进教室才想起有重要考试的情形。这些主题说明，负责恐惧或情绪的脑区在某种程度上在梦中加班工作，并且这在fMRI的扫描中是清晰可见的。杏仁核参与对危险或者令人紧张的事件的反应，杏仁核在快速眼动睡眠中确实十分活跃。

典型的梦还是一个视觉的仙境，视觉事件出现在几乎所有的梦境中。然而，只有较少的听觉感受，甚至更少的触觉感受，并且几乎没有嗅觉或者味觉。这一梦的“图片展”当然不包括真实的知觉，只是视觉事件的想象。原来负责视知觉的脑区在梦中不会被激活，而负责想象的枕叶的视觉联合区确实会表现出激活（Braun等，1998）。你的大脑足够聪明，会意识到它不是真的看到了离奇的形象，而是把它看作是想象的离奇形象。


fMRI如何告诉我们梦为什么没有连续的故事线索？


在REM睡眠中，前额叶表现出比平常清醒意识状态相对较少的唤醒。这对做梦者意味着什么？一般说来，前额叶与计划和活动执行有关，而梦仿佛经常是无计划和杂乱无章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梦通常没有很合乎情理的故事线索——它们是由没有计划能力的作者编造的剧本。

梦的另一个奇怪的事实是在眼球快速移动时身体则是完全静止的。在快速眼动睡眠阶段，运动皮层是被激活的，但是贯穿脑干的脊髓神经元抑制了运动活动的表达（Lai和Siegal，1999）。原来这是在梦中脑活动的一个有用的特点，否则，你可能起床并表演你的每个梦！事实上，受一种罕见睡眠障碍折磨的人会失去快速眼动睡眠阶段正常的肌肉抑制，因此会将梦里的内容表演出来，在床上剧烈移动或者在卧室里高视阔步（Mahowald和Schenck，2000）。然而，在睡眠中行动的多数人可能没有做梦。在梦中大脑特别地抑制了行动，这也许是让我们不要伤着我们自己。

小结



▲ 睡眠和梦呈现出头脑中一副意识的一种变化状态的景象。





▲ 在晚上的睡眠中，大脑在五个睡眠阶段中进进出出，多数梦发生在快速眼动阶段。





▲ 在人的一生中睡眠的需要在减少，但是剥夺睡眠或者梦会带来负面的心理或者生理影响。





▲ 睡眠会受到包括失眠症、睡眠呼吸暂停、梦游症、嗜睡症、睡眠瘫痪症和夜惊症疾病的扰乱。





▲ 在梦中，做梦者不加批判地接受情绪、思想和感觉的变化，但是在清醒时却很少记得。





▲ 梦的理论包括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和激活整合模型。





▲ 有关梦中大脑的fMRI研究揭示了与视觉想象、其他感觉的降低、诸如恐惧等情绪感受的增加、计划能力的减少以及动作的防止等相关的脑活动。






药物与意识：假灵感



反乌托邦小说《勇敢的新世界》的作者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932），曾写下他服用药物酶斯卡灵（一种致幻剂）的亲身经历。《知觉之门》（TheDoors of Perception
 ）描述了他偏离正常意识时强烈的心理体验，他形容为“生活中的一切都在闪着内在的光，并具有无限的意义。例如，一把椅子的腿——它们是多么神奇的管状物，它们是多么奇妙的平坦光滑！我花了几分钟——或是几年——不只是盯着那些竹椅的腿，而是实际变成了它们”（Huxley，1954，第22页）。

变成了椅子的腿？这也许比变成椅子的座要好，但它听起来仍然像一种古怪的经验。不过，很多人经常通过使用药物来寻找这种经验。精神药物
 是
通过改变大脑的化学通信系统来影响意识或行为的化学药品。

 在“神经科学与行为”一章，我们在探讨大脑系统的神经递质时，你读到了一些这样的药物。在“治疗”一章，我们在谈到它们在心理疾病治疗中的作用时，你会以一个不同的角度读到它们。这些药物无论是用于娱乐、治疗还是用于其他方面，它们都是通过增加神经递质的活动（兴奋剂）或减少神经递质的活动（拮抗剂）来发挥作用。

一些最常见的神经递质是5-羟色胺、多巴胺、γ-氨基丁酸（GABA）和乙酰胆碱。药物通过阻止神经递质与突触后神经元基的结合，并借助突触前神经元进行再回收抑制，或者通过提高它们的结合和传输，来改变神经递质的功能。不同的药物可以增强或减缓传递模式，使脑电活动发生变化，这模拟了大脑的自然运作。例如，一种如地西泮（苯二氮卓）的药物诱发睡眠但阻碍做梦，所以形成一种类似慢波睡眠的状态，即大脑每晚所自然形成好几次的睡眠状态。其他药物所引起的大脑活动模式在自然情况下不会发生，但是它们对意识的影响却是剧烈的。就像赫胥黎亲身经历了变成椅子的腿一样，使用药物的人的经验不同于任何他们在正常清醒时的意识状态或者甚至在梦中可能出现的体验。为了了解这些变化的状态，让我们先探究人们如何使用和滥用药物，然后考查精神药物的主要类型。






为什么孩子们喜欢转圈直到头晕并摔倒呢？即使在很小的时候，改变意识状态似乎就是种好玩儿的事情。




药物的使用与滥用


为什么有时孩子们会旋转到感到晕眩并摔倒？偏离正常现象的意识状态具有某种奇怪的魅力，纵观历史，人们通过舞蹈、禁食、诵经、冥想、摄取形形色色的离奇的化学药品来麻醉自己，以追寻这些变化的意识状态（Tart，1969）。人们对意识变化的追求甚至会付出代价，从伴随头晕的恶心，到对摧毁生命的药物痴迷，以及随之而来的药物成瘾。在这方面，追求意识的变化是一种致命的诱惑。

通常，药物诱发的意识的改变以愉快开始，发出最初的魅力。研究者通过观察实验室的动物如何努力获得精神药物，来测量精神药物的魅力。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让白鼠通过按压杠杆来给自己静脉注射可卡因（Bozarth和Wise，1985）。在为期30天的研究中，白鼠借助获得可卡因的自由通道，增加可卡因的使用。它们不仅持续高频率地自我注射，而且偶尔会纵情到让自己抽搐痉挛。它们不再清洁自己，停止饮食，直到体重平均减轻几乎三分之一。实验结束时，约90%的白鼠死去。对白鼠而言，诸如糖或似糖的甜味比可卡因更具吸引力（Lenoir等，2007），但它们对可卡因的喜好是极其认真的。

当然，白鼠不是微缩的小人，所以这项研究不是理解人对可卡因反应的坚实依据。但研究结果确实清楚地表明，可卡因是会上瘾的，而且上瘾的结果可能是很可怕的。实验室动物自我给药的研究表明，动物不仅会努力获得可卡因，还有酒精、苯基丙、巴比妥盐酸、咖啡因、鸦片制剂（如吗啡、尼古丁和海洛因），苯环己哌啶（PCP）、MDMA（摇头丸）和THC（四氢大麻酚、大麻的有效成分）。有一些精神药物，动物不会努力去获取（如麦司卡林或安定药吩噻嗪），表明这些药物导致成瘾的可能性较小（Bozarth，1987）。

人们第一次使用精神药物通常不会上瘾。他们可能会试过几次，然后再次尝试，并最终发现他们使用的药量倾向于随时间而增加，因为药物耐受性、身体依赖和心理依赖等几个原因。药物耐受性
 是
经过一段时间后需要较大的药物剂量来达到同样效果的倾向

 。医生采用吗啡控制患者疼痛面临耐受性的问题，因为需要持续加大药物的剂量才可能减少相同的痛苦。随耐受性增加而来的是药物过量的危险；用于娱乐的使用者发现需要使用越来越多的药物才能产生同样的兴奋。但是，如果一批新的海洛因或可卡因比平时的浓度大，使用者达到同样兴奋的“正常”服用量可能是致命的。


停药会产生什么问题？


成瘾药物的自我给药也可以由停药症状引起，即停止使用药物导致的症状。一些停药症状表现为身体依赖，伴随停药出现疼痛、痉挛、幻觉、或其他不适症状。受身体依赖折磨的人会寻求继续用药物，以避免身体不适。一个常见的例子是“咖啡因头疼”，当没有喝到日常的爪哇咖啡时，有些人会抱怨头痛。其他的停药症状源自
心理依赖，

 即使身体症状都消失了还渴望重新恢复药物。经过一段时间，药物会形成一种不断萦绕在头脑的情感需要，特别是在让人们想起药物的情况下。例如，一些戒烟者报告渴望饭后一支烟，甚至在他们已经成功戒烟几年后。

药物成瘾揭示了人性的弱点：我们不能透过我们行为的直接后果，来领会和鉴别长远的后果。虽然我们喜欢认为，我们的行为是受对未来结果的理性分析指导的，但是更典型的情况是，“先玩再付钱”直接导致“让我们现在多玩点吧”。近在眼前的快乐景象在强烈地召唤着我们，而这个行为在未来某个时间将会付出的代价是苍白的、模糊的、遥远的。例如，让人们选择今天接收1美元还是一周后获得2美元，大多数人会在今天拿这1美元。然而，如果同样的选择是在未来一年的某一天（当今天意外之财的即时快感不是很强时），人们选择等待并获得2美元（Ainslie，2001）。服用大剂量药物有关的即刻满足可能胜过了服用这些药物产生的后果的理性分析，比如药物成瘾。


克服成瘾的统计数字是多少？


源自药物成瘾的心理和社会问题是严重的。对许多人来说，药物成瘾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对某些人来说，它是导致死亡的原因。像前面提到的研究中对可卡因成瘾的大鼠（Bozarth和Wise，1985），有些人如此依赖药物，以至于他们的生活都受其控制。然而，事情并不一定就此结束。这一结局是为大众所熟知，因为毒瘾成为一个循环可见的社会问题，由重复犯罪、重复入狱和治疗计划而“公开化”。但药物成瘾的生活不是使用药物的人唯一可能的结局。斯坦利·沙赫特（Stanley Schachter，1982）指出，成瘾的可见性是在误导，事实上许多人能克服成瘾。他发现，在有吸烟史的样本人群中，64%的人能够成功戒烟，尽管许多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尝试才最终成功。事实上，在20世纪80、90年代和21世纪前十年进行的大规模研究一致表明，那些滥用药物的人群中有大约75%的人能战胜他们的药物成瘾，年龄在20—30岁的人群在药物使用中下降最大（Heyman，2009）。一项对士兵在越南染上海洛因成瘾的经典研究发现，他们返回美国几年后，只剩下12%的人还有瘾（Robins等，1980）。回归正常生活的向往和义务，加上缺少与他们药瘾相关的熟悉环境和面孔，使得返回家乡的士兵可能成功戒瘾。虽然成瘾是危险的，但不一定是无法治愈的。

把所有消遣性药物的使用都看作“成瘾”可能不准确。例如，在这一点上，在西方社会的历史上许多人不会把重复使用咖啡因称为成瘾，有些则不会将使用酒精、烟草和大麻称为成瘾。然而，在其他时间和地点，它们中的每一个都被认为是一个可怕的成瘾，应该被禁止并受到公众谴责。例如，在第17世纪早期，在德国使用烟草是死刑，在俄罗斯是被阉割，在中国是被斩首（Corti，1931）。对于吸烟者那不是个好年代。相反，在历史上有好几个时期，可卡因、海洛因、大麻、安非他明每一个都很流行，甚至被当作医疗药品推荐，没有贴上任何成瘾的污名（Inciardi，2001）。

虽然“成瘾”作为一个概念被我们大多数人熟悉，但是实际上对什么是“成瘾”竟没有一个标准的临床定义。成瘾的概念已经扩展到人类的许多追求，产生了这样一些词语，诸如性成瘾、赌博成瘾、工作成瘾、当然还有吃巧克力成瘾。在不同时期社会有不同的反应，药物的某些用途被忽略，其他用途被提倡，另一些则只是征税，但其他的却受到强烈禁止（见“现实世界”栏目，第212页）。与其把所有的药物使用看作是一个问题，不如重点思考这样使用药物的代价和益处，以建立帮助人们基于这些知识来选择相应行为的方法（Parrott等，2005）。


精神类药物的类型


每天，五分之四的美国人都以某种方式使用咖啡因，但并不是所有的精神药物都这么被人熟知。为了了解这些有名的和不知名的药物是如何影响精神的，让我们考虑几大类药物：镇静剂、兴奋剂、麻醉药、致幻剂和大麻。表5.3总结了这些不同类型药物已知的潜在危险。



镇静剂




镇静剂
 是
降低中枢神经系统活动的物质

 。最常用的镇静剂是酒精，其他包括巴比妥酸盐、苯二氮类药物、有毒吸入剂（如胶或汽油）。镇静剂有止痛和镇静作用，高剂量往往会引起睡眠，过高的剂量也可能导致呼吸停止。服用镇静剂会产生身体依赖和心理依赖。



酒精

 。酒精是镇静剂之王，它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始于史前，在大多数文化中容易获得，并作为一种社交认同的物质被广泛接受。12岁以上的美国人52%报告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喝过酒精饮料，还有24%在这段时间狂饮酒精饮料（连续超过五杯）。甚至在年轻人（18—25岁）中比例更高，62%的报告在上一个月喝过一次酒，还有42%报告狂饮过（美国国家健康统计中心，2012）。

酒精的最初效果是愉快和减少焦虑，感觉很积极。随着摄入量不断加大，造成醉酒，导致反应变慢、言语不清、判断力差以及其他思维和行为效能的降低。尽管目前仍不了解酒精影响神经机制的确切方式，但是像其他镇静剂一样，酒精会增加神经递质 GABA的活性（De Witt，1996）。正如你在“神经科学与行为”一章读到的那样，GABA通常抑制神经冲动的传递，所以酒精的一个作用是作为一种抑制剂——阻止其他神经元放电的化学药品。但这里有许多矛盾之处。有些人饮酒后大声喧哗并好斗，有些却变得情感脆弱、眼泪汪汪，还有人变得闷闷不乐，还有人变得举止反常，同一个人在不同情况下可能体验到其中的每一种效应。一种药物怎么能做到这样呢？研究者提出了两种理论来解释这些不同的作用：
期望理论和酒精近视。





表5.3 药物的危险







期望理论
 指出，
在特定情况下，酒精的作用可以由人们对酒精会如何影响他们的预期而产生

 （Marlatt和Rohsenow，1980）。例如，如果你看过朋友或家人在婚礼上饮酒，并且注意到这往往让人喜悦和爱好交际，在类似的节日，你自己喝酒也可能体验到这些影响。反过来，看到人们喝醉了在酒吧打架，可能会导致你酒后爱挑衅。


为什么人们会经历不同的醉酒？


考察实际摄入酒精的作用不依赖所知觉到的酒精摄入量的研究，检验了期望理论。在使用平衡的安慰剂设计
 的实验中，
在实际刺激出现或不出现时对行为进行观察，安慰剂刺激出现或不出现时也对行为进行观察。

 在这样的一项研究中，给予被试含酒精或替代液体的饮品，并让每组中一些人相信他们饮了酒，而另一些人相信他们没有饮酒。例如，当他们没有饮酒时，告诉他们喝的是酒，可能是在杯子的塑料盖上沾了一点伏特加，让它有那个味道，而杯子里的饮料只是奎宁水。这些实验常常表明，相信自己喝了酒可以与真的摄入酒精一样强烈地影响行为（Golman，Brown和Christiansen，1987）。你也许看到过晚会上人们仅仅喝了一瓶啤酒就变得喧闹，因为他们预期啤酒有这一作用，而不是因为啤酒真的有这一影响。






哪一个理论，期望理论还是酒精近视理论，认为，人对酒精的反应（至少部分）是通过类似观察学习的过程学到的？



另一种解释酒精各种效应的理论取向是酒精近视
 理论，指出
酒精妨碍注意力，导致人们以简单的方式对复杂的情况做出反应

 （Steel和Josephs，1990）。该理论认为，生活中充满了复杂的推力与拉力，而我们的行为常常是一个平衡的动作。想象一下，你竟在迷恋一个与你朋友约会的人。你是进行情感告白还是看重你们的友谊？近视理论认为，当你喝了酒，会损坏你良好的判断力。变得很难理解这些不同选择的微妙之处，不恰当的反应是完全倾向这种或那种方式。所以，酒精可能会让你在朋友的约会上语惊四座，或者也许只是对着啤酒哭泣你的胆怯，这取决于你在近视状态所倾向的方式。

在一项关于酒精近视理论的研究中，男士（其中一半正在喝酒）观看了一段一位不友好女士的视频，然后询问他们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实施性侵犯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接受（Johnson，Noel和Sutter-Hernandez，2000）。那个不友好的女士似乎提醒他们性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比起那些头脑清醒的男士，正在喝酒又看过这个视频的男士更不可能认为性侵犯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当一组看到一位友好女士视频的男士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时，比起那些没有饮酒的男士，这些饮酒的男士更倾向于认可这种性提议，即使这些要求可能是令人讨厌的。显然，酒精让这个涉及浪漫关系的复杂决定看起来简单了（“哇，她这么友好！”）——可能做出严重的错误判断。

期望理论和近视理论两者都认为，人们饮酒后往往会走极端（Cooper，2006）。事实上，喝酒似乎是引发极端行为造成社会问题的主要因素。酒后驾驶是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在2009年，卷入致命车祸的22%的司机的血液酒精含量达0.8%或更高（美国人口普查局，2012）。对女大学生的一项调查显示，酒精导致了约76%的无行为能力强奸案（在受害者因自己喝醉而无行为能力后强奸），还有72%的药物或酒精促成的强奸（行为人在强奸前故意灌醉受害者）（McCauley等，2009）。


巴比妥酸盐类、苯二氮类药物和有毒的吸入剂
 。和酒精相比，其他镇静剂并不太受欢迎，但仍被广泛使用和滥用。巴比妥酸盐类如速可眠或宁比妥，被指定为辅助睡眠或手术前麻醉的处方药。苯二氮类药物如安定、阿普唑仑也称为轻微镇静剂，被指定为抗焦虑的药物。这些药物是由内科医师开具，用于治疗焦虑和睡眠问题，但与酒精混合使用时，它们是危险的，因为可以导致呼吸抑制。身体依赖是有可能的，因为长期使用后停用会产生严重的症状（包括痉挛），心理依赖也很常见。最后，有毒的吸入剂或许是这一类别中最令人害怕的物质（Ridenour和Howard，2012）。通过气态的家居产品如胶水、发胶、指甲油去除剂或汽油，甚至儿童都很容易接触到这些药物。抽鼻子闻到或“深呼吸”这些产品的气体可以产生短暂的如醉酒的效果，但过量会致命，持续使用可能导致永久性的神经损伤（Howard等，2011）。



兴奋剂




兴奋剂会产生依赖吗？



兴奋剂
 是
刺激中枢神经系统，提高觉醒和活动水平的物质

 。包括咖啡因、尼古丁、可卡因、安非他明、莫达非尼和摇头丸，有时有一种合法的药物用途。例如，安非他明（也叫speed），原本是准备药用如减肥药；然而，安非他明类如脱氧麻黄碱和右旋苯异丙胺被广泛滥用，长期使用会造成失眠、好斗和偏执。兴奋剂提高大脑中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水平，从而引起依赖这些神经递质的脑环路更高水平的活动。因此，它们增加使用者的警惕性和能量，经常产生自信的欣快感和一种把事情做完的强烈动机。兴奋剂产生身体依赖和心理依赖，其停药症状包括如疲劳和消极情绪等的抑郁效应。

摇头丸（也被称为MDMA，“X”或“E”），安非他明衍生物，是一种兴奋剂，但也有点像迷幻药（不久我们会谈到）的附加效应。摇头丸因让使用者感到共情从而接近他们周围的人而特别出名。它经常被用作晚会的药物，在舞蹈俱乐部或狂欢晚会上提高群体的感受，但它也有令人不快的副作用，如引起牙关紧闭及干扰体温调节。作为这些问题的补救措施，锐舞文化普及了镇静剂和果汁，但使用者仍非常易得心绞痛和衰竭。虽然摇头丸不可能像其他药物那样引起身体或心理的依赖，但它还是会导致一些依赖。此外，在街上卖的药丸有时发现有杂质，这是很危险的（Parrott，2001）。摇头丸对人类大脑中5-羟色胺神经元的潜在毒性作用还存在争议，尽管越来越多来自动物和人类的研究证据表明，持续使用与5-羟色胺神经元的损伤有关，也可能与情绪、注意力、记忆力和冲动控制的问题相关（Kish等，2010;Urban等，2012）。


使用可卡因有哪些危险的副作用？


可卡因取自可可植物的叶子，安第斯山脉的土著人将其作为咀嚼的药物已经培育了几千年。是的，都市传奇是真的：直到1903年，可口可乐还含有可卡因，还可能在使用（去掉了可卡因的）可可树叶作为香料——虽然公司没有说（百事可乐从不含可卡因，可能是由一些褐色的物质制成）。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尝试了可卡因，并在一段时间内非常热情地描写它。可卡因（通常用鼻子吸）和强效可卡因（抽的）产生的兴奋和狂喜让人和老鼠严重上瘾，在本章前面你已经读过。脱离成瘾以令人不快的崩溃形式出现，使用可卡因危险的副作用包括如失眠、抑郁、攻击和偏执等心理问题，以及如心脏病发作、死亡或体温过高等身体问题（Marzuk等，1998）。虽然可卡因已作为晚会的药物广受欢迎，但要高度重视对其形成依赖的极大的潜在可能性及其潜在的致命的副作用。

尼古丁算是一个谜。这是一个几乎没有人把它推荐给新人的药物。它通常包括吸入闻起来味道不太好的烟，至少在最初，还不是获得兴奋的方式，顶多是有些头晕或恶心的感觉。那为什么人们要吸烟呢？使用烟草主要是由戒烟引起的不快而非使用时的愉快诱发的。人们报告从吸烟中得到的积极影响——如放松、注意力更加集中等——主要来自戒烟症状的缓解（Baker，Brandon和Chassin，2004）。对付尼古丁的最好方法就是永远不去碰它。



麻醉药



源于罂粟种子的鸦片及其衍生物海洛因、美沙酮、吗啡、可待因（以及如哌替啶和奥施康定等处方药）被称为麻醉药
 （或阿片类药物
 ），
取自鸦片的缓解疼痛的会让人高度上瘾的药物。

 麻醉药引起的幸福和放松的感觉是令人享受的，但也能导致昏迷和嗜睡。麻醉药的成瘾性是很强的，长期使用会产生耐受性和依赖性。因为这些药物通常是由皮下注射器注射，当使用者共用注射器时，还会引起如HIV等疾病的危险。不幸的是，这些药物特别诱人，因为它们模拟了大脑自身内在放松和快感的体系。


麻醉药，为什么会令人特别着迷？


大脑产生内源性阿片肽或内啡肽，这些是与鸦片紧密相关的神经递质。正如你在“神经科学与行为”一章中所了解到的那样，内啡肽对大脑内部如何处理痛苦和压力起作用。这些物质当然会减少痛苦的感受。例如，当你运动锻炼一段时间，开始感觉肌肉在燃烧，你可能也发现有一段时间疼痛缓解了——有时甚至是在运动期间。内啡肽由脑下垂体分泌，其他脑区视它为受伤或劳动的反应，它会形成一种自然的补偿（如所谓的跑步者的兴奋），随后疼痛感减少幸福感增加。然而，当人们使用麻醉药时，脑内被人为地大量充斥了内啡肽受体，这时会降低受体有效性，也可能抑制内啡肽的产生。当外部供给的麻醉药停止时，就可能发生停药症状。



致幻剂



使意识产生极端变化的药物是致幻剂
 ，
改变感觉和知觉并经常引起视听幻觉的药物。

 这些药物包括LSD（麦角酸酰二乙氨或酸）、酶斯卡灵、裸头草碱、PCP（苯环己哌啶）和克他命（一种动物麻醉剂）。这些药物有些取自植物（酶斯卡灵取自皮约特仙人掌，裸头草碱或“魅惑菇”取自蘑菇），自古以来就被人们使用。例如，采食皮约特仙人掌在一些美国土著民的宗教习俗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一些致幻剂a大多是合成的。1938年，LSD首先由化学家阿尔伯特·霍夫曼（Albert Hofman）制造，引发了一连串影响1960年代大众文化的实验。当时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的讲师蒂莫西·里瑞（Timothy Leary），支持使用迷幻药“审视内心，关注社会，退出世俗”。甲壳虫乐队唱的“钻石天空中的露西”（当然，可能否认这指的是LSD）；这轮关注导致很多人对致幻剂进行了实验。


致幻剂有哪些效果？


实验不是很成功，这些药物会使知觉发生巨大改变。感觉似乎异常强烈，静止的物体看起来可能在移动或改变，模式或颜色可能显现出来，这些感觉可能伴随着夸张的情绪，从超然的幸福到极端的恐惧。这些就是导致“我变成了椅子的腿”的药物。但致幻剂的作用是很强烈和不可预测的，营造了一个心理上的坐过山车，一些人发觉引人入胜而另一些人则觉得不胜烦扰。致幻剂是自我给药的动物不会为其努力的药物的主要种类，所以人类不可能对这些药物上瘾也就不足为奇了。致幻剂不会引起明显的耐受性或依赖性，很少有用药过量导致的死亡。尽管致幻剂仍然在喜欢对他们的知觉做实验的人们中享有微弱的人气，但是与其说它们是一种文化潮流，不如说它们是一种危险的诱惑。



大麻




大麻
 （或大麻类毒品）是
一种叶片和花蕾中含有称为四氢大麻酚（THC）药物的植物

 。当大麻本身或以浓缩的麻醉药形式被吸食时，这种药物会引起一种陶醉的状态，有轻微的幻觉。使用者把这种体验描述为愉悦、高度敏锐的视听和知觉到一连串的想法。大麻会影响判断力和短期记忆，损害运动技能和协调性——在使用期间，驾驶车辆或操作重型设备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老兄，我的推土机在哪里？”）。研究者发现，脑内对THC反应的受体（Stephens，1999）通常是由一种被称为大麻素的神经递质激活，这种物质是在脑内自然产生的（Wiley，1999）。大麻素参与情绪、记忆、食欲和疼痛知觉的调节，还被发现会刺激实验室动物一时暴饮暴食，就像大麻在人类身上的作用一样（Williams和Kirkham，1999）。黑巧克力中发现的一些化学物质亦与大麻素相仿，虽然非常弱，但也许能解释人们在享用“一剂量”的巧克力后所声称的幸福。


现实世界 毒品与意识监管




对于毒品使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由于不可能知觉到其他人头脑里发生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还在乎人们对他们自己的意识做了什么呢？意识是政府可以立法的东西吗？或者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他们自己的意识状态吗（McWilliams，1993）？毕竟，一个“自由社会”怎么能够证明监管人们在他们自己脑袋里做什么是有必要的呢？





个人和政府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两者都指出毒品成瘾对毒品成瘾者和社会的代价，必须“承载”没有收入的人们，支付他们的福利，甚至常常要照顾他们的孩子。你在新闻里每天都见到，吸毒者似乎是麻烦制造者和罪犯，是所有那些与毒品有关的枪击、持刀抢劫的罪魁祸首。对毒品问题的普遍愤怒以对毒品开战的形式出现，一项联邦政府计划在尼克松时代出炉，重点是将毒品使用作为刑事犯罪，试图通过监禁使用者来阻止用药。





然而，毒品使用没有因为对毒品40年的战争而停止，相反，监狱里塞满了因吸毒被捕的人。从1990年到2007年，在州和联邦监狱毒品涉案人员的数量从179070到348736——猛增了94%（司法统计局，2008）——不是因为毒品使用在显著增加，而是由于关押的毒品犯罪涉案人员的增加。为了让许多人不被毒品毁掉他们的生活而将他们关起来，但事实是监狱毁掉了他们的生活。像1920年到1933年失败的禁酒政策（Trebach和Zeese，1992）一样，毒品战争的政策所造成的危害似乎比它所预防的危害要大得多。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是逐渐结束战争思维，转而关注减少毒品带来的危害（Fields，2009）。这种降低危害的方法是对高风险行为的反应，重点是降低这些行为对人们生活的破坏（Marlatt和Witkiewitz，2010）。降低危害起源于荷兰和英国的策略，如对一些毒品的使用消除刑事处罚，或为静脉注射毒品的使用者提供无菌注射器来帮助他们避免由共用针头感染HIV和其他传染病（Des Jarlais等，2009）。降低危害甚至可能包括为吸毒者提供毒品，以减少他们从非法供应商那里得到未知剂量的不纯药物时中毒和过量的风险。相应地，对酗酒者而言，降低危害的观念是满足他们现在的水平（就是他们目前的饮酒量），不是谴责他们的饮酒行为，而是允许适度饮酒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酗酒的有害影响（Marlett和witkiewitz，2010）。降低危害的策略不一定要寻求公众的支持，因为他们挑战了大众的观念，即解决药物和酒精问题必须要用禁令：完全停止使用。





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这样的观点，即人们应该自由决定是否需要使用物质来改变他们的意识，尤其是这种物质的使用会带来医疗好处，如减少恶心、降低失眠和增强食欲。自1996以来，18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已经制定法律，将医用大麻的使用合法化。在2012年11月6日，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成为最先将纯粹娱乐用大麻合法化的两个州。事实上，联邦法律将大麻继续列为Ⅰ类管制物质将问题复杂化了，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可能需要数年才能够完全解决。的确，刚听到合法化倡议通过时，科罗拉多州长约翰·希肯卢珀（John Hickenlooper）警告科罗拉多州的公民：“联邦法律仍然宣称大麻是非法药物，所以不要匆忙地扔掉奇多脆和金鱼饼干（Cheetos和Goldfish）。




使用大麻有哪些危险？


大麻成瘾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耐受性似乎不会发展，身体的停药症状是最小的。然而，心理依赖性是可能的，有些人会成为长期的使用者。在有历史记载以来，无论作为一种疼痛和/或恶心的药物还是一种消遣药物，大麻的使用就已遍布世界，但是对它的使用仍存在争议。大麻的滥用和依赖与增加抑郁、焦虑和其他形式精神疾病的风险相关。许多人还担心大麻（以及酒精和烟草）是一种入门毒品
 ，
使用这一毒品会增加后续使用更有害毒品的风险。

 这一入门理论已获得诸多证据支持，但最近的研究对这个理论提出挑战，认为不论药物的类型，一般前期药物的使用都会增加以后药物问题的风险（Degenhardt等，2010）。由于将危害归因于大麻的使用，美国政府把大麻列为1类管制物质，确认不能用于医疗，认为大麻具有与海洛因等毒品一样滥用的高可能性。尽管联邦法律反对使用大麻，在美国约42%的成年人报告他们在生活中的某个时刻使用过大麻——这个比率比大多其他国家观察到的都更高（Degenhardt等，2008）。也许由于认识到公众对大麻的认可，最近，好几个州已采取举措以允许医用大麻的销售，使拥有大麻合法化（所以违者是罚款而不是进监狱），或销售和拥有大麻完全合法化。关于大麻法律地位的争论可能需要数年来解决。在此期间，取决于你在哪里生活，使用大麻最大的风险可能是被监禁（见“现实世界：药物和意识监控”）。

小结



▲ 精神药物通过改变大脑的化学通信系统以强化或削弱神经递质的作用来影响意识。





▲ 药物耐受性会导致过量，而身体依赖和心理依赖可导致成瘾。





▲ 精神药物的主要类型包括镇静剂、兴奋剂、麻醉药、致幻剂和大麻。





▲ 镇静剂酒精的不同效应由预期理论和酒精近视解释。






催眠：易受暗示



你可能从未被催眠，但是你可能听说过或读过它。这种奇事经常被在令人惊奇的氛围里描述，催眠的舞台演示使它看起来非常强大和神秘。当你想到催眠时，你可能想象人们完全受催眠师的操纵，催眠师命令他们像小鸡一样跳舞、或者“回到”早期的童年时代以及用孩子一样的声音说话。许多关于催眠的大众观点都是错误的。催眠a是指一种社会互动，在这种社会互动中一个人（
催眠师

 ）
做出暗示，引起另一个人（催眠对象的）主观经验世界的改变

 （Kirsch等，2011）。催眠的本质是引导人们预期他们意识之外的某些事发生在他们身上（Wegner，2002）。


暗示与易感性


为了诱发催眠，催眠师可能让被催眠者静静地坐着，集中精力于某物如墙壁上的一个点（或一只摆动的怀表），然后向这个人指出催眠会有怎样的影响（例如，“你的眼皮慢慢合拢”或“你的胳膊越来越重”）。即使没有催眠，一些被暗示的行为也通常会发生，这仅仅是因为一个人在集中注意它们——例如，仅仅想他们的眼皮慢慢合拢，可能会使许多人微微闭上眼睛，或者至少眨眼。然而，在催眠状态中，可以提出一些大多数人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做的异常行为，如挥动他们的手臂发出很大的咯咯声——处在易受暗示状态下的人们会遵从它们。


什么使有些人容易被催眠？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同样被催眠。易感性千差万别。一些极易受暗示的人很容易被催眠，大多数人都只受到有限的影响，而有些人则完全不受催眠者企图的影响。易感性不能由一个人的人格特征来轻易做出预测。催眠师通常用一系列设计好的暗示旨在使人进入更易受影响的精神状态，来测量某人的催眠易感性。一个人易感性的最佳指标是这个人自己的判断。所以，如果你认为你是可以被催眠的，那么你就会被催眠（Hilgard，1965）。具有活跃的生动想象力的人，或是那些容易沉浸在观看电影等活动中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往往也是催眠的良好候选人（Sheehan，1979；Tellegen和Atkinson，1974）。


催眠效应


观看舞台催眠术，你可能认为催眠的主要作用是让人做奇怪的事情。那么，关于催眠，我们确切知道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呢？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演示表明，在那些催眠状态下会发生真正的变化。例如，在1849年庆祝艾伯特（Albert）王子的生日时，要求一个被催眠的客人忽视任何大的噪音，当一支手枪在他脸边开火时，他甚至没有躲避。现今，在舞台秀上催眠师已被劝阻不要使用枪支，但他们往往让志愿者表演其他让人印象深刻的本领。催眠状态下超常力量的大众话辞，包括要求被催眠的人变得“硬如木板”以及肩膀在一把椅子双脚在另一把椅子悬空地躺着，催眠师站在被催眠者的身上。

研究表明，催眠尽管可以破坏记忆，但具有重大的局限性。易受催眠的人可以被引导体验催眠后遗忘
 ，
在催眠暗示要忘记后记忆提取失败

 。例如，欧尼斯特·希尔加德（ErnestHilgard，1986）教给被催眠的人记一些偏远城市的人口，并建议他忘记该学习单元；之后，这个人非常惊讶自己能够给出正确的人口普查数字。问他怎么知道这些答案时，这个人断定他可能是从电视节目里学到的。这种健忘症届时可以在随后的催眠中得到恢复。

重要的是，研究发现，只有在催眠状态下失去的记忆可以通过催眠恢复。声称催眠可以帮助人们挖掘正常意识下他们不能找回的记忆似乎是错误的，因为被催眠的人往往编造记忆来迎合催眠师的暗示。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一位副警长保罗·英格拉姆（PaulIngram）被他的女儿指控性侵犯，审讯者要求他在一次次地庭审中放松和想象已犯了这些罪。他在这些庭审中承认做了几十次可怕的“像撒旦式的例行侵犯”行为。然而，当独立调查员理查德·奥弗什（Richard Ofshe）使用同样的技巧问英格拉姆一项奥弗什无中生有编造的罪行，即一件英格拉姆从来没有被指控的罪行时，这些供词受到质疑。英格拉姆出示了三页手写供词，完整的对话（Ofshe，1992）。然而，这个案件中的检察官认可英格拉姆的有罪答辩，在公众呼吁和他致力于数年的辩护后于2003年才得以释放。当一个人声称记得某事，即使在催眠状态下也很难说服他人这样的记忆是错误的（Loftus和Ketchum，1994）。


什么证据支持催眠会引起身体上看得见的变化这一观点？


催眠可以引起身体上可预见的生理和行为改变。一个已为大家接受的效应是催眠镇痛（hypnotic analgesia）
 ，
通过对催眠易感的人催眠来减少疼痛。

 一项研究（见图5.13）发现，对于在实验室志愿者身上诱发的疼痛，催眠比吗啡、地西泮（安定）、阿司匹林、针灸或安慰剂更有效（Stern等，1977）。对催眠敏感的人，催眠可用于控制外科手术和牙科手术中的疼痛，在某些情况下比任何形式的麻醉都更有效（Druckman和Bjork，1994；Kihlstrom，1985）。






图5-13 催眠镇痛（HypnoticAnalgesia）。





用不同技术治疗实验室诱发的疼痛时，人们报告疼痛减轻的程度。催眠获胜（Stern等，1977）。



研究表明，催眠能够让人控制以前所认为的不受意识控制的心理过程。例如，Stroop任务（Stroop，1935）是一个经典的心理测验，在这一测验中要求人命名纸上单词的颜色（以红、绿、蓝色等墨水出现）。这是一个简单的任务。然而，有时这个单词本身就是该颜色的名称，但用了不同颜色的墨水印制。结果发现，命名的墨水颜色和文字内容不匹配（例如，当单词“绿色”用红色墨水写时）比内容是中性的或一致时（例如，如果“桌子”或“红色”用红墨水写的），人们的反应会明显更慢并会出现更多错误。无论我们怎样努力都会出现这种效应。令人惊讶的是，在易受暗示的人们被催眠并被告知以相同的方式对所有单词进行反应时，这种效应完全消失了（Raz等，2002）。重要的是，虽然后续的研究表明，催眠暗示没有要求消除Stroop效应。事实证明，暗示易受暗示的人对所有单词进行相同反应就具有和催眠相同的效果（Lifshitz等，2013）。这表明催眠效应可能是易受暗示的人遵守他人暗示的结果。

尽管如此，在催眠暗示中，人们并不只是告知催眠师想要听的，而是似乎在经历他们所被要求经历的东西。例如，在催眠暗示下，当要求那些易被催眠的人感知颜色时，他们负责颜色视觉的脑区被激活，即使向他们呈现的是灰色刺激（Kosslyn等，2000）。在进行Stroop任务时，那些可以消除Stroop效应的人在暗示下会表现出前扣带回皮层（ACC）活动的减少，这一脑区参与冲突监测（图5.14；Raz，Fan和Posner，2005），与知觉到的颜色名称和墨水之间没有冲突时相一致。总的来说，催眠暗示似乎改变了那些经历催眠的人的主观知觉，正如他们在自我报告、行为和脑活动的变化中反映出来的那样。






图5.14





催眠期间的大脑活动（a）研究人员发现，所有人在Stroop任务中前扣带回皮层都被激活。前扣带回皮层（十字线显示的）参与冲突监测。（b）然而，在催眠状态下，易受催眠的人比不易被催眠的人在这一脑区表现出活动的减少（Raz等，2005）。（见插页）



小结



▲ 催眠是一种以受暗示性为特点的意识状态的变化。





▲ 虽然很多说法夸大了催眠的效应，但是催眠可以使人形成不自主发生动作的体验，形成痛觉缺失甚至改变大脑的活动方式，表明催眠经历的不只是想象。



其他声音一位法官对大麻的呼吁

所有麻醉药都应该是非法的吗？我们应该在一个人可接受的自己意识的变化与刑事或病态行为之间的哪里画条线呢？让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例子——请站在大麻合法化的立场思考一下。可敬的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古斯廷·L·莱辛巴赫（Gustin L.Reichbach，2012，第A27页）最近写了一篇关于这个问题措辞强硬的文章（在这里稍微简述一下），虽然他的态度让很多人惊讶。

三年半以前，我62岁生日时，医生发现我的胰腺上有一个肿块。结果是第3阶段的胰腺癌。我被告知我会在4 到6个月内死去。今天，我是少数患有这种病幸存这么长时间的几个人之一。但是我没有预见到，在献身法律生活40年，包括作为纽约州法官20多年后，我对改善临终关怀的寻求将我引向大麻。

我的幸存需要巨大的代价，包括几个月的化疗、地狱般的放疗和残酷的手术。大约一年前，我的肿瘤消失，但后来又复发了。大约一个月前，我开始了一个新的更加无力的疗程。每隔一周，在接受为时三小时的静脉注射推进器的化疗药物后，在接下来的48个小时我将戴着一个泵慢慢注入更多药物。

常伴有恶心和疼痛。一个人要努力吃足够的食物以延缓这个病所带来的急剧的体重减轻。吃，人生一大乐趣，现在已经成为每日的战斗，每吃一口就是一个小的胜利。每一种处方药治疗一个问题，并导致一种或两种以上的药物来抵消其副作用。止痛药导致食欲不振和便秘。抗恶心药物引起血糖升高，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我的胰腺缺乏免疫力。睡眠，可能缓解一天的痛苦，却变得越来越行踪不定。

吸食大麻是唯一的药物，它使我的恶心得以一定程度的缓解，刺激了我的食欲，并促进睡眠。我的医生开的口服的合成替代品屈大麻酚没有作用。朋友们不想看我遭受痛苦，冒着一些个人的危险，选择为我提供大麻。我发现，在晚饭前几口大麻是我在吃饭这场战斗中的弹药。睡前再多吸几口会使迫切需要的睡眠成为可能。

这不是一个法律和秩序的问题，它是一个医学和人权的问题。在纪念斯隆-凯特林（SloanKettering）的癌症中心接受治疗，我享受绝对黄金标准的医疗护理。但是不能期望医生做什么法律禁止的事情，即使他们知道这是对他们的病人最有益的。当临终关怀被认为是基本的人类医疗权利时，医用大麻应该是无可争议的。

癌症是一个无党派的病，无处不在，很难想象立法者的家庭没有遇到过这一瘟疫。这是要帮助所有受到癌症影响的人，和那些我现在说了之后得了癌症的人。鉴于我的职位是一个审判法官还在审理案件，好心的朋友质疑我暴露这一问题是否明智。但我认识到，由于种种原因，其他癌症患者可能无法说出我们的困境。一种治疗癌症的药物可以缓解症状又没有副作用，却仍被列为是没有药用价值的毒品，这是癌症界另一个让人心碎的难题。

因为宣称一项有效的医疗技术违反法律会影响我们司法的公正，所以作为一个法官又是一个遭受致命疾病折磨的癌症病人，我觉得有必要说出来……医学尚未找到治愈的方法，拒绝我们使用一种已被证明可以改善我们痛苦的物质是野蛮的。

我们应该如何确定哪些改变意识的物质可以为我们的社会使用，哪些应该是非法的？你会提出什么标准？应该根据使用该物质有关的对健康的负面影响来做决定吗？给如法官莱辛巴赫所描述的积极效应多大的权重？在本章中描述的研究检验了药物使用的入门理论，但并不支持这一理论。如果你有机会设计并进行一项研究来回答这一领域的一个关键问题，你会做什么？

本章回顾


关键概念小测试


1.下列哪一项不是意识的基本属性？

a.意向性

b.不统一性

c.选择性

d.短暂性

2.目前，无意识的过程被理解为____。

a.一个思想抑制的集中模式

b.一个关于记忆、本能、欲望的隐藏系统

c.一个空白状态

d.产生思想和行为的缺乏经验的心理过程

3.当阈下无意识过程影响思想和行为时，是____无意识在工作。

a.最小

b.压抑

c.动态

d.认知

4.睡眠和清醒周期是人类生命的主要模式，被称为____。

a.昼夜节律

b.睡眠阶段

c.意识状态的变化

d.阈下知觉

5.随着年龄增长，睡眠的需求____。

a.降低

b.增加

c.波动

d.保持不变

6.在梦中，做梦者____情感、思想和感觉的改变。

a.怀疑

b.完全意识不到

c.不加批判地接受

d.客观地看待

7.哪一种梦的解释提出，在大脑试图给随机的神经活动赋予意义时就形成了梦？

a.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

b.激活整合模型

c.无意识认知模型

d.显性内容框架

8.对做梦的大脑的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揭示所有以下现象，除了____。

a.情绪的敏感性增加

b.激活与视觉相关的活动

c.增加计划能力

d.阻止运动

9.精神药物对意识的影响是通过改变____的作用。

a.兴奋剂

b.神经递质

c.安非他明

d.脊髓神经元

10.耐药性包含____。

a.经过一段时间，需要较大的剂量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b.接受新的经验

c.使用药物的最初吸引力

d.戒断时疼痛症状的减轻

11.提高唤醒和活动水平并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是____。

a.抑制剂

b.兴奋剂

c.麻醉药

d.致幻剂

12.酒精期望是指____。

a.酒精的初始效果是欣快和减少焦虑

b.作为一个社会认可的物质，酒精被广泛接受

c.酒精导致人们用简单的方法对复杂情况做出反应

d.在特定情境下，人们关于酒精如何影响他们的信念

13.催眠已经被证明具有____。

a.影响身体的力量

b.对记忆提取的积极效应

c.镇痛作用

d.返回童年记忆的效应

14.以下四个人中哪个人最不可能是一个好的催眠候选人？

a.杰克，花很多时间看电影

b.伊万，相信她容易被催眠

c.埃文，有积极生动的想象力

d.伊莎贝尔，爱运动


关键术语


意识

现象学

他人心理的问题

身心问题

双耳分听

鸡尾酒会现象

最小意识

全意识

自我意识

心理控制

思想抑制

思想抑制的反弹效应

精神控制的反向加工

动态无意识

抑制

认知无意识

阈下知觉

变化了的意识状态

昼夜节律

快速眼动睡眠阶段

眼电图

失眠

睡眠呼吸暂停

梦游症（或梦游）

嗜睡症

睡眠瘫痪症

夜惊（或睡眠惊恐）

显性内容

隐性内容

激活整合模式

精神药物

药物耐受性

镇静剂

期望理论

平衡安慰剂设计

酒精近视

兴奋剂

麻醉药（或阿片类药物）

致幻剂

大麻（或大麻类毒品）

降低危害的方法

入门毒品

催眠

催眠后失忆

催眠镇痛


转变观念


1.“昨晚我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你的朋友告诉你。“我梦见我试图像鸟儿一样飞翔，但我不断飞进晾衣绳里。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在梦里你努力飞翔意味着在你的生活中有人挡着你的路、阻止你向前。我想那一定是我男朋友，所以也许我最好跟他分手。”基于你阅读的本章内容，你会告诉你的朋友关于梦的解释可信吗？

2.在一个早晨的课上，你发现朋友在打呵欠，你问他昨晚睡得好吗。“在工作日，我白天上课，晚上值夜班，”他说，“因此，我这一个星期没睡太多。但我觉得没问题，因为我星期六早晨可以晚起补上睡眠。”你朋友认为可以用周末补觉来平衡平日睡眠不足的想法现实吗？

3.你和一个朋友正在看2010年的电影《盗梦空间》，主演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LeonardoDiCaprio）饰演公司间谍。受雇于一个名叫斋藤（Saito）的商人，迪卡普里奥的角色是在竞争对手睡着时在他的无意识里植入一个想法。根据计划，当对手醒来时他会不得不按照那个想法行动，这是斋藤公司获利的秘密。“这是一个很酷的主意，”你的朋友说，“但这是纯粹的科幻小说。没有所谓的无意识，当你有意识时，无意识的思想不可能影响你有意识时的行为方式。”你会告诉你的朋友什么？我们有什么证据证明无意识心理存在并且会影响有意识行为？


关键概念小测试答案


1.b；2.d；3.d；4.a；5.a；6.c.；7.b；8.c；9.b；10.a;11.b；12.d；13.c；14.d.


需要更多帮助？更多资源请登陆LauchPad 的网站


http://www.worthpublishers.com/launchpad/schacter3e


意识（consciousness）
 
人对世界和内心的主观经验。




现象学（phenomenology）
 
事物如何看起来像是有意识的人。




他人心理的问题（problem of other minds）
 
我们在洞悉他人的意识时遇到的主要困难。




身心问题（mind-body problem）
 
心理与脑和身体的关系问题。




双耳分听（dichotic listening）
 
在这一任务中，人们戴着耳机聆听呈现给每只耳朵的不同信息。




鸡尾酒会现象（cocktail-party phenomenon）
 
人们会听到某信息而同时把附近其他信息过滤掉的现象。




最小意识（minimal consciousness）
 
一种低级的感觉意识与反应，当头脑输入感觉信息和可能输出行为时它即发生。




全意识（full consciousness）
 
你知道并能报告你的心理状态的意识水平。




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
 
一种特定水平的意识，在这种意识水平里自我作为一个对象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心理控制（mental control）
 
试图改变心理的意识状态。




思想抑制（thought suppression）
 
刻意回避某一想法。




思想抑制的反弹效应（rebound effeCTof thought suppression）
 
压抑的思想更频繁地返回意识的倾向。




心理控制的反向加工（ironic process of mental control）
 
反向错误的发生是因为监控错误的心理过程自身会产生错误。




动态无意识（dynamic unconscious）
 
一个活跃的系统，包含终生隐藏的记忆，人最深层的本能和欲望，以及人在控制这些力量时内心的斗争。




压抑（repression）
 
从意识里除去不可接受的思想和记忆，把它们保存在无意识的心理过程。




无意识认知（cognitive unconscious）
 
引发一个人的思想、选择、情感和行为的所有心理过程，即使这个人没有感受到。




阈下知觉（subliminal perception）
 
由一个人不能有意识报告知觉到的刺激所影响的思想和行为。




变化的意识状态（altered state of consciousness）
 
一种显著不同于正常的关于外界和内心主观经验的经验形式。




昼夜节律（circadian rhythm）
 
一种自然发生的24 小时的周期。




快速眼动睡眠阶段（REM sleep）
 
以快速眼动和高水平的大脑活动为特点的睡眠阶段。




眼电图（EOG）
 （electrooculograph）
测量眼动的一种仪器。




失眠（insomnia）
 
难以入睡或难以保持睡眠。




睡眠呼吸暂停（sleep apnea）
 
在睡眠期间呼吸短暂停止的一种疾病。




梦游症（或梦游）（somnambulism or sleepwalking）
 
当人睡着的时候起来四处走动，即发生梦游。




嗜睡症（narcolepsy）
 
在清醒的活动中睡眠突然袭来的一种疾病。




睡眠瘫痪症 （sleep paralysis）
 
醒来时无法动弹的经验。




夜惊症（或睡惊症）（night terror or sleep terror）
 
伴随恐慌和强烈的情绪唤起而突然清醒。




显性内容（manifest content）
 
梦的表面主题或浅层意义。




隐形内容（latent content）
 
梦真正的深层意义。




激活整合模型（activation-synthesis model）
 
一种理论认为，当大脑在睡眠中试图将随机发生的神经活动赋予意义时就形成了梦。




精神药物（psychoactive drugs）
 
通过改变大脑的化学通信系统来影响意识或行为的化学药品。




药物耐受性（drug tolerance）
 
经过一段时间后需要较大的药物剂量来达到同样效果的倾向。




镇静剂（depressants）
 
降低中枢神经系统活动的物质。




期望理论（expectancy theory）
 
在特定情况下，酒精的作用可以由人们对酒精如何影响他们的预期而产生。




平衡的安慰剂设计（balanced placebo design）
 
在这种研究设计中，实际刺激出现或不出现时对行为进行观察，在安慰剂刺激出现或不出现时也对行为进行观察。




酒精近视（alcohoh myopia）
 
酒精妨碍注意力，导致人们以简单的方式对复杂的情况做出反应。




兴奋剂（stimulants）
 
刺激中枢神经系统，提高觉醒和活动水平的物质。




麻醉药（或阿片类药物）［narcotics or（opiates）］
 
取自鸦片的缓解疼痛的会让人高度上瘾的药物。




致幻剂（hallucinogens）
 
改变感觉和知觉并经常引起视听幻觉的药物。




大麻（或大麻类毒品）（marijuana）
 
一种叶片和花蕾中含有称为四氢大麻酚（THC）药物的植物。




降低危害的方法（harm reduction approach）
 
对高风险行为的反应，重点是降低这些行为对人的生活的破坏。




入门毒品（gateway drug）
 
使用这一毒品会增加后续使用更有害毒品的风险。




催眠（hypnosis）
 
指一种社会互动，在这种社会互动中一个人（催眠师）做出暗示，引起另一个人的（催眠对象的）主观经验世界的改变。




催眠后遗忘（posthypnotic amnesia）
 
在催眠暗示要忘记后记忆提取失败。




催眠镇痛（hypnotic analgesia）
 
通过对催眠易感的人催眠来减小疼痛。






第6章 记忆



在12岁那年，吉尔·普莱斯（Jill Price）开始认识到自己可能有超常记忆力。那年的5月30日，她正在为七年级的科学课期末考试做准备时，她的思绪开始漂移，她开始觉察到自己能够生动地回忆起去年5月30日那天发生的所有事情。一个月后，相似的事情发生了。在洛杉矶天堂湾和她朋友凯西品尝香草蛋奶时，吉尔回忆起就在一年前他们做了同样的事。吉尔觉得凯西也会像自己这样容易地回忆起来这件事，可让吉尔惊讶的是，凯西竟茫然地回答道：“我们去年做这件事了吗？”

回忆起发生在一年前的事件的细节看起来可能没什么了不起。你也许可以回忆起去年生日你做了什么，或者去年你在哪里过的感恩节，但是，你能记得去年的今天你所做事情的细节吗？或者，去年的今天的一周前、一个月前、6个月前或者6年前你做了什么？你可能记不得这些了，但是吉尔记得。

随着吉尔长大，她的记忆重现变得更频繁了。现在吉尔快到50岁了，她能够清晰地回忆起从
1980年代早期以来她每一天

 发生的事情的很多细节（Price和Davis，2008）。这不是吉尔的主观感觉。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著名的记忆研究者詹姆斯·麦克高夫（JamesMcGaugh）博士及其同事对吉尔的记忆进行了连续几年的研究，并得到了令人震惊的发现（Price，Cahill和McGaugh，2008）。例如，他们让吉尔回忆从1980到2003期间的每一个复活节的日期，这个任务很难，因为复活节可能处于3月22日和4月15日之间的任何一天。尽管吉尔事先没有意识到会被问到这个问题，但是她还是既迅速又准确地回忆出了这些日期。在研究者测试过的被试中，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当吉尔被问到若干年前发生的公共事件［罗德尼·金（Rodney King）被警方殴打？O.J.辛普森（O.J.Simpson）判决？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的爆炸案？］的日期时，她会将正确答案脱口而出（1991年3月3日；1995年10月3日；1995年7月25日）。此外，研究者还随机选择了不同的日期，询问吉尔在这些日期所做事情的细节，并将吉尔的回忆与她的个人日记进行比对。她同样可以既迅速又准确地作出回答：1986年7月1日做了什么？——“那个夏天，那个月，那一天的事情完整地浮现出来。我和（朋友的姓名）去了（餐馆的名称）。”1981年10月3日做了什么？——“那是个周六。整个周末都在公寓里闲逛，戴着手臂绑带，我的肘部受伤了。”1994年4月27日做了什么？——“那是个周三。回忆这一天很容易，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我在哪里。我那天在佛罗里达，我被叫去和祖母道别，他们都觉得祖母快要死了，但是她后来活了下来。”（Parker等，2006，第39-40页）

我们都渴望拥有吉尔那样的超常记忆，对吗？未必。看看吉尔怎么看待自己的记忆能力的：“大多数人把我这样的记忆力称作天赋，但我觉得是个负担。每一天我的整个生活细节都在脑海中盘旋浮现，我都快疯了！！！”（Parker等，2006，第35页）




吉尔·普莱斯能够准确地记得在过去30年发生在她生活中的几乎每一件事情，这得到了她日记的证实。但是，她的超常记忆与其说是福倒不如说是祸。

为什么吉尔能够比我们其他人更能完整地回忆起过去，对于这一点研究者们仍然不了解全部原因。但是，吉尔并非是唯一拥有如此超常记忆的人。随着介绍吉尔和麦克高夫博士的60分钟故事的播出，吉尔的超常记忆力开始广为人知。这个故事引发了世界各地的人向麦克高夫博士询问，这些人也觉得自己拥有吉尔那样的超常记忆力。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具备超常记忆力，但麦克高夫博士及其同事还是发现了11个人拥有“极为出色的自传体记忆力”，这种记忆力与研究者在吉尔·普莱斯身上观察到的超常记忆力相似（LePort等，2012）。研究者发现，在与记忆有关的几个脑区的结构方面，拥有出色自传体记忆的被试与控制组被试存在差异，这说明进一步研究这些不寻常的个体可能有助于理解记忆更为普遍的本质。


记忆
 指的是
随着时间推移存储和提取信息的能力

 。尽管我们很少人具备吉尔·普莱斯那样的超常记忆力，也极少有人具备极为出色的自传体记忆力，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特的身份，这种身份与我们所思考、感觉、实施和经历的事件紧密联系。记忆便是这些事件的残留物，是经验在我们脑中引起的持久的改变，以及经验消失后留下的痕迹。如果经历了事件但并未在脑中留下痕迹，那么就和这个事件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是，正如吉尔的故事所提示的，记得生活中的一切事情也未必是什么好事。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部分更为全面地探讨这一点。

一个人能够像吉尔那样轻易回忆起过去，不应该让我们忽视记忆行为实际上是很复杂的。因为记忆是如此异常复杂，它也是异常脆弱（Schacter，1996）。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很想回忆起某事，却回忆不起来；或者某事从未发生，我们却记得它发生过。为什么在有的情形下记忆可以很好地为我们服务，而在有的情况下又和我们玩残酷的恶作剧？我们何时能够相信自己的记忆？我们何时又应该对记忆保持怀疑？只有一种记忆还是有多种记忆？心理学家已经探索并回答了包括这些问题在内的很多关于记忆的问题。

正如你在本书的其他章所看到的，头脑所犯的错误为我们理解其基本的功能运作提供了重要的启发，记忆领域是对这一点的最好例证。在本章里，我们将探讨记忆的三个重要功能：编码
 ，即
将我们所知觉、思考或感觉的转化为持续记忆的过程

 ；存储
 ，即
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信息保持在记忆中的过程

 ；提取
 ，即
将之前编码和存储的信息在头脑中提取出来的过程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几种不同类型的记忆，并且特别关注记忆的错误、扭曲和缺陷是通过哪些方式揭示记忆本质的。




编码：将知觉转化为记忆



巴伯利斯（Bubbles P.）是一位职业赌徒，他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生活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当地的俱乐部掷骰子，或者在玩高赌注的扑克。只要瞟一眼，他可以轻易地脱口而出20个数字，无论是顺向还是逆向的（Ceci，DeSimone和Johnson，1992）。大多数人能够听一列数字，然后从记忆中复述出来，只要这列数字不超过7个（参照图6.1，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图6.1 数字记忆测试。





你能记得多少数字？从图中的第一行数字开始，同时用一张纸把下面的数字盖住。对于每行的数字，先看一秒钟，然后盖住。等过了几秒钟，试着复述一下刚才看到的那行数字。然后把纸移开，看看你的复述是否正确。如果是正确的，就继续到下一行的数字，用相同的方法来测试对数字的复述，直到你不能回忆出某行的全部数字。你能正确记住的最后一行的数字的个数就是你的数字广度。巴伯利斯能够记住20个随机的数字，或者从上往下5 行的所有数字。你做得怎样？




记忆的形成如何与按照食谱做菜相似？


巴伯利斯如何具备如此超常的记忆力？至少两千年以来，人们将记忆看做是一个记录设备，精确记录从感官进入的信息，然后将这些信息存储下来备用。这种观点很简单而且是凭直觉获得的，但也是完全错误的。记忆是我们脑中已经存储的信息和通过感官而来的新信息进行组合而产生的。从这种意义上而言，记忆就像做饭一样：由食谱开始，在整个过程中即兴发挥。我们将旧信息加入新信息，混合、摇晃、烘焙，最后记忆便跳跃而出。记忆是
被构建

 的，而不是被记录的。编码是将我们所知觉、思考或感觉到的信息转化为持久记忆的过程。让我们看看三种类型的编码过程——语义编码、视觉表象编码以及组织编码，然后考虑对我们的祖先而言编码所具备的可能的生存价值。


语义编码


记忆是新旧信息的组合。因此，任何特定记忆的属性既依赖于之前存储在记忆中的旧信息，也同样依赖于来自不同感官的新信息。换言之，我们如何记住某事依赖于我们当时如何对它进行思考。例如，作为一个职业赌徒，巴伯利斯发现数字对他而言极有意义。因此，当他看到一连串的数字，他往往会去思考它们的意义。他可能想到这些数字如何与他最近在赛马场的赌注联系起来，或者与他经历一个晚上后在扑克牌桌上的胜利联系起来。你可能会通过反复朗读来记住22061823这串数字，而巴伯利斯则会想到下面这些：下注220美元按照6比1的赔率，赌第8号马会在第3场比赛中名列第2。实际上，当巴伯利斯进行记忆测试的材料不是数字而是面孔、词语、物体或者位置时，他的记忆成绩并不优于平均水平。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向被试呈现一系列词语，然后让他们进行如下三种判断中的一种（Craik和Tulving，1975）：
语义判断

 ，要求被试思考词语的意义（
比如“帽子

 是否是一类服饰？”）；
押韵判断

 ，要求被试思考词语的发音（比如“hat与cat押韵吗”？）以及
视觉判断

 ，要求被试思考单词的外形（HAT是大写的还是小写的？）。判断任务的类型影响了被试对每个词语的思考方式——即他们用何种旧信息与新信息组合——从而对其记忆产生了明显影响。进行语义判断（即思考词语的意义）的被试的记忆远好于那些思考单词长什么样或发什么音的被试。这些结果和其他研究的结果表明，语义编码
 明显增强信息的长时保持，语义编码是
将新信息与存储在记忆中的旧信息已有知识进行有意义地联系的过程（Brown和Craik，2000）

 。


哪种编码最有效：语义编码、韵脚编码还是视觉判断编码？为什么？


那么这种语义编码发生在何处？进行这种类型的信息加工时脑中在发生什么？研究表明，语义编码与额叶左下区域和左颞叶内部区域的活动增强存在独特的相关（参见图6.2a；Demb等，1995；Kapur等，1994；Wagner等，1998）。实际上，上述两个区域在编码某个项目时的激活程度与被试能否回忆起该项目直接相关。这些区域的激活程度越高，被试回忆起相应信息的可能性越大。


视觉表象编码


公元前477年，雅典希腊诗人西蒙尼戴斯（Simonides）刚一离开某场宴会，宴会所在地的天花板就垮塌了，在场的所有人都因此丧生。西蒙尼戴斯仅仅通过想象宴会饭桌周围的每把椅子以及回忆坐在那里的人就能够叫出每位死者的名字。西蒙尼戴斯虽不是第一个但属于最擅长使用视觉表象编码
 的人，这种编码即
将新信息转变为心理图画加以存储的过程

 。

如果你想使用西蒙尼戴斯的方法来构建持久的记忆，你只需将你想记住的信息转换为视觉图像，然后将其存储在一个熟悉的位置。例如，如果你去杂货店，想记住需要购买可乐、爆米花和奶酪酱这几样东西，你可以将你屋子里的房间作为地点，想象你的客厅灌满了可乐，卧室的枕头塞满了爆米花，而澡盆则是一池油腻的奶酪酱。等到了杂货店，你可以在头脑里扫视你的房子，“看看”每间屋子，从而回忆起你要买的东西。

大量实验表明，视觉表象编码能明显增强记忆。在一个实验中，在学习一组词语时通过将词变为视觉图像的方法进行记忆的被试，在随后的测试中能够回忆出的词语数量是那些仅仅在脑海中复读词语的被试的两倍（Schnorr和Atkinson，1969）。为什么视觉表象编码的效果这么好？首先，视觉表象编码和语义编码所起的某些作用是一样的。在创建视觉形象时，你就将新信息与记忆中已有的旧信息知识联系了起来。例如，一辆停放的轿车的视觉图象可能帮助你形成与你初吻记忆之间的关联。


视觉表象编码如何影响记忆？


其次，当你采用视觉表象编码词语或其他言语信息时，你最终就有了两个不同的针对记忆项目的心理
占位符

 ——一个是视觉的，另一个是言语的，这就让你有了更多的回忆方式，而不仅仅是言语的心理占位符（Paivio，1971，1986）。视觉表象编码会激活枕叶的视觉处理区域（参见图6.2b），这表明在基于视觉表象形成记忆的时候，人们实际上要谋求视觉系统的帮助（Kosslyn等，1993）。






图6.2 在不同判断任务中的脑活动。





fMRI研究表明，在不同的判断任务中，不同的脑区会激活。（a）在语义判断任务中，左侧额叶下部会激活；（b）在视觉判断任务中，枕叶会激活；（c）在组织判断任务中，左上额叶会激活。




组织编码







有没有想知道服务员如何可以记得谁点了比萨、谁点了炸薯条，即使什么都没写下来？有些人已知道如何运用组织编码。



你是否曾经和一群朋友在餐馆点菜，惊讶地看着服务员听你点菜却没有把你点的菜写下来？为了弄明白服务员是怎么做到的，一名研究者花了3个月时间待在餐馆，在那里，服务员按照惯例写下所点的菜，然后将票据放在客人桌上，走向厨房，
告诉

 厨师要做什么菜（Stevens，1988）。研究者让服务员佩戴上麦克风，让他们出声思考，也就是当他们在餐馆内走来走去完成一天的工作时将所思考的内容大声说出来。研究者发现，一旦服务员离开了客人的桌子，就立即将客人点的菜品组合或分类成：热饮、冷饮、热菜、凉菜。服务员将这些项目组合成与厨房布局一致的序列，首先下饮品的菜单，然后是热菜的菜单，最后是凉菜的菜单。服务员利用组织编码
 来记住相应的菜单，
组织编码即根据在一系列项目间的关系将信息进行归类的过程。




为什么备考时在脑海中对材料进行组织可以提高你之后对相关材料的提取？


例如，假定你需要记住下面的词语：桃子、奶牛、椅子、苹果、桌子、樱桃、狮子、睡椅、马匹、课桌。这个任务看起来很难，但是如果你将这些项目分成三类：水果（桃子、苹果、樱桃）、动物（奶牛、狮子、马匹）和家具（椅子、桌子、睡椅、课桌），这个任务就会容易很多。研究表明，让人们将不同的项目像这样分类可以有效提高他们随后对项目的回忆成绩（Mandler，1967）。甚至可以使用更复杂的组织结构，如同图6.3呈现的层级结构（Bower等，1969）。人们可以通过将项目组织成多层级的类别来提高对单个项目的回忆，这些层级从高往低可以分为一般类别（如
动物

 ），中间类别（如
鸟和鸣鸟

 ），以及具体样例（
如鹪鹩和麻雀）

 。

正如语义编码和视觉表象编码可以激活特定脑区，组织编码也可以激活特定脑区。正如你在图6.2c看到的，组织编码激活左侧额叶的上表面（Fletcher，Shallice和Dolan，1998；Savage等，2001）。不同类型的编码策略似乎依赖于不同脑区的激活。






图6.3 将词语组织成一个层级结构。





将词语组织成概念上的不同组别并将它们彼此联系（正如这个例子里的层级结构），之后更容易从记忆中重构出相应的项目（Bower等，1969）。通过记住每个词所属的层级类别能够更容易地回忆出这个例子里的17个词。




对生存相关信息的编码


对新信息进行编码在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都是很重要的。缺乏这种编码能力，你几乎没有机会获得学位。我们祖先的生存可能依赖于信息编码以及之后回忆起诸如食物和水的来源或者捕食者在何地出现等信息（Nairne和Pandeirada，2008；Sherry和Schacter，1987）。

最近的实验通过考察对与生存相关信息的编码检验了这些观点。实验受到了基于达尔文自然选择原则的进化观点的启发：有助于生物体生存和繁衍的特征比其他特征更有可能遗传给后代（参见“心理学的科学之路”一章）。因此，那些有助于我们生存和繁衍的记忆机制应该通过自然选择得以保存，我们的记忆系统的建立方式应使我们很好地记住那些与生存相关的被充分编码的信息。

为了检验这个观点，研究者让被试执行三种不同的编码任务（Nairne，Thompson和Pandeirada，2007）。在生存编码条件下，要求被试想象自己被困在外国的一个草原，缺乏任何维系生存的资源，而且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将需要食物和水的供应，还需防止自己被捕食。研究者随后向被试随机呈现之前选好的词（例如，
石头、草地、椅子

 ），让被试在1—5量表上评价在假设的情境下每个物品和生存的关联程度。在迁徙编码条件下，第二组被试被要求想象自己正打算搬到外国的一个新家，并在1—5量表上评价每个物品对于他们建立新家的有用程度。最后，在愉悦度编码条件下，向第三组被试呈现同样的词，要求他们在同样的5点量表上评价每个词的愉悦度。






图6.4 生存编码提高随后的回忆。





一头向我们猛扑过来的可能威胁我们生存的美洲狮和回忆成绩有何关系？人们对词语进行生存编码后能回忆起更多的词语（Nairne等，2007）。



如图6.4所示，实验结果表明，与迁徙编码和愉悦度编码条件相比，生存编码条件下被试回忆出了更多的词。在后续实验中，研究者发现，和其他几种非生存编码（包括语义编码、表象编码或组织编码）相比，生存编码条件下自由回忆的成绩更高（Nairne，Pandeirada和Thompsoh，2008）。生存编码为何导致了如此高的记忆成绩？生存编码利用了语义编码、视觉表象编码和组织编码的元素，这使得生存编码优于其他三种编码的任何一种（Burns，Hwang和Burns，2011）。此外，生存编码可激励被试进行广泛的计划，这一点促进了记忆并可能解释生存编码的诸多好处。例如，当被试想象自己被困在缺乏食物的草原的情景并根据与生存的相关性编码一系列词的时候，与
不需要

 涉及计划的生存情景相比，
需要

 涉及计划的生存情景导致了更好的记忆成绩。关键是，在
涉及计划（比如计划一场晚餐聚会）但不涉及生存

 的情景中（比如计划一场晚餐聚会），被试也表现出更好的回忆成绩（Klein，Robertson和Delton，2011）。当然，对将来进行计划本身对我们的长远生存至关重要，因此这些发现仍然与进化的观点大致吻合，即记忆的建立方式是为了能够支持我们进行计划，记忆将对未来的不同思考联系起来，从而增强生存的可能性（Klein等，2011；Schacter，2012；Suddendorf和Corballis，2007）。

小结



▲ 编码是将我们感官接收的信息转化为持久记忆的过程。大多数关于卓越记忆力的例子反映的是对编码策略的高超运用，而不是所谓的过目不忘的记忆。无论我们是否有意识地想记住一个事件或事实，记忆会受到我们所采用的编码方式的影响。





▲ 语义编码、视觉表象编码和组织编码都可以增强记忆，但是这三种编码方式涉及不同脑区的激活。





▲ 从信息对生存的意义角度来编码信息是一种特别有效的增强随后回忆成绩的方式，这或许是因为我们的记忆系统以此方式进化，使得我们很好地记住那些和生存相关的信息。






存储：随着时间推移保持记忆



编码是将知觉到的信息转化为记忆的过程。但是，记忆的标志性特点之一是你可以在周二而不是周三把记忆提取到脑海里，然后在周四再次提取出来。那么，在我们没有使用记忆的时候，记忆在哪里呢？很显然，记忆以某种形式存储在你的脑中。正如之前提到的，
记忆存储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信息的过程

 。有三种主要类型的记忆存储：感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正如这些名称所提示的，这三种记忆存储的区分依据主要是它们记忆保持的时间不同。


感觉存储



感觉记忆
 是
一种将感觉信息保持几秒钟或更短时间的一类记忆存储

 。在一系列经典实验中，被试被要求记住几排字母（Sperling，1960）。在一个版本的程序中，被试观看三排字母，每排有四个字母，如图6.5所示。字母在屏幕上一闪而过，呈现的时间是1/20秒。当要求被试回忆他们刚看过的12个字母时，被试回忆出的字母不到一半。这里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要么被试无法在如此短时间内编码所有12个字母，要么他们已经编码了这些字母，但是在试图回忆看到的所有字母时却把它们忘掉了。

为了检验这两种可能的解释，研究者采用了一个精巧的设计。在字母刚刚从屏幕上消失时，呈现一个音调提示被试报告某一特定行的字母。高音表示被试需要报告最上面一行的字母，中音表示被试需要报告中间行的字母，低音表示被试需要报告最下面一行的字母。当被要求报告仅仅一行的字母时，人们可以报告出该行几乎所有的字母！因为音调是在字母从屏幕上消失之后才呈现的，研究者得出结论：如果要求回忆一行，那么被试可以回忆任何一行中同样数量的字母。由于被试事先并不知道需要报告哪一行的字母，因此研究者推断几乎所有的字母都被编码了。事实上，如果音调的呈现大幅度延迟，被试则无法完成任务，因为信息已经从感觉记忆中消散。就像闪光灯手电筒的后像，在屏幕上一闪而过的字母是视觉映像，一种在记忆中保持很短时间的痕迹。


视像和声像记忆中的信息持续多久才衰减？


因为我们有不止一个感官，我们有不止一种感觉记忆。视像记忆
 是
一种对快速消退的视觉信息的存储

 。有一个相似的存储区用来暂时存储声音信息。声像记忆
 是
一种对快速消退的听觉信息的存储。

 当你理解某个人刚刚说过的话存在困难，你可能会在脑海中不断回放最后几个词语——听它们在你“心灵的耳朵”里回响。说话时也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在提取存储在声像记忆中的信息。视像记忆和声像记忆的标志性特点是它们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保持信息。视像记忆通常在1秒或更短的时间内就消退，声像记忆则通常在5秒内消退（Darwin，Turvey和Crowder，1972）。这两种感觉记忆有点像甜甜圈店：东西来了，在货架上短暂停留，随后便被抛弃。如果你想要一个，那就得赶紧去拿。






图6.5 视像记忆测试。





当几行字母在屏幕上只闪烁1/20秒就消失时，很难回忆出各个字母。但是如果在字母格呈现后，立即让被试回忆特定一行的字母，被试的回忆成绩会很高。斯柏林（Sperling）用这种程序来表明，尽管视像记忆能够存储所有几行字母，但是衰减极为迅速，被试难以回忆起所有的字母（Sperling，1960）。




短时存储和工作记忆


第二种记忆存储是短时记忆
 ，
这种记忆将非感觉信息保持几十秒但不到一分钟

 。例如，如果有人告诉你一个电话号码，你通常可以轻易重复出来，但仅仅是在几十秒内。在一项研究中，被试被要求记住诸如DBX和HLM这样的辅音字母串。看完每个字母串，要求被试从100开始以3为单位倒数一段时间，然后要求被试回忆之前看过的字母串（Peterson和Peterson，1959）。如图6.6所示，对辅音字母串的记忆迅速消退，从3秒间隔后的大约80%下降到20秒间隔后的不足20%。这些结果表明，信息可以在短时记忆存储中保持大约15秒到20秒。


在你想记住一个电话号码时，为什么不断重复它是有用的？


如果15秒到20秒不足够怎么办呢？如果我们需要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信息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采用一种策略来克服短时记忆的固有限制。复述
 是
通过在脑海中重复信息，从而将信息保持在短时记忆中的过程

 。如果某人给你一个电话号码，但是你不能将其立即存储在手机里或者将其写下来，那么你可以不断重复默念该电话号码，直到你可以将其存储在手机里或者将其写下来。每重复一次该号码，你就将其重新输入短时记忆，使这条信息可以有另外的15秒到20秒的时间得以保持。

短时记忆能保持信息的时间是有限的，它能保持的信息量也有限。大多数人只能在短时记忆中保持7个数字，如果有新的数字进入短时记忆，旧的数字就脱离记忆了（Miller，1956）。当然，短时记忆的有限性不止针对数字，它也可以保持7个字母或词。实际上，短时记忆可以同时保持大约7个
有意义

 的项目（Miller，1956）。因此，提高短时记忆存储的方法之一是将几个字母组合成一个有意义的项目。组块
 即
将小条的信息组合成更大的集群和组块，这些集群和组块更容易保持在短时记忆中。

 服务员采用组织编码将顾客的菜单分类，实际上就是在将信息形成组块，这样一来他们需要记忆的信息量就减少了。






图6.6 短时记忆的衰减。





一项在1959年进行的实验表明，如果没有复述，短时记忆将很快衰减。在一个记忆3个字母组成的字符串的测试中，如果测试是在学习后几秒钟进行，那么回忆成绩较高。但是如果测试时间后延15秒钟，被试就几乎记不得任何字符串了（Peterson和Peterson，1959）。



短时记忆最初被认为是一种信息在有限时间内得以保持的“地方”。最近，研究者提出并改善了一个更为动态的容量有限的记忆系统，即工作记忆
 ，
它是在短期存储中对信息的动态保持

 （Baddeley和Hitch，1974）。工作记忆包含一些子系统用来操纵视觉图像或言语信息，也包含一个中央执行系统用来协调上述子系统（Baddeley，2001）。如果你想在思考下一步棋的同时，在头脑中保持棋盘上的棋子的排布，你就要依赖工作记忆。工作记忆包含对棋子位置的视觉表征、对可能移动的心理执行，以及你对进出记忆的信息流的意识，所有这些信息都在有限的时间内存储。简言之，工作记忆模型既承认这种记忆存储的有限性以及通常与之相关的各种活动的有限性。

基于工作记忆模型的研究告诉我们，工作记忆在认知的诸多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例如，对工作记忆的言语子系统神经受损的个体进行的研究表明，他们不仅难以将数字串和字母串保持几十秒，而且难以习得新词汇。这表明，工作记忆的言语子系统与语言习得能力之间存在联系（Baddeley，2001；Gathercole，2008）。脑成像研究表明，工作记忆的中央执行成分依赖于额叶的区域，这些区域对诸多认知任务的控制和操纵信息起着重要作用（Baddeley，2001）。工作记忆任务得分较低的儿童在课堂上学习新信息存在困难，且难以有良好表现（Alloway等，2009）。工作记忆技能可以培养吗？这种培养能增强认知功能吗？在过去的几年，这些问题已成为研究热点（Klingberg，2010；Shipstead，Redick和Engle，2012）。

在典型的研究里，被试首先大量地练习那些需要对视觉或言语信息进行保持和操纵的工作记忆任务。然后，用一些没有具体学习过的新的工作记忆任务对被试进行测试，同时也测试一些涉及诸如推理、理解或持续注意的其他认知任务。目前已经得到了一些令人振奋的研究发现。例如，对小学生进行几种工作记忆任务训练（每天大约35分钟，持续至少20天，训练的总时间在5到7周），结果发现，与未接受训练的工作记忆较低的儿童相比，受过训练的儿童在其他的工作记忆任务的绩效有所提高（Holmes，Gathercole和Dunning，2009）。即使在训练结束的6个月之后进行测试，这种提高仍然存在。也有证据表明，经过训练后在数学任务上的成绩也有提高。不过，在工作记忆训练的研究中，研究者通常是将接受训练的被试和未接受任何训练的被试进行比较，或者和那些训练任务难度低于工作记忆组的被试进行比较，因此，工作记忆本身是否能解释所观察到的绩效改善效应，这一点尚不清楚（Slagter，2012）。实际上，最近的一项研究里用主动加工（一项视觉搜索任务）做控制条件，结果发现工作记忆训练改善了训练过的工作记忆任务的绩效，但是并未改善其他认知任务的绩效（Redick等，2013）。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以确定工作记忆训练是否能够普遍性地改善认识绩效（Shipstead等，2012）。


长时存储


艺术家凡科·马格纳尼（Fanco Magnani）于1934年出生在意大利的庞蒂图（Pontito）。1958年，他离开自己的村庄，游历世界，于20世纪60年代在旧金山定居。到达旧金山不久，他染上了一种奇怪的疾病。每天晚上，他都会狂热地梦到庞蒂图，在梦里他生动地回忆起村庄的细节。很快，这些梦里的内容以无法抵挡的回忆的形式侵入了他觉醒状态下的生活。马格纳尼认为能使他摆脱这些脑海中的图像的唯一办法就是将它们展现在画布上。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画画上，以精致的细节画出他对自己热爱的村庄的记忆。多年以后，摄影师苏珊·史瓦琛贝格（Susan Schwartzenberg）带着马格纳尼的画作集来到庞蒂图，从马格纳尼画作的角度拍摄了每处场景。马格纳尼的画作和苏珊·史瓦琛贝格拍摄的照片有着惊人的相似（Sacks，1995；Schacter，1996）。

马格纳尼对自己村庄的视觉认知和后来对村庄的艺术重构之间隔了很多年，这表明非常具体的信息有时可以被存储很长的时间。与存储时间有限的感觉记忆和短时记忆相反，长时记忆
 是
一种可以将信息保持数小时、数天、数周、或者数年的记忆存储。

 与感觉记忆和短时记忆相反，长时记忆没有容量限制（见图6.7）。例如，大多数人能够回忆出自己母语中的10000到15000个词语、成千上万的事实（法国的首都是巴黎和3×3=9），以及无数的个人经历。想想你可以背诵的所有歌词，你就能明白你的长时记忆里存储了很多信息！

令人惊奇的是，即使很多年都没有再想到的一些信息，人们也可以从长时记忆中回忆出来。例如，研究发现，即使毕业50年之后，人们依然能够从年鉴照片中正确再认出大约90%的高中同学（Bahrick，2000）。考虑到在实验之前大部分的信息都有很多年未被提取过，能正确再认这么多照片的确很了不起。






图6.7 信息在记忆系统内的流动。





信息会经历记忆的几个阶段，包括被编码、存储和用于随后的提取。





海马的作用是索引



长时记忆存储在脑的什么地方呢？回答这个问题的线索来自不能存储长时记忆的个体。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将信息编码并存储在长时记忆的能力。1953年，一个27岁的男性HM（其姓名的首字母为HM）患上了严重的癫痫（Scoville和Milner，1957）。为了消除他的癫痫发作，HM的医生们孤注一掷，切除了他的部分颞叶，包括海马及其周围的区域（见图6.8）。手术后，HM能够正常交谈，能使用和理解语言，在智力测试方面也表现良好，但是他不能记住手术后发生的任何事情。HM可以轻松地重复电话号码，这表明他的短时记忆没有问题（Corkin，2002，2013；Hilts，1995；Squire，2009）。但是，一旦信息离开他的短时记忆存储，就永远消失了。例如，他经常会忘记自己刚刚吃过饭，或者不能认得每天照看他的医护人员。对HM及其他病人的研究表明，海马对于将新信息转化为长时记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海马一旦受损，个体就会患上顺行性遗忘症
 ，
不能将新信息从短时记忆短时存储转化为长时记忆长时存储。



一些个体也会患上逆行性遗忘症
 ，
不能提取某个特定日期，通常是受伤或手术的日期之前的记忆。

 HM的顺行性遗忘比逆行性遗忘更为严重，说明海马不是存储长时记忆的地方。实际上，研究表明，单个记忆的不同方面——视觉、听觉、嗅觉和情感内容——被存储在大脑皮层的不同位置（Damasio，1989；Schacter，1996；Squire和Kandel，1999）。一些心理学家认为，海马的功能是作为一种“索引”，用以连接那些本来是分离的信息片段，从而使我们可以将它们作为完整的信息来识记（Schacter，1996；Squire，1992；Teyler和DiScenna，1986）。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索引”必要性会逐渐减弱。






图6.8 海马受损病人。





HM的海马及其邻近的内侧颞叶（阴影区域）被手术切除，以消除他的癫痫发作（左图）。结果，他不能记得手术后发生的事情。亨利·莫莱森（Henry Molaison，右图），即广为人知的病人HM，于2008年12月2日在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哈特福德（Hartford）附近的一个养老院去世，享年82岁。自1953年失忆之后，亨利作为被试参与了数不清的记忆实验，此举对我们理解记忆和大脑做出了杰出贡献。



回到我们之前提到的做饭的类比，你可以将海马看作是一张打印好的食谱。第一次做馅饼时，你需要食谱帮助你查找所有的食材，将它们以适当的比例混合好。不过，随着你做馅饼的数量增多，你就不再需要依赖之前的食谱了。与此类似，尽管在记忆形成的初期，海马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随着记忆时间的增加，海马的重要性就降低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海马的索引功能对某些保留很长时间的记忆起作用（对个体经验的非常具体的回忆，这种回忆让我们觉得几乎在重温过去），但是对不具体的更笼统的记忆则没有作用（Harand等，2012；Winocur，Moscovitch和Bontempi，2010）。就做饭的类比来说，如果你要做的饭很复杂、包含很多具体的细节，那么每次做饭你可能都需要依赖那个食谱，但是如果你做的饭相对简单，则不需要依赖食谱。科学家仍然在争论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海马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回忆起过去事件的细节（Bayley，Gold等，2005；Kirwan等，2008；Moscovitch等，2006；Squire和Wixted，2011；Winocur等，2010），但是将海马看作是一个索引的观点可以解释像HM那样的病人为何不能形成新的记忆，却能够回忆过去的事件。



记忆巩固



随着时间的推移，海马对于保持记忆的重要性逐渐降低，这个观点与记忆巩固a密切相关。记忆巩固指的是记忆在脑中逐渐变得稳固的过程（McGaugh，2000）。编码结束不久，

记忆尚处于脆弱状态，很容易受到破坏。记忆巩固一旦发生，记忆便不容易受到破坏。有一种记忆巩固发生的时间就是几秒到几分钟。例如，如果某人在一场车祸中头部受伤，后来不能回忆起车祸发生前几秒钟或几分钟的事情，但是可以正常回忆其他更早的事情，这种情况下头部受伤可能阻碍了短时记忆转化为长时记忆的巩固过程。另一种记忆巩固的发生需要更长的时间——数天、数周、数月乃至数年，而且可能涉及信息从海马向可以长久存储信息的大脑皮层的转移。这种长时程的记忆巩固过程可以解释为什么因海马受损而患有逆行性遗忘症的个体能够正常回忆起儿时的事件，但是不能回忆起他们患上遗忘症之前几年所发生的经历（Kirwan等，2008；Squire和Wixted，2011）。记忆是如何得以巩固的？回忆过去的事件、思考过去的事件以及与他人谈论过去的事件可能会有助于记忆巩固（Moscovitch等，2006）。尽管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有一件每晚你毫不费力进行的事情促进了记忆的巩固，那就是睡眠。正如在“科学热点”栏目中解释的，过去十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睡眠在记忆巩固中扮演重要角色。


被巩固的记忆在何时会易受破坏？


大多数研究者长期相信，记忆得到充分巩固便会在脑中永久固定下来，比计算机病毒还难消除。但是，近年来迅速进展的另一方面的研究表明，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实验表明，即使看起来得到巩固的
记忆在被回忆之后也会变得易受破坏，因此需要对它们再次进行巩固

 。这个过程被称作记忆再巩固
 （Dudai，2012；Nader和Hardt，2009）。关于记忆再巩固的证据主要来自老鼠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当老鼠提取一天之前获取的新信息时，给老鼠施以能够阻止初始记忆巩固的药物（或电击）就会导致遗忘（Nader，Shafe和LeDoux，2000；Sara，2000）。关键是，如果动物没有积极提取记忆，那么在初始编码一天后施加相同的药物（或电击）就没有效果。这个发现令人惊讶，因为之前的观点认为，记忆一旦得以巩固，阻碍初始记忆巩固的药物或电击就不会有任何影响。正相反，似乎每次提取记忆，记忆就会变得易受破坏，必须重新加以巩固。

是否有一天我们能够通过破坏记忆的再巩固来消除痛苦记忆？近期基于经历过创伤的个体的研究表明，这是有可能的。在施加抗焦虑药之后对创伤经历的记忆再次激活，创伤症状就会减少（Brunet等，2008，2011）。其他研究采用非创伤个体为被试，不使用药物，在恐惧性记忆（施加电击的同时呈现特定物体）建立一天后，对其记忆进行激活，也得到了类似发现。当记忆被激活几分钟后（此时记忆容易被再巩固），呈现非恐惧性信息（重新呈现物体但不伴随电击）会在很长的时间内降低对物体的恐惧性反应。但是，如果非恐惧性信息是在记忆被激活6小时后（此时记忆不容易被再巩固）才呈现，那么呈现非恐惧性信息则不会有长期的影响（Schiller等，2010）。相关的研究表明，破坏记忆的再巩固似乎可以消除条件性恐惧记忆，这种记忆存储于一个叫做杏仁核的脑区。我们在本章的后续部分将学到，杏仁核在情绪性记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Agren等，2012）。记忆的再巩固看起来是一个有着诸多重要启示的关键记忆过程。


科学热点 睡眠巩固记忆




正打算在下一次大考之前熬夜？你有理由重新思考一下：在睡眠时，我们的头脑并不是简单地关闭（参见“意识”一章），实际上对记忆而言，睡眠可能和觉醒一样重要。





大约在一个世纪以前，詹金斯（Jenkins）和达伦巴克（Dallenbach）（1924）就报告称，睡眠之后，对近期获取的信息的回忆成绩要优于同样时间的觉醒之后。但是，詹金斯和达伦巴克并不认为，睡眠在增强和巩固记忆方面起什么积极作用。他们认为，睡眠只是被动地帮助我们避免外部信息对我们记忆的干扰。正如后摄干扰所解释的（p.250），这样的观点是合理的。不过，在过去的几年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睡眠在记忆的巩固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不只是保护我们免受觉醒状态的干扰（Diekelman和Born，2010；Ellenbogen，Payne和Stickgold，2006）。睡眠有选择性地促进了那些能够反映一段经历的意义或要点的记忆的巩固（Payne等，2009），以及那些在情感上比较重要的记忆（Payne等，2008），这表明，睡眠能帮助我们记住对我们重要的事件，同时丢弃那些不重要的事件。





这个观点得到了近期研究证据的支持：只有当人们预期会被测试时，睡眠对后续记忆的促进效应才会出现。在一项研究中，威廉（Wilhelm）等人（2011）发现，学完一列词对后，那些被告知随后会测试他们记忆的被试在睡觉后比在清醒同等时间后表现出了回忆成绩的提高。但是，另一组被试事先未被告知将进行记忆测试（他们对此也没有表示怀疑），他们在睡眠后和觉醒相比并没有表现出回忆成绩的提高。





在一项补充研究中（van Dongen等，2012），被试学习一些建筑物或家具的图片，每一张图片都与幻灯片上的某个特定位置相关（见下图）。不久，被试接受图片位置联想的记忆测试。随后，被试被告知在14小时后将再次进行针对建筑物图片或家具图片的测试（相关类别），但不会对另一类型的图片进行再次测试（无关类别）。一半被试在睡眠之后进行测试（对这些被试，初始的学习是在下午进行的），另一半的被试在学习之后保持觉醒（对这些被试，初始的学习是在早晨进行的）。再次测试结果表明，对睡眠组被试而言，对相关类别的遗忘小于无关类别的遗忘，但是觉醒组被试却没有出现这种差异。此外，对睡眠组的被试而言，睡眠时间与相关信息的保持存在相关，但与无关信息的保持没有相关。睡眠时间更长的被试保持的相关信息更多。





因此，当你发现自己在为备考学习了数小时后在打盹，科学证据支持你应该好好地睡一觉。







记忆、神经元和突触


我们已经讨论了与记忆存储相关的脑区，但是记忆是如何存储或者存储在哪里，我们尚未涉及太多。研究提示记忆存储关键依赖于神经元间的间隙。你回忆一下前面“神经科学与行为”这一章，突触是一个神经元的轴突与另一个神经元的树突之间的狭窄空隙，神经元之间的交流就是通过神经递质在突触之间传递实现的。但事实上，横跨一个突触传递神经递质并不像将一个玩具船从池塘的一边推到另一边，因为神经递质在突触间的传递实际上会改变突触。具体而言，神经递质在突触间的传递会增强两个神经元的联接，从而易化下一次神经递质的传递。这就是为什么研究者曾说，“细胞一起放电就会连在一起”（Hebb，1949）。

神经元之间的交流增强了彼此的联接从而易化下一次的交流，这个观点为长时记忆提供了神经基础，我们对此的认识大部分来自于一种微小的海洋动物
海兔

 。关于海兔和记忆的故事与神经科学家埃里克·坎德尔（Eric Kandel）的研究有关，他因为对海兔的研究在2000年获得了诺贝尔奖。坎德尔最初对海兔感兴趣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时全世界就只有两个人研究这种小动物。但是海兔对坎德尔很有吸引力，因为相对而言它不那么复杂，神经系统极为简单，仅仅有20000个神经元（和人脑大约1000亿的神经元相比）。因此，坎德尔相信自己的直觉，把海兔作为了研究对象（Kandel，2006）。






看了很多关于鲨鱼的电影，就不敢在海里游泳了吗？有什么样的证据表明，有一天我们或许可以清除令我们痛苦的记忆？



当实验者对海兔的尾部施加微弱电击时，海兔会立即缩回它的腮。如果隔一会儿再次施加微弱电击，海兔的缩腮速度会更快。但是，如果一个小时后再次施加微弱电击，海兔的缩腮速度就会和第一次一样慢了，似乎海兔不“记得”一个小时之前发生的事情了（Abel等，1995）。但是，如果实验者反复对海兔施加微弱电击，它就会形成持久的“记忆”，可以保持数天甚至数周的时间。研究表明，这种长时存储涉及神经元之间生成新的突触连接（Abel等，1995；Kandel，2006；Squire和Kandel，1999）。因此，
海兔

 的学习是基于突触的改变，既有短时存储上的改变（神经递质的释放增加），也有长时存储上的改变（新突触的生成）。任何能形成记忆的经历都会导致神经系统的物理改变——即便你是一只
海兔

 。


记忆的建立如何形成神经系统的物理改变？


如果是比海兔复杂的动物——比如说大猩猩或者你的室友，那么类似的突触增强过程发生在海马。我们已经知道，海马这个脑区对新的长时记忆的存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研究者对老鼠海马中的一个神经通路施加了短暂的电流刺激（Bliss和L？mo，1973）。结果发现这种电流刺激增强了处于神经通路上的突触之间的联系，而且这种增强可以持续数小时甚至数周。研究者将这种过程称作长时程增强a（通常叫做LTP），即
神经元之间跨突触的交流增强了联接，从而易化了后续交流的过程

 。长时程增强所具备的许多特性使得研究者认为它在长时记忆存储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在海马的几个神经通路中都存在长时程增强，它可以被快速诱发，而且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实际上，阻断长时程增强的药物能使老鼠变为啮齿动物的病人HM：这些动物很难记住它们近期去过的地方，并且容易在迷宫中迷路（Bliss，1999；Morris等，1986）。






通过研究加利福尼亚海兔的极为简单的神经系统，研究者可以确定，长时记忆存储依赖于神经元之间新突触联接的生成。



小结



▲ 有几种不同类型的记忆存储：　　感觉记忆可以将信息保持1或2秒。　　短时记忆或工作记忆可以将信息保持15 到20秒。　　长时记忆可以将信息保持数分钟到数年或几十年。





▲ 正如有严重遗忘症的HM等几位病人所表明的那样，海马及其附近的结构在长时记忆存储中起着重要作用。海马对记忆巩固也有重要作用。通过记忆巩固，记忆变得不容易随着时间推移而受到破坏。睡眠对记忆巩固有重要贡献。





▲ 记忆存储依赖于突触的改变，长时程增强可以加强突触之间的联接。






提取：将记忆在脑海中呈现



储钱罐有令人非常沮丧的地方。你把钱放进去，你可以晃来晃去，确保钱在里面，但是你无法轻易把钱拿出来。如果记忆就像储钱罐里的硬币，存在那里却难以取出，那当初把它们存在里面还有何意义呢？记忆提取是一种将之前已经被编码和存储的信息提取出来的过程，记忆提取可能是所有记忆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过程（Roediger，2000；Schacter，2001a）。


提取线索：重现过去


从头脑里面提取信息的最佳方法之一是在头脑外面碰见与头脑中信息相关的信息。头脑外的信息被称作提取线索
 ，即与
之前存储的信息相关且可以促进对这些信息的提取的外部信息

 。提取线索极为有效。有多少次你说过这样的话：“我知道谁是电影《曲线难题》（Trouble with the curve
 ）的主演，但就是想不起她的名字？”，一旦你的朋友给你提示（“她是不是演过
朱莉和茱莉亚

 （Julie和Julia）？”），答案就会立即从你脑海中闪出来（“艾米·亚当斯（Amy Adams）！”）。

在一个实验中，本科生被试学习一列词语，比如
桌子、桃子、床、苹果、椅子、葡萄和课桌

 （Tulving和Pearlstone，1966）。随后，他们被要求写出所有他们能记住的学习词表里的词。当他们极为确信自己已经穷尽记忆里存储的所有词的时候，实验者给被试呈现提取线索，比如“家具”或“水果”，再次让他们回忆词表的词。结果发现，之前确信自己不可能再回忆出任何词语的被试突然能够回忆出更多的词语。这些结果表明有时候即使信息暂时
不能被提取

 出来，但仍然存在于记忆中，同时也表明提取线索可以帮助我们把难以被提取的信息提取出来。


你能举出使用过的一个提取线索的例子吗？


提示信息是一种提取线索，但不是唯一的。根据编码特异性原则
 ，
如果一个提取线索可以帮助重建信息最初被编码时的特定方式，那么这个线索就可以是一个有效的提示物

 （Tulving和Thomson，1973）。外部环境常常可以成为有效的提取线索（Hockley，2008）。例如，在一个研究里，潜水员在陆地和水下分别学习一些词语。结果发现，当回忆时的情境与最初编码时的环境保持一致时，被试的回忆成绩最好，因为环境本身成为了提取线索（Godden和Baddeley，1975）。正在恢复中的酒瘾者如果到了之前酗酒的地方，就会重燃饮酒的欲望，因为这些地方成了记忆的提取线索。下面的做法可能是聪明的：在一间教室找到一个座位，每天在该座位上学习，最后在考试的时候也坐在该座位上，因为椅子带给你的感受和处于该座位时你看到的东西可能帮助你回忆之前在该座位曾经识记过的信息。

提取线索不一定是外部环境，也可以是内部状态。状态依存性提取
 指的是
如果个体在编码和提取信息时处于相同的内部状态，那么对信息的回忆成绩就会更好。

 例如，处于悲伤或快乐的心境有助于对悲伤或快乐情境的回忆（Eich，1995），这就是心情低落时很难“看到光明的一面”的部分原因。类似地，你可能会预期一个在醉醺醺的状态下备考的学生会考得很差，这样想也许是对的，但前提是这个学生犯了这样的错误，即在清醒的状态下参加考试！状态依赖性提取的研究表明，如果这个学生在醉醺醺的状态下学习备考，他第二天可能会考得很差，但是如果他第二天早餐是六罐啤酒而不是麦片的话就可能会考得更好（Eich，1980；Weissenborn，2000）。原因何在？因为个体在编码时的生理和心理状态与被编码的信息是相关联的。例如，处于愉快的心境可以影响部分负责语义加工的脑区的电活动模式，表明心境对语义编码有直接影响（Kiefer等，2007）。如果个体在提取时的状态与编码时的状态一致，状态本身就会成为提取线索——就像一座桥梁，将经历事件的时刻和回忆该事件的时刻联系起来。提取线索甚至可以是思想本身，一个思想将另一个相关的思想从记忆中提取出来（Anderson等，1976）。

根据编码特异性原则可以做出一些非常寻常的预测。例如，对一个词进行语义判断（如，brain
 是什么意思？）通常会比对此进行押韵判断（如，什么词和brain押韵？）引发更为持久的记忆，关于这一点之前你已经学过了。如果给你看“brain”这个词的卡片，你的朋友被要求思考brain
 是什么意思，而你则被要求想一个与brain押韵的单词。到了第二天，如果我们问你俩这样的问题：“嗨，你们昨天看到的词语是什么？”那么我们会预期你的朋友会有更好的回忆。然而，如果我们不问上面那个问题，而是问你们俩：“和train押韵的词语是什么？”——这个提取线索和你进行编码时的背景更匹配，那么我们会预期你会比你朋友有更好的回忆（Fisher和Craik，1977）。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迁移适宜性加工原则
 指的是，
编码和提取的情境背景匹配时，记忆更容易从一个情境迁移到另一个情境

 （Morris，Bransford和Franks，1977；Roediger，Weldon和Challis，1989）。


记忆提取的结果


人类记忆与计算机存储有着显著区别。从计算机里提取出一个文件并不会影响该文件在将来被打开的可能性。但是人类记忆则不同。记忆提取不仅仅是读取记忆中的信息，而且会以诸多重要的方式改变记忆系统的状态。



提取能够增强后续记忆




学生应该花更多的时间进行自我测试（提取）还是反复地学习？


一段时间以来，心理学家已经知道记忆提取可以增强所提取的记忆，使得个体更容易在将来回忆起这一信息（Bjork，1975）。这个发现让你惊讶吗？可能不会。重复一个项目通常会提高对该项目的记忆，提取行为促进后续的记忆可能仅仅是因为信息被重复了一遍，从而导致你获得学两遍信息而不是一遍信息的好处。很合理，对吗？错了。实际上，从记忆中提取信息产生了和再次学习不同的效应。有一个实验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该实验中，被试学习一些简短的故事，然后要么再学习一遍要么参加一个需要提取故事的测试（Roediger和Karpicke，2006）。被试在学习结束后5分钟、2天或者1周后进行回忆测试。正如图6.9展示的，在5分钟的延迟条件下，再次学习故事的被试的回忆成绩稍好于那些学习后进行提取的被试。关键的发现是，在2天和1周的延迟条件下，相反的结果出现了：那些在学习后进行提取的被试在回忆测试中的成绩要高于再学一遍的被试。后续的实验使用外语词汇作为学习材料，依然表明对学习的项目进行提取的被试在延迟测试中的成绩要远远好于那些再次学习的被试（Karpicke和Roediger，2008）。这些发现对教育背景下的学习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Karpicke，2012），这一点我们将在“学习”那章中进一步探讨。






图6.9 记忆测试对信息的长期保持有促进作用。





在5分钟的保持间隔条件下，学习—学习组的被试的回忆成绩稍微高于学习—测试组。但是，当保持间隔延长到2天和1周时，结果发生了明显改变：学习—测试组的回忆成绩远远高于学习—学习组（Roediger和Karpicke，2006）。





学习后测试会损害随后记忆



提取可以增强记忆保持，但并不是总是如此。存在一种提取引发遗忘
 的现象，即
从长时记忆中提取一个项目损害了随后对相关项目的回忆

 （Anderson，2003；Anderson，Bjork和Bjork，1994）。让我们看看一个典型的提取引发遗忘的实验是怎么做的（Anderson等，1994）。被试首先学习一些词对，每个词对包含一个类别名称和来自该类别的样例（例如，
水果—桔子，水果—苹果，树木—榆树，树木—桦树

 ）。接下来，被试根据给出的类别线索和目标样例的首字母练习从之前学习过的类别中回忆出目标样例。例如，对于水果这个类别，被试根据线索“水果或”练习回忆出桔子，而非回忆出
苹果

 。总的思路是，被试在练习回忆桔子时，就会试图抑制相应的竞争样例（
苹果

 ）。对于其他类别（例如，树木），被试不进行针对任何学习词对的回忆练习。随后，被试被要求回忆出之前学过的所有词语。如预料的那样，与之前没有经过回忆练习的词语相比（例如，桦树），被试对经过回忆练习的词语（例如，
桔子

 ）的回忆成绩更好。但是，在被试回忆相关的词语过程中，之前没有回忆的词语（例如，
苹果

 ）可能会受到抑制，那么对这些词语的回忆成绩如何呢？结果发现，被试对这些词语的回忆成绩最差，这表明对相似的目标样例的回忆（例如，桔子）导致了对相关的却受抑制的样例（例如，
苹果

 ）的遗忘。实际上，就算没有成功提取出目标样例，在回忆目标样例的过程中对竞争样例的抑制，仍然会降低随后对竞争样例的回忆能力（Storm等，2006）。


在对话中，提取如何诱发遗忘？


你能想到其他在日常生活中提取诱发遗忘影响记忆的例子吗？这里有两个例子。首先，提取导致遗忘可以发生在对话中：如果说话者有选择性地提及记忆中的某些方面与听众共享，但是不提及相关的事件信息，听众就很难记起被忽略的事件信息，这对说话者也是一样（Cuc，Koppel和Hirst，2007；Hirst和Echterhoff，2012）。这种效应甚至出现在对重要事件如2001年美国911 事件的记忆上（Coman，Manier和Hirst，2009）。其次，提取诱发遗忘可以影响目击者的记忆。让一部分目击者观看一场表演的犯罪场面，然后询问他们关于犯罪场景的一些细节。和另一些没有被询问细节的目击者相比，那些一开始就被询问细节的目击者对之前没有被问到的相关细节的回忆能力受损（Mac Lead，2002；Shall，Bjork和Handal，1995）。这些发现表明，对目击者的初次访谈要尽可能完整，从而避免对询问中没有被问及的重要细节出现提取诱发的遗忘（MacLeod和Saunders，2008）。



提取会改变随后的记忆



除了提高或损害随后记忆，提取也会改变我们从一次经历中获得的记忆。看看最近的一个实验。在该实验中，被试游览一个博物馆，在那里他们观看了一些特定的展览，每个展览都包含几个不同的站点（St.Jacques和Schacter，in press）。在游览过程中，被试带着一个相机，每隔15秒会自动拍下被试前面的东西。两天之后，被试来到记忆实验室（在另外一个楼里）进行“再次激活阶段”。通过观看之前拍的照片，被试在某些站点的记忆被再次激活，然后要求被试在5点量表上评价自己再次体验在每个站点时所发生的事情的生动程度。接下来，向被试展示一些没有参观过的站点的新照片，并要求他们判断这些新照片与之前参观过的站点的照片的相关程度。最后，在经历再次激活阶段2天后，被试参加记忆测试。






作为最近实验的一部分，被试戴着相机，当他们在博物馆里游览时，相机每15秒钟进行一次拍摄。



被试有时会错误地回忆出新照片中的站点是最初参观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容易犯这种错误的被试也倾向于在再次激活阶段表现出更生动的回忆。换言之，提取和再次生动地经历在博物馆里实际看过的信息会导致被试将一些不属于最初经历的信息囊括到自己的记忆中。这个发现可能与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记忆的再巩固现象有关，即再次激活记忆会导致记忆暂时变得容易受到破坏和改变。至少这个发现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提取记忆所涉及的远远不只是将信息简单地呈现出来。


分离提取的成分



试图回忆和成功回忆时大脑活动有何不同？


在结束记忆提取这个主题之前，让我们看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如何发生的。有理由相信，试图回忆某个事件和成功地回忆出某个事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过程，分别发生在不同的脑区（Moscovitch，1994；Schacter，1996）。例如，人们试图提取之前呈现的信息时左侧额叶的活动会增强（Oztekin，Curtis和McElree，2009；Tulving等，1994）。这种增强可能反映了试图挖掘过去事件的认知努力（Lepage等，2000）。然而，成功地回忆起过去经历往往伴随着海马的活动（见图6.10；Eldridge等，2000；Giovanello，Schnyer和Verfaellie，2004；Schacter，Alpert等，1996）。此外，成功的回忆也会激活在加工经历的感觉特征方面起作用的部分脑区。例如，回忆之前听过的声音时伴随着听觉皮层（颞叶的上部）的活动，而回忆之前看过的图片时伴随着视觉皮层的活动（在枕叶；Wheeler，Petersen和Buckner，2000）。尽管记忆提取看似一个单一的过程，但是脑研究表明记忆提取涉及不同的可辨认的过程。






图6.10成功回忆和未能成功回忆的PET扫描图像。





被试成功回忆起之前在实验中见过的词语时（在回忆测试中的得分高），海马的活动增强。当被试试图但是未能成功回忆起之前见过的词时（在回忆测试中的得分低），左侧额叶的活动增强（Schacter，Alpert等，1995）。



这个研究发现对理解我们刚刚讨论的提取诱发遗忘现象有一定的启发。近期的fMRI证据表明，在记忆提取过程中，参与提取努力的额叶内的区域在抑制竞争者方面起一定作用（Benoit和Anderson，2012；Kuhl等，2007；Wimber等，2009）。在提取时海马的活动表明，成功地回忆起不该回忆的竞争者时，额叶就会参与进来抑制对竞争者的回忆。一旦竞争者的回忆受到抑制，额叶就不必像之前那样竭力控制记忆提取，最终使得对目标样例的回忆更为容易（Kuhl等，2007）。此外，成功地抑制不该回忆出的项目会导致海马的活动降低（Anderson等，2004）。一旦我们理解特定脑区在记忆提取中的特定作用，这些发现都是讲得通的。


文化与社区 文化会影响童年期遗忘吗？




你可以很容易地回忆起生活中不同时期的许多经历。但是，对于生命中最初几年的经历你可能只有很少或者没有任何记忆，这被称作

 

童年期遗忘或婴儿期遗忘。


 
平均而言，个体最初的记忆可以追溯到3岁到3岁半（Dudycha和dycha，1933；Waldfogel，1948），女性报告的最初的记忆（3.07岁）稍早于男性（3.4岁）（Howes，Siegel和Brown，1993）。但是，这些数据是基于西方文化（例如，北美和欧洲）下的个体，这种文化强调谈论过去。在那些不怎么强调谈论过去的亚洲文化下，例如，韩国和中国，个体报告最初的记忆发生的时间会晚一些（MacDonald，Uesiliana和Hayne，2000；Muln，1994；Peterson，Wang和Hou，2009）。针对加拿大和中国儿童的比较研究表明，两种文化下8岁儿童报告的最初记忆出现时间要早于14岁儿童所报告的，表明早期记忆会随着儿童的年龄增长而减弱或消失（Peterson等，2009）。关键是，14岁中国儿童报告的最初记忆的出现时间要晚于加拿大的14岁儿童所报告的。实际上，中国14岁被试的儿童期遗忘起始点与北美成年被试一致。因此，文化甚至对我们生命的最早期记忆都有着显著影响。



小结



▲ 我们是否能回忆起过去的经历取决于是否存在能引发回忆的提取线索。如果提取线索呈现的背景与编码时的背景一致，那么提取线索就有效。心境和内部状态可以作为提取线索。





▲ 从记忆中提取信息对随后的回忆有影响。提取可以提高对被提取信息的记忆，如测试对后面的回忆成绩有促进效应所说明的那样。但是，提取也会损害对那些没有被提取的相关信息的记忆。当新信息与生动的回忆相联时，提取也会改变随后的记忆。





▲ 提取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是我们试图回忆过去所发生的事件时的认知努力，其二是成功地回忆起存储在脑海中的过去事件。神经成像研究表明，试图回忆可激活左侧额叶，而成功地回忆已存储的信息则会激活海马以及与该经历中知觉方面相关的脑区。






多种形式的记忆：过去如何重现？



1977年，神经学家奥立佛·沙克斯（Oliver Sacks）采访了一位叫做格雷格（Greg）的患有脑肿瘤的年轻人，这种疾病让他丧失了记忆日常事件的能力。格雷格能够记得的一件事情是他20世纪60年代在纽约格林威治（Greenwich）村庄的生活，那是他得脑瘤之前的若干年，当时他的主要职业似乎是参加他最喜欢的“死之华”乐队的摇滚演唱会。在随后的多年里，对该乐队演唱会的记忆一直跟随着他，这期间格雷格住在医院受到长期护理，定期接受沙克斯博士采访。1991年，沙克斯博士将格雷格带到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看了一场“死之华”乐队的音乐会，想看看这种重大的事件是否可以恢复格雷格的记忆能力。“刚才的演出太棒了”，当他们离开音乐会时格雷格对沙克斯说道，“我会永远记住今晚的演唱会。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是，第二天早上，沙克斯博士遇到格雷格并问他是否记得昨晚在广场花园的音乐会时，格雷格一脸茫然地说道：“不，我从来没去过广场花园”（Sacks，1995，第76-77页）。

尽管格雷格无法形成新记忆，一些发生在他身上的新的事件似乎会留下些印记。例如，格雷格不能回忆起得知自己的父亲去世，但是在听说该消息后的若干年里，他的确显得悲伤和孤僻。与此类似，HM在手术后无法形成新记忆，但是如果让他做一个需要跟踪运动物体的游戏，他的成绩会随着每一轮游戏而得以提升（Milner，1962）。格雷格不能有意识地回忆起听说自己父亲去世的消息，HM不能有意识地回忆起参与了跟踪运动物体的游戏，但是他们都表现出被自己迅速遗忘的经历永久改变了的清晰迹象。换言之，从行为上看，他们似乎声称自己什么都记不起来，但实际上却记得某些事情。这表明，肯定存在几种不同类型的记忆，有些可以有意识地回忆出来，而有些则无法有意识地回忆（Eichenbaum和Cohen，2001；Schacter和Tulving，1994；Schacter，Wagner和Buckner，2000；Squire和Kandel，1999）。


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


人们可以被过去经历改变但却意识不到这些经历，这一事实表明，至少有两种不同种类的记忆（见图6.11）。一种是外显记忆
 ，即
人们可以有意识地或者刻意地提取过去的经历

 ，例如回忆去年夏天的假期，


你“知道如何”做某事依赖的是什么类型的记忆吗？


刚读过的小说中的事件，或者为备考而学习的知识，这些涉及外显记忆。实际上，任何时候你以“我记得……”这样的方式开始表述时，你所说的就是外显记忆。
如果过去的经历影响到后来的行为和绩效，即便个体没有做出回忆的努力或者意识不到回忆

 ，这种情况涉及的就是内隐记忆
 （Graf和Schacter，1985；Schacter，1987）。内隐记忆不能被有意识地回忆，但是其存在可以通过我们的行为“暗示”出来。格雷格在他父亲去世后表现出持续的悲伤，尽管他不能有意识地回忆起自己得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这就是内隐记忆的例子。HM在跟踪任务上绩效提高了，尽管他不能有意识地记得自己参与了该任务，这也是内隐记忆的例子。其他例子还包括骑自行车或系鞋带或弹吉他的能力：你可能知道如何做这些事情，但是你可能无法描述自己是如何做这些事情的。做这些事情所需的知识反映了一种叫做程序性记忆
 的内隐记忆，即
通过练习逐步获得的技能，或“知道如何”做事情。








像杰克·怀特（Jack White）这样的吉他手极为依赖程序性记忆来获得和使用那些弹奏高水平音乐所需的技能。



程序性记忆的一个标志是你记得的事情会自动转化为行为。有时你可以解释是如何做的（将一个手指放在E 弦的第三品上，将一个手指……），有时你不能解释如何做的（骑上自行车，然后，呃……保持平衡）。遗忘症患者的海马通常受损但可以获得新的程序性记忆，这一现象表明，海马可能对外显记忆是必要的，但对内隐程序性记忆却不是必要的。实际上，似乎是海马之外的脑区（包括运动皮层的一些区域）参与了程序性记忆。“学习”那一章将进一步探讨这一证据，在那一章你也将看到程序性记忆对学习各种运动、知觉和认知技能至关重要。






图6.11 多重记忆系统。





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是彼此不同的。因此，遗忘症患者可能丧失外显记忆，但是会对不能有意识回忆出来的材料表现出内隐记忆。



并非所有的内隐记忆都涉及程序性记忆或“如何做”的记忆。例如，在一个实验中，大学生被试被要求学习一长列词语，包括像avocado
（鳄梨）、mystery（神秘）、climate（气候）、octopus（章鱼）和assassin（刺客）

 这样的词语（Tuiving，Schacter和Stark，1982）。随后，在外显记忆测试中，向被试呈现一些学习过的词语和一些被试没学过的新词，让被试判断哪些词语之前学习过。为了测试内隐记忆，向被试呈现的是单词的片断，要求被试想一个词来把这些片段补充完整。你可以尝试做一下：

ch____nk　　o_t_p__　　_og_y___　　_l_m_te

你可能在完成第一个和第三个词（chipmunk 
花栗鼠

 、bogeyman
魔鬼

 ）时会遇到困难，但是却轻而易举地完成第二个和第四个词（octopus
章鱼

 、climate
气候

 ）。在之前的学习阶段看过octopus和climate这两个词会使得在后面的残词补全任务中更容易提取出这两个词语。这是启动a的一个例子。启动指的是
因为最近接触过某个刺激（比如词语或物体）而增强了想起某个刺激（比如词语或物体）的能力

 （Tulving和Schacter，1990）。正如启动水泵可以使水流更容易，启动记忆系统也可以使一些信息更容易被提取。在残词补全实验中，被试对之前学过的词语表现出启动效应，即使被试不能有意识地回忆之前见过这些词语。这表明，启动是一种内隐记忆而非外显记忆。


启动如何使记忆更有效率？


关于启动的一个着实令人震撼的例子来自米切尔（Mitchell，2006）的研究。被试首先学习一些描绘日常物体的黑白线条图。然后，向被试呈现一些很难辨认的线条图的片段。一些图上画的是在之前实验中学习过的物体，另一些图上画的则是没有学习过的新物体。米切尔发现，被试正确地识别出了更多的学过的图画片段而非新物体的图画片段，而且与之前没有看过图片的控制组被试相比，实验组被试正确识别出的学过的物体更多——这是一个清楚地证实启动的例子（见图6.12）。最令人震撼的发现是：在实验完成的17年后，被试再次参加图画片段测试！这么多年过去了，被试对于之前看过那些图画的外显记忆已经极少或者不存在了，一些被试甚至都不记得自己曾经参加过实验！“很抱歉，我真的压根儿记不得这个实验了。”一位36岁的男性被试说道，尽管测试表明他出现了很强的启动效应。一个36岁的女性表现出了更强的启动效应，她却说“根本什么都不记得了”（Mitchell，2006，第929页）。这些结果表明，启动是一种内隐记忆，此外，启动效应可以维持很长的时间。由此，你可能预期像HM和格雷格这样的遗忘症者患者也会表现出启动效应。实际上，许多实验已经表明，尽管遗忘症患者对学习过的项目没有外显记忆，但是却可以表现出很强的启动效应。这种效应通常和正常的非遗忘症被试一样大，尽管遗忘症患者对学习过的项目没有外显记忆。这些结果以及其他类似的结果表明，与程序性记忆一样，启动并不需要在遗忘症患者中受损的海马结构的参与（Schacter和Curran，2000）。

既然程序性记忆和启动不需要海马，那么需要哪些脑区参与呢？实验表明，启动与某些皮层区域的活动减弱有关，这些区域在被试执行非启动任务时活动会增强。例如，向被试呈现词干mot或tab，要求其提供出现在脑海中的第一个词时，参与视觉加工的枕叶的部分区域和参与词语提取的额叶的部分区域的活动会增强。但是，如果被试通过看motel和table这两个词而得以启动后再执行同样的任务，上述区域的活动会变弱（Buckner等，1995；Schott等，2005）。被试在两个不同的情况下观看一些日常物体的图片，也会出现类似的现象。第二次看到某张图片时，比最初看图片所激活的视觉皮层部分区域的活动会降低。启动似乎可以让负责词语和物体知觉的部分皮层的某些区域在近期接触该词语或物体后更容易对它们进行识别（Schacter，Dobbins和Schnyer，2004；Wiggs和Martin，1998）。这表明，在启动之后大脑节省了一些加工时间（见图6.13）。






图6.12 视觉物体的长时启动。





见过日常物体的黑白线条图画的被试，在17年后再次接受测试，测试中要求他们努力从四分五裂的绘图中识别出物体（纵向组）。这些被试表现出了很强的启动效应。与之相反，17年前没有看过那些线条图的被试（控制组）则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启动（Mitchell，2006）。








图6.13 刺激的启动和非启动加工。





在很多不同任务中，启动与皮层的激活程度降低相关。在每一对fMRI的图像中，左上方的图（A，C）显示了额叶（A）和枕叶/ 颞叶（C）的脑区，这些脑区在非启动任务（在这里是根据视觉的词语线索提供相应的词语）中是激活的。在每对图的右下方（B，D）显示的是在同样任务的启动条件下相同脑区的激活程度降低。



神经成像的研究也表明，两种不同形式的启动涉及了不同的脑区：一个是
知觉启动

 ，其反映的是对项目知觉特征（例如，词语或图片的视觉特征）的内隐记忆；另一个是概念启动，其反映的是对词语意义或如何使用物体的内隐记忆。采用fMRI的研究表明，知觉启动主要依赖于大脑后部区域，例如视觉皮层；而概念启动则主要依赖于大脑前部的区域，例如额叶（Wig，Buckner和Schacter，2009）。此外，也有证据表明，知觉启动主要与右半球相关，而概念启动主要与左半球相关（Schacter，Wig和Stevens，2007）。


语义记忆和情景记忆


想想这两个问题：（1）我们为什么庆祝7月4日？（2）迄今为止你见过的最壮观的7月4日庆典是哪一次？每个美国人都知道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庆祝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的签署），但是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则有各自不同的答案。尽管这两个问题都需要你从长时记忆进行搜索并有意识地提取存储在长时记忆里的信息，第一个问题要求你提取的是每个美国学童都知道的事实，这个事实不是你个人生活经历的一部分；第二个问题则要求你重温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或者一段情景。上述两种记忆被分别称作
语义记忆和情景记忆

 （Tulving，1972，1983，1998）。语义记忆
 是
一个由相关的事实和概念构建的网络，这些事实和概念网络组成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般知识，而情景记忆b 则是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发生的个人过去经历的集合。



情景记忆很特别，因为它是唯一的一种可以让我们在脑海里进行时间旅行的记忆，带我们回到过去，重温我们身上发生过的事件。这种能力让我们得以连接过去和现在，从而构建我们生活的完整故事。遗忘症患者通常可以重温那些在遗忘症出现之前的过去的情景，但是他们无法重温那些遗忘症发生之后的事件。例如，格雷格不能重温1969年之后发生的情景，因为从那以后他丧失了形成新的情景记忆的能力，但是，遗忘者患者可以形成新的语义记忆吗？


什么样的记忆利用心理时间旅行？


研究者研究了3名海马受损的年轻被试，他们海马受损是因为出生时难产而引起脑部缺氧（Brandt等，2009；Vargha-Khadem等，1997）。他们父母发现自己的孩子不能回忆起在一天里发生的事情，不得不经常提醒预约时间，而且经常会迷路、辨不清方位。考虑到他们海马受损，你可能也会预期这3个人学业成绩会很差，甚至可能被看成学习障碍者。然而，令人惊叹的是，3个孩子都学会了阅读、写作和拼写，发展了正常的词汇量，获得了其他类型的能让他们在学业上表现良好的语义知识。基于这些证据，研究者得出如下结论：海马对获取新的语义知识并不是必需的。



情景记忆与想象未来



我们已经看到，情景记忆让我们回到过去，但实际上，情景记忆也可以让我们想象未来。一位起初被称为K.C.的遗忘者患者为此提供了初步的证据。K.C.不能回忆过去的任何情景，而且当被要求想象未来的情景（比如，明天可能会做什么）时，他什么都想象不出来（Tulving，1985）。与这个发现一致，来自海马受损的遗忘者患者更多的近期研究表明，一些患者很难想象新的经历，比如在沙滩晒日光浴（Hassabis等，2007） 或者在他们日常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件（Race，Keane和Verfaellie，2011）。类似的现象也会随着衰老而出现。当要求回忆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或者想象将来可能出现的新情景时，老年人回忆或想象的细节要少于大学生被试（Addis，Wong和Schacter，2008；Schacter，Gaesser和Addis，2012）。与这些发现一致的是，神经成像研究也表明，在回忆过去或想象未来情景时，我们已知的负责情景记忆的大脑网络（包含海马）会表现出类似的活动增强（Addis，Wong和Schacter，2007；Okuda等，2003；Schacter，Addis等，2012；Szpunar，Watson和Schacter，2007；Okuda等，2003；Schacter，Addis等，2012；Szpunar，Watson和McDermott，2007；参见图6.14）。






图6.14 回忆过去和想象未来依赖的脑区的共同网络。





在人们回忆过去实际发生的情景和想象可能发生在自己未来生活中的情景时，一个共同的脑网络被激活了。这个网络包括海马体，即内侧颞叶的一个部分，其一直以来被认为在情景记忆中扮演重要角色（Schacter，Addis和Buckner，2007）。




情景记忆如何帮助我们想象未来？


总体看来，这些发现提供了很强的证据支持，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情景记忆去想象我们的未来（Schacter，Addis和Buckner，2008；Szpunar，2010）。情景记忆很适合这种任务，因为情景记忆是一个很灵活的系统，可以使我们以新的方式重组过去经历的元素，从而得以在头脑中想象将来可能出现的不同情景（Schacter，2012；Schacter和Addis，2007；Suddendorf和Corballis，2007）。例如，当你想象在几天后和一个朋友进行一次艰难的谈话时，你可以基于过去经验设想几种展开对话的可能方式，而且希望能基于过去经验避免去说一些让情况变得更糟的话。不过，正如我们后面将要讨论的，情景记忆的这种灵活性可能是导致一些错误记忆的原因。



社会因素对回忆的影响：协作性记忆



迄今为止，我们主要讨论了在个体身上独自发挥作用的记忆。但是，目前的讨论是不完整的，其中缺少了一些重要的方面：其他人。回忆有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和朋友或家人聚在一起讨论共同经历的记忆，是一件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很熟悉而且令人开心的事情。当我们在脸谱网（Facebook）上贴出聚会或度假的照片时，我们就是在和朋友分享记忆。此外，我们会很快就和他人分享记忆。在一项日记研究中，大学生被试被要求每天记录一个难忘的事件，连续记录一周。结果发现，在这些事件发生的那天结束之前，他们会把这些事件62%的内容向他人透露（Pasupathi，McLean和Weeks，2009）。和他人分享记忆可以增强记忆（Hirst和Echterhoff，2012），但是我们也已经看到，讨论记忆的某些方面而忽略其他相关事件也会导致提取诱发遗忘（Coman等，2009；Cue等，2007）。心理学家对人们在群体中如何回忆越来越感兴趣，这被称作协作性记忆（Rajaram，2011）。

在一个典型的协作性记忆实验中，被试首先独自学习一系列目标材料，比如一列词语（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传统记忆实验里的那样）。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在记忆提取阶段，此时被试组成一个小组（通常两个或三个人）去尝试回忆之前学过的目标材料。小组回忆的项目数量可以和单个被试在没有任何帮助下独自回忆的项目数量进行比较。

协作小组通常比单个被试回忆出更多的目标项目（Hirst和Echterhoff，2012；Weldon，2001），这表明协作有助于回忆。这个结果非常有意义，也基本上和我们关于这种情形下会发生什么的直觉相吻合（Rajaram，2011）。例如，蒂姆（Tim）可能回忆出艾米丽（Emily）遗忘的项目，埃里克（Eric）可能回忆出蒂姆和艾米丽都没回忆出的项目，因此小组回忆的项目总数会超过单个被试独自回忆的项目数量。

但是，有意思的事情出现在将协作小组的成绩和名义小组（即将几个独立回忆的被试的回忆项目组合在一起）的成绩进行比较时。让我们比较一下由3个被试组成的名义小组和由3个被试组成的协作小组。在名义小组里，让我们假设学习了8个词语后，蒂姆回忆出了第1个、第2个和第8个项目，艾米丽回忆出了第1个、第4个和第7个项目，埃里克回忆出了第1个、第5个、第6个和第8个项目。在独立回忆的情况下，蒂姆、艾米丽和埃里克总共回忆出了出现过的8个项目中的7个项目（没有人回忆出第3个项目）。令人惊讶的发现是，目前很多研究表明，协作小组回忆出的项目数量要少于名义小组，即当蒂姆、艾米丽和埃里克一起回忆时，他们回忆出的项目数量通常要少于他们独立回忆的项目数量（Basden等，1997；Hirst和Echterhoff，2012；Rajaram，2011；Rajaram和Pereira-Pasarin，2010；Weldon，2001）。这种因为小组形式的回忆而引起的负面效应叫做协作抑制：相同数量的个体共同回忆出的项目数量少于他们独自回忆的项目数量。


为什么通常协作小组比名义小组回忆的项目数要少？


这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基于直觉，大多数人相信共同合作会提高而不是降低回忆绩效（Rajaram，2011）。那为什么结果相反呢？一种可能性是，在小组中，一些个体容易出现“社会懈怠”，即让其他组员承担工作，自己不尽义务。尽管很多人都知道社会懈怠会在小组中出现（Karau和Williams，1993），但记忆研究者检验了它对协作抑制的解释，并否定了这种解释（Barber，Rajaram和Fox，2012）。一个更有可能的解释是，当共同回忆学习项目时，小组中个体成员所使用的提取策略扰乱了其他成员所使用的提取策略（Basden等，1997；Hirst和Echterhoff，2012；Rajaram，2011）。例如，假定蒂姆先开始回忆，而他是按照项目最初的呈现顺序回忆的。这种提取策略可能对艾米丽有干扰，因为艾米丽更喜欢先回忆最后一个项目再反向回忆整个词表。

但是，协作性回忆有其他好处。当个体在小组中一起回忆信息时，他们会接触到那些由其他成员回忆出而他们没有回忆起的项目，这会在后来再次进行测试时提高他们的记忆成绩（Blumen和Rajaram，2008）。此外，当小组成员讨论他们回忆出的项目时，他们可以帮助彼此纠正和降低记忆错误（Ross，Blatz和Schryer，2008）。这些发现和早期的研究所显示的关系亲密的夫妻通常依赖协作回忆的发现相一致（也叫做交互记忆；Wegner，Erber和Raymond，1991），这些研究表明夫妻中的一方能回忆出与另一方共享的特定种类的信息。（在协作性回忆方面，你可以依赖你的电脑吗？请参见现实世界：Google在损害我们的记忆吗？）因此，下次你和朋友分享过去活动的记忆时，会让你的记忆变得更好，同时也变得更糟。


现实世界 Google在损害我们的记忆吗？


在回过头来阅读这个板块之前，先花点时间试图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哪个国家的国旗不是矩形的？现在，让我们讨论一下你在搜索答案时你的脑海中闪现了什么（正确答案是尼泊尔）。你是不是一开始会想各种国旗的形状？在脑海中想一遍世界地图？或是，你是否会想到电脑，更具体一点，想到将问题输入Google？还是在不久以前，当问到上面的问题时大多数人会试图联想起各种国旗的图像或者在脑海中遨游世界，但是，一项在本教材作者之一的实验室所进行的近期研究表明，在遇到这样的问题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会想到电脑和Google搜索（Sparrow，Liu和Wegner，2011）。

斯帕罗（Sparrow）等人发现，与被问到知道答案的简单问题相比，在被问到比较难的一般知识问题（如那个关于非矩形的国旗的问题）后，人们在对电脑词汇（例如，Google，Internet，Yahoo）的印刷体颜色命名的速度要慢于非电脑词汇（例如，Nike，table，Yoplait）。对电脑词汇印刷体颜色的命名速度慢，这表明在被问到困难的问题之后，人们在思考与电脑相关的事情，这会干扰他们对词汇印刷体颜色的命名能力。研究者得出结论认为，如今当我们不能马上知道问题的答案时已经非常习惯于在Google上搜索信息，以至于我们立即想到的是电脑而不是在我们的记忆中搜索。在遇到困难的问题时想到电脑还是说得通的：进行Google搜索比想象各种国旗的样子能让我们更加迅速地得到答案。但是，这个结果也引发了令人担忧的问题：依赖电脑和因特网对人类记忆有负面影响吗？如果我们依赖Google搜索答案，我们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中让我们的记忆荒废了呢？






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斯帕罗等人进行了另外一些实验。在其中一项实验中，他们发现，与告知被试电脑里的答案将被删除相比，如果告知被试电脑将存储答案，那么被试更难回忆起输入电脑里的一些不重要的事实（“鸵鸟的眼睛比脑更大”）。但是，在后续实验中，他们发现，如果被试将信息存储到电脑上若干文件夹中的某一个时，被试通常能够回忆起他们把信息存储在了哪里，即使他们不记得这个信息本身了。人们似乎是将电脑作为帮助自己记忆事实的一种高效手段，同时依赖自身记忆来想起哪里可以找到这些信息。斯帕罗和同事指出，人们可能是在努力使自己的记忆适应新技术，他们依赖电脑就像我们有时会依赖其他人（朋友、家人或同事）那样，用于记住那些我们自己可能无法记住的事实。这一点和我们之前讨论的协作记忆类似。正如与其他人一起协作回忆有利有弊，和电脑一起协作回忆也是如此。



小结



▲ 长时记忆包含几种类型。外显记忆指的是有意识地或刻意地提取过去的经历，而内隐记忆（例如，程序性记忆和启动）则指的是过去经历对后续行为和绩效的无意识的影响。程序性记忆涉及通过练习而获取技能，启动指的是因为之前接触过相关刺激而改变了识别或确认一个物体或一个词的能力。





▲ 遗忘症患者可以保留内隐记忆，包括程序性记忆和启动，但是缺乏外显记忆。





▲ 情景记忆是指对发生在特定时间和空间的过去经历的回忆。情景记忆让我们既能回忆过去也能想象未来。语义记忆是一种对事实、联系或概念的网络式的、一般的、不带个人色彩的知识。






记忆失败：记忆的七宗罪



今天你可能还没怎么考虑过你的呼吸，原因是从你醒来的那一刻，你就一直可以毫不费力地顺畅呼吸。但是一旦你不能呼吸，你就会意识到它是多么重要。记忆也是如此。每一次我们看见、思考、注意、想象或疑惑时，就是在利用我们的能力去使用存储在脑中的信息，但只有当我们失去这种能力时，我们才会真切地意识到我们应该如何珍视它。我们已经看到，在其他背景下理解人类思维和行动的缺陷和错误可以揭示出各种不同行为的正常运作机制。与此类似，记忆错误，即记忆的“七宗罪”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记忆的正常运作机制以及记忆隔多长时间可以良好运作（Schacter，1999，2001b）。下面我们将详细讨论记忆的七宗罪。



1.易逝



2007年3月6日，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Cheney）的前任办公室主任I·刘易斯·“小摩托”·利比（I.Lewis “Scooter” Libby；注：scooter是他的昵称）被指控作伪证、作虚假陈述，并阻碍联邦调查局（FBI）执行的调查，该调查针对的是布什政府的成员是否在几年前违法将一名中情局（CIA）特工的身份泄露给媒体。利比的辩护团则认为，利比对联邦调查局的询问所做出的任何错误陈述只是错误记忆导致的，而不是出于欺骗的意图。利比的案件受到了大众媒体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辩论：利比怎么可能忘记如此重要的事件？后续研究表明，人们有时会把那些影响遗忘重要事件的因素弄错（Kassam等，2009）。尽管针对利比的遗忘问题存在争议，有一点是确定的：记忆可以而且的确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减弱。此处的罪魁祸首是记忆的易逝
 ：
随着时间的流逝推移忘记了发生的事情

 。






I·刘易斯·“小摩托”·利比被指控作伪证和阻碍司法，但是他声称遗忘相关的记忆问题是导致自己错误陈述的原因。



记忆的易逝发生在记忆的存储阶段，在经历被编码之后和被提取之前。你已经看到了在感觉记忆和短时记忆存储里的记忆易逝——快速遗忘。易逝也发生在长时记忆存储中，这一点是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由赫尔曼·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的研究首次证实的。艾宾浩斯是一位德国哲学家，他自己学完一些无意义音节之后在不同的延迟间隔下测试自己的记忆保持（Ebbinghaus，1885/1964）。他把根据自己在不同延迟时间下的保持率作图，绘出了如图6.15 所示的遗忘曲线。艾宾浩斯发现，在最开始的几次测试中，记忆的保持迅速下降，在随后的测试中，遗忘速度逐渐降低——这一基本模式被后续的记忆研究者所证实（Wixted和Ebbensen，1991）。例如，有研究对英语母语者在1年到50年前他们的高中或大学时期所习得的西班牙词汇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在这些学生最后一节课结束后的最初3年里记忆成绩出现迅速下降，而在随后的年头里记忆只有非常微弱的损失（Bahrick，1984，2000）。在所有这些研究里，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的下降速度都不是恒定的；在学习后很短的时间内大多数遗忘就开始发生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遗忘得越来越少。






图6.15 遗忘曲线。





在学习完若干无意义音节后，赫尔曼·艾宾浩斯在不同的延迟时间下测试自己的记忆保持。记忆的保持是用节省的百分比来表示的，即和最开始学习的时间相比，重新学习无意义音节所需要的时间与最开始学习所需时间相比的百分数。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不仅会丢失记忆，而且我们记忆的性质也会改变。在遗忘曲线中较早的时间点上——几分钟、几小时、几天，记忆中保持的内容相对具体，这使得我们重现过去的准确性即使不是完美的也是较为令人满意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依赖一般记忆来提取通常会发生的事情，试图通过推断甚至猜测重构过去的细节。记忆的易逝涉及从具体记忆到笼统记忆的逐步转变（Brewer，1996；Eldridge，Barnard和Bekerian，1994；Thompson等，1996）。在一项早期研究中，英国被试阅读一则简单的美国民间故事，里面包含奇怪的场景和陌生的情节。然后，在间隔一段时间之后，被试尽可能准确地复述该故事（Bartlett，1932）。被试出现了有趣但是可以理解的错误，他们经常省略那些他们觉得难以理解的细节，或者增加一些细节让故事显得连贯。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事特定细节的记忆慢慢消逝，而故事的总体意义却留在了脑海，但通常被试按照与自己世界观一致的方式加工和修饰了故事的总体意义。因为这些读者被试对故事不熟悉，因此他们把他们存储的一般信息强加进来，在复述时增加了与自己世界观一致的一般信息，修补出一个合理的可能会发生的故事从而构建出在自己看来较为合理的回忆。


一般的记忆如何扭曲特定的记忆？


但是，另外一种记忆会被扭曲的方式是来自其他记忆的干扰。例如，如果你每天做同样的工作任务，周五到来的时候，你可能很难记得周一做了什么，因为后续的任务和之前的任务混在了一起。这是后摄抑制
 的例子，即
后续的学习损害了对之前获取的信息的记忆

 （Postman和Underwood，1973）。与之相反，前摄抑制
 指的是
前面的学习损害了对后面获取的信息的记忆

 。如果你在单位或学校每天使用相同的停车位，你可能曾经出去找自己的车却站在那，被前几天在哪里停车的记忆所迷惑，一下子不知道自己把车停在哪里了。






作为记忆易逝的一个例子，如果在听到一个故事和复述一个该故事之间有一定的时间间隔，那么对北美传说不熟悉的被试就更有可能复述出故事的大意而不是具体的细节。这张图片是由利文斯顿·布尔创作，其名称为：“老鹰霍克（Hawk）撞击燧石制造光亮，并且将球体点燃。”





2.心不在焉



著名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在曼哈顿将价值250万的大提琴放在了一辆出租车的后备箱里，10分钟后到了目的地，他把车费付给司机，离开了出租车，却忘了他的大提琴。几分钟后，马友友意识到问题后报警了。幸运的是，几个小时内找到了出租车，大提琴也拿回来了（Finkelstein，1999）。但是，如此有名大提琴家怎么会忘记仅仅10分钟之前放置的如此重要的东西呢？这里的罪魁祸首并不是记忆的易逝。一旦马先生意识到自己对大提琴做了什么，他就回忆起了自己把它放哪里了。这个信息并没有从他的记忆里面消失（这也是他为何能够告诉警察大提琴在哪里的原因）。实际上，马友友是受了心不在焉
 的害，即
缺乏注意而导致的记忆失败

 。

是什么让人们心不在焉？一个常见的原因是缺乏注意。注意在将信息编码到长时记忆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足够的注意，信息就不太可能被妥善存储并在后来被回忆出来。在分散注意的研究中，被试记忆一些材料，比如一列词语，一则故事或一系列图片。与此同时，要求他们执行一项把他们的注意从学习材料上引开的额外任务。例如，在一项研究中，被试聆听并记忆由15个词语组成的词列，随后会有记忆测试（Craik等，1996）。对某些词列，要求他们集中注意。但是在听其他词列时，他们同时看到包含四个盒子的视觉画面，并要根据星号的出现或消失来按不同的键。随后的记忆测试表明，分散注意条件下被试回忆出的词语更少。


个体的注意被分散时，记忆会受到何种影响？


在注意被分散时，大脑里面发生了什么？在一项研究中，被试学习一个词对表，同时研究者采用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对脑部进行扫描（Shallice等，1994）。一些被试在学习词对的同时执行一项需要很少注意的任务（以相同的方式反复移动一根小棍）。其他被试则在学习词对时执行一项需要很多注意的任务（反复移动一根小棍，但是每一次的移动方式都是新的、不可预期的）。研究者发现，在分散注意条件下，被试的左下额叶的活动降低。正如你之前看到的，编码期间左下额叶区的活动增强与更好的记忆成绩相关。分散注意阻止了左下额叶发挥其在语义编码中的正常作用，结果就会导致心不在焉的遗忘。更近期的fMRI研究表明，分散注意也会以降低海马在编码中的参与程度（Kensinger，Clarke和Corkin，2003；Uncapher和Rugg，2008）。考虑到海马对情景记忆的重要作用，这个发现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何因心不在焉导致的遗忘有时是如此极端，比如我们会忘记片刻之前把钥匙和眼镜放在哪里了。

另一个常见的导致心不在焉的原因是忘记我们计划在将来要执行的行动。在某个特定的日子，你需要记住上课的时间、地点，需要记住将和谁在什么地方共进午餐，需要记住去买什么食物做晚餐，你也需要记住你去睡觉时看到这本教材的哪一页了。换言之，你必须记住记得去做某事，这叫做前瞻性记忆
 ，即
记得在将来要做某些事情

 （Einstein和McDaniel，1990，2005）。

前瞻性记忆的失败是心不在焉的一个主要原因。要避免这些问题，通常需要在你需要记住执行某项行动的时候有一个可以利用的线索。例如，空中交通管制员有时必须推迟一项行动，例如接受飞行员改变高度的请求，但需要记住在几分钟后当情形改变时执行该项行动。在一个模拟的空中交通管制实验中，研究者向管制员提供电子信号，提醒他们在1分钟后执行一项被延期的行动。在一种条件下，提醒在1分钟的等待时间内给出，在另一种条件下，提醒在需要执行行动的时刻给出。只有在需要提取记忆的时刻给出提醒，管制员对需要执行行动的记忆才会得以改善。在等候期间提醒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Vortac，Edwards和Manning，1995）。因此，早提醒根本就不算是提醒。






一边开车一边接电话是日常生活中注意分散的一个普遍现象；一边开车一边用手机发短信更糟糕。这样做会非常危险，越来越多的州已经禁止这种行为。





3.阻滞



你是否曾试图回忆一位著名电影演员的名字或者一本你读过的书，你觉得答案就在嘴边、在脑海中
某个地方

 了，但就是提取不出来？舌尖体验就是记忆阻滞a的一个经典例子，指的是
即使你尽力了也无法提取已经在记忆中的信息

 。你非常需要的信息已经被编码和存储了，有一个可用的线索就能诱发出回忆。信息本身并没有从记忆中消退，你也没有忘记要去提取它。相反，你正在经历的是彻底的提取失败，这种记忆故障让人特别沮丧。你应该有能力提取出你寻求的信息，这一点似乎是绝对清楚的，但现实情况是你不能。研究者将这种舌尖的状态描述成“一种温和的折磨，有点像处于打喷嚏的边缘状态”（Brown和McNeill，1966，第326页）。

研究表明，当人们处于舌尖状态时，他们通常是知道自己不能回忆出的项目的一些信息的，比如一个词语的意思（Schwartz，2002）。为了诱发舌尖状态，实验者向被试播放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的电视节目的主题曲，让被试说出电视节目的名称。那些听到了电视剧《明斯特一家》（The Munsters）主题曲却想不起来电视剧名字的被试通常会说那是另一个恐怖剧《亚当斯一家》（The Addams Family
 ）的主题曲。

记忆阻滞尤其经常发生在回忆人名或地名时（Cohen，1990；Semenza，2009；Valentine，Brennen和Bredart，1996）。为什么？因为与普通的名称相比，人名和地名与相关概念和知识的联系更弱。某个人姓贝克（Baker）并不能提供关于他本人的很多信息，但是，如果说他是一个面包师（baker）则会传递关于他个人的信息。为了说明这一点，研究者向被试展示卡通和连载漫画人物的图片，一些人物的名字是描述性的，突出了人物的关键特征——比如坏脾气（Grumpy）、白雪公主（Snow White）、守财奴（Scrooge），而其他人物的名字是人为起的——比如阿拉丁（Aladdin）、玛丽·波平斯（MaryPoppins）、匹诺曹（Pinocchio）（Brédart和Valentine，1998）。即使被试对这两类名字的熟悉度一样，他们对描述性名字的回忆比对人为名字的回忆更少地出现记忆阻滞。


为什么白雪公主比玛丽·波平斯更容易回忆出来？


尽管记忆阻滞出现时令人沮丧，但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这种现象并不会经常出现。不过，随着年龄增长，记忆阻滞情况会增多，那些60来岁和70来岁的老年人常常会抱怨出现记忆阻滞（Burke等，1991；Schwartz，2002）。更令人惊讶的是，一些脑受损的个体几乎一直处于舌尖状态（Semenza，2009）。有这样一个病人，她看了40张著名人物的照片后只能回忆出2个人的名字，而健康的控制组被试可以回忆出25个名字（Semenza和Zettin，1989）。但是，她仍然能够正确回忆出32个人的职业，这和控制组被试没有区别。这个个案以及其他类似的个案为研究者提供了哪个脑区参与提取正确的名字。在回忆名字时发生的记忆阻滞，通常是因为中风所导致的左侧颞叶部分的皮层表面区域受损。实际上，研究发现已经提供了相应证据支持：被试在回忆名字时，颞叶内的区域出现了很强的激活（Damasio等，1996；Gorno-Tempini等，1998）。



4.记忆错位



1995年，美国俄克拉荷马城的联邦大楼遭到炸弹摧毁，该事件发生后不久，警察开始搜寻两个分别叫约翰·多伊1（John Doe 1）和约翰·多伊2（John Doe 2）的嫌疑人。后来查明，约翰·多伊1实际上叫做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他被迅速逮捕，承认了罪行，并被判罪处以死刑。但是约翰·多伊2从未被找到。约翰·多伊2被认为在爆炸发生的两天前，陪麦克维到艾略特的汽车修理厂（Elliot’s Body Shop）租用货车。实际上，约翰·多伊2根本不存在，他只是艾略特汽车修理厂的技工汤姆·凯辛格（TomKessinger）的记忆的产物，当麦克维租车的时候，他也在场。一天之后，凯辛格在场的情况下，另外两个人也来租了辆货车。第一个人和麦克维很像，个子很高，皮肤白皙。第二个人比较矮壮，黑头发，戴着蓝白色帽子，左侧袖子下面有纹身——这和对约翰·多伊2的描述很匹配。汤姆·凯辛格混淆了对同一地点不同日期看到的人的回忆。他受到了记忆错位
 的影响，
将回忆或想法归到了错误的来源上

 （见图6.16）。






图6.16 记忆错位。





1995年，俄克拉荷马城的默拉（Murrah） 联邦大楼遭到了恐怖爆炸。警方的素描图所画的约翰·多伊2被认为是罪犯蒂莫西·麦克维在实施爆炸时的同伙。后来确认，目击证人把他于不同日期在艾略特的汽车修理厂看到的不同人的回忆给混淆了。



记忆错位是目击者错误识别的主要原因之一。基于受害者对面孔的生动回忆，记忆研究者唐纳德·汤姆森（DonaldThomson）被指控犯有强奸罪，但最终因为无懈可击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他的清白得以证明。在强奸发生的时候，汤姆森正在接受关于扭曲记忆的电视直播采访！受害者被侵害之前，观看了该电视节目，因此将汤姆森的面孔错误地记忆成强奸犯的面孔（Schacter，1996；Thomson，1988）。汤姆森的案例尽管有些戏剧性，却不是孤立的事件：在那些嫌疑人被判罪后又通过DNA证据被证明是清白的250个案件里，超过75%的案件里存在目击者错误记忆的因素（Garrett，2011）。

记忆的一个方面是记得我们的记忆来自哪里。这被称作来源记忆
 ，即
对在何时、何地和以何种方式获取信息的记忆

 （Johnson，Hashtroudi和Lindsay，1993；Mitchell和Johnson，2009；Schacter，Harbluk和McLachlan，1984）。人们有时能正确地回忆出之前学习的事实，或者正确地识别出之前见过的某人或某物，但是对信息的来源却出现归类错误了——正如发生在汤姆·凯辛格身上和唐纳德·汤姆森案件中那位强奸受害者身上的那样（Davies，1988）。这种记忆错位可能是似曾相识体验的原因，似曾相识体验指的是你突然觉得自己曾经到过某种情境，即使你不能回忆出任何细节。与过去经历相似的当前情景可能触发一种总体上的熟悉感，导致个体错误地认为自己之前曾经处于一模一样的情境之中（Brown，2004；Reed，1988）。


如何对似曾相识体验作出解释？


额叶受损的个体特别容易出现记忆错位（Schacter等，1984；Shimamura和Squire，1987）。这可能是因为额叶在努力提取信息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这一过程对于挖掘记忆的正确来源是必要的。额叶受损的个体有时会出现奇怪的记忆错位。1991年，一位叫做MR的40岁左右的英国摄影师觉得自己对那些不认识的人有一种强烈的熟悉感。他不停问妻子是否每一个路过的陌生人是某个“名人”——电影演员、电视新闻人员或当地明星。MR的熟悉感如此强烈，他经常无法抑制地向陌生人靠近，问他们是不是名人。在正式的测试中，MR对真实的名人的识别正确率与控制组的健康被试并无差别，但是MR还“识别”出超过75%的不熟悉的面孔，而健康被试几乎不会这样。神经检查表明，MR患有多发性硬化症，造成额叶受损（Ward等，1999）。心理学家将MR所犯的这类记忆错位叫做错误再认
 ，
即对于之前没有经历的事情的熟悉感

 。

MR的主观体验，正如日常似曾相识的体验一样，其特征就是个体有一种强烈的熟悉感却无法回忆出任何相关的细节。其他神经受损个体也表现出一种于近期被发现的记忆错位，叫做“似曾经历过”，即强烈但却是错误地感到自己有过某种经历，并记得所发生的细节（Moulin等，2005）。例如，在看电视的时候，此类病患个体会确信自己之前看过电视剧的每一集了，即使他看的是全新的一集。在购物的时候，他会常常认为没有必要购买所需物品，因为他记得自己已经买过了。尽管这种奇怪的记忆障碍的神经基础尚不明了，但可能是涉及颞叶部分区域受损，正常情况下这些区域可以让个体产生主观上的记得感（Moulin等，2005）。

不过，我们都容易出现记忆错位。做一下下面的测试，这会是你自己体验错误再认的好机会。首先，学习表6.1里面的两列词语，每个词读一秒。你完成之后，回到这个段落来看更多的指导语，但是不要再回过去看表里的词！现在，试着判断一下如下的哪些词语是你刚才学过的：味道、面包、针头、皇帝、甜味、细线。如果你认为自己之前学过味道和细线这两个词，你是正确的。如果你认为没学过面包和皇帝，你也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你认为自己学过针头和甜味这两个词，你就大错特错了。



表6.1 错误再认






大多数人会犯完全同样的错误，自信地声称自己学过织针头和甜味这两个词。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之前词表的所有词语都与
针头

 或
甜味

 有关。看到学习词表的每个词语会激活相关的词语。因为
针头

 和
甜味

 与所有相关的词有关系，因此与其他词语相比这两个词变得更为激活，以至于仅仅几分钟后，人们就发誓他们真的学过
针头

 和
甜味

 这两个词语（Deese，1959；Galla，2006，2010；Roediger和McDermott，1995，2000）。实际上，使用PET和fMRI的脑成像研究表明，错误再认和真实再认激活了很多相同的脑区，包括海马（Cabeza等，2001；Schacter，Reiman等，1996；见图6.17）。当人们观看一系列常见物体（例如，轿车、雨伞）的图片，然后向他们呈现和之前看过的物体样子类似的新物体，这种情况下也会出现类似的结果：被试经常会错误地再认出相似的新物体。在错误再认过程中激活的许多脑区和真实的再认时所激活的脑区一样（Gutchess和Schacter，2012；Slotnick和Schacter，2004）。

不过，错误再认是可以被减少的（Schacter，Israel和Racine，1999）。例如，近期的研究表明，如果给被试两个选项，一个是他们实际看到过的物体（例如，一辆轿车），一个是视觉上近似的新物体（另一辆轿车，与他们实际看过的车很像），被试几乎总是选择他们之前实际见过的轿车，因而避免了出现错误再认（Guerin等，2012a，2012b）。这个结果表明，出现错误再认的部分原因至少是因为相似的新物体是单独呈现的，这时候被试不能回忆起之前实际看过的物体的特定细节，而要准确地将近似的物体判断为新物体就需要提取这些细节。但是，这种信息在记忆中是存在的，因为被试能够正确地区分学过的物体和视觉上相似的新物体。当人们对一个人、物体或事件有强烈的熟悉感但又回忆不出特定细节时，出现记忆错位的条件就具备了，这种状况既会出现在实验室里，也会出现在现实世界中涉及目击者记忆的情况下。理解这一点可能对降低目击者记忆错位的严重后果具有重要意义。






图6.17 在正确和错误再认下海马的活动。





在正确和错误再认下，很多脑区都表现出相似的活动，包括海马。此图显示了对视觉形状正确和错误识别的一项fMRI研究结果（Slotnick和Schacter，2004）。（a） 折线图显示了以fMRI信号的强度来衡量的海马的激活水平随时间变化的情况。该图显示，在几秒钟后，对之前学过的形状做出正确再认的激活水平（深蓝线）与对之前没呈现的形状的错误再认的激活水平（天蓝线）相当。与正确地将没呈现过的形状判断为新的激活水平（蓝灰线）相比，正确再认和错误再认都增强了海马区的激活水平。（b）左侧海马的一个区域。





5.受暗示性



1992年10月4日，一架埃拉勒航空公司（El Al）的货运飞机撞上了阿姆斯特丹南部郊区的一幢公寓大楼，造成39名居民和4名机组成员全部丧生。该场灾难连续多日占据荷兰新闻报道的主体，人们观看飞机坠毁场面的片段，阅读关于这场灾难的消息。10个月后，荷兰心理学家问大学生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在电视上看到过飞机撞到公寓那一刻的场景吗？”50%的人回答看过（Crombag，Wagenaar和Van Koppen，1996）。所有这一切似乎显得极为正常，但一个关键的事实是：根本没有飞机真正撞击公寓时那一刻的电视画面。研究者问了一个具有暗示性的问题，即暗示曾经播放过撞击时刻的电视画面。回答问题的人可能观看过飞机坠毁后的电视画面，他们也可能读过、想象过或讨论过飞机撞上公寓时发生的事情，但他们绝对没有看到过飞机撞公寓时的画面。这种暗示性的问题使被试将来自这里或那里的信息错误归入根本不存在的电视画面上。受暗示性
 就是
将来自外部的误导性信息整合到个人回忆当中的倾向

 。


目击者如何会被误导？


如果误导性的细节能够被植入人们的记忆中，是否也有可能对被试暗示从未发生的完整事件呢？答案似乎是可能的（Loftus，1993，2003）。在一项研究中，一名叫做克里斯（Chris）的青少年被试被他哥哥吉姆（Jim）要求尽力回忆他在5岁时在商场走失的事情。一开始克里斯什么都回忆不出来，但是几天后，他产生了关于自己走失的详细回忆。他回忆自己“感到非常害怕，可能再也见不到家人了”，还记得一位穿着法兰绒衬衫的好心的老人发现他在哭泣（Loftus，1993，第532页）。但是，根据吉姆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回忆，克里斯从未在商场走失过。在一项更大规模的针对植入记忆的研究中，24名被试中大约有25%的人错误地回忆自己小时候在商场或类似的公共场所走失过（Loftus和Pickrell，1995）。






1992年，一架埃拉勒航空公司的货运飞机撞上了阿姆斯特丹南部郊区的一幢公寓大楼。荷兰心理学家问大学生是否在电视上看到过飞机撞到公寓那一刻的电视画面，大多数人回答看过。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电视画面（Crombag等，1996）。



人们在受暗示的情况下产生错误记忆，其原因和记忆错位产生的部分原因是一样的。我们不能将经历的所有细节存储在记忆中，这使得我们易于接受关于可能发生了什么或者应该发生什么的暗示。此外，视觉表象在构建错误记忆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Goff和Roediger，1998）。让人们想象一个事件，比如想象在婚礼上不小心将潘趣酒（punch）洒在新娘父母身上，这会增强他们产生关于事件的错误记忆的可能性（Hyman和Pentland，1996）。


为何回忆童年经历时会受到暗示的影响？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针对人们在接受心理治疗过程中对儿时经历回忆的准确性问题引发了一场争论，受暗示性在这场争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广被宣传的例子涉及一名叫做戴安娜·哈尔布鲁克斯（Diana Halbrooks）的女性（Schacter，1996）。在接受心理治疗几个月之后，她开始回忆其儿时令她不安的事件，比如，母亲曾试图杀死她以及父亲对自己进行了性虐待。尽管其父母否认曾发生过这些事件，但是心理治疗师还是鼓励她相信自己记忆的正确性。最后，戴安娜·哈尔布鲁克斯中止了治疗，开始认识到她所恢复的“记忆”是不准确的。

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呢？心理治疗师所使用的许多旨在唤起被遗忘的童年记忆的技术明显存在暗示性（Poole等，1995）。具体而言，研究表明，想象过去的事件以及催眠对形成错误记忆有促进作用（Garry等，1996: Hyman和Pentland，1996；McConkey，Barnier和Sheehan，1998）。更近期的研究表明，那些人们自发对事件的回忆能够被他人证实的可能性和那些从未忘记自己遭遇侵犯的个体的记忆被证实的可能性是一样的，而那些被具有暗示性的治疗技术唤醒的记忆则几乎无法得到他人证实（McNally和Geraerts，2009）。



6.偏差



2000年，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和阿尔·戈尔（A1 Gore）竞选美国总统，彼此不分上下，在投票结束5周后，最高法院进行裁决。投票结束后的第二天（当时结果仍然是个未知数），研究者让布什和戈尔的支持者评价他们在竞选结果出来后自己可能的幸福程度（Wilson，Meyers和Gilbert，2003）。在戈尔宣布失败后的第二天，同样的这群支持者再次评价自己的幸福程度。4个月之后，这些被试回忆自己在竞选结果一出来时自己的幸福程度。

在最高法院宣布布什竞选获胜后，那些最终享受到正面结果（他们的竞选人上台执政）的布什支持者们理所当然会感到幸福。不过，他们在回顾时高估了自己当时的幸福程度。与此相反，戈尔的支持者对最后的结果不满意。但在竞选结果宣布4个月后，戈尔的支持者则低估了在结果出来时自己的幸福程度。这两组支持者所回忆的幸福程度与自己当时实际的幸福程度都存在不一致（Wilson等，2003）。

这些结果
表明

 ，
记忆存在

 偏差
 的问题，即
目前的知识、信念和感受都可能扭曲对之前经历的回忆扭曲

 。有时候，人们从过去经历中所回忆的，与其说是反映了过去实际发生的，倒不如说是反映了他们目前所思考、感觉或相信的。研究者也已经发现，个体当前的心境可以导致回忆过去经历时出现偏差（Bower，1981；Buchanan，2007；Eich，1995）。因此，除了帮助你回忆实际发生的悲伤事件（正如你在本章前面看到的），悲伤的心境也能够导致你在回忆那些可能不是那么悲伤的事件时出现偏差。
一致性偏差

 指的是重构过去以吻合当前的偏差。在1973年，一名研究者让一些被试评价对一些社会争议问题的态度，这些问题包括大麻的合法化、妇女权利以及支持少数民族（Marcus，1986）。在1982年，再次让被试针对上述问题进行同样的态度评价，同时，让被试说出自己在1973年的态度评价是怎样的。结果发现，比起他们在1973年实际所说的，在1982年被试对自己在1973年的态度评价的回忆与他们在1982年所持的信念更紧密相关，而不是他们在1973年实际所说的。






如果你支持的候选人在大选中获胜，你认为你会有多幸福？如果几个月之后让你回忆，你认为自己能够准确地回忆出当时的幸福程度吗？很有可能，记忆过程的偏差会改变你对之前幸福程度的回忆。实际上，在听到说2000年总统选举结果的4个月之后，布什的支持者高估了他们当时的幸福程度，而戈尔的支持者则低估了当时他们当时的幸福程度。




你目前的观点如何影响对过去事件的记忆？


一致性偏差夸大了过去和现在的相似性，而
变化偏差

 则夸大了我们现在所感觉或相信的和我们过去所感觉或相信的两者之间的差异。换言之，
变化偏差

 也会发生。例如，我们大多数人愿意相信我们的浪漫依恋关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强。在一项研究中，正在约会的情侣连续4年每年评价一次他们恋爱关系的当前质量，并回忆在过去的一些年里他们的感觉（Sprecher，1999）。那些4年里都还在一起的情侣回忆他们的爱恋程度比上一次报告的程度都有所增加。但是，当时他们实际的评价数据并没有显示出爱恋程度的增加。客观地说，这些情侣今天对彼此的爱并不比昨天更强。但是，他们的确在主观回忆时觉得有所增加。

一种特殊的变化偏差是
自我中心偏差

 ，即为了让自己在回顾过去时显得很好而夸大现在和过去的变化的倾向。例如，学生们有时所回忆的考试之前的焦虑程度要高于他们当时所报告的实际焦虑程度（Keuler和Safer，1998），献血者回忆的献血前紧张程度要高于他们当时实际的紧张程度（Breckler，1994）。在这两个例子中，变化偏差会渲染记忆，让人们觉得自己过去的表现比实际的要更勇敢或更有胆量。与此类似，让大学生回忆高中的成绩，并且将他们的回忆与高中的实际成绩记录进行比对，结果发现，他们对得A的成绩的回忆正确率非常高（89%正确），而对得D的成绩的回忆率极度不准确（29%正确率，Bahrick，Hall和Berger，1996）。同样的自我中心偏差也出现在对大学成绩的回忆上：81%的错误夸大了实际成绩，而且甚至在被试刚毕业就询问他们时这种偏差就存在了（Bahrick，Hall和DaCosta，2008）。人们在按照自己期许的方式而不是事情的本来面目来记住自己的过去。



7.持久性



艺术家梅林达·斯蒂克尼-吉布森（Melinda Stickney-Gibson）在公寓醒来闻到烟的味道。她从床上跳下来，看到一团团黑烟从地板的缝隙冒出来。猛烈的火焰已经包围了整幢公寓，逃跑的唯一方式就是从她位于三层的公寓窗户跳下去。她刚跳到地面没不久，整幢大楼就爆炸成一个巨大的火球。尽管她逃过了火灾，从窗户跳下来也幸免于难，但关于那次火灾的记忆却困扰着她。当她在空白的画布前坐下来，开始新的创作时，关于那个可怕夜晚的记忆就会闯入她的脑海。之前她的作品是明亮的、色彩鲜艳的抽象画，而后来则变成了灰暗的禅画，包含的色彩只有黑色、橙色和赭色——即火焰的颜色（Schacter，1996）。

梅林达·斯蒂克尼-吉布森的经历展示了记忆的第七个也是最致命的罪：持久性
 ，即
我们希望忘记过去的事件，但这些事件的回忆却频繁入侵我们的脑海

 。梅林达的经历并非独特；在令人不安或震惊的事件（例如烧掉梅琳达家的火灾）发生后，记忆的持久性便会出现。尽管能够迅速回忆过去的事件通常被认为是好事情，但是对于顽固性而言，这种能力却变成了一种讨厌的负担。

严格控制的实验室研究表明，对情绪性经历的回忆往往要好于对非情绪性经历的回忆。例如，对令人不愉快的图片（例如残缺的身体）或令人愉快的图片（例如有吸引力的男性或女性）的记忆要比对中性图片（例如家居物品）的记忆更加准确（Ochsner，2000）。情绪唤醒似乎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到事件的中心特征上。在一个实验中，和观看非情绪性图片系列的被试相比，那些观看了一系列包含血淋淋的车祸场面的情绪唤醒图片的被试能回忆起更多的中心主题，而较少回忆起外周的细节（Christianson和Loftus，1987）。

侵入性的记忆是情绪性经历的不良后果，因为与非情绪性经历相比，情绪性经历通常引起更生动而持久的回忆。有一则证据是来自闪光灯记忆
 的研究，闪光灯记忆指的是
对我们在何时何地听到轰动性事件的详细的记忆

 。例如，对于2011年9月11日世贸大楼和五角大楼遭受的恐怖袭击事件，大多数美国人能够精确地回忆出他们在何处以及如何听说该事件的——几乎就像脑海中有一个闪光灯自动开启，持久而生动地记录下该事件（Kvavilashvili等，2009）。几项研究表明，闪光灯记忆并非总是那么准确，但是通常情况下比对同一时间里发生的一般事件的回忆要更好（Larsen，1992；Neisser和Harsch，1992）。闪光灯记忆可以保持的更长久，部分原因是诸如911恐怖袭击这样的事件所引起的情绪唤醒，还有部分原因是我们倾向于谈论和思考这些经历。回想之前所学的，语义编码可以增强记忆：当我们谈论闪光灯记忆的相关经历时，就会对其进行精细加工，从而进一步增强对该经历被讨论的那些方面的记忆（Hirst等，2009）。


情绪性创伤如何影响记忆？


为什么我们的记忆会如此持续？在对情绪事件的反应方面，脑内一个很小的杏仁形状的结构起着重要作用，该结构称为杏仁核，如图6.18所示。杏仁核可以影响那些使我们在经历情绪唤起事件时能进入高效运转状态的荷尔蒙系统。这些与应激相关的荷尔蒙（比如，肾上腺素和可的松）会使身体进入应对威胁的状态，同时它们也会增强我们对该事件的记忆。杏仁核受损并不会导致总体的记忆缺陷。不过，杏仁核受损的个体对情绪事件的记忆和对非情绪性事件的记忆没有差异（Cahill和McGaugh，1998）。

例如，想一下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被试观看一系列图片，这些图片一开始展示的是一位母亲带着孩子走路去学校，后来的图片涉及一个情绪唤起事件：孩子遭遇了车祸。随后的测试表明，被试对情绪唤起事件的记忆要好于对一般事件的记忆。但是，杏仁核受损的被试对这两类事件的记忆却一样好（Cahill和McGaugh，1998）。PET和fMRI扫描表明，健康被试在观看一系列包含情绪唤起事件的图片时，杏仁核的激活程度可以很好地预测随后对这些图片的回忆。如果在观看情绪性事件时杏仁核的活动增强，那么被试就更有可能在随后的测试中回忆起这些事件（Cahill等，1996；Kensinger和Schacter，2005，2006）。如果给被试施以某种药物干扰了杏仁核介导的压力荷尔蒙分泌，那么他们对情绪性内容的记忆就不会好于对一般内容的记忆。






图6.18 杏仁核对记忆的影响。





杏仁核位于海马旁边，它对情绪性事件有强烈的反应。杏仁核受损的个体无法对情绪性事件形成比对中性事件更好的回忆（Cahill和McGaugh，1998）。



在很多情况下，对高度情绪性的事件，特别是那些对生命有威胁的事件形成稳固记忆有很明显的好处。不过，此类记忆可能会变得过度稳固以至于干扰了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


记忆的七宗罪是利还是弊？


你可能已经得出结论，人类进化让我们承载了一个效率极低的记忆系统，这个记忆系统如此容易出现错误以至于经常损害我们的生活质量。事实并非如此。记忆的七宗罪是我们为记忆提供的诸多好处而付出的代价，是人类记忆系统正常高效运作中出现的偶然产物。


不完美的记忆如何使我们更好？


例如，考虑一下记忆的易逝。不管过去了多久，依然记得生活中的每个事件的所有细节难道不是很棒的事情吗？未必如此。你还记得吉尔·普利斯，在本章开始我们描述的那位女性吗？她就具有这种能力，却说这种能力快要把她逼疯了。

忘记那些已不是当前需要的信息（比如一个过去的电话号码）对我们来说是有好处的，有时候也是很重要的。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不会渐渐忘记信息，我们的脑子里就会充斥着不再需要的各种细节（Bjork，2011；Bjork和Bjork，1988）。在同一时间段内，与被频繁使用的信息相比，不被频繁使用的信息在将来更可能不会需要（Anderson和Schooler，1991，2000）。从本质上看，记忆是在打赌：如果我们最近没有使用某些信息，那么在将来也可能不会用到它们。更多情况下，我们是赌赢了的，这就导致记忆的易逝成了具有适应意义的特性。但是，我们这种赌注的失败分外敏感——我们因为遗忘而感到沮丧，却从未意识到我们所赌赢的记忆正常运作时带给我们的好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经常记忆一出现问题就开始抱怨：遗忘的弊端令人痛苦，这显而易见，但是遗忘的好处却被隐藏了。

与此类似，尽管心不在焉和记忆阻滞也令人沮丧，但是它们只是我们的记忆成功地归类外来信息、保持那些值得注意和回忆的细节、放弃那些不那么值得注意和回忆的细节的副产品。

记忆错位和受暗示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经常不能回忆起我们看到一张面孔或者了解一个事实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这是因为记忆具有适应机制，以保持当前环境下最有可能需要的信息。我们几乎不需要记住每次经历的所有精确的背景细节。只有当我们认为这些细节在随后会被用到的情况下，我们的记忆才会仔细地记录这些细节，而大多数情况下这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此外，我们经常使用记忆来预测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件。正如之前讨论的，记忆是灵活的，能让我们以新的方式将过去的经历的元素重新组合，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在脑海中想象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形。但是，这种灵活性——作为记忆的一种优势——有时也可能导致记忆错位，即过去经历的元素被错误地组合在一起（Schacter和Addis，2007；Schacter，Cuerin和St.Jacques，2011）。记忆偏差会让记忆出现偏离，使我们过度感觉良好，但是这种偏差有个好处，那就是增强自我的总体满意程度（Taylor，1989）。对自我怀有积极的幻觉可以促进心理健康（Taylor，1989）。尽管记忆的持久性会让我们经受那些最好能被忘记的创伤性记忆的烦扰，但总体而言，记得那些可能威胁我们生存的危险的或创伤性的事件可能具有适应性意义。

尽管上述记忆的七宗罪会给我们的生活造成麻烦，但是它们也具有适应性意义的一面。你可以将这七宗罪看作是我们在享受记忆在大部分情况下正常运作所带来的好处而付出的代价。

小结



▲ 记忆的错误可以被归结为七宗罪。





▲ 记忆的易逝表现为记忆的迅速下降以及之后出现的缓慢遗忘。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从精细转为笼统。衰减和干扰都会促进记忆的消逝。心不在焉是由缺乏注意、浅层加工以及自动化的行为所引起的。当存储的信息暂时不能被提取就会发生记忆阻滞，比如舌尖现象。





▲ 记忆错位出现在如下情形：我们感到熟悉却不能回忆或错误地回忆事件出现的时间和空间的细节信息。记忆错位可以导致目击者的错误判别或错误再认。额叶受损的个体特别容易出现错误再认。记忆的受暗示性会导致对某些细节或整个情景的记忆被植入脑海中。诸如催眠或视觉想象这样的暗示技术能够促进对被暗示的事件的生动回忆，心理治疗师使用暗示技术可能会导致来访者出现一些关于儿时创伤的错误记忆。记忆偏差反映了个体当前的知识、信念和感觉对记忆或过去经历的影响。记忆偏差能够导致我们把过去与目前的情形保持一致、夸大过去和现在的差别、或者以一种有助于使自己显得不错的方式来记住过去。





▲ 记忆的持久性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情绪唤醒通常会增强记忆，无论我们是否想要记得某次经历。记忆的持久性的部分原因是受杏仁核影响的荷尔蒙系统的作用。尽管记忆的七宗罪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麻烦，它们也具有适应性意义。





▲ 记忆的正常运作会带给我们好处，大多数情况下记忆是可以正常运作的，你可以将记忆的七宗罪看成是我们为享受这些好处而付出的代价。



其他声音 早期记忆



在他的最近的一本关于记忆的书《时光的碎片》的一个精彩的段落里，心理学家查尔斯·费尼霍（Charles Fernyhough）（2012，第1-2页）描述了他试图回忆自己钓到的第一条鱼。他得到了他认为的答案，但是他是怎么知道的？



“你能记得吗？”

这开始于我7岁儿子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拜沙阿连特茹（Baixa Alentejo）租住的小屋的院子里打发时间，等着去阿尔加维（Algarve）海岸进行轮船旅行。艾萨克（Isaac）用他度假的钱买了一个手持玩具，可以将泡沫火箭推向高空，其中有个火箭在游泳池后面的碎石地面上弄丢了。我们在一起寻找的时候，他喋喋不休地说从葡萄牙回国后好想和我一起去钓鱼。我告诉过他当我还是他那么大的时候经常和叔叔在我祖父母位于艾塞克斯房子的后院湖里钓鱼。儿子突然问道：

“那你还记得钓到的第一条鱼吗？”

我直直地站着，望着外面的农田从我们所在山坡的较高的地方倾斜而下。我已经有35年没钓鱼了，但是我有时仍然可以回忆起和叔叔短途出游的日子。当回忆起那些日子，一些过去的画面就会在我脑海中浮现。我能回想起中间有个小岛的绿湖，那如垂柳叶模样的裸露岩石在我当时幼小的眼里想象中是多么神秘而不可触及！我能感受到爱开玩笑的叔叔在我身旁，他时而沉默良久，时而友善地打趣。我记得将去了皮的小块白面包浸在池塘的水中，然后拿出来捏软后放在鱼钩上作为诱饵的感觉，以及看到一只白鼬在下午来造访时的激动心情（对一个充满热情的年幼业余自然主义者而言），那只白鼬匆匆在芦苇丛穿跃，黑色末梢的尾巴上下摇摆。我记得将鱼钩从赤睛鱼的嘴里取出，然后将这个肌肉发达的银色的家伙扔回湖里，让它带着穿孔重新生活，这真是个诡异、有点可怕的举动。但是，我从来都没想起过感觉到鱼线被拽着的时刻，以及预期鱼要被钓上来的激动。我也肯定没有被问到过这样的问题，让我将回忆范围缩小到第一次钓到鱼的时刻。

“我不知道，”我回答道。“我是这么认为的。”

什么能解释我的不确定呢？

试着回忆你生活中关于某个特定事件的最早的记忆：你如何知道你的回忆什么时候发生？你如何知道你正在回忆的就是真实的事件呢？你需要什么样的证据才能确信记忆是正确的呢？你能想到可能提供相关证据的实验吗？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是询问人们对那些有具体日期的事件的记忆，比如弟弟妹妹出生的日期，自己所爱的人的去世日期，或者搬家的日期。例如，一项研究发现，个体在他们大约2.4岁的时候就能回忆出弟弟妹妹出生日期前后发生的事件（Eacott和Crawley，1998）。

你认为从这些研究中能得出确凿的结论吗？是否有可能人们对这些早期事件的记忆是基于在这些事件发生很久后家庭成员的谈话而形成的？一位成年人或儿童若能记得自己的妹妹出生时自己正在医院吃冰淇淋，那可能只是回忆起父母在该事件发生后所告诉他的事情（见文化和社区栏目）。精细设计的实验可能帮助我们回答查尔斯·费尼霍在回应儿子天真的问题时所引发的疑问，但是要真正解开早期记忆之谜，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Charles Fernyhough，Pieces of Light: How the New Science of Memory Illuminates theStories We Tell About Our Pasts
 .London: Profile Books Ltd.，2012/New York: Harper，2013.Copyright ➢ Charles Fernyhough，2012.经许可使用。

本章回顾


关键概念小测试


1.记忆编码是____的过程。

a.将我们知觉、思考或感觉到的转换成持久记忆

b.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信息保持在记忆中

c.将之前存储的信息重新提取出来

d.我们回忆之前学过但被遗忘的信息

2.下面哪个过程是将新信息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与已经存储在记忆中的信息相联系？

a.自发编码

b.组织编码

c.语义编码

d.视觉表象编码

3.我们的祖先依赖于下面哪一种编码？

a.组织信息的编码

b.繁殖机制的编码

c.与生存相关信息的编码

d.愉悦情形的编码

4.哪种记忆存储将信息保存1到2秒钟？

a.逆行记忆

b.工作记忆

c.短时记忆

d.感觉记忆

5.记忆在脑中变得稳固的过程被称作____。

a.巩固

b.长时记忆

c.视像记忆

d.海马索引

6.长时程增强的发生是通过____。

a.中断神经元之间的通讯

b.增强突触的联接

c.再巩固被破坏的记忆

d.睡眠

7.你处于悲伤的心境时更容易回忆起悲伤的事件，这表明了____。

a.编码特异性原则

b.状态依存性提取

c.迁移适宜性加工

d.记忆的可被提取性

8.下面哪一项关于记忆提取的后果的表述是错误的？

a.提取诱发的遗忘能够影响目击者记忆。

b.记忆提取能够增强被提取的记忆。

c.记忆提取能够损害随后的记忆。

d.记忆提取通过对信息的重复来增强随后的记忆。

9.脑成像研究表明，试图回忆会激活____。

a.左侧额叶

b.海马区域

c.枕叶

d.颞叶的上部

10.有意识地或刻意地回忆过去经历被称作____。

a.启动

b.程序性记忆

c.内隐记忆

d.外显记忆

11.遗忘症患者不能保持下面哪一种记忆？

a.外显记忆

b.内隐记忆

c.程序性记忆

d.启动

12.回忆起你小时候参加的一次家庭团聚反映的是____。

a.语义记忆

b.程序性记忆

c.情景记忆

d.知觉启动

13.记忆的保持率在开始快速下降，随后遗忘速度变缓，反映了下面哪种现象？

a.组块

b.阻滞

c.心不在焉

d.易逝

14.目击者的错误鉴别或错误再认最有可能是____导致的。

a.记忆错位

b.记忆的受暗示性

c.记忆的偏差

d.后摄抑制

15.情绪唤醒通常会增强记忆，下面哪一点支持这个事实？

a.自我中心偏向

b.记忆的持久性

c.前摄抑制

d.来源记忆


关键术语


记忆

编码

存储

提取

语义编码

视觉表象编码

组织编码

感觉记忆

视像记忆

声像记忆

短时记忆

复述

组块

工作记忆

长时记忆

顺行性遗忘

逆行性遗忘

记忆巩固

记忆再巩固

长时程增强（LTP）

提取线索

编码特异性原则

状态依存性提取

迁移适宜性加工

提取诱发的遗忘

外显记忆

内隐记忆

程序性记忆

启动

语义记忆

情景记忆

记忆的易逝

后摄抑制

前摄抑制

心不在焉

前瞻性记忆

记忆的阻滞

记忆错位

来源记忆

错误再认

记忆的受暗示性

记忆偏差

记忆的持久性

闪光灯记忆


转变观念


1.你的一个朋友在她小时候父亲因癌症去世，“我真的希望我可以更好地回忆起他”，她说道。“我知道所有的记忆都封存在我的头脑中。我正在考虑接受催眠来解开其中的一些记忆。”你解释说我们实际上并不能将对发生的一切事情的记忆存储在头脑中。你会举哪些例子来说明记忆可以随着时间推移而丧失？

2.你的另一个朋友生动地记得在2001年9月11日和父母坐在起居室，观看电视直播世贸中心双子楼在恐怖袭击中倒塌了。“我记得母亲在哭泣，”他说道，“她的哭泣比电视画面更吓人。”后来，他回家探望父母，和母亲讨论起911恐怖袭击事件。母亲确信地告诉他在恐怖袭击发生的那天上午他其实在学校，到午饭时间才被送回家，那是在世贸中心双子楼塌陷之后了，他对这个说法非常震惊。“我不能理解，”后来他告诉你。“我认为她一定是搞糊涂了，因为我对那天上午的事情记得非常清楚。”假设你朋友的母亲对事件的回忆是正确的，你会如何向朋友解释他的快照记忆可能是错误的？他可能出现了哪种记忆的错误？

3.你问学心理学的同班同学是否愿意形成一个学习小组来准备即将到来的考试。“我没有冒犯之意，”她说道，“但是我只需要阅读这一章八到十遍，我就可以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我不需要什么学习小组就能做到这一点。”你同学的学习计划有什么错误？学习小组的成员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帮助彼此提高学习效果？

4.你和一个朋友参加一个校园聚会，遇到了很多之前没见过的人。聚会后，你的朋友说，“我喜欢我们遇到的大多数人，但是我永远记不住他们所有人的名字。有些人记忆力好，有些人记忆力差，我对此也无可奈何。”你会给朋友什么建议来帮助他在下一次聚会时记住他所遇到的人的名字？

5.你的一个朋友正在上一门刑事司法的课，她读到一个案例，一个被指控为谋杀罪的犯罪嫌疑人后来因为DNA证据被证明是清白的。“这是对司法的亵渎，”她说道。“很明显，目击证人将罪犯从若干嫌疑人中挑了出来，在法庭审判时又将他辨认为罪犯。来自化学实验室的证据不应该比目击证人的证词更算数。”关于目击者证词，你的朋友没有意识到什么方面？哪种记忆错误可能导致目击者相信自己正确地做出了鉴别，但实际上做出了错误的鉴别？


关键概念小测试答案


1.a；2.c；3.c；4.d；5.a；6.b；7.b；8.d；9.a；10.d;11.a；12.c；13.d；14.a；15.b.


需要更多帮助吗？更多资源就在LaunchPad，请登陆


http//www.worthpublishers.com/launchpad/schacter3e


记忆（memory）
 
随着时间推移，存储和提取信息的能力。




编码（encoding）
 
将我们所知觉、思考或感觉的转化为持续记忆的过程。




存储（storage）
 
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信息保持在记忆中的过程。




提取（retrieval）
 
将之前编码和存储的信息在头脑中提取出来的过程。




语义编码（semantic encoding）
 
将新信息与存储在记忆中的旧信息进行意义上的联系的过程。




视觉表象编码（visual imagery encoding）
 
将新信息转换为视觉形象加以存储的过程。




组织编码（organizational encoding）
 
根据在一系列项目中的关系将信息进行归类的过程。




感觉记忆（sensory memory）
 
一种将感觉信息保存几秒或者更少时间的记忆存储。




视像记忆（iconic memory）
 
一种对迅速衰减的视觉信息的记忆存储。




声像记忆（echoic memory）
 
一种对迅速衰减的听觉信息的记忆存储。




短时记忆（shor-term memory）
 
一种记忆存储，可以将非感觉信息保持几十秒但是不到1分钟。




复述（rehearsal）
 
通过不断重复将信息保持在短时记忆中的过程。




组块（chunking）
 
将小条信息组合成一个更大的集群和组块，这些集群和组块更容易保持在短时记忆中。




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
 
短时存储中对信息的动态保持。




长时记忆（long-term memory）
 
一种可以将信息保持几小时、几天、几周甚至几年的记忆存储。




顺行性遗忘症（anterograde amnesia）
 
不能将信息从短时记忆转入长时记忆。




逆行性遗忘症（retrograde amnesia）
 
不能提取某个特定日期之前获取的信息，这个日期通常是受伤或手术的日期。




记忆巩固（consolidation）
 
记忆在脑中变得稳固的过程。




记忆再巩固（reconsolidation）
 
回忆时，记忆变得易受破坏，需要对它们再次进行巩固。




长时程增强（long-term potentiation，LTP）
 
神经元之间跨突触的交流增强了联接，从而易化了后续交流的过程。




提取线索（retriecal cue）
 
与已存储的信息相关且可以促进对这些信息的提取的外部信息。




编码特异性原则（encoding specificity principle）
 
如果一个提取线索可以帮助重建信息最初被编码时的特定方式，那么这个线索就是一个有效的提示物。




状态依存性提取（state-dependent retrieval）
 
如果个体在编码和提取信息时处于相同的内部状态，那么对信息的回忆成绩就会更好。




迁移适宜性加工（transfer-appropriate processing）
 
编码和提取的情境背景匹配时，记忆更容易从一个情境迁移到另一个情境。




提取引发遗忘（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从长时记忆中提取一个项目损害了随后与提取项目相关的项目的回忆。




外显记忆（explicit memory）
 
有意识地或刻意回忆过去经历的行为。




内隐记忆（implicit memory）
 
过去的经历影响到后来的行为和绩效，即便个体没有做出回忆的努力或者意识不到回忆。




程序性记忆（procedural memory）
 
因为练习或知道如何做某事而逐渐获得技能。




启动（priming）
 
因为最近接触过某个刺激（比如词语或物体）而增强了想起某个刺激（比如词语或物体）的能力。




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
 
一个由相关事实和概念构成的网络，这些事实和概念组成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般知识。




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
 
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发生的个体过去经历的集合。




易逝（transience）
 
随着时间的流逝忘记所发生的事情。




后摄抑制（retroactive interference）
 
后面学习的信息损害了对前面获取的信息的记忆。




前摄抑制（proactive interference）
 
前面学习的信息损害了对后面获取的信息的记忆。




心不在焉（absentmindedness）
 
因为缺乏注意而导致的记忆失败。




前瞻性记忆（prospective memory）
 
记得在将来要做某些事情。




阻滞（blocking）
 
即使个体尽力也无法提取记忆中的信息。




记忆错位（memory misattribution）
 
将回忆或观点归结到错误的来源上。




来源记忆（source memory）
 
对在何时、何地和以何种方式获取信息的记忆。




错误再认（false recogniiton）
 
对之前没有经历的事件感到熟悉的感觉。




受暗示性（suggestibility）
 
将来自外部的误导性信息整合到个体回忆中的倾向。




偏差（bias）
 
个体目前的知识、信念和感觉对之前经历的回忆的扭曲。




持久性（persistence）
 
对我们希望忘记的事件的侵入性回忆。




闪光灯记忆（f lashbulb memories）
 
对我们在何时何地听说轰动性事件的详细回忆。






第7章 学习



珍妮弗（Jennifer）是一名45岁的军队护士。伊拉克战争期间，她在国外服务了19个月。在此之前，她与结婚21年的丈夫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平静地住在美国的一个乡村。在伊拉克，她为美国士兵及其他国的士兵提供医疗护理，同时也为伊拉克市民、囚犯、军事极端分子提供医疗服务。

珍妮弗被安排在靠近巴格达的一个医院服务了4个月。在那里她目睹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件。监狱通常是迫击炮残酷袭击的目标，导致大量严重的人员伤亡，包括那些有血腥的外伤和肢体残缺的人。珍妮弗每次轮班工作12—14 小时，每每在接近一些受伤最严重的伤员时还要尽量避开袭来的炮火。她经常会闻到烧焦后的肉体发出的气味以及看到那些“年轻的，破损的身体”，这些都成为她日常工作中的一部分（Feczer和Bjorklund，2009，第285页）。这种反复的创伤对珍妮弗造成了伤害。回到家后，很显然她并没有遗忘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的经历。珍妮弗反复地想起这些经历。这些经历也大大地影响了她对日常生活中各方面的反应。在煮肉时看到血或闻到气味会使她胃疼，以至于她不得不停止吃肉。以前她对直升飞机靠近的声音并没有感觉，而在伊拉克这个声音标志着有新的伤员要运到，现在这个声音会让珍妮弗感到更强烈的恐惧和焦虑。她时常从噩梦中惊醒，那些梦都是关于她在伊拉克所经历的那些最糟糕的事情，例如照看那些多处截肢的伤员。用描述她的案例的作者的话来说，珍妮弗被她在伊拉克的经历“永远地改变了”（Feczer和Bjorklund，2009）。这就是为什么尽管詹妮弗的故事很令人担忧，但却能很有说服力地用来介绍学习这个主题。

珍妮弗回到家后发生在她身上的大部分事情反映了一种基于联结的学习的作用。在伊拉克的场景、声音和气味已经和负性情绪发生了联系，形成了一种持久的结合。所以，当她在家里面对类似的场景、声音和气味就引起了类似的强烈的负性感受。

学习是对那些能导致生物体行为发生变化的不同的技术、程序和结果的总和的简称。学习心理学家已经识别出并研究了多至40种不同类型的学习。然而，它们都有一个基本的原理。学习
 （learning）包括了
从经验中获得新知识、新技能或反应，导致了学习者状态的相对持久的变化。

 这个定义强调了以下几个关键内容：

➢ 学习是基于经验的。

➢ 学习引起了生物体的变化。

➢ 这些变化是相对持久的。






伊拉克战争期间，在巴格达附近的监狱医院服务的4个月中，珍妮弗学会了将直升机降落的声音和伤员联系在一起。这种习得的联结对她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回想一下珍妮弗在伊拉克的时光，你就会发现所有这些因素：经验，例如直升飞机接近的声音和伤员到来之间建立了联结；这些经验改变了珍妮弗对某些特定情景的反应模式；这种改变持续了很多年。

学习也可以在更简单的、非相互关联的形式下发生。你或许了解一种叫习惯化（habitation）a的现象，指的是重复或持续接触一种刺激导致反应逐渐减少的过程。如果你曾经住在当地飞机场的航线下方，或靠近铁路线，或挨着一个繁忙的高速公路，那么当你第一次住进去的时候，你可能会注意到波音737冲向降落跑道时的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或火车在铁轨上奔弛的咔哒声，或者繁忙的车流声音。你或许也会注意到，住了一阵后，轰鸣声不再那么震耳欲聋了，甚至最后你都忽略了附近的飞机、火车或汽车的声音。这种受欢迎的反应减少就是习惯化的过程。

习惯化甚至能在最简单的生物体上发生。例如，在“记忆”一章里，你已经了解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埃里克·坎德尔（Eric Kandel，2006）对小小的海参类动物海兔进行的深入研究。坎德尔及同事清楚地展示了海兔的习惯化表现：当轻轻触摸海兔时，一开始它会缩腮，但经过反复轻触后这个反应逐渐变弱。此外，海兔还能表现出另一种简单的被称为敏感化
 （sensitization）的学习方式，它指的是
一个刺激的出现导致了对随后刺激的反应增强

 。例如，坎德尔发现在受到巨大的惊吓后，海兔对轻微的触碰会表现出更强的缩腮反应。类似地，如果某个房子近期被窃贼闯入过，房主会对那些以前并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半夜的声响变得高度敏感。

尽管这些简单的学习类型很重要，但是在本章里，我们将集中在更复杂的、心理学家已经广泛研究的学习类型上。回想一下在“心理学的科学之路”一章里，心理学历史中相当大的篇幅都归给了行为主义，他们坚持测量那些可观测的、可量化的行为，不考虑那些无关的、无从知晓的精神活动。行为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到1950年底大部分心理学家的主要观点，大部分关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展的。你或许会对行为主义和学习理论存在交集觉得有点惊讶。毕竟从某个水平来看，学习是抽象的：某个无形的东西对你起作用，随后你思考或行动就不一样了。你如果把这种转变解释为一种精神观念的变化也是符合逻辑的。但是，大部分的行为主义者认为学习中的“经验的永久改变”可以很好地表现在任何生物体上：大鼠、狗、鸽子、小鼠、猪，或人类。从这一点来看，行为主义者把学习看成是一种不需要精神活动的、纯粹的行为活动。

在许多方面来说，行为主义者是对的。我们所了解的关于生物体如何学习的许多知识都直接来自行为主义者对行为的观察。然而，他们也夸大了事实。若要了解学习过程，还是需要考虑到一些重要的认知因素（指的是精神活动的成分）。在本章的头两部分，我们将讨论两个主要学习方法的发展及其基本原理：经典条件反射和操作条件反射。随后，我们将转到一些仅仅靠观察其他人就可以发生的重要的学习类型，此类观察学习在行为的跨文化传播中起着重要作用。再之后，我们将发现某些类型的学习完全可以在意识之外发生。最后，我们将讨论在一种对你来说很重要的环境下的学习：课堂学习。




经典条件反射：一个事件导致另一个事件



美国心理学家约翰·华生（John B.Watson）发起了行为主义运动。他声称心理学家应“永远不使用
意识、精神状态、心智、内容、内省检验、表象

 及此类的术语”（Watson，1913，第166页）。华生这种煽动性的言论主要是受到了一位俄国生理学家伊凡·巴甫洛夫（Ivan Pavlov，1849—1936）的研究工作的鼓舞。巴甫洛夫因其对狗分泌唾液的研究而获得了1904年诺贝尔生理学奖。巴甫洛夫通过手术在狗面颊植入导管，测量他们对不同食物的唾液分泌，以此来研究实验室动物的消化过程。很偶然地，他对唾液分泌的研究揭示了一种学习形式的机制。这种学习被称为经典条件反射。当
一个中性刺激和一个可以导致自然反应的刺激配对后，中性刺激会导致反应出现

 ，这时经典条件反射
 （classical conditioning）就发生了。在他的经典实验里，巴甫洛夫发现，将诸如铃声或纯音这样的中性刺激和另一种能自然地引发唾液分泌的刺激例如食物进行联系后，狗能学会对这些中性刺激分泌唾液。






图7.1 巴甫洛夫研究经典条件反射的装置。





巴甫洛夫用一个铃铛或一个音叉给动物呈现听觉刺激，视觉刺激可以在屏幕上呈现。




经典条件反射的发展：巴甫洛夫的实验


如图7.1 所示，巴甫洛夫的基本实验装置是把狗用带子固定住，给狗提供食物并测量唾液分泌反应。他注意到那些以前参加过实验的狗只要一被拴上带子，还没有给食物，它们就开始产生一种“期待”的分泌唾液反应。一开始，巴甫洛夫及同事认为这种反应只是干扰，因为它们妨碍了收集自然产生的唾液。实际上，这些狗的反应符合经典条件反射的四个基本要素：

➢ 最初给狗呈现一盘食物的时候，他们开始分泌唾液。这没什么奇怪的——在大部分的动物面前摆放食物都会引发唾液分泌过程。巴甫洛夫把呈现食物称为一种无条件刺激
 （unconditioned stimulus，US），即
能可靠地引起生物体自然反应的刺激

 。

➢ 他把狗的唾液分泌称为一种无条件反应（unconditioned response，UR）b，即
由无条件刺激可靠地引起的一种反射性的反应

 。

➢ 巴甫洛夫很快就发现，他可以使狗对中性刺激分泌唾液，就是那些通常不会引起动物唾液分泌的事物，例如铃声。在各种不同的实验里，巴甫洛夫把食物和铃声配对呈现、和节拍器的滴答声配对呈现、和音叉的嗡嗡声配对呈现，或是和闪烁的光配对呈现（Pavlov，1927）。果然，他发现狗会对这些声音或闪光分泌唾液，这些刺激就成为了条件刺激
 （conditioned stimulus，CS）c，即
在和一个无条件刺激配对后能引起生物体可靠反应的中性刺激

 （见图7.2）。

➢ 自然界不存在什么东西能让一只狗对铃声分泌唾液。然而，当条件刺激（铃声）与无条件刺激（食物）配对出现一段时间后，动物就学会把食物和声音联系起来。最终，条件刺激就足以引起反应，即唾液分泌。这个反应和无条件反应类似，不过巴甫洛夫把它称为条件反应
 （conditioned response，CR），即
和无条件反应相似但却是由条件刺激引起的一种反应

 。在这个例子里，狗分泌唾液（条件反应）最终是仅由铃声（条件刺激）引发的，因为铃声和食物（无条件刺激）在之前经常被联系在一起。






图7.2 经典条件反射的要素。





在经典条件反射中，先前的中性刺激（如铃铛的声音）和一个无条件刺激（如呈现食物）配对出现。经过多次配对试验后，仅靠条件刺激（声音）就可以引起一个条件反应。




为什么一些狗好像知道它们什么时候开饭？


想想你自己的狗（或猫）。你的狗是不是总是知道什么时候要吃晚饭，就差自己拉开椅子、把餐巾塞到她的领口了？好像她每天都眼盯着时钟，等待晚饭时间似的。哎呀，你的狗并不是看守时间的猎犬。事实上，食物（无条件刺激）的出现已经和复杂的条件刺激联系在一起了——你站起身、走到厨房、打开橱柜、使用罐头开瓶器——这样一来条件刺激本身就告诉狗它们的食物就要来了，因而触发了她准备要吃饭的条件反应。


经典条件反射的基本原理


当巴甫洛夫的研究发现首次出现在学术杂志和流行杂志上时（Pavlov，1923a，1923b），这些内容引起了一股兴奋的热潮，因为心理学家们终于有了可靠的证据来说明条件反射是如何导致习得行为的。这正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约翰·华生所提出来的：一个生物体经历可观察和可测量的事件或刺激，而且在生物体上发生的变化可以被直接观察和测量到。狗能学会对蜂鸣声分泌唾液，而且不需要去解释为什么会发生、狗需要什么、或者动物是如何考虑这些情境的。换句话说，在经典条件反射范式下并不需要考虑心理层面，正是这一点吸引了华生和行为主义者们。巴甫洛夫也意识到他的研究发现具有重要的意义，并着手对经典条件反射的机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让我们更仔细地看一下这些原理中的一部分。（正如在“现实世界”一栏里所写的，这些原理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吸毒过量）



习得



还记得你第一次得到一条狗的时候吗？很可能她看起来一点也不聪明，尤其是当你去厨房时她茫然地盯着你的样子，她并没有预期到食物马上就要来了。这是因为通过经典条件反射进行学习需要一段时间来建立条件刺激和无条件刺激的联系。这一段时期被称为习得
 （acquisition），即
经典条件反射中条件刺激和无条件刺激共同出现的阶段

 。在经典条件反射的最初阶段，通常会有一个学习逐渐增加的过程：起点很低，然后快速提高，再缓慢地减少。正如图7.3所示。经过声音和呈现食物的多次配对，巴甫洛夫的狗的唾液分泌量逐渐增加。类似地，你的狗最终也能学会把你去厨房准备和随后的食物出现这两者联系起来。一旦学习被建立起来，条件刺激本身就能稳定地诱发条件反应。






图7.3 习得、消退和自然恢复。





在经典的条件反射中，条件性刺激原本是中性的，并且不会引起特定的反应。在把条件刺激和无条件刺激配对呈现几次后，条件刺激本身就可以引发唾液反应（条件反应）。学习往往发生得很快，之后随着反应的稳定发展而趋于平稳。在消退中，条件反应很快消失直到不再出现。然而，一段休息时间后，通常会出现条件反应的自发恢复。事实上，即使是在没有额外学习的情况下，一个习得很好的条件性反应可能在很多个休息时间段后仍能表现出自发恢复。





二阶条件反射



一旦条件反射建立起来，有一种叫二阶条件反射
 （second-order conditioning）b 的现象也会出现：
由条件刺激和一个之前已与无条件刺激建立联系的刺激相匹配而产生的条件反射

 。例如，在一个较早开展的实验里，巴甫洛夫反复地将一个新的条件刺激（黑色正方形）和已经能引起稳定的唾液分泌反应的铃声匹配在一起。经过多次训练试验后，尽管这个正方形从来没有直接地和食物配对过，但是他的狗也能对黑色正方形分泌唾液。二阶条件反射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些人渴慕金钱，以至于他们积攒财富并把财富看得比它所能购买的东西还珍贵。起初，金钱是用来购买那些能使人产生愉悦感受的东西的，例如豪华轿车。之后，尽管金钱并不直接地和驾驭新跑车的刺激感相联系，但通过二阶条件反射，金钱便开始和此类欲求建立起了联系。


现实世界 理解吸毒过量




警察们经常会面对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成瘾者因毒品使用过量而突然死亡。这种死亡之所以让人费解至少有三个原因：这些受害者通常是有经验的毒品使用者；摄入的毒品剂量往往并不大于他们通常的摄入量；死亡往往发生在不寻常的环境中。有经验的毒品使用者就是这样：很有经验！因此，你会认为他们过量摄入毒品的可能性应该是比较低的。





经典条件反射为我们理解这些死亡是如何发生的提供了一些思路。第一，当经典条件反射发生时，条件刺激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铃声或纯音：它也包括了条件反射发生时所处的背景环境。事实上，巴甫洛夫的狗常常是在它们刚接近实验仪器时就开始分泌唾液。第二，很多条件反应是对无条件刺激的补偿反应。比如说，海洛因会降低一个人的呼吸频率，因此身体通过加速呼吸做出一个补偿的反应，从而保证体内平衡的状态，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反应。





经典条件反射中的这两个细节能帮助我们解释在经验丰富的毒品使用者身上出现致命的海洛因摄入过量行为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Siegel，1984，2005）。当毒品被注入时，整个环境（毒品用具、房间、灯光、毒瘾者的同伴）都起到了条件刺激的作用，并且成瘾者的大脑通过分泌神经递质来抑制海洛因的效果。时间长了，这种保护性的生理反应成为条件反应的一部分。像所有的条件反应一样，它发生在条件刺激出现的时候，但却在实际摄入毒品之前。这些补偿性的生理反应也使得成瘾者为了达到相同的效果而不断地增加药量。最终，这些反应产生了毒品耐受，这在“意识”一章里讨论过了。





基于经典条件反射的这些原则，在一个新环境下摄入毒品对于一个长时间的毒品使用者来说可能是致命的。如果成瘾者在一个足够新的环境或之前从来没有摄入海洛因的环境中摄入和往常相同的剂量，这时条件刺激改变了，那么通常起保护作用的生理补偿性的条件反应要么不出现，要么显著地减少（Siegel等，2000）。结果是，成瘾者通常摄入的药量就变得过量了，因而导致了死亡。直观上说，成瘾者会坚持呆在他们熟悉的毒品站、鸦片馆或“打靶场”等地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种效应也被实验证实了：与新环境相比，在同样环境中给有大量吗啡经验的老鼠加大剂量，它们更有可能存活下来（Siegel，1976；Siegel等，2000）。这种基本效应会发生在各种毒品上。例如，和熟悉线索（啤酒味的饮料）相比，大学生在新线索（辣椒-薄荷味的饮料）下产生的对酒精致醉效果的耐受性更低（Siegel，2005）。





理解这些原则也有助于对药物成瘾者的治疗。例如，与毒品摄入相关的熟悉的环境线索构成条件刺激，引发了大脑对于毒品的补偿性反应，这一反应可以在成瘾者身上感受为戒断反应。在线索暴露疗法中，成瘾者被暴露在毒品相关的环境中但不摄入通常剂量的毒品，最后导致了线索环境和毒品效应之间联结的消退。经过这种治疗后，在面对熟悉的毒品相关线索时，成瘾者就不再会产生和戒断反应相联系的补偿反应，因而使得正在恢复的成瘾者更易于保持节制（Siegel，2005）。








尽管鸦片馆和毒品站可能都是已经破败的房产，但是在那里使用毒品对成瘾者来说往往更安全。环境开始成为成瘾者条件刺激的一部分，所以很讽刺的是，取缔毒品站，迫使毒瘾者在新环境中使用毒品，或许会导致更多的因吸毒过量的死亡。





消退和自发恢复



在巴甫洛夫和同事对习得的过程进行大量的研究后，他们开始转到下一个符合逻辑的问题：如果他们继续呈现条件刺激（铃声）而不呈现无条件刺激（食物），将会发生什么？如果反复呈现条件刺激而没有无条件刺激，其后果可以想象。正如在图7.3中第一图表区的右侧所展示的，唾液分泌行为急速地减少，并持续下降，直到最后狗不再对铃声分泌唾液。这个过程被称为消退
 （extinction），即
当条件刺激反复呈现却没有无条件刺激时，习得的反应逐渐消失

 。引入这个概念是因为条件行为是被“消灭”了，再也观察不到了。

虽然巴甫洛夫知道能通过条件反射建立学习然后消除学习，但是他想知道条件行为的消除是否是永久的。是否一次消退过程就足以把条件反应彻底淘汰掉？抑或在狗的行为里还有一些残留的改变，使得条件反应还有可能再次出现？为了研究这个问题，巴甫洛夫消除了经典条件反射建立的唾液分泌反应，随后让狗休息了一段时间。当狗被带回到实验室，再次给他们呈现条件刺激时，他们表现出了自发恢复
 （spontaneousrecovery），即
休息一段时间后消退的习得行为出现恢复的趋势

 。这个现象展示在图7.3中间的图表区。请注意，即使没有额外的条件刺激和无条件刺激的联系，这个恢复也会发生。有些条件行为的自发恢复甚至发生在再一次休息之后，这个时期实际上也是第二次的消退（看图7.3的右侧图表区）。很显然，消退并没有完全抹掉已经获得的学习。条件刺激引发条件反应的能力变弱了，但没有消失。



泛化和分化



如果你换了一个新的罐头开罐器，你觉得你的狗会不会犯难，无法预期到她的食物会出现？是否需要对这个改变的条件刺激重新建立一轮条件反射？


罐头开罐器的改变是如何影响一条已经条件化的狗的反应的？


可能不需要。如果条件刺激—无条件刺激配对的微小变化生物体都需要一整套新的学习过程的话，这样的生物体也太缺乏适应性了。事实上，这时候会出现泛化
 （generalization）的现象：
即使新的条件刺激和习得阶段使用的条件刺激有微小的差别，也能观察到条件反应。

 这意味着条件反射泛化到了和最初训练时条件刺激类似的刺激上。可以预期的是，新刺激变化得越多，观察到的条件反应越少。如果你把手动的开罐器换成电动开罐器，你的狗很可能表现出更弱的条件反应（Pearce，1987；Rescorla，2006）。

当一个生物体对一个新刺激产生泛化，会发生两件事情。首先，对用做泛化测试的新刺激产生反应，这说明生物体能识别出最初的条件刺激和新刺激之间的相似性。其次，对新刺激产生较弱的反应，这说明它意识到了两个刺激之间的差异。对于第二种情况，生物体表现出的是分化
 （discrimination），即
能区分相似却不同的刺激的能力

 。泛化和分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其中一个表现得多，另一个就表现得少，训练可以调节两者之间的平衡。






你的第一个电动开罐器可能让你的狗困惑，但是很可能只会持续一小会儿。




条件情绪反应：小阿尔伯特的案例


在你断定经典条件反射仅仅是训练狗的复杂方法之前，让我们再重新看看巴甫洛夫研究中的更广泛性的原理。经典条件反射表明仅仅通过确立适合的条件就能实现在行为上的持久的和实质的改变。正是这种简易性吸引了行为主义者。实际上，华生和他的追随者想的是，有可能根据经典条件反射的原理对任何生物体的任何行为做出一种普遍性的解释。作为向这个方向迈进的一步，华生和他的研究助手罗莎莉·雷纳（RosalieRayner）进行了一项富有争议的研究（Watson和Rayner，1920）。为了支持他所认为的“即使复杂的行为也是条件反射的结果”这一观点，华生找了9个月大的“小阿尔伯特”（LittleAlbert）来帮忙。阿尔伯特是一个健康的、发育良好的婴儿，根据华生的评估，他是“严肃的，非情绪化的”（Watson和Rayner，1920，第1页）。华生想看看这样一个孩子能不能通过经典条件反射出现强烈的情感反应，也就是恐惧。

华生给小阿尔伯特呈现了许多刺激：一只白老鼠、一只狗、一只兔子、各种面具和烧着的报纸。多数情况下，阿尔伯特的反应是好奇或漠不关心，他没有对任何物品表现出恐惧。华生还要确定哪些东西能使他害怕。当阿尔伯特看着雷纳时，华生突如其来地用一个锤子敲响钢条，制造了很大的噪音。正如预期的一样，这个声音使阿尔伯特哭了，身体发抖，表现出不高兴。

随后，华生和雷纳让小阿尔伯特经历了经典条件反射的习得阶段。他们给阿尔伯特呈现了一只白老鼠。就当阿尔伯特伸手摸老鼠的时候，他们敲响了钢条。这种配对方式反复出现了几次。最终，仅仅是看到老鼠就使得阿尔伯特恐惧地退缩、哭泣、叫嚷着躲开它。这个情况下，无条件刺激（巨响）和条件刺激（出现老鼠）配对使得条件刺激本身就足以引发条件反应（恐惧反应）。小阿尔伯特还表现出了对刺激的泛化。看见白色兔子、海豹皮大衣和圣诞老人的面具也能使他产生同样的恐惧反应。


为什么小阿尔伯特害怕老鼠？


华生做这些的目标是什么呢？第一，他想表明用巴甫洛夫的技术也可以使相对复杂的反应被条件化。第二，他想表明像恐惧和焦虑这样的情绪反应可能通过经典条件反射产生，因此这些反应未必如弗洛伊德及其跟随者所认为的是更深的无意识过程或早期生活经验的结果（见“心理学的科学之路”一章）。正相反，华生提出恐惧是可以被习得的，正如其他行为一样。第三，华生想确认条件反射可以运用在人类身上，正如可以用在其他动物身上一样。这个研究因其用随意的方式来对待幼儿而备受争议，特别是因为在随后的几年里华生和雷纳并没有跟踪了解阿尔伯特或他妈妈的情况（Harris，1979）。由于有现代的伦理准则来控制对研究参与者采用何种处理措施，因而此类研究在今天已经无法开展了。然而在当时，这种研究是符合心理学的行为主义观点的。






你认为广告商在百威啤酒（Budweiser）的广告中突出克莱兹代尔马（Clydesdale horse）的形象，他们在期待什么样的反应？



这类在小阿尔伯特身上发生的条件恐惧反应也发生在本章开头提到的珍妮弗的例子里。由于珍妮弗经历了伊拉克的生活，因此听到原来并没有感觉的直升飞机声音都能使她感到恐惧和焦虑。事实上，有一项治疗技术已被证明能有效地治疗由此类创伤所引发的恐惧，这一技术就是直接建立在经典条件反射的原理上的：个体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反复地面对和他们的创伤相联系的条件刺激，试图消除条件恐惧反应（Bouton，1988；Rothbaum和Schwartz，2002）。然而，条件情绪反应包括很多种，不只是恐惧和焦虑反应。例如，广告商懂得条件情绪反应可以包括各种积极情绪，他们希望潜在的消费者能把这些情绪和商品联系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妩媚的女性通常会出现在那些以年轻男士为目标受众的广告里，例如啤酒和运动跑车广告。甚至当你听到电台里播放一首你和前男朋友或女朋友经常听到的歌时，让你觉得温暖和模糊的感觉，这也是条件情绪反应的一种类型。


深入理解经典条件反射


作为一种学习形式，经典条件反射可以稳定地产生：它有一套简单的原理，并能应用于真实生活的情境。简而言之，经典条件反射为心理学家提供了一套非常好的方法用以了解学习的内部机制，到今天依然如此。

然而，正如许多强大的首创成果一样，经典条件反射也已受到了更深入地审视，就是为了弄清它到底是如何、何时及为什么会起作用的。让我们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进一步了解经典条件反射的机制：认知的、神经的和进化的机制。经典条件反射的认知机制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巴甫洛夫的工作使得行为主义者梦想成真。从这点上看，条件反射是发生在狗、老鼠或人身上的事情，和这个生物体如何考虑条件反射情境是分开的。尽管在喂食者靠近的时候狗开始分泌唾液（见“心理学的科学之路”），但是，当巴甫洛夫靠近的时候狗并没有分泌唾液。最终必定会有人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这时候狗不分泌唾液呢？毕竟巴甫洛夫也给狗送食物，他为什么没有变成条件刺激？实际上，如果华生在那些令人不快的无条件刺激声音敲响时也出现，为什么小阿尔伯特不害怕他呢？

不知为何，巴甫洛夫的狗能很敏感地意识到巴甫洛夫不是一个可靠的预示食物要来的标志物。巴甫洛夫和食物的到来是联系起来的，但是他也和其他与食物无关的活动相联系，例如检查设备，把狗从狗屋带到实验室，站在旁边和其他同事交谈。

罗伯特·雷斯科拉（Robert Rescorla）和阿伦·瓦格纳（Allan Wagner）（1972）率先推断经典条件反射是在动物学会建立一种预期时发生的。因为铃的响声和食物系统地配对在一起，起到了为实验室的狗建立这一认知状态的作用。由于巴甫洛夫缺乏和食物的有效联系，因此狗没有建立这种状态。实际上，在这种情境下，很多反应都被条件化了。当铃声响起时，狗也会摇尾巴、发出乞求的声音、看着食物来的地方（Jenkins等，1978）。简而言之，真实发生的事情就像图7.4里描绘的那样。

雷斯科拉-瓦格纳模型介绍了一种认知成分来解释各种靠简单行为主义观点难以解释的经典条件反射现象。例如，该模型预期不熟悉的条件刺激比熟悉的条件刺激更容易产生条件反射。理由是正因为熟悉，所以对熟悉的事件已经有了预期，使得新的条件反射更难建立起来。简而言之，经典条件反射可能是一个最原始的过程，但它实际上非常复杂，并且包含了明显的认知成分。






图7.4 经典条件反射中的期望。





在经典条件反射的雷斯科拉-瓦格纳模型中，条件刺激起到了建立期望的作用。期望进而导致了一系列和条件刺激的出现相关联的行为。




条件反射中的期望作用是如何挑战行为主义观点的？


由这种经典条件反射的认知观所引发的一个问题就是意识的作用。在雷斯科拉-瓦格纳模型里，认知成分未必是有意识的。相反，这些成分反映了非意识联系机制的作用，这种机制所做的不只是记录下共同出现的事件：它们还把这些共同出现的事件和之前的经验联系起来，产生出期待。在人类身上开展的经典条件反射研究发现，条件反射可以在没有察觉到条件刺激和无条件刺激之间关系的情况下形成。而如果采用了在条件刺激和无条件刺激之间插入短暂间隔这种特殊的条件反射方法，就无法形成条件反射。这种情况下，对条件刺激和无条件刺激之间关系的意识似乎是发生条件反射的必要条件（Clark，Manns和Squire，2002；Clark和Squire，1998）。然而，甚至连小小的海兔都能出现此类的条件反射，科学家们也不相信海兔能够具备意识。毕竟，相对于人类的上百万个神经元和复杂的大脑系统，在海兔身上发生的条件反射仅有几个神经元参与（Bekinschtein等，2011）。这些研究提醒我们，尽管经典条件反射具有许多跨物种的相似性，但同时也存在很多差异。



经典条件反射的神经机制



巴甫洛夫认为他的研究为了解大脑是如何工作的提供了一些启发。毕竟，巴甫洛夫所受的训练是医学的，而非心理学的，所以当心理学家对他的发现感到兴奋时他多少有些惊讶。近期的一些研究已经阐明了一些巴甫洛夫曾希望了解的条件反射和大脑之间的关系。

理查德·汤普森（Richard Thompson）及其同事持续开展了几十年的开创性研究，关注的是兔子眨眼反应的经典条件反射。在最基本的眨眼条件反射中，条件刺激（纯音）之后紧随着无条件刺激（吹气），吹气引发反射性的眨眼反应。经过许多次条件刺激—无条件刺激配对后，仅仅出现条件刺激就能出现眨眼反应。汤普森和同事的研究非常有说服力地表明小脑对于眨眼条件反射的出现非常关键（Thompson，2005）。对小脑损伤病人的研究也支持这一结论，表现为这些病人出现了眨眼条件反射的障碍（Daum等，1993）。近期的神经影像研究发现健康年轻成人在眨眼条件反射中小脑会激活（Cheng等，2008），为这个观点勾勒出了一个完整的图画。正如你在“神经科学与行为”一章中所学到，小脑是后脑的一部分，它在运动技能及学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除了眨眼反射，恐惧条件反射也被广泛研究。同样是在“神经科学与行为”一章里，你已了解到杏仁核在情感体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情感体验包括恐惧和焦虑。所以杏仁核尤其是一个叫中央核的区域，对于情绪条件反射非常关键，这一点并不会让人觉得奇怪。

假设一只老鼠接受了一系列的条件刺激—无条件刺激配对学习，条件刺激是纯音，无条件刺激是微弱的电刺激。在自然情况下，当老鼠体验到突如其来的疼痛刺激时，他们会表现出防御反应，即
凝滞

 （freezing），表现为蜷缩不动。此外，它们的自主神经系统开始工作：心跳加快、血压升高、释放各种和压力有关的荷尔蒙。当恐惧条件反射发生时，这两个成分——一个是行为的，一个是生理的——都出现了，只不过是由条件刺激引发的。

杏仁核的
中央

 核通过两条不同的通路与大脑其他部分相连接，由此产生了以上两种结果。如果杏仁核和中脑的连接中断，老鼠就不会表现出凝滞反应。如果杏仁核与下丘脑的连接中断，和恐惧相联系的自主反应就会终止（LeDoux等，1988）。因此，杏仁核的活动是恐惧条件反射的一个核心要素，其与大脑其他区域的连接负责产生条件反射的各种特定表现。与老鼠和其他动物一样，杏仁核也参与了人类的恐惧条件反射（Olsson和Phelps，2007；Phelps和LeDoux，2005）。


杏仁核在恐惧条件反射中起到什么作用？




经典条件反射的进化机制



除了认知机制，进化机制也在经典条件反射中发挥重要作用。正如你在“心理学的科学之路”一章所学的，进化和自然选择是与适应性相结合的：适应的行为使得生物体在它所处的环境下得以生存并繁荣兴旺。对于经典条件反射，心理学家也开始了解到这类学习为何具有适应价值。很多探讨适应性的研究都在关注条件性的食物厌恶。

看看这个例子：一个心理学教授曾经到南加州参加一个工作面试，对方邀请他去一家中东餐馆吃午饭。由于吃了变质的鹰嘴豆泥，他一夜都没睡着，并发展到终生都厌恶鹰嘴豆泥。

表面上看，这像是一个经典条件反射的例子，但是这个例子有其特殊的方面。鹰嘴豆泥是条件刺激，病菌或其他毒性来源是无条件刺激，产生恶心的结果是无条件反应。这个无条件反应（恶心）和曾经是中性的条件刺激（鹰嘴豆泥）联系起来，就变成了条件反应（对鹰嘴豆泥厌恶）。然而，接待心理学家的其他人都吃了鹰嘴豆泥，没有人报告感到不适。所以不是很清楚无条件刺激是什么，不可能是在食物里面的东西。此外，从吃鹰嘴豆泥和感到不适之间的间隔是几个小时；而通常来说，刺激之后伴随的反应是相当快的。最令人困惑的是，只有单次的习得过程就使这种厌恶得到了巩固。而通常来说，条件刺激要和无条件刺激经过多次的配对才能建立学习。

这些特殊之处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并不特殊。任何需要摄取各种食物的物种都必须发展出这样的机制并借助该机制来学会避开那些曾经吃了会生病的食物。为了具有适应性价值，这个机制应当具备一些属性：

➢ 应该有经过大概一次或两次试验就能发生的快速学习。如果该学习需要更多次的试验，那动物可能就会因为吃了有毒的物质而死亡。

➢ 条件反射能在很长的时间间隔后发生，其间隔可能长达几个小时。毒性物质通常不会马上就导致疾病，所以生物体需要在较长时间范围内建立起食物和生病之间的关系。

➢ 生物体应该发展出对食物的气味或口味的厌恶，而不是对食用该食物的厌恶。仅仅基于气味就拒绝可能的毒性物质比食用该食物再拒绝具有更好的适应性。

➢ 习得的厌恶应该更多地是针对陌生的食物而非熟悉的食物。如果一个动物对它生病当天吃的所有东西都产生了厌恶，那并不是适应性的表现。我们的心理学家朋友并没有对他午餐喝的可乐或早餐吃的炒蛋产生厌恶，只是鹰嘴豆泥的样子和气味让他不舒服。

约翰·加西亚（John Garcia）和他的同事通过一系列的老鼠实验展示了经典条件反射的适应性（Garcia和Koelling，1966）。他们用了各种各样的条件刺激（视觉、听觉、触觉、味道和气味）以及几种能在几个小时后导致恶心和呕吐的无条件刺激（注射毒性物质、辐射）。研究者发现，当条件刺激是视觉、听觉或触觉刺激时，条件反射很弱或几乎没有。但是，具有独特味道或气味的刺激则使老鼠产生出强烈的食物厌恶。

这个研究有一种有趣的应用。由此也发展出一套应对辐射或化疗后产生不良副作用的方法：癌症病人因治疗过程中经历了恶心的感觉，而发展出对治疗前吃的食物的厌恶。布罗伯格和伯恩斯坦（Broberg和Bernstein，1987）推论说，如果在老鼠身上的发现能推广到人类的话，那么一个简单的技术就能使这种负性后果减到最小。他们在病人进行治疗前的一餐饭后给他们一种不寻常的食物（椰子口味或根啤口味的糖）。很显然，病人绝对只是针对这种不同寻常的口味食物出现了条件性的食物厌恶，而非对那一餐吃的所有东西都厌恶。除非是那些对根啤和椰子非常喜爱的病人，这些病人不会对他们平时经常吃的东西产生厌恶。


通过我们对食物厌恶的理解，癌症病人的不适是如何被减轻的？


诸如此类的研究表明进化已经给每个物种提供了生物准备性
 （biological preparedness）a，即
对某些特定联系的学习优于其他联系的倾向

 ，这样的话某些行为对一些物种比其他物种来说更容易被条件化。例如，能引起老鼠食物厌恶的味道和气味刺激无法在大部分的鸟身上发挥作用。鸟主要依赖视觉线索来寻找食物，对味道和气味相对不敏感。但是，你或许也能猜到，用不熟悉的视觉刺激作为条件刺激相对来说容易让鸟产生食物厌恶，例如颜色鲜艳的食物（Wilcoxon，Dragoin和Kral，1971）。事实上，大部分的研究者都赞同这一点，即用那些对生物体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刺激能更好地产生条件反射（Domjan，2005）。

小结



▲ 经典条件反射可以被看成是将中性刺激和有意义的事件或刺激进行配对的一种练习。伊凡·巴甫洛夫的早期工作是将中性的纯音（条件刺激）和一个有意义的举动——给饥饿的动物呈现食物（非条件刺激）——配对。正如巴甫洛夫和其他人所展示的那样，在经典条件反射的习得阶段将条件刺激和无条件刺激进行配对最终能使得仅靠条件刺激自身就能引发出称为条件反应（CR）的反应。





▲ 经典条件反射受到了心理学家的拥戴。例如约翰·华生，他认为经典条件反射为人类行为模型奠定了基础。作为一名行为主义者，华生相信理解行为并不需要考虑诸如思维或意识这样的高级功能。





▲ 然而，随后的研究者发现经典条件反射的内在机制其实比简单的条件刺激和无条件刺激相联系更加复杂（也更有趣）。经典条件反射涉及建立预期，而且对条件刺激是否是无条件刺激的真正预测物的程度很敏感。这些都意味着经典条件反射涉及一定程度的认知。





▲ 小脑在眨眼条件反射中发挥重要作用，而杏仁核则对恐惧条件反射很重要。





▲ 经典条件反射的进化机制表明，每个物种都能基于其进化历史在生物学上倾向于习得某种特定的条件刺激—无条件刺激关系。简而言之，经典条件反射并非是一种仅仅用来建立联系的随意的机制。正相反，它是一种因具有适应性价值而被精确进化出来的精密复杂的机制。






操作条件反射：来自环境的强化



经典条件反射所研究的是
被动反应

 的行为。大部分的动物不会主动地分泌唾液或感到焦虑。相反，动物是在条件反射的过程中不自主地表现出这些反应的。非自主行为仅仅占我们所有行为中的很小部分。其余的行为都是我们主动做出的。我们做出这些主动行为是为了获得奖赏并回避惩罚。了解这些主动行为对于描绘关于学习的完整画面至关重要。因为经典条件反射很少提及这些主动行为，所以我们现在转到另一种不同的学习类型：操作条件反射
 （operant conditioning），即
生物体的行为结果能决定这一行为在将来是否会被重复的一种学习类型

 。研究操作条件反射就是去探索主动行为。


操作条件反射的发展：效果律


关于主动行为如何影响环境的研究始于和经典条件反射研究差不多相同的时期。事实上，爱德华·桑代克（Edward L.Thorndike，1874—1949）在19世纪90年代就首次考察了主动行为，早于巴甫洛夫发表其研究发现的时间。桑代克的研究关注的是
工具行为

 （instrumental behavior），也就是需要生物体去做些事情、解决一个问题，或是操控环境中某些物品的行为（Thorndike，1898）。例如，桑代克用一个迷箱来完成了许多实验。迷箱是一种带门的木条板箱子，当用正确的方式触碰一个隐秘的杠杆后，门就可以被打开（见图7.5）。一只饥饿的猫被放到迷箱后会尝试各种动作试图逃脱——抓门、大声地喵喵叫、在箱子里嗅来嗅去、把爪子伸到笼子外面，然而只有一种行为能打开门吃到食物：用正确的方式按压杠杆。当猫做到这一点以后，桑代克把猫放回笼子里再来一轮。别误会，桑代克可能是
真的喜欢

 猫的。他绝非戏弄这些猫，而是要研究一个重要的行为原理。






图7.5 桑代克的迷箱。





在桑代克的原创实验里，食物就放在箱子的门外，猫可以看见。如果猫触动了合适的杠杆，杠杆就会打开门，让猫出来。



相当快地，这些猫就开始很熟练地按压杠杆把自己放出去。注意一下这里发生了什么。首先，猫做出了很多可能的（但最终无效的）行为，但是只有一个行为带来了自由和食物。随着时间推移，无效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少，工具性的行为（直接触开门闩）变得越来越频繁（见图7.6）。通过这些观察，桑代克提出了效果律
 （law ofeffect）：
伴随着“满意结果”的行为倾向于被重复，而那些产生“不愉快结果”的行为不太可能被重复。




行为和奖赏的关系是什么？







图7.6 效果率。





当桑代克的猫试图逃出箱子时，它们表现出尝试—错误的行为。它们做了很多无关的活动和动作，随着时间推移，它们发现了解决办法。一旦它们弄清楚哪种行为有助于打开门闩，它们就停止了其他无效行为，而且逃离箱子的速度越来越快。



桑代克用来研究学习的实验情景和经典条件反射的研究情景非常不同。还记得在经典条件反射的实验里，不管动物会做出什么反应，无条件刺激在每次训练试验中都会出现。无论狗是否分泌唾液，巴甫洛夫都会给它食物。但是在桑代克的研究里，动物的行为决定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行为是“正确的”（也就是门闩被打开），动物就得到食物的奖励。不正确的行为产生不了任何结果，动物一直被困在箱子里直到它们做出正确行为为止。尽管不同于经典条件反射，桑代克的研究工作还是能引起当时行为主义者的共鸣：它依然是可观察的、可量化的，并且不需要涉及心理就能做出解释（Galef，1998）。


斯金纳：强化和惩罚的作用


在桑代克的研究之后的几十年，斯金纳（B.F.Skinner，1904—1990）创造了操作行为
 （operant behavior）这个术语，用来指
生物体所产生的对环境有影响的行为

 。在斯金纳的系统里，生物体做出的行为都是在以某种方式对环境进行“操作”，环境则会通过加强这些行为（即强化它们）或使行为不再发生（即惩罚它们）来做出回应。斯金纳简单而巧妙的观察表明，大多数的生物体不像拴着的狗那样，不管环境如何只会被动地等待接受食物。正相反，大部分的生物体就像在箱子里的猫那样，发现自己可以在环境中积极地进行探究来获得奖赏（Skinner，1938，1953）。






斯金纳和他众多研究参与者之一。



为了科学地研究操作行为，斯金纳对桑代克的迷箱进行了改进。
操作条件反射室

 （operant conditioning chamber），或者通常被称为
斯金纳箱

 （Skinner box）（见图7.7）使得研究者能在一个可控的环境中研究小型生物体的行为。

斯金纳对学习的研究主要关注
强化

 （reinforcement）和
惩罚

 （punishment）。这两个术语因为具有常识性的意义，所以很难去定义。例如，有些人喜欢坐过山车，但其他人觉得过山车很吓人。所以坐过山车对一些人是强化，而对另一些人则是惩罚。狗可以通过表扬并抚摸它们的肚子来进行训练——这些做法对猫就几乎不起作用。所以，斯金纳就通过在行为上产生的效果来给这两个概念做了中性的定义。强化物
 （reinforcer）就是
能使导致强化的行为的概率增加的刺激或事件

 ，而惩罚物（punisher）
 就是
能使导致惩罚的行为的概率减少的刺激或事件

 。






图7.7 斯金纳箱。





在一个典型的斯金纳箱或操作条件反射室中，一只老鼠或鸽子或其他大小合适的动物被放入这个环境中，研究者观察这些动物在运用操作条件反射原理开展的学习阶段中的表现。



一个特定的刺激是作为强化物还是惩罚物取决于它是增加还是减少了一个行为发生的可能性。给予食物通常来说是在强化，增加了能引发食物出现的行为；拿走食物通常来说是在惩罚，导致了行为的减少。打开电击开关是典型的惩罚（减少了导致惩罚的行为）；关掉电击开关是奖励（增加了导致奖励的行为）。

为了使这些可能性之间有明显的区别，斯金纳用
正性

 （positive）来表明出现刺激的情况，负性（negative）来表明拿掉刺激的情况。由此，就有正
强化

 （positive reinforcement，奖励刺激出现）和负
强化

 （negative reinforcement，令人不悦的刺激被拿掉），以及正
惩罚

 （positive punishment，实施了令人不悦的刺激）和负惩罚（negative punishment，奖励刺激被拿掉）。这里的正和负分别意味着某个东西被添加或被
拿走

 ，而不是我们日常说的好和坏。从表7.1 可以看到，正和负强化增加了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正和负惩罚减少了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表7.1 强化和惩罚



刚一开始，这些术语的区别可能会让人感到困惑。毕竟“负强化”和“惩罚”听起来都好像是“不好的”，会导致同样的行为。但是，举例来说，负强化涉及的是令人愉快的东西，它是指
拿走

 了令人不愉快的东西，如电击，而没有了电击的确是让人愉快的。


在学习理想的行为时，为什么强化比惩罚更具有建设性？


在促进学习方面，强化通常比惩罚更有效。这里有很多原因（Gershoff，2002），但其中一个原因是：惩罚预示着某个不被接受的行为出现了，但是它无法指明到底该做什么。由于小孩子冲到一个繁忙的街道上而揍他屁股当然能阻止孩子的这个行为，但是却不能促进他学会理想的行为。



初级和次级强化与惩罚



强化物和惩罚物通常是通过基本的生物学机制发挥作用的。一只鸽子若在斯金纳箱里啄到了目标，通常能得食物丸子的强化。而一只动物学会了逃离电刺激就避免了爪子受到刺痛的惩罚。食物、舒适感、得到庇护或保暖都是
初级强化物

 （primaryreinforcers），因为它们有助于满足生理需求。然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多数强化物或惩罚物却和生理关系很小：言语表扬、青铜色的奖杯或者钱都具有很强大的强化功能，但是它们没有一样东西尝起来味道很好，或是能帮助你在晚上保暖。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学会了基于这些和生理满足关系很小或毫无关系的强化来做出很多行为。

这些
次级强化物

 （secondary reinforcers）通过经典条件反射和初级强化物发生联系从而得以发挥效用。例如，钱原来是一个中性的条件刺激，通过和初级无条件刺激联系，诸如获得食物或得到庇护，成为了一个条件性的情感因素。闪烁的灯光最初也是一个中性的条件刺激，通过和超速罚单和罚款联系在一起而具有了强大的负性因素。






负强化包括了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物从环境中消除。当爸爸停车时，他获得了一个奖励：他的“小怪兽”停止尖叫了。然而，从一个孩子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正强化。孩子的闹脾气导致了积极的东西添加到环境中——停车吃零食。





即时和延迟的强化与惩罚



决定一个强化物有效性的关键因素是行为的出现和强化物之间的时间长短：间隔的时间越长，强化物的有效性就越小（Lattal，2010；Renner，1964）。这一点在一些拿饥饿老鼠所做的实验中能很显著地表现出来，在这些实验中食物强化出现在老鼠按压杠杆后的不同时间里（Dickinson，Watt和Griffiths，1992）。仅仅是几秒钟的延迟强化就导致随后老鼠按压杠杆的次数减少，而延迟到一分钟就使得食物强化物完全失效了（见图7.8）。对这一效应最可能的解释是，延迟强化使得老鼠难以弄明白到底它们需要做什么行为才能得到强化物。同样的道理，那些希望用糖果来强化孩子安静玩耍的家长应该在孩子正在安静玩耍的时候给他们糖果；如果等到孩子做其他事情——例如玩锅碗瓢盆弄得很大声时再给糖果，孩子就很难把强化物和安静玩耍的行为联系起来（Powell等，2009）。






图7.8 延迟强化。





老鼠为了得到食物奖励而按压杠杆。研究者们变化了按压杠杆和给食物强化之间的时间间隔。随着间隔时间的延长，按压杠杆的次数大幅度地减少。




延迟强化的概念是如何与戒烟困难相联系的？


即时强化比延迟强化具有更大的效能，这一点或许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什么去做那些具有长期益处的行为那么难。那些非常想戒烟的吸烟者会立刻被因点烟而产生的放松感所强化，但是却要等待很多年才能被因戒烟而获得的更好的健康所强化。那些真的希望减少体重的节食者可能很容易就屈服于巧克力圣代所提供的即时强化的诱惑，而不是等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之后再获得由体重减轻而带来的强化（看起来和感觉上更好）。类似的原理也适用于惩罚：普遍来说，行为和实施惩罚之间的间隔越长，惩罚能抑制目标行为的效果就越差（Kamin，1959；Lerman和Vorndran，2002）。在非实验室环境中，延迟惩罚而导致效用减弱会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很难在问题行为出现后立刻或尽快地实施惩罚（Meindl和Casey，2012）。例如，如果孩子在商场里面胡闹，父母可能无法用关禁闭的方法马上惩罚孩子，因为在商场的环境下是无法实现的。有些问题行为，例如说谎，可能很难马上就被识破，所以对其的惩罚必然是延迟的。同时在实验室环境和日常生活环境开展的研究发现，一些策略能增加延迟惩罚的有效性，包括增加惩罚的严厉程度，或者用言语指导来缩小行为和惩罚之间的差距（Meindl和Casey，2012）。例如，在商场里的父母可以对胡闹的孩子说清楚将在何时、何地对他关禁闭。






假设你是一个郊区小镇的市长，你想要制定一些新的政策来减少在居民区街道上超速的司机的数量。你会如何使用惩罚来减少你不期望的行为（超速）？你会如何使用强化来增加你期望的行为（安全驾驶）？根据本节中关于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原理，你觉得哪一种方法会更有成效？




文化与社区 强化物存在文化差异吗？




强化物在操作性条件反射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采用正强化的操作方法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在日常的生活场景中，例如行为治疗（见“心理疾病的治疗”，第626—663页）。一些用来评估哪种强化物对个体有奖励作用的调查表明，不同的群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Dewhurst和Cautela，1980；Houlihan等，1991）。





最近，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坦桑尼亚、丹麦、洪都拉斯、韩国和西班牙的750名高中生参与了一项调查，该调查旨在评估不同强化物在不同被试群体中可能存在的跨文化差异（Homan等，2012）。调查中要求学生们用5点量表来评价一系列的活动的奖赏程度，这些活动包括听音乐、演奏音乐、各种体育运动、购物、读书和朋友一起消磨时光等等。研究者们假定美国高中生会与第三世界国家如坦桑尼亚、洪都拉斯的高中生差别最大，这也正是他们所发现的结果。美国和韩国学生之间的差异几乎是一样的大，让人有些惊讶的是，美国和西班牙学生之间的差异也是同样。美国和澳大利亚或丹麦的学生之间的差异要小很多。





对于这些结果应该持保留态度，因为除了文化背景外，研究者们并没有控制一些可能影响结果的变量，如经济地位。尽管如此，这些结果提示我们，在设计那些使用强化物来影响来自不同文化的个体的行为的项目或干预方案时，应该将文化差异性考虑在内。




操作条件反射的基本原理


在确定了强化和惩罚如何导致习得行为后，斯金纳和其他科学家开始拓展操作条件反射的参数。这包括观察一些在经典条件反射中已经熟知的现象（例如辨别、泛化和消退），也包括一些实际的应用，例如如何最好地实施强化，或如何让生物体产生复杂的习得行为。让我们看一下操作条件反射的一些基本原理。



分化、泛化和环境的重要性



每天我们至少脱一次衣服，但是通常不会在公共场合脱衣服。我们在摇滚音乐会上尖叫，但是不会在图书馆尖叫。我们在餐桌上说“请把肉汤递过来”，而不会在教室里这么说。尽管这些不过是常识罢了，桑代克却是第一个意识到这些信息背后的意义：学习是在特定
背景

 （contexts）下发生的，而不是在任何貌似合理的背景下发生的。斯金纳随后重新定义了这一点，大部分的行为都是在
刺激控制

 （stimulus control）下的，也就是说当适宜的
辨别刺激

 （discriminative stimulus）——即意味着某一行为将被强化的刺激——出现时，特定的反应才会发生。斯金纳将这一过程称为“三相相依”（three-termcontingency）：
辨别刺激

 的出现（同班同学一起在星巴克喝咖啡），一个反应（开玩笑说某个心理学教授的腰围增加而发际线后退）产生了
强化物

 （同学们大笑）。同样的反应在不同的环境中——该教授的办公室——很有可能产生非常不一样的结果。


学习是在特定背景下发生的是什么意思？


毫不奇怪，刺激控制能表现出类似在经典条件反射中所看到的分化和泛化的效果。为了展示这一点，研究者使用法国印象派画家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的绘画作品或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立体主义时期的绘画作品作为辨别刺激（Watanabe，Sakamoto和Wakita，1995）。实验中的被试只有在对适当的画作做出反应时才能得到强化。经过训练，被试能很好地做出辨别。那些用莫奈作品进行训练的被试在莫奈的其他作品出现时做出反应；而那些用毕加索作品进行训练的被试在毕加索立体主义时期的其他作品出现时做出反应。

正如你可能会预期的那样，接受莫奈训练的被试不会对毕加索的画做出反应，接受毕加索训练的被试不会对莫奈的画做出反应。而且，这些被试的反应还表明，他们会对来自同一类绘画传统的绘画者产生泛化。那些接受莫奈训练的被试会对奥布斯特·雷诺阿（Auguste Renoir，另一位法国印象派画家）的画作做出适当的反应；而接受毕加索训练的被试则会对立体主义画家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的作品做出反应，尽管它们之前并没有见过这些作品。如果这些结果对你来说一点也不稀奇的话，那么如果知道这些实验被试是鸽子，它们被训练对这些作品做出啄键的反应，你肯定会觉得惊讶了。即便刺激对反应者毫无意义，刺激控制以及反应者能发展出刺激辨别和刺激泛化的这种能力也是能发挥作用的。



消退



正如经典条件反射一样，当强化停止时操作行为也会经历消退。如果在啄键的行为之后不再出现食物，那鸽子就会停止啄键。如果你投币给自动贩卖机后却没有得到糖果或可乐，你也不会再投更多的钱进去。面带笑容若迎来愁容和皱眉的回应，那笑容也会很快消失。从表面上看，操作行为的消退和经典条件反射的消退很类似：反应率的下降非常快，如果经过一段休息时间，通常会看到自发恢复。


操作性条件反射和经典条件反射的消退概念有何不同？


但是，这两者有很重要的区别。正如之前提到的，在经典条件反射中，无论生物体做什么，无条件刺激在每一次试验中都会出现。而在操作条件反射中，强化仅仅是在做出适当的反应时才出现，而且之后不是总出现。松鼠每次去森林里不一定都能找到坚果，汽车销售员不可能向每一个来试驾的人售出汽车，研究者做很多不成功也永远无法发表的实验。然而这些行为并不会弱化或逐渐消失。实际上，这些行为通常会变得更强、更持久。所以奇怪的是，操作条件反射的消退比经典条件反射的消退更复杂，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它依赖于受到强化的频繁程度。实际上，这个原理正是接下来我们要分析的操作条件反射的一个重要基础。



强化程序



斯金纳对消退中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之处很好奇。在他的自传里，他描述了他是如何开始研究这一问题的（Skinner，1979）。在他早期的实验里，他都是很费力地把老鼠的食物和水揉搓成食物丸子来强化老鼠。他忽然想，如果把每次老鼠按杠杆就给强化改成间歇性地给食物或许能节省点时间和力气。这一做法产生了戏剧性的效果。老鼠不仅继续按杠杆，而且它们还根据强化物出现的时间和频率对按压杠杆的速率和模式做出了调整。在经典条件反射里，学习试验的绝对次
数

 （number）是很重要的；与之不同，在操作条件反射里，强化出现的
模式

 （pattern）才是关键的。

斯金纳探索了许多种
强化程序

 （Ferster和Skinner，1957；见图7.9）。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是：基于强化间隔时间的
间隔程序

 （interval schedule）和基于反应强化比率的
比率程序

 （ratio schedule）。






图7.9 强化程序。





不同的强化程序导致不同的反应率。这些线表明在每种强化条件下的反应数量。黑色斜线标记的是实施强化的时刻。请注意，比率程序倾向于比间隔程序产生更高的反应率，表现为固定比率和可变比率强化的线段更倾斜。



间隔程序。在固定间隔程序
 （fixedintervalschedule，FI）中，若出现合适的反应，
强化物就在固定的时间段内呈现。

 例如，在一个2分钟的固定间隔程序中，只有等上一次强化过去2分钟后才会出现下一次强化。在这种强化程序下，斯金纳箱中的老鼠和鸽子都产生了一种可以预期的行为模式。它们在强化出现后表现出很少的反应，而在下一个时间间隔快要结束的时候出现了反应的爆发。许多本科生的表现也是类似。他们平时很少做功课，一直到临近考试，他们才会突击地看书学习。






学生为了考试临阵磨枪的行为往往和鸽子在固定间隔程序下被强化的行为是一样的。



在可变间隔程序
 （variable-intervalschedule，VI）中，
行为在上一次强化结束后的一个平均的时间段内受到强化

 。例如，在一个2分钟的可变间隔程序中，反应是平均2分钟被强化一次，而不是每过2分钟就被强化。可变间隔程序通常会产生稳定的持续的行为反应，因为下一次强化的时间是难以预期的。可变间隔程序在日常生活中不常见，不过有一个例子就是电台节目送奖品，比如送出看摇滚演唱会的门票。这里的强化——拿到门票——可能在广播播出时段内平均每一小时才出现一次，但出现的时间是不固定的。可能是在10点时间段内的早些时候，或者11点时间段内的晚些时候，或者刚刚到12点的时候，等等。


广播电台是如何使用强化程序来让你保持收听的？


固定间隔程序和可变间隔程序都倾向于产生缓慢的、有条不紊的反应，因为这里的强化是遵照时间尺度的，不依赖产生了多少反应。在固定间隔程序的2分钟时间里，不管老鼠按杠杆是1 次还是100次都是无关紧要：无论行为反应次数多少，只有等到2分钟的间隔结束后用于强化的食物丸才会给出。

比率程序。在固定比率程序
 （fixed-ratio schedule，FR）中，
强化是在特定数量的反应出现后才实施的

 。一个程序可能是在每4次反应后出现强化，另一个程序可能是每20次反应出现强化。还有特殊的例子是每次反应后都出现强化，这个情况叫做
连续强化

 （continuous reinforcement），也正是这种强化驱动了斯金纳去研究这些强化程序。需要注意的是，在以上的每个例子里，强化和反应的比率一旦确定下来就会保持固定。


比率程序是如何使你不停地花钱的？


很多情况下，人们并不知道他们已经被固定比率程序强化了：书店常常会在你买了一定数量的书后给你一点赠品；计件工人制造一定数量的产品后会获得报酬；有些信用卡公司会根据客户消费的金额按百分比进行返还。若是执行了固定比率程序，通常来讲，人们就能明确地知道何时会出现下一次的强化物。干洗店的计件工人如果是按10次反应的固定比率程序计酬的话，那在他洗烫第9件衣服的时候就知道再完成一件衣服就可以发工钱了。






这个纺织工厂的计件工按照固定比率程序来获得报酬：她们在缝制完一定数量的衬衣之后获得报酬。



在
可变比率程序

 （variable-ratio schedule，VR）中，
强化是基于反应的特定平均次数来实施的

 。例如，如果一个干洗店的工人是按照10次反应可变比率程序而不是固定比率程序计酬的话，她或他就会在平均洗烫10件衣服后获得报酬，而不是在每第10件衣服的时候得到报酬。现代赌场的老虎机就是基于可变比率程序来兑奖的，这个比率由控制机器的随机数生成器来决定。某个赌场可能做广告说他们的老虎机“平均每拉100次杆”就会赢钱。这或许没错。但是一个玩家可能拉了3 次杆就赢了头奖，而另一个玩家拉了80次杆都没有赢奖。反应与强化的比率是可变的，正是这一点使得赌场生意得以维持。

毫不奇怪的是，可变比率程序会比固定比率程序产生更高的反应率，这是因为生物体永远不知道下一次强化在什么时候出现。此外，比率越高，反应率也往往更高。基于20次反应的可变比率程序会比基于2 次反应的可变比率程序产生出更多的反应。如果强化程序提供的是间歇强化
 （intermittent reinforcement），即
只有一部分的反应会伴随着强化

 ，那么由此产生的行为会比连续强化程序所产生的行为更难消退。有一个方法可以记住这一效应，就是一个程序越不规律越间歇，生物体就越难以判断何时已经处于消退阶段了。

比如，你往饮料出售机投了1 元钱，却没有饮料出来，而你并不知道这个机器已经坏了。因为你已经习惯于通过连续强化程序得到你的汽水——投1 元钱出1 瓶汽水，所以此时环境中的变化很容易就被察觉到，你也不会再往机器里面投钱了：你很快就表现出了行为的消退。然而，如果你把1 元钱投到老虎机里，你也不知道这个机器已经坏了，你在投了一两次钱后是否会停止呢？几乎可以肯定你不会停止的。如果你是经常玩老虎机的人，你就已经习惯了玩好多次都没有赢任何东西，所以也很难分辨出有什么异常了。在间歇强化的情况下，所有生物体都会表现出对消退的极大抵抗，在他们停止反应之前都会继续尝试很多次。这一效应甚至在婴儿身上也能观察到（Weir等，2005）。






想象你拥有一个保险公司，你想要鼓励你的销售员尽可能多地卖保险。你决定基于他们卖的保险单数量来给他们奖金。你如何使用固定比率程序来设定你的奖金系统？使用可变比率程序呢？你认为哪个系统能让你的销售更努力地工作，卖出更多的保险？



间歇强化和它们所产生的强烈的行为表现之间的关系被称为间歇强化效应
 （intermittent reinforcement effect），即
在间歇强化下所保持的操作行为要比在连续强化下所保持的操作行为更难消退。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斯金纳逐渐延长可变比率程序，一直到他能使一只鸽子为了得到一次食物强化而啄灯光键的次数达到惊人的10000次！在这种程序下形成的行为几乎是不可能消退了。



通过连续接近法塑造行为




操作条件反射是如何产生复杂行为的？


你是否去过海洋馆，而且想知道海豚是如何学会连贯地完成从水中跳跃到空中、旋转、落回水中、翻跟斗、跳圈这些动作的呢？好吧，它们并没学会。等等——它们当然会——你已经看到了。实际上，它们并没有学会把这些复杂动作变成一个连贯的动作。相反，它们行为中的每一个部分是经过长期训练塑造的，一直到最终看起来像一个连贯动作似的。斯金纳注意到，巴甫洛夫和桑代克那些反复试验的实验太过人为了。行为很少是在固定的模式下发生，就是刺激先出现然后生物体不得不做出这种或那种活动的这种模式。我们是连续地做出动作和行为的，我们周围的环境也对我们的行为做出回应。因此，我们大部分的行为是塑造
 （shaping）的结果，即
一种由连续强化到形成最终理想行为的学习

 。一组行为的结果塑造下一组行为，其结果又塑造下一组行为，以此类推。

1943年的一天，斯金纳正在做一个由通用磨坊公司赞助的战时项目。他正在一个面粉厂顶楼的实验室里，那个地方经常有鸽子来光顾，这时候斯金纳意识到了塑造的潜力（Peterson，2004）。怀着愉快的心情，斯金纳和他的同事决定试试看他们能否教鸽子用它们的嘴来“击球”，斯金纳把这个球放在一个箱子里，同时还放了一些大头针。一开始并不奏效，直到后来斯金纳决定强化所有的反应，甚至是那些和击球相去甚远的动作，比如仅仅是看着球的动作。“结果让我们很惊讶”，斯金纳回忆说，“几分钟后，球就在箱子的墙上来回弹跳，仿佛那些鸽子已经成为了壁球冠军选手。”（Skinner，1958，第974页）。斯金纳把这一想法运用到了后来的实验室研究中。例如，他注意到如果你把一只老鼠放到斯金纳箱等着它自己按杠杆，那可能要等很长的时间。按杠杆这个动作在老鼠的自然反应系统里所处的级别并不高。然而，要塑造它们按杠杆就相对来说容易一些。仔细地观察老鼠：当它转向杠杆的方向，就给食物奖励。这会强化它们转向杠杆，使它们更多地做出这个动作。现在，等待老鼠向杠杆走一步，然后给食物。这将强化它们走向杠杆。当老鼠更近地走向杠杆后，等它触摸到杠杆就给食物。请注意，这里面没有一个动作是最终想要的行为（稳定地按杠杆）。然而，每一个动作都是对最终结果的
连续接近

 （sucessive approximation），或者说一个行为逐渐地接近整体的理想行为。的确很多动物训练的例子里这些相对低等的动物似乎在完成惊人的复杂动作，你可以仔细想想在海豚的例子里，每一个小动作是如何被强化直到能稳定地表演出完整的一系列动作的。






斯金纳正在塑造一条叫阿格尼斯（Agnes）的狗。在20分钟的时间内，斯金纳能够使用连续接近的强化来塑造阿格尼斯的行为。结果训练出了非常灵巧的动作：漫步、后腿站立以及跳跃。





迷信行为




行为主义者如何解释迷信？


目前为止我们所探讨过的这些内容都表明，建立稳定的操作行为的核心之一就是生物体的反应和强化出现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连续强化的情况下，每一种反应就跟随一种强化物，这时候就是一对一的，或者说是完美的相关。在间歇强化的情况下，相关就弱一些（也就是说，不是每一次反应都有强化出现），但也不是零相关。然而，正如你在“心理学研究方法”一章所学的，两个事情相关（即它们倾向于在时间和空间上同时出现）并不意味着存在因果关系（即一个事情的出现稳定地导致另一个事情的出现）。

斯金纳（1948）设计了一个实验来表明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他把一些鸽子放进斯金纳箱，把食物分配器设定为每15秒钟给一次食物，然后就把鸽子留在各自的箱子里。随后，当他回来时发现鸽子出现了奇怪的、各不相同的行为，例如在一个角落无目的地啄或是转圈。他把这些行为称为是“迷信的”，并且对这些行为的出现进行了行为主义的分析。他认为，这些鸽子仅仅是在重复那些被偶然强化的行为。当食物出现的时候，一只鸽子碰巧在角落无目的地啄，它就把出现食物和这一动作联系起来了。因为这一动作被食物的出现强化了，鸽子就很可能重复这一动作。现在，在角落啄的动作会更多地出现，那么也更有可能在15秒后食物再次出现时被强化。对每一个鸽子来说，被强化的行为最有可能就是当食物第一次出现时它们恰好正在做的动作。斯金纳的这些鸽子所做的就好像是它们的行为和食物出现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似的，而实际上这仅仅是一个偶然的相关关系。




尽管有些研究者对斯金纳将这些行为描述为迷信行为存在质疑（Staddon和Simmelhag，1971），但是随后的研究已表明，对成人或儿童实施不由他们的反应决定的强化程序也会产生看似迷信的行为。当反应和奖赏的关系仅仅是偶然的时候，人类也会和鸽子类似地表现出好像两者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似的（Bloom等，2007；Mellon，2009；Ono，1987；Wagner和Morris，1987）。此类研究发现对于运动迷来说应该不觉得奇怪。棒球队员如果碰巧没洗澡而当天打出了好几个全垒打，他们就会倾向于保持不洗澡的传统，因为他们相信这种糟糕的个人卫生状况和球场上好运气的这种偶然联系或许是一种因果关系。这种“臭气带来全垒打”的观念只是人类迷信的众多例子之一（Gilbert等，2000；Radford和Radford，1949）。






人们相信很多不同的迷信，并且做出各种迷信行为。棒球运动员和教练的迷信众所周知。当底特律老虎队（DetroitTigers）在2011年夏季取得连胜后，老虎队的经理吉米·莱兰（Jim Leyland）拒绝更换他的内衣。他每天穿着这些内衣到棒球场，直到连胜结束。斯金纳认为迷信源于对不合理行为的意想不到的强化。




深入理解操作条件反射


正如经典条件反射一样，操作条件反射也很快被证实是一种非常有力的学习方法。但是，正如之前的华生一样，斯金纳对于观察到生物体做出习得技能感到非常满意；他并不从心理过程上寻找更深层的解释（Skinner，1950）。按照他的观点，一个生物体以某种方式对环境中的刺激做出反应，并不是因为这个动物有任何需求、愿望或意愿。然而，一些关于操作条件反射的研究更深入地挖掘出能产生类似强化结果的内在机制。正如我们在本章前一节中对经典条件反射所做的分析一样，我们将考察以下三个方面来拓展我们对操作条件反射的认识：操作条件反射的认知、神经、进化机制。



操作条件反射的认知机制



爱德华·蔡斯·托尔曼（Edward Chace Tolman，1886—1959）是较早质疑斯金纳对学习进行严格行为主义解释的学者之一，也是最强烈提倡对操作学习进行认知方法分析的倡导者。托尔曼认为，学习远不只是仅仅知道环境中的状况（刺激的特性）和能观察到特定结果（强化反应）。取而代之，托尔曼提出，动物建立了一种手段—目的（means-ends）关系。也就是说，条件反射的经验产生了知识或信念：即在这个特定的情境下，如果做出特定反应（能达到目的的手段），一个特定的奖励（目的状态）就会出现。托尔曼的手段—目的关系或许会让你想起经典条件反射中的雷斯科拉—瓦格纳模型。雷斯科拉认为，通过建立对无条件刺激出现的预期，条件刺激才能发挥作用，这些“预期”必然涉及认知加工。在雷斯科拉和托尔曼的模型里，刺激并没有直接引起反应；而是刺激建立了一种内部认知状态，然后由此产生行为。这些学习的认知理论较少关注刺激—反应（S-R）联系，而更多关注生物体在面对刺激时头脑中发生了什么。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期间，托尔曼和他的学生做了很多关注潜伏学习（latent learning）和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s）的研究。这两个现象强有力地表明对操作学习行为进行简单的刺激—反应解释是不足够的。潜伏学习和认知地图。在潜伏学习
 里，
某些东西被习得，但是并没有表现出行为的改变，一直到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才表现出来

 。潜伏学习可以很容易地在老鼠身上建立，不需要任何明显的强化物就能出现。这一发现直接挑战了认为所有学习都需要某种形式的强化的主流行为主义观点（Tolman和Honzik，1930a）。

托尔曼每天把三组老鼠放在迷宫里，连续放2周。控制组的老鼠不接受任何走迷宫的强化，它们只是在迷宫里面到处跑，一直到它们跑到迷宫终点的目标格子里。在图7.10里，你可以看到在2周的学习时间内，控制组（浅蓝色线）在找迷宫出路方面进步了一点点，但不是很多。第二组老鼠接受了常规的强化；当它们到目标格子时会发现那里放了一点食物奖励。毫不奇怪，这些老鼠表现出很明显的学习效果，见图7.10里的蓝灰色线。第三组在最初10天里和控制组一样没有强化，后来7天给予奖励。这一组的行为（天蓝色线）很令人吃惊。在开始的10天里，它们的表现和控制组的老鼠类似。然而，在最后7天，它们表现更像是每天都接受强化的第二组老鼠那样。很显然，尽管在前10天里第三组老鼠的行为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强化，但是它们已经了解了迷宫并知道目标格子的位置。换句话说，它们表现出了潜伏学习。

对托尔曼来说，这些结果意味着他的老鼠们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从这里开始到这里结束”的学习，而是形成了关于迷宫的复杂的心理图画。托尔曼称之为认知地图
 （cognitive map），即
对环境物理特征的心理表征

 。托尔曼认为，老鼠已经形成了迷宫在心理图画，沿着“两次左转，然后右转，然后在角落很快地左转”这样的路子走。他还设计了一些实验来验证这个想法（Tolman和Honzik，1930b；Tolman，Ritchie和Kalish，1946）。






图7.10潜伏学习。





控制组中的老鼠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强化（浅蓝色线），它们在迷宫中找路的成绩在17天中有进步但不是很多。接受常规强化的老鼠（蓝灰色线）表现出很明显的学习；它们的错误率随着时间稳定下降。潜伏学习组的老鼠（天蓝色线）在头10天里和控制组一样没有强化，而在最后7天像常规奖励组那样接受强化。该组的成绩在第12天时显著提高了，这表明尽管在前10天里这些老鼠没有接受任何的强化，但是它们已经了解了迷宫并知道目标格子的位置。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后7天里，这些潜伏学习者所犯的错误似乎比常规奖励组的更少。




认知地图是什么，为什么它们是对行为主义的挑战？


对认知解释的进一步支持。有一个简单的实验为托尔曼的理论提供了支持，同时对顽固的行为主义者提出的非认知解释形成了巨大挑战。托尔曼在迷宫里训练了一组老鼠，如图7.11a所示。如你所见的，老鼠跑进直线跑道，左转、右转再右转经过一段路，然后就到达了迷宫终点的目标格子。因为我们是从迷宫上方观看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老鼠在迷宫终点处的位置是在相对于起点的“斜右上方”。当然，在迷宫里的老鼠看到的是一组又一组的墙和拐角，一直到最终到达目标盒子。尽管如此，在大概四个晚上之后，老鼠都能准确无误、毫无迟疑地学会走出迷宫。真是聪明的老鼠。不过，它们比你想象得还要聪明。






图7.11 认知地图。





（a）在左图迷宫中被训练从起点格子跑到目标格子的老鼠能很快掌握这个任务。当这些老鼠被放在右图（b）中直路被堵住的迷宫时，它们做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它们并不是回过头去尝试最近的路（如图中标记为8或9的路），这样的话就符合刺激泛化的预期。这些老鼠通常都选择了通道5，这条路能直接到达在训练时的目标格子的位置。这些老鼠已经形成了对它们环境的认知地图，知道它们需要到达的地点相对于出发点的空间位置。



在老鼠掌握了迷宫的走法后，托尔曼改变了一下情况，把老鼠放到了图7.11b所示的迷宫里。目标格子相对于起点的位置还是一样的。但是，在主路口旁边多出了很多其他的路，而老鼠已经学会走的直路被堵住了。大部分的行为主义者会预期，当老鼠走到最熟悉的路然后发现路被堵住的这种情况下，老鼠会表现出刺激的泛化并选择最接近的路线，比如紧挨着直线路最近的一条路。这并不是托尔曼所观察到的。当遇到被堵住的路时，老鼠们恰恰是跑入了一条能够直接达到目标格子的路。这些老鼠已经形成了关于它周围环境的复杂心理地图，而且在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能够成功地依据地图来行动。潜伏学习和认知地图表明，操作条件反射不仅仅是动物对一个刺激进行反应。托尔曼的实验强有力地表明，即使是在老鼠身上，操作学习中也存在认知成分。



学习信任：更好或更差。

 一项实验通过让人们和虚拟同伴玩“信任”游戏来研究学习和大脑活动（使用fMRI）之间的关系，认知因素也在这个实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Delgado，Frank和Phelps，2005）。在每次试验里，被试可以留下1元钱的奖励，或者把这个奖金转给一个同伴，这样的话同伴能得到3元钱。同伴则可以留下3元钱，或者分一半给被试。当和愿意分享奖金的同伴玩游戏时，被试更愿意把钱转给同伴；而当和不愿意分享的同伴玩游戏时，被试更愿意一开始就把钱留下。根据在游戏里尝试—错误的学习，参与实验的被试通常都会发现谁是值得信任的，然后转更多的钱给那些通过分享而强化了他们的同伴。

在德尔加多等人（Delgado等）的一项实验中，被试得到了关于他们同伴的详细描述，这些同伴分别被描述成值得信任的、中立的以及不可信的。尽管在游戏过程中这三类同伴的分享行为并没有差异——他们通过分享给了被试同样程度的强化，但是被试对他们同伴的认知却产生了很强大的影响。被试给那些可信任的同伴转了更多的钱，而完全忽略了本应对他们游戏行为产生塑造作用的每一次试验的反馈，因此他们收到的奖金的数量反而减少了。凸显了认知效应的强大作用后，用于区分正性和负性反馈的大脑信号就只有当被试和中立的同伴玩游戏的时候才变得明显。当和值得信赖的同伴玩游戏时，这种反馈信号就消失了；当和不可信的同伴玩游戏时，这种信号就减少了。


为什么认知因素成为人们信任伯纳德·麦道夫的一个因素？


此类效应可以帮我们理解很复杂的现实生活例子，例如大骗子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的案例。2009年3月他被判诈骗了无数投资者的上亿美元，这一被广泛报道的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麦道夫曾是纳斯达克股票交易市场的主席，对投资者来说，他似乎是一个极其值得信赖、可以安全投资的对象。这些强有力的认知观念导致投资者忽略了危险的信号，这些信号本应该能让他们了解麦道夫行为的真实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结果就是当代社会里最昂贵的学习失败的例子了。



操作条件反射的神经机制



一旦心理学家认识到各种各样的事物都可以起到强化物的作用，他们就开始寻找能解释这一效应的内在大脑机制。关于特定脑结构如何实现强化过程的首个进展是发现了
愉快中枢

 （pleasure center）。詹姆斯·奥尔兹（James Olds）和他的合作者在老鼠大脑的不同部位植入了微小的电极，并让老鼠通过按压杠杆来控制对它自己大脑的电刺激。他们发现某些大脑区域，尤其是在边缘系统的区域（见“神经科学与行为”一章），能产生似乎是很强烈的积极体验：老鼠会反复地按压杠杆刺激这些部位。研究者观察到，这些老鼠会连续好几个小时忽略吃饭、喝水和其他维持生命所需的东西，而仅仅是为了接受对大脑的直接刺激。于是他们把大脑的这些区域称为
愉快中枢

 （Olds，1956；见图7.12）。在这些早期研究之后的许多年里，研究者已经确认了一些通过刺激传递奖赏的脑结构和通路（Wise，1989，2005）。在
内侧前脑束

 的神经元对那些产生愉快的刺激最敏感，该通路是从中脑经过
下丘脑

 （hypothalamus）到
伏隔核

 （nucleusaccumbens）。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心理学家已经确认这一束神经细胞对于涉及愉快感受的行为（例如吃饭、喝水及性活动）至关重要。其次，这条通路上的神经元，尤其是伏隔核的神经元，都是
多巴胺能的

 （即
它们分泌神经递质多巴胺

 ）。还记得在“神经科学与行为”一章中，大脑中较高的多巴胺水平通常是和积极情绪联系在一起的。近些年来，关于多巴胺的具体作用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其中有的观点的认为多巴胺更多地是和对奖赏的预期相联系的，而不是和奖赏本身（Fiorillo，Newsome和Schultz，2008；Schultz，2006，2007），有的观点则认为多巴胺和缺乏或渴求某个事物的联系更紧密，而不仅仅是喜欢某个事物（Berridge，2007）。






图7.12 大脑的愉快中枢。





伏隔核、内侧前脑束、下丘脑都是大脑中主要的愉快中枢。




科学热点 帕金森病中的多巴胺和奖赏学习




我们中有很多人的亲戚或朋友中患有帕金森病，这种疾病表现为动作障碍和使用多巴胺的神经元丧失。正如你在“神经科学与行为”一章中学到的，左旋多巴（L-dopa）药物常被用来治疗帕金森病，因为它可以刺激存活的神经元产生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在奖赏相关的学习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研究者们关注了多巴胺在基于奖赏的学习中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奖赏的期望。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多巴胺在奖赏预测错误（reward predictionerror）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奖赏预测错误指的是实际获得的奖励和预期获得的奖励之间的差异。例如，当一个动物按压杠杆时，获得了意外的食物奖励，由此产生了一个正性（positive）的预期错误（比预期的结果更好），动物学会了再次按压杠杆。相反地，当一个动物期望通过按压杠杆来获得奖励，但是没有获得奖励，由此产生了一个负性（negative）的预期错误（比预期的结果更糟），接下来动物就不大可能再次按压杠杆。因此，奖励预期错误能够作为一种“教学信号”帮助动物学会用最大化奖励的方式来行动。





在一些将奖励预期错误和多巴胺相关联的开创性研究中，沃尔弗拉姆·舒尔茨（Wolfram Schultz）和他的同事记录了猴子大脑中位于奖赏中枢的多巴胺神经元的活动。他们发现，当猴子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果汁奖励时，这些多巴胺神经元表现为活动增加；而若猴子没有获得所期望的奖励时，这些神经元的活动降低。这表明了多巴胺神经元在产生奖赏预测错误中起了重要作用（Schultz，2006，2002；Schultz，Dayan和Montague，1997）。舒尔茨的发现已经得到了脑成像研究的支持，这些研究发现人类大脑中与奖励学习有关的脑区也会产生奖赏预测错误信号，而且多巴胺参与了这些信号的生成（O’Doherty等，2003；Pessiglione等，2006）。





那么，这些发现是怎么和帕金森病相联系的呢？一些研究发现在帕金森病患者身上表现出奖赏学习的障碍（Dahger和Robbins，2009）。另一些研究提供了证据表明，当帕金森病患者完成奖赏相关的学习任务时，奖赏预测错误信号被阻断了（Schonberg等，2010）。最近的研究考察了治疗帕金森的药物对奖赏学习和奖赏预测错误信号的影响。在其中一个研究中，帕金森患者被分为两组，一组用左旋多巴治疗（包括一些服用刺激多巴胺受体药物的被试），另一组不治疗。然后他们要完成一个奖赏学习任务，该任务是从两个电脑动画的螃蟹笼子中进行选择，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更有可能获得奖励（即一只螃蟹；Rutledge等，2009）。每次选择后，被试都会得到关于他们选择结果的反馈。服用多巴胺能药物的被试比没有用药的被试有更高的学习率。但是，对正性奖赏预测错误的学习（基于正性结果的学习）要比负性奖赏预测错误的学习（基于负性结果的学习）效果更明显。





这些结果可能和帕金森病的另一个奇特之处有关：有些患者会出现强迫性赌博、购物以及冲动相关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似乎主要是帕金森药物刺激多巴胺受体的结果（Ahlskog，2011；Weintraub，Papay和Siderowf，2013）。伍恩等人（Voon等，2011）研究了那些只在患了帕金森病并服用刺激多巴胺受体的药物后才出现赌博和购物问题的被试。在这些被试完成奖赏学习任务的同时用fMRI对他们进行脑功能扫描。在任务中，他们从有更高或更低概率赢钱或输钱的刺激中做出选择。把他们的表现和那些无论是否服用药物均没有出现赌博或购物问题的帕金森患者相比发现，那些有强迫赌博和购物问题的患者在赢钱时的学习率出现了增加。重要的是，在他们的纹状体（一个位于基底神经节的皮层下区域）出现了正性奖赏预测错误信号的增强（见图3.16），这个脑区有大量的多巴胺受体，并与奖赏预测错误相关。研究者认为这些结果可能反映了药物的治疗在那些对冲动行为敏感的个体身上所产生的效果。





未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解开多巴胺、奖赏预测错误、学习和帕金森病之间的复杂关系，但是目前的研究表明此类探索必将有着重要的实践和科学意义。




特定的脑区结构是如何在强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


无论最后哪个观点是正确的，研究者都已经找到证据来支持存在一个由多巴胺发挥重要作用的奖赏中心。首先，正如刚才看到的，老鼠会牺牲其他基本需求来刺激这个通路（Olds和Fobes，1981）。而如果对这些老鼠注射了阻断多巴胺反应的药物，它们就会停止对愉快中枢的刺激（Stellar，Kelley和Corbett，1983）。第二，诸如可卡因、安非他命和鸦片一类的药物能激活这些通路和中枢（Moghaddam和Bunney，1989），而多巴胺阻断药物会显著地减小它们的强化效果（White和Milner，1992）。第三，fMRI研究发现，当异性恋的男性在观看性感女性的图片时（Aharon等，2001）以及人们认为他们将要得到钱的时候（Cooper等，2009；Knutson等，2001），伏隔核的活动会增加。最后，那些接受了初级强化的老鼠，例如给食物、水、或让其进行性活动，它们的伏隔核多巴胺分泌增加——不过只有当它们觉得饿、渴或性唤起的时候才会这样（Damsma等，1992）。根据我们之前关于强化复杂性的讨论，最后这个发现正是我们所预期的。毕竟，当我们饿的时候，食物的味道更好；当我们被性唤起的时候，性活动更愉快。奖赏和强化的内在生物结构或许是逐步进化出来的，以确保各物种能参与到有助于生存和繁衍的活动中（更多关于多巴胺和帕金森病之间的关系的内容，请看科学热点：帕金森病中的多巴胺和奖赏学习）。



操作条件反射的进化机制



你应该还记得，经典条件反射有一个由进化精确调控的适应性的价值。毫无疑问，我们也能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操作条件反射。这一观点源于一系列早期条件反射实验的有趣发现。一些行为主义者采用如图7.13 的简单T 型迷宫来研究老鼠的学习，结果发现如果老鼠在实验当天的第1 次试验中在迷宫的一臂发现了食物，那么在接下来的一次试验中他们通常会跑到迷宫的另一臂。一个坚定的行为主义者肯定不会预期到老鼠会这么做。毕竟在这些实验中的老鼠已经很饿了，而且它们被强化向一个特定的方向拐弯。而根据操作条件反射，这种强化应该
增加

 转向同一方向的可能性，而不是减小这种可能性。经过了更多次的试验，老鼠最终学会走到有食物的一臂，但他们必须学会克服走到另一个错误方向的最初倾向。我们怎么解释这一点呢？

从行为主义角度看起来让人困惑的东西如果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就变得很有道理了。老鼠都是觅食者，和所有的觅食类物种一样，它们已经为了生存而进化出一种高度适应的策略。它们在所处环境中到处跑动寻找食物。如果它们在某处发现了食物，就把食物吃了（或者储藏起来），然后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更多的食物。如果它们没有发现食物，他们就到环境中的其他地方去觅食。所以，如果老鼠在T 型迷宫的右臂发现了食物，下次找食物的地方显然就是左臂。老鼠知道在右臂已经没有多余的食物了，因为它们刚刚把在那里发现的食物吃了！当然，诸如老鼠这样的觅食类动物已经较好地发展出了空间表征能力，以便让它们能高效地搜索所处的环境。倘若有机会进入一个复杂的环境，如图7.14 所示的多臂迷宫，老鼠则会很系统地一个臂一个臂地寻找食物，而极少返回到它们原来走过的地方（Olton和Samuelson，1976）。






图7.13 一个简单的T型迷宫。





当老鼠在一个典型的T 型迷宫的右臂发现食物时，在下一个试验里，它们往往会跑到迷宫的左臂。这是和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基本原理是对立的：如果向右臂跑的行为得到了强化，这一行为更有可能在将来再次出现。然而，目前的这个行为却完全符合老鼠的进化准备性。正如很多觅食动物一样，老鼠探索它们的环境来寻找食物，很少会返回已经找到过食物的地方。很显然，如果食物已经在T 形迷宫的右臂被发现过了，那么接下来老鼠就会去搜寻迷宫左臂看看那里是否有更多的食物。



斯金纳早先的两位学生，凯勒·布里兰（Keller Breland）和玛丽安·布里兰（MarianBreland）属于最早的那批研究者，他们发现不仅仅是在T 型迷宫里的老鼠会给行为主义者带来麻烦（Breland和Breland，1961）。布里兰夫妇指出，心理学家和他们研究的生物体看起来好像对于生物体应该做什么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观点”。他们的论述很简单：当出现此类矛盾时，动物总是对的，而心理学家最好重新考虑一下他们的理论。

布里兰夫妇因训练动物拍广告片和电影而发迹。他们通常用猪来进行训练，因为猪出人意料地善于学习各种技巧。但是，他们发现要教会猪去完成一个把硬币扔到盒子里的简单任务却异常困难。这些猪并没有去放硬币，而是在拱硬币，好像要把他们从土里挖出来似的，还用它们的鼻子把硬币甩到空中，把硬币到处推。布里兰夫妇还试图训练浣熊完成同样的任务，其表现虽然不同但结果一样很糟糕。浣熊不停地用它们的手掌揉搓硬币，而不是把硬币放到盒子里。






图7.14 一个复杂的T型迷宫。





像很多觅食类的其他物种一样，被放在这样一个复杂T 型迷宫中的老鼠（如图中这只）会表现出他们的进化准备性。这些老鼠将会系统地从一个臂到一个臂地寻找食物，从来不会返回已经搜寻过的迷宫臂。



当学会了把硬币和食物联系起来后，动物开始视硬币为食物的替代品。从生理上，猪已经预设了要拱出它们的食物，浣熊则已经进化出用它们的手掌揉搓食物来清洗食物。这正是这两个动物对硬币所做的事情。

布里兰夫妇的工作表明，所有的物种，包括人类，在生理上已经预设了会更加稳定地习得某些事情而不是其他事情，并且按照和它们的进化历史相一致的方式对刺激做出反应（Gallistel，2000）。然而，这些适应性的行为是经过了非常漫长的时间在特定的环境中进化出来的。如果这些环境改变了，一些支撑其学习的行为机制会导致生物体误入歧途。那些把硬币和食物联系在一起的浣熊没有办法学会通过把硬币扔到盒子里而获得食物；此时，“自然”占了上风，浣熊在浪费时间搓洗硬币。重点是，尽管每个生物体的大部分行为源于由进化机制塑造而成的预定倾向，这些机制有时候会产生具有讽刺性的后果。






生物的错误行为：猪的生物倾向就是要从地里拱出它们的食物，正如浣熊倾向于洗它们的食物一样。想要通过训练使任何物种做出不一样行为的尝试都被证明是徒劳的。



小结



▲ 由斯金纳提出的操作条件反射是一种过程，通过该过程，行为被强化并且更有可能发生，其中复杂的行为通过强化来塑造，动作和结果的偶然联系对于决定生物体表现出怎样的行为非常关键。





▲和华生一样，斯金纳试图不考虑认知、神经或进化机制来解释行为。然而，正如经典条件反射一样，这种做法最终被证明是不全面的。





▲ 操作条件反射有一个明显的认知成分：生物体做出行为就好像它们对自己动作产生的结果有所预期并能相应地调整它们的动作似的。认知的影响有时候会超过了反复的反馈对学习的影响。





▲对动物和人的研究都强调了会影响学习的神经奖赏中心所发挥的作用。





▲ 操作性条件反射内部的关联机制有其生物进化的根源。有一些事情是相对容易习得的，而另一些事情则很难习得。物种的历史通常是某个物种之所以为之的最好线索。






观察学习：看着我



4岁大的罗德尼（Rodney）和他2岁大的妹妹玛吉（Margie）总是被告诫要离烤炉远一点。这对任何孩子和很多成年人来说都是很好的建议。不过作为一个淘气的小孩，罗德尼有一天决定加热烤箱，把他的手伸进去，直到他的肉被烤得缩回手，疼得直叫。实际上与疼痛相比，罗德尼更多地是被吓着了——听了这个故事的人都不会怀疑罗德尼在那天学到了重要的东西。不过，站在一旁的小玛吉看了全部经过，她也学到了同样的教训。罗德尼的故事是行为主义者教科书里的例子：实施惩罚导致行为的改变。但是，怎么解释玛吉的学习呢？她既没有受到惩罚也没有受到强化——她甚至没有对这个古怪的机器的直接经验——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将来她肯定也会像罗德尼一样让她的手远离烤炉。


为什么弟弟妹妹好像比第一个孩子学得更快？


玛吉的故事就是一个观察学习
 （observational learning）的例子，就是
通过观察他人的行动来学习

 。观察学习挑战了行为主义者对经典和操作条件反射的基于强化的解释，毫无疑问此类学习导致了行为的变化。在所有的社会中，适宜的社会行为大部分是通过观察得以代代传承的（Bandura，1965）。每一代的青年人都能学会我们文化中的大部分礼节和行为，这不仅仅是通过对年轻人的刻意训练，而且是通过年轻人对长辈和其他人的行为模式观察学到的（Flynn和Whiten，2008）。像用筷子或学习用遥控器控制电视这样的任务，如果在我们自己尝试之前先看别人做这些事情的话就更容易学会。甚至更复杂的任务，例如做手术，也有一部分是通过对示范者的大量观察和模仿来学习的。如果一代外科医生是通过桑代克所研究的试误法或斯金纳所痴迷的连续接近塑造法来掌握他们的手术技术的话，光是想一下这种可能性都会让所有人感到非常焦虑。


人类的观察学习


艾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及其同事的一系列研究已经成为了心理学上的里程碑，在这些研究中他们考察了观察学习的各种参数（Bandura，Ross和Ross，1961；更多关于班杜拉研究的讨论见“社会心理学”一章）。研究者把学前儿童带到一个游戏区，在那里有很多4岁孩子通常都喜欢的玩具。随后有一个成年人示范者（model）进到屋子里，该人的行为对其他人可能会产生指导作用。他坐到了对面的角落里，那里放着其他玩具，包括一个大的塑料充气的不倒翁，它有一个很重的底部，当把它打倒的时候它会自己弹回来。


对于孩子和攻击行为，不倒翁实验说明了什么？


那个成年人安静地玩了一会，然后开始对不倒翁发起攻击，把它打倒、跳到上面、用棍子打、把它在屋子里踢来踢去，还喊着“砰！”、“踢它！”。这之后，孩子们被允许去玩各种玩具，包括一个儿童大小的不倒翁。那些刚才观察了成年人动作的儿童比另一组没有观察到这个攻击行为示范者的儿童对不倒翁做出攻击行为的可能性多出两倍多。

那又如何？孩子都喜欢破坏东西，而且不倒翁本来就是用来打着玩的。尽管如此，如图7.15 所示，孩子所表现出来的模仿程度还是非常让人吃惊的。实际上，成人示范者刻意地做了一些特别的动作，例如用玩具棍子击打不倒翁，或者把不倒翁扔到空中。这样，研究者就能分离出那些明显是观察学习所导致的攻击行为。这些研究中的孩子也表现出对他们观察到的行为的后果很敏感。当孩子看到成年人因为攻击行为而受到惩罚时，他们就表现出很少的攻击性。当孩子看到成人因为攻击行为受到奖励或表扬时，他们的攻击行为就会增加（Bandura，Ross和Ross，1963）。在班杜拉的研究中看到的观察学习对于社会学习和行为、规范、价值的文化传递都有启示作用（Bandura，1977，1994）。






图7.15 击打不倒翁。





那些看到成人示范者对不倒翁表现出攻击行为的儿童更可能表现出攻击性。这种行为的发生缺乏任何直接的强化。观察学习是儿童产生这些行为的原因。



近年来关于儿童的研究表明，观察学习适用于培养那些可以在文化内部广泛传播的行为。其做法是通过一种名为传播链
 （diffusion chain）的过程，即
个体最初通过观察其他人做出某一行为来学会该行为

 ，然后该个体作为一个示范者让其他个体学习该行为（Flynn，2008；Flynn和Whiten，2008）。有很多实验考察了传播链在学前儿童中的作用方式，其采用的实验流程是一个孩子（B）观察一名成人示范者（A）做出一个目标动作，例如使用一种新异的工具而获得奖赏。随后，B 作为另一个小孩（C）的示范者，C 观察B 做目标动作，之后小孩D 观察C 做目标动作，以此类推。现有的结果显示，儿童能通过观察成人示范者使用新异工具而学会使用该工具。更重要的是，儿童还能作为其他儿童学习使用该工具的有效示范者。

传播链的早期研究表明，诸如使用新异工具这样的行为可以在10个孩子之间准确地传播（Flynn和Whiten，2008；Horner等2006）。更近期的研究则表明，工具使用可以在包含了20个孩子的传播链内有效地传递（Hopper等，2010）。这些关于跨越多种“文化世代”传播的研究发现所强调的是，观察学习适合通过传播链来传递，因而是一种影响我们文化的潜在的有力手段。

观察学习在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很重要。体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差不多所有体育活动的教练在向运动员示范关键技术和技巧的时候都依赖于观察学习。运动员同样也有大量的机会观察其他运动员完成动作。对从事集体运动和个人运动的学校运动队员、业余水平运动队员的研究显示，所有人都报告说他们非常地依赖观察学习来提高他们在特长运动项目中关键技巧的表现成绩，而学校运动队的运动员比业余运动员更多地依赖于观察学习（Wesch，Law和Hall，2007）。不过，能不能仅仅通过观察一个技能就能使其成绩提高，而不需要实际的练习呢？许多研究已表明，观察其他人完成一个动作任务，包括伸手拿一个目标物体到按照特定顺序按键的各种任务，都能在观察者身上产生显著的学习效果。事实上，观察学习一项任务有时候能导致和练习任务本身一样多的学习效果（Heyes和Foster，2002；Mattar和Gribble，2005；Vinter和Perruchet，2002）。






在向运动员示范技术时，教练们依赖于观察学习。




动物的观察学习


人类并不是唯一一种能通过观察进行学习的生物。有许多物种能通过观察进行学习。例如，在一项研究中，一些鸽子观察了另一些鸽子通过啄喂食器或踩一个杠杆而获得强化。当把它们放进笼子时，这些鸽子倾向于做出它们看到的那些鸽子之前所做的技巧（Zantall，Sutton和Sherburne，1996）。

在一项有趣的系列实验里，研究者发现，在实验室养大的恒河猴从未见过蛇，但仅仅通过观察其他猴子的恐惧反应它们就能发展出对蛇的恐惧（Cook和Mineka，1990；Mineka和Cook，1988）。事实上，这些实验室养大的恒河猴的反应是如此真实而明显，以至于它们可以作为其他实验室养大的恒河猴的示范者，产生一种观察学习的“链条”。这些发现也支持了我们之前的讨论，每一个物种已经针对特定的行为进化出特殊的生物倾向。几乎所有在野生环境中长大的恒河猴都会对蛇恐惧，这一点有力地表明这种恐惧是该物种的倾向性之一。这一研究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类患有的一些恐惧症是如此普遍，例如对高度的恐惧（恐高）、对封闭空间的恐惧（幽闭恐惧症）。甚至在那些从未在此类环境中有不愉快经历的人身上也存在这些恐惧（Mineka和Ohman，2002）。这些恐惧可能不是来自于特定的条件反射的经历，而是来自于对他人反应的观察和学习。






如果猴子看到其他猴子对蛇表现出恐惧，那么它们会通过观察学习学会害怕蛇。但是猴子不能通过观察学习而被训练出来害怕花朵——不管让它们看多少次其他一些已经被条件反射训练而害怕花的猴子的表现都不行。用生物准备性的原理如何解释这个发现？



关于动物观察学习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就是猴子和黑猩猩能否通过观察他人使用工具而学会使用工具，而我们已经看到幼儿能够做到这一点。在其中一个最早开始研究这一问题的控制实验中，黑猩猩观察一个示范者（主试）用一个T 型的金属棍把食物朝自己拨（Tomasello等，1987）。随后让黑猩猩自己完成任务时，和没有观察过任何工具使用的一组相比，这些黑猩猩表现出更多的学习。然而，研究者注意到这些黑猩猩很少用和示范者完全一样的方式来使用工具。所以，在随后的实验里，他们采用了一种新异的做法（Nagell，Olguin和Tomasello，1993）。在一种条件下，示范者按正常的方法使用一个耙子（耙子的锯齿对着地面）来拿到食物奖励。这种方法非常不高效，因为耙子的锯齿离得太宽，食物有时会从锯齿之间滑掉。在另一种条件下，示范者把耙子翻过来，这样锯齿朝上，耙子扁平的边接触地面——这是更高效地拿到食物的方法。当让黑猩猩自己去拿食物时，所有观察过工具使用的组都比没有观察过示范者使用工具的组表现得更好。然而，那些观察了更高效做法的黑猩猩并没有比那些观察低效做法的黑猩猩更多地使用高效做法；两组的表现是一样的。与之相比，2岁的儿童进行相同的实验，两组观察学习条件下的儿童都用和示范者所做的完全一样的方法来使用工具。黑猩猩似乎只是学会了工具可以用来获取食物，儿童则学会了关于如何使用工具的特定知识。


在人类环境中长大的猩猩和在野外长大的猩猩相比，它们在认知上的区别是什么？


以上这些研究中的黑猩猩是由它们的母亲在野生环境中养大的。在一个相关的研究里，研究者想知道那些在其生长环境中和人类有所接触的黑猩猩能不能学会模仿和示范者完全相同的动作（Tomasello，Savage-Rumbaugh和Kruger，1993）。答案是它们完全可以：在更类似人类环境中长大的黑猩猩比那些由它们母亲养大的黑猩猩表现出更具体的观察学习，它们的表现更像人类的儿童。这些发现使得托马塞洛等人（Tomasello等，1993）提出了他们称之为文化适应假设（enculturation hypothesis）的观点：在人类文化中抚养长大对黑猩猩的认知能力有很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在完成诸如使用工具这样的任务时能理解他人意图的能力，这一能力又进而增加了他们观察学习的能力。也有其他人批评这一假设（Bering，2004），他们提到除了托马塞洛等人（Tomasello等，1993）的研究结果以外很少有证据能支持这一假设。






图7.16 观察学习。





在野外由母亲养大的猴子和被人类抚养的猴子观看示范者（左）用螺丝刀往盒子中间戳一个洞拿到食物奖赏，或者是（右）用螺丝刀撬开盒盖。两组都表现出了观察学习，然而由人类养大的猴子更有可能做出与其所观察到的完全相同的动作。



然而，一些更近期的研究在卷尾猴身上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卷尾猴因它们能在野外使用工具而闻名，例如使用树枝或石头锤来砸开坚果（Boinski，Quatrone和Swartz，2000；Fragaszy等，2004），或者用石头挖出深埋的树根（Moura和Lee，2004）。弗里德曼和怀特（Fredman和Whiten，2008）研究了那些在野外由母亲养大的猴子以及在以色列被人类家庭训练来为四肢残障人士服务的猴子。一个示范者展示了两种使用螺丝刀的方法来找到藏在盒子里的食物奖赏。一些猴子观察示范者从盒子中间戳一个洞，另一些猴子则观察示范者在盒子边缘撬开盒盖（见图7.16）。控制组则不观察任何工具的使用。和控制组的猴子相比，所有由母亲养大的和由人类养大的猴子都表现出观察学习。但是，由人类养大的猴子比由母亲养大的猴子更多地做出了和它们所观察到的完全一样的动作。

尽管这些证据意味着文化会对观察学习的认知过程产生影响，研究者还是指出这些观察学习的效应可能源于许多因素对人类饲养的猴子的影响，包括它们对工具有更多的经验、更注意示范者的行为，或者如托马塞洛等人（1993）最初认为的，它们对他人意图的敏感性更高。因此，要理解这些过程的确切性质还需要更进一步地研究（Bering，2004；Tomasello和Call，2004）。


观察学习的神经机制


观察学习也会涉及一种神经成分。正如你在“神经科学与行为”一章所学的，
镜像神经元

 （mirror neurons）是在灵长类动物（包括人类）的大脑里发现的一种细胞。当动物做出一个动作时，例如猴子伸手拿食物，镜像神经元就会激活。然而，更重要的是，当动物看到他人做出同一个特定动作的时候，镜像神经元也会激活（Rizzolatti和Craighero，2004）。尽管这个“他人”通常是指的同一物种，但是一些研究发现当看到人类做出一个动作时，猴子脑中的镜像神经元也会激活（Fogassi等，2005）。比如，当猴子看到人类拿一块食物，或吃掉食物，或把食物放到容器里的时候，它们的镜像神经元就激活。






图7.17 镜像神经系统。





大脑额叶（44区）和顶叶（40区）的区域被认为是人类镜像神经系统的一部分。



镜像神经元可能在模仿行为以及对未来行为的预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Rizzolatti，2004）。镜像神经元被认为存在于额叶和顶叶的一些特定亚区里，有证据显示每个亚区对观察某类特定动作的反应最强（见图7.17）。当某个动物看着另一个动物做动作时，如果相应的神经元被激活，这可能表明它觉察到了他人的意图，或者表明该动物在预期下一步动作的可能的步骤。尽管对于镜像神经元的确切功能还存在争论（Hickok，2009），但所有这些成分——对充分了解的行为进行机械模仿、意识到行为即将如何发生——都有助于观察学习。


镜像神经元是做什么的？


在健康成人身上开展的观察学习研究已经表明，观看他人完成任务和他们自己完成任务时激活了一些相同的脑区。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好的舞者吗？你是否观看过优秀舞者——你的朋友或者《与星共舞》（Dancing with the stars）


[1]



 节目里的明星，以此希望提高自己舞蹈动作呢？在一项近期的fMRI研究里，被试在扫描的前几天要完成两项任务：跟着不熟悉的电子舞曲练习一些舞蹈动作以及观看舞蹈视频，视频里是伴着不熟悉的电子舞曲完成的其他舞蹈动作（Cross等，2009）。随后，对被试进行脑成像扫描，扫描的同时让他们观看自己跳过的或看过的舞蹈动作视频，以及没练习过的舞蹈动作视频。

对fMRI的分析结果显示，和没有训练过的动作相比，观看之前跳过或看过的舞蹈动作激活了非常相似的大脑网络，包括被认为是镜像神经系统一部分的脑区；还有一些脑区表现为对之前跳过的动作视频的激活比对看过的动作视频的激活更多。扫描之后对被试进行了突击的舞蹈测试，结果表明被试在之前看过的舞蹈动作上的表现比没有训练过的舞蹈动作的表现更好，表现出了显著的观察学习，而表现最好的是之前跳过的舞蹈动作（Cross等，2009）。所以，观看《与星共舞》的确能提高你的舞蹈技能，而在舞池里练习应该更有帮助。






观察专业的舞蹈者，例如《与星共舞》节目中的休格·雷伊·伦纳德（Sugar RayLeonard）和安娜·特里邦斯亚亚（Anna Trebunsyaya），使用了很多和实际练习跳舞时相同的大脑区域，并且能够产生显著的学习。



相关证据表明对某些动作技能的观察学习依赖于运动皮层，已知该脑区对运动学习很关键。例如，当被试观看其他人完成一项复杂的伸手动作时出现了显著的观察学习（Mattar和Gribble，2005）。为了检验观察学习是否依赖于运动皮层，研究者采用了经颅磁刺激（TMS）技术，在被试刚刚观察完伸手动作时对运动皮层进行刺激（在“神经科学与行为”一章已学过，TMS 会暂时阻断其所刺激的脑区的功能）。让人惊讶的是，把TMS 用在运动皮层上会极大地减少观察学习，而把TMS 用在运动皮层以外的控制脑区则对观察学习没有影响（Brown，Wilson和Gribble，2009）。

这些研究发现表明，某些类型的观察学习是以那些对动作来说很关键的大脑区域为基础的。当一个生命体根据其他生命体的行为来形成自己行为时，学习就会加速，以及潜在的危险错误（想一下玛吉，她肯定不会在烤炉上烫着手）也会得以避免。

小结



▲ 观察学习是建立在认知机制上的，诸如注意、知觉、记忆或推理。但是观察学习也有生物进化的基础，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具有生存价值。观察学习是各物种收集关于其周围世界信息的一个重要过程。





▲ 观察学习有着重要的社会文化影响，它似乎非常适合于在个体间传播新的行为。大猩猩和猴子能够从观察学习中受益，尤其对那些在人类环境中长大的猩猩和猴子来说更是如此。





▲ 观察学习时大脑的镜像神经元系统开始激活，而且观察和完成一个技能激活了许多相同的大脑区域。观察学习和参与运动的大脑区域有紧密的联系。







[1]

 《与星共舞》是一档由美国ABC电视台于2005年开始播出的跳舞比赛节目。——译者注





内隐学习：不知不觉




你是如何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学会一些东西的？


我们可以认为，人们对发生在他们周围的各种事情的规律很敏感。大部分的人并不会因为没有完全清楚地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而在生活中踌躇不前。好吧，或许你的室友会这样。但是，人们通常都能理解他们身边发生的语言的、社会的、情感的或感觉运动的事情，以至于他们能逐渐地建立起对这些规律的表征，而无需有意识地觉察就可以习得。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内隐学习
 （implicit learning），即
学习的发生基本上不依赖于对信息获得的过程及其产物的意识

 。因为其发生不需要意识，所以内隐学习就是“不知不觉”潜入的知识。


学习和记忆是如何相互关联的？


在本章一开始讨论的习惯化就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内隐学习，在该学习中反复暴露于某一刺激导致反应减少。习惯化甚至会出现在诸如海兔这样的简单生物体身上，这些生物缺少外显学习所必须的脑结构，例如海马（Eichenbaum，2008；Squire和Kandel，1999）。与之相比，有些类型的学习一开始是外显的，但随着时间发展开始变得更加内隐。例如，当你刚开始学开车时，你可能要对很多必须同时进行的动作投入大量注意力（轻轻地踩油门同时打开转向灯，看后视镜同时转动方向盘）。这些复杂的动作组合现在对你来说可能已经不需要那么费劲而且自动化了。随着时间推移，外显学习已经变得内隐了。这种学习上的区别可能会让你想起记忆上也存在类似的区别。在“记忆”一章里，你已经学过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的区别。内隐和外显学习是否和内隐和外显记忆相对应呢？它们不是简单的对应，不过学习和记忆是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学习产生记忆，反过来记忆的存在意味着获得了知识，以及经验被记录和存储在大脑里，或者说学习已经发生。






10年前，没有人知道怎么用大拇指打字，现在几乎所有的青少年都能自动化地做这件事。




内隐学习的认知方法


当研究者开始研究儿童如何学习语言和社会行为的时候，心理学家对内隐学习的兴趣也被点燃起来（Reber，1967）。大部分的儿童在他们6、7岁的时候已经在语言上和社会化上发展得相当复杂了。然而，大部分的儿童达到这个状态的过程中对于他们已经学到了东西并没有外显的意识，而且对他们到底学会的是什么也没有外显的意识。例如，尽管大人常告诉他们外显的社会行为规则（嚼东西的时候不要说话），但他们是通过经验来学会如何举止文明的。他们大概不会知道自己是在何时及如何学会一个动作的特定步骤的，甚至也无法说出他们行为背后的原理。尽管如此，大部分孩子都学会了举止文雅地吃饭、别人对你说话时要倾听以及不要踢狗。

为了在实验室里研究内隐学习，在早期的研究中会给被试15 或20个字母串，让他们记住这些字母串。这些字母串乍一看像是无意义的音节，实际上它们是根据一套复杂的称为人工语法（artificial grammar）的规则来形成的（见图7.18）。被试并没有被告知存在这些规则，但是随着经验增加，他们逐渐地对特定字母组合的“正确性”形成一种模糊的、直觉的感觉。这些字母组合对被试来说开始变得熟悉，而且他们加工这些字母组合比加工“不正确”的字母组合要更快更高效（Rever，1967，1996）。






图7.18人工语法和内隐学习。





这些是由人工语法形成的字母串示例。被试首先接触了语法的规则，随后接受对新字母串的测试。被试能够准确地把合理的、符合语法的字母串和不合理的、不符合语法规则的字母串区分开来，尽管他们通常都不能清晰地讲出他们做判断时所遵循的规则是什么。使用人工语法是研究内隐学习的一种方法（Reber，1996）。



看一下图7.18 中的的字母串。左侧的那些字母串是正确的，符合人工语法的规则；右侧的都违反了规则。两者的差别是非常细微的，如果你没有经过实验中的学习过程，这两类材料看起来非常的像。实际上，每个非语法串只有一个字母违反了规则。实验要求被试根据是否符合语法规则来给新的字母串分类。结果发现人们能非常好地完成这个任务（他们通常达到60%—70%的正确率），但是他们无法明确地说出他们所使用的规则或规律。类似的经验就是当我们看到语法错误的句子时的那种情况。你能马上意识到有什么地方错了，并且肯定能写出符合语法的句子，但是除非你是经过训练的语言学家，不然的话你可能会发现很难说出这个句子违反了哪个英语语法，或者你是用什么规则来修改句子的。

其他一些关于内隐学习的研究采用了序列反应时（serial reaction time）任务（Nissen和Bullemer，1987）。在实验中，研究的参与者能看到电脑屏幕上有五个小格子。每个格子会短暂地亮一下，当格子亮时，要求被试尽可能快地按下格子下面对应的按键。和人工语法任务一样，亮光的顺序看起来是随机的，但实际上它是遵循一种规律的。经过练习，研究参与者最终会更快地完成任务，好像他们已学会预期接下来哪个格子最有可能亮起来似的。但是，如果你问他们，他们通常不知道这些灯有什么规律。


为什么内隐习得的任务很难解释给别人听？


内隐学习具有一些区别于外显学习的特点。例如，当要求完成内隐任务时，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相对来说是很小的。但是在外显任务上（例如有意识的问题解决），他们则表现出巨大的个体差异（Reber，Walkenfeld和Hernstadt，1991）。内隐学习似乎和智商无关：平均来说，那些在标准智力测验上得高分的人并不比成绩中等的人在内隐学习任务上表现得更好（Reber和Allen，2000）。内隐学习在一生中的变化很小。研究者发现在8个月大的婴儿身上已经充分发展出了对复杂的、有规则的听觉刺激规律的内隐学习（Saffran，Aslin和Newport，1996）。研究者给婴儿听一串由实验室制作的无意义词组成的语音流。例如，婴儿听到一串语音“bidakupadotigolabubidaku”，其中包含无意义词bida。研究者不会告诉婴儿哪些声音是词，哪些不是词。但是经过几次重复后，婴儿会表现出他们已经学会了这些新词。婴儿倾向于喜欢新异的信息，他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听那些之前没有呈现过的新异的无意义词，而较少去听那些已经呈现过的诸如bida 这样的无意义词。很明显，该研究中的婴儿和大学生一样善于学习这些序列。在生命的另一端，研究发现内隐学习的能力能一直延续到老年，而且这些能力的衰退比外显学习能力的衰退要缓慢（Howard和Howard，1997）。

内隐学习能显著地抵御那些已知的影响外显学习的各种障碍。一组患有各种严重精神疾病的病人已经无法解决那些对大学生而言轻而易举就能解决的简单问题，然而，这些病人却能和大学生一样完成人工语法学习任务（Abrams和Reber，1988）。其他研究发现，严重的遗忘症病人不仅具有正常的内隐记忆，而且表现出几乎正常的对人工语法的内隐学习（Knowlton，Ramus和Squire，1992）。实际上，他们能对新的字母串做出准确的判断，尽管他们对曾经参加了实验的学习阶段完全没有外显记忆！与之相反，一些研究已表明阅读障碍儿童（这些人尽管有正常的智力和很好的教育机会但是却不能获得阅读能力）在人工语法的内隐学习（Pavlidou，Williams和Kelly，2009）和运动空间序列的系列反应时任务（Bennett等，2008；Orban，Lungu和Doyon，2008；Stoodley等，2008） 上都表现出缺陷。这些研究表明，内隐学习存在问题在发展性阅读障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开发治疗方案时需要将其考虑进去（Stoodley等，2008）。


内隐和外显学习使用不同的神经通路


患有遗忘症的个体表现出完好的内隐学习，这一点强有力地表明内隐学习的脑基础和外显学习的脑基础是不同的。正如我们在“记忆”一章中学过的，遗忘症病人的特点是内侧颞叶的海马及周边结构受损，由此推断这些脑区对于内隐学习并不是必须的（Bayley，Frascino和Squire，2005）。而且，哪些脑区会激活取决于人们是如何完成该任务的。


什么技术表明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是与不同的脑结构相关联的？


比如，在一项研究里，被试看一系列的点阵图，每一个图看起来就像夜晚天空的星星一样（Reber等，2003）。实际上，所有的刺激都是遵照一种基础的原型点阵来组织的。但是，这些点的变化很大以至于看的人几乎不可能猜出它们具有相同的结构。实验开始前，一半的被试被告知这些点阵存在原型，也就是说，给予他们的指导是鼓励他们使用外显的加工。另一组人则是给出标准的内隐学习指导语：除了要求他们注意点阵，其他什么都不说。

随后，这些被试接受大脑扫描，扫描时要求他们判断新的点阵，把它们分为符合原型的和不符合原型的。有趣的是，两个组在这个任务上表现得一样好，都能对新点阵做出大概65%的正确分类。然而，脑成像显示，两组人是使用大脑的不同区域来做出判断的（见图7.19）。那些给予外显指导语的被试表现为在额叶皮层、顶叶皮层、海马以及其他已知和外显记忆相关的脑区上的激活增强。那些给予内隐指导语的被试表现为在涉及视觉加工的枕叶区的激活减弱。这一结果表明，根据人们是使用外显还是内隐学习来完成任务，他们所调用的脑区结构也有所不同。






图7.19 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激活不同的脑区。





被试在用内隐或外显学习对点阵进行分类的同时接受fMRI脑成像扫描。在内隐学习后，枕叶（蓝色区）表现为大脑激活的减弱。外显学习后，黄色、橙色和红色区表现为大脑激活的增强，这些区包括左侧颞叶（最左侧），右额叶（从左数第2个和从右数第2个），和顶叶（从右数第2个和最右侧）（Rever等，2003）。（见插页）



其他的研究也开始精确定位两个最常用的内隐学习任务所涉及的脑区：人工语法学习和序列反应时任务中的序列学习。一些fMRI研究已经表明，布洛卡区在人工语法学习中被激活（Forkstam等，2006；Petersson，Forkstm和Ingvar，2004），正如你在“神经科学与行为”一章中所学的，布洛卡区在语言产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采用近头皮电刺激的方法来激活布洛卡区能提高人工语法的内隐学习，这可能是易化了对语法规则的获得过程（De Vries等，2010）。相比之下，运动皮层似乎对序列反应时任务的序列学习很关键。当采用最新发展的长时程TMS 技术来暂时阻断运动皮层时（该技术能使试被试在完成任务时不需要持续地使用TMS），序列学习就被消除了（Wilkinson等，2010）。

小结



▲ 内隐学习是一个不需要学习者外显意识的参与就可以对规律进行探测、学习和存储的过程。





▲ 简单的行为（如习惯化）可以反映内隐学习；但是复杂的行为（如语言使用和社会化）也可以通过内隐的过程被习得。





▲ 可以用来研究内隐学习的方法包括人工语法和序列反应时任务。





▲ 内隐和外显学习有很多方面的不同：内隐学习比外显学习的个体差异更小；有外显学习问题的精神病和遗忘症患者可以表现出完好的内隐学习；脑成像研究表明内隐和外显学习使用的脑区结构不同，有时候使用的方式也不同。






课堂学习



这一章里，我们已经从行为的、认知的、进化的、神经的角度考察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习。你可能会觉得奇怪，我们还没有讨论一种对你现在来说需要投入大量精力的学习类型：在教育情境中的学习，例如课堂。回到本书的第一章（“心理学的科学之路”），我们回顾了一些我们认为对于学习本课程和其他课程有用的技巧（见“现实世界：增强学习技巧”，第10—11页）。但是，我们并没有说太多关于支持这些建议的真实研究。在过去的几年中，心理学家已经发表了大量特别关注提高在教育环境中的学习的研究。让我们看一下关于学习技巧这些研究都说了什么，然后转到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话题——对学习过程进行控制。


学习技巧


学生们采用多种多样的学习方法以期提高学习效果。最普遍的方法——你可能也用过的——包括标重点、划线、重读、总结和视觉形象记忆法（Annis和Annis，1982；Wade，Trathen和Schraw，1990）。这些方法和其他方法的效果如何呢？一组专门研究学习的心理学家在近期发表了一个详尽的研究，考察了10种常被学生使用的学习方法（Dunlosky等，2013）。他们通过4个主要变量来考察每一种方法的有效性：学习条件（例如，该方法多常用、在什么情境下使用），即将学习的材料（例如，课文、数学问题、概念），学生特点（例如，年龄和能力水平），以及结果测量（例如，机械记忆的保持、理解、问题解决）。基于这4个变量的整合，邓罗斯基等人（Dunlosky等）评估了每一种方法的整体有效性，并把它们分为高、中、低三种效能。表7.2 列出了10种方法的简要说明以及每一种方法的整体效能评估。

撇开它们的普遍程度不说，标重点、重读、总结和视觉形象记忆法都得到了低效能的评价。这并不是说这些方法对于提高学习毫无价值，只是它们都有明显的局限性，如果用其他方法的话更高效——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方法都没有出现在“提高学习技巧”的信息栏里。在“提高学习技巧”一栏中的确回顾了两种方法，大致对应于表7.2 中的被评为中等效能的精细质问和自我解释。我们还在“记忆”一章里讨论过和这些方法有关的材料（第220—263页）。此外，“提高学习技巧”一栏里还强调了两个得到高效能评价的方法：分散练习和练习测验。让我们深入地看一下认为这两项技术的确具有益处的研究，这一问题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得到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表7.2 学习技巧的有效性打分








分散练习



考前临阵磨枪（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忽略学习，然后在考试前集中学习；Vacha和McBride，1993）是在教育生活里很常见的现象。对各种大学和学院的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显示，无论哪个院校都有从25%到50%不等的比例的学生报告他们依赖于考前的临阵磨枪（McIntyre和Munson，2008）。尽管临阵磨枪比完全不学要好，但是当学生为了测验集中复习时，他们在重复地学习需要学习的信息，而每次重复之间间隔的时间很短或没有时间间隔，这个过程也被称为
集中练习

 。这样学习的学生也无法得到分散练习的好处。分散学习就是要把学习活动分散开，这样在重复学习材料之前有更多的时间间隔。（而且那些依赖于考前集中复习的学生也会产生一些与拖延有关的健康和行为问题，这些都罗列在第270页的“现实世界”栏里了）。

分散练习相对于集中练习的好处早已被熟知。实际上，这一点首次是在艾宾浩斯所做的关于无意义音节记忆的经典研究（1885/1964）中提出的（见“记忆”一章）。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分散练习所产生的益处非常普遍。这些益处可表现在学习许多不同类型的材料时，包括外语词汇、定义，以及面孔-姓名匹配；而且不仅仅是对本科生如此，对小孩、老年人和因为脑损伤而存在记忆问题的病人也是如此（Dunlosky等，2013）。一项研究综述回顾了245个不同的研究、涉及超过14 000被试，其总结发现，平均而言，被试在分散练习后能记住47%所学的信息，而集中学习后记住的信息为37%（Cepeda等，2006）。

尽管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分散练习是一个有效的学习策略，但是我们并不完全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有可能的解释是：进行集中练习，提取近期学过的信息会相对容易一些；而在分散练习里，要提取不是近期学过的内容要更难一些。提取困难比提取容易更有利于随后的学习，这一点符合在“提高学习技巧”一栏里介绍的“适宜难度”的观点（Bjork和Bjork，2011）。无论如何去解释分散练习的效应，不可否认的是它能给学生带来益处。



练习测试




为什么难的练习测验有最大的益处？


如同分散练习一样，练习测试已经被证明适用于广泛的学习材料，包括学习故事、事实、词汇和文学（Dunlosky等，2013；Karpicke，2012；同时见与此内容有关的学习曲线，其中使用了练习测试）。正如在“记忆”一章所学的，练习测试很有效，部分原因是因为从记忆中提取一个信息进行测试比仅仅重学一遍更能促进随后的保持（Roediger和Karpicke，2006）。然而，如果问学生他们更愿意使用的策略，他们大部分都表示更愿意重读材料而不是自我测试（Karpicke，2012）。当测试很难且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来提取信息时，测试的效果通常是最好的（Pyc和Rawson，2009），这一点也符合适宜难度的假设（Bjork和Bjork，2011）。测验不仅能增加对测试材料中精确内容的掌握，而且能提高从一个情景运用于另一个情景的学习迁移（Carpenter，2012）。例如，如果你用简答题做了练习测试，那么这个测试比重新学习更能提高你在简答题和多重选择问题上的成绩（Kang，McDermott和Roediger，2007）。测试还能提高从所学材料中提取结论的能力，这一点是学习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对于在课堂上表现优异很关键（Karpicke和Blunt，2011）。


测验辅助注意


本书作者之一于近期开展的一项实验室研究强调了测验的另一项好处：在课堂里引入小测验可以通过减少走神的趋势而促进学习（Szpunar，Khan和Schacter，2013）。在上课过程中，你知道你应该注意听讲，但是你是否会常常走神呢——考虑你晚上的安排、回忆起电影的一个场景或者给一个朋友发短信？这可能发生过不止一次。研究显示，在课堂上学生经常走神（Bunce，Flens和Neiles，2011；Lindquist和McLean，2011；Wilson和Korn，2007）。关键是走神严重影响了对上课内容的学习（Risko等，2012）。在斯潘纳等人（Szpunar等，2013）的研究里，被试观看一段关于统计的课堂录像，该录像被分成了4个部分。所有被试都被告知每个部分之后可能有测验，也可能没有测验；他们还被鼓励在看录像时做笔记。

➢ 
测验

 组的被试在每个部分结束后都进行测验。

➢ 
非测验

 组的被试只在最后那个部分结束后才进行测验（在之前的每个部分结束后他们要解代数题）

➢ 
重复学习

 组的被试在每个部分结束后看测验的材料，但是不做测验。


进行练习测验是如何帮助走神的思绪集中注意力的？


在整个课程中的随机时刻，所有组的被试都会被询问是否在注意听课，或是走神到了其他事情上。非测验组和重复学习组被试的回答中有大概40%的时候都说他们走神了，而在测验组被试的走神发生率少了一半，大概有20%。在课程过程中，测验组的被试会做更多的笔记，而且在最后的测验中也比其他两组的被试记住了更多的信息，其他两组的成绩则差不多。测验组被试比其他两组被试对最后测验的焦虑也更少。这些结果表明，测验的价值来自于鼓励人们在课堂上保持注意力，不鼓励和任务无关的活动，例如走神，而是鼓励与任务相关的活动，例如记笔记。因为测验的这些好处是通过人们对课堂录像的反应而观察的，所以它们能最直接地应用于在线学习，在线学习就是以录制的课堂录像为主的（见“其他声音：在线学习”）。不过，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结果也能应用于自然的课堂环境。


学习控制


现在是心理学入门课程期末考试前的晚上。你已经花费了很多时间复习课程笔记以及本教科书上的材料，你觉得你已经把大部分的内容学得很好了。已经到了冲刺阶段，所剩时间很少，你需要决定最后剩余的时间是学习心理障碍还是社会心理学。你如何做这个决定呢？潜在的后果是什么呢？学习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要评估我们对某事物的了解程度以及我们需要投入多少时间去学习它。

近来的研究表明，人们关于自己学了什么的判断在指导后续学习中起着关键作用（Dunlosky和Thiede，2013；Metcalfe，2009）。实验证据揭示，这些被心理学家称之为
学习判断

 （judgments of learning，JOLs）的主观评估对学习具有因果关系的影响：人们通常投入更多的时间学习那些他们认为还没有学好的内容（Metcalfe和Finn，2008；Son和Metcalfe，2000）。


JOLs 会以哪种方式起到误导作用？


JOLs是导致决定对某一材料学习多少的原因。这个发现很重要，因为JOLs 有时候是不准确的（Castel，McCabe和Roediger，2007）。例如，为了准备一个测验读了或重读了一章书或一篇文章后，这些材料感觉好像非常熟悉了，这种感觉使你确信你已经把这个材料学得很好不需要再学了。然而，熟悉感具有误导性：这可能是源于低水平加工的结果，例如知觉启动（见“记忆”一章），而不是那种能让你测验成绩优秀所需的学习（Bjork和Bjork，2011）。类似的，近期研究表明，学生在判断他们对新学的术语定义掌握得如何时常常是过度自信的，而且他们并不能有效地学会这些知识（Dunlosky和Rawson，2012）。要避免被这种主观的印象所误导的一个方法就是，当你为了测验学习时，时不时地在类似测验的情况下自我测试一下。例如在学习术语定义的例子里，再仔细地把你的回答和真正的定义对比一下。

因此，如果你要准备这门课的期末考试，需要决定是否投入更多的时间学习心理障碍或社会心理学，尝试一下使用学习控制，拿这两章的内容测试一下自己；你就可以用测试的结果来帮你决定哪一章需要进一步学习。留心一下研究者的结论（Bjork，Dunlosky和Kornell，2013），若要成为一个更有经验的、更有效的学习者，你需要了解：（a）学习和记忆的关键特征；（b）有效的学习技巧；（c）如何监测和控制自己的学习；（d）那些可能妨碍学习判断的偏差信息。

小 结



▲ 关于学习技巧的研究表明，一些很普遍的学习方法如划重点、划线、重读的效用很低，然而一些其他的技巧如练习测验和分散练习则有很高的效用。





▲ 练习测验促进了记忆的保持和学习的迁移，而且也能增强学习，减少课堂上的走神。





▲ 学习判断在决定要学习什么材料时起到了因果决定作用，但是学习判断会产生误导。



其他声音 在线学习

由于一些领先的实体学院或大学发起的新的在线创意，在线学习已经变成了近期的一个热门话题。达芙妮·科勒（Daphne Koller）是斯坦福大学的一名计算机科学教授，她是流行的在线学习平台Coursera 的创始人之一。她在2012年4月发起Coursera 之前的几个月写了下面这篇文章。

我们的教育系统处在一种危机状态。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基础数学和科学教育质量排名第55 位，高中学校竞争力排名第20位，取得科学或工程专业本科学位的大学生比例排名第27 位。

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可以也应该对教育投入更多的金钱。但是那只是解决方法的一部分。高质量教育的高花费使得它被限制在大量人口之外，在美国和外国都是如此，并且从整体上威胁着学校在社会中的地位。我们需要大大地降低那些花费，与此同时提高质量。

如果这些目标看起来自相矛盾的话，让我们来看一个历史中的案例。在19世纪，60%的美国劳动力集中在农业，而且经常有食物短缺。如今，农业人口只占不到2%的劳动力，而且还有食物剩余。

这种转变的关键就是技术的使用——从轮作策略到GPS引导的农场机械化——后者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与之相比，我们的教育方法却从文艺复兴后几乎保持不变：从中学到大学，大部分的教学是通过讲课者对着满屋的学生做演讲，而只有一部分学生在集中注意听讲。

我们应该如何提高教育水平，同时减少花费呢？在1984年，本杰明·布鲁姆（BenjaminBloom）表明个体辅导比标准课堂环境的优势大很多：接受辅导的学生平均表现优于98%的课堂学生。

直到现在，都很难看出如何才能使人们可以负担得起个人化的教育。但是我认为技术或许能提供一个方法来实现这个目标。

考虑一下可汗学院（Khan Academy）的成功，这一学院起始于萨尔曼·可汗（SalmanKhan）试图远程地教他侄女学数学。他录制了一些带有讲解的短视频，把它们放在网上，还做了一些自动评分的测验来扩充这些视频。这个简单的方法是如此的引人注目，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7亿的视频被上百万的人观看。

在斯坦福，我们最近使用同样的形式，在网上放了三个计算机科学课程。结果非常显著，在头4个星期，30万学生注册了这些课程，百万次的视频观看和成百上千的作业上交。

我们能从这些成功中学到什么？首先，我们看到视频内容对于学生来说很有吸引力，学生中的很多人都是在YouTube 上长大的，这些视频对于讲课者来说也很容易制作。

第二，通过短的、小规模的组块来呈现内容，而非整块的长时间讲座，更适合学生的注意广度。其所提供的灵活性也使每个学生得到量身定做的指导。那些准备不足的学生可以在背景材料介绍中花费较长的时间，而不会因为担心同学或老师的看法而感到不舒服。

相反地，有天资的学生可以进展得快些，避免了无聊和分心。简而言之，每个人都能获得类似个体辅导的个人化的学习体验。被动地观看是不够的。通过练习和评估来参与是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练习设计出来不仅是为了评价学生的学习，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通过促进回忆和把观点放入情境中来增进理解。

此外，测验使得学生可能在掌握了一个概念后就开始后续学习，而不是必须得花费固定的时长盯着正在解释这个概念的老师。

对于很多类型的问题，我们现在有方法能自动化地评估学生们的作业。使得学生可以在练习后及时得到其表现的反馈。随着技术发展的不断努力，我们检查各种不同类型答案的能力将越来越接近人类评分者。

当然，这些学生—电脑的交互也有一些需要克服的鸿沟。学生必须能够提出问题和讨论材料。我们如何把人类之间的交互拓展到成千上万个学生们中间呢？

我们斯坦福的课程提供了一个论坛，在那里学生可以投票决定问题和回答，这使得最重要的问题能很快地得到解答（通常是由另一个学生回答的）。在将来，我们可以让网络技术做到能支持更多的互动形式，例如实时小组讨论，既支付得起，又是大规模的。

更广泛地说，在线形式使我们有能力去识别哪些东西是起作用的。直到目前，很多教育研究只是基于十几个学生开展的。而在线技术能够捕获到每次的点击：哪些地方学生看了不止一次，他们在哪里停顿，他们犯了哪些错误。这些大数据对于理解学习的过程、弄清楚哪些策略真的最适合学生都是无价的资源。

一些人反驳说在线教育不能教授创造性的问题解决和批判性思维。但是要实践问题解决，学生必须首先掌握一定的概念。通过为这第一步提供经济划算的解决方法，我们可以集中宝贵的课堂时间用于更多互动的问题解决活动，从而实现深入的理解并且促进创造力。

这种形式我们称为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老师有时间和学生互动，激发和挑战他们。尽管在我所教的斯坦福课程上，学生的出勤是可选，但是它还是比很多标准的讲座式课堂的出勤率要高。加利福尼亚北部的罗斯阿图斯（Los Altos）学区就采用了这种混合的做法，通过使用可汗学院，数学补习班的七年级学生迅速地提高了他们的成绩，到达超前或熟练水平的比例从23%提升到41%。

教育部所做的基于45个研究的2010年分析报告表明，在线学习和面对面学习一样有效，而且混合学习比这二者都更有效。

在线教育可以满足两个目标。对于那些足够幸运、可以接触到好老师的学生，混合学习意味着用同样或更低的花费可以得到更好的产出。对于数百万在美国或国外的那些无法接触到良好的、面对面教育的学生，在线学习可以为他们开启一扇新的大门。

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曾说过:“教育是你可以用来改变世界的最有力的武器。”通过运用技术来服务教育，我们可以在有生之年改变世界。

科勒为在线学习提供了强有力的积极的支持证据，自从这篇文章发表后在线课程得到了迅速的传播，这说明其他人也同意她的观点。另外，科勒关于信息传达要以“小规模组块”的方式、要使用测验的这些观点，和正文中讨论的斯潘纳等人（Szpunar等，2013）最近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即间歇性的测验能够减少在线学习时的走神现象。但是对在线学习并不是没有批判的声音。例如，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专栏评论提到在科勒文章发表6个月后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也宣布了他们自己的在线计划，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2012a）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如果少数明星教授可以给数百万人上课，剩下的教员怎么办？学术水平会一样的严格吗？那些没有足够内在动机能在电脑前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呆着的学生该怎么办？当你并不是真的和热情的老师同学的一个教室里时，有多少交流信息——手势、情绪、眼神接触——都损失了？”

你认为什么是在线学习的主要挑战？在你自己的教育经验中，面对面的互动有多重要？你希望看到研究者做出哪些关于促进在线学习有效性的研究？

摘自《纽约时报》，2011年12月5日@2011《纽约时报》版权所有。经允许使用，受美国版权保护法保护。未经允许不得打印、复印、发表、传播本内容。

http://www.nytimes.com/2011/12/06/science/daphne-koller-technology-as-a-passport-topersonalized-education.html

本章回顾


关键概念小测试


1.在经典条件反射中，一个条件刺激和一个非条件刺激配对后产生____。

a.一个中性刺激

b.一个条件反应

c.一个非条件反应

d.另一个条件刺激

2.当条件刺激不再和非条件刺激配对时会发生什么？

a.泛化

b.自发恢复

c.消退

d.习得

3.华生和雷纳想通过小阿尔伯特实验表明行为主义的什么观点？

a.条件反射包含着一定程度的认知。

b.经典条件反射有进化的成分。

c.仅靠行为主义不能解释人类的行为。

d.甚至复杂的行为如情绪也受到经典条件反射的影响。

4.大脑的哪一部分涉及恐惧的经典条件反射？

a.杏仁核

b.小脑

c.海马

d.下丘脑

5.在对某种食物有过不好的经验之后，人们会终生厌恶这种食物。这表明条件反射有____方面。

a.认知的

b.进化的

c.神经的

d.行为的

6.下面关于操作性条件反射的描述哪一个是不准确的？

a.动作和结果对于操作条件反射很重要。

b.操作条件反射包含行为的强化。

c.复杂的行为无法由操作条件反射解释。

d.操作条件反射的机制和进化行为的根源有密切关系。

7.下面哪个机制在斯金纳的行为方法中没有作用？

a.认知

b.神经

c.进化

d.以上全部

8.潜伏学习为操作性条件反射中存在认知成分提供了证据，因为____。

a.其发生不需要明显的强化

b.它既需要正强化也需要负强化

c.它指出了神经奖赏中心的工作方式

d.它依赖于刺激—反应的关系

9.____的神经元活动负责强化过程？

a.海马

b.脑垂体

c.内侧前脑束

d.顶叶

10.下面哪一个机制不能够帮助形成观察学习的基础？

a.注意

b.知觉

c.惩罚

d.记忆

11.神经研究表明和观察学习密切相关的脑区是参与什么活动的？

a.记忆

b.视觉

c.动作

d.情绪

12.哪一种学习的发生基本上不依赖于对信息获取的过程和产物的意识？

a.潜伏学习

b.内隐学习

c.观察学习

d.意识学习

13.反复或长时间地暴露在一个刺激下导致了反应的逐渐减少，这个过程被称为____。

a.习惯化

b.外显学习

c.序列反应时

d.延迟条件反射

14.下面关于内隐学习的描述哪一个是不准确的？

a.一些学习形式刚开始是外显的，但随着时间进展变得更加内隐。

b.内隐学习甚至能在最简单的生物体上发生。

c.智商分数高的人更擅长内隐学习任务。

d.儿童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内隐学习来学习语言和社会行为的。

15.对内隐指导语的反应导致了哪个脑区的激活减少？

a.海马

b.顶叶

c.前额叶

d.枕叶

16.哪一个学习策略被证明是最有效的？

a.给文章划重点

b.重读

c.总结

d.做练习测验


关键术语


学习

习惯化

敏感化

经典条件反射

无条件刺激（US）

无条件反应（UR）

条件刺激（CS）

条件反应（CR）

习得

二阶条件反射

消退

自发恢复

泛化

分化

生物准备性

操作条件反射

效果率

操作行为

强化物

惩罚物

固定间隔程序（FI）

可变间隔程序（VI）

固定比率程序（FR）

可变比率程序（VR）

间歇强化

间歇强化效应

塑造

潜伏学习

认知地图

观察学习

传播链

内隐学习


转变观念


1.一位朋友正在学习儿童教育的课程。她说：“在过去，老师们都用身体惩罚，当然这再也不被允许了。现在，一个好老师应该只用强化。当学生做出了好的行为，老师应该给予一个正强化，如夸奖；当儿童行为不好时，老师应该给予一个负强化，像责备或收回特权。”你朋友对强化的理解存在什么误区？你能否给出更好的例子来说明负强化如何有效地运用在小学课堂？

2.你家人的一位朋友正在努力训练她的女儿每天早上铺床。你建议她试一下正强化。一个月后，她给你反馈说：“效果不是很好。每次她铺好床，我就在日历上贴一个金色的星星。到了这周末，如果有七个星星，我就给维琪（Vicky）一个奖励——一颗甘草糖。但是至今为止，她只获得过两次甘草糖。”你如何解释为什么理想行为（铺床）并没有因为这个强化程序而增加呢？

3.你在复习准备考试，你让你的学习伙伴说一下经典条件反射的定义。她说：“在经典条件反射中，有一个刺激，即条件刺激，能够预测即将发生的事件，即无条件刺激。通常，条件刺激是不好的事情，比如电击，恶心或恐怖的巨大噪声。学习者为了阻止无条件刺激而做出一个反应，即条件反应。有时候，条件性刺激是好的东西，比如给巴甫洛夫的狗的食物，然后学习者为了获得无条件刺激而做出反应。”这个定义有什么错误？

4.你的一个同学说，相对于“学习”这一章他更喜欢上一章（“记忆”）。他说：“我想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因此我最关心人类的学习。条件反射是可以训练动物按压杠杆或表演杂技的很有效的方法，但是它实在是和人类学习没太多关系。”人类的学习和动物的学习有什么相似？你能否举出现实生活的例子来表明条件反射确实会在人类身上发生？


关键概念小测试答案


1.b；2.c；3.d；4.a；5.b；6.c；7.d；8.a；9.c；10.c;11.c；12.b；13.a；14.c；15.d；16.d.


需要更多帮助？额外的资源位于LaunchPad:


http://www.worhtpublishers.com/launchpad/schacter3e


学习（learning）
 
从经验中获得的新知识、新技能或反应导致了学习者状态的相对持久的变化。




习惯化（habituation）
 
重复或持续地接受一种刺激导致反应逐渐减少的过程。




敏感化（sensitization）
 
一个刺激的出现导致了对随后刺激的反应增强的一种简单的学习形式。




经典条件反射（classical conditioning）
 
当一个中性刺激和一个可以导致自然反应的刺激配对后，中性刺激会导致反应出现，由此产生的一种学习类型。




无条件刺激（unconditioned stimulus，US）
 
能可靠地引起生物体自然反应的刺激。




无条件反应（unconditioned response，UR）
 
由无条件刺激可靠地引起的一种反射性的反应。




条件刺激（conditioned stimulus，CS）
 
在和一个无条件刺激配对后能引起生物体可靠反应的中性刺激。




条件反应（conditioned response，CR）
 
和无条件反应相似但却是由条件刺激引起的一种反应。




习得（acquisition）
 
经典条件反射中条件刺激和无条件刺激共同出现的阶段。




二阶条件反射（second-order conditioning）
 
由条件刺激和一个之前已与无条件刺激建立联系的刺激相匹配而产生的条件反射。




消退（extinction）
 
当条件刺激反复呈现却没有无条件刺激时，习得的反应逐渐消失。




自发恢复（spontaneous recovery）
 
休息一段时间后消退的习得行为出现恢复的趋势。




泛化（generalization）
 
即使新的条件刺激和习得阶段使用的条件刺激有微小的差别，也能观察到条件反应。




分化（discrimination）
 
能区分相似却不同的刺激的能力。




生物准备性（biological preparedness）
 
对某些特定联系的学习优于其他联系的倾向。




操作条件反射（operant conditioning）
 
生物体的行为结果能决定这一行为在将来是否会被重复的一种学习类型。




效果率（law of effect）
 
伴随着“满意结果”的行为倾向于被重复，而那些产生“不愉快结果”的行为不太可能被重复。




操作行为（operant behavior）
 
生物体所产生的对环境有影响的行为。




强化物（reinforcer）
 
能使导致强化的行为的概率增加的刺激或事件。




惩罚物（punisher）
 
能使导致惩罚的行为的概率减少的刺激或事件。




固定间隔程序（fixed-interval schedule，FI）
 
若出现合适的反应，强化物就在固定的时间段内呈现的操作条件反射原理。




可变间隔程序（variable-interval schedule，VI）
 
行为在上一次强化结束后的一个平均的时间段内受到强化的操作条件反射原理。




固定比率程序（f ixed-ratio schedule，FR）
 
强化是在特定数量的反应出现后才实施的操作条件反射原理。




可变比率程序（variable-ratio schedule，VR）
 
强化是基于反应的特定平均次数来实施的操作条件反射原理。




间歇强化（intermittent reinforcement）
 
只有一部分的反应会伴随着强化的操作条件反射原则。




间歇强化效应（intermittent reinforcement effect）
 
在间歇强化下所保持的操作行为要比在连续强化下所保持的操作行为更难消退。




塑造（shaping）
 
一种由连续强化到形成最终理想行为的学习。




潜伏学习（latent learning）
 
某些东西被习得，但是并没有表现出行为的改变，一直到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才表现出来。




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
 
对环境物理特征的心理表征。




观察学习（observational learning）
 
通过观察他人的行动来学习。




传播链（diffusion chain）
 
个体最初通过观察其他人做出某一行为来学会该行为，然后该个体作为一个示范者让其他个体学习该行为。




内隐学习（implicit learning）
 
学习的发生基本上不依赖于对信息获得的过程及其产物的意识。






第8章 情绪与动机



莱昂纳多（Leonardo）5岁了而且非常可爱。他能做许多其他5岁的孩子们能做的事情：玩拼图、搭积木，以及和成年人一起玩猜谜游戏。但是与其他5岁孩子不同，莱昂纳多从没有为他的能力感到自豪，也未曾对他妈妈生气，或者厌倦他的功课。那是因为莱昂纳多处在一个无法感受任何情绪的状况中。他从来不会感到高兴或者伤心、快乐或者失望、害羞、嫉妒、恼怒、兴奋、感激或者悔恨。他从来没有笑或者哭过。

莱昂纳多的状况严重地影响了他的生活。例如，由于他不能感受情绪，他对那些能带给大多数孩子快乐的事情都不感兴趣，比如吃曲奇饼干、玩捉迷藏或者看星期六早晨的动画片。而且因为他不能感觉情绪，他不能凭直觉了解别人的感受，这使他的人际交往遇到困难。他的妈妈花了好多年教他做出表达情绪的面部表情，例如惊奇和伤心，以及怎样觉察他人的表情。莱昂纳多现在知道，当有人对他说友好的话时，他应该微笑；而且他应该时不时抬起眉毛，来表达对别人所说的话感兴趣。莱昂纳多学习得很快，而且他表现得很好，以至于陌生人在和他交流时难以相信他的内心深处什么都感受不到。






一个典型的5岁儿童能感受到诸如骄傲、生气、厌烦等情绪。








莱昂纳多和他的“妈妈”，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辛西娅·布雷齐尔。



所以当莱昂纳多的妈妈对他微笑的时候，他经常回报以微笑。然而，他妈妈敏锐地发现，莱昂纳多只是做出妈妈教他的表情，而且他不是真的爱她。

不过没关系，虽然莱昂纳多不能回报她的感情，辛西娅·布雷齐尔博士（Dr.CynthiaBreazeal）仍然认为他是她所设计的最伟大的机器人之一（Breazeal，2009）。

是的，莱昂纳多是一台机器。他能看到和听到，他能记忆和推理。但是尽管他有可爱的微笑和会意的眨眼，他还是没有任何感觉，这导致他和我们极其不同。我们爱和恨的能力，感到好笑和烦恼的能力，感到兴高采烈和极为震惊的能力，这是我们人性的基本元素，而且对其他人来说，一个不能感受这些情绪的人更像是个机器人。但是这些我们称为情绪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它们为什么如此重要？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这些问题。首先我们将讨论情绪的本质，并且理解它们怎样与我们身体和大脑的状态联系起来。接下来我们将看看人类怎样表达情绪，以及他们如何使用这些表情与其他人交流。最后，我们将分析情绪在动机中的重要作用——它们如何告知并迫使我们去做从发动战争到性爱的一切事情。




情绪体验：有感觉的机器



莱昂纳多不知道爱是什么感觉，而且没办法可以教他，因为试图对一个从没有体验过爱的人描述爱的感觉，有点像试图对天生的盲人描述绿颜色。我们可以告诉莱昂纳多是什么引起了这种感觉，［“每当我看到玛丽莲（Marilynn）时它就发生了。”］而且我们可以告诉他这种感觉的结果（“我呼吸急促并且说愚蠢的话”），但是最终这些描述都没抓住重点，因为爱的本质特征——像所有情绪的本质特征一样——是
体验

 。感觉好像要去爱什么东西，这种感受就是爱的定义特征（Heavey，Hurlburt和Lefforge，2012）。






当你看这张照片的时候，你不可能什么都没感觉到，同时又不大可能准确地说出你感觉到的是什么。




什么是情绪？


我们如何来研究一个很难描述其定义特征的东西？心理学家开发了一项聪明的技术，这项技术利用了一种现象：虽然人们并不总能说出某个情绪体验是什么感觉（“爱是……嗯……呃……”），但是他们通常可以说出一个体验和另一个体验有多相似（“和愤怒相比，爱更像是高兴”）。通过让人们评价很多情绪体验的相似性，心理学家已经能使用一项名为
多维尺度

 的技术绘制一张这些体验的地图。

这项技术背后的数学是复杂的，但逻辑简单。如果你拟定一个美国六个城市之间距离的列表，把它拿给一个朋友，要求她把这些距离变成一张地图，你的朋友就会画出一张美国地图（见图8.1）。为什么？因为没有其他地图能让每个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的距离是恰好正确的。

相同的技术可以用来生成一张情绪的地形图。如果你列出很多情绪体验的相似性（给那些感觉相似的情绪分配较小的距离，给那些感觉不相似的分配较大的距离），然后要求一个朋友把它们整合到一张图上，你的朋友将只能画出一张像图8.2 所示的图。这是能使每一个情绪体验彼此之间的距离恰好准确的唯一的图。这张图有什么好处？事实证明，地图不仅表示事物之间有多接近：它们也提示了这些事物在哪些维度上不同。例如，图8.2 的地图显示情绪体验在两个维度上不同，这两个
维度

 叫做效价（这个体验有多积极或者多消极）和唤醒度（这个体验有多主动或多被动）。研究表明所有情绪体验都可以用它们在这张二维地图上独一无二的坐标来描述（Russell，1980；Watson和Tellegen，1985；Yik，Russell和Steiger，2011）。






图8.1 从距离到地图。





知道事物之间的距离——例如多个城市——能让我们绘制出一张地图来表示它们在哪些维度上不同。








图8.2　情绪的两个维度。





正如城市能用它们的经度和纬度定位一样，情绪也能用它们的唤醒度和效价来定位。




心理学家为什么使用多维尺度？


这张情绪体验图提示，任何情绪的定义必须包含两方面：第一，情绪体验是好的还是坏的；第二，这些体验有特殊的身体唤醒水平。记住这两点，我们可以把情绪
 定义为
一个与特定生理活动模式联系在一起的积极或消极的体验

 。正如你即将看到的，理解情绪的第一步就是理解这个定义中的体验部分和生理活动部分是怎样联系起来的。


情绪躯体


你也许可以想一下，如果你现在走进厨房并且看到一只熊在闻橱柜，你会感到恐惧，你的心率开始加快，而且你双腿的肌肉做好了逃跑的准备。但是在19世纪晚期，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提出，引起情绪的事件实际上可能是以相反的顺序发生的：首先你看到了熊，然后你的心脏剧烈跳动，你的腿部肌肉收缩，然后你感到恐惧，恐惧只不过是你对躯体反应的体验。如詹姆斯（1884，第189-190页）所写的，“躯体变化直接跟随着对兴奋的事情的知觉……当这种躯体变化出现时对该变化的感觉就是情绪”。在詹姆斯看来，每种独特的情绪体验都是特定的生理反应模式的结果，而且他认为如果没有心率加速和肌肉紧张，就不会有任何情绪体验。大约在同一时期，心理学家卡尔·兰格（Carl Lange）提出了相同观点，所以这个观点被称为情绪的詹姆斯-兰格理论
 ，即
一个刺激引起躯体活动，然后产生大脑中的情绪体验。

 根据这个理论，情绪体验是我们对外界的物体和事件的生理反应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詹姆斯以前的学生，沃特·坎农（Walter Cannon）非常不喜欢这个观点，他和他的学生菲利普·巴德（PhilipBard）一起提出另一个观点。情绪的坎农-巴德理论
 是指，
一个刺激同时引起躯体活动和大脑中的情绪体验

 （Bard，1934；Cannon，1927）。坎农提出他的理论优于詹姆斯-兰格理论的几个原因。首先，他指出，虽然躯体经常反应较慢，但情绪发生较快。例如，难堪的躯体反应是脸红，需要15秒到30秒才发生；但是，人们在注意到某件事情（比如他们的裤子当众掉了下来）的几秒钟内就感到难堪了。所以脸红怎么可能是这种感觉的原因呢？第二，人们常常很难准确觉察到躯体反应，例如心率的改变。如果人们不能觉察他们心率的改变，他们怎么能把这些改变体验为情绪呢？第三，非情绪刺激——例如室温升高——能引起和情绪刺激相同的躯体反应。那么为什么人们发烧的时候不觉得恐惧呢？最后，坎农指出，并没有足够多的独特的躯体活动模式来解释人们经历的所有独特的情绪体验。如果很多不同的情绪体验都和同一种躯体活动模式相关联，那种活动模式怎么能是情绪体验的唯一决定因素呢？






凯特（Kate）王妃是通过让威廉（William）王子难堪而使他脸红，还是通过让他脸红而使他难堪？尴尬的感觉比脸红提前多达30秒，所以脸红不大可能是情绪体验的原因。








图8.3 情绪的经典理论。





经典理论对情绪的起因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詹姆斯-兰格理论提出，刺激引发特殊的生理状态，然后这种生理状态被体验为情绪（a）。坎农-巴德理论提出，刺激引发了独立的特殊生理状态和情绪体验（b）。二因素理论提出刺激引发一般的生理唤醒，导致大脑对此进行解释，这种解释又导致了情绪体验（c）。



这些问题都很好，大约在坎农提出这些问题之后的30年，心理学家斯坦利·沙赫特（StanleySchachter）和杰尔姆·辛格（Jerome Singer）提供了一些答案（Schachter和Singer，1962）。詹姆斯和兰格是正确的，在于他们将情绪等同于对躯体反应的知觉。但是坎农和巴德也是正确的，在于他们注意到没有足够多的不同的躯体反应能够解释人类能体验到的广泛多样的情绪。尽管詹姆斯和兰格认为，不同的情绪是对不同
躯体活动模式的不同体验

 ，沙赫特和辛格提出不同的情绪仅仅是
对同一躯体活动模式的不同理解

 ，他们称之为“无差别的生理唤醒”（见图8.3）。

沙赫特和辛格的情绪二因素理论
 指出
情绪是基于对生理唤醒的原因的推理

 。当你看到一只熊在你的厨房里，你的心脏开始剧烈跳动。你的大脑快速扫描环境，寻找心率加快的合理解释，并且首先注意到了一只熊。同时注意到一只熊和剧烈跳动的心脏之后，你的大脑做了大脑擅长做的事：它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做了一个合乎逻辑的推理，并把你的唤醒解释为恐惧。换言之，当你面对某个你认为会吓着你的东西而被生理唤醒时，你把这唤醒标记为恐惧。但是如果你面对某个你认为会使你高兴的东西而产生完全相同的躯体反应时，你可能会把这唤醒标记为兴奋。根据沙赫特和辛格的观点，人们对所有情绪刺激有相同的生理反应，但是他们在不同的场合对生理反应的解释不同。


情绪的二因素理论怎样扩展了早期理论？


过去的半个世纪，二因素模型进展得如何？该模型的一个观点发展得非常好。例如，在一项研究（Schachter和Singer，1962）中，被试被注射了肾上腺素，引起了生理唤醒，然后面对一个可笑的或者一个令人讨厌的合作者。正如二因素理论所预期的，当合作者表现得可笑时，被试认为他们感到高兴，但是当合作者表现得令人讨厌时，被试认为他们感到
愤怒

 。后续研究表明当人们被其他方式唤醒——假设让他们在实验室里骑健身自行车——他们随后感觉漂亮的人更加漂亮、讨厌的人更加讨厌、有趣的动画片更加有趣，似乎他们把他们健身所引起的唤醒解释为吸引力、恼怒或者愉悦（Byrner等，1975；Dutton和Aron，1974；Zillmann，Katcher和Milavsky，1972）。实际上，甚至当人们仅仅是认为他们被唤醒时——例如，当他们听一段心脏快速跳动的录音并且被引导相信他们听到的心跳是他们自己的（Valins，1966），这些效应也会出现。二因素模型认为人们对他们被唤醒的原因进行推断，而且那些推断影响他们的情绪体验，就这点来说二因素模型看起来是正确的（Lindquist和Barrett，2008）。

但是，研究并未对该模型的观点宽容到认为所有情绪体验都仅仅是对同一躯体状态的不同解释。例如，研究者测量了被试体验六种不同情绪时的生理反应，发现愤怒、恐惧和悲伤都引起了比厌恶更快的心率；恐惧和厌恶引起了比悲伤或愤怒更高的皮电反应（出汗）；并且愤怒引起的手指温度提高幅度比恐惧所引起的大（Ekman，Levenson和Friesen，1983；见图8.4）。这些研究结果已经在不同年龄、职业、性别和文化群体中得到重复。实际上，一些生理反应似乎是独特对应于某种单一情绪的。例如，脸红是面部、颈部、胸部的皮下毛细血管中血容量增加的结果，研究指出人们只在感到难堪的时候才会脸红，而当他们感受到其他情绪时不会（Leary等，1992）。同样，自主神经系统的副交感神经分支（负责放慢和镇定，而不是加快和兴奋）的某些活动模式似乎只和亲社会情绪有关，例如同情（Oately，Keltner和Jenkins，2006）。

那么，哪个两人组合所提出的理论是正确的呢？当詹姆斯和兰格提出并非所有情绪对应的生理反应模式都相同时，他们是正确的。但是当坎农和巴德提出人们对这些反应模式并非完全敏感，因而人们有时必须对当前的感觉进行解释时，他们是正确的。我们的躯体活动和我们的心理活动既是我们情绪体验的原因也是结果。我们尚不清楚它们相互作用的本质，但是，正如你将在下文中所见，通过沿着从心脏跳动到活体脑的情绪之路，在过去几十年里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图8.4 情绪的生理学。





与二因素理论的观点相反，不同的情绪似乎有不同的潜在生理唤醒模式。愤怒、恐惧和悲伤都比高兴、惊奇和厌恶引起了更高的心率（a）。愤怒引起的手指温度提高幅度比其他任何情绪都大得多（b）。




情绪脑


20世纪30年代晚期，心理学家海因里希·克吕弗（Heinrich Klüver）和医生保罗·布希（PaulBuc ）有一个偶然的发现。在给一只名叫奥萝拉（Aurora）的猴子做完脑外科手术的几天后，他们发现她行为怪异。首先，奥萝拉几乎会吃任何东西，而且几乎会和任何一只猴子性交——好像她不再能辨别好的和坏的食物，或者好的和坏的配偶。第二，奥萝拉好像完全无畏和镇定，在她被实验员训练的时候，甚至她面对蛇的时候都保持镇静（Klüver和Bucy，1937，1939）。奥萝拉出了什么事？结果发现，在手术期间，克吕弗和布希偶然损伤了奥萝拉大脑中一个叫杏仁核的结构。后续研究证实杏仁核在产生诸如恐惧的情绪时起重要作用。例如，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通过手术使进入猴子左眼的信息被传递到杏仁核，但进入猴子右眼的信息没有进入杏仁核（Downer，1961）。当猴子只用它的左眼看威胁性刺激时，它做出了恐惧和惊慌的反应；但是当它只用右眼看威胁性刺激时，它就是镇定而平静的。对人类的研究发现了几乎一样的结果。例如，人们通常对情绪唤起性词语有较好的记忆，例如死亡或呕吐，但是杏仁核损伤的人（LaBar和Phelps，1998）或者服药导致杏仁核内的神经传递暂时损伤的人（van Stegeren等，1998）没有这种记忆优势（见图8.5）。有趣的是，虽然杏仁核损伤的人在
看到

 威胁时常常不感到恐惧，但是当他们
体验

 到威胁时会感到恐惧，例如，当他们突然发现自己不能呼吸的时候（Feinstein等，2013）。






旅行者和老虎有一些共同点：各自有一个以闪电般速度工作的杏仁核来决定对方是否是一种威胁。为什么大自然将大脑设计成能如此快地做这个特殊的决定？








图8.5 情绪识别和杏仁核。





面孔表情被变形成一个连续的序列，从高兴到惊奇到恐惧到悲伤到厌恶到愤怒，然后回到高兴。把这个序列呈现给一个双侧杏仁核损伤的病人和10名没有脑损伤的控制组被试。虽然病人对高兴、悲伤和惊奇的识别与控制组大体一致，但是她对愤怒、厌恶和恐惧的识别能力受损（Calder等，1996）。



杏仁核究竟是做什么的呢？它是某种“恐惧中心”吗？不完全是这样（Cunningham和Brosch，2012）。在一个动物感觉到恐惧之前，它的大脑必须首先决定存在让它感到害怕的东西。这个决定叫做评价
 ，是指
对一个刺激中与情绪相关的方面的评估

 （Arnold，1960；Ellsworth和Scherer，2003；Lazarus，1984；Roseman，1984；Roseman和Smith，2001；Scherer，1999，2001）。杏仁核对做出这些评价有重要作用。事实上，杏仁核是一个极其快而敏感的威胁探测器（Whalen等，1998）。心理学家约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2000）绘制了刺激的信息在大脑中传输的路径，并且发现信息是同时经由两条不同的路径传输的：“快通路”，从丘脑直接到杏仁核，以及“慢通路”，从丘脑到皮质然后到杏仁核（见图8.6）。这意味着当皮质正在缓慢地用这些信息对刺激的身份和重要性进行全面分析的时候（“这好像是个动物……可能是个哺乳动物……可能是个
熊属

 类动物……”），杏仁核已经接受了从丘脑直接传递来的信息，而且做了一个非常快而简单的决定：“这是一个威胁吗？”如果杏仁核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它将启动神经活动，最终引起躯体反应和我们称为恐惧的有意识体验。

皮质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处理信息，但是最终完成时，它就向杏仁核发送一个信号。那个信号可以告诉杏仁核保持恐惧状态（“我们已经分析完全部数据，并确认，那东西是一只熊——而且熊会咬人！”）或者降低恐惧（“放松，它只是一个穿着熊戏服的人”）。当实验对象被要求体验悲伤、恐惧和愤怒情绪时，他们的杏仁核活动增强，皮质活动减弱（Damasio等，2000），但是当要求他们
抑制

 这些情绪时，他们的皮质活动增强，杏仁核活动减弱（Ochsner等，2002）。从某种意义上说，杏仁核踩着情绪的油门，然后皮质踩着刹车。这就是为什么皮质损伤的成人和儿童（儿童的皮质还没发育好）都难以抑制他们的情绪（Stuss和Benson，1986）。


边缘系统和皮质如何相互作用产生情绪？


关于大脑的研究表明，情绪是原始系统的一个部分，这个系统能让我们迅速地做出反应，而且是在对那些与我们的生存和幸福有关的事物的信息掌握得很少的基础上就能做出反应。当我们的新皮质识别一个刺激、考虑它对该刺激所知道的东西、小心地计划做出反应时，我们古老的杏仁核所做的是它在皮质进化的几千年前就已经能做得很好的任务：它瞬间就对我们环境中的物体和事件的重要性做出了决定，而且在必要的时候，让我们的心脏和腿准备好脱离险境。






图8.6 恐惧的快通路和慢通路。





根据约瑟夫·勒杜（2000）的研究，一个刺激的信息同时经由两条路径传输：“快通路”（用粉红色表示），从丘脑直接到杏仁核，以及“慢通路”（用绿色表示），从丘脑到皮质然后到杏仁核。因为杏仁核先接收丘脑传来的信息，后接收皮层传来的信息，所以人们在知道刺激是什么之前，就会害怕。（见插页）




情绪调节


你可能在意也可能不在意刺猬、耳垢或者1812年的战争，但如果你是人，你几乎必然在意你的感受是什么。情绪调节
 是
指人们影响自身情绪体验所使用的策略

 。虽然人们偶尔想体验消极情绪而不是积极情绪（Erber，Wegner和Therriault，1996；Michaela等，2009；Parrott，1993；Tamir和Ford，2012），但是大部分时间人们宁愿感觉良好而不是感觉糟糕。

人们十之八九报告说他们每天至少有一次要试图调节自己的情绪体验（Gross，1998），而且他们描述了1 000多种不同的调节策略（Parkinson和Totterdell，1999）。有些是行为策略（例如，回避会触发有害情绪的情景），还有一些是认知策略（例如，使用能触发想得到的情绪的记忆；Webb，Miles和Sheeran，2012）。研究表明，人们常常不知道什么策略是最有效的。例如，人们倾向于认为压抑，也就是抑制情绪的表面信号，是一个有效的策略。但一般来说，这不是最有效的策略（Gross，2002）。相反，人们倾向于认为
给情绪贴标签

 ，也就是把自己的感受用词语描述出来，对他们情绪的影响很小，但实际上，这种做法通常能有效地降低情绪状态的强度（Lieberman等，2011）。

情绪调节的最好策略之一是重评
 ，也就是
通过改变对唤起情绪的刺激的思考方式来改变个人的情绪体验（Ochsner等，2009）

 。例如，一项研究中，观看一段被描述成快乐的宗教仪式的割礼视频的被试，比那些看相同视频但没有听相同描述的被试的心率更慢，痛苦更少（Lazarus和Alfert，1964）。在另一项研究中，请被试看诱发消极情绪的图片，例如一个女人在葬礼上哭的图片，并扫描他们的大脑。之后要求一些被试重新评价这张图片，例如，想象图中这个女人是在婚礼而不是葬礼上哭。结果表明当被试最初看到这张照片时，他们的杏仁核变得活跃。但是当他们重新评价这张图时，皮质的几个重要区域变得活跃，过了一会儿，他们的杏仁核不再活跃（Ochsner等，2002）。换言之，被试能够通过换个方式理解图片来减少他们杏仁核的活动。






情绪调节是很难的。2011年，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仅仅因为发现一个男人在这个水库撒尿，就冲掉8百万加仑的饮用水。虽然少量尿液对健康没有威胁，但这让人们感到恶心——而且不能调节，那种情绪使波特兰市民花费了接近30000美元。



重评是一项重要技能。一些人比其他人擅长重评（Malooly，Genet和Siemer，2013），而且重评的能力与心理和身体健康都有关系（Davidson，Putnam和Larson，2000；Gross和Munoz，1995）。实际上，你将在“应激与健康”那章学到，治疗师常常通过教人们如何重新评价生命中的重要事件来试图缓和抑郁症和痛苦（Jamieson，Mendes和Nock，2013）。另一方面，这个能力可以让我们减少对那些受苦的人的同情（Cameron和Payne，2011）。大约两千年前，古罗马皇帝马库斯·奥雷柳斯（MarcusAurelius）写到：“如果你因外界事物而痛苦，这疼痛不是由于这件事情本身，而是由于你对它的评价；而且你有能力在任何时候撤销这个痛苦。”现代科学表明这个皇帝的确是有真知灼见的。

小结



▲ 情绪体验很难描述，但是心理学家已经确定了情绪体验的两个潜在维度：唤醒度和效价。





▲ 心理学家花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来试图了解情绪体验和生理活动是如何联系的。詹姆斯-兰格理论提出一个刺激引起生理反应，这种生理反应引起一个情绪体验；坎农-巴德理论提出一个刺激同时引起情绪体验和生理反应；沙赫特和辛格的二因素理论提出一个刺激引起无差异的生理唤醒，人们对这种生理唤醒进行推理。没有一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每个理论都有被研究支持的部分。





▲ 情绪是由边缘系统和皮质结构的复杂相互作用产生的（见98页图3.16）。一个刺激信息同时传输到杏仁核（其快速评价刺激的好坏）和皮质（对这个刺激做较慢和更全面的分析）。在某些情况下，杏仁核先引起情绪体验，然后皮质抑制这种情绪。





▲人们关心自己的情绪体验而且使用很多策略去调节情绪。重评是指改变自己对物体或事件的思考方式，这是情绪调节的最有效的策略之一。






情绪交流：非言语信息



机器人莱昂纳多也许不能感受情绪，但是他一定能笑，并且能眨眼、能点头。的确，和莱昂纳多交流的人很难相信他是机器人，原因之一就是莱昂纳多
表达

 了他实际上没有的情绪。表情
 是
一种情绪状态的可观察的信号

 ，虽然机器人能被教会表达出表情，但人类似乎能很自然地做这件事。

我们的情绪状态有多种表达方式。例如，它们改变了我们说话的方式——从我们讲话的语调和变音到音量和音长——而且研究表明听者只根据声音线索就能推断出说话者的情绪状态，而且准确率高于随机水平（Banse和Scherer，1996；Frick，1985）。观察者也能根据一个人的注视方向、走路的节奏、甚至简单碰一下手臂来判断情绪状态（Dael，Mortillaro和Scherer，2012；Dittrich等，1996；Hertenstein等，2009；Keltner和Shiota，2003；Wallbott，1998）。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宣传自己内心活动的会走路会说话的广告。






1982年9月19日，斯科特·法尔曼（ScottFahlman）在一个互联网用户组里发布了一条信息，“我提议用下面的字符串作为开玩笑的标志：:-） 歪着头读。”表情符号因此诞生。法尔曼的笑容（右上）是高兴的信号，然而他的表情符号是一个象征符号。




为什么我们是我们内在状态的“会走路会说话的广告”？


当然，你的脸被设计得比身体其他任何部分都更精巧以用来表达情绪。你的面部下方有43 块肌肉，可以创造超过1000种独特的组合，这使你能以惊人的微妙和特异性的程度来传达情绪状态的信息（Ekman，1965）。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和华莱士·弗里斯（WallaceFriesen）（1971）花了多年时间将人类面部能做的肌肉运动进行分类。他们分离了46种独特的运动，称之为
运动单元

 ，他们给每个单元一个数字编码和一个名字，如“鼓脸颊器”，“压酒窝器”和“鼻唇加深器”（很巧，这些都是重金属乐队的名字）。研究表明这些运动单元的组合与特定的情绪状态有确切的关系（Davidson等，1990）。例如，当我们感觉高兴时，我们的
颧大肌

 （使我们嘴角上扬的肌肉）和
眼轮匝肌

 （卷曲我们外眼角的肌肉）产生了一个独特的面部表情，它被心理学家描述为“活动单元6和12”，对我们其他人来说就是“微笑”（Ekman和Friesen，1982；Frank，Ekman和Friesen，1993；Steiner，1986）。


社交表情


为什么我们的情绪全部写在了我们的脸上？1872年，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Darwin） 出版了《人类和动物的表情》（The Expression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Animals
 ），在这本书中他推测了表情的进化意义。达尔文注意到人类和动物有某些共同的面部和姿态表情，而且他提出这些表情是用来交流有关内心状态的信息的。不难看出这种交流非常有用（Shariff和Tracy，2011）。例如，如果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动物露出牙齿并传达“我对你生气”的信息，假如这时下级动物低下头并传递“我害怕你”的信息，那么两者就能在不流血的情况下确定社会等级。达尔文认为，表情是一种很便捷的方式，让一个动物使另一个动物知道它的感觉以及它将如何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表情有点像是非言语语言中的词汇。






根据查尔斯·达尔文（1872/1998） 的观点，人类和动物都使用面部表情来交流他们内心状态的信息。





表情的普遍性



当然，只有当所有人都讲同一种语言时，这种语言才有用，因此达尔文提出普遍性假设
 ，该假设认为
表情对每个人都有相同的含义

 。换言之，每个人表达高兴时自然会笑，而且每个人都自然地明白笑意味着高兴。

达尔文的假说有一些证据。例如，就算从没见过人脸的人也能像其他见过人脸的人一样做出相同的面部表情。先天性失明的人在高兴的时候会笑（Galati，Scherer和Ricci-Bitt，1997；Matsumoto和Willingham，2009），而且当把苦的化学药品放到出生2天的婴儿嘴里时，他们会做出厌恶表情（Steiner，1973，1979）。另外，人们在判断其他文化成员的表情时正确率很高（Ekman和Friesen，1971；Elfenbein和Ambady，2002；Frank和Stennet，2001；Haidt和Keltner，1999）。不仅智利人、美国人、日本人都认为笑是高兴的标志而皱眉是悲伤的标志，而且前文字阶段文化的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在20世纪50年代，研究者拍了一些西方人表达愤怒、厌恶、恐惧、高兴、悲伤和惊奇的照片（见图8.7），并把这些照片给南部福尔人（Fore）看，这个民族生活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原的石器时代，他们那时还几乎从未接触过现代世界。研究者让这些被试把每张照片和一个词匹配（如“高兴”或“害怕”），并发现南部福尔人完成匹配的成绩基本和美国人一样。（唯一例外的是福尔人难以区分惊奇表情和恐惧表情，这可能是因为对生活在野外的人来说，惊奇的事情很少是令人愉快的。）这类证据使很多心理学家相信至少有六种表情——愤怒、厌恶、恐惧、高兴、悲伤和惊奇——具有普遍性。其他一些情绪——难堪、可笑、内疚、害羞和骄傲——可能也有普遍的面部表情模式（Keltner，1995；Keltner和Buswell，1996；Keltner和Haidt，1999；Keltner和Harker，1998；Tracy等，2013）。






图8.7 六种基本情绪。





全世界的人普遍同意这六个面孔显示出愤怒、厌恶、恐惧、高兴、悲伤和惊奇。这种广泛共识的可能原因是什么？选自Arellano，Varona和Perales，2008。




什么证据表明面部表情具有普遍性？


但这些证据并未说服所有的心理学家。例如，最近研究（Gendron等，in press）表明，和南部福尔人类似，一个与世隔绝的叫做辛巴（Himba）的部落里的人能像美国人一样把面孔和情绪词匹配。但是当要求辛巴人把“有相同感受”的面孔相匹配时，他们做出的匹配和美国人做出的非常不同。这些研究提出普遍性假说可能被过分强调了。目前，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全人类对很多面部表情的情绪含义有相当大的共识，但是这个共识不是完美的。



表情的起因和作用



不同文化的成员用相同的方式来表达很多情绪，但是为什么会这样？毕竟，他们的语言不同，为什么他们笑的样子一样，皱眉的样子也一样？答案就是词语是
符号

 ，而面部表情是
信号

 。符号是随意指定的，和它们象征的东西没有因果关系。说英语的人用cat 这个词来表示一个特定的动物，但是没有任何关于猫科动物的东西能引起这个特定的声音从我们口中发出，而且当其他人用不同的声音——如popoki 或gatto
 ——来表示相同的东西时，我们也不感到惊讶。相反，面部表情不是情绪的随意符号。它们是情绪的信号，因为信号是由它们预示的东西引起的。高兴的感觉引起颧大肌收缩；因此收缩是这个感觉的信号，就像雪地上的脚印是有人走过的信号一样。

当然，正如一个符号（bat）可以有不止一个含义（木头球棒或飞行的哺乳动物），信号也一样。实际上，高兴和悲伤这两种情绪经常产生类似的面部表情，我们怎样区分它们呢？研究认为一种答案就是
背景

 。当有人说“中场手用球棒（bat）击球，”这个句子提供了一个背景告诉我们bat 的意思是“球棒”不是“哺乳动物”。同样，面部表情所处的背景常常告诉我们那个表情是什么意思（Aviezer等，2008；Barrett，Mesquita和Gendron，2011；Meeren，Heijnsbergen和de Gelder，2005）。

我们的情绪体验引起我们的表情，但反过来也一样成立。面部反馈假说
 （Adelmann和Zajonc，1989；Izard，1971；Tomkins，1981）提出
表情能引起它们所表示的情绪体验

 。例如，当人们发出长的“e”音或用牙叼着一支铅笔时（两者都导致颧大肌收缩），比发出长的“u”音或用嘴唇夹着一支铅笔时，他们觉得更高兴（Strack，Martin和Stepper，1988；Zajonc，1989；见下页的图8.8）。同样，当人们被要求抬起眉毛时，他们觉得事情更令人惊讶，当他们被要求皱鼻子时，他们觉得气味更难闻（Lewis，2012）。发生这些事情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面孔表情和情绪状态之间形成了强烈的联系（记得巴甫洛夫吗？），最终各自都可以引起对方。不仅面孔有这些作用。例如，当人们握拳的时候会感到更自信（Schubert和Koole，2009），当要求伸出中指时，他们会把他人评价为更有敌意（Chandler和Schwarz，2009）。






图8.8 面部反馈假说。





研究表明用牙叼住一支笔的人比用嘴唇夹着一支笔的人感觉更高兴。这两种姿势分别引起了与笑和皱眉相关联的肌肉的收缩。




科学热点人体依据




你从一个面孔上能看出什么？比你意识到的要少得多。阿维泽尔（Aviezer）、特罗佩尔（Trope）和托多罗夫（Todorov）（2012）给被试呈现一些从刚赢了一分或者刚输了一分的网球运动员的照片上截取的面孔，请被试猜测这个运动员处于积极还是消极情绪。图表中最左边的柱形显示，被试无法区分两者。他们猜测“胜利的面孔”和“失败的面孔”都有相同程度的消极情绪。





然后，研究者给一组新的被试呈现从刚赢了一分和刚输了一分的网球运动员照片上获取的身体（没有面孔），要求被试做相同的判断。中间的柱形显示，被试做得很好。被试猜测“胜利的身体”处于积极情绪，“失败的身体”处于消极情绪。





最后，研究者把运动员的身体和面孔一起呈现给一组新的被试。最右侧的柱形显示，被试对身体-面孔组合的评价和他们对单独的身体的评价一样，这说明被试在做判断时完全依赖运动员的身体而不是面孔。但是，随后当问被试他们主要依赖哪些信息时，超过半数的被试说他们依赖面孔！





面孔表情比我们大多数人所意识到的更加模棱两可。当我们看到人们表达愤怒、恐惧或者喜悦时，我们在使用他们的身体、声音和他们的自然以及社会背景的信息来理解他们的感觉。但是，我们错误地认为我们是从他们的面孔表情来获取大部分信息的。





这个故事有什么寓意？下次你想要知道一个输了的运动员的感觉时，应更多地关注失败而非丢脸。（对不起）。






Hillel Aviezer，Yaacov Trope，andAlexander Todorov.Body Cues，NotFacial Expressions，Discriminate BetweenIntens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Science，30，November 2012: Vol.338，no.6111，pp.1225-1229.DOI: 10.1126/science.1224313


为什么情绪表情会引起情绪体验？


表情能引起它们所表示的情绪体验这个事实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人们普遍擅长识别他人的表情。很多研究表明人们会无意识地模仿他人的身体姿势和面部表情（Chartrand和Bargh，1999；Dimberg，1982）。当我们看到某个人笑（或读到某个人笑），我们的颧大肌会轻微收缩——几乎可以肯定你的颧大肌现在也是这样的（Foroni和Semin，2009）（顺便说一下，模仿互动伙伴面部表情的趋势是天生的，是的，甚至猿类也会这样；Davila Ross，Menzler和Zimmermann，2008）。因为面部表情能导致它们所表示的情绪体验，模仿他人的表情使我们能感觉到他们的感受，进而识别他们的情绪。

这个观点的依据是什么？首先，当自己不能做出面孔表情时，例如面部肌肉被肉毒杆菌毒素麻痹的时候（Niedenthal等，2005），人们就难以识别他人的情绪。当人们不能体验自身的情绪时，他们也难以识别他人的情绪（Hussey和Safford，2009；Pitcher等，2008）。例如，杏仁核损伤的人不能正常地感觉到恐惧和愤怒，通常也难以识别他人这两种情绪的表情（Adolphs，Russell和Tranel，1999）。与之相反的一面，天生擅长识别他人情绪的人常常是天生善于模仿的人（Sonnby-Borgstrom，Jonsson和Svensson，2003），他们的模仿技巧似乎能获得回报：那些模仿谈判对手面部表情的谈判者比不模仿的人能赚到更多钱（Maddux，Mullen和Galinsky，2008）。


欺骗性的表情


我们的表情可以真实地传递我们的情绪，也可能不是。当一个朋友讽刺我们的发型时，我们用拱形的眉毛和加强的手势来真实地表达我们的鄙视；但如果我们的上司做了相同的评论，我们忍气吞声并且假装苦笑。我们知道可以对同伴而不是上级表现出鄙视，这就是表达规则
 ，即
恰当表达情绪的规范

 （Ekman，1972；Ekman和Friesen，1968）。服从表达规则需要几个技巧：






注射肉毒杆菌毒素是一种常见的美容手术，它可以麻痹特定的面部肌肉。美国偶像前任评委西蒙·科威尔（Simon Cowell）（ 引自Davis，2008） 定期使用肉毒杆菌毒素并且说，“肉毒杆菌毒素和牙膏一样平常……它管用，你每年用一次——谁会在乎？”好吧，也许他应该在乎。一些证据表明注射肉毒杆菌毒素既影响情绪体验（Davis等，2010），又影响加工情绪信息的能力（Havas等，2010）。根据你目前所学的，发生这种事情可以用什么现象来解释？



➢ 强化是指夸大情绪的表达，例如一个人假装对礼物的感觉比实际的感觉更惊奇。

➢ 去强化是指抑制情绪的表达，例如输掉比赛的人试着让自己看上去比实际的痛苦要小。

➢ 掩盖是指感觉一种情绪但表达出另一种情绪，例如玩扑克牌的人手里拿着4 张纸牌A 时，试着表现出痛苦而非高兴。

➢ 中性化是指感受到了情绪但是不表现出来，例如在律师们辩论的时候，法官试着不表现出他的偏向。（见图8.9）。






图8.9 中性化。





你能说出这个人是什么感觉吗？他肯定不希望被看出。道尔·布朗森（DoyleBrunson）是一位扑克冠军玩家，他知道怎样保持一张“扑克脸”，即不能提供自身情绪状态信息的中性表情。




不同文化的情绪表情有哪些不同？


虽然不同文化的人使用很多相同的技巧，但是他们使用这些技巧服务于不同的表达规则。例如，一项研究中，日本和美国大学生观看一段令人不舒服的车祸和截肢手术视频（Ekman，1972；Friesen，1972）。当学生们不知道研究者在观察他们时，日本学生和美国学生做出了一样的厌恶表情，但是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正被观察时，日本学生（而不是美国学生）用高兴表情掩盖了厌恶。在很多亚洲国家，在受尊敬的人面前表现出消极情绪是无礼的，因此这些国家的人们倾向于掩盖或中性化自己的表情。不同文化有不同的表达规则这一事实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更容易识别自己文化成员的面孔表情（Elfenbein和Ambady，2002）。

我们试图去遵守自己文化的表达规则，但并不总是做得那么好。达尔文（1899/2007）指出“那些最不服从意志的面部肌肉，有时会泄露一个轻微的、转瞬即逝的情绪”（第64页）。曾经看过选美比赛的失败者向冠军表示祝贺的人都知道声音、身体和面孔是经常背叛自己情绪状态的“泄漏”装置。例如，即使当人们用勇敢的笑来掩盖自己的失望时，他们的面孔倾向于表达出一阵仅持续1/5 到1/25秒的失望（Porter和ten Brinke，2008）。这些微表情发生得太快，以至于几乎不可能被肉眼发现。另外四种更容易被发现的特征似乎可以区别真实和虚假的表情（Ekman，2003）。

➢ 形态：某些面部肌肉常常会对抗意识的控制，对一个受过训练的观察者来说，这些所谓的
可靠的肌肉

 很有启示作用。例如，颧大肌使嘴角上扬，当人们自发地笑或强迫自己笑时都会这样。但是只有真实的、自发的笑能发动眼轮匝肌，使眼角起皱纹（见图8.10）。

➢对称：真实的表情比虚假的表情更加对称。一个轻微不对称的笑比完美平均的笑显得更不真实。

➢ 持续时间：真实的表情通常持续半秒钟到5秒钟，持续更短或更长时间的表情更像是假的。

➢ 时间模式：真实的表情在几秒钟内的出现和消失是流畅的，但虚假的表情的出现和消失则更加突然。






图8.10眯着的眼睛。





你能辨别1986年美国小姐选美大赛的这两位决赛选手哪个是冠军吗？看看她们的眼睛。只有一个女人表现了象征真心高兴的“角皱纹”迹象。右边的是冠军，但也不要太为左边的失败者难过。她的名字是哈莉·贝瑞（HalleBerry），她有一个很好的演艺事业。



我们的情绪不仅泄露在脸上：它们处处可以泄露。研究表明当我们说谎时，言语和非言语行为的很多方面都会改变（DePaulo等，2003）。例如，与说真话的人相比，说谎者语速更慢，回答问题需要时间更长，回答的细节较少。与说真话的人相比，说谎者更不流利，更不投入，更不确定，更紧张而且更不愉快。奇怪的是，一个说谎者警示信号之一就是他或她的表现有点太好了。说谎者的谈话缺少真话通常存在的瑕疵，例如过多的细节（“我注意到抢劫犯穿的鞋和我上周在布卢明代尔百货店看到的鞋一样，而且我怀疑他用什么买的鞋”），自发的纠正（“他有六英尺高……嗯，不，实际上更像六尺二英寸高”），还有自我怀疑（“我觉得他是蓝眼睛，但我真的不确定”）。






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JohnBoehner）在国会金质奖章的颁奖仪式上擦眼泪。哭非常难控制，因此提供了一个人情绪强度的可靠信息。



鉴于真实表情和虚假表情之间稳定的不同点，你可能会认为人们应该很容易区分这两者。事实上，研究表明人们表现得很糟糕，很多情况下处于随机水平（DePaulo，Stone和Lassiter，1985；Ekman，1992；Zuckerman，DePaulo和Rosenthal，1981；Zuckerman和Driver，1985）。一个原因是人们有很强的倾向去相信他人是真诚的，因此人们更倾向于把说谎者误认为说真话的人，而不是把说真话的人误认为说谎者（Gilbert，1991）。第二个原因是人们似乎不知道自己应该注意什么和应该忽略什么（Vrij等，2011）。例如，人们认为语速快是说谎的标志，但实际上不是，而人们认为语速慢不是说谎的标志，但实际上却是。人们是很糟糕的谎言探测者，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多糟糕：一个人探测谎言的能力和此人对这种能力的自信之间完全是零相关（DePaulo等，1997）。


测谎仪的问题是什么？


当人们不能很好地完成某件事时（例如，把数字加和或者拿起10吨石头），他们通常让机器来做（见图8.11）。机器能比我们更好地查出谎言吗？答案是肯定的，但这一点也不奇怪。应用最广泛的测谎机器是多导生理记录仪，它可以测量很多与压力相关的生理反应，而当人们害怕被发现说慌时经常感觉到压力。多导生理记录仪对谎言的检测率显著高于随机水平，但是它的出错率也太高了，以至于它不能成为可靠的测谎仪。例如，想象一下经过某个机场的10000人中有10个是恐怖分子，当连接多导生理记录仪时，他们都说自己无罪。灵敏度被设置成最高的多导生理记录仪能抓住10个说谎者中的8个，但是它也会错误地抓住1 598个无辜的人。






图8.11 测谎仪。





一些研究者希望用测量大脑和面部血流量改变的精确机器来代替多导生理记录仪。像上面的图所呈现的，一些脑区在人们说谎时比说真话时更活跃（用红色表示），另一些脑区在人们说真话时比说谎时更活跃（用蓝色表示；Langleben等，2005）。下面的图显示的是由热成像照相机拍摄的图像，这个照相机检测面部不同区域的血流量所产生的热量。这些图呈现了一个人说谎前（左）和说谎后（右）的脸（Pavlidis，Eberhardt和Levine，2002）。虽然这些技术都不是绝对的精确，但不久以后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见插页）



灵敏度被设置成最低的多导生理记录仪只会错误地抓住39个无辜的人，但是也只能抓住10个恐怖分子中的2个。这些数据的假设是恐怖分子不知道怎么蒙骗测谎仪，实际上人们经过训练是能做到这一点的。难怪全国研究理事会（2003）警告说，“考虑到它的准确率，要以高概率识别出那些在人群中占少数的威胁重大安全的人，就需要设定一个很灵敏的测试，导致每个威胁重大安全的人都会牵连成百上千无辜的人”（第6页）。简而言之，人和机器都不太善于检测谎言，所以撒谎仍然是普遍的行为。


文化与社区是说什么还是怎么说？




我们通过注意人们说话的内容和说话的方式可以了解很多他人的信息。但是最近的证据（Ishii，Reyes和Kitayama，2003）提出有些文化更注重这两者中的一个。





参与研究的被试听到一个声音朗读令人愉快或令人不愉快的词（例如漂亮或抱怨），这个声音是用愉快或者是用不愉快的声调发出的。某些试次中，要求被试忽略这个单词，判断这个声音的愉快程度；另一些试次中，要求被试忽略这个声音，判断这个单词的愉快程度。





被试更难忽略哪种信息？这取决于被试的国籍。美国被试比较容易忽略朗读者的声调，但是比较难忽略被朗读的单词的愉快程度。另一方面，日本被试比较容易忽略单词的愉快程度，但比较难忽略朗读者的声调。在美国，似乎是说什么比怎么说更重要，但是在日本，恰恰相反。



小结



▲ 声音，身体和面孔都能表达关于一个人的情绪状态的信息。





▲ 达尔文认为这些表情对所有人都一样，能被普遍理解，研究认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 情绪引起表情，但是表情也能引起情绪。





▲ 情绪模仿使人们能体验他人的情绪，进而识别它们。





▲ 并非所有表情都是真实的，因为人们使用表达规则帮助自己决定表达哪种情绪。





▲ 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表达规则，但人们使用相同的技巧来制定这些规则。






动机：开始行动



莱昂纳多是个机器人，所以他按照程序指令做事，仅此而已。因为他没有需求和欲望——不需要友谊，不想要巧克力，也不讨厌做作业——他不能发动自己的行为。他能学习，但他不能渴望，因此他不能像我们一样被动机驱动去行动。动机
 指的是
一个行为的目的或心理原因

 ，而且单词
情绪

 （emotion）和
动机

 （motivation）共有一个含义为“行动（to move）”的词根，这一点并不是巧合。与机器人不同，人类行动是由于自身情绪的驱使，而且情绪通过两个不同的方式来驱使人行动：第一，情绪向人们提供关于世界的
信息

 ；第二，情绪是人们努力奋斗的目标。让我们依次分析这两个方式。


情绪的作用


在老科幻电影
人体抢夺者入侵

 中，一对夫妻怀疑大部分他们认识的人已经被外星人绑架并用复制品替代了。在低劣的电影中，这种奇怪的想法是常见的故事手段，但它也是卡普格拉综合症的主要症状（见图8.12）。这个综合症的患者通常认为他们家庭中的一个或多个成员是冒充者。一个卡普格拉综合症患者告诉她的医生，“他和我父亲一模一样，但他真的不是。他是个好人，但他不是我父亲……可能我父亲雇用他来照顾我，给他一些钱这样他可以帮我付账单”（Hirstein和Ramachandran，1997，第438页）。

当然，这个女人的父亲没有被抢走身体，他也没有雇用他的替身演员。而是这个女人的颞叶（识别面孔的部位）和边缘系统（产生情绪的部位）之间的神经联结受到损伤。结果，当她看到她父亲的面孔时，她能够识别，但是因为这个信息没有传递到她的边缘系统，她不能体验她父亲的面孔应该产生的温馨的情感。她的父亲“看起来对劲”但“感觉不对劲”，因此她断定面前这个男人是冒充者（见图8.12）。

卡普格拉综合症患者把自身的情绪体验当作有关世界的信息，事实证明，我们其他人也是这样。例如，当在晴天询问人们的生活时，他们报告说生活更美好一些，而在雨天询问时则不是这样。因为在晴朗的天气里人们自然感觉更快乐，而且他们把这个快乐作为有关生活质量的信息（Schwarz和Clore，1983）。心情好的人比心情不好的人相信自己有更高的几率会中彩票。为什么？因为人们把自己的心情作为关乎在一项任务中成功的可能性的信息（Isen和Patrick，1983）。我们都知道满意的生活和光明的前途让我们感觉良好——因此当我们感觉良好时，我们断定自己的生活一定是满意的，我们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因为世界影响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绪可以提供有关世界的信息（Schwarz，Mannheim和Clore，1988）。的确，最近的研究提出，相信自己的情绪能提供此类信息的人常常比不相信的人能做出更精确的预测和更好的决定（Mikels，Maglio，Reed和Kaplowitz，2011；Pham，Lee和Stephen，2012）。






图8.12 卡普格拉综合症。





这张图展示了卡普格拉综合症病人和一个对照组被试对一系列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面孔的情绪反应（用皮肤电来测量）。虽然对照组对熟悉面孔比对不熟悉面孔的情绪反应更强，但是卡普格拉病人对二者的情绪反应类似（Hirstein和Ramachandran，1997）。



我们从我们的情绪获得的信息如此有用，以至于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会迷失。当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受命去检查一个有一种罕见形式脑损伤的病人时，他让这个病人在两个约会日期间做选择。这听起来好像是个简单的决定，但是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这个病人列举了同意和反对每个可能日期的理由，完全不能决定哪个选项更好（Damasio，1994）。问题不是这个患者的思考或推理能力受到损伤。正相反，他太能思考和推理了。他不能做的是感觉。这个病人的损伤使他不能体验情绪，所以当他考虑一个选项（“如果我下周二来，我就得取消和弗雷德（Fred）一起的午餐”），他不会比考虑另一个选项时（“如果我下周三来，我就得早起赶公交车”）感觉更好或更糟糕。而且由于他在考虑他的选择时感觉不到任何东西，他不能决定哪个最好。研究表明，当给具有这种特殊形式脑损伤的人去赌博的机会时，他们会下很多鲁莽的赌注，因为他们感觉不到焦虑的痛苦，而焦虑会告诉他们即将做的事情是愚蠢的。另一方面，在不确定条件下，这些人是出色的投资者，正因为他们愿意冒大多数人不愿意冒的风险（Shiv等，2005）。


情绪怎样帮助我们做决定？


如果情绪的第一个作用是给我们提供有关世界的信息，那么第二个作用就是告诉我们如何处理这个信息。享乐原则a是指人们被动机驱动去体验快乐和避免痛苦的主张，这个主张有着悠久的历史。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50年/1998）认为，享乐原则解释了所有关于人类动机所需要了解的事情：“正是因为这个，我们才做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想要很多东西，从和平和繁荣到健康和安全，但是我们想要这些只出于一个原因，就是它们使我们感觉良好。柏拉图（Plato）（公元前380年/1956）问道：“这些东西让我们感觉良好的原因，除了它们能带来快乐并去除和避免痛苦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吗？”“当你把它们称为好的时候，你是否有除了快乐和痛苦之外的其他标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快乐不仅是好：它是好的
意思

 。

那么，根据享乐原则，我们的情绪体验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测量从坏到好的仪器，而且我们的原始动机——甚至可能是我们
唯一

 的动机——是让仪器上的指针尽可能地靠近好。即使有时我们会自愿做一些使指针朝相反方向倾斜的事情，例如让牙医在牙齿上钻孔，或为了上一个无聊的课而早起，我们做这些事是因为我们相信，它们将来能把指针朝好的方向推，并在那个方向上保持较长的时间。


本能和驱力


如果我们的原始动机是让指针朝向好，那么什么东西把指针推向那个方向，又是什么东西把它推开？这些东西是从哪获得的力量来把我们的指针推来推去，他们到底是如何做到推动指针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于两个在心理学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的概念：
本能

 和
驱力。





本能



当给新生儿喝一滴糖水时，它会笑，而当给它10000美元的支票时，它好像根本不在乎。等这个婴儿到了上大学的时候，这些反应恰恰相反。显然大自然赋予我们某些动机，这种体验再赋予我们其他东西。威廉·詹姆斯（1890）把寻找特定目标的自然趋势称为本能，他把本能定义为“以某种方式的行为来产生特定结果的能力，不需要预见结果，也不需要提前训练表现”（第383页）。根据詹姆斯的观点，大自然天生地使企鹅、鹦鹉、小狗和人类不经过训练就想要某些东西，并且不需要思考就去执行能得到这些东西的行为。他和同时代的其他心理学家试图把这些东西列举出来。


本能是解释了行为，还是仅仅给行为命名？


不幸的是，他们太成功了，仅仅几十年间，他们的本能列表已经长得离谱，而且包括一些很奇怪的条目，例如“保密的本能”和“磨牙的本能”。到了1924年，社会学家路德·伯纳德（Luther Bernard）共数出5 759种本能并且推断，在制作列表的30年后，这个术语似乎将面临“用法种类繁多和普遍缺乏关键标准”的问题（Bernard，1924，第21页）。此外，一些心理学家开始担心把人们和他人交朋友的倾向归因为“归属本能”更多地是一个描述而不是解释（Ayres，1921；Dunlap，1919；Field，1921）。

到了1930年，本能的概念已经不再流行了。它不仅不能解释任何事情，而且它有悖于美国心理学热门的新趋势：行为主义。行为主义者在两个方面拒绝本能的概念。第一，他们相信行为应该由引起行为的外界刺激来解释，而不是由行为可能依赖的假想的内心状态来解释。约翰·华生（John Watson，1913）写道“心理学必须放弃从意识寻找所有解释的时代似乎已经来到了”（第163页），而且行为主义者认为本能只是一种被华生禁止提及的不必要的“思维废话”。第二，行为主义者对遗传行为的观点不感兴趣，因为他们相信所有复杂的行为都是习得的。因为本能是存在于生物体内部的遗传趋势，所以行为主义者对此倍加反感。






所有动物生来就有本能。在每年西班牙潘普洛纳的奔牛节活动中，没人告诉公牛去追逐赛跑者，也没人教赛跑者逃跑。





驱力



但是在几十年内，一些华生的年轻追随者开始意识到绝对禁止提及内心状态会导致某些现象难以解释。例如，如果所有行为都是对外界刺激的反应，那么为什么上午9 点安静的坐在笼子里的老鼠到了中午会转来转去地找食物？笼子里没有任何改变，为什么这只老鼠的行为会改变？这只游荡的老鼠在对什么可见的、可测量的外界刺激做反应呢？明显的答案是老鼠在对自身内部的某些东西做反应，这意味着华生的年轻追随者（他们称自己是“新行为主义者”）不得不从老鼠的内部来解释它游荡的原因。如果不谈华生禁止他们提及的“思想”和“感觉”，他们怎么能做到这件事呢？


人体和温度调节器有哪些相似之处？


他们开始注意到身体有点像温度调节器。当温度调节器发现屋里太冷时，它们发送信号开启调整的行动，例如打开火炉。类似地，当身体发现自己饿了，他们会发送信号开启调整行动，例如吃东西。内稳态
 是指
一个系统采取行动来使自身保持在一个特定状态的趋势。

 两个新行为主义者克拉克·赫尔（Clark Hull）和肯尼思·斯彭斯（Kenneth Spence）认为老鼠、人和温度调节器都有保持体内平衡的机能。为了生存，一个生物体需要保持营养、温度等都在精确的水平上，而且当这些水平偏离最优点时，生物体就收到信号来启动调整行动。这个信号叫做驱力
 ，即
由生理需要引起的内部状态

 。根据赫尔和斯彭斯的观点，生物体觉得有价值的不是食物本身；而是减少对食物的驱力。饿是一个驱力，驱力是一个内部状态，而且当生物体吃东西时，它们是在尝试改变自己的内部状态。






亚里士多德提出水有“重力”，火有“浮力”，而且这些属性使它们分别向下和向上走。现在看来，亚里士多德显然仅仅在描述这些元素的运动，并未真正解释运动的原因——很像威廉·詹姆斯把行为归因于本能。顺便说一句，该图是拉斐尔（Raphael）1509年的杰作《雅典学院》，图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起站在拱门下。



虽然
本能

 和
驱力

 这两个词在心理学中已经不被广泛使用了，这两个概念还是能教给我们一些东西。本能的概念提醒我们大自然赋予生物体寻求特定事物的趋势，而且驱力的概念提醒我们这种寻求是内部状态发起的。心理学家威廉·麦克杜格尔（William McDougall）（1930）把动机的研究称为策动心理学，这个术语来自希腊单词“欲望”，而且人们很显然是有欲望的——有一些是通过经验获得的，有一些则不是——欲望驱动人们做出特定的行为。我们有哪些欲望，我们做哪些行为来满足它们？


身体想要什么


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1954）试图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整理人类欲望（或者，他称它们为
需要

 ）的列表（见图8.13）。他指出一些需要（例如吃东西的需要）必须在其他需要（例如交友需要）之前被满足，而且他建立了一个需要层次，最迫切的需要在底层，最可以延迟的需要在顶部。马斯洛认为，作为一种规则，当下一层的需要被满足后，人们才更有可能去经历上层的需要。所以当人们饿或者渴或者疲倦时，他们不太可能寻求知识实践或道德明确性（见图8.14）。根据马斯洛的观点，具有优先权的需要通常是那些我们和其他动物共有的需要。例如，因为所有动物必须生存和繁殖，所有动物都需要吃东西和交配。人类也有这些需要，但正如你将看到的，它们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和更复杂（Kenrick等，2010）。






图8.13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





人类被驱动去满足很多需要。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认为这些需要形成了一个层次，生理需要在底层，自我实现需要在顶尖。他提出人们只有下一层需要被满足后才会去体验更高层的需要。








图8.14 什么时候高层次需要是重要的？





马斯洛是正确的。一项最近针对世界上51个最贫困的国家的77 000人的研究（Martin和Hill，2012）表明如果人们的基本需要满足了，自主权（也就是自己做决定的自由）就会提高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但是当人们的基本需要没有满足时，自主权没有引起满意度的差异。




生存：食物的动机


动物通过进食把物质转变为能量，而且他们被一种叫做
饥饿

 的内部状态所驱动去进食。但是什么是饿，它从哪里来？时时刻刻，你的身体都在向大脑发送关于目前能量状态的信号。如果你的身体需要能量，它发送一个
增强食欲

 的信号告诉大脑开启饥饿，而且如果你的身体有足够的能量时，它发送一个
减少食欲

 的信号，告诉大脑关掉饥饿（Gropp等，2005）。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些信号到底是什么，或者他们是如何被发送和接收的，但是研究已经发现了多种可能的物质。


饥饿的目的是什么？


例如，
胃饥饿素

 是胃里产生的一种激素，而且好像是通知大脑开启饥饿的信号（Inui，2001；Nakazato等，2001）。当人们被注射胃饥饿素时，他们变得极度地饥饿而且比平常多吃30%（Wren等，2001）。有趣的是，胃饥饿素也能与海马体的神经元结合，而且会暂时增强学习和记忆（Diano等，2006），这样当身体最需要食物的时候，我们便能更好地找到食物。
瘦素

 是脂肪细胞分泌的一种化学物质，而且它好像是通知大脑关掉饥饿的信号。它似乎是通过让食物不那么有价值来做到这点的（Farooqi等，2007）。生来缺乏瘦素的人很难控制食欲（Montague等，1997）。例如，2002年，医学研究者报告了一个体重200磅的9岁女孩的病例，但只是注射了几次瘦素之后，她的食物摄入量就减少了84%并达到了正常体重（Farooqi等，2002）。一些研究者认为化学物质开启和关闭饥饿的想法过于简单，而且他们争论说没有一个普遍的叫饥饿的状态，而是有很多种不同的饿，每种对应一种独特的营养缺乏，而且每种都由一个独特的化学信使开启（Rozin和Kalat，1971）。例如，被剥夺了蛋白质的老鼠在脂肪和糖类降低时会寻求蛋白质，说明他们正在经历一个特别的“蛋白质饿”而非一般的饿（Rozin，1968）。

无论饥饿是一个还是多个信号，这些信号的最初接收者是下丘脑。下丘脑的不同部分接收不同的信号（见图8.15）。外侧下丘脑接收增强食欲的信号，而且当它受损时，坐在装满食物的笼子里的动物也会把自己饿死。腹内侧下丘脑接收减少食欲的信号，而且当它受损时，动物会暴食到生病和肥胖的程度（Miller，1960；Steinbaum和Miller，1965）。这两个结构曾经被认为是大脑的“饿中枢”和“饱中枢”，但事实证明这个观点过于简单（Woods等，1998）。下丘脑结构在开启和关掉饥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们执行这些功能的精确方式是复杂的，而且我们对此知之甚少（Stellar和Stellar，1985）。






图8.15 饿，饱和下丘脑。





下丘脑由很多部分组成。总的来说，外侧下丘脑接收开启饿的信号而腹内侧下丘脑接收关掉饿的信号。





饮食障碍



饿的感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和什么时候停止。但是对于1 千万到3 千万患有饮食障碍的美国人来说，吃东西是一件复杂得多的事（Hoek和van Hoeken，2003）。例如，神经性贪食症
 是
一种饮食性疾病，特点是暴饮暴食之后清洗胃肠

 。贪食症患者通常在较短时间内吞下大量的食物之后吃泻药或者诱发呕吐把食物排出体外。这些人陷入一个循环：他们通过吃来缓解如悲伤和焦虑的消极情绪，但后来又担心体重增加会使他们经历如内疚和自我厌恶的消极情绪，这些情绪后来导致他们清洗胃肠（Sherry和Hall，2009；参见Haedt-Matt和Keel，2011）。


神经性厌食症
 是
一种饮食性疾病，特点是对变胖有强烈的恐惧，而且严重限制食物摄入量

 。厌食症患者常常有一个曲解的身体形象，这导致他们实际上很瘦时却相信自己是肥胖的，而且他们常常是高成就的完美主义者，认为自己对饮食的严格控制是意志力战胜冲动的一种胜利。与你所预期的相反，厌食症患者血液中的胃饥饿素水平非常高，这说明他们的身体急切地想开启饿信号，但是饿的呼叫被压抑、忽略或否决了（Ariyasu等，2001）。与大多数饮食障碍一样，厌食症患者女性多于男性，而且40%新确诊的厌食症病例是15—19岁的女性。






芭尔·拉芙莉（Bar Refaeili）是以色列最有名的超级模特。2012年，以色列制定一部法律禁止身体质量指数低于18.5的模特出现在广告中。因此一个5英尺8 英寸高的模特的体重必须至少是119磅。



厌食症既有文化的原因也有生物学的原因（Kiump和Culbert，2007）。例如，患厌食症的女性常常相信纤瘦等于美丽，不难理解这是为什么。美国女性平均身高是5英尺4 英寸，平均体重是140磅，但是美国时装模特平均身高是5英尺11 英寸，平均体重是117磅。的确，大部分大学年龄的女性表示想比实际的自己更瘦些（Rozin，Trachtenberg和Cohen，2011），接近1/5 的人表示被看到买巧克力棒会觉得难堪（Rozin，Bauer和Catanese，2003）。但厌食症不仅是“疯狂的虚荣”（Striegel-Moore和Bulik，2007），很多研究者相信这个疾病还有尚未被发现的生物学的和/ 或遗传学的成分。例如，虽然厌食症主要影响女性，但是如果男性有一位患厌食症的双胞胎姐妹，那么他们患厌食症的风险就急剧提高（Procopil和Marriott，2007），这说明厌食症可能与胎儿期接触雌性激素有关。


什么引起了厌食症？


贪食症和厌食症是很多人的难题。但是美国最普遍的饮食相关的问题是肥胖症。自1999年以来，美国人的体重整体增加了超过十亿磅（Kolbert，2009）。现在美国男性平均体重比20世纪70年代时增加了17磅，美国女性平均体重增加了19磅。超重的儿童比例增加了一倍，超重的青少年比例增加了两倍，而且现在40%的美国女性太胖了而不能入伍。1991年，每个州的肥胖症比率都不超过20%。2012年，只有一个州（科罗拉多）的肥胖症比率低于20%（见图8.16）。

肥胖症的定义是身体质量指数（BMI）大于或等于30。表8.1 帮你计算你的BMI，而且你可能不会喜欢你所了解到的。尽管身体质量指数对某些人的死亡率的预测要好于对其他人的死亡率的预测（Romero-Corral等，2006；vanDis等，2009），但大部分研究者都同意极端高的BMI是不健康的。每年，肥胖症相关的疾病使美国花费1470亿美元（Finkelstein等，2009），而且导致3百万人死亡（Allison等，1999）。除了这些身体风险之外，肥胖者常常被他人负面地看待，他们的自尊较低，而且生活质量较低（Hebl和Heatherton，1997；Kolotkin，Meter和Williams，2001）。肥胖的女性比不肥胖的女性赚钱少7%，而且肥胖症的耻辱印记太强大了，以至于平均体重的人如果和肥胖的人有关系，他们也会被负面地看待（Hebl和Mannix，2003）。当然这些都非常不公平。正如一位科学家所指出的，我们需要“对肥胖症宣战，而不是对肥胖者宣战”（Friedman，2003）。






图8.16 肥胖症的地理分布。





这张2013年的美国肥胖症比率地图表明到处都有肥胖症问题，但尤其在东南部。





表8.1 身体质量指数






肥胖症有许多原因。例如，肥胖症具有高度可遗传性（Allison等，1996），而且可能有基因的成分，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过去几十年美国人增加的不成比例的体重来自那些已经是最胖的人（Flegal和Troiano，2000）。一些研究提出环境中的“肥胖基因”毒素可以扰乱内分泌系统的功能而且使人们易于患肥胖症（Grün和Blumberg，2006；Newbold等，2005），但是其他研究认为肥胖症是由于消化道内缺乏“好细菌”（Liou等，2013）。无论原因是什么，肥胖者常常对瘦素有抵抗力（也就是，他们的大脑对关闭饥饿的化学信使没反应），而且即使注射瘦素似乎也没用（Friedman和Halaas，1998；Heymsfield等，1999）。

基因、环境污染和细菌都曾被和肥胖症的趋势联系起来。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肥胖症的原因没这么神秘：我们只是吃得太多了。当然，我们饿的时候就会吃，但是在我们悲伤或焦虑的时候也会吃，或者在别人吃东西的时候也会吃（Herman，Roth和Polivy，2003）。有时我们吃饭是因为钟提醒我们，这就是为什么遗忘症患者不记得刚刚吃过第一顿午饭后，能高兴地吃第二顿午饭（Rozin等，1998；见“现实世界”专栏）。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发生？毕竟，大多数人不会把自己呼吸得生病，也不会把自己睡得生病，为什么我们会把自己吃得生病？

该责怪的是（自然的）设计。千百年前，我们的祖先面临的主要与食物有关的问题是饿死，人类进化出两个策略来避免饿死。第一，我们已经发展出了被那些每一口都能提供大量能量的食物所强烈吸引（换言之，即富含热量的食物）的能力，所以大多数人更喜欢汉堡包和奶昔而不是芹菜和水。第二，我们发展了把多余的能量用脂肪的形式储存起来的能力，这使我们在食物丰富时能比我们所需要的吃得更多，然后在食物缺乏时以我们的储备为生。我们被精美地设计来应对一个高热量食物缺乏的世界，问题是我们已不再生活在那样的世界里了。相反，我们生活的世界里，现代技术创造的脂肪奇迹——从巧克力纸杯蛋糕到香肠披萨——都很便宜而且很容易买到。正如两个研究者最近所写，“我们在非洲大草原上进化；我们现在生活在糖果世界”（Power和Schulkin，2009）。更糟糕的是，糖果世界的很多食物往往富含饱和脂肪酸，这会产生矛盾的效果，即使得大脑对一些告诉我们停止吃的化学信使的敏感性更低（Benoit等，2009）。


现实世界 你吃过了吗？




1923年，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问英国登山运动员乔治·利·马洛里（George Leigh Mallory）为什么想攀登珠穆朗玛峰。马洛里回答：“因为它在那里。”





显然，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吃东西的原因。布赖恩·文森克（BrianWansink）和同事（2005）想知道人们吃掉的食物量是否会受到他们所看到的在他们面前的食物量的影响。因此，他们邀请被试到实验室，请他们坐在一个装着番茄汤的大碗前面，并告诉他们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在该研究的一个条件下，每当碗里的汤只剩下1/4 的时候，一个侍者就来到桌子旁边把被试的碗重新装满。在另一个条件下，那个碗不是由侍者来重新装满；而是，在被试不知道的情况下，碗底部被一个长管子连接到装着汤的大桶上，所以每当被试从碗里喝汤时，这个碗就会慢慢地、不知不觉地自己重新装满。





研究者的发现发人深省。不知道自己从“无底碗”里喝汤的被试比从正常碗里喝汤的被试多喝了高达73%的汤——然而，他们不认为自己多喝了而且他们没有报告说感觉更饱。





我们似乎更容易记住我们在吃什么而不是吃了多少，这会导致我们吃得过多，即使我们一直尽力去做相反的事。例如，一项研究表明，一家意大利餐厅的用餐者经常选择把黄油抹在面包上吃，而不是用面包蘸橄榄油吃，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减少每片的热量。当然他们是对的。但是他们没意识到，他们会无意识地多吃23%的面包来补偿这个减少的热量（Wansink和Linder，2003）。





这个研究和其他研究建议，减少我们腰围的最好方式无非就是数一下我们吃了多少口。



吃得过多而且变得超重或肥胖是非常容易的，反之就很难了。人类身体在两方面拒绝减肥。第一，当我们体重增加时，我们体内的脂肪细胞体积和数量都会增加（通常男性在腹部，女性在大腿和臀部）。但是当我们减肥的时候，我们的脂肪细胞的体积减少但数量不减少。一旦我们的身体增加了一个脂肪细胞，这个细胞差不多就停留在那里了。我们节食的时候细胞可能会变瘦，但不可能死亡。


为什么节食这么难而且没有效果？


第二，我们的身体对节食做出的反应是降低新陈代谢
 ，即
身体消耗能量的速率

 。当我们的身体感觉我们生活在饥荒中时（当我们拒绝给身体供养时身体就会这样推断），它们发现了更有效地把食物转变成脂肪的方法：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这是个很巧妙的方法，但对于我们则是真正的麻烦。实际上，如果先给老鼠过量喂食，再节食，然后再过量喂食，之后再节食，它们在第二轮节食时长胖的速度更快，减肥的速度更慢，这说明在每一轮节食中，它们的身体变得能越来越有效地把食物转变为脂肪（Brownell等，1986）。最终结论就是预防肥胖症比战胜肥胖症更容易（Casazza等，2013）。






肥胖症几率增加的一个原因是“正常的饭菜分量”越来越大。研究者分析了在1000年到1800年间的52 张描绘《最后的晚餐》的画，他们发现画中盘子的平均尺寸增加了66%（Wansink和Wansink，2010）。



而且预防肥胖症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难。例如，仅仅通过把煮鸡蛋放在距离沙拉台上更健康的食材10英寸远的地方，研究者就使顾客吃的鸡蛋量减少了大约10%（Rozin等，2011）。把勺子换成钳子减少了吃鸡蛋量的16%。在一项研究中，当每第七个薯片被涂成红色时，爱吃零食的学生吃品客薯片的量就会减少，可能因为颜色标记让他们记住自己吃了多少（Geier，Wansink和Rozin，2012）。在另一项研究中，如果用白色盘子代替红色盘子，人们会少吃22%的番茄酱意大利面，可能因为白色盘子提供了鲜明的对比，让他们看到自己正在吃什么（van Ittersum和Wansink，2012）。这些研究和许多其他研究表明我们环境中的小改变能防止我们腰围的大改变。



生殖：性行为的动机



食物驱动我们是因为它对我们生存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性行为对我们的生存也是必不可少的（至少对于我们DNA 的生存来说是），因此进化把性的欲望深深地植入了几乎我们每个人的大脑中。从某些程度上说，接线图是简单的：腺体分泌激素，激素经过血液进入大脑并且激发性欲。但是哪些激素，大脑的哪些部位，以及是什么最先触发了这个过程？

激素去氢表雄酮（DHEA）似乎参与了性欲的最初启动。男孩和女孩都从大约6岁时开始分泌这个慢性起效的激素，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男孩和女孩都在大约10岁时感觉到最初的性兴趣，尽管男孩比女孩更晚到青春期。

其他声音 肥胖与快乐

没人想成为胖子。至少你可能会这么想。但小说家爱丽丝·兰达尔（Alice Randall）指出，对某些文化来说，长得胖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很理想的。

五分之四的黑人女性严重超重。四分之一的中年黑人女性患糖尿病。在美国每年有1 740亿美元被花费在糖尿病相关疾病上，而且肥胖症很快超过了吸烟，成为导致癌症死亡的原因，是时候尝试新东西了。

我们需要的是美国黑人的身体-文化革命。为什么？因为很多参与肥胖症讨论的专家不清楚有关黑人女性和肥胖的关键东西：很多黑人女性肥胖是因为想长胖。

黑人诗人露西尔·克利夫顿（Lucille Clifton）1987年的诗“对我臀部的敬意”以自夸开头，“这些臀部是大臀部”。她把黑色大臀部塑造成女性想拥有的和男性渴望的东西。她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反映这个社会共识的人。20年前，在1967年，德克萨斯黑人乔·特克斯（JoeTex）用一首自己写和录的歌“苗条的大腿和身段”占据了美国黑人的广播频道。他的一句歌词到今天还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某个男人，将把你带到某个地方，苗条的大腿和身段。”对于我，这似乎完全不可能。

黑人胖子和白人胖子在导致疾病的化学过程上可能相同。但在文化上不同。

20世纪60年代有多少白人女孩长大后会祈祷拥有肥胖的大腿？我知道我是。我祈求上帝赐给我像我的舞蹈老师戴安娜（Diane）那样的大腿。我不想长得像白人模特崔姬（Twiggy）一样，她的男孩造型是白人女孩的梦想。也没有乔·特克斯在我耳畔回响。

有多少白人中年女性担心如果她们的体重降到200磅以下，她们的丈夫会觉得她们不漂亮？我还没见过一位这样的女性。

但是我知道很多黑人女性，她们理智的、英俊的、成功的丈夫在他们的女人开始减肥时就开始担心。我的律师丈夫就是其中一个。另一个朋友，一个有色人种的女性终身教授告诉我，当她开始减肥计划时，她那位同为有色人种终身教授的丈夫祈求她不要丢掉“下面的糖”。

我生活在纳什维尔。纳什维尔和孟菲斯之间一直在进行对抗。在黑色纳什米尔，我们喜欢认为自己是以大学和教堂而著名的极其整洁的棕色城镇。相反，黑色孟菲斯以它的音乐和酒吧还有教堂而闻名。我们经常用道路来取笑彼此城市，说在纳什维尔的每个拐角都有一个教堂，在孟菲斯的每个拐角都有一个教堂和一个酒类商店。现在的说法是，在黑色孟菲斯的每个拐角都有一个教堂，一个酒类商店和一个透析中心。

用于治疗糖尿病的几十亿资金是我们没有用在教育改革和退休津贴上的，而且更糟糕的是，据估计，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到2030年治疗美国的肥胖流行病的全部花费会达到差不多1 万亿美元。

我们必须改变……

兰达尔提议，如果我们真的想解决肥胖症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明白为什么一些人根本不觉得它是问题。你同意吗？

删减版“黑人妇女和肥胖”选自《纽约时报》，2012年5月5日。？2012年《纽约时报》

版权所有，保留所有权利。所使用的内容得到许可，并受美国版权法的保护。

未经书面许可，这些内容禁止印刷、复制、再分发或新的版权转移。

http://www.nytimes.com/2012/05/06/opinion/sunday/why-blackwomen-are-fat.html

其他两种激素则更具有性别特异性的效果。男性和女性都分泌睾丸素和雌激素，但是男性分泌前者更多，而女性分泌后者更多。正如你将在“发展”那章学到的，这两种激素是造成青春期生理和心理改变的主要原因。但它们是否也是成年人性欲消长变化的原因呢？

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如果这些成年人是老鼠的话。睾丸素通过作用在下丘脑的特定区域使雄性老鼠的性欲提高，而雌激素通过作用在下丘脑的另一个区域使雌性老鼠的性欲提高。这些区域的损伤会减少对应性别的性动机，而且当把睾丸素或雌激素用在这些区域时，性动机提高了。简而言之，睾丸素调节雄性老鼠的性欲，而雌激素调节雌性老鼠的性欲和生育能力。

人类的情况更加有趣。大部分雌性哺乳动物（例如狗，猫，老鼠）只有在雌激素水平高时才会对性行为有兴趣，这种情况发生在它们排卵时（也就是它们“动情”或“发情”时）。换言之，雌激素调节这些哺乳动物的排卵和性兴趣。但是女人在每月周期中的任何时间都可以对性感兴趣。虽然女性体内的雌激素水平在月经周期中急剧变化，但有研究提出性欲几乎很少变化。在我们进化过程中的某个时候，女性的性兴趣似乎变得独立于排卵期。


为什么女人不表现出清楚的排卵信号？


一些理论家推测这种独立性的优势是它让男性更难知道女性是否在她每月周期的受孕期。雄性哺乳动物常常是在配偶排卵时小心地守护他们的配偶，但是当他们的配偶没有排卵时，他们就会去寻找其他雌性。如果雄性无法用他配偶的性接受程度来辨别她什么时间排卵，那么他别无选择，只能一直在周围守护她。对于试图让配偶留在家里以帮助抚养孩子的女性来说，连续并独立于生育能力的性兴趣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如果女性的性欲的激素基础不是雌激素，那是什么呢？两个证据表明问题的答案是睾丸素——引起男性性欲的同一种激素。首先，当给女人使用睾丸素时，她们的性欲增加。第二，男人生来比女人的睾丸素多，而且他们普遍有更强的性欲。男人比女人更可能想到性，有性幻想，寻求性和性行为多样性（不管是地点还是伴侣），手淫，在恋爱早期想进行性行为，为了性牺牲其他东西，对性行为持放任态度，而且抱怨伴侣的性欲低（Baumeister，Cantanese和Vohs，2001）。这些都表明睾丸素可能是男人和女人共同的性欲的激素基础。






雌性狒狒胸部的红色（左）表示她在发情期而且愿意进行性行为。女人的性兴趣（右）不局限于她每月周期的一个特殊时间。





性行为



男人和女人可能性欲水平不同，但他们在性行为期间的生理反应非常相似。20世纪60年代之前，人类性行为的数据主要是由人们对关于他们性生活的问题的回答组成的（而且你可能注意到这是一个人们常常不说实话的话题）。威廉·马斯特斯（WilliamMasters）和弗吉尼亚·约翰逊（Virginia Johnson）通过进行开创性的研究改变了这一切，他们在实验室内实际测量了数百个志愿者在手淫和性交时的身体反应（Masters和Johnson，1966）。他们的工作加深了对人类性反应周期
 的理解，它是指
性行为期间生理唤醒的几个阶段

 （见图8.17）。人类的性反应有4个阶段：

➢ 
在兴奋期

 ，性器官内和周围的肌肉张力和血流增加，心率和呼吸频率增加，血压升高。男人和女人的乳头都可能勃起，上半身和面部的皮肤有“性红晕”。男人的阴茎通常变得勃起或部分勃起，而且他的睾丸向上拉起，而女人的阴道常常变得润滑，而且她的阴蒂变得肿胀。

➢ 
在持续期

 ，心率和肌肉紧张更加提高。男人的膀胱关闭以防止小便和精液混合，而且阴茎底部的肌肉开始稳定的有节奏的收缩。男人的尿道球腺可能分泌少量润滑液体（顺便说一下，这经常包含足够导致怀孕的精子）。女人的阴蒂可能轻微回缩，而且她的阴道可能变得更加润滑。她的外阴可能肿胀，而且她的肌肉紧绷，并且减少了阴道口的直径。

➢ 
在高潮期

 ，呼吸变得急促，骨盆肌肉开始一系列有节奏的收缩。男人和女人都会经历肛门和下部骨盆肌肉的快速周期性收缩，而且女人也经常伴有子宫和阴道的收缩。在这个阶段，男人射出大约二到五毫升精液（取决于他们上次性高潮过去了多久，以及在射精之前被唤起了多长时间）。95%异性恋的男人和69%异性恋的女人报告说他们上次性行为时有性高潮（Richters等，2006），不过大体上15%的女人从来没经历过性高潮，不到一半的女人从性交本身体验性高潮，而且大体上一半女人说曾经至少有一次“假装”过性高潮（Wiederman，1997）。女人经历性高潮的频率似乎有遗传的成分（Dawood等，2005）。而且当男人和女人在性高潮时，他们通常体验到强烈的快感，这是不言而喻的。

➢ 
在消退期

 ，肌肉松弛，血压降低，身体恢复到休息状态。大部分男人和女人经历一个不应期，这期间更多的刺激不会产生兴奋。这个阶段可能持续几分钟到几天，通常男性的时间比女性的长。






图8.17人类性反应周期。





男人和女人的性反应周期非常相似。男人和女人都经历兴奋、持续、高潮和消退期，虽然他们反应的时间可能不同。




为什么人们发生性行为？


虽然性是生殖的前提条件，但大部分性行为都不打算生孩子。例如，大学生很少想怀孕，但是他们却发生性行为，原因是
身体吸引

 （“这个人有美丽的眼睛！”），作为一种
达到目的的手段

 （“我想走红”），增加
感情交流

 （“我想更深层次的交流”），以及
缓和紧张

 （“这是我的伴侣愿意和我在一起的唯一方法”；Meston和Buss，2007）。虽然男人比女人更倾向于报告说他们因为纯粹的身体原因发生性行为，但是表8.2 表明男人和女人最频繁的回答没有很大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性行为都是被这些原因驱动的：大约一半大学年龄的女人和四分之一大学年龄的男人报告说在约会中有过不必要的性行为（O’Sullivan和Allegeier，1998）。我们将在“社会心理学”那章讲更多关于性吸引和恋爱的内容。



表8.2 性的原因







心理想要什么


生存和生殖是每个动物的头等大事，因此我们被食物和性强烈驱动这一点并不奇怪。但我们也会被其他东西驱动。我们渴望巧克力之吻和各种浪漫的亲吻，但是我们也渴望友谊和尊重、安全和确定感，智慧和意义以及很多很多。我们的心理动机和我们的生物学动机一样强大，但是它们有两点不同。

第一，虽然我们与大多数动物有相同的生物学动机，但是我们的心理动机是相对独特的。黑猩猩和兔子还有知更鸟以及海龟都会被驱动发生性行为，但似乎只有人类会给该行为赋予意义。第二，虽然我们的生物学动机很少——食物、性、氧气、睡眠以及少数其他东西——我们的心理动机实际是无限的。我们所关心的感觉和思想、知识和信念，拥有和存在的事情太多了，而且多种多样，没有心理学家能列出完整的列表（Hofmann，Vohs和Baumeister，2012）。然而，即使你看着一个不完整的列表，你很快会注意到心理动机在三个主要维度上变化：外在与内在，有意识与无意识，以及趋近与回避。让我们逐个来讨论。



内在的与外在的



参加心理学考试和吃法式薯条在很多方面不同。一个让你疲劳而另一个让你发胖，一个需要你活动嘴唇而另一个不需要，等等。但是这些活动的关键不同是，一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另一个本身就是目的。内在动机
 是指
从事本身具有奖赏的行为的动机

 。当我们因为它好吃而吃法式薯条时，因为感觉良好而锻炼时，或者因为它好听而听音乐时，我们是被内在动机驱动的。这些行为
没有

 报酬：行为本身
就是

 报酬。相反，
外在动机

 是
从事能够导致奖赏的行为的动机

 。当我们为了避免牙龈炎（并获得约会机会）而用牙线清洁牙齿时，当我们为了付房租（并获得约会机会）而努力工作赚钱时，以及当我们为了得到大学学位（并赚钱来得到约会机会）而参加考试时，我们是被外在动机驱动的。这些东西都不能直接带来快乐，但是从长远来看它们都能导致快乐。


为什么人们应该延迟满足？


外在动机备受批评。美国人倾向于相信人们应该“跟随自己的内心”而且“做他们喜欢的事，”而且我们同情那些只是为了取悦他们的父母而选择课程的学生，以及那些只是为了赚一堆钱而选择工作的父母。但事实是，我们因为相信它们将来会带来更大的奖赏而去做这些行为的能力是我们物种最重要的才能之一，而且没有其他物种能做到和我们完全一样的好（Gilbert，2006）。在关于延迟满足能力的研究中（Ayduk等，2007；Mischel等，2004），人们通常面临一个选择，是立刻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例如，一勺冰激凌）还是等待以后得到更多他们想要的东西（例如，两勺冰激凌）。等待冰激凌很像参加考试或者用牙线清洁牙齿：它不是很有趣，但是你做这件事是因为你知道最后你会得到更多的奖赏。研究表明，能延迟满足的4岁的儿童在10年后被认为更聪明、社交能力更强，而且他们进入大学时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成绩更高（Mischel，Shoda和Rodriguez，1989）。实际上，延迟满足能力对一个孩子的学习成绩的预测比智商的预测好（Duckworth和Seligman，2005）。显然关于外在动机有很多值得一提的东西。

对于内在动机也有很多内容要讲（Patall，Cooper和Robinson，2008）。当人们被内在动机驱动时工作更努力，他们更喜欢所做的工作，而且他们更有创造力地工作。两种动机都有优点，所以很多人尝试建立的生活是被同一个活动的内在和外在动机驱动——我们做自己最喜欢的事而且得到一大笔钱。谁没有幻想过成为一个艺术家或者运动员或者坎耶（Kanye）


[1]



 的私人派对策划？唉，研究提出，做你喜欢的事情来赚钱到最后还能喜欢你所做的事情是很难的，因为外在的奖赏能削弱内在兴趣（Deci，Koestner和Ryan，1999；Henderlong和Lepper，2002）。例如，一项研究中，要么付钱给那些本来就喜欢玩拼图的大学生来完成拼图，要么让他们完成拼图但不给钱，结果那些被付钱玩拼图的学生以后不大可能再玩拼图（Deci，1971）。在一个类似的研究中，向那些喜欢用变色笔画画的儿童承诺如果使用变色笔会获得奖品，或者不会获得奖品，于是那些被承诺给奖品的儿童以后不大可能再使用变色笔（Lepper，Greene和Nisbett，1973）。似乎在某些情况下，人们认为给予奖赏意味着一个活动本身不令人快乐；（“如果他们付钱来让我玩这个拼图，它肯定不会很有趣。”）因此奖赏可以导致人们失去他们的内在动机。


为什么奖赏有时适得其反？


正如奖赏可以削弱内在动机一样，惩罚可以建立内在动机。在一项研究中，对没有内在兴趣去玩一个玩具的儿童在实验主试威胁如果他们碰了玩具就要被惩罚的时候，忽然获得了兴趣（Aronson，1963）。如果实验主试明确警告不许作弊，那些对考试作弊没有内在动机的大学生更可能会作弊（Wilson和Lassiter，1982）。威胁表明一个被禁止的活动是值得做的，而且威胁也会产生矛盾的结果，就是促进那些本来打算阻止的行为。例如，当一批日托中心烦透了那些接孩子迟到的家长时，有些日托中心对迟到制定了罚款。如图8.18 所示，罚款导致迟到数量
增加

 （Gneezy和Rustichini，2000）。为什么？因为家长是被内在动机驱动来接他们的孩子而且他们一般尽力做到准时。但是当日托中心对迟到处以罚款时，家长变成被外在动机驱动来接孩子——而且由于罚款金额不是特别大，他们决定交一点罚款来让他们的孩子在日托中心多待一个小时。当威胁和奖赏把内在动机变成外在动机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






图8.18 当威胁适得其反时。





威胁可以导致曾经被内在动机驱动的行为变成被外在动机驱动。对迟到的家长处以罚款的日托中心发现迟到的家长数量增加了。





有意识的与无意识的



当获奖的艺术家或科学家被要求解释他们的成就时，他们通常这样说，“我想把颜色从形式中解放出来”或“我想治愈糖尿病”。他们几乎不会说，“我想超越我爸爸的成就，从而向我妈妈证明我值得她爱”。人们显然有有意识的动机
 ，即
人们意识到的动机

 ，但是他们也有无意识的动机
 ，即人们
没有意识到的动机

 （Aarts，Custers和Marien，2008；Bargh等，2001；Hassin，Bargh和Zimerman，2009）。

例如，心理学家大卫·麦克莱兰（David McClelland）和约翰·阿特金森（JohnAtkinson）认为人们的成就需要
 不同，即
解决有价值的问题的动机

 （McClelland等，1953）。他们认为这个基本动机是无意识的，因此一定要用特殊的技术如主题统觉测验来测量，该测验给人们呈现一系列图画，让他们根据图画讲故事。某个人的故事中“与成就相关的意象”的数量从表面上说明了这个人的无意识的成就需要。（在“人格”那章你将学到更多这类测验。）虽然关于这类测验的效度和信度存在很多争议（Lilienfeld，Wod和Garb，2000；Tuerlinckx，De Boeck和Lens，2002），但是研究表明一个人在这个测验中的反应可靠地预测了这个人在特定环境中的行为。例如，它们可以预测儿童在学校的学习成绩（Khalid，1991）。研究还提出这个动机可以像思维和情绪那样被“启动”。例如，当像成就这样的词非常快地呈现在电脑屏幕上以至于人们不能有意识地知觉到它们时，那些人就会特别努力地解决一个难题（Bargh等，2001）而且如果他们失败了会特别不高兴（Chartrand和Kay，2006）。

什么决定了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的动机？大多数行为有一个以上的动机，而且罗宾·瓦莱契（Robin Vallacher）和丹尼尔·韦格纳（Daniel Wegner）（1985，1987）提出完成一个行为是容易还是困难决定了我们将会意识到哪些动机。


什么让人们意识到他们的动机？


当行为简单的时候（例如，扭一个灯泡），我们意识到最
一般的动机

 （例如，能帮上忙），但是当行为困难的时候（例如，扭一个卡在灯座里的灯泡），我们意识到更特殊的动机（例如，把螺纹对准）。瓦莱契和韦格纳认为人们经常意识到他们行为的一般动机，只有在他们遇到问题时才会意识到更特殊的动机。例如，一个实验中，被试用一个正常的杯子喝咖啡，或者用一个有着非常沉底座的杯子喝咖啡。当问他们在做什么时，用正常杯子喝咖啡的人解释说他们在“满足需要”，而用沉重的杯子喝咖啡的人解释说他们在“吞咽”（Wegner等，1984）。我们执行一个行为的难易程度是决定我们能否意识到自己的动机的很多因素之一。






迈克尔·菲尔普斯（MichaelPhelps）显然有很高的成就需要，这就是他最终成为有史以来最充满荣誉的奥林匹克运动员的原因之一。





趋近与回避



诗人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1956）写道：“所有男人在死前应该努力学习/他们逃避什么，趋向什么，以及为什么。”享乐原则描述了两个概念上截然不同的动机：一个“趋向”快乐的动机和一个“逃避”痛苦的动机。这些动机被心理学家称为趋近动机
 ，即
经历积极结果的动机

 ，和回避动机
 ，即
不去经历消极结果的动机

 。快乐不仅仅是缺少痛苦，痛苦也不仅仅是缺少快乐。它们是发生在大脑中不同部位的互相独立的体验（Davidson等，1990；Gray，1990）。

研究提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回避动机通常比趋近动机更强大。如果一个游戏中抛硬币得到正面就付给他们10美元，但是如果是背面他们要付8 美元，那么大部分人都会拒绝抛硬币，因为他们相信输掉8 美元的痛苦比赢10美元的快乐更强烈（Kahneman和Tversky，1979）。因为人们认为，和相同数量的获利相比，损失会诱发更强的情绪反应，所以与获得利润相比，他们更有可能冒险去避免损失。当被试被告知一个疾病会使600人死亡，而且要在使用A 疫苗还是B 疫苗之间做选择，A 疫苗可以挽救200人，B 疫苗有三分之一的几率挽救所有人，有三分之二的几率一个人也挽救不了，这时四分之三的被试决定谨慎行事并选择A 疫苗。但是，当要求人们在C 疫苗和D疫苗之间选择，C 疫苗使400人死亡，D 疫苗有三分之一的几率没有人死亡但有三分之二的几率所有人都会死亡，这时大约四分之三的被试决定赌博选择D 疫苗（Tversky和Kahneman，1981）。现在，如果你计算一下，你很快就会发现A 疫苗和C 疫苗是一样的，B 疫苗和D 疫苗是一样的。对相同疫苗的描述只是用两种方式来说同一个事情。但是，当用死亡的数量（像C和D 那样）而不是用挽救生命的数量（像A和B 那样）来描述疫苗时，大部分人都愿意冒个大风险。有趣的是猴子也表现出相同的趋势（Lakshminarayanan，Chen和Santos，2011）。


被驱动的回避和被驱动的趋近之间的不同是什么？


平均来说，回避动机比趋近动机强烈，但是这两个趋势的相对强度在人和人之间有些不同。下一页的表8.3 展示了用于测量一个人趋近和回避趋势的相对强度的一系列问题（Carver和White，1994）。研究表明，那些用高趋近性项目描述自己的人比不用被高趋近性项目描述的人在获得奖赏时更高兴，而那些用高回避性项目描述自己的人比那些没有被高回避性项目描述的人在受到威胁时更加焦虑（Carver，2006）。正如一些人对奖赏比对惩罚更敏感一样（反之亦然），一些人通常认为他们的行为是试图获得奖赏而不是回避惩罚（反之亦然）。有促进焦点的人通常以获得利润为思考依据，而有预防焦点的人通常以回避损失为思考依据。在一项研究中，被试被要求做字谜任务。一些被试被告知他们参加这个实验将得到4 美元，但是如果他们找出90%以上的全部可能单词就能多赚一美元。另一些被试被告知他们参加这个实验将得到5 美元，但是他们可以避免因为遗漏了超过10%的可能单词而损失一美元。有促进焦点的人在第一种情况下比第二种情况下表现好，但是有预防焦点的人在第二种情况下比第一种情况下表现好（Shah，Higgins和Friedman，1998）。类似地，具有高成就需要的人通常在某种程度上更能被他们对成功的希望所驱动，而具有低成就需要的人通常在某种程度上更能被他们对失败的恐惧所驱动。



表8.3 测量行为抑制系统和行为激活系统的量表






那么，人们想回避的最大的东西可能是什么？所有动物都在努力活着，但只有人类认识到这种努力最终是徒劳的，而且死亡是生命必然的终点。一些心理学家提出，回避与死亡有关的焦虑的动机造成了一种“存在恐惧”的感觉，而且我们的大量行为仅仅是试图处理好这种感觉。恐惧管理理论a是一个关于人们对知晓他们自身必然死亡如何做出反应的理论，它认为人们处理他们的存在恐惧的方法之一是发展出一种“文化世界观”——一系列关于什么是“好”、“正确”和“真实”的共同的信念（Greenberg，Solomon和Arndt，2008；Solomon等，2004）。这些信念使人们把自己看做不只是平凡的动物，因为他们居住在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在这世界里他们能获得象征性的永生（例如，通过留下一大笔遗产或生孩子）而且可能甚至是真正的永生（例如，通过表现虔诚并在来世获得一席之地）。根据这个理论，我们的文化世界观是一个防护罩，用来缓解因知晓我们自己必然死亡而产生的焦虑。


人们如何处理对死亡的认识？


恐惧管理理论产生了
死亡突显性假设

 ，该假设预测那些想起自己必然死亡的人们将会加强他们的文化世界观。在过去的20年中，这个假设被将近400个研究支持。结果显示，当使人们想起死亡的时候（经常以很微妙的方式，例如在实验室中把单词“死亡”闪现几毫秒，或在恰巧接近墓地的街道拐角拦住人们），他们更倾向于赞扬和奖励那些和自己有相同文化世界观的人，贬低和惩罚那些和他们文化世界观不一样的人，看重他们的配偶和为自己的国家辩护，对“动物性”的行为例如哺乳感到厌恶，等等。所有这些反应可能是支持其文化世界观的方法，从而可以抵抗由于提醒其必然死亡而自然引起的焦虑。

小结



▲ 情绪通过提供有关世界的信息来间接驱动我们，但是它们也能直接驱动我们。





▲ 享乐原则认为人们趋近快乐并回避痛苦，而且这个基本动机是其他所有动机的基础。所有生物出生时就有某些动机，通过经验再习得其他动机。





▲ 当身体感到缺乏时，我们会感到一个要弥补缺乏的驱力。生物的动机常常优先于心理动机。生物动机的一个例子是饥饿，它是一个复杂的生理过程系统的结果，而且这个系统的问题可以导致饮食障碍和肥胖症，这两个问题都难以克服。另一个生物动机的例子是性兴趣。男人和女人在性行为中经历了大致相同的生理事件顺序，他们发生性行为的大部分原因相同，他们都有被睾丸素调节的性驱力。





▲人们有很多心理动机，这些心理动机在三个主要维度上变化。内在动机可以被外在奖赏和惩罚削弱。人们通常意识到比较一般的动机，除非行为的困难迫使他们意识到那些通常是无意识的更特殊的动机。回避动机一般比趋近动机更强烈，不过这一点对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适用。



本章回顾


关键概念小测试


1.情绪可以被它们在哪两个维度上的位置来描述？

a.动机和尺度

b.唤醒度和效价

c.刺激和反应

d.痛苦和快乐

2.哪些理论家提出一个刺激同时引起情绪体验和生理反应？

a.坎农和巴德

b.詹姆斯和兰格

c.沙赫特和辛格

d.克吕弗和布希

3.哪个大脑结构最直接地参与了对一个刺激是好还是坏的迅速评价？

a.皮质

b.下丘脑

c.杏仁核

d.丘脑

4.通过____，我们可以借助改变诱发情绪的刺激的意义来改变情绪体验。

a.钝化

b.评价

c.效价

d.重评

5.下列选项哪个不支持普遍性假设？

a.先天失明的人做出与基本情绪有关的面部表情。

b.刚出生几天的婴儿对苦味做出厌恶的表情。

c.经过设计的机器人能呈现表情。

d.研究者发现，生活在石器时代并与外界隔绝的人可以识别西方人的表情。

6.____观点是表情可以引起情绪体验。

a.表达规则

b.表情欺骗

c.普遍性假设

d.面部反馈假说

7.两个朋友请你帮他们解决分歧。你听完每个人的观点，对一个观点有情绪反应，但是你没有表达出来。这是哪个表达规则的例子？

a.去强化

b.掩盖

c.中性化

d.强化

8.下列选项哪个不能辨别真实和虚假的表情？

a.时间模式

b.持续时间

c.对称

d.轻浮

9.下列哪个陈述不正确？

a.某些面部肌肉稳定地参与真实的面部表情。

b.即使有时人们勇敢地用笑来掩饰失望，他们的脸上常常表达出一阵短暂的失望。

c.研究表明人类洞察谎言的能力非常好。

d.多导生理记录仪检测谎言的正确率高于随机水平，但它们的出错率仍然很高。

10.享乐原则陈述了____。

a.情绪为人们提供信息

b.人们被驱动去体验快乐和回避痛苦

c.人们把心情作为在一项任务上取得成功的可能性的信息

d.动机只能通过经验获得

11.根据早期心理学家的观点，一种寻求某个目标的非习得的倾向叫作____。

a.本能

b.驱力

c.动机

d.矫正行为

12.根据马斯洛的观点，我们最基本的需要是“____”。

a.自我实现和自尊

b.生物的需要

c.在其他需要都满足之后才是重要的

d.归属感和爱

13.下列哪一项不是心理动机变化的维度？

a.内在—外在

b.有意识—无意识

c.回避—趋近

d.评价—重评

14.以下哪个陈述是正确的？

a.男人和女人进行性行为的原因很多是相同的。

b.男孩和女孩在不同的年龄体验最初的性兴趣。

c.男人和女人的生理唤醒顺序非常不同。

d.人类的男性性驱力由睾丸素调节，而人类的女性性驱力由雌激素调节。

15.以下哪个活动最可能是外在动机的结果？

a.完成纵横字谜

b.追求成为音乐家的事业

c.吃冰淇淋作为甜点

d.用牙线剔牙


关键术语


情绪

詹姆斯-兰格理论

坎农-巴德理论

二因素理论

评价

情绪调节

重评

表情

普遍性假设

面部反馈假说

表达规则

动机

享乐原则

内稳态

驱力

神经性贪食症

神经性厌食症

新陈代谢

人类性反应周期

内在动机

外在动机

有意识的动机

无意识的动机

成就需要

趋近动机

回避动机

恐惧管理理论


转变观念


1.一位朋友临近毕业并得到了几个工作机会。“我去了第一个面试，”她说，“而且我真的喜欢这个公司，但是我知道我不应该在做困难的决定时依赖第一印象。你应该完全理性而且不让自己的情绪成为障碍。”情绪常常是理性决定的障碍吗？情绪在哪些方面能帮助我们做决定？

2.在看电视时，你和一个朋友了解到一个名星在餐馆里用拳打了一个粉丝。“我失去了理智，”这个明星说，“我看到我在做什么，但是我不能控制自己。”根据电视报道，这个明星被判处去参加愤怒管理课程。“我不是为暴力辩解，”你的朋友说，“但是我也不确定愤怒管理课程有什么用。你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你只是感觉它们。”关于我们尝试控制自己情绪的方法，你能给你朋友举什么例子？

3.你的一个朋友刚被她男朋友甩了，而且她非常伤心。她整天待在房间里哭泣，拒绝出门。你和你的室

友决定在这个困难的时期留心照顾她。“消极情绪非常有破坏性，”你的室友说，“我们最好没有消极情绪。”你会告诉你室友什么？消极情绪在哪些方面对我们的生存和成就是关键的？

4.一个朋友是学教育学专业的。“我们今天学习到，有几个城市，包括纽约和芝加哥，给通过课程或在成绩测验中表现好的学生现金奖励。这是在贿赂孩子得高分，你一停止发钱，他们就会停止学习。”你的朋友认为外部动机削弱了内部动机。这个情况在哪些方面更复杂？

5.你的一个朋友是个健身爱好者，他所有业余时间都在锻炼，而且对他的腹肌线条非常骄傲。但是他的室友非常胖。“我经常告诉他节食和锻炼，”你朋友说，“但是他根本没有减掉一点重量。如果他稍微有多一点的意志力，他就能成功。”你会告诉你朋友什么？当一个人减肥有困难时，什么因素会导致这个困难？


关键概念小测试答案


1.b；2.a；3.c；4.d；5.c；6.d；7.c；8.a；9.c；10.b;11.a；12.b；13.d；14.a；15.d.


需要更多帮助吗？更多的资源请参见LaunchPad 网站：


http://www.worthpublishers.com/launchpad/schacter3e


情绪（emotion）
 
一个与特定生理活动模式联系在一起的积极或消极的体验。




詹姆斯-兰格情绪理论（James-Lange theory）
 
关于一个刺激引起躯体活动，然后躯体活动产生大脑中的情绪体验的理论。




坎农-巴德理论（Cannon-Bard theory）
 
关于一个刺激同时引起躯体活动和大脑中的情绪体验的理论。




二因素理论（two-factor theory）
 
关于情绪是基于对生理唤醒的原因的推理的理论。




评价（appraisal）
 
对一个刺激中与情绪相关的方面的评估。




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
 
人们影响自身情绪体验所使用的策略。




重评（reappraisal）
 
通过改变对唤起情绪的刺激的思考方式来改变个人的情绪体验。




表情（emotional expression）
 
一种情绪状态的可观察的信号。




普遍性假设（universality hypothesis）
 
表情对每个人都有相同的含义。




面部反馈假说（facial feedback hypothesis）
 
情绪表情能引起它们所表示的情绪检验。




表达规则（display rule）
 
恰当表达情绪的规范。




动机（motivation）
 
一个行为的目的或心理原因。




享乐原则（hedonic principle）
 
人们被动机驱动去体验快乐和避免痛苦的主张。




内稳态（homeostasis）
 
一个系统采取行动来使自身保持在一个特定状态的趋势。




驱力（drive）
 
由生理需要引起的内部状态。




神经性贪食症（bulimia nervosa）
 
一种饮食性疾病，特点是暴饮暴食之后清洗胃肠。




神经性厌食症（anorexia nervosa）
 
一种饮食性疾病，特点是对变胖有强烈的恐惧，而且严重限制食物摄入量。




新陈代谢（metabolism）
 
身体消耗能量的速率。




人类性反应周期（human sexual response cycle）
 
性行为期间生理唤醒的几个阶段。




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
 
从事本身具有奖赏的行为的动机。




外在动机（extrinsic motivation）
 
从事能够导致奖赏的行为的动机。




有意识的动机（conscious motivations）
 
人们意识到的动机。




无意识的动机（unconscious motivations）
 
人们没有意识到的动机。




成就需要（need for achievement）
 
解决有价值的问题的动机。




趋近动机（approach motivation）
 
经历积极结果的动机。




回避动机（avoidance motivation）
 
不去经历消极结果的动机。




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关于人们通过发展出一种“文化世界观”来处理他们的存在恐惧的理论。







[1]

 坎耶·欧马立·韦斯特（Kanye Omari West，1977年6月8日— ），是一位美国的饶舌歌手、唱片制作人、作家和歌手，目前为止共发行了四张专辑。在2008年5月16日，坎耶·韦斯特被MTV 电视台选为该年度“最热门饶舌歌手”。——译者注





彩插








如果失聪婴儿出生后就跟父母学习手语，他们的双手动作也会表现出“牙牙学语”。








语言发展的里程碑反映的是语言学习经验，而不是一般认知能力的发展。








婴儿能够模仿成年人的面部表情——当然，反之亦然。








儿童不是孤独的探索者。








图11.18 年轻和年长大脑的双侧性。








图12.5 大脑中的自我概念。








为什么现在这么流行“群体中的生存斗争”之类的真人秀节目？








图16.6 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对脑的影响。








端粒（黄色部分）。








图14.5 疼痛的大脑。








图15.6 患有精神分裂症的青少年脑组织缺损。






第9章 语言与思维



一个名为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的英国男孩具有非凡的语言天赋。他6岁时就从姐姐的教科书上学会了法语；仅用3个月的时间就通过教科书掌握了希腊语。更为惊人的是，他长大成人后能熟练使用16种语言进行交流。对他进行英语—法语翻译测试时，得分与法语母语者一样好。向他呈现人造语言时，他能轻而易举地推敲出其复杂规则，实际上就连资深的语言专业学生都很难破解这些规则（Smith和Tsimpli，1995）。

如果你认为克里斯托弗非常聪明、甚至是个天才，那么你就错了。他在标准智力测验上的得分远低于一般水平。连4岁小孩能够顺利通过的简单智力测验，他都不能完成；他甚至不能掌握像井字游戏这样简单的游戏规则。虽然展现出非凡的语言天赋，他一直在教习所生活，因为他不具备独立生活所需的决策、推理或问题解决等认知能力。

克里斯托弗的优势与弱势充分说明，认知是由一系列不同的能力组成的。有些人能够快速学会语言，但是不一定具有决策和解决问题的天赋；有些人擅长推理，但是学习语言的能力却一般。这一章会讲述五种高级认知能力：习得和运用语言，形成概念和范畴，决策，问题解决与推理。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在以上五个方面表现出卓越的能力，这些能力把人类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本章将分别讲述每种能力的独特心理特点；同时，从脑损伤个体和神经成像研究两个方面揭示每种能力的神经基础。虽然这五种能力之间有明确的区别，他们也有一些重要的相同之处。这些能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包括工作、学习、人际关系）都发挥着关键作用；如克里斯托弗的例子所示，某一方面的能力缺陷会导致永久的生活失常。












语言与沟通：从规则到语义








蜜蜂通过跳“8”字舞告诉同伴食物相对于蜂巢的位置和距离。



“大部分社会性动物都有一套能彼此间传递信息的沟通交流系统。蜜蜂通过跳“8”字舞告诉同伴食物相对于蜂巢的位置和距离等信息（Kirchner和Towne，1994；Von Frisch，1974）。黑长尾猴能发出3种不同的警报叫声，分别表示不同猎食者出现：豹、鹰和蛇（Cheney和Seyfarth，1990）。“豹声”能让他们快速爬到树的高处；“鹰声”提示他们仰视天空。正如简单的语言一样，每种警报叫声都有特定的意义和功能。


语言（language）
 是
用于沟通的符号系统，这些符号通过语法规则组织在一起、并且传达特定的意义。




语法（grammar）
 是
一套规则，语言单元通过这套规则组织在一起、传递特定的意义。

 个体之间通过语言相互传递信息、协同行动、形成社会纽带。


人类语言和其他动物的交流系统的差异是什么？


人类语言是从其他物种的符号系统发展来的。然而，与黑长尾猴的求救声相比，人类语言具有3个独特的特点。第一，与简单的符号系统不同，人类语言具有复杂的结构。人类能表达广泛的思想和概念，能产生无限的新句子。第二，人类能够用词汇指代抽象事物，如
讽刺

 或
民主

 。这些词汇不可能从简单的“警示声”演化而来。第三，人类在思考时会用语言来命名、归类和描述事物，从而影响知识在大脑中的组织方式。蜜蜂不可能进行有意识的思考：“我今天要向北方飞行、找到更多的花蜜，这样就能给蜂王一个好印象。”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介绍人类语言的复杂结构的构成要素，学习语言的难易程度，以及遗传和环境如何影响语言的习得和使用。我们将通过观察先天语言障碍来揭示语言在大脑中的组织方式；介绍研究人员教猩猩学习人类语言的各种尝试。最后，我们将讨论长期存在的难题：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人类语言的复杂结构



语言的共同特征是什么？


与其他沟通方式相比，人类语言的进化相对较晚。口语大概产生于1至3百万年前，而书面语仅仅出现于6000年前左右。大概有4000多种人类语言，语言学家把其归结为50个语系（Nadasdy，1995）。尽管存在不同之处，所有的语系都共享一个基本的结构，即，包含一系列的声音及其声音的组合规则，从而表达意义。



基本特点





口语区别于噪声的最小的声音单元

 是音素（phonemes）
 。口语的这些基本单元在发音方式上存在差别。如，当说ba的时候，声带在声音开始时就立刻振动；当说pa的时候，在p音起始后的大概60毫秒后，声带才开始振动。在英语中，b和p是不同的音素，因为他们的发音方式不同。

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音系规则（phonological rules）
 ，
根据这些规则，音素组合成口语

 信号。例如，ts在德语中可作为首音，而在英语中则不可以作为首音。通常，人们不需要任何指导就可以学习这些音系规则。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则，口语信号就会听起来很奇怪，即，听起来存在口音。

音素组合成词素（morphemes）
 ，语言的最小意义单元（见图9.1）。例如，听者会把口语信号pat的首音部分识别为pe，但是它没有任何的意义。与之不同，词素pat在语流中是传达意义的。






图9.1 语言单元。





句子——最大的语言单元——可逐渐拆分为更小的语言单元：短语、词素和音素。在所有的语言中，音素和词素构成词，词构成短语，最终组合成句子。



所有的语言都具有语法规则，一般包括词法和句法两类规则。正字法规则（morphological rules）
 说明了
词素是如何组合成词汇的。

 一些词素——实意词素和功能词素——可独立成词。实意词素（content morphemes）指代“事物”或“事件”（如，
狗、猫、拿

 ）。功能词素具有语法功能，例如把句子连接在一起（
和、或者、但是

 ）或指示时间（……的时候）。人类语言中大约一半的词素是功能词素，正是这些功能词素使人类语言形成复杂的结构，从而表达抽象的概念，而不仅仅是指代具体的物体。

依据句法规则，功能词素和实体词素可以进行“组合”、“再组合”，从而形成无限的新句子。句法规则（syntactical rules）
 是一系列规则，
它说明了词汇是如何组合成短语或句子的。

 英语最简单的句法规则是，一个句子必须包含一个或多个名词，名词和形容词或冠词组合成名词短语（见图9.2）。一个句子也必须包含一个或多个动词，动词与副词或冠词组合成动词短语。因此，“狗叫”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而“楼房旁边的大灰狗”则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意义：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

声音和规则是语言传达意义的必要成分。一个句子可以完全符合句法规则，但是却没有任何意义，如著名的美国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举的一个例子（1957，第15页），“无色彩的绿色想法气势汹汹地睡着（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尽管这个句子没有违法任何语法规则，听者却会眉头紧蹙、不知所云。语言通常能够很好地表达意思，但日常生活中也会有误解发生。这些误解有时来源于句子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之间的差异（Chomsky，1975）。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
 是指
句子的意义；

 表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
 是指
句子的措辞方式。

 “狗追猫”和“猫被狗追”具有同样的深层结构，但是不同的表层结构。






图9.2 句法规则是词汇组合成句子所依据的规则。





每个句子必须包含一个或多个名词，名词和形容词或冠词组合成名词短语。一个句子也必须包含一个或多个动词，动词与副词或冠词组合成动词短语。




句子的语义还是措辞更容易识记？


产生一个句子时，你起始于句子的深层结构（句子的意义），然后建构一个表层结构来传达意义。句子的理解正好相反，你先加工句子的表层结构，然后抽取句子的深层结构。句子的深层结构一旦形成，句子的表层结构往往会被遗忘（Jarvella，1970，1971）。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向被试呈现故事录音，然后在测验阶段让被试挑选出所听到的句子（Sachs，1967）。当与故事中的句子相比，测试阶段的句子具有相同的深层结构、但是不同的表层结构时，被试往往不能做出正确选择。例如，故事中的句子是“他拍了约翰的肩膀（He struck John on the shoulder）”，被试经常认为他们听到的句子是“约翰的肩膀被他拍了（John was struck on the shoulder by him）”。相反，被试能正确拒绝句子“约翰拍了他的肩膀（John struck him on the shoulder）”，因为这个句子的深层结构与原句不同。






为什么我们快速地遗忘句子的表层结构，但却能有效地进行交流？这一现象能给人类带来什么益处？




语言的发展


语言是复杂的认知技能，但是在上学之前，我们就能与玩伴和家人进行复杂的对话。语言发展的三个特征值得我们牢记。第一，儿童学习语言的速度惊人。1岁孩子的词汇量大概是10。到4岁时，他们的词汇量迅速扩展到1000，平均
每天

 大概学习6至7个新词。第二，儿童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很少犯错；即使有错误出现，这些错误往往是语法规则的过度迁移造成的（这将在随后详细介绍）。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技能。“任何一个包含10个词汇的句子，都有3百万种词汇重组方式，但是只有几种组合方式是符合语法规则并且富有意义的”（Bickerton，1990）。第三，对于儿童来说，被动语言学习快于主动语言学习。在语言发展的每个阶段，儿童的语言理解能力好于表达能力。



口语声音的区别性特征




什么语言能力是儿童具有、而成人没有的？


刚出生时，婴儿能区分出人类语言中的所有声音。在出生后的6个月内，他们就失去了这一能力；像大人一样，他们只能区分出母语中的一些对比性声音。例如，在英语中，l和r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发音，比如词汇read
 和lead
 ；然而在日语中，l和r两个音很难区分、属于同一音素。成人日语母语者不能区分l和r；然而，成人英语母语者能很容易地区分这两个音——刚出生的日语婴儿也表现出了与成人英语母语者相同的区分能力。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创建了一系列重复发音，如“la-la-la”或“ra-ra-ra”（Eimas等，1971）。他们控制一个安抚奶嘴，每当婴儿吮吸奶嘴时，就会自动播放“la-la”音。在实验中，刚出生的婴儿开始时很感兴趣，一直吮吸奶嘴、播放“la-la”音。过了一会，婴儿失去了兴趣，吮吸频率降到了刚开始时的一半。此时，研究者把重复播放的声音调换成了“ra-ra”音。日本婴儿重新恢复了吮吸奶嘴的兴趣，这表明他们能区分旧的、无趣的刺激“la”和新新的、有趣的刺激“ra”。

刚出生的婴儿虽然能区分口语声音，但是他们还不能发出这些声音，主要依靠咕咕学语（主要是一些简单的元音，如ah-ah）、哭声和笑声以及其他声音进行交流。4至6个月的婴儿开始牙牙学语，他们能把元音和辅音组合在一起构成音节，虽然这些音节没有任何意义。无论是哪种母语的婴儿，牙牙学语都会经历同样的阶段。例如，d和t的发音早于m和n的发音。即使天生失聪的婴儿也会发出他们从没听过的声音，表现出与正常婴儿一样的发音历程（Ollers和Eilers，1988）。这说明婴儿不仅仅是在模仿他们听到的声音，牙牙学语是语言发展历程中的自然而然的一个阶段。最近的研究发现，牙牙学语说明婴儿已经开始集中注意准备学习语言（Goldsteiin等，2010）。与正常婴儿相比，失聪婴儿的牙牙学语相对较晚（开始于出生后的11个月，而不是6个月），而且数量相对较少。

然而，牙牙学语得以继续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婴儿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实际上，若出现牙牙学语的延迟发展或停滞，我们有必要去检查一下婴儿的听力问题。牙牙学语出现问题会导致口语障碍，但是不一定会阻碍言语的习得。如果父母用美国手势语（ASL，American Sign Language）与他们进行交流，失聪儿童也会在正常年龄用手语进行牙牙学语——大约在4至6个月（Petitto和Marentette，1991）。他们的牙牙学语包络组成ASL的一些基本手语音节。






如果失聪婴儿出生后就跟父母学习手语，他们的双手动作也会表现出“牙牙学语”，这一现象的出现时间与正常婴儿的牙牙学语时间相同。（见插页）





语言发展的里程碑



在出生后的10至12个月，婴儿开始说出（或用手势表示）第一个词汇。在18个月时，婴儿能够说出大约50个词汇，而且他们能理解的词汇量比能说出的词汇量高出好几倍。开始走路的幼童一般先学习名词，然后再学习动词；他们学习的名词一般是日常生活中具体物体的名称（如，椅子、桌子、牛奶）（见表9.1）。此时，词汇量会有爆炸式增加。到上学时，儿童的词汇量至少有10000。到五年级时，儿童的词汇量能达到40000。上大学时，学生的平均词汇量大概是200000。快速投射（fast mapping）
 指
仅仅经过一次接触、儿童就能把词汇投射到其深层概念上

 ，快速投射能使儿童快速学习词汇（Kan和Kohnert，2008；Mervis和Bertrand，1994）。儿童学习语言如此容易，这与之后学习其他概念或技能（如，数学、写作）所要付出的努力形成鲜明对比。


2岁儿童已掌握了语言的基本规则，其具体表现是什么？


在24个月时，儿童开始产生“双词句”，如“更多牛奶（more milk）”或“扔球（throw ball）”。这类句子被称为电报式语言（telegraphic speech）
 ，因为他们
仅仅由实词构成，不包含任何功能词素。

 尽管不包含介词、冠词等功能词汇，这些双词句是符合语法的，即，词汇的排列顺序符合母语的句法规则。所以，例如，如果孩子想让你把球扔给他，他会说“扔球（throw ball）”、而不是“球扔（ball throw）”；他想要更多的牛奶时，他会说“更多牛奶（more milk）”、而不是“牛奶更多（milk more）”。这些简单的句子表明，2岁的儿童已经掌握了他所学习的母语的句子规则。



语法规则出现




为什么说儿童不可能是通过模仿来学习语言？


儿童学习语法非常容易，他们产生句子时所犯的一些有趣的错误就是很好的证据。如果你听2或3岁儿童说话，就会发现，对于常见动词，他们会运用正确的过去式，如“我跑了（I ran）”和“你吃了（you ate）”。当4或5岁时，对于同样的动词、同一组儿童却运用错误的过去式，如“I runned”和“you eated”，而且他们从未听别人使用过这种错误过去式（Prasada和Pinker，1993）。因为年幼的儿童会记住表达他们想交流的信息的具体发音（即，词汇）。但是，当儿童掌握了母语的语法规则后，他们会过度泛化这些规则。例如，当他知道过去式是在动词后加ed时，规则的过度泛化就使得run的过去式变为runned甚至是ranned，而不是ran。

这些错误表明语言习得不仅仅是简单地模仿成人的语言。相反，儿童通过所听到的话语总结出句法规则，然后运用这些规则创造出他们从没听过的言语形式。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不需要意识到他们学过的语法规则。实际上，儿童或成人很少能明确说出自己母语的语法规则，但是，他们说出的句子都是符合规则的。

到3岁时，儿童能产生包含功能词的完整的简单句子[如，
给我那个球（Given me the ball）和那个是我的（That belongs to me）]

 。在接下来的2年内，句子变得更加复杂。到4、5岁时，语言习得的各个方面都已完成。随着儿童的进一步成熟，他们的语言技能变得更加精湛，能理解语言的微妙用意，如幽默、讽刺或反语。



表9.1 语言发展的里程碑








语言发展与认知发展



语言发展一般经历一系列的阶段；完成一个阶段之后、再进入下一个阶段。几乎所有的婴儿都会顺次经过以下阶段：单字句，电报式语言，包含功能词的简单句。我们很难找到有力的证据证明婴儿可以直接进入简单句阶段，尽管有些骄傲的父母如此宣称，可能包括你自己的父母！语言顺序式的发展与非语言认知能力的发展密切相关（Shore，1986；Wexler，1999）。例如，儿童的单词或双词句阶段可能与他们有限的工作记忆容量有关，即，工作记忆只能容纳一个或两个词；只有其他认知能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们才会具备产生简单句的能力。相反，儿童语言的顺次发展可能与他们的语言经验相关，即，反映了儿童的语言知识的逐渐增加（Bate和Goodman，1997；Gillette等，1999）。


为什么有关国际收养儿童的研究特别有用？


我们很难把这两种可能性分离开。最近一些研究运用新的策略来考察这一问题，即，一些被领养的儿童在领养前没有接触过英语，研究者观察这些领养儿童是如何学习英语的（Snedeker，Geren和Shafto，2007，2012）。据官方统计，2012年美国有超过8600名国际领养儿童（U.S.Department of State，2013）。这些领养儿童的绝大部分是婴儿或学步儿，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学前儿童。通过考察这些学前儿童学习英语的模式可揭示语言发展和认知发展之间的关系。如果婴儿语言的顺次性发展只是一般认知能力发展的副产品，那么年长的领养儿童会表现出不一样的语言发展模式。相反，如果语言发展的里程碑与语言经验密切相关，那么年长的领养儿童会向婴儿一样表现出顺次性语言发展。

斯内德克（Snedeker）和同事于2007年研究了年龄介于1.5岁至5.5岁之间的领养儿童（Snedeker等，2007），这些领养儿童在3至18个月前从中国来到美国。研究者把材料邮寄给父母，他们定期给领养儿童录音，并且填写问卷描述儿童的语言特点。研究者把这些资料与婴儿单语者的资料相比较。结果非常清晰：与婴儿一样，学龄前领养儿童也表现出顺次性语言发展。他们首先产生单字句，然后逐渐发展到简单句阶段。同时，与婴儿相同，他们掌握的词汇主要是名词，很少产生功能词。

结果表明，某些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里程碑与语言经验密切相关。然而，领养儿童的词汇量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婴儿，这可能是一般认知能力的发展造成的。总体来看，这项研究告诉我们，早期语言发展中的关键转折点是人类语言习得的独特特点，这不受一般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斯内德克和同事在2012年的研究为这个结论提供了更多支持，也证明了一般认知能力的发展在语言发展中的作用（Snedeker等，2012）。例如，对于一些指代“过去”或“将来”的词汇，例如，
明天，昨天，以前

 或
以后，

 领养儿童的学习速度显著快于婴儿，这可能是因为婴儿在表征抽象概念时存在困难；因此，与认知发展更加成熟的学龄前儿童相比，婴儿需要用更多的时间掌握抽象概念。






学龄前中国儿童被母语为英语的父母收养。与母语为英语的婴儿一样，这些收养儿童顺次经历语言发展的关键里程碑。语言发展的里程碑反映的是语言学习经验，而不是一般认知能力的发展。（见插页）




语言发展理论


我们已经对语言发展有所了解，那么它的内部机制是什么呢？语言习得的机制尚无定论；时至今日，还存在3种理论的激烈相争：行为论、先天论、交互作用论。



行为主义者的解释




对于一个行为主义者来说，为什么儿童会重复“da-da”而不会重复“Prah”？


斯金纳（B.F.Skinner）的语言学习的行为论认为，我们学习语言与我们学习其他技能的方式相同：通过强化、塑造、消退和你在“学习”那章学过的其他操作条件反射原则完成（Skinner，1957）。随着婴儿的逐渐发展，他们开始尝试说话。那些没有得到强化的发音逐渐消退，那些得到强化的发音逐渐保留下来。例如，当婴儿发出“Prah”的音时，很多父母都不感兴趣。然而，当一个发音即使与“da-da”有微弱的相似时，宠爱的父母也会微笑、大叫或口头表扬“好孩子”，使发音得到强化。长大的儿童也会模仿他们所听到的话语。父母和其他长辈会强化那些符合语法规则的模仿，忽视或惩罚那些不符合语法规则的模仿，从而塑造儿童的语言。“我要牛奶不是（I no want milk）”这句话可能会被父母的各种否定反应而压制；然而“我不要牛奶，谢谢（No milk for me，thanks）”则可能得到父母的表扬而被强化。

行为主义者的解释是富有吸引力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语言发展的简单阐述，但是这一理论不能解释一些语言发展的基本特点（Chomsky，1986；Pinker，1994；Pinker和Bloom，1990）。

第一，父母并没有花很多时间来教给儿童语法。在一项设计周密的实验中，研究者发现父母更多的对儿童说话的内容做反应，而不是对话语是否符合语法做反应（Brown和Hanlon，1970）。例如，当儿童表达自己的感受“没人喜欢我（Nobody like me）”时，他/她的妈妈会说“为什么你会这样想（Why do you think that）？”或“我喜欢你（I like you）！”而不会说“现在，认真听好，跟我重复：没人喜欢我（Now，listen carefully and repeat after me：Nobody likes me）”。

第二，儿童产生的符合语法的句子远远多于他们听到的句子。这说明儿童不仅仅是在模仿，他们是在运用句法规则来创造新句子。如前所述，同一深层结构可表达为几个表层结构不同的句子。这几个具有不同表层结构的句子，儿童在语言学习过程中不可能全都听到过，也不可能全都被强化过；更合理的解释是，儿童具备了产生合理句子的能力。

第三，如前所述，儿童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犯的错误可能是语法规则过度泛化。根据行为主义的解释，如果儿童仅仅通过尝试错误或模仿学习语言，就不会出现过度泛化的现象。也就是说，如果语言是通过强化个别的短语或句子来发展的，儿童很难去进行过度泛化。



先天论



语言和认知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当时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57，1959）对行为论进行了强烈的抨击。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学习能力是内置于大脑中的，这使得人们通过简单的接触就能快速学习语言。乔姆斯基和同事认为，人类的语言学习能力具有特异性，区别于一般智力。先天论（nativist theory）
 认为，
语言发展是一种先天的生物能力。

 乔姆斯基认为，人类大脑里具有语言习得装置（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LAD）
 ，即，
促进语言发展的一系列程序。

 语言发展是伴随婴儿的成长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只要婴儿能接受到足够的刺激输入，他们就能维持这种语言发展能力。

克里斯托弗的故事与语言发展的先天论观点一致。他具有学习语言的天赋，但是他的总体智力水平低下，这说明语言发展的能力与其他认知能力不同。有些人表现出了完全相反的模式：他们具有一般水平或接近一般水平的智力，但是他们的语言存在某种问题或是无法学习语言。这就是遗传性言语障碍（genetic dysphasia）
 ，
虽然具有正常的智力水平，但是不具备学习语法结构的能力的症状。

 遗传性言语障碍一般通过一个主导基因在家族中传递（Gontier，2008；Gopnik，1990a，1990b；Vargha-Khadem等，2005）。下面是具有这种言语障碍的儿童所产生的句子：



She remembered when she hurts herself the other day.（她记得那天当她伤害自己的时候。）





Carol is cry in the church.（卡罗尔在教堂里哭。）



上述谈话中的儿童都具有正常的智力水平，但是，他们的语法存在问题，即使接受特殊语言训练后也没有改观。当问他们周末做什么时，一名儿童写到“周六，我看电视（On Saturday I watch TV）”。老师把她写的句子更正为“周六，我看了电视（On Saturday，I watched TV）”，并且特别强调动词的过去式要加-ed。一个星期后，老师又要求她描述周末的活动。她写到“周六，我洗漱，我看了电视，我上了床（On Saturday I wash myself and I watched TV and I went to bed）”。我们发现，即使她记住了特定动词的过去式
看了

 （watched）和
上了

 （went），她不能把这些规则扩展到其他词汇上，洗了（washed）。


先天论为什么能解释失聪儿童的牙牙学语？


如先天论所预期的，有关遗传性言语障碍儿童的研究表明，正常儿童能够轻易学习语言的语法规则是因为他们具有相应的先天装置。这一理论能够解释为什么刚出生的婴儿能够区分任何语言的音素，即使他们从没听到过这些音素。如果婴儿通过模仿学习语言，如行为论所认为的，那么，他们就只能区分实际听到过的音素。先天论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失聪婴儿也能牙牙学语，也会经历与正常儿童一样的语言发展模式。如果我们确实具有学习语言的先天生物装置，语言的发展表现出这些特点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先天论观点的另一证据来自一项有关鸣禽的研究，这项研究发现语言只能在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获得。如果在幼年的某一特定阶段，鸣禽被剥夺了听到任何鸟叫声的机会，那么他们再也学不会鸟叫了。吉妮（Genie）的悲惨故事（Gurtiss，1977）表明，人类语言的获得也遵循同样的机制。在20个月大的时候，吉妮被父母绑在椅子上，进行了隔离。她的父亲禁止吉妮妈妈和哥哥跟她说话，他自己也只对吉妮进行咆哮和喊叫。吉妮的悲惨经历一直维持到13岁。之后吉妮的生活大有改观，并且接受了多年的语言训练，但是太晚了。她的语言技能只能停留在初级水平。她掌握了基本的词汇，能够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她不能掌握英语的语法规则。

日常生活中也存在这样的例子：一旦进入青春期，语言学习就会变得非常困难（Brown，1958）。有关移民者学习语言的研究数据证实了以上观点。在一项研究中，移民者说英语的熟练程度与他们在美国的居住时间长短无关，而是与他们移民时的年龄相关（Johnson和Newport，1989）。在儿童时期就来美国的人，英语最熟练；然而，移民的年龄一旦超过了青春期，英语的熟练水平就显著下降，即使他们在美国已经居住了很多年。一项fMRI研究也发现，对于第二语言在大脑中的表征方式，与学习第二语言较晚的人相比（9岁后），学习第二语言较早的人（1岁至5岁之间）表现显著差异（Bloch等，2009）。



交互作用论的解释




语言发展的交互作用论与行为主义论和先天论的不同之处是什么？


先天论经常遭到批评，是因为它解释了语言为什么发展，但是没有说明语言是怎么发展的。语言习得的完整理论应该解释先天具有的学习语言的生物能力是如何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交互作用论认为，虽然婴儿出生时就具有学习语言的生物能力，社会互动才是学习语言的关键要素。交互作用论者指出，父母在与婴儿的互动过程中会调整自己的说话方式，从而使语言的学习过程更容易：和与成人讲话时相比，与孩子讲话时降慢语速、发音更清楚、尽量用简单的句子等（Bruner，1983；Farrar，1990）。

一项研究表明，先天失聪儿童能够创造新的语言，从而为生物和环境交互作用的观点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Senghas，Kita和Ozyurek，2004）。在1980年之前，生活在尼加拉瓜（Nicaragua）的失聪儿童一般呆在家中，与其他失聪儿童几乎没有互动。在1981年，一些失聪儿童开始参加假期学校。起初，学校还未教给他们手语，他们在家也从未学过手语，这些儿童逐渐开始使用他们自己创造的手势语进行交流。

在过去的30年里，手语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Pyers等，2010），研究者也考察了这种新的语言，以了解经过更长时间演化出的语言的显著特征。例如，在讲述某种经历时，成熟的语言一般把其拆分成几个独立成分。当描述运动的物体时，如滚下山，我们的语言会把运动（滚）和方向（向下）拆分开。然而，当我们做简单的手势时，我们只是做一个持续的向下运动，来表示运动的意思，发明尼加拉瓜手语的那名儿童就是使用这种简单的手势。随后，一些年龄更小的儿童进一步发展了尼加拉瓜手语，他们能够运用独立的符号分别表示运动的方向和运动的类型——成熟手语的区别性特征。年幼的儿童不仅仅是在模仿年长的儿童，这意味着我们具有用语言拆分经历的先天能力。尼加拉瓜手语的创造过程很好地说明了先天生物基础（运用语言的先天能力）和后天经验（在一个与外界隔离的失聪环境中长大）的相互作用。




语言发展与脑



随着大脑的逐渐成熟，特定的神经结构开始表现出功能特异化，这为语言的发展创造了机会（Kuhl.，2010；Kuhl和Rivera-Gaxiola，2008）。那么，大脑的语言中心在哪呢？


大脑皮层的布洛卡区与威尔尼克区



随着儿童的成长，大脑的语言加工能力有哪些变化？


在婴儿早期，语言加工广泛分布于大脑的众多区域，随后逐渐聚焦于两个脑区：布洛卡区（Broca）和威尔尼克区（Wernicke）。随着大脑的成熟，这两个区域表现出的语言加工的功能特异性逐渐明显，他们通常被称为语言加工中枢。布洛卡区和威尔尼克区的损伤会导致失语症（aphasia）
 ，即，语言产生和理解上存在缺陷。

布洛卡区位于左侧前额叶，主要负责语言的产生（包括口语和符号语言），特别是负责加工系列性信息（见图9.3）。在“心理学的科学之路”那章中讲到，布洛卡区是由法国医生波尔·布洛卡（Paul Broca）命名的，他发现大脑左侧前额叶特定区域的损伤会导致语言问题（Broca，1861，1863），即，
布洛卡失语症

 。这种失语症的主要表现是不能产生语言，但是能理解语言的意义，虽然句法结构越复杂、语言理解越困难。他们只能说出简短、片断的短语，这些短语主要是实词（如，猫、狗）；说出的话语缺乏功能词素（如，和，但是），而且存在语法结构错误。布洛卡区存在损伤的人会产生这样的句子“啊，星期一，呃，凯西公园。两个，呃，朋友，还有，呃，30分钟（Ah，Monday，uh，Casey park.Two，uh，friends，and，uh，30 minutes）”。






图9.3 布洛卡区和威尔尼克区。





神经科学家通过研究脑损伤个体，从而更好地认识大脑的工作机制。当布洛卡区损伤时，人们不能正常地产生句子；当威尔尼克区损伤时，人们能产生句子，但是这些句子是没有意义的。



威尔尼克区位于左侧颞叶皮层，主要负责语言的理解（包括口语和符号语言）。这个区域的名字来源于德国的神经病学家卡尔·威尔尼克（Carl Wernicke），他发现一个存在语言困难的病人在左侧颞叶皮层的后部存在损伤（Wernicke，1874）。与布洛卡区存在损伤的人相比，这种病人的语言问题明显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他们能产生符合语法的句子，但是这些句子完全没有意义；他们在理解语言的意义时存在很多困难。威尔尼克区存在损伤的人会产生这样的语句“感觉非常好。换句话说，我之前能够工作雪茄。我不知道如何。我听不到的事情就在这里（Feel very well.In other words，I used to be able to work cigarettes.I don’t know now.Things I couldn’t hear from are here）”。

在正常的语言理解过程中，词汇意义判断会高度激活威尔尼克区；这一区域损伤，则不能正常理解口语或符号语言的意义，但是能正确识别非语言声音。例如，日语的书写系统既包含代表语言声音的符号（如，英语中的字母），也包含传达意义的象形文字（如，汉语中的象形文字）。威尔尼克区存在损伤的日本人不能书写和理解语音符号，但是能够理解象形文字的意义（Sasanuma，1975）。


大脑右半球的功能


虽然布洛卡区和威尔尼克区在语言加工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并不是只有这些脑区参与语言加工。大脑右半球也参与了语言的加工过程，特别是语言的理解过程，这主要有四方面的证据（Jung-Beeman，2005）。第一，当采用双视野技术把词汇呈现在正常被试的大脑右半球时（见认知神经科学一章），大脑右半球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词汇意义。第二，大脑右半球受损的个体也存在微妙的语言理解问题。第三，一些神经成像研究表明，在语言任务中大脑右半球也会激活。第四方面的证据与语言发展密切相关，一些儿童在青春期时，因为治疗癫痫，大脑左半球被完全切除，但是他们的很多语言技能都能恢复。


双语与脑


早期有关双语儿童的研究表明，双语学习会影响正常的智力发展。与单语儿童相比，双语儿童的语言加工速度较慢，智力测验的分数较低。经过重新分析，我们发现这些研究存在几个重要缺陷。第一，测验是用英语呈现的，但是这些儿童的优势语言并不是英语。第二，双语被试经常是第一或第二代移民，他们的父母不能熟练使用英语。最后，与单语儿童相比，双语儿童大多数来源于社会经济水平较低的家庭（Andrews，1982）。

随后的研究控制了这些无关因素，发现双语儿童的认知技能呈现完全不同的模式。有关语言习得的数据表明，单语儿童和双语儿童在语言发展的历程和速度上都没有显著差异（Nicoladis和Genesee，1997）。实际上，对于一些来自于中产阶层并且双语都非常流利的儿童而言，他们在几项认知技测验上的得分都高于单语儿童，包括认知控制能力，例如灵活地变换注意焦点来搜索信息（Bialystok，1999，2009；Bialystok，Craik和Luk，2012）。在日常生活中，双语者经常需要抑制无关的语言，从而使认知控制能力得到锻炼。最近的证据表明，双语者在随后的生活中也有所获益：与单语者相比，双语者得老年痴呆的年龄更晚，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积累了更多的备用认知能力或“认知储备”（Schweizer等，2012；其他声音栏目列举了这个发现和其他双语学习的益处）。与以上观点一致，双语学习会在大脑中留下长期的痕迹（Mechelli等，2004；Stein等，2009）。例如，与单语者相比，双语者的左侧顶叶（这一区域也与语言加工有关）的灰质密度更高；第二语言越熟练，灰质密度就越高（Mechelli等，2004，见图9.4）。






图9.4 双语改变大脑结构。





早期双语学习会增加大脑的灰质密度。与单语者相比，双语者在左侧顶下小叶的灰质密度更高。第二语言越熟练，顶下小叶灰质密度越高。第二语言学习越早，此区域的灰质密度也越高。有趣的是，在语言流畅性任务中，此区域会激活（Mechelli等，2004）。




其他声音 美国的未来需要双语者




最近的研究显示，双语学习会给人类带来一些益处。琳达·摩尔（Linda Moore，2012）引用了《华盛顿外交官》（

 

Washington Diplomat


 
）中提到的众多益处，她提倡美国教育系统应该在更早的年龄向孩子教授外语。





面对全球经济的到来，美国人正面临着巨大的劣势。外事局的一项新的研究表明，10个美国人有8个美国人只会说英语，而且教外语的学校正在逐渐减少。但我们的经济竞争者却在做相反的事。





美国教育部的统计数据表明，2亿多中国学生正在学英语，然而只有2万4千多美国人在学汉语。要获得美国的学士学位，外语成绩只占总成绩的1%。每年在国外留学的本科生不到2%。





世界正走向多语化，然而我们国家基本上都是单语者。欧盟的居民中，一多半的人能说非母语，四分之一多的人能说3种语言。在欧洲，小学和中学都向学生教外语；在欧洲，学习外语的大学生远远多于美国。





据美国城市大学校长乔尔·克莱因（Joel Klein）和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主持的一项外事局工作报道，“教育的失败使美国的经济繁荣、国际地位和人身安全都面临着巨大的威胁”。他们警告道，“如果不解决这一恶化已久的问题，美国将赶不上世界的发展步伐，领先地位也将逐渐削弱”。





几十年来，我们不对学生进行双语或多语教育，我们错误地认为，外语学习会占用其他科目的时间、使学习成绩下降。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学习外语是有益的投资、而不是浪费。佐治亚州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与单语者相比，双语者在一些标准测验包括学习能力倾向测验（SAT）上的得分更高。乔治梅森大学的研究也发现，与其他人相比，较早掌握第二语言的学生在整个学习生涯（课程学习以及标准测验）中的表现更出色。





一些教育家认为，学习外语能使注意更集中、提高计划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在其他的益处中，这说明学外语的学生能够灵活、有效地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应用语言学中心也指出，学习外语的时间越早，我们受益就越多，这些益处会伴随你一生。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神经科学家研究发现，学习外语会帮助人们克服一些老年问题，会延迟遗忘症、阿尔兹海默症等老年病的病发年龄。





我认为，学龄前至小学六年级期间学习外语是非常有益的。我们学校训练东北华盛顿的350名学生用两种语言（英语和法语，或者英语和西班牙语）来思考、说、读、写和学习。





在这些学生中，80%的学生来自于低收入家庭。但是，他们在12月份公立学校的测评中表现优异，这与他们的外语学习经验和相应能力的发展密切相关。公立学校的测评系统包括学习成绩、出席率、升学率等。





学习外语的益处不仅仅局限于课堂上。在毕业后，第二语言好的人的职业发展也更好。劳动局的统计数据表明，越来越多的职业需要员工能熟练使用多种语言（包括说和写）。佛罗里达大学的研究显示，在多语城市中，如迈阿密和圣安东尼奥，会讲第二语言的人们的收入比平均年收入高7000美元。我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抓住这些机会，取得更好的发展。





Korn/Ferry公司的一项有关国际董事的研究表明，在公司董事中，有31%的人会说至少两种语言，这更加显示了双语学习的经济效益。





进行多语教育，学生的能力就不再局限于数学和阅读，他们将会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发展他们的能力。绝大多数政策制定者希望自己的孩子技能广泛，但是他们却不把这种教育理念应用到学校中。





其他国家已经得到了教训，开始让学生学习外语。学生们的外语学习正在使他们获益。我想看到美国教育局鼓励当地教育机构把更多的钱投入到双语或多语学习中。考虑到好工作的全球竞争性，这不是奢侈，而是非常必要的。这将帮助我们的儿童，我们的国家，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取胜。





你被摩尔的言辞说服了吗？如果没有，为什么？如果是，你认为教育系统应该为推动“多语教育”做些什么？对于低年级的学生来说，剥夺其他课程的学习时间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研究早期外语学习的功效？





Moore，L.（August 31，2012）.America’s Future Has to Be Bilingual.In The Washington Diplomat.Copyright 2012 The Washington Diplomat.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然而，一些研究也发现了双语学习的劣势。与每种语言的单语者相比，双语者的每种语言的词汇量更少（Portocarrero，Burright和Donovick，2007）；双语者的语言加工速度更慢，产生句子的时间更晚（Bialystok，2009；Taylor和Lamvert，1990）。所以，学习第二语言既有好处也有坏处。


其他物种能学习人类语言吗？


与其他物种的喉咙和爪子相比，人类的声带和灵活的双手更适合人类语言。然而，人们付出了很大努力去教非人类动物，特别是猿类，用人类语言沟通。

早期，人们教给猿类说话，这一尝试完全失败了，因为它们的声带不适合发出人类语言的声音（Hayes和Hayes，1951）。随后的一些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例如，教给猿类美国手语或者用电脑操纵代表词汇的几何符号。艾伦（Allen）和比阿特丽克斯·加德纳（Beatrix Gardner）首次教猿类学习美国手语（Gardner和Gardner，1969）。加德纳他们教的是一只名叫沃肖（Washoe）的年轻雌猩猩，他们把她视为一名失聪儿童，对她做手语，当她有正确的手语反应时进行奖励，用一个叫塑造的过程帮助她摆出正确的手语姿势。4年内，沃肖学会了将近160个词汇，能产生简单的句子，例如“更多水果（More fruit）”。她也能创造新的词汇，如“水鸟（water bird）”指代“鸭子（duck）”。和一只恒河猴打架后，她做出手势“脏的猴子（dirty monkey）！”。这是对词汇创造性地应用，因为她只学习过用脏的（dirty）形容过脏的事物。

其他猩猩也用同样的方式学习美国手语，沃肖和这些猩猩能很快地用手语进行交流，为学习语言创造了有利的环境。沃肖的同伴，一个名叫露西（Lucy）的猩猩，学会了用“喝水果（drink fruit）”来形容西瓜（watermelon）。当沃肖的第二个婴儿去世后，她的饲养员让她领养了一只婴儿猩猩，名叫劳丽丝（Loulis）。

几个月后，虽然从没有接触过人类手语者，劳丽丝通过观察沃肖与其他猩猩交流，学会了68个手语词汇。当熟练运用美国手语的人观察猩猩之间的手语交流时，他们能轻而易举地理解交流的内容（Fouts和Bodamer，1987）。一名观察者（纽约时报的记者，他与沃肖相处了一段时间）报道到，“我突然意识到我好像是在与另一个和我有相同母语的生物交流”。

一些研究者曾经教给过倭黑猩猩用几何图形-键盘系统交流（Savage-Rumbaugh，Shanker和Taylor，1998）。其中的明星学员是坎兹（Kanzi），通过观察研究者教他的妈妈，学会了键盘系统。像劳丽丝一样，年轻的坎兹能相对容易地学习语言，而他的妈妈从未学会这一键盘系统。正如人类、鸟以及其他物种一样，猩猩也有学习语言的关键期。

坎兹学会了几百个词汇，而且能把这些词汇组合成几千个词汇。像人类儿童一样，他的语言被动学习的能力高于语言产生的能力。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测试9岁的坎兹对660个口语句子的理解能力。研究者用复杂的句子命令坎兹做出简单的动作，例如，“拿在微波炉里面的球（Go get the ballon that’s in the microware）”和“把矿泉水倒进可乐（Pour the Perrier into the Coke）”。一些句子甚至存在误导，如“去拿松针，在冰箱里（Get the pine needles that are in the refrigerator）”，其实在地板的显眼处有很多松针。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坎兹能完成这660个口语指令中72%的指令（Savage-Rumbaugh和Lewin，1996）。






在观察研究者教他妈妈学习的过程中，年轻的雄猩猩坎兹通过键盘系统学会了几百个词汇和词汇组合。




有关猩猩和语言的研究对我们了解人类和语言有什么启示？


这些研究表明，猩猩能够掌握较大的词汇量，能把词汇组合成简单的句子，能理解具有复杂语法结构的句子。这些技能都非同一般，因为人类语言并不是猩猩自身的交流系统。同时研究发现，猩猩学习语言的神经基础与人类学习语言的神经基础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可能与其他物种也有重合）。

猩猩在学习、理解和运用人类语言时也存在一些限制。第一个限制是词汇量。如前所述，沃肖和坎兹的词汇量是几百个；然而，4岁儿童的词汇量是10000左右。第二个限制是猩猩所掌握的词汇的种类，这些词汇主要是具体的物体和简单的动作。猩猩（和其他几个物种）能把声音或符号与具体物体或简单动作建立匹配关系，但是很难理解抽象词汇。如，在理解经济学的意义时，沃肖和坎兹明显表现出困难。也就是说，猩猩能用符号指代他们所能理解的概念，但是他们的概念库远远小于人类的概念库。

第三个也是最主要的一个缺陷与猩猩所能理解和使用的语法复杂性有关。猩猩虽然能把一系列词汇符号组合在一起，但这不会超过3个或4个词汇；即使有时候会超过4个词汇，句子很少是符合句法的。只要把猩猩产生的句子和儿童产生的句子相比较，我们就明白人类语言是如此复杂、人类产生和理解语言的速度如此之快并且如此容易。

小结



▲ 人类语言具有复杂的层级式结构——音素、词素、短语、句子。





▲ 每一层语言信息的组织和理解都遵循一定的语法规则，儿童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就能掌握这些语法规则，语法规则的学习并不是外显地传授的。相反，儿童似乎先天具有生物性程序，能够从听到的话语中抽取语法规则。





▲ 语言的理解和产生依赖于独特的脑区，布洛卡区负责语言产生，威尔尼克区负责语言理解。





▲ 单语者和双语者表现出同样的语言发展速率。然而，一些双语者具有更好的执行控制能力，能更灵活有效地集中注意、搜索信息，他们的阿尔兹海默症的发病年龄更晚。





▲ 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也能学习新的词汇，建构简单的句子。但是，他们的词汇量有限，句法结构的复杂度也有限。






语言与思维：二者的关系



语言是我们心理世界的主导特征，有人甚至把语言和思维相等同。一些理论家认为语言仅仅是表达思想的手段。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 hypothesis）
 认为，
语言塑造思维方式

 。语言相对论是由美国语言学家本杰明·沃夫（Benjamin Whorf）提出的（Whorf，1956），他是一个工程师，在业余时间学习语言，尤其对本土美语感兴趣。语言相对论经常引用的例子来自于加拿大的因纽特人。他们的语言用很多不同的词汇指代白色、冻结、片状的降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雪。沃夫认为，既然因纽特人有多个词汇指代雪，那么他们感知和思考雪的方式应该不同于英语母语者。


语言与颜色加工


沃夫观察到的现象因太具趣闻性而受到了批评（Pinker，1994），一些严格控制的实验对沃夫假说提出了质疑。埃莉诺·罗施（Eleanor Rosch）对达尼人进行了研究（Rosch，1973），这是一个生活在新几内亚岛的与世隔绝的农业部落。他们只有两个颜色词：亮的（light）和暗的（dark）。如果沃夫假说是对的，那么达尼人在感知和学习各种渐变色时应该会存在困难。但是，罗施的研究表明，在学习渐变色时，达尼人的成绩与那些母语有很多颜色词的人一样好。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语言也许真的会影响颜色的加工（Roberson等，2004）。研究者把英国儿童与非洲儿童进行了对比，这些非洲儿童来自于纳米比亚游牧部落的辛巴人。英语有11个颜色词，而辛巴人几乎与外界隔离、只有5个颜色词。例如，他们用词汇serandu指代英语中的红的（red）、粉的（pink）和橙的（orange）等颜色。


语言如何影响我们理解颜色？


研究者向儿童呈现一系列标有名称的颜色，让他们从22个不同的颜色中挑选出与之相同的颜色。年龄最小的儿童，无论是英国人还是辛巴人，几乎没有接触过这些颜色词，他们会把相似的颜色相混淆。随着儿童年龄的增加，他们掌握的颜色词也增加，这时他们的颜色选择反应也与掌握的颜色词相匹配。英国儿童在选择已经习得了名称的颜色时，犯错减少；同样，对于与辛巴人的颜色词相对应的颜色，辛巴儿童的犯错明显减少。结果表明，语言确实会影响儿童对颜色的加工。

我们在成人身上也观察到了同样的现象。请看图9.5中的20个蓝色长方形，从左边的浅蓝色到右边的深蓝色逐渐变化。在俄语中，有不同的词汇分别标示浅蓝色（goluboy）和深蓝色（siniy）。研究者试图考察，与隶属于同一颜色词的蓝色相比，俄语母语者对隶属于不同颜色的蓝色是否会做出不同的反应（Winawer等，2007）。英语母语者和俄语母语者都把1—8识别为浅蓝色、9—20识别为深蓝色；只有俄语母语者会用不同词汇指代这两种不同的颜色。在实验中，研究者向他们呈现3个蓝色块（见图9.5下方），被试的任务是选择出下方两个方块中哪个与上方色块的颜色相匹配。与两个色块都是浅蓝或都是深蓝相比，当一个色块是浅蓝另一个色块是深蓝时，俄语母语者的反应更快；然而，对于英语母语者，两种条件下的反应速度无显著区别（Winawer等，2007）。与儿童的研究结果一样，语言同样会影响成人的颜色加工。






图9.5 语言影响我们如何思考颜色。





与英语不同，俄语有不同的词汇描述浅蓝色和深蓝色。研究者让被试选择图下方的两个色块中哪个与图上方的色块颜色相匹配。与两个色块都是同一类颜色相比，当一个色块是浅蓝（goluboy）另一个色块是深蓝（siniy）时，俄语母语者的反应更快；然而，对于英语母语者，两种条件下的反应速度无显著区别。




语言与时间概念



水平时间概念和垂直时间概念之间有什么不同？


也有研究从另一个角度研究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它们考察语言如何影响时间的加工。在英语中，我们经常用空间词汇指示时间，如向前（forward）或向后（back）：“我们放眼向前，看向一个光明的未来（We look forward
 to a promising future）”或“按照我们的时间表把会议时间向后挪（move a meeting back
 to fit our schedule）”（Casasanto和Boroditsky，2008）。我们同样会用这些词汇来描述水平的空间关系：“向前3步或者向后2步（taking three steps forward
 or two steps back
 ）”（Boroditsky，2001）。相反，汉语一般用垂直空间维度描述时间：上（up）指示“以前”，下（down）指示“随后”。研究者向英语母语者或汉语母语者以垂直或水平方式呈现一些物体，然后让他们进行时间判断，如，3月是否比4月早（Boroditskky，2001）。英语母语者在看到水平呈现的物体时对时间的判断更快；而汉语母语者在看到垂直呈现的物体时对时间的判断更快。当英语母语者学会使用汉语的空间词后，他们在垂直呈现物体时的时间判断也会变快。以上结果充分证明，语言可以影响思维。






西方人在讨论把会议向前或向后移几天，平行时间概念。汉语母语者在讨论把会议向上或下推移，垂直时间概念。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语言和思维中的一种能力受损时，另一种能力能够保持完好，前面提到的克里斯托弗的事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有研究者指出，沃夫关于语言影响思维的假说只是部分正确（Regier和Kay，2009）。与此一致，其他研究者也指出，仅仅说语言是否影响思维太过于简单化了，我们应该去探索语言影响思维的具体原因和方式。例如，沃夫和霍姆斯最近摒弃了语言完全影响思维的观点（Wolff和Holmes，2011）。他们指出，充分的证据表明，语言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影响思维：凸显概念的具体特征；使我们形成有利于问题解决的口语规则。由此可见，最近的研究开始具体指出语言相对论的合理和不合理之处。

小结



▲ 语言相对论认为，语言塑造思维。






概念与范畴：我们如何思维



在2000年10月，一位名字首字母为JB的69岁老人去进行神经生理测查，结果发现，他不能理解词汇的意义，但是在其他感知和认知技能上都表现正常。在2002年，随着病情的加重，他参加了另一项研究，此研究主要关注语言在命名、识别和分类中的作用（Haslam等，2007）。研究者通过15个月观察发现，他的使用颜色的语言能力受损严重；他不能命名颜色，不能把物体与其经典颜色匹配（如，草莓和红色，香蕉和黄色）；但是，虽然他的语言受损，JB具有正常的颜色分类能力，他能像正常人一样把颜色分类为绿色、黄色、红色和蓝色。也就是说，虽然与颜色有关的语言能力受损，JB具有完好的颜色概念——这表明，概念不仅仅指的是语言（Haslam等，2007）。


概念（concept）
 是用于指代各类事、物等范畴性信息的心理表征，这些范畴通过共享特征组合在一起。概念是抽象的表征、描述或定义，它用于标示事物的范畴或类别。各类事物在大脑中是以概念的方式组织在一起的，它们基于相似性归为不同的范畴。“狗”这一范畴大致包括以下信息“体型较小的动物，有四只蹄子、有皮毛、会摇尾巴、会叫”。“鸟”这一范畴包括的特征有“体型较小、有翅膀、有喙、会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过实体或事件之间的相似性把它们归为同类。例如，“椅子”这一概念大概具有以下特征“坚固、平坦、能坐在上面”。范畴是通过一系列属性和特征来定义的，桌椅、躺椅、石凳、酒吧凳等等都具有以上特征。


概念对我们有什么作用？


概念是我们认识世界和进行思考的基本单元。我们先比较几个概念形成理论，然后介绍几个有关概念在大脑中的形成和组织方式的研究。正如其他认知能力一样，我们通过观察存在缺陷的个体来认识概念在大脑中的组织方式。


概念与范畴的心理学理论


早期的心理学理论认为概念是一些规则，描述了范畴的充分和必要条件。必要条件是一个实体归属于某一范畴必须具有的条件。例如，在判断某一不熟悉的动物是否是狗时，你会想，它必须是哺乳动物；如果不是哺乳动物，它肯定就不是狗，因为所有狗都是哺乳动物。充分条件是指，如果一个实体具备了这些条件，那么它肯定就归属于这一范畴。如果有人告诉你这只动物是德国牧羊犬，你知道德国牧羊犬是一种狗。德国牧羊犬就是狗这一范畴的充分条件。

用传统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定义各种自然概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例如，你对狗的定义是什么？你能说出一系列的规则，把所有的狗都包括进来，把所有的非狗都排除在外吗？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但是我们依然很容易地用狗这个概念把实体区分为狗和非狗。下面三种理论试图解释人们的范畴化过程。



家族相似性理论（Family Resemblance Theory）



埃莉诺·罗施（Eleanor Rosch）在家族相似性
 的基础上，列出了概念的充分和必要特征，即家族成员的典型性特征、但是不一定每个家庭成员都拥有这些特征（Rosch，1973，1975；Rosch和Mervis，1975；Wittgenstein，1953/1999）。例如，你和哥哥的眼睛像妈妈；但是你和妹妹的高颧骨像爸爸。你、你的父母以及你的兄弟姐妹之间有很强的家族相似性；但是，在家族内，没有所有成员都具备的定义性特征。同理，鸟类的很多成员都具有羽毛和翅膀，这是鸟类的独特特征。如果其他动物拥有这些特征，它就被视为鸟类，因为它与鸟类的其他成员具有家族相似性。图9.6描述了家族相似性理论。






图9.6 家族相似性理论。





这些成员存在家族相似性是毋庸质疑的，即使史密斯兄弟中的任何两人都不共享所有的家族特征。原型是序号为9的兄弟，他拥有所有的家族特征：棕色头发、大耳朵、大鼻子、胡子和眼镜。





原型理论（Prototype theory）



罗施在家族相似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概念的原型
 理论，心理概念（我们自然形成的）是围绕原型组织在一起的。原型是范畴内“最好”或“最典型”的成员。原型拥有本范畴的最多的或全部独特特征。对于北美人来说，鸟类的原型是鹪鹩，长有羽毛和翅膀的体型较小的动物，能在空中飞、会下蛋、会迁徙（见图9.7）。如果你生活在南极，你心目中鸟类的原型会是企鹅：体型较小的动物，长有脚蹼、会游泳、会下蛋。按照原型理论，如果知更鸟是鸟类的原型，那么与鸵鸟相比，金丝雀就是鸟类更好的成员代表，因为金丝雀与知更鸟共享更多的特征。人们通过把新样例与范畴原型相比较来进行范畴判断。这与传统方法不同，传统方法认为个体要么属于这个范畴、要么不属于这个范畴（如，它要么是狗或者鸟要么不是狗或者鸟）。






图9.7 范畴的关键特征。





一般的鸟类成员都拥有的一些关键特征；但是，不是每个成员都拥有所有这些特征。在北美，鸟类的最佳样例是鹪鹩、而不是企鹅或鸵鸟。





样例理论（Exemplar Theory）



与原型理论不同，样例理论
 认为，
我们通过把新样例与存储在记忆中的该范畴的其他样例相比较、来判断新样例是否属于该范畴

 （Medin和Schaffer，1978）。想象一下，你在丛林中散步，你通过眼睛的余光看到一只长有四条腿的动物，它可能是一只普通的狼、也可能是一只丛林狼，这时你想起了你表哥的德国牧羊犬。你认出它是条狗。于是你继续散步，而不是惊慌地逃跑。你把这只新的动物识别为狗，是因为它与你见过的其他狗很相似，它是狗这一范畴的一个好样例。在某些情况下进行范畴归类时，样例理论比原型理论更有效，比如，我们不仅记起了狗的原型的样子、而且记起了具体的狗的样子。图9.8说明了原型理论和样例理论之间的区别。


概念、范畴与脑



原型与样例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


一些研究试图考察概念和范畴的神经基础，这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上述心理学理论。例如，在一项研究中（Marsolek，1995），当把刺激材料呈现在右视野时，被试对原型的分类速度更快，这说明原型信息首先到达大脑左半球（见“神经科学与行为”那一章中对“左右大脑半球如何接受外界信号”的讨论）。相反，当把刺激材料呈现在左视野时，被试对曾遇到的样例信息的分类速度更快，这说明样例信息首先到达大脑右半球。以上结果表明，原型和样例在分类过程中都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大脑左半球主要负责形成原型，大脑右半球主要负责识别样例。

最近，利用神经成像技术的研究也发现，在形成概念和范畴的过程中，原型和样例都发挥着作用。视觉皮层参与原型的建构，前额叶和基底神经核参与样例的学习（Ashby和Ell，2001；Ashby和O’Brien，2005）。这表明，样例的学习涉及信息分析和决策过程（前额叶），原型的建构涉及图像加工的启发式过程（视觉皮层）。






图9.8 原型理论和样例理论。





原型理论认为，我们归类新客体时，把它们与范畴的原型（典型性成员）进行比较。样例理论认为，我们归类新客体时，把它们与范畴的其他成员进行比较。



30年前的一些研究更有力地证明了概念、范畴和大脑之间具有关联。两个神经生理学家（Warrington和McCarthy，1983）报告了一个具有脑损伤的病人，他不能识别人造物体，也不能提取与人造物体相关的信息；但是，对于有生命体和食物，他具有完全正常的认知水平。第二年，神经生理学家（Warrington和Shallice，1984）又报告了4个脑损伤病人，他们的表现模式正好相反：他们能识别人造物体，但是不能识别有生命体和食物。之后，研究者相继发现了将近100个相似的案例（Martin和Caramazza，2003）。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提出了范畴特异性损伤（category-specific deficit）
 这一综合病症，即，不能识别某一特定范畴内的实体，但是能识别这一范畴外的实体。

范畴特异性损伤甚至发生在刚出生不久的婴儿身上，这些婴儿的相关脑区长有肿瘤。两位研究者报告了一个名为亚当（Adam）的病例，他是16岁的男孩，在出生后的第二天就得了中风（Farah和Rabinowitz，2003）。亚当在识别面孔和其他生命体时存在严重的困难。向他呈现樱桃的图片时，他说是中国的空竹；呈现老鼠的图片时，他会识别为猫头鹰。向他呈现动物图片时，他犯此类错误的概率是79%；呈现植物图片时，他犯此类错误的概率是54%。相反，当呈现的图片是非生命物体时，如铲子、扫帚、香烟等，他犯错误的概率只有15%。这个案例说明了什么呢？亚当在出生后的第二天中风，16岁时仍然表现出范畴特异性损伤，可见人类大脑天生就对各种感知信号存在广义上的范畴分类，如有生命体和无生命体。

范畴特异性损伤的类型与脑区受损的具体位置有关。这一病症主要是因为大脑皮层的左半球中风或长有肿瘤（Mahon和Caramazza，2009）。左侧颞叶的前部受损，识别人类时有困难；颞叶与枕叶和顶叶的交接处有损伤，则不能提取工具的名字（Damasio等，1996）。同样，神经成像研究表明，正常人在进行任务操作时，动物信息和工具信息分别激活颞叶和视觉皮层的相关区域（见图9.9


[1]



 Martin，2007；Martin和Chao，2001）。


视觉在范畴特异性组织中的作用是什么？


为什么特定的脑区对物体或动物表现出加工偏向呢？一种可能性是，加工偏向来自于个体在生活中积累的视觉经验。另一种可能性是，正如亚当的例子所示，大脑内具有预设的程序，特定脑区主要负责特定信息的加工。最近一项研究通过观察先天失明的成人的范畴特异性脑区来检验以上两种观点（Mahon等，2009）。在核磁扫描时，正常人和失明者都听到一系列的词汇，包括动物名词和工具名词。被试判断每个词对应物体的大小。结果发现，正常人和失明者表现出完全相同的脑区的范畴加工偏向。例如，对于动物名词和工具名词在视觉皮层和颞叶区域的激活模式，两类群体都表现出完全相同的结果，即与图9.9中的结果类似。

以上结果充分证明，视觉皮层的范畴特异性组织模式不依赖于个体的视觉经验。这一范畴特异性组织模式也可能与失明者接触事物的其他感知经验有关，如触觉经验（Peelen和Kastner）。然而，结合亚当的例子，对以上结果最简单的解释是，大脑的范畴特异性组织模式是与生俱来的（Bedny和Saxe，2012；Mahon等，2009）。

小结



▲ 我们知识库中的各类事、物等信息是以概念、原型和样例的方式组织在一起的。





▲ 主要有三类概念获得理论：家族相似性理论，范畴内的成员共享某些特征而不是所有特征；原型理论，依据范畴的原型（典型样例）来判断新的成员；样例理论，把新成员与记忆中存储的其他范畴样例相比较进行范畴归类。





▲ 神经成像研究表明，原型和样例的加工分别基于不同的脑区。





▲ 通过研究存在认知或视觉缺陷的个体发现，人脑把概念组织为不同的范畴，如有生命体和人造物体，视觉经验不是范畴发展的必要条件。







[1]

 中文版没有得到原版图9.9授权，读者可自行查找：Alex Martin & Linda Chao，Current Opinions Neurobiol.2001，11：194-201.图9.9 范畴特异性加工的脑区 被试被要求无声命名动物或工具图片的名称，同时对他们进行磁共振扫描。结果表明，被试对动物图片进行命名时，白色区域有更强激活；被试对工具图片进行命名时，黑色区域有更强的激活。主要包括以下脑区：视觉皮层的脑区（1，2）、颞叶的部分脑区（3，4）和运动皮层（5）。注意：图式是左右颠倒的。





决策：理性与否



我们使用类别和概念来指导日常生活中数以百计的决策和判断。有些决策很简单（穿什么，早餐吃什么，以及步行、骑车还是开车去上课），而有些就要困难得多（买哪辆车，租哪个公寓，周五晚上跟谁出去闲逛，甚至是毕业后从事哪项工作）。有些决策基于正确的判断，而有些则不然。


理性理想


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我们都是理性的并且可以自由做决策，那么我们的表现会如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
 所预测那样：我们基于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判断结果的重要性，并结合这两个方面来做决策（Edwards，1955）。这意味着，我们的判断取决于我们赋予可能出现的结果的重要性。例如，假设有10%的可能性获得500美元和有20%的可能性获得2000美元，要求你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理性人应该会选择第二种情况，因为它的预期收益是400美元（2000×20%），而第一种情况的预期收益仅为50美元（500×10%）。选择具有最高预期价值的选项似乎是很简单的，所以很多经济学家接受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想法。但是，这个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描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决策呢？在许多情况下，答案并不是很好。


非理性现实


将新事件或新物体进行归类的能力总是一个有用的技能吗？唉，它不是。当某些具体任务自动激活这些技能的时候，人类决策的长处可以转变成弱点。换句话说，那些使有利于快速、准确认知的规则可能突然出现，并干扰我们的决策。



判断频率和概率




为什么考虑事情发生的频率，相对于考虑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更可能做出较好的决策？


请看下面的词汇列表：



街区 桌子 街区 钢笔 电话 街区 磁盘 眼镜 桌子 街区 电话 街区 手表 桌子 糖果



你可能发现了词汇
街区

 和
桌子

 出现的频率较其他词汇更高。事实上，研究说明人们非常擅长估计
频率

 ，或简言之，某些事将要发生的次数。这个技能在决策方面是很重要的。与此相反，我们被迫从概率，或者说事情发生的可能性，这个角度进行思考时，我们的表现就没那么好了。

概率的描述方式不同，人们的决策表现也不同。在一个实验中，研究者让100名医生预测一些成年女性患乳腺癌的可能性，这些女性的乳房X光检查显示她们可能患有乳腺癌。诊断病情时，医生被告知要考虑乳腺癌的稀少性（研究进行时，其概率仅为1%）和放射线的正确识别率（79%的时间可以正确识别，几乎10%的时间会错误诊断）。在100个医生中，95人认为患癌症的概率是75%！然而，正确的答案是8%。在做判断时，这些医生不能把多种信息同时考虑进去（Eddy，1982）。很多医学筛查测试都报告了相似的令人沮丧的结果（Hoffrage和Gigerenzer，1996；Windeler和Kobberling，1986）。

然而，当用频率信息代替概率信息重复这项研究时，研究结果有了戏剧性的转变。问题陈述为“每1000名女性中有10名有乳腺癌”，而不是“1%的女性真的有乳腺癌”，这时46%的医生给出了正确答案；而当问题以概率的方式呈现时，只有8%的内科医生给出了正确答案（Hoffrage和Gigerenzer，1998）。这项研究说明，当寻求建议时（即使是从一个高度熟练的决策者），至少要确保你的问题是以频率而不是以概率的方式描述的。



易得性偏见




记忆强度和发生频率有什么关系？


请看图9.10中所呈现的名字列表，现在把目光从书上转移开，并估计一下图中男性和女性名字的数量。你有没有注意到，名单里有些女性是名人而男性都不是？你是不是估计错了，认为名单里女性的名字多于男性（Tversky和Kahneman，1973，1974）？如果向你呈现的名单中包含一些著名男性和普通女性，那么你可能会得出正好相反的估算，因为人们通常会受易得性偏见（availability bias）
 的影响：
对于那些更容易从记忆中获取的项目，人们判断它们出现的频率更高。








图9.10 易得性偏见。





看名字列表，估计女性和男性名字的数量。



易得性偏见影响我们的判断，因为记忆强度和发生频率直接相联系。相对于不频繁的项目，频繁发生的项目更容易记忆，所以你很自然地推断：你记忆较好的项目肯定也更频繁地发生。不幸的是，在上述情况下，较好的记忆不是源于更高的频率，而是源于更高的熟悉度。

易得性偏见这种解决问题的捷径通常被称为启发式（heuristics）
 ，即，
有利于决策过程的快速而有效的策略，但不能保证问题解决的成功。

 启发式是思维捷径，或“经验规则”，在解决问题时经常是有效的，但不是永远有效（Swinkels，2003）。与之相反，算法（algorithm）
 是
一个定义明确的程序或规则序列，它能保证问题解决的成功。

 例如，要做一个幻灯片汇报，其中要用到一些你平常很少用的功能（如插入电影和复杂动画），考虑两种途径：（1）努力去回忆你最近一次做过的相似幻灯片；（2）按照之前记录下的详细的步骤进行操作，即，你最近一次做相似的幻灯片时，记录下了详细的操作步骤，它正确地告诉你怎么插入电影和创建复杂动画。

第一个程序是智能的启发法，它有可能会成功，但是你需要一直在记忆中搜索直到最终用尽时间和失去耐心。第二个策略是一系列定义明确的步骤，如果执行得当，将会确保解决问题。



合取谬误



易得性偏见描绘了人类认知的一个潜在错误资源，不幸的是，它不是唯一的一个，请看下面的描述：



琳达31岁，单身，率真，并且很聪明。在大学里，她主修哲学。作为一个学生，她深度关切歧视和社会公平等话题，还参加了反核游行。



对事情的哪种陈述更可能？



a.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员。





b.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员并且在女权运动中活跃。



在一项研究中，89%的参与者将选项b列为比选项a更有可能（Tversky和Kahneman，1983），尽管那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假如说琳达是银行出纳员的可能性是20%，可毕竟有那么多的职业她都可能从事。相对独立地，我们说她是女权运动中活跃的可能性也是20%，同时，她也可能有其他兴趣。两件事情同时都正确的联合概率是它们各自概率的乘积。换句话说，她是出纳员的20%可能性乘以她参加女权运动的20%可能性，得出两件事情同时发生的可能性是4%（0.20×0.20=0.04，或4%）。多个事件的联合概率永远比每个事件的单独概率小，因此，单独一个事情发生永远比一系列事件同时发生的可能性大。


更多信息在有些时候是怎么将人们引向错误结论的？


这被称为合取谬误（conjunction fallacy）
 ，因为
人们认为两个事件同时发生比单个事件的发生可能性更大。

 谬误在于，信息越多，人们认为它们都正确的可能性越大。事实是，可能性迅速下降。基于对她的描述，你认为琳达在上次竞选中还投了自由党竞选人的票吗？你认为她也写诗歌吗？你认为她也在公平住房请愿书上签了名吗？通过每一点附加信息，你可能会想你正在得到一个关于琳达更好的描述，但是正如你在图9.11所见，所有这些事情都同时正确的可能性很小。






图9.11 合取谬误。





人们通常认为，随着每一点附加信息的增加，一个人所有情况同时真实的可能性会增加。而实际上，这个可能性下降的非常快。注意，所有可能性的交叉点比任意一个可能性的区域都要小很多。





代表性启发法



思考下面的情境：



一个心理学家小组基于与工程师和律师的面谈写了100个详细描述，这些描述来自70个工程师和30个律师。下面将会把这些描述随机呈现给你。阅读每一个描述然后停下来决定这个人更像工程师还是律师。记下你的决定然后继续读下去。





1.杰克（Jack）喜欢阅读与社会和政治话题有关的书。面谈期间，他在争论中表现出了特别的技巧。





2.汤姆（Tom）是一个孤独的人，他喜欢在空余时间解决数学难题。面谈期间，他的语言仍然是很抽象，他的情绪也控制得很好。





3.哈利（Harry）是个聪明的人，也是一个狂热的壁球运动员。面谈期间，他问了很多有深刻见解的问题并且讲话非常得体。



向被试呈现以上描述，并让他们判断所描述的人是工程师或律师的可能性（Kahneman和Tversky，1973）。记住，在这些描述里，70个是工程师，30个是律师。如果被试考虑到这一比率，他们的判断应该反映以下事实，即，工程师是律师的两倍多。但是研究者发现人们没有利用这个信息，他们的判断仅仅依据这个描述与他们对工程师和律师的概念的接近程度。所以，大多数被试会做出这样的判断：描述1更像律师，描述2更像工程师，而描述3则可能是任何一个。


什么能导致人们忽略一个事件的基本比率信息？


考虑一下被试对哈利的判断。他的描述既不像工程师也不像律师，所以大多数人说他从事两个职业的可能性是相等的。实际上，在这些被描述的人中，工程师要超过律师的两倍，所以哈利更有可能是一名工程师。人们似乎忽略了基本比率方面的信息，或一个事件的现有概率，而是将判断基于与类别的相似性。研究者们称其为代表性启发法（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
 ：
通过把一个物体或事件与这个物体或事件的原型进行比较做概率判断

 （Kahneman和Tversky，1973）。因此，概率判断就向被试所具有的律师和工程师的原型偏斜。相似性越高，他们就越可能判断为那一个类别的成员，尽管有那么多有用的基本比率信息。

启发法，比如易得性、代表性、或合取谬误，不仅体现了我们思考方式的长处，也体现了我们思考方式的弱点。我们很擅长依据原型形成类别，并依据与原型的相似性做分类判断。判断概率不是我们的特长，如我们在本章前一部分所述，人类大脑可以很容易地处理频率信息，如果概率问题重新用频率的方式进行描述，那么人们的决策通常可以得到改善。



框架效应




70%的成功率优于30%的失败率吗？


你已经看到，根据理性选择理论，我们的判断取决于我们赋予预期结果的价值。那么我们将价值赋予我们的选择所得到的效果如何呢？研究显示，当对问题的措辞（或组织）方式不同时，人们会对同一问题给出不同的答案，即，产生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
 。框架效应能影响价值分配。

例如，如果人们被告知某种药物有70%的有效率，他们通常都会印象很深刻：这种药物有70%的次数能治愈困扰你的疾病，这听起来很不错。而如果改为告诉他们一种药物有30%的失败率——30%的次数毫无益处——那么人们通常认为这种药物是一个具有潜在危害的、需要躲避的东西。请注意，给出的信息是相同的：70%的有效率意味着30%的次数是无效的，尽管如此，信息的组织方式还是导致了人们截然不同的结论（Tversky和Kahneman，1981）。

最引人注目的框架效应是沉没成本悖论（sunk-cost fallacy）
 ，当
人们依据先前的投资情况对当下情境做决策

 时就会发生这个问题。想象一下为了看到最喜欢的乐队，你排队排了3个小时，花了100美元买音乐节的门票，但是在户外音乐节当天，你醒来发现天气寒冷多雨，如果去音乐节的话你会很悲惨。但是你最终还是去了，因为考虑到如果你待在家里的话，你为门票花掉的100美元和排队花掉的时间都会被浪费掉。






值得花钱吗？运动队有时会试图去证明他们对表现不佳运动员的昂贵投资，这是沉没成本效应的一个例子。希度-特科格鲁（Hedo Turkoglu）是一个高薪球员，但是他最近的表现辜负了他的薪水。



请注意你有两种选择：（1）花100美元并舒服地待在家里或（2）花100美元并在雨中忍受好几个小时。两种情况下100美元都已经没有了：这就是一个沉没成本，在你决策的时候已经无法挽回。但是你组织问题的方式产生了问题：因为你投资了时间和金钱，所以你有责任坚持到底，即使那不再是你想要的。如果你能消除这种感觉，然后自问，我宁愿花100美元舒舒服服的呢，还是花100美元淋雨挨冻呢？机智的选择是很清楚的：待在家里听播客！

即使是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也要为沉没成本悖论而感到愧疚。教练应该让最多产的运动员参加比赛并让他们在团队里待的时间更久，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薪水最贵的运动员有更多的时间在球场上，并且呆在团队的时间也比薪水便宜的球员更久，即使昂贵运动员的表现没有达到标准（Staw和Hoang，1995）。教练更想要证明的是，自己对昂贵球员的投资是正确的，但他们没有认识到这样所带来的损失。框架效应是要付出代价的！


文化与社区 文化会影响积极偏向吗？




除了本章里描述的启发法和偏见之外，人类的决策经常还能表现出积极偏向效应：相对于其他人，人们相信自己在未来经历积极事件的可能性更大，而经历消极事件的可能性更小（Sharot，2011；Weinstein，1980）。几项研究已经发现，积极偏向在北美洲人群中比在一些东方文化（比如日本）人群中更加明显（Heine和Lehman，1995；Klein和Helwig-Larsen，2002）。最近的一项研究通过调查美国、日本和阿根廷的精神卫生工作者对自然灾害和恐怖袭击的可能性的判断考察了积极偏向。他们都接受过应对这些事件的培训（Gierlach，Blesher和Beutler，2010）。在某种程度上，这3个样本都表现出明显的积极偏向：每个国家的研究对象都认为他们比这个国家的其他人遭受灾害的风险更小。尽管如此，美国样本的积极偏向还是最强的。这个偏见在恐怖袭击问题上是最明显的，并且有着跨文化的效应。尽管美国近来经历了恐怖袭击，但美国人认为他们遭受恐怖袭击的危险还是比日本或阿根廷人要低。





一些类似的研究发现有助于我们了解积极偏向发生的原因。尽管已经提出了很多可能性（Sharot，2011），研究者们还是没有提出一个可以解释所有相关证据的理论。集中讨论积极偏向的文化相似性和文化差异可能会有助于达到那个目标，虽然我们不应该过于乐观地认为我们会很快达到那个目标！




为什么出现决策失误？


如你所见，在日常生活中，决策经常失误，漏洞百出。我们的决策会因问题呈现方式的不同而大相径庭（如，频率和概率，以损失而不是节省的方式来组织）。还有，我们容易表现出各种谬误，比如沉没成本悖论或合取谬误。对于为什么日常决策会表现出这些问题，心理学家们提出了几个解释，我们将讨论两个最有影响的理论：前景理论和概率格式理论。



前景理论




相对于获利，为什么大多数人会冒更大的风险去避免损失？


根据推理的完全理性模型，人们应该做使价值最大化的决策，换句话说，他们应该寻求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所谓的“期望效应”。我们每天都面临着这些决策。如果你要做关于金钱的决策，而金钱是你所重视的，那么你就应该选择可以给你带来最多金钱的结果。当决定要租哪个公寓时，你可能会去比较它们的月供，并选择更能省钱的那一个。

但是如你所见，人们经常做出与这个简单原则相悖的决策。问题是，为什么？为了解释这个效应，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Amos Tversky和Daniel Kahnman）（1992）提出了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
 
人们选择在评价潜在损失时承担风险，而评价潜在获利时避免风险。

 这些决策过程通过两个阶段发生。

➢ 首先，人们简化可用信息。所以，在一个像选择公寓这样的任务中，他们倾向于忽略很多潜在的可用信息，因为公寓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餐馆的距离，有没有游泳池，地毯的颜色，等等），依据所有因素来对公寓进行比较的工作量太大，而只关注重要的信息则会更高效。

➢ 在第二阶段，人们选择他们认为能带来最大价值的前景，这个价值因人而异、并且可能与客观衡量的“最大价值”所不同。比如，你可能会选择房租更高一些的公寓，因为你可以步行到达8个很棒的酒吧和餐馆。

前景理论还做了其他的设想来解释人们的选择模式，一个被称为“确定性效应”的设想认为，做决策时，人们会给予确定性的结果更多权重。玩彩票时，在80%的可能性赢4000美元和直接得到3000美元之间做决定时，大多数人选择3000美元，尽管第一个选择的预期价值比第二个选择多200美元（4000×80%=3200）！很明显，相对于期望支付，人们做选择时赋予确定的事物更多权重。

前景理论还假设，在评估选择时，人们将之与一个参考点进行比较。比如，假设你还是在两间公寓之间犹豫不决。公寓A的月租是400美元，如果在每月的5号之前支付的话会有一个10美元的折扣，公寓B的月租是390美元，如果在每月的5号之后支付的话会有一个10美元的追加罚款。尽管这两间公寓的花费客观上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参考点使得公寓A比公寓B在心理上似乎更有吸引力。

前景理论还假设，相对于实现收益，人们更愿意冒险去避开损失。如果让你的首月房租肯定会有300美元的折扣，或者你玩轮盘赌博，有80%可能性得到400美元的折扣，如果在两者之间做选择，你很可能会选择较低折扣的确定结果，而不是选择更高折扣的潜在结果（400×80%=320）。尽管如此，在损坏房屋造成的“确定的300美元罚款”和轮盘赌博“有80%可能性的400美元罚款”之间进行选择的话，大多数人会选择更高一些的潜在损失，而不选择确定损失。这种风险偏爱的不对称性表明，如果我们认为可以避开损失的话，会更乐意去冒些风险，但是如果我们预期会损失利益的话，就会去规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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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理性选择理论，做选择时人们会评估所有选项并选择能给他们带来最大利益的一个，但是，心理学研究发现，情况并不尽如此。政治候选人是怎么利用合取谬误、框架效应，或前景理论去影响选民对他们的对手（或其观点）的评价呢？





频率格式假说




为什么相对于概率我们更擅长评估频率？


根据频率格式假说（frequency format hypothesis）
 ，
我们的思维经过进化会去注意事情发生的频繁程度，而不是事情发生的可能性

 （Gigerenzer，1996；Gigerenzer和Hoffrage，1995）。因此，我们可以轻松地理解、加工，以及操纵频率信息，因为那是数量信息在自然环境中呈现的方式。例如，你上课路上遇见20名男性，15名女性，5条狗，13辆车和2辆自行车的车祸，这些信息是以频率的形式呈现的，而不是以概率或百分比的形式呈现的。从进化的角度来说，概率和百分比是近期的产物，它出现于17世纪中期（Hacking，1975）。几千年之后，人类才发展出了这些文化概念。为了能像日常认知工具一样有效使用它们，我们需要经过多年的学校教育。因此，我们容易在概率方面犯错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之相反，人们可以几乎毫不费力并完美无瑕地追踪频率信息（Hasher和Zacks，1984）。我们也很擅长识别两件事情多久同时发生一次（Mandel和Lehman，1998；Spellman，1996；Waldmann，2000）。当两个显示器呈现出的项目数不同，6个月大的婴儿是可以辨别出来的（Starkey，Spellman和Gelman，1983，1990）。频率监控是一个基本的生物能力，而不是通过正式教导而习得的技巧。根据频率格式假说，以频率形式而非概率形式呈现的数据信息能引起行为的改善，因为它利用了我们的进化力量（Gigerenzer和Hoffrage，1995；Hertwig和Gigerenzer，1999）。


决策与脑


有一名男性叫埃利奥特（Elliot）（你在“心理学的科学之路”那章简略看到过），在得脑瘤之前，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丈夫以及父亲。手术之后他的智能似乎未受损。但是，他分不清重要和非重要的活动，会花好几个小时在平凡琐碎的任务上。他丢掉了工作，并且卷入了几宗使他破产的高风险金融投资。他在讨论发生的事情时毫无困难，但是他的描述超然而冷静，他的抽象智力似乎与他的社会和情感能力分离了。

研究证实，以上对埃利奥特破产的解释有一定合理之处。在我们的研究中，研究者通过一个博弈任务考察了健康被试与前额叶损伤者的不同。博弈任务涉及风险决策（Bechara等，1994，1997）。4层扑克牌面朝下放着，要求被试对其做100次选择，那些扑克牌都各自代表指定数量的钱，他们可能赢得或失去这些钱。其中两层牌会带来大的回报或大的损失，而另外两层则会带来较小的回报或损失。游戏时，记录被试的皮电反应（GSRs）用来测量其情绪反应。


前额叶皮层与冒险行为有什么关系？


前额叶损伤参与者的成绩反映了埃利奥特的现实生活问题：他们选择的冒险和安全扑克牌一样多，导致大多数人的最终破产。最初，健康被试也从各层选择同等数目的牌，但他们会逐渐转向选择“安全层”的牌。尽管两组被试对大的回报和损失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情绪反应（通过他们的同类皮电反应GSR大小来测量），但是出现了策略上的差异。两组被试有一个重要的差异。随着游戏的进行，当健康被试仅仅在考虑从“风险层”选牌时，他们就开始表现出预期情绪反应。甚至在他们能说出有些层比另一些层更具风险之前，他们的皮电反应（GSR）分数就出现了一个激烈的跳跃（Bechara等，1997）。然而，前额叶损伤被试在想象从“风险层”选牌时并没有表现出这些预期效应。非常明显，他们的情绪反应没有引导他们的思维，所以他们会继续做出风险决策（如图9.12所示）。

对前额叶损伤被试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他们的风险决策产生于他们对行为后果的不敏感（Naqvi，Shiv和Bechara，2006）。不能根据直接后果进行思维，他们不会改变选择去应对损失概率的逐渐增多和奖赏概率的逐渐减少（Bechara，Tranel和Damasio，2000）。有趣的是，有物质依赖问题的个体，如酒精和可卡因上瘾者，会表现出相同的行为方式。在博弈任务中，他们大多数与前额叶损伤个体的表现一样差（Bechara，2001）。近期的一些研究发现博弈任务中的这种缺陷具有跨文化性，在中国的酗酒青少年身上也发现出同样的决策问题（Johnson，Xiao等，2008）。这些发现对如道路安全这样的日常主题有着潜在的重要意义。最近一项研究考察了因酒后驾车（DWI）而获罪的人，在博弈任务中表现差的违法者比表现好的人更可能犯重复酒驾罪（Bouchard，Brown，和Nadeau，2012）。近来相关研究记录了暴食者在博弈任务中的缺陷，他们同样对未来后果不敏感（Danner等，2012）。






图9.12 风险决策的神经科学。





在一个风险决策研究中，研究者比较了健康的控制组被试和前额叶损伤被试的选择。游戏中，被试从4层牌中选择某一层里的一张，其中两层是风险较大的牌，即可以提供大回报或大损失。另外两层是较安全的牌，它们的回报或损失都较小。在游戏的开始，两组被试都从两类牌层中选择相等次数的牌，随着游戏的进行，健康被试避开不好的牌层，并且在仅仅在考虑从“风险层”选牌时就表现出了很大的情绪反应（SCRs，或皮肤电导率）。另一方面，前额叶损伤被试会继续以相等的频率从两种牌层中选择，并且没有表现出情绪习得、以致最终破产。（Bechara et al.，1997）



健康个体的脑成像研究提供的证据与前面前额叶损伤个体的研究相符合：进行博弈任务时，相对于安全决策，当被试需要进行风险决策时，前额叶皮层的一块区域得到了激活。实际上，激活的区域位于博弈任务中表现差的人所损坏的前额叶部分，并且这个区域的激活越高，健康个体在任务中的表现就越好（Fukui等，2005；Lawrence等，2009）。总之，脑成像研究和脑损伤病人研究清楚地说明了风险决策的某些方面依赖于前额叶皮层。

小结



▲ 人的决策常常与完全理性的过程相背离，伴随这个背离出现的错误使我们了解人类思维是如何工作的。





▲ 我们赋予结果的价值在判断中具有很大的权重，以致它们有时会遮蔽客观证据。当要求人们做概率判断时，他们会把问题转化为他们知道如何解决的东西，比如判断记忆强度，判断与原型的相似度，或估计频率。而这会导致判断失误。





▲ 当一个问题与他们的心理算法匹配时，人们表现出相当高的技能、做出合理判断；当对一件事做概率判断时，人们的表现就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 因为我们觉得避开损失比获得收益更重要，框架效应从而影响我们的选择。情绪信息也强烈地影响着我们的决策，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影响的存在。尽管这些效应有时会使我们误入歧途，它们在日常决策中还是常常起着关键作用。





▲ 前额叶皮层在决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前额叶损伤的病人比健康个体会做出更多风险决策。






问题解决：寻找解决方案



当你发现你正身处一个自己不愿意待的地方时，你就有了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形下，你努力寻找一个方法去改变环境，那么你最终得以待在一个你所期望的地方。假如那是考试前一晚，你想要学习但是你无法安静下来专注于学习资料，这是一个你不想要的情境，所以你努力想办法来帮助自己专注。你或许可以从最感兴趣的部分开始，或者给自己一些奖励，比如一个音乐小歇或走到冰箱那里看看。如果这些方法能使你开始学习，那么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两大类型的问题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复杂化。第一种，也就是最常见的一种，是不明确问题，它没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或定义良好的解决路径。你的学习障碍就是一个不明确问题：你的目标没有得到清楚定义（即，以某种方式开始专注），达到这个目标的解决路径更不清楚（即，有很多开始专注的方法）。很多日常问题（做一个更好的人，找到那个特别的人，实现成功）定义都不明确。相反，一个定义明确的问题有非常具体的目标和清楚定义的解决路径。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沿着一组清楚的指示去学校，解决简单的代数问题，或下一局国际象棋。


手段—目的分析


1945年，德国心理学家卡尔·邓克尔（Karl Duncker）报告了一些关于问题解决过程的重要研究。他呈现给被试一些不明确问题，并让他们在解决问题时“出声思考”（Duncker，1945）。基于他们报告的问题解决方法，邓克尔提出了手段—目的分析（means-ends analysis）
 这一术语，用以描述了问题的解决方案，即，
寻找减少现状和预期目标之间差异的方法或步骤的过程。

 这个过程通常采取以下步骤：

1.分析目标状态（即，你想要达到的预期结果）。

2.分析目前形势（即，你的起点，或现状）。

3.列清现状和目标状态的差异。

4.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来减少差异

● 直接手段（没有中间步骤的解决问题程序）。

● 生成子目标（解决问题过程中的一个中间步骤）。

● 寻找一个具有已知解决方案的相似问题。

请看一个例子，这是邓克尔问题之一：



一位病人在他的腹部有一个肿瘤，这个肿瘤不可以手术。因为它周围都是健康但脆弱的组织。这些组织在手术中会被严重损害。病人如何得救？



目标状态是病人不再有肿瘤并且周围组织没有损坏。当前状态是病人有一个被脆弱组织包围着的且不可手术的肿瘤。这两种状态之间的区别是肿瘤。一个“直接手段”解决方法可能会用X射线消灭肿瘤，但是X射线法可能会损坏周围组织，也有可能会因此杀死病人。“子目标”可能会去改造X射线仪从而使它产生一个较弱的效果，达到了子目标之后，“直接手段”解决方法就会向病人的腹部发射弱化了的X射线。但是这个方法也不可行：弱化的X射线不会损坏健康组织，但是也杀不死肿瘤。那怎么办呢？寻找一个具有已知解决方案的相似问题。下面我们来看这是怎么做到的。


类比问题解决



类比问题解决（analogical problem solving），
 
指我们试图通过寻找一个具有已知解决方案的相似问题、并将这个解决方案运用到当前问题上从而解决问题。

 请看下面的故事：



一座由很多桥包围的岛屿是敌人的要塞部位，这个巨大的要塞有严密的守卫，只有一个非常大的军队才可能夺得它，不幸的是，如此大军队的重量会让周围桥梁不堪重负。所以，一个聪明的将军把军队分成几个小分队，把这些小分队分派到不同的桥上，测定渡过桥梁的时间，所以多个路线的士兵得以同时在要塞会合并夺取要塞。








图9.13 类比问题解决。





正如更小、更轻的部队可以到达要塞而不破坏桥梁，许多小剂量的X射线可以破坏肿瘤但不伤害脆弱的周围组织，在两个案例中相加的力量都达到了目标。



这个故事为肿瘤问题的解决提供建议了吗？应该是的。除去肿瘤和袭击敌人要塞是非常不同的问题，但是这两个问题是类似的，因为它们有共同的基本结构：目标状态是不破坏周围桥梁的情况下占领要塞；当前状态是一个被敌方占领的要塞和周围脆弱的桥梁；二者区别在于正占领着的敌人。解决方法是将所需的兵力分成小一些的部队，这样他们就足够轻以渡过桥梁，并把部队同时送到桥上使他们在要塞会合，会合起来的部队将形成一只足够强的军队从而夺取要塞（参见图9.13）。

这个孤岛要塞的类似问题为肿瘤问题提供了下面的“直接手段”解决方案：



把X射线仪放在病人周围，让它们同时发射弱化的X射线并在肿瘤那里会合。弱化的X射线的联合力量足以消灭肿瘤，但单个X射线足够弱从而使周围健康组织得以不被破坏。




为什么类推法在问题解决中是有用的？


读完要塞的故事之后你想到这个解决方法了吗？在采用了肿瘤问题的研究中，只有10%的被试自发产生了正确的解决方法，如果被试阅读了孤岛要塞问题或其他类似故事的话，这个比例就上升成了30%。但是，有些被试有机会阅读了不止一个类似问题或收到了明确的提示让他们运用要塞故事的解决方法，这些被试的成功率突然就跳跃到了75%（Gick和Holyoak，1980）。

为什么单独的要塞问题是无效的？因为问题解决受到问题间表面相似性的强烈影响，而肿瘤和要塞问题的关系根植于它们的内部结构（Catrambone，2002）。


创造性与顿悟


类比问题解决展示给我们，成功地解决一个问题通常需要掌握这一类型问题的基本原理，并且随着解决的问题数量的逐渐增加，我们识别特定问题类型和找出解决方案的能力逐渐增强。但是，一些问题的解决似乎涉及顿悟和一些创造性的解决方法，这些都是之前没有尝试过的。创造性和顿悟式的解决方法通常需要重构问题，这样它就会转变成一个你已经知道如何解决的问题（Cummins，2012）。



天才和顿悟



考虑一下数学家弗里德里克·高斯（Friedrich Gauss）（1777—1855）出色的思维。有一天，高斯的小学老师要求同学们把数字从1加到10，他的同班同学都费力地算了起来，高斯灵光一现突然就找到了答案。高斯把从1到10的数字想象成砝码，如图9.14所示排列在平衡木上，从左侧开始每个砝码增加1，为了使横梁平衡，左侧的砝码必须与右侧的配对，这从中间开始就可以看到，并且会发现5+6=11，然后向外扩展，4+7=11，3+8=11，等等。这就产生了5个可以加成11的数字对，现在问题就简单了，用乘法。高斯的天才之处在于以一种方式重构了问题，这种方式使他发现了一个简单且精妙的解决方法，否则这将是一个很繁琐的任务——另外，这种解决方法可以推广到一系列任何长度的数字。






图9.14 天才和顿悟。





年轻的弗里德里克·高斯（Friedrich Gauss）想象出了这里呈现的计划，并且迅速把一个繁琐的相加问题简化为了一个简单的乘法任务。高斯早期的顿悟让他之后意识到一个有趣的事实：这种解决方法可以推广到一系列任何长度的数字。after Werthermer，1945/1982




无意识在顿悟中的作用是什么？


根据格式塔心理学家的观点，像这样的顿悟反映了问题的自发性重构。与突然的顿悟不同，在渐进式的问题解决中，一个人会逐渐距离解决方案越来越近。顿悟的早期研究者发现，如果人们感到自己在逐渐变热（逐渐接近解决方案），那么他们更倾向于解决非顿悟问题。但是，人们是否觉得热并不能预测他们解决顿悟性问题的可能性（Metcalfe和Wiebe，1987）。顿悟问题的解决方法似乎是从天而降的，与被试的感受无关。

但是，后来的研究认为，突然顿悟的解法其实可能是无意识渐进过程的结果（Bowers等，1990）。在一项研究中，呈现给被试一些如图9.15所示的成对的三个词序列，让被试找与每个序列中的3个词汇相关联的第4个词。但是每对中只有一个序列有一个共同联系，可以解决的序列被称为一致的，没有解决方法的那些被称为不一致的。

即使被试没有找到解决方案，他们也能可靠地判断哪对是一致的，而不仅仅是随机判断。但是，如果顿悟是突然发生、是一种全或无的方式的话，那么被试的成绩应该是处于随机水平。因此，即使是顿悟问题解决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发生在无意识中。这个过程的工作模式大概是这样的：构成问题的线索模式无意识地激活了记忆中的相关信息。然后激活向记忆网络扩散开来，征集到更多相关信息（Bowers等，1990）。当激活了足够多的信息，它就会超越意识的阈限，从而使我们体验到问题解决方法的一个顿悟。

在“草莓”和“交通”之间寻找关联可能会需要一些时间，即使是对正在积极找出它们之间关系的人来说也一样。但是如果“草莓”这个词激活了长时记忆中的“果酱（jam，有堵塞的意思）”（参见记忆章节），然后激活从“草莓”传播到了“交通”，这个难题的解决方法就会突然出现在意识中，而思考者却不知道它是怎么出现的。似乎突然的顿悟来自于一个渐进过程，这个渐进过程来源于信息在记忆中的激活扩散，随着被激活知识的增多，新信息会出现。但是，有关问题解决的脑研究发现，通过顿悟解决的问题和通过采用更精细策略解决的问题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参见科学热点）。






图9.15 顿悟是渐进的。





要求被试找与每个序列中的3个词汇相关联的第4个词，即使被试没有找到解决方案，他们也能可靠地判断哪些序列是可以解决的，哪些是没有答案的。试着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Bowers et al.，1990）





功能固着



如果顿悟是一个简单的渐进过程，那为什么它的发生并没有更频繁一些呢？在前面提到过的一项研究中，顿悟解决方案的出现只有25%。顿悟很珍稀是因为问题解决（就像决策）受到了框架效应的影响。在问题解决中，框架会限制解决方法的类型。功能固着（functional fixedness）
 ——“认为物体的功能是固定不变的这样一个趋势”——会限制我们的思考。看图9.16和图9.17，继续阅读之前看你能否解决里面的问题。图9.16里，你的任务是用下面的物体照亮一间暗室：一些图钉，一盒火柴，和一支蜡烛。图9.17里，你的任务是，使用桌子上的东西，找一个方法去抓住一根从天花板上吊下来的绳子，并同时够到在很远地方的另一根绳子。






图9.16 功能固着和蜡烛问题。





怎么利用这些物体（一盒火柴，一些图钉，和一支蜡烛）把蜡烛装在墙上以照亮整个房间？先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再去第388页图9.19查看答案。




科学热点 顿悟与脑




伴随顿悟而来的“啊哈”时刻是一种扣人心弦的体验，这更凸显了根据顿悟解决问题和通过一步一步分析或者说尝试错误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感觉截然不同。这个主观感觉上的不同说明，我们在用顿悟法和分析策略解决问题时的大脑活动不同（Kounios和Beeman，2009）。





为了考察与顿悟相关的脑活动，研究者采用了叫做“复合远程关联”的程序，这个程序在某些方面与图9.15中的三词问题相似。每一个复合远程关联问题包含3个词汇，比如crab，pine和sauce。有时人们用顿悟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答案词汇（apple）突然间跃然于脑海，并且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有时人们用分析策略来解决问题，那会尝试很多方法去产生crab的复合词，然后评价它们是否符合pine和sauce。Crabgrass可以，但是它不符合pine和sauce，crabapple呢？可以！问题从而得到解决。





让被试在想到答案时按键反应，然后描述他们是通过顿悟还是分析策略得到答案的。在最初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采用脑电图（EEG；参见神经科学章节）的方法测量被试尝试解决问题时的脑电活动。他们观察到了很惊人的东西：在被试想到答案前大约三分之一秒开始，与分析策略解决的问题相比，顿悟解决的问题诱发了一个突然且剧烈的高频电活动（每秒40个周期，或gamma波段）（Jung-Beeman等，2004）。这个激活以右侧颞叶皮层的前部为中心，略高于右耳。为了考察大脑活动，研究者随后采用fMRI技术进行了一项相似研究，发现顿悟法比分析策略法有更大激活的唯一区域是右侧颞叶区。





伟大的法国科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曾说过：“机会只青睐有准备的头脑”，受这一观点的启发，研究者们问道：问题呈现前的脑活动能否影响问题解决的方式，是通过顿悟法还是通过分析策略法（Kounios等，2006）。答案是肯定的，在问题通过顿悟法得到解决之前的时刻，在额叶深处被称为前扣带回的一个脑区得到了更大的激活，这个脑区控制着一些认知过程，比如把注意力从一件事情转移到另一件事情的能力。研究者们认为，前扣带回的更大激活使被试能够注意并探测到那些仅仅略微激活的关联，那些较弱的关联可能位于潜意识层面，并从而促进顿悟。





采用复合远程关联任务的一个相关研究显示，与情绪不那么积极的人相比，当人们处于积极情绪时，他们更多采用顿悟法去解决问题（Subramaniam等，2009）。另外，如图所示，积极情绪与问题呈现前的时候前扣带回的高度激活相关，这说明处于积极的情绪状态有助于让大脑为顿悟做准备，积极情绪“启动”前扣带回，并因此增加人对有助于问题解决的关联的探测能力。积极情绪和顿悟之间的这种关系可能有助于解释近来一个著名的发现：中度酒精中毒导致复合远程关联任务中表现的提高，并且产生一个更强烈的感觉，那就是问题解决的方法是顿悟的结果（Jarosz，Colflesh和Wiley，2012）。作为选择，酒精的益处可以归因于控制、专注过程的减少，这释放了产生远端联系的能力。





哪些个体更有可能依赖顿悟而不是分析策略去解决复合远程关联呢？问题解决前的脑活动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线索（Kounios等，2008）。研究者们采用EEG的方法去测验静息态的大脑活动，结果发现，顿悟问题解决者们比分析策略解决者在右侧大脑半球表现出更多的静息活动，这与另外一些将创造力与右半球活动联系起来的研究相一致（Folley和Park，2005；Howard-Jones等，2005）。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当你经历“啊哈”瞬间的时候，就像一个熟悉的灯泡形象在你的脑海中炸开：这些瞬间确实伴随着一些类似大脑电力激增的东西，并且都以某些具体类型的电活动模式为先导。关于如何打开思维的灯泡并保持明亮，似乎未来的研究会告诉我们更多。








〔a〕用顿悟法解决问题前的时刻，积极的情绪状态与前扣带回的增强激活相关联〔蓝色区域〕。〔b〕积极情绪〔正效应-负效应〕与前扣带回的加强活动有关，这意味着创造问题解决所需关联的能力提高了。








图9.17 功能固着和绳子问题。





两根绳子悬挂在天花板的两边，它们的长度足够系到一起，但是它们的位置离开太远，无法在抓住一根的同时够到另一根。使用桌子上的工具（钉子、火柴和一把锤子），你会怎么去完成这个任务呢？把你的答案与第389页图9.20的答案进行比较。








图9.18 9-点问题。





试着只用4条直线把9个点连接起来，条件是这个过程中笔不能离开纸。把你的答案与391页图9.21相比较。



我们倾向于只从普通的、常见的或“固定的”功能角度来思考这些物体，这是解决这类问题时的困难之源。我们不去想把火柴盒用来当烛台，因为盒子一般都是用来装火柴的，而不是用来装蜡烛的。相似的，把锤子当成摆锤来用也是我们所想不到的，因为锤子的传统功能是敲击东西。功能固着阻碍你解决这些问题了吗？（解决方法在图9.19和9.20中）

有时框架效应会限制我们提出解决方案的能力。继续阅读之前，请先看图9.18。试着只用4条直线把9个点连接起来，条件是这个过程中笔不能离开纸。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你必须允许所画的直线伸出围绕这些点的虚框（参见图9.21），这个限制在此问题中不存在，但是存在于问题解决者的思维中（Kershaw和Ohlsson，2004）。尽管在表面上顿悟似乎为这类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方法，但研究认为，人们解决这类顿悟问题时所用的思维过程是渐进式的、可被描述为一个渐进的手段—目的分析（MacGregor，Ormerod和Chronicle，2001）。

小结



▲ 像概念形成和决策一样，问题解决是一个把新的输入（在这里指问题）翻译成旧知识的过程。问题可能是定义不明确的也可能是定义明确的，从而引导出或多或少明确的解决方案。





▲ 我们想出的解决方案既依赖于我们知识的组织，又依赖于问题的客观特征。尽管我们经常将事情组织成我们已经知道和理解了的事情，手段—目的分析和类比问题解决法还是为有效的解决方案提供了途径。





▲ 正如在功能固着案例中，有时知识会限制我们的问题解决过程，使本来很容易就可以找到的解决方法变得很难找到。






信息转化：如何得出结论




推理（reasoning）
 是
一种心理活动，通过把信息或观念组织成一系列的步骤从而得出结论。

 毫无疑问，有时候我们的推理看起来很明智，有时则不然。考虑一些事故保险索赔案件的原因：



➢ “今天早上我撞到公交车时，我是像平时一样7点钟去上班。公交车早了5分钟。”





➢ “回家的时候我进错院子了，结果就撞到了平时不在那里的树。”





➢ “我的车是合法停泊，只不过倒车的时候碰到了另外一辆。”





➢ “事故的非直接原因是一个小车里面长着一张大嘴的家伙。”





➢ “挡风玻璃碎了，原因未知，可能是伏都教徒干的。”



当类似这样的倒霉司机跟你理论时，你可能就会觉得他们想法是不合逻辑的。所谓的逻辑，就是一个规则系统，明确了在一系列的陈述之后可以做出哪些结论。换句话说，如果你知道某些已知命题是正确的，那么逻辑会告诉你另外的命题中哪些一定是正确的。比如，假设“杰克（Jack）和吉尔（Jill）去爬山了”是真命题，那么根据逻辑规则，“吉尔去爬山了”也一定是真命题。如果在承认第一个命题是真的基础上否认第二个命题为真，那么就会引起冲突。逻辑是评估、推理的工具，但是不应该将其与推理混为一谈。如果你认为逻辑就是推理，那么这无异于你将泥瓦匠的工具（逻辑）当成盖房子（推理）。


实践推理、理论推理与三段论推理







图9.19 蜡烛问题的解决方法。





是什么让这个问题这么难？盒子的常用功能（装火柴）干扰了我们认识到它可以作为一个烛台装在墙上。



本章前面的部分已经讨论过决策，这是一种依靠概率进行推理的活动。实践推理和理论推理也可以帮助我们做出决策（Walton，1990）。实践推理（practical reasoning）
 
可以明确下一步该做什么，或者说是推理出直接的行动。

 手段—目的分析法就是一种实践推理。比如分析如何在没有车的情况下穿过镇子去看音乐会。相反，理论推理（theoretical reasoning）
 （也叫论述推理）目标是推理出一种观念。理论推理可以让我们将符合逻辑的观念从其他观念中分离开来。

假设你希望你的朋友布鲁斯（Bruce）带你去音乐会，但是他说他的车坏了。你一定会寻找其他方法去听音乐会。如果之后你看到布鲁斯开车去了音乐会现场的停车场，你可能会这样推理：“布鲁斯告诉我他的车坏了，但是他刚刚才开进停车场。如果他的车坏了，他不可能开车过来。所以要么是他忽然修好了车，要么是他欺骗我。如果他欺骗了我，他真不够朋友。”需要注意的是，理论推理不存在行动指向的目标，只是通过一系列的推断去得到一个信念，在所给的例子中，这个观念就是“这个朋友不靠谱”。

如果这个例子让你觉得人们对于实践推理和理论推理同样擅长，那么实验证据会告诉你错了。一般来讲，明确下一步做什么比决定哪个观念符合逻辑要容易的多。在跨文化研究中，寻求理论推理时，从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身上体现出了实践性回答的趋势。比如，想象一段发生在一位尼日利亚稻农（文字出现之前的克佩列人中的一员）和一位美国研究者之间的对话（Scribner，1975，第155页）：



实验者：所有克佩列人都是稻农，史密斯（Smith）（西方人名）先生并不是一个稻农，那么请问他是一个克佩列人吗？





农夫：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实验者：只是按我的描述来思考。





农夫：如果我认识这个人，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但是因为我不认识他，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实验者：以你作为一个克佩列人的直觉来试试。





农夫：如果你认识一个人，当问到关于他的问题时，你能回答出来。但如果你不认识这个人，当问到关于他的问题时，你就很难回答。



正如这个专家所说，这位农夫并没有理解这个问题可以用理论推理来解决。相反，他执着于检索和核实事实，这种策略对于这一类任务并不起作用。

当文字出现之前文化中的人遇到需要实践推理的任务时，情况大不相同。发生在肯尼亚乡村的著名实验例证了一个典型的结果（Harkness，Edwards和Super，1981）。这是一个两难问题，一个男孩必须要决定是否要顺从父亲，把他挣来的钱的一部分交给家庭，尽管之前他父亲承诺过他可以自己保留所有的钱。听到这个两难故事后，参与者被问及男孩应该怎么做。一下是一位村民的具有代表性的回答：

一个孩子必须把你要求的东西给你，正如你会满足他的各种需求一样。为什么他要对自己所得如此自私呢？父母爱他的孩子，这个男孩拒绝给钱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意识到他的父亲需要帮助……通过展示对另一个人的尊敬，我们的友谊得到确立，并因此使得家庭能够昌盛。


跨文化研究展示了推理测验的哪些内容？


这个文字出现之前时期的个体理解这个实际问题没有困难。他的回答充满了智慧，富有洞察力且经过了良好的推理。这类跨文化研究的一个主要发现是，推理能力依赖于任务是否对参与者有意义，而不是他们本身问题解决的能力。






图9.20 细绳问题的解决方法。





锤子的固有功能（敲东西）干扰了它本身可以作为有重量的摇摆使细绳甩到人手中的这种认知。



在工业化社会中，受过教育的个体倾向于在逻辑上犯类似的错误，例如信念偏差（belief bias）
 ：
人们是否接受一个结论取决于这个结论是否看起来可信，而不是这个论点是否在逻辑上是可靠的

 （Evans，Barston和Pollard，1983；请见“现实世界”专栏）。举个例子，三段论推理
 是让人
根据已有的两个真命题，判断一个结论是否为真。

 请看以下两个三段论，衡量每个命题，思考当前两个命题为真时，结论是否成立：



三段论1：





命题1：没有香烟是不贵的；





命题2：有些易上瘾的东西是不贵的；





结论：有些易上瘾的东西不是香烟。




现实世界 从拉链到政治极端主义：理解的错觉




拉链是非常有用的物品，我们每个人用它们的次数都数不胜数。在被要求一步一步地进行解释之前，多数人认为自己对拉链的原理有很好的理解。在罗森布利特（Rozenblit）和凯尔（Keil）（2002）的实验中，被试首先对各种日常用品（如，拉链、可冲式座便器、缝纫机等）或日常事务的流程（如，如何制作巧克力饼干）的理解深度进行打分，然后他们被要求一步一步地、详细地进行解释。在看过专家级的说明和图解后，他们再次对自己的理解深度进行打分。第二次的分数显著低于第一次。在试图解释日常用品的工作原理以及日常事务的流程后，再看到更详细的专家解释，让被试了解到他们高估了自己的理解深度。罗森布利特和凯尔将这称为解释深度错觉。其他研究发现，即使之后没有专家解释，仅仅让被试进行详细解释，解释深度错觉仍然能出现。





近期的研究发现解释深度错觉同样存在于日常生活的一个非常不同的领域：政治极端主义。很多困难时期（如天灾、疾病等）都有两个相同的特点：它们都包含复杂的政策，并且倾向于偏向政治频谱的任意一端，并产生极端的观点。费恩巴赫（Fernbach）等人（2013）想知道两极化观点的出现是否是由于人们高估了自己对相关政策的理解深度。为了研究这个假设，研究者让被试评估了自己对6条实时政策的立场（伊朗核制裁，为社会稳定而提高退休年龄，单一保险人医疗系统，二氧化碳排放的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国家统一税，教师的绩效工资体系），评估使用7点量表，从最强烈反对到最强烈支持。其次，按照先前罗森布利特和凯尔（2002）所用的7点量表，让被试分别评估了自己对6条政策的理解，并随后要求参与者对6条政策进行详细的解释。之后再让参与者对每条政策的立场和对所有政策理解程度再度进行打分。





费恩巴赫等人（in press）发现，在进行详细解释之后，参与者会对政策的理解有更低的评估，并且相比之前，他们对六条政策的立场也显得不那么极端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那些在解释前后对理解深度打分的降幅最明显的被试，也会在解释政策后呈现出最缓和的立场。这些变化是对政策进一步思考的结果，还是仅仅由“解释过程”造成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者又做了额外的实验。他们要求一部分被试提供对政策的解释，要求另一部分被试列出自己站在某一立场的理由。结果是，做出解释的被试再一次降低了他们对政策理解的评估和立场的极端性，而列出立场理由的被试并没有表现出这样的差异。最后的实验显示，在做出解释后，参与者表示他们捐赠相关支持群体的可能性会降低，这表现了他们立场的缓和。





所有的结果支持了这样的观点，那就是极端政治观点来源于——至少部分地由于——解释深度错觉：一旦人们意识到他们对相关政策事项的了解并不如他们所想象得那么透彻时，他们的观点会变得缓和。虽然能同时解释政治政策和拉链功能的心理学现象并不多，但理解深度错觉是其中之一。





三段论2：





命题1：易上瘾的东西没有不贵的；





命题2：有些香烟不贵；





结论：有些香烟不易上瘾。



如果你和多数人一样，可能会认为第一个三段论推理的结论是对的，而第二个是错的。事实上，研究者发现近乎100%的人认为第一个结论为真命题，而只有不到半数的人接受第二个推理的结论（Evans，Barston和Pollard，1983）。但是这两个三段论推理的结构是一模一样的。这个结构的三段论会推出正确的结论，所以两个结论都是正确的。很明显，对结论的信念影响了人们的判断。


推理与脑


fMRI研究为推理任务中的信念偏差提供了新的观点。在信念—负载（belief-laden）条件下，被试一边接受核磁扫描一边进行三段论推理，这些推理的结论的可信度会受到已有知识的影响；而在信念—中性（belief-neutral）条件下，三段论的命题里含有一些晦涩模糊、不被被试熟知的术语，比如：



三段论3：





命题1：没有密码是高度复杂的；





命题2：有些结绳语高度复杂；





结论：所有结绳语都不是密码。








图9.21 九点难题的两种解决办法。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跳出箱子思考”，也就是走出由点分布所暗示形成的想象的箱子。这个局限的箱子并不存在，它是受到了问题解决者知觉定势的影响。



被试进行信念—中性推理时激活的脑区不同于信念—负载推理时激活的脑区（见图9.22）。在信念—负载推理时，涉及从长时记忆中检索和选择事实的左侧颞叶活动增加；相反，在信念—中性推理时，相同部位的脑区激活度很低，而涉及数学推理和空间表征的顶叶区域却表现出了更大的激活（Goel和Dolan，2003）。这些证据表明，被试在进行两种推理任务时采用了不同的方法，信念—负载推理更多依赖于先前编码的回忆，而信念—中性推理更多依赖于抽象思维加工。这些发现和其他神经影像学的研究结果一致，即大脑的推理中心并不是唯一的，不同类型的推理任务依赖于和不同的脑区有关的不同加工（Goel，2007）。






图9.22 推理中激活的脑区。





这些来自fMRI研究的影像显示，不同类型的推理激活了不同的脑区。顶叶区（a）只在逻辑推理时被激活而不受先前信念的影响（信念—中性推理）；而（b）显示当推理受到先前信念影响时，左侧颞叶激活（信念—负载推理）。结果显示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不同的推理难题。



小结



▲ 推理的成功取决于命题或情境的内容性质。虽然人们在评估一系列命题的真实性时遭遇理论推理困难，但却可以出色地进行实践推理。





▲ 信念偏差描述了对命题结论的判断扭曲，它导致人们关注结论的可信性，而不是结论与前提条件之间的逻辑关系。





▲ 脑成像研究的证据说明，不同的脑区与不同类型的推理相关联。





▲ 在本章的很多地方我们都能看到，那些之前帮助我们理解知觉、记忆、和学习的策略——认真地检测错误和试图将脑的信息整合到我们的心理分析中——同样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思维和语言。



本章回顾


关键概念小测试


1.词组成短语和句子的规则是什么？

a.音系规则

b.正字法规则

c.结构规则

d.句法规则

2.下面关于语言发展的陈述哪项是不正确的？

a.语言习得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儿童模仿成人语言的过程。

b.深度结构指句子的意义，而表面结构指句子的措辞方式。

c.孩子开始上学的时候有10，000的词汇量是很平常的。

d.孩子对语言的被动掌握比主动掌握发展的更快。

3.什么理论认为语言发展是一种天生的生物能力？

a.快速投射

b.行为主义

c.先天论

d.交互作用论

4.促进语言学习的过程集合指_____。

a.音系规则

b.语言障碍

c.语言习得装置

d.语法规则泛化

5.布洛卡区的损毁会导致_____。

a.不能理解语言

b.符合语法规则的语言产生困难

c.婴儿牙牙学语的再次出现

d.书写困难

6.语言相对论主张_____。

a.语言和思维是独立的认知现象

b.不同的文化中词汇有不同的意义

c.人类语言对非人动物来说太复杂了

d.语言塑造了思维的本质

7.一个范畴最典型的成员是_____。

a.原型

b.范例

c.概念

d.定义

8.我们对范畴的代表成员而不是所有成员的特征进行判断从而形成概念，下面哪个理论是基于此的？

a.原型理论

b.家族相似性理论

c.样例理论

d.启发式理论

9.对范畴外物体的识别正常，但不能识别特定范畴物体，这被称为_____。

a.范畴偏向组织

b.认知—视觉缺陷

c.范畴特异性损伤

d.失语症

10.使用以下哪种方式最可能得出问题的解决方法？

a.理性选择理论

b.概率

c.启发法

d.算法

11.问题表达方式的不同导致人们对同一问题给出不同的答案，是因为_____。

a.易得性偏向

b.合取谬误

c.代表性启发法

d.框架效应

12.观点“相对于实现收益，人们更愿意冒险去避开损失”描述的是_____。

a.期望效益

b.频率格式假说

c.前景理论

d.沉没成本悖论

13.前额叶损伤的人倾向于_____。

a.强烈的预期情绪反应

b.风险决策

c.皮肤电反应

d.对行为后果特别敏感

14.米兰达（Miranda）有一个目标，分析她目前的情境，并列出目标与当前情境的不同，然后提出一个策略减少二者之间的差异。米兰达正致力于_____。

a.手段—目标分析

b.类比问题解决

c.利用顿悟

d.功能固着

15.哪种推理以决定行动为目标？

a.理论推理

b.信念推理

c.三段论推理

d.实践推理


关键术语


语言

语法

音素

音系规则

词素

正字法则

句法规则

深层结构

表面结构

快速投射

电报式语言

先天论

语言习得

遗传性语言障碍

失语症

语言相对论

概念

家族相似性理论

原型

样例理论

范畴特异性损伤

理性选择理论

易得性偏差

启发法

算法

合取谬误

代表性启发法

框架效应

沉没成本悖论

前景理论

频率格式假说

手段—目的分析

类比问题解决

功能固着

推理

实践推理

理论推理（或论述推理）

信念偏差

三段论推理


转变观念


1.你向一个朋友提及你刚学过的内容，即我们所学的第一语言可以塑造我们的思维方式。你的朋友说，哪里的人都是人，你说的不对。你会用什么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呢？

2.2011年9月，《连线杂志》（Wired magazine）刊登的一篇文章讨论了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FL）教练在第四次进攻时做出的决策。在第四次进攻时，教练可以选择攻击性打法，尝试继续进攻（甚至是达阵得分）；教练也可以选择弃踢或任意球，这些是安全打法，但比达阵得分得的分要少。数据显示，冒险打法一般来说会比安全打法赢得更多的分数。但是在现实中，教练选择安全打法的可能性超过90%。在阅读这篇文章时，你的朋友表示怀疑，他说：“教练又不傻，他们都想赢，”“为什么他们一直做错误决定呢？”你的朋友正在把人假设成理性决策者。你的朋友错在哪里？是什么促使足球教练做出非理性决策？


关键概念小测试答案


1.d；2.a；3.c；4.c；5.b；6.d；7.a；8.b；9.c；10.d；11.d；12.c；13.b；14.a；15.d.


需要更多帮助吗？更多资源在：


http：//www.worthpublishers.com/launchpad/schacter3e


语言（language）
 
用于沟通的符号系统，这些符号通过语法规则组织在一起、并且传达特定的意义。




语法（grammar）
 
一套规则，语言单元通过这套规则组织在一起、传递特定的意义。




音素（phonemes）
 
口语区别于噪声的最小的声音单元。




音系规则（phonological rules）
 
一系列规则，根据这些规则，音素组合成口语信号。




词素（morphemes）
 
语言的最小意义单元。




正字法规则（morphological rules）
 
一系列规则，根据这些规则，词素组合成词汇。




句法规则（syntactical rules）
 
是一系列规则，它说明了词汇是如何组合成短语和句子的。




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
 
句子的意义。




表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
 
句子的措辞方式。




快速投射（fast mapping）
 
仅仅经过一次接触，儿童就能把词汇投射到其深层概念上。




电报式语言（telegraphic speech）
 
仅仅由实词构成，不包含任何功能词素的句子。




先天论（nativist theory）
 
认为语言发展是一种先天的生物能力的观点。




语言习得装置（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LAD）
 
促进语言发展的一系列程序。




遗传性言语障碍（genetic dysphasia）
 
虽然具有正常的智力水平，但是不具备学习语法结构的能力的症状。




失语症（aphasia）
 
语言产生和理解上存在缺陷。




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 hypothesis）
 
认为语言塑造思维方式的理论。




概念（concept）
 
用于指代各类事、物等范畴性信息的心理表征，这些范畴通过共享特征组合在一起。




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 theory）
 
范畴的一个成员拥有范畴成员的典型性特征，但是不一定所有的成员都拥有这些特征。




原型（prototype）
 
范畴的“最好”或“最典型”的成员。




样例理论（exemplar theory）
 
把新样例与存储在记忆中的该范畴的其他样例相比较来进行范畴归类。




范畴特异性损伤（category-specific deficit）
 
一种神经综合症，不能识别某一特定范畴内的实体，但是能识别这一范畴外的实体。




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
 
一种传统观点，我们基于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判断结果的重要性，并结合这两个方面来做决策。




易得性偏见（availability bias）
 
那些更容易从记忆中获取的项目被判断为出现的频率更高。




启发式（heuristics）
 
有利于决策过程的快速而有效的策略，但不能保证问题解决的成功。




算法（algorithm）
 
一个定义明确的程序或规则序列，它能保证问题解决的成功。




合取谬误（conjunction fallacy）
 
人们认为两个事件同时发生比单个事件的发生的可能性更大。




代表性启发法（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
 
一个思维捷径，通过把一个物体或事件与这个物体或事件的原型进行比较进行概率判断。




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
 
人们依靠问题的措辞（或组织）方式对同一问题给出不同的答案。




沉没成本悖论（sunk-cost fallacy）
 
一种框架效应，当人们依据先前的投资情况对当下情境做决策时就会发生这个问题。




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
 
人们选择在评价潜在损失时承担风险，而评价潜在获利时避免风险。




频率格式假说（frequency format hypothesis）
 
我们的思维进化到去注意事情发生的频繁程度，而不是它们发生的可能性。




手段—目的分析（means-ends analysis）
 
是指寻找减少现状和预期目标之间差异的方法或步骤的过程。




类比问题解决（analogical problem solving）
 
指我们试图通过寻找一个具有已知解决方案的相似问题、并将这个解决方案运用到当前问题上从而解决问题。




功能固着（functional fixedness）
 
认为物体的功能是固定不变的这样一个趋势。




推理（reasoning）
 
为得出结论而将信息或观念组织为一系列步骤的心理活动。




实践推理（practical reasoning）
 
明确下一步该做什么，或者说是推理出直接的行动。




理论推理（theoretical reasoning）（或论述推理discursive reasoning）
 
目标是推理出一种观念。




信念偏差（belief bias）
 
人们关于是否接受一个结论的判断取决于这个结论是否看起来可信，而不是这个论点是否在逻辑上是可靠的。




三段论推理（syllogistic reasoning）
 
根据已有的两个真命题，判断一个结论是否为真。






第10章 智力



当安妮·麦佳雷（Anne McGarrah）在57岁去世的时候，她的年纪已经超过了自己能数清的数字了。这是因为安妮完全不会数数。与大多数患有威廉斯氏综合征（Williams syndrome）的人相似，安妮不能做3加7的加法运算，不能兑换1美元的零钱，也不能区分左边和右边。她的缺陷相当严重，导致生活无法自理，也无法从事全职的工作。那么，安妮的时间都用来做什么了呢？



我热爱阅读。人物传记、科幻、小说、报纸上各种文章、杂志上的文章，无论是什么内容我都会去阅读。我最近刚读了一本关于一个小女孩的书——她出生在苏格兰——她家在一个农场里……我热爱听音乐。我有一点点喜欢贝多芬，但是特别喜欢莫扎特、肖邦和巴赫。我喜欢他们的音乐风格——非常轻柔、非常空灵，这是让人觉得十分愉悦的音乐。我觉得贝多芬的作品让人有点压抑。（Finn，1991，第54页）



虽然威廉斯氏综合征患者通常无法自己系鞋带或者整理床铺，但是他们经常会在音乐和语言方面表现出天赋。威廉斯氏综合征是由于人类7号染色体上缺少了20个基因而造成的。目前还没有人了解为什么如此细微的基因差异会对人们的认知能力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害，却同时又给人们留下了一些特殊的才能。

安妮·麦佳雷是不是一个聪明的人？对于一个连简单的加法都不会做的人，说她聪明似乎是很诡异的一件事。但是，你要说一个能够对巴洛克式对位法


[1]



 和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发表明确观点的人不聪明，似乎也是一件很诡异的事。在艾尔伯特·爱因斯坦和霍默·辛普森


[2]



 （Homer Simpson）的世界里，我们很容易就能把天才和傻瓜区分开来。但是，在我们自己和安妮·麦佳雷的世界里：人们有些时候灵光乍现，部分时候聪明伶俐，多数时间是有能力完成任务的，但是偶尔可能会比一棵西兰花还要傻。这就促使我们提出一个艰难的问题：智力究竟是什么？20多年前，52位出色的科学家齐聚一堂，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的结论是，智力（intelligence）
 
是一种能力，它能够指引人们思考，让人们适应环境，并且从经验中学习

 （Gottfredson，1997）。正如你将要在本章所看到的，对智力的这种定义同时涵盖了科学家和普通人在使用智力这个术语时所指的内容。

一百多年来，心理学家对智力提出了四个问题：智力如何被测量？智力究竟
是什么？

 智力
从何而来？哪些人

 拥有智力而哪些人不具备智力？正如你将要看到的，智力是能力的一种集合，它能够被相当准确地测量，它是先天基因和后天经验的共同产物，这是一种在一些人或一些群体中表现得更明显的事物。





[1]

 对位法是在音乐创作中使两条或者更多条相互独立的旋律同时发声并且彼此融洽的技术。对位法是音乐史上最古老的创作技巧之一，是复调音乐的主要写作技术。——译者注




[2]

 霍默·辛普森是美国电视动画《辛普森一家》中的一名虚构角色，辛普森是一家五口中的父亲。霍默是部分美国工人阶级的典型代表。虽然他贪食、懒惰、常惹是生非且非常愚蠢，但却偶尔能展现出自身的才智与真实价值，譬如对自己家人的热爱及保护。——译者注





智力是如何被测量的？



很少有什么比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的人更加危险的了。在20世纪20年代，心理学家亨利·戈达德（Henry Goddard）主持了一个对艾丽斯岛（Ellis Island）的新移民进行智力测验的项目。他得到的结论是，绝大多数犹太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和俄罗斯移民是“智力低下的”（feebleminded）。戈达德还把他的智力测验作为工具，用来筛选智力低下的美国家庭（他声称，这些智力低下的美国家庭是这个国家多种社会问题的罪魁祸首），他建议美国政府应当把这些人放逐到与世隔绝的区域内，然后“把这些人的生育能力移除”（Goddard，1913，第107页）。美国政府随后通过了对来自欧洲南部和东部移民的法律禁令，此外美国27个州也颁布了法令，要求对“智力缺陷”人群实行绝育。

从戈达德的时代到我们这个时代，智力测验一直被用来为针对不同种族、宗教和国籍人群的偏见与歧视披上一层合理的外衣。虽然智力测验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大量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它的历史还是更多地伴随着欺骗与耻辱（Chorover，1980；Lewontin，Rose和Kamin，1984）。智力测验的使用偶尔具有令人厌恶的目的，这其实是一件特别讽刺的事情，因为，正如你接下来会看到的，研发智力测验的最初目的其实是极其高尚的：为了帮助学校里学习落后的学生取得成功。


智商



智力测验最初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在20世纪末，法国发起了一场翻天覆地的教育改革，改革的目标是让所有社会阶层的孩子都能够上小学。一时间，法国小学教室里坐满了各种各样的学生，他们准备好接受小学教育的程度可谓是大相径庭。法国政府请来了阿尔弗雷德·比纳（Alfred Binet）和泰奥多尔·西蒙（Theodore Simon）来研发一种测验，然后学校里的教育者们使用这种测验就可以为那些学习落后于同龄人的孩子们设计补习计划（Siegler，1992）。“在这些孩子受教育前，”比纳写道（1909），“他们应当先经过筛选。那么，如何完成筛选呢？”

比纳和西蒙担心，如果让老师来做筛选，那么补习班教室里将会坐满了穷人家的孩子；如果让家长来做筛选，那么补习班教室里肯定会是空空荡荡的。所以就必须研发一种客观的测量工具，它能够不带偏见地测量孩子的能力。比纳和西蒙小心翼翼地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他们开始寻找一些测验任务，班级中最好的学生能够完成这些任务，同时最差的学生不能完成这些任务——换句话说，就是那些能够把最好和最差的学生加以区分，并且能够预测他们随后在学校学业成绩的任务。他们尝试使用的任务包括，逻辑问题解决、词语记忆、图形复制、区分可食用和不可食用的食品、押韵词句写作，以及提问回答，例如“当曾经侵犯过你的人要求你的原谅，你该怎么做？”比纳和西蒙选定了30种上述类型的任务并用这些任务组成了一项测验，他们声称这项测验可以测量一个孩子的“自然智力”。那么，“自然智力”这个词组代表了什么意义呢？



我们在此将自然智力与教育分离开……我们尽可能地不去考虑受教育的程度，教育是一个人拥有知识的程度……我们不给学生阅读材料，也不要求书写，对于我们所呈现的测验来说，一个人靠着死记硬背式的学习可能是不会成功的。事实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使用这个测验甚至不会发觉这个人在阅读方面存在缺陷。在此，我们所要考虑的单纯只是一个人自然智力的水平而已。（Binet，1905）




两种智商分数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异？


比纳和西蒙设计了一套测验，目的是考察一个孩子过往教育
成就

 （achievement）中独立学习的
学力

 （aptitude）成分，从这个角度讲，他们将这套测验称为对自然智力的测验。比纳和西蒙提出，教师可以使用他们的测验简便地对某一名特定儿童的“心智水平”（mental level）加以估量，方法是对不同年龄组大量学生的测验分数取平均，然后确定某一名特定儿童的测验分数和哪个年龄组的平均分最接近。例如，一名孩子的年龄是10岁，但是这个孩子的测验分数和8岁年龄组儿童的平均分几乎一样，那么这个孩子的心智水平就是8岁的水平，因此这个孩子需要参加补习班。

德国心理学家威廉·斯登（William Stern，1914）提出，应当以儿童心理年龄（mental age）作为基础来考察其心智水平，他同时提出，确定一名儿童是否正常发展的最好方式就是计算儿童心理年龄与生理年龄之间的比率。美国心理学家刘易斯·推孟（Lewis Terman，1916）通过统计方法将这种比较做了规范化，发展出了一种
智力商数

 （intelligence quotient），或者称
智商分数

 （IQ score）。IQ分数有两种计算方法，每一种方法又存在着自身特有的问题。






杂志专栏作者玛丽莲·沃斯·莎凡特（Marilyn vos Savant）被称为这个世界上智商得分最高的人。那个站在她身旁相应来说比较愚蠢的人是她的丈夫罗伯特·贾维克（Robert Jarvik）医生，人造心脏的早期发明者之一。



➢ 比率智商（ratio IQ）
 的统计方法是，
用一个人的心理年龄除以生理年龄，然后乘以常数100。

 根据这个公式，如果一个10岁儿童的测验分数与10岁组儿童的平均分基本相同的话，那么他的比率智商应当是100，因为（10/10）×100=100。如果一个10岁儿童的测验分数与8岁组儿童的平均分基本相同的话，那么他的比率智商应当是80，因为（8/10）×100=80。那么，这种方法存在什么问题呢？好的，如果一个7岁的儿童能够做到像14岁儿童的水平，那么他的比率智商应当是200，这个高分看上去还是很合理的，因为毕竟一个7岁孩子能做代数题还是挺聪明的。但是，如果一个20岁的人能够表现得像40岁的人，那么他的比率智商也应当是200，这个分数看上就完全不具备合理性了。

➢ 离差智商（deviation IQ）
 的统计方法是，
用一个人的测验分数除以这个人所在年龄组的平均测验分数，然后乘以常数100。

 根据这个公式，如果一个人的得分和他所在年龄组的平均分相同，那么他的离差智商就是100。离差智商克服了比率智商的缺点。原因是这样的，比如说，一个20岁的人测验分数和40岁年龄组的平均分相近，这个人不会被错误地贴上天才的标签。唉，离差智商却存在着另外的问题：它不能在不同年龄段之间进行比较。如果一个5岁大的儿童和一个65岁大的成人的离差智商都是100，那么这意味着他们俩的分数都和同龄人的平均分相同，但是我们不能说他们俩的智力程度相同。谁更聪明一点？通过比较离差智商，我们不能得到答案。

每种计算IQ的方法都存在缺陷——但是，幸运的是不同的计算方法存在的问题也不同，那么我们就能把它们合并使用。在测试儿童的时候，心理学家通常会选择比率智商，而测试成人的时候，则会使用离差智商。


智力测验


对于当代绝大多数智力测验来说，其设计与研发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比纳和西蒙的工作。举例来说，斯坦福—比纳智力量表（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Scale）就是在比纳和西蒙原有的测验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最初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刘易斯·推孟和他的同事加以更新。韦氏成人智力测验（Wechsler Adult Intelligence Scale，WAIS）可能是世界上应用最为广泛的智力测验工具了，它是取其开发者戴维·韦克斯勒（David Wechsler）之名。与比纳-西蒙最初的测验方式相似，韦氏成人智力测验也是通过要求受试者回答问题和解决问题来测量智力的。受试者要完成的任务包括，比较不同想法和事物之间的相似与不同之处，从所示证据中导出推论，算术与规则应用，对物品的记忆和操作，形状排列，词义表述，通用知识回忆，对日常生活中实际行为的解读，数字使用以及对细节的注意力等方面。在比纳—西蒙早期测验的指导思想中，这些测试都是不要求受试者书写词汇的。在表10.1中展示了部分韦氏成人智力测验中的例题。



表10.1 韦氏成人智力测验表IV中的分项测验和核心主题







智力能够对人生中哪些重要方面做出预测？


在你看来，这些例题可能更像是有趣的游戏（也许需要去掉“有趣的”这个部分），但是几十年来的研究显示，诸如韦氏成人智力测验等，一个人在这类测验中的表现确实能够对他日常生活中大量重要的领域能够取得的成果做出预测（Deary Batty和Gale，2008；Dean：，Batty Pattie和Gale，2008：Der，Batty和Deary，2009；Gottfredson和Deary 2004；Leon等，2009；Richards等，2009；Rushton和Templer，2009；Whalley和Deary，2001）。例如，智力测验分数是一个人收入的良好预测指标。一项研究比较了家庭中在智商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的兄弟姐们，结果发现，对于家里那些智商得分低的子女来说，他们一生的收入大概只是家里智商分数高的子女的一半而已（Murray，2002；见图10.1）。






图10.1 兄弟姐妹之间收入水平与智力之间的关系。





这张图表展示了一个智商在90—109的人平均年收入水平（深蓝色），以及比他/她智商更高或更低的兄弟姐妹的年收入水平（浅蓝色）。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在高智商人群身上存在着一系列有助于他们经济上获得成功的特质。例如，高智商人群更有耐心，他们更善于计算风险，他们更善于对人们接下来要做出的行为和自己应当如何正确回应这些行为做出预测和预判（Burks等，2009）。然而，高智商人群比智商稍低人群（或者是自己的亲兄弟姐妹！）收入更多的主要原因是，受教育程度的差异（Deary等，2005；Nyborg和Jensen，2001）。事实上，与一个人的社会阶层相比，他/她的智商是其受教育程度更好的预测指标（Deary，2012；Deary等，2005）。高智商人群呆在学校的时间更长，在学校的表现也更好：智商和学业表现之间的相关系数大约是r=0.50，这个数据具有跨群体和跨情境的稳定性。在离开学校之后，情况依旧如此。高智商人群在工作岗位上的表现也更加出色（Hunter和Hunter，1984），有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在雇佣没有以往工作经验的员工时，对他们未来绩效和学习能力最有效的预测指标就是一般心智能力”（Schmidt和Hunter，1998，第262页；见“现实世界”栏目）。


现实世界 看上去挺机灵




离你面试开始的时间还有30分钟。你又把自己的发型检查了两次，吃了一颗薄荷糖以确保口气清新，再次浏览了你的简历以确保没有错别字，然后又演练了一次对所有常规问题准备好的答案。现在你要做的就是用你的智力打动面试官，无论你的智力是不是真的很不错。由于智力是一个人所拥有的最为可贵的特质，所以，无论是否真的聪明伶俐，我们都会努力尝试给别人留下我们很聪明的印象。因此，我们会说一些很精巧的笑话，谈及一些我们阅读过的那些书籍长长的书名，希望以此打动我们潜在的雇主、潜在的约会对象、潜在的客户以及潜在的岳父岳母/公公婆婆。





但是，我们这么做是不是正确的？如果这样做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是否能够获得应得的称赞？研究表明，事实上，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对他人的智力水平做出良好的判断（Borkenau和Liebler，1995）。例如，观察者在看过两张人物照片之后就可以对这两个谁更聪明做出相当可靠的判断（Zebrowitz等，2002）。如果让观察者观看时长为1分钟的视频，视频的内容是不同的人正在与他人进行社交活动，结果发现观察者可以准确地估计出视频中哪个人的智商分数最高——即便他们看到的视频是没有声音信号的（Murphy，Hall和Colvin，2003）。





人们对他人智力水平的判断是基于各种线索的，从生理特征（身高和外形吸引力）到衣着（头发是否被打理得很好以及是不是戴眼镜），再到行为举止（走路的步速和说话的语速）。但是，所有这些线索没有一个真正是对一个人智力水平的可靠预测指标。那么，一个人能够对他人智力水平做出良好判断的原因是，除去所有这些无用的线索，人们同时还会考虑另一条非常有用的线索：眼睛的注视方向。结果发现，高智商的人在自己说话和倾听他人讲话的时候都会将眼睛注视着自己的谈话对象，观察者了解这一点，并且能够利用这一点来准确估计一个人的智力水平，而不是那些什么场景中的神秘信息或者一个人带什么领结所传递出的信号（Murphy等，2003）。以上这些在观察者是女性（她们是对他人智力水平更好的判断者）而被观察者是男性（他们的智力水平更容易被准确估计）的时候尤为正确。





那么，底线在哪里？让口气清新的薄荷糖没问题，在前额的头发上用点定型啫喱肯定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当你参加面试的时候，别忘了注视对方。








瓦哈德·麦斯胡德（Wahad Methood）正在面试易佩司国际海运公司（EPC global）的应用工程师职位。研究发现，如果候选人在面试过程中能够保持与面试官相互注视，那么面试官就更有可能认为候选人智力较高。而且，面试官是对的！



高智商人群并不仅仅是更加富有，他们的健康水平也更好。研究人员对上百万人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追踪研究，结果发现智力和健康及长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高智商人群吸烟和酒精摄入的可能性更低，同时参与身体锻炼和健康饮食的可能性更高（Batty等，2007；Weiser等，2010）。无怪乎他们的寿命更长。事实上，一名年轻人的智商分数每增长15分，他/她死亡的风险就会降低24%，这些死亡的风险包括了心血管疾病、自杀、他杀以及重大事故（Calvin等，2010）。当然，健康、财富和其他一些数据都显示高智商人群寿命更长，这是由于他们在学校中的表现更好，因而他们的工作也会更理想，因而他们会有更高的收入，因而他们可以避免患上诸如心血管疾病之类的疾病（Deary，Weiss和Batty，2011）。无论如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底线是非常清晰的：智力功不可没。






智商和收入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肯·詹宁斯（Ken Jennings）在电视游戏节目比其他人类选手赢得了更多的奖金——超过三百万美元。而他两次在危险边缘（Jeopardy）游戏中被击败：一次是在2004年被南茜·齐格（Nancy Zerg）打败；另一次是在2011年被IBM公司一台名为“沃森”（Watson）计算机打败。（在谈到被一台机器打败的时候，詹宁斯豁达地说，“我个人很乐意看到新的计算机霸主的诞生”。）



小结



▲ 智力是一种心智上的能力，它赋予人们指引自己的思维、适应环境以及从经验之中学习的能力。





▲ 智力测验会提供一种被称为智商分数或IQ的分数。比率智商是一个人心理年龄和生理年龄之间的比率，离差智商是一个人智力测验分数与他/她所在同年龄组平均分之间的偏离程度。





▲ 智力测验分数可以对一个人在人生大量重要领域能够取得的成果做出预测，例如学术表现、职业技校、健康状况以及财富。






什么是智力



在20世纪90年代，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五次赢得了美国篮球职业联赛（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NBA）最有价值球员奖项（Most Valuable Player），确保了芝加哥公牛队六次获得联盟的总冠军，乔丹本人也创造了NBA常规赛历史上最高平均分的纪录。美国联合通讯社（The Associated Press）将他誉为本世纪第二伟大的运动员，ESPNa


[1]



 则直接称他为本世纪最伟大的运动员。所以，当乔丹1993年退出职业篮球界加入职业棒球联赛的时候，所有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惊讶地发现——呃，实在没有一种方法能够说得更婉转一些——乔丹的棒球打得真是一塌糊涂。乔丹的一位队友哀叹，“他用烫衣板都打不到弧线球”，棒球大联盟经理直接称他是“比赛的耻辱”（Wulf，1994）。鉴于自己黯淡无光的表现，无怪乎乔丹在一个赛季之后就放弃了棒球，转而继续回到了篮球赛场，在那里乔丹带领公牛队再次实现了NBA三连冠。

迈克尔·乔丹在篮球场上的光芒四射和他在棒球场上的乏善可陈毫无疑问地证明了一件事，这两项运动需要不同的能力，而同一个人不一定同时拥有这些能力。然而，如果篮球和棒球需要的是不同的能力，那么评论一个人是本世纪最伟大运动员的意义何在？运动天赋（athleticism）是否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抽象概念？关于智力的科学研究也被类似这个问题纠缠了长达一百多年之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智力测验分数能够对一个人在多个领域所取的成果做出预测，从学术成就到健康长寿。但是，这些是因为智力真的是人类心智方面一种真正的财富，还是因为智力仅仅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抽象概念呢？


能力的层级结构


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实验心理学实验室）的学生查尔斯·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对上述问题做出了明确回答。斯皮尔曼发明了一种名为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的技术，这是
一种统计方法，能够使用若干几个潜在因素来解释大量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

 （我们在这一个部分里会对这种方法加以详述。）虽然斯皮尔曼的方法相当复杂，但是背后的原理却非常简明：如果真的存在一种单一且通用的能力叫做智力，且这种能力能够确保人们完成各种各样的智能行为，那么具备这种能力的人应该能够完成几乎所有的事情，而缺乏这种能力的人应该不能完成几乎所有的事情。换句话说，如果智力是一种单一且通用的能力，那么在一个人所有各种测试的成绩之间应当存在着极高的正相关。

为了证明是否果真如此，斯皮尔曼（1904）对学龄儿童区分色彩之间、音符之间以及区分重量之间微小差异的能力做了测量，然后斯皮尔曼计算了儿童在这些测验上的得分与他们在学校不同课程科目成绩之间的相关系数，同时还计算了这些测验得分与学校教师对儿童心智能力评估结果之间的相关系数。研究揭示了两个重要结果：第一，绝大多数测验之间确实存在着正相关：在一项测验上得分高的孩子（例如，在音乐上对升C和D的区分能力）在另一项测验上也倾向于获得高分（例如，代数公式求解）。一些心理学将斯皮尔曼的这项发现称为“所有心理学中最鸡肋的重复结果”（Deary，2000，第6页），且事实上，就算老鼠在不同认知测试之间的成绩也会表现出一种高度的相关（Matzel等，2003）。第二，斯皮尔曼的研究结果显示，虽然各种测验成绩之间存在着正相关，但是这种相关关系却不是完美无缺的：在一项测验上取得最高分的孩子并不一定会在所有测验上取得最高分。斯皮尔曼把发现的两种结果综合起来提出了智力的两因素理论，
 
该理论认为若要完成每一项任务，都需要综合一般能力（g）和针对这种任务的特殊技能（s）。



即便斯皮尔曼的结论看上去不无道理，却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认同的。刘易斯·瑟斯顿（Louis Thurstone，1938）就提出，虽然绝大多数测验的得分之间确实存在着正相关，但是某一类言语测验的得分与另一类言语测验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要明显高于言语测验得分与知觉测验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瑟斯顿使用了“群相关”（cluster of correlation）这一概念来指出，事实上是不存在所谓g因素的，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稳定且相互之间独立的心理能力，例如知觉能力、言语能力以及数字能力等等，瑟斯顿将之称为
“基本心理能力”

 （primary mental abilities）。这些基本心理能力既不像g因素那样通用（例如，某人可能具有很强的言语能力但数字能力很弱），也不像s因素那样特殊（例如，某人具有很强的言语能力，那么他倾向于在读和写两方面都有良好的表现）。本质上说，瑟斯顿解释说，就像我们把运动分别称为棒球和篮球，且没有任何一种运动叫做竞技，那么智力也是类似，我们具备一些能力，例如言语能力和知觉能力，但是我们没有一种通用的能力叫做智力。表10.2展示了瑟斯顿所提出的基本心理能力。



表10.2 瑟斯顿的基本心理能力







斯皮尔曼与瑟斯顿之间的学术争论是如何得以解决的？


斯皮尔曼、瑟斯顿以及其他卓越的数学家之间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是技术性的，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心理学家争论的焦点是，是否存在着g因素。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种新的计算方法
验证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的出现基本上终结了这种争论，这种方法证明了斯皮尔曼和瑟斯顿的理论均有其正确的可取之处。具体说来，这种新方法显示，对于各种不同的心理能力测验分数之间的相关关系来说，最好的表述方式就是一种包括三种水平的层级结构（见图10.2），在这一结构中包含一个
一般因素

 （general factors，类似斯皮尔曼理论中的g因素）在最上层，特殊因素（specific factors，类似斯皮尔曼理论中的s因素）在最底层，以及处在中层由一系列因素组成的
群因素

 （group factors，类似瑟斯顿理论中的
一般心理能力

 ）（Gustafsson，1984）。在过去60年间，科学家对超过130，000名健康人成年、学校学生、婴幼儿、大学生、学习障碍人群以及患有心理和生理疾病人群收集了海量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重新分析，得到的结果表明，过去半个世纪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能够被纳入这个包含三个水平的层级系统中（Carroll，1993）。这种层级结构模型提出，人们具有一种极为通用的能力叫做智力，且智力是一个由位于中层能力组成的小型集合，而中层能力则是由多种特殊能力构成的大型集合，特殊能力是针对某种特定任务而存在的，具有单一性的特征。过去一百多年的争论以这种方式得到了解决，虽然这不会让人特别激动，但是它依旧是向着真理又趋近了一步。






图10.2 三水平的层级结构。





对于大多数智力测验数据，最好的方式就是纳入三水平层级结构，在这个结构模型中，一般智力（g）在顶部，特殊能力（s）在底部，中间一层是若干几个中层能力（m）（有时候，也被称为群因素）。




中层能力


迈克尔·乔丹篮球打得远比棒球出色，但是他在这两项运动上的表现比绝大多数人都要厉害。乔丹的特殊能力让他能够在一项运动上比另一项更加成功，然而乔丹的一般能力却使他在篮球场和棒球场上有超越世界上99.9%人的表现。显而易见，在迈克尔·乔丹身上同时存在着若干特殊能力（带球）和一种一般能力（竞技能力），但是却很难确切地说出在乔丹身上的中层能力有哪些。我们是不是应当要泾渭分明地在速度和力量、假动作和耐心以及团队协作能力和单兵作战能力之间划出一条界限？我们是不是应当将乔丹的竞技能力视为3种中层能力的集合发挥作用的现象，或者是4种、6种还是9种中层能力联合起效果？

当我们思考智力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大多数心理学家认同的是，存在着若干几种特殊心理能力以及一种非常一般的心理能力，而对于处于二者之间的中层能力来说，心理学家在表述它们时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一些心理学家对此的解决之道是，采用一种
基于数据的方法

 （data-based approach），这种方法以人们在智力测验中的反应行为作为起点，然后探索这些反应行为能够聚合成哪几种相互之间独立的聚类。另一些心理学家的解决方案则是，使用一种
基于理论的方法

 （theory-based approach），这种方法以对人类能力的大规模调查为起点，然后看看这其中哪些能力是能够被智力测验所测量的——或者，哪些能力是智力测验无法测量的。这些不同的方法导致在对组成智力的中层能力的最佳表述方式上存在着差异。



基于数据的方法




相关系数的模式是如何揭示中层能力的？


确定中层能力本质特性的一种方法是，从数据出发，跟随数据的脚步。正如斯皮尔曼和瑟斯顿的研究工作，我们可以获取大规模人群在大量各种智力测验上的成绩，然后再计算这些智力测验成绩之间的相关系数，下一步再看这些相关系数会以怎样的方式聚类。例如，想象一下我们测试的是，（1）平衡茶杯、（2）理解莎士比亚著作、（3）拍打苍蝇，以及（4）计算1到1，000加起来的总数是多少，我们要看的是大量参与者完成这4项测验的速度和准确性。现在，再想象一下，我们计算每一个测验成绩之间的相关系数，然后观察这些相关系数之间所形成的模式，类似于在图10.3a中所示。那么，这个模式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信息呢？

这种模式显示，如果一个人拍苍蝇的表现很好，那么他也能很好地平衡茶杯；如果一个能够很好地领会莎士比亚的著作，那么他也能够在数字加法上有很好的表现；但是如果一个人在拍苍蝇上和平衡茶杯上的表现都很好，也许他能够在数字加法或理解莎士比亚上表现得也很好，但也有可能表现得很糟糕。从这种模式上，我们可以认为存在着两种中层能力（见图10.3b），一种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
身体协调能力

 （能够确保完成拍苍蝇和平衡茶杯的能力），另一种可以称之为
学术技能

 （能够确保理解莎士比亚著作和完成数字加法的能力）。这种模式还显示，对于诸如拍苍蝇和平衡茶杯等不同的特殊能力来说，它们的背后是由一种被称为身体协调性的中层能力所支撑的，这种中层能力与另一种被称之为学术技能的中层能力之间相互独立，而学术技能则是用来支撑参与者完成对莎士比亚著作的理解和完成数字加法的。正如这个例子所展示的，仅是简单考察由不同测验之间相关系数所构成的模式就能够让我们对中层能力的本质特性和数量加以预测。






图10.3 相关系数的模式能够揭示中层能力。





如图（a）所示，相关系数的模式显示，这个例子表明4种特殊能力能够被视为2种中层能力；如图（b）所示，这2种中层能力是身体协调和学术技能。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并不仅仅是上面所提及的四种测验。所以，心理学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对于所有那些研究涉及并使用到的心理能力，我们首先获得这些能力所对应的测验分数，接下来计算这些分数之间的相关系数，然后再计算出模式，这样一来，我们究竟要面对多少种模式呢？这正是心理学家约翰·卡罗尔（John Carroll，1993）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卡罗尔收集了过去半个多世纪关于智力的500多项研究中的智力测验成绩，并且对这些数据做了里程碑式的分析。卡罗尔发现，这些测验成绩之间相关关系的模式表明，存在着八种相互独立的中层能力：
学习和记忆（memory and learning）、视知觉（visual perception）、听知觉（auditory perception）、信息提取能力（retrieval ability）、认知敏捷性（cognitive speedniess）、加工速度（process speed）、晶体智力（crystal intelligence）以及流体智力（fluid intelligence）。








图10.4 瑞文推理测验。





这是瑞文推理测验中的一道题目，测试的是非言语的推理能力，且这种测验不太可能受到文化偏见的影响。



虽然这个中层能力列表中的大部分能力是不言自明的，但是最后两个却不是。流体智力
 指的是，
领会抽象关系和获取逻辑推理的能力；

 晶体智力
 则指的是，
保持和使用知识的能力，这些知识

 是
通过经验来获取的

 （Horn和Cattell，1966）。如果我们将人类的大脑视为一个信息加工装置，那么晶体智力指的就是“信息”的部分，而流体智力则指的就是“加工”的部分（Salthouse，2000）。但是，通常而言晶体智力是通过言语测试和对事实性信息的测试等方法来评测的，流体智力则是通过必须在时间压力下解决新异且抽象的问题来加以评估的，例如瑞文推理测验（Raven’s Standard Progressive Matrices，见图10.4）。这两类智力之间的差异似乎也对应着大脑不同部位的激活，这也许就能解释为什么一类智力受损，另一类智力却不一定也被损害。例如，自闭症和阿尔茨海默病损害的都是晶体智力，但是流体智力却未受到损害，而如果受损的是前额叶皮质（无论是由于事故造成的损害还是由于正常的衰老所造成的）则出现的症状便是相反的（Blair，2006）。



基于理论的方法




使用基于理论的方法来研究智力的优势是什么？


基于数据的方法试图通过分析人们在智力测验中对题目的回答来研究和探索中层能力。这种方法的优势是，通过该方法获得的结论具有坚实的证据基础。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劣势，对于已有的智力测验无法测量到的那些中层能力，基于数据的方法就变得无能为力了（Stanovich，2009）。例如，没有智力测验会要求受试者说出一只折纸鱼的3种新用途，或者要求受试者回答，“有什么问题是你觉得应该问你而没有问到的吗？”因此，从这些智力测验中得到的分数很可能无法揭示出某些中层能力，例如想象力或创造力。那么，有哪些中层能力是无法使用基于数据的方法来研究的？

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Sternberg，1999）认为，事实上，存在着三类智力，但是其中只有一类能够被标准的智力测验所测量到。
分析性智力（analytic intelligence）

 指的是，识别和界定问题并且能够找到问题解决方案的能力；
应用性智力（practical intelligence）

 指的是，在日常生活环境中应用和执行这些解决方案的能力；
创造性智力（creative intelligence）

 指的是，
产生其他人没有想到的解决方案。

 根据斯滕伯格的观点，标准的智力测验通常都是要求受试者处理界定清晰的问题，这种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而且测验提供给受试者的信息全部都是用于解决这个问题的。解决这类问题要用到的就是分析性智力。但是，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人们会面临各种情境，人们首先要在情境中发掘并界定问题，找到解决问题所需的相关信息，然后在多个可行的方案之间做出选择。那么，在这些情境中，人们需要的就是应用性智力和创造性智力了。一些研究显示，不同类型的智力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例如，在牛奶加工厂的工人设计出一套复杂的策略，这套策略可以高效地把只装了一半的牛奶盒聚合在一起，在这件事情上，工人们的表现不但远远超过了受过大量教育的白领员工，而且他们的表现和他们在智力测验上的成绩无关，这种现象说明了应用性智力和分析性智力并不是同一个事物（Scribner，1984）。斯滕伯格认为，如果要对一个人的工作绩效做出更好地预测，那么就应当对他/她的应用性智力加以测量，而不是测量他/她的分析性智力，然而斯滕伯格这种观点也受到了一些批评和质疑（Brody，2003；Gottfredson，2003）。


在情绪智力高的人身上，哪些技能会特别突出？


当然，并不是所有使用智力可以解决的问题都是分析性、应用性或者创造性的。例如，你如何跟一个朋友说她平常话太多了而同时不伤害她的感受？在一次考试失利后，你如何让自己振作起来？你如何确定自己当前的情绪是焦虑还是愤怒？心理学家约翰·梅尔（John Mayer）和彼得·沙洛维（Peter Salovey）提出了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
 的概念，情绪智力的定义是
个体对情绪的推理和使用情绪促进推理的能力

 （Mayer，Roberts和Barsade，2008；Salovey和Grewal，2005）。情绪智力高的人能够知道某一个特定的事件将会触发一个人哪几种情绪体验，他们可以鉴别、描述并管理自己的情绪，他们知道如何使用自己的情绪来优化决策，并且他们能够通过面部表情和声音语调来鉴别他人的情绪。除此之外，情绪智力高的人能够相当容易地做到上述这些，这就是为什么在和情绪智力不高的人相比时，他们在解决情绪问题时表现出更少的神经活动（Jausovec和Jausovec，2005；Jausovec，Jausovec和Gerlic，2001）。这些技能对社会关系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情绪智力高的人社交技巧更出色同时拥有的朋友也更多（Eisenberg等，2000；Mestre等，2006；Schultz，Izard和Bear，2004），他们在与他人交往时更加游刃有余（Brackett等，2006），他们的恋爱关系也更好（Elfenbein等，2007；Lopes等，2006），同时他们在工作场所的人际关系也更和谐（Brackett，Warner和Bosco，2005）。鉴于所有这些，情绪智力高的人活得更加幸福（Brackett和Mayer，2003；Brackett等，2006）且生活满意度更高（Ciarrochi，Chan和Caputi，2000；Mayer，Caruso和Salovey，1999），这也都是意料之中的。






这是情绪智力测验中的两道题目。题目1测量的是，一个人能够判断情绪表情的准确度（左图）。题目2测量的是，一个人对外部事件可能引发的情绪反应的预测能力（右图）。两道题目的正确答案都是a（Mayer，Robert和Barsade，2008）。




情绪智力的概念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会有怎样的差异？


基于数据的方法对另外一种情况也是无能为力的，即当中层能力是植根于文化之中的，而在这些文化背景下智力测验是并不常见的事物。例如，西方人认为一个人说话语速快且经常讲话是智力高的表现，但是非洲人却认为为人谨慎稳重且安静是智力高的表现（Irine，1978）。中国的儒家传统重视的是一个人行为举止是否合乎礼仪，道家传统重视的是谦逊与自我觉知，而佛家传统则重视一个人的决心与心理努力（Yang和Sternberg，1997）。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是，在许多非洲和亚洲社会中，智力应当还包含着社会反应性和协作性（Azuma和Kashiwagi，1987；Serpell，1974；White和Kirkpatrick，1985），而且智力这个词语在津巴布韦语中是ngware，它意味着社会关系中的智慧。甚至在同一个文化背景下，智力的定义也可能各不相同：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的拉丁美洲人后裔更有可能将智力等同于社交能力，而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的亚洲人后裔则更有可能将智力等同于认知技能（Okagaki和Sternberg，1993）。一些研究人员指出，以上这些现象意味着智力这个概念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界定是大相径庭的，但是另一些研究人员则提出，这些对智力概念界定上的不同只是由于语言的差异而造成的。这些研究人员进一步指出，每一种文化都相当重视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而文化之间的差异其实是，它们对哪些问题才是重大问题的界定是不同的。






非洲人认为，智力高的人应当是谨慎稳重且安静的。“思想在独孤中而神圣”，尼日利亚剧诗人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写道，他由于自己激进的作品而被捕，并在监狱中孤独地度过了将近2年的时间。十年之后，索因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小结



▲ 个体在一项心理能力测验上表现良好，一般而言，他在另外几项测验上的表现也会是良好的，这一点提示了存在着一种被称为g因素（一般智力）的能力。





▲ 个体在一项心理能力测验上表现良好，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在另外几项测验上的表现也会是良好的，这一点提示了存在着一种被称为s因素（特殊智力）的能力。





▲ 研究发现，在g因素和s因素之间存在着若干中层能力。





▲ 使用基于数据的研究方法发现，中层能力的数量是8种。





▲ 使用基于理论的研究方法发现，也许存在着一些采用标准智力测验而无法测量到的中层能力，例如应用性智力、创造性智力以及情绪智力。在非西方文化背景下，对智力的界定可能是包含着社会反应性和协作性成分的。







[1]

 ESPN是一家24小时专门播放体育节目的美国有线电视联播网。——译者注





智力从何而来？



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懂微积分，也没有人一生下来就必须有人教才会眨眼。有些事情是后天习得的，有些事情却不是。但是，人类绝大多数真正有意思的事情都是一种复合产物，其中包含了存在于人类基因中的先天特征以及可以通过后天在环境中学习到的经验。智力就是这些真正有意思的事物之一，它同时受到先天和后天的影响。让我们从智力的先天成分看起。


基因对智力的影响


智力就存在于人们的“血液之中”，这种观点伴随了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例如，在《理想国》中，哲学家柏拉图曾提出，有些人生来就是领袖，有些人生来就是战士，而有些人生来就是商人。但是，直到19世纪末期这一议题才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Sir Francis Galton）与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是半个表兄弟，他在科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从气象学到指纹学，跨度很大。在自己的晚年，高尔顿（1869）开始对智力的起源产生了兴趣。他对当时社会上一些杰出的家族做了仔细的族谱学研究，收集到了12，000人的测量数据，从头围大小到他们区分音调的能力，不一而足。在著作《遗传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
 ）中，高尔顿总结道：智力是遗传而来的。那么，高尔顿的观点是否正确呢？



针对亲属的研究




为什么智力测验分数在存在血缘关系的人们之间非常相近？


智力表现出“家族内的共性”这一事实并不能作为智力受基因影响的有效证据。毕竟，兄弟姐妹们不但基因相似，而且在许多其他方面也都存在着共性。他们通常在同一栋房子里长大，去同一所学校接受教育，读的书也很相似，而且会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家庭成员的智力水平相近是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基因、共同的环境，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如果想要将基因和环境因素分离开来，我们需要考察拥有相同基因但环境不同的人在智力测验上的得分（例如，在血缘上是兄弟姐妹但是出生时即被分开在不同的家庭环境中抚育成长），基因不同但是生活环境相同的人在智力测验上的得分（例如，没有血缘关系的人通过领养而成为在一起生活成长的兄弟姐妹），以及基因相同且环境相同的人在智力测验上的得分（例如，有血缘关系且生长在一起的兄弟姐妹）。

在生活中，存在着多种基因相关度不同的血缘关系。当子女的父母相同但生日不同，那么他们的基因有平均50%的相似性。异卵双胞胎（fraternal twin）或称异卵双生子（dizygotic twin）
 
是由两个不同的卵子发育而来的，这两个卵子经由两个不同的精子分别受精；

 这两个孩子虽然在同一天出生，并在同一个子宫内发育，但是他们也只有平均50%的基因相似性。同卵双胞胎（identical twin）或称同卵双生子（monozygotic twin）
 
是由一个单独的卵子分裂而来的，这个卵子经由一个精子受精；

 不同于其他类型的血缘关系，同卵双胞胎彼此复制了对方的基因，因此他们在基因上是100%相同的。

心理学家可以利用这些基因相关度上的差异开展研究，探索基因对智力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如果是在相同环境下长大，同卵双胞胎之间的智商得分存在着高度的相关（r=0.86），但是如果在不同的环境下长大，同卵双胞胎之间的智商得分仍然存在着高度的相关（r=0.78）。事实上，正如表10.3所示，和一起长大的异卵双胞胎相比，同卵双胞胎即便在不同的环境下长大，他们的智商相关系数也是更大的。



表10.3 不同血缘关系人群之间智力测验成绩相关系数








来源：Plomin，DeFries，et al.，2001a，p.168



无论成长的环境是否相同，基因相似的人智商水平更接近，这种现象意味着什么？事实上，两个从未谋面的同卵双胞胎在智力测验成绩上的相关程度，基本上等于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两次完成同一个测验！与之相反的是，对于生长在同一环境下却毫无血缘关系的两个人来说，他们的智力测验分数之间只存在着中等程度的相关，相关系数大约是r=0.26（Bouchard和McGue，2003）。相关系数上呈现出的这些模式表明，基因在决定人类智力方面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对此无需惊讶。从一定程度上说，智力就是大脑如何工作的一种因变量，鉴于大脑是由我们的基因决定的，那么如果基因在决定一个人的智力水平上没有发挥重要作用，这才会是出乎意料的。事实上，一条单一染色体上仅仅20个基因的差异就能让人免于患上威廉斯氏综合征。所以，显而易见，基因对智力是有影响作用的。



遗传



然而，基因对智力到底产生了多大程度上的影响作用？遗传系数（heritability coefficient
 ，通常使用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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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是
一种统计指标，用来表示人与人之间智力测验成绩的差异中能够被基因差异解释的比率。

 对大量来自成年人和儿童研究的数据加以分析，结果显示，智力中的遗传成分大约是.5，这个数据意味着不同人群之间智力测验分数的差异里有大约50%是基因不同造成的（Plomin和Spinath，2004：Plomin等，2013；cf.Chabris等，2012）。






图10.5 如何提出一个愚蠢的问题。





这四个矩形的面积各不相同。四个矩形的面积差异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它们的长度造成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高度造成的？答案：分别是100%和0%。现在，矩形A的面积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其长度决定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其高度决定的？答案：这问题真愚蠢。



上述说法很容易让你得到如下结论，你的智力一半是由你的基因决定的，另一半是由你的经验决定的，但是，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为了理解为什么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请看图10.5中的几个矩形。这些矩形的面积明显不同，那么如果有人问你这些矩形在面积上的差异有百分之多少是矩形高度导致的，又有百分之多少是矩形长度导致的，你会准确地说出这些矩形面积的差异100%是长度差异造成的，0%是高度造成的（毕竟，这些矩形的高度都是相同的）。回答得很好。现在，如果有人让你说出矩形A的面积在多大程度上是由A的高度决定的，又有多大程度上是由A的长度决定的，你也会给出正确答案，“这个问题太傻了。”这个问题傻是因为一个矩形的面积是由它的长度和高度共同决定的，不能说是“由”这个还是那个特征决定的。


为什么富裕人群的h


2



 数值要高于贫困人群？


和上面这个例子相似，如果你要测量在一场篮球比赛中所有参赛人员的智力水平，随后有人问你，这些人在智力上的差异能够被基因解释的百分比是多少，能够被后天经验因素解释的百分比又是多少，你可以很合理地做出推断，这两个因素造成的影响大约各占50%。遗传系数为.5所表达的意义大致就是如此。但是，如果接下来问你，在第17排4号座位上有个发型糟糕且招人讨厌的家伙，他的智力有多少百分比可以被他的基因解释，又有多少百分比能够被他的经验解释，你就会说，“这问题真蠢。”这个问题很蠢是因为特定的某一个人的智力是其基因和经验共同作用的产物——就像一个特定的矩形的面积是由长度和宽度共同决定的一样——于是，不能说一个人的智力受某一个因素的影响更多，另一个因素的影响更少。

遗传系数的意义是，它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在某一个特定群体中个体之间存在着智力上的差异，因此，遗传系数的值随着测量群体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对于富裕家庭中的孩子，他们智力的遗传系数大约是0.72，而对于贫困家庭中的孩子，其智力的遗传系数则大约是0.10（Turkheimer等，2003）。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我们假设富裕家庭中孩子的成长环境是大致相似的——也就是说，如果所有家境良好的家庭都为孩子准备了充足的书籍、相当多的空余时间、充足的营养等等其他方面——那么，这些富裕家庭孩子的智力差异就应当全部是由一个因素导致的，这个唯一的因素可以将每一个孩子区分开来，这个因素就是，基因。与富裕家庭的情况相反，如果我们假设贫困家庭中孩子的成长环境是大相径庭的——也就是说，一部分家庭为孩子准备了书籍、空余时间和充足的营养，而另一些家庭则只具备极少甚至是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两种因素中的哪一种都有可能造成贫困家庭孩子之间的智力差异，这两个因素就是，基因与环境（Tucker-Drob等，2010）。遗传系数的数值还有可能随着被测量群体的年龄变化而变化，在成年人群体中遗传系数的值要大于儿童群体的遗传系数的值（见图10.6），这就说明了，对于任何一对65岁的成年来说，他们生活的环境比任何一对3岁儿童生长的环境相似程度更大。简而言之，当人们生活的环境是相同的，那么他们在智力上的差异就必然是由基因上的不同所造成的；当人们的基因是相同的，那么他们在智力上的差异就必然是由环境的不同所造成的。这种论调看似荒谬实则是有道理的，而在科幻小说所描绘的完美的克隆世界中，智力（以及其他所有事物）的遗传系数数值只能是0。






图10.6 年龄与智力的遗传系数。





一般而言，智力的遗传系数随着所测量群体的年龄增长而增加。








家庭中第一个出生的孩子会比后续出生的兄弟姐妹智力水平更高。但是，如果第一个孩子在婴儿期夭折，第二个孩子最终的智力水平会和第一个孩子的平均智力水平持平（Kristensen和Bjerkedal，2007）。这一点说明，造成第一个孩子比兄弟姐妹们更聪明的原因在于，他所体验到的家庭环境是不同的。那么，如果乔（Joe）和尼克（Nick）合伙干掉保罗（Paul）……呃，算我什么都没说。



这是不是意味着，在科幻小说的世界里，生活在完全相同的房子里，接受完全相同的饮食、教育、父母抚养等的个体，他们的遗传系数数值就应当是1.00呢？也不尽然。两个生活在同一所房子里且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他们的经验只有部分相同而不是所有方面都相同。共享环境（shared environment）
 指的是，
一个生活场所内所有相关成员所共同体验到的那些环境因素。

 例如，在同一场所内成长的兄弟姐们，他们在富裕程度上处于同一水平，他们能够接触到的书籍数量相同，饮食也相同等等。非共享环境（unshared environment）
 指的是，
一个生活场所内所有相关成员未能共同体验到的那些环境因素。

 在同一场所内成长的兄弟姐们，他们可能有不同的朋友圈，在学校里的教师不同，而且可能感染到的疾病也不同。这也许就是年龄相近的兄弟姐妹们的智商分数之间相关系数更高的原因（Sundet，Eriksen和Tambs，2008）。在同一场所内被抚养长大只是对两个人的经验和经历相似性的一个比较粗略的测量指标（Turkheimer和Waldron，2000）；因此，双生子研究很可能高估了基因的影响作用，而低估了经验的影响作用（Nisbett，2009）。正如心理学家艾瑞克·特克海默（Eric Turkheimer，2000，第162页）所写的：






彼得·基斯拉尔（Pieter Gijselaar）身高7英尺（约合2.13米），他比自己绝大多数的朋友都要高——但也没有高出那么多。最近，荷兰政府调整建筑物门高标准，现在荷兰建筑物门高必须是7英尺又6.5英寸（约合2.30米）。





合理的结论（从大量双生子研究中）是，并不是家庭环境因素对一个人的发展不产生作用，而是在部分家庭环境中兄弟姐妹所接触到的共同因素不产生作用而已。真正起作用的是每一个孩子成长所处的具体的环境，他们的同龄伙伴群体不同，他们所接触到的父母教养的方式也是有所不同的。




环境对智力的影响


美国人相信，每一个人在通往成功的人生道路上都应当拥有相同的机会，所以当听到基因会对智力造成影响时，人们就会被激怒，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人们存在一个认识的误区：认为我们的基因就等同于我们的命运——这时候，“基因”就成为了“不可改变”的同义词（Pinker，2003）。事实上，人类的特质会受到基因的强烈影响，同时也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强烈影响。一个人的身高是一种遗传特质，这就是为什么都很高的父母生出来的孩子也倾向于非常高；但是，韩国男孩的平均身高在过去50年中增长了大于7英寸（约合17.8厘米），而原因仅仅是膳食营养水平的改善（Nisbett，2009）。在1848年时，25%的荷兰男性在应征入伍的时候被军方拒绝，原因是他们的身高低于5英尺2英寸（约合158厘米），但是今天荷兰男性的平均身高已经超过了6英尺（约合183厘米；Max，2006）。基因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两个人饮食结构相同但身高不同的现象——也就是说，为什么Chang-sun比Kwan-ho高，为什么Thiji比Daan高——但是，基因无法用来说明这几个男孩子中任何一个人最终可以生长到的实际高度。

从这个角度看，智力是不是和身高存在着相似性？阿尔弗雷德·比纳（1909）认为确实如此：



有部分当代哲学家认为一个人的智力是一个固定的数值，是无法提升的。我们必须抗议并回击这种粗暴的悲观主义论调……通过实践、训练以及所有可用的方法，我们已经找到了可以有效提高我们的注意力、记忆力以及判断力的途径，与过去的自己相比，我们的智力水平确实可以变得更高。



事实证明比纳是正确的。如图10.7所示，智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Owens，1966；Schaie，1996，2005；Schwartzman，Gold和Andres，1987）。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智力会在青春期和中年阶段不断提升，随后下降。最明显的下降发生在老年阶段（Kaufman，2001；Salthouse，1996a，2000；Schaie，2005），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大脑加工速度的整体减缓（Salthouse，1996b；Zimprich和Martin，2002）。与年龄相关的智力下降在某些方面比另外一些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例如，对于词汇、一般性信息以及言语推理测验来说，年龄跨度从18岁到70岁的人群只表现出了很小的差异，但是当测验是限定时间的、包含抽象材料的、涉及记忆新的材料，或者需要对空间关系做出推理的时候，大多数人会在中年阶段之后出现一个明显的成绩下降（Avolio和Waldman，1994；Lindenberger和Baltes，1997；Rabbitc等，2004；Salthouse，2001）。






图10.7 绝对智商随时间的变化。





数据来源：Kautman，2001。



智力不但会随着生命的进程而变化，而且在代际间也会发生变化。弗林效应（Flynn effect）是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偶然间发现的现象，它指的是人们的平均智商分数比上一个世纪提高了30分（Dickens和Flynn，2001；Flynn，2012；cf.Lynn，2013）。今天的普通人比1900年时95%的人都要聪明！为什么每一代人的智商分数都会比上一代人有所提高呢？一些研究人员将之归功与营养水平的改善、良好的学校教育和家庭养育（Lynn，2009；Neisser，1998），而另一些研究人员则提出，智力水平最差的人群难以参与到人类繁衍后代的活动中去（Mingroni，2007）。但是，绝大多数（包括弗林本人在内）的研究人员相信，工业和技术革命对日常生活本质特征的改变才是原因，这种改变导致人们现在用来准确解决各类抽象问题的时间日益增多，而这些抽象问题正是智力测验所包含的内容——此外，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熟能生巧（Flynn，2012）。换句话说，你在智力测验上的得分很有可能比你的祖父母要高，就是因为你每天的生活更像是一场智力测验，而过去你祖父母的生活却不是这样的！






105岁的卡迪嘉（Khatijah，前排右二）家庭五世同堂。根据弗林效应，智力水平会随着代际不断升高。



现在，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你感到困惑了：虽然智力水平在人的一生中会发生变化，但是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点两次完成智力测验的成绩之间仍然存在着高度的相关（Deary 2000；Deary等，2004；Deary Batty和Gale，2008；Deary Batty，Pattie和Gale，2008）。表10.4展示了一些研究结果，这些研究均对上述现象提供了证据支持。这是怎么回事？如果人的智力水平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那为什么在儿童时期完成的智力测验和在老年阶段完成的智力测验在成绩上如此密切相关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样的，智力水平确实会随着时间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几乎是以相同的模式发生的。对于在不同时间完成的智力测验来说，分数之间的高度相关向我们提供的信息仅仅是这样的，人在进行第一次智力测验的时候得到了最好的（或最坏的）成绩，那么他在进行第二次智力测验的时候也倾向于取得最好的（或最坏的）成绩。我们刚才已经以身高为例做了说明。从儿童时期开始到成年期，人们的身体会不断长高，而当身高最高的儿童进入成年期之后，他仍然有可能属于身高最高的成人群体。和身高相似，一个人智力的绝对水平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但是他/她
与其他人相比

 的相对智力水平仍然会保持不变。



表10.4 不同时间测量的智力测验分数之间的相关系数








数据来源：Deary，2000.



智力会随着生命进程的不同而改变，并且也会随着代际不同而改变，这些现象表明一个人的智力不是“一个无法提升的固定数值”。我们的基因也许会决定我们的智力处于人群中的哪个
区间，但是我们的经验却决定了我们在区间中的准确位置

 （Hunt，2011，见图10.8）。经验中起到最大作用的两个因素分别是，经济水平和受教育程度。






图10.8 基因和环境。





基因也许会决定一个人智力水平所在的“范畴”（range），但是环境决定了智力水平落在这个范畴内的具体位置。虽然杰森（Jason）的基因给了他智力水平更高的选择，而乔希（Josh）基因不如杰森，但是两个人后天饮食的差异可以很轻易地导致乔希比杰森获得更高的智力分数。





经济水平



金钱也许买不来爱情，但是金钱肯定能买到智力。对一个人智力水平的最佳预测指标之一就是这个人生长的家庭的物质富裕程度——我们称之为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研究显示，在高SES家庭长大的人比在低SES家庭长大的人智商成绩要高12到18分（Nisbett，2009，van Ijzendoorn，Juffer和Klein Poelhuis，2005）。例如，某一项研究对比了在低SES家庭出生的子女的情况。在每一个案例中都包含着两名来自同一低SES家庭的孩子，一个孩子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而另一个孩子则会被高SES家庭收养，随后在高SES家庭中长大。结果发现，平均而言，在高SES家庭长大的孩子比他/她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的智商分数要高14分左右（Schiff等，1978）。虽然参加研究的每一个案例中孩子的基因都是相似的，但是他们最终的智商水平却相差甚远，这纯粹只是因为其中一个孩子是在富裕家庭长大的。


为什么生活富裕的人智力更高？


那么，SES究竟是如何对智力产生影响的？其中一种方式是对人的大脑本身产生影响。低SES的孩子，他们能够得到的膳食营养和医疗保健护理会较欠缺，这些孩子所体验到的日常生活压力也更大，同时他们更有可能暴露于环境的有毒物质当中，例如空气污染和铅污染——所有这些因素都会损害大脑的发育（Chen，Cohen和Miller，2010；Evans，2004；Hackman和Farah，2008）。低SES损害儿童的大脑发育也许能够解释下面这个问题：为什么在儿童早期便已经历贫困生活的孩子，其智力水平要低于在儿童中期或者晚期才经历贫困生活的儿童（Duncan等，1998）。

SES不但会对大脑产生影响，而且还会对大脑的发育和学习的环境产生影响。智能模拟（intellectual simulation）能够提高智力（Nelson等，2007），研究显示高SES的家长能够给孩子提供更多智能模拟的机会（Nisbett，2009）。例如，高SES的家长给孩子读书和讲故事的频率更高，而且高SES的家长会把故事里面的情节和孩子生活的外部世界联结起来（“比利有一只橡皮鸭。你认识的人里面还有谁有橡皮鸭呢？”；Heath，1983；Lareau，2003）。当高SES的家长和孩子说话时，他们更加倾向于问一些带有模拟性质的问题（“你觉得一只小鸭子会不会喜欢吃草呢？”），而低SES的家长则更加倾向于直接对孩子发号施令（“请把你的鸭子拿开。”；Hart和Risley，1995）。到了3岁的时候，高SES家庭的孩子听到的不同词汇的数量平均值已经达到了3千万，而低SES家庭的孩子听到的不同词汇数量的平均值却只有1千万，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就是，高SES家庭的孩子比同龄的低SES家庭的孩子了解的词汇要多50%。家庭环境的智能丰富性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低SES家庭的孩子在不用上学的暑假期间会出现智力的下降，而高SES家庭的孩子却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Burkham等，2004；Cooper等，1996）。显而易见，贫穷是智力的敌人（Evans和Kim，2012）。



受教育程度



阿尔弗雷德·比纳相信，如果贫穷是智力的敌人，那么教育就是智力的朋友。这次，真理再次站在了比纳一边。一个人接受正规教育的程度和他/她的智力水平之间的相关系数是相当大的，数值大约在r=0.55到0.90之间（Ceci，1991；Neisser等，1996）。相关系数如此之高的原因之一是，聪明的人呆在学校里面的时间更长，但是另一个原因却是，学校同时也会让人变得更加聪明（Ceci和Williams，1997）。当学校教育受到战争、政治运动，或缺少合格教师等因素的影响而受到损害时，儿童的智力水平会出现显著的下降（Nisbett，2009）。事实上，在一年中出生在1—9月的儿童会比出生在10—12月的儿童早入学整整一年的时间，结果发现，生日在一年中后三个月的人，他们的智力测验分数要低于出生在头九个月的人（Baltes和Reinert，1969）。

是不是只要出现在学校教室里就意味着任何人都能成为天才呢？很不幸，情况并非如此。虽然接受教育可以有效地提高智力水平，但是这种效应却是微小的。有些研究显示，学校教育只是提高了学生应对测验的能力，而不是提升了学生的整体认知能力，而且对应试能力的提高也会在随后若干年内消失（Perkins和Grotzer，1997）。换句话说，教育对提高智力的作用比我们希望看到的似乎要更微弱、范围更狭窄，同时效应持续时间也更短暂（Nisbett，2009）。这也许意味着，要么教育可能根本对改变智力起不了那么大的作用，要么教育对提高智力有着潜在的强大效果，只不过现代学校教育的方式未能很好地实现这一点。这方面的研究倾向于支持后一种观点。虽然绝大多数教育实验——从英才学校（magnet school）和特许公立学校（charter school）到凭单制度（voucher system）再到开端计划（Head Start program）——都未能使学生的智力水平真正地获得实打实的益处，但还是有若干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些研究表明，教育确实能够实实在在地提高学生的智力水平，即便事实证明这一点常常难以实现。现在，谁也不知道最优化的教育模式会对智力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有一点似乎是明朗的，我们当前的教育制度距离最优化的模式还有很长一段的路要走。


科学热点 阿呆和阿瓜




就人类大部分历史而言，最聪明的人总是会拥有最多的孩子，这使我们的物种可以获得更多的遗传优势。但在19世纪中叶，这种趋势发生了逆转，最聪明的人生育的孩子越来越少，这种趋势被科学家称之为劣生生育（dysgenic fertility）。这种趋势延续至今。





但是，等一下。如果最聪明的人生的孩子越来越少，且IQ主要受遗传的影响，那么——正如詹姆斯·弗林指出的那样——为什么目前人类的IQ是持续增长的呢？





一些研究猜测有两件事情在同时发生：我们的先天智力在逐代递减，我们后天智力在持续增长。换句话说，我们出生时的大脑能力比我们的父母要弱，但我们的时代和过去不同，从营养到视频游戏都可以极大的促进智力的发展，我们和父母之间微弱的先天智力差异很快就会被填平。但我们如何证明这个假设的正确性呢？





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第一个指出，反应时（一个人对刺激做出反应的速度）是能够体现个人心理能力（mental ability）的一个基础指标，他这种思想已经被当代的一些研究（Deary，Der和Ford，2001）所证实。近期，有一组研究人员（Woodley，teNijenhuis和Murphy，2013）追溯和分析了自1884年到2004年间所有能够收集到的人类反应时数据（其中包括由高尔顿亲自收集的数据），他们的发现是很明确的：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人类的平均反应时正在逐渐增加（变慢）。上面的图展示了在数个不同年份的不同研究中人类的平均反应时情况。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出生时正在变得越来越不聪明，但这种不聪明又因为我们所处时代对智力的大幅度提升而变得微乎其微？也许是，也许不是。我们对过去数据收集的条件不太清楚，并且过去的研究覆盖的人群取样也不能代表所有人类。尽管如此，这个发现也是具有极大意义的——现代生活对我们认知能力的提升作用可能大大超出我们的认识。








教育能够提高智力。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例如，在阿富汗，塔利班使用酸性化学物质、枪支和毒药袭击年轻的女孩，阻止她们在学校接受教育。




基因和环境



基因是如何对智力施加影响的？


基因和环境共同对智力产生影响。但是，对这一结论的解读不应当是认为基因和环境因素是分别起作用的两种独立成分，而是应当把基因和环境看作是智商配方上的面粉和砂糖，它们是混合在一起的。事实上，基因和环境在以一种非常复杂的方式协同作用着，二者之间的界限是模糊不定的。

例如，想象一下有一种基因能够让人喜欢上图书馆灰尘的味道，或者让人对电视机发出的闪光有异常的过敏性。那么，带有这种基因的人很可能阅读更多的书籍，因此也会变得更加聪明。在这种情况下，是基因提高了智力还是环境提高了智力呢？好的，如果人们不具备这种基因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去图书馆，但是如果他们不去图书馆，那么他们也不会变得更加聪明。事实是这样的，基因能够对一个人施加最强有力影响的方式不仅是改变一个人的大脑结构，同时也会去改变一个人所处的环境（Dickens和Flynn，2001；Nisbett，2009；Plomin，DeFries，等，2001）。如果一种基因可能赋予一个人良好的社交天赋，那么就可能让她保持和同龄人之间的良好关系，然后可能导致她呆在学校的时间更久，接下来让她成为更聪明的人。那我们能不能把这种基因称为一种“社交基因”或者一种“智力基因”呢（Posthuma和de Geus，2006）？我们要将这个人的智力水平归功于她的基因，还是归功于基因为她创造出的这个环境呢？正如这类问题所示，基因和环境对智力的影响作用是相互依存的，先天和后天之间的差异其实并不像第一眼看上去的那么清晰。






蛔虫身上有一条被称为NPR-1的基因，且蛔虫并不喜欢低氧环境，它经常呆在充满着细菌的环境中。因而，这些蛔虫极少被感染。NPR-1是不是一种健康的基因呢？



小结



▲ 基因和环境共同对智力产生影响。





▲ 遗传系数（h


2



 ）表示的是，不同的个体在智力测验成绩上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在基因上的差异所造成的。





▲ 相对智力水平通常会随着时间保持稳定，但是绝对智力水平会随着时间而变化。





▲ SES会对智力水平产生巨大影响，受教育水平会对智力产生中等程度的影响作用。






谁的智力最高



如果世界上所有人的智力都是相同的，那么这个世界上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智力这个词。让智力变成一个如此受人关注且至关重要的议题的原因就是，有些人——有些群体——比另一些人/另一些群体的智力要高。


智力水平的个体差异


智商的平均数是100，我们中绝大多数人——事实上，大约有70%——智商分数在85到115之间（见图10.9）。智商分数比这个大多数人所在的中等区间要高的人，被称之为
智力资优

 （intellectually gifted），智商分数比这个中等区间要低的人，被称之为
智力欠缺

 （intellectually disabled）。处在智力连续体两端的个体有一点共同之处：他们是男性的概率要大于女性。虽然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的平均智商是相同的，但是男性智商分数分布的变异性要大于女性智商分数的分布，这就说明，在智商分布的最顶端和最低端，出现男性的概率要大于女性（Hedges和Nowell，1995；Lakin，2013；Wai，Putallaz和Makel，2012）。导致这一差异的并且已经确定的部分原因是，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化过程是不同的。而这一差异是否是由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着的先天生理差异造成的，这种观点至今仍旧是心理学界热议且未能达成共识的议题（Ceci，Williams和Barnett，2009；Nisbett等，2012；Spelke，2005）。






图10.9 智力的正态分布。





智商分数的离差产生了一种正态分布。这张图显示了每一个智商区间内人口的占比。



我们这些处于智力连续体中等区间的大多数人，通常会神化那些处于智力连续体最顶端和最低端的人。例如，在影视作品中，这类人通常都会被描绘为“倍受折磨的天才”，这个人（通常是男性）聪明绝顶、富有创造力，但是常常受到人们的误解，意志消沉，还会或多或少有些古怪或怪癖。虽然一些心理学家确实认为富有创造力的天才人物和某些形式的精神病理学之间存在着联系（Gale等，2012；Jamison，1993；cf.Schlesinger，2012），但是现实情况和好莱坞电影中的大多数情节比起来是相反的：和智力极其低的人相比，智力极其高的人患上精神疾病的概率更低（Dekker和Koot，2003；Didden等，2012；Walkei等，2002）。事实上，智商分数每下降15分，随后患上精神分裂、情感障碍、酒精相关障碍（Gale等，2010）以及人格障碍的概率就会提高50%（Moran等，2009）。就好像智力能够阻碍人们患上生理疾病一样，智力似乎也能够让人们远离精神疾病。






文森特·梵高是标志性的“饱受折磨的天才”形象。但是，数据显示，梵高的智力水平相当低，且智力水平不高是和精神疾病相关最显著的因素。



另一个带有强烈好莱坞标签式人物的类型是“智商高但社会适应差的孩子”。事实却是，研究显示，对于智商分数高的儿童来说，他们的社交与周围的同龄人相比并无二致，在这些智商高的孩子身上，任何社会性或情绪性的问题似乎大部分都是由于他们缺乏适当的获取学业成就的机会造成的（Garland和Zigler，1999；Neihart，1999）。智力资优并不一定会让一个孩子的生活变得更糟，当然也并不一定确保这个孩子的生活会变得更好。例如，智力上具有天赋的孩子和智力中等的孩子相比，更有可能对他们所从事的工作领域做出重大贡献（Richert，1997；Terman和Oden，1959）。目前还没有人确知为什么儿童时期的优秀资质并不总是能够在成年时期转化为丰硕的成果：也许是因为，智力在促进一个人取得成果方面有着天然的限制，或者也许是因为，教育系统未能帮助资优儿童最大化地发挥他们的天赋（Robinson和Clinkenbeard，1998；Winner，2000）。


能够清晰地区分出有天赋孩子的一项指标是什么？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资优儿童极少在所有领域都展现出天赋，他们的天赋会表现在一个单一的方面，诸如数学、语言或者音乐。超过95%的资优儿童会表现出在数学能力和言语能力之间巨大的差异（Achter，Lubinski和Benbow，1996）。由于资优儿童基本上是“单一天赋”的，那么他们也就是单一思维模式的，他们会展现出一种“狂热式的投入”，专注于他们天赋所在的领域。曾经有一位专家指出，“谁都很难把孩子从他们天赋所在的活动中拉走，无论他们的活动是在一件乐器上、一台电脑上、一块素描画板上，还是一本数学书上。这些孩子……对自己领域内的活动过于关注，从而失去了对外部世界的感受”（Winner，2000，第162页）。事实上，一些研究提示，具备天赋的儿童与那些不具备天赋的同龄儿童相比，最明显的一个不同就是，他们全心投入自己表现优异领域上的时间数量（Ericsson和Charness，1999）。自然天赋中一个很大的部分也许就是投身于一项单一活动的巨大热情（Mayer等，1989；cf.Hambrick等，2013）。

智力连续体上的另外一端是智力欠缺的人群，从轻度（50＜IQ＜69）欠缺到中度（35＜IQ＜49）、重度（20＜IQ＜34），再到极为严重（IQ＜20）。智商分数处在这个区间的人70%是男性，两种最常见导致智力欠缺的原因是
唐氏综合症

 （Down syndrome，由于人体的第21对染色体的三体变异造成的）和
胎儿酒精综合征

 （fetal alcohol syndrome，由于母亲在怀孕期间饮酒造成的）。这些智力欠缺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智力欠缺通常会对大多数或者所有的认知任务成绩造成损害。关于智力欠缺人群的各种传言不绝于耳。例如，许多人认为智力欠缺的人是有精神疾病的，但是事实却是，智力欠缺人群患精神疾病的概率和普通人相近（Skotko，Levine和Goldstein，2011）。另一条关于智力欠缺人群的传言是，他们都是不幸福的。最近一项关于唐氏综合症患者的调查（Deb，Thomas和Bright，2001）显示，超过96%的患者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幸福，对自己感到满意，对自己的外貌也感到满意。智力欠缺人群在生活中会面临诸多挑战与困难，而人们对他们的误解是众多问题中最严重的一项。


智力的群体差异


在刚刚进入20世纪时，斯坦福大学教授刘易斯·推孟就已经将比纳和西蒙的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并在此基础上研发了目前为人们所知的斯坦福—比纳智力测验（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Scale）。在使用推孟这份智力测验所获得的众多发现之中，有一条是这样的，白种人的智力测验成绩要好于非白种人的成绩。“低等种族是否真的是低等的，或者造成这种情况只是因为，这些人运气不好，缺乏学习的机会？”推孟提出了上述问题，随后他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有些人的愚钝似乎是由于种族所造成的，或者说，至少是受到其家庭出身所影响的。”推孟继而提出，“身处这一群体的儿童应当被分离出来，安置在隔离的班级里面……因为这些孩子难以掌握抽象的内容，但是他们可以被打造成高效率的工人”（Terman，1916，第91-92页）。

一个世纪过去了，推孟的这些文字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感到不寒而栗。推孟做出了三条论断：第一，智力受到来自基因的影响；第二，部分种族群体的成员比另一些种族的成员在智力测验上成绩更好；第三，智力测验成绩的差异源自于基因上的差异。事实上，所有当代科学家都同意推孟前两个论断的真实性：智力确实会被基因所影响，并且某些群体确实在智力测验上的成绩要优于另一些群体。但是，推孟的第三个论断——基因的差异是导致某些群体优于另一些群体的原因——却不是事实。实际上，这是一种带有煽动性的推测，引发了轰轰烈烈且辛辣尖刻的争论。关于这个问题，科学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当明确一件事情：智力在群体间的差异并不会在本质上造成棘手的难题。没有人会质疑这件事的可能性：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平均智力水平就是要高于皮鞋售货员，包括皮鞋售货员本人在内也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确实会被这样的可能性所困扰：某一种性别、种族或者国籍的人可能比另外一种性别、种族或国籍的人智力更高，因为智力是一种具有价值的商品，如果某些群体因为自己无法控制的因素而丧失了这种商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例如出身和地理因素，这似乎看起来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然而，无论公平与否，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白种人通常在智力测验上的成绩好于拉丁美洲裔人，拉丁美洲裔人又好于黑人（Neisser等，1996；Rushton，1995）。当测验涉及快速提取和使用语音信息、产生和理解复杂文字、精细动作技巧以及言语智力和知觉速度时，女性的成绩通常要好于男性；当测验涉及视觉信息或空间记忆的变形、某些动作技能、对时间与空间做出反应以及在抽象的数学和科学领域做出流畅推理时，男性的成绩通常要好于女性（Halpern，1997；Halpern等，2007）。实际上，智力测验成绩的群体差异“是所有心理学研究发现中被记录最为详尽彻底的”（Suzuki和Valencia，1997，第1104页）。虽然群体之间的平均差异要显著小于群体内部的平均差异，但是，当推孟提出某些群体的智力测验成绩要好于其他群体时，他是正确的。那么，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



测验与测验受试者



一种可能性是测验本身存在着缺陷。实际上，最早期智力测验的那些问题的答案，对某一群体（通常是欧洲裔白人）的成员（相对于另一群体成员）来说，是更容易做出回答的，现在几乎没有人质疑这一事实。例如，当比纳和西蒙询问学生，“当一个人侵犯了你，然后要求你原谅他，你应该做什么？”比纳和西蒙期待的答案是类似这样的，“大度地接受道歉”。诸如“要求对方赔偿三头山羊”这样的答案就会被视为错误的。然而，在过去一个世纪之中，智力测验有了长足的发展，人们必须得花点力气才有可能在当代的智力测验题目里面找到像比纳和西蒙测验那样显而易见的文化偏向性（Suzuki和Valencia，1997）。除此之外，群体差异仍然会出现在一些考察非言语技能的智力测验之中，例如瑞文推理测验（见图10.4）。现在已经很难再说存在于不同群体之间的智力测验平均成绩上的极大差异是完全——或者说大部分——由于智商测验中的文化偏见造成的。


测验环境是如何影响一个人在智商测验上的表现的？







这些南卡罗来纳州高中的学生们正在参加SAT考试。当人们为了自己的种族或性别可能引发的刻板印象而焦虑时，他们的测验成绩就会受到负面影响。



当然，即便测验问题是非偏向性的，测验情境也可能会造成偏差。例如，研究显示，如果测试要求在答题纸的顶部报告自己的种族，非洲裔美国学生的成绩就会变得更差，原因是这样做会引起非洲裔学生的焦虑（Steele和Aronson，1995），这种焦虑来自于确认自己所属种族而引发的刻板印象，并且这种由于刻板印象而引发的焦虑情绪会使这些学生的测验成绩降低（Reeve，Heggestad和Lievens，2009）。如果要求欧洲裔美国学生在答题纸上报告自己的种族就不会出现上面的效应。如果在测验时向亚洲裔美国女性提示她们的性别，这些女性在测验中的数学技能成绩通常会相当糟糕，对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的推测是，她们知道人们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她们搞不定数学。但是，当同样还是这群女性在测验时被提示她们的种族而不是性别时，她们通常会在测验中表现优异，对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的推测是，她们知道人们对亚洲人的刻板印象：特别擅长数学（Shih，Pittinsky和Ambady，1999）。客观上，当女性在参加测验前阅读一篇关于数学能力受到基因的强大影响的文章时，她们在随后的数学测验中成绩就会更加糟糕（Dar-Nimrod和Heine，2006）。这类研究发现提示我们，实施智力测验的情境对于不同群体的成员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这可能会造成不同群体的测验成绩差异，而这种群体间差异并不能反映群体之间在智力上客观存在着的差异。



环境与基因



测验情境的偏差也许能够部分解释智力测验成绩的群体间差异，但是可能无法解释全部的群体间差异。如果我们假设，这些差异实际上确实反映了智力测验想要测量的那些能力上的真实存在着的差异，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些能力差异呢？


环境因素如何能够帮助解释在智力水平上的群体间差异？


众多科学家已经达成广泛一致意见的是，环境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例如，对于非洲裔美国儿童来说，他们出生时的体重更低、膳食营养水平更差、患有长期疾病的比例更高、享受到的医疗服务更少、入学时的学校质量更差。此外，和欧洲裔美国儿童比起来，非洲裔美国儿童生长在单亲家庭的概率是前者的三倍（Acevedo-Garcia等，2007；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2004）。非洲裔儿童在智商平均成绩上要比欧洲裔美国儿童低10分，人们无需对此大惊小怪，因为两个群体在SES水平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对这种智商的不同而言，基因是否起到了影响作用？截止到目前，科学家还未能找到对这种结论的支持证据，但是却找到了若干证据来质疑这种结论。例如，平均而言，在非洲裔美国人身上存在着20%的欧洲裔基因，但是非洲裔美国人身上的欧洲基因多一点或者少一点都不影响他们的智商水平的高低，这与人们之前的预期不同：欧洲裔基因会让人更加聪明（Loehlin，1973；Scarr等，1977）。与此相似，非洲裔美国儿童和不同种族的混血儿童相比，他们身上带有欧洲裔基因的多少是存在着差异的，但是，当这些孩子被中产阶级家庭领养之后，他们在智商水平上却没有表现出差异（Moore，1986）。对于智力的群体间差异是由基因差异造成的这种说法，以上这些事实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以上事实的确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这种可能性。

如果要证明不同群体在行为和心理上的差异是由基因造成的，那么需要提供哪些证据？科学家们在以往研究中发现，不同群体之间确实存在着生理差异，这种差异能够提供一部分证据。例如，对丙型肝炎患者的处方通常会包括抗病毒药物，欧洲裔美国人比非洲裔美国人能够从这种治疗方案中获得更多的益处。内科医生们曾经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和非洲裔美国人比起来，欧洲裔美国人拿到药物后服用的可能性更高。但是科学家们近期发现了一种基因，这种基因会让人的身体对抗病毒药物不产生反应——现在来猜一猜，谁拥有这种基因？和欧洲裔美国人比起来，非洲裔美国人身上出现这种基因的概率会高很多（Ge等，2009）。是什么造成了智力的群体间差异？如果想要解决这一争论，科学家们缺少的正是上述这种客观存在于群体间的基因差异的确凿证据。正如最近一位研究人员指出的那样，“没有哪一种单一基因的变异体能够明确无误地与人的智力水平产生关联，或者明确无误地解释健康个体身上随着年龄而产生的智力水平的变化”（Deary，2012，第463页）。这也许意味着智力会受到许许多多作用极其微小的基因的影响，而不是受到若干主要“智力基因”的左右（Davies等，2011）。如果研究人员能够锁定几种“智力基因”，或者，如果研究人员能够证明这类基因在某一个群体中是普遍存在的，而在另一个群体中是普遍不存在的，只有到了这样的时刻，绝大数心理学家才会信服：基因是可以用来解释群体间的智力水平差异的。实际上，一些专家，例如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相信，关于这种争论的所有种种已经结束了，“白人和黑人之间的智商差异完全不应该用基因加以解释；可测量的环境因素可以对智商差异提供完整的解释和说明”（Nisbett，2009，第118页）。


提高智力


智商是可以提高的——比如，依靠金钱，依靠教育。但是，绝大多数人不可能随便打个响指就能变得更加富有，并且接受教育也是要花时间的。那么，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普通家长用来提高孩子的智商呢？研究人员最近分析了过去几十年来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高水平科学研究（ProLzko，Aronson和Blair，2013），结果发现，有四种手段能够可靠地提高孩子的智力。首先，在怀孕妇女和新生儿的饮食中添加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成分（这种物质存在于妇女的母乳之中），这种方法可以把孩子的智商提高大约4分。第二，让生长在低SES家庭的婴儿参与早期教育活动，这种方法可以把孩子的智商提高大约6分（然而，让人惊讶的是，孩子在年龄幼小的时候参与早教和长大一些再参与早教，在效果上不产生差异）。第三，以互动的方式为孩子读书或阅读，这种方法可以把孩子的智商提高大约6分（在这个方面，家长越早开始亲子共读，效果就越好）。第四也是最后，把儿童送到学前班，这种方法可以把孩子的智商提高大约6分。显而易见，确实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为家长所用，让自己的孩子更加聪明。

也许以上所有方法在未来都能够被简化。认知强化剂（cognitive enhancer），作为一种药物，能够优化智力行为背后的心理加工过程。例如，利他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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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talin，派醋甲酯）和阿得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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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erall，混合苯丙胺盐）这类兴奋剂能够提高人们的认知表现（Elliott等，1997；Halliday等，1994；McKetin等，1999），这也是为什么使用这种药物的健康学生的数量在过去数年内不断增加。调查结果显示，有将近7%的美国大学生会使用兴奋剂处方药来强化自己的认知，在某些校园里，学生服药的比例甚至高达25%（McCabe等，2005）。这些药物能够提高人们集中注意的能力、处理工作记忆中信息的能力，以及灵活控制反应的能力（Sahakian和Morein-Zamir，2007）。另一类提高人们认知成绩的药物称为安帕金（ampakines；Ingvar等，1997）。莫达非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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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afinil）就是安帕金类药物的一种，研究在年轻且健康的实验志愿者身上发现，这种药物能够促进短时记忆和组织计划能力（Turner等，2003）。


如何能够提高你的下一代的智力？


当然，我们应当要对滥用这类药物而感到忧心忡忡了。然而，通过服用药物而强化认知和使用其他方式强化认知之间的差异并非是泾渭分明的。正如一些杰出的科学家（Greely等，2008，p.703）最近指出的那样，“就强化剂而言，这些药物也许看上去是各不相同的，它们通过各自不同的方式来改变大脑的功能，从而产生药效，但是现实却是，任何类型的干预方式都能够起到认知强化剂的作用。近期的研究发现，体育锻炼、充足的营养、睡眠，以及学习和阅读，这些都可以使大脑神经产生有益的变化。”换句话说，如果药物和体育锻炼都可以通过改变大脑功能而强化认知，那么这二者之间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另一些科学家相信，过不了多久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没有意义，因为强化认知在将来不但可以通过改变大学生大脑中的化学过程，而且还可以通过改变人们出生时的大脑基本结构来实现。通过对基因的操纵而控制脑中海马体的发育，科学家已经创造出了一种被称为“聪明鼠”的鼠类分支，这种“聪明鼠”具有异常优异的记忆和学习能力，导致科学家提出了这样的结论，“通过基因强化剂提高哺乳动物的心理特性和认知特性是可行的，例如智力和记忆能力”（Tang等，1999，第64页）。虽然，现在还没有什么人发明出一种安全且强效的“聪明药丸”或者“聪明基因疗法”，但许多专家相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是会发生的（Farah等，2004；Rose，2002；Turner和Sahakian，2006）。当这些真的成为了现实的那一天，我们需要的是拥有真正的智慧去了解如何才能对这些方法加以掌控和合理的使用。


其他声音 科学如何让你变得更好




智力，通常意味着更幸福的生活。人们普遍认为可以通过完善的教育和健康的饮食来提高智力。但另一方面，智力也可以通过药物手段强化，并且人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可以通过更强大的科技提高智力。但这也随之带来一些负面问题和道德讨论，比如，谁可以优先使用这种科技？作者戴维·尤因·邓肯认为我们目前就应该回答这个问题——在年龄延长真正实现之前。以下是他在《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


 
）上发表文章的节选。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通过谈话和演讲，我向上千人问过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我给你一种药丸，能让你的孩子记忆力提升25%，你会让他吃吗？”这项非正式调查的结果是，超过80%的人选择“不”，一种一边倒式的结果。





我继续提问，“如果这药片是安全的，并且可以帮助你孩子的成绩从平均B提升到A呢？”人们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兴奋和紧张，并且开始观察周围的人如何表态，最后有一半的人选择了“是”（同时很多人弃权）。





然后当我问出“如果其他所有的孩子都吃了这药片呢？”人们的紧张消失了，并且几乎所有人都同意给孩子使用。





当前，并没有这种可以提升人智商25%的药片存在。神经科学家告诉我有医药公司正在进行针对痴呆和记忆丧失患者记忆力提升药物的初步人体实验。没有人知道这些药物对健康人是否有记忆改善作用，但我相信将来肯定会研发出这种药物的。





更有趣的观点则指出，超级记忆或超级注意力药丸有一天或许会用于一些需要精神高度集中的工种，比如飞行员、外科医生、警察——或者美国的首席执行官们。生命伦理学家托马斯·墨瑞（Thomas H.Murray）表示，事实上，也许是我们需要这部分人服用这种药。墨瑞先生是黑斯廷斯中心（The Hastings Center）的前任主席，这是一家生命伦理学研究机构；墨瑞先生表示，“对于一个外科医生而言，如果他不服用既安全又能让他的双手保持稳定性的药物，也许这才真的是不道德的。这就像医生使用未经消毒的手术刀一样。”……





多年以来，科学家对动物进行基因操纵，以提高它们神经系统的表现、强度和敏捷性，以及实现其他的增强功能。通过使用“基因疗法”直接改变人类的DNA目前仍然是危险的，并且面临着各种伦理上的挑战。但是，也许可能的方案是，研发可以改变与基因相关的酶或蛋白质的药物，从而提升人类大脑包括速度、耐力、多巴胺水平等在内的神经性能。





合成生物学家主张，细胞和基因重塑也许有一天可以帮助人们消除疾病，小部分人甚至相信我们通过定制的方式来塑造人类。其他人则相信，干细胞也许有一天可以用来制造鲜活的大脑、心脏或肝细胞，从而加强或改善这些器官的细胞以及其他器官的细胞。





不是所有的强化都是借助高科技或侵入性的。神经科学家发现，用于训练和发展认知能力的神经反馈和视频游戏，冥想和节食、运动以及睡眠的改善均可以提升大脑能力。来自加利佛尼亚大学的神经科学家亚当·贾乐利（Adam Gazzaley）在旧金山指出，未来我们将看到一种融合这些技术的成果。他正在与卢卡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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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cas Art）的开发者和工程师合作研发一种大脑改善游戏。





对于将要来临的“强化时代”来说，除了基本的安全性问题以外，它所面临的伦理挑战包括，哪些人可以获得这种强化剂，费用多少，以及哪些人会通过使用这类强化剂而领先于他人等。当今社会已经呈现出了巨大的贫富差异，如果只有富人才可以负担得起这种生理的、基因或仿生学的强化，那么民主的平等特性将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对于生而为一名人类的意义，强化剂也将会提出挑战。





无论如何，强化剂正在向我们逼近，它的脚步难以阻止。真正的问题是，一旦强化剂变得无法抗拒的时候，我们应当拿它怎么办。





摘录自纽约时报，2012年11月3日



小结



▲ 某些群体在智力测验上的表现优于另一些群体，因为（1）测验情境对某些群体会造成负面影响，而对另一些群体则不会；（2）某些群体生活在不太健康且刺激不足的环境之中。





▲ 目前没有可靠的证据显示，群体之间智力的差异是由基因差异造成的。





▲ 若要区分基因和环境对智力的影响是相当困难的。例如，基因能够通过将有机体引向某种环境而影响有机体的行为。





▲ 智力和精神健康相关，那些富有天赋的儿童在适应环境方面与同龄人无异。





▲ 人类的智力能够暂时性地被认知强化剂提升，例如利他林和阿得拉，人类的智力是无法永久性地因为基因操纵而提升的。



本章回顾


关键概念小测试


1.以下哪个能力不属于已知智力的特点？

a.指导思想的能力

b.适应环境的能力

c.照顾自己的能力

d.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

2.智力测试_____。

a.最初用于帮助那些落后于同龄人的儿童

b.用于衡量先天才能而不是后天教育结果

c.曾用于不好的目的

d.以上都是

3.通过智力测试可以预测_____。

a.学业成就

b.心理健康

c.生理健康

d.以上都是

4.在一项心智能力测试中得分较高的人通常也在其他测试中得分较高，这意味着_____。

a.各种心智能力测试之间高度相关

b.智力测试是无意义的

c.智力是一种一般能力

d.智力是由遗传决定的

5.双因素理论认为智力是综合能力和________的结合。

a.因素分析能力

b.特殊能力

c.基本心理能力

d.创造性智力

6.大多数科学家现在相信智力是_____。

a.一系列因素的组合

b.两因素结构

c.单一的整体的能力

d.三层级结构

7.标准智力测试一般用于衡量_____。

a.分析性智力

b.应用性智力

c.创造性智力

d.以上全是

8.智力可以被以下哪些因素影响？

a.只有基因

b.基因和环境

c.只有环境

d.不是基因也不是环境

9.遗传系数是用于描述不同人智力得分之间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可被_____解释的。

a.测试本身

b.环境差异

c.基因差异

d.测试时的年龄

10.智力在以下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变化？

a.随着个体生命的发展，在不同世代之间。

b.随着个体生命的发展，但不发生的世代之间。

c.不同世代之间，但不随个体生命发展而变化。

d.既不在世代之间，也不随个体生命发展而变化。

11.一个人的社会经济身份对智力的影响________。

a.很大

b.微不足道

c.无事实根据的

d.不知道

12.下面哪种表述是错误的？

a.现代智力测试有很强的文化偏见。

b.测试情境更容易影响一些人群的测试结果。

c.测试结果会受到受测者固有的种族或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

d.一些民族的智力测试表现会优于其他民族。

13.科学家们对以下哪句话存在着共识？

a.不同种族之间智力测试的得分差异是由于种族间基因差异造成的。

b.某些因素对不同种族之间智力测试的得分差异影响不同，例如时的低体重和较差的饮食。

c.不同种族之间智力测试的得分差异更加真实地反应了智力之间的差异。

d.在有些群体中，基因和智力的关系更加密切。

14.天才儿童更容易_____。

a.在几个领域中都有天赋

b.在某一个领域中有天赋

c.在成年后丧失天赋

d.相对更快转变兴趣所在


关键术语


智力

比率智商

离差智商

因素分析

智力的两因素理论

流体智力

晶体智力

情绪智力

异卵双胞胎（或称异卵双生子）

同卵双胞胎（或称同卵双生子）

遗传系数

共享环境

非共享环境


转变观念


1.在生物课上，话题谈到了遗传。教授描述了一种“道格”鼠（“Doggie”mouse）。在20世纪90年代的电视剧里，尼尔·帕特里克·哈里斯（Neil Patrick Harris）扮演的一位天才儿童叫做（Doggie Howser）道格·霍瑟，道格鼠就是以此命名的。道格鼠经过了遗传改造使得它们比其他在遗传上未经改造的老鼠更加聪明。你的同班同学转过头来向着你。“这个我知道”，她说，“毕竟，就是存在着一种‘聪明基因’——有些人身上有，有些人身上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聪明，有些人就不聪明。”关于遗传对智力的影响，你将会和她说些什么？除了基因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在决定一个人的智力水平上起到重要作用？

2.你一个朋友和你谈起了自己的姐姐。“我们之间是非常强烈的竞争关系”，他说，“但是，她更聪明一点。在我们俩还小的时候，都做了智商测验，她分数是104，但是我只有102。”关于智商分数和智力之间的关系，你会和你的朋友说些什么？智商分数真正意味着什么？

3.一位演说家到访你们大学后发现，在学术圈依旧存在着性别差异；例如，在全国的数学系里，助理教授中只有26%是女性，而正教授中只有10%是女性。你一个同班同学对这个统计结果并不感到吃惊：“女生在数学上就是不如男生，”他说，“所以，很少有女生选择数学相关的领域发展事业也毫不奇怪。”基于你在本章读到的关于智力性别差异的内容，为什么女性在数学或者科学测试上比男性表现要差，即使是这两个群体实际上拥有相似的能力水平？

4.你的一位表亲有一个年轻的儿子，她对这个孩子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非常自豪。“他特别聪明”，她说，“我知道这一点，因为他的记忆力特别好：他在所有的词汇考试中都是满分。”词汇考试中测量的是哪种技能？虽然这些技能对于智力来说是重要的，但是还有哪些能力也是一个人总体智力水平的组成部分？


关键概念小测试答案


1.c；2.d；3.d；4.c；5.b；6.d；7.a；8.b；9.c；10.a；11.a；12.a；13.b；14.b.


需要更多帮助？更多资源请访问LauchPad，


网址：http：//www.worthpublisher.com/lauchpad/schacter3e


智力（intelligence）
 
一种能够指引人们思考、让人们适应环境并且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




比率智商（ratio IQ）
 
其统计方法是，用一个人的心理年龄除以生理年龄，然后乘以常数100（见离差智商）。




离差智商（deviation IQ）
 
其统计方法是，用一个人的测验分数除以这个人所在年龄组的平均测验分数，然后乘以常数100（见比率智商）。




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一种统计方法，能够使用若干几个潜在因素来解释大量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




智力的两因素理论
 
斯皮尔曼的理论认为，若要完成每一项任务，都需要综合一般能力（斯皮尔曼称之为g因素）和针对这种任务的特殊技能（斯皮尔曼称之为s因素）。




流体智力（fluid intelligence）
 
领会抽象关系和获取逻辑推的能力。




晶体智力（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
 
保持和使用知识的能力，这些知识是通过经验来获取的。




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
 
个体对情绪的推理和使用情绪促进推理的能力。




异卵双胞胎（fraternal twin，或异卵双生子，dizygotic twin）
 
由两个不同的卵子发育而来，这两个卵子是由两个不同的精子分别受精的（见同卵双胞胎）。




同卵双胞胎（identical twin，或同卵双生子monozygotic twin）
 
由一个单独的卵子分裂而来，这个卵子是经过一个精子受精的（见异卵双胞胎）。




遗传系数（heritability coefficient）
 
一种统计指标（通常使用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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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用来表示人与人之间智力测验成绩异中能够用基因上的差异解释的比率。




共享环境（shared environment）
 
一个生活场所内所有相关成员所共同体验到的那些环境因素。




非共享环境（unshared environment）
 
一个生活场所内所有相关成员未能共同体验到的那些环境因素。







[1]

 利他林，别名利他灵，为中枢兴奋药，多用于治疗儿童多动症、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服用后能促使患儿增强自我控制能力。由于其在“改善注意力、记忆力和反应速度”方面有一定作用，被不少人误用为“聪明药。——译者注




[2]

 阿得拉，一种控制中枢神经的西药，含有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可以增加体力消耗，同时抑制食欲。用药后精神异常兴奋，可能会导致激动不安和暴力行为。长期服用会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一定损害。此外，阿得拉具有一定的上瘾性，有可能引发精神问题。——译者注




[3]

 莫达非尼，一种兴奋剂，该药原先只被限定用于治疗严重的嗜睡症，1998年被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批准上市。——译者注




[4]

 卢卡斯艺术是由《星球大战》（Star Wars）系列电影的总监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于1982年创立的，是业内为数不多的老牌游戏开发商兼发行商之一。2013年卢卡斯艺术公司关闭。——译者注





第11章 发展



母亲叫他阿迪（Adi），对他充满慈爱，但是父亲对他就没那么温和了。后来他姐姐回忆道：“阿迪极尽所能地挑战父亲的权威，换来的却是父亲每天的痛打……另一方面，伴随着母亲的亲吻、爱抚和尽可能的关爱而来的是父亲的严厉管教。”虽然父亲希望阿迪能成为一名公务员，但是阿迪真正热爱的却是艺术，只有母亲默默地支持着他这种高雅的兴趣。在阿迪18岁那年，母亲被诊断为癌症晚期，母亲去世的时候，阿迪的心都要碎了。

然而，留给阿迪哀伤的时间却极少。正如他日后写道的那样：“贫穷和残酷的现实迫使我必须马上做出决定。我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想办法维系生计。”阿迪决心以艺术家为职业养活自己。他向艺术院校提出了入学申请，但是被干脆地拒绝了。阿迪承受着丧母之痛又身无分文。他在街头游荡了五年之久，睡在公园的长椅上，住在流浪收容所，吃在救济贫民的流动厨房；与此同时，他还在竭尽全力地推销着自己的素描和水彩画作。

在接下来的短短10年间，阿迪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名声，甚至还有更多的东西。今天，收藏家们为求他的画作一掷千金。持有阿迪作品最多的收藏家是美国政府，这些作品被锁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房间之内。收藏馆长玛丽露·吉尔恩斯（Marylou Gjernes）曾经评论说，“我常常看着这些画作沉思，‘如果？如果他被艺术学校录取？第二次世界大战还会爆发吗？’”吉尔恩斯馆长的这个疑问不无道理。对于这位艺术家，母亲叫他阿迪，而其他人所熟知的名字却是阿道夫·希特勒。






阿迪的画作风格多样，包括如本图中的风格写实、构图良好的水彩画。2013年的一次拍卖会上，他的一副画作被拍出了4万美元。



一个20世纪最大的人类大屠杀刽子手，一个热爱绘画的温和男孩、一个照顾病重母亲的富有同情心的少年，以及一个为了追求理想专注于艺术而忍受着饥寒交迫的年轻人，为什么人们很难将这些角色联系在一起？毕竟，如今的你已经不同于出生时，奇怪的是你仍未定型。从出生到婴孩、从幼儿到少年、从青年到晚年，人类随着岁月变迁不断变化。在容貌外形、所思所想、所感所受以及行为方式方面，人类的发展不但会发生巨大的转变，同时也具备了显著的稳定性与一致性。发展心理学（development psychology）
 
是一门研究人类毕生连续性与变化性的学科。

 关于这种变化，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发展心理学家们已经探索并发现了一些真正令人惊异的事实。

让我们从你的生命之初开始。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在受孕到出生之间的9个月时间，看一看在出生前的胎儿期所发生的事将会为以后的日子打下怎样的基础。然后，我们关注的是儿童期的你，在这段时间里，一个人必须学会如何审视和思考这个世界以及自己与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他人并与他人构建关系，区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第三，我们关注的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发现，即青春期，在这一时期，儿童开始变得具有独立性并且开始出现第二性征。最后，我们关注的是成年期，在这一时期人们通常会离开自己的父母，寻得伴侣，并生育下一代。






出生到婴孩、幼儿再到成年，人类既展现出了连续性同时也表现出了变化性。






妊娠期：子宫有话说








这张电子显微镜照片显示了若干人类精子，其中一个精子正在与卵子受精。与许多人想的不同，受精不是即刻发生的。受精的过程通常在性行为之后1—2天发生，甚至可以在性行为之后5天仍然可以发生。



你可能从出生之日起计算自己的年龄。但是，事实却是你在出生之时就已经9个月大了。产前阶段的发展终止于出生那一刻，开始于9个月前大约2亿个精子的漫漫征途，这场征途以女性的阴道为起点，途经子宫，然后到达输卵管。这是一场危险的征途。许多精子由于自身缺陷导致活力不足，无法向前游动；另一些则被困在一场精子的大堵车之中，因为有太多的精子在同一时间朝着同一方向游动着。当然，那些历经艰难后成功通过子宫的精子有很多会走错方向，它们最终到达的是没有卵子的那一侧输卵管。事实上，2亿精子之中只有大约200个能够成功到达有卵子的那一侧输卵管，到达与卵子足够接近的距离，释放出消化酶从而除去卵子外面的保护层。第一个精子成功穿透卵子外层的那一刻，卵子就会释放出一种化学物质将自己的外层包裹起来以阻止再有其他精子进入。在战胜了自己1999999999个最亲密的伙伴之后，这位独一无二的胜利者会褪掉自己的尾巴，然后使卵子受精。在大约12个小时之后，卵子将会与精子的细胞核结合，随后一个独特的人类个体就开始了产前发展。


妊娠阶段的发展



妊娠期包含哪三个阶段？



受精卵（zygote）
 就是
一个受精之后的卵子，包含了来自一个卵子和一个精子共同的染色体。

 自受精成功那一刻起，一颗受精卵和它的最终形态——人——存在一个共同之处：性别。人类的每一个精子和每一个卵子都包含着23条
染色体

 。其中一条染色体（第23条）有两种变体，即X和Y。一个卵子通常带的是X染色体，但是一个精子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带一条X染色体，要么是带一条Y染色体。如果卵子由带一条Y染色体的精子受精，那么受精卵的性别就是男性（XY）；如果卵子由带一条X染色体的精子受精，那么受精卵的性别就是女性（XX）。


胚种阶段（germinal stage）
 
指的是受孕之后2周的这段时间。

 在这个阶段，单细胞形态的受精卵会分裂成两个细胞，然后分裂成四个细胞，然后八个细胞，以此类推。到了婴儿出生之时，身体包含了数以万亿计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是从最初的这一个受精卵发育而来，每一个细胞都带有一个包含着23条自精子而来的染色体集以及一个包含着23条自卵子而来的染色体集。在胚种阶段，受精卵再次途径输卵管，随后到子宫壁上着床。这又是一次艰难的旅程，大约有半数的受精卵都无法完成这一过程，或是因为受精卵的自身缺陷，或是因为子宫内的有些部分无法让受精卵着床。对于男性受精卵而言，这一旅程更加难以完成，但目前还不清楚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虽然有些喜剧演员曾经调侃，那是因为男性受精卵特别不愿意停下来问问路）。

一旦受精卵成功使自己在子宫壁上着床，便可以称为胚胎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随之开始了。胚胎阶段（embryonic stage）
 指的是
从第2周开始到第8周这段时间

 （见图11.1）。在这个阶段，胚胎继续分裂，细胞也开始分化。胚胎此时只有大约1英尺长，但已经有了心跳并发育了一些身体部分，例如胳膊和腿。带有XY染色体的胚胎开始产生一种叫做睾丸激素的荷尔蒙，促使胚胎的生殖器官男性化。

在大约9周的时候，胚胎有了一个新名字：
胎儿（fetus）。

 胎儿阶段（fetal stage）
 指的是，
从第9周开始到出生这段时间。

 胎儿已长出骨架和肌肉，具备动作的能力。在皮肤之下发育出了一层绝缘的脂肪，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也成熟了。在受孕之后的第3、4周前后，那些最终会发育成大脑的细胞分裂的速度极快，在24周前后完成这个过程。在胎儿阶段，大脑细胞开始出现轴突和树突，使得大脑细胞之间可以相互联系。这些细胞还会开始经历另一过程（见“神经科学与行为”一章）：髓鞘化（myelination）
 ，即
在神经元轴突外形成一层脂肪鞘。

 就像包裹在电线外面的那层绝缘塑料，髓磷脂确保了每一个大脑细胞的绝缘性，防止沿轴突传输的神经信号外泄。这个过程从胎儿阶段开始，需持续数年；例如，大脑皮层的髓鞘化过程就会一直延续至成年期。






图11.1 人类在出生之前的9个月妊娠期会经历极大的发展。





这些图片展示了胚胎在30天时（和一颗罂粟种子一般大小），在8到9周时（和一个橄榄一般大小），以及胎儿在5个月时（和一颗石榴一般大小）。



虽然大脑在胎儿期经历了快速且复杂的发育过程，但是人在出生时的大脑体积与成年时的大脑体积还是相去甚远。新生的黑猩猩大脑接近成年黑猩猩大脑体积的60%，而人类新生儿大脑只有成年人大脑体积的25%，也就是说人类大脑75%的发展是在母体子宫之外发生的。为什么人类出生时的大脑是这种未发育完全的状态呢？


为什么人类出生时的大脑为发育完备？


首先，成年人类头部很大。如果人类新生儿的头部是成年人大小的60%的话——就像新生的黑猩猩那样——那么人类就极难出生了，因为假如孩子头大，就很难通过母亲的产道。其次，我们人类最卓越的天赋之一就是，拥有适应大量各种各样新异环境的能力，无论是不同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或是其他环境。已经发育完备的大脑也许能够适应环境的需求，但也可能无法适应。与其出生时带着这样既定的大脑，人类还不如把大脑发育的大部分任务放到自己以后最终要适应并生存的那几种主要环境之中去。事实是，我们带着这种未发育完备的大脑出生，在我们接下来需要生存的独特社会和物理环境中，大脑得到了特异性的塑造，这正是人类具备极大适应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妊娠环境


子宫是一个对发育产生显著影响的环境（Coe和Lubach，2008；Glynn和Sandman，2011；Wadhwa，Sandman和Garite，2001）。例如，在生理上，胎盘是通过血流将母亲和胚胎或胎儿联系起来的，通过胎盘某些化学物质能够完成交换。这就是为什么在妊娠期女性的饮食会影响到未出生孩子的原因。妊娠期母亲营养不良通常会造成孩子的各种生理问题（Stein等，1975）和心理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会增加孩子患精神分裂症和反社会人格障碍的风险（Neugebauer，Hoek和Susser，1999；Susser，Brovvn和Matte，1999）。妊娠期女性的饮食还会塑造孩子的饮食偏好：研究显示，当婴儿在母亲子宫期间，母亲吃什么，婴儿就会倾向于喜欢吃什么食物和香料（Mennella，Johnson和Beauchamp，1995）。

然而，影响胚胎的并不只有母亲的饮食。女性几乎所有吃的、饮用的、通过呼吸的、注射的、吸嗅的、吸食的，以及在皮肤上涂抹的东西都能够透过胎盘影响到孩子。
损伤发育的物质

 被称作畸胎剂（teratogen）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魔鬼制造者”。畸胎剂包括环境毒素，例如水中的铅、空气中油漆挥发出来的烟尘或者残留在鱼身上的汞，但是最常见畸胎剂却是可以在7-11便利店买到的酒。胎儿乙醇综合征（FAS）
 是
一种发展型障碍，由于母亲在妊娠期酗酒所致，

 患有FAS的儿童身上会出现多种大脑异常和认知障碍（Carmichael Olson等，1997；Streissguth等，1999）。有些研究显示，适度少量饮酒不会对胎儿造成伤害，但是人们对喝多少叫做适度少量却没有达成共识（Warren和Hewitt，2009）。但是，所有人都同意“滴酒不沾”才是绝对安全的剂量。

烟草是另一种常见的畸胎剂，其所带来的危害人所共识。大约20%的美国母亲在怀孕期间仍在吸烟（美国物质滥用和精神卫生管理局，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 Administration，2005）。这些母亲导致每年有50万的婴儿出生时身长小于正常标准（Horta等，1997）。此外，这些婴儿在儿童期出现知觉和注意力问题的风险也更高（Espy等，2011；Fried和Watkinson，2000）。即便是二手烟也会造成婴儿出生时体重的降低以及在注意力与学习方面的缺陷（Makin，Fried和Watkinson，1991；Windham，Eaton和Hopkins，1999）。相对于胎儿阶段而言，孩子在胚胎阶段更易受到畸胎剂的伤害。然而，在女性整个妊娠阶段，诸如中枢神经系统等生理结构都会受到畸胎剂的影响。一些研究显示，如果全美所有的怀孕女性全部戒烟，那么死胎率将会降低11%，新生儿死亡率也将降低5%（March of Dimes，2010）。


其他声音 男人，谁需要他们？




本书的所有作者都是男性，所以我们非常乐于见到男性继续生存下去。然而，生物学家格雷格·汉普伊基安（Greg Hampikian，2012）一篇不必太当真的短文相当到位地解释了为什么就我们人类这一物种的延续而言，仅仅从生物学角度看，男人是如此的不重要。





格雷格·汉普伊基安（Greg Hampikian）是美国博伊西州立大学（Boise State University）生物与犯罪学教授，爱达荷州清白计划（Idaho Innocence Project）主任。





……随着生育选择的日益增多，我们估计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完全不需要男人的生育方式。幸运的是，只由女性单独抚养的儿童的数量正在增加。正如普林斯顿的社会学家萨拉·麦克拉纳罕（Sara S.McLanahan）所指出的那样，贫穷伤害的是儿童，却不影响为人父母者的数量或性别。





这很好啊，既然女性不但是生育的必要条件又是充分条件，而男性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从第一个细胞（卵子）产生之日起到胎儿的发育，孩子的呱呱坠地，再到母乳喂养，父亲都可以缺席。父亲们可以去工作，可以在家、在监狱或是在战场上，父亲是死是活都无所谓。想想你自己的成长历程吧。你的生命开始时，确切说从你母亲发育中的卵巢里的一颗卵子开始，你的母亲还没有出生呢；你其实是被裹在还是胎儿形态的母亲体内的，你和你的母亲都在外祖母的体内发育着。





你和你的母亲离开外祖母的子宫之后，你母亲的卵巢还处于进入青春期前的儿童阶段，你享受着青春期前母亲卵巢的保护。然后，在你们俩离开外祖母体内后的12到50年间的某一刻，你突然出现了，然后被母亲的输卵管伞吸入输卵管。你沿着输卵管滑动，愉快地享受着母亲已经为你存储好的营养物质和遗传信息。





然后，在某个时刻，你的父亲靠近了几分钟之后便又离开了。在极短的时间之后，你就遇见了父亲留下的一些很奇怪的小细胞。这些细胞既不会和你融合，也不会给你提供任何细胞膜或者营养物质——仅仅几乎小到忽略不计的一包DNA，质量也不及你的百万分之一。





在接下来的9个月时间里，你从母亲的骨骼里面“盗取”矿物质，从她的血液里面“偷”来氧气，你的所有营养、能量和免疫力保护都来自于母亲。到了你出生之时，母亲会给你6到8磅的重量。随后，作为临别礼物，母亲还会从她的产道和腹股沟那里给你数以十亿计的细菌来继续保护你的皮肤、消化系统以及你的整体健康。相比之下，自从人类1070亿名婴儿出生后，来自父亲的3.3皮克（1皮克约合1万亿分之一克）的男性遗传物质（DNA）的总重量，还不到1磅。





虽然孩子的出生好像是一种分离，对于我们哺乳动物而言，这只是与我们的女性家长之间另一种新的附属形式罢了。几乎自人类物种存在之日起，母乳喂养就是我们哺育下一代的方式。如果你的母亲是用母乳喂养你，你所需的所有水、蛋白质、糖、脂肪，甚至是免疫力保护都是来自于你对母亲的吸吮。通过紧抱和亲吻（也许父亲也会这样做），母亲就能了解到你是否生病了。但是，和父亲不同，母亲对你生病感染的反应是产生抗体并通过母乳将抗体传递给你。





我并不是想抹杀自己充当慈父的那些岁月。那时我呆在家里做家庭主夫，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我自己的父亲也对抚养孩子付出良多，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父亲的角色在抚养孩子方面益处颇多。但是，这些和生育繁衍的“充分和必要条件”相比还差得远呢。





如果一名女性想要生孩子但不需要男人，她只需要从捐赠者（不管生或死）获取安全的精子即可（或新鲜的，或冷冻的）。女性实现自我受孕的技术只需要一个试管或滴管。自5世纪犹太法典大学（Talmudic University）的学者争论无性人工授精对宗教教义的影响起，这种基本技术并没什么大的变化。即使地球上的所有男性一起死绝了，人类物种仍可以依靠冷冻精子延续下去。如果所有女性消失了，那么人类也就灭绝了。





终极问题是，“人类”是否真的需要男性？随着人类克隆技术近在咫尺，并且这个世界已经有了足够数量的精子能够生育许多代人了，也许我们应该就是否需要男性这个问题做一下成本—收益分析了。





没错，在传统意义上养家糊口的是男人们。然而，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占比已经相当高了，而且这一数字仍在增加。没错，一般而言，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多的肌肉。但是，在这个武器无处不在的年代，谁的武器好（以及谁能更好地使用法律武器），谁取胜。





与此同时，女性的寿命更长、更健康，出现暴力犯罪的可能性也更低。如果把男人比作是一辆车，经常出致命车祸，经常违章被扣押，谁还会买这辆用不了多久的车？





最近，遗传学家克雷格·温特尔（J.Craig Venter）实现了通过机器合成某一器官的所有遗传物质并植入所谓的“人造细胞”中的技术。事实上，这有点新闻稿似的夸张了：温特尔先生能够从一个功能正常的细胞内置换出DNA。通过这样的做法，温特尔已然在不经意之间证明了，女性在有性繁殖过程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因为卵细胞是无法人造的，而男性是可以通过技术被替代。





当我将以上种种解释给我的一名女性同事的时候，我问她，如果男性还有那么任何一点不可替代之处，在她看来会是什么，她回答道，“男人可以拿来娱乐。”





先生们，让我们期待这就是足够的理由吧。





来自：New York Times，August 24，2012.© 2012 The New York Times.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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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中这个孩子有着明显的FAS面部特征：窄眼裂、扁平的面中部、人中平滑、薄薄的上唇以及未发育完全的下巴。




胎儿能够听到什么？


在妇女的妊娠环境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化学物质，同时也充斥着大量信息。一辆汽车只有在全部零件安装完毕之后才能发动，而与汽车不同的是人类的大脑在不断发育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工作了。研究发现，发育中的胎儿能够接收感觉刺激信号并从中学习。由于只有最强烈的光线才能透过女性的肚子，所以子宫是一个黑暗的环境，但子宫并不是一个安静的环境。胎儿可以听到母亲的心跳声，母亲在消化食物时肠胃系统的声音，还有母亲说话的声音。我们怎么知道这些的呢？与听到陌生女性的声音相比，新生儿在听到母亲的声音后会更加起劲地吸吮乳头（Querleu等，1984），这证明新生儿已经对母亲的声音更加熟悉了。相应地，如果母亲在怀孕期间大声朗读《帽子里的猫》（The Cat in the Hat
 ），新生儿出生后听到这个故事就会表现出熟悉感（DeCasper和Spence，1986）。如果向新生儿呈现两种语言信号，他们会更加偏好母亲母语的那种语言；除非他们的母亲是双语者，那么新生儿听到这两种语言才都会表现出愉快感（Byers-Heinlein，Burns和Werker，2010）。新生儿在妊娠期听到的声音甚至会对他们出生时发出的声音造成影响：法国新生儿的哭声会是一种升调，而德国新生儿的哭声则呈现出一种降调，这是对母亲母语音调的一种模仿（Mampe等，2009）。显而易见，胎儿是具有听力的。

小结



▲ 发展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毕生连续性与变化性的学科。





▲ 妊娠阶段的发展从精子与卵子受精时开始，这个过程会产生一颗受精卵。受精卵带有来自精子与卵子的染色体，在大约2周时发育成为胚胎，然后在8周时进入胎儿阶段。





▲ 胎儿所处的环境对胎儿生理和心理方面都会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除了妇女妊娠期的饮食之外，畸胎剂或其他损害胎儿发育的药剂都会对胎儿产生影响。一些最常见的畸胎剂包括烟草和酒精。






婴儿期与儿童期：成为一个人



新生儿可能表现得几乎什么都不会，他们能做的只有哭哭闹闹和扭动身体。但是，在过去十年间，研究者已经发现，新生儿能做的可比他们看起来会的东西多多了。婴儿期（infancy）
 指的是，
从出生开始到18至24个月之间的发展阶段。

 正如你所了解的那样，如果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你是很难察觉孩子在这一阶段的大量变化的。


知觉与动作发展



新生儿能够看到什么？


新晋父母喜欢站在婴儿床边对着孩子做各种鬼脸，因为他们觉得孩子肯定会喜欢。事实是，新生儿的视觉范围相当有限。在相距20英尺（约6米）左右，新生儿能看到事物细节的程度大致相当于成年人对600英尺（约183米）之外事物能看到的事物的细节程度（Banks和Salapatek，1983）。换句话说，新生儿其实看不到多少家长这种摇篮边的鬼脸和逗弄。另一方面，当刺激信号出现在8到12英寸（约20到30厘米）之内（大致相当于喂奶时孩子眼睛和母亲面孔之间的距离）的范围内时，新生儿就能对视觉刺激做出反应。我们是如何了解新生儿能看到哪些东西的？在一项研究中，科研人员一遍又一遍地向新生儿重复呈现一个带有对角线的圆形图案，在一开始婴儿盯着圆形看的时间很长，但在一次又一次的连续呈现过程中，婴儿注视的行为越来越少。从“学习”这一章我们得知，习惯化（habituation）是一种倾向，即当某一刺激呈现的频率越高，感官便对这种刺激反应强度越低的一种倾向。我们成人如此，婴儿的习惯化也是如此。那么，当研究人员将圆形旋转90°，会发生什么呢？新生儿再一次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圆形，这说明新生儿能够发觉到圆形的朝向发生了变化（Slater，Morison和Somers，1988）。






婴儿能够模仿成年人的面部表情——当然，反之亦然。



新生儿会对社会性刺激给予更多的注意。例如，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向新生儿呈现一个圆形图案，里面是简笔画人脸或者正常人脸。当圆形在视野范围内移动时，新生儿会转动头和眼睛追随圆形——但是追随带有正常人脸圆形的时间要显著长于追随其他圆形图案的时间（Johnson等，1991）。新生儿确实更加倾向于追踪社会性刺激。在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站在靠近一组新生儿的地方对着他们吐舌头，站在靠近另一组新生儿的地方对着他们撅起嘴唇。第一组新生儿比第二组新生儿出现吐舌头的行为更加频繁，第二组新生儿比第一组新生儿则更多地出现撅起嘴唇的行为（Meltzoff和Moore，1977）。事实上，新生儿在出生之后，确切说就是第一个小时，就会表现出模仿他人面部表情的能力（Reissland，1988）；同时，最早在12周时，婴儿开始出现模仿别人说话声音的行为（Kuhl和Meltzoff，1996）。


为什么新生儿出生时就具备了某些反射行为？


虽然婴儿出生后马上就有视觉了，但是他们仍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如何使用身体的其他部位。动作发展（motor development）
 指的是
操控身体动作能力的出现

 ，例如伸够、抓握、爬行以及行走。婴儿出生时就具备了一系列反射（reflex）
 ，反射指的是
新生儿能够被某些特定的感觉刺激触发的特异性动作反应模式。

 例如，
觅食反射

 指的是，如果有任何物体触碰婴儿面颊，婴儿会倾向于将头转向物体刺激的那个方向；
吸吮反射

 指的是，婴儿会倾向于吸吮任何放到自己嘴里的物体。这两种反射确保了新生儿能够找到自己母亲的乳头并开始觅食——这种行为可谓生死攸关，是大自然的固定设置，深深植入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很有意思的是，婴儿在出生时即拥有的这两种反射和其他反射似乎会在出生后的头几个月之内消失，在婴儿学会了操控身体做出更加精细的动作后消失。


婴儿学习控制和使用身体部分的先后次序是什么？


婴儿更为精细的行为发展常常遵循着两条基本原则。第一条原则是头尾原则（cephalocaudal rule）
 （又称“自上而下”原则），这指的是
婴儿动作技能的发展遵循着从头到脚的先后顺序。

 婴儿通常首先能控制的是自己的头部、胳膊，躯干次之，最后是控制自己的双腿。如果把小婴儿以趴着的姿势放置，她可能会抬起头部和胸部，用胳膊支撑身体，但是通常腿几乎没有动作。第二条原则是近远原则（proximodisatl rule）
 （又称“从内到外”原则），这指的是
婴儿动作技能的发展遵循着从中央头到外周的先后顺序。

 婴儿在学会控制自己的手肘和膝盖之前就已经学会了如何控制自己的躯干，而在学会控制手肘和膝盖之后，才是对自己双手双脚的控制（见图11.2）。

动作技能的出现通常遵循着固定的顺序，但是并不遵循着严格的时间表。相反，这些动作技能出现的时间点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婴儿伸够物品的动机强度、身体重量、肌肉发展水平，以及活动的基本水平。在一项研究中，一些婴儿的床头上方会挂有明显可见且可以移动的刺激物，这些婴儿与床头没有悬挂刺激物的婴儿相比，出现伸够物品动作的时间要早大约6周（White和Held，1966）。除此之外，不同的婴儿也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获得同一种技能。一项研究密切追踪了4个婴儿的发展历程，考察孩子是如何学习伸够动作的（Thelen等，1993）。其中两个婴儿特别好动，他们首先出现的是两个胳膊做出画圆圈似的大动作。为了更加精准地摸到物品，这两个婴儿必须学习利用肘部稳定地支撑胳膊从而抑制这种画圈的大动作，然后学习伸手击打物品。另外两个婴儿没有那么好动，他们并没有出现这种画圈的大动作。因此，他们首先要学会伸够动作的第一步是学习对抗重力而抬起自己的胳膊，然后将胳膊向前伸出。通过仔细观察发现，虽然绝大多数婴儿都能学会伸够动作，但是不同婴儿学习的方式却是大相径庭的（Adolph和Avoilio，2000）。






图11.2 动作发展。





婴儿遵循着从头到脚、从中央到外周的顺序学习控制自己的身体。这些技能的出现并非遵循着严格的时间表，但是却遵循着严格的先后顺序。




认知发展



认知发展的三项关键任务是什么？


婴儿具有听力和视力以及身体运动能力。但是，他们具备思考能力吗？在20世纪的前50年，瑞士生物学家让·皮亚杰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兴趣。他发现，当面临难题的时候（是大的玻璃杯装的水多还是小的玻璃杯装的水多？你看到了什么，是不是比利也能看到？），同一年龄的儿童通常都会犯同样的错误。此外，随着孩子年龄的增大，他们也会在大致同一时间停止再犯这些错误。这些现象致使皮亚杰提出，儿童都会经历认知发展（cognitive development）
 的若干具体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儿童会
发展出思考和理解的能力。

 在婴儿期和成人期之间，儿童必须要逐渐学会理解三件重要的事情：（1）外部的客观世界是如何运行的，（2）他们的思维是如何来表征外部世界的，（3）其他人的思维是如何来表征外部世界的。让我们来看一看儿童是如何来完成这三项关键任务的。






让·皮亚杰（1896—1980），现代发展心理学之父，同时也是最后一个带贝雷帽好看的男人。





探索世界



皮亚杰（1954）提出，认知发展包含四个阶段：
感觉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以及形式运算阶段

 （见表11.1）。感觉运动阶段（sensorimotor stage）
 指的是，
从出生开始一直持续整个婴儿期的这段时间。感觉运动

 这个词指的是，处于这个阶段的婴儿主要是通过不停地使用自己的感觉能力和自己的运动能力来获取关于这个世界的信息。通过自己的眼睛、嘴以及手指主动地探索环境，婴儿开始建构图式（schemas）
 ，即关于这个世界如何运行的理论。



表11.1 皮亚杰认知发展的四个阶段







在感觉运动阶段会发生什么？


所有科学家都知道，构建一个理论最关键的进展是，一个人能够使用这一理论去预测并控制在全新的情境中将要发生的事情。如果婴儿发现自己拉一个充气动物玩具就能让玩具靠近自己，那么观察到的这些信息就会被整合到婴儿关于客观事物如何运行的理论中去；随后，当婴儿想让另一件东西（如拨浪鼓或者皮球）靠近自己的时候，他就能够用这个理论了。皮亚杰把这个过程称为同化（assimilation）
 ，
当婴儿在新异情境中使用了自己的图式，

 同化就发生了。当然，如果婴儿拉的是家里宠物猫的尾巴，猫咪就可能冲向婴儿的反方向。婴儿关于世界的理论（“如果我拉物体，他们就靠近我。”）就会因为这个情况而不再成立了。因此，婴儿就必须依据情境中的新经验来调整自己的图式（“啊哈！只有对那些
没有生命

 的物体，我拉它们，它们才会靠近我。”）。皮亚杰把这个过程称为顺应（accommodation）
 ，
当婴儿根据新信息修正自己的图式时，

 顺应就发生了。


儿童何时会形成客体恒存的理论？


婴儿会发展、应用和调整哪些图式？皮亚杰提出，婴儿缺少关于客观世界的基本理解，因而就必须通过经验来获取这些理解。例如，当你把鞋子放到柜子里之后，如果你后来再打开柜子的那一刻却发现柜子是空的，你会觉得吃惊。但是，根据皮亚杰的理论，这种情况确不会让一个婴儿觉得奇怪，因为婴儿不具备关于客体恒存（object permanence）
 的理论，客体恒存是一种信念，即
物体即使在我们看不见的时候也依然是客观存在的。

 皮亚杰指出，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里，婴儿的行为表现是，当物体离开了他们的视线之外，婴儿就认为这个物体消失了。比如说，皮亚杰观察过一个2个月大的女婴，她用眼睛追随着一个运动中的物品，然而，一旦物体离开了她的视野范围内，她就不会再去找这个物品了。把鞋子放进柜子，然后——噗！——鞋子消失了！

皮亚杰的观点是否正确？从一般原则上讲，当婴儿展现出某种能力，那么他们肯定是具备了这种能力。但是当婴儿没有展现出某种能力，那么他们有可能是不具备这种能力，还可能是用来测试婴儿的工具灵敏度不够，导致无法测量到这种能力。现代的研究显示，当换用其他的测试方法，儿童表现出客体恒存的年龄比皮亚杰提出的年龄要早得多（Shinskey和Munakata，2005）。例如，在一项实验中，研究者让婴儿看一个可以上下弹动的微缩吊桥（见图11.3）。一旦婴儿习惯了吊桥的上下开闭，他们会看到一个盒子被放到吊桥后面——盒子的位置在吊桥上下开闭的路径上，但是婴儿看不到。一些婴儿看到的是可能事件：吊桥开始运动，然后突然就停住了，就好像吊桥被那个婴儿看不到的盒子阻住了。另一些婴儿看到的是不可能事件：吊桥开始运动，然后继续运动，就好像盒子对吊桥一点阻碍都没有。婴儿会做何反应？4个月大的婴儿注视不可能事件的时间要显著长于注视可能事件的时间，说明不可能事件让他们感觉到疑惑了（Baillargeon，Spelke和Wasserman，1985）。当然，唯一让婴儿觉得疑惑的事情是，那个看不见的盒子并没有阻止吊桥的运动（Fantz，1964）。






图11.3 不可能事件。





（a）在适应条件下，婴儿看到的是吊桥毫无阻碍的前后弹动，直到婴儿觉得无聊了。然后，一个盒子被放到了吊桥的后面，接下来婴儿会看到这两个事件的其中一件：在可能事件的条件下，因为盒子的存在，阻碍了吊桥完全放倒；在不可能事件的条件下，盒子不阻碍吊桥放倒。（b）图表显示的是，婴儿在适应条件和测试条件下的注视时间长短。在测试条件下，婴儿的兴趣的被不可能事件再次激发了，而可能事件则无法再激起婴儿的兴趣（Baillargeon，Spelke和Wasserman，1985）。



类似的多项研究显示，婴儿确实能够在4个月大的时候就对客体恒存有所理解了。比如说，当婴儿看到了在图11.4中标记为A的那条线后会出现怎样的行为？成年人看到的是一条蓝色的线条被它前方的一块橘黄色的固体块挡住了。婴儿会把线条A当作一条连续的但被挡住的直线，还是会把它看成在一个橘黄色物体两边的两条蓝色线条呢？研究结果显示，当婴儿熟悉了图形A之后，当他们再看到线条C时会显得更加惊诧，当他们再看到线条B时就没那么惊诧，尽管事实上与线条B相比，线条C
看上去

 和线条A更加相似（Kellman和Spelke，1983）。这一结果提示，婴儿是将A视为一个连续的线条的。非常明显，婴儿并不只是依据视觉获取的信息来思考这个世界的，在生命的非常早期的阶段，婴儿似乎就“知道”即便是当物体离开了自己视野之内的时候，它还是继续存在着的（Wang和Baillargeon，2008）

皮亚杰（1927/1977，第199页）写道，“很不走运，儿童生命的第一年对于心理学家而言仍旧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无底洞。当我们在观察儿童行为时，如果能够了解他们的思维之中发生了什么，只有到了这种时候，才算我们真的了解关于儿童心理学的方方面面。”虽然婴儿思维的秘密远未揭开，但是也已经不再是一个无底洞了。关于婴儿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的，研究已经给了我们大量信息。总体上的结论是，婴儿所了解的东西远远超过当初皮亚杰（或者孩子们父母）的推测。






图11.4 客体恒存。





在婴儿看来，线条A是连续的还是断裂的？当婴儿看过了线条A之后，他们接下来再看线条C时所表现出来的兴趣要远多于他们看线条B时所表现出来的兴趣。这提示了，婴儿认为相对于线条B，线条C是更为新异的刺激，这说明婴儿认为线条A是连续的而不是断裂的（Kellman和Spelke，1983）。




科学热点 摇篮里的统计学家




一个魔术师给你一副扑克牌，让你洗牌，然后让你说出你最喜欢的那一张牌是什么。随后，魔术师蒙上了双眼，伸出手，从一沓牌中抽出了你喜欢的那一张牌。你被震惊了——你震惊的原因是，你知道当魔术师拿到这52张牌时，要从里面找出你喜欢的那一张牌，如果完全只靠运气，这个几率是极其小的。





这个小把戏会不会也让婴儿感到震惊？我们很难想象这种情况。毕竟，要理解这个小把戏，就必须要了解一些统计学的基本原理，换句话说，随机取样和取样来源的总体应当是大致相似的。然而，近期研究显示（Denison，Reed和Xu，2013），只有24个星期大的婴儿也能明白这些。





在实验中，研究者让婴儿看两个盒子：一个盒子里面几乎都是粉色的小球，只有几个黄色的小球；另一个箱子里面几乎都是黄色的小球，只有几个粉色的小球。然后，婴儿看到实验人员闭上了眼睛，把手伸进几乎都是粉色小球的盒子里面，从里面拿出几个小球，再把拿出来的小球放到婴儿面前的一个容器里面。有时，实验人员放到容器里面的是4个粉色小球和1个黄色小球；有时，实验人员放到容器里面的是4个黄色小球和1个粉色小球。婴儿会做些什么呢？








当实验者从主要都是粉色小球的盒子里面拿出来5个小球中粉色的居多时，婴儿只是瞟了一眼就去看别的东西了。但是，当实验者从主要都是粉色小球的盒子里面拿出来5个小球中的黄色的居多时，婴儿就会盯着看，就好像一个火车失事事故中的目击者一样。婴儿盯着不可能样本的时间比盯着可能样本的时间更长，这个结果说明婴儿对前者感到更加惊诧；换句话说，婴儿是具备一些对随机抽样方式的基本了解的。





这个实验——和大量发展心理学实验相似——告诉我们，人们会根据非专业观察对婴儿进行推测，但事实是婴儿了解的东西比人们的这种推测多得多。





探索思维



在婴儿期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被称为儿童期（childhood）
 ，儿童期
从孩子大约18至24个月时开始，直到11至14岁时结束。

 根据皮亚杰的理论，孩子在某个认知发展阶段进入童年期，在另一个发展阶段结束童年期。孩子进入前运算阶段（preoperational stage）
 也就进入童年期。认知发展的前运算阶段
大约从2岁开始，在大约6岁时结束，在这个过程中儿童会发展出对客观世界的初步理解。

 前运算阶段结束时，孩子的认知发展处于具体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concrete operational stage）
 
大约在6岁时开始，在11岁前后结束，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会学习行为或“运算”是如何改变客观世界中“具体”事物的。




前运算阶段和具体运算阶段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皮亚杰通过巧妙的实验把这两个阶段之间的差异明确地展现了出来。在实验中，皮亚杰给儿童展示了一排杯子，然后要求儿童在每个杯子里面都放一个鸡蛋。处于前运算阶段的儿童能够做到这一点，并坚定地认为，杯子的数量和鸡蛋一样，有多少个杯子就有多少个鸡蛋。接下来，皮亚杰把鸡蛋从杯子里面拿出来，并把鸡蛋也排成一排，摆的长度比那排杯子更长。处于前运算阶段的儿童会因为鸡蛋排成的长度要比杯子排成的长度更长，而错误地宣称现在鸡蛋的数量要比杯子多。然而，处于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就能正确地说出，就算当鸡蛋摆成一排的长度比杯子更长，鸡蛋的数量还是没有变化。这些处于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明白，
数量

 是一个具体物体集合的属性，这种属性并不会因为运算的发生而改变。例如，
分散排开

 会改变物体的外观，却不能改变数量属性（Piaget，1954）。皮亚杰将儿童的这种洞察力称为守恒（conservation）
 ，守恒是一种概念，即
一个物体的外观改变而数量属性会保持不变。



为什么处于前运算阶段的儿童好像不能掌握守恒的概念呢？皮亚杰提出了几个儿童的思维过程来解释这种错误。例如
中心化

 （centration），指儿童只关注客体的一个特征属性而忽略其他方面的过程。成年人能够同时考虑客体的多个属性，而儿童能关注到的只是鸡蛋排成一排的长度，不能同时考虑到鸡蛋和鸡蛋之间相隔的距离。皮亚杰提出的另一个观点是，儿童不具备思考
可逆性

 （reversibility）的能力。也就是说，把一排鸡蛋摆得更长的运算是可逆的：鸡蛋能够被重新排列，如果鸡蛋之间彼此靠近，那么排出的那条线就会变得更短；但是儿童是考虑不到这个事实的。中心化和缺少可逆性这类思维过程导致前运算阶段的儿童无法理解：鸡蛋排成的长度更长并不意味着鸡蛋的
数量更多

 。

然而，处于前运算阶段的儿童不能完全掌握守恒概念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儿童不能完全了解到自己是具有
思维

 （mind）的以及自己的思维中还包含着对现实世界的
心理表征

 （mental representation）！作为成年人，我们可以自然而然地区分主观与客观，区分表象与现实，区分思维中的事物和现实世界中的事物。成年人能够意识到事物并不总是和它们的
外观一致：一辆红色的车也可以由于布满尘土而看上去呈现出灰色；高速公路本来是

 干燥的，但由于高温而导致路面上
看起来

 湿湿的。成年人能够在事物
是什么

 和
看上去

 是什么之间做出区分。成年人准确地知道有些事物应该像是这样的，但是看起来却是那样的，这就是视错觉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原因。处于前运算阶段的儿童不具备成年人这种区分的能力。如果有些东西看上去是湿湿的或灰的，那么儿童就会认为这些东西就是湿湿的或灰色的。

当儿童从前运算阶段向具体运算阶段过渡时，他们会出现一次重要的关于客观世界的顿悟，顿悟的内容会一直伴随着他接下来的人生：世界的外观不一定就是它真实的样子。儿童意识到，自己的思维能够表征——同时也能够错误表征——外部世界中的客体。当解决一个问题需要儿童忽略客观事物的主观表象时，儿童这种思维表征能力可以确保他们顺利解决问题（cf.Deak，2006）。比如说，处于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能够理解一个粘土做成的小球可以搓圆，可以拉长，也可以拍扁，无论怎样这块粘土变换哪种形状，外形是不是看上去更大了，儿童都能理解粘土的量并没有发生改变。他们还能理解，把水从一个矮胖的杯子倒进一个瘦高的圆筒里面，尽管圆筒上的水位线更高了，但是水的量没有变化。他们也能够理解，当一块海绵被喷上灰色而看起来像一块石头时，无论外表看上去如何，这还是一块海绵而不是石头。一旦儿童能够区分客体本身和自己关于客体的心理表征时，他们就开始理解了某些运算——例如挤压、倾倒和延展——能够改变客体外观而不能改变客体。


形式运算阶段的关键性特征是什么？


一旦进入具体运算阶段，儿童就能够正确解决诸如鸡蛋排列和粘土挤压等这类物理问题了。在进入形式运算阶段之后，儿童会像解决物理问题一样轻易地解决一些非物理问题；形式运算阶段（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指的是，
认知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从11岁左右开始，在这个阶段中儿童将学会使用抽象概念进行推理。

 形式运算阶段的开始就意味着儿童期的结束，进入形式运算阶段的个体（皮亚杰认为，有些人永远不会发展到这个阶段）能够使用抽象概念进行系统性的推理，例如
自由

 和
爱

 ，能够对还没有发生的事件进行假设与反事实推理，还能够对可能发生但没有发生的事件进行推理。
自由

 与
爱

 这种词语，在客观世界中是找不到能够与之相对应的具体的客体的，就像处于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能够通过挤压和折叠的方式完成思考和推理一样，处于形式运算阶段的个体以相同的方式对概念进行思考和推理。产生、思考、推理或者在心理上“运算”抽象事物的能力是形式运算的标志性特征。






进入形式运算阶段的个体能够对诸如自由和正义等抽象概念进行推理。照片里是两名在白宫外的示威者，他们要求关闭美军在古巴关塔那摩港的监狱。





探索他人的思维



随着儿童的不断发展，他们不但探索自己的思维，同时也在探索他人的思维。因为处于前运算阶段的儿童还不能完全理解自己的思维能够对客体加以心理表征，所以这个阶段的儿童不能完全理解别人的思维会对同一个客体产生不同的心理表征。因此，处于前运算阶段的儿童通常会认为别人眼里的世界和自己眼里看到的世界是一样的。如果你问一个3岁的孩子：坐在桌子对面的人会看到什么，孩子通常的回答是，别人看到的东西和自己看到的是一样的。自我中心（egocentrism）
 指的是，
不能理解不同的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是不同的。

 自我中心是前运算阶段的标志性特征，从很多方面都能够观察到这个有趣的现象。


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研究发现了什么？




知觉和信念。

 就像3岁的孩子不能理解别人眼中看到的世界和自己看到的世界是不同的，这个年龄的儿童也不能理解别人不知道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已经有数百项研究使用
错误信念任务

 （false belief task）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Wimmer和Perner，1983）。在这种实验任务的标准版本中，儿童首先看到一个叫做马克西（Maxi）的木偶在橱柜里面放了一些巧克力，然后离开了房间。不久之后，第二个木偶来到了房间，发现了巧克力，随后把巧克力放到了另一个橱柜里。接下来，实验人员询问儿童，马克西回来以后会去哪个橱柜找巧克力呢：是马克西最开始放巧克力的第一个橱柜，还是儿童最后看到的第二个橱柜。绝大多数5岁的儿童会说马克西会去第一个橱柜找巧克力，因为马克西没有看到第二个木偶做的事情，也就是说，马克西不知道巧克力已经被移动了。然而，3岁大的孩子通常会说，马克西会去第二个橱柜里面找巧克力。为什么？因为，3岁大的儿童自己认为巧克力在哪里，巧克力就在哪里——他们知道的事情，所有人都知道！4—6岁之间的儿童能够完成错误信念任务（Callaghan等，2005），完成这项任务的年龄在某些文化背景下比其他文化背景下更早一些（Liu等，2008）。

就像皮亚杰关于客体恒存的测试实验受到批评一样，一些研究者认为错误信念任务也无法让低龄幼儿展示出他们真实的能力。最近一些研究显示，低龄儿童确实能够在错误信念任务实验的变式中做出正确的选择（Baillargeon，Scott和He，2010；Onishi和Baillargeon，2005；Rubin-Fernandez和Geurts，2012；Senju等，2011；Southgate，Senju和Csibra，2007）。然而，现在还不清楚的是，低龄儿童完成这些实验任务的方式是否与年龄大一些的孩子相同。也就是说，我们还无法确定，低龄儿童是否真正能够理解他人所持的信念和想法可以和自己所持的想法不同（Apperly和Butterfill，2009；Low和Watts，2013）。但是，无论低龄幼儿是做出了什么样的行为，他们的表现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看上去这些孩子开始理解他人思维本质的年龄要远远小于皮亚杰的推测。

正如自我中心化会影响儿童对他人思维的理解，自我中心化同样也会影响到他人对自己思维的理解。实验人员给幼儿看一个M&M巧克力豆盒子，然后打开盒子，结果放在盒子里面的是铅笔而不是巧克力豆。接下来，实验人员关上盒子，询问儿童，“我一开始给你看的时候盒子和现在一样是关上的，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你觉得盒子里面会装着什么呢？”虽然5岁儿童会说是M&M巧克力豆，但是几乎所有3岁儿童都会说是铅笔（Gopnik和Astington，1988）。对于3岁儿童来说，过去的自己就和别人一样，所以过去的自己肯定是知道现在的自己所掌握的事情。


儿童对他人信念的理解和对他人情绪的理解，哪种更准确？




意愿与情绪。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知觉和信念。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意愿和情绪。那么，儿童是否能够理解他人心理活动的这些方面和自己是有差异的呢？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是非常年幼的孩子，就算他们还不能完全理解别人可以和自己的知觉及信念存在不同，他们似乎也能够理解他人能够产生不同的意愿。例如，一个喜欢狗的2岁孩子就已经能够明白别人可能不喜欢狗，也能够正确地预测出，自己看到狗会上前靠近，但别的孩子可能看到狗会躲开。如果一个18个月大的学步儿看到成年人吃了自己喜欢的食物之后表现出的是厌恶，那么他们就会递给成年人其他的食物，就好像他们明白不同的人口味偏好不同一样（Repacholi和Gopnik，1997）。有意思的是，当幼儿的意愿已经得到充分的满足之后，并且自己的意愿与他人的意愿不相冲突的时候，幼儿对他人意愿的理解是最准确的（Atance，Belanger和Meltzoff，2010）。

与对他人的意愿有较好的理解力相反，儿童可能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来理解别人和自己是可能会产生不同情绪反应的。当听到故事里，小红帽敲奶奶家的门却不知道大灰狼在屋里面时，5岁大的孩子能够意识到，自己知道大灰狼在屋里而小红帽不知道；但是，他们会觉得小红帽敲门时的感受和自己的感受一致，即恐惧（Bradmetz和Schneider，2004：DeRosnay等，2004；Harris等，1989）。当儿童被问到，在马克西不在屋里的时候巧克力被移动了，那么马克西会到哪里去找巧克力时，儿童能够正确地回答出，马克西会到第一个柜子里面找；但是，他们却不能对马克西的情绪做出判断，他们会说，马克西会觉得难过。只有到了6岁左右儿童才会开始明白，因为自己和别人知道的事情不同，所以别人和自己在同一个情境中时可能会体验到不同的情绪。



心理理论

 （Theory of Mind）。显而易见，要明白思维是如何工作的，儿童要学习的还有很多——绝大多数的儿童最终能够完成这项任务。大多数儿童最终会理解，自己和他人都是具有思维的，并且自己和他人会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外部世界加以表征。当儿童具备了这样的能力，我们就说他们获得了一种心理理论
 ，即儿童会理解
一个人的心理表征会左右他的行为。




那些儿童会在获取心理理论上存在特殊的困难？


我们最终都会获得一种心理理论，但是有两类群体的心理理论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较常人缓慢。自闭症（autism）儿童通常在与人沟通和交朋友方面存在着困难（自闭症这种障碍我们将会在“心理障碍”一章做详细叙述）。有些心理学家提出，自闭症儿童在这些方面存在困难的原因是他们难以获取心理理论（Frith，2003）。虽然自闭症儿童通常在绝大多数智力维度上是正常的——有时候他们的智力比普通人还要高很多——但是，自闭症儿童难以理解他人的内心活动（Dawson等，2007）。他们好像不能理解其他人可以有错误信念（Baron-Colien，Leslie和Frith，1985；Senju等，2009），此外，自闭症儿童在理解与错误信念相关的情绪方面也存在着特殊的困难，例如尴尬和羞愧（Baron-Cohen，1991；Heerey Keltner和Capps，2003）。有意思的是，在获得心理理论之前，“打哈欠也会传染”这种现象在儿童身上是观察不到的（Platek等，2003）。事实上，自闭症患者出现“被他人传染而打哈欠”现象的可能性更低（Senju等，2007）。

第二个与同龄人相比在获取心理理论方面较为迟滞的群体是父母不会使用手语的耳聋儿童。耳聋儿童在学习与他人交往方面较为迟缓，因为他们无法使用传统的语言沟通渠道，这似乎也限制了耳聋儿童对他人思维理解能力的发展。类似于患有自闭症的儿童那样，耳聋儿童甚至到了5到6岁也难以理解错误信念（DeVillicrs，2005；Peterson和Siegal，1999）。就像学习某种口头语言能够帮助听力正常儿童获取心理理论一样，学习一种手语也能够帮助耳聋儿童获取心理理论（Pyers和Senghas，2009）。

儿童在发展心理理论的年龄阶段似乎受到了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例如家中兄弟姐妹的数量、儿童玩过家家游戏的频率、儿童是否会想象出一个陪伴自己的朋友，以及儿童家庭的社会经济水平。但是研究者曾经关注过的所有这些因素中，语言似乎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Aslington和Baird，2001）。儿童的语言技能是对他们在错误信念任务中表现优劣的一个极好的预测指标（Happe，1995）。预测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中表现优劣的另一个有效预测指标是，儿童的照顾者和孩子说话的方式。也许人们普遍接受的是，如果儿童的照顾者经常对孩子说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那么这样的儿童就会倾向于表现出对他人信念以及对与他人信念相关的情绪的良好理解力。有些心理学家推测，如果经常听到诸如
想要、我想、我知道

 以及
悲伤

 等与人的心理活动相关的词汇，那么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便会从中获益；有些心理学家提出，如果儿童经常听到一些语法复杂的句子且这些句子里包含着上述与人的心理活动相关的词语，那么儿童也会从中受益；另一些心理学家则认为，如果儿童的照顾者使用与人的心理活动相关的词汇，那么他们也会更多地在儿童身上观察到与心理活动相关的反应行为。无论哪种解读，非常明确的是，语言——尤其是关于人的想法和感受的语言——是帮助儿童了解自己与他人思维的一种重要工具（Harris，deRosnay和Pons，2005）。



对皮亚杰理论的补充。

 认知发展是一场令人惊喜并且复杂的旅程。皮亚杰关于认知发展的观点是具有极大开创性的。极少有心理学家能够在这一领域产生如此深远而巨大的影响。皮亚杰的许多观点得到了证实，但是在过去几十年间，心理学家们发现，皮亚杰的观点在两个方面存在着缺陷。第一，皮亚杰认为，儿童从一个发展阶段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的方式就如同儿童从幼儿园毕业进入小学一年级一样：这个孩子要么在幼儿园，要么上了一年级，他永远无法同时处于这两种状态，在两个阶段之间存在着一个界限分明的过渡时间点，就好像每个人的发展存在着一个时钟或一个时间表，每个时间点都很明确。现代心理学家却认为，发展更像是一个液态的连续体，是一种和皮亚杰阶段性观点不同的过程。当儿童处于两个阶段之间的过渡期时，他们可能今天会表现出成熟的行为，第二天出现的行为反而变得欠成熟了。认知发展的发展更像是四季的交替，而不太像在学校里从一个阶段毕业进入下一个阶段。


皮亚杰观点的缺陷在哪里？


皮亚杰观点的第二个问题是，他错误地提出了认知发展中那些过渡发生的年龄。大体而言，这些过渡发生的时间比皮亚杰提出的要
更早

 （Gopnik，2012）。比如说，皮亚杰提出，婴儿是不具备客体恒存概念的，理由是当物体在婴儿视野中消失，婴儿就不再继续主动寻找了。但是，当研究人员使用特定的实验程序允许婴儿“展示自己知道的”（show what they know），即使是4个月大的婴儿也能表现出客体恒存的意识。皮亚杰提出，儿童需要几年时间克服自我中心化，然后才能理解别人是无法知道自己所知道的那些东西的。但是，新的实验程序获得了一些证据显示，13个月大的婴儿也能理解别人不知道自己知道什么（Baillargeon等，2010）。每一年，聪慧的研究人员们都能找到测试婴儿和儿童的新方法，而且每一年教科书的作者们都要把孩子达到认知发展的里程碑年龄下调一些。






发展并非像皮亚杰想象的那样呈现出一种阶段性的特征。儿童处于两个发展阶段的过渡时，可能今天表现出比较成熟的行为，第二天表现出的却是欠成熟的行为。





探索我们的文化



在皮亚杰眼里，儿童是孤单的科学家，他们观察这个世界，然后发展出理论，再根据新的观察修正之前的理论。然而，大多数科学家并不是从胡乱涂鸦开始的。相反，他们会接受更有经验的其他科学家的培训，他们也会继承自己所从事的学科中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根据俄国心理学家维果茨基（Lev Vygotsky）的观点，儿童也是按照上述方式成长的。维果茨基生于1896年，与皮亚杰同年；但与皮亚杰不同的是，维果茨基认为，儿童的认知发展不是儿童与具体客体互动的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儿童与自己所处的文化成员之间互动的结果。维果茨基提出，例如语言和计数系统等文化工具对儿童认知的发展会产生巨大的影响（Vygotsky，1978）。


文化是如何影响认知发展的？


例如，在英语系统中，超过20的数字会通过1个十进位标志（twenty）带1个数字（one）并遵循一种逻辑模式（twenty-one，twenty-two，twentythree等）表示。在中文系统中，从11到19的数字以一种和英语类似的方式表示（十一、十二、十三……）。但是，在英语系统，从11到19的数字要么把1个十进位标志和1个数字以相反的方式排列（sixteen，seventeen），要么就完全用字母表示（eleven，twelve）。这两种语言系统规则的差异会对学习语言的儿童产生不同的影响。对中国儿童来说，12——他们说“十—二”（ten-two）——是由10和2组成的，这是很直截了当的；但是，对于说英文的儿童来说，12是“twelve”，就不是那么直截了当的（见图11.5）。在一项研究中，来自多个国家的儿童需要按要求递给实验者一定数量的积木。实验用的积木一些是单一的，另一些积木被黏成一长条表示10。当实验者要求亚裔儿童递给自己积木的数字是26时，亚裔儿童会倾向于选择两个长条表示10的积木，再加上6块单一积木。非亚裔儿童则倾向于使用比较笨拙的策略，他们会数出26块单一的积木递给实验者（Miura等，1994）。这样的结果提示，儿童继承来的计数系统规则既可能帮助儿童也可能阻碍儿童发现：由两个数字组成的两位数是能够被分解的（Gorclon，2004；Imbo和LeFevre，2009）。






儿童不是孤独的探索者，他们不仅是依靠自己发现这个世界，而是依靠着家庭、社区以及社会中的成员教会他们所需要了解的大多数知识。








图11.5 十二或二十？





正如本图所显示，美国儿童能数基本数字的比例在数字11之后急剧下降，而中国儿童的这一比例下降得则缓慢得多（Miller，Smith和Zhu，1995）。



当然，如果你曾经尝试去训练宠物蛇，你就会知道，不是所有的物种都能够从其他成员身上学习的。在这一点上，人类可以说是“冠军”，有三种技能确保了人类成为大自然学校里最杰出的学生（Meltzoff等，2009；Striano和Reid，2006）。

➢ 如果一名成年人把自己的头向左转，小婴儿（3个月）和大婴儿（9个月）都会向左看。但是，如果成年人首先闭上自己的眼睛，然后再向左转，小婴儿会看向左边，而大婴儿就不会了（Brooks和Mejtzoff，2002）。这个结果提示，大婴儿跟随的不仅是成年人头部的运动，同时也在跟随成年人的注视点：婴儿会尝试去看他们认为成年人正在看的东西。如果大婴儿只能听到声音而看不到成年人，他们就会根据声音线索来判断成年人要看向的方位，然后自己再往那个方位看去（Rossano，Carpentei和Tomasello，2012）。能够关注到他人关注点的能力被称为
联合注意

 （joint attention），这是婴儿能够学会他人所教授事物的先决条件（见图11.6）。

➢ 儿童是天生的模仿者，他们经常模仿自己看到的成年人的行为（Jones，2007）。但是，在非常早期的时候，婴儿开始模仿的是成年人的
意图

 （intention）而不是成年人行为本身。当一个18个月婴儿看到一个成年人用手做出滑动的动作，好像这个成年人打算拉开一个罐子的盖子，婴儿不会去复制成人这个滑动的动作，但取而代之的是，婴儿会做出成人意图行为，即移开盖子（Meltzorf，1995，2007）。这种成年人做什么婴儿就跟着做什么的倾向——或者婴儿做出成年人意图做出的行为——被称作
模仿

 （imitation）。到了3岁大，儿童开始能够极为精确地复制成年人的行为，即便是知道成年人行为没有意义或者不相干，儿童还是会模仿成年人的部分动作，这种现象被称为
过度模仿

 （overimitation）（Lyons，Young和Keil，2007；Simpson和Riggs，201l）。

➢ 当一个婴儿靠近一个新玩具的时候，他经常会停下来回头看看自己的母亲，把母亲的脸作为一种线索：妈妈，这是不是一个玩具，这有没有危险。使用他人的反应来指导我们如何来认识这个世界的能力，称作社会
参照

 （social reference）（Kim，Walden和Knieps，2010；Walden和Ogan，1988）。（您将会在本书的“社会心理学”一章中了解到更多关于成年人继续使用这种方法的内容，对于成年人来说，这被称为信息性影响（informational influence））。






图11.6 联合注意确保了儿童能够向他人学习。





当一个12个月大的婴儿如图（a）与一名成人互动时，成人看向一个物体，如图（b），婴儿通常会看向同一个物体，如图（c）——但是，婴儿只有在成人眼睛是睁开的时候才会看向这个物体（Meltzoff，2009）。



联合注意（“我能看到你所看到的”），模仿（“我能做你所做的”），以及社会参照（“我能思考你所思考的”），这三种基本能力确保了婴儿能够向人类其他成员学习。


社会性发展


与海龟幼崽不同，人类婴儿离开照顾者无法生存。但是，照顾者为婴儿提供的到底是什么？一些显而易见的回答是，温暖、安全以及食物，这些显而易见的答案是正确的。然而，照顾者还能够提供一些人们几乎不可见的东西，但所有这些看不见的事物对婴儿的发展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心理学家对生活在孤儿院等待被领养的婴儿进行了研究。虽然这些婴儿生活在温暖、安全且饮食良好的条件下，但是许多人都出现了生理上和心理上双重的发展性障碍，接近40%的婴儿在被领养之前就死亡了（Spitz，1949）。几年之后，心理学家哈罗（Harry Harlow）（1958；Harlow和Harlow，1965）发现，将恒河猴的婴儿置于温暖安全且喂食良好的环境中，但是不允许这些恒河猴婴儿在出生后的6个月内与其他猴子有任何的社会接触，结果这些猴子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异常变态行为。这些猴子会撕咬自己，并在咬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出现强迫性的来回摇晃，而且当把这些猴子介绍给其他猴子时，他们会完全避免和自己的同类接触。这群社会孤立的猴子最终无法与其他猴子交流，也无法向种群中其他猴子学习，而且当这群猴子中的母猴子在发育成熟并做了母亲之后，她们会忽视、拒绝甚至有时会攻击自己的幼崽。哈罗还发现，如果在社会孤立的猴子的笼子里面放上两个“人造母亲”——其中一个由铁丝做成且身上挂着食物，另一个包裹着衣服但身上没有食物——笼子里的猴子几乎所有时间都靠在由柔软的衣服做成的母亲身上，即便铁丝做成的母亲是他食物和营养的来源。显而易见的是，所有物种的婴儿除了维持生存所需之外，还需从照顾者身上获取更多的东西。但是，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呢？


现实世界 走这里




家长们常常抱怨自己的孩子无视自己的建议。但是，科研人员发现，即便只有18个月大的婴儿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听父母的——什么时候该忽略他们。





研究人员（Tamis-LeMonda等，2008）建造了一个上升的平台，这个平台的坡度可以调整，然后研究人员让一些婴儿站在平台的上面，他们的母亲站在下面，研究人员希望考察婴儿是否会尝试着沿着平台往下走，走向自己的母亲。一些情况下，平台被调整得完全平坦和安全；一些情况下，平台被设定得极为陡峭且危险；另一些情况下，平台的坡度处于这两个极端条件之间。对母亲的指导语有两种，要么她们需要鼓励婴儿走下平台，要么她们需要阻止婴儿这么走。





那么，婴儿会出现怎样的行为？他们是信任自己的母亲还是信任自己的眼睛？正如你从下图中看到的那样，当升降台处于明显是安全的状态或者明显是危险的状态时，婴儿都会忽略自己的母亲。在升降台处于完全放平的状态下，即使母亲不让婴儿过来，婴儿还是在平台上一路小跑下来；而当升降台处于危险的状态下，即使母亲对婴儿说没问题，婴儿还是会拒绝下来。但是，当升降台处于安全和危险之间的某种状态时，婴儿便会倾向于听从母亲的意见。





这些数据显示，婴儿能够以一种相当微妙而熟练的方式使用社会性信息。当自己的感官提供的信息是确定且清晰的时，婴儿就会忽略其他人告知他们的内容。然而，当感觉到自己处于不确定的情况下时，婴儿肯定会接受家长的意见。这似乎说明，从孩子开始学会走路那一刻起，他们就知道了什么时候该听父母的，什么时候该对着父母摇头，翻白眼，做自己乐意做的。











哈罗实验中的猴子更偏好由柔软衣服做成且能带来舒适和温暖的母亲（左边），而不喜欢铁丝做成的母亲（右边），即便铁丝母亲是和食物联系起来的。





建立依恋



当洛伦兹（Konrad Lorenz）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拥有一只小鸭子让他觉得特别骄傲，随后他很快意识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几十年过去了，洛伦兹发现的那些事实帮助他赢得了诺贝尔奖。正如他在获奖感言中所说，“从一个邻居那里，我得到了一只出生只有1天的小鸭子，然后我发现，并且让我觉得兴趣盎然的是，这只小鸭子就跟着我转。”通常情况下，母鸭子走到哪里，鸭子幼崽就会跟着母亲走到哪里；洛伦兹在孩提时代的发现（并在洛伦兹成年后以科学手段加以证明）是，刚孵化出来的鸟类会一直忠实地跟着它们接触到的第一个能够移动的物体。如果这个物体是一个人类或者一个网球，那么刚孵化出来的鸟类会忽略自己的母亲，并取而代之地跟随着这个物体。洛伦兹建立的理论提出，这是由大自然设定好的，鸟类会把自己看到的第一个移动的物体印刻（imprinted）到自己的大脑里，即“我必须要呆在这个东西的附近”（Lorcnz，1952）。


婴儿是如何辨别谁是自己的主要照顾者的？


洛伦兹的研究工作，哈罗关于恒河猴在孤立环境下成长的研究成果，以及关于孤儿院儿童的研究，这些都让精神病学家约翰·鲍比（John Bowlby）深深地着迷，他希望了解人类婴儿是如何与自己的照顾者之间形成依恋关系的（Bowlby，1969，1973，1980）。鲍比的研究以刚出生的猴子，紧跟在自己母亲后面的鸭子，以及紧抓着在自己母亲毛茸茸胸口的猴子等作为起点，因为这些物种的新生儿都必须紧紧依靠在照顾者身边才能存活。鲍比提出，人类婴儿也有相似的需要，但是人类婴儿的生理发展远远落后于鸭子或猴子幼崽，因此人类婴儿既无法跟在照顾者身后，也无法紧紧抓住照顾者。婴儿能做的只有微笑和啼哭。因为人类婴儿既没有带蹼的双脚，也没有毛茸茸的双手来确保自己紧挨在照顾者周围，那么婴儿依靠什么确保照顾者靠近自己呢。当一个婴儿啼哭、咯咯笑、发出咕咕的声音、眼神接触或者微笑时，绝大多数成年人会反射性地靠近婴儿，鲍比指出，这就是
为什么

 婴儿是被设定好释放这些信号的。

根据鲍比的观点，婴儿最初会向视力和听力范围内所有的对象发出这些信号。在出生后的大约6个月左右的时间，婴儿会有一个“心理排行榜”（mental tally）：谁对我的信号反应最频繁，谁对我的信号反应最迅速，随后婴儿很快就开始确定反应最快最好的目标，这个人也被称为
主要照顾者

 （primary caregiver）。这个人迅速成为婴儿世界的情感中心。当主要照顾者在自己身边的时候，婴儿会感受到安全，也会开心地到处爬，用自己眼睛、耳朵、手指和嘴探索周围环境。但是，如果主要照顾者远离了自己，婴儿就开始感到不安全，他们会想办法缩短自己与主要照顾者之间的距离，也许是通过爬向自己的照顾者，也许是通过啼哭，直到照顾者靠近自己。鲍比认为，以上所有的种种都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已经给婴儿设定好的社会性反射，这种社会性反射和引起婴儿吸吮和抓握的生理反射一样，对人类而言都是极为基础的。鲍比提出，人类的婴儿天生就会具有与自己的主要照顾者之间形成某一种依恋关系（attachment）
 的趋势——换句话说就是，与主要照顾者之间的一种
情感纽带

 。


研究者是如何评估婴儿的依恋风格的？


被剥夺了获得依恋经验机会的婴儿会在日后出现各种各样的负面后果（Gillespie和Nemeroff，2007；O’Connor和Rutter，2000；Rutter，O’Connor和The English and Romanian Adoptees Study Team，2004）。然而，即便依恋关系确实形成了，也有出现或成功或不太成功的情况（Ainsworth等，1978）。玛丽·爱因斯沃斯（Mary Ainsworth）发展出了一种测量依恋关系的方法：陌生情境（strange situation）
 ，这是
一种用于确定儿童依恋风格的行为测试。

 陌生情境测试包含如下过程：首先一名儿童和他/她的主要照顾者（通常是孩子的母亲）一起来到一间实验室，然后实验人员会实施一系列的情境，其中包括主要照顾者短暂离开房间随后再返回，在这期间，心理学家会检测婴儿会出现怎样的行为反应。研究人员发现，婴儿的反应行为倾向归于以下四种模式中的一种，所谓模式即依恋风格（attachment style）。

➢ 大约60%的美国婴儿属于安全型（secure）依恋风格。当照顾者离开时，婴儿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表现出焦虑。当照顾者返回后，没有出现焦虑的婴儿会通过眼神的一瞥或者打招呼来确认照顾者已经回来了，表现出焦虑的婴儿则会向照顾者靠近，照顾者的出现会让婴儿平静下来。

➢ 大约20%的美国婴儿属于回避型（avoidant）依恋风格。当照顾者离开时，婴儿不会表现出焦虑，在照顾者返回后，婴儿也不会去确认照顾者已经回来了。

➢ 大约15%的美国婴儿属于矛盾型（ambivalent）依恋风格。当照顾者离开时，婴儿会表现出焦虑，而当照顾者回来之后，婴儿却很抗拒她，拒绝她所有企图安抚自己的努力，拱起后背，并不停扭动着向远离照顾者。

➢ 大约5%的美国婴儿属于混乱型（disorganized）依恋风格。这些婴儿对照顾者离开和返回都不会表现出固定或一致行为反应模式。






图11.7 依恋风格与记忆。





人们通常对符合自己世界观的时间记忆最好。实验人员使用陌生情境任务测试一群1岁儿童的依恋风格。2年之后，同一群儿童再次回来，他们会看到一个木偶，这个木偶会经历一些开心的事件（例如，木偶得到了一件礼物）和一些不开心的事件（例如，木偶弄洒了一杯果汁）。随后的测试发现，安全型依恋的儿童对开心事件的记忆要好于对不开心事件的记忆，而非安全型依恋的儿童则表现出了相反的模式（Belskg，Spritz，& Ernic，1996）。



研究者指出，儿童在实验室陌生情境中的行为表现和他/她在家的行为表现有相当大程度上的关联（Solomon和George，1999；见图11.7）。然而，儿童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依恋风格也是常见的（Lamb，Sternberg和Prodromidis，1992）。虽然依恋风格某些方面特征具有跨文化的稳定性——安全型依恋是全世界范围内最为常见的依恋风格（van IJzendoorn和Kroonenberg，1988）——其他依恋风格根据文化的差异会在某些方面有所变化。举例来说，德国儿童（家长倾向于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出现回避型依恋的可能性要高于出现矛盾型依恋的可能性，而日本儿童（母亲通常是全职在家，不会让别人来照顾孩子）出现矛盾型依恋的可能性就要高于出现回避型依恋的可能性（Takahashi，1986）。



依恋风格从何而来？



儿童的依恋风格部分是由他天生所具备的生物性特征所决定的。不同儿童天生的气质（temperaments）
 不同，或者说，
情绪反应的特异性模式

 不同（Thomas和Chess，1977）。无论是通过家长的报告还是通过对诸如心率或大脑血流等生理指标的测量，很小的孩子就在恐惧表现、易激惹性、活跃性、正面情绪以及其他情绪特质等方面表现出了差异（Rothbart和Bates，1998）。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差异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例如，对新异刺激表现出恐惧反应的婴儿——诸如物体的突然移动、响亮的声音，或者不熟悉的人——在4岁大的时候会倾向于表现得更加顺从，较低的社会性水平以及更少的积极情绪（Kagan，1997）。这些婴儿身上的气质差异似乎是源自先天的生物性差异（Baker等，2013）。例如，10%到15%的婴儿拥有高反应水平的大脑边缘系统（也许你能从“神经科学与行为”那一章内容里想起来，边缘系统是大脑中包含杏仁核在内的多个区域，杏仁核在人类情绪反应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部分婴儿在面前出现一个新玩具或陌生人时，会出现拍打和哭泣的行为。在进入儿童期之后，这部分婴儿会变得回避不认识的人、物体和情境，在进入成年期之后，这部分婴儿的性格会是安静、小心翼翼且害羞的（Schwartz等，2003）。






图11.8 工作模型。





婴儿是否真的有内部工作模型？事实似乎是这样的。心理学家发现，当婴儿看到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物体时，他们盯着看的时间会更长。当安全型依恋的婴儿观看母亲照顾孩子的卡通时，如果看到的是母亲不照顾孩子的画面，那么婴儿盯着看的时间就会显著长于看到母亲照顾孩子的画面，而非安全型依恋的婴儿在观看相同卡通画面时，则表现出了完全相反的行为模式（Johnson，Oweck和Chen，200l）。



基于婴儿生物特征的气质在决定他/她的依恋风格方面具有影响作用，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依恋风格是由婴儿与照顾者之间的社会互动决定的。研究显示，安全型依恋儿童的母亲对于孩子情绪状态信号特别敏锐，这些母亲尤其擅长于发觉婴儿想要获取安抚和安慰的“需求”，同时也会对这些需求做出及时反应（Ainsworth等，1978；Dc Wolff和van IJzendoorn，1997）。矛盾型依恋婴儿的母亲倾向于对孩子表现出不稳定的行为反应，当孩子表现出焦虑的信号时，这些母亲只有在部分情况下才会回应自己的孩子。回避型依恋婴儿的母亲通常会对孩子想要获得安慰的需求表现出冷漠与冷淡，甚至还可能拒绝孩子的身体靠近自己的要求（Isabelle，1993）。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婴儿会发展出一套人际关系内部工作模型（internal working model of relationship）
 ，这个模型是
婴儿关于自我、主要照顾者以及自我与主要照顾者之间人际关系的信念集合

 （Bretherton和Munhollancl，1999）。不同依恋风格的婴儿会发展出不同的人际关系工作模型（见图11.8）。具体而言，安全型依恋风格婴儿的行为方式就好像他们确定当自己感到不安全时
主要照顾者一定会回应自己；

 回避型依恋风格婴儿的行为方式就好像他们确定
主要照顾者一定不会回应自己；

 矛盾型依恋风格婴儿的行为方式就好像他们
不确定主要照顾者是否会回应自己。

 混乱型依恋风格婴儿似乎会对自己的照顾者表现出困惑，这就导致一些心理学家推测，这种混乱型依恋风格是遭受虐待儿童的主要特征（Carolson，1998；Cicchetti和Toth，1998）。






图11.9 父母的依恋风格。





依恋关系是存在于两个人之间的互动，互动中的两方——主要照顾者和孩子——在决定儿童工作模型的本质方面都产生了影响作用。研究显示，安全型依恋婴儿的父母自身通常也具有安全依恋的工作模型（van IJzendoorn，1995）。这又是为什么呢？




照顾者是如何对婴儿依恋风格产生影响的？


如果照顾者的反应性（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儿童的工作模型，且儿童的工作模型（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她的依恋风格，那么又是什么决定了照顾者反应性（见图11.9）？照顾者反应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他们对婴儿情绪状态判断能力的差异造成的。如果照顾者对婴儿的情绪信号具有高敏感度，那么这些照顾者的孩子出现安全型依恋风格的可能性几乎会2倍于那些对情绪信号低敏感度照顾者的孩子（van Ijzendoorn和Sagi，1999）。如果母亲把自己的孩子视为具有情绪体验的独特个体，并且母亲认为孩子除了强烈的生理需求之外还有别的需求，那么婴儿就会发展出与母亲之间的安全型依恋关系（Meins，2003；Meins等，2001）。虽然，这些数据之间存在仅仅的是相关关系，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推测，母亲的敏感度和反应性是塑造婴儿依恋风格的成因。举例来说，实验人员曾经在一项研究中考察了一组年轻的母亲，这些母亲的孩子或带有易激惹特征或者是困难型儿童。在这些婴儿6个月大的时候，一些母亲被分配到参与一项旨在提高她们对婴儿情绪信号敏感度的培训项目之中，此外，培训项目还鼓励这些母亲提高对婴儿的反应性。实验人员对参与了培训项目的母亲的孩子进行了追踪，追踪分别设定在这些孩子18个月大、24个月大以及3岁的时候。结果显示，与母亲没有参加培训项目的孩子相比，这群孩子表现出安全型依恋风格的可能性更高（van den Boom，1994：1995）。






参加日托是否会对儿童依恋的形成造成不好的影响？美国国家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开展的一项大规模的长期跟踪研究显示，儿童依恋风格受到母亲敏感度和反应性的巨大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与托儿所日托的质量、孩子参与日托的时长、稳定性，以及日托的类型没有关系（Friedman和Boyle，2008）。





依恋风格是否真的重要？



婴儿的依恋风格是否会对他/她接下来的发展产生影响？与非安全型依恋关系的儿童相比，在婴儿期形成安全型依恋关系的儿童在非常广泛的领域中会表现得更加出色，从心理上的幸福感（Madigan等，2013）到他们日后的学业成就（Jacobson和Hoffman，1997），再到他们今后人际关系的质量（McElxvain，Booth-LaForce和Wu，2011；Schneider，Atkinson和Tardif，2001；Simpson，Collins和Salvatore，2011；Steele等，1999；Vonclra等，2001），均是如此。

例如，基于一项从人们婴儿期到成年期的追踪研究，研究人员发现，对于那些在陌生情境实验中表现出非安全型依恋风格的1岁大婴儿来说，当他们长到21岁的时候，在解决自己与恋人之间严重的感情冲突时，会体验到更多的负面情绪（Simpson等，2007）。对于那些陌生情境实验中表现出安全型依恋风格的1岁大婴儿来说，在他们进入成年期之后，能够从与恋人之间的严重冲突中更加迅速地复原（Salvatore等，2011）。一些心理学家提出，人们会把婴儿时期形成的工作模型用到自己日后与老师、朋友和恋人之间的关系上：换句话说，依恋风格决定了婴儿进入成年期后是发展成一名成功的成年人还是不太成功的成年人（Sroufe，Egeland和Kruetzer，1990）。但是，也有另外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婴儿时期的依恋风格与随后成年期之间产生相关仅仅是因为这二者都是由同一种环境因素决定的：换句话说，照顾者的敏感度和反应性才是导致婴儿时期依恋风格与成年行为模式之间产生关联的原因（Lamb等，1985）。


道德发展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人类就能对一件事做出快速而准确的判断，这件事就是对愉快和痛苦的区分。在自己的小屁股裹上第一块尿布之前，婴儿就能区分自己什么时候感觉很好，什么时候很糟，而且他能让听力范围内的所有人了解到自己对前者强烈的偏好。在接下来几年里，孩子就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快乐（“乱扔食物很有意思”）常常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乱扔食物会让妈妈抓狂”），这就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因为婴儿需要这些“别人”来提供自己的生存所需。因此，孩子开始学着如何在自己的需要和周围其他人的需要之间保持平衡，发展出错与对的区分能力能够帮助儿童达成上述目的。



知道什么是对的




根据皮亚杰的观点，道德发展过程中的三种转变的特征分别是什么？


儿童是如何思考对和错的？皮亚杰对此也提出了相应的观点。皮亚杰和儿童玩游戏，通过小测试来了解儿童是如何掌握游戏规则的，以及如何应对在游戏中犯规的人。通过仔细倾听孩子们说的话，皮亚杰总结道，儿童以三种重要的方式发展道德思维（Piaget，1932/1965）。

➢ 第一，皮亚杰发现，儿童的道德思维会从
现实主义

 （realism）向
相对主义

 （relativism）转变。对于年纪极为幼小的儿童来说，道德准则是关于这个世界真实存在且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对幼儿来说，正确与错误就像一天中的白昼与黑夜一样：是真实存在于这个世界，并且不以人们的思维和语言为转移。这就是为什么儿童通常不会理解一个坏的行为（例如，打人）也可能有好的方面，即使所有人都允许这种行为的发生。随着儿童的成熟，儿童开始意识到一些道德准则（例如，妻子应当服从自己的丈夫）是被人们发明出来的事物而不是被人们发现的客观事物，因此，对于这类道德准则来说，人们可以认可它们，也可以改变它们，或者也可以彻底抛弃它们。

➢ 第二，皮亚杰发现，儿童的道德思维会从
惯例

 （prescriptions）向
原则

 （principles）转变。幼儿认为，道德准则是在具体情境下对具体行为的指导规则（“每个孩子只能玩5分钟iPad，然后就要让给坐在自己左边的小朋友玩儿”）。随着儿童的成熟，他们开始把道德准则视为是多种更为通用原则的表述，例如，公平和平等。也就是说，在道德准则不能满足通用原则的情况下，它是可以被弃用或加以修正的（“如果杰森错过了这轮玩iPad的机会，那么他现在应当能玩两次”）。

➢ 第三，也是最后一种，皮亚杰发现，儿童的道德思维会从
后果

 （outcomes）向
意图

 （intentions）转变。对于幼儿来说，与一个造成轻度伤害的有意识行为（“乔什发了疯，还弄坏了爸爸的铅笔”）相比，一个造成巨大伤害的无意识行为（“乔什不小心弄坏了爸爸的iPad”）似乎是“更加错误的”，因为幼儿的道德判断标准是行为的后果而不是行为的意图。随着儿童的成熟，他们对行为道德判断的关键便会依赖于行为当事人思想状态。

一般而言，皮亚杰关于儿童道德发展的观点是经受得住检验的，尽管他在此高估了这些过渡期发生的年龄段。举例来说，有研究显示3岁儿童在对他人行为做道德判断时确实可以依据行为的意图做出判断（Yuill和Perner，1988）。心理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在皮亚杰工作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深化，提出了一种更为细化的儿童道德推理发展理论（Kohlberg，1963，1986）。根据科尔伯格的理论，儿童的道德推理会经历三个基本阶段。科尔伯格（1958）理论的基础建立在人们关于一系列道德两难故事的反应之上，比如下面这个故事：



一个女人因为患有一种特殊的癌症而濒临死亡。医生说有一种药也许能够救她。住在同一个小镇的药剂师最近研发了一种形式的元素镭可以制药。这种药制作起来非常昂贵，但是药剂师售出药品的价格是制作成本的10倍。他花了200美元买这种镭，在出售的时候，一份小剂量的药物就要卖2000美元。那名重病妇女的丈夫海因茨已经向他认识的所有人借了钱，但还是只有1000美元，这只是药费的一半。海因茨和药剂师说自己的妻子生命垂危，请他把药卖得便宜一些，或者他过些时候再把剩下的钱补上。但是，药剂师却说，“不行，我研发这种药就是为了赚钱的。”因此，海因茨感到无比绝望，然后，他潜入药店为妻子偷药。海因茨是否应当这样做？




科尔伯格提出的道德发展三阶段分别是什么？


根据对这个故事做出的反应，科尔伯格得出结论，绝大多数儿童都处在前习俗阶段（preconventional stage）
 ，前习俗阶段是道德发展过程中一个阶段，
处于这个阶段的个体对行为做道德判断的依据是该行为会对当事人造成怎样的后果。

 不道德行为简单来说就是会带来惩罚性后果的行为，那么对任何道德两难情境的合理解决方案是选择带来惩罚可能性最低的行为。例如，对于海因茨这个故事，处于这个阶段的儿童通常会根据一种决策（“如果海因茨因为妻子的死而受到责备，那么这就是件坏事”）的后果和另一种决策（“如果海因茨因为偷药而进监狱，那么这就是件坏事”）的后果来做出判断。

科尔伯格指出，儿童的道德水平处于前习俗阶段，但是在青春期前后，他们的道德水平就会进入习俗阶段（conventional stage）
 。习俗阶段是道德发展过程中一个阶段，
处于这个阶段的个体对行为做道德判断的依据是该行为符合社会准则的程度。

 处在这个阶段的个体认为，所有人都应当遵从自己所处文化背景下人们普遍接受的规范，都应当遵守所处社会的法律，履行自己作为公民的义务，并且担负起家庭和家族的责任。对于海因茨这个故事，处在习俗道德阶段的个体认为必须衡量两件事，一件是海因茨因为偷窃而让自己和家族蒙羞（例如，触犯法律），另一件是如果因为自己的不作为而导致妻子死亡带来的内疚（例如，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处于这个道德阶段的个体不但会考虑体罚和入狱的判决，而且还会考虑到他人的认可。不道德的行为就是那些受到人们道义上谴责的行为。

最后，科尔伯格指出，在成年期，有部分（而不是所有的）成年人会进入后习俗阶段（postconventional stage）
 。后习俗阶段是道德发展过程中一个阶段，
处于这个阶段的个体对行为做道德判断的依据是该行为是否符合一系列的普适原则，这些普适原则反映着某些核心价值观，

 例如，生存的权利、自由的权利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当一种行为违背了这些原则，那么它就是不道德的，而且如果法律与这些原则相冲突，那么这样的法律就不应当遵守。对于已经达到后习俗道德水平的个体而言，海因茨故事里妻子的生命要比药剂师的利润更加重要，因此，偷药就不再仅仅是一种道德行为了，而是上升到一种道德责任了。


科尔伯格理论的正确之处和谬误之处分别是什么？


研究大体上支持了科尔伯格的观点：人们的道德推理会从关注惩罚过渡到关注社会准则，最后过渡到关注伦理上的原则（Walker，1988）。但是，研究结果也显示，这些道德阶段之间并没有科尔伯格认为的那样界限清晰。举例而言，一个人可能会在不同的情境下使用前习俗、习俗以及后习俗道德思维，这就说明，一个发展中的个体不会“到达某一阶段”，而是更像是个体“获得了某项技能”，在特定的环境下，他可能会使用也可能不会去使用这项技能。

我在这里的行文中是有意使用男性代名词的。因为科尔伯格是以美国男孩为样本提出自己的理论的，这导致部分批评者指出，科尔伯格的理论未能涵盖女孩的道德思维发展（Glligan，1982），并且未能涵盖非西方儿童的道德思维发展（Simpson，1974）。第一种批评几乎未能得到科学研究证据的支持（Jaffee和Hyde，2000；Turiel，1998），然而第二种批评的声音却得到了支持。例如，在非西方文化的社会中，人们的价值观是崇尚服从和集体更甚于崇尚自由和个体的；因此，在这些社会中，人们的道德推理可能会表现出一种忠于社会准则的风俗，这确实反映了对伦理原则的一种后习俗化的重视。另一些批评者提出，虽然儿童的道德推理水平与他/她的道德行为呈现出了正相关（Blasi，1980），但是这种相关却并不强，且在道德行为是需要做出善行而不是抑制恶行的时候，上述观点尤其正确（Haidt，2001；Thoma等，1999）。这些批评的声音提示我们，上述这些观点只是关注人们如何进行道德推理以及道德推理本身，而这些理论没有告诉我们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是怎样做出道德行为的。但是，如果道德行为不由道德推理决定，那么人们的道德行为是由什么决定的？



感受什么是对的



关于道德推理的研究显示，人就像法庭上的法官一样，使用理性分析——有时候简单有时候复杂——来区分正确与错误。但是，道德两难情境不但会让我们思考；也会触发我们的感受。我们来下面这个情境：



你站在一座大桥上。你看到在桥下有一辆车沿着铁轨向5个人猛冲过去，如果火车不改变现在的轨道，那么这5个人必死无疑。假如你搬动杠杆手柄让火车改向行驶到另一条轨道上，就肯定能拯救这5个人的生命，但是，这样做会导致另一条轨道上的1个人死亡。那么搬动手柄用1个人的生命来换取另外5个人的生命，在道德上，这样做是不是被允许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



你和一个大块头一起站在一座大桥上。你看到在桥下有一辆车沿着铁轨向5个人猛冲过去，如果火车不改变现在的轨道，那么这5个人必死无疑。假如你把旁边这个大块头的人推到铁轨上，就肯定能拯救这5个人的生命，因为这个大块头的身体会卡住火车轮子并让火车在撞上那5个人之前停下来。那么用这个大块头1个人的生命来换取另外5个人的生命，在道德上，这样做是不是被允许的？



上述情节和场景见图11.10。如果你和大多数人类似，你的结论会是，在道德上，搬动手柄是被允许的，而把1个人推下铁轨是不被允许的（Greene等，2001）。在这两个故事中，你需要做出的判断都是是否要牺牲1个人而拯救5个人，你对其中一个故事做出了肯定的答复，而对另一个故事做出了否定的答复。道德推理怎么会导致这种不一致的结论？纯粹的道德推理在这两种情境下不会导致不一致的结论，人们这种奇异的不一致结论根本就和道德推理无关。相反，把另一个人推到火车疾驰而来的铁轨上，然后看着他被火车撞得血肉横飞，这种想法只是会让你产生一种强烈的负面情绪反应，强烈的情绪反应会让你立刻得出结论：把人推下去是错误的。当然，你能拿出一些相当好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这个结论（“万一他转过来咬我怎么办？”或者“我讨厌弄脏我的新鞋子。”），然而，这些理由并不是在你得出结论之前产生的，很可能是在你得出结论之后才出现的（Greene，2013）。






图11.10 电车难题。





都是用一条人命换五条人命，为什么搬动手柄就是道德上被允许的，而推人下桥就是道德上不被允许的？研究显示，图（b）中的场景会比图（a）中的场景触发人们更强的负面情绪反应，这种情绪反应可能就是人们道德直觉的基础。




道德判断是发生在情绪反应之前还是之后？


心理学家们根据人们这种反应方式提出，道德判断是情绪反应的结果——而不是情绪反应的原因（Haidt，2001）。根据这种
道德直觉论

 （moral intuitionist）观点，通过进化，人类会对与自己的小家庭相关的事件产生情绪反应，在这些事件涉及繁衍后代和生死攸关的时候尤其如此，为了鉴别及解释自己的这些情绪反应，人类还会发展出对正确和错误区分的能力（Hamjin，Wynn和Bloom，2007）。例如，我们中绝大对数人认为，乱伦让人恶心厌恶，因为它是错误的；而另一种可能性是，我们认为乱伦是错误的，是因为它让我们觉得恶心厌恶。就繁衍出遗传优异的后代而言，乱伦是一种效能很低的方式。因此，自然选择的作用让人类厌恶乱伦。那么，人们关于乱伦的不道德感也许是这种厌恶情绪的结果，而不是厌恶情绪的诱发因素。

一些研究为道德直觉理论提供了证据支持。例如，在一项研究中，参与实验的是有脑损伤的被试，这种脑损伤让被试无法再有正常的情绪体验，对于在图11.10所示的两个故事场景，这些患有脑损伤的被试做出了完全相同的判断：在对两种不同的情境，都会牺牲1个人的生命去换取5个人的生命（Koenigs等，2007）。在另一项研究中（Wheatley和Haidt，2005），被试会被催眠，实验人员会告诉被试当他们听到take
 这个词，他们就会感觉到“一阵短暂的难受和恶心……胃里一阵作呕的感觉。”当这些被试走出催眠状态之后，研究人员要求他们给一些行为做道德等级的评价。有些情况下，对这些待评价行为的表述里面包含“take
 ”这个词（“警察收取take
 贿赂的不道德程度是怎样的”），另一些情况下，对待评价行为的表述里不含“take
 ”（“警察接受accept
 贿赂的不道德程度是怎样的？”）。当行为表述中包含take这个词的时候，被试对该行为的道德度评价会更低。这种结果提示，是被试的负面情绪感受引发了道德推理——而不是道德推理引发了负面的情绪感受。


当我们目睹他人承受痛苦时会发生什么？


以上所有这些都提示，人们会认为把别人推下铁轨是不道德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人们的这种观念：别人因为自己的行为而承受痛苦会让自己感觉到难受（Greene等，2001）。事实上，研究显示，当人们目睹他人承受痛苦时激活的脑区和自己承受痛苦时激活的脑区是完全相同的（Carr等，2003，见本书“神经科学与行为”一章对镜像神经元的讨论）。在一项研究中，参加实验的女性被试会面对两种实验情境：自己受到电击，或者目睹自己的爱人在不同身体部位受到电击。这些女性负责处理身体哪些部位受到电击的脑区在她们自己被电击的条件下会被激活，但是，无论是在自己受到电击还是目睹自己的爱人受到电击时，这些女性负责加工情绪性信息的脑区都会被激活（Singer等，2004）。和这个研究相似的是，在自己闻到腐败气味和目睹他人闻到腐败气味时，人们与情绪相关的脑区都会得到激活（Wicker等，2003）。这类研究结果提示，在看到他人
表现出

 痛苦时，我们大脑的反应是在大脑里为我们创造出痛苦的
体验

 ，这种机制可能是由于进化而来，因为这种机制让我们立刻就能够体验到他人的感受（de Waal，2012）。我们能够确确实实感受到其他人在承受痛苦这个事实也许有助于解释这种现象：为什么即便是年龄很小而无法做出复杂精细道德推理的孩子也能判断出一个人让他人受到伤害的行为是错误的，尤其是当受到伤害的这个人和小孩有相似之处时，更是如此（Hamlin等，2013）。

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人类在儿童时代相当早期的时候就会对目睹他人承受痛苦而产生厌恶感（Warneken和Tomasello，2009）。当成年人假装用锤子砸到自己大拇指时，即便是年龄非常小的孩子也会表现出似乎很惊恐的样子，并会试图去安慰成年人（Zahn-Waxler等，1992）。事实上，即便是年龄非常小的孩子也能够区分不同类型的错误行为：是由于违反了社会准则而导致的错误行为，还是由于造成他人痛苦而导致的错误行为。如果向幼儿提问：假如学校允许把玩具留在地板上，那么把玩具留在地板上可不可以，幼儿会倾向于回答，这是可以的。如果向幼儿提问：假如学校允许可以打别的小朋友，那么打人可不可以，幼儿会倾向于回答，这是不行的（Smetana，1981；Smetana和Braeges，1990）。即便有一个人成年人告诉其他人打人是可以的，幼儿还是会说，这是错误的（Laupa和Turiel，1986）。似乎在人生非常早期的阶段，他人所承受的痛苦就会变成我们的痛苦，而且这种机制会促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引起别人痛苦的行为就是不道德的行为。

小结



▲ 婴儿的视野范围有限，但是他们能够看清并记住出现在视野之内的物体。婴儿会以自上而下和中央到外周的顺序学习控制自己的身体。





▲ 婴儿会慢慢发展出关于客观世界如何运作的各种理论。皮亚杰认为，这些理论通过四个阶段发展而来，儿童会通过这四个阶段学习关于客观世界的基本情况，例如即便当物体离开了自己的视线内，它依旧会继续存在的；物体具有稳定的属性特征，即便物体表面上看上去的产生了变化，某些属性也不会改变。儿童还会学习到，思维会产生物体的表征；因此，物体也许并不像它外表看上去的那样，而且其他人看待物体的方式也许和儿童看待同一物体方式不相同。





▲ 儿童认知的发展也是通过社会互动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儿童会掌握一些理解社会互动过程的工具，这些工具都是儿童所在的文化背景下，其他社会成员经过千百年发展而来的。





▲ 在生命非常早的阶段，人类会发展出与自己主要照顾者之间强烈的情感纽带。这些情感纽带的质量取决于照顾者的行为以及儿童天生的气质。





▲ 人们通过学习并且遵守道德准则而实现彼此间的和谐相处。





▲ 儿童对于正确与错误的推理判断最初是基于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的，但是，随着儿童的不断成熟，他们会开始考虑行为主体的意图以及行为在遵从抽象道德准则的程度。





▲ 道德判断可能来自于人们对他人承受痛苦的情绪反应。






青春期：对鸿沟的意识



在儿童期和成年期之间是一个被延长的发展阶段，也许将之称为“时期”并不是那么适合，但是这却是一个与在它之前的儿童期和之后的成年期之间泾渭分明的阶段。青春期（adolescence）
 ，
是一个发展时期，始于个体性成熟的肇始（大约在11至14岁之间），一直持续到个体成年期的开始（大约在18至21岁之间）。

 与从胚胎到胎儿或者从婴儿到儿童的过渡不同，青春期的转变是突然且带有明显标志的。在仅仅3到4年的时间里，青少年平均会增长约40磅（约为18公斤）的体重，身高平均增长10英寸（约为25.4厘米）。对于女孩而言，所有这些发育始于10岁前后，终结于她们身高不再增长之时，这大约是在15.5岁前后。对于男孩而言，青春期始于12岁前后，终结于大概17.5岁。

这些急剧增长的发育标志着发身期（puberty）
 的出现，发身指的是
与性成熟相关的身体变化。

 这些变化包括第一性征（primary sex characteristics）
 ，即
直接包含于生殖系统内的身体构造，

 例如女孩月经的出现，男孩睾丸、阴囊和阴茎的增大，以及射精能力的出现。这个发育过程还包括了第二性征（secondary sex characteristics）
 ，即
在性成熟过程中发生剧变的身体构造，但是不直接包含于生殖系统之内，

 例如女孩增大的胸部与臀部，面部毛发、阴毛和腋毛的出现，以及男孩和女孩都会变低的声线。这种变化的模式是由于在女孩身上日益增加的雌激素和在男孩身上日益增加的睾丸素导致的。


大脑在发身期会产生怎样的变化？


青少年在青春期阶段身体会发生变化，他们的大脑同样也会经历变化。例如，在进入发身期之前，联接大脑内各个不同脑区组织的生长率会出现一次显著的增长（Thompson等，2000）。在6岁到13岁之间，大脑颞叶（专门负责语言的脑区）和顶叶（专门理解空间位置关系的脑区）之间的联接会迅速以数倍的速率增加，然后停止——此时大约正是学习一种语言终止的关键时段（见图11.11）。

然而，神经系统最重要的变化出现在前额叶皮层。婴儿的大脑会形成许多新的突触连接，突触的数量大于实际所需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儿童到了2岁左右，大脑中每一个神经元都具有大约15，000个突触，这个数据相当于成人平均值的两倍左右（Huttenlocher，1979）。随着这种早期的
突触激增

 （synaptic proliferation）而来的是一个
突触修剪

 （synaptic pruning）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使用频率低的突触连接将会消失。这种聪明的系统允许大脑的连接配置可以部分地由其所在的客观世界的经验所决定。科学家们曾经认为这种过程在生命的早期阶段就终止了，但是最近的研究证据指出，前额叶皮层就在个体进入发身期之前还会经历第二轮突触增长，以及随后在青春期中的第二轮突触修剪（Giedd等，1999）。显而易见，青少年的大脑是一个不断进步的系统。






图11.11 发身期中的大脑。





前额叶和顶叶神经元发育的顶峰出现在12岁前后（图a，b），颞叶神经元发育的顶峰出现在16岁前后（图c），接下来，枕叶的发育高峰出现在大约20岁（图d）。




青春期的延长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发身期的初始时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对于不同的个体而言，发身期开始的时间各不相同（例如，个体出现发身期的年龄与他们同性父母出现发身期的年龄大致相同），对于不同文化环境下的个体而言，发身期的开始时间也各不相同（例如，非洲裔美国女孩发身期开始的时间会早于欧洲裔美国女孩）。不同年代的人群之间，发身期出现的时间也是不同的（Malina，Boucharci和Beunen，1988）。例如，在英国的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和美国，在19世纪时，女孩出现首次月经的年龄是在16到17岁之间，但是到了1960年，这个时间提前到了大约13岁。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丹麦女孩乳房发育的平均年龄从1992年开始到现在整整向前提前了一年（Aksglaede等，2009）。美国男孩开始发身期的平均年龄降到了目前的9到10岁（Herman-Giddens等，2012）。为什么青少年发育的平均年龄在过去几十年间提前了这么多？身体内脂肪含量会加速发身期的出现（Kim和Smith，1998），发身期出现的年龄降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饮食和健康水平的提升所造成的（Ellis和Garber，2000）。但是，如果女孩的生活环境中含有能够模拟雌激素的有毒物质（Buck Louis等，2008），或者生活在压力较大的家庭环境之中（Belsky，2012），她们的发身期也会被提前。

不断提前的发身期初始年龄会带来对个体心理上的重大影响。仅仅是两个世纪前，儿童期和成年期之间的间隔还是相当短暂的，因为人们达到生理成熟的年龄基本上和他们准备好接受成人的社会角色的时间是同步的，当时社会对成人角色需求通常不包含较长时间的学校教育。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通常在进入发身期之后通常还要接受3到10年的学校教育。因此，虽然个体在生理上成为成年人的年龄日益降低，但是他们准备好或者能够承担起成年人责任的年龄却在增高，因而儿童期与成年期之间的间隔被拉长了。这种被延长的青春期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呢？

青春期通常会被描绘为一段内心狂野、行为鲁莽的阶段，一些心理学家提出，青春期的延长是造成这种负面评价的部分原因（Moffitt，1993）。根据这些理论，青少年已经是成年了，但是人们拒绝承认他们在成年社会中可以占有一席之地。对于美国青少年来说，他们受到的各种限制10倍于年纪较大的成年人，2倍于正在服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或正在监禁期的重刑犯（Epstein，2007a）。因此，美国青少年会感到一种特别强烈的力量迫使他们做一些事来对抗这些限制，以此来证明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例如吸烟、饮酒、服用药物、发生性关系，甚至是犯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青少年似乎是被迫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奇怪夹缝中生活，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或精神疾患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这种困境所造成的。正如有研究人员指出的那样，“青少年被困在一个充斥着轻率莽撞同龄文化的世界里，事实上，这些年轻人是通过周围自己熟悉的其他青少年来学习所有的事物，而不是从成人那里学习，成人角色才是青少年将要成为的对象。被孤立于成人世界之外，被错误地像孩子一样地对待，难怪一些青少年的行为举止从成年人的标准和角度上看，是那么的鲁莽冲动，或不负责任”（Epstein，2007b）。






图11.12 同龄人是如何影响青少年的决策的？





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青少年做出的决策质量更高！在一项研究中，在一个房间里，被试在自己的同龄人在场和不在场的情况下，玩一项视频驾驶游戏。同龄人的出现极大地增加了青少年做出冒险以及撞车行为的数量，但是，同龄人对成年人的影响极小甚至是毫无影响（Gardner和Steinberg，2005）。



但是，青春期的暴风骤雨和压力重重既不是普遍现象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并不像HBO


[1]



 所展现给我们的那样（Steinberg和Morris，2001）。研究显示，受到“愤怒的荷尔蒙”影响而造就的“情绪化的青少年”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神话式的传言。与儿童相比，青少年并没有表现出更严重的情绪化（Buchanan，Eccles和Becker，1992），青少年荷尔蒙水平的波动也只是对他们情绪产生了很小的影响（Brooks-Gunn，Graber和Paikorf，1994）。虽然青少年更冲动，和成年人相比也更容易受到同龄群体的影响（见图11.12），但是，如果有高质量的信息提供给他们，青少年还是具备做出明智决策的能力的（Steinberg，2007）。的确，多数青少年会去尝试一些不良行为，但是这并不真的意味着他们以后会沉溺于这些不良行为。例如，在美国绝大多数青少年会在高中毕业之前至少喝醉过一次，但是，极少有人会发展出酗酒问题，也不会让酒精损害自己学业上的成功或者人际上的关系（Hughs，Power和Francis，1992；Johnston，Bachman.和O’Malley，1997）。绝大多数青少年的尝试不会带来长期的不良后果，尝试过嗑药或违犯法律的绝大部分青少年最终成为清醒且守法的成年人（Steinberg，1999）。简而言之，青少年这种狂欢作乐的行径通常只是少部分人的行为，而且也只是暂时性的，在某些文化背景下，青少年几乎完全不会出现上述行为（Epstein，2007b）。对于多数人来说，青春期不是陷入麻烦泥沼的时期，随着时间推移，“年龄增长”会把多数陷于麻烦的青少年“拉出来”（Sampson和Laub，1995）。






这些密苏里大学的学生（左图）可能会尝试去做一些莽撞的行为，但是他们不太可能发展成为莽撞的成年人。佛蒙特州警察正在检查一辆事故车（右图），4个十几岁的青少年在一个醉酒之夜后死在了这辆车里，那么，佛蒙特州警队就很可能会提醒大家：当然，上面这条原则只能适用于还活着的那些年轻人。




性


发身期可以是一段困难的时光，对于比同龄人更早进入发身期的女孩来说，这更会是一段特别艰难的时期。这些女孩承受一系列负面后果的可能性更大，这些负面后果可能包括从悲伤抑郁到不良行为和疾病等（Mendle，Turkheimer和Emery 2007；见图11.13）。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几种（Ge和Natsuaki，2009）。首先，早发育的女孩没有和同龄人同等长度的时间去发展应对青春期问题的必要技能（Peterson和Grockett 1985）。但是，因为她们看上去更加成熟，人们就会期待她们的行为举止更像成年人。换句话说，提早出现的发身期会造成人们一种对青少年不切实际的期望和要求，这可能会导致问题的出现。第二，早发育的女孩吸引年长男性注意的可能性更高，在这些年长男性的引导下，女孩可能会卷入一系列不健康的活动之中（Ge，Conger和Elder，1996）。一些研究指出，发身期出现的时间点（timing）所造成的情绪和行为问题比发身期出现本身造成的问题对女孩的影响要大得多（Buchanan等，1992）。在发身期出现的时间点对男孩造成的影响方面，研究未能得到一致性的结果：一些研究显示，早发育的男孩比同龄人能够更好地应对青春期；一些研究显示，发育早的男孩在青春期时的应对更差；还有一些研究显示，发身期出现早晚对男孩根本就不产生影响（Ge，Conger和Elder，2001）。有意思的是，近期的一些研究表明，速度，也就是男孩从发身期第一阶段过渡到最后一个阶段的速度，也许是对负面后果更好的预测指标，而不是发身期出现的时间点（Mendle等，2010）。






图11.13 更早出现的发身期。





更早出现的发身期对于女性而言，是心理问题的来源之一（Ge，Eonger和Elder，1996）。



对于一些青少年而言，由于自己会被同性所吸引，从而导致自己在发身期需要面临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大多数男性同性恋者报告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性取向的年龄是在6岁到18岁之间，大多数女性同性恋者报告开始意识到自己性取向的年龄是在11岁到26岁之间（Calzo等，2011）。性取向上的不同不仅是同性恋青少年区别于广大同龄群体的差异之处（仅有3.5%的美国成年人会意识到自己是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或者双性恋者；Gates，2011），而且还会导致他们受到来自家庭、朋友和社区的排斥。美国人已经开始迅速对同性恋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宽容（见图11.14），但是仍有相当数量的人不接受同性恋。而且，在一些国家，人们对同性恋的排斥更大：同性恋公民会被送到监狱甚至被宣判死刑。






图11.14 民意调查走势。





在过去若干年里，美国民众对同性恋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其中的证据支持体现在美国民众对同性婚姻看法的急速变化。




性取向是先天形成的还是后天形成的？


是什么决定了一个人最初的性取向是同性还是异性的呢？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心理学家相信，一个人的性取向主要是由于他/她的抚养因素所决定的。例如，持精神分析理论的学者提出，男孩在成长过程中，如果母亲处于强势主导地位且父亲是处于从属地位，那么孩子认同父亲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从而导致了他更有可能成为同性恋者。好吧，这理论还不错。但是，事实却是，科学研究并没有发现任何父母教养因素会对孩子最终的性取向产生显著性的影响（Bell，Weinberg和Hammersmith，198l）。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的事实依据是，对于被双方都是同性恋的家长抚养长大的孩子和被双方都是异性恋的家长抚养长大的孩子来说，这两类孩子成长为异性恋成年人的概率是相同的（Patterson，1995）。此外，也几乎没有证据支持如下观点：人们最早遇到的性伴侣会对他/她今后的性取向产生长期而持久的影响（Bohan，1996）。

那么，到底是什么决定了一个人的性取向呢？现在已经有相当数量的证据表明，生物因素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和异性恋者相比，同性恋者的兄弟姐妹中也是同性恋的比例更高（Bailey等，1999），而且对于一个男性同性恋者来说，他同卵双胞胎（两个人的基因100%相同）也是同性恋者的概率是50%，对一个男性同性恋者的异卵双胞胎（两个人的基因50%相同）和非双胞胎兄弟来说，他们成为同性恋者的概率只有15%（Bailey和Pillard，1991：Gladue，1994）。在针对女性群体的研究中，结果同样发现了与上述数据相似的模式（Bailey，1993）。一些证据表明，在胎儿时期所处的环境对决定一个人的性取向方面也会起到影响作用，子宫内高水平的雄激素可能会导致个体——无论是男性或是女性——在随后的成长与发展中产生对女性的性偏好（Ellis和Ames，1987；Meyer-Bahlberg等，1995）。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某性别（例如男性）的同性恋者大脑看上去和另一性别（例如女性）的异性恋者大脑是相似的（Savic和Lindstrom，2008）。例如，对于男性异性恋者和女性同性恋者（女性对这两类人产生性吸引力）而言，他们大脑的两半球往往是大小不同的；而对与女性异性恋者和男性同性恋者（男性对这两类人产生性吸引力）而言，他们大脑的两半球往往是大小相同的。


为什么许多青少年会做出与性相关的不理智决策？


当然，基因和妊娠期的生物性因素并不是决定一个人性取向的全部原因，因为对于许多男性和女性同性恋者来说，与他们分享相同妊娠环境和基因的同卵双胞胎还是会成为异性恋者。那么，这其中必然还存在着其他一些我们目前还所未知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是，无论是什么决定了人们的性取向，有一件事是我们确知的，没有证据显示所谓的转化疗法（conversion therapy）会改变人们的性取向（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09）。还有一个事实是有必要指出的，大约有1%的人声称，在自己身上不存在任何种类的性取向，无论男性或女性都不会让自己产生具有性吸引力的体验（Bogaert，2004）。有关性取向的科学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并且充满着相互矛盾的发现，但是，有一件事也许是极其清晰的：性取向
并不仅仅是

 一件关乎选择的事情。






图11.15 青少年性行为。





美国青少年发生性行为的比例在逐年下降（Martinez等，2011）。



但是，性行为是一件关乎选择的事情，许多美国青少年都会做出这种选择。虽然美国青少年群体发生性行为的百分比数据在稳定地下降（见图11.15），但这个数据仍然超过了三分之一。这其中的问题在于，青少年对于性的兴趣通常大于他们所掌握的性知识。绝大多数美国父母从来不和子女就性的话题进行真正深入的讨论（Ansuini，Fiddler-Woite和Woite，1996），美国父母之所以倾向于不会较早地与子女探讨性话题是因为他们对子女开始性活动时间的错误估计（Jaccard，Dittus和Gordon，1998；见图11.16）。父母的忽视会带来不良后果。四分之一的美国青少年到了高中三年级时已经有过4个或者更多数量的性伴侣，然而其中只有一半的青少年报告说自己在最近一次的性活动中使用了避孕套（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2002）。虽然美国少女母亲的比率在过去20年呈下降走势，但是在发达国家中，美国少女母亲的比例仍然是最高的。这种现象导致的结果是，美国堕胎比率也是发达国家之中最高的。






图11.16 家长对青少年性行为的看法。





当美国父母和青少年子女谈及性问题时，通常不是谈得太浅就是谈得太迟了。研究表明，美国青少年发生性行为的年龄要早于家长的预计（Jaccard等，1998）。



面对这样的情况，能做点什么呢？尽管某些人会提出某些观点，但是最佳的科学证据表明，性教育并不会增加青少年发生性行为的概率。与之相反的是，性教育会使青少年推迟首次发生性行为的时间，增加他们在性行为中使用节育方法的概率，并且降低他们怀孕或感染性病的可能性（Mucller，Gavin和Kulkarni，2008；Satcher，2001）。尽管有这些已经得到证实的好处，然而美国学校中性教育的情况常常是要么缺失、要么被开展得漫不经心，或者其目的是推行禁欲而不是保护学生免受来自于性方面的伤害。除此之外，几乎没有证据显示以实现禁欲为目标的教育项目是行之有效的（Kohler，Manharl和Laffercy，2008）。一些研究显示，对于那些做出禁欲宣誓的青少年来说，他们发生性行为的概率与没有做出宣誓的青少年相比并无二致，并且这些曾经宣誓的青少年在性行为中使用节育手段的概率反而更低（Rosenbauni，2009）。这实在是太糟了，因为少女母亲和其他没有孩子的少女相比，她们在学业和经济成就的几乎所有层面上的发展都要更差；这些少女母亲的孩子和育龄妇女的孩子相比，她们在学业成就和情绪幸福感的几乎所有层面上也都表现更差（Olausson等，2001）。






人类乳头瘤病毒是一种会导致子宫颈癌的性传播疾病。幸运的是，已经有可以预防此种病毒的疫苗存在了。一些家长担心接种疫苗会鼓励他们的女儿过早地出现性行为。但是研究结果显示，接种疫苗和未接种疫苗的青年女性相比，两个群体发生性行为的早晚不存在差异（Bednarczyk等，2012）。




父母与同龄人


“我是谁？”这是所有失忆症患者和青少年都会问的一个问题，但是二者发问的原因却不相同。儿童对自己和自己所处世界的观点是和他们父母的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发身期的出现会让青少年出现一系列新的需求，他们会把视线从父母的身上转向周围的同龄人，这切断了过往孩子与家长之间那些密切的联系。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1959）以个体要面临的主要任务为依据，将人的一生分为了几个阶段。埃里克森的
心理发展阶段

 （stages of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见表11.2）提示，青少年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出一种成年人身份。虽然儿童几乎是通过自己与父母和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来定义自己的，但是青少年对自己的定义方式会从家庭关系转向对与同龄人关系的关注之上。



表11.2 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阶段







在青春期，青少年与家庭和同龄人之间的关系会怎样发生变化？


有两点会导致这种转变很艰难。首先，儿童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但是青少年可以选择自己周围的同龄伙伴。因此，青少年有能力通过加入不同群体来塑造自己，加入不同群体会导致青少年获得新的价值观、态度、信念以及视角。从某个角度上看，青少年是有机会按个人的意愿来把自己打造成他/她接下来想要成为的那种成年人，而这样的机会所带来的责任对青少年来说是难以驾驭的。第二，就在青少年争取更大的自主权的同时，他们的父母自然而然会加以抵制。例如，父母和青少年会在孩子什么时候才能被允许做一些成年人的行为上发生异议——诸如晚归或发生性行为，而且这根本不用科学家告诉你在冲突中父母和青少年各持什么观点吧（Holmbeck和O’Donnell，1991）。由于青少年和自己的家长经常在谁应当掌控青少年的行为这个问题上意见相左，因而他们关系中的对抗性会增加而亲密感会降低，家长和青少年之间的互动也会变得更少且更加简短（Larson和Richards，1991）。即便如此，令人吃惊的是，青少年和家长之间冲突是极少的（Chung，Flook和Fuligni，2009），而且他们之间的争论也只是集中在一些小事上，例如穿什么样的衣服和使用怎样的语言（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青少年和自己的母亲争论更多，因为通常来说母亲主要是管这些小事的人，而父亲则不过问这些；Caspi等，1993）。






同性小团体中的青少年在公共场合遇到了异性小团体。最终，这些人会形成包含两性的小团体，随后是形成两个人之间的爱情关系，结婚，生孩子，然后在自己孩子在青春期做着和自己年轻时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忧心忡忡。



青少年会远离父母，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会向同龄人靠近。研究显示，在多种不同文化背景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甚至是在不同物种之间，同龄人之间的关系都会遵循着一种相似的发展模式（Dunphy，1963；Weisfeld，1999）。年纪较小的青少年最初会和同性同龄人形成各种群体（group）或者“小团体”（clique），团体中很多人在儿童时期就已经是朋友了（Brown，Mory和Kinney，1994）。接下来，男性小团体和女性小团体会在一些公共场所相遇，例如城镇的广场上或者购物中心里，然后这些小团体开始产生互动——但是，这些互动只是以团体形式，并且只发生在公共场合。短短几年之后，年龄渐长的成员会从同性小团体中脱离，随后形成规模更小且两性兼有的小团体，这类小团体可能在私人场所也可能在公共场所中形成，但是这是形成的通常会是一个群体。最后，配偶（通常是一男一女）会从这种规模更小且两性兼有的小团体中脱离，然后开始发展爱情关系。

研究显示，在整个青春期进程中，青少年花在与异性同龄人相处的时间日益增加，同时他们还会确保与同性同龄人相处的时间不变（Richards等，1998）。要做到这一点，他们的方式是减少与自己父母相处的时间（Larson和Richards，1991）。虽然同龄人会对青少年的观念和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但是这种影响力产生的基础是青少年对同龄人的尊重、敬佩和喜爱，而不是来自于同龄人之间所施加的压力（Susman等，1994）。事实上，随着年龄的增加，青少年会表现出对同龄人所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强烈的反抗倾向（Steinberg和Monahan，2007）。对青少年而言，被同龄人所接受有着难以言喻的重要意义，而那些被同龄人所排斥的青少年会表现出退缩、孤独以及压抑（Pope和Bierman，1999）。幸运的是，对于我们这种七年级的书呆子来说，在青春期初期不受欢迎的书呆子会在青春期后期变得受欢迎，这是由于周围的同龄人会变得不再那么冷冰冰的了，且容忍度也增加了（Kinney，1993）。

小结



▲ 青春期是一个发展阶段，区别于它之前和之后的一个阶段。青春期开始于身体突飞猛进的发育、发身期的出现以及性成熟的发生。当前青少年发身期出现的时间比过去以往任何时间都要早，而年轻人进入成年人社会的时间则被推迟了。





▲ 处在这个“中间阶段”，青少年或多或少都会倾向于去做一些带有冒险性或者触犯法律的事情，但是他们却极少会给自己或他人造成严重或持续性的损害。





▲ 在青春期，对性的兴趣会激增，在一些文化中，在青春期会发生初次性行为。性行为通常是有规律可循的，其中的很多方面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虽然绝大多数人会被异性所吸引，但是研究提示，生物因素在决定一个人的性取向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 由于青少年会寻求发展自己的成年人身份，因而他们会从父母身上索求更多的自主权，也会变得更加同龄人导向，首先形成单一性别的小团体，随后形成混合性别的小团体，最后是发展为两人组成的配偶形式。




科学热点 历史错觉的终结




“我终于到达了。”在回头审视自己快速变化的儿童期和青春期的时候，许多刚进入成年期的人都会产生这种感觉，而在向前展望成年期时，人们则会产生相对平缓航行的感觉。但是，最近的研究却显示，事实上这种到达的感受是一种错觉——而且，这是一种人们终其一生都会有的错觉。





在一项新近的研究中（Quoidbach，Gilbert和Wilson，2013），研究人员要求几千名参与者回忆：在过去10年中，自己人格的变化程度有多少，或者，在今后10年中，自己人格的变化程度将会有多少。随后，研究人员做了两两比较：特定年龄组参与者的“回看”记忆与比特定年龄年轻10岁的参与者的“展望”预测。也就是，比如说，研究人员记录了18岁的参与者认为自己人格将会产生的变化，以及28岁的参与者认为自己的人格产生了哪些变化，然后将这两组人的回答的内容加以对比，此外研究人员对18到68岁的参与者都做了上述对比。





正如图表所示，参与者回忆人生特定10年间所发生的变化是显著大于人们对同样这10年的预测的——而且，从18岁到68岁，每一个10年情况都是如此！当研究者把问题换成要求人们回忆或预测自己基本价值观和偏好的时候，结果仍然出现了和上述图表中一模一样的模式。研究人员将这种结果称之为，历史错觉的终结。





看上去，成年期是人生中一段充满着不可预测的变化的时光，或者“自己也难以置信的变化”。虽然青少年和他们的祖辈似乎认为个人的变化已经放缓了下来，他们终于成为了一个再也不会变化的人了，但是数据却显示，完全不是这样的。变化，虽然缓慢，但是却从未停止，而且变化的步伐比我们想的要快得多。










[1]

 HBO（英文名：Home Box Office），是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有线电视网络媒体公司。全天候播出电影、音乐、纪录片、体育赛事等娱乐节目，占到美国付费电视频道市场的90%。——译者注





成年期：自己也难以置信的变化



从一个单细胞胚胎到成为登记选民大约需要7，000天。成年期（adulthood）
 ，
是一个发展阶段，它始于18岁至21岁前后，终止于死亡。

 从策马奔腾转而放慢到徐徐而行，成年期的生理变化会放缓，所以我们中的许多人便把成年期视为人生发展过程将到达的最后终点，一旦我们进入了成年期，那么人生的旅途就差不多完成了。没有什么可再向前进一步的了，从到达法定年龄后的第一口啤酒到生命的最后一口呼吸，这段时期包含了我们要经历的所有变化：生理上的、认知上的以及情感上的。


变化中的能力


20岁出头的时候是一个人健康、耐力、精力和体力的巅峰岁月。由于我们的心理与生理是极其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20出头的时候我们的认知能力也是最敏锐的。就在这个阶段，也许是一个人能够看得更远、听得更清晰、记得更多的时候，同时也是一生中体重最轻的时候。尽情享受吧。这种身体巅峰状态的美好时刻仅仅会持续大概几十个月——然后，在大约在26岁到30岁前后，你的身体就开始缓慢且稳定地一直走下坡路了。在发身期之后的短短10年到15年，你的身体在几乎所有方面都会开始走下坡路。你的肌肉将会被脂肪所取代，你的皮肤将会开始丧失弹性，你的头发会变得稀疏，你的骨骼会变得脆弱，你的感觉能力会开始变得不那么敏锐，以及你的大脑细胞开始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凋亡。最终，如果你是一名女性，你的卵巢会停止产生卵子，你会丧失生育能力。最终，如果你是一名男性，你阴茎的勃起会变得更加疲软、次数更少，且两次勃起间隔时间也会拉长。事实上，除了对寒冷的耐受性以及对疼痛的敏感度会降低之外，你日益衰老的身体再也不会像你年轻时候那样运转良好了。


伴随着成年期，人的生理和心理会发生哪些变化？


但是，别担心，还有更糟糕的呢。这些身体变化的不断累积也会对一个人的心理造成显著的后果（Salthouse，2006；见图11.7）。举例来说，随着你大脑的衰老，前额叶皮质和与之相关的皮层下联接恶化的速度比大脑其他部位更快（Raz，2000），然后你会体验到自己在处理许多认知任务时明显的退化，这些认知任务需要投入努力、主动性或需要使用策略。你的记忆力也会恶化，虽然不是记忆力的所有方面都以相同的速度恶化。你将感到自己工作记忆的能力（把信息放进“思维里”的能力）比长时记忆（提取信息的能力）退化的程度更大，情景记忆（记得过往特定事件的能力）比语义记忆（记住一般性信息的能力，例如词语的意义）退化的程度更大，记忆信息提取准确性比信息再认准确性退化的程度更大，还有其他一些更大的……呃……我们现在也想不起是什么了。






图11.17 认知下降。





在20岁以后，人们在一些认知任务上出现了显著的下降，但是也不是所有的方面都会呈现这种趋势（Salthouse，2006）。例如，随着衰老的进程，人们回忆以往事件的能力（情景记忆）会下降，但是回忆单词意义的能力（语义记忆）却不会下降。




成年人为什么会且如何补偿自身日益降低的能力？


我们听到的是否都是坏消息？也不尽然。因为即便我们的认知机制开始变得有点生锈，但是研究却显示，人们会更加有技巧性地使用自己的认知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上述问题做出了补偿（Backman和Dixon，1992；Salthouse，1987）。年长的国际象棋选手在记忆棋子位置的时候远不如年轻的棋手，但是年长的棋手仍然可以在下棋时高水平发挥，因为他们学会了以更加高效的方式对棋盘进行搜索（Charness，1981）。年长的录入员比年轻的录入员反应速度慢得多，但是他们录入的速度和准确性却没有受损，因为年长的录入员能够更好地预测口语和文本中即将出现的下一个词是什么（Salthouse，1984）。在使用短时记忆来完成一个记忆单词列表的任务时，年长飞行员的表现明显比年轻飞行员表现更糟糕，但是当这个单词列表是由控制塔台每天发给飞行员的航向命令组成时，在前一种记忆任务出现的年龄差异便会消失（Morrow等，1994）。所有这些证据显示，年长的成人在记忆力和注意力方面由年龄造成的退化都可以得到补偿（Park和McDonough，2013）。

补偿是如何做到的？正如从本书“神经科学与行为”一章所知，年轻的大脑是高度分化的，也就是说，大脑的不同区域完成不同的任务。我们现在知道随着大脑的衰老，它会变得去分化（de-differentiated）（Lindenberger和Baltes，1994）。例如，年轻人专门处理面孔和场景知觉的视觉皮层到了年老的时候，其专用化程度会更低（Grady等，1992：Park等，2004）。这就好像，在年轻和能够胜任的时候，大脑是由一群各自独立工作的专业人员组成的，但是当每一名专业人员年纪渐长并且速度放缓的时候，他们就会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团队（Park和McDonough，2013）。例如，当一个年轻的成年人尝试在工作记忆中保存言语信息时，他左侧前额叶皮质的激活程度要大于右侧前额叶皮质；当年轻的成年人试图去在工作记忆中保存空间信息时，他右侧前额叶皮质的激活程度就要大于左侧前额叶皮质了（Simth和Jonides，1997）。但是，这种
双侧不对称性

 （bilateral asymmetry）在年长的成年人身上几乎就会消失。这就提示了，通过唤起其他神经结构的协助，老年化大脑能够对每一个单一神经结构日益恶化的功能做出补偿（Cabeza，2002；见图11.18）。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生理机制会被打破，大脑应对这种挑战的方式之一就是改变自身的分工模式。






在自己58岁生日前的一周，全美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切斯利·萨伦伯格（Chesley Sullenberger）在哈德森河（Hudson River）上完成了一次完美的着陆，并且拯救了机上所有人的生命。没有乘客希望这时驾驶飞机的是一位年轻的飞行员。




变化中的目的



成年人的信息获取目的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为什么爷爷找不到车钥匙放在哪了，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前额叶皮质不再像以前一样运作良好了。但是，另外一个原因却是，爷爷只是不愿意花费自己宝贵时间去记忆车钥匙在哪儿这种事情（Haase，Heckhausen和Wrosch，2003）。根据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

 （socioemotional selective theory）（Carslensen和Turk-Charles，1994），年轻的成年人主要着眼于获取在未来会对自己有用的信息（例如，阅读综述），而年长的成年人却通常会着眼于能够在当下给自己带来情绪满足感的信息（例如，阅读小说）。因为年轻人面前还有长长的未来，所以他们会把时间投入到注意、思考以及记忆能给自己带来美好明天的潜在的有用信息。因为年长者未来短暂，所以他们会把时间花在注意、思考以及记忆那些能给自己带来愉快的今天的积极信息上（见图11.19）。






图11.18 年轻和年长大脑的双侧性。





通过一系列不同的任务的考察，年长成年人的大脑呈现出双侧激活，而年轻的成年人大脑表现出的却是单侧激活。对这一现象的一种解释是，通过唤起其他神经结构的协助，年长的大脑能够对每一个单一神经结构日益恶化的功能做出补偿（Cabeza，2002）。








图11.19 对图片的记忆。





通常而言，记忆力会随着年龄下降，但是记忆负面信息的能力——例如，令人不愉快的图片——会比记忆正面信息的能力下降得更加迅速（Carstensen等，2000）。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成年晚期是一段愉快还是一段不愉快的时光？


例如，当被要求记住一系列不愉快面孔的时候，年长者的表现比年轻人要糟糕很多，但是当要求变成记住一系列愉快面孔的时候，年长者的表现只比年轻人稍微差一点而已（Malher和Carslensen，2003）。年轻人在看到让人非常愉快和让人非常不愉快的图片时，两种情况下杏仁核激活的程度是相当的；而年长者在看到令人非常愉快的图片时，杏仁核的激活程度要显著大于他们观看令人不愉快图片的时候。这一结果提示，年长者是不去注意那些不能给自己带来快乐感觉的信息（Malher等，2004）。事实上，和年轻人相比，年长者通常在保持正面情绪并且降低负面情绪方面表现更出色（Isaacowitz，2012；Isaacowitz和Blanchard-Fields，2012；Lawton等，1992；Matlier和Carstensen，2005）。此外，年长者所体验到的负面情绪也更少（Carscensen等，2000；Charles，Reynolds和Gatz，2001；Mroczek和Spiro，2005，Schilling，Wrahl和Wiegering，2013），并且在面对负面情绪时，接纳程度也更高（Shallcross等，2013）。鉴于这些情况，对于处于成年晚期的人经常说这是自己人生中最开心、满意度最高的岁月，你应当不会觉得奇怪吧（见图11.20）。虽然你不应该觉得惊讶，但是你很可能还是会觉得吃惊，因为年轻人会把变老这个问题看待得过分夸张了（Pew Research Center for People和the Press，2009；见图11.21）。






随着年纪渐长，人们更愿意花时间和自己的家人以及三五知己好友共度时光，而不是去维系一个庞大的人脉圈。








图11.20 情绪与年龄。





与年轻的成年人相比，年长的成年人感受到压力、担忧和愤怒的程度更低（Stone等，2010）。



由于面对短暂的未来，人们会着眼于给自己带来情感上满足感的地方，而不是去关注能够让自己的才智获益的经历，因此年长者对于自己交往的对象就变得更为挑剔，他们会选择和自己的家人以及三五知己好友共度时光，而不是去维系一个庞大的人脉圈。一项始于20世纪30年代止于60年代的研究追踪了一群参与者，结果发现，他们与熟人的互动频率从成年中期开始不断下降，但是这些参与者与自己配偶、父母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动却一直保持稳定或有所增长（Carstensen，1992）。一项针对69岁到104岁老人的研究发现，与较为年轻的成年相比，这些老人外周的社交对象数量显著地更少，但是他们拥有感情上亲密的对象的数量和年轻人相当，这些亲密的对象被他们称为“内部小圈子”的成员（Lang和Carstensen，1994）。“让我们去结识一些新人吧”并不是绝大多数60多岁的人会说的话，但是“让我们去和老朋友呆一会儿”却是他们的语言。虽然令人悲伤但却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身患绝症而时日无多的年轻人身上，也会观察到这些相同的认知和情感变化（Carstensen和Fredrickson，1998）。






图11.21 这比你想象中的更好。





研究结果显示，年轻成年人过分夸大了年老所面临的问题（Pew Research Center for People和the Press，2009）。




变化中的角色


与父母心理上的分离始于青春期，通常在成年期成为现实。在绝大多数人类社会中，年轻的成年人离开家、结婚，然后拥有自己的孩子。婚姻和成为家长是成年生活最重大的两项议题。人口统计表明，如果你现在是一名处于上大学年纪的美国人，那么你可能在27岁左右结婚，然后会有大约1.8名子女，并且你会把自己的伴侣和孩子视为人生中最大的幸福来源。事实上，大约93%的美国母亲声称，在所有和大多数时候，孩子是自己幸福的源头（Pew Research Center，1997）。






是婚姻让人幸福，还是幸福的人更容易走入婚姻？








图11.22 直至死亡将我们分开。





已婚人士比未婚人士寿命更长，对于男性和女性来说皆是如此。虽然鳏居男性去世的年龄与从未结过婚的男性以及离异男性的年龄相当（图a），但是寡居女性却比从未结婚或离异女性的寿命更长（图b）。换句话说，丧妻通常是坏事，但是丧夫只有在你希望让你丈夫活下去的时候才是坏事情（Lillard和Waite，1995）。




对于婚姻、孩子和幸福感，研究结果怎么说？


但是婚姻和孩子是不是真的会让我们幸福？研究显示，已婚人士寿命更长（见图11.22），性行为的频率更高（同时享受性的程度也更高），以及收入也会是未婚人士的数倍（Waite，1995）。鉴于这些差异，已婚人士说自己比未婚人士更加幸福也就丝毫不奇怪了——无论未婚人士是单身、丧偶、离异或是同居状态（Johnson和Wu，2002）。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研究会将婚姻视为自己人生幸福最好的投资之一。但是，另一些研究却提出，已婚人士更幸福也许是因为幸福的人更容易走进婚姻，那么结婚也许是幸福的结果——而不是幸福的原因（Lucas等，2003）。而科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共识似乎是这样的，两种观点都有其可取之处：即便是在结婚之前，那些走进婚姻的人也比那些从未结婚的人要幸福，但是婚姻似乎也确实随后会给人带来更多的益处。

孩子就是另外一码事了。一般而言，研究结果显示，孩子并不会增加家长的幸福感，而且还有可能会破坏幸福感（DiTella，MacCulloch和Oswald，2003；Simon，2008；Senior，2014）。例如，和没有孩子的人相比，有孩子的人通常会报告说自己的婚姻满意度更低——而且孩子越多，婚姻满意度越低（Twenge，Campbell和Foster，2003）。在人们一生中不同时刻的婚姻满意度研究揭示出一种有意思的起伏模式：婚姻满意度在结婚最初时会相当高，大约在孩子穿尿布的时候骤然下跌，然后开始恢复，然后在孩子处于青春期的时候再次下跌，随后只有在孩子离开家之后才会回到婚前的水平（见图11.23）。与父亲相比，由于母亲通常对孩子的照料更多，所以成为家长对女性的负面影响要大于男性是毫无悬念的。在孩子幼小的时候，女性特别容易会经历角色的冲突（“我应该如何成功做好一个全职母亲还是一名全职律师？”）和个人自由受到限制（“我再也没时间打网球了。”）。一项研究考察了美国女性在日常活动中不同时刻的幸福感，结果发现，和吃东西、运动、购物、小憩以及看电视相比，女性在照看孩子时的幸福感更低——照看孩子的幸福感只比做家务稍微高出一点点而已（Kahneman等，2004）。






图11.23 人们一生中的婚姻满意度。





这张图表显示了四项关于男性和女性婚姻满意度的独立研究结果。所有四项研究都显示，在孩子出生前和离家之后的婚姻满意度是最高的（Walker，1977）。



以上所有这些是不是意味着如果人们不要孩子就会更幸福一点？也不尽然。因为研究者不可能随机把人们分配到做家长组和不做家长组，针对成为家长对人们的影响效应的研究仅仅是相关性的。对于想要孩子和已经有孩子的人们，他们的幸福感也许比从来不想要孩子或者没有孩子的人更低。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如果想要孩子的人要不上孩子，他们的幸福感也许会更低。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明确的：养育孩子是一项充满挑战的工作。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自己并非身在其中的时候，才会觉得这是一项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

小结



▲ 年长者在工作记忆、情景记忆以及回忆提取任务中会表现出下降的能力，但是他们通常发展出各种策略来加以补偿。





▲ 生理上的逐渐退步始于成年早期，这一过程会伴随着明显的心理后果，但其中某些退步会被逐步增长的技能和专业知识所抵消。





▲ 年长者会更加关注能够带来情绪满足感的信息，这会对他们基本的认知表现、社会关系网的规模及其结构、以及总体幸福感产生影响。





▲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成年期意味着离开家、结婚以及生育下一代。已婚人士通常幸福感更强，但是孩子和成为家长而带来的责任感会给人带来极大的挑战，对女性尤其如此。




其他声音 你终将死去




人类的发展始于受孕那一刻，终止于死亡。我们中大多数人宁可去关注怀孕，变老似乎是让人恐惧且压抑的事情。我们将老人送到养老院的理由之一就是，这样一来我们就不用再目睹他们皱纹丛生、日渐衰弱和死亡。评论家蒂姆·克莱德（2013）确认为这是一种巨大的损失——不是对老年人而言，而是对年轻一些的人而言。





由于母亲决定搬家，我和妹妹最近参观了退休社区。我曾经有过面对大量精神不健全、在各种仪器帮助下生活的老人的经历，那时我必须努力压抑自己想要逃跑的欲望。但是现在这个社区和我当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它由神学院改建而成，是一个轻松、现代且功能齐全的综合体。每间房都有独立的厨房和阳光房，还有设备齐全的餐厅、烧烤区、零食区，一个健身中心，一个音乐大厅，一个图书馆，一个艺术教室，几个漂亮的沙龙区，一个银行和一个华丽的意大利大理石小礼拜堂。你可以很方便地使用地下通道和树丛间的玻璃走廊在这个综合体中穿行，甚至都不需要走到户外。我母亲形容这里除了男孩没有那么帅气外，就像一个大学宿舍。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难过。





每当我们的生活面临危机的时候，朋友和家人总是成为我们的避风港，安抚我们低落的情绪。每个人都觉得母亲决定搬到养老中心的决定很棒，尤其这是她自己做出的决定。他们拿出了自己90岁高龄的父母不愿意搬出自己破旧的小房子直到中风或胯骨骨折的例子来给我做对比。“你应该感到放松和高兴，她在那里会非常开心的。”所有的人都劝我不应该由于自己难过就反对母亲的决定。





我知道我的难过是很自私的。我的朋友们是对的，这完全是我母亲自己的计划。她很期待搬到那里，并且她会在那里过得很快乐。但同时这个决定意味着失去我爸爸1976年购买的农场，我和我妹妹在那里长大，我父亲1991年在那里去世。我们将失去自福特总统执政时期就有的电话号码，我对这个号码的了解就像我的中间名一样。无论我离开多久，这个农场都是我在地球上觉得最温暖的地方，也是我成年以后遇到打击总是会想要回去的地方。我意识到，我之所以对这个地方如此念念不忘，不能舍弃，是因为我总是幻想，当这一切疯狂结束的时候，我可以回到9岁，和我的爸爸、妈妈和妹妹一起坐在餐桌旁。而隐藏在这一切之下的原因，是我幼稚的孩子一般的害怕：今后有谁能来照顾我，尽管我已经45岁了。我记得母亲告诉我，当她的母亲过世时，她已经40岁了，她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我是个孤儿了。





在我之前已经有很多人感叹过，工业化让我们把老人当作不事生产的工人或废弃的产品，把他们排除在主流机构以外，不再愿意负担让他们在自己家养老的职责。大多数的批评都是针对那些对老人的差异化而粗鲁的行为，但我想探讨的是这种行为对我们其他人的影响。





隔离那些衰老的、生病的、残疾的人是一种幻想，这种幻想就像期盼资本主义停止扩张和期盼青春和健康永恒一样不切实际；在这样的幻想里，变老似乎是一种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这种选择糟糕到让人难以理解的程度，就好像你虽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或者足够时尚，但你却选择垃圾食品作为食谱或选择小货车作为代步工具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视力开始退化，你不能再随心所欲地吃东西，宿醉的感觉会持续好几天，这一切不由你自己做主，就像是被偷窃和欺骗了一样。衰老让人感觉太不公平了。就好像有个人应该为此而被告上法庭。





在电视和电影中，我们很少看到年老或者虚弱的人。我们喜欢屏幕中血淋淋爆炸性的死亡，不能接受那种缓慢的、灰色的、不可抑制的衰老和死亡。衰老和死亡是对医疗水平的羞辱，它们就像痔疮和湿疹，眼不见为净。那些从重病或重伤中痊愈的人曾经写道：当自己病倒了或者行动不便了，他们就觉得自己被放逐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病人的世界，一个对我们其他人来说隐形的世界。丹尼斯·约翰逊（Denis Johnson）在他的小说《基督之子》（Jesus’Son）中写道：“你和我不会理解那些病痛，直到有一天我们自己成了患者，到了那时，我们也将会被他人视而不见。”





我父亲是在家里去世的，他离去的那个房间是我童年时的卧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最终是个幸运的人。现在大多数人都是在医院离开这个世界的，虽然肯定没人真的愿意如此，可是一旦我们濒临死亡，就已经失去了决定的权利，而最终的结果并没有那么仁慈。当然，我们让老者和病人就医是有充分理由的（照顾的悉心，病痛的缓解）。但我同时也认为这种把老者与病人隔离于社会的其他部分之外的行为是因为我们对他们心存恐惧，就好像衰老会如同传染病一样传播。而事实是，确实如此。





……人们时时刻刻都在变老，当下是你的今后人生中最年轻的一瞬。人类的死亡率是100%。人们用很多方法来对抗衰老和死亡：高温瑜伽、素食、抗氧化剂，甚至仅仅是拒绝接受，这种行为是懦弱而无效的。“面对它，永远面对它，这是最好的应对方式。”康拉德（Conrad）在《暴风雨》（

 

Typhoo


 
）中写道。“面对它”，他意境所指业已超越了暴风雨。从他纵马外出偶遇那一名老者的一刻起，养尊处优的悉达多·乔达摩（Siddhartha Gautama）王子便注定走上了一条成为释迦摩尼佛的道路。这位老者正是一位病入膏肓之人，一位濒临死亡之人。如果没有那一刻的停留，释迦摩尼仍旧沉溺于困惑，只能与身受点化擦肩而过。





昨天我母亲给我寄来了一首她大学时代读过的诗——蓝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的《母亲对儿子说》（

 

Mother to Sun


 
）。母亲说，她至今记得当年第一次看到这首诗是在一本美国文学笔记中，那是在高盛学院的宿舍里。书的名字已经不可考证了。





生命之于我不是一座水晶楼梯。





它告诉我生活不是一个故事、冒险或自我发现的精神旅行。





它是一个标语。





指引我们一直前行。





不要害怕放弃，无论什么事我总是支持你的。





因为我是你的母亲。





你赞同克莱德的观点吗：我们隔离老年人对年轻人是一种伤害？





摘录自纽约时报，2013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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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回顾


关键概念小测试


1.产前发育的顺序是_____。

a.胎儿，胚胎，受精卵

b.受精卵，胚胎，胎儿

c.胚胎，受精卵，胎儿

d.受精卵，胎儿，胚胎

2.学习开始于_____。

a.子宫

b.出生后

c.新生儿阶段

d.婴儿期

3.近远原则意味着_____。

a.动作技能从中心向四肢发展

b.动作技能从上而下发展

c.如翻身这样的动作技能是天生的

d.简单动作技能会因为精密动作技能的发展而消失

4.诸如“伸手够东西”这样的动作技能是_____。

a.有一系列的发展顺序和严格的时间表

b.有严格的时间表但没有发展顺序

c.受婴儿外部刺激的影响

d.所有婴儿的发展方式都是一样的

5.皮亚杰相信婴儿期将确立关于世界操作的理论_____。

a.同化

b.适应

c.图式

d.习惯化

6.当孩子了解到人类行为是受心理表征的影响，他们就实现了_____。

a.联合注意

b.心理理论

c.形式运算能力

d.自我中心化

7.当能够以母亲的面部作为行为线索时，婴儿此时表现出的能力称为_____。

a.联合注意

b.社会参考

c.模仿

d.以上都是

8.依恋也许是一种天生的能力，但依恋的质量会受到_______的影响。

a.婴儿的气质类型

b.主要照顾者对孩子情绪状态的理解能力

c.婴儿和主要照顾者之间的互动

d.以上都是

9.幼儿的依恋类型是_____。

a.通过一种行为测试获得的：陌生情境测试

b.通常是安全型依恋，但存在文化间差异

c.在实验室和家里有很大不同

d.不随时间而改变

10.根据科尔伯格的理论，道德发展每个阶段都会有一个特别的关注点。下列发展阶段正确的顺序是_____。

a.关注结果，关注道德规则，关注社会规则

b.关注道德规则，关注社会规则，关注结果

c.关注结果，关注社会规则，关注道德规则

d.关注社会规则，关注结果，关注道德规则

11.证据指出，美国青少年是_____。

a.比儿童更情绪化

b.荷尔蒙过剩的受害者

c.可能会发生酗酒等问题

d.面临儿童期和成人期巨大的差异

12.科学证据表明_______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性取向。

a.个人选择

b.父母的类型

c.兄弟姐妹关系

d.生理因素

13.与_____的关系对青春期的影响很大。

a.同龄人

b.父母

c.兄弟姐妹

d.非父母的权威人物

14.健康、活力、精力和勇气的巅峰年龄在_____。

a.儿童期

b.十岁出头

c.二十出头

d.三十出头

15.数据显示，对大部分人来说，生命的最后阶段将会_____。

a.以负面情绪的增加为特点

b.关注于最有用的信息

c.极其满意

d.将会开始和更多的人发生互动


关键术语


发展心理学

受精卵

胚种阶段

胚胎阶段

胎儿阶段

髓鞘化

畸胎剂

胎儿乙醇综合症（FAS）

婴儿期

动作发展

反射

头尾原则

近远原则

认知发展

感觉运动阶段

图式

同化

顺应

客体恒存

儿童期

前运算阶段

具体运算阶段

守恒

形式运算阶段

自我中心化

心理理论

依恋

陌生情境

气质

人际关系内部工作模型

前习俗阶段

习俗阶段

后习俗阶段

青春期

发身期

第一性征

第二性征

成年期


转变观念


1.最近，你的朋友和丈夫喜结连理，并打算要孩子。你和她提到，一旦要怀孕了她就必须要戒酒。她对此不屑一顾。“他们把这个说得好像孕妇喝酒就是谋杀自己的孩子一样。你看，我妈怀我的时候每个周末都会喝红酒，我也好好的。”关于酒精对于妊娠期的影响，有哪些是你这位朋友没有了解到的？还有哪些畸胎剂是你还应当告诉她的？

2.正当你在杂货店的时候，你看了一个在手推车里苦恼的孩子。孩子的妈妈把孩子抱起来，抱在怀里不停哄着，直到孩子不哭了。杂货店售货员就站在你旁边，一边往货架上放东西一边弯下腰和你说，“就这个，典型的错误教养。如果孩子每次一哭你就抱起来哄，那你就是在强化孩子的这种行为，结果就是孩子被宠坏了。”你同意吗？关于当孩子哭的时候抱起来哄的效果，亲子依恋关系的研究给了我们怎样的提示？

3.你和室友正在看电影，影片里一个年轻的男人正在告诉自己的父母，他是一名同性恋。父母对此反应强烈，决定把他送到一家“营地”去，在那里让他学学怎么改变自己的性取向。室友转向你，说：“关于这个问题你了解吗？一个人真的能从同性恋被变成异性恋吗？”根据在本章你所读到的内容，关于决定一个人性取向的因素，你会怎样回答你的朋友？

4.你一个表哥刚刚迈入30大关，发现了一根灰色的头发就让他心惊胆战。“这就是终点了”，他说，“很快我就会失明，长出双下巴，忘记怎么用手机。衰老就是一条漫长、迟缓并且让人烦躁的下坡路。”告诉他哪些内容能给他打打气？随着变老，是不是人生中所有的事情都会恶化？


关键概念小测试答案


1.b；2.a；3.a；4.c；5.c；6.b；7.b；8.d；9.a；10.c；11.d；12.d；13.a；14.c；15.c.


需要更多帮助？更多资源请访问LauchPad，


网址：http：//www.worthpublisher.com/lauchpad/schacter3e


发展心理学（development psychology）
 
一门研究人类毕生连续性与变化性的学科。




受精卵（zygote）
 
一个受精之后的卵子，包含了来自一个卵子和一个精子两方的染色体。




胚种阶段（germinal stage）
 
受孕之后2周的这段时间。




胚胎阶段（embryonic stage）
 
从第2周到第8周这段时间。




胎儿阶段（fetal stage）
 
从第9周开始到出生这段时间。




髓鞘化（myelination）
 
在神经元轴突外形成一层脂肪鞘。




畸胎剂（teratogen）
 
损伤发育的物质，例如药物和病毒。




胎儿乙醇综合症（fetal alcohol syndrome，FAS）
 
一种发展型障碍，由于母亲在妊娠期酗酒所致。




婴儿期（infancy）
 
从出生开始到18至24个月之间的发展阶段。




动作发展（motor development）
 
操控身体动作能力的出现，例如伸够、抓握、爬行以及行走。




反射（reflex）
 
新生儿能够被某些特定的感觉刺激触发的特异性动作反应模式。




头尾原则（cephalocaudal rule）
 
“自上而下”原则，婴儿动作技能的发展遵循着从头到脚的先后顺序。




近远原则（proximodisatl rule）
 
“从内到外”原则，婴儿动作技能的发展遵循着从中央头到外周的先后顺序。




认知发展（cognitive development）
 
思考和理解能力的出现。




感觉运动阶段（sensorimotor stage）
 
从出生开始一直持续整个婴儿期的发展阶段，在感觉运动阶段通过感知和运动来获取关于自己所处世界的信息。




图式（schemas）
 
关于这个世界如何运行的理论。




同化（assimilation）
 
婴儿在新异情境中使用自己图式的过程。




顺应（accommodation）
 
婴儿根据新信息修正自己图式的过程。




客体恒存（object permanence）
 
物体即使在看不见的时候也依然是客观存在的信念。




儿童期（childhood）
 
从孩子大约18至24个月时开始，直到11至14岁时结束。




前运算阶段（preoperational stage）
 
认知发展的前运算阶段大约从2岁开始，在大约6岁时结束，在这个过程中儿童发展出对客观世界的初步认识。




具体运算阶段（concrete operational stage）
 
大约在6岁时开始，在11岁前后结束，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会学习行为或“运算”是如何改变客观世界中“具体”事物的。




守恒（conservation）
 
一个物体的外观改变而它数量属性会保持不变的概念。




形式运算阶段（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认知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从11岁左右开始，在这个阶段中儿童将学会使用抽象概念进行推理。




自我中心（egocentrism）
 
儿童不能理解不同的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是不同的。




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
 
理解一个人的心理表征会左右个体的行为。




依恋关系（attachment）
 
与主要照顾者之间的一种情感纽带。




陌生情境（strange situation）
 
一种用于确定儿童依恋风格的行为测试。




气质（temperaments）
 
情绪反应的特异性模式。




人际关系内部工作模型（internal working model of relationship）
 
婴儿关于自我、主要照顾者以及自我与主要照顾者之间人际关系的信念集合。




前习俗阶段（preconventional stage）
 
道德发展过程中一个阶段，处于这个阶段的个体对行为做道德判断的依据是该行为会对当事人造成怎样的后果。




习俗阶段（conventional stage）
 
道德发展过程中一个阶段，处于这个阶段的个体对行为做道德判断的依据是该行为符合社会准则的程度。




后习俗阶段（postconventional stage）
 
道德发展过程中一个阶段，处于这个阶段的个体对行为做道德判断的依据是该行为是否符合一些系列的普适原则，这些普适原则反映着某些核心价值观。




青春期（adolescence）
 
一个发展时期，始于个体性成熟的肇始（大约在11至14岁之间），一直持续到个体成年期的开始（大约在18至21岁之间）。




发身期（puberty）
 
与性成熟相关的身体变化。




第一性征（primary sex characteristics）
 
直接包含于生殖系统内的身体构造。




第二性征（secondary sex characteristics）
 
在性成熟过程中发生剧变的身体构造，但是不直接包含于生殖系统之内。




成年期（adulthood）
 
一个发展阶段，始于18至21岁前后，终止于死亡。






第12章 人格



在成长历程中，史蒂芬妮·乔安妮·安吉丽娜·杰尔马诺塔（Stefani Joanne Angelina Germanotta）似乎独具个性。据说她在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已经会在偶尔的家庭聚会中展示自己。现在作为以艺名嘎嘎小姐（Lady Gaga）闻名世界的明星，她仍然保持着特立独行的传统。她的第一张专辑是《成名在望》（The Fame
 ），改版《成名的怪兽》（The Fame Monster
 ），她称呼她的歌迷为“小怪兽”，称自己为“怪兽之母”。这些都暗示了她可能有问题。但正如大多数人一样，她也有多面性。是的，她的作风古怪，甚至看起来显得愚蠢（如鲜肉装）。但正如她的歌“生而如此”（Born This Way）所展示的，她也是人道主义与双性人、同性恋和变性人等人权事业的支持者。嘎嘎小姐是独一无二的，具有与众不同的人格。

造就各种人格的力量总是有点神秘。你的人格与众不同，在家里、教室和其他场合里都表现一致。但是，人们在心理上为什么会如此不同，又是如何变得不同的？通过对很多不同个体的研究，心理学家力图收集足够的信息来对这些人格心理学的核心问题进行科学的解答。


人格
 是
个体行为、思维和情感所表现出的独特心理行为模式。

 不管嘎嘎小姐的怪异行为是真实的表现还是仅仅为了做秀，这些都是她的行为，表现出她特有的人格。本章探讨人格，首先介绍什么是人格及其测量，然后介绍理解人格的四种理论：特质—生物理论、心理动力学理论、人本主义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心理学家也有人格（好吧，是大多数），因此即使是研究人格，心理学家也有不同的方法，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本章最后介绍自我心理学，讨论自我观如何塑造和解释我们的人格。






2010年9月MTV音乐电视大奖上身着鲜肉装的歌手嘎嘎小姐。






什么是人格，如何测量



如果有人说你没有人格，你会是什么感受？像个千篇一律的人，无聊得需要尽快获得一个人格吗？一般来说，人们通常不会谋求人格，而是会随着成长自然发展。心理学家试图理解人格的发展过程，因而仔细思考了人格的描述问题（人有何区别？）、解释问题（人们为什么不同？）以及更定量化的测量问题（如何评估人格？）。


人格的描述和解释


如同第一个生物学家试图对所有动植物（不管是地衣或蚂蚁还是狮子化石）进行分类一样，人格心理学家也是从不同人格的分类和描述开始。达尔文进化论对物种差异产生的原因作出了解释，这标志着生物学时代的到来。同样，心理学家对个体心理差异的原因作出了解释，这标志着人格研究的成熟。


说人格是主观的，这说明了什么？


大多数人格心理学家关注心理意义上的个体差异，如诚实、焦虑、情绪化等具体特质。尽管如此，人格经常被认为是主观的，因人而异。例如，当一个人把别人描述成“自负的混蛋”，你可能想知道你对描述者或被描述者的了解是否更多了一点。有趣的是，在熟人之间相互描述的研究中，某个人对其他不同人的描述高度相似。例如，杰森认为卡洛斯体谅他人，勒娜特善良，让·保罗待人很好。相反，不同人对同一个人的描述却可能大相径庭。例如，卡洛斯认为杰森聪明，勒娜特认为他好胜，让·保罗却认为他幽默感很强（Dornbusch等，1965）。






霍华德·斯特恩








希拉里·克林顿








蕾哈娜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





你会如何描述这些人的人格？



是什么导致嘎嘎小姐娱乐行为的极端化？一般来说，为了解析特定的人格特质，对人格差异的解释需要关注塑造个体人格的过去事件或驱动个体行为的预期事件。在以往的生物性事件中，史蒂芬妮·杰尔马诺塔遗传了父母的基因，使她成长为爱作秀（且不说鲜肉装）和挑起争议的人。对过去事件感兴趣的学者研究基因、大脑和其他生物因素，也深入研究潜意识、环境和人际情境。预期事件的研究则强调人自身的主观性，在对内部体验（希望、恐惧和愿望）的自省中似乎常常表现出个体性和私密性。

当然，我们对这位名叫史蒂芬妮·杰尔马诺塔的婴儿如何成长为艺名为嘎嘎小姐的成年人（或其他成年女性或男性）的理解也取决于我们对过去和预期事件交互作用的理解：我们需要了解她的过往历史如何造就她现在的动机。


人格的测量


人格可能是心理学家最难测量的。如何捕捉一个人的独特性？人格的哪些方面最需要了解，应该如何量化？人格的测量一般可以大致分为人格量表和投射技术。



人格量表



要了解一个人的人格，可以拿着记事本紧跟着他，记录他做的、说的、想的和感受的每一件事（包括多长时间后他才会因为你跟踪他而报警）。一些观察结果可能掺杂了观察者的主观印象（如第5天：似乎越来越烦躁易怒）；另一些观察则是任何人都可以查证的客观事件（如第7天：抢走我的铅笔折成两段，然后咬我的手）。

为了在不严重干扰被观察者的前提下获取客观的人格数据，心理学家想出了很多方法。最常用的方法是自陈报告
 法，即个体通过问卷或访谈等方式提供对自己的思想、情感或行为的主观信息。大多数自陈量表都要求被试圈出量表上的数字，表明他们对该条目描述自己情况的认可程度（例如，根据0—5的量表报告自己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自己是个多虑的人），或表明某个条目对自己的描述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然后，学者综合各项答案，得出个体特定方面的人格。表12.1给出了一个测量多种人格特质的自陈量表的10个项目（Gosling，Rentfrow和Swann，2003）。在该量表中，被试需要报告每个人格特质对他/她是否适用。表格底部列出了五个特质对应的两道题目，只需要将两道题的评分相加就得到了每个特质的测量分数。

那么，如何编制一个自陈量表？通常的策略是收集一组反映不同程度人格特点的描述性语句。例如，为了测量友好性，可以问人们对这些描述的认同程度：从“我有点友好”到“我非常友好”，甚至“我喜欢每时每刻和人在一起”。将被试认同自己友好的题目累加起来（再减去认同自己不友好的题目数量），就可以得到个体自我报告的友好性测量。自陈报告量表可以用来评估各种各样的人格特征，从总体幸福感等一般倾向（Lyubomirsky，2008；Lyubomirsky和Lepper，1999）到面对侮辱时的快速反应（Swann和Rentfrow，2001）或服务投诉（Lerman，2006）等特定问题。



表12.1 10项目人格量表（Ten-Item Personality Inventory，TIPI）








TIPI量表评分（R=反向计分项目）：外向性（1，6R）；宜人性（2R，7）；尽责性（3，8R）；情绪稳定性（4R，9）；开放性（5，10R）。





资料来源：Gosling，Rentfrow和Swann，2003。



最常用的人格测验之一是明尼苏达多相人格量表（MMPI）
 。这是一个得到了广泛的研究，用来评估人格和心理问题的临床问卷。MMPI编制于1939年，多年来历经多次修订，最终形成了目前的版本：MMPI-2-RF（重构版，Ben-Porath和Tellegen，2008）。MMPI-2-RF由338道题目组成，每道题有三个反应选项：“真”、“假”或“说不清”。MMPI-2-RF测量了多种心理结构：临床问题（如反社会行为、思维障碍），躯体问题（如头痛、认知能力抱怨），内化问题（如焦虑、自我怀疑），外化问题（如攻击、药物滥用），人际问题（如家庭问题、社会退缩）。MMP1-2-RF还包括效度量表，用来评估对测验的态度，检测虚假作答的反应倾向。


人格量表有何局限性？


MMPI-2-RF等人格量表很容易施测，只需要测试题和笔（或计算机版）。然后计算被试分数，并与其他成千上万被试的平均分数进行比较。由于不需要专门对被试的作答反应进行解释（即“真”指正确，“假”指错误，等等），量表的主观误差减到最小。当然，准确的人格测量必须以人们准确作答为前提。尽管自陈报告量表很容易获得结果，但批评者强调了几点局限性。一个问题是许多人的作答都存在社会赞许性倾向，因而会少报告令人不快或尴尬的事情。也许更成问题的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以至无法报告出来。研究表明，人们在报告过去经历的事情、现在行为的动机和未来的感受或行为时常常是不准确的（Wilson，2009）。






人格量表要求人们报告他们拥有的特质；然而，许多心理学家认为，人们并不总是知道自己内心在想什么。我们能完全依靠人们来准确地报告他们的人格吗？





投射技术



第二类评估人格的工具是投射测验
 。这是为了规避上述自陈报告的局限性而设计的，尽管现在仍然有些争议。
投射测验是专门设计的测验，通过分析对一套标准化两可刺激的反应来解读个体人格的内在特征。

 投射测验的设计者假设人们会把愿望、关切、冲动和世界观等潜意识的人格特征投射在两可刺激上，并且不会“掩饰”这些反应。最著名的投射测验可能是罗夏墨迹测验
 。罗夏墨迹测验是
通过分析对一套无结构墨迹图的反应来解读被试内部思维和情感的投射技术。

 一个墨迹图例子如图12.1所示。测验根据一套复杂的分类系统（部分来自于心理障碍患者的研究）对被试反应进行评分（Exner，1993；Rapaport，1993）。例如，大多数人从图12.1看到的是鸟或人。而一些人看到的是一些不寻常的事物（如“我看到两个紫色的老虎吃芝士软汉堡”），反映了其可能异于常人的思想和情感体验。






图12.1 罗夏墨迹图示例。





呈现给被试如图所示的卡片，问“这是什么？”。他们所看到的内容、观察的位置以及为什么墨迹图看上去是这样的，这些都被假定反映了人格的无意识特征。




主题统觉测验
 （TAT）
是通过分析被试针对两可图所编的故事来解读被试内部动机、关切和世界观的投射技术。

 请看图12.2来初步感受一下TAT。主试给被试呈现图画，要求他/她根据图画编一个故事，包含如下要素：这些人是谁？正发生什么事？什么导致他们处于这种状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同的人编的故事千差万别。根据所编的故事，一般认为被试会认同故事里的主人公，并且将自己对他人和世界的看法投射在对图画细节的描述里面。因此，任何明显不属于该图画内容的细节都被认为是投射了被试自身的愿望和内部冲突。






图12.2 TAT图画示例。





给被试呈现如示例图之类的两可场景图画卡片，要求他/她根据图画发生的事情编一个故事。故事的主题、主角的想法和情感、故事如何进行和解决，这些都被认为是反映个体人格无意识特征的指标（Murray，1943）。



TAT的许多图画往往会诱发一组类似的主题，如成功和失败，竞争和嫉妒，与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冲突，亲密关系的感受，攻击和性。例如，一张图画内容是，一个男人站在一个躺在床上的孩子旁边，这通常容易诱发有关被试在生活中和年长男人关系为主题的故事，如与父亲、老师、老板或治疗师的关系。主试可能想了解被试认为躺着的人的性别，以及站着的人是否正在帮助或伤害躺着的人。下面是一个年轻人根据图片内容所编的故事：“躺着的男孩在学校度过了辛苦的一天。他为了考试学习太用功了，以致他在考完回家后连衣服都没脱就睡着了。不管男孩如何努力，他永远不会让他的父亲满意。父亲厌倦了儿子在学校的不好表现，因而正打算杀了他。他让男孩窒息而死。”主试可能将这种反应解释为被试认为他父亲对他有很高的期望，但没有得到满足，也许父亲对他很失望和愤怒。

投射测验的价值在心理学界存在争议。虽然投射测验继续被临床医生广泛使用，但批评者认为，罗夏测验和TAT测验存在主试偏差。上述TAT故事似乎能说明一些问题；然而，主试必须有一个解释（这真正反映了被试的父亲和他自身对学业不好的担忧？或者被试只是为了好玩或刺激？），这种解释也可能是主试对被试内心的投射。因此，尽管投射测验提供了对个体人格的丰富描述和对个体动机的洞察，但这些测验主要是作为心理学家了解个体的一种主观方式（McClelland等，1953）。如果依据严格的科学标准来衡量，并没有研究发现TAT和罗夏测验等投射测验在预测个体行为方面是可靠和有效的（Lilienfeld，Lynn和Lohr，2003）。

新的人格测量方法已经超越了自陈报告和投射测验（Robins，Fraley和Krueger，2007）。无线通信、实时计算分析和自动的行为识别等高科技手段为人格测量提供了跨越跟踪观察和记录的方式，并获得了令人惊讶的发现。例如，女性比男性更健谈的刻板印象开始被质疑。梅尔等（Mehl等，2009）让美国和墨西哥的396名大学生在几天内佩戴电子录音器，记录他们说话的随机片段，结果发现女性和男性一样健谈，每天平均用词都达1.6万字。对人们行为异同的新测量方法是理解人格的关键一步。

小结



▲ 在心理学里，人格是个体行为、思维和情感所表现出的独特心理行为模式。





▲ 人格心理学家试图寻求描述人格的最好方法，解释人格如何产生，测量人格。





▲ 人格测验分为两大类：人格量表（如MMPI-2-RF）和投射技术（如罗夏墨迹测验和TAT）。新的高科技手段已被证明更有效。






特质理论：行为模式的识别



想象一下你正在以你认识的人为主角撰写故事。为了抓住他们的特点，你可能描述他们的特质：姬莎友好，但有点放肆、盛气凌人；赛斯古怪、幽默但浅薄。只要一本字典和一个空闲的下午，你甚至可以把威廉描述成敏锐、残忍且身材匀称。人格的特质理论使用这些特质术语来描述个体差异。在构建有意义且不杂乱的描述术语集方面，特质理论家面临两个重要的挑战：第一，缩减几乎无限的形容词集合；第二，回答更基本的问题，即为什么人们有特质以及这些特质是否有生物或遗传基础。


作为行为倾向和动机的特质


理解人格的一种方式是将人格视为特质的组合。这是早期特质理论家高尔顿·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1937）所采用的方法。奥尔波特认为正如物体可以用属性来描述一样，人也可以用特质来描述。他认为特质
 
是相对稳定的倾向，表现为某种一贯的、特定的行为方式。

 例如，如果一个人书架上的书按字母顺序排列，衣柜里的衣服整齐地挂着，熟知当地公交车时间表，日常计划都有明确的日程，以及日程表里填写着朋友和家人的生日，那么可以说他具有条理性的特质。这个特质能够始终在各种场景中体现出来。


特质如何解释行为？


虽然条理性特质是对个体的描述，但其并不能对他或她的行为作出解释，即为什么这个人的行为是这种方式？特质作为行为的解释有两种基本的方式：特质是引起行为的既存倾向（preexisting disposition），或者它是引导行为的动机。奥尔波特将特质看作是既存倾向，是能够稳定可靠地触发某种行为的起因（cause）。例如，条理性是这个人的内在属性，导致这个人在很多场合下都喜欢整洁有序。其他人格理论家，如亨利·默里（TAT的创立者），则认为特质反映了某种动机。正如饥饿动机也许可以解释一个人多次到小吃店，条理性需要或许可以解释衣柜的整洁性、日程表的条理性以及对公交时刻表的熟悉性（Murray和Kluckhohn，1953）。持特质即起因观点的学者使用人格量表来测量特质，而持特质即动机观点的学者则更常使用投射测验。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学者已经描述和测量了数百个不同的人格特质。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世纪40年代，心理学家都对右翼独裁主义，或者政治保守主义、服从权威和从众倾向很感兴趣。当时，学者试图了解是什么原因使得人们支持纳粹德国和法西斯的崛起（Adorno等，1950）。尽管导致独裁的人格特质研究仍然在继续（Perry和Sibley，2012），但该主题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退出历史舞台不再成为研究热点。多年来比较时兴的其他特质包括了诸如认知复杂性，防御性，感觉寻求和乐观。正如电视节目里秀场和发型一样，特质维度方面的热点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不定。


核心特质的探索


选择一个时兴的特质且深入研究并没有让我们在人类核心特质探索方面走得很远。核心特质指的是，定义人类彼此之间如何相互区别的基本特质集合。人们对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或狗与猫之间可以有很不同的选择，但这些差异重要吗？学者又是如何尝试探索核心人格特质的？






在很多人看来，巴沙尔·阿萨德是一个专制统治者，他将那些反对他的人关进监狱、折磨并杀死他们。为什么会有人想要追随这样的独裁者？权威人格研究的灵感来自于这种观点：有些人可能会追随大多数人，因为他们的人格使他们忠于权力等级，服从上级，支配下级。





基于语言的分类



核心特质的研究始于对人格的语言（即智慧媒介）表征的探索。一代又一代，人们一直在用一些词汇来形容人。因此，早期心理学家提出，可以通过找出所有性格形容词中的主旨来确定核心特质。根据这种方法，对英文词典相关词汇的辛苦筛选得到了18000多个特质词表（Allport和Odbert，1936）。基于特质之间可能是分层关联的理论观点，研究者尝试对词表进行简化（参见图12.3）：即一般性或抽象的特质比具体的特质处在词表的更高层级上。也许更抽象的特质反映了人格的核心。

为了确定这个核心，学者采用因素分析的计算方法。这种方法在“智力”那章有所描述，根据人们如何用特质来评价自己，将各种特质术语或描述性词语分成少数几个潜在的维度或因素。在典型的因素分析研究中，数百人通过评定数以百计的形容词如何准确地描述自己的人格来评估自己。学者随后进行计算以确定人们评价模式的相似之处。例如，那些形容自己有野心的人，是否也形容自己是积极主动的，而不是懒散或知足的。因素分析还可以发现哪些形容词之间是无关的。例如，如果那些形容自己有野心的人认为自己有中等的创造力或创新性，因素分析就会发现野心和创造力/创新代表着不同的因素。每一个因素通常都是连续的变量，从一端（如有野心）到相反的另一端（如懒散）。


心理学家如何确定核心的人格特质？


不同的因素分析技术产生了对人格结构的不同观点。卡特尔（Cattell，1950）提出了16因素人格理论（从18000多个词汇减少到16个，但仍显得很多），而其他人提出了基本维度更少的人格理论（John，Naumann和Soto，2008）。汉斯·艾森克（Hans Eysenck，1967）用二维人格模型很好地简化了人格结构（尽管他后来扩展为三维）。艾森克两因素模型的第一个维度将活跃/社交型（外向）与内省/平和型（内向）区分开；第二个维度则区分神经质或情绪不稳定倾向与情绪稳定倾向。他认为，可以通过它们与核心特质外向性和神经质的关系来理解许多行为倾向。他提出的第三个维度是精神质，指的是一个人多大程度上是冲动或敌意的。（值得注意的是，术语“精神质”现在多指以脱离现实为标志的异常精神状态。这将在“心理障碍”那章进一步讨论。）






图12.3 特质的分层结构。





特质可以分层组织，而很多具体行为可以关联更高层级的特质





大五人格



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最好的人格结构是5个因素，而不是2、3、16或18000个（John和Srivastava，1999；McCrae和Costa，1999）。他们亲切地称之为大五人格。大五人格
 
是五因素人格模型的特质：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宜人性和神经质

 （见表12.2，5个维度的首字母是O.C.E.A.N.）。这个五因素模型与卡特尔以及艾森克的开创性工作部分重叠，之所以被广泛接受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现代因素分析技术确认这5因素在人格变异解释量和特质重叠上达到了很好的平衡；第二，大量的研究使用不同类型的数据都出现了相同的五个因素，包括对自己人格的自评、他评、访谈检核表和行为观察等方面的数据；第三，也许最重要的是基本的五因素结构似乎存在于很多人身上，包括不同语言和文化下的儿童和成人；这表明大五人格可能是普遍适用的（John和Srivastava，1999）。



表12.2 大五因素模型








来源：McCrae和Costa，1990，1999.




五因素模型的优势是什么？


事实上，大五是如此的普遍，甚至在人们对陌生人特质的评估中都会出现（Passini和Norman，1966）。这一发现表明，这些人格维度可能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即人们用来评价别人的分类系统，而不管他们对别人有多了解。然而，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感觉。这些特质的现实意义已经在研究中表露无疑，大五人格的自评结果可以预测人们的行为模式和社会结果。例如，高外向性的人更倾向于花时间与很多人相处，更有可能比内向者注视别人。高尽责性一般在工作中表现良好，往往活得更久。低尽责性和低宜人性的人更可能成为未成年犯（John和Srivastava，1999）。大五人格特质也被证明可以预测人们在Facebook等社交网络上的在线行为（见“科学热点”专栏）。

有趣的是，大五人格研究表明人格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会保持相对稳定：在某个时间的评分和后来的评分（甚至几十年后）有很强的相关性（Caspi，Roberts和Shiner，2005）。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认为：“我们大多数人的性格在30岁的时候就已经和石膏一样永远不会再软化”（James，1890，第121页），但这个假设已经被证明太强了。有些变化虽然在青春期较少，但在儿童期是很典型的。对于某些人来说，有些性格改变甚至可以发生在成年期（Srivistava等，2003）。


科学热点 表面人格




当你判断一个人是朋友还是敌人，有趣或惹人烦，值得雇佣或应该解雇时，你是怎么做出这样的判断的？如果你认为你的人格印象有某种深刻而坚实的基础，那么这是很好的。你不会基于外貌这种表面的信息评估人格，是不是？你不会仅通过观看某人在谷歌图片搜索和Facebook页面上的信息来形成人格印象，是不是？这些东西作为理解人格的基础似乎是浅薄的，但事实证明可以根据这些表面线索做出一些有效的人格评估。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评估非常准确。








他们说你不能以貌取人，但是一些新研究表明可以通过Facebook来评估一个人。





事实证明，你可以通过外貌得到关于他人的一些准确信息。最近研究表明，外向者比其他人有更多的微笑，更显得时尚和健康（Naumann等，2009），并且高开放性者更可能有纹身和其他身体上的改变（Nathanson，Paulhus和Williams，2006）。类似这样的发现表明人们可以操纵他们的表面特征来引导别人形成自己期望的印象，因此人格的表面标识可能是虚假或误导的。Facebook页面显然是个人根据自己意愿体现个体人格表面特点的地方。然而，最近一项对Facebook个人页面的研究发现人们在线投射的人格和现实人格有高度的相关，并且高于其和个人理想人格的相关（Back等，2010）。人格的表面标识可能并非仅仅是虚有其表的。





更进一步来讲，事实证明人们的Facebook活动和自评的人格特质显著相关。例如，高外向者报告有更多的Facebook好友以及更多的状态更新和评论。高自尊的Facebook用户也有更多的更新和评论。高宜人性的Facebook用户对朋友的帖子有更多的评论，而高感觉寻求和开放性的人们则报告玩的游戏很多。正如你可能已经猜到的一样，高自恋者发布很多的评论（特别是与自己理想自我有关的评论）和自己的照片（Seidman，2013；Wang等，2012）。




特质的生物学基础


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人有一组稳定的人格特质吗？许多特质理论家们认为，稳定的大脑和生物过程产生了人一生中相当稳定的人格特质。奥尔波特认为特质是影响人们对环境的反应方式的大脑特性。而且，正如你所看到的，艾森克研究了特质维度和大脑功能的个体差异之间的关系。

正如经典个案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 Gage）所表明的（见“神经科学与行为”那章），脑损伤肯定会产生某种人格上的变化。你可能还记得，盖奇的额叶在爆炸事故中被一根钢筋刺穿后，他社会行为中的适当性和尽责性严重缺失（Damasio，1994）。事实上，如果个体的人格发生显著变化，相关测试常常也会发现了某种脑病变，例如阿尔茨海默氏症，中风或脑肿瘤（Feinberg，2001）的存在。服用抗抑郁药和其他改变大脑化学过程的药物也可引起人格变化，例如使人们更外向以及神经质水平的下降（Bagby等，1999；Knutson等，1998）。



基因、特质与人格



一些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行为遗传学领域，这些证据表明了生物因素对人格的重要性。就像遗传对智力的影响研究一样（见“智力”那章），人格心理学家们检查了同卵（共享相同基因）和异卵（平均共享一半基因）双生子的特质之间的相关性。这些研究证据基本一致：一篇涉及24000多对双生子研究的文献综述表明同卵双生子人格的相似性明显高于异卵双生子（Loehlin，1992）。


人格的双生子研究说明了什么？


简单地说，你和某个人拥有的相同基因越多，你们的人格越有可能相似。基因似乎影响了大多数人格特质。目前研究估计人格的平均遗传成分在0.40至0.60之间。正如你在“智力”那章所了解的，这些遗传系数表明大约有一半的个体变异来自遗传因素（Bouchard和Loehlin，2001）。当然，遗传因素并不能解释一切，其余的人格变异仍然需要通过生活经验和其他因素的差异来解释（见“现实世界”专栏）。双生子研究表明，大五人格的遗传率为0.35—0.49之间（见表12.3）。

和智力研究一样，潜在的混淆因素必须被排除，以保证是真正的遗传效应，而非外部环境经验的效应。外界对待同卵双生子更相似吗？他们比异卵双生子有更大的共享环境吗？儿童时期，他们是不是穿相同的时髦衣服，参加同一个少年棒球队？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造成了他们性格相似？同卵双生子如果由相距甚远的不同家庭收养，就几乎消除了共享环境因素的潜在影响。对这样的双生子进行研究表明共享环境的影响不大，分开抚养的同卵双生子最终和一起长大的双生子一样具有相似的人格（McGue和Bouchard，1998；Tellegen等，1988）。



表12.3 大五人格特质的遗传性








来源：Loehlin，1992




现实世界 是否存在“男性”和“女性”人格？




你认为有典型的女性人格或典型的男性人格吗？研究已经发现，男性和女性之间在自评的特质、态度和行为上存在一些可靠的差异。一些研究的发现与北美对男性化和女性化的刻板印象一致。例如，学者发现女性更善于口头表达，对非语言线索更敏感，并比男性更有教养后代的能力。男性比女性更有身体攻击性，但女性从很小开始就比男性有更多的社会关系性攻击（从社会关系方面伤害别人，如有意孤立别人，Crick和Grotpeter，1995）。其他性别差异包括男性比女性更自信，自尊略高，性爱更随意和感觉寻求倾向更强。在大五维度上，来自许多文化的研究表明女性的神经质、外向性、宜人性和尽责性更高；至于开放性，女性更富于情感，男性更富于创意（Costa，Terracciano和McCrae，2001；Schmitt等，2008）。在乐于助人等其他各种人格特征上，男女之间的差异一般并不稳定可靠。整体而言，男女之间的相似性似乎远远多于差异性（Hyde，2005）。





虽然人格的性别差异是相当小的，但却往往会受到很多的关注。对于人格性别差异的起源存在着争议，往往涉及进化生物学与社会认知理论（称为社会角色理论）的对比。进化论认为，男人和女人进化为不同的人格特征，部分原因是繁殖后代的成功率受不同行为影响。例如，男性的攻击性可能有恐吓竞争对手的适应价值，女性的宜人性和教养能力可能具有保护和确保后代存活（Campbell，1999）和追求可靠的伴侣和养家者的进化作用（Buss，1989）。





根据社会角色理论，男女之间的人格特征和行为差异源于在社会认可的工作、活动、家庭岗位等方面的文化标准和对他们的不同期望（Eagly和Wood，1999）。由于身高体壮并且无需生育子女，男性历来扮演的角色具有更大的权力，尽管这些角色在后工业社会不一定需要体力。这些差异像滚雪球一样，使男性的角色一般需要自信和攻击性（例如总经理、校长、外科医生），而女性追求的角色则强调更多的支持性和教养性（如护士、日托人员、教师）。





无论人格的性别差异来源于哪里，人们对男性化和女性化刻板印象的认同程度可能会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重要的人格差异。桑德拉·贝姆（Sandra Bem，1994）设计了贝姆性别角色量表，用来评估对男性化和女性化刻板印象的认同程度。贝姆认为，心理双性人（即同时认同善良等积极女性特质和自信等积极男性特质的人）适应能力可能会比那些仅认同单一性别角色的人更强。





有趣的是，尽管人格特质相当稳定，但也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一般来说，人们在20多岁时更尽责（坚守工作），在30多岁时宜人性更高（不放弃朋友）。神经质随着年龄下降，但只限于女性（Srivastava等，2003）。因此，享受你现在的人格吧，它可能会很快改变。





贝姆性别角色量表例题






的确，一个令人兴奋的相关发现是诸如父母离婚或父母管教方式这种共享环境因素可能对人格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Plomin和Caspi，1999）。根据这些研究，简单地在同一个家庭成长并不会让人非常相似。实际上，如果两个兄弟姐妹性格相似，通常会被认为主要是遗传相似性的结果。

学者也评估了双生子在特定行为和态度上的相似性。这些研究发现的遗传证据往往非常令人震惊。一项针对3000对同卵、异卵双生子的研究发现，对社会主义、教会权威、死刑和混血婚姻等方面的保守观点也表现出遗传性（Martin等，1986）。当然，特定基因直接负责复杂心理结果（如社会或政治问题等方面的信仰）极不可能。相反，一组基因（或者，更可能的是多组基因的相互作用）在保守或自由思维方式方面产生特定的特征或倾向却是有可能的。最近的一项研究调查了13000人的DNA，并测量它们报告的保守或自由态度，发现保守——自由主义与心理灵活性的染色体区域或人们应对环境变化时思维的变化程度密切相关。这可能是影响人们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看法的因素之一（Hatemi等，2011）。目前心理家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了解遗传变异如何有助于人格的发展。






基因会通过不同方式影响我们的人格。例如，遗传变异可以影响我们如何严格或灵活地思考宗教和政治。茶党（Tea Party）可能主张家庭的其他成员也共享相同的宗教和政治倾向。





动物有人格吗？



人格生物学基础的另一类证据来源于非人类动物的研究。所有的狗主人、动物园管理员、或牧牛场农民可以告诉你每只动物都有特殊的行为模式。据报道，密苏里州一个女人很享受在郊区家里养鸡的乐趣。她说：“最精彩的部分”是“将它们看作一个个的人”（Tuck，2003）。据我们所知，这家宠物主人并没有给她带羽毛的同伴进行人格测试，但学者萨姆·高斯林（Sam Gosling，1998）对一群斑鬣狗进行了人格研究。当然，不完全是人格测试。他招募了4个观察者用人格量表来评价不同的鬣狗。当他检查量表评分时，他发现了五个维度：3个与大五人格特质非常相似，包括神经质（即悲伤、情绪反应），开放性（即好奇心）和宜人性（即没有攻击性）。

在对孔雀鱼和章鱼的类似研究中，类似外向性和神经质方面的个体差异也被发现了（Gosling和John，1999）。在每个研究中，学者观察动物的日常活动，将他们认为反映每种特质的具体行为辨别出来。例如，章鱼很少参加聚会，所以无法评估他们的社交倾向（“他只是动手动脚！”），但他们在是否愿意在巢穴里安全进食还是愿意冒险出外觅食等方面各不相同（Gosling和John，1999）。不同观察者似乎对每只动物在每个维度的评价都比较一致，因此这些发现并不只是某个观察者的想象或倾向于将动物拟人化（即赋予非人类动物人类的特点）。这些行为方式的跨物种共性进一步支持如下观点：由许多物种共享的人格特质具有生物学机制。


为什么要研究动物的行为方式？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人格差异反映了人类和非人类等物种应对生存和繁衍挑战的不同适应性进化。例如，如果你在酒吧呆上一两个晚上，你很快就会发现人类为吸引和留住伴侣而进化出来的方法不止一种。外向者可能会炫耀来吸引眼球，而宜人性高的人很可能表现情感与体贴（Buss，1996）。根据不同的环境，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有效吸引伴侣，确保成功繁衍。通过这种自然选择，那些在生存进化中被证明是成功的特质就会传递给后代。






你会如何评价这只蜜獾？它是对抗的还是宜人的？神经质还是情绪稳定的？研究发现即使是动物也似乎有人格。或许这应该称为“动物性格”？








外向者通过人际交往、高噪音和鲜艳的色彩等形式追求刺激。内向者往往喜欢柔和、安静的场合。小测试：妮琪·米娜（Nikki Minaj）是性格内向还是外向？





大脑中的特质




是什么神经差异解释了为什么外向者比内向者追求更多的刺激？


哪些神经生理机制会影响人格特质的发展？这方面的很多研究都集中在外向—内向维度之上。艾森克（1967）在他的人格模型里推测外向和内向可能源于皮层唤醒的个体差异。艾森克认为外向者追求刺激，是因为他们的网状结构（调节唤醒或警觉性的大脑系统一部分，见“神经科学和行为”那章）不容易激活。艾森克认为，为了获得更高的皮层兴奋和警觉性，外向者通过社会交往、聚会和其他活动获得精神兴奋性。与此相反，内向者可能更喜欢阅读或安静的活动，因为他们的皮层很容易激活，超过最佳的警觉性。

行为和生理研究普遍都支持艾森克的观点。当给内向者和外向者一系列不同强度的刺激时，内向者反应更加强烈，包括柠檬汁滴在舌头上时分泌更多的唾液，对电击或高分贝噪音的反应更负面（Bartol和Costello，1976；Stelmack，1990）。这种反应对注意力的集中会产生影响，外向者通常在那些嘈杂而高唤醒环境下的任务（如调酒或教学）中表现出色，而内向者在安静环境中的工作做得更好（如图书馆管理员或夜间保安员的工作；Geen，1984；Lieberman和Rosenthal，2001；Matthews和Gilliland，1999）。

在艾森克唤醒性观点的基础上，杰弗里·格雷（Jeffrey Gray，1970）提出，外向—内向和神经质维度反映了两个基本的大脑系统。行为激活系统（BAS），本质上是“进行（go）”系统，激活对奖赏预期的趋近反应。外向者具有高反应性的BAS，并会积极融入环境、寻求社会强化而“忙碌”着。行为抑制系统（BIS），是“停止（stop）”系统，抑制对惩罚刺激信号的行为反应。焦虑者有高反应性的BIS，关注负面结果，密切关注“停止”信号。因为这两个系统独立工作，有些人可能同时激活和抑制，表现为这两个特质之间的冲突不断。脑电（EEG）和脑功能成像（fMRI）研究表明，激活和抑制的个体差异体现为不同大脑系统的激活（DeYoung和Gray，2009）。最近的研究甚至表明，这些核心人格特质的个体差异可能与各特质关联脑区的体积大小有关。例如，神经质与威胁敏感性脑区的体积相关，宜人性与他人心理状态信息处理的脑区相关，尽责性与自我调节脑区相关，外向性与奖赏脑区相关（DeYoung等，2010）。对于大脑的结构和活动如何促进人格特质形成的研究还处于早期阶段，但标志着该领域的新兴方向。许多人认为，这对我们更好地了解每个人如何发展成独特的人大有帮助，并且前景广阔。

小结



▲ 特质理论尝试确定可以用于表征个体行为的人格维度。学者试图将人们的海量行为、思想和情感归纳为一些核心人格特质。





▲ 很多人格心理学家目前重点关注大五人格因素：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宜人性和神经质。





▲ 为了解决为什么特质会产生的问题，特质理论家往往从生物学视角出发，将人格视为很大程度上是遗传对大脑功能影响的结果。






心理动力学理论：意识之外的力量



弗洛伊德并不从描述个体差异的大理论去理解人格，而是从细节处解读人格：即仔细分析个体思想和行为上小缺陷所揭示的意义和洞察。在治疗那些没有躯体问题却又有症状的患者的过程中，他从解释他们日常错误和记忆差错（现在称为弗洛伊德式口误）的根源开始。

弗洛伊德使用术语精神分析来概括他的人格理论和治疗病人的方法。弗洛伊德的观点是原创的，是很多理论的基础。他认为人格对于个体是个谜，因为个体也无法知道自己内心最深处的动机。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在心理障碍的“治疗”那章中讨论）的理论被称为心理动力学理论
 ，即把
人格看作是由大部分在意识之外的需要、努力和欲望所形成的动机，这些动机可以导致情绪障碍。

 根据这个观点，真正驱动人格的是我们基本上没有觉察到的力量。

心理学家将这种结构称为动态无意识
 ，
即一种活跃的系统，包含人一生中隐藏的记忆，最深层的本能和欲望，以及试图控制这些力量的内部努力。

 无意识的力量被认为起源于早期经验及其内容。这些早期经验在人能够把想法和感受表达成文字之前就对大脑进行塑造，而且这些经验的内容主要是令人尴尬、难以启齿的，甚至令人恐惧的，是没有通过意识控制的。想象一下，你和父亲之间发生“暴力竞争”的感受（“我希望我能打他一顿”）或希望兄弟姐妹死亡的“愿望”（“如果我的废物妹妹从楼梯上摔下，那多好啊”）。哟，像这些冲动通常都是潜伏在无意识中，因为这种强大的力量太多了以至于意识无法承担。心理动力学家认为，这种冲动一直在思维中以觉察不到的斗争持续进行。


心理结构：本我、自我和超我


为了解释困扰病人的情绪问题，弗洛伊德提出人格是由本我、超我和自我这三个相互独立、相互制约而又相互冲突的系统组成。


本我
 是最基本的系统，人格的一部分，包含出生时就出现的驱力。这是我们生理需要、希望、欲望和冲动（尤其是性和攻击性驱力）的来源。本我按
快乐原则

 行事。快乐原则是驱动人们寻求对任何冲动即时满足的心理力量。如果由本我单独控制，你在餐厅等候用餐时将永远无法忍受饥饿而会去夺取邻桌别人的食物。

本我的对立面是超我，
 即反映文化规则内化的心理系统，主要是在父母行使家长权威的时候学会的。超我是由一套调节和控制我们的行为、思维和梦想的准则、内部标准和其他行为规范组成。它作为一种道德良知，在发现我们犯错误时惩罚我们（产生罪恶感或其他痛苦的感觉），在生活理想实现时奖励我们（自豪或沾沾自喜的感觉）。

根据精神分析理论，最后一个系统是自我，
 即人格的组成部分，通过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发展而来，使我们能够应对生活中的实际需求。自我根据现实原则
 行事，是使个体在现实世界中延迟即时需要的满足和有效行事的调节机制。这是本我和超我之间的调停人。自我帮助个体抵抗抢夺他人食物的冲动，寻找餐厅并付费。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本我、超我和自我的互动如何塑造人格？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三个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相对强度（即通常是哪个系统占主导地位）决定了一个人的基本人格结构。个体需要的本我力量，平息这些需要压力的超我力量和现实需求的自我力量一起产生了不断的内部冲突。他认为，本我、超我和自我之间的动力学很大程度上是由焦虑（anxiety
 ）掌控。焦虑是一种在不必要的想法或情感出现时的不舒服感受。例如，本我寻求满足时，而自我认为这会导致现实世界的危险或超我认为会招致惩罚。当自我接收到表现为焦虑形式的“报警信号”时，它就进入防御机制以消除焦虑。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自我会使用几种不同的
防御机制。防御机制是减少焦虑的无意识应对机制，这些焦虑来自于不可接受的冲动所产生的威胁

 （见表12.4）。心理动力学的心理学家认为，防御机制
 能够帮助我们克服焦虑和有效适应外部世界，并且防御模式成为我们应对外部世界的一种标志，是人格的要素。



表12.4 防御机制







性心理阶段和人格的发展


弗洛伊德提出，一个人的基本人格在6岁之前的一系列敏感时期或人生阶段形成，这个时期的经历会影响人一辈子。弗洛伊德称这段时期为性心理阶段
 。
这是独特的人生早期阶段，在儿童从不同的身体部位体验性快感和看护人对这些快乐的引导和干预中形成了人格。

 他认为，由于成人干预儿童的快感寻求，儿童体验到冲突。不同的身体部位或性敏感区在每个阶段主导儿童的主观体验（如在口唇期，快感集中在嘴上）。每个部位承载了儿童的本我和成人世界之间的冲突。

弗洛伊德认为，在任何性心理阶段遇到的问题和冲突都会影响成年后的人格。在特定阶段的剥夺或溺爱造成的冲突可能导致固着，
 即
个人的快感寻求心理停留在某个性心理阶段

 。弗洛伊德将某种人格特质描述为由不同性心理阶段的固着b派生而来。下面是他对每个阶段的解释和每个阶段固着的影响。

➢ 1岁半，婴儿处于口唇期
 。
这是第一个性心理阶段，快乐和挫折体验集中在嘴、吸吮和喂食上。

 缺少喂食或过度喂食的婴儿被认为其人格的重点是满足和空虚相关的问题以及能从别人那里获得什么的问题。

➢ 2—3岁之间，儿童进入肛门期
 。这是第二个性心理阶段，快乐和挫折体验集中在肛门、排泄和克制以及如厕训练上。协调这些冲突困难的人被认为性格死板并重视控制问题。

➢ 3—5岁，孩子进入性器期
 。这是第三个性心理阶段，快乐、冲突和挫折体验集中在生殖器和应对乱伦相关的爱恨、嫉妒等情感和冲突。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性器期的儿童会体验到俄狄浦斯冲突
 ，即对异性父母的冲突通常通过对同性父母的认同来解决的发展性体验。

➢ 轻松一点的阶段发生在5—13岁的潜伏期
 ，儿童不再需要应对性和攻击性内驱力。这是第四个性心理阶段，儿童的主要兴趣是智力、创造力、人际关系和运动技能的进一步发展。弗洛伊德认为人格发展的最重要方面发生在6岁之前，因此心理动力学派不再提及潜伏期的固着。不受早期阶段冲突的干扰而自然地进入潜伏期是人格健康发展的一个标志。

➢ 青春期及其以后是人格发展的第五个阶段，即生殖期
 ，也是最后一个阶段。生殖期中的个体将迎来成熟的人格，爱和工作的能力，以及通过互相满足和互相帮助建立人际关系的能力。弗洛伊德认为固着在前阶段的人无法形成健康的成人性取向以及适应良好的成人人格。


为什么批评者说弗洛伊德的性心理阶段是推测性解释多于证据性解释？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切？一方面，性心理阶段的精神分析理论提供了早期家庭关系和对儿童基本需要和愿望满足程度的有趣画面。另一方面，批评者认为心理动力学的解释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往往是带有争议性的事后解释，而不是可检验的预测。性心理阶段理论提供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故事”来解释已经过去的生活，但还没有产生得到研究支持的明确预测。

小结



▲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很大程度上是由无意识的力量形成的，由本我、超我和自我的相互作用塑造。





▲ 防御机制是用来减少不可接受冲动所产生的焦虑的方法。





▲ 弗洛伊德还认为，人的发展经过一系列性心理阶段，某个阶段的发展失败会导致固着，表现为相应的人格特质。






人本—存在主义理论：作为一种选择的人格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心理学家开始尝试用不同于特质理论的生物决定论和弗洛伊德童年经历的无意识驱力的观点来理解人格。这些新的人本—存在主义理论转而关注人类如何做出健康选择，认为人们的健康选择塑造了自己的人格。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强调对人性积极乐观的看法，突出人类固有的善良本性和个人成长的潜力。存在主义心理学家重视个体的责任，认为在死亡的现实问题和人生意义问题的超越过程中个体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人本—存在主义学派将这些见解加以融合，关注人格如何达到最优化。






几十年的研究表明，在贫困环境中成长通常也伴随着较差的教育、职业和健康。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必须努力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因此不具备自我实现的机会。




人类需要和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的含义是什么？


人本主义认为自我实现倾向
 是人格的重要因素。自我实现倾向反映了人实现自我内在潜能的动机。对知识的追求，表现自己的创造力，追求精神超脱和奉献社会的愿望都是自我实现的例子。正如你在“情绪与动机”那章中所看到的，著名的人本主义理论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1943）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类的基本需要是根据优先级渐进排序：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要必须首先满足，才有能力关注更高层次的心理需要。只有当这些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人们才可以追求更高的需要，最终完成自我实现：高品质生活、自我存在感和寻找生命意义的需要。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从环境促进或阻碍心理需要满足的各种方式来解释人格的个体差异。例如，如果一个人的精力和资源都用于满足安全、归属感和爱等基本需要，那么那些有潜力成为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父母或老师的人可能并不能发挥出这些天赋。研究表明，当生活目标与本性和真实能力不匹配时，人们的幸福感会低于那些生活和目标匹配的人（Ryan和Deci，2000）。

做你所能做的，这是最好的感觉。米哈里·契克森米哈（Mihaly Csikszentmihalyi，1990）发现，参与完全匹配自己能力的任务能够产生一种叫做心流（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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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精神状态（见图12.4）。难度低于能力的任务使人无聊，太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使人焦虑，“恰到好处”的任务产生心流体验。例如，如果你懂得如何弹钢琴，弹奏熟悉的肖邦前奏曲刚好和你的能力匹配，你很可能会体验到这种最佳状态。人们报告，在这些时间里的幸福感比任何其他时间都高。人本主义学者认为这种巅峰体验或心流状态，反映了个体潜能的实现，并代表了人格发展的高度。






图12.4 心流（flow）体验。





做稍稍挑战自己能力但又不挑战太大的事情，感觉会比较好。契克森米哈（1990）将这种无聊和焦虑之间的感受称为“心流体验”。




作为一种存在的人格


存在主义学者认同人本主义学者对人格特征的许多观点，但强调对更深层人性的挑战，而非成长环境的缺失。例如，罗洛·梅（Rollo May，1983）和维克多·弗兰克（Victor Frankl，2000）认为自我生存意识和选择行为的能力等具体化人性具有双刃剑的性质：它们带来了丰富多彩和尊严的人生，但也迫使我们面临死亡预期等难以面对的现实。存在主义理论
 
是认为个体在生命和死亡的现实背景下的不断选择和决策支配着人格的理论。




什么是存在焦虑，它是如何产生的？


根据存在主义的观点，我们在寻找生命意义和接受自由选择的责任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会引起一种存在主义学者所称的存在焦虑（angst）。人类可以思考无限的目标和行动，这种能力是令人振奋的，但它也带来了深层次的问题，例如：我为什么存在？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思考存在的意义也能唤起死亡必然性的意识。那么，我们每时每刻应该做什么？如果生命终归要结束，那么生存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生命如此短暂，是否还有更多的意义？存在主义理论家并不建议人们每一天时时刻刻考虑这些深层次的存在主义问题。人们通常追求表面的答案来帮助应对体验到的存在焦虑和恐惧，而非反复思考死亡和人生意义。他们构建的防御机制就成为自己的人格基础（Binswanger，1958；May，1983）。有些人的生活以物质财富获取为中心，有些人可能会沉浸在强迫性的网页浏览、视频游戏或看电视等药物或成瘾行为中以麻木应对存在的现实问题。

对存在主义学者来说，更健康的解决办法是正面面对问题，学会接受和容忍存在的痛苦。事实上，作为真正的人意味着要面对存在的现实，而不是否认或安慰性的幻想。这需要勇气来接受内在焦虑与对非存在的恐惧。通过发展与其他提供无条件正面关怀者的支持性关系，这种勇气可以巩固加强。此外，爱的关系可以帮助消除“存在焦虑”。

小结



▲ 人格的人本—存在主义理论脱胎于传统哲学，与特质理论与精神分析理论的大部分假设不一致。





▲ 人本主义认为，自我实现和发展独特人类潜能的内在努力引导着人格的发展。





▲ 存在主义强调人们面对生命意义和死亡必然性问题产生的存在焦虑和防御性反应。








社会认知理论：情境中的人格



作为一个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社会认知理论a从个体如何思考日常生活情境和相应的行为反应的角度来认识人格。通过融合社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和学习理论的观点，这种方法强调人对情境的体验和解释（Bandura，1986；Mischel和Shoda，1999；Ross和Nisbett，1991；Wegner和Gilbert，2000）。


社会认知学者认为人格产生于过去的经验还是当前环境？


社会认知学者认为当前情境和过去学习经验是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强调人们如何感知环境。人们会考虑行为的目标和后果以及在不同情境下如何达到目标（Lewin，1951）。社会认知理论着眼于人格和情境的互动如何影响行为、人格在情境表征构建中的作用以及人们的目标和预期如何影响情境反应。


人格的跨情境一致性


尽管社会认知心理学家将行为归因于个体的人格和情境，但情境的影响经常大于人格。例如，如果一个人在追悼会和酒会的行为完全一样，那必定是非常奇怪的。根据社会认知观点，强烈的情境作用几乎可以影响每个人；而传统人格心理学认为人格特征（特质、需要、无意识驱力等）使人们在不同的情境和时间内表现相同的行为方式。因此，社会认知心理学家的观点和传统人格心理学的基本假设并不一致。社会认知理论的核心社会认知理论（social-cognitive approach）从个体如何考虑日常生活的情境和相应的行为反应的角度认识人格的理论。是人格情境争论
 ，是个天生未解的难题：行为是更多地由人格还是情境因素决定。

这场争论正式开始于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1968）。他认为人格特质经常不能很好地预测个体的行为。米歇尔回顾了数十年来标准人格测验分数与实际行为的比较研究，检查了以“内向维度高分者是否确实比低分者花更多的时间独处？”等类似问题导向的研究证据。米歇尔给以往研究带来了一个破坏性的结论：特质和行为的平均相关只有0.30。这当然是比零相关（即没有关系）好点，但并不是很好。毕竟，完美的预测需要相关为1.0。

米歇尔还指出，了解一个人在某个情境下的行为对预测他在另一个情境中的行为并不是特别有用。例如，在哈特松和梅伊（Hugh Hartshorne和M.A.May，1928）的经典研究中，他们通过儿童在测试中作弊的意愿来评估儿童的诚实性，结果发现这种不诚实在不同情境中并不一致。欺骗情境评估的儿童诚实特质对于预测儿童在其他不同情境（如有机会偷钱的情境）是否会诚实几乎没有任何作用。米歇尔提出，测量的特质不能很好地预测行为，这是因为行为更多地由情境因素决定，情境因素的作用远大于人格理论家所愿意承认的。


人格抑或当前情境可以预测一个人的行为吗？


那么，是不是没有人格了呢？人们只是按情境要求行事吗？自从米歇尔的批评以来，人格情境争议激发了许多研究。事实证明，人格和情境信息对于准确预测行为都是必要的（Fleeson，2004；Mischel，2004）。有些情境尤其具有影响力，不管是什么人格，大多数人都有类似的行为（Cooper和Withey，2009）。在葬礼上，几乎所有人都看起来情绪低落；地震期间，几乎每个人都害怕颤抖。但在更为缓和的情境下，人格可以影响行为（Funder，2001）。哈特松和梅伊（1928）的研究表明，如果情境相似，儿童在当前测试中是否作弊实际上可以很好预测随后测试中的作弊行为。因而，人格一致性问题似乎转变成某种行为在何时何地会倾向于表现出来（见文化与社区专栏）。社会认知理论家认为这些人格一致性模式源自不同个体解释情境的方式和在该情境下所追求的目标。






考试作弊的学生是否比其他人更有可能偷糖果吃或欺骗他的祖母？社会认知研究表明，在某个情境下的行为不一定能预测其他不同情境下的行为。




个体建构



为什么并非每个人都喜欢小丑？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情境解释方式的差异？请想想，我们的人格概念往往是主观的。情境也同样可能是主观的。“你的宝，我的草。”很久以前，乔治·凯利（George Kelly，1955）就意识到这些视角差异可以用来理解个体的人格。他认为人们从不同的视角看世界，而这些不同的视角是由个体建构
 的应用而产生的。个体建构是人们给经验赋予意义时使用的认知结构。例如，不同个体对小丑有不同的个体建构：有人可能认为是一种乐趣，有人认为是个悲剧人物，而有人却觉得令人恐惧而不惜一切代价避开麦当劳小丑。


文化与社区 你的人格会随你说哪种语言而改变吗？




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人格往往会各不相同。举例来说，有研究发现美国人和墨西哥人的人格测试结果确实不同。美国人比墨西哥人更外向，宜人性和尽责性更高（Ramirez-Esparzaetal，2004）。这是为什么？作者指出，这可能是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的差异。个体主义文化（如美国）强调个人成就，而集体主义文化（如墨西哥）重视家庭和社群。作者指出了大五人格的一些特性刚好可以体现在这两种文化区分上。例如，成就是作为尽责性一部分测量的，自信是外向性的一部分，社交友好性是宜人性的一部分。





然而，有趣的是当学者让美国得克萨斯州、加州和墨西哥的双语者参加西班牙语和英语两种语言版本的测验时，双语者的英语版测试结果比西班牙语版显得更外向，宜人性和尽责性更高。作者认为这种差异是文化框架转换的结果，即二元或者多元文化的人们会调整自己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方式以使他们更紧密地符合当前社交群体的文化。重要的是这种变化是非常微妙的（更多的是上下波动地调整，而不是人格总体发生变化），但这也突出了人格研究要考虑文化和情境的重要性。






凯利通过询问人们一些问题来评估社会关系的个体建构：（1）列出生活中出现的人们；（2）考虑其中的三个人，找出相似的两个不同于第三个的地方；（3）重复其他的三人组合，从而生成用于朋友和家人的分类维度列表。例如，有的被试可能会关注人们（包括自己）懒惰或勤奋的程度，有的可能注意人们善于交际或不友好的程度。






这些人中是两个高一个矮吗？是两个不戴帽子一个带头巾吗？或者是两个女儿和一个妈妈吗？乔治·凯利认为我们用来区分生活中不同个体的个体建构是人格的基本要素。



凯利认为不同的个体建构（解释）是人格差异的关键。也就是说，不同的解释导致人们不同的行为。悠闲午餐后长时间的休息对你来说可能觉得懒散。但对于你的朋友来说，这个休息时间似乎是偶遇朋友的好机会，并且他会好奇为什么你总是选择在办公桌上吃午餐。人们对世界的体验和解释方式是不同的，社会认知理论依此来解释对情境的不同反应。


个人目标和预期


社会认知理论也认识到个体对情境的独特视角会在他或她有意识的个人目标中反映出来。事实上，人们通常可以告诉你他们的目标：寻找周末约会、心理变得更健康、构建自我实现的职业生涯，或者只是把薯条袋子打开。这些目标通常反映了合乎个体当前情境的任务，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则是符合个体角色及其所处的人生阶段（Cantor，1990；Klinger，1990；Little，1983；Vallacher和Wegner，1985）。例如，青少年的共同目标包括受人欢迎、独立于父母和家庭、进入好大学。成年人的共同目标包括有意义的职业生涯发展、找到伴侣、确保经济稳定和成家。

在某种程度上，人们通过结果预期
 将目标转变成行为。结果预期是对未来行为可能后果的个体假设。正如实验室老鼠学会按压操纵杆获得食丸一样，我们也学会“如果我对别人好，别人也会对我好”，“如果我让别人‘拉我的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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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放屁）’，别人就会远离我”。因此，我们学会那些预期结果能够接近目标的行为。结果预期可以通过直接经验（不管是苦是甜）习得，也可以通过仅仅观察别人的行动和后果来习得。

结果预期与个人目标结合一起形成个体独特的行为风格。如果个体以交朋友为目标并预期善良会产生温暖的回报，那么他的行为很可能和那些以获得名声为目标和相信“无耻的自我推销是成名之路”的个体大不一样。显然，我们并不期望从生活中获得相同的收获。我们的人格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追求的目标和我们对追求目标的最好方式的预期。


内部控制源的优势是什么？


人们对达到目标的一般预期不尽相同。有些人似乎认为他们能够完全控制生活中发生的一切，而有些人却觉得个人的奖赏和惩罚由外界决定而与他们自身的行为无关。朱利安·罗特（Julian Rotter，1966）开发了控制源
 问卷（见表12.5），用来测量每个人的控制源特质，即人们认为奖励由自我内部控制还是外部环境控制的倾向。那些相信他们控制自己命运的人是内部控制源，而那些认为结果是由运气随机决定或由他人控制的人则是外部控制源。这些信念会反映到情绪和行为上的个体差异上。例如，内部控制源的人往往比外部控制源的人更不容易焦虑、更有成就、能够更好地应对压力（Lefcourt，1982）。如果要了解你在这个特质维度上的位置，请选择表12.5中控制源量表中每道样题的一个选项。



表12.5 罗特控制源量表








资料来源：罗特，1966。





答案：反映内部控制源的选项为1b，2b，3a和4a。



小结



▲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人格由情境中的个体行为产生。根据凯利的个体建构理论，情境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





▲ 根据社会认知人格理论家，同一个人在不同情境的行为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在类似的情境下应表现出行为一致性。





▲ 人们通过结果预期将目标转变成行为。结果预期是对未来行为可能后果的个体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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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手指”指“某人要放个屁”的美式调侃俚语。一些美国人如果要放屁了，为了提醒自己亲近的人，就打趣地说“拉我的手指”，调侃说“屁是别人帮忙拉出来的”。——译者注





自我：镜子里的人格



想象你明天早上醒来，强迫自己进浴室照镜子，但却不认识镜子里那张看着自己的脸。这是神经学家托德·范伯格（Todd Feinberg，2001）研究的一个病人所遇到的问题。该病人为女性，结婚30年，是两个未成年子女的母亲。有一天开始她觉得镜子里的自己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人。她对镜子里的人说话并较劲。如果没有任何反应，她就试图攻击它，就好像它是一个入侵者。她的丈夫为这个怪异的行为所震惊，带她去找神经学家。神经学家逐渐说服她镜像实际上是她自己。

我们大多数人都很熟悉镜子里那张看着自己的脸。我们在18个月时就已经发展出认识镜像自我的能力（见“意识”那章的讨论），这是在镜子面前长大的我们和黑猩猩以及其他类人猿的共有技能。镜像自我识别反映了我们惊人的反省性思维能力，以及注意自己思想、情感和行为的能力，使我们能够构建自己人格的信念。人类有丰富而详细的自我认识，不像一头牛永远不会知道它自己缺少幽默感，也不像一只猫永远不会知道它自己非常友好。

不可否认，并非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并不了解我们自己的人格。事实上，有时候别人可能比我们还了解我们自己（Vazire和Mehl，2008）。但我们确实有足够的自我认识来可靠地完成人格量表测试以报告我们的特质和行为。这些观察是以我们如何认识自己（自我概念）和对自己的评价（自尊）为基础的。自我概念和自尊是人格至关重要的方面，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揭示了人们如何看待自己的人格，而且因为它们能够引导人们思考别人如何看待他们。


自我概念


威廉·詹姆斯（1890）在他著名的心理学教科书里提出了一个自我理论，指出自我的两个方面：主我和客我。主我是思考、体验世界和做出行为的自我，是作为意识主体的自我。客我是作为世界客体的自我，是作为被认识者的自我。主我非常像意识，是所有经验的主体（见“意识”那章），但客我并不神秘，只是一种人的概念。

如果要描述你的客我，你可能会提到你的身体属性（男性或女性，高或矮，肤色深或浅），你的活动（听嘻哈、另类摇滚、爵士、或古典音乐），你的人格特质（外向的、内向的、宜人的或独立的），或者你的社会角色（学生、儿子或女儿、徒步俱乐部成员、小丑舞者）。这些特征构成了自我概念
 ，即
一个人对他或她自己的行为、特质和其他个人特点的外显知识。

 自我概念是由社会经验发展而来的结构化知识，对一个人的毕生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



自我概念的组织



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纪念空间，如某个抽屉或盒子，用来留存作为客我的所有人生记忆，包括相片、年鉴、卡片和信件等所有感情纪念品，或许也包括废弃的旧安全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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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你有时想整理这些记忆，但却从来没有抽出时间来。幸运的是，存储在自传体记忆中的自我认识似乎自然地用两种方式组织起来：作为生活事件的叙事和特质描述（类似“记忆”那章中讨论的情节记忆和语义记忆）。


你自己的人生故事即你的自我叙事是什么？


作为自我概念形式之一的自我叙事（介绍自己的故事）可以简短也可以很长。你的人生故事可以从你的出生和成长经历开始，描述一系列的关键时刻，然后以你现在的情况作为结束。你可以选择特定的事件和经验、生活目标和人生任务，以及曾经影响过你的地点和人物记忆。自我叙事将你的人生高潮和低谷组织成一个以你为主角的故事，并将故事整合进你的自我概念中（McAdams，1993；McLean，2008）。心理动力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人们的自我叙事反映了他们对核心动机和生存方式的梦想和思考。

自我概念也可以通过人格特质这种更抽象的方式来组织。正如你可以从属性来判断物体（这个苹果是绿色的吗？），你能够从任意特质维度来评价自己，如你是不是体贴、聪明、懒惰、积极或不成熟的？而且，这样做相当可靠，在多个不同场合都是相同的评价。黑兹尔·马库斯（Hazel Markus，1977）观察到每个人都会发现某些独特的人格特质对于自我概念化尤其重要。例如，有的人可能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有的人可能不会在意她的独立性水平，而是强调她的风格。马库斯将人们用来自我概念化的特质称为自我图式，强调将自我信息整合为统一的图式。马库斯要求被试根据自己是否有某种特质来按键反应，结果发现被试对自我图式的判断反应时比其他特质快。自我概念的某些方面似乎具有自动化的特点，使我们能很快判断我们是谁和我们不是谁。

研究还表明，人们用来自我评价的特质通常都扎根在记忆中。当人们自我评价某种特质时，随后的特质回忆成绩比评价别人同一特质时更好（Rogers，Kuiper和Kirker，1977）。例如，无论你的答案是什么，回答诸如“你慷慨吗？”的问题可能会提高你对慷慨特质的记忆。在记忆的自我相关性效应研究中，学者使用脑成像技术发现，特质相关自我概念的简单评价伴随着内侧前额叶（medial prefrontal cortex，mPFC）的激活（Kelley等，2002）。然而，这个脑区激活在人们评价自己时激活比评价别人时更强（见图12.5，Kelley等，2002）。而且，这种更强激活是与对评价特质更好的记忆相关联的（Macrae等，2004）。研究尚未完全确定哪些脑区参与自我信息的处理（Morin，2002），但确实表明自我评价过程中特质的记忆在MPFC激活时得到增强。






图12.5 大脑中的自我概念。





fMRI扫描发现与评价别人时相比，人们评价自己是否有某种特质时激活了内侧前额叶（medial prefrontal cortex，mPFC，红色和黄色区域）（来源：Kelley等，2002）。（见插页）




为什么特质并不总是反映行为的知识？


如何比较自我描述的行为与特质相关的自我概念？这两种自我概念化的方法并不总是完全匹配。例如，你可能认为自己是诚实的人，但你是否还记得你曾经拿走了父母梳妆台上的零钱却没有放回去？我们用来描述自己的特质总是高度概括的，但并非每一件事情都符合这些特质。事实上研究表明，我们对行为和特质的知识在记忆存储中并非完全整合（Kihlstrom，Beer和Klein，2002）。例如，失忆症患者的行为记忆可能会丢失，但特质相关的自我概念却保持稳定（Klein，2004）。尽管可能不记得当时的具体行为，但人们却可以有很强烈的“我是谁”的感觉。



自我概念的成因及其影响



自我概念如何产生，又如何影响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每天都会了解一些你自己的信息。尽管我们可以在私下内省时获得关于自我的知识，但我们更多地是在与他人交往中触及自我概念。特别是幼儿会收到很多父母、老师、兄弟姐妹和朋友对自己特征的反馈。这有助于他们了解他们是谁。如果没有别人的分享反馈，即使是成年人也会发现认为自己是“善良的”或“聪明的”是很困难的事情。因此，自我感觉主要是在人际关系中发展和维持的。

然而在人的一生中，我们对于他人评价的记忆会越来越少。社会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934）观察到，人们所说关于我们的事情在积累一段时间后会变成一种“概化他人”的共识。我们通常会接受并坚持这种概化自我观。因此，别人说你混蛋可能会暂时让你心烦，但是你会恢复到安全的认同感：你真的不是一个混蛋。如果别人试图告诉我们“冰箱是内裤”，我们可能强烈地反驳。同样，我们很可能会保卫我们的自我概念，反对任何偏离自我概念的他人观点。


自我概念如何影响行为？


自我概念是很稳定的。因此，自我概念的一个主要作用是促进行为的跨情境一致性（Lecky，1945）。正如存在主义学者所强调的，人们从“我是谁”的认识中获得安慰性的熟悉感和稳定感。我们倾向于进行威廉·斯旺（William Swann，1983，2012）所说的自我证实
 ，即
寻找证据证实自我概念的倾向。

 如果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和自我评价大相径庭，我们会觉得不安。在一项研究中，斯旺（Swann，1983）给那些自认为柔顺的人反馈说他们似乎非常强势。结果发现，这些人并不接受这种矛盾的信息，行为反而变得极为顺从。我们倾向于把自我概念投射到外部世界，保持人格的连贯性。这种自我反省的能力使人格能够自我维持稳定。


自尊


当你想到你自己时，你感觉良好吗？觉得自己有价值吗？你喜欢自己，还是感觉不好，有自我批评的消极想法？自尊
 是
个体在多大程度上喜欢、看重并认可接纳自我的结果。

 大量研究考察了高自尊和低自尊的差异。研究者在研究自尊时通常要求被试填写自尊问卷，如表12.6所示（Rosenberg，1965）。这种被广泛使用的自尊测量问卷要求人们根据每个描述评价自己。强烈认同积极描述而强烈不认同消极描述的人被认为具有很强的自尊心。

一些人格心理学家认为，自尊几乎决定了个体生活中的一切（从犯罪和暴力活动倾向到职业上的成功）。然而，累积的证据表明高自尊的优势并不那么突出和包罗万象，但仍然意义重大。一般来说，与低自尊者相比，那些高自尊者通常生活更快乐更健康，能更好地应对压力，更可能坚持面对困难。相比之下，低自尊者更有可能从别人的模糊反馈中体验到拒绝，更容易出现饮食障碍（Baumeister等，2003）。这种人格特质是如何发展的？为什么每个人（不管自尊高低）都想要高自尊？



自尊的来源



一些心理学家主张高自尊主要来自于重要他人的认可和看重（Brown，1993）。另一些心理学家强调具体的自我评价的影响：如外貌、运动或学业等领域的价值或能力评价。



表12.6 罗森伯格自尊量表








来源：Rosenberg，1965





评分标准：在1，3，4，7，10题中，SA、A、D、SD的分值分别为3分、2分、1分，0分；在2，5，6，8，9题中，SA、A、D、SD的分值分别为0分、1分、2分、3分。总分越高，自尊越高。




和别人的比较如何影响自尊？


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们选择与谁进行比较。例如，詹姆斯（James，1890）指出，一个世界第二的成功运动员理应感到很自豪，但如果比较的标准是世界第一，他可能并不自豪。事实上，1992年奥运会的颁奖仪式上银牌获得者看起来比铜牌获得者还不快乐（Medvec，Madey和Gilovich，1995）。如果现实自我未能达到理想自我，人们往往感到悲伤或沮丧，如果意识到现实自我与责任自我不一致，人们可能会感到焦虑或不安（Higgins，1987）。

对反馈的无意识看法也会影响我们的自我价值感。在一项研究中，学者测查了年轻的天主教女大学生的自尊，研究权威人物的反对对自尊的影响。这些大学生读了《柯梦波丹》（Cosmopolitan
 ）杂志上一篇描述女人性梦（PG-1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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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文章，并“看了”表现出不赞同表情的教皇或陌生人照片。这些照片是阈下呈现的。也就是说，在这短暂的一闪而过中，被试不会意识到她见到这些照片。在随后的自我评价中，教皇照片组比陌生人照片组表现出明显的自尊下降：她们认为自己能力较差，更焦虑，更不道德。用学者的话说，无意识出现在脑海中的权威人物可以影响到自尊（Baldwin，Carrel和Lopez，1989，第435页）。






这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10米跳台颁奖仪式上的银牌得主中国邱波、金牌得主美国大卫·布迪亚（David Boudia）和铜牌得主英国汤姆·戴利（Tom Daley）。请注意比较邱波与金牌和铜牌得主的脸上表情。



自我概念中哪种领域最重要也会影响自尊。例如，有的人的自我价值可能完全取决于她在学校的表现有多好，而另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可能基于她的外表吸引力（Crocker和Wolfe，2001；Pelham，1985）。某个人的自尊可能会因考了好成绩而大大增强，但如果别人称赞她的新发型，自尊却很少提高。对于另一个人来说，这种效应可能会完全相反。



自尊的需要



自尊有多重要？为什么人们想积极地看待自己而避免消极地看待自己？自尊效益的主要理论强调地位、归属感和安全感。


自尊在进化中是怎么起作用的？


自我感觉良好是因为它反映了我们的社会优势和地位吗？高自尊者似乎带有类似于其他社会动物的高地位姿态。例如，占统治地位的雄性大猩猩显得自信和舒适，不焦虑或不退缩。人类的高自尊也许反映了社会地位高，或者这个人值得尊敬。这种认知自然触发了情感反应（Barkow，1980；Maslow，1937）。

自尊的需要可能产生于归属或关系的基本需要吗？进化理论认为，早期那些能够生存并传递基因的人类是能够与他人保持良好关系的人，而不是被驱逐而自立生活的人。显然，有组织归属是具有适应价值的，表明你是否被认可接纳。因此，自尊可能是一种“社会标尺”，反映了个体在任何时候感到被人接纳的一种内在指标（Leary和Baumeister，2000）。根据进化理论，我们追求更高的自尊是因为我们已经找到家庭、工作群体和文化的归属感，更高的自尊表明我们被认可接纳。






英美电视真人秀节目：幸存者、单身汉和老大哥（Survivor，The Bachelor，Big Brother）。为什么现在这么流行“群体中的生存斗争”之类的真人秀节目？是因为节目演绎了进化的归属需要吗？（或者人们只是喜欢看别人被踢出俱乐部？）（见插页）



自尊是一种安全感，这种观点与人格的人本主义理论和心理动力学理论相一致。死亡提醒（mortality salience）的研究（见“情绪与动机”那章的讨论）认为，消极自尊中痛苦的来源从根本上说是死亡恐惧（Solomon，Greenberg和Pyszczynski，1991）。根据这个观点，人类觉得预期自己死亡会引发焦虑（事实上是恐惧）。因此他们试图通过专心于有意义有价值的活动（如赚钱或打扮得更有吸引力）来抵御这种意识。自尊的需要可能根源于发现自我价值来摆脱死亡认知焦虑的需要。我们的自尊越高，我们对“总有一天我们将不在”的焦虑越少。

不管是什么原因使低自尊感觉糟糕和高自尊感觉良好，人们通常有积极看待自己的动机。事实上，为了让自己自我感觉良好，我们处理信息经常带有某种自利偏差（又称自我服务偏见）。自利偏差
 研究表明，
人们倾向于把成功归因于自己，但淡化自己对失败的责任。

 你可能也注意到你也有这种倾向，特别是在你的考试获得好成绩（如：我很努力，我擅长这门课）或成绩不好时（考题太难了，老师不公平）。

总的来说，大多数人通过自利偏差来满足高自尊需要和维持适当的积极自我观（Miller和Ross，1975；Shepperd，Malone和Sweeny，2008）。事实上，如果要求人们评价自己的一系列特质，他们往往认为自己在大多数领域都比普通人更好（Alicke等，1995）。例如，90%的司机描述他们的驾驶技术比一般人好，86%的工人认为他们的工作表现高于平均水平。即使是大学教授，也有94%的人觉得他们的教学能力与其他教授相比是高于平均水平的（Cross，1977）。这类简单的自我评价不可能是准确的，因为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一群人的平均只能是平均值，不会超过平均值！然而，这种特别的误差是具有适应价值的。不通过自利偏差来提高自尊的人往往更容易患上抑郁症、焦虑症和其他相关的健康问题（Taylor和Brown，1988）。


自利偏差和抑郁有什么关系？


另一方面，一些人的积极自尊走到了极致。不幸的是，把自己看得比普通人更好的方式（自恋
 特质，即夸大的自我观与寻求他人赞赏并利用他人的倾向的结合体）也会带来一些代价。事实上，自恋在极端情况下是一种人格障碍（见“心理障碍”那章）。研究已经表明了过于膨胀的自我观的弊端，其中大部分产生于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夸大自我观的需要。例如，当高度自恋的青少年解释应该感到羞愧的任务表现时，他们的攻击性增加，表现为在实验室游戏中愿意提供高分贝爆炸噪音来惩罚对手（Thomaes等，2008）。



内隐的自我中心



你最喜欢什么字母？大约30%的人的回答恰好是他们名字的第一个字母。这种选择是不是说明一些人高度评价自己，以至在看似无关的主题判断中也以自我相关性的大小作为判断依据？

研究者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发现了这种姓名字母效应（Nuttin，1985），但最近有学者发现这种偏好的自我中心偏差具有普遍性。布雷特·佩勒姆（Brett Pelham）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了微妙但又系统的自我中心偏差，包括人们对居住的城市、街道、甚至职业的选择（Pelham，Mirenberg和Jones，2002）。例如，学者调查了很多迁移到美国南部几个州的人。他们发现名叫乔治（George）的人比其他人更可能搬到乔治亚州（Georgia）。弗洛伦斯（Florences）与佛罗里达（Florida），肯尼斯（Kenneths）与肯塔基州（Kentucky），路易斯（Louises）与路易斯安那州（Louisiana）也都是如此。你可以猜到“弗吉尼亚（Virginia）”们会倾向于迁到哪里。姓斯特里特（Street）的人似乎偏好选择以“街（street）”为结尾的地址，而莱恩们（Lanes）喜欢“巷（lanes）”。名字效应似乎也影响职业：与其他职业相比，名叫丹尼斯（Dennis）和丹妮丝（Denise）的人更多选择牙科（dentistry），劳拉斯（Lauras）和劳伦斯（Lawrences）更多选择法律（law）。虽然这种偏差很小，但是他们在许多假设的检验中都发现是一致的。






如果你想用字母灯点亮房间，你的第一选择是不是你名字的首字母？




人们对居住的城市和职业的选择会部分受到自己名字的影响吗？


这些偏差被称为内隐自我中心的表达，因为人们通常不会意识到他们受自己名字的影响（Pelham，Carvallo和Jones，2005）。当巴菲（Buffy）迁移到布法罗（Buffalo）时，她不可能想到她这样做是因为这和她的名字相匹配。然而，在某种方式上表现这种自我中心偏差的人在其他方式上也倾向于表现出来。强烈偏好自己名字字母的人也很可能会选择他们的出生日期作为他们最喜欢的数字（Koole，Dijksterhuis和van Knippenberg，2001）。那些喜欢自己名字字母的人也被发现在人格特质上积极评价自己，尤其是在要求快速反应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那些偏好自己名字字母的人做出的快速判断会偏积极，表明他们的自我欣赏是一种下意识的自动反应。

当然，某种程度的自我中心可能是对我们有利的。有些人讨厌自己名字或自我的快速判断是“我一文不值”，遇到这样的人是令人悲伤的。然而，在另一个意义上，内隐自我中心所产生的微妙错误是很有趣的：我们在生活中要做什么和要去哪里的偏差判断只是因为我们恰好有某个名字。是的，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偏差。但是本书作者可能会问：我们在选择同事时没有受这种偏差影响吧？我们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伙伴吗？本书的前三个作者（丹，丹和丹）认为他们通过增加了一个名字不是丹的作者打破了上述偏差。但是，在马特（Matt）成为本书作者后不久，他决定与子女马修（Matthew）和玛雅（Maya）一起搬家到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

自我是人们了解并能够报告的人格的一部分。本章提到的一些人格测量（如自陈量表）实际上和自我概念的测量没有什么差别。这些测量方法都依赖于人们对自己行为和特质的认知和记忆。但人格远比这些测量深刻。心理动力学理论揭示的无意识力量为行为和心理障碍的根源提供了图式，无法通过自我报告检测。人本—存在主义理论提醒我们需要面对的深层焦虑和在理解塑造自我观的所有力量时面对的困难。最后，社会认知理论强调人格如何塑造我们对社会生活的认知，使自我成为研究的中心主题。毕竟，自我是每个人的社会世界的中心。

小结



▲ 自我概念是个体对自我的知识，包括具体生活事件的自我叙事和更抽象的特质或自我图式。





▲ 人们的自我概念通过社会反馈发展而来，人们经常采取行动通过自我证实的过程试图证实自我观。





▲ 自尊是一个人的自我评价，来源于他人对自己的认可接纳以及我们如何通过比较来评价自己。解释为什么我们寻求积极自尊的理论认为，我们通过这样的过程来实现地位、归属感的认知和死亡焦虑的防范。





▲ 人们通过自利偏差和内隐的自我中心争取形成积极的自我观。




其他声音 人格研究是不是需要更多的“人格”？




如本章所述，一些人格的旧观点（比如心理动力学理论和人本—存在主义理论等小节所描述的）很有趣但缺乏证据，所以在当今并没有广泛的研究。相反，当今人格研究的目标是理解哪些人格特质通过哪个基因遗传，以及大五人格与大脑结构和功能的映射关系。旧观点缺乏证据，但人格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是否缺少了点什么吗？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似乎是这样认为的。





在20世纪，精神分析学家是重要的人物。心灵（psyche）理论对于人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和自我有很大影响。有许多畅销书的作者都围绕着这一主题。这不仅包括弗洛伊德和荣格，也包括埃里克·埃里克森（Erick Erikson），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Frankl）和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当今我们更关注认知和大脑。多年来，研究的重点从灵魂转移到人格再到决策，关注的焦点从救赎转变为心理安全感再到成功。





就精神疾病的治疗而言，我想我很高兴我们已经做出了这种转变。我对药物和认知治疗比对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分析更有信心。但是，有得必有失。与精神分析时期相比，我们更不善于谈论人格和神经症。





……例如，在21世纪中期，凯伦·霍妮（Karen Horney）提出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人格理论。和人格理论的许多作者一样，她在欧洲长大，二战前移民到美国。相比于当时的大多数男性学者，霍妮认为人由焦虑和安全需要驱动。她认为，严重失调的人往往采取三种反应方式中的一种。





有些人通过采取行动反对他人来应对他们的“伤口”。这种敌对型的人通过征服和超越别人来建立安全感。他们否认自己的弱点，很少受自我怀疑困扰，害怕依赖和无助。他们把孩子和配偶作为工具为自己赢得声誉。





另一些人通过趋向他人来应对焦虑。这些依从型的人试图通过服从来赢得人们的感情。他们避免冲突，关注人际关系，没有主见，相信人性本善，即使有些人曾经很残忍。





还有另一些人远离他人。这些分离型的人试图孤立自己，对生活采取旁观者的态度。正如库珀（Terry D.Cooper）在他的书《罪恶、傲慢和自我接纳》（

 

Sin，Pride and Self-Acceptance


 
）中总结的分类一样，“为了保证安宁，必须远离人际关系‘战场’中经常发生的威胁。”……





敌对型的人相信，如果他赢得人生的‘战役’，就没有什么能伤害他。依从型的人相信，如果他回避私利并顺从他人的愿望，那么外界也会善待他。分离型的人相信，如果他不向外界要求什么，外界也不会要求他什么。显然，这些都是理想中的概念分类。许多20世纪中期提出的人格类型也添加进来：内部导向，外部导向，组织人（Organization Man），肛门期驻留，自恋狂，局外人。





解释这些理论的书都是好坏参半的书。好坏参半的书（从奥威尔（Orwell）短语派生出来的类别）以偏概全，把人们“团”成大组。有时这些说法并不合乎情理，但仍然发人深省，有所助益。这些分类可以方便我们理解周围的人，看看这些类别是否合适，更准确地思考哪里不合适。





现在霍妮这些人几乎被遗忘。因此，我们可能显得有点贫乏，不再善于分析人格。我们可能很少有分析人格的机会……





大卫·布鲁克斯对吗？像弗洛伊德、马斯洛、弗兰克等人的人格理论是种包罗万象的总体理论，试图在一个理论中解释人们的所有行为方式。但当今的人格研究已经转变为对人格结构的分解，试图理解先天与后天因素如何产生这些核心特质。我们对人格的理解真的变得更差了吗？总的来说，有趣的理论有一些有趣的人格假设，但没有数据来支持是否正确。那么，是否只是因为一个更有趣的故事就要保留这些理论？如果你正在阅读这本书，你代表了心理学的未来。我们应该怎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测量人格？未来最重要的步骤是什么？





选自《纽约时报》，2012年10月12日。



本章回顾


关键概念小测试


1.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格是指_____。

a.个体行为、思维和情感的特有风格

b.表现为心理的生理素质

c.塑造个体当前行为的过去事件

d.人们应对文化规范所做出的选择

2.评估人格的投射技术包括_____。

a.个人问卷

b.自我报告

c.对模棱两可刺激的反应

d.精算统计方法

3.以某种一致性的行为方式为特征的相对稳定的倾向是_____。

a.动机

b.目标

c.特质

d.反射

4.下列哪个不是大五人格因素之一？

a.尽责性

b.宜人性

c.神经质

d.条理性

5.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生物因素对人格的重要性，最能体现这些证据的研究是_____。

a.养育风格

b.分开养育的同卵双生子

c.脑损伤

d.因素分析

6.弗洛伊德的心理理论中哪个系统会迫使在饥饿时一进入餐厅就夺取别人盘子里的食物？

a.本我

b.现实原则

c.自我

d.快乐原则

7.你在考试失利后逃课，说你和教授不对眼。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你使用了哪种防御机制？

a.倒退关键概念小测试

b.合理化

c.投射

d.反向作用

8.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太关注财产、金钱、顺从和反抗问题并担忧整洁与混乱问题的人是固着在哪个性心理阶段？

a.口唇期

b.肛门期

c.潜伏期

d.性器期

9.人本主义学者认为人格的目标是_____。

a.存在主义

b.自我实现

c.健康的成年性行为

d.升华

10.根据存在主义的观点，我们在寻求人生意义和接受自由选择的责任时所面临的困难会引发什么焦虑？

a.存在焦虑

b.流

c.自我实现的倾向

d.死亡提醒

11.下列哪个不是社会认知理论的重点吗？

a.人格和情境如何相互作用产生行为

b.人格如何帮助人们建构情境表征

c.人们的目标和预期影响他们对情境的反应

d.人们如何面对现实，而不是沉迷于安慰性幻想

12.根据社会认知学者的观点，_____是人们给经验赋予意义时使用的认知结构？

a.个体建构

b.结果预期

c.控制源

d.个人目标

13.我们如何认识自己称为_____；我们对待自己的态度称为_____。

a.自我叙事；自我证实

b.自我概念；自尊

c.自我概念；自我证实

d.自尊；自我概念

14.自尊效益的主要理论强调什么？

a.地位

b.归属感

c.安全感

d.上述所有选项

15.当人们把成功归因于自己，但淡化自己对失败的责任时，他们表现出_____。

a.自恋

b.内隐的自我中心

c.自利偏差

d.名字字母效应


关键术语


人格

自陈报告

明尼苏达多项人格量表（MMPI）

投射测验

罗夏墨迹测验

主题统觉测验

特质

大五人格

心理动力学理论

动态无意识

本我

超我

自我

防御机制

性心理阶段

固着

口唇期

肛门期

性器期

俄狄浦斯冲突

潜伏期

生殖期

自我实现倾向

存在主义理论

社会认知留念

人格情境争议

个体建构

结果预期

控制源

自我概念

自我证实

自尊

自利偏差

自恋


转变观念


1.总统候选人在电视直播上出现了弗洛伊德式口误，把他母亲描述为“小气（petty）”，他迅速纠正自己，说他想说的是“美丽（pretty）”。第二天，这段视频迅速蹿红。早间脱口秀节目讨论了候选人存在未解之恋母情结冲突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他固着在性器期，可能是一个相对多变的人，看重魅力、权力和权威（这可能是他为什么想当总统的原因）等问题。你的室友知道你正在做上心理学课程，因而询问你的看法：“仅仅因为无意中的一个词，我们真的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压抑，看出他可能爱上了自己的母亲吗？”你会怎么回答？弗洛伊德的人格观点被现代心理学家接受的范围有多广？

2.在阅读杂志时，你看到了一篇关于人格的天性与教养争议的文章。杂志描述了一些领养研究。在这些研究中，被领养的儿童彼此之间没有共同的基因，但在同一个家庭长大。研究发现，领养儿童彼此之间并不比陌生人更相像。这表明家庭环境和父母行为对人格的影响很微弱。你让朋友看了这篇文章，朋友却难以相信这个结果：“我总是认为如果父母不表达感情，那么会使孩子难以维持持久的关系。”你会如何向你的朋友解释天性、教养和人格之间的关系？

3.你的朋友找到了一个人格测试的在线网站。他做了测试，结果报告说他是一个“直觉”人格，而不是“感知”人格，喜欢着眼于大局而不是此时此地的体验。他说，“这能解释了很多东西，包括为什么我难以记住别人生日等细节信息，为什么我很难在最后期限前完成项目。”除了警告你朋友通过网络测验自我诊断的危险性外，你会告诉他哪些人格类型和行为关系方面的信息？人格测验分数预测实际行为有多准确？

4.你的朋友告诉你，她的男朋友对她不忠，所以她不会再和他约会，也不会和那些曾经不忠的人约会了。因为她觉得“一朝是骗子，永生是骗子”。她接着解释人格和品格是长时间保持稳定的，所以人们总是会做出相同的决定，重复同样的错误。我们所了解的人格和情境交互的内容，有哪些可能证实或否认她的话吗？


关键概念小测试答案


1.a；2.c；3.c；4.d；5.b；6.a；7.b；8.b；9.b；10.a；11.d；12.a；13.b；14.d；15.c.


需要更多帮助吗？更多的资源请参见LaunchPad网站：


http：//www.worthpublishers.com/launchpad/schacter3e


人格（personality）
 
个体行为、思维和情感所表现出的独特心理行为模式。




自陈报告（self-report）
 
个体通过问卷或访谈等方式提供对自己的思想、情感或行为的主观信息的方法。




明尼苏达多项人格量表（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MMPI）
 
一个得到广泛研究，用来评估人格和心理问题的临床问卷。




投射测验（projective tests）
 
专门设计的测验，通过分析对一套标准化两可刺激的反应来解读个体人格的内在特征。




罗夏墨迹测验（Rorschach Inkblot Test）
 
通过分析对一套无结构墨迹图的反应来解读被试内部思维和情感的投射技术。




主题统觉测验（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TAT）
 
通过分析被试针对两可图所编的故事来解读被试内部动机、关切和世界观的投射技术。




特质（trait）
 
相对稳定的倾向，表现为某种一贯的、特定的行为方式。




大五人格（Big Five）
 
五因素人格模型的特质：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宜人性和神经质。




心理动力学理论（psychodynamic approach）
 
把人格看作是由大部分在意识之外的需要、努力和欲望所形成的动机，这些动机可以导致情绪障碍。




动态无意识（dynamic unconscious）
 
一种活跃的系统，包含人一生中隐藏的记忆，最深层的本能和欲望，以及试图控制这些力量的内部努力。




本我（ID）
 
心理（mind）的一部分，包含出生时就出现的驱力，这是我们生理需要、希望、欲望和冲动（尤其是性和攻击性驱力）的来源。




超我（superego）
 
反映文化规则内化的心理系统，主要是在父母行使家长权威的时候学会的。




自我（ego）
 
人格的组成部分，通过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发展而来，使我们能够应对生活中的实际需求。




防御机制（defense mechanisms）
 
减少焦虑的无意识应对机制，这些焦虑来自不可接受的冲动产生的威胁。




性心理阶段（psychosexual stages）
 
独特的人生早期阶段，在儿童从不同的身体部位体验性快感和看护人对这些快乐的引导和干预中形成了人格。




固着（fixation）
 
个人的快感寻求心理停留在某个性心理阶段的现象。




口唇期（oral stage）
 
第一个性心理阶段，快乐和挫折体验集中在嘴、吸吮和喂食上。




肛门期（anal stage）
 
第二个性心理阶段，快乐和挫折体验集中在肛门、排泄和克制，如厕训练。




性器期（phallic stage）
 
第三个性心理阶段，快乐、冲突和挫折体验集中在生殖器和应对乱伦相关的爱恨、嫉妒等情感和冲突。




俄狄浦斯冲突（Oedipus conflict）
 
对异性父母的冲突通常通过认同同性父母来解决的发展性体验。




潜伏期（latency stage）
 
第四个性心理阶段，儿童的主要兴趣是智力、创造力、人际关系和运动技能的进一步发展。




生殖期（genital stage）
 
第五个性心理阶段，也是最后一个，是个体形成成熟的人格，爱和工作的能力，以及通过互相满足和互相帮助建立人际关系的能力的时期。




自我实现倾向（self-actualizing tendency）
 
反映人们实现自我内在潜能的动机。




存在主义理论（existential approach）
 
认为个体在生命和死亡的现实背景下的不断选择和决策支配着人格的理论。




社会认知理论（social-cognitive approach）
 
从个体如何考虑日常生活的情境和相应的行为反应的角度认识人格的理论。




人格情境争论（person-situation controversy）
 
行为是更多地由人格还是情境因素决定的问题。




个体建构（personal constructs）
 
人们给经验赋予意义时使用的认知结构。




结果预期（outcome expectancies）
 
对未来行为可能后果的个体假设。




控制源（locus of control）
 
人们认为奖励由自我内部控制还是外部环境控制的倾向。




自我概念（self-concept）
 
一个人对他或她自己的行为、特质和其他个人特点的外显知识。




自我证实（self-verification）
 
寻找证据证实自我概念的倾向。




自尊（self-esteem）
 
个体在多大程度上喜欢、看重并认可接纳自我的结果。




自利偏差（self-serving bias）
 
人们把成功归因于自己，但淡化自己对失败的责任的倾向。




自恋（narcissism）
 
一种特质，反映夸大的自我观与寻求他人赞赏并利用他人的倾向的结合体。







[1]

 安全毯是儿童时期的依恋物品，用来提供心理上的慰藉和安全感，尤其是在不同寻常的环境里。——译者注你




[2]

 PG-13，美国电影分级制度里的普通级，但不适于13岁以下儿童；表示可能包括不适合13岁以下儿童观看的内容，比如不算严重的暴力、裸体、性感、粗话等等。——译者注





第13章 社会心理学



特里（Terry）、罗伯特（Robert）和约翰（John）有着共同之处：他们都曾经遭受过折磨。特里是一名美国记者，当他在黎巴嫩工作时曾经被真主党游击队绑架过；罗伯特是一名半职业拳击手，当他在路易斯安娜生活的时候，曾经被逮捕并关进监狱；约翰曾经是一名海军飞行员，他在北越执行任务时曾经被击落并被敌方俘虏。三人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折磨，并都认为上述经历是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光。



约翰：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它比其他任何形式的虐待更为有效地削弱你的抵抗，摧毁你的意志。





罗伯特：这是一个噩梦。我从未见过人如此绝望过。犯人撞击监狱的大门，绝食并自残身体……它将人性中的专注和理智掠夺殆尽。





特里：我担心自己会丧失理智，会完全失去对自我的掌控。我希望我能够死去。我时常祈祷上帝能够以他高兴的任何方式来结束这一切。



上述三人所描述的残酷的折磨并非是电击或水刑，也不需要借助蜡烛、绳索或是锋利的剃刀。它是一项非常简单的技术，几千年以来一直被用来击垮人们的身体，摧毁人们的意志。它被称之为单独禁闭（solitary confinement）。约翰·麦凯恩在单人牢房里被关押了2年，特里·安德森被关押了7年，而罗伯特·金则被关押了长达29年。

一提起折磨，我们通常会想到通过剥夺人们赖以生存的事物来使人产生痛苦，例如，氧气、水、食物或是睡眠。然而，社会交往的需要对于人类来说同样非常重要。对于罪犯的研究表明，长时间的隔离会导致他们出现精神错乱的症状（Grassian，2006），即使隔离的时间不长，也会对人造成伤害。正常人被社会隔离后更容易变得抑郁，滋生疾病或过早死亡。事实上，社会隔离给你的健康所带来的损害等同于肥胖和吸烟（Cacioppo和Patrick，2008；House，Landis和Umberson，1988）



哪种动物在独处时会生病或发疯？是人类。

 人类是地球上最具有社会性的物种，人类的一切，从大脑结构到社会结构都受到这一事实的影响。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
 是
关于人类社会性起因和后果的研究。

 本章中，我们将首先研究
社会行为

 （人们如何与他人交往），探讨这些社会行为如何解决每一个生物所面临的问题；然后，我们将会研究
社会影响

 （social influence）（人们如何改变他人），探讨人类所具备的三个基本动机，这三个动机使得人们对他人的行为作出反应；最后，我们将研究
社会认知

 （social cognition）（人们如何看待对方），探讨人们如何使用信息来判断他人。




社会行为：与他人交往



蜈蚣没有社会性，蜗牛和棕熊同样如此。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动物都是独来独往，都偏爱独处。而我们人类为什么不是这样呢？

所有动物都必须生存和繁殖，族群是完成这两项重要目标的一个策略。当寻找食物或是抵御外敌时，牛群、羊群和鸟群经常能够完成个体无法完成的行为，这也是百万年以来众多物种发现族群很有用的原因。然而，在地球上成千上万的族群物种当中，仅有四个物种形成了超族群。这意味着它们构建了社会，大量的个体在社会中为了相互的利益进行分工和合作。这四个物种分别是膜翅目昆虫（例如，蚂蚁、蜜蜂和黄蜂），白蚁，裸鼹鼠以及人类（Haidt，2006）。然而，人类又区别于其他三个物种，因为我们并非依靠基因上的相关而构建了整个社会。事实上，有科学家认为我们所处社会的复杂性是自然赋予我们如此巨大大脑的主要原因（Sallet等，2011；Shultz和Dunbar，2010；Smith等，2010）。如果1万年前你将地球上所有的哺乳动物放在一个巨大的体重秤上，人类只占总重量的0.01%，但是今天人类能够占到98%。我们人类之所以成为生存和繁殖中的重量级冠军是因为完全社会化了，并且你即将会看到，人类绝大部分的社会行为围绕着两个基本目标所展开。






人类是地球上唯一一种构建了由不相关的个体所组成的大规模社会网络的生物。根据脸谱网（Facebook）的信息，嘎嘎小姐（Lady Gaga）的朋友多达6000万，在这6000万人里，几乎没有人和她有着共同的基因。




生存：对于资源的争夺


所有动物都面临着生存的问题。为了生存，动物必须寻找诸如食物、水和居所等资源。然而这些资源通常非常稀少，即使暂时充足，也会随着种群数量的增多而枯竭。对于动物来说，它们通常通过伤害敌手或帮助伙伴来解决资源稀少的问题。伤害（hurting）和帮助（helping）是一对反义词，人们通常认为两者之间几乎没有相同之处，但是正如你将会看到的，这两个不同的行为实际上是针对同一问题的两种解决方案（Hawley，2002）。



攻击



解决稀缺资源问题的最简单方法是占有这些资源、并将试图阻止你占有资源的任何人踢出局。攻击
 （aggression）是
以伤害他人为目的的行为

 （Anderson和Bushman，2002；Bushman和Huesmann，2010），它是地球上所有动物都会使用的策略。攻击与其说是动物用来获取自身利益的方式，不如说是它们用来得到资源的一种方法。挫折—攻击假设（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
 认为
动物攻击是因为它们的欲望受到了挫折

 （Dollard等，1939）。黑猩猩想要香蕉（
欲望

 ），但是鹈鹕想要将香蕉抢走（
挫折

 ），所以黑猩猩用拳头威胁鹈鹕（
攻击

 ）。抢劫犯想要钱，但是出纳员将所有钱锁在保险柜里（
挫折

 ），所以抢劫犯用枪威胁出纳员（
攻击

 ）。






图13.1 炎热和烦躁。





专业投手投技高超，所以当他们将棒球投掷到击球手身上时，可以肯定地说这绝不是一次意外。这张图表中的数据来自于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6万多场比赛。正如你所看到的，随着赛场温度的增高，队伍A中的投球手更有可能击打队伍B中的击球手，尤其是当队伍A中的击球手在之前的比赛中曾被队伍B中的投手击中时，上述情况更有可能发生。这表明队伍B中的投手在报复对方（Larrick等，2011）。



挫折攻击假设就其本身是正确的，但是很多科学家认为其对于攻击的解释还远远不够。有研究者认为攻击行为的原因来自于消极的情绪（
俗称心情不好

 ），欲望受挫仅仅是可能导致消极情绪的众多原因中的一个（Berkowitz，1990）。如果动物攻击是因为它们感觉不好，那么任何能够导致动物感觉不好的事情都应该增加它们的攻击行为。已有证据证明了上述假设。当给予实验室老鼠电击使其疼痛难忍时，老鼠会攻击笼子里的任何事物，包括其他动物，毛绒娃娃，甚至网球（Kruk等，2004）。当要求人们将双手放在冰水当中或者要求他们坐在非常热的房间里，在随后的实验中，这些人更有可能用噪音骚扰他人，更倾向于强迫别人吃辣椒（Anderson，1989；Anderson，Bushman和Groom，1997）。认为攻击是对消极情绪反应的观点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大量的攻击行为——从暴力犯罪到运动场上的斗殴——更有可能发生在炎热的日子里。当天气炎热时，人们会感到恼火和不舒服（见图13.1）。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每一种消极情绪都会引起攻击。例如，当人们感到厌恶时，他们实际上变得不太可能出现攻击行为（Pond等，2012）。

当然，并非每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攻击他人。那么，哪些人更可能出现攻击行为？原因又是什么呢？已有研究表明生物和文化因素在人们是否、以及何时会产生攻击行为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生物因素和攻击。

 如果你想知道哪些人更有可能表现出攻击行为，你可以问他们一个最为简单的问题：“你是男性还是女性？”（Wrangham和Peterson，1997）。诸如袭击、殴打以及谋杀等暴力犯罪的主体几乎无一例外是男性，尤其是年轻男性。有研究表明在美国90%的谋杀案和80%的暴力犯罪由男性实施（Strueber，Lueck和Roth，2006）。虽然大多数社会鼓励男性应比女性更具有攻击性，但是男性的攻击性并非仅仅是社会化的产物。研究表明攻击行为与一种被称为睾丸酮的荷尔蒙的存在有着高度相关，而男性的睾丸酮水平通常高于女性，年轻人通常高于老年人，暴力罪犯通常高于非暴力罪犯。






图13.2 我检测出了威胁。





注射了睾丸酮的被试需要当图片表情更具有威胁性时，才能将其检测出来（van Honk和Schutter，2007）。



睾丸酮并不直接导致攻击行为，而是使人们感到强大并相信自己有能力获得胜利（Eiseneger等，2010；Eisenegger，Haushofer和Fehr，2011）。睾丸酮水平高的雄性大猩猩会挺起胸脯并高昂起头（Muller和Wrangham，2004）。睾丸酮水平高的人行走更为坚定，更直接专注于与自己谈话的人，会以一种更为冒昧和自信的方式说话（Dabbs等，2001）。睾丸酮还会使人们对挑衅更为敏感（Ronay和Galinsky，2011），但对报复的信号更不敏感。在一项研究中，被试需要在屏幕上观看人脸图片，而同一张人脸的表情从中性到威胁性不断地变化，被试需要尽快地对威胁性的表情作出反应（见图13.2）。结果发现，在实验前注射了少量睾丸酮的被试辨认出威胁性表情的速度要低于其他被试（van Honk和Schutter，2007）。没有觉察到你批评的人正在变得越来越愤怒，这会导致争斗的产生。

引起男性争斗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挑战他的身份和地位。事实上，在所有的谋杀案中，有3/4是由于对于地位的竞争或是为了挽回面子（Daly和Wilson，1998）。与人们的常识不同，不切实际的高自尊的男性，而非低自尊的男性，更容易出现攻击行为。这是由于这类人特别容易将他人的行为视作对自己夸大的身份和地位的挑战（Baumeister，Smart和Boden，1996）。研究表明男性似乎对争夺女性注意的挑战尤为敏感（Ainsworth和Maner，2012）。


在何种环境下，女性会具有攻击性？


虽然女性也和男性一样具有攻击性，但她们的攻击行为更倾向于有预谋的，而非一时的冲动；更有可能是为了获得或保护已有资源，而非自己的地位。女性不太可能像男性一样在没有任何挑衅的时候就攻击他人，也不太可能造成对方身体上的伤害，但是女性在面临挑衅的时候同样会表现出攻击行为，并对对方心理造成伤害（Bettencourt和Miller，1996；Eagly和Steffen，1986）。事实上，女性的攻击可能比男性更具有社会危害性（Benenson等，2011），例如，对他人的排斥或传播恶意的谣言（Crick和Grotpeter，1995）。






男性攻击他人常常是因为地位受到挑战。2005年，安德森（Anderson，右图）在一家社交网站中辱骂罗素·塔瓦斯（Russell Tavares，左图）为“书呆子”。为此，塔瓦斯驾驶他的汽车，行使了1300英里，将安德森的拖车给烧毁了。“我原来不相信有人会愚蠢到因为网络上的一次冲突而试图将对方杀死。”安德森说道。罗素·塔瓦斯后来被判处了7年徒刑。





文化因素和攻击。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911，第272页）曾经写道：“我们的祖先将好斗的天性植入我们的骨髓当中，以至于几千年的和平并未将其泯灭。”詹姆斯的观点正确吗？虽然攻击行为的确是人类进化遗产的一部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不可避免。事实上，战争发生的频次和谋杀率仅在上个世纪就已大大降低了，正如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rinker，2007）所指出的：



我们已经变得越来越仁慈和温和。将残忍视为娱乐；沉迷于迷信以至于用人来祭祀；将奴隶视为节省劳动力的工具；将征服视为政府的使命；用种族灭绝来获得土地和房产；将折磨和致残视为常规的惩罚；仅仅因为行为不当和意见不合便以死刑作为惩罚；将暗杀作为政治继承的机制；将强奸作为战争的战利品；将大屠杀作为发泄的渠道；将杀人作为解决冲突的主要方式；上述种种行为在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是普遍存在的。然而，现如今，在西方社会这些行为几乎不复存在，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较之于以前也大大减少，它们即使出现也是很隐蔽的，而且一旦被暴露出来便会遭到普遍的谴责。




哪些证据表明文化能够影响攻击行为？







与北部各州出生的投手相比，南部各州出生的投手在比赛中故意用棒球击打对方击球手的可能性高出40%（Timmerman，2007）。



正如攻击行为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它同样也会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见图13.3）。例如，暴力犯罪在美国南部地区更为普遍，这里的父母从小就教育孩子当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和挑战时需要作出攻击性的回应（Brown，Osterman和Barnes，2009；Nisbett和Cohen，1996）。在一系列研究中，研究者分别侮辱了来自美国南部和北部地区的被试，结果发现，南部美国人睾丸酮的水平更可能大幅提升，他们感到自己的地位彻底受到了威胁（Cohen等1996）。在被试离开实验室，一名身材魁梧的男子径直向他们走来时，南方人在让行前仍然怒形于色，而北方人则只是让行而已。有意思的是，在控制实验中研究者不对被试进行侮辱，此时南方人比北方人更早地给他人让行，这意味着当未受到侮辱时，南方人比北方人更有礼貌！






图13.3 暴力的地理分布。





文化因素对暴力的影响很大。有趣的是，一个可以区分低暴力国家和高暴力国家的因素是“性别平等”（Caprioli，2003；Melander，2005）。一个国家中的女性得到越好的对待，其走向战争的可能性就越低。



时间和地理因素上的差异表明，文化能够决定我们与生俱来的攻击倾向是否最终会导致攻击行为（Leung和Cohen，2011）。这就是为什么有研究者认为观看暴力电视节目以及玩暴力电子游戏会使人们更具有攻击有性（Anderson等，2010）以及更少与他人合作
 （Sheese和Graziano，2005；Ferguson，2010）的原因。但是，文化同样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Fry，2012）。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场不同寻常的疾病杀死了某个部落中绝大多数攻击性最强的野生雄性狒狒，却未伤害攻击性不强的雄性狒狒。十年后，研究者发现一种新的“和平文化”在这些狒狒后代中出现了。新一代的雄性狒狒攻击性较低，更有可能从属于雌性，更能容忍级别低的雄性（Sapolsky和Share，2004）。如果狒狒都能学会好好相处，人类当然更加可以。






文化对于暴力的影响巨大。在有些国家，杀害生命司空见惯，男孩在很小的时候便开始玩模拟杀人的游戏。在印度，信仰耆那教的青少年整天头戴口罩，以免吸入昆虫和微生物从而伤害到它们。





合作



攻击行为是解决稀缺资源问题的一种方法，然而这并不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当个体开始合作时，每个个体通常比不合作时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合作是
两人或多人之间的互惠行为

 （Deutsch，1949；Pruitt，1998）。除了语言，火和电吉他，它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Axelrod，1984；Axelrod和Hamilton，1981；Nowak，2006）。每一条道路，每一座超市，每一台iPod和手机，每一曲芭蕾，每一台手术都是合作的结果，我们很难想出人类哪一项重要的成就与合作无关。



风险和信任。

 既然合作的好处如此之大，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时时刻刻与他人合作呢？原因在于合作虽然有好处，但也存在风险。一个被称为“
囚徒困境

 ”（The prisoner’s dilemma）的小游戏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假想一下，你和你的朋友非法入侵了银行的主机并将银行的几百万美金汇入了个人账户，你们因此被逮捕。现在你们被关在不同的房间里分开接受审讯。检察官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两人都坦白交代，你们将因盗窃重罪而被判10年刑；如果你们两人都拒绝坦白，你们将因为扰乱治安而被判刑1年。然而，如果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人坦白了，而另一人拒绝坦白，那么坦白的人将获得自由，而拒绝坦白的人将被判刑30年。你会怎么做？如果你仔细权衡图13.4中的归类，你会发现最为明智的结果是你和你的朋友选择合作。如果你信任你的朋友并拒绝坦白，而你的朋友也是如此，那么你们俩都会被轻判。然而如果你选择信任你的朋友而他却出卖了你，将会发生什么呢？你的朋友将会无罪释放，而你未来30年的人生将在监狱里度过。






图13.4 囚徒困境游戏。





该游戏说明了合作的成本和收益。玩家A和玩家B收益的大小取决于他们独自一人时是否选择合作。如果两者都选择合作，他们将得到中等程度的收益。但是，如果一人选择合作，一人拒绝合作，那么不合作者将得到巨大的收益，而合作者却一无所获。




是什么使合作充满风险？


囚徒困境不仅仅是一个游戏，它反映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合作潜在的成本和效益。例如，如果每个人都缴纳赋税，那么人们都将享受坚固的桥梁和一流的博物馆所带来的好处。如果人人都不缴纳赋税，那么桥梁将会倒塌，博物馆将会关闭。可见，如果大家都缴税，那么人们都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好处，但是对于那些拒绝合作、拒绝缴税的极少数人，他们得到的好处将是更为巨大的，因为他们可以免费使用桥梁和博物馆。这一两难困境使人们很难作出如下抉择：是应该冒着被嘲笑为傻瓜的风险缴税？还是应该冒着桥梁倒坍和博物馆关闭的风险逃税？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你会非常愿意合作缴税，但是你肯定会担心别人不会做同样的事情。

生活就像策略游戏。我们会敬重在游戏中诚实守信的人，而鄙视背信弃义的人。当人们被问起最希望身边的人具备什么样的品质时，答案是诚信（Cottrell，Neuberg和Li，2007），而当他人缺乏诚信时，我们往往会痛心疾首。例如，
最后通牒游戏

 （The ultimatum game）设计了这样一种情境：如果有一天，你撞上大运，居然有人白送你1万块钱，条件是你与另一个陌生人分享这笔钱。规则很严格：你们两人分别在不同的房间，无法互相交流，通过掷硬币来选择谁有权分配这笔钱。假设你被选中，你（分配者）可以决定如何分配这笔钱，而另一个人（裁决者）可以表示同意或拒绝。如果裁决者表示同意，那么交易成功；如果他拒绝，那么你们两人谁也拿不到一分钱。无论出现哪种情况，游戏都算结束，而且不再重复。研究表明，当裁决者认为分配不公平时，他们通常会拒绝交易，他们宁愿一无所获也不愿被他人欺骗（Fehr和Gaechter，2002；Thaler，1988）。换言之，人们会惩罚那些对待他们不公正的人。不仅仅是人类，动物似乎也讨厌不公平的待遇。在一项研究中（Brosnan和DeWaal，2003），一群猴子原本愿意为了得到一片黄瓜而劳作，然而当它们看到另一只猴子做更少的活，却能得到更为美味的食物时，这群猴子拒绝继续原来的劳作。



群体和偏爱。

 合作意味着我们需要冒如下风险：使那些没有给我们带来好处的人受益，并相信他们会和我们一样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我们能够信任哪些人呢？






凯文·哈特（Kevin Hart）在佐治亚州法戈市拥有一家汽车旅馆。哈特采用诚信的方式经营这家旅馆。客人可以想住多久住多久，离开时只需将房费放在屋内的梳妆台上。如果只有少数人不付钱，将不会影响房费，但是如果大多数人都不付钱，房费将会提高。你会选择付钱还是不付钱呢？在你回答这一问题之前，请注意图中的那条大狗。




群体
 是区别于他人的、有着共同之处的人的集合体。我们每个人都是众多群体中的一员——从家庭和团队到宗教组织和国家。虽然这些群体彼此迥异，但是它们都存在一个共同点，即群体中的每个人对待群体中的其他人都特别和善。偏见
 是
个体基于所在群体内成员对他人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评价。

 

歧视


 
则是个体基于所在群体成员对他人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行为

 （Devidio和Gaertner，2010）。群体的特征之一便是成员积极看待并优待群体内其他成员（DiDonato，Ullrich和Krueger，2011）。偏爱自己所在群体的倾向是人类进化的产物（Fu等，2012；Mahajan等，2011），在个体成长的早期便已出现（Dunham，Chen和Banaji，2013），并且很容易被激发（Efferson，Lalive和Fehr，2008）。即使当人们被随机分配到群体当中时，例如“组1”或“组2”，人们仍然会优待自己所在组的成员（Hodson和Sorrentino，2001；Locksley，Ortiz和Hephuin，1980）。似乎仅仅知道“我是我们中的一员，而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就已足够产生偏见和歧视（Tajfel等，1971）。因为群体内成员能够彼此依赖，互相喜欢，所以群体内成员的合作风险较小。

然而，虽然群体能够带来利益，但群体同样需要付出代价。例如，当群体决策时，其决策效果通常会低于组织中最优秀的成员所作出的决策——有时候，群体甚至经常作出糟糕的决策（Minson和Mueller，2012）。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群体并未完全利用好专家级成员的意见（Hackman和Katz，2010）。例如，学校董事会经常不把教授和专家的意见放在心上，而过于看重群体中具有较高身份地位者的意见或看重能言善辩者的意见。群体容易受到共同知识效应（common knowledge effect）
 的影响，这是指
群体在讨论时更关注所有人都共享的信息的倾向（Gigone和Hastie，1993）。然而所有人都共享的信息（例如，健身房的大小）通常是相对不重要的，真正重要的信息（例如，不同社区里的学校如何解决它的预算危机）往往只有少数人知道。此外，群体讨论通常会成为初步意见的“倍增器”。

 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
 
是指在群体进行决策时，人们往往比个体单独决策时更为极端的倾向（

 

Myers


 
和

 

Lamm，1975


 
）。一个最初较为温和的意见（“我们应该只是修缮礼堂”）最终会演变为极端的决策（“我们需要建设一所新高中！”）这可能仅仅是因为在讨论的过程中，每个成员都接触到许多不同的有利于某一立场的争论（

 

lsenberg，


 
1986）。久而久之，群体内成员开始在意其他成员的感受，有时他们不愿意破坏现状虽然现状需要作出改变。

 群体思维（groupthink）
 
是指群体内成员为了促进人际和谐而达成共识的倾向（Janis，1982）。

 和谐非常重要（尤其当群体为一个合唱团时），然而研究表明群体经常会为了和谐而牺牲决策的质量（Turner和Pratkantis，1998）。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在很多任务上，群体决策的效果要差于个体决策。


群体的代价是什么？


群体带来的危害不仅仅是作出糟糕的决策那么简单，一个人会在群体影响下去做一些他在独处时不会去做、也不敢去做的可怕的事情（Yzerbyt和Demoulin，2010）。例如，滥用私刑、暴乱、轮奸——为什么当聚集成团的时候，我们的行为表现会如此之差呢？

原因之一在于去个性化（deindividuation）
 ，是指
在群体压力的影响下，个体变得较少关心他们的个人价值。

 我们可能想从珠宝商的商店中抢走劳力士手表，或者在图书馆中想亲吻迷人的陌生异性，但是我们却不会付诸行动，因为这些事情与我们的个人价值观相冲突。研究表明，当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自身时，他们极有可能考虑个人价值（Wicklund，1975），而当身处群体中，人们的注意力会被他人吸引。因此，人们不太会考虑个人价值，而是认同群体的价值（Postmes和Spears，1998）。

原因之二在于责任扩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是指
个体在群体中时，感到责任感的降低，不太考虑自身行为后果的倾向。

 责任扩散的现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例如，社会惰化（social loafing）
 现象是指
个体与群体其他成员一起做某件事情时，个人所付出的努力比单独时偏少的倾向。

 例如，和大群体相比，小群体在观看表演时人们鼓掌的声音更大（Latane，Willams和Harkins，1979），在运动队中付出更多的努力（Williams等，1989），在餐厅中会给更多的小费（Freeman等，1975），会捐助钱给慈善机构（Wiesenthal，Austrom和Silverman，1983），甚至会对行人问好（Jones和Foshay，1984）。此外，责任扩散还能带来更大的危害。例如，旁观者干预效应（bystander intervention）
 是指
在紧急情况下给予陌生人帮助的行为。

 关于该效应的研究发现当旁观者越多时，人们越不愿意帮助处于痛苦中的陌生人，这仅仅由于人们认为他人比自己应该承担更多的救助责任（Darley和Latane）。如果你发现同学在考场作弊，当考场仅有3人时，你会比考场有3000人时更觉得有责任报告这一作弊行为（见图13.5）。

既然群体会导致糟糕的决策并滋生不良行为，那么脱离群体我们会过得更好吗？答案是否定的。个体健康的最有效的预测指标之一便是群体生活的程度和质量（Myers和Diener，1995）。被群体排斥在外的个体会出现焦虑、孤独、压抑等典型反应，他们更有可能被疾病侵袭，甚至更早死亡（Cacioppo和Patrick，2008；Cohen，1988；Leary，1990）。归属感不仅仅是心理和生理健康的源泉，同时也是认同感的来源（Ellemers，2012；Leary，2010；Tajfel和Turner，1986），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在介绍自己时通常会介绍自己所在的群体（“我是一名加拿大建筑师”）的原因。群体可能会导致我们判断失误，行为失常，但是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快乐和幸福。一个人不能依靠群体，却也离不开群体。






图13.5 暴行的规模和暴民的数量。





群体会做出可怕的事情。图中的两个人仅仅偷了一辆轿车，他们所在镇上的居民便打算私自将他们处死，幸运的是警察解救了他们。较大规模的群体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去个性化和责任扩散的机会，因此，暴行会随着暴民与受害者比例的增大而变得越来越可怕（Leader，Mullen和Abrams，2007）。




科学热点 老鼠的命运




你愿意花多少钱来拯救一条生命？答案可能取决于这一决定是否由你自己作出。遗传学实验室用作实验而繁殖的小老鼠经常会过剩。因为给这些小老鼠提供一生的食宿过于昂贵，所以剩余的小老鼠通常会被杀死。对此，波恩大学的研究者决定看看人们愿意花多少钱来拯救一条小老鼠的生命（Falk和Szech，2013）。主试实验前支付给被试10欧元（约15美元），等到被试拿到钱后，主试向他们呈现即将被杀死的小老鼠的图片，并告诉被试如果他们愿意还回之前得到的10欧元，那么这些钱将会用来喂养小老鼠直至它们老死。研究结果发现，绝大部分被试——确切的说是54%的被试——愿意为了拯救老鼠的生命而还回已得的实验报酬。





然而，当主试将这些老鼠的命运交到两名被试的手上时，研究结果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该项研究的第二种条件下，两名被试共同讨论将如何处置老鼠。主试特别告知被试，如果他们达成协议来分配20欧元，他们将得到之前商量好的报酬，同时老鼠将被杀死。如果他们中的一人不同意分配，他们将一无所得而老鼠也得以善终。所以，如果被试想要拯救老鼠的生命，他们只需要拒绝任何对于报酬的分配。那么结果怎样呢？这一次绝大部分被试——确切的说是72%的被试——同意了他们搭档对报酬的分配而将老鼠送向了死亡。





为什么会这样？当人们联合作决策时，每个人都感觉到应承担责任的降低。在第一种实验条件下，被试面临着道德的两难困境：我是应该按照内心的真实想法拿钱走人，还是按照我认为是正确的事拯救那些老鼠？无论人们作出怎样的决定，他们都需要为这些决定负责。而在第二种实验条件下，当被试一起作决策时他们会更容易屈服于金钱的诱惑，这是因为被试觉得有人和自己一起承担责任。





利他




人类有真正的利他行为吗？


合作解决了资源匮乏的问题。但是这是我们与他人合作的唯一原因吗？难道不能仅仅是因为……好吧，善良吗？利他（altruism）
 是指
不计较自身利益而去帮助他人的行为。

 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和哲学家们一直在争论人类是否有着真正意义上的利他行为？这一争论看似非常奇怪。毕竟，人们会给受伤的人献血，会给无家可归的人食物，会搀扶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我们充当志愿者，我们缴纳赋税，我们捐赠物品，人们一直在做善事。这些难道不就是利他的证据吗？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些看似利他行为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潜在的利益。以动物行为为例来看一些简单的例子。鸟类和土拨鼠当发现捕食者的时候会报警，这增大了其他鸟类和土拨鼠逃生的机会，却使自己陷入了被吃掉的危险之中。蜜蜂和蚂蚁用尽毕生精力照顾蜂后和蚁后的后代，而非它们自己的后代。虽然这些行为似乎是利他行为，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是因为帮助者和被帮助者存在着遗传关系。土拨鼠最有可能给予报警的是在洞穴中与其他土拨鼠关系最密切的同类（Maynard-Smith，1965），同样，虽然蜜蜂的确养育蜂后的后代，但这是由于基因变异导致蜜蜂在遗传上与蜂王的后代，而非自己的后代更为相似。可见，任何动物的促进其亲属存活的行为实际上是促进了其自身基因的存活（Hamilton，1964）。亲缘选择（kin selection）
 是指
进化会选择那些愿意与自己亲属合作的个体。

 相应地，帮助与自己基因相似的个体并不是真正的利他行为。然而，帮助那些与自己基因不相似的个体也并不一定是利他行为。雄性狒狒会冒着受伤的危险去帮助与自己没有亲缘关系的雄性狒狒打架，猴子也会花费时间为其他猴子梳理毛发，但事实证明，动物在给予其他动物好处时都期望得到回报。互惠利他（reciprocal altruism）
 是指
给予他人好处的同时期望将来得到他人回报的行为。

 尽管这一术语的第二个词是“利他”，但其仍然不是真正的利他行为（Trivers，1972）。事实上，互惠利他行为仅仅是合作在时间上的延伸。

动物之间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利他行为（参见：Bartal，Decety和Mason，2011）。那么人类呢？我们有什么不同之处吗？和动物一样，与陌生人相比，我们更愿意帮助我们的亲属（Burnstein，Crandall和Kitayama，1994；Komter，2010），我们期望自己帮助过的人会给予我们回报（Burger等，2009）。但是和动物不同的是，我们会无偿地帮助他人，尽管这些人不可能给予我们任何回报（Baston，2002；Warneken和Tomasello，2009）。我们会给陌生人开门，会给再也不会入住的宾馆的服务生小费，我们会做的还远远不止这些：2001年11月11日的早晨，世贸大厦遭到恐怖袭击，燃起熊熊大火。此时，正在海边帆船上游玩的普通市民并没有驾船远离，而是朝着正被摧毁的世贸大厦疾驰而去，从而发起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水路营救行动。正如一名目击者所说：“如果你正舒适地躺在水上游艇当中，发现海边的建筑物燃起大火，单纯从理性出发，你此时应该驾船驶向新泽西。然而，人们却冒着潜在的危险去拯救陌生人。这就是社会。”（Dreifus，2003）。可见，人类具有真正的利他行为，一些研究表明人类实际上比他们自己能意识到的更具有利他性（Miller和Ratner，1998）。


繁殖：永恒的需求


所有动物都必须生存和繁殖。社会行为对于生存是有帮助的，但是对于繁殖却是绝对的先决条件。繁殖征程中的第一步是寻找那些愿意伴随我们在人生道路上走下去的人。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



选择性




为什么女性比男性更挑剔呢？


除了一些知名的摇滚明星，人们不会随意寻找配偶，而是会
精心挑选

 他们的性伴侣。任何在地球上生活满7分钟的人都会知道与男性相比，女性更为精挑细选（Feingold，1992a；Fiore等，2010）。当研究者安排一位有魅力的人在大学校园里走近一名陌生人，并询问：“你愿意和我出去约会吗？”研究者发现大约一半男性和一半女性同意了约会的请求。而当这位有魅力的人询问：“你愿意和我上床吗？”研究者发现所有女性拒绝了该请求，而四分之三的男性同意了该请求（Clark和Hatfield，1989）。虽然在该情境下女性拒绝性要求的原因有很多（Conley，2011），但是研究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女性都比男性更为挑剔（Buss和Schmitt，1993；Schmitt等，2012）。

原因之一在于生理因素。男性在一生中会生产数以亿计的精子，他们明天的致孕能力不会受到今天致孕的抑制，并且致孕对男性的身体没有任何影响。另一方面，女性一生中生产卵子的数量有限，受孕会导致她们在未来的至少9个月当中不能再怀孕，并且怀孕需要摄入大量的营养，这会使女性身体发生很大的改变。此外，怀孕还有可能将女性置于生病甚至死亡的危险之中。因此，如果一名男性娶了一名女性，而该名女性无法生产健康的后代或是不愿意抚养后代，该名男性的损失并不大。但是，如果女性犯了同样的错误，她将会失去一个珍贵的卵子，承担怀孕的代价，在分娩中冒着生命危险，并且错过了至少9个月的再次生殖的机会。可见，我们基本的生理特质使得女性发生性行为的风险要高于男性。

基础的生理因素使得女性较之于男性更为精挑细选，而文化和经验则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差异（Peterson和Hyde，2010；Zentner和Mitura，2012）。例如，女性更为挑剔的原因可能仅仅是因为她们更经常被人接近（Conley等，2011），或者是因为滥交的声誉成本对于女性来说过于高昂（Eagly和Wood，1999；Kasser和Sharma，1999）。事实上，对于男性来说，如果性成本过高（例如，当男性性行为的目的是寻求稳定的婚姻，而非短期的艳遇时），他们会和女性一样挑剔（Kenrick等，1990）。可见，求偶行为的相对微小的变化都会使男性比女性更为挑剔（见“现实世界”栏目）。因此，虽然生理因素使得女性的性行为比男性的性行为更有风险，但是文化因素能够加大、均衡甚至逆转这些风险。风险越高，人们（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越倾向于精挑细选。






如果男性能怀孕，他们的行为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海马是由雄性来生育后代，并非巧合的是，雄性海马比雌性海马更为挑剔。





吸引



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只愿意和少数人发生性行为，只愿意和极少数人繁殖后代。所以，当遇见某个人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决定他就是我们心目中的真命天子呢？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可以左右我们对于另一半的选择，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一种简单的感觉，我们称之为吸引（Berscheid和Reis，1998）。研究表明很多因素会导致吸引的产生，我们较为粗略地将其划分为三种因素，分别是情境因素、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



情境因素。

 最能预测人际关系的指标之一是人们之间物理距离的远近（Nahemow和Lawton，1975）。在一项研究中，学生被试被随机分配到大学的各个宿舍中，一年后，研究者要求被试说出关系最好的三名朋友，结果接近一半的被试选择了他们的邻室好友（Festinger，Schachter和Back，1950）。我们以为我们是基于人格、外貌等因素来选择爱人——事实上的确如此——但是我们的选择范围只局限于我们所遇见过的人，并且我们更有可能选择与我们距离最近的人。当你开始排除潜在的结婚对象时，地理因素已经为你排除了99.999%的可能性。距离上的接近性不仅会产生吸引力，也会导致动机：人们会很努力地喜欢上那些自己期待会与之交往的人（Darley和Berscheid，1967）。当你必须和他人同处一室或一起共事时，你意识到与不喜欢他们相比，使自己喜欢他们会使日常生活更加轻松愉快，因此你会更加注意他们的优点，而忽略他们的缺点。


现实世界 采取行动




当人们开始选择生活伴侣时，女性较之于男性更为精挑细选。很多科学家认为这一男女之间的差异与他们的繁殖系统有关，然而心理学家Eli Finkel和Paul Eastwick（2009）认为这也与人们的求爱行为有关。





当靠近潜在的伴侣时，对对方更有兴趣的一方应该更倾向于“迈出第一步”。当然，在绝大多数文化中，男性被认为应该更为主动。那么，是否是因为这种主动性导致男性较之于女性认为自己对对方更为感兴趣？也就是说，主动性是否是导致女性更为精挑细选的原因之一？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研究者与当地的一个闪电约会服务机构合作，创设了两种闪电约会的社交场合。在传统的约会场合，女性待在自己的座位上，男性在室内来回走动，在每一位女性面前停留并与其交谈几分钟时间。而在非传统的约会场合，男性待在自己的座位上，女性则来回走动，在每一位男性面前停留并与其交谈几分钟时间。当约会结束后，研究者私下询问每一位男性和女性约会者是否愿意和约会中的某位异性交换手机号码。





研究结果出人意料（如图所示）。当男性为主动的一方时（符合传统习惯），女性更为挑剔，即男性更希望得到女性的手机号码。然而，当女性为主动的一方时，男性则更为挑剔，即女性更希望得到男性的手机号码。显然，主动接近某人使得我们更为急切，而被动被他人接近使得我们更为谨慎。所以，在绝大多数文化中，导致女性更为精挑细选的原因可能是男性被认为应该更为主动。







为什么接近性会影响吸引？


距离的接近性还会导致其他方面的微妙变化。每当我们再次遇见某个人的时候，我们对他会更为熟悉。人们通常喜欢熟悉的事物，而不喜欢新奇的事物。这种
经常出现就能增加喜欢程度的倾向，

 心理学家称之为曝光效应
 （Mere exposure effect，Bornstein，1989；Zajonc，1968）。例如，在一些研究中，主试在电脑屏幕上向被试呈现几何图形、面孔或字母符号等图片，这些图片快速闪现以至于被试根本没有意识到看见过它们。随后，主试再向被试呈现之前闪现过的“老”图片以及从未呈现过的“新”图片。结果发现，被试虽然不能确定地指出哪些图片是老图片，哪些是新图片，但是较之于新图片，被试更喜欢老图片（Monahan，Murphy和Zajonc，2000）。曝光现象可以解释为什么参加心理学实验的大学生在一年后很有可能和实验中随机分配的邻桌成为好朋友（Back，Schmukle和Egloff，2008）。虽然在有些情况下“熟悉滋生轻视”（Norton，Frost和Ariely，2007），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熟悉会孕育喜欢（Reis等，2011）。






“我是野兽，我是动物，我是镜子里的那个怪物。”不论喜欢与否，镜子是亚瑟小子（Usher）最能经常看见自己的地方。因此，他可能更加喜欢水平翻转的自己的照片（左图）。然而，亚瑟小子的粉丝却可能更喜欢未经水平翻转的他的照片（右图）。曝光效应会使得人们更喜欢他们更为熟悉的摄影图片（Mita，Dermer和Knight，1977）。



吸引力的产生可能是由于人们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遇到了对方。然而，某个时段或某个地点要明显好于其他时段或地点。在一项研究中，主试选择穿越摇晃吊桥的男性为研究对象。当这些男性被试正处于吊桥的中间，或者当他们已经走过吊桥时，一名漂亮的女性主试走近他们并要求他们填写一项问卷调查。当这些男性被试完成调查之后，这名主试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并告知他们如果他们打电话，她将对调查结果给予详细的解释。研究结果表明，当男性被试位于吊桥中间时，更有可能会给女性主试回电话。这是为什么呢？你可能还记得本书情绪和动机章节的内容：人们会将生理唤醒曲解为产生吸引的信号（Byrne等，1975；Schachter和Singer，1962）。当男性被试处于吊桥中间时，他们的情绪更容易被唤醒，所以有些被试将这种唤醒误当作是吸引力的产生。


生理因素。
 当人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相遇时，他们便开始了解对方各方面的特质。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人们所了解对方的第一个特质就是外表。我们都知道外表会影响吸引力，但是这种影响力之深绝对超出你的想象。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为大一新生举办了一场舞会，并为每一名新生随机选择了一名异性舞伴。在舞会的中途，新生私下报告他们对自己舞伴的喜欢程度，自己舞伴的吸引力水平以及他们渴望能够再次见到自己舞伴的迫切程度。研究者测量了新生的众多特质——从态度到人格特点——结果发现舞伴的外表是决定吸引力的唯一因素（Walster等，1966）。现场研究证实了上述发现。例如，一项研究发现男性的身高和女性的体重最能预测个人广告得到回应的频次（Lynn和Shurgot，1984），另一项研究也发现外表是否具有吸引力是在线约会能否成功的唯一因素（Green，Buchanan和Heuer，1984）。人类就是这么肤浅！


为什么外貌如此重要？


漂亮带给我们的好处远不止约会那么简单（Etoff，1999；Langlois等，2000）。长得漂亮的人享受更多的性生活，拥有更多的朋友，并且较之于其他人更容易收获快乐（Gurran和Lippold，1975），甚至在他们一生中收入要比其他人高出10%（Hamermesh和Biddle，1994；见图13.6）。我们还倾向于认为漂亮的人具备优秀的人格特质（Dion，Berscheid和Walster，1972），而在某些情况下的确如此。例如，由于漂亮的人拥有更多的朋友以及社会交往的机会，因此他们比不漂亮的人掌握了更好的社会技能（Feingold，1992b）。外表的重要性甚至还会影响母亲对待自己孩子的方式：当孩子长得漂亮时，他们的母亲更具备爱心和活力（Langlois等，1995）。事实上，漂亮的唯一坏处在于有的时候会给他人带来威胁感（Agthe，Sporrle和Maner，2010）。需要注意的是，男人和女人受到潜在伴侣外貌的影响程度是相同的（Eastwick等，2011），但是只有男人更愿意承认这一点（Feingold，1990）。






图13.6 身高很重要。





美国橄榄球联盟四分卫汤姆·布莱迪（Tom Brady）身高6英尺4英寸，他的妻子超模吉赛尔·邦臣（Gisele Bunchen）身高5英尺10英寸。研究表明，高个子的人每高一英寸，每年至少多赚789美元。数据图描述了美国白人男性平均时薪随身高变化而变化的情况（Mankiw和Weinzierl，2010）。



以上是漂亮的好处，那么究竟什么是漂亮呢？对于这一问题，不同文化有不同答案。例如，在美国，绝大多数的女性都希望苗条，但是在毛里塔利亚，年轻女孩每天会强迫自己喝5加仑高脂牛奶，以希望哪天她们能够变得肥胖来吸引未来的丈夫。正如一位毛里塔利亚的妇女所说：“男人希望女人胖，于是女人都很丰满。女人希望男人瘦，于是男人都很苗条。”（LaFraniere，2007）。在美国，绝大多数男人希望自己身材高挑，然而在加纳，大多数男人身材矮小，并且认为长得高是一种诅咒。一名典型身高的加纳男人认为“高个子会很尴尬，”另一名加纳男人则说道：“当高个子站在人群中，身材矮小的人都会嘲笑他。”（French，1997）。


外表传达了何种信息？


虽然不同的文化对漂亮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但是这些标准存在共同之处（Cunningham等，1995）。例如，所有文化中的人对于自己理想伴侣的身材、面孔以及年龄都有相似的偏好。

➢ 
体型。

 呈现“倒三角”的男性体型被认为更具有吸引力（即宽阔的肩膀，狭窄的腰部和臀部），而呈现“沙漏状”的女性体型被认为更具有吸引力（即宽阔的肩膀和臀部，狭窄的腰部）。事实上，很多文化认为最具有吸引力的女性体型应该是“完美沙漏”，即女性的腰部恰好是其臀部大小的70%（Singh，1993）。文化可能会决定男人对女人胖瘦的喜好，但是在所有文化中，男人都偏好这样的女性的腰臀比例。

➢ 
对称性。

 在所有文化中，人们都喜欢两边对称性的面孔和身材——即面孔和身材的左半部分是右半部分的镜像（Perilloux，Webster和Gaulin，2010；Perrett等，1999）。

➢ 
年龄。

 诸如大眼睛、高眉毛和小下巴等特征使人看起来不成熟或“娃娃脸”（Berry和McArthur，1985）。一般情况下，具备不成熟的特征的女性面孔被认为更有吸引力，而具备成熟特征的男性面孔被认为更有吸引力（Cunningham，Barbe和Pike，1990；Zebrowitz和Montepare，1992）。在已研究的所有文化中，女性喜欢岁数大的男性，而男性则喜欢年轻的女性（Buss，1989）。

这是为什么呢？上述现象的产生有没有什么特殊原因？心理学家认为原因是存在的，他们认为自然决定了我们更容易被（a）拥有优秀基因的人以及（b）将来会成为称职父母的人所吸引（Gallup和Frederick，2010；Neuberg，Kenrick和Schaller，2010）。我们认为人具有吸引力的特点恰好是上述两点的可靠预测指标。例如：

➢ 
体型。

 睾丸酮使得男性身体呈现“倒三角”正如雌激素使得女性身体呈现“沙漏状”。睾丸酮水平高的男性在社会上更容易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为抚育他们的后代提供更多的资源，而雌激素水平高的女性生殖能力更强，能够利用男性获得的资源来生育更多的后代。换句话说，体型是男性主导力和女性生殖能力的指标。事实上，拥有“完美沙漏”体型的女性较之于其他腰臀比例的女性生出的孩子更为健康（Singh，1993）。

➢ 
对称性。

 对称性是基因健康的标志（Jones等，2001；Thornhill和Gangestad，1993），这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如此擅长发现它。事实上，女性能够仅仅通过气味辨别对称或不对称的男性，并且在排卵期的时候，女性对对称男性的偏好更为明显（Thornhill和Gangestad，1999）。

➢ 
年龄。

 一般来说，年轻女性比年长女性生殖能力更强，而年长男性比年轻男性拥有更多的资源。因此，年轻的外貌是女性生殖能力的标志，正如成熟的外貌是男性抚养能力的标志。

如果我们仅仅会被拥有优秀基因的人或是将来会成为称职父母的人所吸引，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不同文化的人会欣赏异性身上的如此之多的相同特质。当然，欣赏是一回事，行动是另一回事。研究表明，虽然每个人都渴望和最漂亮的人交往，但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和自己吸引力相近的人约会和结婚（Berscheid等，1971；Lee等，2008）。


为什么相似性是吸引力强大的决定因素？




心理因素。

 如果吸引力仅仅是雄壮的二头肌或是高高的颧骨，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跳过简单的交谈而直接从照片中挑选我们的伴侣呢？这是因为对于人类来说，吸引力远远不止这些（Lenton和Francesconi，2010）。在异性双方认识的早期阶段通过外表来评估对方是较为容易的，并且外表决定了谁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加快我们的心跳。然而一旦双方开始交往，人们会迅速地将注意力从外表上移走（Cramer，Schaefer和Reid，1996；Regan，1998）。他人的内在特质——人格、观点、态度、信念、价值、抱负以及能力——会决定我们是否会继续对他们保持兴趣。此外，还有一些众所周知的特质在人们心中的吸引力列表上占据前位。例如，智力、幽默、敏感和野心，而“恋爱经验丰富”则并不能吸引所有的人（Daniel等，1985）。






相似性是吸引力非常重要的来源。



我们希望自己的伴侣能够有多睿智呢？研究表明人们更会被与自己相似的人所吸引（Byrne，Ervin和Lamberth，1970；Byrne和Nelson，1965；Hatfield和Rapson，1992；Neimeyer和Mitchell，1988）。我们会和与自己有相似教育水平，宗教背景，种族渊源，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人格特质的人结婚（Botwin，Buss和Shackelford，1997；Buss，1985；Caspi和Herbener，1990）。我们甚至会被与我们用相同的方式使用代词的人所吸引（Ireland等，2010）。事实上，在心理学家已研究的所有变量中，只有性别是唯一一个绝大多数人对不相似性存在偏好的变量。

为什么相似性如此具有吸引力？首先，我们更容易和与自己相似的人交往。双方能够在众多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例如，吃什么？在哪里居住？如何抚育孩子以及如何花钱？其次，当有人和我们拥有相同的态度和信念时，我们会更加相信这些态度和信念是正确的（Byrne和Clore，1970）。事实上，研究表明当人们的态度或者信念受到挑战时，他们更容易被相似的人所吸引（Greenberg等，1990；Hirschberger，Florian和Mikulincer，2002）。最后，如果我们喜欢与我们有相同态度和信念的人，那么我们有理由期望对方因为相同的原因而喜欢我们，
被喜欢

 是一种强大的吸引力的源泉（Aronson和Worchel，1966；Backman和Secord，1959；Condon和Crano，1988）。尽管我们喜欢那些喜欢我们的人，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
特别

 喜欢那些只喜欢我们而不喜欢其他人的人（Eastwick等，2007）。

我们对于相似性的渴求不仅仅局限于态度和信念，对于能力也是如此。例如，我们可能会崇拜杰出的运动员和演员，但是当他们成为我们的朋友或爱人时，这些杰出的人会威胁到我们的自尊，并且使我们对自己的能力有些许紧张（Tesser，1991）。因此，一般来说我们会被与自己能力相当的人所吸引——和我们一样——在某些方面无能为力。为什么？这是因为似乎完美无缺的人都是令人讨厌的。存在着某些缺陷或“人性弱点”的人会使得他们显得容易亲近——并且和我们更为相似（Aronson，Willerman和Floyd，1966）。



关系




为什么人们会建立长久的浪漫关系？


一旦我们选择并吸引了一名配偶，我们便开始准备进行繁殖。一般来说，人类只有在建立了忠诚的、长期的两性关系之后才开始繁殖后代（Clark和Lemay，2010）。只有少数动物会建立这样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人类会这样呢？

答案之一在于我们还未成熟便已出生。由于人类需要较大的头部以容纳自己的大脑，因而完全发育的婴儿无法通过母亲的产道，所以婴儿尚未发育完全就出生。这意味着他们需要父母双方的照顾。如果人类婴儿和蝌蚪一样——一出生便可以游泳，寻找食物，并且能够躲避捕食者——那么，他们的父母可能就没有必要建立并保持两性关系。但是人类婴儿的生命是如此脆弱，以至于他们在能照顾自己之前需要父母多年细心照顾。这就是为什么成人在建立了忠诚的、长期的两性关系之后才开始繁殖后代的一个原因（顺便提一下，某些幼鸟也需要远多于一方哺育者所能提供的食物，相应地这些物种的成年鸟类同样倾向于建立长期的两性关系）。






人类和鸟类有着共同之处：两者的后代在出生时都非常脆弱无助，都需要父母的精心照顾。因此，两者的父母都能保持长久的两性关系，并且两者对这一关系都非常推崇。





爱和婚姻。

 在大多数文化当中，忠诚长期的两性关系由婚姻来建立，我们的文化同样如此。81%的美国男性和86%的美国女性在40岁前就已结婚（Goodwin，McGill和Chandra，2009）。但是当被问及结婚的原因时，很少有人会说他们是为了抚育尚未发育完全的下一代，大多数人会说他们是因为爱。事实上，85%的美国人表示如果没有爱他们将不会结婚（Kephart，1967；Simpson，Campbell和Berscheid，1986）；绝大多数美国人表示他们会牺牲其他的生活目标以获得爱情（Hammersla和Frease-McMahan，1990）；大多数美国人将爱看作是生命中两大最为重要的快乐源泉之一（Freedman，1978）。由爱而结合看似无庸置疑，然而在几个世纪以前并非如此（Brehm，1972；Fisher，1993；Hunt，1959）。古希腊和古罗马人会结婚，但是他们将爱情视作为一种疯狂（Heine，2010）。12世纪的欧洲人也会结婚，但是在一般人看来，爱情是骑士和宫廷贵妇之间的游戏（这些贵妇的丈夫并不是骑士）。纵观历史，婚姻通常还具备经济功能（当然这其中绝无一丝浪漫）——从氏族之间达成协议到偿还债务——并且在很多文化中，婚姻仍然被如此看待。事实上，直到17世纪的时候，西方人才开始思考爱情可能是婚姻的一个
原因

 。

但是究竟什么是爱？心理学家区分出两种最基本的类型：分别是激情之爱（passionate love）
 ，是指
狂热的情感、寻求亲密无间以及强烈的性渴望等体验，

 以及伴侣之爱（companionate love）
 ，是指
双方相互依恋、相互信任以及相互扶持等体验

 （Acevedo和Aron，2009；Hatfield，1988；Rubin，1973；Sternberg，1986）。理想的两性关系包含上述两种类型的爱，但是两者在产生速度，变化轨迹以及持续时间上明显不同（见图13.7）。激情之爱使两性结合在一起：它来得迅速而猛烈，很快便达到顶点，并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开始慢慢减弱（Aron等，2005）。伴侣之爱使婚姻能够维持：它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其强度增长缓慢但永远不会停止增长（Gonzaga等，2001）。






图13.7 激情之爱和伴侣之爱。





时间进程和变化轨迹是不同的。激情之爱在产生之后的几个月内开始减弱，而伴侣之爱虽然增长缓慢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加稳定。




离婚：当成本大于收益



人们如何衡量婚姻关系中的成本和利益？


最近的一次美国人口普查显示每两对夫妻当中，就有一对以离婚而告终。为什么会这样？虽然爱、快乐以及满足感可能会引导我们走向婚姻的殿堂，但是这些感觉的缺乏却似乎不至于导致婚姻的失败。婚姻的满意度和稳定性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弱的（Karney和Bradbury，1995），这说明夫妻关系的破裂或维持远不止满意度这么简单（Drigotas和Rusbult，1992；Rusbult和Van Lange，2003）。夫妻关系不仅给双方带来好处（爱，性生活以及经济保障），还给双方造成损失（责任，争吵以及失去自由）。社会交换（social exchange）
 理论认为
只要人们对成本收益比满意，便会与他人维持这段关系

 （Homans，1961；Thibaut和Kelley，1959）。例如，人们能够接受某种关系中的成本收益比，那么这种关系便能得以保持，否则关系将会破裂。社会交换理论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是有三点重要的注意事项。

➢ 任何可以接受的成本收益比取决于人们是否有选择的余地。个体的比较水平（comparison level）
 是指
人们认为自己应该或者能够从另一段关系中所获得的成本收益比

 （Rusbult等，1991；Thibaut和Kelley，1959）。男女双方被困在荒岛之中时可接受的成本收益比，当同样的两人处于繁华的大都市并且周围可以接触到其他的潜在伴侣时可能会变得不能被接受。因此，我们此刻能够得到的最好的，或者应该得到的成本收益比是我们可以接受的。

➢ 人们可能希望付出较少便可以得到较高的回报，但是他们也希望与自己伴侣的成本收益比大致相等。研究表明人们很看重平等（equity）
 ，其是指
双方的成本收益比大致相等的情况

 （Bolton和Ockenfels，2000；Messick和Cook，1983；Walster，Walster和Berscheid，1978）。例如，较之于对成本收益比不甚满意，当伴侣双方的成本收益比存在差异时，人们会感到更加苦恼，甚至当自己所获得的成本收益比远远高于伴侣时同样如此（Schafer和Keith，1980）。事实上，给予对方太多的人与给予对方太少的人一样不受人喜欢（Parks和Stone，2010）。

➢ 人们之间关系的建立可以看作是人们对于时间、金钱以及情感的投资。研究表明，人们一旦开始为了建立关系而投入资源，他们将愿意接受不太满意的成本收益比（Kelley，1983；Rusbult，1983）。这就是为什么时间较短的婚姻比时间较长的婚姻更容易破碎的原因（Bramlett和Mosher，2002；Cherlin，1992）。

小结



▲ 生存和繁殖需要稀缺资源，攻击和合作是得到稀缺资源的两种途径。





▲ 攻击通常由消极情绪所致。产生消极情绪的原因很多，例如受到侮辱或天气炎热。个体感受到消极情绪从而攻击他人由两个因素决定，分别是生理因素（例如，睾丸酮高低）以及文化因素（例如，地理位置）。





▲ 合作是有益的，但也存在风险。降低合作风险的策略之一在于建立群体，群体中的成员对彼此存有积极的偏见。然而，不幸的是，群体经常做出错误的决策和糟糕的行为。





▲ 人类的很多行为看似在帮助他人，而实际上具有潜在的目的。但毫无疑问的是，人类有些行为是完全利他的。





▲ 生理和文化因素使得女性繁殖的代价高于男性，这也是为什么女性在选择潜在伴侣时比男性更精挑细选的原因。





▲ 吸引力的大小取决于情境因素（例如接近性），外貌因素（例如身材是否对称）以及心理因素（例如相似性）。





▲ 男女双方在建立了长时间的恋爱关系后通常会繁殖后代。人们会权衡夫妻关系中的收益和成本，当人们认为自己在双方关系中应该获得更多的好处，或者当夫妻双方成本收益比相差太大，或者人们在这段关系中没有付出，人们都会倾向于结束这段关系。






社会影响：掌控他人



我们这些看着星期六上午的卡通片长大的人经常幻想自己最应该拥有某种超能力。力大无穷和风驰电掣显然会带给我们好处，隐身和可以发射X射线的眼睛既有趣又很实用，还有很多人很喜欢飞行能力。但是如果这一幻想真的能够实现，能够控制他人的能力无疑是最有用的。毕竟如果我们能够控制他人，谁还需要举起拖拉机或逮捕罪犯呢？如果我们能够控制他人，我们将会从他人那里得到美味的食物、有趣的工作、宽敞的居所以及豪华的轿车。如果我们能够控制他人，我们还能得到生活中最想要的事情——充满爱的家庭、忠诚的朋友、令人羡慕的子女以及欣赏你的上司。


社会影响
 是指
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

 （Cialdini和Coldstin，2004）。它是如何起作用的呢？如果你希望他人能够给予你时间、金钱、忠诚以及感情，你应该首先考虑他人的需要。人类有三种基本动机，这三种动机使得他们在面对社会影响时不堪一击（Bargh，Gollwitzer和Oettingen，2010；Fiske，2010）。首先人类具有享受快乐、逃避痛苦的动机（
享乐动机

 ）；其次人类具有追求被接受、避免被拒绝的动机（
认可动机

 ）；最后人类具有相信正确信息、不相信错误信息的动机（
正确性动机

 ）。正如你将要看到的，绝大多数的社会影响都通过上述一个或更多的动机在起作用。


享乐动机：快乐优于痛苦



奖励与惩罚的效果如何？


如果在世界上有一种动物喜欢痛苦而非快乐，那么它一定隐藏得很好，因为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发现它的踪迹。享乐是最基本的动机，社会影响通常这样起作用：按照我们希望的去做，你就能得到更多的快乐。父母、老师、政府以及商业机构通过给予奖赏和威胁惩罚来影响我们的行为（见图13.8）。奖赏和惩罚如何起作用没有任何神秘可言，并且经常是行之有效的。当新加坡政府法律规定在公共场合咀嚼口香糖者一旦被抓，将面临监禁一年、罚款5500美元的惩罚时，世界各地都愤怒了。而当愤怒消退之后，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在公共场合咀嚼口香糖的现象在新加坡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可见，一次教训会让人记忆深刻。






他人是我们奖励和惩罚的来源。在2010年的一项调查中，当美国人被问及他们最讨厌的事情时，在排名前20的事情当中，有19件是由其他人造成的。剩下的1件事情则是由他人养的狗造成的。



“记忆”一章中曾经介绍过即使是海蛞蝓这种甲壳内软体动物，在受到奖励时也会重复之前的行为，而受到惩罚时则会规避之前的行为。虽然人类同样是这样，但有的时候奖励和惩罚的效果却会适得其反。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招募了一批对绘画感兴趣的学年前儿童，要求他们在单独的房间里作画，并告知其中一部分孩子，如果他们参与实验，将得到一份带有金色印章和缎带的证书。结果第二天，这些奖励了的孩子和没有奖励的孩子相比，绘画兴趣反而下降了（Lepper，Greene和Nisbett，1973）。为什么会这样？第一天得到奖励的孩子认为绘画理所当然应该受到奖励，所以当没有人给他们奖励时，他们为什么还要绘画呢（Deci，Koesster和Ryan，1999）？此外，奖励和惩罚会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可能仅仅是因为人们不喜欢被人操纵。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在一所大学的两间洗手间安置不同的警示牌。第一间中的警示牌上写着“请不要在墙上乱涂乱画”，第二间中的警示牌上写着“任何时候不允许在墙上乱涂乱画”。两周后，第二间洗手间的墙上出现了更多的涂鸦，这可能是因为学生不喜欢警示牌上的威胁语调，所以故意在墙上画画以证明他们不愿意受到威胁（Pennebake和Sanders，1976）。






图13.8 超速的司机。





马萨诸塞州曾经对于超速的惩罚很轻微。然而在2006年，立法机关修改了法律，规定年龄小于18岁的驾驶员一旦被发现超速行使将吊销驾驶证90天，罚款500美元，参加8小时的课堂培训，并重新参加美国的驾考。猜猜结果会怎样？18岁以下的驾驶员死亡率在短短的3年间便下降了38%，也就是说，多达8000名年轻生命因为享乐动机的作用而得到了拯救。




认可动机：被接受优于被拒绝



我们是如何受到他人行为影响的？


因为他人的存在，我们免受了饥饿的痛苦、被捕食的危险以及孤独的折磨。因为他人的存在，我们甚至能够在海难中得以幸存。我们依靠他人来获得安全、得到食物并避免孤独，所以我们具有强烈的让别人喜欢我们、接受我们并认可我们的动机（Baumeister和Leary，1995；Leary，2010）。同享受动机一样，认可动机使我们面对社会影响时不堪一击。



规范性影响



让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们是如何坐电梯的。人们走进电梯后通常是面对电梯门，并且即使走进电梯前人们可能还在夸夸其谈，一旦进入电梯后人们往往缄默不语。除非电梯中只有两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只会侧着身子交谈，而不会背对着电梯门。虽然并没有人教过你上述规则，你却很容易领会到这一点。支配社会行为的不成文的规则被称为规范
 ，它是
被某一文化内的所有成员广泛分享的行为习惯标准

 （Cialdini，2013；Miller和Prentice，1996）。我们很容易习得这些规范，并会严格加以遵守，这是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这样，他人将不会认同我们。例如，任何人类文化都有存在着互惠规范（norm of reciprocity）
 ，它指的是
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即人们应该使那些让我们受益的人受益

 （Gouldner，1960）。当一个朋友为你买了午餐，你会回请他；如果你不这样，你的朋友会感到恼火。事实上，互惠规范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当研究者从电话簿中随机挑选陌生人并赠送他们圣诞卡片时，绝大多数人会回赠卡片（Kunz和Woolcott，1976）。


文化与社区 免费停车




人们不喜欢被操控，当人们感到有人威胁到自己随心所欲做事情的自由时会变得不安和生气。这是不是西方人的典型反应？为了证明这一点，心理学家伊娃·乔纳斯（Eva Jonas）和她的同事要求大学生帮一个忙，并测量大学生们随后被激怒的水平（Jonas等，2009）。在一种条件下，他们询问大学生是否愿意放弃自己在校园内一周的停车权利（“你是否介意我使用你的停车卡，这样我就能在这栋大楼里参加一项研究？”）在另一种条件下，他们询问大学生是否愿意放弃每个人在校园内一周的停车权利（“你是否介意我们为了网球锦标赛而关闭整个停车场？”）学生们对于这两个请求是如何作出反应的呢？





这取决于他们所在的文化。如图所示，欧裔美国学生更容易被限制他们个体自由，而非每个人自由的请求所激怒。（“如果人们都不可以停车，那的确是不方便的。但是如果除了我之外每个人都能停车，那就太不公平了。”）拉丁裔和亚裔美国学生则表现出与欧裔美国学生完全相反的反应。（“他人的需求比单个学生的需求更重要，但是没有所有学生的需求重要。”）由此看来，人们的确看中自由，但人们所看中的并非仅仅是自己的自由。






规范是社会影响游戏中的强大武器。当他人的行为提供了关于“什么是恰当的”信息时，规范性影响
 便发生了（见图13.9）。例如，服务员精通所有的互惠规范，因此当他们给顾客账单时通常会赠送几粒糖果。研究表明，收到糖果的顾客会认为服务员给予了他们“额外的好处”，所以他们觉得有必要给予服务员“额外的恩惠”（Strohmetz等，2002）。事实上，人们有的时候会拒绝他人给予的小礼物正是因为人们不想欠别人人情（Shen，Wan和Wyer，2011）。






图13.9 关系的危害。





他人的行为定义了什么是“规范”，这就是为什么肥胖能够在社会关系网中“传播”的原因（Christakis和Fowler，2007）。资料来源：1971年至2003年，弗明汉心脏研究（Framingham Heart Study）中对于12067名被试的分析。



互惠规范涉及交换，但交换的东西并不一定是利益。吃闭门羹技巧（door-in-the-face technique）
 是一种
故意使某人拒绝自己最初请求的影响策略。

 它是这样起作用的：你向某人提出一个较大的请求，这一请求并非是你真实所想，你等待对方拒绝后（“将你拒之门外”），接着你提出一个较小的请求，这一请求才是你真实所想。例如，当研究者要求大学生被试作为志愿者照看野外旅行中的青少年时，只有17%的被试接受了这一要求。而当研究者首先要求被试承诺在两年内每周花费2小时在青少年拘留中心工作（几乎所有被试拒绝了这一要求），再要求他们照看野外旅行中的青少年时，50%的被试接受了这一要求（Cialdini等，1975）。为什么会这样？互惠规范在起作用！研究者首先让被试帮一个大忙，被试拒绝了。接着，研究者作出让步，让被试帮一个小忙，因为研究者已经作出了让步，所以互惠规范导致被试同样作出了让步——让步的被试高达50%！



从众




为什么我们会效仿别人做事情？


他人可以借助广为熟知的规范影响我们，例如互惠规范。但是，如果你曾经在餐厅里悄悄地偷看邻桌用餐，希望自己使用刀叉的方式和他人一样，那么你就能理解在模糊的、混乱的以及新颖的环境中，他人可以通过定义新的规范来影响我们。从众（conformity）
 是指
仅仅因为他人正在做某事而跟着他人去做此事的倾向，

 其部分原因是由于规范的影响。






图13.10 阿希从众研究。





如果有人问你右图中的三条线段（A，B，或者C）哪条与左图的标准线段长度相等，你会怎么回答？从众研究表明，你的回答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同处一室的其他人对于该问题回答的影响。



在一项经典的研究，心理学家阿希（Solomon Asch）让真正的被试与其他7名假被试坐在同一实验室内，这7名假被试是训练有素的演员（Asch，1951，1956）。一名实验助手向被试解释实验任务：主试将给被试呈现两张卡片，其中一张卡片上印有一条“标准线段”，被试需要在另一张印有三条线段的卡片上找出与“标准线段”长度相同的线段（图13.10）。主试要求被试轮流作答，而真正的被试被安排在最后作答。在前两个试次中一切正常，但从第三个试次开始，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所有假被试故意给出错误的答案！此时，真正的被试会怎么做呢？75%的被试至少在一个试次中趋向从众选择了错误的答案。后继的调查显示被试们并非错误地感知了线段的长度，而是屈服于规范性影响（Asch，1955；Nemeth和Chiles，1988）。作出错误的回答显然是在“做正确的事情”，所以被试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其他人的行为告诉我们哪些行为是合适的、恰当的、被期待的以及被人接受的（换句话说，他人的行为定义了规范），并且一旦规范被制定，我们会尊重它。当位于亚利桑那州坦佩的假日酒店（Holiday Inn）在顾客的浴室内留下各种卡片信息，希望顾客能够重复使用酒店提供的毛巾，而不是每天都拿去洗涤时，发现最有效的信息是“75%的顾客不止一次的重复使用他们的毛巾”（Cialdini，2005）。当萨克拉门托市政部门随机挑选了35000名客户，并给他们寄去了标有与他们邻居用电量相比较的电费单时（见图13.11），用电量下降了2%（Kaufman，2009）。可见，规范性影响可以是一股积极的力量。






图13.11 家居生活的规范性影响。





2012年，萨克拉门托市政部门随机挑选了35000名客户，并给他们寄去了如图所示的电费单。这一电费单上不仅显示了每个家庭的用电量，还显示了与他们家庭规模相似的邻居的用电量。当市政部门分析数据后发现，收到上述电费单的客户较之于收到传统电费单的客户，用电量下降了2%（Kaufman，2009）。显然，规范性影响可以是一股积极的力量。





服从



他人的行为可以提供关于规范的信息，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认同少数人享有特殊的权利，他们能够制定并执行规范。在电影院工作的家伙可能是一些有着狂热喜好的高中生，他们留着糟糕的头发，晚上10点前必须返回校园，但是在电影院当中，他们就是权威。所以当他们要求你在看电影时停止发短信并收起手机时，你会按照要求去做。服从（obedience）
 就是
按照权威人士要求我们做的去做的倾向。



为什么我们会服从权威人士呢？好吧，的确，有时候他们有枪。尽管权威人士通常具备奖励和惩罚我们的权利，然而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的影响来自于规范的力量（Tyler，1990）。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一项著名的心理学实验中证明了这一点。在实验开始前，被试会遇到一名自称同样是来参加实验的中年男子，而实际上该名男子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演员。随后，一名身穿实验室工作服的主试向被试解释实验任务：被试需要扮演教师的角色，而演员则需要扮演一名学生。教师和学生分处不同房间，教师通过麦克风阅读单词给学生听，学生需要重复这些单词给教师反馈。一旦学生在反馈中出错，教师需要按下按钮对学生实施电击（见图13.12）。电击仪（实际上完全是假的）提供30种不同水平的电击，最低15伏特（标记为
轻微电击

 ），最高450伏特（标记为
严重电击

 ）。


其他声音 91%的学生阅读了以下内容并爱上了它




酗酒是美国大学校园普遍存在的问题（Wechsler和Nelson，2001）。大约一半以上的学生报告有酗酒行为。酗酒会导致缺课、学习落后、醉驾以及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的产生。那么，学校应该怎么做呢？





大学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教育和禁酒，但是没有一项措施效果明显。然而最近，一些学校采取了一种被称为“社会规范”的新举措。这一举措虽然出人意料的有效，但是也存在着争议。蒂娜·罗森伯格最新的一本著作为《加入俱乐部：同伴压力如何改变世界》（

 

Join the Club：How Peer Pressure Can Transform the World


 
）。在下面的文章中，她描述了上述技术及争议。





……同大多数大学一样，坐落在美国迪尔卡市的北伊利诺伊大学面临着严重的学生酗酒问题。20世纪80年代，学校采用了一些常规方法试图降低学生饮酒量。一种方法是警告青少年酗酒产生的后果。“这是一种‘不要拿着尖锐的棍子跑，否则就会戳瞎你的眼睛’的行为改变策略，”学校促进健康服务机构协调员迈克尔·海恩斯（Michael Haines）说道。当上述策略不见成效时，海恩斯尝试采用了恐吓和提供指导性信息相结合的方法：“好吧，可以喝，但不要喝得太多——一旦你饮酒过多，糟糕的事情就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上述策略同样失败了。1989年，在被调查的学生当中，共有45%的学生报告说在聚会上他们饮酒要超过5杯，这一比例比学校采取措施之前反而略微有所提升，并且学生认为过量饮酒很平常，他们相信69%的同学在聚会上同样会喝这么多酒。





然而，恰恰是在那个时候，海恩斯已经开始了一些新的尝试。1987年，海恩斯参加了美国教育部举办的关于高等教育中的酗酒问题的会议。会议中，韦斯·帕金斯（Wes Perkins），一名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学院的社会学教授，以及艾伦·博格维茨（Alan Berkowitz），一名学校咨询中心的心理学家，展示了一篇他们刚刚发表的心理学论文，该论文的主题关于学生的饮酒行为如何受到同伴的影响。“同伴影响的研究已经有几十年了——这篇论文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帕金斯在会议上说道。然而这篇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研究者发现当学生被问及同伴的饮酒量时，学生大大高估了这一数值。研究者认为，如果这是学生对同伴压力的一种回应，那么这种同伴一定是学生虚构的群体。





据此，帕金斯和博格维茨得出结论：也许学生的酗酒行为可以仅仅通过告诉他们事情的真相而得到改变。





海恩斯随后在北伊利诺斯大学做了调查，发现在学生中的确存在着歪曲同伴饮酒量的情况。因此，他决定尝试新的措施，该措施的主题定为“绝大多数学生饮酒很适度”。针对该措施的活动主要包括在校园报纸《北极之星》上刊登一系列的公益广告，广告上配有学生图片和醒目的标题，标题上写着“北伊利诺斯大学三分之二的学生（72%）在聚会时仅喝5杯酒或更少。”





海恩斯的工作人员还制作了关于校园饮酒事实的海报，并告诉学生如果当校园巡视员走过来时这些海报已经贴在墙上，他们将得到5美元（共有35%的学生这样做了）。然后工作人员们为兄弟会和姐妹会的学生们制作了一些圆形小徽章—这些学生酗酒更为严重—也就是这些学生声称“我们中的大多数（都会喝5杯以上）”。这些学生如果被发现佩戴了这种圆形小徽章，将会再得到5美元。这些圆形小徽章被刻意做得很神秘，因此打开了话匣子。





在这一措施实施的头一年中，学生感知到的酗酒率便从69%跌至61%，而实际酗酒率从45%跌至38%。这一措施共持续了10年。最终，北伊利诺斯大学的学生认为在他们的同伴中只有33%的人阵发性地酗酒，而实际上这一比率仅为25%—相对于之前的44%下降了很多。





为什么这一措施没有得到广泛推广呢？原因之一在于其存在争议。告诉学生“你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饮酒很适度”与告诉他们“不能饮酒”完全不同（两者是如此的不同，事实上，由美国安海斯—布希公司赞助的、总部坐落在弗吉尼亚大学的国家社会规范研究所，决定削弱对这一措施的支持）。这一措施还激起了一些人的愤怒，他们到处游说，主张应该采取清晰的、强有力的禁止喝酒的措施——尽管如此，禁止并不能减少不良行为，而社会规范的影响却可以……





社会规范是一种强有力的但同时充满争议的改变行为的工具。当我们在和学生谈论校园饮酒问题时，我们是应该告诉他们真相（即使真相有点丑陋），还是应该告诉他们什么是最应该做的（即使他们不太可能照此去做）？





来源：《纽约时报》，2013年3月27日。




为什么我们要按照他人告诉我们做的去做？


在学生被绑在椅子上之后，实验开始了。学生第一次犯错时，被试按照要求施加了15伏特的电击。随着错误逐渐增多，学生被电击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当被试施加75伏特电击时，学生痛苦地叫出声来。当150伏特时，学生开始大声尖叫：“让我离开这儿。我告诉过你我有心脏问题……我拒绝继续下去。让我出去！”随着电击伏特数的增高，学生的尖叫声越来越惊人。当电压升至330伏特时，学生停止了所有反应。被试看到这一切后会感到不安，会要求主试停止实验，但主试只是回答说：“你没有选择，你必须继续下去。”主试并未以任何形式的惩罚威胁被试，他只是手里拿着笔记本，冷静地站在一边命令被试继续按钮。那么被试会怎么做呢？80%的被试会继续电击学生，即使当学生开始尖叫，不断抱怨，苦苦哀求最终保持沉默时仍然如此；62%的被试坚持到实验的最后，施加了可能达到的最高电压。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虽然已经过去的将近半个世纪，而近期的一项研究重复了该实验的结果，并得到了相同比例的服从率（Burger，2009）。






图13.12 米尔格拉姆服从研究。





在米尔格拉姆服从研究中，学生（左图）正被连接到电击仪（右图）上。



这些人是精神不正常的虐待狂吗？或者仅仅是因为那些身穿实验室工作服的家伙告诉他们这样去做时，这些正常人才会选择向陌生人施加电刑吗？只要“正常”在此意味着对社会规范的敏感，那么后者似乎是合理的解释。实验中的被试明白伤害他人通常是错误的，但却并不总是消极的：医生打针会带来疼痛；学校考试会造成痛苦。在很多情况下伤害他人是允许的，甚至是可取的，例如，为了使某人达到更高的目标而对其进行磨练。主试冷静而坚持的命令使被试觉得主试明白在此情景下哪些行为是恰当的，自己要做的只是按照命令行事。后续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被试的服从是由于规范性影响。当主试的权威受到削弱（例如，当主试们的意见产生分歧或主试并未穿着实验工作服时），被试很少会遵从命令行事（Milgram，1974；Miller，1986）。


正确性动机：正确信息优于错误信息



信息性影响和规范性影响的不同之处是什么？


当你感到饥饿时，你会打开冰箱拿出苹果来吃，这是因为你知道苹果（a）味道不错并且（b）贮藏在冰箱里。上述行为同绝大多数行为一样都依赖于态度（attitude）和信念（belief）
 。前者指的是
对某个对象或事件、积极或消极的持久性评价，

 后者指的是
对某个对象或事件持久的知识。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态度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吃苹果），我们的信念告诉我们如何去做（打开冰箱）。如果我们的态度或信念不够准确——即如果我们不能区分好与坏，对与错——那么我们的行为将一无所获。因为我们是如此依赖我们的态度和信念，所以我们希望它们都是正确的就不足为奇了。



信息性影响



如果购物中心里的每个人突然尖叫着向逃生通道狂奔，你极有可能会加入他们的行列——并不是因为你害怕得不到他们的认可——而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表明他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
当他人的行为提供了“什么是正确的”信息时，

 信息性影响（informational influence）
 便产生了。你可以通过一个小实验来体会信息性影响的重要性：你站在人行道的中间，抬起头来盯着一座高楼的顶部，研究发现在此情境下几分钟之内，其他人将会效仿你的行为（Milgram，Bickman和Berkowitz，1969）。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人们认为如果你在看些什么，那么必定有什么事情是值得一看的。

我们时刻会成为信息性影响的目标。当销售人员告诉你“大部分人会用富余的钱来买iPad时”，他实际上是在巧妙地暗示你在购买相关产品时应该考虑他人的信息。那些自称是“最受欢迎的”软饮料以及“最畅销”的热卖书的广告在提醒你其他人正在购买广告中的饮料和书籍，并暗示他们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信息，所以你应该效仿他们的行为。情景喜剧里会穿插录制好的笑声，因为制片商明白当你听见笑声的时候，你会盲目地认为一定有什么会很有趣（Fein，Goethal和Kugler，2007；Nosanchuk和Lightstone，1974）。即使还有很多空置的包厢，酒吧和夜总会也会故意安排顾客排队等候，因为他们知道行人将会看到排队的人并由此认为夜总会物有所值。总之，世界上充满了我们知之甚少的事情和事物，我们能够通过留意他人解决这些事情的方式来弥补自身的无知。正是那些促使我们向信息开放的事情使得我们容易被他人操控。



说服




什么时候诉诸于理由比诉诸于情感更有效呢？


随着下一次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有两件事情将会上演。首先，候选人表示他们将会对民众关心的问题给出好的解决方案。随后他们开始忽略问题、避免争论，试图通过廉价的把戏和情感上的诉求来赢得选票。候选人承诺去做的和他们实际会做的反映了两种基本的说服（persuasion）
 模式，说服是指
人们的态度和信念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受到影响时发生的现象

 （Albarracin和Vargas，2010；Petty和Wegener，1998）。为了说服你，候选人将会承诺他们会解决你所关注的问题，并表明他们在该问题上的立场是最实际的、最明智的、最公平的和最有益的。为了使承诺更为有力，他们会动用大量经济资源，利用一切的手段和方法，例如，穿着得体、保持微笑；邀请著名的体育和电影明星伴其左右；将其对手的照片与本拉登的头像放在一起等等。换言之，候选人在竞选当中作出的承诺属于系统性说服（systematic persuasion）
 方式，是指
通过诉诸于理性来改变态度和信念的过程。

 然而，实际上他们会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用在启发式说服（heuristic persuasion）
 方式上，是指
通过诉诸于习惯或情感来改变态度和信念的过程

 （Chaiken，1980；Petty和Cacippo，1986）。






现在在总统竞选电视辩论中播放选民对候选人反应的实时画面的情况非常普遍。然而最新的研究表明这些信息不仅会影响到观众对谁将赢得电视辩论的看法，还会影响到他们的投票决定（Davis，Bowers和Memon，2011）。



这两种形式的说服是如何起作用的呢？
系统性说服

 诉诸于逻辑和理由，认为当证据充足、论证充分时，人们更容易被说服。
启发式说服诉

 诸于习惯和情感，认为人们不会权衡各种证据和观点，而是会使用
启发式

 （捷径或“经验规则”）来帮助他们决定是否相信某个信息（见“语言和思维”章节）。哪种说服方式更为有效取决于人们的意愿以及分析和权衡问题的能力。

在一项研究中，学生们听到一段演讲，演讲的内容是关于学校制定综合性考试的理由。其中有些理由较为充分，而有些理由较为薄弱（Petty，Cacioppo和Goldman，1981）。一部分学生被告知演讲者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另一部分学生则被告知演讲者是一名高中生——学生可以利用这一信息快速判断演讲是否可信；此外，一部分学生被告知学校考虑立刻将这些考试付诸实施，另一部分学生则被告知学校考虑十年后实施这些考试——这一信息决定了学生是否有动机去分析这些理由。如图13.13所示，当学生的动机被激发时，他们更容易受到系统性说服的影响，即他们的态度和信念受到理由充分性而非演讲者身份的影响；然而当学生的动机未被激发时，他们更容易受到启发式说服的影响，即他们的态度和信念受到演讲者身份而非理由充分性的影响。






图13.13 系统性说服和启发式说服。





（a）系统性说服：由于自己将受到影响，学生分析理由的动机被激发起来，他们的态度将受到理由充分性的影响（理由充分较之于理由薄弱更具有说服力），但并未受到信息传达者身份的影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并不比高中生更具有说服力）。（b）启发示说服：由于与己无关，学生分析理由的动机未被激发，他们的态度将受到信息传达者身份的影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比高中生更具有说服力），但未受到理由成分性的影响（理由充分并不比理由薄弱更具有说服力）。





一致性




为什么我们要在乎一致性？


如果一位朋友告诉你一群兔子在南极洲发动政变，停止了所有的胡萝卜出口，你一定不会打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你会立刻明白你的朋友正和你开玩笑（或者愚不可及），因为该信息与你的常识不一致。例如，兔子无法发动革命并且南极洲也不出产胡萝卜。人们通过评估新信念与旧信念的一致性来判断新信念的准确性。虽然这并不能保证每次判断都能准确无误，但其提供了较为准确的近似估计。我们有着追求准确性的动机，而一致性能够大致反映准确性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样有着追求一致性的动机（Cialdini，Trost和Newsom，1995）。

这一动机使我们容易接受社会影响。例如，登门槛效应（foot-in-the-door）
 是指
提较大的请求之前先提一个较小的请求

 （Burger，1999）。在一项研究中（Freedman和Fraser，1966），实验人员到两个居民区劝人在房前竖一块写有“小心驾驶”的大标语牌。在第一个居民区向人们直接提出这个请求，结果遭到很多居民的拒绝，接受的仅为被要求者的17%。在第二个居民区，先请求各居民在一份赞成安全驾驶的请愿书上签字，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小小要求，几乎所有的被要求者都照办了。几周后再向他们提出竖牌的请求，结果接受者竟占被要求者的55%！为什么居民更有可能答应两个请求，而不是一个请求呢？

让我们体会一下第二个居民区居民的感受：他们认为安全驾驶非常重要，并且已经在赞成安全驾驶的请愿书上签了字，然而他们从内心并不愿意在自家门前竖立大标语牌，当试图解决这一矛盾时，他们已经陷入了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
 之中。认知失调是指
个人由于自身行为、态度或信念的不一致性所产生的不愉快的状态

 （Festinger，1957）。一旦人们体验到认知失调，第一反应便是缓解这一感受，其中一种方法是使新行为与自己之前一贯的行为、态度以及信念保持一致（Aronson，1969；Cooper和Fazio，1984）。因此，第二个居民区的居民才会同意实验人员进一步的请求。最近的研究表明利用这一现象能够产生良好的效果：当要求酒店顾客在承诺成为“地球的朋友”的请愿书上签字时，25%的顾客在入住期间会重复使用浴室的毛巾（Baca-Motes等，2013）。


当我们不一致时会发生什么？


我们通过改变我们的行为、态度和信念以缓解认知失调的事实会产生一些有趣的、潜在的影响。例如，一项研究中，实验人员要求女大学生参加每周一次的讨论，讨论的主题是关于“性心理”。控制组中的女性被允许立刻参与讨论，而实验组的女性需要首先阅读淫秽小说给一名陌生男子听，并进行相应的、令人尴尬的测试，随后才能参加讨论。虽然实验人员尽可能地使讨论枯燥无味，但实验组中的女性与控制组中的女性相比，认为讨论更为有趣（Aronson和Mills，1958）。为什么呢？实验组中的女性认为她们为参加讨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大声阅读了整个色情小说！”），但是这一代价却与讨论本身的价值不相称。因此，她们体验到了认知失调，为了缓解认知失调所带来的不适，她们改变了对于讨论是否有价值的信念（见图13.14中的解决方案1）。我们通常认为我们愿意为某件事情付出代价是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有价值，但是正如上述研究所示，人们有时候认为某件事情有价值恰恰是因为他们已为此付出了金钱、时间、注意力、泪水、汗水及血水等诸多代价。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学生社团利用受辱来培育忠诚；一些宗教组织要求信徒捐献大量财物，做出个人牺牲；一些美食餐厅漫天要价却能不断吸引回头客；一些男人或女人玩着欲擒故纵的游戏却总能保持住追求者的兴趣。






图13.14 减轻认知失调。





为了没有价值的事物而受苦会导致认知失调。减轻认知失调的方法之一在于改变对于已有事物价值的认识。



我们有着追求一致性的动机，但是有时候我们并不能始终保持一致。例如，当你朋友的发型实际上很难看时，你可能却会评价说很“前卫”。在这种情境下，我们为什么没有感到认知失调，却相信自己的谎言呢？这是因为评价你朋友的发型很“前卫”虽然和事实不一致，但是却和一个人应该对朋友友善的信念想吻合。当较小的不一致置于较大的一致背景下时，认知失调便降低了。

例如，在一项研究中，主试要求被试完成一项及其枯燥的任务，即先朝一个方向旋转旋钮，然后再朝相反方向旋转，依次不断重复。任务完成之后，主试要求他们告诉下一个等待完成任务的被试这个工作非常有趣，只要愿意说谎，每个人都可获得一笔1美元或20美元的报酬。几乎所有的被试都答应了这个说服的工作，并拿到了报酬。最后，研究者再让这些被试填写问卷，评估他们刚做的这些任务的枯燥程度。结果显示，获得20美元说谎报酬的被试对任务的评价很低，不愿意再参加类似的任务，而获得1美元说谎报酬的被试反而觉得这任务好像并不那么枯燥、很有趣，甚至表示下次还愿意参加类似的任务（Festinger和Carlsmith，1959）。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被试来说，当他被迫说谎时，他就出现了认知失调：一方面的认知是刚刚完成的任务的确枯燥，另一方面的认知是我被要求说谎，告诉别人这些任务比较有趣。在这个时候，拿钱多少就影响了他解决认知失调的方式。拿20美元的被试会觉得，虽然我说了谎，但是我拿到了一笔不小的报酬，所以说谎是值得的。这样，通过引入外部原因，他就在保留了认为任务枯燥的认知的情况下解决了认知失调问题。但是拿1美元的被试不可能利用这微薄的报酬解决认知失调，他的解决方案就是改变之前的信念：提高对任务有趣性的认知——既然自己是真心这么认为，这样他对别人讲这任务有趣时就不算说谎，于是认知失调也解决了（见图13.14中的解决方案2）。

小结



▲ 人们有着追求快乐、避免痛苦的动机（享乐动机），因此人们会受到奖励和惩罚的影响，虽然影响的效果有时候会适得其反。





▲ 人们有着获得他人认可的动机（认可动机），因此人们会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例如互惠规范。人们经常会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来判断什么是规范，从而最终遵从或服从于他人，这有时候会导致灾难性结果。





▲ 人们有着追求真理的动机（正确性动机），因此人们会受到他人行为和表达的影响。这一动机会促使人们在自身的态度、信念和行为中寻找一致性。






社会认知：理解他人



弗朗西斯·奥申（Frank Ocean）即性感又有才华。无论你是否赞同上述观点，这句话都激活了你大脑皮层的内侧前额叶皮质。当人们在思考其他人的特征，而非其他事物特征时，这一大脑区域被激活（Mitchell，Heartherton和Macrae，2002）。虽然当你在休息的时候，大脑的绝大部分区域活动水平降低，但这一区域却始终保持活跃状态（Buckener，Andrews-Hanna和Schacter，2008）。为什么在人脑当中存在这样一个特殊区域用来专门加工你可能遇到的百万分之一的物体的信息？为什么这一区域始终保持活跃？






想想歌手弗朗西斯·奥申（Frank Ocean）就会激活你大脑皮层的内侧前额叶皮质。你还在想着他吗？是吗？是吗？



在你可能遇到的无数事物当中，其他人的信息是最为重要的。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
 是指
人们理解他人的过程，

 你的大脑整天都在为此奔波忙碌。无论你是否知道，你的大脑始终在推断他人的想法和感觉，信念和欲望，能力和愿望，意向，需求以及特征。这种推断基于两种信息：人们所属的类别以及人们的言行。


刻板印象：从类别中作出推论







刻板印象可以是不准确的。史洛莫·凯尼格（Shlomo Koenig）并不符合人们对于警察或老师的刻板印象，但他两者都是。



让我们回顾一下“语言和思维”章节的内容。归类是指人们将单个刺激识别为某类相关刺激的成员的过程。一旦我们将某个新异刺激视为某类刺激的一员（“那是一本教科书”），我们就可以利用已有类别的知识去推断新异刺激的属性（“这很可能非常昂贵”）并据此去行事（“我想我会去非法下载”）。


刻板印象是如何起作用的？


我们推断事物的能力同样会用来推断他人。刻板印象（stereotyping）
 是指
人们基于他人归属类别的知识推断他人特征的过程。

 一旦我们将某人归为某一类别，我们就可以利用已有类别的知识来推测他的特征。例如，如果我们将某人归类为成年人、男性、棒球运动员、俄国人，那么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推论：他会剃胡子而不会剃腿毛；他熟知内野高飞球的规则；他比我们更了解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Vladimir Putin）。当我们给儿童糖吃而不是香烟；当我们向加油站工作人员询问方向而不是财务建议，我们实际上就是在根据这些我们之前从未见过的人的所属类别来推论他们的特征。正如上述例子所示，刻板印象对于我们非常有用（Allport，1954），然而，自从该词由记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1936年创造出来之后，其一直存在着贬义。为什么？因为刻板印象虽然很有用，但经常会产生有害的结果。刻板印象的四种特性——不准确性、过度使用、自我延续和自动化——会使我们经常犯错误。



刻板印象有时并不准确



我们对他人作出的推论并非总是很正确。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犹太人特别贪图享乐或者非裔美国人特别懒惰，美国大学生却在上世纪绝大部分时间内持有上述观点（Gilbert，1951；Karlins，Coffman和Walters，1969；Katz和Braly，1933）。这些观点并非与生俱来，那么它们是如何获得的？无非有两种途径：亲眼所见或道听途说。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某类人的信息绝大多数来自于他人的谈论。大多数对犹太人或非裔美国人存有偏见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从未接触过这两类人，他们的观点完全来自于道听途说。


科学热点 婚礼策划师




人类大脑的大小在短短的200万年间已经增大了2倍。社会脑假说（The social brain hypothesis，Schultz和Dunbar，2010）认为这主要是为了帮助人们处理每天生活在大的社会群体中的复杂的事情。那么有哪些复杂的事情呢？





好吧，让我们想象一下在一场婚礼当中为了安排宾客就座，你需要知道的事情。雅各布叔叔喜欢诺拉奶奶吗？诺拉奶奶讨厌表哥迦勒吗？如果确实如此，雅各布叔叔也讨厌表哥迦勒吗？如果婚礼中仅有150名宾客，你就需要考虑超过10000对这样的二元关系——然而，尽管人们不会算帐或无法解决“数独”问题，在处理上述问题时却得心应手。人类天生是社会学家吗？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Mason等，2010），研究者试图回答这一问题。研究者直接比较了人们解决社会问题和解决非社会问题的能力。非社会问题涉及对于金属的推论。主试告诉被试有两组基本的金属类型，属于同一类型组的金属彼此互相“吸引”，而属于不同类型组的金属彼此互相“排斥”。在经过一系列试次的练习之后，主试告诉被试某对特定金属之间的关系，并要求被试对于金属之间缺失的关系进行推论。例如，主试告诉被试“金”和“锡”都被“铂”所排斥，然后要求被试判断“金”和“锡”的关系。








对于上述关系的推论，研究者还设计了另外一个社会问题的版本。主试告诉被试有两组人，属于相同组的人互相吸引，而属于不同组的人互相排斥。经过一系列试次的练习之后，被试掌握了特定个体之间的关系，例如戈登和蒂姆被帕特里克所排斥，此时主试要求被试推论戈登和蒂姆之间的关系（正确答案是“他们互相吸引。”）





虽然上述社会问题任务和非社会问题任务在逻辑上是相似的，但研究结果显示被试在回答社会问题时速度更快，也更为准确。当研究者借助磁共振成像（MRI）重复上述实验时，发现两种任务都激活了大脑皮层中用来演绎推理的脑区的活动，但仅有社会问题任务激活了大脑皮层中用来理解他人思想的脑区的活动。





可见，我们思考他人的能力比我们思考其他事物的能力要强得多，这对于社会脑的假说是个好消息——对于婚礼策划师的推广同样是好消息。




为什么即使我们亲眼所见，仍然可能对群组产生错误的信念？


然而即使亲眼所见也会形成不正确的刻板印象。例如，在一项研究中，被试需要观看一系列积极和消极行为，主试告诉被试这些行为由两组成员完成：组A和组B（见图13.15）。主试将消极行为的呈现时间严格控制为总时间的三分之一，并使组A的成员人数多于组B的人数。当观看完这些行为后，被试准确地报告出组A中消极行为的呈现时间，却错误地认为组B中的消极行为占到总时间的一半以上（Hamilton和Gifford，1976）。






图13.15 无中生有的联系。





组A和组B都表现出2/3的好的行为和1/3的消极行为，但由于不良行为较少且组B人数也较少，以至于当两个条件同时发生时会引起被试的注意和记忆，从而导致被试在群组成员和行为之间建立了并不真正存在的联系。



为什么会这样？不良行为较少并且组B人数也较少，因此，当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时会格外引起被试的注意（“嘿！异常的B组人又在做异常糟糕的事情”）。这一结果可以解释为什么大群体成员会高估小群体成员的犯罪率。可见，即使我们亲眼所见，仍然会对其他群体中的成员产生不正确的信念。



刻板印象易被过度使用




分类如何歪曲感知？


因为所有的图钉都很相像，所以我们对于图钉的刻板印象（小，便宜，被戳到会很痛）非常有用。我们能毫不费力地将一类图钉和另一类图钉区分开来。但是人与人之间差异太大，以至于刻板印象只能提供某类人群的极其粗略的线索。你可能认为男性的上肢力量要大于女性，这种观点总体来说是正确的。但是不同类别个体的上肢力量差异很大，因此你不能仅仅依据性别来判断对方究竟能够提起多重的物体。人类类别的内在变异使得刻板印象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作用。






图13.16 分类如何歪曲感知。





在右图中，人们倾向于高估线段1和线段3之间的相似性，而低估线段3和线段4之间的相似性。简单地将线段1—3标记为组A，而将线段4—6标记为组B使得同组内的线段看似更相似，而不同组内的线段看似更不相似。



但是，我们却很少能认识到这一点，这是因为仅仅是分类这一行为也会歪曲我们对于类别变异性的感知。例如，在一些研究中，主试向被试呈现多条不同长度的线段（见图13.16；McGarty和Turner，1992；Tajfel和Wilkes，1963）。对于第一组被试，较长的线段被标记为组A，较短的线段被标记为组B（见图13.16右图）；对于第二组被试，线段不做任何标记（见图13.16左图）。有趣的是，研究结果发现第一组被试会高估组A和组B组内线段的相似性，而低估组A和组B组间线段的相似性。

你肯定有过类似经历。例如，我们都会对颜色进行分类（蓝或绿），这种分类会使我们高估同类颜色的相似性，而低估不同类颜色的相似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观看彩虹时，会将流畅的颜色连续体知觉为离散色带的原因（见图13.17）。当两座城市（孟菲斯和皮尔）同属于一个国家时，人们会低估他们之间的距离；而当两座城市（孟菲斯和多伦多）分属于不同国家时，人们则会高估他们之间的距离（Burris和Branscombe，2005）。事实上人们相信较之于邻国地震，当自己国家地震时，他们更能够感觉到230英里以外的地震（Mishra和Mishra，2010）。






图13.17 感知的类别。





分类能够影响我们如何感知颜色以及估计距离。



我们对于颜色相似性和城市距离的认知错误同样会发生在对他人特征的判断上。仅仅是关于黑人或白人，犹太人或非犹太人，艺术家或会计师的划分也会使我们低估相同类别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所有艺术家都很古怪”），而高估不同类别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艺术家比会计师更古怪”）。当我们低估相同类别人与人之间差异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高估了刻板印象的作用（Park和Hastie，1987；Rubin和Badea，2012）。



刻板印象能够自我延续




刻板印象以何种方式与病毒类似？


当我们遇见一名喜欢芭蕾舞而不喜欢足球的司机，或者遇见一名喜欢嘻哈音乐而不喜欢巴赫的老年人时，为什么我们不能改变已有的刻板印象呢？答案在于刻板印象能够自我延续。同病毒和寄生虫一样，一旦它们占据了我们的思想便会和我们抵抗到底。具体来说，有以下三个原因：

➢ 自我实现预言
 是指
人们会按照他人对自己的期望去行事的倾向。

 当人们了解到他人对自己形成了负面刻板印象时，他们会感到刻板印象威胁
 ，
害怕他人可能持有的负面信念得到确认和加强

 （Aronson和Steele，2004；Schmader，Johns和Forbes，2008；Walton和Spencer，2009）。然而，这种担心却可能会强化威胁自己的负面刻板印象。在一项研究中，非裔美国人和白人学生分别被安排参加一项测试，研究者要求每组学生的一半在试卷顶端填写他们的种族信息。结果发现，当学生未被要求填写自己所属种族时，他们都发挥了正常的考试水平；然而当学生被要求填写该信息时，非裔美国人担心会强化他人对自己种族的负面刻板效应，从而导致他们考试发挥失常（见图13.18）。刻板印象能够自我延续的部分原因在于人们的行为会强化他人对自己所形成的刻板印象。






图13.18 刻板印象威胁。





当要求被试做测试之前表明他们的种族时，他们的测试成绩要低于平时的学业水平（通过他们的SAT分数来测定）。



➢ 即使人们并未强化他人对自己的刻板印象，旁观者也会经常认为他们已经强化了。知觉证实（perceptual confirmation）
 是指人们会按照自己期望所能感知的去知觉他人的倾向。在一项研究中，被试通过广播收听一场大学篮球比赛，并被要求评估其中一名队员的表现。虽然所有被试收听的内容相同，但研究者使其中一部分被试相信该名队员是非裔美国人，而使另一部分被试相信其是白种人。结果发现，被试会根据对不同种族所形成的刻板印象来评价该名运动员的表现。前者认为该名运动员展现出非凡的运动能力，而后者认为其表现出了杰出的篮球智商（Stone，Perry和Darley，1977）。刻板印象能够自我延续的部分原因在于它会使我们对他人的感知出现偏差，从而使我们相信他人的行为证实了我们的刻板印象，虽然事实并非如此。

那么当他人的行为与我们的刻板印象明显不一致时会发生什么呢？亚归类（subtyping）
 是指
当人们接受到不一致的证据时，倾向于修正而不是丢弃已有的刻板印象

 （Weber和Crocker，1983）。例如，绝大多数人认为公关人员擅于交际。在一项研究中，被试了解到一名公关人员不太擅于交际，在得知这一信息后，被试略微调整了已形成的对公关人员的刻板印象。但是，当被试了解到该名公关人员非常不擅于交际时，他们的刻板印象未得到丝毫改变（Kunda和Oleson，1997）。相反，他们通过认为该名公关人员是“特例”来保持已有刻板印象的完整性。亚归类是人们面对自相矛盾的证据时保存已有刻板印象的一种强有力的方法。



刻板印象可以自动形成



如果我们认识到刻板印象是不准确的并且能够自我延续，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下定决心停止使用它们呢？这是由于刻板印象的产生是无意识的（这意味着我们并不总能知道我们正在做什么）和自动化的（这意味着尽管我们费尽心思却仍无法避免它的形成；Banaji和Heiphetz，2010；Greenwald，McGhee和Schwartz，1998；Greenwald和Nosek，2001）。


我们能够决定不使用刻板印象吗？


例如，在一项研究中，主试要求被试玩一种电子游戏。游戏中，被试需要向指定的图片射击。图片有四种类型，分别是拿着枪的黑人男性，拿着枪的白人男性，拿着照相机的黑人男性以及拿着照相机的白人男性，图片在屏幕上快速闪现，时间小于1秒钟。当被试向拿着枪的男性射击时将会赢钱，但当被试向拿着照相机的男性射击时将会输钱。研究结果显示被试会犯两种类型的错误：他们倾向于向拿着照相机的黑人男性射击，而不向拿着枪的白人男性射击（Gorrell等，2002）。虽然图片在屏幕上呈现的速度非常快以至于被试没有足够时间思考他们的刻板印象，但是刻板印象在潜意识中仍然发挥着作用：人们会误将黑人手中的照相机当作是枪，而将白人手中的枪当作是照相机。令人遗憾的是，黑人被试会和白人被试一样犯同样的错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刻板印象由某类人的所有信息组成，这些信息来自于多年以来我们与他人的交往，来自于阅读书籍和浏览博客，来自于笑话、电影以及夜间电视节目。当我们在电影中看见黑人拿着枪时，我们将两者联系在一起。虽然我们意识到这是电影片段而并非真实的生活场景，这种联系仍然建立起来并被我们牢记，而随后我们无法决定自己不受任何影响。






2007年，路透社新闻摄影师纳米尔·卢·埃尔登（Namir Noor-Eldeen）被美军直升飞机上的士兵开枪打死，士兵错将他的摄像机当成了武器。如果埃尔登是一名金发白人或一名女性，士兵还会犯同样的错误吗？



事实上，一些研究表明尝试不使用刻板印象反而会使事情变得更糟。在一项研究中，主试向被试呈现一张粗暴的“光头”男性的照片，并要求被试写一篇文章来描述该名男性生活中代表性的一天。主试提醒一部分被试不应让对于光头的刻板印象影响到自己的写作，而对另一部分被试没有任何提醒。接着，主试将被试带到一间屋子，屋内有八张空椅子，第一张椅子上放有一件外套。此时，主试向被试解释这件外套属于一个光头，他刚刚去了洗手间。那么此时被试会选择坐在哪里呢？结果发现，之前接到主试提醒的被试较之于没有接到提醒的被试选择离第一张椅子更远的椅子入座（Macrae等，1994）。正如“意识”那章所指出的，思维压抑的讽刺性在于我们尝试避免去做的却经常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刻板印象是无意识的和自动化的，但它并非是不可避免的（Blair，2002；Kawakani等，2000；Milne和Grafman，2010；Rudman，Ashmore和Gary，2001）。例如，经过特殊训练的警察在玩上述照相机和枪的视频游戏时并不会像普通人那样犯同样的错误（Correll等，2007）。同普通人一样，他们在决定向白人射击而不向黑人射击时需要花费几毫秒的时间思考，这表明刻板印象无意识地、并自动化地影响着他们的思维。但与普通人不同的是，他们向黑人射击的频次并不比白人多，这表明他们已经学会如何阻止这些刻板印象影响自己的行为。其他研究也表明即使最简单的锻炼也能减少刻板印象自动化的影响（Phills等，2011；Todd等，2011）。


归因：从行动中作出推论



一个人的行为能告诉我们关于他的什么信息？


1963年，
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在演说中，他描述了自己对美国的愿景：“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儿女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皮肤的颜色，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出判断标准的国家里。”对于刻板印象的研究表明时至今日，金博士的担忧仍然是合理的。我们的确凭借着肤色、性别、国籍、宗教信仰、年龄以及职业来评价他人，正因为这样，我们经常会犯错误。然而，如果我们以品格的优劣来评价他人，情况是否会好转呢？如果我们能设法“关掉”我们的刻板印象而将每个人作为个体对待，我们的判断是否会准确呢？

未必如此！将每个人作为个体对待意味着依靠他们的言行来作出判断。这比听起来要难得多，因为某人是什么样的人与他的言行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简单明朗的。一个诚实的人为了减少朋友的尴尬可能会撒谎，一个不诚实的人为了提升自己的信誉可能会说真话。快乐的人会有伤感的时刻，彬彬有礼的人在遇到交通堵塞时也会很粗鲁，瞧不起我们的人在需要帮忙时更会对我们阿谀奉承。总之，人们的行为有时会告诉我们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但有时它只是告诉我们他们碰巧所处的情境。

为了了解他人，我们不仅需要知道人们在做什么，还需要知道人们为什么这样做。那名打出本垒打的击球手是一名天才球员，还是仅仅是由于运气？那名正在发表反对堕胎演说的政治家是真正反对堕胎，还是仅仅是为了赢得保守派的选票？当我们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时，我们便是在作出归因
 ，是指
人们对于他人行为原因的推论

 （Epley和Waytz，2010；Gilbert，1998）。当我们判定他人的行为是由于一些临时性的原因所致（“他很幸运，风将球吹到了看台上”），我们是在作出
情境归因

 （situational attributions）；而当我们判定他人的行为是由于其相对持久的思维倾向、感觉方式或行为习惯所致，我们是在作出
个性归因

 （dispositional attributions）（“他眼神锐利，挥棒有力”）。






图13.19 归因的共变模型。





共变模型告诉我们对于他人的行为我们是应该作出个性归因还是情境归因。



我们怎么知道是应该做出个性归因还是应该做出情境归因呢？根据共变模型（covariation model）理论（Kelly，1967），我们在对他人行为归因时需要考虑三种信息，分别是一贯性、一致性和特异性。例如，为什么图13.19的男人会戴乳酪状的帽子？他很愚蠢吗（个性归因）？或者他是一个正常人，只不过正在去威斯康辛橄榄球比赛的路上（情境归因）？根据共变模型，你可以通过了解三个方面的信息来回答上述问题：他的行为是否具有一贯性（他经常戴这顶帽子吗？）、一致性（其他人也戴这样的帽子吗？）以及特异性（他还做了别的愚蠢的事情吗？）。如果他每天都戴这样的帽子（
高一贯性

 ），今天没有人戴乳酪形状的帽子（
低一致性

 ），并且他还会做其他一些愚蠢的事，例如，穿着小丑鞋子向着路人奇怪地吼叫（
低特异性

 ），你就可以做出个性归因（“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傻瓜”）。另一方面，如果他很少戴这样的帽子（
低一贯性

 ），今天很多人戴乳酪形状的帽子（
高一致性

 ），并且他没有做其他愚蠢的事（
高特异性

 ），你就可以做出情境归因（“他是一名观看比赛的球迷”）。如图13.19所示，一贯性、一致性和特异性提供了关于他人行为起因的有用信息。

虽然看似很合理，但研究表明人们并不总是会使用这些他们应该使用的信息。对应偏差（correspondence bias）
 是指
当我们应该做出情境归因时却做出个性归因的倾向

 （Gilbert和Malone，1995；Jones和Harris，1967；Ross，1977）。这种偏差很常见、很基础，因此我们通常将其称为
基本归因错误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s）。例如，在一项研究中三名被试一起玩一项小游戏。其中一名被试扮演测试者并编制一些非同寻常的问题；另一名被试扮演参赛者并需要回答测试者的问题；第三名被试扮演观察者，他只需要观看前两人之间的提问和作答。测试者会基于自己特有的知识背景故意提一些棘手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参赛者通常无法作答，观察者的任务则是判断测试者和参赛者谁更有学问。虽然测试者的问题很精彩，参赛者的回答很糟糕，但是观察者应该明白这只是由于他们在游戏中所扮演的角色决定的，如果两者的角色互换，参赛者同样会给出精彩的问题，而测试者的回答同样会非常糟糕。即便如此，观察者仍然倾向于认为测试者比观察者更有学问（Ross，Amabile和Steinmetz，1977），并在接下来的游戏中更喜欢选择测试者作为自己的合作伙伴（Quattrone，1982）。即使我们知道一名成功的运动员常常有着主场优势，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也常常有着家族背景。但我们仍然倾向于将他们的成功归因为天赋和坚韧。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对应偏差的产生？首先，行为的情境性起因经常是无法看见的（Ichheiser，1949）。例如，教授们会认为奉承他们的学生是真正崇拜他们，尽管这些学生溜须拍马的强烈动机来源于教授们掌控了他们的成绩。问题是，教授们可以看到学生面对无知的笑话却哈哈大笑，听完无聊的讲座却热烈鼓掌，但是他们看不到自己控制着学生的分数。情境不像人的行为那么有形或可见，所以它太容易被我们忽视（Taylor和Fiske，1978）。其次，情境归因比个性归因更复杂，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注意力。一项研究中，被试需要在承担认知负荷任务（即记住一个7位数的数字）的同时做出归因，结果发现他们在做个性归因时不费吹灰之力，但是在做情境归因时却困难重重（Gilbert，Pelham和Krull，1988；Winter和Uleman，1984）。简言之，关于情境的信息很难得到，也很难使用，因此，即使从情境方面可以做出相当合理的解释，我们却更愿意相信他人的行为取决于他们的性格。

对应偏差在某些文化中比其他文化（Choi，Nisbett和Norenzayan，1999）、在某些人中比其他人（D’Agostino和Fincher-Kinfer，1992；Li等，1999）、在某些情境中比其他情境更为强烈。例如，较之于评价自己，我们在评价他人的时候更容易出现对应偏差。行动者/观察者效应（actor-observer effect）
 是指
解释自己行为时做情境归因，而观察别人行为时做个性归因的倾向

 （Jones和Nisbett，1972）。当要求大学生解释自己和朋友选择某专业的原因时，他们倾向于从情境方面解释自己的选择（“我选择经济学是因为，我父母告诉我一旦上了大学，我必须自给自足”），而从个性方面解释朋友的选择（“利亚选择经济学是因为她是一个物质的人”）（Nisbett等，1973）。行动者/观察者效应发生的原因在于与他人相比，人们通常掌握了导致自己行为产生的更多的情境性信息。我们都能记得从父母那儿听来的“哪些专业将来更有用”的“讲座”，但我们无法得知利亚是否也从父母那了解到了这些知识。作为观察者，我们自然而然地关注对方的行为，但是作为行动者，我们则完全关注我们行为发生的情境。事实上，当让人们观看自己的谈话录像，允许他们了解朋友眼中的自己时，他们会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个性归因，而对朋友的行为做出情境归因（Storm，1973；Taylor和Fiske，1975）。






布什兄弟（州长杰布，总统乔治）都是事业有成的人。他们的成功是由于自身的特点还是家族的金钱和声望？



小结



▲ 人们基于他人所属的类别来推论他人（刻板印象）。但由于刻板印象是不准确的、易被过度使用、能够自我延续，并且是无意识的和自动化的，因此刻板印象会导致我们误解他人。





▲ 人们基于他人的行为来推论他人。但由于人们更倾向于将他人的行为归因为个性而非情境，因此这种归因方式会导致我们误解他人。



本章回顾


关键概念小测试


1._____是指使用武力以获得稀缺资源。

a.攻击

b.挫折

c.目标设定

d.社会性

2.某人侵入了你的电脑，盗取了你的个人信息，用你的账户，以你的名义购买了商品和服务，他是基于以下哪个原则来行事的？

a.攻击

b.社会认知

c.负性情感

d.挫折——攻击

3.为什么攻击行为——从暴力犯罪到运动员之间的冲突——更有可能发生在炎热的日子里，尤其当我们感到恼火和不舒服的时候？

a.挫折

b.负性情感

c.资源稀缺

d.生理因素和文化因素的交互作用

4.攻击行为的最佳预测指标是什么？

a.温度

b.年龄

c.性别

d.地位

5.囚徒困境游戏描述了_____。

a.假设证实偏见

b.责任扩散

c.群体极化

d.合作的成本和效益

6.以下哪一项不是群体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a.群体内成员会对群体内其他成员持有积极性偏见，并且以对他们有利的方式对待他们。

b.群体内成员对非群体内成员持有偏见和歧视。

c.群体有时候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d.群体可能会采取极端的行为，这一行为在个体身上不会发生。

7.以下哪一项更好地描述了互惠利他主义？

a.当置身于群体当中时，人们变得不关心个人的价值。

b.被排除在群体之外所产生的焦虑、孤独和沮丧。

c.长时间的合作。

d.个体与自己亲属合作的进化过程。

8.以下哪一项不是女性在选择配偶时越来越精挑细选的原因？

a.较之于男性，女性性行为会付出更高的代价。

b.共同抚养孩子的方式可以用来解释女性精挑细选的原因。

c.从历史上来看，较之于男性，女性性行为的声誉代价更高。

d.怀孕增大了女性对于营养的需要，并将她们置于疾病和死亡的风险当中。

9.以下哪一项是影响吸引力的情境因素？

a.接近性

b.相似性

c.外貌

d.人格

10.目前，大约_____的美国男性和_____美国女性在40岁前就已结婚？

a.50%；50%

b.90%；10%

c.80%；85%

d.10%；90%

11.以下哪种假设认为只要人们觉得成本收益比是可行的，便会与他人保持这段关系？

a.伴侣之爱

b.曝光效应

c.社会交换

d.公平

12.以下哪种动机描述了人们如何积极地追求快乐和逃避痛苦？

a.情绪动机

b.正确性动机

c.认同动机

d.享乐动机

13.按照权威人士要求我们做的去做的倾向被称为_____。

a.说服

b.服从

c.一致性

d.自我实现预言

14.人们开始了解他人的过程被称为_____。

a.个性归因

b.正确性动机

c.社会认知

d.认知失调

15.我们应该做出情境归因时却做出个性归因的倾向被称为_____。

a.比较水平

b.刻板印象

c.共变

d.对应偏差


关键术语


社会心理学

攻击

挫折—攻击假设

合作

群体

偏见

歧视

共同知识效应

群体极化

群体思维

去个性化

责任扩散

社会惰化

旁观者干预

利他主义

亲缘选择

互惠利他

曝光效应

激情之爱

伴侣之爱

社会交换

比较水平

平等

社会影响

规范

互惠规范

规范性影响

吃闭门羹技巧

从众

服从

态度

信念

信息性影响

系统性说服

启发式说服

登门槛效应

认知失调

社会认知

刻板印象

自我实现预言

刻板印象威胁

知觉证实

亚归类

归因

对应偏差

行动者—观察者效应


转变观念


1.你所在国家的一名参议员正在支持一项议案。如果该项议案通过，将会对闯红灯的攻击性驾驶员处以数额巨大的罚款。你的一位同学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教科书已经教给了我们很多关于惩罚和奖励的知识。这很简单。如果我们惩罚了攻击性驾驶员，开车闯红灯的数量将会下降。”你同学的观点是正确的吗？新的法规会适得其反吗？有没有另外一种促进安全驾驶的行之有效的措施？

2.你的一位朋友性格外向，有趣，并且是学校女子篮球队的运动明星。她正在和一个男生约会。该男生性格内向，喜欢玩电脑游戏，不喜欢参加聚会。你取笑他们之间的性格差异，她回答到：“好吧，异性相吸。”她是对的吗？

3.2011年底，一位联邦法官裁定纽约市消防部门长期进行歧视性招聘，系统性地排斥少数民族，从而导致部门内成员白人占到总数的97%，而黑人占到纽约市人口的25%。你的朋友阅读了该案例，并嘲笑到：“人们总是这么快就断言别人是种族主义。的确，现在仍然存在着一些种族主义者，但是如果你做一项调查询问人们对于其他种族的看法，人们会说他们觉得很好。”你会和朋友说些什么？

4.你的一个朋友有着非常独特的时尚观，穿着总是与众不同。例如，一套霓虹灯似的橙色运动服配上一个破旧的浅顶软呢帽。你欣赏你朋友的古怪性格。一天，他精心挑选了衣服并在你面前发表了时尚宣言：“大多数人都会随大流，但是我不会。我是独立的个体，我不受他人影响自己做出选择。”他有可能是对的吗？你会举哪些例子来支持或反对你朋友的宣言。

5.一名同学在得知米尔格拉姆（Milgram，1963）的研究之后被深深震撼了。在该项研究中，被试愿意服从命令给他人施加痛苦的电击，即使当被电击者苦苦哀求，被试仍然没有停止电击。更糟糕的是，博格（Burger，2009）的研究表明并不只是那个年代的被试会做出这样的行为，现代人同样会这样。“有些人只是温顺的羊羔！”你的同学说道，“我知道你和我都不会那样做的。”她是对的吗？你有什么证据来支持或反对她的观点？

6.当你的家族聚在一起过感恩节时，你的表弟温迪带来了他的未婚妻阿曼达。这是阿曼达第一次和你的整个家族见面，她似乎有点紧张。她说话有点多，笑声也太大，使得在场的每个人都有点不高兴。聚会结束后，当你单独和你的母亲在一起时，你母亲向你翻起了白眼并说道：“很难想象温迪想要和如此令人讨厌的人生活一辈子。”你不同意你母亲的观点，你觉得应该更加宽容。你认为你母亲可能落入了对应偏差的陷阱。你如何改变你母亲的观点呢？


关键概念小测试答案


1.a；2.d；3.b；4.c；5.d；6.a；7.c；8.b；9.a；10.c；11.c；12.d；13.b；14.c；15.d.？


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
 
关于人类社会性起因和后果的研究。




攻击（aggression）
 
以伤害他人为目的的行为。




挫折—攻击假设（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
 
当动物的目标受挫时，它们会出现攻击行为。




合作（cooperation）
 
两人或多人之间的互惠行为。




群体（group）
 
区别于他人的，有着共同之处的人的集合体。




偏见（prejudice）
 
个体基于所在群体内的成员对他人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评价。




歧视（discrimination）
 
个体基于所在群体内的成员对他人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行为。




共同知识效应（common knowledge effect）
 
群体在讨论时更关注所有人都共享的信息的倾向。




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
 
群体进行决策时，人们往往比个体单独决策时更为极端的倾向。




群体思维（groupthink）
 
群体内成员为了促进人际和谐而达成共识的倾向。




去个性化（deindividuation）
 
在群体压力的影响下，个体变得较少关心他们的个人价值。




责任扩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个体在群体中时，感到责任感的降低，不太考虑自身行为后果的倾向。




社会惰化（social loafing）
 
个体与群体其他成员一起做某件事情时，个人所付出的努力比单独时偏少的倾向。




旁观者干预效应（bystander intervention）
 
在紧急情况下给予陌生人帮助的行为。




利他（altruism）
 
不计较自身利益而去帮助他人的行为。




亲属选择（kin selection）
 
进化会选择那些愿意与自己亲属合作的个体。




互惠利他（reciprocal altruism）
 
给予他人好处的同时期望将来得到他人回报的行为。




曝光效应（mere exposure effect）
 
经常出现就能增加喜欢程度的倾向。




激情之爱（passionate love）
 
狂热的情感、寻求亲密无间以及强烈的性渴望等体验。




伴侣之爱（companionate love）
 
双方相互依恋、相互信任以及相互扶持等体验。




社会交换（social exchange）
 
只要人们对成本收益比满意，便会与他人维持这段关系。




比较水平（comparison level）
 
人们认为在自己另一段关系中应该或者能够获得的成本收益比。




平等（equity）
 
双方的成本收益比大致相等的情况。




社会影响（social influence）
 
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




规范（norms）
 
被某一文化内的所有成员广泛分享的行为习惯标准。




互惠规范（norm of reciprocity）
 
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即人们应该使那些让自己受益的人受益。




规范性影响（normative influence）
 
发生于他人行为成为“行为标准”时的一种现象。




吃闭门羹技巧（door-in-the-face technique）
 
故意使某人拒绝自己最初请求的影响策略。




从众（conformity）
 
仅仅因为他人正在做某事而跟着他人去做此事的倾向。




服从（obedience）
 
按照权威人士要求我们做的去做的倾向。




态度（attitude）
 
对某个对象或事件持久的、积极或消极的评价。




信念（belief）
 
对某个对象或事件持久的知识。




信息性影响（informational influence）
 
他人的行为提供了“正确”信息时所发生的现象。




说服（persuasion）
 
人们的态度和信念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受到影响的现象。




系统性说服（systematic persuasion）
 
通过诉诸于理由来改变态度和信念的过程。




启发式说服（heuristic persuasion）
 
通过诉诸于习惯或情感来改变态度和信念的过程。




登门槛效应（foot-in-the-door technique）
 
提较大的请求之前先提一个较小的请求的说服技术。




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
 
个人由于自身行为、态度或信念的不一致性所产生的不愉快的状态。




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
 
人们理解他人的过程。




刻板印象（stereotyping）
 
人们基于他人归属类别的知识推断他人特征的过程。




自我实现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人们会按照他人对自己的期望去行事的倾向。




刻板印象威胁（stereotype threat）
 
害怕他人可能持有的负面信念得到确认和加强。




知觉证实（perceptual confirmation）
 
人们会按照自己期望所能感知的去知觉他人的倾向。




亚归类（subtyping）
 
当人们接受到不一致的证据时，倾向于修正而不是丢弃已有的刻板印象。




归因（attribution）
 
人们对于他人行为原因的推论。




对应偏差（correspondence bias）
 
当我们应该做出情境归因时却做出个性归因的倾向。




行动者/观察者效应（actor-observer effect）
 
解释自己行为时做情境归因，而观察别人行为时做个性归因的倾向。






第14章 应激与健康



“有把刀在你脖子上。别出声，快从床上爬起来跟我走，不然我就杀了你和全家。”这番话惊醒了14岁的伊丽莎白·斯玛特（Elizabeth Smart）。那时，她正在自己的卧室里睡觉，身边躺着9岁的妹妹玛丽·凯瑟琳（Mary Katherine）。那是2002年6月5日的午夜。出于对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的担忧，她保持镇静，跟着绑架者走出家门。她妹妹恐惧万分，躲在卧室里好几个小时后才叫醒父母：“她走了，伊丽莎白走了”。伊丽莎白被一个叫做布莱恩·戴维·米切尔（Brian David Mitchell）的工人绑架，这个人之前曾被伊丽莎白的父母雇来修理家里的屋顶。米切尔通过一扇打开的窗户钻进伊丽莎白位于盐湖城的家，并绑架了她。他和他的妻子万达·艾琳·巴泽（Wanda Ileen Barzee）将伊丽莎白囚禁了9个月。在此期间，米切尔多次对伊丽莎白实施强奸并威胁要杀了她和她全家。最终，米切尔、巴泽和斯玛特在街边散步时被一对夫妇发现。这对夫妇看过最近播放的电视节目《全美通缉令》（America’s Most Wanted
 ），认出他们并报了警。米切尔和巴泽被捕，伊丽莎白也终于回到家中。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伊丽莎白所遭受的境遇令人难以想象，尤其是对于一个14岁的女孩来说，这可能是压力最大的处境之一。那么伊丽莎白变成什么样呢？幸运的是，她现在安然无恙，婚姻幸福，还是一名活动家及ABC新闻评论员。她经受了为期数月的危及生命的压力，毫无疑问，这些经历将会影响她整个人生。同时，她的经历也让我们见证了生命的韧性。尽管她曾经面对过极为艰难的处境，不过，她似乎已经重新振作起来，过上了幸福快乐、卓有成效、充满价值的生活。她的故事是一个应激与健康同在的例证。

所幸我们之中只有极少部分的人不得不遭遇伊丽莎白·斯玛特曾经经历的那种压力。但是，生活中可能会有一连串难以应对的惊吓、困扰以及迫在眉睫的灾难。你可能差点就被一个鲁莽的司机撞到；你可能会受到某种形式的歧视、威胁或恐吓；你可能因为一场火灾而露宿街头。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应激源
 、特定事件或慢性压力，需要人加以应对，否则威胁人的身心健康。这些应激源尽管很少会涉及死亡威胁，但对健康的影响既有即时效应，也有累加效应。

在本章中，我们将看看心理学家和医生所了解的、会给我们带来应激
 的各种生活事件，以及面对内源性和外源性应激源时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对这些应激源的典型反应；以及处理压力的方法。应激对健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在本章中同时考虑应激和健康两个方面。同时，疾病和健康并非只是躯体的特征，因此，我们将探讨健康心理学
 中的一些更广泛的主题。健康心理学是一门探讨影响躯体疾病发生和治疗以及保健的心理因素的心理学子学科。你将会看到，对疾病的认识是如何影响疾病发展过程，促进健康的行为又是如何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的。




应激的来源：是什么让你应激



首先，应激的来源是什么？自然灾难，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应激源，例如飓风、地震或者火山爆发。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应激源是那些影响我们日常舒适的生活模式并给我们带来一定困扰的个人事件。让我们看一看那些能够导致应激的生活事件、慢性应激源，以及失控感与应激源之间的关系。


应激事件


人们似乎经常在经历了重大生活事件后会生病。托马斯·霍姆斯和理查德·拉厄（Thomas Holmes和Richard Rahe，1967）在他们的开创性研究中对此现象进行追踪观察后指出：重大生活变故导致应激，而且应激程度的增加又会导致疾病产生。为了验证这个观点，他们要求被试对再适应程度进行评定，每一种生活事件都与疾病的发生相关（Rahe，1964）。由此而形成的生活事件清单具有显著的预测功能：仅仅把所经历的每个生活变故的应激评分累加起来，就能显著预测个体将来得病的可能性（Miller，1996）。例如，如果某人在一年内同时经历了离异、失业和朋友离世，那么相对于只在这一年内遭受离异的人来说，他更有可能患病。


你在应激量表的哪个位置上？


表14.1呈现的版本是大学生生活事件量表（它的缩写是CUSS，全称为大学生应激量表（College Undergraduate Stress Scale））。让我们来评估一下你的应激事件：逐次核对去年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件，然后把你的总分加起来。在心理学入门课程班中选择学生大样本，得到的平均分数为1247，分值从182到2571分（Renner和Mackin，1998）。

看着这个清单，你可能会感到疑惑：为什么这个量表还会有正性生活事件？应激生活事件不是那些令人讨厌的事件吗？结婚为什么还会有压力？婚礼难道不应该是有趣的吗？已有研究表明，相对于负性事件，正向事件所带来的心理沮丧和躯体症状更少（McFarlane等，1980），而且幸福感有时甚至会抵消负向事件所带来的影响（Fredrickson，2000）。然而，正向事件经常需要我们进行准备并再调整，这些准备和再调整过程对于许多人来说压力是相当大的（如Brown和McGill，1989）。因此这些事件也被包含在了生活变故量表分数的计算指标之中。


慢性应激源


如果像结婚或失业诸如此类的偶发应激事件是我们所要面对的唯一应激源，那么生活就会简单许多。至少每个事件都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都有它的开头部分、中间部分，在理想情况下还有个结尾部分。然而，不幸的是，生活让我们持续地暴露于慢性应激源
 中，即持续时间长或反复出现的压力来源。紧张的人际关系、歧视、欺凌、超负荷工作、金钱纠纷，（这些小应激源）积聚起来能够产生痛苦和疾病。如果它们只是偶尔出现，可能很容易会被忽视。那些报告自己经常被日常琐事所扰的人也表示自己有更多的心理症状（LaPierre等，2012）和躯体症状（Piazza等，2013），而且这些小应激源带来的影响往往比重大生活事件带来更重大、更持久的影响。



表14.1 大学生应激量表








注：为了计算你的生活变故分数，把去年一年内发生在你身上的所有事件的应激评分加起来。





来源：Renner和Mackin（1998）




你所知道的环境因素导致慢性压力的例子有哪些？


许多慢性应激源都与社会关系有关联。例如，正如“社会心理学”那一章所描述的那样，人们通常根据种族、文化、兴趣、声望等形成不同的社会群体。游离在群体之外可能有压力，而成为群体内成员的攻击目标会带来更大的压力，尤其是当这种攻击反复发生时（见“科学热点”栏目）。慢性应激源也可能与特定的环境相关联。例如，噪音、交通堵塞、人口密集、污染乃至暴力威胁等城市生活特征都是慢性应激持续不断的来源（Evans，2006）。当然，农村地区也有其自己的慢性应激源，尤其是与外界隔绝以及卫生保健等基础设施的缺乏。认识到慢性应激源与环境的关系，促使了环境心理学
 的诞生，这个分支学科是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环境对于个体行为及健康的影响。

在一项探讨噪音对儿童影响的研究中，环境心理学家对建在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航线下的学校里的学生入学情况进行考察。他们想知道，每天从头顶飞过的1250多架飞机所产生的噪音除了让孩子们大声嚷嚷才能被彼此听到之外，还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与低噪音区学校里的孩子们（匹配控制组）相比，在航线下学习的孩子们所报告的噪音烦扰水平更高，并且阅读理解能力更差（Haines等，2001）。为了孩子们，请你下次试着在飞往机场的时候更安静一点。






城市生活可能很有趣，不过，高强度的噪音、拥挤和暴力也可能是居住在城市的慢性应激的来源。




科学热点 歧视能导致应激与疾病吗？




你是否曾经因为种族、性别、性取向或某些其他特征而受到歧视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就知道，这可能也是一次充满压力的经历。反复发生的歧视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冲击力很强的应激源。但它究竟对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歧视能以多种方式导致压力增加，并对健康带来负面效果。歧视，使得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们体验到更高水平的压力，并且他们更经常地采用一些适应不良的行为（如酗酒、抽烟和暴饮暴食）应对这些压力。这些人还可能在与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的互动中遇到困难（如，临床医生偏见，病人怀疑治疗；Major，Mendes和Dovidio，2013）。总而言之，这些因素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社会地位低下群体中的成员的患病率比处于社会优势群体中的成员更高（Penner等，2010）。





一些新近的研究结果向我们揭示了歧视是如何“侵入皮肤”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的。Wendy Mendes和他的同事们在一项研究中（Jamieson，Koslov等，2013）将白人和黑人参与者置于同种族或异种族的社会情境中，以此来检测相对于一般的社会排斥，歧视本身是否还包含一些特别有害的因素。为了检验这个假设，他们要求参与者通过视频聊天软件向在不同房间内的两个同盟者发表演讲，之后这两个同盟者会对参与者的演讲给予负面反馈。参与者无法看到这两个同盟者，但他可以通过计算机虚拟化身来判断这个同盟者是否与自己同一种族。有趣的是，尽管排斥的本质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一样的，但是相对于同种族的人排斥他们，参与者对异种族的排斥有明显不同的反应。具体来说，被与你自己同种族的人排斥与高水平的羞耻感和与回避状态有关的生理变化（皮质醇升高）相关，而被异种族成员排斥则与愤怒、高危险警惕性、趋近状态有关的生理变化（如更大的心输出量和较低的血管阻力）以及更高的冒险性相关。





与此类似的研究将有助于解释不同社会群体在健康状况方面存在的某些差异。该研究表明，歧视可能会导致生理、认知和行为改变，这些改变在短期内可以让人做好行动准备，但长此以往就会对身体健康带来负面影响。




对应激事件的控制感


灾难、应激性生活变故以及生活琐事有何共同之处？当然，它们对个体或现状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应激源向你发出挑战，你必须做出反应来消除或克服这个应激源。


是什么使事件产生的压力最大？


与此相矛盾的是，当你对某些事件束手无策，或者没办法应对挑战时，这些事件带来的压力最大。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件的可控性的预期，可以预测到个体对压力处理的有效性。在一项控制感的经典研究中，戴维·格拉斯和杰罗姆·辛格（David Glass和Jerome Singer，1972）考察了个体对噪音的可控性所带来的后续效果。他们要求参与者在一个安静的房间或一个充满噪音的房间解决一些难题或进行校对。格拉斯和辛格发现，那种突发噪音损害了人们在噪音结束后的行为表现。然而，对于那些在噪音阶段被告知可以通过按键来结束噪音的参与者，却能够避免这种行为绩效显著下降的现象。他们并不需要真的去按这个键，仅仅知道自己有权使用这个“紧急按钮”就能使他们免遭噪音的损害。

后续的研究也发现，缺乏控制感也是构成其他应激源的根本原因。比如，过度拥挤所带来的应激效应可能是由于你觉得自己不能控制远离拥挤的条件（Evans和Stecker，2004）。而住在拥挤的宿舍里对你来说可能更容易处理，毕竟你能意识到你可以出去散散步，来彻底远离这一切。

小结



▲ 应激源是指对个体提出特定要求或有损个体健康的事件或威胁。





▲ 应激的来源包括重大生活事件（甚至是愉悦的生活事件）、灾难性事件以及慢性困扰，其中一些可以追溯到特定的环境。





▲ 当我们感知到自己无法控制或处理挑战时，生活事件所产生的压力是最大的。






应激反应：记忆复苏



像往常一样，这是纽约市的一个星期二的上午。大学生们正坐在早课的课堂上，上班的人们刚刚到达工作地点，街上开始挤满了熙熙攘攘的购物者和旅游者。就在那时，上午8点46分，一架美国航空11号班机撞在了世贸中心北塔上。人们惊恐地目击这一幕。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这看起来像是一场可怕的事故。接着，在上午9点03分时，联合航空175号班机又撞入了世贸中心南塔。紧接着就有报告称有一架飞机撞入了五角大楼。还有一架飞机撞入了宾夕法尼亚的某个地方。美国正在遭遇恐怖袭击，没人知道在2001年9月11日这个骇人听闻的早晨之后还会发生什么。恐怖分子对世贸中心的袭击对许多人来说，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是一个巨大的、影响深远的应激源。研究发现，在9·11期间居住在世贸中心附近（1.5英里之内）的人比住在200英里以外的人，其海马、脑岛、扣带前部和内侧前额叶皮层的灰质更少，这表明与袭击相关的应激可能使这些在情绪、记忆和决策方面起重要作用的脑区缩小（Ganzel等，2008）。而看过较多有关9·11事件电视新闻的儿童比那些观看较少的儿童产生更多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Otto等，2008）。在全国范围内，对9·11事件有较强急性应激反应的人在接下来的三年内心脏疾病的发病率增加了53%（Holman等，2008）。应激能改变躯体和脑的各个系统，刺激躯体反应和心理反应。下面让我们依次探讨躯体反应和心理反应。






诸如9·11袭击事件中许多纽约市居民所体验到的死亡或受伤的威胁，能够导致巨大的、持久的躯体反应和心理应激反应。




躯体反应



躯体是如何对战斗或逃跑的情形做出反应的？


沃尔特·坎农（Walter Cannon，1929）为描述威胁性刺激造成的身体反应创造了一个新词：战斗或逃跑反应（the fight-or-flight response）
 ，一种做好行动准备以应对紧急事件时的情绪反应和生理反应。大脑问：“我是应该留下来，以某种方式与它作战，还是应该拼命地逃跑？”然后，身体准备好做出反应。此刻，如果你是一只猫，你的毛发就会竖起来。如果你是一个人，你的毛发也会竖起来，只不过不明显而已。坎农意识到不同种群间都有共同的反应，他猜想这可能是身体在面对所有威胁时最先调动的资源。

自坎农之后，大量的研究已经揭示了在应激反应过程中脑和躯体所发生的变化。在面对威胁时，下丘脑被激活，刺激临近的垂体并释放一种被称为ACTH（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缩写，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的激素。ACTH随着体内循环的血液到达并刺激肾脏顶端的肾上腺（见图14.1）。在HPA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ocortical axis）的连锁反应中，肾上腺被激活并释放包括儿茶酚胺（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在内的激素，该激素使交感神经系统的活性增强（因而使心率、血压和呼吸频率增加），而使副交感神经系统的活性降低（见“神经科学与行为”一章）。呼吸加快和血压升高使肌肉可利用的氧气增多，从而为攻击或逃跑提供能量。肾上腺还能释放皮质醇，一种能增加血液中葡萄糖浓度从而为肌肉提供燃料的激素。这一切都为了全速应对压力而做好准备。






图14.1 HPA轴。





在感知到恐惧性刺激的几秒钟后，下丘脑刺激垂体释放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随后，ACTH随着体内的血液循环系统运输并刺激肾上腺释放儿茶酚胺和皮质醇，从而为战斗或逃跑反应提供能量。





一般适应性综合征




GAS有哪三个发展阶段？


如果9·11事件中的几次恐怖袭击之间间隔数天或数周，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汉斯·塞里（Hans Selye），一名加拿大医生，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实验以探讨对健康具有严重威胁的生理后果。他将小鼠置于高温、寒冷、感染、创伤、出血及其他长期的应激源中（小鼠及小鼠的同情者几乎不可能与他成为朋友），不过，这些实验让他对于应激了解甚多。那些受到应激的小鼠出现一系列生理反应，包括肾上腺增大、淋巴腺萎缩、胃溃疡。他发现，许多不同种类的应激源会带来相似的生理变化模式，他将这种反应称为一般适应性综合征（general adaption syndrome，GAS）
 ，并将其定义为不管遇到何种应激源都会出现的三阶段生理应激反应。GAS是非特异性的，也就是说，不管那些反复出现的应激的来源是什么，这种反应都不会发生变化。






图14.2 塞里的应激反应三阶段。





根据塞里的理论，对应激的抵抗随时间而逐渐形成，但只能持续到衰竭阶段出现前。



这些都算不上是什么好事。尽管弗里德里克·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曾经说过“那些杀不死我的东西只会让我变得更强大”，但塞里发现，严重的应激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他认为，GAS反应分为三个阶段（见图14.2）：

➢ 第一阶段为警觉期，机体迅速动员躯体资源以对威胁做出反应。躯体从它所储存的脂肪和肌肉中获取所需要的能量。警觉期相当于坎农的“战斗或逃跑反应”。

➢ 接下来是抵抗期，机体在设法应对应激源时适应了它的高唤醒状态。机体持续从脂肪和肌肉中提取资源并暂时关闭了一些不必要的生理过程：消化、生长、性驱力暂停；月经停止；睾丸素和精子生成减少。机体疲于抵抗，所有有趣的东西都被束之高阁。

➢ 如果GAS持续的时间足够长，就会进入衰竭期。此时，机体的抵抗失效。抵抗期的许多防御反应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渐进性损坏，导致机体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包括易感染、肿瘤生长、老化、不可逆性器官受损，或死亡。



应激对健康和衰老的影响



此刻，你正处在（我们希望！）享受健康生活的时代。遗憾的是，随着人们年龄增长，机体开始慢慢地出现故障（问问这本书的任何一个作者就知道）。有意思的是，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应激显著地加快了衰老过程。伊丽莎白·斯玛特的父母注意到，在与女儿分离了9个月之后重聚时，她成熟得让他们几乎认不出她来（Smart，Smart和Morton，2003）。斯玛特一家的经历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在每天的生活中，在你周围都可以看到应激对衰老影响的例子。处于慢性应激中的人们，不管是由于人际关系、工作还是别的事情，都会体验到这些事件对他们的身体所带来的实际损耗和衰老的加速。对比一下美国历任三位总统任职前后的照片（可以说，这是世界上应激强度最大的工作之一）。你可以看到，在第一张照片和第二张照片之间他们似乎老了4—8岁。环境中的应激源到底是如何加快衰老过程的呢？






慢性应激确实能够加速衰老进程。只要看一下历任三位总统就职期间衰老程度就能一目了然。大学时期的学习压力也很大，但是希望不会大到你毕业的时候满头白发。



要了解应激加速衰老的过程，需要知道一些有关衰老是如何发生的知识。我们机体的细胞在持续不断地分裂，作为细胞分裂过程的一部分，染色体也在反复地复制，从而使基因信息被带入新的细胞中。端粒
 的存在有助于这个过程的进行，端粒是指覆盖在每个染色体末端以对末端加以保护并防止它们黏在一起的结构。它们有点像你的鞋带末端的胶带，可以使鞋带免受磨损从而有效地发挥作用。细胞在每次分裂时，端粒都会变短一点。如果它们变得过短的话，细胞就不能再分裂，这就会导致肿瘤和各种疾病的发生。幸而我们的机体会通过产生一种叫做端粒酶的物质来解决这个问题。端粒酶
 是一种在染色体顶端再造端粒的酶。在我们的生命进程中，随着细胞的不断分裂，端粒酶会竭尽全力地使染色体重新覆盖上端粒。最终，端粒酶不能保证生产端粒的速度，细胞开始失去分裂的能力，衰老形成并最终导致细胞死亡。最近，由伊丽莎白·布莱克本（Elizabeth Blackburn）及其同事们完成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了端粒及端粒酶的功能，以及它们与衰老和疾病关系。这是过去几十年来科学领域中最令人鼓舞的进展之一。


什么是端粒酶？它对我们有什么作用？


有意思的是，社会应激源对这一过程起着重要的作用。暴露于慢性压力的人，其端粒长度更短，端粒酶的活性更低（Epel等，2004）。实验室研究表明，皮质醇可以降低端粒酶的活性，而端粒酶活性的降低将会导致端粒缩短，从而为身体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衰老加速和各种疾病的发生，包括患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抑郁的风险性增加（Blackburn和Epel，2012）。这听起来很严重，但你可以做点什么来阻止这个过程，从而过上更健康、更长寿的生活。诸如运动和冥想似乎可以阻止慢性压力造成的端粒缩短，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活动会让健康获益，益处包括延长寿命和降低患病的风险（Epel等2009；Puterman等2010）。






由于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博士在端粒（黄色部分）和端粒酶功能上所做的开拓性研究，她被授予2009年诺贝尔奖。





应激对免疫系统的影响




应激是如何影响免疫系统的？



免疫系统
 质物侵扰的复杂反应系统。该系统是由能够产生抗体以抵抗感染的白血球组成，例如淋巴球
 （包括T细胞和B细胞）。免疫系统对心理因素的反应性尤其明显。
心理神经免疫学

 是研究免疫系统对诸如应激源等心理变量的反应性的学科。应激源可以产生糖皮质激素，该激素能够进入大脑（见“神经科学与行为”一章），使免疫系统受到损耗，并使其抵抗入侵者的能力降低（Webster Marketon和Glaser，2008）。

例如，在一项研究中，一些医学生志愿者们同意研究人员在其上颚处做一个小创面。研究者们观察到，这些创面在考试期比暑假期愈合得更慢（Marucha，Kiecolt-Glaser，和Fava-gehi，1998）。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把感冒病毒涂在一组身体健康的志愿者的鼻子里（志愿者允许他们这么做）（Cohen等，1998）。你可能以为，直接接触病毒就好比对着你的脸打喷嚏，所有的参与者都可能会患上感冒。可是，研究人员发现，有些人患上了感冒，而另一些人却没有——应激有助于解释这种差异。经历过慢性应激（持续一个月或更长）的志愿者更有可能患感冒。特别是那些失业或与家人或朋友之间存在长期的人际关系问题的志愿者更容易感染感冒病毒。短暂的应激性生活事件（持续时间少于一个月）却不产生影响。因此，如果你正在和你的朋友或家人闹矛盾，最好让矛盾快点过去，这样做对你的健康有益。

应激对免疫系统的影响可能有助于解释社会地位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对英国国家公务员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研究结果发现，无论死亡的原因是什么，公务员的死亡率恰好随着其级别的变化而变化：级别越高，死亡率越低（Marmot等，1991）。有一种解释是，从事低社会地位工作的人有更为频繁的不健康的行为，如抽烟和饮酒，有相关的研究证据为证。但也有研究证据表明，生活在社会底层所带来的应激削弱了免疫系统，从而增加了感染的风险性。例如，那些认为自己所处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比那些没有承受这种社会压力的人更容易患呼吸道感染——这一结果同样适用于地位低的雄性猴子身上（Cohen，1999）。



应激与心血管健康



心脏和循环系统也对应激敏感。举个例子，在1991年伊拉克对伊朗实行导弹袭击数天之后，特拉维夫市的居民心脏发病率显著增加（Meisel等，1991）。应激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早于心脏病发作时间：慢性应激导致机体发生变化，从而使机体更容易受到伤害。


慢性应激是如何增加心脏病发作几率的？


冠心病的主要原因是
动脉粥样硬化

 ，是指动脉血管逐渐变得狭窄，这是由脂肪沉积或血小板集聚在动脉内壁所致。变窄的动脉导致血液供应减少，当它被血凝块或分离的血小板堵塞时，就会最终导致心脏病发作。尽管吸烟、久坐的生活方式以及高脂、高胆固醇能够导致冠心病的发生，但慢性应激也是一个主要原因（Krantz和McCeney，2002）。在应激状态下，交感神经系统被唤醒，血压持续升高，这种高血压状态会逐渐对血管造成损害。受损的血管中血小板集聚，而且血小板越多，患上冠心病的几率也越大。例如，一项对芬兰42岁到60岁的男性进行考察的大型研究发现，在持续4年的研究过程中，那些面对压力血压升高的人以及报告自己工作环境压力很大的人，会在颈动脉上出现渐进性动脉粥样硬化（Everson等，1997）。

在20世纪50年代，心脏病学家迈耶·弗里德曼和雷·罗森曼（Meyer Friedman和Ray Rosenman，1974）展开的一项开创性研究表明，工作相关压力与冠心病相关。他们采访并测试了3000名健康的中年男性，然后追踪他们后续的心血管健康状况。弗里德曼和罗森曼在他们自己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A型行为模式
 的概念。A型行为模式的特征是：容易引起敌意、不耐烦、有时间紧迫感和争强好胜。他们将具有A型行为模式的人与不那么有紧迫感的行为模式（有时称作B型）的人做比较。他们通过会谈时对方对问题的回答（认为自己走路说话都很快，工作到很晚，为自己设定目标，为了成功而努力拼搏，容易沮丧，容易冲别人发火），以及对方在回答问题时固执和不耐烦的态度来辨识A型行为模式的个体。A型行为模式的个体会不断地看钟表，回答问题时大吼大叫，打断会谈者，有时候甚至会用一条鱼（拐弯抹角地）来侮辱会谈者。好吧，关于鱼的部分是错的，但你会发现：这些人非常紧张。研究者发现，在后续九年的随访中，258个心脏病患者中，有2/3的人被归为A型行为模式，只有1/3的人被归为B型行为模式。


哪种病因最能预测心脏病发作？


随后，在一项关于应激和愤怒的研究中，研究者对一些医学生进行追踪直到他们年满48周岁，目的是探讨他们年轻时的行为是否与后期的冠心病易感性相关（Chang等，2002）。研究发现，用愤怒和敌意应对压力的学生比那些不用愤怒应对压力的学生，后期患上早发性心脏病的概率要高3倍，出现早期心脏病发作的概率甚至高6倍。敌意，尤其是对于男性而言，比其他任何主要病因如吸烟、高热量饮食甚至是低密度脂蛋白，都更能预测心脏病的发生（Niaura等，2002；也见图14.3）。应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每个人的心血管系统，但它对那些以敌意来应对压力事件的人特别有害。






图14.3 敌意和冠心病。





在一项对2280名男性为期3年的研究中，45人有冠心病病历，比如心脏病发作。大部分冠心病发作发生在敌意分数的初始得分在第80百分位数之上的这一组人中（Niaura等，2002）。




心理反应


躯体对应激的生理反应也夹杂着心理反应。或许在面对应激的时候，大脑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解释某个事件是否具有危险——如果有危险，是否能做点什么来消除危险。



对应激的解释



解释某个刺激是否具有应激性，被称为初级评价（Lazarus和Folkman，1984）。初级评价会让你意识到，你衬衣上的一个小黑点是应激源（蜘蛛！），或者一辆小车装满大声尖叫的人以70英里/小时的速度急速下坠可能并不是应激源（过山车！）。研究者为了证明解释的重要性，让参与者观看一个恐怖的阴茎下切口影片（某些土著人以阴茎手术作为成年礼），以此给他们造成严重的应激（Speisman等，1964）。参与者的自我报告和自主唤醒（心率和皮电）被用来测量其应激水平。在观看影片前，一组参与者会听到关于淡化痛苦和成年礼重要性的介绍，相比于另一组被试（观影前向他们强调这个手术所带来的痛苦和创伤），这种介绍显著地降低了观影者的应激水平。


威胁和挑战的区别是什么？


解释的下一步是次级评价，确定你是否能应付这个应激源；也就是说，你是否能控制这个应激事件（Lazarus和Folkman，1984）。有趣的是，机体对于应激源是威胁（你认为自己可能无法克服的应激源）还是挑战（你相信自己能够控制这个应激源；Blascovich和Tomaka，1996）时的反应方式截然不同。同样是期中考试，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你会把它看作是一个挑战，但如果你根本没有做功课，你就会把它视为一个威胁。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Jamieson等，2010），引导学生把即将到来的考试所引起的焦虑看作是激励，这有助于改善他们在考试中的行为表现。这种唤醒实际上是增加了交感神经的兴奋性（标志着一种挑战导向的应激源），并提高了他们的考试成绩。如果下次要考试的时候你再感到焦虑的话，记住这个方法：唤醒度增加可以提高你的成绩！

尽管威胁和挑战都能使心率升高，但威胁会增加血管反应性（例如血管收缩使血压升高；见“科学热点”栏目，第552页）。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即使像谈话这种温和的互动方式也能产生威胁或挑战反应，这取决于谈话对象的种族。当被要求与另一个不熟悉的学生交谈时，如果对方是白种人，白人学生则表现出挑战反应，而如果对方是非裔美国人，白人学生会表现出威胁反应（Mendes等，2002）。相似的威胁反应也会出现在白人学生与意料之外的搭档如有美国南部口音的亚洲学生交谈的情境中（Mendes等，2007）。似乎是社会不熟悉性造成了这种与考试缺乏准备相同的应激反应。而有意思的是，先前与陌生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经历能够缓和这种威胁反应（Blascovich等，2001）。



倦怠



你是否曾经上过这样一堂课：讲师对工作完全失去了兴趣？这种综合征很容易辨别：这个老师看起来冷漠、茫然，几乎就像个机器人一样单调，每天上课的内容想都可以想到，好像别人听不听都无关紧要。现在，想象一下你就是这个讲师。当初，你决定教书是因为你想去塑造年轻一代的心灵。你工作努力，曾经一帆风顺。但是，有一天，你抬头看到满教室都是可怜的学生，他们百无聊赖，根本不在乎你说了什么。在你讲课的时候，他们在更新自己的Facebook主页，还没下课就开始把资料混在一起塞进书包。当人们对自己的工作或事业出现这种感觉的时候，他们正在遭受倦怠a的困扰。这是一种由于长时间处于高情感需求的情境而产生的生理、情绪及精神耗竭的状态，并伴随着工作绩效和工作动机的降低。


为什么倦怠在助人行业是一个特别的问题？


倦怠在助人行业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Maslach，Schaufeli和Leiter，2001）。教师、护士、牧师、医生、牙医、心理专家、社会工作者、警察以及其他一些人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情绪波动，因而他们只可能在有限的一段时间内保持高效地工作。最终，许多人都会屈服于倦怠症：过度耗竭、愤世嫉俗、脱离工作以及无效能感和缺乏成就感（Maslach，2003）。他们的坏心情甚至会传播给其他人；倦怠的人会更容易变成心怀不满的员工，他们为同事的失败而窃窃自喜，对同事们的成功却视而不见（Brennikmeijer，Vanyperen和Buunk，2001）。

造成倦怠的原因是什么？有一种理论认为，造成倦怠的罪魁祸首是让工作承载你生命的意义（Pines，1993）。如果你只是用职业来定义自己，用工作成就来估量你的自我价值，那么，一旦工作不如意，你可能就会感到一无所有。例如，一个濒于倦怠的教师最好在家庭、兴趣爱好或其他表现自我的活动中投入更多的时间。还有人认为，无论人们怎样处理工作，一些会产生情绪压力的工作总会导致倦怠，因此，在倦怠发生之前就积极努力地克服这种压力尤为重要。下一节所讨论的压力管理技术可能对从事这样工作的人来说是一个救生圈。

小结



▲ 躯体面对应激时先以战斗或逃跑的方式进行反应，这种反应激活了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并使机体为面对威胁或逃跑做准备。





▲ 一般适应性综合征（GAS）是指无论面对何种类型的应激源都会发生应激反应三阶段：警告，抵抗和耗竭。





▲ 慢性应激能削弱免疫系统，使机体对感染、衰老、肿瘤生长、器官受损和死亡的易感性增强。





▲ 对应激的反应会随着对该应激源是否能被应对而发生变化。





▲ 对应激的长时间的心理反应会导致倦怠。






压力管理：应对它



绝大多数大学生（92%）认为，自己有时会对所面临的任务感到不知所措，而且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声称自己在面对重大压力时会选择退课或在考试中得分很低（Duenwald，2002）。毫无疑问，你是幸运的8%中的一员。这8%的成员相当潇洒且毫无压力。但为了以防万一，你可能会对我们的压力管理技术感兴趣：通过直接管理你的思维和身体，来抵消心理反应和生理应激反应，并通过控制情境来避免压力。


思维管理


应激性生活事件会被思维放大。例如，如果你害怕当众演讲，仅仅在脑海里想一想将在众人面前做演讲就能产生焦虑。如果你在演讲中卡壳了（比如，大脑一片空白或脱口说些难为情的话），你的大脑在事后会不断播放有关这个应激性事件的侵入性记忆。



抑制性应对



控制自己的思维并不容易，但有些人似乎能够从头脑中将那些不愉快的想法全部抹去。这种处理压力的方式被称为抑制性应对
 ，其特点是回避那些让你想起某个应激源的情境或想法，保持一种虚假的积极态度。当然，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麻烦，但抑制者很善于故意忽略它们（Barnier，Levin和Maher，2004）。因此，举个例子来说，当抑制者遇到心脏病发作，他们在随后几天或几周内报告出现心脏问题的可能性比其他人更低（Ginzburg，Solomon和Bleich，2002）。


何时回避应激性想法是有效的？何时回避会成为一个问题？


像伊丽莎白·斯玛特一样，人们在她在获救后的几年内更关注她的的生活现状，而不是反复讨论她被囚禁的过去。人们通常会为了避免应激情境而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例如，许多遭受强奸的受害者不仅会避开强奸发生的地点，还可能会离开他们的家或社区（Ellis，1983）。她们期望或试图回避让她们想起那些创伤经历的东西；她们变得对陌生人充满警惕，尤其是那些长得像攻击者的男性；她们比以往更频繁地检查门、锁和窗。如果你是那种善于将不愉快的想法和情绪抛到九霄云外的人，那么，设法回避应激性的想法和情境可能是合乎情理的（Coifman等，2007）。然而，对有些人来说，回避不愉快的想法和情境如此困难，他们把所有的焦点都聚在回避上（Parker和McNally，2008；Wegner和Zanakos，1994）。所以，对于那些不能有效回避消极情绪的人，最好的办法可能是认真地处理它们。这就是理性应对b的基本思想。



理性应对




理性应对的三个步骤是什么？


理性应对是指直面应激源并努力克服它。这种策略与抑制性应对相反，因而可能是你在面对应激时所能做到的最不愉快、最不舒服的事。为了削弱应激源的长期负面影响，我们需要直面而不是回避应激源（Hayes，Strosahl和Wilson，1999）。理性应对的过程有三个步骤：
接受

 ——开始意识到应激源存在，而且不能凭主观愿望使其消失；
接触

 ——关注应激源，思考并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理解

 ——努力发现应激源在你生命中的意义。

当创伤程度特别强烈时，人们可能很难采取理性应对的方法。例如在强奸造成的创伤中，即使是接受这个事实也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努力。人们最初的冲动就是否认这个事实，并努力活下去，好像事情从未发生一样。心理治疗中的暴露疗法通过帮助受害者直面并回忆所发生的事情而发挥效用。长期暴露疗法技术，要求强奸受害者口述该事件并录音，每天听这段录音，从而在自己的想象中再次体验此次创伤事件。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引导被强奸者在她们的生活场景中找到那些让她们感到焦虑或试图回避，但客观上却很安全的情境。这听起来确实像一剂苦药，但它却非常有效，相比无治疗或其他渐进、温和的暴露疗法，这种方法显著降低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Foa等，1999）。

理性应对的第三个要素是理解应激事件的意义。创伤受害者可能会在大脑中一遍又一遍地想：为什么是我？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遭遇乱伦的幸存者经常表达出想要理解创伤意义的愿望（Silver，Boon和Stones，1983），但这个过程在受害者的抑郁发作期或者刻意回避时很难进行，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的。



改变思维方式



改变思考问题的方式是处理压力的另一种方法。改变思维方式
 ，是指用一种新的或有创意的方法来思考应激源，从而削弱它的威胁性。举个例子，如果一想到当众演讲你就感到焦虑，那么，你可以把这些观众是在评价你的想法，转变为是你在评价他们。这样会使你的演讲变得更为容易。






研究证明，写下你心灵最深处的想法和感受对健康大有益处。只要保证把你的日记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改变思维方式对于中等程度的应激情境可能很有效，但是，如果面对诸如公众演讲这种应激程度强到让你无法思考的情境，这种技术可能就无效了。应激免疫训练（stress inoculation training，SIT）
 也是一种改变思维方式的技术，它通过对应激情境形成正面看法来帮助人们应对压力。例如，在一项研究中，难以控制愤怒的人用如下的句子来训练自己并练习从新的角度看待自己的想法：“大事化小，别杞人忧天”、“你不需要证明你自己”、“我不会再让他使我烦心”、“他这样做真丢人”、“我会让他出丑”。有愤怒倾向的人练习这些技巧后，在面对实验室诱发的挑衅（不管是想象的还是真实的）时，其生理被唤醒的可能性更小一些。随后关于SIT的研究也证明，这种训练在帮助那些经历过创伤事件的人时也是有用的，SIT使他们学会接受这些创伤事件并活得更自在（Foa和Meadows，1997）。


如何显示写下应激性事件是有帮助的？


如果人们有机会花时间思考并写下应激性事件，重构就可以自然而然地产生。在杰米·彭尼贝克（Jamie Pennebaker，1989）开展的一系列的重要研究中发现，大学生花几个小时写下他们心灵最深处的想法和感受后，他们的生理健康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相比那些写别的东西的学生，自我表露组的成员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去学生健康中心的可能性更低；而且服用阿司匹林的次数更少，获得的成绩更好（Pennebaker和Chung，2007）。事实上，也有研究发现，这种表达性写作还能够提高免疫系统的功能（Pennebaker，KiecoltGlaser和Glaser，1998），而抑制情绪性内容的表达则削弱其功能（Petrie，Booth和Pennebaker，1998）。自我表露写作的正面效果可能表明它在重新理解创伤事件的意义以及降低应激程度上是有效的。


躯体管理


应激通常会表现为颈部肌肉紧张、背部疼痛、胃部抽搐、手心出汗或是镜子里那张布满愁云的脸。由于应激经常以躯体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一些躯体管理技术如冥想a、放松治疗、生理反馈和有氧训练都很有用。



冥想



冥想是一种有意观想的练习。冥想技术与各种宗教传统有关，但也会在宗教之外的场景中练习。这种技术的差异很大：有些冥想形式需要尽力清空大脑中的念头，另一些冥想形式则要求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某个单一的念头上（例如，想象一下蜡烛的火焰），还有一些则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到呼吸或某种咒语（反复发一种声音如om）上。但是，这些技术至少有一个相同之处，那就是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平静。


冥想的正面效果是什么？


冥想可以使人感到放松并能恢复元气。除了这些直接的益处，许多人冥想还为了体验一种更深的或被转化的意识状态。不管原因是什么，冥想确实有一些积极的心理效应（Holzel等，2011）。许多人相信，这种正面的心理效应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注意控制来实现的。许多冥想形式注重教会我们如何保持关注并接受当下体验，例如正念修习。有趣的是，与非冥想者对比，有经验的冥想者在冥想过程中其默认网络（与心不在焉有关；见“意识”一章的图5.6）失活（Brewer等，2011）。研究还发现，即使是对大学生进行短期的冥想训练，也提高了冲突监控相关脑区和认知/情绪控制相关脑区之间的连接，这种连接性的增强是通过髓鞘形成增多（或许是神经元的激活增强）和轴突的其他变化（见“神经科学与行为”；Tang等，2012）实现的。总而言之，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冥想者能够更好地控制他们的思维和情绪，从而能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焦虑情绪和一些别的需要意识努力的活动（Sedlmeier等，2012）。



放松



想象一下你正在抓你的下巴。不要真的去抓，只是想一下。你会注意到在想象的过程中，你的身体轻微地移动了一下，肌肉紧张和放松交替进行。埃德蒙·雅各布森（Edmund Jacobson，1932）利用
肌电

 （EMG）发现了这一效应，EMG是用来测量肌肉轻微活动的技术。想象划船或在灌木丛中摘一朵鲜花，会产生与执行该动作相关的一系列低水平的肌肉紧张。雅各布森还发现，即使人们没感到紧张，放松肌肉的想法有时还是会降低肌电活动。每天，机体对我们想做的所有事都会有所反应。即使我们认为我们什么也没做，这些想法还是会使肌肉紧张。

这些观察结果使雅各布森发明了放松治疗
 ，一种通过有意识地放松躯体肌肉来消除紧张的技术。在放松治疗中，你可能会被要求一次放松一个特定的肌肉群或想象一阵暖流流遍全身，或想象一个放松的场景。这种想象活动会激发放松反应
 ，一种降低肌肉张力、皮层活性、心率、呼吸频率和血压的状况（Benson，1990）。基本上，一旦你找到一个舒适的姿势，静下心来，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重复或舒缓的东西上，你就放松下来了。

定期放松可以减少应激症状（Carlson和Hoyle，1993），甚至可以降低皮质醇水平（一种应激反应的生化指标）（McKinney等，1997）。比如，有紧张性头痛的人，放松降低了引起头痛的紧张程度；患癌症的人，放松使他们更容易处理那些压力巨大的治疗；而对于那些应激相关心血管疾病的病人，放松可以使血压降低（高血压会使心脏处于危险之中）（Mandle等，1996）。



生物反馈



如果你不需要学习放松技术，只要按下开关就能尽快放松，那该多好？生物反馈
 就是以此为目标的高科技大脑放松技术，它是指使用外部监测仪来获得关于躯体机能的信息，并对该机能进行控制。举个例子，你可能现在还没有意识到你的手指是暖还是冷，但可以用一个电子温度计将温度数据呈现在你面前，这种感知自体温度的能力可能让你（需要稍微训练一下）能随意改变自己手部的冷暖度（如Roberts和McGrady，1996）。






生物反馈向人们提供了心理生理功能状态如心率、呼吸、脑电活动或皮肤温度的视觉或听觉反馈，这些功能状态是我们无法直接察觉到的。




生物反馈是如何运作的？


生物反馈能够帮助人们对那些无法通过其他方法察觉到的生理功能进行控制。例如，现在你可能并不清楚你的大脑正在产生的脑电波模式。20世纪50年代，乔·卡米亚（Joe Kamiya，1969）通过脑电图（也叫EEG，在“神经科学与行为”一章讨论过）发现，当个体被允许监测自己的EEG数据时，人们的脑电波可以从警觉的β波变为放松的α波。一场脑电波生物反馈革命由此爆发。

近来的研究表明，EEG生物反馈（或神经反馈）技术在治疗脑电波异常的疾病如癫痫（Yucha和Gilbert，2004）以及教会人们降低与强烈的情绪反应（常见于某些形式的精神病）相关脑区的活动性上（Hamilton等，2010）小有成就。然而，使大脑放松的生物反馈变得有点过于看重技术，这种生物反馈可能并不比人们在吊床上伸个懒腰或哼个开心的小调更有效。尽管生物反馈不是一颗灵丹妙药，不能解决所有的由压力引起的健康问题，但它在诸如增强放松和减轻慢性疼痛等领域确实是一项有用的技术。



有氧锻炼



一名穿着一套得体的尼龙运动套装的慢跑者在人行道上原地跳动着，一旦信号灯由红变绿就迅速跑开。这不禁让人以为，这个慢跑者就是那幅心理健康宣传图片上的人物：快乐、轻松、生机勃勃。事实证明，这种刻板的印象是对的：研究指出，有氧运动（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增加心率和摄氧量的运动）与心理健康相关（Hassmen，Koivula和Utela，2000）。但是，是运动带来了心理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促使人们去运动？也许幸福感是激发这名慢跑者运动的动力。或者是某个未知的第三因素（尼龙裤？）不仅激发了运动的需要也带来了幸福感？正如我们多次提到的，相关并不总是意味着因果关系。






运动对降低应激很有效，除非像约翰·斯蒂巴德（John Stibbard）那样，你的锻炼是把奥运火炬带到位于70米峡谷上的一个摇摆不定的吊桥上。




运动的好处是什么？


为了尽量剔除一些偶然因素，研究人员把参与者随机分配到有氧运动组和无运动对照组，结果发现运动确实能降低压力并提升幸福感。一项最近的元分析（对已有的相关研究进行定量综述）从90项研究中收集数据，其中有一项研究是把一万多名有慢性疾病的人随机分配到运动和不运动条件下，发现有氧运动组抑郁症状显著改善（Herring等，2012）。其他的元分析也得出相似的结论，例如，运动对于抑郁症患者的有效性堪比最有效的心理干预（Rimer等，2012），运动甚至给精神分裂症患者带来积极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效果（Gorczynski和Faulkner，2011）。运动作为一种简单、无时间限制且没有副作用的干预措施，其效果相当不错！

运动产生这些正面影响的原因还不甚明了。有研究者提出，这些效果来自机体中的神经递质，如对情绪有正面作用的血清素（见“神经科学与行为”一章中的讨论）或内啡肽（内源性阿片肽类，见“神经科学与行为”和“意识”两章；Jacobs，1994）的生成增多。

除了促进正向情绪外，运动还能为你未来的健康投资。当前，美国政府指出每天进行30分钟的适当的高强度运动将会降低患慢性疾病的风险（膳食指南咨询委员会，2005）。也许，为了提升幸福感和健康水平，你能做的最简单的事情就是定期参加有氧活动。挑一个你觉得好玩儿的事：上一堂舞蹈课，定期参加篮球比赛，或者划独木舟——只是别一次把这些活动都做了。


情境管理


在你试着通过管理你的大脑和躯体来应对应激后，你还可以去管理些什么呢？看看周围，你会发现你还有一个大千世界。也许，是时候好好管理一下它。情境管理是指改变周围的生活环境，以降低应激对大脑和躯体的影响。管理情境的方式包括寻求社会支持、宗教或灵性修行，以及在你的生活中为幽默找到一席之地。



社会支持



“一定要和你的伙伴一起游泳”，这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所立的第一条规则。但是，只有当水漫过你的头顶时，这条规则的睿智之处才开始变得显而易见。人们经常意识不到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其他任何危险时刻，尤其是在应激状况下，他人也可以为你提供帮助。社会支持
 就是通过与他人交往而获得帮助。也许你在生活中所做的最失败的事莫过于与他人失去联系。例如，独身有损你的健康：不婚族患心血管疾病、癌症、肺炎和流感、慢性阻碍性肺疾病，以及肝病和肝硬化后的死亡风险性显著升高（Johnson，Backlund等，2000）。一般而言，与家人朋友保持良好的关系，参加社会活动或某个宗教团体可能像运动和不吸烟一样对你的健康有益（Umberson等，2006）。社会支持好处多多：

➢ 亲密伴侣能够时刻提醒你锻炼身体并遵循医嘱。和伴侣在一起，你可能会养成比较健康的饮食习惯，而自己一个人就可能会抱着零食大嚼特嚼。

➢ 与家人朋友讨论你所遇到的难题可以为你带来如同专业心理咨询一般的好处，这还不用计时收费。

➢ 困难时期两人共同分担任务，互帮互助，可以减少彼此生活中的工作量和担忧。

不过，有个强大的社会关系网所带来的好处不仅仅是纯粹的便利性。孤独的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感到压力和抑郁（Baumeister和Leary，1995）。由于免疫功能低于正常水平，他们可能更容易患病（Kiecolt-Glaser等，1984）。许多新入学的大一学生都会体验到某种程度的社会支持危机。不管他们在高中有多外向、多受欢迎，大一新生们通常会发现，建立一段新的社会关系的任务相当艰巨。新形成的友情似乎很浅薄，与老师的关系可能是淡如水，甚至还具有威胁性，而遇到的社团又似乎像是一座失魂之岛（“嗨，我们正准备成立一个社团来调查学校里社团缺乏的问题——想参加吗？”）。因此，有研究结果显示，孤立感最强的学生对流感疫苗的免疫反应也降低了（Pressman等，2005），这也就不足为怪了。所以，花点时间来了解新的社会环境以及新的人，就是一笔对你自身健康的投资。


为什么催产素影响女性健康？


社会支持在对抗压力上的作用可能存在很大的性别差异：通常女性在压力下会寻求支持，但很少有男性会这样做。谢利·泰勒（Shelley Taylor，2002）对性别差异的研究表明，应激下的战斗或逃跑反应可能更多地是一种男性的反应模式。泰勒认为，女性的应激反应具有友善的倾向，照顾别人，并团结别人。像男性一样，女性面对应激源时交感神经系统也被唤醒，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被释放；但与男性不同的是，她们还释放催产素，一种在怀孕和哺乳时由垂体释放的激素。在雌性激素存在的情况下，催产素触发的是亲社会反应：趋向寻求社会接触，抚育他人，制造并维持团体的合作。在一天的紧张工作结束后，男性可能会沮丧地回到家，同时还为工作忧心忡忡，然后独自一人喝着啤酒抽着烟。而在同样的压力下，女性可能会选择和孩子们一起玩闹或者和朋友聊聊电话。这种“照料+交友”的应激反应模式可能有助于解释女性比男性更健康、更长寿的原因。战斗或逃跑的典型男性反应模式放大了应激对健康的不利影响，而女性反应模式则对自身心理和躯体的危害更小，同时，她们还为周围人提供一定的社会支持。


文化与社区 自由之岛，应激之家？




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你、你的父母、祖父母或你的某个亲戚移民到了美国。许多家庭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搬到新的地方，生活是不是马上就变好了呢？或者移居到陌生领土是否增加了你的应激水平，由此导致负面的健康后果？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乔舒亚·布雷斯劳（Joshua Breslau）和他的同事们（2007）以居住在美国或墨西哥两地且都会说英语的墨西哥人为大规模代表性样本，目的是调查这组人一生中焦虑和情绪障碍的患病率。他们发现，受访者居住在墨西哥时是否患有焦虑障碍这一因素，能预测他们移民到美国后的状况（即如果你居住在墨西哥时就很焦虑，搬到美国后更是如此）。除此之外，他们还发现，移民到美国之后患焦虑或情绪障碍的可能性增加，患持久性焦虑的风险性也提高。作者认为，这些结果是“文化适应应激”假设的有力证据，文化适应应激是指居住在一个异国文化环境下会增加应激程度（由于交流障碍以及地方习俗差异等等），减少社会支持，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增加了健康隐患的风险。移居到美国后，患精神障碍的高危人群是那些移民时年龄在0—12岁的儿童，这表明这种成长早期的扰动可能是相当有害的。有意思的是，其他研究也在新近移民中发现得精神障碍的风险性增加（可能是由于应激）。但这些研究也一致地表明，美国移民比那些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患精神障碍的水平更低一些（如“心理障碍”一章所述，美国是世界上精神障碍患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Borges等，2011；Breslau和Chang，2006）。因此，移居到一个新的国家和文化环境会带来很大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因为你的新环境本身就存在应激和健康问题。





宗教体验



许多人会花大量的时间静静地祷告、反思和观想。全美调查指出，超过90%的美国人相信上帝，而且大多数人每天至少会做一次祷告。尽管相信上帝的人认为，他们的命运在来世会得到奖励，但这种信仰可能在他们有生之年就会为他们带来一些益处。有一项大型研究目的是考察虔诚（皈依或参加某个特定的宗教仪式）和灵性（有信仰但不必与特定的宗教有瓜葛）与正面的健康结果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虔诚和灵性给人带来的益处很多，包括降低心脏病的患病率和减轻慢性疼痛，而且还改善了心理健康水平（Seybold和Hill，2001）。






图14.4 为我祈祷？





为了验证在他人有难的时候为他人祈祷是否确实能帮助他们，研究者把即将进行心脏搭桥手术的1802名病人随机分配到以下三种条件中：告诉病人他们可能会被祈祷并确实如此；告诉病人他们可能会被祈祷而实际上并没有被祈祷；告诉他们肯定会被祈祷并确实被祈祷。不幸的是，那些被祈祷和没被祈祷的人在并发症的发生率上并没有差异。更为糟糕的是，那些知道他们会被祈祷并确实被祈祷的病人反而比其他两组人出现了更多的并发症（Beson等，2006）。




为什么虔诚及灵性与健康相关？


为什么相信虔诚和灵性的人会有更健康的精神和身体？是神在保佑他们吗？目前，研究者们已经提出了许多可测验的假设。参与虔诚/灵性修行，比如每周进行的宗教仪式，可能会发展出更牢固、更广泛的社交网络，这对健康的好处是众所周知的。那些虔诚/灵性的人能够很好地遵循虔诚/灵性学习中所提供的建议，这也可能使他们在心理上和生理上更健康一些。也就是说，他们更有可能严格控制饮食，不服用毒品或酒精，并对每天的生活保持一种更乐观和积极的态度，所有这些都会为健康带来更正面的影响（Seeman，Dubin和Seeman，2003；Seybold和Hill，2001）。但总的来说，许多由宗教团体所发出的声明并未被证实，比如代祷的效益（见图14.4）。心理学家正在积极地探讨不同的宗教和灵性修行的有效性，目的是更好地理解它们是如何改善人的身心健康状态的。



幽默




幽默是如何减轻应激的？


对你的麻烦一笑置之并继续前进不是很好吗？我们大多数人都认识到，幽默可以淡化不愉快的处境，缓解糟糕的情绪；在生活中营造乐趣的确有助于减缓压力。有关这个话题的极端观点在题为《健康、疗愈及娱乐系统》和《这有什么大不了？领会日常压力中的幽默》等类似的自助书籍中可以找到。大笑真的是一剂良药吗？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关闭医院，去叫一些小丑过来为人们治病？

有一系列的理论观点认为，幽默能帮助我们应对压力。例如，幽默可以降低对疼痛和沮丧的敏感性，因为研究者们发现，当要求参与者佩戴过度充气的血压带时，相比观看中性录像带或引导性放松，观看令人捧腹大笑的喜剧录像带的参与者对疼痛的容忍度更高（Cogan等，1987）。

幽默可以减少在经历应激事件后恢复平静所需要的时间。例如，在观看一场有关三个工业事故的高应激影片后，研究者要求所有男性被试大声讲述这个影片的内容，其中一组需要态度严肃地描述这些事故，另一组则需要使他们的评论尽可能地有趣。尽管两组被试都报告在观看影片时感觉很紧张，并表现出交感神经唤醒水平的增加（心率和皮电增加，皮肤温度降低），但幽默评论组比严肃描述组能更快地恢复到正常唤醒水平（Newman和Stone，1996）。

如果笑声和娱乐可以在短期内快速减轻压力，那么这种效应是否可以不断积累以改善健康和延长寿命？遗憾的是，有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Provine，2000）。在一项题为“喜剧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吗？”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对比并追踪了喜剧演员与其他演艺人员和非演艺人员的寿命长短（Rotton，1992）。结果发现，喜剧演员更早逝——或许无数个夜晚在舞台上的思考，
我将要死在这里。



小结



▲ 应激管理包括那些对思维、躯体和情境产生影响的策略。





▲ 人们通过抑制应激性想法或避免应激情境、理性应对应激源以及改变思考方式等来试图控制思维活动。





▲ 躯体管理策略是通过冥想、放松、生理反馈以及有氧锻炼来减少应激症状。





▲ 通过控制情境来克服应激的方式包括寻求社会支持、参与宗教活动或尝试从应激事件中发现幽默之处。






疾病心理学：心胜于物



心理因素对身体健康和疾病的主要影响之一在于个体心理对躯体症状的敏感性。对躯体症状的关注可以促使个体去寻求治疗，但对症状的过度敏感可能会迅速膨胀成对疾病的专注，从而对个体造成一定的伤害，并可能会诱发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疾病的心理效应


为什么生病会让你感觉很糟糕？你注意到喉咙里的瘙痒或者想要打个喷嚏，你觉得你可能染上了某种疾病。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你就会全身发痒，没有精力，没有食欲，发烧，感觉迟钝，无精打采。你生病了。问题是，为什么生病就必须得这样？就不能有点好的感觉吗？既然你为生病付出了不得不呆在家里并准备好错过某些事情的代价，那么，生病就不能因此而少点痛苦吗？


疾病反应会带来什么好处？


生病有充分的理由使你感觉凄惨。首先，痛苦是疾病反应的一部分，疾病反应是由大脑对疾病的一系列适应性反应（Hart，1998；Watkins和Maier，2005）。觉得不舒服会让你留在家里，那你就不会把细菌传给更多的人。更重要的是，疾病反应使你避免活动并躺着不动，为对抗疾病而保存你可能通常会用到其他行动上的能量。缺乏食欲也一样有用：保存了将要消耗在消化上的能量。因此，伴随疾病而来的行为改变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副作用，它能帮助机体对抗疾病。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反应的持续时间延长，症状被放大——这是我们的身体在失去抵抗力的微妙信号（Barrientos等，2009）。

面对疾病，大脑是如何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的？对抗感染的免疫反应开始于免疫反应的一个组成成分——白血球的激活，白血球吃掉细菌并释放细胞因子，一种在体内循环并与其他白血球交流，从而将疾病反应传达给大脑的蛋白质（Maier和Watkins，1998）。给动物注入细胞因子能人为地制造疾病反应，而在注入对抗细胞因子的药物后，即使是在感染持续的情况下也能阻断疾病反应。细胞因子不能进入大脑，但可以激活肠、胃、胸直到大脑的迷走神经，诱发出“我被传染了”的信息（Goehler等，2000）。也许这种来自躯体正中心的折磨人的痛苦就是我们常常感到“胃肠道”不舒服的原因。

有意思的是，疾病反应可能仅仅是因为压力而没有任何感染的情况下被引起的。例如，向某种动物呈现捕食者的气味就能诱发无力感的疾病反应，同时还会出现感染症状，如发烧和白血球数目增多（Maier和Watkins，2000）。对于人类，抑郁症可以很好地阐明疾病反应、免疫反应和应激之间的联系，因为在抑郁症中所有疾病机制都在全速运行。因此，除了疲倦和萎靡不振，抑郁的人还表现出感染症状，包括血液中循环的细胞因子水平升高（Maes，1995）。正如疾病使你感到有点抑郁一样，重型抑郁似乎也调动了大脑的疾病反应，使你觉得不舒服（Watkins和Maier，2005）。


识别疾病，寻求治疗


你可能在一分钟前没注意到你的呼吸，但现在读这个句子的时候，你注意到了。有时，我们会对自己的身体状况非常关注。而在其他时候，机体似乎开启了“自动”模式，在没有意识介入的情况下自动运行，直到特定的症状自行表达，或被烦人的教科书作者指了出来。






如果你一直在读这本非常精彩的教科书，你可能一直没机会打哈欠。然而，看到这个家伙打哈欠可能会让你的大脑也立马启动一个大哈欠。



把注意力放在身体上能够影响到我们所感知的症状。例如，当人们无聊时，会把更多的可利用的注意资源投向自己，因此，他们会更加关注自身的躯体症状。彭尼贝克（Pennebaker，1980）对发生在教室里的情况进行录像，发现当有人刚刚咳嗽完时，其他人更有可能咳嗽，并且当课程很无聊时，最有可能出现这种心理感染。有意思的是，咳嗽并不是人们故意的（因为彭尼贝克在一群睡着的消防员中也记录到了阵发性咳嗽）。因此，一些无法控制的心理因素会影响我们对生理症状的感知以及症状的发生。


疼痛和大脑活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人们对躯体症状的关注及报告程度有很大的差异。那些报告有多种生理症状的人在其他方面也倾向于消极，他们认为自己经常焦虑、抑郁并时刻处于压力状态下（Watson和Pennebaker，1989）。有多种主诉症状的人真的有很多问题吗？还是，他们只不过爱抱怨而已？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者们使用fMRI对大脑进行扫描，并将疼痛感严重程度的主观报告与疼痛体验相关的脑区激活水平进行比较。他们在志愿者的腿部多次施加热刺激（110—120°F），正如你可能预料到的那样，有些参与者比其他人觉得更痛苦。在施加疼痛刺激时的扫描揭示，前扣带回、躯体感觉皮层和前额叶皮层（已知的对引起疼痛的躯体刺激进行反应的区域）在这些报告高疼痛水平的参与者身上尤其活跃（见图14.5）。这表明人们可以准确地报告自己所体验到的疼痛程度（Coghill，McHaffie和Yen，2003；见“现实世界”一栏）。






疼痛程度如何？疼痛是一种很难测量的心理状态。有一种方法是为疼痛标上数字，以此让人们根据自己的内部状态评价这些外部表情。



与爱抱怨的人恰恰相反的是那些低估症状和疼痛及忽略或否认自己有患病可能性的人。对症状不敏感会付出一定的代价：延迟寻求治疗的时间，有时甚至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一项研究显示，在2404个接受心脏病治疗的病人中，有40%的人从首次发现可疑症状到就医之间延迟了6个多小时（Gurwitz等，1997）。严重的胸部疼痛或先前有心脏手术史的人会立即去医院，然而，那些有着更细微症状的人在叫救护车或家庭医生之前通常会等几个小时，他们仅仅希望麻烦会自行消失。这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许多减轻心脏病病发危害的治疗在发病早期最有效。就你自身的健康而论，否认疾病使你免受沮丧心理的折磨，但这可能会让你的身体置于极大的危险之中。






图14.5 疼痛的大脑。





分别对疼痛刺激下高（左）敏感性和低（右）敏感性的大脑活动进行fMRI扫描。前扣带皮层和初级躯体感觉区在高疼痛水平的参与者身上尤其活跃。活动强度等级最高为黄色和红色，接下来是浅蓝和深蓝（Coghill，McHaffie和Yen，2003）。（见插页）




现实世界 这是你的大脑安慰剂效应




创可贴有些神奇之处。不管你家孩子伤到哪里，他通常只需一片创可贴就期望痛苦立减。事实也常常确实如此。如果有哪个好心的大人给孩子贴上创可贴，这个孩子常常会说伤口或疼痛被“治愈”了。当然，创可贴并不会真的减轻痛苦——还是真会呢？





安慰剂效应对医生和心理学家来说一直是一个谜：临床上那些对治疗无效的物质或程序却有着明显的生理或心理效应。传统的安慰剂是糖片，但创可贴、注射、电热垫、颈部按摩、顺势疗法和友善谈话也具有安慰剂效应（Diederich和Goetz，2008）。甚至是虚假的头部手术也比完全无治疗更有效一些（McRae等，2004）。然而，只有当病人知道自己正在被治疗时，这种安慰剂效应就最显著（Stewart-Williams，2004）。积极治疗也是如此：如果你知道吗啡正在注入你体内，吗啡注射的效果比你不知道时更显著（Benedetti，Maggi和Lopiano，2003）。知识的作用相当特殊，例如，如果病人了解药性，那么，两粒药丸比一粒药丸的效果好，而注射则比一粒药丸的效果好（de Craen等，1999）。





安慰剂是如何起作用的？接受疼痛治疗的人是否确实感觉到了疼痛，但为了与他们的治疗信念相吻合才扭曲了对该体验的主观报告？还是安慰剂确实能减轻病人的疼痛体验？霍华德·菲尔兹（Howard Fields）和乔恩·莱文（Jon Levine）（1984）发现，安慰剂触发了内啡肽（或内源性阿片肽）的释放，这是由大脑所产生的一种类似于吗啡的止痛化学物质（见“意识”一章）。他们从实验结果中发现，注射纳洛酮——一种阻断阿片肽的药物，通常会同时减小阿片类（如吗啡）和安慰剂的效用，表明安慰剂是由于触发了内啡肽的释放才产生止痛效应。





对这些效应研究的另一个进展是，安慰剂降低了与疼痛相关脑区的激活水平。一项fMRI研究考察了暴露于电击或高温中的志愿者其大脑的激活状况（Wager等，2004）。在为暴露于这些疼痛刺激做准备时，研究人员给其中一组参与者皮肤上涂一种安慰剂乳膏，并告诉参与者这是一种能减轻痛苦的止痛剂。对另一组参与者则没有施加这种处理，只需要他们去体验这种痛苦。正如下图所示，fMRI扫描显示，在安慰剂止痛膏使用组中，丘脑、前扣带回和脑岛这些对疼痛敏感的脑区（在疼痛时会被激活）的激活程度降低。这些结果表明，安慰剂不是让人们错误地报告他们的疼痛体验，而是降低了在疼痛体验中会被激活的脑区活动性。








创可贴能治疗你所有的伤口和疼痛吗？像这个小家伙一样，许多孩子会说，不管哪个部位受伤，如果贴个创可贴，痛苦就会立刻减轻。尽管大多数成人都知道，创可贴不能治疗疼痛，但这种安慰剂效应终其一生都强而有力。





这些研究结果并不是告诉你，下次肚子疼时，你可以贴张创可贴来自行治疗。在某种程度上，安慰剂效应依赖于个体有意识的期望（希望它有效）；当你不这么期望时，安慰剂很难使你相信你感觉好点了。尽管感觉上好点的倾向是通过经典条件反射习得的，不过，一部分安慰剂效应是通过潜意识起作用的。如果你曾经被某个医生，或某种疗法，或在某个特定场景下治疗被治愈，当你再次遇到一个相像的医生、相像的疗法，或相像的场景时，无意识的学习机制可能会显著地改善你的状况，即使你并没有有意识地期望它会给你带来改善（Benedetti，Pollo等，2003）。接触过去给你抚慰的东西会让你安心。








大脑对安慰剂的反应fMRI扫描揭示，人们在报告电击时的疼痛通常会激活一些大脑区域，而给予安慰剂止痛膏时这些区域在电击时会失活。这些大脑区域包括前扣带皮层（见上图，大脑的右侧内视图）以及脑岛和丘脑（见下图，大脑的腹侧图；Wager等，2004）。




躯体性症状障碍



对症状的过度敏感是如何损害健康的？


否认疾病的对立面是对疾病的过度敏感，然而事实证明，过度敏感也有它的危害性。确实，对症状或病症的过度敏感会导致各种心理问题的出现，并可能因此而损害躯体健康。研究心身疾病
 （心理和躯体相互作用而产生疾病）的心理学家力求探讨心理（psyche）影响机体（soma）的方式，以及机体影响心理的方式。心—身交互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一种被称为躯体性症状障碍
 的心理障碍，它是指有一种或多种躯体性疾病的个体会表现出明显的与健康相关的焦虑，他们对自身的症状表现出极不相符的担忧，并对此症状或健康问题投入过多时间和精力。这种障碍类似于“心理障碍”一章中所讨论的那些失调，但它们与躯体症状的关系又与本章所讨论的应激和健康的内容有关。这种过度关注躯体疾病的障碍曾被叫做
躯体形式障碍

 ，它还包括像疑病症这类疾病。躯体形式障碍是指那些人们体验到的却难以用医学进行解释的症状，这种障碍被认为是由心理因素造成的。然而，目前对心身疾病的关注点已从由心理产生的躯体症状转移到对可解释的医学症状的过度担忧上；有观点认为，后者虽很严重，却可以得到心理干预的帮助。有研究者认为，这种关注点的转移是有问题的，它会导致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生给个体对自身健康的正常担忧贴上心理障碍的标签。哪些应该被视为心理障碍，哪些又不在此范畴之内，是一个有意思并有些复杂的问题，我们在下一章中会更直接地探讨这个问题。


作为患者


生病不仅仅是躯体状态的改变，还包括个体身份的改变。这种改变可能在某种重大疾病中尤其明显：一片乌云笼罩头顶，你现在的感觉截然不同。这种转变能够影响你在患病这个新世界里所感觉和接触到的一切。你甚至承担了一个新的生命角色——
患病角色

 ：社会所认可的一系列与疾病相关的权利及义务（Parsons，1975）。生病的人可以免于承担日常生活中的多种职责，并享受日常活动的豁免权。例如，除了可以逃学、不用写家庭作业、一整天都窝在沙发里外，生病的孩子还能看电视，不用在晚餐时吃那些讨厌的东西。在极端情况下，生病的人还可以侥幸逃脱粗鲁、懒惰、苛求和吹毛求疵的指责。作为对这些豁免权的补偿，患病角色还担负着一定的义务。“生病的”人不能表现出很享受疾病或想生病的迹象，他们必须积极寻求治疗以结束这种“糟糕的”状态。帕森斯（Parsons）发现，疾病包含心理、社会甚至道德因素。你可能会想起当你在疾病和健康之间起冲突的时候，好像面对的是一个道德抉择：你应该把你自己拽下床，尽全力赶上化学考试，还是应该赖在床上，沉湎于你的“痛苦”？






你是否曾经在公共交通上坐在一个不断干咳的人旁边？我们被各种药物广告所轰炸，这些药物可以抑制疾病症状，使我们继续生活下去。因感冒而呆在家里是一种社会认可的行为，还是一种诈病？这又如何与患病角色的概念相符合？




生病可能会带来什么好处？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有些人会假装一些生理或心理症状，这种行为被称为
诈病行为

 。由于许多疾病的症状是无法伪装的（即使是疼痛的面部表情都很难模仿；Williams，2002），诈病只可能出现在有限的几种类型的病中。当生病带来的好处超过生病的代价时，比如休息、不用做烦心的任务，或者得到他人帮助时，装病就会被怀疑。生病带来的好处可能非常小，就像孩子躺在床上只是为了得到父母的安慰，否则父母就会忽略他们；也可能非常明显，就像“最佳演员”可以得到保险赔偿的回报。一些能导致疾病的行为可能并不在病人的控制之下，比如自我饥饿可能是无法控制的进食障碍的一部分（见“情绪和动机”一章）。鉴于此，诈病可能很难诊断和治疗（Feldman，2004）。






医生和病人有两种互动模式，技术模式和人际交往模式。用机器人患者进行医学训练，可以帮助医学生学习健康护理的专业知识，但对提升人际互动方面却可能起不到什么作用。




医患互动



为什么医生表达共情是重要的？


医学护理通常是通过不同寻常的互动方式实现的。互动的一方是患者——他们常常很可怜，期望自己被提问被检查，还有可能期望自己被刺激弄疼，或从医生那里得到坏消息。互动的另一方是健康护理人员——对于患者为何来看病一无所知，但通过询问大量极其个人的问题（并检查极其隐私的身体部位），以希望尽快从患者那里获得相关信息；识别问题和可能的解决方案；以某种方式帮助他们；并尽量高效地解决以上所有问题，因为还有更多的患者在等着他们。这似乎不像是治疗病痛的时间，而更像是令人尴尬的场合。医生的共情度是有效的医疗互动的关键因素之一（Spiro等，1994）。为了使治疗成功，临床医生必须同时了解病人的躯体状态和心理状态。但医生通常都会犯这样的错误：只关注与疾病相关的技术问题，根本不去了解病人的情绪状态（Suchman等，1997）。这是极其不幸的，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寻求医疗的病人来看病，只是为了治疗心理问题和情绪问题（Taylor，1986）。正如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在公元前4世纪写道：“尽管有些病人意识到自己的状况非常危险，但仅仅是医生对他们表达善意就能使他们恢复健康。”最好的医生不仅能治愈病人的身体，也能治愈病人的心理。






图14.6 抗酸药摄入量。





对116名病人要求的抗酸药摄入量（以瓶计算）与病人声称的摄入量之间的散点图。当实际摄入量和声称摄入量相同时，点落在对角线上；当声称的摄入量大于实际摄入量，点出现在对角线之上。从图中可以看出大多数病人都夸大了他们的摄入量（Roth和Caron，1978）。



医疗互动中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激励病人遵循医嘱（Miller和Rollnick，2012）。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对病人的药瓶（处方药）里所剩药片的数量进行计数，以此来检查病人的依从性。结果发现，病人经常在遵循医嘱上做得特别差（见图14.6）。当治疗的次数比较频繁时，例如，治疗青光眼需要每隔几小时就滴一次眼药水，或者治疗不便利或给病人带来痛苦时（例如控制糖尿病需要抽血或注射），病人的依从性便会变差最终，依从性会随着治疗次数的增加而降低。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很可能难以记住吃药的时间。因此，治疗护理的失败很可能是由于健康护理人员没能意识到病人在自我照顾时所遇到的心理挑战。帮助患者遵循医嘱是一项与药物无关的心理挑战，并且这也是健康促进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小结



▲ 疾病心理学主要探讨个体对躯体的敏感性是如何让人们识别疾病和寻求治疗的。





▲ 躯体性症状障碍可能是由于个体对生理问题的过度敏感所造成的。





▲ 患病角色包括一些与疾病相关的权利和义务；一些人假装生病是为了获得这些权利。





▲ 一名成功的健康护理人员与病人互动是为了了解病人的生理和心理状态。






健康心理学：感觉良好



有两种心理因素会对个体的健康产生影响：与健康相关的人格特质和行为。人格能通过相对持久的特质影响健康，而某些特质使一些人特别容易感染某些健康问题或压力，但却使其他人免遭这些困扰或对他们起到保护作用。A型行为模式就是这样一个例子。由于人格一般是我们无法选择的东西（“我想有点幽默感、外向，但不要唠叨”），所以，这种健康的来源是个人无法控制的。相比之下，培养一些积极的健康行为则是任何人都能做的事，至少原则上是这样。


人格与健康


不同的社会群体似乎被不同的健康问题所困扰。例如，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患心脏病，非裔美国人比亚洲人或欧美人更容易患上哮喘。除了这些一般的社会类属，人格尤其是个体在乐观和意志力上的差异也被证明是影响身心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



乐观








2013年在波士顿马拉松比赛上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阿德里安娜·哈斯利特（Adrianne Haslet）离其中一个爆炸点只有大约4英尺远。尽管爆炸使她失去了左脚，但阿德里安娜发誓，她还会继续从事她的舞蹈生涯——并且还会参加2014年的波士顿马拉松比赛。她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而乐观能带来积极的健康效果。



波丽安娜（Pollyanna）是文学著作中最有名的乐观者之一。在埃莉诺·H·波特（Eleanor H.Porter）1913年的小说中，波丽安娜被塑造成一个以无尽的喜悦迎接每一天生活的女孩，即使在她成为孤儿后被送去与残忍的姑妈住在一起。阳光明媚时，她赞美这好天气，但面对阴沉的一天时，她会说，并非每一天都是阴天，多么幸运！她那易怒的波丽姑妈却有着完全相反的态度，总是无缘无故地把每个快乐时刻变成严厉惩罚的机会。一个人的乐观或悲观态度会随着时间而变得相当稳定。一项研究比较了在一起抚养的双胞胎与被分开抚养的双胞胎在乐观或悲观态度上的人格特征，结果发现这些特质具有一定的遗传性（Plomin等，1992）。也许波丽安娜和波丽姑妈“生来如此”。

乐观者相信“在不确定的时候，我总是期待最好的情况出现”，悲观者相信“如果有些事对我来说可能出错，那就一定会出错”。乐观者可能比悲观者更健康。一项最近的综述对多项研究进行回顾，这些研究有着数以千计的参与者。该综述结果表明，在那些被测量的心理健康指标中，乐观是预测心血管健康的最有力因素（Boehm和Kubzansky，2012）。尤为重要的是，在控制了包括抑郁和焦虑等传统的心脏病风险因素后，乐观与心血管健康之间的关系仍然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这表明，预测个体健康水平并不只是无心理病态，而是对未来的积极期待。但是，仅仅对未来有个正面态度就能带来健康吗？很遗憾，事实并非如此。


谁更健康，乐观者还是悲观者？为什么？


乐观并不会直接改善身体健康，乐观似乎是通过在面对躯体疾病时保持
心理健康

 ，从而达到改善身体健康的目的。生病时，乐观者比悲观者更有可能保持正向情绪，避免产生负面情绪如焦虑和抑郁，严格遵守医护人员规定的医疗方案，并保持与他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例如，在实施乳腺癌手术的女性中，乐观者比悲观者在术后体验到沮丧和疲劳的几率更低，这主要是因为乐观者在治疗过程中会保持社交联系并积极地参与一些娱乐性活动（Carver，Lehman和Antoni，2003）。乐观似乎也有助于保持身体健康。例如，乐观与心血管健康相关，因为乐观的人更倾向于保持健康的行为，比如平衡饮食和运动，这种健康的行为又带来更健康的血脂状态（即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含量更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能有效降低甘油三酯，防止在动脉聚集；甘油三酯是躯体脂肪储存的一种化学形式），从而降低了患心脏疾病的风险性（Boehm等，2013）。因此，乐观是一种正面资产，但徒有乐观并不足以产生良好的健康状态。

乐观所带来的好处引出了一个重要议题：如果乐观特质和悲观特质保持稳定，不随时间而改变——甚至无法改变——那么，悲观者还有希望得到乐观带来的好处吗（Heatherton和Weinberger，1994）？研究表明，即使是顽固不化的悲观者，经过训练也会变得更乐观。这种训练可以改善心理健康水平。例如，悲观的乳腺癌患者在接受为期10周的压力管理技术训练后变得更乐观，并在癌症治疗的过程中比那些只接受放松训练的人感到痛苦和疲劳的水平更低（Antoni等，2001）。



坚韧








有时，坚韧会让你变得有勇无谋。在冬季来临时，康尼岛北极熊俱乐部的成员在每个周日都会一头扎入其中。



有些人好像感觉较为迟钝，能够设法应付对别人来说可能是毁灭性的压力或伤害。是否存在某些人格特质可以促进这种抗逆力，保护机体免受压力所致疾病？为了识别这种人格特质，苏珊娜·科巴萨（Suzanne Kobasa，1979）以商业行政主管为研究对象。这些人所报告的压力生活事件的水平很高，但疾病史却相对较少。相比之下，与其相似的另一组人暴露压力后患病较多。抗压组（科巴萨称之为
坚韧组

 ）有几个相同特质，为方便起见，这些特质都以字母C开头。他们
有担当

 （commitment），一种参与生活中各种挑战的能力，迎接挑战而不是浅尝辄止。他们表现出
控制

 （control）信念，期望自己的言行能够直接影响生活和周围环境。他们愿意接受
挑战

 （challenge），愿意改变并接受成长的机会。

任何人都能培养出坚韧的品质吗？研究者们一直试图给出答案，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已小有成就。在其中一项研究中，志愿者共参加10节韧性训练课程（每周一次），研究人员鼓励他们评估自身的压力水平，并为处理压力制定一系列行动计划；志愿者们主动探索自己在面对压力时的躯体反应，并在无法改变处境时找到努力补偿的办法而不是陷入自怜之中。与控制组（进行放松和冥想训练或对压力进行小组讨论的人）相比，韧性训练组报告说，自己感知到的压力大大减少，同时疾病症状也变少（Maddi，Kahn和Maddi，1998）。在大学生群体中，韧性训练有着相似的正面效果，一些人的平均课业分数甚至得到了显著提高（Maddi等，2009）。


健康促进行为和自我调节


即使不改变我们的人格，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健康的事情。众所周知，健康饮食、安全性行为和戒烟是十分重要的。但我们似乎并不把这些常识付诸于行动。在21世纪之初，20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69%的人超重或肥胖（国家健康统计中心，2012）。虽然不安全性行为的流行度很难估计，但目前有六千五百万的美国人正遭受着难以治愈的性传播疾病（STD），而且每年有两千万人感染一种或多种新的STD（Satterwhite等，2013）。另有一百万人患有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病毒/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HIV/AIDS），其中有18.1%的人并不知道自己被感染了这种病毒，而这种病毒通常由与已感染的伴侣进行无保护的性行为进行传播（疾病控制中心，2012）。尽管被给予无数遍的警告，仍有21%的美国人在吸烟（Pleis等，2009）。这究竟是怎么了？



自我调节



做对你有益的事并没有想象得那么简单。马克·吐温（Mark Twain）曾经说过：“保持健康的唯一方法是吃你不想吃的，喝你不愿意喝的，做你宁可不做的事。”有益健康的行为包括自我调节
 ，是指自愿地控制自己，使自己达到最佳标准。举个例子来说，当你决定吃沙拉而不是牛肉三明治时，你就在控制你的冲动和行为，使你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健康的人。自我调节通常会为了获得长远益处而拒绝即时满足。


为什么获得并维持自我控制很困难？


自我调节需要一种内在的力量或意志力。有一种理论认为，自我控制是一种可能会疲劳的力量（Baumeister，Heatherton和Tice，1995；Baumeister，Vohs和Tice，2007）。换句话说，试图控制某方面的行为可能会损耗自我控制，从而导致其他方面的行为不受控制。为了检验这个理论，研究者让饥饿的志愿者坐在一碟新鲜热巧克力曲奇旁边。他们要求其中一些参与者不要理会这些曲奇饼，但可以吃一些由萝卜做成的健康零食，而其他的参与者可以随意吃这些曲奇饼。随后，研究人员让所有的参与者完成一个难度特别大的数字追踪任务，结果发现，自我控制组比自我放纵组更有可能会放弃这个困难的任务——这种行为被认为是自我控制组耗尽了他们的自我控制资源（Baumeister等，1998）。这个实验所传达给我们的关键信息是，要想成功地控制行为，我们必须选择战斗，把自我控制主要用在对健康最有害的人性弱点上。

有时，自我控制与其说是蛮力不如说是策略。一些武术家们声称，任何人使用正确的动作都可以轻易地战胜强大的攻击者。因此，克服我们自身危险的冲动也会是个策略性的问题。让我们来仔细看一看怎样用健康的方法迎接自我控制的几个重要挑战——饮食、安全性行为和吸烟——学会“明智的动作”，帮助我们迎接战斗。



合理饮食



在许多西方国家中，居民的平均体重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有一种基于进化论的理论解释说：我们的祖先发现，为了确保自己能够生存下去，在物质丰富时期吃好点，可以用于储存能量来度过物质匮乏时期。然而，在21世纪的后工业时代是不会出现物质匮乏的，过度摄取使人们不能消耗掉他们所摄入的全部能量（Pinel，Assanand和Lehman，2000）。那么，为什么肥胖症没有蔓延在整个西方世界里？为什么法国人一般比美国人要瘦一些，即使是他们食物中的脂肪含量更高？原因之一是法国人活动量更大。保罗·罗津（Paul Rozin）及其同事所做的研究还发现，比起美国人，法国人的食量明显较小，而且吃完这些小份量食物的时间却很长。在法国的麦当劳店中，就餐者平均用22分钟吃完一份食物，而在美国，就餐者只用不足15分钟的时间（Rozin，Kabnick等，2003）。现在的美国人好像参加了某种国家竞吃比赛一样狼吞虎咽，而法国人则对着小份食物细嚼慢咽，也许这种吃饭方式让他们更能意识到自己在吃什么。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饮食方式可能会导致薯条消耗量降低。






法国人比美国人更瘦的原因之一是法国用餐者通常会花22分钟吃完一顿快餐，而美国用餐者平均只花15分钟。平均就餐时间的长短是如何影响个人体重的？



那么除了移居法国之外，你还能做些什么？研究表明，节食并不总是有用的，因为压力可能很容易削弱有意识的自我控制行为，导致那些本来想控制自己的人却又失去控制，沉湎于那些恰好是他们一直想要克服的行为之中。这可能让你回想到“意识”一章所讨论的一般性原则：强迫自己不做某件事，常常可能会直接导致那种不当行为（Wegner，1994a，1994b）。


为什么运动比节食更有效地减少体重？


克制所带来的问题可能恰恰是自我控制的内在组成部分（Polivy和Herman，1992）。要想获得正常体重，应该重视运动和营养，而不是节食（Prochaska和Sallis，2004）。在强调吃什么有益上，人们可以海阔天空地想象着各种食物，不必试图压抑这些念头。增加运动而不是减少食量，会让人们去追寻正向、主动的目标。把关注点放在要做的事而不是不要做的事上时，自我调节更有效（Molden，Lee和Higgins，2009；Wegner和Wenzlaff，1996）。



避免危险的性行为



当人们进行无保护措施的阴道性交、口交或肛交时，就会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性活跃的青年人和成年人通常都意识到这种风险，更不用说意外怀孕的风险，然而，许多人还是会这样做。为什么有这样的风险意识却不能避免发生这样的行为呢？冒险者们都抱有唯独自己刀枪不入的错觉，这种系统性偏差导致人们相信自己比别人更不可能沦为某个麻烦的受害者（Perloff和Fetzer，1986）。例如，一项对性活跃的女大学生调查显示，受访者判断自己在未来一年内怀孕的几率在10%以下，但她们认为学校里其他女性怀孕的平均概率为27%（Burger和Burns，1988）。与此相矛盾的是，那些报告使用不恰当的避孕方法或根本不用避孕方法的女性表现出这种错觉更为强烈。倾向于认为“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想法也许在事情可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最为明显。


为什么事先计划会降低性风险？


无保护措施的性行为通常是最后一刻情绪冲动的产物。当酒精或毒品使人更加神志不清时，人们通常都不会使用避孕套，从而增加了怀孕、感染艾滋病病毒和许多其他性传播疾病的风险性。和其他形式的自我控制一样，避免风险性行为需要一些行动计划，而阻碍人们实现这一规划的状况却很容易破坏这种计划。所以，降低风险性行为的方法之一就是帮助人们找到未雨绸缪的方法。性教育课程就为青少年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该课程鼓励他们在还没有太多性经验之前，去思考当需要他们做出决定时他们应该怎么做。尽管性教育有时受到批判，因为有人认为它增加了青少年对性的意识和兴趣，但研究结果是明晰的：性教育降低了青少年进行无保护措施的性行为的概率，并有益于他们的身体健康（美国心理学会，2005）。这个结论对成年人同样适用。



请勿吸烟



每两个吸烟者中就有一个会过早死于与吸烟相关的疾病，如肺癌、心脏疾病、肺气肿以及口腔咽喉疾病。单是肺癌所造成的死亡率就比其他任何一种癌症多，而80%的肺癌都是由吸烟引起的。尽管美国的总体吸烟比率在下降，但新的吸烟者层出不穷，而且许多有烟瘾的人似乎无法戒掉烟瘾。大学生也和其他人一样吞云吐雾，调查显示，目前有20%的大学生染有烟瘾（Thompson等，2007）。知道吸烟会带来这些有害的健康后果，人们为什么还不戒烟？


为了永久戒烟，你需要戒多少次？


香烟中的活跃成分——尼古丁可以使人上瘾，因此，一旦染上烟瘾就很难戒除（见“意识”一章）。正如其他形式的自我控制一样，戒烟的决心往往都很脆弱，而且似乎很容易在压力之下败下阵来。例如，在9/11事件之后数月，马赛诸塞州的香烟销售量猛增了13%（Phillips，2002）。在戒烟后的一段时间内，戒烟者对环境中的相关线索依然很敏感：吃东西或喝饮料、糟糕的心情、焦虑，或只是看见别人吸烟，就足以激起他们来一根香烟的渴望（Shiffman等，1996）。让人欣慰的是，人们远离尼古丁的时间越长，吸烟冲动就会慢慢削弱，他们复吸的可能性也会降低。

某些心理治疗方案和技术可以帮助人们戒除烟瘾，包括尼古丁替代治疗，诸如口香糖和皮肤贴片、心理咨询和催眠，但这些方案并不总是有效。显然，不停地尝试各种不同的戒烟方法可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Schachter，1982）。毕竟，为了永久戒烟，你只需要比之前少吸一次。但是，如同对饮食和性行为的自我管理一样，对吸烟的自我管理需要努力及坚定意志。古希腊人把自我控制问题归咎于akrasia（意志力薄弱），而现代心理学很少把原因归咎于自我管理欠佳，更多地关注任务难度对自我控制的影响。以健康的行为方式来保持健康，是生活中最大的挑战之一（见“其他声音”一栏）。

小结



▲ 个性和行为的自我管理对健康有影响，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能够揭示身心之间的联系。





▲ 乐观和坚韧的人格特质与疾病风险性降低相关，这也许是由于具有这些特质的人能够更好地对抗压力。





▲ 对诸如饮食、性和吸烟这种行为的自我控制对许多人来说都很困难，因为自我控制很容易被压力所破坏；使用自我控制的策略可以显著改善健康，提高生活质量。




其他声音 不健康的自由




在“情绪和动机”一章中，你了解到，健康和风险与你所吃的东西有关。在本章中，你又得知，你的所做（你锻炼身体吗？）和所想（你是个乐观主义者吗？）也能影响你的应激体验和健康。还有一些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合理饮食并经常运动的人有更好的心理健康和躯体健康水平。那么，引导人们合理饮食、适度运动是否属于我们的职责范围？





最近，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提出对大份量的含糖饮料进行征税，这一提议被大众笑称为“苏打税”。一些人对这一提议大力赞扬，他们认为把我们的社会建造成一个有益人民尤其是儿童健康生活的社会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另有一些人则对这项提议加以指责，他们认为我们生在一个自由国度里，只要人们愿意，人们应该自由地选择自己喝什么样的苏打并避免任何一种运动。考虑到苏打税所存在的优缺点，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最近也加入了对此事的讨论之中。





近期，纽约州法院以技术上难以实现的理由拒绝了市长迈克尔·R·布隆伯格限制大容量苏打和其他含糖饮料的提议。虽然市长先生正在上诉这一判决，但许多人认为，市长的提议标志着美国正在走向保姆式国家的下坡路，所以他们对法院的这一判决拍手称快。批判者除了质疑该提议的内容（对特定地点售卖的含糖饮料份量限定在16盎司），他们还从哲学的角度反对该提议，认为人们应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尽管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赞美抽象意义上的自由，但捍卫某个你所珍视的自由往往需要你牺牲另一个。不管布隆伯格先生的提议中有何漏洞，它都源于一种完全值得注意的观点：保护父母抚养健康后代的自由的愿望。





自由地做某件事并不仅仅意味着法律允许你这样做，它还意味着你能够这样做是合理的。父母不希望他们的孩子变得过于肥胖或者遭受由饮食引起的糖尿病所带来的困扰。然而，当前的社会环境正在鼓励人们摄入大量的含糖软饮料，这就使肥胖或糖尿病出现的概率大大增加。因此，这样的环境明显限制了父母实现那个抚养健康后代的目标的自由。而对市长进行批判的人，他们想要保护的是自己能够喝上32盎司的大罐饮料的自由。但当两种特定的自由相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捍卫自由的标语并没有为此提供任何指导，就像此事件一样。这些标语也没有告知我们，税收或其他替代政策通常会让这种看似艰难的决策变得没那么必要。合理的决策方针往往需要仔细地对相关备选方案的利弊进行评估，而不是仅仅提个标语就完事大吉。





频繁地饮用超大杯的苏打水是否真的限制了父母抚养健康后代的自由？这或许还有商榷的余地，因为人们都相信，自己通常不会被他人的意见或行为所左右。但这个所谓的自信并不像人们所相信的那样。





1842年，作为伊利诺斯州议员的亚伯兰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巧妙地阐述了这种自负中所隐含的荒谬：“让我问问那个在某个周末去教堂做礼拜的男子，他能接受什么样的补偿来戴他妻子的帽子？”林肯推测，大多数男人可能需要一笔相当大的补偿——显然，这并不是因为戴女式帽子不合法或不道德，而仅仅是因为这种行为看起来是如此的不合时宜。





即使是那些承认社会环境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人，也没理由担忧自己的选择会改变环境。然而，总体来看，我们的选择是可以彻底地改变环境的，但通常是以造成严重问题的方式来改变。这就使得社会环境变成了一个公众所共同关注的合法的对象。





想象一下1964年以前的美国，不受制约的个人选择造成了吸烟比率的快速上升——有超过50%的成年人吸烟。即使是那些最坚定的自由主义者都无法否认他们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更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吸烟者。





吸烟者不仅伤害他们自己和那些吸入二手烟的人，还伤害那些希望孩子长大后不吸烟的父母。父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监督他们的孩子，使他们不受同伴的影响，但那通常都会以失败而告终。





所有有关禁烟政策的理性思考都不能忽略吸烟所造成的伤害这一事实，而这种思考又有助于提出一系列的禁烟政策。例如，在纽约市，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而且现在州政府和市政府对每包烟的征税接近6美元。





自1965年以来，这些政策就使全国的吸烟率降低了一半多，这就使得美国的父母更容易培养出将来不抽烟的孩子。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收益。反对吸烟限制令的人必须做好准备，证明受到他们不利影响的人所遭受的危害要远大于好处。但由于绝大多数的吸烟者自己都不后悔染上烟瘾，所以要证明这一点将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





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含糖饮料。除非我们准备好去否定有关环境会对孩子们的选择产生有力影响的所有证据，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拒绝布隆伯格先生的提议会剥夺父母想要抚养健康后代这个合理目标的自由。允许那些反对市长提议的人去妨碍父母自由的理由是什么？仅仅是为了让自己免于买一杯16盎司的苏打水所带来的那些微不足道的不便吗？





幸而社会对其环境的干预不需要通过粗暴的禁令来实现。支持市长提议的公共政策也能以更直接和低侵入性的方式来服务社会。





例如，我们可以对含糖软饮料征税。曾在2010年纽约州提出对每盎司苏打征税1便士，市长大力对这一提议称赞，但由于饮料行业的强烈反对该提议最终被撤销。





再次引入这一案例是很有说服力的。毕竟我们必须对某样东西征点税，对软饮料征税可以降低目前正在被征税的有益活动上的税务。例如，在联邦政府一级，对苏打征税可以降低工资征税，这就鼓励企业去雇佣更多的工人。





正如很少有吸烟者会庆幸他们吸烟一样，也很少有人临死前会希望他和他的爱人本应该多喝一点含糖软饮料。有证据表明，当前这种大容量软饮料的消费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代价。





580因此，对于那些成功游说反对苏打税的人，我提出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如何才能让你喝免税苏打水的权利所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它所带来的巨大代价？





你站在哪一边？在这本教科书里所列的研究都清楚地表明，健康的饮食和行为将为你带来更加健康的效果——提高生产率和降低以后的疾病带来的健康代价以及为个人和社会带来更广泛的利益。但是，政府是否有权利去惩罚那些选择喝苏打水和其他含糖饮料的人？另一方面，在那些对他们有害（且由于巨额的医疗支出而让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的饮料上多收几分钱就真的侵犯了人们的自由吗？有关人类健康和行为的科学研究又如何能够用来对现实社会中人类的健康和行为产生影响？





摘自《纽约时报》，2013年3月23版。



本章回顾


关键概念小测试


1.如果你居住在一个人口密集、交通拥挤且充满噪音和污染的城区，你更有可能会暴露于哪些应激源？

a.文化应激源

b.间歇性应激源

c.慢性应激源

d.正性应激源

2.在一项实验中，两组人在试图完成一项任务的时候受到干扰。A组成员被告知他们可以通过按一个按钮来消除干扰，而B组人并不知道这个信息。为什么A组在此项任务上的成绩可能会比B组好？

a.B组的工作环境不同。

b.A组认为自己已对妨碍任务的应激源加以控制。

c.B组被A组更不容易分心。

d.影响B组的干扰现在是一个慢性的。

3.对威胁进行反应的大脑激活开始于_____。

a.脑下垂体

b.肾上腺

c.下丘脑

d.胼胝体

4.根据一般适应性综合征，当躯体试图应对应激源时，在_____阶段躯体使自己适应于高唤醒状态。

a.衰竭

b.阻抗

c.警觉

d.能量

5.下面哪个对生理应激反应的描述最准确？

a.A型行为模式有心理后果但没有生理后果。

b.工作相关应激和冠心病之间没有联系。

c.应激源可以导致激素涌入大脑，强化免疫系统。

d.免疫系统对心理影响具有显著的反应性。

6.冥想是改变了的意识状态，它发生在_____。

a.药物辅助下

b.催眠状态下

c.自然发生或通过特殊练习

d.做梦一般的大脑活动的结果

7.参与有氧运动是通过控制_____来处理压力的一种方式。

a.环境

b.处境

c.躯体

d.空气摄入

8.找到一种新的或创造性的方法来思考应激源，可以降低它的威胁性被称为_____。

a.应激免疫

b.抑制性应对

c.改变思维方式

d.理性应对

9.与虔诚和灵性相关的积极健康效果被认为是以下选项的结果，除了_____。

a.社会支持的增强

b.更健康的行为

c.希望和乐观的支持

d.代祷

10.假装生病违反了_____。

a.诈病

b.躯体形式障碍

c.患病角色

d.B型行为模式

11.下面哪句话是对一个成功的健康护理者的描述？

a.展现共情。

b.关注患者的生理状态和心理状态。

c.用心理学来促进患者的依从性。

d.以上所有。

12.生病时，乐观者比悲观者更有可能_____。

a.保持积极情绪

b.变得抑郁

c.忽视护理者的建议

d.避免与他人接触

13.下面哪个选项是与坚韧无关的一个特质？

a.担当

b.对批评的厌恶

c.控制感

d.愿意接受挑战

14.应激_____饮食和吸烟等行为的自我调节。

a.强化

b.不影响

c.扰乱

d.正常化


关键术语


应激源

端粒

理性应对

生物反馈

应激/压力

端粒酶

改变思维方式

社会支持

健康心理学

免疫系统

应激免疫训练（SIT）

心身疾病

慢性应激源

淋巴球

躯体性症状障碍

战斗或逃跑反应

A型行为模式

冥想

一般适应性综合征（GAS）

倦怠

放松治疗

患者角色

抑制性应对

放松反应

自我调节


转变观念


1.在2002年，研究者们比较了大学生在相对无应激期和考试高应激期的重度痤疮问题。在控制了其他诸如睡眠或饮食改变等变量后，研究者们总结道：痤疮严重程度的增加与应激水平的增加有着很强的相关关系。了解这项研究后，你的室友非常吃惊：“痤疮是皮肤病，”你的室友说，“我不明白它怎么会与你的精神状态有关。”你如何衡量应激在疾病中的作用？对于应激对疾病的影响的方式，你还能举出其他例子吗？

2.你的朋友课业负担很重，他向你坦露自己快要崩溃了。“我受不了这种压力，”他说，“有时，我会幻想居住在某个小岛上，在那儿我可以躺在阳光下，没有一点压力。”对于应激，你可以对你的朋友说些什么？所有的应激都是不好的吗？没有应激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

3.你的一个同班同学花了一个夏天的时间在神经学家的办公室里实习。“最有趣的事情之一”，她说，“是那些患有心身疾病的人。有些人患有癫痫或手臂局部麻痹，但他们并没有神经系统上的损伤——因此，他们全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那个神经学家试图把这些患者转到精神科医师那去，但许多患者认为，他是在指控自己伪装了这些症状，他们觉得很受侮辱。”对于身心疾病，你能跟你的朋友聊些什么？“头脑里想出来的”疾病真的能产生如癫痫或局部麻痹的症状吗？或者这些病人确实是伪装了他们的症状吗？


关键概念小测试答案


1.c；2.b；3.b；4.c；5.d；6.c；7.b；8.c；9.d；10.c；11.d；12.a；13.b；14.c.


需要更多的帮助？更多资源可以查询以下网站：


http：//www.worthpublishers.com/launchpad/schacter3e


应激源（stressors）
 
要求个体应对或威胁个体身心健康的特定事件或慢性压力。




应激（stress）
 
对内源性或外源性应激源的生理和心理反应。




健康心理学（health psychology）
 
一门心理学的分支学科，探讨心理因素对躯体疾病的发生和治疗，以及保健的影响。




慢性应激源（chronic stressors）
 
持续或反复发生的应激源。




战斗或逃跑反应（fight-or-flight response）
 
一种做好行动准备以应对紧急事件的情绪反应和生理反应。




一般适应性综合征（general adaption syndrome GAS）
 
不管遇到何种应激源都会出现的生理应激反应三阶段。




端粒（telomeres）
 
端粒是指覆盖在每个染色体末端以对末端加以保护并防止它们黏在一起的结构。




端粒酶（telomerase）
 
一种在染色体顶端再造端粒的酶。




免疫系统（immune system）
 
一种保护机体免受细菌、病毒和其他异质物侵扰的复杂反应系统。




淋巴球（lymphocytes）
 
能够产生抗体以抵抗感染的白血球，包括T细胞和B细胞。




A型行为模式（type A behavior pattern）
 
易引起敌意、不耐烦、时间紧迫感和争强好胜的倾向。




倦怠（burnout）
 
一种由于长时间处于高情感需求的情境而产生的生理、情绪和精神耗竭的状态，并伴随着工作绩效和工作动机的降低。




抑制性应对（repressive coping）
 
回避那些让你想起某个应激源的情境或想法，保持一种虚假的积极观点。




理性应对（rational coping）
 
直面应激源并努力克服。




改变思维方式（reframing）
 
用一种新的或有创意的方法思考应激源，从而削弱它的威胁。




应激免疫训练（stress inoculation training，SIT）
 
一种重构技术，通过对应激情境形成正面思考的方式帮助人们应对压力。




冥想（meditation）
 
有意观想的练习。




放松治疗（relaxation therapy）
 
一种通过有意识地放松躯体肌肉来消除紧张的技术。




放松反应（relaxation response）
 
一种降低肌肉张力、皮层活性、心率、呼吸频率和血压的状况。




生物反馈（biofeedback）
 
使用外部监测仪来获得躯体机能的信息，并可能通过该信息增强对此机能的控制。




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
 
通过与他人交往获得帮助。




心身疾病（psychosomatic illness）
 
心理和躯体相互作用能够产生疾病。




躯体性症状障碍（somatic symptom disorders）
 
它是多种心理障碍的组合，是指有一种或多种躯体性疾病的个体表现出明显的健康相关焦虑，他们对自身的症状表现出不成比例的担忧，并对此症状或健康问题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患病角色（sick role）
 
一些与疾病相关并被社会认可的权利和义务。




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
 
对自我进行有意控制的训练，从而达到更高的标准。






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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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障碍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大衣口袋里装了一块大石头，把足迹留在河岸，走向水中。三周后，人们才找到她的遗体。她在留给丈夫的遗言中写道：“亲爱的，毫无疑问，我又要精神崩溃……这一次，我好不了了。我开始听到声音，我不能集中注意力。因此，最佳之举似乎就是我现在做的事情了。”（Dally，1999，第182页）就这样，1941年3月28日，一个生命结束在英国萨塞克斯郡的罗德麦尔附近。这位多产的小说家和散文家、先锋派文学沙龙布卢姆斯伯里小组的核心人物、颇具影响力的女性主义者不幸成为终生“精神崩溃”的受害者，在严重的抑郁和失控的躁狂之间颠波，饱受情绪大起大落的折磨。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让伍尔夫饱受其苦的是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她的抑郁发作极度严重：阴郁沮丧，毫无创意；有时，卧床数月。当抑郁期被躁狂期所替代，正如她丈夫伦纳德（Leonard）所回忆的那样，“那时，她在房间里滔滔不绝，两三天不理会任何人，也不理会别人对她说什么。”她的语言“变得完全不连贯，词不达意。”在她癫狂的顶峰时期，小鸟对她说希腊语，她已去世的母亲复现并训斥她，有声音命令她去“去做狂野的事情”。她拒绝进食，满纸写着无意义的话，言辞激烈、长篇累牍地谩骂攻击她的丈夫和陪护员（Dally，1999，第240页）。

在双相障碍发作期之外的时光里，伍尔夫不知怎么地就成就了辉煌的文学生涯。她出生于维多利亚的家庭，家里不会考虑让女人上大学。不过，没上过学并未阻止伍尔夫成为爱德华·阿尔比（Edward Albee）（1962）的剧本《谁怕弗吉尼亚·伍尔夫》（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中久负盛名、才华横溢的杰出人物。据说，她写过9本小说、1部剧本、5本散文集和14本以上的日记和信札。她的小说摆脱了传统上循规蹈矩的情节和场景，转向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沉思，而且她的观察显示出她对自己的心理障碍体验有敏锐和充分的理解。她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写道，“疯狂，作为一种体验，令人恐怖……但又不能对它嗤之以鼻，在它那熔岩般的灼热中，我仍然找到了大部分我写的东西。”（Dally，1999，第240页）。当然，伍尔夫为她的天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她的丈夫和陪护共同分担她的心理障碍和去世所带来的重负。心理障碍能够制造无边的痛苦。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英国小说家和评论家，卒于1941年。她终生饱受双相心理障碍的痛苦，终以自杀结束生命，但疾病的躁狂状态也铸就她多产的写作。




在本章中，我们首先考虑的问题是：
 什么是异常？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抑郁及躁狂发病期以及她最终自杀，无疑是异常的，因为大多数人未曾有过这些经历，但她有时过着完美的常态生活。无比复杂的人类心智能够产生各种行为、思维和情绪，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彻底的改变。心理学家如何断定一个人的思维、情绪和行为是“错乱的”呢？我们先要仔细查验做出这样决定时最看重的关键因素。然后，我们会聚焦于几类主要的
心理障碍

 （mental disorder）：重性抑郁障碍及双相障碍；焦虑、强迫以及与创伤相关的心理障碍；精神分裂症；始于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心理障碍；以及自我伤害行为。在分析每种心理障碍时，我们将仔细考察这些障碍有何表现，及其流行程度和成因。

本章所考察的心理障碍是人类潜能的不幸损失。当心智出错造成心理障碍时，痛与苦侵蚀着人类本应享受的满足、和平和爱。科学模式（恰当的说法是
生物—心理—社会模式

 （biopsychosocial model））主张生物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联合导致心理障碍，并开始梳理心理障碍的症状及成因。正如我们在下一章所看到的那样，科学模式已经提出针对某些心理障碍显著有效的治疗方法，为将来减轻其他心理障碍所造成的痛苦及苦难带来希望。





[1]

 本章交替出现“psychological disorder”和“mental disorder”，词义相同。由于本书为心理学教科书，因此，统一译作“心理障碍”，而不是“精神障碍”。——译者注





界定心理障碍：何谓异常？



心理障碍的概念看似简单，但仔细推敲却非常复杂棘手（类似于清楚地定义“意识”、“应激/压力”或“人格”）。你的思维、感受或行为与众不同，并非一定是心理障碍。例如，考试前严重焦虑、失去挚爱后感到悲伤，或者晚上过度饮酒——这些尽管是不开心的状态，但未必是病态。同样地，也不能将偏离常态的惯常模式判定为心理障碍。如果那样，我们就会把那些最有创意、最有远见的人诊断为心理障碍——这些人的想法总是别出心裁、与众不同。

那么，什么是心理障碍呢？对于“心理障碍”一词的准确定义尚无普遍共识，这或许出人意料。然而，根据一般的共识，心理障碍
 能够被定义为：
行为、思维或情绪持久地紊乱或功能失调，导致严重的痛苦或缺陷

 （Stein等，2010，Wakefield，2007）。定义心理障碍的方法之一，就是把它界定为人类正常心理过程（你在本书中已经学到过的）的功能失调或缺陷。有心理障碍的人在知觉、记忆、学习、情绪、动机、思维以及社交过程方面出问题。你可能会问：但这仍然是一个宽泛的定义，何种紊乱才“算”是心理障碍？它们一定要持续多长时间才被认为是“持久”？要有多少痛苦或缺陷？这些都是这个领域中备受争议的问题。这些争议持续多年，未来仍将继续（后面有更详细的讨论）。


心理障碍构念化



[1]







据史上记载，自古就有人举止异常，想法或情绪怪诞。不久前，这些麻烦还被看作是宗教的或超自然力量的结果。在某些文化中，心理病态仍然被解释为神灵或鬼怪附体，是女巫或巫师的魔法妖术使然，或是上帝对作恶的惩罚。在许多社会中，包括我们自己的社会，人们恐惧并嘲弄有心理障碍的人，常常把他们当作罪犯：惩罚、监禁，或因他们偏离常态的“罪”而置之于死地。


帮助有心理障碍的人，第一步是什么？


在过去的200多年中，世界多数地方已经用医学模式（medical model）
 取代这些对心理异常的看法，即异常的心理经验被构念化为像躯体疾病一样的疾病，有其生物和环境的原因，有其特定症状，以及可能的治愈方法。把偏常的思维和行为构念化为疾病，提示诊断是确定问题性质的第一步。

在诊断时，医生及治疗师设法确定一个人的心理障碍的性质，是通过评估
表征

 （该障碍客观的、可观察到的指标）和
症状

 （主观报告的行为、想法和情绪）完成的；这些表征和症状提示有潜在的疾病。例如，正如自我报告流鼻涕和咳嗽是感冒的症状一样，失去勇气和极度兴奋交替出现，造成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情绪大起大落，可以被看作是双相障碍的症状。区分三个相关的医学分类术语是很重要的：

➢ 
障碍

 （A disorder），是指一组常见的表征和症状；

➢ 
疾病

 （A disease），是指已知的影响身体的病理过程；

➢ 
诊断

 （A diagnosis），是指确定是否存在某种障碍或疾病的决定（Kraemer，Shrout和Rubio-Stipec，2007）。

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某种障碍存在（例如，诊断）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们知道身体产生表征和症状的基本疾病过程。

把心理障碍看作是医疗问题，提醒我们，那些饱受痛苦折磨的人理应得到的是照顾和治疗，而不是谴责。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对医学模式的批评。有些心理学家指出，用求助者的主观自我报告，而不用病理的身体检查（像其他领域的医疗诊断那样）来确定是否存在潜在的疾病是不恰当的。另一些心理学家却指出，医学模式常常把正常的人类行为“医疗化（medicalizes）”或“病理化（pathologizes）”。例如，极度悲伤可能被看作是一种被称为“重性抑郁障碍”的疾病；极度害羞可能被诊断为一种被称为“社交焦虑障碍”的疾病；不能专注上课被称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尽管对于当前心理障碍的定义和分类方法存在一些合理的担忧，但比起旧的方法——把心理障碍看作是巫术或对于原罪的惩罚，仍有无可置疑的优势。不过，当心理学家努力改善诊断程序时，应牢记这些担忧。






极度害羞，还是社交焦虑障碍？对医学模式的批评是什么？




心理障碍分类：DSM


那么，如何运用医学模式去对范围广泛的人类异常行为进行分类呢？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研究和治疗心理障碍的医生）和大多数心理障碍领域的其他工作者使用标准化的系统去分类心理障碍。美国精神病学会承认，需要有由医生/治疗师和研究者达成共识的诊断系统，并于1952年发行了第一版心理障碍诊断及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DSM）
 。
DSM是一个分类系统，描述用于诊断每一种公认的心理障碍的特征，并指明如何区分某种障碍不同于其他障碍及类似问题。

 每种障碍被命名和分类为明确的疾病。DSM第一版以及1968年发表的第二版DSM-Ⅱ，为讨论心理障碍提供了一套共同语言。这是研究心理障碍的一个重大进步。然而，这些早期版本所列举的诊断标准非常模糊，理论假设基础薄弱。例如，笼统地把那些长期极端抑郁或焦虑的人诊断为“神经症反应（neurosis reaction）”。


DSM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后面两个版本的DSM（DSM-Ⅲ出版于1981年，DSM-Ⅳ出版于1994年）不再模糊地描述各种心理障碍，而是非常详细地列举必然出现的症状（或
诊断标准

 ），以便对某种心理障碍做出诊断。例如，除了极端悲伤或抑郁（至少持续2周），一个人还至少要符合抑郁的9种症状中的5种（例如，减少对平常喜爱的活动的兴趣，体重明显降低或增加，睡眠明显增加或减少，失去活力，无价值感或内疚感，难以专注）。诊断采用包含200多种心理障碍的症状清单，显著地增加了心理障碍诊断的信度或一致性。现在，两个医生访谈同一人，更容易针对出现何种心理障碍达成一致意见，大大增加了诊断过程（以及精神病学和临床心理学领域）的可靠性。

2013年5月，美国精神病学会发布了更新手册：DSM-5。DSM-5描述了22个大类别，其中包含200多种不同的心理障碍（见表15.1）。除了列举的22大类心理障碍外，DSM-5还包含一些迄今为止尚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心理障碍。另外，还有一节专门讨论诊断心理障碍所要考虑的文化问题。为什么把罗马数字换成阿拉伯数字呢？这是希望我们在理解心理障碍方面有更迅速的进展。我们可以随着所知增多而不断修订（DSM-5.1，5.2，5.3，等等），而不是再等上20年才更新。

在DSM正文的22章中，每一章都列举了一个人被诊断为每一种心理障碍必须符合的具体诊断标准。美国对有代表性的大规模人口样本的研究显示，大约有一半的美国人报告说，在有生之年至少罹患过一种心理障碍（Kessler，Berglund等，2005）。而且，大多数有一种心理障碍的人（80%以上）报告有并发症（comorbidity）
 ，并发症是指
两种或以上心理障碍同时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

 （Gadermann等，2012）。


心理障碍的成因


心理障碍的医学模式指出，了解一个人的诊断是有用的，因为任何特定的精神疾病类别都会有一个明确的成因。换句话说，正如不同的病毒、细菌或遗传变异导致不同身体疾病一样，不同的心理障碍也存在特定的成因模式（或
成因学，

 etiology）。医学模式还指出，各种心理障碍很可能会有共同的
预后

 （prognosis），即随时间而演变的典型病程，以及对治疗和治愈的易感程度。不幸的是，这个基本的医学模式通常过分简单化，只关注单一的个人内在成因，单一的治疗方法难以奏效。

为了理解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各种心理障碍，大多数心理学家采用整合的生物—心理—社会视角（biopsychosocial perspective）
 ，
用以说明各种心理障碍是生物、心理和社会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表15.1 DSM-5心理障碍主要类别








来源：DSM-5（美国精神病学会，2013）




为什么评估需要看很多因素？


生物学关注的是遗传和表观遗传的影响（见图3.23）、生化失衡，以及脑结构及功能异常。心理学角度则关注适应不良的学习与应对、认知偏见、功能不良的态度，以及人际关系问题。社会因素包括社会化贫乏、生活压力，以及文化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提示，不同的人患有同样的心理障碍（例如，抑郁），会出于不同的原因。一个人陷入抑郁可能是由于生物原因（例如，遗传、荷尔蒙）、心理原因（例如，错误的信念、无望、应对丧失的策略不好）和环境原因（例如，压力或孤独）导致的结果；或者更可能的是这些因素的某些联合影响所导致的。当然，多重成因意味着不可能只有单一的治愈方法。

大多数心理障碍既有内在的（生物及心理）成因，又有外在的（环境）成因，这个观察产生了众所周知的素质—压力理论模式
 ，
提示一个人可能先天就有某种心理障碍的倾向，在压力的激发下表现出来。

 素质是内在的倾向，而压力是外部的引爆物。例如，大多数人能够应对自己对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的强烈情绪反应。然而，对于一些倾向于产生负面情绪的人来说，其应对能力承受不了事件的恐怖程度，因而会突然出现心理障碍。尽管素质是能被遗传的，但遗传不是宿命。牢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通过遗传来继承某种素质的人可能从来不会遇到突如其来的压力，而少有某种心理障碍遗传倾向的人却可能遭受特定压力的冲击。把心理障碍归因于单一的内在原因，容易把心理障碍过分简单化，这一点在解释脑在心理障碍中发挥的作用时表现得淋漓尽致。心理障碍者及无心理障碍者的脑扫描图可能会给人留下不同寻常的强烈印象，即心理问题是内在的、永久的、不可防治的，甚至是不可治愈的。脑的影响及其影响过程对于了解心理障碍的全部故事绝对重要，但并不是故事的唯一版本。






心理障碍可能是由生物因素、心理因素和环境因素所导致的。素质—压力模式提示：一个人可能先天倾向于出现某种心理障碍，只有在压力的刺激下才会表现出来。假如两个同卵双生子（有同样的基因谱）生长在同一屋檐下（相同的父母、基本饮食和对电视的接触等）。到了少年时代，其中一个出现某种心理障碍，例如精神分裂症，而另一个并不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吗？




文化与社区 心理障碍在世界各地




世界不同地方的人是否也会体验到我们在美国看到的障碍？为了更好地理解心理障碍的流行病学（研究健康和疾病的分布及成因），罗纳德和凯斯勒（Ronald and Kessler）及其同事发起了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精神卫生调查，在这个大规模的研究中，被评估是否患有心理障碍的人们来自世界各地大约24个国家（Kessler和Üstün，2008）。这个研究的结果显示，在美国见到的主要心理障碍同样出现在世界各地所有的国家及文化。例如，抑郁、焦虑、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化学物质滥使用障碍可见于全球各地。不同国家报告的比率不同（美国人报告的心理障碍比率最高），但是，抑郁和焦虑永远是最常见的，仅次于冲动控制和化学物质滥用障碍。





尽管所有国家似乎都有上述常见的心理障碍，但显然，文化背景能够影响到心理障碍如何被经验、被描述、被评估和被治疗。为了说明这个问题，DSM-5包含了文化要素一节，其中包括文化要素访谈（Cultural Formulation Interview，CFI）。CFI包括6个提问，由医生/治疗师在心理健康评估中向求助者提出，以便帮助医生/治疗师理解：求助者的文化背景会如何影响他们心理障碍的经验、表达和解释。








注：未能获取南非的冲动控制障碍的数据




理解心理障碍的新方向：RDoC


尽管DSM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心理障碍分类框架，但有关引起心理病态的生物—心理—社会因素的科学研究结果并没有清晰地描绘个体的DSM诊断，这一点理应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事实。说起当前的状况，托马斯·因赛尔（Thomas R.Insel），全美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NIMH，美国心理障碍研究的主要资助者）一语中的：尽管许多人把DSM描述为一部圣经，不过，把它当作一个提供标签和当前定义的字典则比较准确：“人们以为，DSM的标准包罗万象，但是，你知道吗？生物学从不照本宣科。”[因塞尔（Insel），援引自贝拉克（Belluck）和凯里（Carey），2013年，A13页]。为了更好地理解什么才是导致心理障碍的成因，NIMH的研究者们已经提出了一个新的框架，用以考量心理障碍——不再聚焦于当前DSM界定的心理障碍类别，而是关注那些更基本的生物、认知和行为架构。人们相信这些架构是构成心理障碍的模块。这个新体系被称为“研究范畴标准的方案（research domain criteria project，RDoC）
 ”，
这一创新的目的是，通过展现产生心理障碍的基本过程，来引导对于心理障碍的分类及理解。

 RDoC并非有意立即取代DSM，而是要在未来几年里影响DSM的修改版（详见“真实世界”）。

研究者们用RDoC研究心理功能异常成因的焦点是基因—细胞—脑回路的生物学因素，诸如学习、注意、记忆的心理学范畴，以及各种社交过程与行为（详见表15.2范畴列单）。NIMH想要通过RDoC这一框架，使研究者们从研究当前定义的DSM分类，转向在连续体的另一端研究那些导致心理障碍的多维度生物—心理—社会过程。其长远目标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哪些异常因素导致不同的心理障碍，并且根据那些根本成因对心理障碍进行分类，而不是根据所观察到的症状。这个框架将使心理障碍研究与其他医学障碍研究并行不悖。例如，如果你感到胸痛、剧烈头疼、疲劳以及呼吸困难，你不可能正在经验四种彼此孤立的病变（胸痛病变、头痛病变等）。而是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些都是高血压基本病程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与此相似，RDoC框架的目的是要转移关注点：从根据表面症状分类，转向理解产生失调行为的过程。例如，采用RDoC框架的研究者们不是研究作为一种明确障碍的可卡因成瘾，而是努力理解什么导致“对奖赏的反应性”的异常，这一因素可见于可卡因过量者及其他成瘾行为者。的确，最近研究已经显示，编码多巴胺受体的基因（DRD2）变异与额叶和纹状体之间的连结异常有关（详见“神经科学及行为”一章）。与冲动性和对奖赏的反应性相关联的连结缺失反过来又与广泛的成瘾行为障碍有关（Buckholtz和Meyer-Lindenberg，2012）。这可能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有些人似乎有成瘾人格，他们难以约束自己寻求奖赏的行为。重要的是，理解是哪些过程引起类似成瘾的问题，会帮助我们发展更有效的治疗措施，我们将在下一章更详细地讨论这个话题。



表15.2 RDoC模板草案







现实世界 心理障碍是怎样被定义和诊断的？




谁来决定DSM的走向？这些决定是如何做出的？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领域，正如早期研究人类健康与行为的大多数领域一样，这些都是由当前研究领域中的泰斗们达成的共识所决定的。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些研究泰斗多次会面，为的是决定哪些心理障碍应该被纳入到DSM的新版本，以及应该如何定义它们。而做出这些决定的依据是关于哪些临床症状容易同时出现的描述性研究报告。每个人都赞同，我们需要有一个分类和定义心理障碍的系统；然而，随着当前有关心理障碍知识的增长，这个领域已不再局限于单纯地根据基本生物—心理—社会过程对心理障碍进行描述性诊断分类（例如，研究范畴标准的规划草案）。未来有关如何界定心理障碍的决定，仍会继续依据该领域泰斗们的共识，而有关这些心理障碍根本成因的研究将会更直接地推动这样的决定。





谁来决定某个人是否要有诊断？这些决定是怎样做出的？在过去的几年里，研究者已经发展出结构化的临床访谈，把DSM中的症状列单转化成一系列的访谈提问，医生/治疗师（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社工）根据访谈结果，确定某个人是否符合每种心理障碍的诊断标准（Nock等，2001）。例如，根据DSM-5，一个人至少要具备重性抑郁障碍9种症状中的5种，才会符合重性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结构化临床访谈一般包括抑郁的9个问题（每个症状一条问题）。如果被访谈者至少说出这些症状中的5种，医生/治疗师就可以得出结论：这个人患有重性抑郁障碍。现在，新的诊断主要是由求助者自己报告症状决定的。许多人希望，随着对心理障碍根本成因的关注增加，未来我们会有生物学和行为学的测量指标，帮助我们确定谁有精神疾病，谁没有精神疾病。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表15.2的范畴列单看起来好像是比较详细的本书目录！RDoC框架从始至终地强调神经科学（第3章），特别关注情绪系统和动机系统的异常（第8章）、认知系统例如记忆（第6章）、学习（第7章）、语言及认知（第9章）、社交过程（第13章），以及应激及唤起（第14章）。从RDoC的角度来看，心理障碍可以被看作是心理过程异常或功能失调的结果。通过了解本书中的这些心理过程，你容易更好地理解有关心理障碍的新定义，这是近年来发展的前沿领域。


标签的危险



为什么有人会回避寻求帮助？


标签效应，是心理障碍诊断及分类的一个重要的难题。精神病学标签可能会有负面后果，因为很多标签带有负面刻板印象和污名化的看法，例如认为心理障碍是一个人软弱的标志，或者认为精神病人是危险的。与心理障碍相关的污名可以说明，为什么大多数可被诊断为心理障碍的人（大约60%）不寻求治疗（Kessler，Demler等，2005；Wang，Berglund等，2005）。

不幸的是，教育人们了解心理障碍并不能消除那些心理障碍者蒙受的污名（Phelan等，1997）。事实上，精神病学的标签所制造的期望有时甚至抵消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的判断（Garb，1998，Langer和Abelson，1974；Temerlin和Trousdale，1969）。这一现象的典型表现是，心理学家戴维·罗森汉（David Rosenhan）及其6位同事到不同的精神病院诉说自己“听到声音”，这一症状可见于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每个人被收住在不同的医院后，就立即表示症状消失。尽管如此，医护人员仍然不愿确定这些人是正常的：这些“病人”平均住院19天才获批出院，并且还是带着“缓解期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出院的（Rosenhan，1973）。显然，一旦医护人员给这些病人贴上心理疾病的标签，这个标签就会永远贴在身上。






尽管我们标示心理障碍，但我们不应该用那些标识给人们贴标签。例如，不要说某人“是ADHD”，而是说，某人当前符合ADHD的诊断标准。



这些标签效应特别令人不安。有证据显示，有心理障碍的人住院很少是必要的。弗蒙特（Vermont）的一组研究是跟踪分析病人的生活，这些病人被认为过于危险以至于不能出院，因而多年住在医院的病区。他们出院后并没有给社区带来危害（Harding等，1987），而进一步研究显示，那些有一种心理障碍的人比那些没有心理障碍的人更不容易出现暴力（Elbogen和Johnson，2009；Monahan，1992）。

标签化，甚至影响到被贴标签的人如何看待他们自己；人被贴上这样的标签，可能不仅会把自己看作是有心理障碍的人，而且也是没有希望的人，或是没有价值的人。这样的看法可能会导致他们产生挫败的生活态度，使他们不能为自己的康复付出努力。医生/治疗师开展重要的临床实践时只是用这些标签标示心理障碍，而不是人，这是抵制标签不良后果迈出的一小步。例如，一个人可以被描述为“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而不是“精神分裂症的人”。你会留意到，我们在这本教科书中就是遵循这个约定。

小结



▲ DSM-5是一种定义心理障碍的分类系统，当一个人出现产生痛苦或缺陷或由内在原因引起的思维、情绪或行为紊乱时，就被界定为心理障碍。





▲ 根据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心理障碍源于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被认为是素质（内在的先天素质）和压力（环境中生活事件）的联合影响。





▲ RDoC是一种新的分类系统，关注心理障碍的生物学、认知及行为方面。







[1]

 Conceptualization在此处被译作“构念化”，特指用现有的专业知识去理解临床现象，以便形成治疗师头脑中的假设，强调“形成过程”之意。而“概念化”则强调静态标签，“概念”一词也容易使人误解为是远离现实生活的抽象概念，与英文词义相反。——译者注





焦虑障碍：恐惧来袭




何时焦虑是有害的？何时焦虑是有益的？


“没错儿，随堂测验占你这门课的一半分数。”如果你的老师真的这样说，你可能会受到焦虑及害怕的冲击。你的反应是恰当的——无论你的感受有多强烈——都不表示你有心理障碍。事实上，与情境相关的焦虑是正常的，并且具有适应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或许提醒你要跟上教科书上的作业，让自己为随堂测验做准备。当所产生的焦虑与真实危险及挑战不相称时，就是不适切的：它可能会控制人们的生活，悄悄偷走人们内心的安宁，并且削弱人们正常发挥功能的能力。焦虑障碍
 ，是一种病态的焦虑，
焦虑，是这类心理障碍的主要特征。

 人们常常在特定时间里不止体验到一种焦虑障碍，而是同时体验到焦虑和抑郁（Beesdo等，2010；Brown和Barlow，2002）。其中，DSM-5公认的焦虑障碍包括恐怖症（Phobia disorder）、惊恐障碍（Panic disorder），以及广泛性焦虑障碍（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恐怖障碍


想一下玛丽（Mary），47岁，三个孩子的妈妈，因
幽闭恐怖症

 （Claustrophobia）——对密闭空间的强烈恐惧——而寻求治疗。她追溯到她的恐惧来自童年：哥哥姐姐吓唬她——把她关在衣柜里，盖在毯子下。她自己的孩子长大后，她想要工作却无法工作，因为害怕电梯及其他密闭空间。她觉得，这些密闭空间会困住她无法回家（Carson，Butcher和Mineka，2000）。许多人在密闭空间中都会感到些许焦虑，不过，玛丽的恐惧不正常，是功能失调，因为这些恐惧与实际危险不相符，并且损坏她正常生活的能力。DSM-5描述恐怖障碍
 的特点为：
明显、持久、过度的恐惧，并且回避特定的对象、活动或情境。

 一个患有恐怖症的人会承认，恐惧是不合理的，但却无法阻止其干扰日常生活功能。


特定恐怖症（specific phobia）
 ，
是对某个特定对象或情境不合理的恐惧，明显地干扰一个人执行功能的能力。

 特定的恐怖包括以下5类：（1）动物（如：狗、猫、老鼠、蛇、蜘蛛）；（2）自然环境（如：高空、黑暗、水、暴风雨）；（3）情境（如：桥、电梯、隧道、密闭空间）；（4）血、注射、损伤；（5）其他恐怖症，包括窒息和呕吐。对儿童来说，还有很大声的噪音和穿戏装的人物。在美国，大约12%的人在其一生中会出现一种特定恐怖症（Kessler，Berglund等，2005），女性略高于男性（Kessler等，2012）。


社交恐怖症（social phobia）
 
指不合理地恐惧当众出丑或尴尬。

 社交恐怖症限于以下情境，例如当众讲话、当众进食或在公厕撒尿，或者泛化到各种社交场合——被观察或与不熟悉的人交往。有社交恐怖症的人努力回避可能被不熟悉的人评价的场合。当不能回避在公众场合露面时，他们就会体验到强烈的焦虑和不安。社交恐怖症可能出现在童年，不过，它一般出现在刚刚进入青少年时期和刚刚步入成年之间（Kessler，Berglund等，2005）。许多人都会有社交恐怖症的经历，大约12%的男性及14%的女性在其一生中的某段时间符合这个诊断（Kessler等，2012）。

为什么恐怖症如此普遍呢？高比率的特定恐怖症和社交恐怖症提示，人有恐惧某些对象及情境的先天素质。的确，人们恐惧的大多数情境及对象都可能造成真实的威胁，例如：从高处跌落，或者受到疯狗、毒蛇或蜘蛛袭击。社交场合也有其危险。满屋子的陌生人不会袭击或撕咬你，但他们可能会形成一些印象，影响你未来的交友、工作或婚姻。当然，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他们也会袭击或撕咬你。






预先准备理论说明为什么大多数旋转木马能载着孩子骑上漂亮的木马。这位妈妈如果让女儿骑一只大蜘蛛或一条蛇，那就麻烦啦。




为什么我们会先天倾向于某些恐怖症呢？


如此这般的观察奠定了恐怖症的预先准备理论（preparedness theory）
 基础。该理论主张，
人本能上就容易有某些恐惧。

 预先准备理论是由马丁·赛利格曼（Martin E.P.Seligman，1971）提出来的，已经得到研究的证实：人和猴都能够迅速建立条件反射，不过，只对诸如蛇和蜘蛛的刺激做出恐惧反应，不会对诸如花或玩具兔子等中性刺激做出恐惧反应（Cook和Mineka，1989；Öhman，Dimberg和Öst，1985）。同样的，有关面部表情的研究显示，比起其他类型的面部表情，人们更容易对恐惧、愤怒的面部表情建立条件反射（Öhman，1996；Woody和Nosen，2008）。那些通过进化使我们预先倾向于回避的对象，特别容易形成恐怖症。这个构想也得到了恐怖症遗传可能性的研究证实。特定恐怖症的家族研究表明，同卵双生子的一致性大于异卵双生子（Kendler，Myers和Prescott，2002；O’Laughlin和Malle，2002）。其他研究也发现，30%以上有特定恐怖症的人的第一级亲属（first-degree relatives）（父母、兄弟姐妹，或子女）有同一种恐怖症（Fryer等，1990）。

气质，也可能会在恐怖症的易感性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研究者们已经发现，那些表现出过分羞怯和抑制的婴儿在后来的生活中出现恐怖症行为的风险增加（Morris，2001；Stein，Chavira和Jang，2001）。神经生物学因素也可能起作用。比起没有报告恐怖症的人来说，神经递质5-羟色胺和多巴胺异常在那些报告有恐怖症的人中更常见（Stein，1998）。除此之外，患有恐怖症的人有时杏仁核异常活跃。杏仁核是与发展情绪联系相关的脑区（讨论见于本书“情绪与动机”一章，及Stein等，2001）。有趣的是，尽管比起没有社交恐怖症的人来说，那些有社交恐怖症的人更多地表示，自己在完成涉及社会评价的任务时（例如当众讲话）感到极为痛苦，不过，他们的生理唤起并不比别人多（Jamieson，Nock和Mendes，2013）。这提示，社交恐怖症可能是由于一个人对于情境的主观经验产生的，而不是对于这些情境的异常生理应激反应。






恐怖症是涉及过度及持久地恐惧某个具体对象、活动或情境的焦虑障碍。有些恐怖症可能是通过经典条件反射习得的：与引起焦虑的非条件化刺激（US）配对的被条件化的刺激（CS）本身，诱发条件化的恐惧反应（CR）。假如你的朋友对狗的恐惧如此强烈，以至于邻家的一条狗对他叫时，他就害怕出门。运用你在“学习”一章所学到的经典条件反射原理，你可以怎样帮助他克服恐惧呢？



研究证据未排除环境和养育对于发展过度恐惧反应的影响。学习理论创始人约翰·华生（John Watson）多年前指出（1924），恐怖症可能是经典条件反射（见“学习”一章中“小阿尔伯特及小白鼠”）。同样的，遭狗咬的不舒服感可能在狗与痛之间建立了条件反射的联系，导致不合理地恐惧所有的狗。然而，“恐怖症是从可怕对象引起的情绪经验中学来的”这一构想尚不能完全说明所有恐怖症的发生。大多数研究发现，有恐怖症的人比没有恐怖症的人更不容易回忆有关可怕对象的个人经验，可怕对象可能只是构成经典条件反射的基础（Craske，1999；McNally和Steketee，1985）。此外，许多人被狗咬，但是，很少人会出现恐怖症。尽管“恐怖是学来的”这一构想有不足之处，不过，它为治疗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模式（见“治疗”一章）。


惊恐障碍


如果你突然发现自己有死亡的危险（那头狮子向我们迎面而来！），惊恐可能会涌遍你的全身。那些遭受惊恐发作的人常常承受不了如此强烈的恐惧，以及焦虑带来的强烈躯体症状，但却是在完全没有真实危险的情况下。韦斯利（Wesley），一位20岁的大学生，开始有频繁增加的惊恐发作，经常一天发作两三次，他最终到一家诊所寻求帮助。这些惊恐发作始于一次突然涌起的“强烈的、极可怕的恐惧”，似乎是无缘由的，常常伴有头昏眼花、胸部发紧，以及“自己将要昏厥或可能死去”的念头。韦斯利的惊恐发作始于几年前，从那以后间歇发作。韦斯利决定前来治疗，是因为他开始回避公交车、火车和公共场所，害怕他会如此发作，无法逃离。

韦斯利的状况被称为惊恐障碍
 ，
其特点是突然出现多个心理症状和生理症状，导致极度恐慌的感觉。

 惊恐发作的急性症状一般只持续几分钟，还包括呼吸短促、心悸、出汗、晕厥、失去自我感（感到与自己的身体抽离）或失去现实感（感到外部世界是陌生的或不真实的），并且恐惧自己会疯掉或死掉。不足为奇，惊恐发作经常使人因相信自己心脏病发作而冲向急诊室或医生的诊室。不幸的是，因为许多症状与各种医疗病症相像，得出正确诊断可能会用几年的时间，使用昂贵的医学检查却发现结果正常（Katon，1994）。根据DSM-5诊断标准，只有经常经历突如其来的发作，并宣称对下一次发作极度焦虑，才算是惊恐障碍。


许多患有广场恐怖症的人恐惧的是公共场所的什么？



广场（陌生环境）恐怖症（agoraphobia）
 ，
是一种常见的惊恐发作并发症，是涉及恐惧公共场所的特定恐怖症。

 包括韦斯利在内的、患有广场恐怖症的许多人本人并不害怕公共场合，而是害怕在公共场合或在蔑视自己、无法帮助自己的陌生人身边惊恐发作。在严重的情况下，伴有广场恐怖症的惊恐发作病人无法走出家门，有时持续多年。

大约22%的美国人宣称，至少有一次惊恐发作（Kessler，Chiu等，2006），一般在极大压力期间（Telch，Lucas和Nelson，1989）。偶尔经历一次不足以诊断惊恐发作：个人还必须体验到极度担心和焦虑再次发作。当采用这个标准时，大约5%的人会在他们生命中某些时候被诊断为惊恐发作（Kessler，Berglund等，2005）。惊恐发作在女性中（7%）比在男性中（3%）更普遍（Kessler，2012）。家族研究提示，惊恐发作有一些遗传成分，惊恐发作的倾向性差异30%—40%归因于基因的影响（Hetteman，Neale和Kendler，2001）。

为了理解生理唤起在惊恐发作中发挥的作用，研究者们比较了有惊恐发作的实验参与者与没有惊恐发作的实验参与者对于乳酸钠的反应。乳酸钠是一种化学物质，能够产生快速、表浅的呼吸及心悸。研究发现，那些有惊恐发作的实验参与者对于药物极其敏感；给药几分钟后，60%—90%的人就体验到惊恐发作。而没有惊恐发作的参与者则很少对药物产生惊恐发作的反应（Liebowtz等，1985）。

对化学物质反应的差异可能是由于对焦虑的生理体征的不同解释，即那些体验惊恐发作的人可能对于焦虑的生理体征过于敏感，他们的解释是：对自己身心健康有灾难性后果。证实这一认知解释的研究显示，那些焦虑敏感度高的人（如：他们相信，身体唤起和其他焦虑症状能产生可怕的后果）有体验惊恐发作的高风险（Olatunji和Wolitzky-Taylor，2009）。因此，惊恐发作的概念可以表述为“对恐惧本身的恐惧”。


广泛性焦虑障碍


吉纳（Gina），24岁的姑娘，在临床心理学研究生院就读第一年，开始体验到体弱力衰的焦虑。最初，她担心自己是否能完成所有的作业，后来，她担心她的求助者状况是否改善，或者她实际上是否使求助者状况恶化。不久，她的忧虑扩展到她的健康（她是否有未被诊断的医学问题？）以及她男朋友的健康（他吸烟……他也许正在自寻癌症？）她持续地忧虑了一年，最终休学治疗她的忧虑、极度焦虑不安、筋疲力尽，以及感到悲伤和抑郁。


哪些因素促使GAD的发生？


吉娜的症状是典型的广泛性焦虑障碍（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GAD）
 ——被称作广泛性，是因为持续不断的忧虑并不限于任何特定的威胁；实际上，忧虑常常被放大且不合理。
GAD是一种长期的过度忧虑，伴有三种或以上下列症状：不安、疲劳、集中注意力困难、易激惹、肌肉紧张，以及睡眠紊乱。

 在遭受GAD痛苦的人当中，不可控制的忧虑产生一种失控感，侵蚀自信心，以至于做一个简单的决定似乎都要为出现可怕的后果而忧心忡忡。例如，吉娜挣扎于做日常生活的决定，小到在市场买哪一种菜以及如何准备晚饭。

大约6%的美国人在其一生中的某个时期患有GAD（Kessler，Berglund等，2005），其中女性经历GAD的比率（8%）高于男性（5%）（Kessler等，2012）。研究显示，生物因素和心理因素都增加GAD发生的风险。家族研究显示，遗传可能会有些微影响，甚至中度影响（Narrholm和Ressler，2009）。尽管很少有关于GAD的单卵双生子研究，不过，一些证据表明，与异卵双生子研究相比，同卵双生子的一致率稍高（共有同一特征的配对比例，Hettema等，2001）。此外，很难排除环境因素和人格因素对于一致性的影响。

有关GAD的生物学解释提示，神经递质不平衡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尚不清楚这种不平衡的确切性质。
苯二氮卓类药物

 （Benzodiazepin）（一种镇静药物，在“治疗”一章讨论；如：安定、利眠宁），似乎刺激神经递质γ-氨基丁酸（GABA），有时可以减轻GAD症状，提示这种神经递质在GAD发生中发挥了潜在的作用。然而，其他不直接影响GABA水平的药物（如：丁螺环酮及诸如百忧解的抗抑郁药）也有助于治疗GAD（Gobert等，1999；Michelson等，1999；Roy-Byrne和Cowley，1998）。由于情况复杂，这些不同的处方药并不能帮助所有人，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和药物依赖。

心理学的解释聚焦于激发焦虑的情境，来说明严重的GAD。这种情况在以下人群中特别普遍——收入低、居住在大城市，并且/或者处于政治和经济动荡造成的不可预期的环境中。女性中GAD的比率相对高，可能也与压力有关，因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生活贫困、经历歧视，遭受性侵犯或身体虐待（Koss，1990；Strickland，1991）。研究显示，童年不可预期的创伤经历增加产生GAD的风险，而且这个证据也支持压力经验起作用的论断（Torgensen，1986）。丧失的经历或感知到自己的处境危险，也会增加GAD的风险（Kendler等，2003），例如由于丧失抵押品赎回权而丢掉了家（McLaughlin等，2012）。另外，许多可能会出现GAD的人并没有出现GAD，支持素质—压力学说——人的易感性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重大应激生活事件，例如失去工作或家庭，能够导致广泛性焦虑障碍。该状态的特点是长期、过度地忧心忡忡。



小结



▲ 患有焦虑障碍的人有不合理的忧虑和恐惧，削弱了他们正常执行功能的能力。





▲ 恐怖症的特点是，过分恐惧和回避特定的对象、活动或情境。





▲ 饱受惊恐障碍痛苦的人体验到突如其来、强烈的焦虑发作——极度可怕并可能导致他们因为害怕当众出丑，而变成广场恐怖症并居家不出。





▲ 广泛性焦虑障碍（GAD）是指长期的焦虑状态，而恐怖症则涉及与特定对象或情境相关的焦虑。






强迫症：陷入怪圈



你可能会有这样的体验：有无法抵制的强烈愿望想要回去检查你是否真的锁了门或关了烤箱，即使你十分肯定你已做到。或者你可能无法抵制做出一些迷信行为，例如在某个日子穿幸运衫，或参加体育活动。对有些人来说，这些想法或行动不断增加直至失控，从而变成了严重问题。


治愈强迫症的刻意努力会多有效？


凯伦（Karen），34岁，有四个孩子，在她体验到反复侵入的念头之后寻求治疗。她想象自己的孩子遇到严重的意外事故。除此之外，一系列的保护性计数仪式妨碍她的日常生活。例如，去杂货店买东西时，凯伦感到，如果她从货架上选第一件商品（比方一盒麦片），她最大的孩子就会遇到可怕的事情。如果她选第二件商品，未知的灾难就会降临在她第二个孩子身上。如此涉及4个孩子。孩子们的年纪也是重要的。例如，一排中的第六件商品与她最小的六岁孩子有关联。

凯伦被数字侵扰，其影响延伸到其他活动，最明显的是她吸烟和喝咖啡的方式。如果她有一只香烟，她感到她必须至少吸一排中的4支，否则，她的其中一个孩子就会受到一定的伤害。如果她喝咖啡，她感到必须喝4杯以上，以便保护她的孩子免受伤害。她承认，自己的计数仪式不合理，但是，当她努力停止计数时，就会变得极度焦虑（Oltmanns，Neals和Davison，1991）。

凯伦的症状是典型的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OCD）
 ，
即反复入侵的念头（偏执）和仪式化的行为（强迫），用于抵制那些明显干扰个人功能的念头。

 焦虑在这种心理障碍中发挥作用，因为偏执的念头一般会产生焦虑，而采取强迫的行为是为了缓解焦虑。在OCD中，这些偏执和强迫是强烈的、经常的，并且被体验为不合理的和过分的。通过努力压制或忽视来应对偏执念头收效甚微，甚至无益。事实上（参见“意识”一章的讨论），压制念头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增加偏执念头的频率和强度（Wegner，1989；Wenzlaff和Wegner，2000）。尽管焦虑发挥作用，但在DSM-5中，OCD的分类独立于焦虑障碍，因为OCD被认为有明确的成因，并通过脑中与焦虑障碍不同的神经回路维持着。

尽管28%的美国成年人宣称在其一生中的某个时间点经历过偏执或强迫（Ruscio等，2010），但是只有2%的人会出现真正的OCD（Kesslerm，Berglund等，2005）。与焦虑障碍相似，女性患有OCD的比率比男性高（Kessler等，2012）。在那些患有OCD的人中，最常见的偏执和强迫包括核查（占OCD70%）、秩序（57%）、道德忧虑（43%）及污染（26%；Rucsio等，2010）。尽管强迫行为总是过度的，但在强度和频率上相当不同。例如，恐惧污染可能导致一些人洗手15分钟，而另一些人可能需要与消毒剂和烫水待上几个小时，用力擦洗双手，直到出血。






豪伊·曼德尔（Howie Mandel）是一名成功的喜剧演员，但是，他与OCD搏斗却不是令人捧腹的话题。像大约2%的美国人一样，曼德尔挣扎于对被病菌感染的极端恐惧中，反复核查和反复清洗的行为常常干扰他的日常生活。他在公众演讲中讲述自己与OCD的搏斗及寻求有效治疗的重要性。



受OCD折磨的人具有偏执，一般是源于担心可能造成真实的危险（例如污染或疾病），这一点支持了预先准备理论。反复思量我们离家时是否忘记关炉子，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们想要回到完好的家。预先准备的概念把OCD放在和恐怖症一样的进化背景（Szechtman和Woody，2006）。然而，正如对待恐怖症那样，我们需要考虑其他因素，来说明为什么达到进化目的的恐惧可以变得如此扭曲和适应不良。

家族研究表明，OCD有中等程度的基因遗传可能性：单卵双生子比异卵双生子呈现比较高的一致性。有OCD的人的亲属本身没有OCD，但他们比一般公众有更高风险患有其他类型的焦虑障碍（Billet，Richter和Kennedy，1998）。研究者尚未确定促成OCD的生物学机制（Fridlander和Desrocher，2006），但是，一个假设提示，脑尾状核神经活动增加是其中的原因。尾状核是脑基底部的一个部位（在“神经科学及行为”一章讨论），已知涉及发起有意的行动（Rappoport，1990）。增加脑神经递质活动的药物能够抑制尾状核的活动，并缓解一些强迫症的症状（Hansen等，2002）。然而，这个研究结果尚未表明尾状核过度活跃是OCD的成因。OCD的影响结果也可能是这样的：有OCD的人常常乐意接受心理治疗，并且尾状核活动呈现相应的减低（Baxter等，1992）。

小结



▲ 有强迫症的人会有反复出现的、引发焦虑的念头，迫使他们做出仪式化的、不合理的行为。






创伤后应激障碍：创伤后的困扰



对于压力的心理反应能够导致应激障碍。例如，那些有不可控制的可怕经历的人可能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
 ，这个心理障碍的特点是，
长期的生理唤起，反复出现不想要的念头或创伤的影像，并且回避一切能唤起创伤事件记忆的人和事物。








战争的创伤事件使许多人被PTSD折磨得疲惫不堪。但是，因为PTSD是一个看不见的伤口，难以确切诊断，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规定：心理伤员没有资格获得紫心勋章（the Purple Heart）——授予那些对敌作战的伤员或牺牲者的神圣奖牌。



创伤事件留下的心理伤痕没有战争明显。许多从战场归来的士兵经历PTSD症状，包括战斗场面的闪回、被放大的焦虑和惊吓反应，甚至并非由身体损伤造成的、需要医疗干预的状态（如：瘫痪或慢性疲劳）。这些症状大部分属于常态，是对恐怖事件的恰当反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症状会随着时间而消退。PTSD的症状能够持续很长时间。例如，大约12%近年来在伊拉克作战的美国老兵退役后符合PTSD的诊断标准，所观察到的PTSD比率甚至高于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Keane，Marshall和Taft，2006）。如今，PTSD的影响不仅见于战争的受害者、见证者和加害者，也见于那些在平民生活中经受恐怖事件创伤的普通人。据估计，大约7%的美国人在他们一生中的某些时候患有PTSD（Kessler，Berglund等，2005）。

并非每个经历创伤事件的人都会出现PTSD，这提示人们对于创伤的敏感性不同。采用脑成像技术检测脑结构和脑功能的研究已经确认了与PTSD相关的、重要的神经活动。具体而言，那些患有PTSD的人显示出杏仁核活动增加（该脑区与评价危险信息和建立恐惧条件反射相关）、脑皮层前额叶中间延伸区活动减少（这是恐惧条件反射消退的重要脑区），并且海马体积比较小（与记忆联系最紧密的脑部分，在“神经科学及行为”和“记忆”两章讨论，Shin，Raunch和Pitman，2006）。当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那些具有这些脑特征的人们如果遭受创伤，会有更高的风险患有PTSD吗？还是对某些人来说，脑的这些特征只是创伤的后果？例如，缩小的海马体积是否反映了预先存在的条件使脑对压力/应激敏感，还是创伤压力本身以某种方式杀死了神经细胞？一个重要的研究显示，尽管一组患有PTSD的参战退伍老兵显示海马体积缩小，不过，他们的男性同卵双生兄弟也是同样的（见图15.1），即使孪生兄弟从来没有去过战场或没有出现PTSD（Gilbertson等，2002）。这提示，退伍老兵的海马缩小并不是由于参战导致的，而是这些退伍老兵及其孪生兄弟可能本身就海马比较小。这个预先存在的条件使得他们后来接触创伤事件时，更容易出现PTSD。






图15.1 越战老兵及其孪生兄弟的海马容量。





四组被试的平均海马容量：（1）参加过战斗，并且后来出现PTSD的老兵；（2）第一组未曾参加战斗且未出现PTSD的孪生兄弟；（3）参加过战斗，但从未出现PTSD的老兵；（4）第二组未曾参加战斗且未出现PTSD的孪生兄弟。参加过战斗并且后来出现PTSD的老兵（第一组）及其未曾参加战斗且未出现PTSD老兵的孪生兄弟（第二组）海马容量小于没有出现PTSD的老兵（第三组）及其孪生兄弟（第四组）。研究结果显示，海马容量先天较小可能使某些人对于导致PTSD的条件比较敏感。



小结



▲ 威胁生命的可怕事件，例如参战经历或被强奸，能够导致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这时，人会经验慢性生理唤起，不想要的念头或创伤事件的影像，并且回避一切使人想起创伤事件的东西。






抑郁障碍及双相障碍：任由情绪支配



你可能现在正处于一种心境状态。你这时或许正在吃点心，觉得开心；或者你在听一位朋友诉说，感到悲伤——或者没有什么原因，你可能会感觉好或感觉不好。正如你在“情绪与动机”那一章所了解到的，心境是相对持久的、非特异的情绪状态——非特异的意思是说，我们可能会经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一种心境。改变心境，就会改变我们的体验，就像不同色彩的光束照到我们展现自己人生的舞台上。然而，对于像弗吉尼亚·伍尔夫及其他有心境障碍的人来说，心境可能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被绊住，或者被拉扯到采取威胁生命的行动。心境障碍（mood disorders）
 
是多种心理障碍，其主要特点是心境紊乱，有两种主要形式：抑郁（也被称为单相抑郁）和双相障碍（如此命名是因为人在情绪的一端（极度抑郁）和另一端（极度狂躁）相互转换）。




抑郁障碍



抑郁与悲伤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每个人都会有时感到悲伤、悲观、无精打采。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时段相对较短，程度轻微。抑郁，却远比一般的悲伤要强烈得多。马克（Mark），34岁男性，他的经历相当典型。他找到医生，主诉长期疲劳。在见医生的过程中，他提到入睡及安睡困难，这使他长期疲累，恐惧自己可能会有身体毛病。他说，在过去的6个月中，他不再有精力去运动，体重增加了10磅。他也完全没兴趣与朋友一起出行，甚至不想与别人说话。他平常享受的一切，甚至性活动，都不能给他带来任何乐趣；他不能集中注意力，而且健忘、易怒、没耐心，有挫败感。马克的心境及行为改变，并且他感到无望和厌倦，已经超出了正常的悲伤。抑郁障碍是功能失调的、慢性的，超出了社会期望或文化期望的范畴。


重性抑郁障碍（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或单相抑郁（unipolar depression）），我们在这里简称抑郁症，
其特点是严重的抑郁心境且/或不能体验快乐至少持续2周或以上，并伴有无价值感、无精打采，以及睡眠及进食紊乱。

 心境恶劣（dysthymia）


[1]




 ，
是一种与之相关的状态，会像抑郁那样出现一些认知问题和身体问题，但这些症状不太严重，只是会持续较长时间，至少持续2年。

 当两种类型的抑郁障碍并存时，所导致的状态被称为双重抑郁（double depression）
 ，
即中等程度的抑郁心境，持续至少2年，并穿插重性抑郁障碍周期发作。



有些人
反复出现抑郁发作呈季节性规律，

 一般被称为季节性情感障碍（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SAD）
 。在大多数情况下，抑郁发作开始出现在秋季或冬季，在春季缓解。这是由于在比较寒冷的季节光照减少（Westrin和Lam，2007）。尽管如此，反复出现的夏季抑郁发作也时有耳闻，且由来已久。与冬季相关的抑郁模式似乎在高纬度地区更普遍。






季节性情感障碍不仅是因天气而忧郁，好像也是由于在冬季那几个月里光照减少。




为什么女性比男性更容易经历抑郁？


大约18%的美国人在其一生的某些时候符合抑郁的诊断标准（Kessler等，2012）。平均而言，重性抑郁障碍大约持续12周（Eaton等，2008）。然而，大约80%的人会经历至少一次抑郁障碍而没有接受治疗（Judd，1997；Mueller等，1999）。相比那些有一次抑郁经历的人来说，反复出现抑郁的人有更严重的症状，其家人抑郁比率更高，更多的人有自杀企图，并且离婚率较高（Meikangas，Wicki和Angst，1994）。与焦虑障碍相类似，女性的抑郁比率（22%）高于男性（14%）（Kessler等，2012）。社会经济地位一直被用来解释女性患抑郁风险的增加：她们的收入较男性低，并且贫困能够引起抑郁。荷尔蒙的性别差异也是另一个可能：雌激素、雄激素和黄体酮影响抑郁；有些女性经历产后抑郁（Postpartum depression）（生孩子之后的抑郁）是由于荷尔蒙平衡的改变。女性较高抑郁比率也可能反映了女性更愿意面对抑郁并寻求帮助，因而导致诊断率较高（Nolen-Hoeksema，2008）。女性倾向于接受、表露和反复思考自己的负面情绪，而男性更容易否认负面情绪，并用分散自己注意力的方式缓解情绪，例如工作和饮酒。



生物因素



重性抑郁障碍的遗传可能性范围一般估计是33%—45%（Plomin等，1997；Wallace，Schnieder和McGuffin，2002）。然而，像大多数类型的心理障碍一样，抑郁的遗传可能性比率受其严重程度的影响。例如，相对大规模的双生子研究发现，重性抑郁障碍（3次或以上的抑郁经历）的一致性比率相当高，同卵双生者的比率为59%，异卵双生者的比率为30%（Bertelsen，Harald和Hauge，1977）。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不严重的重性抑郁障碍（少于三次抑郁经历）一致性的比率下降：同卵双生者为33%，异卵双生者为14%。心境恶劣障碍的遗传可能性比率低且不一致（Plomin等，1997）。这使得有遗传可能的抑郁障碍好像复杂的医学问题那样，例如糖尿病2型和哮喘。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者就注意到，提升神经递质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水平的药物有时能够缓解抑郁。这个观察提示，抑郁可能是由于绝对或相对缺乏这些神经递质所致，因而引发重性抑郁障碍药物治疗的革命（Schildkraut，1965），引领研制并广泛使用诸如百忧解和舍曲林的流行处方药，这些药物可以增加脑对于血清素的利用量。不过，进一步研究显示，这些神经递质的水平降低并不是导致抑郁的全部原因。例如，有些研究发现，抑郁者的去甲肾上腺素活动增加（Thase和Howland，1995）。此外，即使抗抑郁药在不足一天的时间里改变神经化学物质传递，抑郁者们一般也要花2周时间才能缓解重性抑郁障碍症状，并且许多个案并不能因此而有效地减少重性抑郁障碍症状。用以说明可证实的抑郁生物化学模式尚在发展中。

比较新颖的抑郁生物学模式一直试图使用素质—压力理论框架来理解抑郁。例如，艾弗谢罗姆·凯蒲赛（Avshalom Caspi）及其同事（2003）发现，生活压力事件更容易导致那些具有与神经递质血清素相关的某种遗传特质（易感性）的人产生抑郁：结果显示，天性和养育相互作用，影响抑郁者的脑结构、脑功能以及化学性质（见图15.2）。






图15.2 抑郁中的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





应激生活经历非常容易导致那些血清素传递基因有一个短对立形质的人后来出现抑郁，有两个短对立形质的人更容易出现抑郁。那些有长对立形质的人（长对立形质与更有效率地执行5-羟色胺功能相关）显示没有增加抑郁的风险，即使那些经历过严重虐待的人也是如此。



近来的研究也开始告诉我们：抑郁者哪个部分脑区显示异常。例如，一些重要的发现出自最近一项对24个脑成像研究的元分析（定量分析很多个研究）。结果显示，当那些抑郁者看到负面刺激时（语词或图像），与加工情绪信息相关的脑区活动增加，而与认知控制相关的脑区活动降低（见图15.3；Hamilton等，2012）。当然，这并非全部真相，这些研究结果并不能解释重性抑郁障碍的所有症状，也不能说明抑郁为何来去，何时来去，或者治疗如何奏效。已知抑郁并不是由于单个基因或脑区所引起的，而是似乎源于不同生物系统的交互作用，并且每个生物系统都会产生不同的心理特质。这些心理特质见于重性抑郁障碍。我们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完全理解抑郁障碍的生物学原因（Krishman和Nestler，2008）。






图15.3 脑与抑郁。





当呈现负面信息时，抑郁的人显示与情绪加工相关的脑区激活增加，例如杏仁核、脑岛、背前侧扣带回皮质（ACC）；与认知控制相关的脑区活动减少，例如背面纹状体、背外侧前额叶皮质（DLPFC；Hamilton等，2012）。





心理因素



如果说，乐观者是用玫瑰色的眼镜看世界，那么抑郁者倾向于透过黑灰色的眼镜看待世界。显然，他们一贯用负面的认知方式不时争辩，这些都始于童年形成负面自我观念的经验（Blatt和Homann，1992；Gibb，Alloy和Tierney，2001）。阿伦·贝克（Aaron T.Beck）（1967）是首先提出思维在抑郁中发挥作用的理论家之一。他指出，他的抑郁病人扭曲对个人经验的感知，抱着不适切的态度，促成产生并维持负面的心境状态。他的观察引领他发展了
抑郁认知模式

 （a cognitive model of depression），指出信息被注意、加工和记忆的方式导致并维持了抑郁。

为了说明这个初步构想，研究者们提出一个关于抑郁的理论，强调人们对于个人经验的原因做负面推断所起到的作用（Abramson，Selingman和Teasdale，1978）。无助感理论（helplessness theory）
 ，是抑郁认知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主张
有抑郁倾向的人自动地把负面体验归因于内在的原因（如：他们自己的过错）、稳定的原因（如：不容易改变的），以及概括的原因（如：普遍的）。

 例如，一位有抑郁风险的学生看待一次数学测验的分数是低智商的标志（内在的）、永远不能改变的（稳定的），以及会导致他/她未来所有努力都会失败（概括的）。相对地，一名没有抑郁倾向的学生可能会有相反的反应，把分数归因于一些外在的因素（老师教得不好）、不稳定的因素（学习时间不够），以及/或个别的因素（不喜欢这个科目）。

在过去几十年中，个人感知与抑郁之间的关系已经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证实。贝克的认知模式也与时俱进，提示由于遗传易感性和早年负面生活事件的结合，抑郁者发展出一种负面
图式

 （在“发展”一章讨论过）。这种负面图式的特点就是在如下方面有偏见：

➢ 对信息的解释（倾向于负面解释中性信息——透过灰色眼镜看世界）；

➢ 注意（与负面信息难解难分）；

➢ 记忆（比较多地回忆负面信息；Gotlib和Joormann，2010）。

例如，一位有抑郁风险的学生在一次测验中得了坏分数，可能会对老师的好意评论（“这次测验你很努力”）做出负面解释（“她在讽刺挖苦！”）；很难忘记考试分数和所感知到的负面评论；而且以后仍念念不忘这次测验（“无疑，我会考好英语考试，但是，不能忘记上个月那次糟糕的数学考试”）。提出这些偏见，可能有助于说明抑郁者内在的、稳定的和总体的归因。除此之外，近年的研究还提示，那些抑郁的人存在脑结构和脑功能方面的差异，这可能会有助于说明某些认知偏见。例如，抑郁的人涉及注意和记忆的脑区有异常，特别是当呈现负面信息时（Disner等，2011）。尽管我们尚不能完全理解抑郁的成因，但是当你阅读这些内容时，正在寻找并拼接现有的组图块。


双相障碍


如果说，抑郁是令人苦恼、令人痛苦的，那么，相反的极端状态是否更好一些呢？无论是弗吉尼亚·伍尔夫，还是朱丽叶，答案都是否定的。朱丽叶，20岁，大学二年级学生。第一次见心理治疗师时，她已经5天没睡觉了，就像伍尔夫一样，极度活跃并表达一些奇怪的念头和想法。她向朋友们正式宣布，她还没有来月经，是因为她是“第三性别，这个性别凌驾于人类的两性之上”。她宣称自己是个“女超人”，能够在规避人类性活动的条件下仍有能力生孩子。沉溺于全球的裁军政治，她感到自己的灵魂已经转移到她所在州的高级参议员身上，她已经接触到他的想法和记忆，并且能够拯救世界免于核破坏。她开始为入选美国政府职位而参加竞选（即使那段时间地区并未安排选举活动）。由于担心她会忘记自己的想法，她一直随处留下几百张便条记录自己的想法和活动，包括在宿舍的墙上和家具上（Vitkus，1999）。






躁狂并不仅仅是非常开心。经历躁狂状态的人会几天无法入睡，一天购买四辆汽车，思维奔逸，以至于他们不能真正地说出连贯的话。




为什么双相障碍有时被错误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除了她的躁狂经历外，朱丽叶（像伍尔夫一样）还有抑郁史。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
 就是这种组合症状的诊断称号，
这种状态的特点是，异常、持续的心境高涨（躁狂）和心境低落（抑郁）交替出现、循环往复。

 大约三分之二有双相障碍的人，其躁狂发作在抑郁发作之前或者抑郁发作之后立即出现（Whybrow，1997）。临床上无法区分双相障碍的抑郁阶段常常与重性抑郁障碍（Jonhson，Cuellar和Miller，2009）。在躁狂阶段，必须至少持续一周才符合DSM的要求：心境高涨、澎湃或易怒。其他明显的症状包括浮夸、降低睡眠需要、滔滔不绝、思维奔逸、随境转移和不计后果的轻率行为（例如强迫性赌博、性方面不检点、无节制地开销狂饮）。可能会出现例如幻觉（错误的知觉）和妄想（错误的信念）等精神失常特征，因此，双相障碍可能会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症（讨论见于下一节）。

让我们看一看凯·雷德菲尔德·贾米森（Kay Redfield Jamison）（1995，第67页）在《动荡的心灵：一部心境与疯癫的自传》（An Uniquiet Mind：A Memoir of Moods and Madness
 ）一书中如何描述她自己的双相障碍经验：



疯癫中充斥着特殊的痛苦、欣快感、孤独感和恐怖感。你情绪高涨，它就巨大无比。想法和感受转瞬即逝，常常快得就像流星一样迅雷不及掩耳。你追逐它们，直到找到更好、更明亮的那颗星……然而，说不定在什么地方，一切都变了。迅猛的思想跑得太快、太多；承受不了的混乱状态取代了明晰清澈。记忆没了。恐惧和忧虑取代了幽默和对朋友面庞的关注。以前随心而动的一切现在却变得相反——易怒、愤怒、害怕、失控，完全陷入心灵中最黑暗的洞穴。你永远不知道那些洞穴就在那里。它永远不会结束，因为疯癫的洞穴有其自己的现实。



人在一生中大约有2.5%的风险患有双相障碍，男女之间没有差异（Kessler等，2012）。一般来说，双相障碍是反复出现的，大约90%患有双相障碍的人一生中会多次发作（Coryell等，1995）。大约10%有双相障碍的人
有快速交替的双相障碍

 （rapid cycling bipolar disorder），其特点是每年至少有四次心境起伏（或是躁狂，或是抑郁），并且这种形式的心理障碍特别难治（Post等，2008）。快速交替循环在女性比在男性中更常见，有时服用某种抗抑郁药可以沉静下来（Liebenluft，1996；Wwhybrow，1997）。不幸的是，双相障碍容易持久。在一项研究中，24%的研究参与者在康复后的6个月时复发，并且77%的人在康复的4年之内至少发作一次（Coryell等，1995）。

有人指出，患有精神病及心境障碍（特别是双相障碍）的人高智商，并有高超的创造力（Andreasen，2011）。对于双相障碍而言，这种说法指的是，在躁狂变得太明显之前，人的精力和宏伟的抱负或许有可能促使实现伟大的事业。除了弗吉尼亚·伍尔夫之外，被认为有双相障碍的名人还包括牛顿、梵高、林肯、海明威、丘吉尔和罗斯福。



生物因素




哪些研究发现提供了令人振奋的新证据：为什么不同的心理障碍似乎有重叠的症状？


在所有心理障碍中，双相障碍是遗传可能性比率最高的一种，同卵双生者的一致性比率为40%—70%，异卵双生者为10%（Craddock和Jones，1999）。就像大多数其他心理障碍一样，双相障碍更倾向于
多基因遗传，

 源于多个基因交互作用，从而联合产生见于那些有双相障碍者身上的症状；然而，这些基因一直很难识别。除了复杂性之外，还有研究证实有
多效（向）效应，

 即一个基因影响一个人对多种心理障碍的易感性。例如，一项最近的研究显示，双相障碍和精神分裂症共有同一种遗传易感性。与两种心理障碍相关联的基因与以下两种能力的损害相关：即过滤不必要信息的能力和再认记忆能力；而且还与多巴胺及血清素传递障碍相关。这些因素出现在以上两种类型的心理障碍中（Huang等，2010）。一项调查6万多人的追踪研究显示，常见的遗传风险因素与双相障碍和精神分裂症相关，也与重性抑郁障碍、自闭症系列障碍及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相关。这些心理障碍有共有的症状，例如心境调节困难、认知损害和社会退缩（Cross-Disorder Group of the Psychiatric Genomics Consortium，2013）。类似的研究结果开始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以前以为彼此无关的心理障碍会有相似的症状。这个发现令人鼓舞。尽管已经找到一些遗传关联性，但我们目前缺乏理解的是：不同的生物因素如何联合作用，产生在双相障碍和其他心理障碍者身上可观察到的症状。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你在“神经科学与行为”一章中了解到的表观遗传改变，能够有助于解释遗传风险因素如何影响双相障碍及其他相关心理障碍的发展。切记，那些很少得到母鼠舔舐和理毛的幼鼠如何经历表观遗传学的改变（降低DNA的甲基化）进而导致不良的压力反应？正如你所期望的，这类表观遗传学效应似乎有助于解释哪些人会出现心理障碍的症状，而哪些人不会。例如，针对单卵双生子的研究（同卵双生子共有DNA100%）中，一对双生子中的一位患有双相障碍或精神分裂症，另一个却没有，显示两者之间有显著的表观遗传学差异。在基因位点降低甲基化，一直被认为对脑发育和双相障碍及精神分裂症的产生有重要作用（Dempster等，2011；Labrie，Pai和Petronis，2012）。



心理因素




压力如何与躁狂—抑郁发作有关？


应激生活经验经常出现在躁郁症发作之前（Johnson，Cuellar等，2008）。一项研究发现，重压之下的人从躁郁症发作中恢复过来所需要的时间比那些不受压力影响的人多三倍（Jonhson和Miller，1997）。压力与心理障碍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然而，比起那些性格比较内向的人来说，性格外向的人很少受到高压力的影响（Swednsen等，1995）。研究还发现，人格特征，例如神经质及谨小慎微，可以预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双相症状（Lozano和Jonhson，2011）。最后，与情绪发泄（expressed emotion）
 程度高的家庭成员住在一起的人比那些得到家人鼓励、同情和支持的人更容易复发（Miklowtz和Jonhson，2006）。情绪发泄
是一种测量工具，测量家人与患心理障碍者谈话时所表现的敌意、批评及情绪过分卷入的数量。

 这种情况不止适合那些双相障碍者，情绪发泄也与各种心理障碍复发率相关（Hooley，2007）。

小结



▲ 心境障碍是一类心理障碍，其显著特征是心境紊乱。





▲ 重性抑郁障碍（或单相抑郁）的特征是，严重的抑郁心境且/或不能体验快乐至少持续2周或以上，并伴有无价值感、没精打采，以及睡眠及进食紊乱。心境恶劣障碍是一种与之相关的状态，会像抑郁那样出现一些认知问题和身体问题，但这些症状不太严重，只是会持续较长时间，至少持续2年。





▲ 双相障碍是一种不稳定的情绪状态，包括抑郁和躁狂的两极心境起伏。躁狂发作的特点是周期性异常、持续的心境高涨、澎湃或易怒，至少持续1周。







[1]

 又称持续性抑郁障碍（chronic depression）——译者注。





精神分裂症及其他精神病性障碍：失去对现实的掌控



玛格丽特，一位39岁的母亲，坚信上帝正在惩罚她与一位她不爱的男人结婚，并把两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作为对她的惩罚，上帝使她和她的孩子们长生不死，让他们永远在不快乐的家庭生活中受苦——一天晚上，她的信念变成现实。当她洗碗时，看见一个餐叉横卧在一把餐刀上，构成十字形。玛格丽特进一步发现两个支持她的信念的证据：第一，地方电视台正在回放一集老电视剧《度蜜月者》（Honeymoones
 ），这是一部20世纪50年代的情境喜剧，剧中的主人公经常互相争吵。她把这一点看作是来自上帝的示意：她自己的婚姻冲突将永远继续下去。第二，她（错误地）坚信她的两个孩子眼睛里的瞳孔大小固定，既不会扩散，也不会收缩——这标志着他们永生不死。在家里，她把自己锁在自己的房间里几个小时，有时是几天。在给她诊断的前一周，她让7岁的儿子不上学留在家里，与她及4岁的妹妹一起高声朗读圣经（Oltmanns等，1991）。玛格丽特患有最广为人知并被广泛研究的精神失常病症：精神分裂症。在所有的心理障碍中，精神分裂症是最令人困惑不解、最令人崩溃的心理障碍之一。


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及类别



什么是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
 是一种精神失常的心理障碍（精神病是一种与现实脱离的心理障碍），其特点是：
基本心理过程遭到全面彻底的破坏；扭曲地感知现实；情绪多变或轻率；以及紊乱的思维、动机和行为。

 传统上，精神分裂症主要被看作是思维和知觉的紊乱，包括对现实的感觉受到特别严重的扭曲，非常混乱。然而，现在对这种心理状态的理解是，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多种功能。根据DSM-5，当两种或以上症状至少连续出现1个月，并伴有心理障碍体征至少持续6个月时，才可以得出精神分裂症的诊断。精神分裂症的症状通常被分为
阳性症状、阴性症状和认知症状。



精神分裂症的阳性症状（positive symptoms）
 是指
那些在没有精神分裂症的人中看不到的念头和行为，

 例如：

➢ 幻觉（hallucinations）
 
是虚假的知觉经验，尽管缺乏外在刺激，仍有不可抗拒的真实感。

 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知觉紊乱涉及听觉、视觉、嗅觉或对不存在的东西有触觉。精神分裂症的幻觉常常是听觉（如：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在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中，大约65%的人报告反复听到声音（Frith和Fletcher，1995）。英国精神病学家亨利·莫兹利（Henry Maudsley）（1886）在很久以前就指出，那些声音实际上是产生于患精神分裂症者的头脑里，最近的研究证实了他的构想。在一项PET成像研究中发现，幻听伴有布洛卡区Broca区激活（讨论见于“神经科学与行为”一章），该脑区与语言的产生相关联（McGuire，Shah和Murray，1993）。不幸的是，被精神分裂症患者听到的声音听起来很少像自己的声音，或很少像慈爱的叔叔给予忠告，而是命令、申斥、建议怪异的行动，或者提出低劣的评论。一个人声称有声音在说，“他现在正在起床。他将要去洗漱。时间到了”（Frith和Fletcher，1995）。

➢ 妄想（delusions）
 
是明显的虚假信念，经常是奇怪的、浮夸的，尽管不合理，仍坚信不疑。

 例如，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可能会相信，他/她是耶稣基督、拿破仑、法国女民族英雄贞德，或者其他著名人物。这种身份妄想容易使人误解，以为精神分裂症包含多重人格。然而，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所用的身份不会交替出现，只是记忆缺失，忘了自己，否则就是“人格分裂”。被害妄想也很常见。有的人坚信，美国中央情报局、魔鬼、外星人或其他邪恶势力正在密谋伤害自己，或者操控自己的思想，这可能代表着试图理解令人苦恼的妄想（Roberts，1991）。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很少或没有洞察到自己的感知及思维过程是扭曲的（Karow等，2007）。由于不能理解自己对自己的思维已丧失控制，他们可能会发展归因于外在人与物控制的不寻常信念和理论。

➢ 语言紊乱无序（disorganized speech）
 
是指语言交流的严重破坏，即思维在无关联的话题之间迅速、不连贯地转换。

 精神分裂症者异常的言语模式反映了组织思维和集中注意力出现困难。回应提问常常是不相关的，思维联系松散，用词怪异。例如，医生问，“你能告诉我这个地方的名称吗？”一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回答道，“我已经16年不酗酒啦。‘车夫’分配‘羽管’任务后，我就让头脑休息。你知道，是‘裹笔的’。我已经接触过华纳兄弟工作室（Warner Brothers Studio），而且尤金（Eugene）打破了摄影记录，但是麦克抗议。我曾经在警察署工作35年。我是血肉之躯——看，大夫”（撩起她的连衣裙）（Carson等，2000，第474页）。

➢ 粗鲁失序的行为（grossly disorganize behavior）
 ，
是指与场合不符或对实现目标无效的行为，经常有特定的动作紊乱。

 一个人可能会持续地表现得像孩子似的傻傻的，以及失当的性行为（例如当众自慰）、衣着不整，或者大声喊叫或发誓。特定的动作紊乱包括奇怪的动作、僵硬的姿势、怪异的言谈举止、做奇怪的鬼脸或多动。

➢ 强直行为（catatonic behavior）
 
是指所有动作明显减少，或者肌肉紧张度增加并多动。

 有紧张症（catatonia）的人会主动抵制动作（当有人试图移动他们时），或在
紧张性木僵

 （Catatonic stupor）时，变得完全没有反应，对其周遭环境没有觉察。除此之外，接受药物治疗的人也会出现运动症状（例如僵直或痉挛），这是药物的副作用使然。实际上，DSM-5有一类诊断类别，被称为
药物导致的动作障碍

 （medication-induced movement disorders），用以辨别源于使用治疗精神分裂症常用药物的运动紊乱。






患有强制性昏厥精神分裂的人可能会做出不寻常的姿势，一动不动地持续数小时。




阴性症状（negative symptoms）
 
是指常态情绪及行为的缺陷或破坏。

 包括情绪退缩和社交退缩、淡漠、语言贫乏以及缺乏其他正常行为、动机、情绪的迹象或迹象不足。这些症状是指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所缺失的东西。阴性症状会夺走人的情绪，例如，使人变得无趣，面无表情；对人或活动失去兴趣，或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受损。


认知症状（cognitive symptoms）
 
是指认知能力的缺陷，特别是执行功能、注意力以及工作记忆方面的缺陷。

 这些症状最难被注意到，因为比起阳性症状和阴性症状来说，认知症状没有那么离奇，不在公开场合表现。然而，这些认知缺陷常常在阻止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完成高层次功能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维持友谊和完成工作（Green等，2000）。

精神分裂症在人口中的发生率大约是1%（Jablensky，1997），男性比女性略常见（McGrath等，2008）。早期版本的DSM曾指出，精神分裂症可能会发生很早——以婴儿自闭症的形式——但比较近期的研究提示，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障碍，而且精神分裂症很少在青少年初期之前出现（Rapoport等，2009）。初次发作一般发生在青少年后期或者成年初期（Gottesman，1991）。尽管精神分裂症发作频率相对较低，但几乎40%入住州立或县立精神病院的病人都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位居第一；对入住其他机构精神病病房的病人来说，精神分裂症是第二常见的诊断（Rosenstein，Milazzo-Sayre和Manderscheid，1990）。住院率和发病率的不匹配也证实了精神分裂会导致人的生活全面崩溃。


生物因素


1899年，德国精神病学家Emil Kraepeline首次描述我们现已知道的精神分裂症综合征，他宣称，这个心理障碍如此严重，以至于暗示其有“器质性”或生物学根源。多年过去了，来自对遗传因素、生化因素和神经解剖学的研究积累了大量证据，显示生物学在探索精神分裂症的历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遗传因素



家族研究表明，与患有精神分裂症者的遗传关联越近，出现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就越大（Gottesman，1991）。正如图15.4所示，同病率随生物学关联性而显著增加。其比率是由估计得出的，各研究极其不同，但是几乎每个研究都发现，平均而言，同卵双生子的同病率（48%）高于异卵双生子同病率（17%），提示精神分裂症具有遗传成分（Torrrey等，1994）。






图15.4 发生精神分裂症的平均风险。





血缘亲属之间患有精神分裂症的风险高于其他亲属关系。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同卵双生子发生精神分裂症的风险为48%，例如，双亲患有精神分裂症，其后代有46%发生精神分裂症的风险。改编自戈特斯曼（Gottesman），1991。



尽管遗传学呈现出精神分裂症的先天因素，但相当多的证据表明，环境因素，例如出生前和出生后的环境，也影响同病率（Jurewicz，Owen和O’Donovan，2001；Thaker，2002；Torrey等，1994）。例如，因为大约70%的同卵双生子血液供给一样，母体血液中有害物质会促使高同病率。比较晚近的研究（已在前面一节双相障碍讨论过）正在推进更好地理解环境压力源如何能够激发表观遗传学的改变，从而增加对于精神分裂症的易感性。



生化因素



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发现，强安定剂能够通过降低神经递质多巴胺而缓解精神分裂症症状。许多药物缓解精神分裂症症状的效果与药物消减多巴胺对于某些脑区神经递质作用相关。这个发现形成多巴胺假设（dopamine hypothesis）
 ，
即精神分裂症涉及多巴胺活动的过分活跃。

 这个假设至今一直被援引，用以说明为什么苯异丙胺/苯齐巨林会增加多巴胺水平，从而常常放大精神分裂症的症状（Iverson，2006）。

如果只是这样，事情就简单多了。不过，相当多的证据表明，这个假设是不充分的（Moncrieff，2009）。例如，很多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对多巴胺阻断剂药物（如，强安定剂）的反应并不理想，有的服药者很少显示完全消除症状。此外，很多药物能够非常迅速地阻断多巴胺受体，而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一般在数周内还不能出现有益的反应。最后，研究已经表明，其他神经递质是精神分裂症的起因，提示精神分裂症可能涉及多种生化物质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Risman等，2008；Sawa和Snyder，2002）。总而言之，尚未确定神经递质在精神分裂症中扮演的精确角色。



神经解剖学



当神经影像技术便于使用时，研究者们立即开始在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中寻找明确的脑解剖学特征。最早的观察显示，脑室扩大，充填脑脊液的空洞区位于脑中心的深处（见图15.5；Johnstone等，1976）。有些人（主要是那些有慢性的阴性症状者）脑室异常扩大，提示可能存在出生前异常发育所致的脑组织核团缺失（Arnold等，1998；Heaton等，1994）。

然而，理解精神分裂脑异常的重要意义要同时考虑几个因素。第一，这些扩大的脑室仅在少数精神分裂症个案中被发现。第二，一些没有精神分裂症的人也会显示脑室扩大的证据。最后，这种脑异常可能是由于长期服用精神分裂症常用的处方抗精神病药物所致（Breggin，1990；Gur等，1998）。






图15.5 精神分裂症者被扩大的脑室。





这些对同卵双生子的核磁共振扫描图显示，（a）受精神分裂症影响的双生子显示脑室扩大（中央的全部白色区）；（b）未受精神分裂症影响的双生子（Kunugi等，2003）。




患有精神分裂症者的脑与那些没有这种心理障碍者的脑有何不同？


神经影像学提供了精神分裂症各种脑异常的证据。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及其同事（2001）检查青少年的脑变化，追溯他们在精神分裂症发生之前的核磁共振影像。研究者们通过把图像还原成标准化的脑，查明渐进式的脑组织缺损——始于顶叶，最终包围脑的更多部位（见图15.6）。所有青少年都会在脑随时间推移的正常“修枝”中丢失一些灰质，但是，在那些出现精神分裂症的青少年中，这种丢失是巨大的，足以看似病态。其他研究发现脑的各种具体改变也提示，脑的生物学改变与精神分裂症发展有清楚的关系（Shenton，等，2001）。


心理因素


有这么多促使精神分裂症可能发生的生物学因素，你可能会以为，很少有心理或社会的原因。然而，几项研究却提示，家庭环境在精神分裂症的发展和康复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项大规模研究比较健康家庭领养的孩子与有严重困扰的家庭领养的孩子产生精神分裂症的风险（Tieari等，2004）。（有困扰的家庭被定义为那些有严重冲突、缺乏沟通或关系混乱的家庭。）在那些生母有精神分裂症的孩子中，动荡不安的环境增加了孩子出现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那些在动荡不安的家庭长大但生母没有精神分裂症的孩子没有出现这个结果。这个研究发现证实了前面所介绍的素质—压力模式。






图15.6 患有精神分裂症的青少年脑组织缺损。





核磁共振成像扫描图显示：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青少年脑组织缺损。常态脑显示，由于“修枝（Pruning）”导致略微缺损（上）。早期缺失扫描显示顶叶缺损（中）；人在这个阶段会体验到幻觉或古怪思维。5年后扫描显示，脑皮质广泛的组织缺损（下）；人在这个阶段容易出现偏执、言语及行为混乱，并出现阴性症状，例如社会退缩（Thompson等，2001）。（见插页）



小结



▲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严重的心理障碍，包括幻觉、妄想、混乱的思维和行为，以及情绪退缩和社交退缩。





▲ 精神分裂症只影响1%的人口，但在精神病住院率中却占据了与之不相称的比例。





▲ 降低多巴胺可用性的首批药物有时可以减轻精神分裂症的症状，提示精神分裂症涉及多巴胺活动过分活跃，不过，近来的研究提示，精神分裂症会涉及各神经递质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





▲ 产生精神分裂症的风险包括遗传因素、生化因素（或许是很多神经递质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脑异常，以及有压力的家庭环境。




其他声音 成功与精神分裂




这一章教给我们：心理障碍的特点和成因是什么，下一章将介绍通常如何治疗这些心理障碍。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心理障碍来说，比如精神分裂症，前景看起来并不美好。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人经常被告知这是终生的。尽管目前的治疗显示对于降低那些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经常出现的妄想思维和幻觉有一定的疗效，但是，有精神分裂症的人经常不能保住全职工作的职位，不能维持健康的人际关系，不能实现高品质的生活。





艾琳·赛克斯（Elyn Saks）就是这样一个人：被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并被告知这种疾病的预后。在下面这篇曾刊载于纽约时报（2013）的长文中，她描述了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30年前，我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我的预后是“坟墓”：永远不能独立生活，不能保住工作职位，不能找到爱侣，不能结婚。寄宿照顾机构就是我的家。我的日子就是和那些饱受精神疾病折磨的人们一起在一间起居室里看电视打发时间……





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通过写作讲述我的故事。今天，我是南加州大学Gould法学院的客座教授。我在圣地亚哥的加州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系有一个助理职位。麦克阿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给我一份天才人物津贴。





尽管我与这个诊断战斗了多年，开始接受我有精神分裂症并将在接受治疗中度过余生……但我拒绝接受的是，医生给我的预测结果。





在传统的精神病学思想及其诊断分类看来，不存在像我这样的人。要么我没有精神分裂症（请告知那些涌入我头脑里的妄想），要么我不能有成就（请告知南加州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委员会）。但是，我有精神分裂症，而且我也有成就。我与南加州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同事们共同承担研究，显示我不孤单。患有精神分裂症、其妄想和幻觉等症状活跃的其他人也有重大的学术和专业成就。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的同事……和我已经在洛杉矶聚集20名患有高功能精神分裂症的研究被试。他们饱受轻微妄想或幻觉行为之苦。他们平均年龄40岁，一半男性，一半女性，一半以上的人是少数族裔。所有人都有高中文凭，绝大多数人具有或通过工作获得大学学位或研究生学位。他们是研究生、管理者、技师或专业人员，包括医生、律师、心理学家和非盈利组织的主管。同时，大多数人未婚且无子，这与他们的预测结果一致……四分之三以上的人曾2至3次因病住院，3人从未住院。





这些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如何在学业和高层次的工作上获得成功？我们了解到，除了服药和治疗，所有参与者都发展出让精神分裂症走投无路的技巧。对于有的人来说，这些技巧是认知的。一位有硕士学位的教育者说，他学会了面对自己的幻觉，并质疑，“证据是什么？或许只是感知出了问题？”另一位参与者说，“我总是听到不敬的声音……你只是必须赶走它们……”





我的研究参与者引述的其他技巧包括：控制感觉（信息）输入。例如，这意味着保持简单的生活空间（裸墙、没电视、只有安静的音乐），而其他人则要分散注意力的音乐。“如果我不想听那些东西，我就听喧闹的音乐”，一位有执照的护理助理如是说。其他人还提到运动、健康饮食、禁酒和有足够的睡眠……





帮助我们的研究参与者处理他们症状最经常被提到的技巧之一就是工作。“工作，一直是我这个人的重要部分”我们小组中的一位教育工作者说。“当你变得对组织有用，并在那个组织中感到被尊重的，就会感到有价值，有归属感。”这个人在周末也工作，是因为要分散注意力。换句话说，通过投身于工作，疯癫的东西常常退到一边……





这就是为什么当医生告诉病人不要期待或追求使人满足的事业时，是多么令人痛苦。极其常见的是，按照传统的方式对待精神病人，只是看到一堆症状是人的特征。于是，很多精神科医生以为，用药物治疗症状就是在治疗精神病症。但是，这样做不会考虑个人的力量和能力，导致心理健康专业人员低估了病人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的希望……最近的《纽约时报》杂志刊登一篇文章，报道一家新公司雇佣有自闭症的高功能成年人，善用他们不寻常的记忆技能和注意细节的能力……





治疗方法除了关注症状，还要找到个人的力量，就有助于驱赶围绕在精神病症的悲观态度。正如一位有精神分裂症的病人所说，“在病中找健康”应该成为一个治疗目标。医生应该敦促病人发展人际关系，参加有意义的工作。他们应该鼓励病人去找到自己的技能库来处理症状，追求他们自己定义的高品质生活。医生应该给病人提供资源——治疗、药物和支持——让这一切发生……





埃琳·赛克斯（Elyn Saks）的故事令人难忘，令人振奋。这是极不寻常的。我们应该如何整合她的故事以及她所描述的参加研究的那些人的故事？这些人是否是极端情况——只是很小心地选取一群有不寻常满意结果的人（认定洛杉矶人口多，因此，人们理所当然会认为这样的个案只能聚集成小样本）？或者赛克斯教授触及到当前心理障碍构念化、分类和治疗领域中的主要限制？我们是否过于关注什么是错的，是否关注专业化的健康照顾如何处理病态却不能充分调动人所固有的内在力量——帮助他们克服挑战、高水平地执行功能，并实现高质量的生活？这些都是要用心理科学的方法验证的，其答案会有助于改善许多人的生活。





（来源：《纽约时报》2013年1月25日。2013纽约时报。保留所有版权，受美国版权法许可和保护。没有书面许可禁止印刷、复印、分发或传播本文内容）






儿童及青少年心理障碍



上述所有心理障碍都有可能在童年、青少年和成年期发作。有些心理障碍通常从生命的早期开始（大多数青少年会出现焦虑障碍或抑郁）。事实上，14岁开始出现的心理障碍占半数，四分之三的心理障碍始于24岁（Kessler，Berglund等，2005）。这意味着你到了24岁或以上，就几乎会脱离险境。然而，其他心理障碍直到成年初期才开始容易出现，例如双相障碍和精神分裂症（我们说的是“几乎”）。按照定义，有些心理障碍永远始于童年或青少年时期。如果那时你没得，你就永远不会遇上它们。这些心理障碍包括孤独症谱系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品行障碍、智障（以前称为智力缺陷）、学习障碍、交流障碍，以及运动技能障碍，再加上其他障碍。前三种是最常见的，并众所周知，因此，我们在此简要地回顾这三种心理障碍。


孤独症谱系障碍


马尔科，一位4岁的独生子。他的父母一直担忧，因为尽管他妈妈整天和他待在一起，并试图和他玩、同他说话，他却始终一字不说，甚至没兴趣尝试。他花大量的时间玩他的玩具火车，好像是他生命中最享受的事。他常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盯着旋转的车轮，或把玩具火车推来推去，好像完全沉浸于自己的世界，根本没兴趣和别人玩。马尔科的父母担心儿子明显地不能说话、对其他人没兴趣，并且出现一些怪异的言谈举止，例如无缘由地反复抖动自己的双臂。


孤独症谱系障碍（A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
 ，
这种状态始于童年早期，表现出持续的交流缺陷和反复、受限的行为、兴趣或活动模式。

 在DSM-5中，ASD包括多种障碍，这些在DSM-IV中是独立分类的，包括：自闭症、阿斯伯格症（Asperger，disorder）、儿童分裂症（childhood disintegrative disorder）、非特异性的广泛发展障碍（即这些障碍在DSM中不再被承认）。

很难准确地描述真正的ASD比率，特别是近年来改变了诊断的定义。20世纪60年代的估计显示，自闭症的诊断是罕见的，每10000名儿童中有4人发病。估算数字逐年增长，现在每10000名儿童中大约有10—20人发病。如果包括DSM-5中ASD之下的所有障碍，发病率为每10000名儿童中60人发病（Newschaffer等，2007）。发病率增加是否是由于人们增加了对于ASD的觉察和识别、有了更好的筛查和诊断工具，或者其他别的因素，目前尚不清楚。男孩患有ASD的比率高于女孩，为4∶1。


ADS与共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自闭症的早期理论把自闭症描述为“儿童精神分裂症”，但是，现在人们已经理解，它与精神分裂症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障碍。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在儿童中非常罕见，主要发生于青少年或年轻人（Kassler和Wang，2008）。ASD目前被看作是一种多样混杂的特质群聚集在某些家族（ASD遗传可能性的估计高达90%），使得一些孩子有轻微的ASD特质，而另一些孩子则表现出更为严重的自闭症（Geschwind，2009）。有趣的是，一些患有ASD的人有独一无二的特长。例如，那些患有ASD的人在感知或记忆细节、运用符号系统例如数学或音乐等方面能力超群（Happe和Vital，2009）。

目前有一个模式提示，ASD可以被理解为
共情

 才能受损（capacity for empathizing），即了知别人心智状态的能力；却具有卓越的系统化能力（ability for systematizing），即理解对象结构和功能的组织规则的能力（Baron-Cohen和Belmonte，2005）。脑成像研究与该模式相一致，显示患有自闭症的人其与理解他人心智相关的脑区活动相对减少，却更强烈地激活与基本对象知觉相关的脑区（Sigman，Spence和Wang，2006）。

尽管很多患有ASD的人体验到贯穿终生、阻止他们保持人际关系和保住工作岗位的损害，不过，许多人经过不断努力，事业非常成功。享有盛誉的行为科学家及作家坦普尔·葛兰汀（Temple Grandin）（2006）写出了她与自闭症相处的个人经验。她在3岁时被诊断为自闭症，后来学会说话，再后来因怪异的习惯和“愚蠢的”行为而受到嘲弄。幸运的是，她发明了很多应对方法，并为她的特殊才干——理解动物行为——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岗位（Sacks，1996）。现在，她是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动物科学的教授，是诸如《转变中的动物》等名著的作者，是在大牧场、农场和动物园广泛应用的动物管理系统的设计师，是根据她的生活拍摄成HBO电影中的主人公。坦普尔·葛兰汀的故事让我们知道，结局也有令人高兴的部分。总的来说，那些在童年被诊断为ASD的人有着极为不同的人生轨迹，有些人会实现常态功能，甚至是优于常态功能。另一些人则与严重的心理障碍搏斗。自闭症是一种童年心理障碍，到了成年可能会有很多路向的转机（详见“科学热点”栏目）。






坦普尔·葛兰汀（Temple Grandin），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动物科学教授，一个活生生的例证——患有孤独症谱系障碍的人也能拥有非常成功的专业生涯。




科学热点 孤独症谱系障碍的乐观结果




当你想起“自闭症”一词，你的脑海里会涌现出什么？你会想象到哪类人？如果你想到成年人，他们生活在你的想象中是什么样？他们能保住工作职位吗？他们能照顾自己吗？ASD被许多人认为是一种终生状态——那些受ASD影响的人将会永远地经验严重困难，在人际关系、教育和职业功能方面失能。最近几个研究正在帮助改变这种看法。





德博拉·费恩（Deborah Fein）及其同事（2013）近年来描述了样本中一些人在童年被诊断为自闭症，但后来不再符合ASD的诊断标准。怎么会是这样呢？多年来，研究者已经留意到，有一部分被诊断为自闭症的儿童后来并不符合诊断标准。一份最近的综述提示，3%—25%的儿童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会去除ASD的诊断（Helt等，2008）。对此，有几个可能的解释。最显而易见的解释是，一部分被诊断为ASD的孩子被误诊，并不真的有这种心理障碍。或许，他们过于羞怯或安静，或者说话能力比其他孩子发育晚，这些都被错误地解释为ASD。另一个可能性是，去除ASD诊断的孩子有轻微的心理障碍，且/或较早地被识别及治疗。这个解释得到一些证实，因为预测ASD康复的指标包括高智商、语言能力较强，并且及早识别和治疗（Helt等，2008）。





有效治疗ASD的可能性最初是由伊瓦尔·洛瓦斯（Ivar Lovaas）于1987年在一个重要的研究中提出来的。洛瓦斯给19名患有自闭症的儿童分配密集的行为干预：每周接受一对一行为治疗40余小时，持续2年；40名儿童作为对照组，每周接受不足10小时的治疗。令人惊奇的是，随访这些被治疗的孩子显示，47%接受密集行为治疗的儿童智力及教育功能达到常态水平——通过了正常的一年级考试——而相比之下，控制组的儿童只有2%通过。





加拉丁·道森（Garaldine Dawson）及其同事（2010）拓展了早期工作，正在探索“早开始的丹佛模式”（the Early Start Denver Model，ESDM）。同样的，设计密集的行为治疗干预（每周20小时持续2年），用于改善那些患有ASD儿童的结果。采用随机分组的控制测验，道森及其同事发现，患有ASD的幼童中，接受ESDM的幼童比那些接受标准社区治疗的儿童在智商（提高17分！）、语言、适应功能及社交功能有显著的改善。有趣的是，ESDM中的幼童经过治疗后，显示正常的脑活动（即：当看见面孔时，脑的激活增大），这反过来又与改善社交行为有关；那些在控制组的幼童则显现相反的模式（道森（Dawson）等，2012）。





上述密集的行为干预如何有效？费恩（Fein）及其同事（2013）的数据提示，一些被诊断为ASD的人能够达到理想的结果，意味着他们在智商、语言、交流或社会化方面的确不同于常人——这些主要的缺陷是ASD的特点。这是当前非常热门的研究领域，能够对于那些被诊断为ASD的人颇具意义。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你曾偶有这样的经验：上课时分心或读其他教科书。我们都有时会难以集中注意力。与常态的分心大相径庭的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
 ，
这是一种持续的、严重粗心及/或过分活跃或冲动的模式，导致严重的功能损害。

 这与偶尔走神或突发动作截然不同。符合ADHD标准要求有多种注意力涣散症状（如：持续地在保持注意力、思维整合、记忆和遵守指令方面有困难）、多动—冲动（如：持续地在保持安静、排队等候方面有困难，干扰别人），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大多数儿童在某个时点都会经历一些这样的行为，但是，符合ADHD标准的儿童必须有很多这样的行为至少持续6个月，在至少两个场合（如：家里和学校）达到损害儿童在校表现或与家人相处能力的程度。


什么是ADHD的诊断标准？


大约10%的男孩和4%的女孩符合ADHD标准（Polanczyk等，2007）。DSM-5的要求是，在12岁之前出现ADHD症状才符合这个心理障碍的诊断标准。你可以想象，患有ADHD的儿童及青少年经常在教室里挣扎。最近一项针对500名ADHD者的研究发现，大约一半人的学习成绩是C或更低，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在特殊班级（Biedeman等，2006）。长期以来，ADHD被认为是一种只影响儿童及青少年的心理障碍，年长的人可以逃过它。然而，我们现在知道，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心理障碍会持续到成年期。同样的症状可同时用于儿童和成年人的诊断（如：患有AHDH的儿童会在教室里与注意力和专心搏斗，而成年人在开会时会遇到同样的困难）。大约4%的成年人符合ADHD标准，并且有这种心理障碍的成年人更容易是男性、离婚者及失业者——而且大多数人没有为ADHD接受治疗（Kessler，Adler等，2006）。不幸的是，大多数人仍然认为ADHD是一种儿童心理障碍，并没有意识到成年人也会患有ADHD。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很少ADHD的成年人接受治疗，以及为什么这种心理障碍常常以诉诸武力、破坏工作表现和人际关系的方式表达出来。

像大多数心理障碍一样，ADHD是通过范围广泛的症状定义的，因此不太可能只是来自单一的成因或功能失调。ADHD确切的原因尚未得知，但是，有一些有前景的理论框架。遗传研究提示，生物学的影响很大，估计ADHD遗传可能性为76%（Faraone等，2005）。脑影像研究提示，那些患有ADHD者脑容量较小（Castellanos等，2002），并且与注意力和行为抑制相关的额叶皮层下网络结构及功能异常（Makris等，2009）。好的消息是，当前针对ADHD的药物治疗有效，而且似乎能够减少后来的心理问题和学业问题（Biederman等，2009）。


品行障碍


米歇尔，一位8岁男孩，他妈妈带他到地区诊所就诊，是因为他的行为逐渐变得失控。他的父母和老师再也管不住他了。尽管米歇尔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在家和学校都表现很好，但是，米歇尔总是惹祸。在家里，他一贯欺负哥哥和妹妹，向家人扔杯子和盘子，在很多场合对父母拳打脚踢。在家外，米歇尔也一直惹麻烦，到店里偷东西，对老师大吼大叫，向校长吐唾沫。一天晚上，米歇尔的父母发现他正在床罩上纵火，父母仅有的一线希望破灭了。他们试图通过拿走玩具、限制特权来惩罚他，还试图用有背胶的图表鼓励他，但是，什么都不能改变他的行为。


为什么难以确定品性障碍的成因？



品行障碍（conduct disorder）
 ，
处于这种状态下的儿童或青少年表现出持久的偏差行为模式，涉及攻击人或动物、破坏财物、欺骗或偷盗，或严重地破坏规则。

 大约9%的美国人声称一生中有品行障碍史（12%是男孩，7%是女孩；Nock等，2006）。这个数字似乎有点高，但是，一般而言，大约40%有品行障碍的人只有以下三种症状：破坏规则、偷盗/欺骗，或攻击他人。另外60%的人有更多症状，平均占15个所定义的症状中的6—8个。他们在更多方面出问题，在后来的生活中有更高风险患有其他心理障碍（Nock等，2006）。

符合品行障碍的诊断标准要求具备品行障碍15个症状中的3个症状。这意味着大约有32000种症状组合符合标准，因而那些有品行障碍的人是一群形形色色的人。症状如此多样导致很难弄清品行障碍的成因。不过，似乎清楚的是，大范围的遗传、生物因素与环境因素交互作用，会导致这种心理障碍。的确，品行障碍的风险因素包括母亲妊娠期间吸烟，在童年受到虐待和家庭暴力，与偏差行为的同伴群体交往，以及执行功能缺陷（如：决策、冲动控制；Boden等，2010；Burke等，2002）。研究者近年来努力更好地理解遗传因素与环境压力源（如：童年逆境）交互作用通过什么途径形成脑结构及脑功能的特征（如：降低与计划和决策相关的脑区活动）；脑结构及脑功能的特征又如何反过来与环境因素交互作用（如：与偏差行为同伴交往），导致具有品行障碍特征的行为。毫不奇怪，品性障碍与（以决策及冲动控制出问题为特症的）其他心理障碍并存，例如ADHD、化学物质滥用障碍，以及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后者在下一节详述。






心理学家正在努力识别品性障碍的原因，希望能够减少伤害行为，比如经常与品性障碍并行的欺凌。



小结



▲ 有些心理障碍永远始于童年或青少年时期，并在某些情况下（ASD，ADHD）持续到成年期。





▲ ASD在童年早期出现，处于这种状态的人有持久的交流缺陷，以及反复、受限的行为模式、兴趣模式或活动模式。





▲ ADHD在12岁左右开始出现，包括持续的、严重的粗心及/或过分活跃或冲动问题，导致明显的功能损伤。





▲ 品行障碍始于童年或青少年时期，包括持续的偏差行为模式，即攻击人或动物、破坏财物、欺骗或偷盗，或严重地破坏规则。






人格障碍：走极端



想一下高中的熟人——人格使他们独树一帜，但并非总是以好的方式。是否有的人古怪得不可理喻、奇装异服，有时对聊天无动于衷——或者用占星术或读心术等怪诞的方式做出反应？或者戏剧性的（女）人是否做出戏剧效果和表达出夸张的情绪而把一切都当作大事？不要忘了有洁癖的人，强迫加控制的完美主义者有着条理十足的储物柜、精心梳理的发型、丝毫不起球儿的毛衣。描述这种人的一种说法是，他们只有“
个性

 ”，即我们在“人格”一章中所探讨的独特的特质模式。不过，多种人格特质有时变得如此僵化和狭隘，而混杂融合为各种心理障碍。人格障碍（personality disorder）
 
是指持久的、偏离文化期望并导致痛苦或功能损害的思维模式、情感模式、或与他人建立关系的模式、或冲动控制模式。



人格障碍始于青少年时期或成年初期，并随时间相对稳定。让我们看一看人格障碍的类型，然后仔细考查有时会使人坐牢的人格障碍：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人格障碍的类型


DSM-5列举了10类具体的人格障碍（见表15.3），分为三组：
（a）古怪/异常，（b）戏剧化/飘忽不定，（c）焦虑/拘谨。

 例如，一个举止怪异的高中生可以有
精神分裂样人格障碍

 （古怪/异常组）；
戏剧性的（女）人可以有戏剧化人格障碍

 （戏剧化/飘忽不定组）；
洁癖者可以有偏执—强迫人格障碍

 （焦虑/拘谨组）。实际上，借助这个清单可以唤醒你在高中的其他记忆。然而，不要匆忙评判。大多数同学可能非常健康，完全不符合诊断标准；毕竟，每个人的高中时代都是摇摆不定的时期，这就是为什么儿童或青少年不能被诊断为人格障碍。DSM-5甚至提出，早期的人格问题常常不会持续到成年。另外，各种人格障碍提示，有多种方式可以让一个人独一无二的人格禀赋成为麻烦。






借一本《建筑学文摘》，问问自己：谁会住在这样完美无瑕的家里？有强迫症的人最适合。顺便说一句，不应该把该人格障碍（特点是过分的完美主义）与强迫症混为一谈。强迫症是一种焦虑障碍，有这种障碍的人会反复出现不想要的念头或行动。





表15.3 人格障碍分组








来源：DSM-5（美国精神病学学会，2013年）



人格障碍一直颇有争议，其中的几个理由是：第一，批评者质疑，有问题的人格是否真的是一种心理障碍。根据DSM-5的诊断标准，大约15%的美国人有某种人格障碍。或许最好只是承认很多人都有困难，仅此而已。另一个质疑是，人格问题是否都要对应一种确切类型的“障碍”，还是最好被理解为是特质维度的某个极端值，例如在“人格”一章所讨论的大五特质（Trull和Durrett，2005）。在DSM-IV中，人格障碍似乎是一种有别于上述其他心理障碍的、独立类型的心理障碍（具体而言，那些主要的心理障碍都属于轴I分类，而人格障碍属于轴II分类）。然而，在DSM-5中，人格障碍已经与那些完整的心理障碍并驾齐驱。其中，得到最充分研究的人格障碍之一就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1914年巴黎，亨利·德西雷·兰德鲁（Henri Desire Landru）最初用个人广告吸引一名想要婚姻生活的女性，并相继引诱10名女性，骗取她们的储蓄，对她们下毒、焚尸，期间还杀害了一个男孩和一条狗。他在笔记本里记录了他的谋杀过程，并且维持一段婚姻，还有一个情妇。像兰德鲁这样令人可憎可怕的连环杀手令人毛骨悚然、不可思议。然而，欺凌者、有强迫倾向的说谎者，甚至习惯于在校区加速行驶的司机，都同样地对人类的痛苦麻木不仁，令人震惊。DSM-5包含反社会型人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APD）
 ，并把它定义为：
处处无视并破坏他人权利的行为模式，始于童年或青少年初期，并延续到成年期。



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APD）诊断的成年人一般在15岁之前有品行障碍史。在成年期，被诊断为APD的人表现出7种诊断症状中的3种或以上：非法行为、欺骗、冲动、肢体攻击、鲁莽轻率、不负责任、对不道德的行为缺乏悔恨之意。一般人口中大约有3.6%的人有APD，男性发生比率高于女性3倍（Grant等，2004）。

反社会者（sociopath）和精神变态者（Psychopath）这些名词都用于描述那些有APD的人，他们特别冷漠无情、操纵控制及冷酷残忍——却也可能油腔滑调、颇具魅力（Cleckley，1976；Hare，1998）。尽管心理学家通常试图说明异常行为的发展是童年经验或者艰难生活环境的产物，但是那些与APD工作的人却似乎很少原谅他们，常常指出有这种人格障碍的人十分危险。许多有APD的人实施犯罪，许多人因频频违法而臭名远扬甚至被逮捕。在一项研究中，22790名犯人中的47%的男性和21%的女性被诊断为APD（Fazel和Danesh，2002）。这些统计数字支持“犯罪人格”的概念。


哪些因素促使APD的产生？


生命早期出现品行障碍并缺乏成功的治疗，表明终生犯罪常常有其内在的根源（Lykken，1995）。研究者们正在聚集有APD者脑异常的证据（Blair，Peschardt和Mitchell，2005）。另一研究已经关注到精神病态者及没有精神病态者对于恐惧的敏感性。例如，研究显示，那些精神变态的犯人使用激起负面情绪的词汇，例如“仇恨”或“死尸”，其杏仁核及海马的活动比不犯罪者活动少（Kiehl等，2001）。这两个脑区涉及恐惧的条件反射过程（Patrick，Cuthbert和Lang，1994），因此，它们在这些研究中相对不活跃，提示精神病态者比其他人对于恐惧更不敏感。暴力的精神病态者会把攻击指向他人，也会指向自己，常常采取行动而不计后果，最终导致暴力结果。终生“没有恐惧”似乎平安，但是，恐惧或许有助于使人避免极端的反社会行为。

小结



▲ 人格障碍是持久的、导致痛苦或功能损害的思维模式、情感模式、建立人际关系的模式，或控制冲动的模式。





▲ 人格障碍包括三组症状：古怪/异常、戏剧化/飘忽不定、焦虑/拘谨。





▲ 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与缺乏道德情感及行为有关；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人可能是操控的、危险的和轻率的，经常伤害他人，有时也伤害自己。






自伤行为：心智转向攻击自己



我们都有想要活下去的内在驱动力。我们饿了进食，不开快车，并为谋生而上学，以便让自己和家人活下去（见“心理学的科学之路”一章中讨论的进化心理学）。异常人类行为最极端的表现之一，就是一个人采取与保存自己的驱动力截然相反的行动，并做出有意自我破坏的行为。自有史以来，就有关于故意伤害自己的记载。然而，我们开始理解人们为什么有意做伤害自己的事，却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在DSM-5第三节（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心理障碍）中，包含两种自我伤害行为：自杀行为障碍和非自杀自我伤害障碍。






我们都有让自己活下去的内在驱动力。但是，为什么有人故意做些事情伤害他们自己呢？




自杀行为


蒂姆（Tim），会计，35岁，表面看来生活一贯阳光、成功。他与高中恋人结婚并育有两子。不过，在过去的几年里，他的工作负荷日渐加重，他开始体验到与工作相关的压力。与此同时，他与太太开始经历一些经济压力，他酗酒增多，使家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并开始影响他的工作。蒂姆的同事特别指出，他后来变得特别愤怒，争论不休——甚至有几次对同事大吼。一天晚上，蒂姆与妻子因家庭经济问题大吵，并喝了很多酒。他冲进洗手间吞下满满一瓶处方药，想要结束生命。他被送到医院，在那里接受针对自杀行为的治疗。


自杀（suicide）
 ，
是指故意伤害自己致死的行为，

 占美国人死因的第十位，占15—24岁人口死因的第二位。在美国，每年被自杀夺去生命者是HIV/AIDS感染者致死的5倍，是被凶杀者致死的2倍（Hoyert和Xu，2012）。自杀率的人口统计学差异很大。例如，在美国及全球范围内，大约80%的自杀者是男性，而且美国白人男性比其他种族更容易自杀，占所有自杀者的90%（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2013）。不幸的是，我们当前并没有很好地理解，为什么这些社会人口统计学数字存在巨大的差异。

非致命的自杀企图（suicide attempt）
 ，是指
一个人有意致死而做出的可能造成伤害的行为，

 比自杀致死更经常发生。在美国，大约15%的成年人声称，他们在一生的某个时刻曾认真地考虑过自杀，5%的人曾制定自杀的计划，5%的人实际上有自杀企图。美国的这些行为比率略高于世界各国家，后者相应的比率为：9%（考虑过自杀）、3%（曾计划自杀）、3%（曾企图自杀）（Nock等，2008）。正如这些数字所提示的，想过自杀的人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实际有自杀企图。尽管自杀致死者男性多于女性，但是，女性有自杀念头及（非致死）的自杀企图显著地高于男性（Nock等，2008）。此外，自杀念头和自杀企图的比率在青少年和年轻人中显著增加。一项最近的研究采用大约1万美国青少年的代表性样本，结果显示，在10岁之前，自杀念头及自杀行为几乎不存在，但在12—18岁期间显著增加（见图15.7），到成年初期平稳（Nock等，2013）。

这些数字令人难以置信。不过，为什么人们试图杀死自己呢？简短的答案是：我们还不知道，因为这很复杂。访谈那些被送到医院的有自杀企图的人，大多数人表示，他们想要杀死自己，是为了逃避无法容忍的精神状态，或者逃避难以应付的生活处境（Boergers，Spirito和Donaldson，1998）。研究结果与这个解释相一致：如果一个人体验到那些能够造成严重痛苦状态的因素，就会增加自杀行为的风险，例如存在多种心理障碍（90%自杀致死的人至少有一种心理障碍）、在童年及成年经历重大的负面生活事件（如：身体虐待或性骚扰），以及存在严重的身体疾病（Nock，Borges和Ono，2012）。为了更全面的理解，还需要继续探索：有些人如何以及为何用自杀念头及行为回应负面的生活事件，以及采用哪些方法才能更好地预测及预防这些灾难性后果。






图15.7 青少年时期出现自杀行为的年龄。





最近的一项全美青少年代表性样本的调查显示，尽管儿童中的自杀想法和自杀行为非常罕见（1—4岁比率为0），但从12岁开始显著增加，并且在整个青少年时期连续攀升。




非自杀的自我伤害行为


路易莎（Louisa），大学生，18岁，悄悄地割腕、割大腿，每周一次，一般是当她对自己或别人感到强烈愤怒和仇恨时。用她自己的话说，她过去总有那么点“一帆风顺”，直到14岁情况大变，她开始用自我伤害的方式平复情绪。路易莎说，实际上，每次她割自己的时候，有一点羞耻，但是，当她变得痛苦时，她不知道如何安静下来，而且她并没有打算停止这个行为。


人们为什么自我伤害？到目前为止，人类已经知道了什么？


路易莎做出的行为叫做非自杀的自我伤害行为（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
 ，
没有致死意图，却直接、故意地破坏自己的身体组织。

 从有历史记载以来，NSSI一直都见诸报道，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中，这种行为才浮出表面。最近的研究提示，多达15%—20%的青少年和3%—6%的成年人表示，在他们一生中某个时点曾有NSSI（Klonsky，2011；Muenlenkamp等，2012）。这个比率似乎男女相当，各种族相当。就像自杀行为一样，NSSI实际上并不出现在童年期，而是在青少年时期显著增加，在成年期似乎下降。

在世界一些地方，切割皮肤是被社会接受的，在有些情况下甚至鼓励把这种行为作为成人礼的仪式（Favazza，2011）。在世界的另一些地方，社会不鼓励切割自己，为什么一个人不想死却要有意地伤害自己呢？近年来的研究提示，那些做出自伤行为的人对于负面事件有强烈的情绪反应和生理反应，他们感到不能忍受这些反应，就用NSSI减轻这个反应的强度（Nock，2009）。还有一些证据显示，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做出自伤行为，作为转移痛苦或调动他人帮助的手段（Nock，2010）。尽管我们正在着手理解人们为什么采取NSSI，但是，这个行为的很多方面是我们尚未理解的，NSSI是日渐活跃的研究领域。

不幸的是，像自杀行为一样，我们对于遗传和神经生物因素如何影响NSSI的理解是有限的，目前尚无有效治疗这一问题的药物。行为干预或预防项目的证据也非常有限（Mann等，2005）。因此，不幸的是，自杀行为和NSSI是一些最混乱、最危险，也是最令人费解的心理障碍。近年来，我们已经在理解这些行为问题方面迈出一大步，但是，我们若能够准确并有效地预测和预防，还要走漫长的道路。

小结



▲ 自杀，在美国和全球都是主要的致死原因。大多数自杀致死的人有心理障碍，并且自杀企图最经常的动机是试图逃避不能容忍的精神状态或生活处境。





▲ NSSI像自杀行为一样，在青少年时代显著增加，但对许多人来说，这个问题持续贯穿于成年期。尽管NSSI没有表现出自杀企图，但它像自杀行为一样，最经常的动机是试图逃避痛苦的精神状态。



本章回顾


关键概念小测试


1.把心理障碍构念化为疾病——有症状及可能的治愈方法，是指_____。

a.医学模式

b.人相学

c.综合征基本框架

d.诊断系统

2.最好把DSM-5描述为_____。

a.医学模式

b.分类系统

c.理论假设体系

d.生理学定义集

3.心理障碍并发症是指_____。

a.源于与内在功能失调的症状

b.由心理障碍导致死亡的相关风险

c.两种或以上的心理障碍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d.心理障碍存在于从常态到异常的连续体上

4.不合理的忧虑及恐惧削弱了人的正常执行功能的能力，其指标是_____。

a.遗传异常

b.心境恶劣障碍

c.素质

d.焦虑障碍

5.涉及与特定对象或情境相关的焦虑的心理障碍是_____。

a.广泛性焦虑障碍

b.环境障碍

c.惊恐发作障碍

d.恐怖症

6.广场恐怖症是_____的结果。

a.预先准备理论

b.强迫症

c.惊恐障碍

d.社交恐怖

7.凯莉（Kally）恐惧细菌，导致她整天在极烫的水中反复洗手，常常持续半个小时以上。凯莉患的是哪种心理障碍？

a.惊恐发作

b.强迫症

c.恐怖症

d.广泛性焦虑障碍

8.焦虑障碍的特征是严重的抑郁心境至少持续_____。

a.2周

b.1周

c.1个月

d.6个月

9.双相障碍的特征是，在_____之间极端心境起伏。

a.抑郁与躁狂

b.压力与没精打采

c.焦虑与唤起

d.偏执与强迫

10.精神分裂症的特点是以下哪一个？

a.幻觉

b.思维及行为混乱

c.情绪退缩和社交退缩

d.以上都是

11.精神分裂症大约影响_____%的人口并能解释大约_____%州立及县立精神病院住院率。

a.5；20

b.5；5

c.1；1

d.1；40

12.孤独症谱系障碍的特征是以下哪一个？

a.交流缺陷，以及受限、反复的行为

b.幻觉及妄想

c.自杀念头

d.以上都是

13.注意缺陷/多动障碍_____。

a.必定始于7岁前

b.从来不会持续到成年期

c.有时持续到成年期

d.只影响男孩

14.在美国，那些自杀风险最高的人是_____。

a.男人

b.白人

c.有一种心理障碍的人

d.以上都是

15.非自杀自我伤害发生在_____%的青少年中。

a.1—2

b.3—5

c.15—20

d.50


关键术语


心理障碍

医学模式

心理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并发症

生物心理社会视角

素质—压力理论模式

研究范畴标准的方案

焦虑障碍

恐怖障碍

特定恐怖症

社交恐怖症

预先准备理论

惊恐障碍

广场（陌生环境）恐怖症

广泛性焦虑障碍

强迫症

创伤后应激障碍

心境障碍

重性抑郁障碍或单相抑郁

心境恶劣障碍

双重抑郁

季节性情感障碍

无助感理论

双相障碍

情绪发泄

精神分裂症

阳性症状

幻觉

妄想

语言紊乱无序

粗鲁失序的行为

强直行为

阴性症状

认知症状

多巴胺假设

孤独症谱系障碍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品行障碍

人格障碍

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自杀

自杀企图

非自杀的自我伤害行为


转变观念


1.你听到一个名人在电视访谈中谈到母亲患有重性抑郁障碍，自己的童年不容易。“有时，我妈妈整天整天地躺在床上，甚至不起身吃东西，”他说，“那时，全家都被重性抑郁障碍淹没了。我的父母是移民，他们生长的文化把心理问题看作是羞耻的。人们假定你有足够的意志力克服你的困难，也不能得到别人的帮助。所以，我妈妈从来没有得到治疗。”精神疾病的医学模式理念如何帮助这个女人及其家人决定是否寻求治疗？

2.你正在为心理学考试复习功课，你的同学悄然到你身边说，“我刚才上体操课，碰见了苏（Sue）。她肯定是精神分裂：这一刻友善，下一刻就刻薄。”你的同学（不正确地）把苏归于哪种精神病性障碍？这个障碍与精神分裂症的区别是什么？

3.你的一位朋友有一位家人正在经历严重的心理问题，包括妄想并失去动机。“我们已经看过一位精神科医生，”她说，“并且得出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我们曾寻求其他观点，其他医生说可能是双相障碍。他们都是好医生，他们都用同样的DSM诊断——他们怎么能够得出不同的诊断呢？”

4.读过本章后，你的一位同学对你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终于弄明白了。我哥哥游手好闲，总是惹麻烦，然后怪别人，即使他因为超速驾驶被罚，他也从来不认为是自己的错——说是警察找茬，或者乘客催他开快些。我总是以为，他只是一个失败者，但现在我意识到，他有人格障碍。”你同意你的同学对她哥哥的诊断吗？你要如何告诫你的同学自我诊断或诊断朋友及家人的危险？


关键概念小测试答案


1.a；2.b；3.c；4.d；5.d；6.c；7.b；8.a；9.a；10.d；11.d；12.a；13.c；14.d；15.c.


心理障碍（mental disorder）
 
行为、思维或情绪持久地紊乱或功能失调，导致严重的痛苦或缺陷。




医学模式（medical model）
 
异常的心理经验被构念化为像躯体疾病一样的疾病，有其生物和环境的原因，有其特定症状，以及可能的治愈方法。




心理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
 
是一个分类系统，描述用于诊断每一种公认的心理障碍的特征，并指明如何区分某种障碍不同于其他障碍及类似问题。




并发症（commorbidity）
 
指两种或以上心理障碍同时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




生物—心理—社会视角（biopsychosocial perspective）
 
用以说明各种心理障碍是生物、心理和社会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素质—压力理论模式（diathesis-stress model）
 
提示一个人可能先天就有某种心理障碍的倾向，在压力的激发下表现出来。




研究范畴标准的方案（Research Domain Criteria Project，RDoC）
 
是一项创新，目的是通过展现产生心理障碍的基础过程，来指引对于心理障碍的分类及理解。




焦虑障碍（Anxiety disorder）
 
焦虑，是这类心理障碍的主要特征。




恐怖障碍（phobia disorder）
 
这类心理障碍的特点是明显、持久、过度的恐惧，并且回避特定的对象、活动或情境。




特定恐怖症（specific phobia）
 
这类心理障碍涉及不合理地恐惧某个特定对象或情境，明显地干扰一个人执行功能的能力。




社交恐怖症（social phobia）
 
这类心理障碍涉及不合理地恐惧在众人面前感到羞愧或尴尬。




预先准备理论（preparedness theory）
 
主张人本能上就容易有某些恐惧。




惊恐障碍（panic disorder）
 
其特点是突然出现多个心理症状和生理症状，导致极度恐慌的感觉。




广场（陌生环境）恐怖症（agoraphobia）
 
是一种常见的惊恐发作并发症，是涉及恐惧公共场所的特定恐怖症。




广泛性焦虑障碍（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是一种长期的过度忧虑，伴有三种或以上下列症状：不安、疲劳、集中注意力困难、易激惹、肌肉紧张，以及睡眠紊乱。




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OCD）
 
即反复入侵的念头（偏执）和仪式化的行为（强迫），用于抵制那些明显干扰个人功能的念头。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
 
这个心理障碍的特点是，长期生理唤起，反复出现不想要的念头或创伤的影像，并且回避一切唤起创伤事件记忆的人与事物。




心境障碍（mood disorders）
 
是多种心理障碍，心境紊乱是主要特征。




重性抑郁障碍（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或单相抑郁（unipolar depression）
 
该心理障碍的特点是严重的抑郁心境且/或不能体验快乐至少持续2 周或以上，并伴有无价值感、无精打采，以及睡眠及进食紊乱。




心境恶劣（dysthymia）
 
像抑郁那样会出现一些认知问题和身体问题，这些症状不太严重，但会持续较长时间，至少持续2年。




双重抑郁（double depression）
 
中等程度的抑郁心境，至少持续2年，并穿插重性抑郁障碍周期发作。




季节性情感障碍（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SAD）
 
反复出现的抑郁发作呈季节性规律。




无助感理论（helplessness theory）
 
这个构想主张，有抑郁倾向的人会自动地把负面经验归因于内在的原因（如：他们自己的过错）、稳定的原因（如：不容易改变的），以及概括的原因（如：普遍的）。




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
 
这种状态的特点是，异常、持续的心境高涨（躁狂）和心境低落（抑郁）交替出现、循环往复。




情绪发泄（expressed emotion）
 
是一种测量工具，测量家人与患心理障碍者谈话时所表现的敌意、批评及情绪过分卷入的数量。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
 
这种心理障碍的特点是：基本心理过程遭到全面彻底的破坏；扭曲地感知现实；情绪多变或轻率；以及紊乱的思维、动机和行为。




阳性症状（positive symptoms）
 
出现在有精神分裂症的人身上而在没有精神分裂症的人身上看不到的念头和行为，例如妄想和幻觉。




幻觉（hallucinations）
 
一种虚假的知觉经验，尽管缺乏外在刺激，仍有不可抗拒的真实感。




妄想（delusions）
 
一个明显的虚假信念体系，经常是奇怪的、浮夸的，尽管不合理，仍坚信不疑。




语言紊乱无序（disorganized speech）
 
语言交流受到严重破坏，即思想在无关联的话题之间迅速、不连贯地转换。




粗鲁失序的行为（grossly disorganize behavior）
 
是指与场合不符或对实现目标无效的行为，经常有特定的动作紊乱。




强直行为（catatonic behavior）
 
所有动作明显减少，或者肌肉紧张度增加并多动。




阴性症状（negative symptoms）
 
常态情绪及行为的缺陷或破坏（如：情绪退缩和社交退缩；淡漠；语言贫乏，以及缺乏其他正常行为、动机、情绪的迹象或迹象不足。




认知症状（cognitive symptoms）
 
认知能力的缺陷，特别是执行功能、注意力以及工作记忆方面的缺陷。




多巴胺假设（dopamine hypothesis）
 
精神分裂症涉及多巴胺活动过分活跃的构想。




孤独症谱系障碍（a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
 
这种状态始于童年早期，表现出持续的交流缺陷和反复、受限的行为、兴趣或活动模式。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
 
这是一种持续的、严重粗心及/或过分活跃或冲动的模式，导致严重的功能损害。




品行障碍（conduct disorder）
 
一种持久的偏差行为模式，涉及攻击人或动物、破坏财物、欺骗或偷盗，或者严重地破坏规则。




人格障碍（personality disorder）
 
是指持久的、偏离文化期望并导致痛苦或功能损害的思维模式、情感模式、或与他人建立关系的模式、或冲动控制模式。




反社会型人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APD）
 
处处无视并破坏他人权利的行为模式，始于童年或青少年初期，并延续到成年期。




自杀（suicide）
 
是指故意自我伤害致死的行为。




自杀企图（suicide attempt）
 
是指一个人有意致死而做出的可能造成伤害的行为。




非自杀的自我伤害行为（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
 
没有致死意图，却直接、故意地破坏自己的身体组织。






第16章 心理障碍的治疗








在基于暴露的治疗方法中，个体要学习面对其焦虑源和恐惧源，已经证明这类方法是治疗焦虑障碍的有效途径。



“在我办公楼外的小巷里，我看到一只死老鼠，今天我们就要去摸它。”詹金斯（Jenkins）博士说。“好吧，我们去吧，我准备好了。”克里斯廷（Christine）回答道。他们两人走到小巷，触碰然后抚摸那只死老鼠，用了50分钟。之后，他们回到楼上，计划克里斯廷在下次来诊室治疗前的7天里，要触摸什么令人难以接受的东西。是的，这就是对克里斯廷强迫症（OCD）心理治疗的组成部分。这种方法叫做
暴露及反应预防（exposure and response prevention，ERP）疗法

 。在这种方法中，人们逐步面对令其产生强迫症状的对象，并被阻止做出强迫反应。克里斯廷的强迫观念是认为自己会被细菌感染并死于癌症，强迫行为是每天洗澡数小时并用酒精用力擦拭周围的一切物品。人们经过很多次暴露，并且不做自认为能让自己安全的行为，最终就会认识到自己的强迫观念并不正确，而且不是非得让冲动付诸行动。虽然ERP可能是非常令人害怕的治疗方法，但是已经证明在减轻强迫症状以及帮助OCD患者恢复高水平日常功能方面，它有神奇效果。在开发出ERP之前，人们一直普遍认为OCD是不可治愈的。目前则认为ERP是治疗OCD最为有效的方法（Foa，2010）。然而ERP只是你在最后这章所学到的目前用于帮助人们战胜心理障碍的诸多方法之一。


有很多不同的治疗心理障碍的方法，
 可以改变与心理障碍有关的想法、行为和情绪，在本章我们将探讨最为常见的心理治疗方法。首先，我们将考察人们为什么需要寻求心理帮助；然后探讨个体心理治疗如何建立在一些主要理论基础之上，这些有关心理障碍原因和治疗的理论包括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存在主义、行为主义和认知理论。我们也会探讨关注直接调节脑功能和结构的生物学治疗方法；还将讨论治疗方法是否有效，以及我们如何知道治疗有效；并将通过探讨应用创新技术评估和治疗心理障碍的令人振奋的新方向来展望心理治疗的未来。




治疗：给需要者以帮助




心理疾病（mental illness）有哪些个人、社会和经济损失？


据估计，美国有46.4%的人在一生某个时段受过某种心理障碍的困扰（Kessler，Berglund等，2005），并且有26.2%的人一年中患过至少一种心理障碍（Kessler，Chiu等，2005）。心理障碍造成的个人损失包括患病的痛苦和日常生活能力所受的干扰。想想上述案例中的克里斯廷，如果她没有（或不能）寻求治疗，她的日常生活能力会一直因OCD而受损。OCD给她的生活带来严重问题，她不得不终止在当地咖啡店的工作，因为她不能接触没清洗过的钱或被别人接触过的其他东西；她和男朋友的关系遇到麻烦，因为他对她要不断确保（她或他的）洁净越来越感到厌烦。所有这些问题反过来又增加她的焦虑和抑郁，使她的强迫症状变得更为严重。她迫切想要也需要可以打破这一恶性循环的方法。她需要有效的治疗。

心理障碍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负担也是巨大的。心理障碍一般比躯体障碍的发病年龄早，明显的损害为不能完成日常活动，如不能上学或上班，或者家庭关系和个人关系出现问题。心理障碍的损害和癌症、慢性疼痛和心脏病之类躯体障碍的损害同样严重，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更为严重（Ormel等，2008）。例如，重度抑郁患者可能无法坚持工作，甚至很难有条理地收集自己的伤残检查材料，而且患有多种障碍的人无法与家人相处、照顾子女或帮助他人。

心理障碍还会带来经济损失。抑郁是世界上导致能力丧失的第四大主要原因，预计到2020年会上升为第二大主要原因（Murray和Lopez，1996a，1996b）。重度抑郁症患者常常因病不能工作，即使工作，也往往绩效较差。据最新估计，抑郁相关的工作能力丧失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每年大约在300亿至500亿美元（Kessler，2012）。如果再加上焦虑障碍、精神病性障碍、物质相关障碍和所有其他心理问题的数据，总的损失则是天文数字。对心理障碍的有效治疗不仅给个人带来好处，也会使社会受益。

所有心理障碍患者都接受治疗了吗？绝不是。在过去12个月中，美国患有一种心理障碍的人只有18%同期接受了治疗，世界其他地方的治疗率甚至更低，尤其是低收入或发展中国家（Wang等，2007）。严重心理障碍患者的治疗率相对较高，在过去一年中，美国患有一种严重心理障碍的患者（主要日常活动基本都受到影响）的治疗率将近40%（Wang，Demler和Kessler，2002）。然而，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大部分心理障碍患者没有接受治疗，在接受了治疗的患者中，从发病到首次治疗之间的平均延迟时间也超过10年（Wang等，2004）！


为什么很多人未能寻求治疗



是什么阻碍心理疾病的治疗？


大部分人出现牙痛之类躯体症状会去看牙科医生——通常此行能够得到成功的治疗。明确的疼痛来源和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有助于做出快速有效的反应。而与此相反，心理障碍的成功治疗之路常常很不清晰，很多人不熟悉他们应该何时或者该到何处寻求对心理障碍的治疗。心理障碍患者没能得到治疗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以下是报道最多的三种原因：



1.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所患心理障碍可以得到有效治疗。

 没有寻求治疗的心理障碍患者中，大约45%的人报告说没有寻求治疗的原因是不认为自己需要接受治疗（Mojtabai等，2011）。对心理障碍常常不能像对躯体疾病那样重视，可能是因为心理障碍的起源是“隐匿的”，通常不能通过血液化验或X光检查来诊断。而且，虽然大多数人知道牙痛是什么及其可以治愈，但是知道何时患上心理障碍以及可以如何治疗的人却比想象的少得多。



2.治疗有很多阻碍，比如阻碍人们获得帮助的观念和境遇。

 人们可能认为他们应该能够自己解决问题。事实上，这也正是心理障碍患者不寻求治疗（72.6%）和过早停止治疗（42.2%）的主要原因（Mojtabai等，2011）。其他态度方面的求治阻碍包括认为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占未寻求治疗者的16.9%）、治疗不会有效果（16.4%），以及感到被别人冠以污名（9.1%）。



3.结构性障碍阻碍人们得到切实治疗。

 和寻找好律师或好管道工一样，只是通过翻阅黄页或搜索网页很难找到合适的心理治疗师，甚至更难。因为有太多不同类型的治疗可用（见“现实世界”栏目“心理治疗师的类型”），所以这种令人困惑的状态是可以理解的。即使你找到适合你的治疗师，你可能也会遭遇下列结构性障碍：承担不起治疗费用（占未寻求治疗者的15.3%）、缺少可提供治疗的治疗师（12.8%）、不便参加治疗（9.8%）和难以找到去诊所的交通工具（5.7%；Mojtabai等，2011）。






你牙痛时会去找牙科医生，但你如何知道何时该去找心理治疗师？



即使人们寻求到帮助，他们有时也得不到有效的治疗，这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首先大部分心理障碍的治疗是全科医生提供的，而不是心理健康专家提供的（Wang等，2007）。即使人们找的是心理健康专家，也不是总能得到尽可能有效的治疗。实际上，只有比较少的心理障碍患者（＜40%）得到最低限度的治疗，严重心理障碍患者中只有15.3%的人得到最低限度的治疗。对于患有精神病性障碍的美国南部非裔年轻人来说，治疗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而且治疗还是在全科医疗体系中进行的（Wang等，2002）。显然，在选择或指定治疗方法之前，我们需要知道都有哪些方法可用，并搞清楚对于特定心理障碍来说什么方法最好。


现实世界 心理治疗师的类型




如果你准备寻求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的帮助，你要做些什么？你要去找谁？治疗师的背景和所受训练各不相同，这会影响他们提供服务的类型。所以在选择治疗师之前，了解治疗师的背景、所受训练和领域专长是大有益处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士有这样几种主要类型。






心理治疗师


 
从事心理治疗的心理学家具有临床心理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哲学博士学位或心理学博士学位）。攻读该学位大约需要5年时间，攻读期间要在治疗、心理障碍评估和研究方面接受大量训练。心理治疗师有时会有某方面专长，如做青少年工作，或帮助人们克服睡眠障碍，通常采用包含会谈的治疗方法。心理治疗师必须得到本州执业资格，而且大部分州要求申请者在督导下完成大约2年的实习训练，并要参加资格考试。如果你在《黄页》或门诊处寻找，通常会找到具有这种背景的心理治疗师。






精神科医生


 
精神科医生是在心理障碍评估与治疗方面受过专业训练并获得学位的医学博士。精神科医生可以开药物处方，有些也提供心理治疗。全科医生也能开治疗心理障碍的药物处方，而且因为人们有各方面健康问题都会向他们咨询，所以他们常常是最先给心理障碍患者看病的人。然而，全科医生一般接受的心理障碍诊治训练不多，因此他们不做心理治疗。









社会工作者


 
社会工作者具备社会工作专业的硕士学位，在对贫穷、无家可归或有家庭冲突等生活困苦的人工作方面受过专业训练。临床社会工作者或精神科社会工作者也受过专业训练，可以帮助处于上述境遇的心理障碍患者。社会工作者常常在政府或私人社会服务机构工作，也可能在医院工作或者开办私人诊所。






咨询师


 
咨询师要接受各种训练，比如，要成为咨询心理师，需要具有心理师相关的博士学位，并在国家法规监管下接受实习训练。但是各州对咨询师的界定各不相同。有的州要求咨询师必须有硕士学位，并接受过大量治疗方面的训练；而在其他州，则可能只要求咨询师受过最基本的培训或相关教育。在学校工作的咨询师通常要有硕士学位，并受过在教育机构咨询的专业训练。








有人打着貌似专业术语的旗号提供治疗，如“心/身疗愈师”或“婚姻调解顾问”。所发明的这些术语常常是为了误导来访者和逃避执照许可部门的管理。这样的“治疗师”可能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或者根本没有专业知识。当然，也有声称得到许可的从业人员其实并没有执业资格。曾当过脱衣舞女“夏恩公主（Princess Cheyenne）”的路易丝·怀特曼（Louise Wightman），因以心理治疗师身份对数十位来访者进行心理治疗而于2007年被定为欺骗罪。她声称自己不知道在网上购买的哲学博士学位是伪造的（Associated Press，2007）。提供治疗的人可能是善意的，甚至是有帮助的，但是他们也可能造成伤害。所以为安全起见，明智地选择受过专业培训、有可信资质的治疗师是很重要的。





应该如何去寻找这样的治疗师呢？可以从你认识的人开始：你的全科医生、学校咨询师、值得信任的朋友或可能认识好治疗师的家庭成员。你也可以去学院诊所或医院；或者访问美国心理学会之类组织的网站，在这类网站可以查到有执照的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当你与他们联系时，他/她通常能够进一步给你提供有关适合找哪类治疗师的建议。





在你同意去找治疗师治疗之前，你应该问下面这样一些问题，以评估这位治疗师的类型或背景是否与你的问题相匹配：





● 你做哪种类型的治疗？





● 你通常治疗哪类问题？





● 通常治疗多长时间？





● 治疗包括“谈话”治疗、药物治疗还是两者都有？





● 这类方法对我这类问题的治疗效果如何？





● 你的治疗费用是多少？在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之内吗？





治疗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会告诉你其背景和经验，而且会告诉你其治疗来访者的方法。然后，你就可以基于这些信息决定你需要哪种类型的服务。





虽然你应该考虑何种类型的治疗师最能满足你的需要，但有时治疗师的个性特征和所用方法也与其背景或所受训练同样重要。你应该找到愿意回答问题、能清楚理解促使你寻求治疗的这类问题、对你表现出尊重和共情的人。治疗师是你将心理健康托付予其的人，只有在你和治疗师关系融洽时，你才能进入这样的托付关系。




治疗方法


治疗方法可以概括地分为两类：（a）心理治疗，在这种方法中，人们与治疗师互动，以实现用环境改变大脑和行为；（b）生物治疗，在这种方法中，用药物、手术或其他直接干预方法治疗大脑。有些情况下，心理学的和生物学的两类治疗都要使用。比如，克里斯廷的强迫症，可能不仅采用ERP疗法，也使用减少强迫思维和强迫冲动的药物。多年来，由于可采用的生物学疗法很少，所以心理治疗是心理障碍的主要干预形式。不过总还有些偏方似乎有生物学基础，如曾试图用水疗法（hydrotherapy）（向心理障碍患者身上倾倒冷水）、穿颅术（trephination）（在颅骨上钻孔让恶灵跑出去）和放血术（bloodletting）（让血从身体里流走）治愈心理障碍（备注：不要在家中尝试这些方法。已证明这些方法是无效的）。随着我们对大脑生物和化学基础的了解不断加深，始于脑的心理障碍治疗方法变得越来越普遍。正如你将在本章后面部分所看到的，很多有效的治疗方法是心理学和生物学干预方法的结合。


文化与社区 世界各地的心理障碍治疗




世界各地都存在心理障碍治疗受到阻碍的问题，但有些地方的问题要比其他地方更为严重。一项最新研究调查了全球17个国家的心理障碍患者在过去一年接受治疗的百分比（Wang等，2007）。几个有趣的结果值得关注。首先，严重心理障碍患者得到治疗的可能性更大，这很容易理解。举例来说，如果你的障碍严重到无法上学或工作，你可能就会寻求治疗，但如果障碍没有对你的日常生活带来实际影响，你可能就不去寻求帮助。其次，高收入水平国家（参照世界银行的界定）的人比中等或低收入国家的人接受治疗的可能性大得多，这也很好理解。国家的财力越强，越可能给人们提供心理治疗。第三，大多数心理障碍患者没有接受任何治疗。即使在收入水平最高的国家也是如此。这意味着尽管我们对心理障碍比以前有更多的了解（如上一章所述），我们也比以前有更好的治疗方法（如本章所述），我们仍然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去消除阻碍心理障碍患者获得帮助的障碍。






小结



▲ 心理疾病经常受到误解，因此也常常得不到治疗。





▲ 心理疾病如果未经治疗，可能要付出高昂代价，会影响个体实现功能的能力并给社会和经济带来负担。





▲ 很多饱受心理疾病之苦的人没有得到所需要的帮助，可能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有问题，也可能是不想因此得到帮助，或者面临阻碍治疗的结构性障碍。





▲ 治疗方法包括关注心智的心理学疗法，以及关注脑和身体的医学疗法和生物学疗法。






心理治疗：通过互动疗愈心智



心理学的治疗或心理治疗
 ，
是取得社会认可资质的治疗师与有心理问题的人之间的互动，目的是提供支持或缓解问题。

 目前有500多种形式各异的心理治疗方法。虽然所有心理治疗方法之间有相似之处，但每种疗法有其独特的目标、目的和方法。有调查邀请1000名心理治疗师表述自己的主要理论取向（Norcross，Hedges和Castle，2002；见图16.1），超过三分之一的治疗师报告说采用的是整合心理治疗
 。
这种形式的心理治疗根据来访者和问题的不同而采用不同治疗方法中的技术，

 这使治疗师可以针对正在治疗的问题采用适当的理论视角，而不是对所有来访者和所有类型的问题都坚守一种理论视角。然而，正如图16.1所示，大多数心理治疗师是采用一种治疗方法，如心理动力学疗法、人本主义疗法和存在主义疗法、行为疗法和认知疗法，或者是团体治疗。我们将逐一探讨这四大主流心理治疗方法。






图16.1 21世纪的心理治疗方法。





该图显示各种主要心理治疗取向心理治疗师（来自美国心理学会心理治疗分会的1000名会员）的百分比（来自Norcross等，2002）




心理动力学疗法


心理动力学疗法来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取向的人格理论。心理动力学疗法
 
探索个体的童年期事件，并鼓励个体运用这种理解来发展对自己心理问题的洞察力。

 精神分析是最早创立的心理动力学治疗方法，但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现代心理动力学疗法所取代，比如人际心理治疗（interpersonal psychotherapy，IPT）。



精神分析



正如你在“人格”那章所读到的，精神分析疗法假定人生来具有攻击性和性冲动，并在童年期发展阶段，受到所用防御机制的压抑。精神分析鼓励来访者把压抑的冲突带到意识层面，这样来访者就能理解自己，从而减少不利影响。精神分析非常关注童年早期事件，因为其认为冲动和冲突可能是在这一时期被压抑的。

传统精神分析每周有4或5次治疗，平均需要3至6年（Ursano和Silberman，2003）。在治疗中，来访者半躺在沙发上，背对着分析师，被要求说出头脑中浮现的任何想法和感受。偶尔治疗师会评论来访者呈现的某些信息，但不会表达他/她的价值观和评判。常见的对心理治疗的印象——一个躺在沙发上的人和一个坐在椅子上的人在谈话——就是源于这一治疗方法。



精神分析过程中会发生什么



精神分析的目标是让来访者在弗洛伊德称之为
发展洞察力

 的过程中理解潜意识。精神分析师会用下列这些关键技术帮助来访者发展洞察力。


来访者的阻抗对精神分析师来说意味着什么？




自由联想。

 在自由联想中，来访者不加审查和过滤地说出浮现在脑海中的每个想法。这种方法可以让意识流畅通无阻。如果来访者停下来，治疗师会促使其进一步联想（“你又想到什么？”）。治疗师可能会寻找治疗过程中重复出现的主题。



梦的解析。

 精神分析会把梦当作象征潜意识冲突或愿望并包含伪装线索的隐喻，治疗师可以借此帮助来访者理解他的问题。精神分析的治疗过程可能从邀请来访者详细讲述梦开始，然后可能请来访者通过对梦的自由联想来参与解释。



解释。

 这是治疗师破译来访者言行意义（如潜意识的冲动或幻想）的过程。解释贯穿整个治疗，在自由联想和分析梦的过程中，以及治疗的其他阶段都包含解释。在解释的过程中，治疗师提出来访者言行中可能有的意义，并寻找发现正确意义的线索。



对阻抗（resistance）的分析

 。在“尝试”对来访者想法和举动进行各种解释的过程中，治疗师会提出来访者特别不能接受的解释。阻抗
 
是因为害怕面对令人不快的潜意识内容而不愿意配合治疗的现象。

 例如，治疗师可能提示来访者，强迫性地担心健康问题，可能要追溯到自己童年时与母亲竞争父亲的爱和关注。来访者可能发现这一提示有侮辱性而抵制这一解释。治疗师会将这一阻抗理解为解释对路而并非错误。如果来访者总是将讨论话题从某个特定想法上转移开，可能提示治疗师，这的确是来访者要发展洞察力就应该直接面对的问题。

通过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如此频繁地会面，来访者和精神分析师常常能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弗洛伊德留意到他在精神分析中建立的这种关系，并且起初受到它的困扰：来访者通常会对他建立起不同寻常的强烈的依恋，好像几乎把他看作是父母或爱人，他担心这会干扰洞察目标的实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终于相信这种关系的建立和解决是精神分析的关键过程。
当分析师开始在来访者的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来访者基于童年期幻想对分析师做出反应时

 就会出现移情（transference）
 。成功的精神分析包括分析移情，以便使来访者理解这种反应及其发生的原因。



精神分析之后的疗法（Beyond Psychoanalysis）




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不同的其他心理动力学理论的常用方法是什么？


尽管弗洛伊德的洞察和技术是基础，但是现代的心理动力学疗法在内容和程序方面都已不同于经典的精神分析。应用最广的现代心理动力学疗法之一是人际心理治疗
 ，
它是关注于帮助来访者改善当前人际关系的心理治疗形式

 （Weissman，Markowitz和Klerman，2000）。在内容方面，治疗师不用自由联想，而是用IPT和来访者谈论他们人际交往中的行为和感受。他们尤其关注来访者的悲伤（对丧失所爱的过分强烈的反应）、角色纷争（role disputes）（与重要他人的冲突）、角色转变（role transitions）（生活状态的改变，如开始新工作、结婚或退休）或人际缺陷（interpersonal deficits）（缺少开始或维持人际关系的必要技巧）。治疗关注人际功能，基于的假设是，随着人际关系的改善，症状就会消退。

像IPT这样的现代心理动力学疗法在程序上也与经典精神分析不同。首先，在现代心理动力学疗法中，治疗师和来访者典型的坐法是面对面坐。此外，治疗也不密集，通常一周会面一次，持续数月而不是数年。与经典精神分析相比，现代心理动力学治疗师更可能将症状的缓解看作是适当的治疗目标（除了促进洞察力的目标之外）。而且除了解释，他们更可能提供支持或建议（Barber等，2013）。现在，治疗师可能也很少把来访者的陈述解释为潜意识中性冲动或攻击冲动的迹象。然而，其他概念，如移情和促进对潜意识加工的洞察，仍然是大多数心理动力学疗法的特征。弗洛伊德的躺椅影响深远。

尽管心理动力学疗法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并持续在多个国家广泛使用，但有关其有效性的证据还相当少。与认知行为疗法（后文将讲述）之类其他治疗方法的比较表明，心理动力学疗法并不那么有效（Watzke等，2012）。而且有证据表明，心理动力学疗法长期以来被认为有效的成分中有些实际上反倒可能是有害的。比如，研究表明治疗师对于知觉到的来访者的移情解释得越多，治疗联盟和临床效果就越差（Henry等，1994）。尽管有这样的发现，但也有证据表明长程心理动力学治疗（持续至少1年）比短程心理治疗更为有效（Leichsenring和Rabung，2008）。虽然心理动力学疗法已经不如从前应用得广泛，但很多心理学家仍然在实践中使用它，而且很多人说他们出现该方法很有帮助。


人本主义疗法和存在主义疗法



人本主义关于人性的观点与心理动力学观点有何不同？


人本主义疗法和存在主义疗法产生于20世纪中期，部分是作为反对精神分析对人性所持有的消极看法而产生的。人本主义疗法和存在主义疗法假定人性普遍是积极的，它们强调每个人的本性都倾向于追求自我提升。人本主义疗法和存在主义疗法都认为心理问题源自疏离感和孤独感，这些感受可以追溯到无法实现自己的潜能（人本主义的观点）或无法找到生活的意义（存在主义的观点）。尽管对这些疗法的兴趣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达到顶峰，但一些治疗师至今还在使用这些疗法。两种著名的疗法是以人为中心疗法（person-centered therapy）（人本主义取向）和格式塔疗法（gestalt therapy）（存在主义取向）。



以人为中心疗法




以人为中心疗法（或来访者中心疗法）
 
认为，所有人都趋向于成长，而且治疗师的接纳和真诚反应能够促进这种成长。

 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1902—1987）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创立了以人为中心疗法（Rogers，1951）。该疗法认为每个人都有资格决定自己的治疗目标，比如感到更加自信或做出生涯决定，甚至是治疗频次和时长。在这种非指导性的治疗中，治疗师往往对于来访者应该做什么不提供意见和建议，而只是意译来访者的话，映射来访者的想法和情绪（如“我想我听到你说……”）。以人为中心疗法相信来访者只要有足够的支持就会识别出正确的要做的事情。

罗杰斯鼓励以人为中心疗法的治疗师展现3种基本品质：真诚、共情和无条件的积极关注。真诚指在治疗关系中开放、诚实和表里如一，并确保治疗师在所有层面都传达相同的信息。例如，治疗师说的话、表情和身体语言都一定要传达相同的信息。当说“我想你的担心是有根据的”时就不能傻笑。共情是指不断尝试进入到来访者思考、感受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中去理解来访者。有趣的是，研究表明来访者越是说他们的治疗师是共情的，来访者和治疗师在那一时刻的生理唤醒水平就越相似（Marci等，2007），这表明共情的治疗师可能真的在感受一些来访者正在发生的感受。从来访者的角度看世界，可以使治疗师更好地领会来访者的忧虑、担心或恐惧。最后，治疗师一定要以无条件的积极关注来对待来访者，提供无评判的、温暖和接纳的氛围，让身处其中的来访者表达想法和感受时能感到安全。

以人为中心疗法的目标不是像精神分析那样揭示被压抑的冲突，而是努力理解来访者的体验，并以支持性的方式将这一体验反馈给来访者，激发来访者与生俱来的成长倾向。这种类型的治疗让人联想到精神分析鼓励来访者自由表达想法和感受的方式。



格式塔疗法



格式塔疗法是弗雷德里克·弗里茨·珀尔斯（Frederick“Fritz”Perls，1893—1970）和同事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创立的（Pens，Hefferkine和Goodman，1951）。格式塔疗法
 
的目标是帮助来访者觉察到自己的想法、行为、体验和感受，并“认领”（“own”）它们或为它们承担起责任。

 与以人为中心疗法一样，格式塔疗法也鼓励治疗师热情和热心地对待来访者。为了有助于促进来访者的觉察，格式塔治疗师也向来访者反馈他们对来访者的印象。

格式塔疗法重视在治疗过程中的特殊时刻所产生的体验和行为。例如，如果来访者正在谈论前一周发生的应激性事件，治疗师可能通过询问“当你描述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时，你有什么样的感受？”而把来访者的注意力转移到当前的体验中。这种技术被称为聚焦（focusing）。还会鼓励来访者将感受投入到行动中。这样做的方式之一是空椅技术（empty chair technique）。在这种技术中，来访者想象另一个人（如配偶、父母、同事）坐在空椅子上，就坐在来访者的正对面。然后来访者从这把椅子到那把椅子，来回变换位置，转换角色，扮演他/她会对另外那个人说什么，并扮演他/她想象的那个人会如何回应。格式塔技术始创时是心理治疗方法，但现在经常用于咨询或“生活教练”（life coaching），用来帮助人们为新的工作或家庭状况做准备（Grant，2008）。


行为疗法和认知疗法


与上述谈话疗法不同，行为疗法和认知疗法强调，主动改变当前的想法和行为，是减少或消除心理病理症状的途径。在心理治疗方法的演变过程中，来访者起初在精神分析中是躺着，然后在心理动力学及其相关疗法中是坐着，而在行为疗法和认知疗法中，则常常是站着并完成所布置的在日常生活中改变行为的家庭作业。



行为疗法




行为学家认为精神分析理念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衍生自他之前的其他治疗师所使用的催眠技术和其他技术，而行为疗法的创立则是基于早期行为学派心理学家的实验室研究结果。正如你在“心理学的科学之路”那章所读到的，行为学家拒绝接受以难以测查和不能直接观察的“看不见”的心理特征为基础的理论。行为学家发现精神分析理念特别难以测查：你如何知道人是否有潜意识冲突或者是否产生了洞察？相反，行为原理只关注可以观察的行为（如，拒绝乘坐飞机之类的对恐惧事物的回避）。行为疗法
 
假定失调行为是习得的，通过将明显适应不良的行为转变为更有建设性的行为就能缓解症状。

 基于你在“学习”那章所读到的学习原理，已经对很多心理障碍研发出各种行为治疗技术，包括操作性条件反射程序（关注强化和惩罚）和经典条件反射程序（关注消退）。这里介绍三种使用较多的行为治疗技术：


消除不受欢迎的行为。
 你如何改变3岁男孩在杂货店大发脾气的习惯？行为治疗师会弄清楚在发脾气之前和之后发生了什么：儿童是得到糖果“就闭嘴”吗？有关操作性条件反射的研究表明，行为受到结果（随后的强化或惩罚事件）的影响，调节结果或许有助于改变行为。使结果缺乏强化（不给糖果！）而且具有惩罚性（在杂货店面壁隔离一段时间，父母在附近观看而不是匆忙给予关注）就会消除问题行为。






行为疗法的治疗师会通过以隔离来停止强化的方法，处理儿童的乱发脾气。这是根据操作性条件反射的行为原理，并能确保儿童不会因为不受欢迎的行为而受到奖赏。




暴露疗法会如何帮助治疗对特定事物的害怕或恐惧？



促进所需要的行为。
 糖果和隔离对儿童的行为有很强的影响力，但对成人就没有那么奏效了。你如何让精神分裂症患者从事日常活动？如何让可卡因成瘾者停止吸毒？已证明在这些情况下有一种行为治疗技术相当有效，叫代币制（token economy）
 ，
就是出现想要的行为就给来访者“代用币”，他们之后可以用“代用币”购买奖品。

 比如，对于可卡因成瘾者，想要的行为是不使用可卡因。方法就是奖励有凭证的（通过尿样证实）不用可卡因的行为，奖品可用来兑换钱、汽车票、衣服等等，已经表明该方法能够显著减少可卡因的使用和相关心理问题（Petry，Alessi和Rash，2013）。类似方法也用于促进课堂上、工作场所和商业广告中受欢迎的行为（如航空公司和信用卡的奖励办法）。


减少不想要的情绪反应。
 减少恐惧最有力的方式之一是逐步暴露于所恐惧的事物或情境。暴露疗法（exposure therapy）
 
是指反复直接面对唤起情绪的刺激，直到最后情绪反应降低。

 这一技术借助的是习惯化和反应消退机制。例如，在克里斯廷的案例中，她的治疗师让她逐步暴露于给她带来强迫症状的事物（灰尘和细菌），随着反复暴露，痛苦变得越来越轻。对于害怕社会交往和不能上学或工作的来访者，行为治疗都可能包括这样的类似过程，首先暴露于想象的情境，在想象情境中先只与一个人简短交谈，然后与一个中等大小的小组交谈比较长的时间，最后对一群人演讲。现在已知，在真实生活中暴露比在想象中暴露更有效（Choy，Fyer和Lipsitz，2007）。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害怕社交情境，那这个人在社会交往中练习要比只是在想象中练习效果更好。行为治疗师使用暴露等级量表让来访者逐步暴露于害怕的事物或情境。来访者首先练习比较容易的情境，当恐惧减少，再进而练习比较难或更为可怕的情境（见表16.1）。



表16.1 社交恐惧的暴露等级量表








来自：Ellis（1991）



暴露疗法也能通过
暴露及反应预防

 的方式来帮助人们克服不想要的情绪和行为反应。例如，强迫症患者可能经常会想他们的手脏需要洗。尽管他们洗了又洗以寻求解脱，但是通过洗手只能暂时中止污染所带来的不适感受。在暴露及反应预防疗法中，可能要求他们在治疗中故意把手弄脏（先是触摸从地上捡起的硬币，然后触碰公共马桶，后来又触摸死老鼠），并让手在数小时里就这么脏着。他们可能只需要这样做几次，就可以打破循环，并从强迫性仪式中解脱出来（Foa等，2007）。






对担心在公共厕所受到感染的强迫症患者进行暴露治疗可能会布置这样的“家庭作业”：每周去三个这样的公共厕所，接触马桶然后不要洗手。





认知疗法




来访者如何将消极的自我印象重新建构成积极的？


行为疗法主要关注改变行为，而认知疗法（cognitive therapy）
 ，顾名思义，关注的是
帮助来访者识别并纠正有关自己、他人或世界的歪曲想法

 （Beck，2005）。例如，行为学家会将恐惧解释为经典条件反射的结果，比如被狗咬过，通过在狗和疼痛体验之间建立联系，就会因狗咬而形成对狗的恐惧。而认知理论家会强调对事件的解释，甚至认为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个体有关事件和所害怕的刺激的信念和假设引起了恐惧。在被狗咬的案例中，认知理论家可能关注新的或更为牢固的狗很危险的信念对恐惧的解释作用。

认知治疗师采用的主要技术叫认知重建（cognitive restructuring）
 ，这一治疗方法会
引导来访者质疑常常引发消极情绪的自动化的信念、假设和预言，并用更为现实和积极的信念来替代消极想法。

 特别是，会教来访者核查支持和反对某一特定信念的证据，或者教他们变得更能接受不想要但还可控的结果。例如，抑郁的来访者可能相信她是愚蠢的而且永远无法通过大学考试——这些都是基于一次不好的成绩。在这种情况下，治疗师会和来访者一起核查这一信念的有效性。治疗师会考虑相关的证据，如以前考试的成绩、其他课程的成绩和学习之外的聪明事例。可能来访者以前的课程从没有不好过，而且过去这门课程的成绩特别好。在这种情况下，治疗师会鼓励来访者在确定她是否真的“愚蠢”时全面考虑所有这些信息。表16.2展示了各种潜在的不合理想法，这些想法会引发愤怒、抑郁或焦虑之类不受欢迎的情绪。这些不合理信念如果不受到挑战并成为认知重建的潜在目标，就会使人遭受严重情绪问题的折磨。在治疗过程中，认知治疗师会帮助来访者辨别支持和不支持每种消极想法的证据，以便帮助来访者形成更能准确反映事情真实状态的适宜想法。换言之，治疗师会努力去除来访者看世界的昏暗镜片，目的不是代之以玫瑰色镜片，而是替换成清晰的镜片。通过下面这段简短的对话记录可以部分了解认知治疗的咨询过程是怎样的。



表16.2 常见不合理信念及其可能引发的情绪反应








来自：Ellis（1991）





治疗师：上周我请你想着记录令你感到非常抑郁的情境，至少每天记录1次，并且记录头脑中自动浮现的想法，你能做吗？





来访者：能。





治疗师：非常好。你今天带来了吗？





来访者：带来了，给您。





治疗师：太好了，很高兴你能完成这项作业。我们一起看一下，你记录的第一个情境是什么？





来访者：嗯……我周五晚上和朋友一起外出，我想这可能挺有意思，能让我觉得好点。但是我感到情绪低落。实际上，最终没和任何人说话，我只是坐在角落里，整晚都在喝酒，我喝醉了，在聚会上晕倒了。第二天醒来感到很难为情，比以前感到更加抑郁。





治疗师：是，这听起来像是个挺不容易的情境。那么，这个情境是，你喝了太多酒，晕倒了。情绪结果是抑郁。用0到100来打分，你给你抑郁情绪的强烈程度打多少分？





来访者：90。





治疗师：好的。你头脑中自动出现的想法是什么？





来访者：我不能控制自己。我永远也不能控制住自己。我的朋友认为我是个失败者，再也不想跟我一起出去了。





治疗师：好的，在这些想法中，哪一个让你感到最抑郁？





来访者：朋友认为我是个失败者，再也不想跟我一起出去了。





治疗师：好的，让我们花几分钟来关注这一点。你认为有什么证据支持这一想法？





来访者：哦……嗯……我确实喝醉了，所以他们只能认为我是个失败者。我的意思是，谁会那样做？





治疗师：好的，在这一栏里记下你的想法。还有吗？还有你认为支持那些想法的其他证据吗？





来访者：没有了。





治疗师：好吧。现在让我们花点时间想想，是否有证据不支持这些想法。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表明你的朋友没有认为你是个失败者，或者他们想跟你一起出去？





来访者：嗯……据说我晕倒时，有人取笑我，我的朋友们不让他们取笑。他们还把我安全送回了家，第二天还给我打电话，拿发生的事情开玩笑。我的朋友汤米说“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情况”，他想这周末还一起出去。





治疗师：好的，太好了。在下一栏把它写下来。这很有趣。所以，一方面，你感到郁闷，认为你是个失败者，你的朋友不喜欢你。但是，另一方面，你有一些非常真实的证据表明，尽管你喝得太多了，他们仍然在你身边，实际上，他们还想和你一起出去，对吗？





来访者：是，如果你那样想，我猜你是对的。我没有那样想。





治疗师：那么，如果现在我们用基于证据的更为适当的想法替换你的第一个看起来没有真实依据的想法，新的想法会是什么？





来访者：可能像这样，我那天喝醉了，可能让朋友不高兴了，因为那样，他们不得不照顾我，但是他们是我的朋友，他们陪伴我并且还想和我一起出去。





治疗师：做得非常好。我认为这听起来是准确的、有根据的，把它记在下一栏。用0—100来打分，你相信这个新想法的程度可以打多少分？





来访者：我想这确实是非常准确的，所以我想说95。





治疗师：想到这个新的更适当的想法而不是你的第一个想法，你会给自己的抑郁程度打多少分？





来访者：比之前低得多，可能40。我还是不高兴我喝醉了，但因为朋友感到的抑郁少多了。



除了试图将想法变得更为适当或准确的认知重建技术，认知疗法的治疗形式还包括应对不受欢迎的想法和感受的、很像冥想（见“意识”那章）的技术。治疗师会鼓励来访者关注对其产生困扰的想法或情绪，或让来访者采用冥想技术以获得新的关注点（Hofmann和Asmundson，2008）。在这类技术中，有一种称为正念冥想（mindfulness meditation）
 ，
是引导个体全然地存在于每个时刻，觉察自己的想法、感受和感觉，并在症状成为问题之前就察觉到。

 研究者发现正念冥想有助于预防抑郁复发。有研究表明，从抑郁中康复的人，接受基于正念冥想的认知治疗与接受常规治疗相比，在60周的评估期内，前者抑郁复发的可能性大约只是后者的一半（Teasdale，Segal，和Williams，2000）。



认知行为疗法




为什么大多数治疗师采用认知疗法和行为疗法相调和的策略？


在历史上，认知疗法和行为疗法曾被看作不同的治疗体系，有人一直沿用这样的区分，因而只采用行为技术或认知技术。如今，治疗师根据自己个人的风格和所处理问题的类型来确定采用认知技术和行为技术的程度。大多数治疗师采用
认知疗法和行为疗法相调和的策略

 来处理焦虑和抑郁，这通常被称作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
 。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技术认为，会存在人们用理性想法无法控制的行为，但是也有方法可以帮助人们更加理性地思考，这时想法也确实能起作用。与传统行为疗法和认知疗法相比，
CBT是关注问题的，

 意思是说它只对特定问题（如减少惊恐发作频率或抑郁发作之后重返工作）采用；而且
是行动取向的，

 意思是说治疗师努力帮助来访者选择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的特定行动策略。期望来访者做事情，如做暴露练习，练习改变行为的技巧，或是写日记监控相关症状（如，抑郁情绪的严重程度、惊恐发作的症状）。相比较而言，心理动力学或其他疗法则可能没有明确讨论目标或者没有明确达成一致目标，而且来访者唯一需要采取的行动就是参加治疗。

在有关来访者能知道什么的假设上，CBT也与心理动力学疗法形成鲜明对比。CBT是透明的，对来访者毫无保留。疗程最后，大多数来访者对他们所接受的治疗以及用来获得想要的改变的特定技术都有很好的理解。例如，害怕污染的强迫症患者，会很自信地知道如何面对公共厕所之类的恐惧情境以及为什么面对这种情境会有帮助。已发现认知行为疗法对很多心理障碍有效（Butler等，2006；见“科学热点”栏目）。已发现CBT对单相抑郁、广泛性焦虑障碍、惊恐障碍、社交恐怖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童年期抑郁和焦虑障碍有实质性疗效。CBT对婚姻问题、愤怒、躯体性症状障碍和慢性疼痛有中等但相对较低的疗效。


团体治疗：同时疗愈多人心智



什么时候最好选择团体治疗？


把心理病理学症状当作只影响一个个体的疾病是很自然的事情。例如，某个人得了“抑郁”或“焦虑”。然而，每个人都生活在他人的世界里，和他人的交往可能会加重甚至引发心理障碍。抑郁的人离开朋友和喜欢的人后可能会感到孤独，或者焦虑的人可能会担心来自父母的压力。这些观点提示，人们从心理障碍中康复的方式或许与得病的方式相同——不仅仅靠一个人的努力，而是通过社会互动过程。



夫妻治疗和家庭治疗



当一对夫妻“出现问题”时，两个人可能都会出现心理病症。更确切地说，可能是关系本身失调了。
夫妻治疗

 是指结婚、同居或者约会双方一起来治疗，通常是来解决他们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夫妻治疗通常用于因在关系中感到不幸福而寻求帮助的夫妇。在这种情况下，希望夫妻双方都来参加治疗，并且认为问题源于他们的互动，而非夫妻任何一方所致。治疗策略以改变双方为目标，关注的是如何打破他们反复出现的功能紊乱的关系模式。

有时候，有必要和更大的团体一起治疗。个体有问题——比如说，青少年滥用酒精——但可能问题的根源却是个体与家庭成员的关系。可能母亲自己就是酗酒者，她无形中鼓励儿子喝酒，而且父亲旅行在外、不照顾家庭。在这种情况下，治疗师用家庭治疗同时对全家人开展工作会更有用。家庭治疗是家庭成员共同参与的心理治疗。当儿童青少年出现问题时，家庭治疗特别有效（Masten，2000）。

在家庭治疗中，“来访者”是整个家庭。家庭治疗师认为，某个家庭成员表现出的问题行为是家庭功能紊乱的结果。例如，一个患有贪食症的青春期女孩，可能要与她的母亲、父亲和哥哥一起治疗。治疗师要努力了解家庭成员之间是如何相处的、家庭是如何组织的，以及家庭是如何随时间变化的。在和家庭讨论时，治疗师可能会发现，父母过度热心于女孩哥哥的运动生涯，使女孩试图通过控制体重变得“漂亮”，来获得父母的赞赏。夫妻治疗和家庭治疗都是至少两个人共同参与治疗，问题和解决办法都被看作是源自这些个体之间的互动而不是简单地源自任何一个个体。






家庭参加治疗的原因有多种，有时是为了帮助特定成员，有时是因为家庭中一个或多个关系存在问题。




科学热点 “重启”心理治疗


现代心理治疗的进步已经远远超过弗洛伊德及其进行自由联想的病人所处的时代。我们现在有更为高级的（sophisticated）治疗方法。这些方法以心理科学最新进展为基础，并且得到实验研究的支持：这些方法也确实减少了人们心理上的痛苦。但是，心理治疗方法在很多方面仍和当初一样，通常包括来访者与治疗师每周会面一次，治疗师尝试通过会谈解决心理障碍——就像最早期的心理治疗一样。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艾伦·凯兹丁（Alan Kazdin）和他的学生斯泰西·布拉泽（Stacey Blase）呼吁“重启”（rebooting）心理治疗研究和实践（Kazdin和Blase，2011）。他们认为，需要有一系列能体现最新技术进展的治疗途径。

尽管大多数心理治疗师仍用传统心理疗法为心理障碍患者提供治疗，但也有研究者在开发和测试评估和治疗心理障碍的新方法，这些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了最新技术。心理治疗激动人心的最新进展之一是计算机化的训练项目。例如，有研究提示信息加工方式的偏差会导致心理障碍。认知偏差矫正（Cognitive bias modification，CBM）是计算机化的干预方法，关注的就是消除这些偏差（MacLeod和Mathews，2012）。社交焦虑的人就会表现出对可怕信息的选择性注意（如，当呈现多张面孔时，他们有寻找愤怒面孔的自动化倾向）。在一种针对社交焦虑的CBM中，患者完成一项计算机化的训练项目。在这一训练中，反复给患者呈现成对的面孔，一张是愤怒的，另一张是中性的，在屏幕上非常快速地闪现（持续500毫秒）。成对闪现面孔后，在其中一张面孔后会出现字母“E”或“F”中的一个，患者的任务是指出出现的字母是“E”还是“F”。在CBM中，“E”或“F”总是或几乎总是出现在中性面孔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就会教会患者忽视愤怒面孔而注意中性面孔，这样就减少了他们注意危险面孔的倾向。这一训练的目的是拓展到面孔之外，减少对一般危险刺激的注意。在最近一次安慰剂对照实验中，埃尔达尔（Eldar）和同事（2012）最新发现4次CBM治疗显著减少焦虑儿童样本中的各种焦虑障碍症状。CBM已经在对多种不同心理障碍的治疗中进行了测试（Beard，Sawyer和Hofmann，2012），而且代表了治疗发展的令人鼓舞的新方向。然而，有一点很重要，CBM和很多新兴治疗方法一样，在最初的成功实验之后并未能重复出之前的结果（Enock和McNally，2013），这表明评审委员会还不会对这种新型治疗方法的有效性做出定论。

除了能够在诊所中使用的新的治疗方式，技术进步还让心理治疗师可以将诊所带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心理治疗师目前正在利用计算机、手机和可穿戴生物感应设备测量患者在现实生活中的实时体验，并远在诊所之外实施干预（如，利用短信提醒患者不要抽烟或练习上次治疗中学到的技巧）。“移动健康”（mobile health或mHealth）干预的发展一直非常令人振奋。然而，最新的一项综述发现，应用移动技术的干预方法半数以上没能证明有任何益处（Kaplan和Stone，2013）。所以，尽管便携式技术设备的发展为干预提供了大量新机会，但重要的是，心理学家要谨慎评估何者有助于增进健康，何者只是发烧友提供的无效治疗方式。






团体治疗




团体治疗的利弊是什么？


再进一步考虑，如果个体（或家庭）能受益于同心理治疗师的会谈，那么他们可能也会受益于同该治疗师的其他来访者交谈。这就是团体治疗
 。
在这一技术中，多个参与者（通常起初互不相识）在团体氛围中处理他们各自的问题。

 团体治疗的治疗师更多是作为讨论的引领者而不是个人的治疗师，通过与个体交谈和鼓励他们相互交谈来引导咨询过程。团体治疗通常用于有共同问题的人，如药物滥用，但也能用于有不同问题的人。

人们为什么选择团体治疗？一个好处是，和有相似问题的其他人参加同一个团体，可以让来访者看到不只是他们有痛苦。此外，团体成员会为彼此塑造适当的行为，并分享关于如何解决问题的见解。团体治疗通常和个体治疗一样有效（如，Jonsson和Hougaard，2008）。所以，从社会角度来看，团体治疗效率更高。

团体治疗也有不利之处。要召集一群有类似需求的人会比较困难。这对于CBT尤其是个问题，因为CBT倾向于关注抑郁或惊恐障碍之类特定问题。如果一个或多个小组成员有损于其他成员的治疗，团体治疗就可能成为问题。如果一些小组成员主导讨论，威胁到其他小组成员，或者让其他成员感到不舒服（如试图和其他成员约会），也可能出现问题。最后一点是，来访者在团体治疗中要比在个体心理治疗中得到的关注少。



自助团体与支持团体




自助和支持团体的利弊是什么？


团体治疗的重要分支概念是
自助团体和支持团体

 ，这些讨论团体关注某种特定的障碍或困难的生活经历，常常由自身也在为同样问题而抗争的人来运行。最有名的自助团体和支持团体是匿名戒酒互助社（Alcoholics Anonymous，AA）、匿名戒赌互助会（Gamblers Anonymous）和戒酒互助会（Al-Anon，支持酗酒问题者的家人和朋友的项目）。还有其他自助团体为癌症患者、孤独症儿童父母或有心境障碍、饮食障碍和物质滥用问题的人提供支持。事实上，几乎所有心理障碍都可以有自助团体和支持团体。除了节约成本，自助团体和支持团体还可以让人们意识到他们不是唯一有特定问题的人，并给他们机会根据个人的成功经验相互提供指导和支持。

然而，有些情况下，自助团体和支持团体会带来害处而不是好处。有些成员会干扰他人，或具有攻击性，或相互促成与治疗目的相反的行为（如，回避恐惧情境或用喝酒来应对）。有中等程度问题的人可能会受到有严重问题的人的影响，并会变得对某些症状过于敏感，而那些症状以前并不会让他们觉得受到困扰。因为自助团体和支持团体常常不是由受过训练的治疗师带领，所以适于评估这些小组或确保其质量的机制还很少。

AA在美国拥有超过200万成员，在世界各地有185000次团体会面（Mack，Franklin和Frances，2003）。其鼓励成员按照“12个步骤”实现终生禁酒的目标，步骤包括相信更高的力量，练习祈祷和冥想，以及弥补对他人的伤害。大多数成员每周参加几次团体会面，两次会面之间还能收到来自“主办者”的额外支持。已经开展的几项考察AA有效性的研究发现，参加AA比不参加AA的人更可能成功克服酗酒问题（Fiorentine，1999；Morgenstern等，1997）。然而，研究不支持AA的几项哲学信条。总的来说，我们知道AA项目是有用的，但尚未研究AA项目的哪些部分最有帮助。

总之，诸多心理治疗的社团形式揭示出人际关系对于我们每个人是多么重要。虽然可能并不一定清楚心理疗法是如何奏效的，一种方法是否比另一种方法好，或者应该用什么特定理论去理解问题是如何发生的，但是，清楚的是，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无论在个体治疗中还是在各种形式的团体治疗中——对于治疗心理障碍都是有用的。

小结



▲ 心理动力学疗法，包括精神分析，强调帮助来访者洞察潜意识冲突。传统精神分析每周治疗4到5次，来访者躺在沙发上进行自由联想。而现代心理动力学疗法每周治疗1次，治疗师是通过面对面互动和交流帮助来访者解决人际问题。





▲ 人本主义疗法（如以人为中心疗法）和存在主义疗法（如格式塔疗法）关注帮助人们发掘个人的价值感。





▲ 行为疗法运用学习原理解决特定行为问题。





▲ 认知疗法关注帮助人们改变对生活事件的看法，引导他们挑战非理性想法。





▲ 认知行为疗法（CBT）是认知疗法和行为疗法的融合，已表明其对很多心理障碍都有效。





▲ 团体治疗的对象是夫妻、家庭或为共同解决问题而聚在一起的来访者团体。





▲ 自助团体和支持团体，如AA，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很常见，但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






医学和生物学治疗：用物质改变脑以疗愈心智



自从有人发现重击头部会影响心智，人们就开始思考，直接干预脑可能是治愈心理障碍的关键。例如，考古证据表明，几千年前就偶见有人用穿颅术（trephining，在颅骨上钻孔）治病，可能是认为这样可以把影响心智的恶灵放出去（Alt等，1997）。现在外科方法是治疗心理障碍的最后一招，针对大脑的治疗通常不是激动人心的干预方法。在史前时代就发现有用药物干预大脑（例如，酒精就曾流行了很长时间）。从那以后，药物治疗在种类、效果和流行程度上不断增长，如今已成为治疗心理障碍最常用的医学方法（见图16.2）。






这是来自法国阿尔萨斯地区石器时代遗址（大约公元前5900—6200年）的有环形钻孔的颅骨。颅骨上被钻了两个孔，但从覆盖在洞孔之上的再生骨可以看出个体是能存活的（来自Alt等，1997）。千万不要在家中做这样的尝试。








图16.2 抗抑郁剂的使用情况。





精神科药物的流行近年来一路飙升。一项最新的政府报告表明，从1988年到2008年，抗抑郁剂的使用增加了400%[国家健康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2012]。这一增长可能是由于多方面原因，包括这些药物有效性数据的公布、不断努力向处方医生宣传这些药物，以及加大力度直接向消费者销售这些药物。图中数据表明，女性与男性相比，可能由于总体来说女性的发病率和治疗率都更高，因此女性使用抗抑郁剂的比率更高。




抗精神病药物


严重心理障碍的药物治疗始于20世纪50年代氯丙嗪（chlorpromazine）[商品名冬眠灵（Thorazine）]的使用。该药最初是作为止痛剂来研发的，但当给精神分裂症患者使用时，经常可以使他们变得愉悦和温顺，尽管他们之前狂躁而且无药可治（Barondes，2003）。氯丙嗪是一系列抗精神病药物
 中最先使用的一种，
它能治疗精神分裂症和相关精神病性障碍，

 并彻底改变了精神分裂症的控制方式。其他相关药物，如硫利达嗪（thioridazine）[甲硫哒嗪（Mellaril）]和氟哌啶醇（haloperidol，Haldol）是随后出现的。在采用抗精神病药物之前，精神分裂症患者常常表现出奇怪的症状，有时是破坏性的和难以控制的，保护他们（和其他人）的唯一方式是让他们住在为心理障碍患者开办的医院里，这种医院最初叫收容所（asylums），现在叫
精神病医院

 （见“现实世界”栏目“严重心理障碍的治疗”）。采用这些药物之后，精神病医院的患者数量减少三分之二。抗精神病药物使成千上万患者的去机构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成为可能，并且是心理药理学
 领域——
研究药物对心理状态和症状的影响

 ——的主要推动力量。


抗精神病药物有什么作用？


抗精神病药物被相信能阻断脑内部分区域的多巴胺受体，如中脑边缘区（mesolimbic area），以及被盖（tegmentum，在中脑）和各种皮层下结构之间的区域（见“神经科学与行为”那章）。药物能减弱这些区域的多巴胺活性。精神分裂症药物治疗的有效性引出多巴胺假说（在“心理障碍”那章表述过），提示精神分裂症可能是突触部位多巴胺过量所致。研究已经发现大脑中脑边缘区多巴胺活动过度确实与幻觉和妄想之类精神分裂症的怪异阳性症状有关（Marangell等，2003）。

尽管抗精神病药物对阳性症状非常有效，但其实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如情绪麻木和社交退缩，则可能与大脑中脑皮层区（mesocortical areas，连接被盖区和皮层的区域）多巴胺活动减低有关。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抗精神病药物不能有效缓解阴性症状。阴性症状需要的是增加突触部位多巴胺数量的药物，而不是阻断多巴胺受体的药物。这是药物治疗有广泛心理效应却不是作用于特定心理症状的很好的例子。


新的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有什么好处？


采用抗精神病药物之后，在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精神分裂症所用的治疗方法都没有什么改变。然而，20世纪90年代，开始采用一类新型抗精神病药物。这些新药，包括氯氮平（clozapine，Clozaril）、利司培酮（risperidone，Risperidal）和奥氮平（olanzapine）[再普乐（Zyprexa）]，已经成为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atypical antipsychotics，以前的药物现在常常被称为传统或典型抗精神病药物）。与以前的抗精神病药物不同，这些新药看来不仅影响多巴胺系统也影响5-羟色胺系统，阻断这两种类型的受体。阻断5-羟色胺受体的能力是有益的补充，因为大脑5-羟色胺活性增强与精神分裂症的一些核心症状有关，如认知和感知觉障碍（cognitive and perceptual disruptions），以及心境紊乱。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不仅对精神分裂症阳性症状至少和传统药物一样有效，而且还对阴性症状有相当好的效果（Bradford，Stroup和Lieberman，2002）。

和大多数药物一样，抗精神病药物也有副作用。副作用会让人非常不舒服，以至于有的患者中止用药，宁愿选择继续留有症状也不愿意选择用药。长期用药经常会出现的一种副作用是迟发型运动障碍（tardive dyskinesia），一种面颊、口唇和四肢不自主地运动的状态。实际上，患者常常需要服用另一种药物来治疗传统抗精神病药物的副作用。新型药物的副作用是不同的，有时比传统抗精神病药物的副作用温和。因此，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现在常常作为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一线药物（Meltzer，2013）。


现实世界 严重心理障碍的治疗




社会一直不是很清楚该如何对待严重心理障碍患者。从大量的历史记录来看，心理疾病患者曾遭受过虐待，流落街头沦为乞丐，或者更糟糕的是在监狱里饱受非人待遇。之后，由于18世纪的一项改革，以当时少数富人的私人“疯人院”为雏形，在英国和法国建立了公共收容所。





在北美，收容所运动的推动者最初是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宪法的签名者之一）医生，后来是心理健康改革者多萝西娅·迪克斯（Dorothea Dix）。迪克斯参观了马萨诸塞州的监狱和济贫院，并于1843年向立法机关汇报了广泛存在的对精神错乱者的残忍。她在北美和欧洲开创了非常有效的个人运动，最终使数以百计的精神病人收容所得以建立。





建立收容所可以鼓励人道的治疗，但却无法确保如此。因鼓动人心的贝德兰姆（bedlam，精神病院）一词而出名的伦敦圣玛丽伯利恒精神病医院（London’s St.Mary’s of Bethlehem Hospital）就是个典型，它甚至向观看被收容者的参观者收取费用，以此作为机构的盈利方式。一位在1753年去过这家人类动物园的参观者说，“令我大为震惊，我发现至少有100人，每人支付两个便士后，便被允许独自在病房中肆意妄为，拿可怜的住院者取笑和娱乐。”（Hitchcock，2005）。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只是从狱卒对疯癫囚犯的虐待转变成了收容所员工对精神病患者的虐待。对重症患者，常常根本就没有“治疗”，收容所关注的可不仅仅是监护（Jones，1972）。





收容所运动的这些不足最终导致了对心理健康治疗的另一项改革——20世纪60年代的去机构化运动。药物的出现可以帮助患者控制疾病并在医院外生活。随着肯尼迪政府为“社区心理健康服务”（community mental health）提供资金，美国各地的很多精神病医院被关闭。数千名患者接受了培训，包括购物、做饭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否则无法应对出院后的生活。之前收容所里的病人被送回家中或者安置在寄养家庭或集体公寓，但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被释放出去却无处可去，最终变成无家可归。除了最难治的病人，治疗的管理都交给社区心理健康中心。该中心作为辅助机构，必要时提供急诊住院治疗，但主要提供门诊治疗，并为患者在社区的生活提供帮助（Levine，1981）。





这一试验有效吗？一方面，开始实行去机构化以来，一些重症患者的治疗得到改善，帮助患者管理院外生活的基本药物得到细化和改进；另一方面，精神病医院的条件和治疗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与你在电影里看到的相反，精神科病房和医院实际看起来就像综合医院的诊疗大楼一样。





然而，在医院的院墙外，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停止了对社区心理健康中心网络的联邦资助，州立项目和私营看护服务机构（private managed care providers）又没有弥补上差额（Cutler，Bevilacqua和McFarland，2003）。所以，尽管去机构化使严重心理疾病患者从收容所中出来，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是很多患者最终还是流落街头、无家可归、穷困潦倒和担惊受怕。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对于严重心理疾病患者的治疗得到了改善，但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抗焦虑药物



开抗焦虑药处方要谨慎的原因是什么？



抗焦虑药物
 是
有助于减少个体恐惧或焦虑体验的药物。

 最常见的抗焦虑药物是苯二氮卓类药物（benzodiazepines），是增进神经递质γ-氨基丁酸（GABA）作用的一类镇静剂。正如你在“神经科学与行为”那章所看到的，GABA抑制脑内某些神经元，这种抑制效应会对人产生镇静作用。常用的苯二氮卓类药物包括安定（diazepam，Valium）、劳拉西泮（lorazepam）[安定文（Ativan）]和阿普唑仑（alprazolam）[相呐斯（Xanax）]。苯二氮卓类药物通常在几分钟内生效，能有效缓解焦虑障碍的症状（Roy-Byrne和Cowley，2002）。

尽管如此，最近医生开苯二氮卓类药物的处方时还是相当谨慎的。首先需要关注的是，这些药物有潜在的滥用可能。它们常常与药物耐受的发生有关。耐受后就需要在长时间使用时随时间加大剂量才能得到相同的效果（见“意识”那章）。而且，对药物耐受之后，停药时就可能有明显的戒断症状。戒断症状包括心率加快、震颤、失眠、躁动和焦虑——这些就是药物被撤除时的症状！所以，长期服用苯二氮卓类药物的人脱离这些药物时会比较困难，应该逐渐停药，尽可能减少戒断症状（Schatzberg，Cole和DeBattista，2003）。开苯二氮卓类药物处方还需要考虑的是它们的副作用。尽管苯二氮卓类药物对协调性和记忆有负面影响，但最常见的副作用还是嗜睡。而且，苯二氮卓类药物与含酒精的饮品共同使用时会抑制呼吸，有潜在的引发意外死亡的可能性。

当焦虑引发失眠时，安眠药之类的药物有助于睡眠。此类药物之一是唑吡坦（zolpidem）[安比恩（Ambien）]，应用广泛而且通常有效，但有报道称，服用这种药物后可能出现走路、吃饭甚至开车时睡着的情况（Hughes，2007）。针对焦虑的另一种药物是丁螺环酮（buspirone）[布斯帕（Buspar）]，已有证据表明该药能够降低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的焦虑（Roy-Byrne和Cowley，2002）。


抗抑郁剂和心境稳定剂



抗抑郁剂
 是
有助于提升心境的一类药物。

 这类药物最早是在20世纪50年代，当发现曾经是治疗肺结核药物的异烟酰异丙肼（iproniazid）可以提升心境时，开始推广使用的（Selikoff，Robitzek和Ornstein，1952）。异烟酰异丙肼是
单胺氧化酶抑制剂

 （monoamine oxidase inhibitor，MAOI），能阻止单胺氧化酶分解去甲肾上腺素、5-羟色胺和多巴胺等神经递质。但是，尽管单胺氧化酶抑制剂有这样的作用，也很少使用。单胺氧化酶抑制剂的副作用，如嗜睡和性欲减退，通常令人难以忍受，而且这类药可以和包括非处方感冒药在内的其他很多药物发生反应。当和含有酪胺的食物共同食用时，它们可能会使血压升高到危险程度。酪胺是乳酪、豆类、陈年肉类、豆制品和生啤酒中的蛋白质分解时产生的正常物质。






如果你看电视，你会看到一些药物的广告。电视直销广告真的有效吗？当然有效！最近有项研究让人扮演患者到内科医生诊室要求开特定药物，结果患者的要求对医生的行为产生很大影响：那些要求开特定药物的人比那些没有要求的人更可能得到处方（Kravitz等，2005）。



第二类抗抑郁剂是三环类抗抑郁剂（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它也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使用的。这类药包括丙咪嗪（imipramine）[妥富脑（Tofranil）]和阿密曲替林（amitriptyline）[盐酸阿米替林（Elavil）]。这类药物阻断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的再摄取，所以会增加神经元突触间隙的神经递质数量。三环类抗抑郁剂最常见的副作用包括口干、便秘、排尿困难、视物模糊和心跳加速（Marangell等，2003）。尽管医生还在开这些药，但由于副作用，它们现在的使用率已经比以前少多了。


现在最常用的抗抑郁剂是什么？它们如何发挥作用？


如今最常用的抗抑郁剂有
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

 （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或SSRIs，包括氟西汀（fluoxetine）[百忧解（Prozac）]、西酞普兰（citalopram，Celexa）和帕罗西汀（paroxetine，Paxil）。SSRIs通过阻断脑内5-羟色胺的再摄取来产生效应，这样可以使神经元之间的突触间隙有更多能发挥作用的5-羟色胺。突触中可利用的5-羟色胺越多，神经元就越有机会“识别”和利用这一神经递质来发送信号。研发SSRIs所基于的假说是，5-羟色胺水平低与抑郁有因果关系。SSRIs对抑郁有效，也对很多其他问题有效，都表明支持这一假说。SSRIs之所以被称为是选择性的，是因为它们不像三环类抗抑郁剂作用于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系统，而是更为特异性地作用于5-羟色胺系统（见图16.3）。

终于，郁复伸（Effexor）[文拉法辛（venlafaxine）]和安非他酮（Wellbutrin，bupropion）提供了不同的选择。郁复伸是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serotonin and norepinephrine reuptape inhibitor，SNRI）中的一例。SSRIs只作用于5-羟色胺，而SNRIs作用于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相比之下，安非他酮是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的再摄取抑制剂。这些药物和其他新研发的抗抑郁剂比三环类抗抑郁剂和MAOIs的副作用少（或者至少是不同）。






图16.3 抗抑郁剂的作用。





抗抑郁剂，如MAOIs、SSRIs和三环类抗抑郁剂，通过抑制分解和阻断再摄取，作用于5-羟色胺、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之类神经递质。这些作用使神经递质可以释放得更多，并且使突触间隙留有更多的神经递质，以激活突触后神经元受体位点。这些药物缓解抑郁并通常能减轻焦虑和其他心理障碍的症状。




为什么抗抑郁剂不用于双相障碍？


大多数抗抑郁剂要服用1个月才能开始对心境产生作用。除了缓解抑郁症状，几乎所有抗抑郁剂都对焦虑障碍有效，而且其中很多药还能解决其他问题，比如进食障碍。实际上，生产SSRIs的几家公司已经将这些药物作为治疗焦虑障碍的药物而不是因其抗抑郁效果来销售。尽管抗抑郁剂对重症抑郁有效，但不推荐用它们治疗双相障碍，双相障碍的特点是躁狂或轻度躁狂发作（见“心理障碍”那章）。不用抗抑郁剂是因为在提升心境的过程中，实际可能引发双相障碍患者的躁狂发作。而双相障碍是用心境稳定剂（mood stabilizers）治疗。它们是用于抑制心境在狂躁和抑郁之间波动的药物。常用的心境稳定剂有锂（lithium）和丙戊酸钠（valproate）。即使对单相抑郁症，对于单独用抗抑郁剂无效的患者，锂和传统抗抑郁剂联合使用有时也会有效。

锂可能与肾脏和甲状腺的长期损害有关，所以，服用锂的患者必须定期监测血中锂的水平。而且，锂有精确的对人体有益的浓度范围，这是应该通过血液化验密切监测其水平的另一个原因。相比之下，丙戊酸钠则不需要这样认真地进行血液监测。尽管丙戊酸钠也会有副作用，但它目前在美国是治疗双相障碍最常用的药物（Schatzberg等，2003）。总之，虽然抗抑郁剂对很多不同的心理障碍有效，但当患者的症状是像双相障碍这样在上下两极之间波动时，就要用心境稳定剂。


草药和天然产品



为什么用草药治疗？它们有实际效果吗？


一项对2000多美国人的调查报告显示，7%有焦虑障碍的人和9%有严重抑郁症的人在用草药、大剂量维生素、顺势疗法（homeopathic remedies）或自然疗法（naturopathic remedies）替代药物疗法来治疗这些障碍（Kessler等，2001）。患者用这些产品的主要原因是它们很容易在柜台买到，也比较便宜，而且被视为合成或人造药物的“天然”替代品。草药和天然产品治疗心理健康问题有效吗？还是只是骗人的“万灵油”（snake oil）？

回答这个问题可不是简单的事情。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the U.S.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之类的管理机构认为草药制品不是药物，所以没有对它们进行缜密的研究以建立其安全标准和有效性标准。草药制品被归类为营养补充品，和食品的管理方式相同。有关草药制品的科学信息很少，包括与其他药物可能产生的相互作用、可能产生的耐受性和戒断症状、副作用、适当的剂量、如何产生作用，甚至是否有作用——不同品牌的制品纯度常常各不相同（Jordan，Cunningham和Manes，2010）。

有研究支持有些草药和天然产品有效，但并不是压倒性证据（Lake，2009）。肌醇（inositol，一种麸糠衍生物）、卡瓦胡椒（kava，一种和黑胡椒有关的草药）、ω-3脂肪酸（omega-3 fatty acid，一种鱼油）和S腺苷蛋氨酸（SAM-e，一种氨基酸衍生物）被当作健康食品销售，并被描述为具有各种积极的心理效应，但证据混杂。例如，圣约翰草（St.John’s wort，一种草，其实是草药），有研究表明其效果优于安慰剂[如，金丝桃属植物抗抑郁成分试验研究小组（Hypericum Depression Trial Study Group），2002]。ω-3脂肪酸与抑郁和自杀率低有关，几项治疗研究已经反复证明，ω-3脂肪酸在减轻抑郁方面优于安慰剂（见图16.4；Lewis等，2011；Parker.Gibson，等，2006）。总的来说，草药疗法虽然值得继续研究，但在对这些制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有更多了解之前，应该受到密切监管并审慎使用。


药物治疗与心理治疗相结合







图16.4 ω-3脂肪酸与抑郁。





最近的研究表明ω-3脂肪酸的消费与各种对心理健康的积极效果有关。如，乔·希本（Joe Hibbeln，1998）的研究表明，消费鱼油（ω-3脂肪酸的主要食物来源）较多的国家抑郁的发生率明显较低。



既然已表明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都能有效治疗心理障碍，那接下来自然要问的是：哪一种更有效？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相结合是否比各自单独使用更有效？很多研究已经比较了心理治疗、药物治疗以及这些方法的结合对心理障碍的效果。这些研究的结果往往取决于所针对的特定障碍。如，对精神分裂症和双相障碍，研究者发现药物治疗比心理治疗更有效，因此认为药物治疗是治疗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最近的研究倾向于考查补充社会技能训练或认知行为治疗之类的心理治疗是否有帮助（的确会有帮助）。对于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药物和心理治疗效果相同。一项研究比较了认知行为疗法、丙咪嗪（一种也称为盐酸丙咪嗪的抗抑郁剂）、这两种疗法的结合（CBT加丙咪嗪）以及安慰剂（服用一种惰性药物）对惊恐障碍的治疗（Barlow等，2000）。经过12周的治疗，单独采用CBT或单独使用丙咪嗪都比安慰剂的效果好，CBT加丙咪嗪的响应率（response rate）也比安慰剂高，但都不显著优于单独用CBT治疗或单独用丙咪嗪治疗。换句话说，任何一种治疗都比不治疗要好，但综合治疗与任何一种治疗相比，都没有更加显著的效果（见图16.5），可见越多不一定越好。






图16.5 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对惊恐障碍的有效性。





一项CBT和药物（丙咪嗪）治疗惊恐障碍的研究发现，尽管CBT、药物以及CBT与药物相结合的疗法都比安慰剂的效果好，但从短期效果来看，三种治疗形式之间没有显著差异（Barlow等，2000）。




其他声音 诊断：人




人们应该多接受心理治疗还是药物治疗？或者哪个应该少一些？一方面，数据表明大多数心理障碍患者没有接受治疗，而且未经治疗的心理障碍是痛苦和苦难的巨大源头。另一方面，有人认为，我们太急于给正常人的行为贴上“失调”的标签，太愿意用药物治疗令我们感到不适的行为、想法或感受。特德·噶普（Ted Gup）是这些人之一，以下是他发表在2013年4月3日纽约时报上、标题为《诊断：人》的专栏文章。





目前有11%（相当于640万）的学龄儿童被诊断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这一新闻令我心生寒意。我的儿子戴维（David）就是被给予这一诊断的儿童之一。





当时，他在一年级。的确，有精神科医生甚至在给他看病之前就给他开了药。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在他用药之前，他甚至不会给他看病。一年里，我拒绝到药房按处方取药。最后，我心软了。所以，戴维持续服用利他林（Ritalin），然后是阿得拉（Adderall）以及其他据说有助于改变状况的药物。





换个时代，戴维可能被称为动作粗暴（rambunctious）。对于他的身体来说，他的能量有点太大。所以，他会在沙发上跳，跳着去够天花板，并通过美好的爆发展示出充沛的生命力。





21岁，大学高年级时，他被发现躺在房间的地板上，死于致命的酒精和毒品的混合服用。日期是2011年10月18日。没有人让他服用海洛因（heroin）和酒精，但我忍不住要让自己和别人来承担责任。我不知不觉地和制度体系一起共谋了这一事件，贬低谈话治疗，迫不及待地使用药物，无意中传递了完全可以接受自行用药的信息。





我的儿子不是天使（尽管他对我们来说是），而且据说他在销售阿得拉，在那些太渴望染指于毒品的同学中建立了毒品分销市场。不能原谅他所做的，但是应该理解他所做的。他所做的是创立了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完全反映了他在其中成长的社会和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大型制药公司因在适应症之外使用药物而昌盛，常常不在儿童中进行测试，并且用于很多没被批准的用途。





因此，在鼓励药物治疗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学生，在教室中模仿专业人员，将毒品用作学业增强剂。我们想知道为什么他们如此放任地使用毒品。正如所有父母都知道的——在他们懊悔时——我们的孩子不仅在教室里上学也在家里上学，他们作为青少年和青年为自己建构的文化正是对他们儿时被引入的文化的模仿。





随意用药和过度诊断的问题远比多动症的影响深远。美国精神病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APA）将于5月出版其《DSM-5》，即《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它被称为专业人士的圣经。它的最新版本，和以前的一样，不仅仅是这个专业的窗口，也是它所服务的文化的窗口，这二者都在反映并塑造着社会准则（例如，直到20世纪70年代，同性恋还被归类为精神疾病）。





新的、比较有争议的规定之一是将抑郁症扩展到包含某些形式的悲伤。表面看来这是有意义的。悲伤常常表现出抑郁症的所有指征——丧失生活兴趣、食欲减退、睡眠模式不规律、功能下降等。但是，正如其他人所观察到的，这些同样的症状也恰恰是悲伤本身的标志。





我们的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广播电视和媒体就是一个巨大的药品商场，声称可以解决一切，从睡眠到性。我担心作为人本身很快会成为一种疾病。似乎我们正在试图遏制悲伤和像我所经历的丧失所带来的绝对痛苦。我们已经变得与生死的模式越来越分离和疏远，我们为自己人性的混乱、老化和最终的死亡而感到不适。





挑战和困难已经被病理化和货币化。不增强我们的应对技能，却破坏它，并且寻求根本不存在的捷径，削弱我们每个人在生命中某个时刻必须仗持的韧性。将悲伤诊断为抑郁症的一部分，恰恰是在冒取消悲伤合法地位的真正风险，悲伤是最具人性的——是我们的爱和彼此依恋的纽带。DSM的新条目无法通过给悲伤命名或把它细分来抑制它，也不会使之更不令人恐惧或更容易处理。





DSM一定知道一颗破碎的心不是疾病，药物治疗不适合用来弥补眼泪。时间不能治愈所有创伤，愈合只是谎言，上帝从来不让我们承受我们不能承受的这一观念也是谎言。忍受难以忍受的，有时正是生活对我们的要求。





但即使在我如此强烈的痛苦中也有甜蜜。那就是让我感到还和儿子在一起的事情。是的，即使在痛苦中也有抚慰。到时我会让痛苦过去，不参照DSM，也不借助一粒药物。





在对心理障碍的命名和治疗上我们是否走得太远？或是我们走得还不够远？我们如何能确信我们不是在治疗正常行为，同时又确保给真正遭受心理障碍痛苦的人以帮助？





内容来自2013年4月3日《纽约时报》。



既然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都有效，那就有一个问题，它们是否通过相似的机制产生效果。一项研究分别检测了社交恐怖症患者用西酞普兰（一种SSRI）和CBT治疗时的脑血流模式（Furmark等，2002）。两组被试都被告知不久他们可能不得不当众讲话。在这一挑战中，两组中对治疗有响应的人，杏仁核、海马和邻近皮质区域都表现出相似的激活减弱（见图16.6）。杏仁核在靠近海马的位置（见图6.18），在对情绪信息的记忆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发现表明，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都影响与恐惧反应有关的脑区。虽然可能看起来影响大脑的事件是生理的——毕竟，大脑是个生物体——但重要的是要记住，在环境中的学习经验，如心理治疗，对大脑有相似的影响。






图16.6 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对脑的影响。





对社交恐怖症患者的PET扫描显示，他们接受CBT（左图）和西酞普兰，一种SSRI（右图），治疗后，杏仁核-海马区的激活有相似的减弱（来自Furmark等，2002）。（见插页）




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是通过相似的机制产生作用吗？


在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相结合的治疗过程中，一个复杂的问题是，这些治疗常常由不同的人提供。精神科医生是在医学院校接受的药物治疗的训练（他们可能也提供心理治疗），而心理治疗师提供心理治疗但不提供药物治疗。这就意味着，协调的治疗常常需要心理治疗师和精神科医生之间的相互合作。

心理治疗师是否应该被授权开药物处方的问题一直是心理学家和医生之间争论的问题（Fox等，2009）。目前虽然只有路易斯安那州和新墨西哥州允许有执照并受过专门训练的心理治疗师有处方权，但已经又有9个州正在考虑这个问题（Munsey，2008）。反对者认为心理治疗师没有受过医学训练，不懂治疗药物与其他药物的相互作用。支持授予处方权者则认为只要建立了严格的培训程序就不会损害患者的安全。这个问题仍然是争论的焦点。目前，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的协调应用通常需要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团队合作。


非药物治疗的生物学疗法



如果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都失败的话，患者要向何者求助？


药物治疗是一种有效的生物学疗法，但药物治疗对有些人不起作用或副作用无法忍受。如果心理治疗对这样的患者也没有效果，他们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可以缓解症状呢？还有一些有帮助的其他方法，但有些是有风险的或缺乏了解的。

常用的一种治疗严重心理障碍的生物学方法是电休克疗法（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ECT）
 ，有时称为
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是向大脑传送电击诱发短暂癫痫发作的疗法。

 对患者头部的电击不能超过1秒。虽然ECT也可用于治疗双相障碍，但主要用于治疗对抗抑郁剂治疗没有反应的严重抑郁症患者（Khalid等，2008；Poon等，2012）。患者要预先使用肌肉松弛剂并且要全身麻醉，所以他们意识不到操作过程。ECT的主要副作用是对短期记忆的损害，通常治疗结束后一或两个月可以改善。此外，进行这种治疗的患者有时报告头痛和后来出现肌肉痛（Marangell等，2003）。尽管有这些副作用，治疗还是有效的。ECT比模拟ECT、安慰剂以及三环类和MAOIs类抗抑郁剂的效果都更好（Pagnin等，2008）。






经颅磁刺激（TMS）是激动人心的新技术，可以让研究者和治疗师使用磁力棒改变大脑活动而无需手术。



另一项不用药物的生物学方法是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magnetic stimulation，TMS）
 ，
是在头皮放置强大脉冲磁体改变大脑神经元活动的疗法。

 作为抑郁症的治疗方法，磁体要放置在眼眶左侧或右侧的正上方，尽量刺激左侧或右侧前额叶皮层（与抑郁有关的脑区）。TMS的开发是令人振奋的，因为它是无创的，而且比ECT（见“神经科学与行为”那章）的副作用少。TMS副作用是最少的，虽然有轻微的头痛和很小的癫痫发作的风险，但对记忆和专注力没有影响。对于那些对药物治疗没有反应的抑郁症患者，TMS治疗特别有效（Avery等，2009）。事实上，比较TMS和ECT的研究发现，两种方法都有效，它们之间没有显著差异（Janicak等，2002）。其他研究发现TMS也可以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幻听（Aleman，Sommer和Kahn，2007）。


光疗（phototherapy）
 ，
反复暴露于明亮光线下的治疗方法，

 可能对有季节性发作模式的抑郁症有帮助。这可能包括季节性情感障碍患者（SAD；见“心理障碍”那章）或者只在冬季由于缺少阳光才有抑郁体验的人。一般的做法是，使用专门为此设计的灯，让患者早晨暴露于此灯光中。还没有像对心理治疗或药物治疗那样对光疗很好地进行研究，但少量研究表明，在治疗SAD时，它和抗抑郁剂的治疗效果相似（Thaler等，2011）。

在极少数情况下，精神外科疗法（psychosurgery）
 ，
对特定脑区的手术损毁，会用来治疗心理障碍。

 精神外科在历史上是有争议的，它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葡萄牙医生埃加斯·莫尼兹（Egas Moniz，1874—1955）发明的脑叶切除术。莫尼兹在发现对动物脑进行的一些手术可以使其行为变得安静之后，开始对狂暴或躁动患者使用相似的技术。脑叶切除术是通过患者眼窝或在头部侧面钻孔向脑内插入仪器，目的是切断前额叶与已知同情绪有关的丘脑等脑内结构之间的连接。虽然有些脑叶切除术的结果非常成功，而且莫尼兹1949年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明显的副作用，如极度的嗜睡和孩子般的任性，削弱了这些好处。脑叶切除术被广泛使用了多年，留下了很多饱受这些永久副作用之苦的患者，因此，一直有运动挑战莫尼兹所获的诺贝尔奖。20世纪50年代研发的抗精神病药物为治疗狂暴患者提供了安全方法，并结束了脑叶切除术的应用（Swayze，1995）。

精神外科疗法现在很少使用，只在没有任何其他有效干预方法，病人又对疾病症状无法忍受时，才用于极其严重的病例。例如，精神外科治疗有时用于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都无效、日常生活功能完全受损的严重强迫症患者。与脑叶切除术早期应用时，脑组织的广泛区域受到损毁不同，现代精神外科疗法是为了阻断已知与强迫症状有关的大脑回路，能非常精确地损毁脑组织，精确性的提高能产生更好的效果。例如，治疗（包括多个疗程的药物治疗和认知行为治疗）无效的强迫症患者可能受益于称为
扣带回切开术（cingulotomy）和内囊前肢毁损术（anterior capsulotomy）

 的特定外科治疗。扣带回切开术是对部分胼胝体（见图3.18）和扣带回（胼胝体正上方的隆起）的损毁。内囊前肢毁损术是制造小的损害以损坏尾状核（caudate nucleus）和壳核（putamen）之间的通路。因为精神外科疗法的病例数量相对较少，所以对这些技术的研究不像对其他疗法那么多。但是，已有的研究表明，精神外科疗法的代表性效果是对短期和长期严重强迫症患者都有实质性的改善（Csigo等，2010；van Vliet等，2013）。

最后一种方法叫
脑深部电刺激

 （deep brain stimulation，DBS），是综合使用精神外科方法和电流（如同在ECT和TMS中）。在DBS中，刚刚最新研发出的一种疗法，是将用电池供电的小设备植入体内，向已知与所要治疗的障碍有关的特定脑区发送电刺激。这一技术已被成功用于对强迫症的治疗（Abelson等，2009），并能为各种神经疾病患者提供帮助。已有证据表明，伴随帕金森病的震颤能够用这种方法治疗（Perlmutter和Mink，2006），一些没有其他办法治疗的严重抑郁症也同样可以使用（Mayberg等，2005）。早期，精神外科疗法被看作是治疗心理障碍的最后手段，然而这个观点正在被一个谨慎的希望所替代，那就是关注治疗已知在某些心理障碍中功能异常的大脑回路的新方法，已经取得有益的效果（Ressler和Mayberg，2007）。

小结



▲ 药物治疗已经被用来治疗很多心理障碍，包括抗精神病药物（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和精神病性障碍）、抗焦虑药物（用于治疗焦虑障碍）和抗抑郁剂（用于治疗抑郁和相关障碍）。





▲ 药物治疗常常和心理治疗相结合。





▲ 其他生物医学疗法包括电休克疗法（ECT）、经颅磁刺激（TMS）和精神外科疗法——最后一种用于其他方法无计可施的极端案例。






治疗的有效性：更好还是更坏



回头来想本章开头的克里斯廷和死老鼠。如果不对克里斯廷用暴露及反应预防疗法，而是用精神分析或精神外科疗法，会怎样？用这些方法治疗她的强迫症会同样有效（和合理）吗？在本章，我们已经探讨了各种能够帮助人们治疗心理障碍的心理学和生物学疗法，但是这些疗法有实际效果吗？哪些方法比其他方法的效果更好些？

正如你在“心理学研究方法”那章中学到的，确定一种效应的特异性原因是很困难的。由于对治疗方法的许多评价很不科学，这种考察工作就更加困难，往往只是凭借注意到有改善（或没有改善，或者症状甚至变得更加严重），并且基于简单的观察就得出结论。治疗有效性的测查可能被假象所误导，只有通过仔细和科学的评估才能识破这些假象。


治疗的假象



三种治疗的假象是什么？


想象你得了病，医生说：“吃药吧。”你遵照医生的处方吃药，病好了。你的康复要归功于什么？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你会得出结论说是药物治愈了你。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但至少还有三种其他解释：也许不管怎样你都会康复；也许药物不是在你康复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成分；或者也许你康复之后，你错误地记成你曾经病得比实际情况严重。这些可能性指出了三种可能存在的治疗假象：自然缓解、安慰剂效应和重构性记忆所造成的假象。



自然缓解





自然缓解

 （natural improvement）是症状回到平均或平常水平的趋势。当无论如何你都会好起来，而你却错误地得出结论说是治疗使你好转时，就会发生这种假象。当症状极为严重时，人们通常都会寻求心理治疗或药物治疗。在这种情况下，来访者的症状常常无论是否接受治疗都会有改善。当你跌至谷底时，除了向上移动你别无去处。例如，在大多数情况下，严重得足以使个体寻求治疗的抑郁在几个月内都会倾向于改善，
无论他们做什么。

 因抑郁而寻求心理治疗的人，可能会产生治疗有效的错觉，是因为治疗过程和疾病的典型病程以及人天生具有的自愈倾向恰好巧合了。我们如何能知道改变是治疗的结果还是自然缓解的结果呢？正如在“心理学研究方法”那章所讨论的，我们可以做实验，在实验中安排一半抑郁症患者接受治疗，而另一半患者不接受治疗，然后记录他们随时间所发生的变化，看看是否接受治疗的患者实际表现出了更大程度的好转。正如下文所详述的，研究者恰恰就是这样检验不同干预方法的效果。



安慰剂效应



康复也可能
是非特异性治疗效应

 （nonspecific treatment effects）所产生的结果，这种效应与被认为有效的特定治疗机制无关。例如，可能只是因为开药的医生是一个令人愉快和满怀希望的人，他/她给来访者带来希望，并让来访者乐观地认为事情会改善。来访者和医生一样，都可能把来访者的改善归因于药物对脑的作用。然而真正发挥作用的成分却是来访者与医生之间温暖人心的关系或其被改善了的人生观。

只是知道你在接受治疗就能有非特异性治疗效应。安慰剂能产生积极影响就是这样的例子。安慰剂
 
是被用来期望产生康复反应的一种惰性物质或操作过程。

 例如，如果你吃不含任何治疗头痛的止痛成分的糖片，却以为它是泰诺（Tylenol）或阿司匹林，这个糖片就是安慰剂。安慰剂对心理治疗有意义深远的影响。研究表明，很大比例的焦虑、抑郁以及其他情绪和生理问题用安慰剂治疗后都有显著改善（见“现实世界”栏目：“这是你的大脑安慰剂效应”第766页）。






图16.7 抗抑郁剂与安慰剂对抑郁症的治疗。





来自6项不同研究的总计713名抑郁患者，服用药物治疗抑郁。随机给予一半患者抗抑郁药物治疗（ADM），给予另一半安慰剂。重要的是，被试不知道他们服用的是抗抑郁剂还是只是安慰剂。对于轻度或中度抑郁患者，用汉密尔顿抑郁评定量表（the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HDRS）测量，抗抑郁剂的效果不比安慰剂好。但是，对于严重抑郁患者，抗抑郁剂治疗的改善效果比安慰剂好得多。圆圈大小代表每个点上有数据的患者的数量（来自Fournier等，2010）。



最近一项研究比较了被随机给抗抑郁剂或安慰剂的713名患者抑郁症状的减轻情况（Fournier等，2010）。接受药物治疗的被试，经过治疗，症状的减轻令人振奋。但是，服用安慰剂的人也是同样的结果。仔细分析数据发现，在减低症状方面，对轻度或中度抑郁患者来说，安慰剂和抗抑郁剂同样有效；只有在治疗严重抑郁时，抗抑郁剂比安慰剂的效果更好（见图16.7）



重构性记忆



当来访者用记忆重构最初症状时，如果好转的动机使重构出来的症状出现错误，就会出现第三种治疗假象。当你把实际情况记错了：错误地认为，你治疗之前的症状比实际情况严重，你就可能认为你已经因为治疗而好转了。这种倾向最早是在考查学习技能课有效性的研究中发现的（Conway和Ross，1984）。想上学习技能课的学生中有一些报上了名，另外一些则被随机分配在等候再次开课的名单中。后来测量他们的学习能力时发现，那些上了这个课的学生在学习上不比等候上课的对照组好。但是，上了课的学生却说他们的能力已经提高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那些被试回忆他们上这个课之前的学习能力比实际水平低。康韦和罗斯（Conway和Ross，1984）将这种动机性的重构过去称为“修订你已有的去获得你想要的”。强烈期望治疗成功的来访者，可能会因为把以前的症状和问题回忆得比实际情况严重，而认为本来没有效果的治疗是有效的。


治疗效果研究


我们如何能确信我们正在采用的治疗实际产生了效果，而不是用无用甚至有害的疗程浪费时间？心理学研究者用在“心理学研究方法”那章中所讲述的方法构建实验，并检验治疗是否对上一章所描述的各种心理障碍有效。



治疗效果研究

 （treatment outcome studies）被设计用来评价特定的治疗是否有效，常常还涉及其他治疗条件或对照条件。例如，研究者为了研究对抑郁的治疗效果，可能要比较最初都有抑郁的两组患者的自我报告症状，这两组是接受6周心理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被选来做研究，但被指定等待后来的治疗，并且只是在被选6周后接受了测验。治疗效果研究能确定治疗是否有效。


为什么在评估治疗有效性时双盲实验如此重要？


研究者采用很多方法来确保任何被观察的效应不是由前文所述的治疗假象造成的。例如，当患者比较治疗前后的症状时会发生自然缓解和重构性记忆造成的治疗假象，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治疗（或实验）组和对照组是随机分配的，然后治疗结束时进行比较。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缓解或动机所致的重构性记忆不会造成治疗有效的假象。

但是在治疗中对照组会发生什么？如果他们只是待在家里等着直到后来能得到治疗（等候治疗控制组），他们将不接受安慰剂治疗。所以，理想的情况是，疗效用
双盲实验

 （double-blind experiment）来评估。双盲实验是被试和研究者/治疗师都不知道被试接受的是哪种治疗的研究方法。在药物治疗研究中，这不难安排，因为有效药物和安慰剂可以被制作得让研究中的被试和研究者看着都是一样的。但在心理治疗研究中，让被试和研究者都“被蒙在鼓里”要难得多。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被试和治疗师能很容易注意到治疗的差异，比如精神分析和行为治疗，所以在评估心理治疗的有效性时，没有办法完全让被试和治疗师的想法和期望不干扰研究。然而，通过将治疗方法与无治疗或其他干预方法比较（如其他心理治疗或药物治疗），研究者就能确定哪种治疗产生了效果，以及治疗各种心理障碍最有效的方法是哪些。


哪些治疗有效？



心理治疗师如何知道什么治疗有效和什么治疗可能有害？


1957年，有关心理治疗有效性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杰出的心理学家汉斯·艾森克（Hans Eysenck，1916—1991）基于对相关研究的综述，得出心理治疗——尤其是精神分析——不仅无效而且似乎阻碍康复的结论，这一结论激怒了治疗师（Eysenck，1957）。从那时起，对大量研究进行了统计分析。分析结果支持比较乐观的结论：接受心理治疗的来访者通常比四分之三未经治疗的个体过得好（Seligman，1995；Smith，Glass和Miller，1980）。虽然对心理治疗的评论一直指出，在来访者如何被测验、诊断和治疗中存在不足（Baker，McFall和Shoham，2009；Dawes，1994），但强大的证据普遍支持，很多治疗是有效的（Nathan和Gorman，2007），包括心理动力学疗法（Shedler，2010）。于是，关键问题变成：哪些治疗方法对哪些问题有效（Hunsley和Di Giulio，2002）？

临床心理学中最持久的争论之一是如何对各种心理疗法的效果进行比较。争论了多年之后，一些心理学家认为，证据支持大多数心理疗法的效果大致相同。这一观点认为，是各种形式心理疗法的共同因素，如与专业人士的互动和来自专业人士的共情，促成了改变（Luborsky等，2002；Luborsky和Singer，1975）。相反，其他人赞成治疗方法之间有重要差别，某些治疗比其他治疗更加有效，尤其是治疗特定类型的问题时（Beutler，2002；Hunsley和Di Giulio，2002）。我们如何理解这些不同观点？

1995年，美国心理学会（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首次尝试出版界定标准，来确定特定类型心理治疗是否对特定问题有效[心理学程序改进和传播工作组（Task Force on Promo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Psychological Procedures），1995]。治疗方法实证有效的官方标准界定了两种实证支持水平：
已经得到确认的治疗（well-established treatments）——得到较高程度支持的治疗（比如，有来自几项随机对照试验的证据）；可能有效的治疗（probably efficacious treatments）

 ——初步得到支持的治疗。这些标准建立之后，APA建立了有实证支持的治疗方法的清单（Chambless等，1998；Woody和Sanderson，1998）。最近一篇有关这些方法的综述突出强调了几种具有特异性的、已经表明有效、甚至比包括药物治疗在内的其他治疗方法效果更好的心理治疗方法（Barlow等，2013）。表16.3列出了这些治疗方法中的几种。

有人质疑，在严格控制的研究中有效的治疗方法，是在大学门诊中进行的，到现实世界中是否会有效。例如，有人注意到大部分文献中报道的治疗效果研究没有大量少数民族被试，所以不清楚这些治疗是否对不同民族和文化的群体有效。最近一项研究广泛综述了所有可以获得的数据，结果表明虽然文献上有欠缺，但有数据可用，目前有证据支持的心理治疗对少数民族患者和对白人患者同样有效（Miranda等，2005）。



表16.3 与药物治疗或其他治疗方法比较后选出的具有特异性的心理治疗方法清单








注：CBT=认知行为疗法；PT=心理治疗；meds=药物治疗。





来源：Barlow等，2013



比确定一种治疗是否有效更为复杂的是确定心理治疗或药物治疗是否实际也可能造成伤害。阅读了药品杂志广告并且重点研究了主要副作用、可能的药物相互作用和并发症的人都清楚药物治疗的危险。很多用于心理治疗的药物可能成瘾，造成伴随严重戒断症状的长期依赖。对药物治疗最为强烈的批评是药物只是向他人出售了一种不受欢迎的症状：性欲减退所致的抑郁，对毒副作用的焦虑，或嗜睡和情绪反应迟钝所带来的麻烦（如，见Breggin，2000）。


心理治疗会如何造成伤害？


心理治疗的危险比较隐蔽，但我们要非常清楚地知道在有些情况下确实存在。医源性疾病（Iatrogenic illness）
 
是医学治疗或心理治疗的结果本身所造成的障碍或症状

 （如，Boisvert和Faust，2002）。例如，当心理治疗师确信来访者患有障碍而实际上来访者并没有时，就可能出现这种疾病。结果，治疗师帮助来访者接受诊断并进行针对那种障碍的心理治疗。在某些情况下，对障碍的治疗能使人表现出正是那种障碍才有的症状——于是就产生了医源性疾病。

有的来访者受到催眠和反复建议治疗的影响，相信他们患有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甚至开始表现出多重人格）或相信他们童年期受到创伤事件的伤害并且“恢复”了对此类事件的记忆，而调查却显示，治疗之前并没有与这些问题有关的证据（Acocella，1999；McNally，2003；Ofshe和Watters，1994）。有些已经接受治疗的人会模糊感觉自己发生了奇怪的事情，在接受催眠或其他增强想象力的技术之后会坚信其治疗师的理论是正确的：他们被外星人挟持了（Clancy，2005）。不用说，导致来访者产生这种怪异信念的治疗弊大于利。

就像心理学家已经建立了有效治疗方法清单一样，他们也要开始建立有害治疗方法清单。这么做的目的是让其他研究者、治疗师和公众了解应该避免使用哪些治疗方法。很多人以为虽然不是所有心理治疗都有效，但有治疗要比没有治疗好。然而，结果却是很多本想帮助患者减轻症状的干预实际却使他们变得更糟！你的高中学校是否有抵制药物滥用教育（Drug Abuse and Resistance Education，D.A.R.E.）？你是否听说过严重事件晤谈（critical-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CISD）、恐吓从善（scared straight）和新兵训练营项目（boot-camp programs）？这些听起来好像都会有效果，但是谨慎的科学实验已经证明，其实参加这些干预项目的人这样做后变得更加糟糕（见表16.4；Lilienfeld，2007）！



表16.4 造成伤害的心理治疗








注：CISD=严重事件晤谈；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RCTs=随机控制实验





来源：Lilienfeld[2007].



为了管控心理治疗可能存在的强有力的影响，心理学家要信守对心理障碍患者进行治疗的一系列伦理守则（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02）。美国心理学会的成员被要求坚守这些守则，州认证委员会（state licensing boards）也会对心理治疗伦理守则的坚守情况进行监督。这些伦理守则包括：（a）努力让来访者受益，同时注意不要造成伤害；（b）与来访者建立信任关系；（c）提升准确性、诚实性和真实性；（d）治疗中寻求公正并采取措施避免偏见；（e）尊重所有人的尊严和价值。当心理障碍患者来向心理治疗师寻求帮助时，坚持这些指导原则是心理治疗师起码应该做到的。理想的情况是，他们怀着解除痛苦的愿望，能够做到更多。

小结



▲ 在治疗过程中所观察到的改善并不一定意味着治疗是有效的，它可能反映的是自然缓解、非特异性治疗效应（如安慰剂效应）以及重构性记忆。





▲ 关注治疗结果和过程的治疗效果研究，采用特定的研究方法，如双盲法和安慰剂对照。





▲ 总的来说，对心理障碍进行治疗比根本不治疗有效，而且对于某些心理障碍，有的方法比其他方法更有效。但是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都有危险，合乎伦理要求的治疗师必须认真考虑这些危险。



本章回顾


关键概念小测试


1.下列哪一项不是心理障碍患者没有得到治疗的原因？

a.患者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心理障碍需要治疗。

b.心理障碍患者的受损程度堪比慢性生理疾病患者，甚至更为严重。

c.治疗可能存在障碍，如阻碍患者寻求治疗的信念和环境因素。

d.即使患者知道他们有问题，也可能不知道到哪里寻求服务。

2.整合心理治疗_____。

a.专注于对梦的解释

b.将患者引到陌生的情境

c.利用各种不同治疗方法中的技术

d.关注对阻抗的分析

3.不同的心理动力学疗法都共同强调_____。

a.集体无意识的影响

b.为心理问题承担责任的重要性

c.行为治疗与认知治疗相结合

d.发展对心理障碍潜意识根源的洞察力

4.哪种精神分析技术中，来访者不加审查和过滤地报告头脑中出现的每一个想法？

a.移情

b.自由联想

c.解释

d.阻抗分析

5.哪种治疗可能对非理性恐高患者效果最好？

a.心理动力学

b.格式塔

c.行为

d.人本主义

6.正念冥想是哪种治疗方法的组成部分？

a.人际

b.人本主义

c.心理动力学

d.认知

7.哪种治疗看重来访者的行动，而且治疗细节也完全公开透明？

a.认知行为

b.人本主义

c.存在主义

d.团体

8.了解没有实现个人潜能的状况体现的是____疗法，而了解没有找到生活意义的状况体现的则是____治疗方法。

a.认知；行为

b.人主主义；存在主义

c.心理动力学；认知行为

d.存在主义；人本主义

9.自助团体是_____疗法的重要分支。

a.认知行为疗法

b.支持性团体

c.以人为中心疗法

d.团体治疗

10.抗精神病药物是用来治疗_____。

a.抑郁

b.精神分裂症

c.焦虑

d.心境障碍

11.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_____。

a.对不同的个体作用于不同的神经递质

b.只影响多巴胺系统

c.只影响5-羟色胺系统

d.作用于多巴胺和5-羟色胺系统

12.下列哪种关于抗抑郁剂的说法不准确？

a.目前的抗抑郁剂综合作用于不同神经递质系统。

b.抗抑郁剂在治疗双相障碍时有显著的积极效果。

c.抗抑郁剂也被医生用来治疗焦虑。

d.大部分抗抑郁剂需要一个月才能开始对心境产生作用。

13.电休克疗法、经颅磁刺激和光疗的共同之处是什么？

a.在它们的治疗方案中都包含草药治疗。

b.它们都会用外科手术损毁特定脑区。

c.它们都是不用药物治疗的生物学疗法。

d.它们通常和心理疗法联合使用。

14.抗抑郁剂治疗____抑郁患者的效果最强。

a.无

b.轻度

c.中度

d.重度

15.现有研究表明接受过正规心理治疗的来访者比______未接受心理治疗的个体过得好。

a.二分之一

b.相同数量

c.四分之一

d.四分之三


关键术语


心理治疗

整合心理治疗

心理动力学治疗

阻抗

移情

人际心理治疗（IPT）

以人为中心疗法（或来访者中心疗法）

格式塔疗法

行为疗法

代币制

暴露疗法

认知疗法

认知重建

正念冥想

认知行为疗法（CBT）

团体治疗

抗精神病药物

心理药理学

抗焦虑药物

抗抑郁剂

电休克疗法（ECT）

经颅磁刺激（TMS）

光疗

精神外科疗法

安慰剂

医源性疾病


转变观念


1.你的一位朋友最近有位亲密的家庭成员在悲惨的交通事故中失去了生命，他要崩溃了。他一直没来上课，当你调查他的情况时，知道他睡不好觉，饮食不规律。你想帮助他，但又感觉有点超出你的能力所及，所以你建议他去学校的咨询中心同心理治疗师谈谈。他说：“只有疯了的人才去做心理咨询。”你会和朋友说些什么来消除他的这种观念？

2.当你正在和你丧失了亲人的朋友说话时，他的室友进来了。这位室友赞成你关于做心理治疗的建议，但他进而说：“我告诉你我的心理治疗师的名字，他帮我戒了烟——他也会有能力很快治好你的抑郁。”为什么认为一个好的心理治疗师能治好所有人和所有问题是危险的？

3.在“心理学研究方法”那章中，你已经知道，路易丝·海（Louise Hay）在她的畅销书《生命的重建》中，提出一种心理治疗方法：教读者如何改变想法并因此不仅改善内心世界也增强身体健康，而且那章援引了海的说法：她的主张无须用科学证据来证实。本章所描述的主要心理治疗方法有科学基础吗？如何用科学实验来评估治疗方法的有效性？

4.2009年6月，流行歌王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在注射致命剂量的麻醉剂异丙酚（propofol）后死亡。异丙酚有时不按说明书使用，而被用作抗焦虑药物。尸检确认他体内含有多种处方药，包括苯二氮卓类药物、氯羟去甲安定和安定。[杰克逊的心脏病专家，康拉德·默里（Conrad Murray）医生，后来因使用致命剂量药物被判过失杀人罪]。其他死于通常治疗焦虑和抑郁的药物的知名人士有死于2008年的希思·莱杰（Heath Ledger）和死于2007年的安娜·妮可尔·史密斯（Anna Nicole Smith）。你的室友评论说，“这些药物很危险，有心理问题的人应该用谈话疗法来治疗，而远离药物治疗，即使是负责任的医生开的药。”你是否同意药物治疗如果错误使用是危险的？你如何为用药物治疗严重心理障碍做辩护？


关键概念小测试答案


1.b；2.c；3.d；4.b；5.c；6.d；7.a；8.b；9.d；10.b；11.d；12.b；13，c；14.d；15.d.


需要更多帮助？更多资源请访问LauchPad，


网址：http：//www.worthpublisher.com/lauchpad/schacter3e


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
 
是取得社会认可资质的临床医师与心理问题患者之间的互动，目的是提供支持或缓解问题。




整合心理治疗（eclectic psychotherapy）
 
这种形式的心理治疗根据来访者和问题的不同而采用不同治疗方法中的技术。




心理动力学疗法（psychodycamic psychotherapies）
 
这类治疗方法是探索个体的童年期事件，并鼓励个体运用这种理解来发展对自己心理问题的洞察力。




阻抗（resistance）
 
是因为害怕面对令人不快的潜意识内容而不愿意配合治疗的现象。




移情（transference）
 
是在精神分析中，当分析师开始在来访者的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并且来访者基于潜意识中的童年期幻想与分析师互动时所发生的现象。




人际心理治疗（interpersonal psychotherapy，IPT）
 
是关注于帮助来访者改善当前人际关系的心理治疗形式。




以人为中心疗法（person-centered therapy）（或来访者中心疗法）（client-centered therapy）
 
认为所有人都趋向于成长，而且治疗师的接纳和真诚反应能够促进这种成长。




格式塔疗法（gestalt therapy）
 
目标是帮助来访者觉察到自己的想法、行为、体验和感受并“认领”它们或为它们承担起责任。




行为疗法（behavior theropy）
 
这种疗法的假设是失调行为是习得的，通过将明显适应不良的行为转变为更有建设性的行为就能缓解症状。




代币制（token economy）
 
这一行为治疗形式是出现想要的行为就给来访者“代用币”，他们之后可以用“代用币”购买奖品。




暴露疗法（exposure therapy）
 
这种治疗方法是反复直接面对唤起情绪的刺激，直到最后情绪反应降低。




认知疗法（cognitive theropy）
 
关注帮助来访者识别和更正有关自己、他人或世界的歪曲想法。




认知重建（cognitive restructuring）
 
这一治疗方法会引导来访者质疑常常引发消极情绪的自动信念、假设和预言，并用更为现实和积极的信念来替代消极想法。




正念冥想（mindfulness meditation）
 
引导个体全然地存在于每个时刻，觉察自己的想法、感受和感觉，并在症状成为问题之前就察觉到。




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
 
认知疗法和行为疗法相调和的策略。




团体治疗（group theropy）
 
这一技术是多个人（起初互不相识）在团体氛围中处理他们各自的问题。




抗精神病药物（antipsychotic drugs）
 
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和相关精神病性障碍的药物。




心理药理学（psychopharmacology）
 
研究药物对心理状态和症状的影响。




抗焦虑药物（antianxiety medications）
 
有助于减少个体恐惧或焦虑体验的药物。




抗抑郁剂（antidepressants）
 
有助于提升心境的一类药物。




电休克疗法（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ECT）
 
是向大脑传送电击诱发短暂癫痫发作的疗法。




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
 
是在头皮放置强大脉冲磁体改变大脑神经元活动的疗法。




光疗（phototherapy）
 
反复暴露于明亮光线下的治疗方法。




精神外科疗法（psychosurgery）
 
对特定脑区的手术损毁。




安慰剂（placebo）
 
被用来期望产生康复反应的一种惰性物质或操作过程。




医源性疾病（iatrogenic illness）
 
医学治疗或心理治疗的结果本身所造成的障碍或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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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心理学的科学之路





心理学的起源：成为一门研究心智的科学









临床心理学的发展









对客观测量的探索：行为主义成为主流









回归心智：心理学的拓展









超越个体视角：社会和文化的视角









心理学职业：过去和现在







第2章 心理学研究方法





经验主义：我们如何认识世界









观察：发现人们做什么









解释：发现人们行为表现背后的原因









科学研究的伦理：首要一条，一定没有伤害







第3章 神经科学与行为





神经元：行为的起源









神经元的电化学动作电位：信息加工









神经系统的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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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系统的发展和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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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感觉与知觉





感觉与知觉是不同的心理活动









视觉I：眼睛与大脑如何将光波转变为神经信号









视觉II：识别我们看到的东西









听觉：甚于及耳









躯体感觉：甚于肤浅









化学感觉：提味







第5章 意识





意识与无意识：心灵之眼的启与合









睡眠与做梦：晚安，心灵









药物与意识：假灵感









催眠：易受暗示







第6章 记忆





编码：将知觉转化为记忆









存储：随着时间推移保持记忆









提取：将记忆在脑海中呈现









多种形式的记忆：过去如何重现？









记忆失败：记忆的七宗罪







第7章 学习





经典条件反射：一个事件导致另一个事件









操作条件反射：来自环境的强化









观察学习：看着我









内隐学习：不知不觉









课堂学习







第8章 情绪与动机





情绪体验：有感觉的机器









情绪交流：非言语信息









动机：开始行动







心理学：第三版（下）



扉页



彩插



第9章 语言与思维





语言与沟通：从规则到语义









语言发展与脑









语言与思维：二者的关系









概念与范畴：我们如何思维









决策：理性与否









问题解决：寻找解决方案









信息转化：如何得出结论







第10章 智力





智力是如何被测量的？









什么是智力









智力从何而来？









谁的智力最高







第11章 发展





妊娠期：子宫有话说









婴儿期与儿童期：成为一个人









青春期：对鸿沟的意识









成年期：自己也难以置信的变化







第12章 人格





什么是人格，如何测量









特质理论：行为模式的识别









心理动力学理论：意识之外的力量









人本—存在主义理论：作为一种选择的人格









社会认知理论：情境中的人格









自我：镜子里的人格







第13章 社会心理学





社会行为：与他人交往









社会影响：掌控他人









社会认知：理解他人







第14章 应激与健康





应激的来源：是什么让你应激









应激反应：记忆复苏









压力管理：应对它









疾病心理学：心胜于物









健康心理学：感觉良好







第15章





界定心理障碍：何谓异常？









焦虑障碍：恐惧来袭









强迫症：陷入怪圈









创伤后应激障碍：创伤后的困扰









抑郁障碍及双相障碍：任由情绪支配









精神分裂症及其他精神病性障碍：失去对现实的掌控









儿童及青少年心理障碍









人格障碍：走极端









自伤行为：心智转向攻击自己







第16章 心理障碍的治疗





治疗：给需要者以帮助









心理治疗：通过互动疗愈心智









医学和生物学治疗：用物质改变脑以疗愈心智









治疗的有效性：更好还是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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